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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
中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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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中重大事件频出，但无疑“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为引人关注。1978年年底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40年之后，我们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一伟大事件，不仅是为了回顾过去，更主要的是展望未来。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也在本期杂志中推出了特别专题《致敬中国商业管理40年》，纪念这一伟大事件。当初设计这一专题时，编辑部内部有过诸多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以现代管理在中国的发展为专题主线。

做出这样的决定，源于我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现代管理也完成了从无到有，从仿效到创新的演化。中国企业的某些管理实践，不仅赶超了国际同行，也超出了西方主流管理思想的范畴。

而本期英文版封面文章印证了我们的这一判断，标题是《终结科层制》，作者是管理实验室创始人加里·哈梅尔及其同事米歇尔·扎尼尼。这是我们这个团队接手《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以来，英文版首次将中国公司的管理实践作为封面文章刊发。这足以说明，中国公司在管理实践上的探索，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认可。

该文主要阐述了海尔集团是如何利用“人单合一”这一管理创新理念，破除科层制这一管理痼疾。文章开头就引用了沃尔玛等国际知名公司的领导者对于科层制的批判。但作者指出，这些认知并没能阻止科层制的泛滥，甚至有些人还认为，面对复杂的商业环境，科层制不可或缺。连一些“独角兽”企业，也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引入了科层制。

但正如诸多管理者所认知的那样，科层制是妨碍组织发挥创造力，降低组织效率的关键。本文作者认为，海尔集团为了适应数字化转型所采取的管理创新——“人单合一”是目前破除科层制探索中较为成功的案例。这一模式结合中国文化特色，将为用户创造的价值与员工自身实现的价值紧密结合起来，让员工直接对用户负责，并且形成了用户、开发人员和各利益相关方共创共享的开放生态组织。作者认为，人单合一模式有七个方面有别于传统的科层制。

我们相信，类似于海尔“人单合一”模式的中国管理实践还有很多，但由于诸多原因尚未被外界发现其管理学价值。这也让我们坚定了汇集中国管理实践，做好中国管理实践案例库这一项目的信心。（有关“中国管理实践案例库”的详细内容，请参见www.hbrchina.org）。

最后预祝大家新年快乐！2019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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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女性更愿意做？

研究表明，女性更有可能勉为其难地“自愿”做事。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发现，女性会比男性更自愿去做一些“无法提升自我”的工作，她们也更频繁地被要求去做这些工作。被要求时，她们接受的可能性也更大。这样做对女性而言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卡内基梅隆大学社会与决策科学系主任
琳达·巴布科克 | 文


“领导者必须弄明白这些事情。” 

海伦·比文｜文

领导者如何向团队传达坏消息

丽兹·基斯利克｜文

掌握四要素，开启变革领导力

彼得·富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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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全球百佳CEO

动荡时期，沉稳和笃定算是难得的优点。入选《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全球百佳CEO榜单的高管明显表现出了这两种品质。尽管面对多种外部力量——精明的竞争对手、难以取悦的客户、贪求利润的投资者、政治和经济阻力，他们的公司依然展现了持续增长的强大能力：去年进入榜单的100名领导者中，70名领袖在今年同样以优异表现脱颖而出。



重塑客户服务

强调知识型工作的客服组织，核心功能依然是处理顾客遇到的问题。来看看T-Mobile客服部门何以创下质量和效率新高。



团结高管团队

瑞士电信领导层如何就成长战略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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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职业发展停滞
不前，怎么办

	艾琳娜·波特尔霍（Elena Lytkina Botelho）

凯蒂·克雷格（Katie Semmer Creagh）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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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为梅丽莎的CEO感到十分恼火。在为公司带来了7年的突破性业绩且临近退休时，她正满心期待地挑选和培养其继承者。她的高管团队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很出色，但没有人特别适合继承她的职位。

当我们在考虑扩大潜在候选人范围时，首席人力资源官灵机一动：“汤姆怎么样？他的战略意识很强，而且他的团队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可以作为考察对象。”然后首席人力资源官停顿了一下，并补充说：“当然，他存在高管形象方面的问题。汤姆爱在会议期间出风头，而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疏远其同事。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但他的体味很重，真的难以忍受。”梅丽莎对此表示同意：“汤姆有着出色的商业头脑，但我觉得他还不足以代表公司。”事实证明，汤姆在过去19年中因其优异的业绩，斩获了优异的业绩评价和最高奖励。多份评价曾提及他应该改善其“高管形象”，但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汤姆并不知道到底自己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以及这些问题对其职业有着多大的负面影响。

自1995年以来，我们对2000多名CEO和1.8万多名企业高管进行了调查，然后发现：对于那些才华横溢的高管而言，其职业发展往往会因为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而停滞不前，甚至偏离轨道，而其中的很多问题完全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将这类问题称为“熊猫”问题。熊猫看起来天真可爱，但其锋利的爪子在抓人时比美洲豹更可怕。对于那些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因何而停滞的个人，以及那些不知道如何栽培有才干的领导、不知如何发挥其最大潜力的公司和经理们来说，“熊猫”问题可能会带来惨痛的代价。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分析了113名高管样本，他们有着突出的业绩、曾是首席级别高管候选人，但在最后的决策轮遭到淘汰。在对他们的能力进行详细评估时，我们发现，62%的高管至少存在一个“熊猫”问题，10%的高管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熊猫”问题。此外，在考虑这些高管是否适合担任首席级别职务时，35%的高管的“熊猫”问题被看作是排名前三的风险。通常这些“熊猫”问题已经存在数年的时间，虽然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它最终会破坏这些有才干领导的职业轨迹。

通过分析，最常见的“熊猫”问题是：

36%的“熊猫”问题与高管形象有关

28%与沟通方式有关

29%与同僚人际关系有关

剩余的7%包括过度的乐观和完美主义


下面我们来逐一讨论一下。

高管形象。这个定义并不明确的概念可谓包罗万象，从看似不起眼但具有职业破坏力的体味，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挑战，例如某些人的言行举止与公司文化不符。通常，那些看起来不够自信的高管会给人一种平庸的印象。出现这类“熊猫”问题会让你处于危险境地：我们的研究发现，高度自信的高管被聘用的概率是不自信高管的2.5倍。这一点让我们想起了布莱恩，他是一名非常有头脑的投资专业人士，供职于一家顶级公司，但他因形象问题在合伙人选拔中落选。在受邀给予布莱恩指导之后，我们从他的同事和外部各方收集了大量的反馈。事实证明，尽管其才干广为人们称道，但布莱恩给人的印象十分谦恭和低调，让人们觉得他并不是很懂行，而且不适合以合伙人的身份为公司代言。我们帮助布莱恩发现和纠正了造成这一错觉的具体行为，如今，他成为了公司的一位高潜合伙人。

沟通方式。有关沟通方式的抱怨通常涉及人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语气（或沉默寡言）。一个人的沟通方式直接关乎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而且能够对职业轨迹造成重大影响。沟通成效的低下对于28%的受调高管来说都是风险区。例如吉姆，他是一名排名靠前的首席财务官候选人，在一家即将开展首次公开募股的领先医疗设备制造公司工作。吉姆的简历符合所有要求（只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他的弱点在于冗长、像哲学一样晦涩的沟通方式，这种说话风格似乎更适合于烧脑派学究，而并不适合首席财务官，因为首席财务官以利润为导向，有能力推动业绩，是公司在投资界的可靠代言人。

我们的研究显示，经常使用通俗语言的候选人的受聘概率是那些经常使用晦涩、学术类或“高大上”词汇候选人的8倍。平实的讲述方式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比那种烧脑的学术派风格更有影响力。

另一个常见的沟通问题与使用“我们”和“我”有关。首席级别高管候选人当中最弱的选手使用“我”的频率是其他人的两倍。最成功的候选人能够在不过度使用“我”的情况下，清晰地阐明其个人贡献。相对于那些大谈特谈自身成就的候选人，能够给决策者留下更深印象的人会说：“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看到团队开始获得成功”，然后再明确地解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最后，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我们发现，如果美国公司的CEO候选人有着严重的口音，那么他受聘的概率是别人的十二分之一。尽管内群体偏见是招聘领域的深层次顽疾，但我们发现，至少那些语言表达不够流畅的高管会被认为缺乏竞争力。然而随着人们意识到这一偏见，以及高管们开始改善其语言表达流畅度和口音，他们的职业轨迹也得到了改善。

同僚人际关系。我们通常看到有才干的高管在自己所在的部门战果累累，但在与同僚共事时却难以有所建树。例如丹尼丝这位才华横溢的营销高管，他曾帮助重振全球一些最为知名的零售品牌。最终，丹尼丝因同僚关系不佳而错失了渴望已久的首席营销官职务。她的业绩评价全是其老板以及直接上司对其卓越业绩和无限热情的赞许，但她的同僚认为，她更看重个人进步而不是团队成功。像丹尼丝这样的人士通常在中层管理层表现得异常优秀，但却难以迈入首席级别，因为他们似乎难以或不愿意跳出自己的部门或职能来看问题。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强大的公司奖励体制通常会根据每个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奖励。此外，公司职能架构冲突在复杂的大型机构中也是经常发生，同僚之间会竞争有限的资源，或因项目和事情产生分歧。然而，潜力最大的领导者会想方设法在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造福整个团队。

我们的CEO基因组研究发现，更适合领导岗位的候选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说服他人，包括其同僚。我们还发现，高业绩CEO比低业绩CEO对他人更尊重（73%的高业绩CEO对比59%的低业绩CEO）。他们在需要交付成果时可能会破釜沉舟，但在长远方面，他们会笼络一批强大的追随者，并因执行有利于企业的策略而获得赞誉。

为什么这些危险的“熊猫”问题长时间以来并未得到解决？问题在于反馈的提供方和接收方。对于提供反馈的经理来说，这些问题似乎过于个人化，而且基本上都是小事，因此也就很难直接提及，尤其对方是有着出色业绩的高管时就更不好开口。当这个问题不影响当前的业绩时，人们更愿意选择绕过这个问题。作为反馈接收方，我们通常会把“熊猫”问题当作是不重要的“无关紧要的小事”，或有时将其视为有悖于自己价值观的事情。他们认为评判自己的标准应该是业绩，而不是开会时的说话时间！不幸的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规避上述尴尬的对话或对反馈无动于衷将对这些有才干的高管的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作为一名经理，你的职责是通过提供诚恳的反馈以及关怀性的鼓励，来培养你的团队。如果你规避这一责任，你实际上是在伤害你的直接上司和整个团队。不管这一过程有多么令人不悦，你依然有必要给出明确的反馈。你应该给出具体的案例，并阐明行动或无动于衷对于个人在当前岗位上实现目标能力的影响，以及对其晋升潜力的影响。

作为反馈接收方，不要被“熊猫”事件天真的外表所迷惑。如果你的评价中出现了这类事件，那么就应通过询问澄清问题来找到事件的根源，以及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同时还需要弄清楚它对你的业绩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会影响他人对你的业绩和潜力的看法。如果你依然未能从你的经理那里获得直接的答案，则通过第三方来获取真诚的专业反馈。不要让这些危险、无伤大雅的“熊猫”问题毁了你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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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娜·波特尔霍是ghSMART合伙人，致力于为大公司CEO和董事会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畅销书《邻家CEO》的合著者，CEO基因组项目的联合领导者。凯蒂·克雷格是ghSMART领导力咨询师，致力于为首要公司和投资公司提供其顶层领导力首要任务方面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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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的针对一群人的大规模歧视会对目标人群造成极大伤害，同时，伤害会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商业也不例外。例如，有才华的人如果来自被歧视群体，往往会被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这样做的代价除了扼杀或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之外，还要付出什么？当企业采取歧视性态度，将高素质的个人排除于领导岗位之外时，利润会降低吗？当政府针对某些群体制定歧视性政策时，整体经济将遭受多大损失？

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下列两种政府政策：其一是鼓励受歧视群体成员升任领导职位，其二是“积极”阻止他们的升任。后者在当今时事和全球历史中尤为突出。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对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公民实行旅行禁令，引发（包括亚马逊、耐克和万事达卡等）美国公司的担忧，日益严重的歧视将使他们无法招募、留住和培养人才。在土耳其，自2016年以来，几千名追随神职人员费苏拉·古伦（Fethullah Gulen）的高管被捕或逃往海外，加剧了人们对经济崩溃的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屈从于“种族偏见”，强行侵犯日裔美国人。在17世纪的法国，胡格诺派企业家因宗教迫害不得不逃亡。

尽管歧视问题很重要，但在目前，我们鲜有证据表明歧视领导岗位上高素质人才的代价有多高。测算歧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我们最近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具体来说，我们对纳粹德国歧视犹太裔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加以分析。利用单个经理人和公司的数据，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反犹太主义情绪上升而导致犹太经理人从德国经济中被排除时，公司股票价格和盈利能力的变化。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经理的构成变化。我们收集了在柏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德国公司中近30000个经理职位的新数据，其中涵盖非犹太血统的经理、在通常被认为是犹太人的公司工作的经理人，以及非犹太人公司雇用的犹太经理人（例如安联公司、宝马公司、戴姆勒-奔驰公司和I.G.法本公司）。

我们发现，在1928年到1932年间，犹太经理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拥有犹太祖先的基督徒）占据了大约15%的高级管理职位。1933年1月30日，当纳粹掌权、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总理时，歧视犹太人在德国变得司空见惯。许多公司自愿解雇犹太经理人，或被纳粹官员强迫离职。比如，德意志银行迫使首席执行官奥斯卡·沃瑟曼（Oscar Wassermann）和执行董事会成员西奥多·弗兰克（Theodor Frank）在1933年6月1日前辞职。到1938年，柏林上市公司几乎看不到犹太经理人的身影。

接着，我们将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与其他没有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按照纳粹的意识形态，这些经理人被免职后，企业并不会受到影响。我们衡量了许多可能影响公司股价的因素，包括与纳粹党的关系、财务报告期，以及公司规模、年限和行业。

结果发现，对于1932年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来说，失去犹太经理人令高级管理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而言，具有管理经验和大学学历的经理人数，以及与其他公司的人脉数量（以其他监事会席位来衡量）均显著下降，影响至少持续到经理特征样本期结束时的1938年。结果表明，失去了犹太经理人的公司没有找到足以取代他们且水平相当的管理人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此高素质的管理者少之又少，因此，这些公司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者。

接下来，我们发现在1933年纳粹夺取德国政权后，由于犹太经理人开始离职，雇用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股价急剧下跌。这种损失一直持续了整整10年，直至1943年底股票价格样本期结束。相对于1932年没有犹太经理人的公司，这类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33年之后下降了大约12%。

股票价格下降，只发生在犹太经理人的离开导致受过大学教育的管理人员和管理人脉大量流失的企业，而在上述两个因素几乎不受影响的公司，股票价格并没有大幅下挫。这些结果表明，失去犹太经理人的公司，其股票市场表现低迷的真正原因是：失去高素质（即受过大学教育或具有许多人脉）的管理者。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在1933年后受过其他冲击。

有趣的是，我们对失去犹太经理人对股票价格的短期影响进行了评估，其结果与最近一段时间杰出经理人离职后最初股价反应不谋而合。比如，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2011年因病去世后，苹果股票下跌了6%。菲亚特克莱斯勒CEO塞尔吉奥·马尔基翁内（Sergio Marchionne）2018年因手术无效离世时，公司股价下跌了5%。这意味着，失去高素质管理者所导致的股价反应可能仍然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严重。

在第三组结果中，我们分析了失去犹太经理人可能影响公司业绩的其他两个衡量指标：股息支付和资产回报率。我们发现，在1933年之后，与没有失去犹太经理人的公司相比，其股息支付平均减少了大约7.5%。我们还发现，在1933年之后，1932年雇用犹太经理人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平均下降了4.1个百分点。这些结果表明，犹太经理人的流失也导致了公司效率和盈利能力的切实损失。

这项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歧视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对经济所造成的真正危害。粗略计算表明，排除犹太经理人的政策降低了柏林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比例占到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而这只是初级经济损失。

虽然我们的研究涵盖了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可以说是最严厉的歧视形式，但即便并非如此，歧视也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只要人们想到自己在某个国家不受欢迎，就可能导致高技能人才流失。就在最近，英国脱欧公投之后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年薪100000英镑（约合130000美元）和200000英镑之间的欧洲人中，12%的人计划在未来几年内离开英国。我们的研究表明，人才外流会严重伤害个人、企业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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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安·胡贝尔是芝加哥大学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宏观经济学Saieh家族研究员，将于2019年加入布斯商学院。他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沃尔克·林登塔尔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西米兰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对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史感兴趣。他在米兰的博科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法比安·瓦尔丁格是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经济学教授。此前，他任职于沃里克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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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并非真正的新概念，它背后的理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人们对它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人工智能目前受到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家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才是真正不寻常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几年我们才拥有能切实检验现有理论、应用这些理论并从其应用中获益所需的各种工具。我们在走向数字化的20年中，积累了大量数据。随着云计算和并行处理的出现，我们已经可以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分配大量资源来计算和分析这些数据。可能会有更精通技术的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包含机器学习，而同时机器学习包含深度学习，但在我看来，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这三个术语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可以互换。再者对于企业家来说，如此清楚区分这些术语没有意义。

人工智能在今天能如此流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过去所没有的计算能力。然而，以目前数据库容量的增长速度，我们的计算能力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上的阻碍。因此，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举足轻重的企业，比如中国的寒武纪科技公司和英国的Graphcore Technologies公司，正在开发硬件技术来应对数据的指数级增长。这样做的好处是，当我们有多家公司在这一领域竞争，就可以通过竞争来探索出适合技术发展的结构和范式。现在看来，量子计算非常有可能成为我们解决数据指数增长的途径。如果这一猜想能得到实现，那么在未来五到八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领域又一次的范式转变。

比专注于硬件的公司更进一步的，是像Vicarious这样开发通用算法的公司。虽然，我们还需要时间来开发这种通用人工智能，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努力会促进竞争。例如，大多数公司都试图复制人脑结构，把机器创造成一种类似于人类的智能。这种框架的核心目标是：开发可以用更少的数据来训练却还能拥有更多功能的系统。这就好比：人类想要飞翔，开始以鸟类为模型制造机器，但很难让机器像鸟一样扇动翅膀，于是就造出了固定机翼的飞机。因此，有时我们需要被迫偏离我们试图模仿的东西。

这就是英国Prowler公司正在做的事。他们正试图使用智能代理仿真来实现人工智能。智能代理仿真举例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体智力相对较低的蜜蜂和蚂蚁，却能够在群体环境中完成智力要求较高的任务，这就是智能代理仿真所模拟的。也就是说，Prowler已经不再专注于具有高智能的中心枢纽，而是专注于从局部网络的互动中学习。正如之前提到的，这种存在竞争的开发模式会让我们想出不同的模型来解决很多问题。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包括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史蒂文·霍金斯（Steven Hawkins）在内的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危险性的担忧。这些相互竞争的模式可以适当地检查和平衡系统，使系统处于一个不会失控的状态。

除了这些公司，还有一些致力于应用人工智能的公司。在这些公司中，有些公司致力于提供更好的数据或为其他人工智能公司提供更好的训练模型。这些关注人工智能应用的公司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投资者在金融领域专注于开发一个细节点，可以从中获得巨大收益。正是这种巨额收益，刺激了人们对可以产生竞争优势的技术的投资。然而，这种巨额收益是短期的。金融市场有非常激烈的竞争性，竞争很快会降低这些投资的价值。竞争出现后，这些技术立即可被用于其他用途。这就是人工智能的现状。

这不仅是金融市场的内在发展规律，在任何竞争环境中都是如此。一旦个体用户或整个社会能够从人工智能技术中受益，商业模式的运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当把智能无人机应用在恶劣环境中处理危险情况，或帮助人们在灾后获得更快的评估和索赔时，无人机技术就能被公众接受。如果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石油的流动和传感器的数据，在泄漏早期就能识别需要维护的漏洞，不仅能节约维修成本，还减少了供应中断，甚至防止了另一次潜在的BP原油泄漏（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导致的环境灾难的发生。Figure Eight这样的公司研发出的技术如今就可以帮助农业公司识别杂草，这样他们就不用在整个农场中使用除草剂，而只须精准处理杂草即可，减少了90%的有害化学物质的使用，保护了环境。从这些角度看，人工智能的价值十分巨大，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公众不会接受它。

但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组织中的决策和实施是由人做出的。当人们听到人工智能时，他们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人工智能将接管他们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再培训以使得他们能获得替代工作来缓解他们的担忧，我们就不要指望管理层能做出好的决策，也不要指望人工智能相关项目能成功实施。当前只有大公司或初创公司采用人工智能，这还不够。当较小的机构能通过人工智能追求效率，普通民众能通过人工智能更自由地分配工作和娱乐时间时，人工智能的意义才算是真正实现。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先解决机器替代人的问题。

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我们目前仍处于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首先，我们要合理地控制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期望，不要盲目吹捧它，盲目吹捧可能会阻碍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其次，在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恐慌来阻碍人工智能发展之前，我们应该充分向公众传播积极的人工智能观念。比如说，无人驾驶汽车吸引了很多投资，也赢得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所以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种车辆将减少事故、死亡、污染和交通拥堵等现存问题，我们也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开发和应用这项技术，但当公众认为这项技术是在取代人类的工作时，情况就变了。在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时，他们会变得更加敏感，因此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方面的细节问题。

在人工智能的背景环境下，洞察力则显得更为重要。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注定会引发一些骚动，所以人工智能的支持者们需要把有效控制这种骚动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通过这样的论坛和平台来提高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无疑是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数字革命发生在一个没有社交媒体和紧张政治环境的世界，而人工智能革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竞争环境。但我非常乐观，这个行业的聪明人将会找到一种方式，向包括我在内的投资者、企业家以及社会公众传播人工智能的价值。

人工智能所面对的挑战实际上为一些企业创造了机会。这些企业关注的不是创造尖端技术，而是教育人们了解人工智能，并将人工智能作为商业产品或服务来推广。这类业务并没有拓展新技术的前沿，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商机。他们将人工智能的便利推广给公众，这将为人工智能创造经济收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不需要具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团队，就可以从人工智能中获利，目前市场对这种类型企业的需求极大。作为行业中的一员，我们有义务考虑我们行为的意外后果。不过，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人工智能仍将继续保持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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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报道

	

	海尔大学孙中元：
魂商很重要

	钮键军 | 访 刘筱薇 | 编辑

	

	

以GE为代表的很多国际大公司为了能与创新人才“密切接触”，都纷纷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人才聚居区。这表明对于人才的争夺已经超越了人力资源的范畴，上升到了公司战略层面。

但什么才是企业必须争夺的“高潜人才”，企业如何辨别，又如何激活高潜人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海尔大学执行校长孙中元。在访谈中，孙中元对当今中国人才市场的变化，以及海尔对于高潜人才的界定标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节选了访谈的部分内容，全部采访内容请见近期HBRC-TIME的视频内容。



HBRC-TIME：未来中国的整个人才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孙中元：近几年，人才市场的变化非常大。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点，人才的边界会逐渐消失，边界消失主要来自未来企业边界的消失。未来，每一个企业都应该成为无边界的组织。所以对于人才来讲，就不再局限于我一定是这个企业的人才，人才应该是共享式人才。这一点对未来整个人才的流动性和组织的边界的特点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个特点，体现在年轻就业者的择业选择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就业会去选择创业，或者去一些新兴的发展比较快速的互联网公司。这就出现了一方面是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很多企业找不到人才。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到底能不能真正去给这些年轻人一个非常公平的机会，也就是让他们刚步入这个企业，就能获得很多成长的空间和不断释放他自己潜能的空间，如果你能提供，90后就愿意来工作，因为这是一个平台。

第三个特点，组织对于人才的适应能力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过去企业大多通过能力模型勾画所需人才的画像，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人的不确定性对于企业来讲，同样也是难以衡量的非常重要的资源。这种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是，同样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识别他，但是他其实步入企业以后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说有一个短板理论，人有不同的能力，但是短板制约了这个人，最短板就是这个人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说有一个长板理论，我们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让每个人把他真正特别擅长的发挥到极致，这可能也是对人才很好的利用。



HBRC-TIME：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名词叫高潜人才，简称为高潜。对于高潜人才，你的定义是什么？

孙中元：其实高潜人才我觉得从行业上来说有非常多的定义。核心其实就是说，这些具备很高培养价值的高潜人才必须具备几个特征，这个可能和传统的高潜人才定义不太一样。

第一个，他需要具备极强的自驱力。也就是说，过去的高潜人才大多是经过选拔培养出来的，或者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成为了我们的管理者，但是未来我觉得管理者应该是自驱型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具备自我驱动去不断学习不断革新不断成长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我认为对于高潜人才未来需要具备的特质。

第二个，要具备很强的魂商。魂商是除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商、情商以外的第三种能力，也就是我们的抗压能力、试错能力、抗挫折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组织中，员工要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挑战。此前，这些挑战大多由企业承担，但在未来，这些挑战将主要由员工来承担。人才要主动应对这种挑战，把自己的潜能真正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面对非常多的挑战和失败，需要具备的是抗压能力，适应失败巨大的压力，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在未来职场当中走得更快。

第三个，要具备学习能力。这个学习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都越来越多强调的是跨界，强调的是怎么能够去踏准时代的节拍。所以一旦你的学习能力跟不上的话，没法接受新的事物，也没法接受新的思想，你不可能在这个企业当中走得比别人快，所以他很快不是被企业淘汰了，是被时代淘汰了。



HBRC-TIME：海尔怎么发现自己的高潜人才，或者说海尔怎么找到这些高潜人才？

孙中元：海尔的高潜人才现在有一个变化。过去的话，我们的高潜人才更多的是从内部的人才里边去选，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把整个的人才边界打开了。这个人才来自企业内部也来自企业外部。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人人创客的平台。这个平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具备像企业家一样的精神和视角去思考和做事情。所以这个高潜人才来自企业内和企业外。

怎么去找到合适的人？一方面用了一些过去测评的工具来发现他们的学习潜质，他们的特长，是不是和我们组织未来发展的关联度是一致的。另外，我们现在更看重的是，商业计划，也就是你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叫作三预PK，就是你的预算，你的预案还有你的预酬，你自己列出来，你自己来提。那么你提得好，经过专家委员会的评选，如果认为你的模式没有问题，你可能就会进入到高潜的梯队当中，我们会为这些人提供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我更多是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但是到底选什么，你自己可以自由地去选择，也就是说，高潜可以跨不同的专业的序列去发展，也可以跨层级去发展。因此，我们不是再为人才提供发展路径，而是提供多元的学习形式，实践机会甚至是同行业领袖交流的机会。因此，对于高潜人才，选择的空间非常大。

可以说，我们的人才培养是立体式的。我们从传统的规划人的培养方式变成了自主发展的自主人的方式，而在人才发展上我们也提了一个新的理念，非线性的人才发展。



HBRC-TIME：自驱力是能够被培养的或者能够被激发的吗？是每个人都有的吗？

孙中元：我认为自驱力从培养的角度是可以去培养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激发他们的自驱力，当然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有的人天生自驱力就很强，当然有的人自驱力就不强。比方说有的人，你让他做一个事情，他自己一定会按照这个东西去做，当然有的人可能就需要有人去看着他，所以我们要培养一种环境和土壤，让他们去具备自驱力。

另外,我认为自驱力很强一部分来自外部的压力，也就是没有压力的时候人没有自驱力，人就会放纵自己。作为企业来讲，更多是要让大家意识到，你在这个土壤当中你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安稳地永远地生活下去，更多的是具备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创业是什么？你每天必须回到零的状态。创新是什么？你每天必须比昨天好一点点。这样的话，每个人就具备自驱力了。

HBRC TIME-人才管理专题视频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北森云计算公司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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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键军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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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与未来商业

	
		曾鸣，《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9月刊

	

	

	

阿里巴巴是未来“智能商业”的范例：利用科技支撑的平台，将多方参与者整合进一个生态系统。在该生态系统中，参与者可以共享数据，运用机器学习技术，发现并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这家中国的创新数字巨头为商业世界带来了诸多启示。



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我一直尝试说服在位公司领导者转向平台/生态系统商业模式，也就是智能商业模式。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评估指标和KPI（由董事会设立，与投资者利益一致）与快速数字化世界层出不穷的机遇和可能性脱节。领导者对未来没有深入了解，发展的野心受到限制。如果关键投资者和董事会无法设想传统公司如何打破划地自限的“玻璃天花板”，CEO就无法放眼长远。

多数CEO关注与运营效率相关的短期目标，就像你说的，他们的理解就到这个程度。规模庞大的在位公司如何摆脱狭隘的视野？这是11月欧洲公司领导者在www.platformeconomysummit.com讨论的一大问题。希望听到你（还有其他人）关于如何推进这样的商业模式改革的意见。

——西蒙·托兰斯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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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并非事事皆知

	
		殷阿笛（Adi Ignatius），《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8月刊

	

	



《纽约时报》曾将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称为“美国最不招人恨的银行家”。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社会责任、CEO行动主义和杰出领导力的秘诀提出了独到见解。



文中写的开不完的会，让我很有共鸣。至少在印度普纳的各大高校校务委员会及团队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最糟糕的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多开不完的会！将这种倾向遏制在萌芽阶段，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对管理层的信心。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秘密会议里如果出现不同意见，还会分化出更零碎的小团体，组织中很快就会出现内部斗争。

——奥卡·达克帕卡

读者




季度预测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期规划与展望，已经成为长期困扰组织的根源。组织及其领导者必须抵制维持现状的倾向，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规划。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CEO必须有安全感。如此一来，CEO才能引领组织和员工去往正确的方向。要放眼长远，不要短视。

——哈里什·巴米迪帕提

读者




文章很有意思，特别是标题上那个问题。团队领导者应当时时考虑成员的意见，要明白成员们各自是某些领域的专业人士，在特定话题上比领导者更具权威。另外，创意可能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管理者的指责是将不同的碎片集合到一起完成拼图。所谓领导能力，是要让人们自愿为你效劳。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方法。——德文·德什潘德读者

领导者和员工一同参加短途旅行的例子充分说明，一个能够畅所欲言的空间能为组织带来什么。其他组织也需要这种空间，后续还要跟进。这意味着要适时放弃掌控，有些东西不一定总是跟银行业相关。所以，希望这种情况标志着金融从业者和其他人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些变化。

——拉曼南德·亚纳达南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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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梯式定价法

	
		拉菲·穆罕默德（Rafi Mohammed），《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9月刊

	

	



多数公司都可以实行阶梯式定价策略。公司现有产品大体上都相当于标准版，即使无法同时增加精简版和高级版，也可以推出其中之一，从而获得新客户并增加收入。



我订杂志就是为了看这种文章。这篇文章清晰地阐述了我在整个职业生涯运用的模型，提供了社会化证明，让我得以与高管同事和下属团队分享。

——卡罗兰·德克尔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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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不是管理者该做的事

	
		卡尼·布莱、艾萨克·盖茨，《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0月26日微信文章《控制不是管理者应该做的事，放手才是》

	

	



管理者置身于为团队服务的位置，而不是以监督者的角色居于员工之上，这反过来会直接影响团队的行为：员工得到了解放，能够自由采取行动，而不是消极等待来自上级领导的指示。



管理者最大的成功就是，将团队打造成一支不需要管理者的队伍。——王庆法读者

我大概算是放手赋能型管理者，但用这种方式管理会与大环境格格不入，带来很多同侪压力。员工和管理者博弈的状况相信是很多公司都存在的基本情况。在利益优先的驱动下，员工对公司来说首先是成本，然后是创收工具，既然是成本就要不断压缩，既然是工具就要物尽其用。相信很大一部分公司的老板大致也是这么想的，特别是初创公司。因此，对管理者来说，放手就更加难了，似乎严格管控才是首选。

——Ben

读者




我对文中的观点持保留意见。我同意管理者应该是团队的服务员，但同时也必须是控制员。所谓服务员，就是管理者应为团队实现公司要求的目标想方设法去搜集并提供各种资源，以便团队在尽可能低成本的情况下达到公司要求。所谓控制员，就是管理者根据公司要求，对团队进行监督和确保公司的要求得到落实，并确保团队成员的工作方向与公司战略发展保持一致，或者具体行为规范符合公司的要求。

我们在谈管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好好想想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的目的其实是通过各种控制点来确保团队的发展路径与公司的战略目标（成本、费用、发展方向等）一致。管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什么需要控制，是因为要对事情最终负责的人是管理人员，而不是一线人员，所以控制是必不可少的。

所谓的放手并不意味着下属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而是在规定的规则下，为了提高效率和提高团队的反应速度，而进行最大限度简化流程的活动。做正确的决定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这两方面往往是一线人员比较缺乏的，甚至还有可能存在员工和公司博弈的状况，所以，如果让他们自行去选择并实施他们自己觉得可行的方案的时候，往往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所谓放手是简化不必要的流程（因为会导致时间的浪费），并不等于取消必要的管理或审批流程。

——Ahr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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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好95%的时间

	
		彼得·布雷格曼（Peter Bregma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9月5日微信文章《把95%的时间用在重要的几件事上，你就无敌了》

	

	



管理有助于目标达成的计划，而非管理碎片化的任务清单。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大前提：我们必须学会选择目标并制定合理计划，同时还得掌握综合项目管理技巧，以及平衡人生四大目标（精神、财富、教育和娱乐）。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即使无数次失败也没有意识到，而且日常能接触到的“能力提升项目”也很少提及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更别提训练如何应对这种复杂性。

——Wistle

读者







	特别报道

	

	华为西欧攻略

	王丰 | 文

	

我们边打边摸索，把消费品市场规律、本地资源能力和本地需求真正结合起来，以此驱动产品创新，创建了我们在欧洲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image: ]

华为西欧地区部总裁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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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西欧消费者业务部总裁戢仁贵




华为消费者业务用了14年时间成功地在欧洲开辟出“第二战场”，经过了数年苦熬，近三年突然爆发，做成了两件通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可望不可即”的事：

一是在西欧发达市场取得优势市场份额。目前华为手机在西欧地区大部分国家的手机市场份额达到了20%至30%。其中，在意大利、西班牙的市场份额居首，在德国居次，在法国、英国则稳居第三，其中英国市场份额接近15%，且持快速增长状态。

二是打入欧洲高端市场。最新数据表明，华为手机在西欧地区的销售收入中，有一半来自高端机，这是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突破。品牌全球化运营通常的做法是，面向文化落差较大的欠发达地区寻求品牌溢价，但华为手机的高端品牌P20、P20pro和Mate20、Mate20的最大海外市场不是在亚、非、拉，而是在欧洲，而且欧洲市场的售价不低于中国大陆市场。

如今，在华为全球13个区域市场中，西欧是海外销售收入最大的区域。华为战略与Marketing总裁徐文伟说，欧洲正变得越来越像华为的第二个本土市场。

华为是如何做到的？它能否保持这一优势？

2018年11月7日下午，在意大利新罗马会议中心，HBR中文版专访了华为西欧地区部总裁彭博和华为西欧消费者业务部总裁戢仁贵。



组合才能成功

HBR中文版：华为消费者业务在欧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彭博：第一阶段从2005年到2012年，以数据卡起步耕耘欧洲终端市场，2006年开始为欧洲主流电信运营商做ODM手机供应商，大量的ODM业务使我们在手机行业积累了基本的能力和实力；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5年，放弃ODM转而发展自有品牌；第三阶段从2015年到现在，在欧洲消费品市场真正实现跨越与升级。



HBR中文版：华为西欧攻略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们的成功法则，它是什么？

彭博：是产品与品牌组合式的成功。现在的消费者行业尤其消费者电子行业，已经不可能纯粹靠品牌拉动，必须是产品与品牌的组合，这是个趋势。如果长期不做品牌和渠道的投入，产品再好，在欧洲也很难做起来；反之，如果品牌和渠道都不错，但没有产品做支撑，也很难形成市场优势。



打造“why”价值

HBR中文版：我们先谈品牌。作为一个中国企业，要在欧洲做响品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彭博：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欧洲人往往对来自中国的品牌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可能所有来欧洲市场的中国品牌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过，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在这里趟了十几年，现在欧洲消费者已经信任华为了，随着来自中国的创新越来越多，他们也会慢慢信任其他的中国产品，但欧洲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这种基于质量、品牌和价值观的挑战，在较长时期内还会存在。

戢仁贵：欧洲消费者和渠道特别注重深层次的价值，特别强调“Why”这个层面的价值，他们会问：为什么选择你的品牌？为什么要跟你合作？这个品牌代表什么？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如果他们在价值观上都不认同你，他就不会买你的东西，就不与你合作。

彭博：我们开始做自有品牌的头三年甚至是头五年，基本上处于被渠道伙伴“欺负”的状态，对方要求你怎样，你就得怎样：付款方式、进场费用、中间费用等，游戏规则全都是人家定的，你弱别人强，你没有选择权，只有当你的品牌、产品、市场份额、市场地位发生了变化，话语权才会发生变化。



HBR中文版：既然文化和价值观是在欧洲打响品牌的核心，如何解决这个挑战？

彭博：在深层次上“求同”，挖掘出普适的东西。从2015年开始，我们将重心从知名度转移到美誉度，核心目标是让欧洲消费者认知到华为品牌代表了什么。我在欧洲工作了11年，发现华为与欧洲消费者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某些方面其实是相通的：我们讲艰苦奋斗，欧洲也一样的，欧洲机场最繁忙的时刻是早上6点到8点和晚上9点到11点；大家都认同技术创造价值；都强调真诚、尊重商业法则等等。基于这些相同相通之处，我们突出强调华为品牌“奋斗、信任、创新”的价值观念，做了大量的传播活动，显著地提升了品牌美誉度。

戢仁贵：我们特别注重选择欧洲人能听明白、乐于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故事，比如P20pro，在意大利，我们讲的是“手机摄影的一次文艺复兴”，当地人就非常喜欢。

彭博：在意大利人的历史观里，文艺复兴改变了世界，但今天意大利人已经远离了那段辉煌很久了，他们迫切地需要自己的声音被世界重新倾听，活动中，我们邀请意大利年轻人拍摄一组新的照片放到网上，表达他们的看法，一周内我们就获得了310万的转发和浏览量，我们进一步把获奖的照片在米兰著名的Doumo白教堂附近展出，持续了一个月的线下传播，把商业与艺术、文化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仅用了4个星期，华为P20 Pro的西欧销量就超过了华为P10 Plus的3倍，成为华为史上在欧洲最畅销的设备，创造出商业和社会的双重价值。



全球本地化运营模型

HBR中文版：我们再来谈产品。你们把中国的消费品做成了欧洲市场的主流并进入高端市场，核心方法论是什么？

彭博：核心是创新，如何驱动产品创新？我们边打边摸索，形成了一个glocal（全球本地化）运营模型来驱动产品创新，这可以用三角模型来描述，消费品市场规律、本地资源能力和本地需求，要真正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驱动产品创新，进而创建了我们在欧洲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2016年的P9、2017年p10还是今年的p20，都是按照这个来做的，市场份额就从5%以下跃升到2016年的10%，2017年的15%，今年预计会超过20%。

戢仁贵：从品牌构建的角度上讲，我们称之为glocalcomunication（全球品牌本地化沟通），用合适的方式去讲你的品牌故事，比如在英国讲故事，要讲究幽默、含蓄，在亚洲和非洲讲故事，要直白一点。讲什么内容？欧洲要选择本地素材，讲消费者身边的故事，有效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



HBR中文版：可否具体分析一下glocal运营模型？

彭博：首先，手机是消费品，要遵从消费品市场规律，这是一般性的原则，但这还不够，还要与当地特色资源能力和当地需求结合起来去驱动产品创新。如何结合当地能力？我们讲的“结合”就是联合创新，欧洲有很多技术尤其是传统技术在全球领先，像华为与德国徕卡的合作，结合的就是它顶尖的光学能力。第三就是结合本地需求。比如我们在本地培养了大量的brand ambassador（品牌大使），从他们那儿获取大量的产品反馈。

戢仁贵：举个案例，2014年的Mate7，6寸大屏，性能、电池、有指纹识别技术都是行业领先的，在国内卖断货，但是欧洲人不喜欢，他们当时更喜欢用4寸屏；颜色上，粉色、金色在中国卖得好，但欧洲人偏爱黑、灰、蓝。我们还成立了欧洲产品中心，主要收集与对手的差距以及未被满足的消费者诉求，每个月都会形成报告，做为研发和生产团队进行产品改进和创新的重要依据，由我专门向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汇报。2016年上市的P9，就是glocal运营模型下的创新成果，充分结合了欧洲能力——搭载了徕卡镜头，符合欧洲人的需求，采用当时欧洲人愿意接受的5寸屏，P系列从此在欧洲一路大卖。



HBR中文版：中国企业结合欧洲能力，你们有哪些核心经验？

戢仁贵：过程很难，像我们与德国徕卡、保时捷进行产品和品牌的深度合作，前后谈了近两年，由余总亲自推动并决策。我们这个层面来总结，核心经验有五点：1.价值观和DNA要一致。比如华为和徕卡都追求创新和高质量，都认同技术带来价值；2.克服不信任感。建设科学的管理体系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华为在很多管理领域都有与全球最顶尖的咨询公司合作，集成产品研发、集成供应链、客户关系管理、联合创新管理等等，科学管理体系的建设可以快速增强欧洲公司对我们的信任感；3.互补效应。比如通过华为的合作，徕卡获得了更广泛的知名度，华为则进一步强化了高端、专业、高质量的形象；4.利益。每向前走一步，都要让对方看得到利益。比如2016年P9的成功，加强了徕卡把合作深化下去的意愿。5.不恃强凌弱，这是华为的生态哲学，也是任总的价值观。任总从创办华为第一天开始就坚持着这条准则，他认为商业社会是一个生态社会，你今天欺负了别人，明天别人一定会回来欺负你，要尊重伙伴，也要尊重竞争对手。



三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

HBR中文版：glocal运营模型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似乎很难，它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什么？

彭博：有三点最为关键，一是团队的企业家精神；二是本地化；三是前线与总部平台的柔性协作、快速迭代。



HBR中文版：为什么把“团队的企业家精神”放在第一位？

彭博：能在欧洲取得阶段性成果，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在发挥作用。首先是总部领导层，2012年我们的收入大幅下滑60%，一直到2015年才恢复到之前的水平，此间还要不断地投入，总部领导层的企业家精神核心体现为对自有品牌战略的坚定性以及对团队的信任；其次是余总（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企业家精神就是勇于超越现有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去实现对机会的追求。当2012年我们还在起跑线上的时候，余总就为团队确定了“硬件世界第一、从低端向中高端智能终端提升”的目标。2012至2014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的销量低到四位数以下，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他大会小会被骂，顶着极大的压力，还在欧洲建立13个研发中心，最终把产品性能提升了上去；第三个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是我们前线团队，敢于发挥创造性，乐于担当。

戢仁贵：举我个人的例子，大学毕业就进了公司，不到28岁就在尼日利亚负责一支600多人的团队，接近十亿美元的业务，公司给机会，给责任，给信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2016年接手欧洲消费者业务时，市场份额不到3%，但我们敢于立志五年后做到20%到30%，其实这更多的是一种坚信，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15年前，彭博在拓展欧洲运营商市场，我在拓展非洲市场，但几年之后，我们成为了ICT行业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历，在深层次上决定了我们求胜、必胜的气质。



本地化法则

HBR中文版：为什么本地化非常关键？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如何实现团队本地化？

彭博：本地化是我们基本的运营法则，只有本地化的团队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当地社会的认知、更有效地在当地进行资源整合，我们在西欧的消费者业务团队，从国家主管到首席品牌官，再到基层的市场专员，基本都是欧洲人。

戢仁贵：做好团队本地化，第一是选对人，尽可能找到本地精英，选择那些愿意奋斗的欧洲人加入。面试时，最后一个问题我会问：你认为华为在未来两三年会达到什么高度？如果他不相信华为能够超越三星和苹果，我不会选他。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认知，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会变成他的压力，一旦有这个认知，目标就是动。第二，不让雷锋吃亏，这是任总的哲学，欧洲企业的薪酬结构很难激发员工，干好、干不好，基本是两个月工资的差异，我们打乱了这个结构，干得好，可能多给六七个月甚至是10个月的工资做奖金，把榜样树起来，把团队士气带起来，如今，“以奋斗者为本”的文化已经在团队扎了根，欧洲员工与中国员工没有太大区别，新产品上市，前后一个月非常忙，所有人手机24小时开机，周六、周日主动加班，都是自发的，他们认为自己在一起修建伟大的教堂，而不是被指挥着搬砖。



HBR中文版：如何应对欧洲员工的挑战？

戢仁贵：华为本身就有自我批判的文化，这使得华为整个上下级的沟通都比较开放，这也是我们在欧洲能够吸引到优秀人才的重要原因，大家都愿意在平等的沟通甚至是辩论中吸收不同的观点，讲个故事，2017年集团小徐总（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到欧洲和我们一起做战略研讨。当时，P9在国内反响非常好，在很多性能上超过了友商，但我们仍然提出了改进建议。当时小徐总对这些建议提出了质疑，我当场站出来，用事实说话，与小徐总辩论。在场的CMO（首席营销官）非常吃惊，他是2016年6月份加入我们团队的。会后他对我说，华为的文化确实不一样，你居然能与集团领导PK，他由此认为华为是一家开放、进取、有生命力的公司。其实，对我们这些老华为人来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上下级的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开放的、积极的讨论与争辩，对于更好地认识问题，更多地释放生产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柔性组织

HBR中文版：如何确保前线与总部平台进行柔性协作而不是面对问题相互推诿？

彭博：第一，我们叫倒逼，不叫推诿，因为谁都没办法推诿。这要用两个层面保证，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制度上，华为的研发也要承担收入KPI，也就是说，一线市场团队与平台研发团队承担着相同的市场指标和目标，大家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就会“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文化层面，我们叫“拧毛巾”文化，你往这方面拧，我往这方面拧，你用技术来创新，我反馈客户的想法，给你提供市场知识，倒逼着你创新，双方一起拧毛巾，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得到持续提升。第二，华为KPI不完全围绕短期收益而设计，一定涵盖长期收益。体现短期收益的KPI只决定了你今年的命运，决定你职务升迁的还包括体现长期收益的KPI完成情况。比如我和阿贵（戢仁贵），我们既要承担短期经营指标,也要承担中长期指标，包括品牌、渠道健康度、客户满意度等等，这使得我们做事情不能只着眼于短期而伤害客户、伤害品牌、伤害中长期的健康性和竞争性。第三，容许短期波动。华为的管理文化能够支持团队连续性地围绕着一个目标去奋斗，容许你短期干得不好，但持续干得不好也会被问责或拿下。

戢仁贵：我们有赛马文化和自我批判文化，支持马拉松式的胜利，这使大家愿意聚焦在自身的工作改善上。前线的坚定性或者气魄，关键还得有后台支撑，包括研发体系、整个公司的文化、任总的商业价值观以及总部管理层对前线的了解和信任。有了这些支撑，只要决定干什么事情，我们就会拼命尽全力。别人干8小时，我们可能会干十几个小时，从来不怕落后。我们永远相信只要跑得快一点，就能取得成功。



HBR中文版：纵观华为七年的自有品牌创造历程，尤其在欧洲成功实现了中国企业很少能做到的品牌逆袭，你主要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彭博：归根结底我们是回答了三个问题：1.战略上你有没有决心？有了决心，还要有清晰的目标，要意愿花时间、保持耐心地去做这件事情；2.找什么样的人来做？实质是解决知识和经验的来源问题和学习方式问题；3.如何完成这个学习过程？实质是解决学习心态的问题。当然，到今天为止，我们也不敢说完全懂消费品市场了，我们仍然在一个很漫长的、不断学习的过程当中，消费品是一个跌宕起伏的行业，今天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明天的成功，华为的公司文化价值观里面有一条最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东西就是时刻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

戢仁贵：以奋斗者为本，以客户为中心，这些华为的文化和价值观，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天然优势，在一些外界人士看来，它们更像是口号，但我们的团队整天就是这么做事情的，我们要继续把这些珍贵的东西发扬好，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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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惨痛代价

打造有韧性的机构

人们认为，相对于个人力量，我们组织工作的方式对生产力的影响更大；专业化能够带来商业优势。这些理念正是当今管理学的基石。最终，管理学已经浓缩为一门以杜绝浪费为目标功能的科学，其中涵盖时间、材料或资本的浪费等。人们对效率纯粹效用的信仰从未消退。这一点在多边组织中得到了体现，例如致力于提升贸易效率的世贸组织。它在华盛顿共识中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身份出现，也就是高效版的税收、放宽管制、私有化、透明资本市场、平衡预算以及反浪费政府。而且地球上每所商学院的教室都在宣扬这一理念。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合理的目标。难道我们有理由不希望经理们追求更加高效的资源利用目标？

然而商业思想家罗杰·马丁（RogerMartin）在文章中认为，对于效率的过度关注可能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效应。随着效率的提升，它所带来的效益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因为它催生了高度的专业化，并赋予最高效的竞争者不断增长的市场权力。随之而来的商业环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较高的回报逐渐向有限数量的企业和个人集中，这个结果明显是不可持续的。马丁认为补救方法在于，企业、政府和教育应大力关注竞争优势的非直接来源：韧性。虽然打造具有韧性的机构可能会降低效率带来的短期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带来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商业环境。本文在结束时描述了如何培养韧性。



[自管理]

为什么你的会议索然无味？

研究表明，经理们经常会夸大其自身主持有效会议的能力。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一直不思进取。这个问题会给个人和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不幸的是，因为很少有机构在培训或评价中关注会议领导力问题，因此改善这一局面的责任就落到了经理自己身上。


[案例研究]

高管团队中的嫌隙

在这个虚构的案例中，体育服饰制造商的CEO正面临着两位高管之间持续的冲突。具体来说，销售负责人和首席财务官相互抬杠，而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波及了其团队和整个公司。并不打算卷入这一冲突的CEO对如何处理这一局面感到左右为难。他的选项包括：通过改变公司的薪酬机制来鼓励开展更好的合作，开除两位高管，为他们各自找一个辅导员，以及开展更多的团队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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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集团蔡方方：
人才是企业转型的胜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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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应该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集团”）文化中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即便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平安集团董事长兼CEO马明哲也总想着未来10年能有哪些突破和增长。正是如此，平安集团才能够仅仅用30年，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跻身中国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之一，创造了15年来总资产、总营收、净利润、纳税额复合增长率近30%的增长神话。

近年来，平安集团在金融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不仅位列财富500强第29位，也取得了全球金融机构市值第七位、全球保险集团市值第一位、全球保险品牌第一位的成绩。而这家公司的掌舵人马明哲也两度上榜《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评选的中国百佳CEO。

然而，今天，平安集团早已不只是一家金融企业，集团整体在向“金融＋科技”和“金融＋生态”的新方向转型。凭借先进的科技优势，结合丰富的应用场景，平安集团已经孵化出陆金所、平安好医生、平安医保科技、金融壹账通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向社会输出金融科技或医疗科技服务。

人才的聚集和流动是推动平安集团不断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截至2017年12月31日，集团员工约180万人，这意味着每800个中国人就有1个平安员工。

平安集团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蔡方方2007年就加入了平安集团，伴随公司走过数次转型。提到如何完成如此规模巨大的转型，她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专访时说，“平安集团的转型其实并没有酝酿期，因为我们的特点就是一直在折腾，一直在转型。每当有新科技出现时都会想怎么跟自己的业务结合应用起来。”



向科技公司转型

HBR中文版：作为一家传统的金融集团，平安集团提出想要转型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原因是什么？

蔡方方：两个原因，一个是内在需求，另一个是外部环境。如今平安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型企业，无论资产、规模和盈利都已做到领先，但我们依然想维持稳健增长，就要寻找新突破。因为，金融业的增长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再加上当前金融形势复杂、资本金要求高，合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想要实现有效增长，金融必须依靠科技。

从外部环境来看，科技驱动增长是全球趋势。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要求中国企业自己要掌握科研创新的能力，科技兴国。平安集团拥有良好的基础，在客户、数据、场景，技术、人才和资金方面都有先天优势，更应当投身到整个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大脉络当中。



HBR中文版：平安集团如何定义科技公司？

蔡方方：传统公司与科技公司的差别可以从很多维度来解读。首先是业务规模和集团构成，公司整体业务利润中有多少是科技业务带来的。虽然平安集团目前主营业务还是金融，但从集团的构成来看，旗下子公司当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是科技型公司。第二可以看人员结构。现在平安集团40万的内勤员工中，已经有9万人在互联网和科技型企业中工作，未来技术人员在平安的占比将提升至40%。另外，外界对平安集团的估值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分析师已经开始注重用户数量、接触频次、每个单体用户能带来多少利润等数据，这显然是科技公司的估值方式。



转型的四大人才挑战

HBR中文版：转型的公司最缺人才，平安集团在这一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蔡方方：挑战主要来自4个方面：吸引人、升级人、替换人和融合人，这4个方面都做好，才能完成一个巨大的调整。平安集团在过去30年塑造了非常简单有效的文化，帮助我们逐渐解决这些挑战。



HBR中文版：转型拓展到新领域，如何吸引顶尖人才加入平安？

蔡方方：事业是平安集团吸引人才很关键的手段，也是我们的巨大优势。平安集团的薪资待遇肯定不是市场上最高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之所以愿意加入平安，首先是看重它广阔的平台。现在平安集团排名前100的高管中，60%是国际化的人才。

对于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平安集团海量的数据和业务场景给予他们巨大的发挥空间和可能性，每年过百亿的研发资金投入更是保证了粮草充足。我们在美国东西两岸开设了办公室，吸引谷歌、微软和IBM等公司的人才加入平安集团，现在也有超过500位顶尖的科学家在公司工作。



HBR中文版：要帮助40万员工转型升级，你们做了哪些工作？

蔡方方：5年前，平安就投资8亿做了一套移动学习的培训体系，到现在已经升级换代好几版了。我们为员工准备了适合他的各种课程，现在已经累积有几万门，每个课程都是针对某一技能和能力的，课程也制作得很简短，帮助员工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在全新的系统中，员工不仅有自己岗位必修和根据自己兴趣选修的课程，还可以看到他最崇拜或最关注的人正在学习的课程。

工具和培训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态的改造和升级。平安集团文化中的危机和包容是巨大的推动力：要想不落后，就需要学习；要想完成目标，就需要协作融合。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每一个当下都很痛苦，但回过头看很感激。



HBR中文版：也有一部分人会被替代和淘汰？

蔡方方：是的。每个公司想要长治久安、持续发展，都要持续进行新陈代谢。所以，平安集团实行竞争、激励、淘汰制度，或者叫赛马制。一直以来，平安集团都是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如果没有办法生存和发展，那只能脱落。

此外，一些基层岗位和重复性的工作我们也会用机器来取代，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提高产能、降低成本。当然，人员结构的调整要考虑就业的稳定，保证员工安居乐业。



HBR中文版：新老员工的融合上是否遇到过困难？

蔡方方：在这一点上，平安集团做得还挺让我自豪。20年前，我们就开始引入外籍人员了。起初，外籍专家和本土员工薪资差异巨大，大家心里免不了嫉妒和攀比。但平安集团简单的绩效文化助益很多。我们要求强大的执行力，背景不同、特点不同的人才聚到一起，是要完成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为了实现目标，大家就要彼此学习、相互帮助。危机感也会提示大家，如果不融合的话，每一个人都无法进步。



HBR中文版：在这4个方面的挑战之中，哪个最难？

蔡方方：我认为难度最大的还是升级人，培养人永远是最难的，也是企业能否持续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老员工辛辛苦苦工作那么多年，但是技能提升不上去，就不得不让他脱落。怎么样才能让平安集团的老员工快速提升，这一点挑战很大。我们还是希望所有员工都能跟上公司的步伐，所有人都可以提升，不放弃任何一个有潜力的员工。



平安HR-X系统

平安HR-X系统承载了平安集团30年的人力资源经营经验，充分依托云技术、大数据、智能生物识别等尖端科技，构建了一站式、可覆盖平安员工职业生涯全周期的产品链。在全连通、全智能、赋能员工和企业的设计理念之下，HR-X系统包括“5+1”整体板块。“5”就是传统的人事最核心的功能板块，包括招聘、薪酬、绩效、培训和员工服务五个模块，“1”则指数据底层，将平安集团的员工画像、岗位画像和业务场景所有的数据底层打通，再智能化地支持到五大使用场景。全新的HR-X系统已经部署完成50%，预计到明年年底可以在集团全面上线。新系统支持下，一站式智能招聘平台支持前端小团队自主自助招聘，入职周期也从30到40天缩短为3到4天；千人千面的智能化服务模式，满足员工个性化、多样化的人事需求，进一步升级员工体验；而岗位画像和员工画像的人岗智能匹配，大大激活了组织和人才；构建的大数据平台也能够赋能一线管理者更好更快地进行管理决策。




HR-X智能系统突破转型难点

HBR中文版：平安集团是如何发现可以快速成长的高潜力人才？

蔡方方：也是从心态和技能两个维度出发。首先，必须甄选出那些锐意进取、自我驱动力强、自我成就动力足的人。我们用数字化系统设置了24个正向素质指标和24个反向素质指标来甄别人才，这些指标也会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和绩效建模进行不断的更新迭代。

同时，我们还会将领导者分为综合型、专业型、团队管理型、资源型和销售型等不同的类型，根据不同的团队和目标进行搭配，还要基于领导者本真的特质进行有针对性的发展培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平安集团的所有员工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三维的人才地图，一个维度是业绩排名、一个维度是岗位胜任度，还有一个维度是未来发展的动能。这个人才地图每年会更新两次，也会体现出员工比较及时的成长轨迹。



HBR中文版：平安集团的HR-X系统对此贡献不小，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蔡方方：X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时尚一点的名称，代表速度、可能性和比较颠覆性的改造。它的设计理念主要有3个方面：赋能员工、全连通和全智能。岗位画像、简历筛选和AI面试大大提升了HR人员和领导者的效率，千人千面的移动办公学习系统助力员工成长，成为各级主管的一个实时智能助手。这背后依靠的是企业内部人、财、物的数据全部打通，以及与外部数据的联通。



HBR中文版：这一系统是完全由平安集团自主开发的吗？

蔡方方：对，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一方面是出于数据保护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安集团的体量太大，这么大规模的系统外部开发商也无法支持。我们曾经与第三方开发商合作过一些小的模块，但整个集团跨行业跨公司的整合、梳理和搭建还得靠我们自己。这个过程很痛苦，我自己，我的HR团队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HBR中文版：未来HR-X的系统和能力会开放给外界其他公司吗？

蔡方方：看情况，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一开始肯定会向我们的相关单位，比如说平安集团投资的企业、平安生态系统里的企业优先推荐。另外，对能够使用我们系统的公司还是有一定要求，一方面要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也要有相对成熟严谨的管理系统，追求管理精细化和规范化，否则也没有必要使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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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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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总结了企业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联系的四种方式。




最近，某国际银行的一位高管碰到了一个很有当今时代特色的问题：某位客户按规定只能得到最低级别的服务，但他在Twitter上有10万粉丝。这家银行对社交媒体投入不多，对于为客户定制内容也没有执行标准。但高管在考虑，这位有影响力的客户也许值得特别优待。

在形成社交媒体观念的过程中，很多公司都面临这类复杂问题。为了解企业的应对方法，我们分析了全球各地不同行业1100多家公司的策略和做法，并与70位负责社交媒体项目的高管进行深度访谈。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对各类结果的优先级和容忍度有差异，因此采用四类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策略。

“稳健实干者”：采取这种策略的企业仅将社交媒体用于客服等特定领域。如果想要避免不确定性并使用已有工具评估结果，企业可以使用这种策略。

为提升公司的研发能力，高乐氏的社交媒体团队打造了Clorox Connects网站，邀请客户和供应商参与头脑风暴。团队一般会在网站上发布这样的信息：“我们正在开发X产品，你们希望它具有哪些特性？”为鼓励参与，高乐氏提供游戏形式的奖励，例如回复或评论的用户可以得到点数。网站还设有不同难度的板块，展示出专业水平的参与者可以挑战更需要创意、知识和参与度的问题。公司会给表现最佳的参与者一定曝光度，以此鼓励持续参与。一个成功案例：公司在网站上发布一个关于沙拉酱配料的问题后，很快收到五个回答，公司在一天之内决定采纳其中一个方案，并邀请发布者参与实际产品开发。

“创意实验者”：采取这种策略的企业充分接纳不确定性，通过小规模测试寻找改进各类业务的方法。这些企业在Twitter、Facebook等平台上倾听客户和员工的声音，希望从中获得新知，有时也会使用自主开发的技术进行内部测试。

IT服务巨头EMC就属于这一范畴。公司关注其世界范围内4万名员工使用内部社交工具的情况，以此寻找内部所需的专业知识。为减少外包业务量，公司搭建了EMC/ONE测试平台，帮助员工（其中很多是通过不久前的收购加入的）建立联系并进行项目合作。“我们很清楚，两个月后可能取消这个项目，换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公司社交媒体策略总监连·迪瓦纳（Len Devanna）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内部来做。这样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犯错并得到经验教训，而不会被外界知道。”在一年时间内，EMC/ONE就取得了显著成果。例如，一个需要制作产品视频的部门找到公司内部制作团队，节省1万美元。公司估计，平台节省的总成本超过4000万美元。

“社交榜样”：采取这种策略的企业发起大规模行动，寻求特定结果。这种策略可能依赖于企业内部多个部门和层级的协作，也可能引入外部合作方。

福特2009年为宣传嘉年华车型而在美国开展的Fiesta Movement活动即是一例，这项活动需要营销、传播部门和高管层的通力协作。按照活动方案，福特借给100名参与者每人一辆嘉年华新车，他们将在6个月时间里通过社交媒体坦诚分享驾驶体验。公司组织网上选拔，仔细挑选有大量社交媒体粉丝的参与者。为减少不确定性，公司还要求参与者定期根据特定“任务”（如志愿服务）发表内容，并制定了时间表。在6个月的活动期间，试驾者共发布6万多条内容，累计点击量数百万，其中包括430多万次YouTube播放。这次品牌发布活动在千禧一代受众中的认知度达到37%，创造出5万条销售线索，试驾人次达3.5万。仅用500万美元预算，公司实现了传统营销活动需要数千万美元才能达到的效果。

“社交变革者”：采取这种策略的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进行大规模互动，利用从中得到的收获提升运营水平。

2010年，思科发布员工体验一体化平台（IWE）。推出这个业务社交平台，目的是促进内外部协作，将决策去中心化。平台的功能有点像Facebook的“涂鸦墙”，能实时显示员工的状态和活动，并发布相关团队、业务项目、客户和合作方互动情况的信息。一位管理者认为平台和亚马逊有相似之处。“它会根据你做的事情、你的职位、与你相似的人所做的决策来为你推荐信息。我们正将这一原理应用于整个组织，让合适的信息找到每个员工。”他说。

思科也大量使用视频工具，大部分培训和会议都通过视频下载和调阅，以虚拟方式进行。类似Facebook，系统用户可以在视频上添加标签和评论。这些技术缩短了思科利益相关方相互取得信任所需的时间，让分散在不同地点的团队快速实现平等协作和知识分享。



测试：你的社交媒体策略属于哪一类？

一般来说，企业的社交媒体策略属于下面四类之一。在本测试中得分最高的类型，即为你的公司采取的主要策略。接下来，可以考虑你采取的策略是否最适合本公司的资源条件和目标，以及是否应当更聚焦于单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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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社交媒体策略的企业会如何？

新技术出现时，企业一般会从一个团队开始小规模实验，逐步扩展到更多团队。不同团队的做法通常依据自身情况而定，基本上没有整体协调，难以分享经验教训。一位管理者这样总结他的公司正在进行的社交媒体实验：“这就是一场混战。”

有些情况下，企业在开始时拥有清晰策略，但随着工作铺开逐渐失去焦点。一家专业服务公司允许营销部门在一定限度内使用Twitter等社交平台寻找客户线索。营销部门开头做得不错，运用特定政策、做法和指标来增加与潜在客户的对话。这时它明显属于“稳健实干”范畴。但团队被初期成功冲昏头脑，要求扩大项目规模，在缺乏明确计划的情况下，把“社交榜样”和“创意实验”两种策略掺杂在一起。团队很难招募到内部社区的执行负责人，还要求所有员工在博客和Twitter上宣传公司的服务。

由于缺少高层明确授权和清晰的学习目标，又没有其他部门的支持，团队只能通过设奖的方式鼓动员工参与，还要求HR部门将博客纳入员工职责要求。很难说这家公司现在的社交媒体策略是什么，感觉非常盲目。	

对于社交媒体采取小规模实验策略的企业，应仔细思考扩大规模。自由放任很少能带来长期成功。



[image: ]




投入实践

这些策略并非永久有效，很多组织会从一种策略转向另一种。企业如果希望在特定部门使用和评估社交媒体技术，且能设定清晰目标，则可以从“稳健实干”策略开始。这类企业应找到希望在业务上提高社交媒体化程度的团队（例如营销部门）。

企业采取“创意实验”策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预算较少。将某个项目称为“实验”，可以免除ROI的考量。“创意实验”和“稳健实干”策略都能快速带来显著成果和知识，并成为更大规模项目的训练场。

如果想取得更显著的成果，企业则应采用或逐步过渡到规模更大的策略。“社交榜样”策略能帮助企业发现并招募社交媒体达人，在组织内外推动项目实施。如福特的Fiesta Movement所示，仔细选择拥有较大社交媒体影响力的参与者，能够降低风险。

在所有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社交变革”策略对企业的影响最大，会涉及从研发、运营到渠道合作方和客户的方方面面。从“社交榜样”策略转变为“社交变革”策略，需要组织整体实施重要变革，包括激励体系、业务流程、资源管理、领导力风格等。我们实际观察到的“社交变革者”通常具有更宽泛的社会和商业目标，并将社交媒体技术视为实现目标的关键推动因素（但并非终极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无处不在的Twitter和Facebook分别只有五年和七年历史。谁知道会有什么新技术在前面等着我们？了解企业运用已有社交工具的策略如何演变，不仅在当下有价值，也会帮助管理者适应未来的社交媒体平台。



[image: ]


詹姆斯·威尔逊是Babson学院高管教育项目高级研究员。PJ·吉南和萨尔瓦多·帕里斯是Babson学院信息系统学副教授。布鲁斯·魏因伯格是Bentley大学营销学系主任。







	前沿 Idea Watch

	


	数据控

	升职不一定在一月

员工升职发生在一月的情况比其他月份多，不过其他月份正在追上来。根据领英对全球9000万用户简历的分析，2010年所有升职中的17%发生在一月。

相比20世纪90年代最高时的25%，这一比例显著下降。领英并未给出原因，但一个假设是，企业由于运营速度加快，可能等不到新一年才让职位变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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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公平的管理者会吃亏

				巴蒂亚·维森费尔德（Batia M. Wiesenfeld）

娜奥米·罗特曼（Naomi B. Rothman）

萨拉·惠勒 - 史密斯（Sara L. Wheeler-Smith）

亚当·加林斯基（Adam D. Galinsky） | 文




在管理的问题上，公平是一种美德。很多学术研究证实，最成功的领导者鼓励员工发声，尊重下属且一视同仁，并根据准确和完整的信息做决策。

但这种优良行为却有一项隐含的代价。我们发现，尽管公平的管理者能赢得尊重，但他们常被认为权威不够、掌控资源和施加奖惩的能力较差，而这可能妨碍他们得到某些引人注目的关键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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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包括实验室实验和对数百名企业决策者及员工的调查。我们首先问的是一个经典问题：领导者应该被爱戴还是被惧怕？接下来则更进一步：领导者可以同时得到尊重和权威吗？我们发现二者很难兼得。

以20世纪90年代在辉瑞一路晋升的汉克·麦金奈尔（Hank McKinnell）和卡伦·凯顿（Karen Katen）为例。前者任CFO并负责公司海外业务，以强势的谈判风格和严肃甚至生硬的个性著称。凯顿通过出色的工作表现得到数次晋升，负责辉瑞的主要运营部门，她充分尊重下属和员工，也得到人们的尊重。

2001年CEO换届，两人都进入了最终候选名单，最终麦金奈尔得到任命。一位分析师告诉彭博社：“麦金奈尔是合适的人选，他够强势。”

在多个行业的企业，我们都听到过类似观点。高层晋升决策一般侧重候选人的权威而非公平性。

在实验室环境下，参与实验的学生也表现出同样的偏见。每名参与者都会观察一位“管理者”向“员工”传达薪酬决策。管理者A态度粗鲁，管理者B则态度温和。参与者随后在他们观察的那位管理者手下工作，并在任务结束后针对管理者的权威打分。尽管对参与者本人的态度没有差别，粗鲁的管理者A得分总是高于温和的管理者B。仅仅观察粗鲁和温和两种行为，就足以产生偏见。

我们一直思考，为何管理者并不总是公平待人，毕竟这对组织明显有利：研究证实，变革计划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施中的公平性。我们的研究可能揭示了答案：管理者认为尊重和权威都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影响力，但两条路径互不兼容，而很多人选择后者。

这似乎是更理性的选择，但并不总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它会给组织带来很大风险。以辉瑞来说，麦金奈尔就任CEO后，凯顿和身边一批有潜力的管理者集体离职。而由于公司业绩不及预期，麦金奈尔在董事会的要求下于2006年退休，他丰厚的退休金引起股东激愤。

在评估管理者表现时更加侧重公平性，企业将会受益。我们的后续研究初步表明，风格温和的管理者也能获得权威。这类管理者向上走的路或许很难，但无论对公司还是对自己，这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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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蒂亚·维森费尔德是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教授，娜奥米·罗特曼是该院博士生。萨拉·惠勒-史密斯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助理教授。亚当·加林斯基是美国西北大学Kellogg管理学院教授。








	前沿 Idea Watch

	

	研究控

	品牌名称应包含吉利数字

消费者更愿意选择名称包含吉利数字的品牌，对品牌不熟悉或必须快速做决策时尤其如此。吉利数字都有哪些？答案是在加法和乘法运算中常见的结果，例如10和24。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丹·金（Dan King）和佛罗里达大学的克里斯·雅尼谢夫斯基（Chris Janiszewski）主持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要在Zinc 24、Zinc 31、Zinc这三个虚构品牌中做选择，结果他们偏好Zinc 24。研究者认为，人们对认知难度更低的数字更有好感，而对常见加法和乘法运算结果的好感，来自小学时数学入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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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

	LGBT员工“出柜”更有利

				西尔维娅·休莱特（Sylvia Ann Hewlett）

凯伦·桑伯格（Karen Sumberg） | 文




过去10年，在为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员工创造更包容的工作环境方面，美国企业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今天，《财富》500强公司中的85%设置了针对员工性取向的保护政策，相比2000年时的51%显著上升。但调查显示，很多LGBT员工仍将性取向视为职场障碍，48%受访者称自己在公司保持“未出柜”状态。

我们的研究显示，很多人其实在毫无必要地隐藏性取向，而且相对不出柜者，出柜员工获得晋升的几率甚至更高（虽然公开出柜的高管还相对较少）。出现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不出柜的员工担心同事和上司的看法，花大量精力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占用了本该投入实际工作的能量。此外，隐藏自己身份认同和情感关系的LGBT员工，一般不会参与下班后针对这类话题的闲谈打趣，而这种闲聊能够帮助同事建立关系。

不出柜的LGBT员工中，42%感到在职场中被孤立，而出柜员工这一比例仅为24%。这些因素或许能解释为什么52%的不出柜员工认为自身职业发展停滞，而出柜员工中这一比例仅有36%。这种差异在中层员工中最明显：70%的不出柜中层管理者认为自身职业发展停滞，而出柜中层管理者中这一比例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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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希尔斯（Todd Sears）对这两种状态都有切身体验。他从杜克大学毕业时，从家人、兄弟会成员到同学，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但在纽约一家投资银行上班的第一周，他听到上司称一位同事为“基佬”，于是决定隐藏性取向。过双重生活是有代价的。“这带来很多压力和疲劳，”希尔斯说，“有太多东西不能说或必须说谎，还要时刻戒备。”他一年后跳槽到一家精品投资公司，在面试过程中就公开了同性恋身份。他的新上司将他的性取向化为优势：公司成功与一家关注同性恋文化的媒体公司签约，而希尔斯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之后到美林工作，在那里建立了华尔街第一个专注于LGBT群体理财规划的团队。

社会对个人性取向的态度仍是一个复杂议题，偏见依然存在：根据近期一项调查，48%的异性恋美国人反对同性婚姻，52%的异性恋男性认为LGBT员工“不应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影响他人”。但对管理者来说，考虑到员工士气、保留率和更宽泛的商业原因，创造能包容所有员工的氛围是一项关键任务。最近一项估算显示，仅在美国，LGBT群体的购买力就超过7000亿美元。对这一群体持开明立场的公司，将更有机会赢得顾客的忠心和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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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休莱特是工作与生活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Policy）经济学家、创始总裁。凯伦·桑伯格是该中心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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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湘君的
“逆生长”营销哲学

	麻震敏 | 文 周强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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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首席营销官王湘君




从文化到管理再到商业，如今年轻人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二次元、饭圈、宅男、说唱、国风……年轻人的娱乐文化风靡全球。麦肯锡《2017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指出，这群年龄在17至27岁之间的“数字原住民”，从现在起到2030年，将贡献中国总消费增长的20%以上，高于其他任何人口类别。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到，在人类社会经历了晚辈以上辈为榜样的“前喻文化”、同辈人之间互为学习楷模的“并喻文化”后，社会进入了长辈反过来需要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期。

中国似乎已经进入“后喻时代”。对于需要抓住年轻人的品牌来说，年轻人决定了流量和消费的趋势，抓住这个人群，理解这个人群的娱乐文化、价值观和消费习惯，将是未来引领增长的关键。

但是想要吸引他们的持久关注太难了。爱奇艺首席营销官王湘君对此感同身受。她坦言，“虽然爱奇艺从成立之初就有非常强烈的年轻基因，但我们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担心品牌老化，害怕被年轻人抛弃。”这被媒体总结为“爱奇艺式焦虑”，也被媒体解读到，正是这种健康的危机感推动爱奇艺保持年轻化，在内容和营销领域不断实现突破式创新。

“获得年轻人喜欢的前提，是真正了解他们想要什么。”王湘君非常重视爱奇艺平台年轻用户的反馈，实时监测品牌健康度和年轻度。她同样喜欢与年轻人做朋友，与90后和00后平等沟通，主动寻找机会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中。她认为，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在价值观层面与年轻人产生共鸣，才能做出他们喜欢的内容。

基于这种认知，王湘君和团队在娱乐营销方面不断打造让行业耳目一新的创意和玩法。比如，以“越努力越幸运”为倡导的《偶像练习生》，开启中国明星养成时代，重新定义流量偶像，为整个娱乐行业生产出新鲜的血液。还基于《偶像练习生》与粉丝的互动式营销方式如投票为爱豆打call、争取爱豆福利时间等开发出饭圈玩法。

在王湘君看来，娱乐行业魅力就在于变化，娱乐营销除了要了解年轻人，还要让自己先娱乐起来。在与王湘君的沟通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些爆款文化、内容、潮流的制造者的年轻状态：“我们公司好多同事都是待了超过5年甚至8年的员工，虽然都是在同一个岗位上，但是每年玩法都不一样，真正年轻是一种乐观、开放的心态。”王湘君提到，她特别喜欢与娱乐产业的人一起聊天，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下，产出了非常多的创意。她还热衷于将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人，喜欢追剧、追综，爱奇艺平台几乎每个综艺、大剧都会刷，看到自己喜欢的会在与客户、朋友聊天的时候，以非常生动的方式现场力推。

不仅敢于提出“衰老”焦虑，王湘君也以自身经验给出了解决方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升业务技能；汲取市场上新鲜有趣的内容更新储备；以求生欲为驱动，打破固定模式敢于创新；时刻保持逆生长的“年轻心态”。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焦虑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经意间的品牌老化。王湘君的“逆生长”品牌营销哲学，为整个娱乐营销行业带来全新的价值体系，也正推动着一场巨大的行业变革。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营销管理学副教授斯特凡诺·蓬托尼（Stefano Puntoni）开展了一系列实验。实验中，他让女性参与者接触性别暗示，如展示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广告，或要求她们写文章探讨性别问题，随后让她们评估自己罹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或询问她们为消除卵巢癌的研究的捐款意愿。实验结果显示，看到粉色的女性不太认为自己会罹患乳腺癌，为癌症研究捐款的几率也会降低。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预防乳腺癌，粉色有害无益

	THE COLOR PINK IS BAD FOR FIGHTING BREAST CANCER

			特凡诺·蓬托尼（Stefano Puntoni）| 访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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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托尼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蓬托尼：我们最初的假设挺无聊的。我还有两位研究伙伴是英士的史蒂文·斯威登（Steven Sweldens）和伦敦商学院的纳德尔·塔瓦索利（Nader Tavassoli），我们一开始以为粉色和其他性别暗示会让抗击乳腺癌、卵巢癌等女性疾病的宣传活动效果更好。然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参与实验的女性写性别相关文章时，只有42%的人表示会为卵巢癌研究捐款，写无关文章时这个比例则是77%。看到粉色的乳腺癌相关广告的女性，认为自己会罹患乳腺癌的人数比例远远低于看到中性配色广告的人。我们觉得实验结果出问题了，于是继续研究。为观察性别暗示对女性记忆程度的影响，我们在一个网页上放了乳腺癌相关广告，让受试者观看网页，但并未提醒她们注意广告。网页内容与女性相关时，有33%的受试女性想起网页上有这样一则广告；内容与性别无关时，记得广告的人有65%。3年以来，同样的实验结果出现了10次。事实就是这样。



HBR：粉色为什么无法鼓励女性去抗击疾病？

心理学上关于防卫反应的论述有很多。我们如何应对威胁感，应对我们难以理解的事物？这类事物会激发强大的否认机制。用粉色作为主色调，让女性思考关于性别的话题，都会触发这种机制。这种做法让女性感到，这是一件有关女性自身的事情，粉色，这是为你准备的，你可能会死掉。这个暗示本身并不具备威胁性，只是一种颜色而已，但它会把你的身份认同与威胁联系起来。



有一条营销原则是你打造的品牌应当在情感上与消费者建立联系。这项研究发现却恰恰相反。

没错。想要设法被消费者一眼认出，一直记住，这个原则没有问题。要推动社会改变就该这样。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让一个品牌与消费者切身相关，不一定能有更好的宣传效果。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的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恰恰相反。



我确认一下，颜色本身没有问题，但其中的性别暗示触发了否认机制？

对。我们认为，女性化的颜色、符号和声音，与女性有关的形象，明确指向女性的文本，“粉色思维”（think pink）这个流行词，诸如此类的元素都不利于抗击乳腺癌的筹款活动。



就是说所有的性别暗示都会触发这种防卫反应？

不是的。首先，讨论的对象一定是有威胁性的。比如在研究中，我们把乳腺癌广告放在网页上，对照组的网页上放的是睫毛膏广告——化妆品不会激发防卫反应。结果证实，网页包含性别暗示与否，并不影响对照组对广告的记忆程度。其次，男性和前列腺癌似乎没有这种负面效应。我猜这是因为前列腺癌对于年轻男性的威胁程度不及乳腺癌对年轻女性的。前列腺癌多发于老年男性，但乳腺癌是年轻女性群体的头号杀手。



粉色在抗击乳腺癌的宣传中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更换，有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它的负面影响？

我觉得有。我们正在收集证据，证明意识到这种恐惧本身就能解除防卫机制。我们还发现，帮助受众建立缓冲应对乳腺癌带来的威胁，就能消除威胁感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如让受众回想自己帮助他人的经历来激起自尊感。



粉色为什么带有性别暗示？

纯粹是我们的思维如此。粉色成为女性化的颜色是近现代才有的事。在20世纪以前，粉色是属于男性的颜色。将来也许还会改变，但就当下来讲，粉色代表女性，而且产生了这种效果。



男性对粉色有什么反应？

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女性观看两个关于乳腺癌的广告。她们发现，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广告比另一个更加性别中立的使用桃子意象的广告更难理解。我们猜测可能是因为对照或其他视觉效果的影响。但同样两个广告，男性受试者认为粉色的稍微容易理解一点。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更多了解。我要说，看到更多男性穿上粉色衣物彰显对乳腺癌的意识，可能会逐渐消除粉色自带的性别暗示。也许粉色会对男性产生赋能效应，让他们因此而更多地捐款。这一点尚不得而知。



你觉得这是有关性别暗示的一种全新研究方向吗？

很新，但我们真没什么想象力，全靠充分的有效数据说服我们。如果不是对最初的结果抱有怀疑，我们可能早就发了论文。这十年来研究者在消费者利益上下了更多功夫。比如说，我们作为研究者该如何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决定？如何在暴饮暴食、疾病防治等领域推进改变？这些问题都是消费者利益的一部分。我们的性别暗示研究原本可以走向更宽泛的领域，但乳腺癌这种疾病非常重要，我希望能多做一些针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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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上一个五年在全球AI发展关键时刻和领域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和事，展望下一个五年AI产业新秩序的建立。




足够大的技术辐射效应，正在将人工智能推向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麦肯锡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可能为全球额外贡献13万亿美元的GDP增长（此为总体数据，去除了竞争影响和转型成本），平均每年推动GDP增长约1.2%，足以比肩历史上其他几种通用技术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例如19世纪的蒸汽机、20世纪的工业机器人和21世纪的信息技术。

过去数年间，各大国均将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其中，中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从国家战略层面展开布局。

作为一个效力将堪比原子能的新技术行业，人工智能此前的发展，得益于一代科技研究者和企业家的探索践行。其下一阶段的发展程度，除政策支持外，还将取决于行业、资本、技术发展等多维度因素。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联合数易创研发起了一个针对人工智能行业相关从业者对下一阶段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调研，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各领域发展前景、人工智能应用未来发展前景预判，及人工智能驱动和阻碍因素等主题进行了调研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出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三大热点和下一阶段的趋势预期。总计200名人工智能行业从业者接受了我们的深度调研，他们身处人工智能行业的不同公司不同岗位，观察行业发展的视角和感受各不相同。

在行业现状和前景调研的同时，我们多维度收集、梳理及多角度评选，遴选出“全球最受关注的十大AI领军人物”，上榜的领袖人物包括了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等。

把这10人列入榜单“十强”是依据他们影响力所及范围、在最直接影响范围之外发挥力量的能力、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判断力以及积极施展能力的程度。

他们所在的公司充分利用AI技术拓宽了公司赛道，并引领行业新的发展潮流；他们并非全球科技公司拥有最高技术能力的人，而是一群使用想法、洞察力、行动，对公司和行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三大亮点：硬件化、数据化、商业化

本次调研样本总量为200份，其中，普通职员样本量为89份（占样本总量44.5%），公司管理者（经理及以上）为70份（占样本总量35.0%），事业单位职员为41份（占样本总量20.5%）。职位涉及高管、产品、技术、市场营销、运营、销售和相关专业教师。200位受访者中，人均工作中涉及的人工智能领域达到1.6个。其中，智能语音技术涉及最多，其次是自然语音处理技术和计算机视觉技术，这与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细分市场成熟度相匹配。

调查结果显示，93%从业人员对人工智能行业持乐观态度，达4.47分（满分5分）。

过去五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尤其在硬件创新、技术研发创新和商业应用创新方面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势，为中国人工智能下一个五年打下良好基础。

第一大亮点是，人工智能硬件产业极大发展。

过去五年，全球最受资本市场追捧的人工智能项目主要集中在：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以及智能安防，这三大领域都是以硬件产品为核心，在机器人、汽车以及摄像头中植入算法后，能够极大改善甚至颠覆原有的传统行业。

在语音识别技术领域，智能音箱成为主流落地产品，从智能音箱延伸出的智能家居也逐渐普及。2018年11月12日，美国科技市场研究公司Strategy Analytics发布《2018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音箱市场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智能音箱出货量第三季度达到2270万，创历史新高。这个季度，中国的百度改变了全球市场格局，市场占有率猛增至8%，排名全球第四。

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受访者认为，智能手机是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应用入口；其次是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电视。人机交互体验升级是促进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次是5G即将商用和消费者接受度大幅上涨。

第二大亮点是，中国是世界上数据量最丰富的市场，也提供了大量围绕数据的创新机会。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灵魂。由于不少人工智能公司仍然以开源数据库（例如Imagenet等）为主要数据资源，这在公司发展初期，能够快速起步，验证技术能力，但在实际应用中，开源数据库提供的养料有限，构建有行业独特性的数据库的能力，是接下来人工智能企业的重要目标。

第三个亮点是，和美国注重基础科研相比，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注重技术和应用结合。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在金融、汽车、健康、安防、互联网服务、零售、企业服务、教育、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全面落地开花。

我们的问卷列举了17个人工智能应用，受调研者对下一阶段发展前景最为看好的领域前四分别为：手机及互联网娱乐刷脸解锁、公共安全领域大数据研判、医疗健康领域医疗影像分析和交通出行领域智能车载。



十大AI领军人物

全球范围内商业化最成功的商业公司，及推动这些领头公司实现人工智能转型的领袖型企业家是引领整个行业前行的灯塔。他们在全球AI发展的关键时刻和关键领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遴选出了十位领袖型全球企业家，排名前五的依次为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

他们并非全球科技公司拥有最高技术能力的人，而是一群使用想法、洞察力、行动，对公司和行业发展产生实际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苹果公司CEO库克的入选，印证了本文前述调查观点——智能手机是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应用入口，其次是智能机器人和智能电视。人机交互体验升级是促进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苹果手机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为是软硬件生态结合最好的智能手机，也是最早、最好地将AI技术融入到智能手机的公司之一。

库克接管苹果以来，不仅将苹果带入了美股第一个市值过万亿的公司时代，也将人工智能作为苹果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

苹果手机的AI技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用于照片应用和面部识别的图像识别技术；用于Apple music的听歌推荐，通过对用户听歌记录的学习来调整作出相应的推荐；AI芯片，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苹果公司也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最为大手笔的巨头，近年来投资了包括VocalIQ、Turi和RealFace等众多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企业。iPhone最新的面部识别Face ID作为解锁方式，就得益于收购的面部识别厂商RealFace的技术。

苹果最大的优势是十几亿数量的硬件设备优势，任何一个厂商无法比拟，在即将迈入的万物互联人工智能时代，苹果还将是智能家居、移动支付、智能汽车等细分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引导者。

微软现任CEO萨蒂亚·纳拉德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被认为是从业人士眼中的领袖，原因相似，他们分别带领了一个传统巨头公司从上一个时代成功跨入AI时代。



“全球最受关注的十大AI领军人物”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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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中投票产生的“全球最受关注的十大AI领军人物”。调研投票维度涉及1. 在AI的关键领域、关键时刻，起到关键推动作用；2. 拥有整套成系统的自主AI技术，且这些技术全球领先；3. 有全球范围内高认可度的产品及服务，商业化最为成功。





萨蒂亚·纳拉德在执掌微软的几年中，投入众多资源用于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创新技术发展，使微软这艘大船昔日辉煌重现，成为全球云和AI核心玩家。在人工智能方向，微软拥有了一支规模高达8000人的AI军团，被誉为AI人才黄埔军校，各巨头争相抢夺微软AI领军型人才。微软在纳德拉带领下重回巅峰，截至美股11月23日，微软市值超过苹果，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当日收盘时，微软市值为7533.4亿美元，苹果市值为7468.2亿美元，亚马逊市值为7366.2亿美元，Google市值为7255.2亿美元。华尔街认为微软将很快突破万亿美元市值大关。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是获选的唯一中国面孔，他创立的百度是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积累最深、布局领域最广的代表性公司。李彦宏本人作为中国AI行业的启蒙者，是一个十足的“体验派”AI领军人，他曾经乘坐无人驾驶车驶上北京五环，在中国社会层面极大地普及了无人驾驶观念。百度从2012年开始涉足人工智能，当年12月李彦宏拍板牵头搭建百度人工智能实验室，网罗了一批全球AI大牛并在随后的六年时间中不断壮大研发队伍。

6年来，百度一路走过了技术布局、产品落地到商业化布局不同阶段。李彦宏作为百度操盘手，在战略上保持了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连贯性和整体感。

在技术上，百度的研发触角不仅在人工智能应用层，还深入到技术层和基础研发层。在过去几年，百度是全球科技巨头（谷歌、苹果、微软、IBM等）在评判竞争对手实力时少数甚至唯一的中国选手。百度是唯一连续三年入选MIT“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的中国公司，2018年百度再度以实时语音翻译领域“关键玩家”的身份入选。

在业务和产品布局方面，百度Apollo与金龙客车合作打造的“阿波龙”客车开始量产，自动驾驶系统Apollo迭代至3.0版本；发布AI芯片“昆仑”；“百度大脑”进入了3.0阶段，成为百度商业化的重要AI赋能平台，一旦AI大规模商业化，它将成为基础设施，触角将延伸到各行各业。李彦宏的战略视角和百度的实践，为中国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竞技中找到了突破口和示范效应。

亚马逊以电商起家，后又转头布局公有云，引领了全球公有云浪潮。云是人工智能的基石，电商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天然平台，所以，从前年开始，亚马逊已经在电商和云之后开始布局AI，尤其是语音AI和深度学习技术。

杰夫·贝佐斯不是技术科学家，但他具备敏锐的技术和商业嗅觉，他对新技术潮流的判断，不仅将老牌电商亚马逊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通道，也引领了这一波商业的新潮流。

多位接受本次调研访谈的核心行业高管认为，人工智能下一个发展高潮，需要学界产业界领袖更积极、更务实的探索，以点带面，形成势能。



AI巨头露锋芒

人工智能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资本助力，但目前已出现重复投资和盲目跟风的现象。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风投投资总额从2011至2013年的120亿美元跃升到2014至2016年的770亿美元。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风投规模位居世界前三。

风险投资具有强时效性，人民币基金的投资回报周期为5年左右，美元基金为8年左右。过去几年人工智能领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但退出渠道至今不明朗。2018年对于人工智能领域，风险投资也开始持观望态度。

几乎所有已经到B轮的AI公司高管受访者均表示，商业主导技术，技术和产品为商业服务。这和2017、2016年的情况完全不同。投资人开始认为，AI应用技术暂时已经到达了一个“溢出”阶段，单纯的AI技术公司将不会存在于未来的商业世界，至少不会是主流明星公司。商业主导技术，技术和产品为商业服务。

这在一定程度上撇掉了人工智能拓荒时代快速积累起来的泡沫。那些既没有技术，也没有实质落地商业模式的“假人工智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资本的加持。

技术成为AI行业的敲门砖和基础门槛，商业落地能力是更高要求，只有那些具备技术能力，并且能够快速解决实体经济问题、提升行业效率，甚至颠覆传统商业模式的公司才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

这些巨头在人工智能的布局上也呈现出了两个趋势：一边深度研究中层和底层技术，一边将AI能力全面落地到业务。

尤其在业务落地方面，巨头有天然优势，并走得飞快。

谷歌是一家“全身流淌着AI血液”的公司，它的目标不仅是将AI变成谷歌体系所有产品的基因，更大的野心在于塑造一个“通用型人工智能”新秩序，谷歌则是这个秩序的主导者之一。今年11月，谷歌开始尝试面向小部分Pixel手机（谷歌自有品牌手机）用户开放AI预订服务Duplex的测试，通过Google Duplex，用户可以选择预约功能让Assistant自动拨打商家电话，同时报告用餐人数、日期和时间等信息。这个测试的意义在于，如果测试结果良好，这项AI服务将可以广泛支持所有安卓手机。

传统业务之外，谷歌在自动驾驶领域走得最快，研究最深，截至今年9月，加州车管所（DMV）向谷歌颁发的测试许可证车辆已有100辆，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路测规模。

对微软这样的公司而言，人工智能的落地也在两个维度：一是将AI能力注入到微软现有的每一个产品中，形成新的AI产品；第二是加速与产业、企业的结合。但微软是一家云平台公司，微软的云业务Azure从一开始就被称为智能云，汇聚了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部投入与技术积累，是开发、部署、运行人工智能的云平台。

两年前，微软首次公布了运行于Azure的AI认知服务，以API的形式为开发者提供易用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两年后的今天，微软在应用服务领域走得更远了，在全球推出包括语音、视觉、语言、机器翻译等功能的24项服务，超过100万开发者使用。这些能力可以被开发者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

作为中国AI最具代表性的企业，百度最新数据显示，AI驱动新业务强劲增长。基于对用户兴趣的深度学习、挖掘与洞察，百度产品规模效应凸显。9月份，百度家族20多个App月活(去掉重复用户数据)达到9.9亿，同比增长28%。

除自有业务之外，百度在自动驾驶、城市和医疗等领域，也相继落地一些业务能力。在最受外界关注的自动驾驶领域，近期，百度与中国一汽共同宣布国内首个L4级别自动驾驶乘用车Apollo红旗L4乘用车的量产计划，这款车将在2019年底小批量下线示范运行，2020年大批量投放更多城市运营。

可以看到的是，巨头们虽然基因不同，AI能力落地的重点方向也有所不同，但普遍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改造升级自有业务，一方面扩散延伸触角，寻找新的蓝海。



政策红利中的下一轮增长

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资本、资源注入，帮助新的人工智能公司和人工智能研究获取足够的支持，政府导向此时显得尤其关键。自2013年以来，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战略和政策。

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具体国情存在差异，因此，各国人工智能战略与政策各有着重点，其在研发重点和重点应用领域也大不相同。

美国作为科技引领型强国，人工智能政策着力点在长期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影响和变革，对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域，比如芯片、操作系统等计算机软件领域以及金融业、军事和能源领域，力图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

欧洲研究领域多涉及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等社会科学领域。其中，英国的覆盖面较小，聚焦硬件CPU、身份识别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人才培养；德国人工智能规划与“工业4.0”战略并行，着重在制造业等领域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

日本在机器人、脑信息通信、声音识别、语言翻译、创新型网络建设、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已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应用领域，日本维持两条主线：一是传统的替代人力的机器人制造与应用，力图实现日本国内的生产自动化、无人配送和大规模物联网；二是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健康、护理以及自动驾驶领域。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人工智能发展，从2015年至今，已经从国务院到省市自治区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指导，包括“十三五”规划、《“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

政策的牵引作用明显。到2018年10月，国内20多个省市陆续发布规划，确定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各地政府制定政策的重点从人工智能技术转向技术和产业的融合，关键词也在“落地”。

政策的不断完善，代表着顶层设计框架搭建完成，这一方面将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提供方向，也为人工智能产业整合行业资源扫除了障碍，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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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宝洁大中华区总裁：
带领企业重回增长

马睿思（Matthew Price） | 口述 廖琦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马睿思就任宝洁大中华区总裁之时，公司业绩遇到挑战，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战略在中国不再有效。接任后，他强调理解中国消费者，并制定了四项关键变革措施，让这家快消品巨头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




我得到这份工作邀约时，是在四年前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接到了我老板的电话，他告诉我，全球C E O雷富礼先生（A.G.Lafley）（现已退休）将给我打电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份在中国的工作。不过，除非我接受这份工作，否则他是不会拨通电话的。这情形有点像是相亲机构在问我是否愿意赶赴一场约会。

其实，当时在宝洁中国工作的一些人曾经有过俄罗斯的工作经历，而我也曾在莫斯科工作过（之前，马睿思在莫斯科担任过宝洁东欧区副总裁），这让我在一个小时内就做了决定。我对快速发展的市场充满热情，我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工作。我不想把中国称为发展中市场，因为它是高度发达的。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市场，它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位置，这是非常独特和不寻常的。而且，作为领导者，你会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治权的地方工作，我在这里能产生影响。中国离宝洁总部辛辛那提很远，我的老板在一万三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所以，对于做老板来说，中国是个好地方，在这里我可以作为一名“迷你CEO”掌舵公司。

我于1987年在英国加入宝洁公司，至今已有31年时间。我在西欧、东欧、中东和非洲等不同区域市场工作过，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中国来说，发展速度是这个国家的显著差异。消费者在快速变化，消费者非常数字化。零售环境的变化速度也很快，从初级、传统的小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零售商，中国市场的复杂程度之高、变化速度之快、波及范围之广，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当然，其他国家的工作经历对于管理中国市场也有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市场的一些要素其他国家也具备。西欧也在发展电商，零售环境相对多样，但无法跟中国相提并论。俄罗斯的工作经历是很好的培训，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也有一个相当多元化的零售环境，它面临的一些挑战在中国也存在。俄罗斯拥有更大的传统贸易市场，也有大量的经销商，而分销在中国仍然非常重要。所以，了解俄罗斯和中东欧的经销商，也对管理中国市场很有助益。



马睿思简历

2015年1月1日出任宝洁大中华区总裁，带领大中华区重回增长。



2010年，担任宝洁西欧区婴儿护理品类副总裁，他的职责范围还包含中东欧、印度、中东及非洲地区。



2005年，前往莫斯科出任宝洁东欧区副总裁。



2001年，被任命为宝洁巴尔干半岛区域总经理及副总裁。



1994年，从英国前往希腊出任纸品类市场营销经理，继而出任纸品类市场营销总监。



1987年，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并取得经济学学位后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助理经理。




重新认识中国消费者

在来中国之前，我试图对业务做些判断。我们是中国最大的消费品公司，在过去的12个月中，95%的中国消费者用完至少一种我们的产品。75%的消费者使用了三种产品。在中国，宝洁是一家真正的大公司，我们进入中国已经30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最近几年，我们没有充分理解消费者，也没有做到随消费者而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把它看作是亚洲市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把宝洁为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带到中国，然后再应用到中国市场之中。

后来我们意识到，消费者实际上在寻找高端产品，我们所有类别产品所在市场都呈现高端化趋势。然而，过去我们没能提供正确的创新，消费者想要高端创新，而我们高端产品的市场份额却在下降。我们没有足够能力为以电商为代表的新兴渠道提供支持，我们在各个渠道上的支出也不够均衡，这带来了一些市场进入的挑战，这些导致了我们2016财年的销售业绩下滑。

我们的目标是赢得中国市场，并增加市场份额。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理解消费者开始。2015年1月我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与消费者交流。我在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前三个月的每个周末我都在不同的地方出差，现在依然如此，上个月我还在云南待了两天。我也尽可能多地与零售商和员工交流，有时我还会跟店里的美容顾问聊一聊，从而了解市场上的最新动态，因为我得到的信息不一定能反映出市场的实际情况。

宝洁的许多产品针对的是女性，而中国女性拥有不同的需求和购物习惯，她们有些生活在上海，有些生活在西安……我认为理解卢女士或李太太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真正了解她们，我走入中国不同地区消费者的生活，沉浸在她们的生活习惯当中。然后我知道了她们如何洗衣服，如何洗头发，如何照顾孩子等等。卢女士还是世界上最挑剔的护肤品消费者之一，在护肤方面，她每天要比美国消费者多使用两到三次的护肤品，她会使用许多不同的眼部护理产品。在效果上，她与美国消费者的诉求也非常不同，她还非常乐意尝试新产品。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我试图对她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我才开始研究我们的业务，看看需要做哪些变化。但首先必须从深入了解消费者开始。



四项关键转变

在到公司的30天后，我把所有高层领导叫到一个房间，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的四个重大问题——没有正确的创新、没有在新兴渠道投资、渠道费用不够均衡，也没有根据中国消费者开发或定制新的市场传播策略。所以，一切都要从重新聚焦于消费者开始，我们就这些问题达成一致后，整理出了一份优先事项清单。100天后，我把所有中层管理人员聚到一起，我说了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然后公司召开了一个约有3000人的大型会议，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

我带给公司的是强烈的消费者聚焦，我认为我设立了正确的优先级，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优先事项有哪些。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中，你必须定义问题所在，明确优先事项，确保团队专注于执行它们，这些非常重要。

我们的第一个改变是要基于消费者变化的创新，也就是带来更多的高端创新，并确保我们所有的研发都是针对消费者的。现在，宝洁在中国出售的产品中有超过40%属于高端、超高端线。我们也开始为中国设计产品，并将中国的研发部门作为品牌全球项目的一部分，让研发可以专注于中国并为中国带来创新。现在我们的很多产品是由在北京的中国研发人员开发的，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和理解各类消费者。

第二是改变我们与消费者的沟通方式。中国消费者是高度数字化的，他们在手机上看广告，具有很强的移动性。过去我们倾向于开发适合电视的广告，三四年前，我们80%的广告是在电视上播出的，而现在这个数字是20%，这迫使我们改变过去传统的广告方式。电视仍然很重要，但对于所有高端产品，它们需要更具有针对性、并且真实的品牌故事。所以我们现在更聚焦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开发适合这些新环境的传播方式。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做出很大改变，在代理商和各项能力上的改变，瞄准消费者的方式也不得不改变，还有我们的媒体宣传策略。

第三个改变是中国本土市场营销策略的开发。过去，我们倾向于依赖全球的营销人员，使用他们为品牌开发的全球营销策略。现在，中国大部分产品的营销策略是由中国人开发的。宝洁的玉兰油的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出现下滑，其全线产品销量也在下降。通过改变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2017年，玉兰油销量增长超过20%。

最后，我们还想确保自己追随消费者的脚步，并保证在这方面足够的投入。我们为电商创建了一个完整的业务部门，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渠道进行管理，我们任命了一位非常资深、副总裁级别的中国人担任电商部门的负责人。开展电商业务需要营销、物流、IT的支持，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融合多种职能的团队，让我们可以更专注、行动速度更快、并且能够制定专门的线上沟通策略，甚至是开发电商渠道专用的产品和产品包装，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还希望通过电商扩大产品组合，引入更多的品牌。我们已经带来了9个品牌，其中有4个洗护发品牌，我们现有的7个洗护发品牌也很快会扩展到8个。当然，分销商仍然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确保公司为所有渠道客户带来价值和充分的收益。



重新赢回中国消费者

我最喜欢的一句关于中国的说法是，“在中国，每一件事都很难，但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在欧洲，每一件事都很容易，但没有一件事有可能。”我认为中国这片土地充满了可能性，但显然，做事情不容易。特别是作为一家大型组织的领导者。在跨国公司工作意味着我必须团结很多人，让大家朝一个新方向共同前进。

我们的中国团队想赢，他们对工作充满激情，希望成为获胜的一方。令这些人沮丧的是，过去他们没有获得能够赢得中国市场的工具。如果你在战斗，却没有得到对的资源或适合的创新，这当然会产生一些挫败感。坦白讲，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关注中国消费者，所以无法采取行动。可能会有人担心我们是否能够再次获胜。2017年，玉兰油销量的大幅增长让员工们看到了希望，所以公司文化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大型组织中，一个品牌拥有全球范围的产品项目、技术和定位支持，是非常高效的。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不足以赢得每个市场，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婴儿护理产品方面，西方母亲往往关注的是纸尿裤是否足够干爽。但在中国，许多人家只有一个婴儿，而且有很多人照顾婴儿，他们经常会更换纸尿裤，所以消费者更关注纸尿裤的柔软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发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纸尿裤，它有更柔软的材料和更好的设计。实际上，纸尿裤的制作非常复杂和昂贵，这个改变的投资巨大。所以，介入这类事情显然需要一些讨论。当然，随着我们花更多时间了解消费者，我们意识到这么做是正确的，并且能够投入资源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我们的业务表现更好了。2017财年我们的业绩有所回升，2018财年中国市场的有机销售额增长为7%。我们占宝洁全球业务不到1/10，但我们的增长占比超过了30%，而且大中华区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我们对公司的全球增长有显著贡献。宝洁每年都会发布业绩报告，每季度、年度财报都在辛辛那提发布，这一传统已经维持一百多年了。2017年，宝洁首次离开美国，选择在中国发布第一季度财报，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很高兴宝洁中国在增长，并且增速更快了。但我认为宝洁中国仍然有很多工作，坦率地说，在中国，你的工作永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因为消费者、市场变化之快，总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放眼未来，我们必须专注于持续、更好地理解消费者。我们会增加新的品牌，继续改善我们与消费者的沟通方式，并且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组织，通过设计确保组织有能力赢得未来。例如，数字化和大数据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它们将会改变我们这类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方式。实际上，大数据正在改变很多的工作流程、改变我们消费者的认知以及我们与消费者沟通的方式。2017年我们设立了一家大数据公司，我们有大量消费者数据库，我们可以使用大数据来增加媒体定位的精准度以及监测门店的情况，我们还首次任命了一位首席信息官，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宝洁中国成为中国最好的消费品大数据公司，我们也在重新设计供应链，宝洁在中国有九个工厂，我们必须确保工厂能为客户和电商供应产品，所以公司需要改变仓储平台，考虑如何为客户提供更灵活的服务。



“保持谦逊，了解中国”

我爱中国。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当我退休时，回顾过去，我认为在中国的这些年将会是最令我骄傲的时光。原因是中国的速度太快了。中国人既追求高速发展又比较务实，他们想赢，而且会尽一切努力获得胜利，我认为中国的能量和活力是独一无二的。这意味着，从职业角度看，在这里工作极富挑战性，但都会得到回报，因为在中国你可以很快发挥作用，很快看到行动的结果。所以我非常看好中国。

对于那些即将来中国的高管，我的建议是，要保持谦逊。我对中国的领悟是，你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你越发现自己不懂中国。因此，保持谦逊并且持续学习理解中国非常重要。我认为中国被外界误读了，人们对中国持一个观点，但却不知道真实的中国，人们不了解中国有多先进，多么具备创业精神，以及官方对商业友好程度有多高，我们得到了很多支持。我曾在很多国家工作过，我们从中国官方获得的支持比我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的都多。人们不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需要来到这里，花大量时间理解消费者、客户和员工，然后再做决定。我希望他们能带着一定程度的谦逊和热情来到中国。当然还有充沛的精力，因为你们将会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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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琦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特别报道

	

	让科技为金融赋能 提升服务民企能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建设银行将如何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助力民营企业发展？11月21日，《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




推动银行“敢贷”“愿贷”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到，有的民营企业家遇到了“融资的高山”。您如何看待目前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困难？

田国立：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也是金融企业伴生发展的重要伙伴。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既有市场外部因素、企业自身因素，也有金融机构因素。从现状来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多集中在小微企业方面。主要症结在于信贷准入标准高、增信难度大、申贷流程长、期限不匹配，以及融资接续问题等。同时，银企信息不对称、抵押登记效率低，导致信贷调查、审批到发放的流程耗时拉长，企业“等米下锅”现象普遍。此外，很多小微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需要承担担保和评估等第三方服务费用，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记者：针对民营企业融资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建设银行采取了哪些措施，未来还将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田国立：今年，建设银行确立了住房租赁、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三大战略”，其中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两大战略对于我们解决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普惠金融解决的是“愿贷”的问题，金融科技解决的是“敢贷”的问题。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建设银行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深入研究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具体举措，连续下发3个文件，在强化信贷政策支持、增加资源配置，优化绩效考核、激发内生动力，创新服务新模式、提升业务处理效率和能力，提高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可获性等方面提出26条具体举措和工作要求。

未来，建设银行将坚持“三大战略”，并以开放共享的理念整合资源，为金融的普惠性提供解决方案。依托强大的金融科技能力，建设银行致力于打造同业合作平台，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将金融科技方面积累的业务、技术经验和成果输出给中小金融机构，进而助力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目前，建设银行同业合作平台框架协议客户数达1583家，80多家中小金融机构明确了零售智能风控产品合作意向。

同时，建设银行对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不是简单停留在信贷服务上，而是将发挥集团优势为其提供综合服务。目前，建设银行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合作，成立建行大学，建立职业教育联盟，打造企业家、创业者商学院，帮助民营企业家提高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成长。目前，建设银行已在全国设立9个专业研修院，14个学院及18个分校。去年以来，建设银行共培训了31.8万个小企业客户。



科技助力小微金融

记者：对于银保监会提出的银行业支持民营经济“一二五”目标，建行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田国立：“一二五”目标对有些银行来说，可能有一些压力。但对建行来说，可能我们会超额完成这个指标。我们制定了一个普惠金融的三年规划，简单概括就是“123”，未来3年，普惠金融贷款余额达到1万亿元，客户新增力争突破200万户，贷款不良率力争控制在3%以内。

另外，我们在供应链金融上下功夫，依托“双大”（大行业、大企业）客户，批量服务小微企业。建行发挥近2万户大企业客户的基石作用，借助其平台、渠道、信用、链条优势，将金融活水从“双大”引流向小微企业，实现对产业链条上下游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预期也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服务小微企业不仅是愿望，更是一种能力，现代金融科技给了我们这个能力。如果没有金融科技，没有大数据的应用，没有互联网的支持，我认为确实很难做。金融科技对降低融资成本尤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我们的大数据“画像”解决了之前信息不对称难题。通过打通对公、对私业务系统，与人行征信、税务、工商、海关、司法等政府公共信息平台对接，实现了对小微企业和企业主内外部数据信息的整合、挖掘和分析，更加直观地为客户“画像”，实现大数据立体评价和风险识别，批量筛选优质目标客户并给予授信，变等客上门为主动服务。

另外，通过场景化创新，提高了信用贷款供给能力。在大数据“画像”基础上，从交易、结算、纳税等场景切入，进行数据整合与客群特征描画，形成了定制化的产品创新能力，打造了丰富的“小微快贷”信用产品体系。能够实现自动化审批，大幅提高服务效率，降低综合成本。以建行“惠懂你”APP产品为例，截至11月19日，建行“惠懂你”APP客户累计点击373万次，下载132.1万次，累计有41.6万户企业注册使用，通过建行“惠懂你”APP申请的“小微快贷”授信金额125.6亿元，贷款金额60.46亿元。



服务民企不能急功近利

记者：如何降低民企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直接降低贷款利率是个有效的办法吗？

田国立：建行正在做一件有利于行业降成本的事，就是将风控模型、风控系统向同行业的中小银行开放，大家联手一起为中小微企业服务。银行的成本降下来后，会让小微企业直接获益。

我们不太倾向过度降低利率，因为急功近利之后很可能是欲速则不达。有时候好的愿望未必有好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利率真到了三点几或者更低的话，就会存在巨大的套利空间。

企业没有一定成本压力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是还款意愿减弱，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是套利空间的存在，会影响企业家专注主业的决心。因此，过低的贷款利率，未必有益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反而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风险。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银行一下子降低贷款利率还有可能让一些常年服务普惠金融的小贷公司、区域性金融机构或者类金融机构受到很大冲击。而大银行的金融资本一时又无法全面覆盖所有的小微企业，这样反而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对于银行来说，做普惠金融要逐步摸索市场规律，摸索企业家真正的需求，找准以后对症下药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就像久旱的地方来一场暴雨未必是幸事。相反，应该是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服务民企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大的金融机构，不仅要完成监管部门的刚性要求，而且也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要兼顾整体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建设银行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监管部门的政策要求，做好做实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的各项工作，我们有信心按照既定部署，确保今年四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



文章转自：《经济日报》2018年11月23日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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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数字化转型趋势，
成就智慧企业

李强 | 文 腾跃 | 编辑



当前，基于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生活、生产和商业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进而驱动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数字化和创新置于经营和战略的核心。

在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转型时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功与否已成为企业成败的标准。如何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时机，运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领先的科技手段对企业的竞争力进行重塑，是每一家企业时刻都在思考的重要课题。

客观来讲，数字化转型过程纷繁复杂，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企业不知道数字化转型从何入手。毫不夸张地说，能否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然而，趋势的把握谈何容易，即使对趋势判断正确，择时也非常重要。



三个维度拥抱变革

在数字化时代，每个行业最终都将处于数字风暴的中心地带。企业管理者可从宏观环境、发展潮流、技术应用三个维度拥抱变革。

首先，从宏观环境来看，国家近几年先后发布一系列政策，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增长，同时陆续出台“中国制造2025”战略、供给侧改革等策略，一方面印证了中国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调整期，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帮助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决心。

其次，从发展潮流来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正对企业的业务和商业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无处不在的创新，让市场随时处于变化之中，让企业面临无处不在的挑战、需要对竞争做出更快的反应。显然，这也驱动企业加强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发展的潮流。同时，数字化也让行业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超越原有的业务边界，比如制造业的设备供应商正转型为整体方案提供商。

再次，从技术应用来看，在全新技术的推动下，计算能力和通信能力快速提升，让企业主动或被动地与消费者发生交互，产品发布周期缩短，新技术驱动的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颠覆式创新屡见不鲜，商业竞争格局正被打破。企业要想实现差异化竞争，就需要加强技术壁垒，密切跟踪新技术的应用，同时也需要具备快速创新的能力。

结合以上三个维度的变化不难看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代表了变革和机遇。通过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创新，加快内部流程、业务模式等方面的变革；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变革逐渐转变为由数据驱动的组织，意味着企业决策和发展更具洞察力。同时，数字化转型的应用也能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包括提升业务敏捷度；优化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延伸产业链长度，扩展服务环节。



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五大挑战

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如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人才培养和储备、企业文化的转变等。在创新的道路上，很多企业尚处在摸索和学习阶段，企业决策者也面临重重挑战。

总体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将面临五大挑战：一是陈旧的考核体系造成的局限。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新的度量标准来了解进度和引导投资，如果考核体系不变，企业很难实现数字化转型。二是孤立的组织架构。缺乏跨业务部门的协调能力，企业的潜能不能最大化，变革的速度也受限。三是缺少合理的战略规划。企业缺乏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投资路线图，数字化转型难以有序进行。四是缺乏经验技能和内部人才。缺乏具备数字化知识和技能人才是制约许多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经济基础薄弱、教育储备不足、人才流通不充分的地区和行业，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五是机制创新和创新协作能力明显不足。企业需要优化升级内外部机制，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优化配置水平，实现更快地创新。



推动数字化转型必须转变管理方式

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表面上来看是技术问题所致，但最终的症结却是管理。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首先必须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需要以一套全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企业架构理论驱动管理提升，使数字化转型从局部规划和设计向全局规划和顶层设计转变，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就此而言，企业组织架构的转型和革新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实力、不同技术领域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一般都会涉及基于底层架构的IT系统升级模式和数据驱动模式。因此，企业架构、IT基础设施、新型IT基础架构、安全防护体系、数字化平台以及人才教育等支撑条件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数字化转型需要一定周期的优化过程，所有企业都需要制定合适的长期战略。基于系统化的分析，企业应从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和工作模式三方面的创新入手，以面向需求的设计思维，开启数字化之旅。无论企业身处数字化进程的哪个阶段，设计思维都是帮助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赢得成功的关键。企业需要寻求适当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进行创新，将技术、人才和业务三个要素紧密结合。

以设计思维为导向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是一种强调设身处地体验用户需求、以人为本的方法。该方法旨在发现尚未得到满足的员工或消费者的需求，通过利用高度协作的方式，提升人员体验。企业可以使用设计思维将所有团队（技术或业务团队）整合为一体，共同实现未来的愿景，重塑品牌体验。设计思维是在各个产品和流程范围内，打造和提升创造力和创新文化的理想方法。将设计思维融入企业的血液，是企业建立长期的可持续性创新思维的秘诀。

国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才刚开始，尽管企业对数字化转型路径看法不同，但从企业自身角度来看，企业内部的每个环节都应该比以前更迅速和敏捷，由此使企业内外部信息实现快速流通，进而才能尽快提升竞争力。

实践证明，仅凭企业自身的力量无法有效完成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最大挑战之一是没有专业的技术和知识提供有力支撑。显然，选择合适的技术、平台及合作伙伴对数字化转型非常关键。一个优秀的合作伙伴，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而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需要深入思考其是否具有全球视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行业经验等。

作为全球企业管理软件与解决方案的技术领袖，SAP始终致力于成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最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紧贴行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市场需求，以完整的解决方案与服务，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实现更多价值。在过去的20多年，SAP在助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不断壮大的历程中，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腾飞。同时，通过与本地合作伙伴协作共赢，SAP在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

当前，数字化技术呈现出向云端加速迁移的趋势，云计算日益成为承载和应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设施，成为确保实体经济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我国数字经济从消费互联网逐步向工业互联网转变，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业物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正在向着打造智慧企业的方向蓬勃发展。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SAP一定可以帮助更多的客户打造智慧企业，与中国经济一道腾“云”驾“物”，踏上发展的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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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是SAP全球高级副总裁、SAP中国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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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屏回归带来了怎样的营销机会

张无忌 | 文 万艳 | 编辑



无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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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忌是阿里巴巴集团CMO董本洪（花名张无忌）。





以智能电视为代表的大屏正在重新抢占个人的空闲时间，这会否为我们带来新的营销机会？

作为一个营销人，尤其是当我需要对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市场营销工作负责时，每天思考和发现营销机会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大屏营销正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个机会。人们从沉迷于手机到再回归到电视大屏，几个有利条件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方面，智能电视终端的制造门槛降低，销售价格也变低，这带动了硬件的普及；另一方面，优酷、爱奇艺等互联网内容制作方生产内容的能力提升，WiFi基础设施也在逐渐完善。这都让从前在手机上看电视剧和综艺的低头族，现在倾向于在智能电视的大屏幕上获得更舒服的观看体验。

大屏在家庭场景中的出现频率提升，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其实都知道，很多商品购买决策，尤其是涉及家庭共同消费的商品，比如汽车、旅游产品等，并不是一个人就能拍板决定的，大屏的回归无疑可以很好地承接这类营销场景。

对于家庭营销场景的追求并非是一件新鲜事，但是多年来，我们却往往止步于传统电视营销——用节目观众的画像来定向TA,用GRP（Gross Rating Point总收视点）来衡量效果——在数字时代，这样的衡量方式已难以适应营销需求，且电视触达的观众完全不能积累再营销……

由此，我们提出了TH（TargetHousehold目标家庭）的概念，它对应的正是我们营销人非常熟悉的TA（TargetAudience目标受众），只是营销对象由个人变成家庭。

但光有这个条件还不充分，智能电视营销在过去一两年发展不够理想的原因还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大家根本不知道投放后的效果如何，无法形成全链路的闭环；二是单个品牌智能电视终端覆盖不够广、供应碎片化。

对于第一点，这恰好也是我两年前提出的Uni Marketing全域营销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所以，我们也开始用这套方法论来解决家庭场景营销的难题，推出Uni Household ID（全域家庭识别号），知晓大屏背后的家庭以及被营销内容触达后的反应。

而针对碎片化供应，我们通过联合16个来自广电、电视品牌的生态合作伙伴成立全域家庭生态战略联盟来解决，希望能够用生态的力量来加速该领域的营销数字化。我们实验性地在阿里巴巴的媒介策略中，加大智能电视营销比重，以此尝试跑通家庭营销的链路。结果是，公司媒介部的同事非常兴奋获得了一个新的有效投放方式，好消息同时也从可口可乐等品牌方这边不断传来。

这便是全域家庭战略的背景和我们为之所做的一些工作，它可以看做是全域营销的最新进展，重新定义了以家为单位的数字营销模式，也把我们前两期谈到的消费者资产概念延展到家庭营销场景中。

其实，大屏并不止智能电视终端，所有与家庭相关的营销场景及终端未来都可容纳进来。例如，一家人经常一同进出的电梯，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家庭营销场景。我们此前投资了分众，在业界被称为是要推进“广告业的新零售”。今年双11，我们就和分众尝试了创新玩法，把品牌的营销信息及红包推送到电梯场景中，带来可视化、可衡量、可优化的用户互动。

接下来的一年，大屏回归、家庭场景营销将可预见地继续爆发，考验我们营销人的就是，如何用更创新的姿态去迎接它。








	特别报道

	

	一次无与伦比的发现
——记《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携手东风日产楼兰“享受每一次发现”



2018年12月1日下午，北京·A33剧场，随着“享受每一次发现·哈评公开课”的圆满成功，本次《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东风日产楼兰携手呈现的“享受每一次发现”系列合作暂告一段落。

自9月20日开始，本次的携手历时四个月时间，通过线上互动话题#享受每一次发现#邀请网友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通过HBRC TIME·分享每一次发现系列以视频的形式分享来自不同行业领域优秀的人的经验感悟、举办享受每一次发现·哈评公开课与听众面对面的分享，最终传递出借助双方的携手来激励更多的人能够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发现自己的本心，进而得到突破和成长，最终能够享受更美好人生的美好愿望。



一次与大5座SUV领潮者的携手

在前期策划阶段，不论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还是东风日产楼兰，都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携手，真正服务于“人”。希望借此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发现成长契机的灵感，使人们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暂缓脚步去思考、去发现、去突破，并能够好好享受美妙的人生。

为此，我们携手推出以“享受每一次发现”为主题的系列合作，以互动话题的形式激发更多人的参与和分享、以短视频纪实片的形式来传递一些优秀的故事和感悟、以线下公开课的形式来面对面的交流。

这一次携手的本质和愿景，是希望大家能如东风日产楼兰所倡导的那样，时刻拥有积极探索的心，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发现生活中的人和事。在每一次发现的过程中，尝试各种新鲜体验，沉淀及积累自己的人生，发现更好的自己，追求更广阔的生活。



#享受每一次发现#的互动分享与激励

9月20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浪官方微博正式发起了主题为#享受每一次发现#的在线互动话题，邀请网友参与分享，同时对HBRC TIME·分享每一次发现系列视频进行了视频嘉宾征集。

我们将所收到的来自各行业网友分享的故事和感悟进行甄选，并将部分网友故事通过《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官方微信进行了分享。在这期间，我们听到了、读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精彩故事，主人公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传递出直击人心的力量，突破与发现的内核给了我们无数的惊喜。通过网友的评论，我们也欣慰的看到了他们从中得到的启发和激励。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朋友，也祝福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与楼兰一同发现生活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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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日产楼兰的核心精神是“拥有积极探索的心，追求更具新鲜感的高品质生活”




HBRC TIME·分享每一次发现

随着网友故事的不断累积，10月30日、31日及11月1日三天，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将一部分的故事通过HBRCTIME进行了分享。

“感谢每一次改变，分享每一次发现”是HBRCTIME·分享每一次发现的主旨。因为发现、改变、突破和成长，才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才能够享受更美好世界所带来的更美好的快乐。

视频邀请了樊登读书会创始人樊登以及知名设计师、造型师、Christopher Bu创始人卜柯文分享了他们成长和成就自我的故事以及感悟。同时也邀请了更多来自更行业领域的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发现、他们的收获。

樊登讲述了他从毕业之初的青涩，到主持人阶段的迷惘，到后来的创业失败，再最终成立樊登读书会，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并能够改变自己生活的点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更被他奉为信条。走出舒适圈才能发现和遇见更好的自己，尝试更多各种体验才能创造更多人生的惊喜和可能。

在卜柯文的故事中，分享了他从一位有所成就的化妆师、造型师蜕变为知名设计师、创始人的过程和感悟。在采访中，卜柯文表示：人生就好像拍电影一样，通过镜头的不断“后退”，不断积累，人才能更清晰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进而作出选择。

感谢每一次改变，分享每一次发现。正如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市场部张茂华副部长在采访中所说“人生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发现越多的不同就会活得更广阔。让生活不止一个维度，让你发现不止一面的自己，追寻人生的更多可能。”人生不应有边界，当你发现了边界，突破了边界，你会发现世界竟如此广阔，人生竟如此美丽。如楼兰一般，秉承融汇创新的精神，并始终坚持不断的探索与发现，历经三代的蜕变与进化，将创新设计美学与空气动力性能完美融合，突破传统大车格与低风阻的界限，创造了惊艳的跑车化造型与超低风阻，成为引领中大型SUV市场的风尚标。



与更多人面对面享受每一次发现

12月1日，享受每一次发现·哈评公开课圆满举办。

6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拥有不同阅历故事的嘉宾在公开课现场进行了分享。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演说家2017全国冠军，数字经济智库副院长，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储殷；侨鑫集团CIO Steven Chang；著名主持人、守艺人、投资人兼创业者赵普，以及HBRCTIME·分享每一次发现的嘉宾智课教育合伙人、副总裁高燕；前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资深交通专家宗延也走出镜头来到现场与听众面对面的交流。

他们把在各自成长过程中所发现的智慧与感悟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到场的每一个人，并通过各自不同的故事案例进行了解析，使到场听众能够更加贴近分享嘉宾的内心，感受他们在面对挑战、在面对成长、在突破自我享受发现过程中的点滴。

嘉宾们有些是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作为一名管理者通过自我的突破进而为公司团队带来全新的管理思路与模式；有些是在反复自我思考中明白自己的本心并坚定不移地沿着内心所向去发展；有些则是通过不断的触及、挑战和打破边界从而获得更广阔的人生。无论哪种，他们都在不断地发现人生的更多可能，享受发现所带来的快乐。将这些快乐充实自己的人生，也充实更广的世界。

携手双方《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钮键军与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市场部品牌总监李鹏在致辞中，表达了相同的期待和心愿——“人生有很多的可能，让更多优秀的人与《哈评》、与楼兰一起去发现本心，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与精彩。让我们一同享受每一次发现所带来的美好。”

这一次的公开课区别于传统哈评公开课的立意，将视角更多的聚焦到“人”本身上，期望通过这种面对面的分享交流，通过剧院式演讲的方式，为更多的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发自嘉宾们本心的想法。

正如楼兰每一次的改变和升级，也都是为了带给消费者不一样感官体验。内饰品质上，提供大五座空间的宽适享受，搭配新一代Multi-Layer人体工学座椅、BOSE定制版高保真11扬声器音响系统等配置，打造舒适豪华的座舱享受，让消费者仿佛置身顶级的移动影院；科技再升级，搭载NISSAN CONNECT日产智联，解放双手，轻松实现人车互动，随时满足互联时代消费者的行车需求。同时拥有同级最全面的NISSAN i-SAFETY智能主动安全系统，给予车主安心的驾驶体验。动力上，创新性地将机械增压技术与革新性的混动技术进行高效融合，瞬息起步，加速迅猛，实现了真正的高效低耗。



携手依旧持续，发现从未停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东风日产楼兰的携手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让人们可以驻足思考，去激励他们发现并成就自己，享受人生。

携手依旧会继续，因为发现从来不会停歇。未来，我们也期待能够携手去帮助更多的人，发现更多的风景，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可以发现更多的可能，享受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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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东风日产楼兰一样，享受每一次发现，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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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专题

	

	致敬
中国商业管理
40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胆识过人，既有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又有审时度势的超人智慧，还有各具特色管理哲学。正是他们带领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奇迹，仅用40年时间，就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公司达到了120家（不包括台湾地区的企业数量是111家），已经非常接近美国（126家），远超第三位的日本（52家）。在这个显示国家实力的榜单上，中国公司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吉利李书福：敢为天下先



	李全伟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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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一个词形容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董事长李书福，那就是“胆识过人”。1963年出生的李书福从高中时期就开始创业，先后涉足冰箱、摩托车、汽车等行业，他始终有一股敢为天下先、锲而不舍的精神。看准机会，大干快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正是靠着顽强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李书福带领吉利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汽车集团之一。在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吉利是中国大陆唯一上榜的民营车企。

自2010年收购并拥有了沃尔沃公司之后，吉利更是把中国制造推向了全球，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汽车产业的先驱者。过去40年，是以吉利为代表的广大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40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李书福先生，请他回顾这段宝贵的历程。



创业历程

HBR中文版：你当时创业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创业？

李书福：仔细回想我的创业经历，基本上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同步。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家里也没有经商传统，是国家的改革政策召唤我加入了创业大军。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农村的土地可以承包经营，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地搞乡镇企业，甚至还允许搞个体私营经济。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我高中时期就迫不及待开始规划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种梦想。其实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是感受到了时代强大的推动力，开始尝试一些创业和经营活动。所以，与其说我当时有什么具体创业想法，不如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更多的机会。



HBR中文版：最早创业的历程主要是什么？

李书福：在创办吉利以前我就有过多次创业经历，并且都在不同的领域探索。这些经历为我在创办和发展吉利的过程中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财富。

年轻时我爱好摄影，靠父亲几百元的资助，从走街串巷给人拍照做起，后来又经营起了照相馆，这是我创业生涯的起点。后来废旧电器市场在我的老家台州兴起，我又瞄准了其中的商机。我从废旧电器零件中分离出有用金属，进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但是后来我的技术被其他企业抄袭，行业竞争也越发激烈，这又逼迫我思考如何在市场立足下去。那时候，随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冰箱开始进入家庭，我再次创业，研究生产电冰箱配件。经历了没有设备、没有厂房更没有技术等各种困难，最终在家乡政府的关怀下成立了黄岩县石曲电冰箱配件厂，让我的创业之路从作坊式的小打小闹进入到正规军经营。从生产电冰箱零配件到整机制冷设备，公司一路迅猛发展，零部件产品畅销全国，更成为知名冰箱品牌的生产商，一举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知名企业。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带来一阵更为猛烈的改革之风，激发我再次投入创业浪潮。这次我选择了建材市场，我们生产的镁铝曲板装潢材料质美价廉，产品不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出口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我们的生产技术和专利又被其他企业剽窃了，竞争力下降，让我又转向了摩托车行业，成立了吉利，后来的故事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创业挑战

HBR中文版：后来吉利进军汽车产业，也成为了中国民营汽车企业的代表。这个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重大的挑战？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李书福：资资金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汽车产业是全球性产业、是制造业之王，对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吉利不断增长的销售量，为公司布局国内和全球发展提供了动力。2017年吉利总营收927.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汽车年销售124.71万辆，同比增长63%。

当然，凭借一己之力是办不了大事的。我们吉利一直进行全球性拓展，这样不仅能从技术上加强协同，也能借助全球资本进一步支持集团发展。吉利收购戴姆勒部分股权，资金基本上都来源于海外资本市场，完全没有使用中国境内资金，其中80%左右来自海外的外资银行，小部分来自海外的中资银行，还有一部分是吉利自有资金，这完全是市场化资本组合，市场化自我平衡的资金结构安排，这种安排没有任何特殊背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德国政府都对我们的交易做了充分而认真的了解，依法而严格的审查。

当然，汽车行业对资金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现在更面临着非汽车行业公司的挑战者，也就是新兴的以科技和互联网技术支撑的造车新势力。但我认为，现在市场中有少数人在利用互联网的概念，假借造车之名行圈钱之实，这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民营企业发展不易，我们呼吁政府融资贷款的时候给予支持，希望国家尤其是在政策性方面能够多鼓励民营企业，特别在融资环境上给企业便利和利益，支持推动企业发展。



HBR中文版：从造车的政策方面，你们面临什么挑战？

李书福：从造车的政策来看，国家对民营企业造车的政策是一步步开放的。1997年，吉利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公司进入了汽车行业，到四年后我们拿到牌照，2001年11月，吉利终于“转正”。同年12月，吉利生产的轻型客车和三厢式轿车名列第七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吉利成为中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从民营企业整体发展来说，我希望民企和国企能融合发展，希望国家能够提供公平、透明、开放的环境，拓宽民企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为国民共进提供健康土壤，帮助更多民营企业壮大实力、打造有实力的自主品牌。

从环保方面来看，国家现在要求越来越严，但同时对新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就对汽车行业提出了新挑战、带来了新机遇。在我看来，发展新能源是中国以及全球汽车行业的大势所趋、必经之路。吉利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新能源汽车是吉利未来经营的重点，并在持续地探索多种新能源的可能性。未来将继续推进技术升级，加快从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企业转型。

早在2015年，吉利汽车就提出了蓝色吉利行动，旨在确保2020年前，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吉利整体销量90%以上；其中，插电式混动与油电混动汽车销量占比达到65%，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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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放置于吉利的20200战略（即吉利汽车集团到2020年实现年产销200万辆目标，整个吉利控股集团年产销300万辆并进入全球汽车企业前十强，成为最具竞争力并且受人尊敬的中国汽车品牌）中，吉利汽车到2020年计划实现产销180万辆新能源汽车，而目前吉利的九大工厂年产能为150万辆（吉利汽车集团是吉利控股集团所属公司）。

从对外开放、促进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国家也在一步步放开关税。中国加入WTO以后，汽车进口关税从1986年的220%到如今大约17%，但事实上，并没有对我国的汽车行业带来巨大冲击，中国汽车工业增加值持续增长，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自主品牌不断成长壮大。我认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有助于中国企业通过科技创新等手段，提升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力；有助于压缩国内车市利润，给中国消费者更多福利；有助于促进国内车企开拓海外市场，以中国制造的规模优势拉动全球汽车工业的成本下降；带动全球整体产业链的更健康良性发展。



HBR中文版：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你们是如何解决人才问题的？

李书福：中国工业体制发展较晚，职业教育在中国发展不够完善，所以汽车行业的高质量人才一直短缺。这也是吉利办学的初衷，只有形成自己的人才培养系统，才能为企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在这方面，我也希望国家能够在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方面进一步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企业的国际化发展离不开国际化的人才战略。吉利秉承尊重人、成就人、幸福人的人力资源之道，多渠道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通过广泛的发展平台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自主创新与奋斗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创造与组织战略达成的双赢。集团注重人才培养，为员工针对性设计培训项目，训战结合，致力于打造一支精干高效、素质优良、充满活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队伍。

现在，吉利汽车集团在上海、哥德堡、巴塞罗那和加利福尼亚设有四个造型中心；在杭州、宁波、哥德堡和考文垂设立了四个研发中心。我们研发人员超过一万人，其中外籍研发人员达到了3000人，他们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集合了汽车创新领域的众多顶级专家，协同合作，使我们真正拥有了“最强大脑”和独特的工程师文化。



HBR中文版：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都面临过管理关的问题，你们如何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

李书福：吉利的2020年目标是进入全球汽车企业十强，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受人尊敬的全球性汽车集团，依靠科技引领为动能来设计和制造卓越的汽车产品，让旗下的汽车跑遍全世界。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达到成为全球性汽车集团的目标，吉利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国际化经营道路。

秉承吉利责任经营的理念，吉利汽车集团以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加强日常经营的合规性，同时，以公司使命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积极回应利益相关方的诉求。

吉利一直践行“全球型企业文化”建设，核心特点是尊重、适应、包容与融合，最终目标是达到合作共赢，实现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成功。中国和瑞典、比利时、英国、马来西亚等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前提下，做大做强中国、英国、瑞典、比利时、马来西亚等国家汽车产业。



HBR中文版：你们面临的其他挑战还有什么？

李书福：主要有三个。品牌形象和价值提升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行业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在自主品牌建设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中国汽车品牌总体给人的印象，主要是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还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局面的很大原因就是中国汽车长期以来，基本上是走合资发展之路。虽然最近十几年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企业可以自由开展汽车产品的研发，进步很大，但由于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工业发展历程较短，没有太多的技术积累，综合竞争力还不强。转型升级的挑战——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一定要不断转型升级，朝着世界高端市场迈进，从世界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从汽车大国发展壮大为汽车强国。海外市场拓展的挑战——中国的自主品牌在海外建厂面临很多的不利因素，包括贸易保护、技术壁垒等等。这需要中国汽车行业的共同努力、协同发展，也希望政府和国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给予更多的战略指导和政策支持。



发展关键点

HBR中文版：吉利发展历程中有几个关键点？

李书福：2001年吉利获得经营牌照，给吉利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2007年5月，吉利汽车正式进行战略转型，从“低价战略”到“技术先进、品质可靠、服务满意、全面领先”。

2010年，吉利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从此拉开了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的序幕。

2013年，吉利从托管机构手中收购了锰铜控股的业务与核心资产——伦敦电动汽车（LEVC，原名伦敦出租车公司，简称LTC）。几年间，吉利对伦敦电动汽车投资超过4亿英镑，建设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研发和生产中心，新增直接就业岗位超过800个；在英国考文垂地区，新修建的安斯蒂工厂，致力于轻量化电动商用车的研发生产，为英国和全球持续提供清洁、绿色能源的电动车型。这是中国汽车企业在英国第一笔绿地投资，也是十年来英国首个新车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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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吉利镁铝曲板生产车间




我们相信新能源的发展将改变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模式。早在2015年，吉利就提出了“蓝色吉利行动”，目标到2020年吉利汽车90%以上都是新能源。吉利汽车于2018年5月28日发布了新能源动力系统“智擎”，涵盖纯电技术、混动技术、替代燃料以及氢燃料电池等四大技术路径，致力于成为全球新能源节能技术引领者和普及者。

2016年4月，北京车展期间，吉利汽车集团推出“精品车发展战略”，将从技术研发、造型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不断深化精品车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体系竞争力，完善产品谱系、创造品牌价值。在这一精品车战略指导下，吉利推出了“领克”自主高端品牌，这一品牌是吉利和沃尔沃成立合资公司后共同研发的高端品牌，这是集团内部协同效应的充分体现。

2017年，吉利收购了马来西亚DRB-HICOM集团旗下宝腾汽车（PROTON）49.9%的股份以及豪华跑车品牌路特斯（Lotus）51%的股份。借助此交易，吉利成为宝腾汽车的独家外资战略合作伙伴，进一步拓宽了公司在东南亚市场的发展。

2018年，吉利又一个大举动是收购了戴姆勒集团9.69%的股份，成为戴姆勒最大的单一股东。这让吉利向世界知名企业又迈进了一步。



HBR中文版：这些关键点是如何突破的？

李书福：首先是尊重市场需求、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并且将目光投向未来，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当下，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需求端的变化迫切呼唤企业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品质更高、针对性更强的产品及服务。

其次是前瞻性的布局，吉利一直以科技创新为基点，引领前瞻性的行业趋势，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未来出行的解决方案。我认为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这些要素都会改变未来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在最新科技方面，我们收购了美国太力飞行（Terrafugia）汽车公司。所以吉利的发展一直紧跟产业变化的最新潮流，并参与其中，提升竞争力。

第三是依靠了强大的内部协同效应。汽车行业的特殊性，就是必须要参与全球的汽车市场竞争，要成为国际化的、全球化的企业。在进入汽车行业的20年间，我们不仅重塑了国内的业务，同时也积极向海外进行了拓展；全球并购所带来的集团协作能力使得我们的体系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提升。近几年，吉利国际市场拓展和对外投资取得快速发展。在我们收购沃尔沃汽车之后，吉利汽车与沃尔沃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了集团内部的资源、能力协同作用。2017年，吉利进一步加强了海外拓展：收购宝腾后，吉利作为终端策略品牌做到产品、技术的全输出，在东南亚市场尤其在东盟国家参与市场竞争；通过收购路特斯股份，吉利可以更快地进入到高端超级跑车领域；领克品牌的上市，实现了吉利对欧美市场、发达国家市场的开发；收购太力飞行汽车，探索了多元化出行的解决方案。吉利目前在研发、制造、采购、营销、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化视野等方面形成了全方位的体系能力。

第四是人才和技术的支撑。吉利发展的原动力来自集团对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的坚持和实施。吉利持续加大技术研发，在全球拥有四大研发中心，研发人员超过万名，研发投入远高于行业水平，已经形成强大的技术研发体系和技术原创能力。最近几年的研发成果包括由沃尔沃汽车和吉利汽车联合开发的CMA架构，以及基于CMA架构的全新国际汽车品牌领克。



HBR中文版：过了关键点之后，公司有何不同？

李书福：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们在集团层面整合全球的资源，增强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能力，成为了一个源自中国、面向全球的国际化企业。通过对沃尔沃汽车、伦敦电动汽车、宝腾和路特斯等的收购，扩大了企业的产品类型、提升了技术研发、拓展了国际市场，使吉利更为成熟、更有自信且更具未来视野。

未来吉利还将加强集团内部海内外子公司间的协同效应，为世界各个市场的消费者提供安全、智能、环保的高品质汽车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不断升级的驾乘体验和出行服务。



收获和展望

HBR中文版：回顾过去，你有什么收获？

李书福：做事情必须认准一个方向，坚定一个信念，提炼一种精神，凝聚一股力量，完成一个使命。一定要打基础、练内功，千万不能随泡沫飞扬，跟妖风起哄，否则风口过后将会留下一片狼藉的凄惨景象。退潮以后，裸泳者将会很难看，搞得不好有可能回不了家。

中国汽车工业要做强做大，必须进一步放开管制，应该欢迎更多的人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中来，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与探索。当前中国进入电动汽车工业的投资者很多，互联网企业造车也搞得如火如荼，这是一个很好的势头，一定要积极引导，大力支持。但是有些现象必须引起重视，比如利用互联网概念、电动车概念以及借发展实体经济投资汽车工业的名义，其目的不是造车，既不想自己承担风险，又想乘机变相捞钱，这样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认为实业就是实业，搞实业必须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实业赚不了快钱。当然现在进入汽车行业不是没有机会了，只是机会少了一些，难度大了一点，好像打高尔夫球一样，有些人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快接近果岭了，而新进入者要么一杆进洞，要么不要参加这场比赛，否则成功的概率不大，也就是说机会只有一次，一定要聚精会神，认真严肃，高度重视，必须一次性成功，不能有任何闪失，更不能三心二意。就当前的中国汽车工业而言，在对外放开之前，尽快对内放开，早日形成自己的能力。这样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多的实惠，可以提高中国汽车工业的全球竞争力。我是一个市场派，完全鼓励与支持公平竞争，坚决反对特权与贸易保护主义。

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脚踏实地遵守事物的客观规律，播下希望的种子就会带来光辉的前景，埋下罪恶的祸根就会带来无情的灾难。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播下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种子，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一定会因此而拥有光辉的未来。大道至简，规律不可抗拒，只有内外兼修，厚道善良，顽强勇敢，披星戴月，一分耕耘就有一分回报，明天才能更美好。

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必须是依法合规、公平透明，必须以人为本，合作共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的小聪明，都有可能变成严重的问题，产生严重的后果。做成一个企业很难，毁掉一个企业可能就在眼下，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小事。所以，做企业必须天天如履薄冰，天天小心谨慎，时刻牢记合规的重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HBR中文版：展望未来，吉利有什么打算？

李书福：我认为未来汽车一定会电动化、智能化，一定会成为智能空间移动终端。实现这些发展，都需要我们加大科技投入，发扬科学精神，不断累积基础数据，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不断培养研发人才，不断提高研发能力，不断实践总结与优化系统规划，从根本上掌控核心科技，必须形成线上线下两方面的智能优势，缺一不可。吉利也在不断地总结、探索、努力，我认为建一个汽车厂其实比较简单，造一辆汽车也不难，但最终决定汽车行业未来局势的是打造自己的共享数字平台，形成线上优势，这才是决胜未来的关键。

如今世界各地的汽车公司几乎是各自为战，各家公司独立开展相同或相似技术研发工作，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资源浪费，这是我们行业内部传统的竞争方式。这显然不是开发新技术最有效的途径，如果继续这样的习惯思维，有一些传统汽车公司可能就要被逐步淘汰。

开放合作、包容发展是汽车工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单打独斗不会有未来，我们非常愿意和全球的同行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讨论各种合作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开发全新一代纯电动架构，我们也愿意和大家共享。因为开发一个全新的、有前瞻性的、非常领先的技术架构投入是非常大的。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没有几十亿元的投入，没有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不可能成功的。我相信，全球汽车行业协同发展，将会推动整个世界汽车工业朝着智能化、电动化、轻量化以及共享出行这些方向发展，为全人类交通出行能够带来正向的变革，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交通出行享受。



HBR中文版：你认为企业掌舵人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

李书福：最主要的是自主创新、大胆实践、把想法迅速付诸行动。企业家要能耐得住寂寞，要做到技术领先，就得发扬工匠精神，静下心来把产品做到极致。另外，以下四个方面也比较关键。

脚踏实地、忠于理想、不惧艰难：自造车初期，我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车走遍全世界，而不是让世界的车走遍全中国”。

支持自由市场，拥抱挑战与竞争：做坚定的“市场派”，完全鼓励与支持公平竞争，坚决反对特权与贸易保护主义。

不忘根本、回馈社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努力践行产学研结合，技师、技工培养，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审时度势，布局未来：2017年年底，吉利收购了美国飞行汽车公司太力飞行车，正式开启了我们对空陆一体这一未来前沿科技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对未来出行方式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我们要让汽车在天上飞这个梦想变为现实。



HBR中文版：你如何形容自己的领导风格？

李书福：与其说是领导风格，不如说是做事的方式。我一直相信付出就有收获，所以我选择了发展实业的道路，并且一直坚定地走到现在。

我也是一名“学习型”企业创立者和管理者，从创业之初我就沉下心来研究技术，要把产品做到极致，掌握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才能让企业处于市场竞争优势。这种学习不仅是深耕企业所在行业的知识，还要把握企业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感知大势才能研判未来，把握企业发展方向。

另外我也坚信团队的力量，吉利一直也非常重视管理团队的建设，坚持国际化的人才战略。吉利通过广泛的发展平台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自主创新与奋斗精神，实现个人价值创造与组织战略达成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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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全伟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助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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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森哲：
自我颠覆者活力长青

		朱伟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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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在中国积极开展业务30余年，见证了中国市场和企业的发展演变。今天，我们立足商业与技术的交叉点，将最前沿的管理理念、创新方法和应用技术一站式、全方位地带给中国市场和客户，并关注切实的成果交付。我们致力于帮助在中国的企业和机构客户把握数字化趋势，实现平衡和成功转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的跨国企业中国投资热、民营企业崛起、第一轮国企改革、城镇化进程、互联网创新大潮、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产业升级，再到如今的数字化变革转型，改革开放为中国企业带来了独特的发展机遇与更宽广的资源网络。40年间，许多中国企业跨越式地完成了西方企业100多年的旅程。中国企业进入《财富》全球500强榜单的数量，从2006年的22家增加到今年的120家。埃森哲作为这一进程的推动因素，与有荣焉。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规模呈指数级飞跃，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企业转型即将到来。自亨利·福特带动第一次浪潮，开启了企业的标准化流程；到信息技术的进步触发第二次浪潮，推动企业流程自动化；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轮企业转型浪潮的爆发点上，企业正重构自适应的流程，更加灵活快速地适应市场和客户的行为与需求。

作为曾经受到中国企业尊敬的老师或教练，咨询业如何融入这次浪潮，为企业带来新的数字化价值？我认为，咨询公司必须自我变革重塑竞争优势，进化为与中国企业相互启发、携手共进的合作伙伴。



从学习最佳管理实践到产出最佳管理实践

中国企业已是全球管理体系的“自变量”。在经济改革和技术革新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企业快速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企业是在模仿和学习西方企业积累的管理经验，并试图在中国市场环境中落地的话；那么在当下，一些长袖善舞的中国企业已经站在了潮头，运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论装备自己，同时创出了独具特色的最佳管理实践。

比如，海尔公司把研发、生产、销售、人力、财务等职能部门拆分成3000多个虚拟小微团队独立运营，将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全部让渡给团队，令团队能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并能全流程把控产品供应链；华为利用开放式创新平台拓展海外市场，将其软件开发工具和能力开放给欧洲开发者，并邀请他们参与华为的相关营销活动。

中国企业已今非昔比，他们中的佼佼者独立且善于思考。一方面，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使得中国企业能够“自定义变革”。如今，他们能够运用数据分析等技术工具将原本的一些咨询服务内化成自身能力，并利用积累的业务知识在企业组织内各环节做出改进。

另一方面，互联网推翻了知识和信息壁垒，先进的管理理念不再是中国企业的稀缺品，中国管理者已通晓全球行业大势，对于组织变革的内外机理也越发明晰。

而与此同时，大家都在讲“未来已来”，但是什么是数字化变革会带来的巨变，即便是领先的中国企业，也和世界所有领先企业一样，没有既定的答案。只有在新技术和新流程的帮助下，从被动性地解决问题转变为预见性地防控问题，再到将目光不断和更加积极投向未来发展模式的创新，中国企业才能在未来竞争中占得先机。

从初期中国企业渴望明确发展规划和捋清组织流程时，咨询公司提供路线图建议；到中国企业关注海外市场进入策略时，咨询公司给出战略方案；到企业期望进行组织变革和运营效益提升时，咨询公司诊断、设计和实施；再到企业亟待突破增长瓶颈时，咨询公司提供可量化的交付成果。咨询业务从流于纸面的分析报告，演进到了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像棱镜一样折射企业的变迁。

而今，中国企业早已走出管理启蒙时代，生机勃勃并拥有新技术的赋能。在一场能量密度极高的数字革命中，不论是传统企业还是新经济企业，都期望引领数字时代的创新，而不是被别人的创新颠覆。中国企业渴望建立起可持续的数字化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在塑造竞争优势上，实现由自给自足到开放合作；产品服务设计开发上，从线性开发到快速迭代；员工团队方面，从机器换人到人机协作；信息安全方面，从被动合规到制定标准。



咨询业的新生，在于自我颠覆

作为中国咨询业的创始成员，我对当年初从业时的“峥嵘”岁月仍记忆犹新。在1999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上专题介绍什么是管理咨询时，我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管理顾问不是…》，其中提到：我们不是007；我们不是皮包公司；我们不是点子大王。那时人们对咨询公司充满了好奇和争议，“洋咨询”能否落地的讨论比比皆是。

而逐渐地，管理咨询被企业接受，咨询业已成为成熟和颇具规模的行业。事实上，管理和技术咨询在积极协助客户进行企业战略的开发，运营的改进，技术系统的实施等一系列价值服务的同时，我认为它也在同时推进着其行业先天具有的两大使命：一是全球先进管理和技术创新理念和最佳实践的输入和推行；二是成为中国企业管理人员的摇篮，培养和锻炼出大批优秀的高中级管理人员，涵盖几乎所有行业，跨越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和创新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等等。

今天，中国咨询业已入盛年，但随着传统竞争优势的褪去，咨询公司若要保持行业领先优势，就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和客户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化的组织方式、新商业模式及行业边界、规模化应用创新和多元化的交付等新变量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咨询行业的甲乙双方均应具备开放格局和独立认知，成为彼此的伙伴，相互启迪，方能行至更远。全球的行业领军企业已从埃森哲“开放厨房”一般的颠覆式创新方法中获得了预见颠覆，甚至发动颠覆的能力。

在中国经济数字化的进程中，互联网公司很容易被传统行业当作数字化（例如电商和云服务）的顾问，并的确发挥了重要的观念布道和技术扩散作用，而咨询公司若要重塑竞争优势，机遇在于更快速度的自我颠覆。从埃森哲的经历来看，咨询业须由提供智力支持，转而深入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每一操作步骤；由“专家”或顾问式的眼光看业务变迁，转为与企业共同直击痛点，创新商业模式，探索和交付技术与商业无缝融合的最佳运营实践。



成为最可信赖的超级伙伴

对于以往在全球久负盛名的咨询公司而言，我认为唯有做到以下三点，才能成为中国企业最迫切需要、最可以信赖的超级伙伴。

有“洞见”，更有“先见”。如果说洞见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掌握本质，先见则是对未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看到未来商业世界的新的可能性。颠覆是数字技术浪潮下最显著的特征。真正优秀的伙伴，不仅立足当下，帮助企业解决眼下的问题，还能助其预见颠覆，赢在未来。

创新是预见颠覆的不二法则。和我们的客户一样，我们也有可能成为被颠覆的对象。因此早在此轮技术浪潮发轫，我们就开启了“新旧动能”切换。

2013年，埃森哲全面开启了自身的数字化转型；2017年，我们推出全球创新架构，致力和企业共同开发与应用颠覆性创新的总体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已将眼光投入到未来三年，聚焦未来引发重大颠覆变革的高潜力技术和实践。

从“使能”转为“赋能”。“颠覆式创新”理论之父克里斯坦森教授曾提到：“未来20年，咨询业的领军者将会是那些能帮助客户解决最复杂问题的企业。”

在我看来，攻坚克难的前提是必须做到战略和执行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搭一个大数据平台，然后把使能技术卖给客户。技术与业务转型的契合、公司文化和理念的转变、组织架构的调整、相应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使转型一步步落实到位。最终，知识和技能将与技术一起，成为客户能力的有机组成，当各种“使能”方案不再单摆浮搁而是融会贯通时，“赋能”的结果也就形成并且可以测量。

从“执行”迈向“同行”。咨询公司需要自我革新，但这不只在技术和能力，还有理念。在埃森哲，我们正在改变咨询服务的方式，从过去相对单向、只注重交易与执行的咨询和软件实施，转变为与客户共同体验前沿创新过程，实现真正的、敏捷的管理与技术迭代进化。

我们重新定义了与客户合作的旅程，将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迅速扩展和商业化，直至持续改进解决方案，让其持续创造价值。我们投资建立了15个全球创新中心和遍布全球的交付网络，直追全球前沿管理和技术议题。我们在中国市场还正大力投入NEW IT提升敏捷力，目前已经培训了4000多位专业人才。NEW IT不仅涵盖了设计思维、敏捷开发、精益工程、微服务等新技术和思维，还包括了埃森哲将创新成果转化成业务成果的新方法和新技能。（参见下图：埃森哲全球创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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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埃森哲有幸与中国企业共同历经改革开放的涤荡，见证了中国商业独具特色的演进之路。更为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将完成自我颠覆的蜕变，同中国企业一起放眼未来，在共创中探究新兴技术和商业发展的新互动。埃森哲，我们与中国企业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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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是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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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肯锡：应时而变者行远自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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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过去40年的变化，那就是规模空前、变革深刻和志存高远。中国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麦肯锡有幸见证和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帮助过许多中国企业，看到它们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全球最佳经验，今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向外输出”的新趋势正在形成。




25年前的1993年，麦肯锡在上海开设代表处，标志着我们正式来到中国大陆。1995年，开设北京代表处，彼时只有寥寥10余名员工，即使加上香港和台北分公司，整个中国也就几十个人。

25年后的2018年，麦肯锡中国有了5家分公司和1家服务中心，员工近1000名，中国籍合伙人则从无到有，如今超过了整个中国大区合伙人总数的一半。作为当选中国总裁的首个中国人，我由衷地感到自豪。这反映了麦肯锡独特的，依靠全球各地分支机构发展当地业务的模式，即不管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均坚持由本地人治理的“one firm”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麦肯锡在华分公司就是一家中国本土公司。

在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麦肯锡中国的营收保持着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作为一家合伙人制的全球性专业服务机构，麦肯锡在中国市场实现从零到N，我认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服务本地客户（serving locals）战略，始终以中国企业为业务发展重点。与其他咨询公司不同的是，我们来到中国不是只为服务跨国公司，而是为了发展对本地企业的服务。从客户构成来看，2000年前后，我们80%的客户为跨国公司，尤其是为他们提供WTO后进入中国的战略服务。到了现在，本地客户达到80%，近几年民营企业的比重有了显著提升。事实上，我们认为服务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是相辅相成的。

我常常说，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中国过去40年的变化，那就是规模空前、变革深刻和志存高远。中国的崛起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改革开放让7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20%增至2017年的近60%，这既是了不起的成就，又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麦肯锡很荣幸能踩准时代的鼓点，与改革开放同行，与时代发展同步。如今，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包括去杠杆、国企改革、经济软着陆等挑战更为艰巨。每天我与CEO会面后，发现他们往往有着很大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因为在中国市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全世界最残酷的竞争环境，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不过，我认为这又给企业带来了新机遇——推动它们转型变革再出发。



从零到N创市场

很多全球性公司进入中国的理由之一是市场广阔，然而，对于麦肯锡来说并非如此简单。25年前并没有为政府机构和企业高层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市场，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政府，几乎都没有听说过麦肯锡，更不知道管理咨询公司是干什么的。我们好比创业者，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在中国创造了咨询这个行业。

既然没有市场，为什么还要来？当时公司高层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正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如果想赢得先机，就必须要有远见、有愿景，用二三十年时间来培育在华业务。另外，麦肯锡的使命之一是帮助客户谋求长远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就是长远发展最好的例子。在这过程中，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中国人了解并接受管理咨询的方法论。作为咨询顾问，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服务包括总结最佳实践、对标全球先进、协助企业转型、创建新业务、帮助组织转变思维方式，以及规避大型风险。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陌生的概念。

回想那一段激情燃烧，奋力拼搏的岁月，至今仍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们在外滩边的光明大厦租了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只有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部固定电话。麦肯锡招聘的第一位中国咨询顾问叫程嘉树，他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却选择回到麦肯锡中国打拼。华强森（JonathanWoetzel，他是上海代表处的开山元老）常常跟我们说起这样一个玩笑，他到客户那里介绍麦肯锡，几分钟后问，东西在哪？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客户就会说，你们不是卖某种东西吗？拿给我们看看。他这才明白过来，于是解释说麦肯锡卖的是服务，不是产品。还有一个经典笑话就是，经常有人问麦肯锡是不是麦当劳的子公司。



从全球化到本土化

得益于时代为企业带来的动人心魄的力量，以及我们对于本土化战略的一以贯之，麦肯锡在中国顺利度过创业期，开始了快速成长。我们的本土化专注于服务本土客户和培养本地人才，这与很多外国公司的在华运营有着本质不同。

在服务本土客户方面，在成立上海代表处3年之后，也就是1996年，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中国本地客户。如今，中国客户约占八成，跨国公司占两成。这两年，民营企业开始取代国有企业成为我们的主要客户。我服务过一家民营企业，创始人是卖猪肉起家的，但是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做大做强的愿望。后来他转型进入旅游业，把主题乐园做到客流量排名世界前10。你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在飞速壮大，需要像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帮助他们实现专业化、机构化和科技化的转型。

在服务国有企业方面，90年代末我们主要是协助它们IPO，走向全球资本市场，那是不断磨合、互相适应，直至产生“化学反应”的过程。我们曾经帮助某能源央企“走出去”，在当年是全球最大一宗IPO。项目组关在一幢小楼里，除了睡觉吃饭，一天24小时关在里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让成熟的海外经验适用于中国企业。双方的学习曲线都是非常陡峭的。时至今日，我们还为众多国有企业提供组织架构优化和人才梯队搭建方面的服务。

在培养中国本地人才方面，2000年，我们有了第一位中国合伙人。现在麦肯锡中国领导层实现了本土化，五家分公司的负责人均为中国人，上海、北京和深圳分公司负责人皆为女性。同时，我们为中国各行各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众多麦肯锡“校友”在商界担任着重要职务。

作为一家全球化的咨询公司，应该如何为东道国市场创造价值，做出贡献？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答案指引着麦肯锡在全球各地的商业行动。在中国，麦肯锡积极参与到城市化、产业转型、中企“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等一个个重大时代课题之中，贡献专长。麦肯锡前任全球总裁鲍达民（DominicBarton）、麦肯锡荣誉合伙人欧高敦（Gordon Orr）凭借对城市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多次荣获由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

今年有两件事更能体现中国之于麦肯锡的意义，以及麦肯锡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一是在2018年7月1日上任的新一任全球总裁施南德（Kevin Sneader）选择常驻香港。在麦肯锡近百年历史中，这是全球总裁第一次将常驻办公地放在中国。二是中国分公司的级别提升，从原本隶属于亚太区的分公司升级为中国大区，与北美、欧洲、亚太和拉美的级别相当。



从“创新海绵”到输出创新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过去，麦肯锡以战略咨询闻名。近年来，我们不断创新，引进新的方法和服务模式。今天，麦肯锡一半的业务在5年前完全不存在，而传统的战略性项目只占不足20%的业务份额。我们在价值链上全程参与，新业务包括从前端的战略制定延伸到后端的战略执行，我们也帮助客户实施从上到下的数字化变革、建立新业务。这既是响应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是自身顺应趋势的因时而变。与创业期非常不同的是，如今的客户越来越懂行，双方的合作也越来越顺畅。我很欣慰地看到，咨询这一块原本在中国处于空白的市场，现在渐趋成熟。

当选麦肯锡中国总裁之后，我最近有机会带领两三拨国外客户来华参观行业领先公司，以了解和学习中国企业的创新做法。参观后，几乎所有的CEO都会惊叹于中国同行的商业实践，中国在电商、互联网科技等领域的一些创新甚至领先欧美同行四五年。一家全球领先金融服务机构的高管跟我说：“刚才看到的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了未来数字化经济对传统银行的影响，这实在太可怕了。”而就在不久之前，中国只是“创新海绵”，本土CEO还在向西方同行借鉴灵感和学习“最佳做法”。然后在经历多年“从西方输入”之后，我看到中国企业“向外输出”的新趋势正在形成。麦肯锡中国的顾问们也越来越多把中国本地客户的成功经验介绍给全球其他地区的客户，这让身为麦肯锡中国总裁的我感到无比骄傲。

拉长历史的视野，我们看到，在经历前一个由投资驱动的发展长周期之后，游戏规则已然改变，中国企业来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从外部环境看，技术推动变革的速度不断提升，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剧。展望未来，对于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咨询公司来说，我们应该，也必须贡献自己的专长，帮助中国企业在新的征途上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站上全球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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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以理是麦肯锡中国总裁，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

	

	寻找当代中国的管理思想
——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隆重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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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快速涌现、商业环境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会引领商业走向何方成为越来越多企业思考的核心话题，而这也正是“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设立的初衷和目的所在。第二届“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自2018年4月启动案例征集，历经半年的征集和评选，邀请17位国内一流商学院的顶尖学者作为评委。在综合考虑了引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借鉴性、领导力这五个维度后，评委们最终选出3个全场大奖、20个优秀案例，以及今年新增的创新创业实践奖、人力资源实践奖、战略转型实践奖，以及营销实践奖。此次获奖的企业案例，从多个维度提供管理思考和经验，让更多的企业学习和借鉴，在这个“新科技”驱动的时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管理”企业。

然而，要将企业发展再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依靠的则是管理。在如今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在各个领域用创新的智慧打造出最接地气、最具应用性的管理策略。正是这些多样性的管理实践成就了今天的中国企业，“中国式管理”似乎正渐渐浮现出它的雏形。

继2017年之后，拉姆·查兰先生再次出席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颁奖仪式，并分享了他对商业管理的最新观点。他表示，“新技术、新管理”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发明创造一个新技术，而是要如何将一个已有的技术创造性地应用到用户之中。首先是集体学习。只有了解智能技术，才敢于想象创新应用。其次是组织重构。要结合数字化改变来调整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第三是关注员工。要像关心每位用户一样关注每位员工，释放每个人的潜能。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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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2018年度全部获奖名单及案例精选




获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2018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全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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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森林：地球上5%的人在手机里“种树”防治荒漠化

徐笛

蚂蚁金服社会公益部总经理



评委点评

陈宇新 上海纽约大学商学部主任、全球商学讲席教授

这一案例所展示的企业实践非常有创意，既创造了很大的社会价值，又提升了品牌和用户的忠诚度。蚂蚁森林尤其突出的是能充分运用数据、技术和平台的力量。这是难得的好案例。



于保平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防治沙漠化不一定非要亲身前往沙漠里抵抗风沙，只要有公益之心，就可以动动手指在手机里“种树”——蚂蚁森林，提供了一种公益的范式，用科技的力量，以巧妙的模式，动员了社会公益力量，积少成多。人人做公益，参与环保，让地球更绿，天更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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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人才智库：大数据智能化人才管理

熊辉

百度人才智库、百度商业智能实验室主任



汪蕾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针对 IT 公司普遍人才流失率高的现状，百度管理团队立足人才管理痛点，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创立百度人才智库，为百度人才管理提供科学分析工具与智能决策支持。人才智库创建了国内首套完整的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人才管理综合解决方案，覆盖百度人力资源部全部目标用户的重点日常业务。人才智库在百度创建以来，大幅提升了人力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准确度，让总体简历筛选效率提升超过 40 倍。同时，它在人才匹配、舆情掌握和人才挽留预测等方面也取得创新突破，其 90 天人才挽留预测模型，对目标员工离职倾向判断准确率达 90% 以上，百度人才智库是大数据应用于企业内部管理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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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云音乐在在线音乐行业中的变革与创新

朱一闻

网易云音乐CEO



傅代国 西南财经大学西部商学院院长

网易云音乐突破 PC 时代下雷同僵化的曲库型音乐产品市场红海，以“用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抓住移动互联网转型机遇期，利用歌单、乐评和个性化推荐等独特功能和全员客服、多元渠道等技术优势，更好地提高了用户的音乐体验，大量激活了存量曲库的音乐价值，有力扶持了原创音乐的系统化发展，引领了“社交型”音乐产品模式的变革创新。具有引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将为引导在线音乐市场“移动音乐社区”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018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优秀奖

• OK制、OKR、投名状——携程地上交通业务群高效创业三利器 携程集团地上交通事业群CEO 王玉琛

• 智能时代云组织人才发展实践 小米集团人力资源副总裁 王小薇

• 浪潮服务器：基于JDM模式的创新与变革 浪潮集团副总裁 彭震

• 中国民生银行数字化转型实践 中国民生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何力

• 迅雷裂变——从下载巨头到共享计算和区块链创领者 迅雷集团首席执行官、网心科技首席执行官 陈磊

• 企业集团运营监控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副总经理 王瑛玮

• 新共享 心服务-文思海辉共享服务运营中心 文思海辉高级副总裁，共享服务运营中心负责人 周锋

• 传统能源国企的亮丽转型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勇

• 唐硕体验创新咨询：体验思维——重塑品牌与人的关系 唐硕体验创新咨询 创始人&CEO 黄峰

• “金种子”优秀班组长进阶式培养管理实践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人力资源部 赵桂廷

• 无界零售战略下，京东在无界组织、无界工作、无界人才域的前瞻探索 京东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兼法律总顾问 隆雨

• 内部孵化+产业投资，激活企业加速前行 第一资产首席投资官 吕晓彤

• 从智慧地球到人工智能，IBM大中华区成功完成品牌转型升级 IBM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 周忆

• 人工智能商业化模式1+1+X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CEO 徐立

•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会议革命与文化变革：对JPS工作法的借鉴与改良 中电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常满祥

• 一所现代化全球学校的诞生 荟同学校主席、CEO Chris Whittle （魏克礼）

• 数字营销行业效率面临的挑战VS时趣解决之道 时趣互动Social Touc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锐

• 麓镇“变局”：从商业中心到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万创投资控股成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姜涛

• 机遇·挑战·变革 一汽-大众奥迪与中国汽车产业三十年公开巡讲课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 荆青春

• 资本+资源的赋能投资者 优格资本创始人 寇晓伟







	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

	

	对话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
管理实践将愈加数字化

		钮键军 | 访 刘筱薇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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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办，该奖项旨在表彰在中国的管理实践中具有创新和借鉴贡献的企业高管，搭建学习管理实践经验的平台。2018年哈评管理年会上公布了第二届获奖名单。与第一届获奖名单不同的是，此次全场大奖的三位得主均来自互联网科技公司。风格的转化是偶然，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未来中国的管理实践会走向何方？

带着这些问题，HBR中文版采访了宜信公司创始人兼CEO唐宁。宜信公司是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的全程特约合作伙伴。在此次访谈中，唐宁就中国管理实践的现状以及未来，对于科技对于管理的影响发表了独到的看法，以下为访谈节选。



HBR中文版：今年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的全场大奖得主均来自互联网科技公司，而去年则几乎全是大型企业。这种变化你认为有何宏观背景？

唐宁：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元素中，科技创新占比越来越大。十九大讲：未来的中国企业会越来越以科技创新驱动。所以，可以说是跟大方向非常吻合的。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也是同科技创新类企业对于管理、对于战略越来越重视密切相关，特别是它们有体系地学习、总结、归纳管理战略的发展逻辑，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进展。



HBR中文版：科技公司在创业初期，大多排斥管理，你怎么看这三家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创新？

唐宁：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大奖，但我的关注点却更加广，（此次评选）科技创新类企业的参与是非常广泛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趋势。

管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管理就是你监督我、我监督他，有一套体系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大家按照这种制式流程地去规范化动作。按照这种定义，初创企业确实不足，因为它的组织结构不完整，通常都是一身多职。但这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一种管理方式，也是一种初创类企业的管理方式。过去都是一级一级的斯巴达方阵作战，现在讲究小团队，甚至自由结合的小团队，两个比萨饼就能喂饱的小团队，反而能够创新出活。我对管理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广义、非常包容、非常多元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用组织中人和各种元素的互动、关联的逻辑关系，以结果驱动的有效协同方式，最终把事情办了，并且是可持续地把这个事情办了。



HBR中文版：从入选案例来看，有40%左右是关于人力资源的。你如何看待未来的人才竞争？

唐宁：企业家、创业者最挠心的是针对人的管理。因此，人力资源方面的案例占比较大非常正常、自然。另外，组织文化对于人才非常重要，它其实是管理软性的那一面，组织文化可以写下来，但更多的是有一些无形的氛围、无形的做法。

在创业初期，什么资源都没有，你该如何与优秀人才沟通？我们讲真理不在CEO那里，也不在任何团队成员那里，而在人与人之间的碰撞PK之中等等，类似这样开放的、平等的文化，对于优秀人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



HBR中文版：你认为科技公司会不会今后成为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的一个主要策源地？会因为科技的原因，出现量化管理的趋势吗？

唐宁：首先，未来的科技创新类企业会越来越多，肯定他们的创新实践也会越来越重要。

其次，我们的管理实践今后也会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与数据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数据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数据是工具，可以帮助管理者、领导者，也会为专家提供各种维度、各种视角的佐证、观点，但最终还是需要像拉姆·查兰、德鲁克这样顶级的专家，从理论上进一步提炼，并且跟实践之中有把手弄脏的实操层面的互动。这是一个科技+数据+算法+人的过程。

最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所谓“科技公司”的说法，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科技公司，或者是核心技术的生成者，或者是核心技术的高水平使用者。当然，那个时候可能又有进一步的对于科技的定义，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那些善于利用移动互联网，善于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并逐步把人工智能化为公司能力一部分的组织，将是未来的赢家。



HBR中文版：今年年会主题是“新科技、新管理”，但科技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你刚才也提到管理最终是管理人，最主要也是管理人。你认为新的科技是否会催生新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

唐宁：科技不断演进，作为一门学科，管理也在不断演进。随着更多技术的出现，组织的管理方式也会不断地变化，学习门槛也不断降低。过去团队学习的时候，就非常在意是否有合适的环境，有没有老师，有没有相应的场景。但是今天宜信内部做培训，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把一个知识点可以做成，像今天咱们搞的这样一个视频的方式，非常利于吸收。如果还是传统方式的一种书面的话，难度要高得多。

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如果我传达我投资的理念，方式是一级一级的传达，现在是我拿出管理的APP，第一时间把想法向全球各地的同事传达。

但我并不认为科技可以改变一切。科技改变的是那些程式化的，规范、标准的部分，反而让人可以做那些非标的、更加适合人干的、高质量的工作。大家经常讲人工智会不会取代人？我觉得Yes&No，如果人不改变的话，肯定会被取代，但是如果善于利用工具去提升自己，组织善于利用工具去帮助同事提升自己，我觉得完全人可以成为工具的主人，可以让工具帮助更好地管理，帮助他提升效率。



HBR中文版：回到拉姆·查兰奖，你对于拉姆·查兰奖有何期望？

唐宁：今年的参与和评奖，以及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和管理实践，这让人眼前一亮，非常开心，应该说继去年一炮打响之后，今年更上几层楼，我也非常开心看到两年多前我和拉姆·查兰的一个想法碰撞，结出了硕果。我也非常期待明年的管理实践，无论是参与的广泛性，还有各类企业基于公司自身发展的差异化、独特性方面都再有提升。我没有任何怀疑明年、后年在各项关键指标上，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都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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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键军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特别报道

	

	浪潮破局“稳”与“快”的伪命题



伴随着“双十一”的结束，浪潮集团副总裁彭震接到了客户服务部的电话——一切顺利，浪潮负责维护的几十万台服务器平安度过了这次大考。

此前一个多月时间，为了迎接“双十一”，核心电商平台对数据中心设备进行全面的巡检维护。为此，浪潮客户服务部几乎派出了所有的工程师。帮助客户维护巡检只是浪潮为客户做的一项工作，浪潮已经与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深度融合，这是浪潮JDM业务模式的基础。

近期，JDM模式创新被评为2018年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的优秀案例，浪潮集团副总裁彭震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详细解读了浪潮JDM模式诞生的历史机遇和打磨历程，分享了浪潮转型的心得。



计算是生产力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双十一”期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约27%，相当于3天左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场血拼的背后，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支撑。这不仅是IT产业的巨变，也是一个时代的巨变。

网上购物、移动社交、视频、移动支付等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商业形态已经改变了社会经济的构成格局。2018年10月，全球市值最高的8家公司，只有一家非互联网企业伯克希尔·哈撒韦。而且，众多的传统产业也被互联网改变。以传统零售业为例，从2009年到2017年传统零售产业增长了2.4倍，而互联网零售则增长了20倍，在整个零售产业中占比接近20%。

中国工程院院士、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恩东指出，经济的互联网化是人类社会数字化大变革的一部分，伴随着数字化不断加深，服务器已经成为与水电并列的社会基础设施，计算也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数。全球市值TOP8公司，除去伯克希尔·哈撒韦之外，是全球服务器采购量的TOP7，各国的GDP与服务器出货量高度相关，前四位为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

全球的数字化为服务器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彭震说，不论传统行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行业，采购需求都十分旺盛。采购量最大、增长最快的是互联网行业，全球服务器大约有1/3左右被互联网公司买走，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也直接推动了服务器产业的变革。



个性化与快速迭代的客户需求

互联网公司，尤其是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有着独特的业务和核心竞争力，如百度的搜索、亚马逊的电商、腾讯的社交，独特的业务必然需要个性化的服务器。而且，不仅不同领域的互联网公司需求不一样，即使同一领域的公司需求也不一样，例如百度和Google同样都是搜索领域，Google发展出了server farm模式，而百度基于天蝎标准发展出了北极服务器。业务架构、基础设施管理架构都是互联网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有自己个性化的策略定位，服务器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必然也是个性化的。

互联网公司业务与基础架构的发展越来越紧密，业务层面的高速迭代策略逐渐深入到基础架构层面，例如阿里巴巴，从2009年第一次“双十一”到现在基础架构经历了5次重大变革，服务器也多次演变，目前最新的产品为玄武系列。



JDM——从标准化到定制化

服务器一直是一个标准化的产业，传统的服务器厂商产品开发周期很长，将所有的客户需求汇总成一对多的产品，也就是常说的通用产品，然后制造、销售，实施、服务等。现在互联网公司的需求越来越多，迭代周期越来越快，产品差距越来越大，传统的标准化运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需求，所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厂商在互联网行业的表现都不理想，甚至主动放弃客户。

早在上世纪第一轮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浪潮就开始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一些简单的定制化服务，迄今已经有20多年的探索积累，最终形成了独有的JDM模式。



以“快”为先，
让客户参与到每个业务环节

JDM模式切实将客户需求引入到产业链中，实现计算力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紧耦合，实现了从批量标准化到大规模定制化的转变，构建敏捷业务流程。

JDM的突出特点就是“快”，快速研发、快速生产、快速部署，让浪潮跟上甚至超越客户的节奏。目前，浪潮服务器一款新品的研发周期从1.5年压缩到9个月，客户提出需求最快可以3个月交付样机，生产交付方面，浪潮订单交付周期从15天缩短至5-7天，此前，在百度数据中心创造了10000节点/日的业内最高交付部署速度。

彭震说，很多时候，“快”比“对”更重要，这是浪潮在服务互联网用户的切实体验。浪潮让客户参与到前期调研、研发到量产、实施等每一个环节，双方研发、生产等环节的人员直接交流已经是常态。

彭震说，由于业务和技术的快速迭代，很多时候，互联网用户也是“在战争中摸索”，他们也不清楚自己的需求，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在论证和研发的过程中，需求才会逐渐清晰起来，这个过程是双方共同学习、成长的过程。彭震表示，浪潮与这些客户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供需关系，形成了融合共生关系。



模块化产品降低研发消耗

定制化会带来产品的多样化，导致公司研发资源消耗非常大，彭震说，这几年来浪潮一直在加强产品研发的模块化和平台化改造，把所有的产品变成CBB（commonbuilding block）的组合，这样前端是多样的，但是后台研发的复杂度可以降下来。

客户的硬件开发已经开始借鉴软件的敏捷开发模式，先做一个基本版本，然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更新。现在浪潮与客户的合作也是如此，有了概念就先用现有的平台和模块搭建一个样机，然后论证，修改，然后小批量试产，非常快，比原来的周期至少缩短了一半以上。

在这种技术策略下，平台和模块的研制和强化就非常重要，原来浪潮讲究“用心做好一款产品”，现在则是“用心做好一个平台”“如果设计的模块可以用5年，你就是公司的功臣”。

浪潮在机制和文化上也一直在变革，彭震说，浪潮一直在做传统行业，不仅是研发，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稳定、平衡，层层汇报和决策，现在则是强调“快”，强调“客户是对的”，用客户的需求驱动公司的业务流程改变，打破“部门墙”，让整个公司快起来。



智能产线，“快”与品质兼得

JDM不仅是运营模式的创新，也包含了生产制造模式的创新。浪潮智能工厂，是国内第一个服务器智能柔性生产基地，实现了C2M。该基地统一整合了柔性生产、智能技术和物联网技术，整个工厂采用了600多个RFID、2000多个传感器、50个设备控制器以及330多套智能设备，部署了ERP、MES、WMS等6大智能信息系统，所有智能设备在信息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自动运行。

彭震说，定制化产品的供应链和生产管理远比通用产品复杂，后者是大批量标准化，前者是小批量个性化，机器人、智能制造设备远比人的精准度高、产品良率也要高得多，智能制造技术可以在实现“快”的同时保证品质。目前，虽然浪潮研发人员越来越多，但是工厂的人越来越少。



JDM模式具体内涵如下：

• J：Joint围绕智慧计算产品创新，打造一体化生态与多元化客户需求的紧耦合生态模式；

• D：Design/Development/Deliver构建从用户需求、架构设计到产品实现的敏捷化创新和快速交付的业务链。

• M:Manufacture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一键下单”的自动化生产能力，和“一件下单”的柔性生产能力。




变革中不断进化

Gartner数据显示，2018年第二季度，浪潮服务器增速全球最快，销售额同比增长126.7%，市场份额进一步增长至9.1%，位居全球第三，在过去的18个季度中，浪潮有12个季度全球增速最高。目前全球市值TOP10互联网公司中，有6家与浪潮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在云服务器领域，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IDC报告认为，JDM模式是传统ODM的延伸，是将客户、伙伴纳入研发、生产等供应链条的高级架构设计，让客户参与到开发设计环节，成为帮助浪潮在竞争中胜出的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化优势，JDM模式让浪潮更容易获得全球互联网客户，也可以在传统企业市场实施差异化竞争——向传统企业提供定制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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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集团CEO罗伯特·汤姆森：
高品质内容更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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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全球化的布局、多样化的业态和积极拥抱数字科技的心态，新闻集团在媒体行业发展缓慢的时期依旧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动力。新闻集团CEO罗伯特·汤姆森表示，仅仅自己转型还不够，还要积极发声改变数字生态环境，让更多人认识到高品质严肃新闻的价值。




传统纸质媒体的衰弱已不是今天的新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仅《新闻周刊》《独立报》等世界顶级新闻刊物先后停止纸质版出版，而且传统纸媒的公信力也在不断接受着挑战。坏消息似乎不断，很多媒体人对未来失去信心。但大浪淘沙之后，一些敢于创新的严肃媒体，并没有就此倒下，反而迎来新的发展。

与众不同的是，2018年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新闻集团旗下，新闻集团2018财年截至2018年6月30日）表现强劲，全球范围内的发行和订阅收益约500万美元，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纽约时报》的两倍。

这都要归功于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最近10年的诸项改革。2008年5月起，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担任道琼斯公司总编辑和《华尔街日报》的执行总编辑。在他的主导下，《华尔街日报》开创了一系列新的数字和印刷产品，更充实其在商业和金融等核心内容报道。同时增加了更多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打造欧洲亚洲本地语言网站，吸引了更多海外读者。

作为新闻集团旗下的标志性媒体，《华尔街日报》的转型可以代表新闻集团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新闻集团是全球化多样性的媒体和信息服务公司，2013年将21世纪福克斯（21st Century Fox）剥离出集团之后，目前新闻集团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新闻信息、书籍出版、订阅视频和数字不动产服务。

2018年秋，新闻集团CEO罗伯特·汤姆森在北京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专访，探讨了在数字化时代媒体所面临的挑战，新闻集团作出的改变，以及其坚守的价值和原则。在一个多小时采访中，我们感受不到他作为媒体集团掌门人的焦虑，而是足够的自信。他看到技术变革带来了更多的创新机遇，无论内容生产还是商业运营，都可以更有作为。



重新定义媒体

HBR中文版：数字化浪潮对新闻集团的业务造成了哪些冲击？

罗伯特·汤姆森：数字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2018年，我们的营收达到90亿美元，有显著增长。当你再看新闻集团时，会发现它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首先在报纸和新闻领域，数字化订阅量快速增长，即将与纸质发行收益持平，而且还将继续增长下去。纸质发行量未来可能会有所下降。不仅美国市场是这种趋势，英国、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此外，新闻集团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不动产服务公司。在澳大利亚，我们有REA集团，旗下的两个网站realestate.com和realcommercial.com是澳大利亚市场领先的商业不动产网站。在美国，我们拥有美国第二大数字不动产网站realtor.com，在亚洲，我们的iProperty集团的服务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市场第一，在印度尼西亚市场排名第二。而在印度市场，我们也有housing.com网站提供服务。从税前利润来看，虽然可能有季度差异，但数字不动产服务几乎创造了40%到50%的利润。

另一个增长明显的领域是数字书籍，我们拥有世界上第二大商业书籍出版社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在书籍出版上增长最快的是数字有声读物，在2018财年后6个月的增长达到了50%。



HBR中文版：这个业绩难得。这是否意味着未来你们的业务会更加集中在数字端，会有一些服务和品牌消失？

罗伯特·汤姆森：我经常被问到传统纸媒是否会消失这一问题。但我认为，纸媒存在的时间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实是，4年前，电子书在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营收中能占到25%，但现在仅仅占17%。这一方面是因为亚马逊等渠道商的价格模式，另外一方面也体现出读者消费趋势的变化。他们现在能够认识到不同产品的不同价值，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购买决策。所以印刷书籍价值依旧存在。

我们要看到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波峰和波谷。我们要观察它的发展趋势，尤其是下降趋势，以及分析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有哪些机会出现。



人物小传

罗伯特·汤姆森：

罗伯特·汤姆森于2013年1月起担任新闻集团CEO，是默多克多年的同事和挚友。他从 1979 年就开始做记者，先后在《悉尼先驱晨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道琼斯通讯社和《华尔街日报》工作，并且成功地帮助《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和《华尔街日报》进行转型。此外，他还是《法官——透视澳大利亚司法机构》（ The Judges: A Portrait of the Australian Judiciary ）一书的作者，编辑过一组讽刺作品《真小说》（ True Fiction ）。




HBR中文版：你是说，顶级的印刷媒体机构和出版商依然有很大价值？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我们很幸运自己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这意味着我们依然需要优秀的编辑人员来发现和制作有价值的书籍。在布莱恩·默里（Brian Murray）的领导下，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拥有一支强大的团队，他们擅长发现和帮助优秀的作者，并且能够有效地推广优秀的作者和作品。因此，出版商的决策和作用依然很关键，这不仅是对行业来说，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



HBR中文版：数字时代，哪些因素能够造就优秀的媒体？是品牌和独家优质的内容吗？

罗伯特·汤姆森：没错。但更需要注意好的体验。在跟自己的编辑和记者交流时，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数字媒体体验不仅要跟《金融时报》这样的媒体竞争者对比，还要对比谷歌、Facebook、Snapchat和亚马逊这样的数字媒体所能够提供的体验。因为今天，消费者对数字化体验的要求和期待已经很高，数字化的呈现、图片视频等元素的加入和质量都要纳入考量。我们必须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媒体消费体验，否则就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HBR中文版：年轻一代的读者会更难满足吗？

罗伯特·汤姆森：并不一定。我认为地域的差异可能比年龄更显著。在乘坐地铁、火车等移动的时间里，人们在手机上阅读显然比阅读纸质内容更容易。所以在纽约、伦敦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地铁里人们普遍用手机阅读。但在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这些地方，人们会更愿意阅读纸质出版物。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人们会追求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我们需要理解这些不同的背景，然后基于这些阅读场景提供多样的产品和服务。



HBR中文版：意见领袖、自媒体和用户产生的内容能否成为增长亮点？

罗伯特·汤姆森：这看起来可能很吸引人，但如果你选择这么做的话，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HBR中文版：为什么这么说？

罗伯特·汤姆森：因为他们产出的都是观点，而不是正规的新闻和分析。也许时不时会产生一些好故事好文章，但这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依赖于个性化鲜明的个人观点的媒体并不是专业的新闻，也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最不缺的就是观点，而最缺乏的是经过验证的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洞见。因此，仅仅做观点的聚合器没有未来。

其实，在信息越来越庞杂的时代，专业主义的严肃新闻的价值更能够凸显。媒体机构依靠的是编辑的技能和记者的专业度，重点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



争夺数字生态中的话语权

HBR中文版：你们与数字媒体平台的竞争情况是否比较激烈？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公司之一，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和欧洲，我们都积极争取传统媒体机构在数字生态中的权利。例如，2017年，谷歌废除了“首次点击免费”（First Click Free）服务。这一服务会导致需要订阅的新闻媒体无法在搜索结果中获得优先展示的位置。这是我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努力沟通之后达成的协议。他聆听了我们的反馈，做出改变。这不仅仅有益于我们业务的发展，对整个高品质出版发行行业来说也有巨大影响。

此外，我们还跟欧洲反垄断委员会积极沟通，就数字巨头对渠道的垄断影响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除非改变数字生态，否则追求品质的媒体机构的发展就会有很多局限。如果人们不再关注优质内容，我们就会缺乏支持者，而数字媒体平台却在赚大钱。事实上，创造的成本远远高于发行渠道成本。但现在的数字生态中，盈利最多的是数字平台，而不是内容创造者。



HBR中文版：还会有很多版权方面的问题。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我们认为谷歌新闻可能是最危险的竞争者，因为它可能会改变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它们的做法其实是在降低新闻的价值，我们花了3个月仔细调查研究写出的新闻故事，它们只需要不到3分钟就能抄袭、改写，发布到各个渠道。

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道德问题。因为法庭的诉讼历时长久，你也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释说自己并没有抄袭，但这本身并不公平。对于抄袭者和聚合内容的数字平台来说，这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它们不关心新闻的真实性、严肃性和知识产权的珍贵性，仅仅依靠法律手段不会有太多改变。对于数字平台来说，它们更有责任去区分不同等级的新闻，给予高品质新闻更多的资源和更优的展示机会，否则，严肃新闻的价值将逐渐消失，它们也不会在这个行业中走得长远。



HBR中文版：你们如何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罗伯特·汤姆森：新闻也是分不同等级的，有可信的消息源、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专业水准高的记者编辑才能产出最高水平的专业新闻，这样的新闻处于等级顶端，我们在这方面投入巨大。当然也有谣言、假新闻、无迹可寻的消息等等这些底层内容。遗憾的是，谷歌和Facebook这些平台在展示的时候并不区分不同等级的新闻，我认为它们需要回头看看，学会尊重新闻的等级。



转变商业模式

HBR中文版：广告已经不再是你们的收入支柱，对吗？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相对来说，广告收入并不那么重要了。但在跟数字媒体平台的竞争当中，广告依旧很重要。



HBR中文版：你们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罗伯特·汤姆森：过去，对内容我们就是从创造和推广发行两个维度来思考。读者对于内容的认可最终会转化为广告收入。现在，信息服务比媒体更为重要。我们将媒体和信息服务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的数字不动产服务中，也包含新闻的部分，不仅为读者提供市场上不动产信息，也为投资人提供相关的分析和知识。



[image: ]



HBR中文版：现在你们的成本中占比最大的是技术还是人才？

罗伯特·汤姆森：在技术上的投入很多，我们在试着打造全球统一标准的通用平台，比如内容分发系统、HR系统和销售系统等等，用规模化来降低成本。对于技术我们关注三个问题——技术的稳定性、性价比以及技能可能带来的创造力。只有保证了稳定性和性价比，我们才能快速吸收更多更好的技术，服务于我们专业人才的创造力。



HBR中文版：未来你们会削减一部分人力成本吗？

罗伯特·汤姆森：并不一定。目前，我们在很小一部分报纸中减少了记者的数量。但整体而言，我们还是在吸收更多有经验的优秀专业人才，我们是一家不断增长的公司。



HBR中文版：你怎么看AI写手？

罗伯特·汤姆森：使用人工智能来写稿的未来还不明晰，我对它的前景并不看好。也许人工智能可以快速起出一些标题，但并不能完成真正的分析论证。对于一些领域来说，人们可能需要快速获取信息，人工智能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自动实时传输数据。但人工智能做不了创造工作，它的能力在于提高效率。因为它是在发现识别经验和模式，而且现在还做不到自然发现，仍然需要人工的帮助。现在，人依然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你需要发现一些规律，提高效率，人工智能会有价值。但对于创造和分析来说，人工智能的价值非常有限。



HBR中文版：这种应对数字化挑战的方式对于汽车、金融等其他行业也适用吗？

罗伯特·汤姆森：这取决于企业的核心专业能力是什么。我们从澳大利亚起家，积累了很多专业的经验，并且在不断扩张中学习。这要感谢默多克持续的投资。现在，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是用单一成本的创造来支持不同渠道不同地域多样的业务发展机会。



HBR中文版：你对新闻集团的股价表现满意吗？

罗伯特·汤姆森：人们永远都不会满足。但是2017年，在媒体公司中我们增长很快。有时候股票的价格体现的是人们的期待而非现实。2017年我们收购了澳大利亚最大的付费电视公司Foxtel，这是当年股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投资者的期待也提高了，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四年前，我们在美国收购realtor.com时投资者并不看好，因为它当时处在市场第三位，而且在衰落，很难判断它能否成功转型为优质的数字不动产服务商。但我们的团队做得很棒，现在它已经是美国第二大商业不动产网站。现在要向投资人证明，我们也能够战胜新的挑战。我们成功帮助报纸和不动产网站转型，现在我们要让付费电视也焕发新的生机。



数字时代的内容创造者

HBR中文版：数字化时代，记者和编辑等内容创造者需要做哪些改变？

罗伯特·汤姆森：有一些新闻传统的技能依然重要，例如深入研究和调查能力，获得全面视野的能力，确定信息的重要性以及聪明地获取自己所需信息的能力。这些传统技能在今天仍然十分有用。除此之外，在数字时代，记者和编辑还需要注意信息的呈现形式，如何用更多样的媒体渠道展示自己所创造的能力，如何利用好音频和视频来帮助读者理解内容。



HBR中文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必须要。创造内容的记者编辑需要了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场景，哪些是自己的受众，他们习惯在什么渠道上阅读，喜欢在什么时间阅读。人们现在不仅仅在传统媒体的网站和移动端阅读内容，更多的时间可能在Facebook、Snapchat和Instagram这些社交媒体上，那么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如何呈现也要考虑到。

因为读者对于不同的阅读场景有着不同的期待，记者和编辑们要了解和理解这些场景。我们内部也在进行大量讨论：对于一个好内容，什么是最合适的呈现形式；人们阅读的场景都有哪些；不同场景下的阅读量会有多少；怎么才能有更好的互动形式来让读者更能沉浸到内容之中。



HBR中文版：这是否意味着记者编辑的语言表达方式也要变化？

罗伯特·汤姆森：更重要的还是结构和事实，记者和编辑可以跟读者进行一些有趣的互动，但互动的部分要跟完整严肃的新闻内容有明显的区分。如果不划清严肃的新闻信息和诙谐有趣互动之间的界限，那么真假新闻、商业广告和新闻事实也会混淆。短期来看，这可能是个不错的想法，也许还能带来很多利润。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因为这会削弱媒体机构的专业度和完整性。



全球多样化业态运营

HBR中文版：新闻集团现在的全球化布局是怎么样的？

罗伯特·汤姆森：澳大利亚和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两大市场。考虑到未来经济的增长潜力，美国可能更为重要。这两年美国经济形势很好，上个季度的GDP增长达到4.2%，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有着显著效果，未来的潜力更大。而且，美国市场相对成熟，政策环境也比较稳定，还是很好的投资标的。欧洲市场比较小，增长可能有限。在亚洲，我们在东南亚有业务。在中国的业务可能主要在香港，内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还是太复杂。不过我们也在不断寻找合适的机会，最近我们和财讯集团进行合作，将道琼斯旗下另一个重要刊物《巴伦周刊》（Barron’s）的内容引入中国。



HBR中文版：多样化业务布局也是你们的策略之一，未来是否还会坚持这一策略？

罗伯特·汤姆森：是的。虽然我们叫做新闻集团，也信仰严肃新闻的价值，但拥有多样化的收入渠道也很重要。如果你看我们不同业务的市场盈利率，数字不动产服务可能利润最高，新闻信息的利润较低，所以我们要进行平衡。新闻是我们的核心业务，对此我们也有着长远的规划，但在新闻信息业务转型或者波动的时期，还需要确保整个集团能够可持续地运营下去。拥有多样化的业务可以在收入方面彼此互补，而且不同形式的内容可以进行转化和碰撞，会增加吸引读者和受众的机会。



HBR中文版：这是说如果只做新闻，并不可持续？

罗伯特·汤姆森：不是完全不可持续，但有很大的局限。如果自身没有很强的财务实力，那就需要借助外力。很多媒体现在都依靠投资，但这并不是一种长远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媒体机构必须自己能够有强大的盈利能力，不停地寻找和更换投资人，不仅不能帮助企业长远发展，对整体行业的盈利能力也会有所影响。



HBR中文版：并购也是你们重要的策略之一，未来在并购方面你们有什么计划？

罗伯特·汤姆森：我们在不断审视着自己的财务状况和市场机会。最近，我们投资2.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一家数字不动产公司Opcity，该平台在不动产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能够实时对接不动产买家和卖家。我们收购它一方面是因为看好其产品和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也会帮助我们自己在美国的数字不动产服务realtor.com的业务发展。我们的投资和并购也是基于新闻信息、书籍出版、订阅视频和数字不动产服务这四大方向，或是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或是进行一些技术和资源的战略储备。我们更希望扩展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不会贸然进入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比如肯定不会去做咖啡。



HBR中文版：新闻集团全球化多样性的布局对中国的媒体机构是否有借鉴意义？

罗伯特·汤姆森：不好说。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媒体环境和政策也比较独特，因此很多境外的媒体没法在中国市场发行内容。而且中国的互联网生态也自成体系，与全球其他地方有不一样的环境。不过我们也能看到，在社会氛围方面，中国开放了很多。与30年前我自己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相比，现在能够讨论离婚、心理问题和很多微观的社会问题，这是个非常好的趋势。



守护文化遗产

HBR中文版：新闻集团拥有50多年的历史，你们在不断扩张和转型的同时如何保证企业内部文化的延续性？

罗伯特·汤姆森：在有战略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战术。我们的战略是要将集团从传统的新闻媒体转型成为适应数字时代的数字化公司。而我们的战术则是要将技术和文化真正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有优秀的技术团队、稳定的技术平台，而且在公司里还要塑造一种氛围，能够让每个人都享受到改变所带来的福利。

不仅仅是技术部门需要不断追求新技术，制作内容的记者和编辑，以及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拥抱新技术。媒体行业是交流传播的行业，但你会意外地发现很多媒体机构内部的沟通交流并不充分，尤其是高层之间。

今天，变化才是不变的常态。如果一个团队掌握了一个新技术，或者有了一个新创新，重要的是怎么快速把成果分享给在集团内部世界各地的所有团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尝试失败了，那么失败的经验教训也需要快速传递到所有部门，以免他们重蹈覆辙。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拥有技术很重要，但如果没有高效透明的文化，依然会失败。



HBR中文版：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新闻集团的象征，他现在在集团中是什么角色？

罗伯特·汤姆森：他的角色至关重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现在还会每天来办公室，我们也会进行很多交流。每一天，他都会带着激情和好奇心来到公司，希望可以比昨天改进一些。当你有这样一个领导者的时候，就能够借助榜样的力量形成企业文化。

所以，他现在依然是新闻集团每一个人的灯塔，他从不抱怨，敢于挑战。这种激情和好奇心也会迅速传播，形成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机会。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永远有激情有好奇心的领导者，每天用实际行动来给员工做榜样，新闻集团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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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刘筱薇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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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成就新增长：
从房企变革看企业转型

		黄峰 | 文 腾跃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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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黄金时代已不再，越来越多的房企开始着手多元化并踏上转型之路。恒大、宝能、绿地陆续开启多元化战略：参与汽车制造业或快速布局金融业务等；龙湖、保利、万达、时代等纷纷更名：去掉“地产”二字。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与调控举措接连出台，强监管导致房地产商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紧。房地产“拐点时代”来临，房企品牌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人群分化，挑战升级，房企品牌如何转型？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剧，土地持续升值、利用率不断升高，二手存量房也一直上升。传统新房市场，房屋仅凭单一产品优势已无法满足逐步分化的消费者需求。房产刚需市场发生变化，人们更关注体验价格比。功能只是“物有所值”的部分表现，同等价格如果能享受到更佳的体验，体验价格比就越高。

消费观念持续更迭、人群分化加剧，核心用户的置业观从“住房子”向“过生活”转变。十年前，购房主力是60、70后，他们最关注地理位置，好地段意味着更大升值空间和更完备的基础设施。现在，购房主力是85、90后，他们更关注房屋与未来生活的连接度，房子更是品质生活的载体。综合考虑户型设计与环境相融度等因素，85、90后愿意购买远离市中心的房产，他们购买的是未来的生活，更在意房屋情感连接与心理距离，而非物理距离。

房企正在从房屋的建造者与销售者转变为生活服务的提供者。以往简单粗暴的房产交易不再适用现今的消费环境，房企的核心竞争优势从成本控制、规模扩张，转向于体验——集产品、服务、空间于一体的整体品牌体验。房企如何吸引新用户？如何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升级满足核心用户的生活需求？这正是房企在品牌转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从用户出发，持续为核心目标客群创造价值，是企业建立长期品牌战略的有效逻辑。国内几大知名房地产品牌均与唐硕有着良好合作（黄峰是唐硕体验创新咨询创始人兼CEO），大家就用户定位及服务规划、景观与空间一体设计、创业社区全局体验规划、会员体系等共同创新。其中万科与唐硕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双方把握宏观市场变化，洞察核心用户从体验视角切入，实现产品创新的同时进行销售服务的场景化革命，提升整体体验，助力万科品牌服务转型。



新中产，新生活，新家观2.0

陈雯是一位32岁的二孩妈妈，回国后在广州工作7年。随着二孩降生，两居室变得拥挤，家里几乎没有私人空间。厨房是传统的U型布局，下厨大部分时间都背对着家庭成员。近来陈雯夫妇打算购买一个更大的户型，虽然他们都在市中心工作，但在对比市中心二手房与距离稍远的新楼盘后，两人更青睐后者。

陈雯是中国新中产家庭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房企未来的核心客群。针对陈雯的需求，万科提出了“新家观2.0”，包含“餐厨社交化”“主卧小家化”“主卫女主人化”等核心概念。

中国中产红利巨大，消费先锋性与支撑性显著。2017年，瑞信、麦肯锡、清华大学、国家统计局等各机构发布的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统计在2.5亿-3.85亿。虽然统计角度不同，但各机构的共识是：中国中产阶层人数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出生于中国经济增速最快时期，成长在发达的互联网消费文化中，新中产对品质和体验要求很挑剔——深度自我，追求同质而居。他们是典型的认知型精英，即便在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理想生活的情况下，对品质感依然有敏锐的判断力与清晰的认知力。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传统房屋的功能模块（厨房、客厅、卧室）都需要被赋予新的社交含义。像陈雯这样的品质新中产，希望拥有新的生活主张。

陈雯的上一套房子是位于市中心的一栋老旧居民楼，虽然交通便利，但她对户型设计和周遭环境都不满意，尤其是厨房的隔断布局。热爱烧饭、享受社交的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像《欢乐颂》里五美齐聚那样，同闺蜜一起在厨房包饺子、煮火锅。万科“新家观2.0”的“餐厨社交化”厨房设计十分符合陈雯的期待。考虑传统中餐需要，煎炒区采用可封闭使用，也可与备菜区、西厨岛台形成开放空间格局。无论是朋友聚餐还是小家烹饪，都能最大程度保证主厨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沟通，既弱化了餐厨的家务性质，也更符合年轻一代“餐厨社交化”的场景需求。

万科“新家观2.0”的另一核心概念是“主卧小家化”，专为三代同堂的年轻夫妻设计。房屋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合理优化空间布局，适当延展主卧面积，即除去被老人与小孩占领的客厅、餐桌之外，能够让年轻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主卧飘窗带有工作台、小书架、阅读灯，还安装了微型投屏影院，基本满足加班、休闲需求。主卧卫生间的“女主人化”也深得陈雯喜欢，除了洗浴、如厕等常规区域外，特别设置轻水、非轻水区隔的梳妆台，还能系统收纳化妆品及洗护用品。

“主卧小家化”“餐厨社交化”“主卫女主人化”等核心使用场景的优化概念，都体现了万科“新家观2.0”的核心目标，即让空间最大化满足用户功能使用、情感连接、场景社交等多样需求，全面提升品牌体验。

商业的重心已经从“把东西卖给谁”转为“为谁提供怎样的体验”。核心用户需求的变化意味着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机会点。万科一贯秉承“为普通人盖好房子，盖有人用的房子”，此次与唐硕合作发起的场景化革命，从核心用户的需求出发，为不断变化、分层的消费者，提供更符合品质生活场景的产品及服务体验。



地产销售服务新标杆，26度阳光服务

由于第一次买房的不愉快经历，让陈雯对再次买房“心有余悸”。

从自然科学角度讲，26℃是人体感知的最舒适温度，这也是万科与唐硕规划销售服务26度计划的初衷，即为用户打造最舒服、最人性化的体验。尽管房企行业销售服务体验直接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服务体验提升也非新鲜话题，但其热度一直不高。体验经济时代，过去重营销的商业模式无法达成消费者与品牌间的有效沟通，用户对品牌整体体验影响其最终购买决策。大宗商品房产又具备高单价、低消费频次等特点，“如何在服务领域内提供美好体验并留住用户”是房产开发运营商面临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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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U型厨房




[image: ]

新型岛台设计




在换房时，陈雯选择了万科·未来森林楼盘：线上预约、到场接待、电子计价等，她在整个过程中都感受到万科对用户专业且有身份感的“区别对待”。万科·未来森林是万科与唐硕共同发起的房产销售场景革命的落地项目之一，从空间、技术与服务三个维度落实26度计划，到以阳光、高效、可信赖的专业服务，全面提升销售服务体验。

360°的全程尊贵服务，消除服务痛点，制造惊喜体验。看房是用户购房的必经之路，销售案场与样板房是销售服务创新的重要发力点。基于用户看房流程，万科与唐硕合力打造出沉浸式售楼空间，以艺术展览等形式弱化销售痕迹，在移步换景的看房过程中，陈雯能预见自己未来的生活样态，对空间的体验臻于致治。

技术赋能、房产销售化身专属顾问，更懂客户个性化需求。建立信任是房产销售服务到达及成交转化的关键。陈雯使用随手操作智能平台进行预约看房，服务范围涵盖整个销售流程。从线上预约到电子计价、电子楼书等，操作便捷高效，流程高效透明，消除用户疑虑，高效赋能销售顾问，让用户享受到尊贵的顾问式服务。

多对一“用户中心”式贴心服务，建立用户与品牌情感连接。万科与唐硕一致认为，服务是最高级别的竞争力。突破传统销售服务框架，万科以全局视野的一致服务体验为目标，配备不同职能规划的服务人员。陈雯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看房时，安保协助停车，接待专员递上披肩，置业顾问悉心讲解，样板房管家还提供了宝宝桌椅，点滴服务都让陈雯印象深刻。服务不止专业，更在用心建立情感连接，加深信任。

26℃是人体最舒适的环境温度，也是万科在服务创新上“大道当然”的态度。万科与唐硕的合作，突破式全面升级传统销售服务体验。以客为尊打造舒适、合宜的销售场景体验，用26度阳光计划打造房企行业服务新标杆，实现万科服务及品牌的双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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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价值认同成就企业转型

房企服务化时代到来，真正提升用户体验的关键在于战略视角转变。万科与唐硕的合作基础在于双方对“用户价值”的共识。万科尊重知识，重视人的价值，不仅以内部视角挖掘用户需求，同时也不断从唐硕这样的专业用户体验团队借鉴经验。“传统的用户定量分析数据难以聚焦急剧分化的消费者，用户需求越发个性、小众，显然，深入用户洞察和人本创新方法论更为有效，这也是我们与唐硕合作的原因。”广州万科南区地产公司姜湛睿总经理如是说。

不动产行业同质化竞争严重，楼盘布置、户型设计等产品功能层面的优势很容易失去竞争力，万科的产品研发及服务创新源于深入持久的用户洞察，成体系且可持续、服务于整体用户体验提升战略。商业的核心在于创造价值，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自身能够比竞争对手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价值的创造能力取决于公司持久的创新能力。

人群变化，场景多元，企业变革的核心在于先锋人群洞察。新科技、新场景、新消费，每个圈层的先锋用户，都在不同的核心场景中生成不一样的需求，由此激发新的解决方案乃至新业态出现，如爱彼迎（Airbnb）、盒马鲜生、无人超市等颠覆传统经济模式，以更好体验，平衡企业、消费者、上下游合作伙伴、政府部门等其他干系体之间的关系，有效帮助企业内各部门理解未来发展策略，并达成一致。从而更好地规划人与品牌的接触路径，经营消费者的预期，制造令人惊喜的记忆时刻。不断推进人与品牌的关系，从陌生到了解，从喜欢到分享。

人是商业创新的绝对基础，也是企业转型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目标人群的定位与全局品牌体验的重塑，能够赋能品牌实现从战略到落地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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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峰是体验战略实验室发起人。体验战略实验室，一家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唐硕体验创新咨询联合发起，聚集十余位跨界专家的创新型组织。








	特写 Feature 组织管理

	

终结
科层制

	THE END OF BUREAUCRACY


	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

米歇尔·扎尼尼（Michele Zanini）| 文

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海尔为适应数字时代重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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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大公司会出现庞大的科层体系，妨碍组织发挥创造力，使公司不愿承担风险，影响工作效率。虽然许多高管表示想消灭科层制，但这种现象依然随处可见。

		

		原因

		
		科层制可以明确职权，划分部门职能，分配标准化任务，在规模较大的组织中提高效率。而且科层制在不同行业、不同文化间相差不大，令人感到熟悉。一些人认为，面对复杂的商业环境，科层化是必然的结果。

		

		解决方案

		
		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挑战了科层制模式。例如中国的海尔，让员工成为充满活力的创业者，直接对用户负责，并且形成了用户、开发人员和各利益相关方共创共享的开放生态组织。

	

	

没几个人喜欢科层制度。沃尔玛CEO董明伦（DougMcMillon）说科层制是“罪魁祸首”。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说，科层制的触手“像癌症一样”应当予以抗击。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也同意科层制是“一种病”。这些领导者深知，科层制削弱组织积极性，压制冒险精神，扼杀创造力。科层制是阻碍人类取得成就的枷锁。

不过，虽然明白其危害，但多数人都认为科层制不可避免。戴蒙记得，一位外部顾问为科层化辩护，称之为“复杂公司运营在复杂国际及监管环境下的必然结果”。的确，自1983年至今，美国劳动人口中的管理者数量增长超过100%，而其他所有职位的人数只增加了44%。在《哈佛商业评论》开展的一项调查中，近2/3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自己所在组织科层化加剧。德鲁克曾预言，今天的组织层级将会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减少一半，管理者人数减少1/3。很可惜，这个预言没能实现。科层制依然随处可见。

与此同时，生产力增长已然停滞。自1948年至2004年，美国非金融机构劳动生产力年均增长2.5%，之后的年均增长则只有1.1%。这不是巧合：在主导美国经济的大公司里，科层化现象尤其恶劣。美国劳动人口中1/3的人现在效力于员工超过5000人的公司，这种公司的一线员工，上面平均有八层管理者。

一些人指望初创公司能够遏制科层化的势头。可是，优步、爱彼迎、Farfetch和滴滴出行等独角兽公司虽时常见诸报道，但在各自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却很小。而且随着规模扩大，这些初创企业自身内部也会出现科层制。一家快速增长的IT供应商，在实现年销售额40亿美元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副总裁增加到了600人。

科层制为何如此难以根除？部分原因是，它的确有一定的作用。科层制可以明确职权，划分部门职能，分配标准化任务，在规模较大的组织中提升效率。而且，科层制在各行业、各种文化及政治体系中大同小异，令人感到熟悉安心。

虽如此，科层制绝非必然趋势。这个词语产生至今大约过了两个世纪，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了。现在的员工具备专业技能，不是文盲；现在的竞争优势来自创新，而非规模；现在的通信可以实现即时交流，不必苦苦等待；现在的变化已经不是冰川融化的速度，而是超音速级别。

这些新的现实提供了科层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目前最有前途的模式，出现在一家乍一看并不像是数字时代产物的公司——中国青岛的海尔。海尔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白色家电品牌，年营业额350亿美元，与惠而浦、LG和伊莱克斯等大厂齐名。现在海尔在全球各地拥有员工7.5万人，中国以外的员工2.7万人，多数是在2016年海尔收购GE家电业务时进入这家公司的。

过去十年来，海尔核心家电业务总利润每年增长23%，年均收入增长18%，还利用新的创业公司创造了超过20亿美元的市值。这样的成绩，国内外竞争对手都无可匹敌。这个过程并非完全无痛，近几年里海尔去掉了一万多名员工。不过，海尔迅速扩张的生态系统也创造了几万个新的工作机会。例如，海尔的物流网络遍及整个中国，有超过九万名独立驾驶员成为海尔“车小微”的创客。

海尔的成功，源自其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彻底改造。CEO张瑞敏具有颠覆精神，始终将科层制看作竞争中的负担，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每位员工直接向用户负责（他自己称之为“零距离”）、团队成员都是充满活力的创业家，用户、开发人员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创共建的开放生态组织代替传统的科层体系。

海尔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为“人单合一”模式。这种模式结合中国文化特色，将为用户创造的价值和员工自身实现的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人单合一模式在七个方面有别于科层制体系，下文将详细叙述。



1.从整体式大企业转为小微公司

大企业通常包含几项主要业务，各自有一套对战略、客户和技术的看法。这种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文化单一，公司容易受到非传统竞争对手冲击，而且看不到新发展机会。为避免这一风险，海尔将公司分为4000多个小微公司（microenterprise，简称ME），其中多半有10到15名员工。当然从事生产制造的ME员工人数多一些，但即便是这样，业务决策依然由小微团队做出。

小微分为三类。一类是转型小微，约200个，它们面向市场，植根于海尔原本的家电业务，根据以用户为中心、依托互联网的现状进行了调整。面向都市年轻消费者的“智胜”冰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二类是50多个孵化小微，等同于全新的创业公司，如“雷神”关注电子游戏等新兴市场，还有“馨厨”——为用户提供第三方新鲜有机食材及30分钟内配送服务的智能冰箱，这些是在原有产品上开发新商业模式的小微企业。

第三类是节点小微，约3800个。这些小微向其他面向市场的小微提供元件和设计、制造及人力资源支持等服务。

小微企业是张瑞敏实现“建立全球首个真正的互联网时代企业”这一目标的关键。他的目标不只是要开发依托互联网的产品，而且要开创一种与互联网结构相似的组织模型，即哈佛技术人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著名的形容：“小碎片，松散结合”（small pieces,loosely joined）。网络的多样性十分惊人，同时依然具有连贯性。网上出现了无数创新，但仍然由通用的技术标准整合在一起，让虚拟空间可以通行，网页可以交换数据等资源。

海尔的网络化组织与之类似，既灵活又连贯。小微可以自行组建和调整，基本没有统一的指示，但共用一套目标设定、内部契约及跨部门协作的机制。



2.从迭代目标转为引领目标

多数组织没有支持大胆设想和实践的机制。只有在公司出现问题时，旧观念才会被质疑。海尔不是这样。

每个小微都有实现增长和转型的引领性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参照上一年绩效，而是“由外向内”推动制定。他们依据各个产品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增长率数据为小微制定目标。

面向市场的小微预计以4倍至10倍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在海尔相对落后的品类，因为还有充分的增长空间，所以要求也最高。在海尔已经领先的领域，目标没有那么高，但依然数倍于市场标准。一位小微主说：“如果你是市场第三或者第四名，引领目标迫使你思考如何成为市场第一名，如果已经是第一名，引领目标让你思考如何扩大领先优势。”

目标虽大，但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进行调整优化。例如，政府修改家电能效标准，对原本就已经很节能的海尔冰箱有利，于是智胜小微提高了目标。

除此之外，每个面向市场的小微还应当实现转型，从出售产品和服务转为打造生态系统。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海尔社区洗。这个小微开发了智能手机应用，让全中国大学生可以在线预约使用宿舍的公用洗衣机并在线支付，同时，小微引入外部供应商，服务该应用的900多万名用户。如今社区洗平台上运营着几十项其他业务，小微可以获得其收入分成。

海尔用“共赢增值表”追踪每个小微的转型，其中体现了详细的指标，如用户参与产品开发的程度、海尔产品为用户提供独特价值的程度，以及生态收入带来的利润比例等。

节点小微跟其他面向市场的小微一样，也有与外部标准挂钩的引领目标。一个从事生产制造的节点小微，可能要负责降低成本、缩短派送时间、改善质量以及提升生产设施自动化程度。



3.从内部垄断转为内部契约

许多组织中，相当一部分员工对市场规律一无所知。他们供职的部门本质上属于内部垄断，如人力资源、研发、生产制造、财务、信息技术和法务。即使内部提供者不称职、效率低，也不会被所服务的部门解雇。

海尔的每个小微都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向其他小微购买服务，或拒绝继续购买。通常一个用户小微会与几十个节点小微签订协议。如果某个小微认为外部提供者更能满足需求，就可以跟外部服务商合作。高层管理人员从不干预内部协议的签订。

面向市场的小微每年都会审视绩效目标，考虑需要怎样的设计、技术、产品和营销支持实现目标，有了答案之后让节点小微竞单。此时，通常会有两到三个节点小微响应，提出建议，然后展开讨论，各方都有机会挑战目前的老方法，思考并提出新方案。

这个过程听起来有些繁琐，不过是通过“事前算赢”来推进的：事前规定好利润分配和最低绩效的规则，减少协商中可能的摩擦。目标和路径可以在一年内动态优化——因此比起“合同”，海尔更倾向于使用“契约”这个词。一位小微主告诉我们，他在过去18个月里换掉了12个节点小微。节点小微若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服务，可能会被淘汰。

节点小微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其他小微的成功。如果用户小微未能完成其引领目标，为其提供服务的节点小微会受到影响。因此，每个节点小微都要为面向市场的小微表现积极投入，每位员工的薪酬都与市场结果挂钩。张瑞敏说：“在海尔，不再是企业付薪，而是用户付薪。”这句话并不是很夸张。

这种薪酬模式有三个好处。其一，防止平庸。节点小微无法提供高质量服务，就会失去内部用户。其二，让所有人合力实现创造最佳用户体验这一目标。用户小微达成目标有困难，为其提供服务的所有节点小微一同来解决问题。其三，最大程度地发挥灵活性：面向市场的小微可以根据新的机遇随时优化调整自身的服务提供商网络。



4.从自上而下的协调转为自发协作

海尔公司内部有4000多个独立运营的小微，如何同步处理技术和设备方面的重大投资？如何打造诸如自动化生产等跨业务的能力？

初创公司中的协调合作是自发的。一出现问题，人们自然地聚集起来设法解决。随着公司发展，内部团体各自成型，协调合作就越来越困难。一般解决方案会牵涉更多的层级、授权和公司层面的职能。

海尔用了不一样的方法，小微依托于平台。一些平台把同类产品（如洗衣机、视听）小微汇聚在一起，其他平台则专注发展新能力，如数字化营销、大规模定制等。一个行业平台通常包含50多个小微（图表“新的组织原则”展示了一个平台的概况））。

平台主的职责是将小微团队整合起来，协助它们发现合作机会，如发展物联网方面的专业能力。最关键的是，平台主不是领导，没有下属员工。冰箱平台主吴勇表示，他协助平台上的小微采用新的无霜技术，这一步需要生产设备升级，成本高昂，他说自己的作用是“我只是搭建平台，但规划和执行是由多个小微团队一同来做的”。

平台主有引领目标，要发展新的小微以实现平台增长。例如在2014年，海尔的目标是在智慧家电领域获得世界领先地位，这个目标驱使吴勇孵化了互联网冰箱初创公司——馨厨。平台主既是创业者，又是推动者。

每个行业平台都有负责“整合”的节点小微，帮助其他小微引入公司内的各种技术，寻找可以一同投资新项目的内部合作伙伴。这些小微与平台主一样，负责鼓励协作，而非控制。

小微还依赖于专业平台提供的专业技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智能制造和营销，这两个平台都不到100人。制造平台上最大的节点提供大规模定制方面的技术支持。另一个节点小微，即智能工程，为公司提供先进生产工具。

营销平台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用户信息。用户小微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渠道收集大量信息，营销平台的大数据节点小微，则把来自海尔公司网站和公司内外其他信息源的信息整合起来，目的是获取跨业务洞见，建立预测模型，帮助小微更好响应即将出现的用户需求——比如说，提醒洗衣机平台的小微，一名客户购买了冰箱和烤箱，可能正在改装寓所，或许也会需要新的洗衣设备。

营销和制造平台会设置标准（如品牌形象和工厂自动化软件），但几乎不下达命令。而且这些平台也像公司中的其他小微一样，在财务上与内部客户的成败相关联。

内部协同的又一助力，来自海尔对用户共同负责的做法。例如，几个小微听说海尔的智能产品无法互通，于是聚集起来制定“大协议”，由馨厨为海尔的联网智能设备提供通用软件平台，其他小微提供用户调研和其他相关技术。共用生态系统——XCOOK如今有了一亿终端用户和400个合作伙伴。

在许多公司，协调意味着牺牲速度和灵敏度来换取效率。张瑞敏认为，这种权衡最好交给最接近用户的人，让小微自行选择开始和结束合作的时间。

想想温伯格所说的“小碎片，松散结合”。各小微的结合无疑很松散，但依然足够坚固，使海尔能够充分利用其规模和经营范围优势。结果表明，没有中心化，也能实现协作。



[image: ]一个小微的诞生

2013年5月，路凯林与海尔的其他三位同事准备做一款游戏笔记本电脑。这个领域的利润前景很好，收入增长、技术成本越来越低，推高了网络游戏需求，而市面上的商务笔记本不适合硬核玩家。

团队采取的第一项举措是仔细研究了网络上对游戏本的3万多条评价，总结出13个痛点。随后，路凯林和同事留言邀请海尔平台（包括笔记本电脑）主周兆林碰面。周兆林最初持怀疑态度。“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砍掉这个项目。”他说。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该管这个。“在决策方面，我们必须让用户和创业者发声，而不是管理者。”他给团队提供了一点点基本经费（180万人民币），经过市场检验获得成功后才会进一步注资。

团队在台湾广达电脑（为戴尔和惠普供货的电脑制造商）等外部合作伙伴协助下，制造新款笔记本电脑。仅仅7个月后的2013年12月，这个创业团队就准备好了新产品。第一批500台颜色亮丽、造型炫酷的笔记本在电商平台京东上架，5天内售罄。几周后，第二批3000台上架，不到20分钟就被一抢而空。团队成员被这样的成功鼓励，制定了详细的商业计划，并于2014年4月获得海尔额外划拨的120万人民币。他们自掏腰包又投入了40万人民币，换得公司15%的股份。之后几轮融资中还有风投公司投资。

成立三年多后，“雷神”在中国“新三板”上市，估值12亿人民币。雷神现有员工80余人，在中国游戏笔记本市场占领先地位，且正在迅速向亚洲其他市场发展。公司向母公司海尔学习，也孵化了自己的创业团队，包括游戏直播、电竞平台及虚拟现实技术相关领域。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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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有数千个小微，分别组成几个平台。以下是制冷平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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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小微可以自行决定与节点小微合作或结束合作，如果认为外部供应商更能满足需求，也可以向外部寻求服务。
（返回原文阅读）





5.从严格界限转为开放创新

科层制是狭隘的。一般来讲，科层制会严格划分内外，而且有个特点是保密，不愿把关键任务交给外部合作者。这种封闭式系统的问题在于无法适应外界，会逐渐停止生长。意识到这一点，海尔将自身定位从公司转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种视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海尔的所有新产品、新服务都是开放式发展。举例来说，公司打算制造新的家用空调，就利用百度的社交媒体页面询问潜在用户的需求和喜好，迅速收到超过3000万条回复。项目负责人雷永峰随后邀请了超过70万潜在用户，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痛点和对详细产品特色的需求。出乎意料的是，用户最担心的问题是空调传染军团菌病。于是，降低这一风险成为当务之急，团队对空调风扇进行了彻底的重新思考。

第二，海尔建立了链接世界各地40万技术专业人士及机构组成的网络，协助解决1000多个领域的难题。每年有超过200个问题发布在海尔开放式创新平台（Haier OpenPartnership Ecosystem，简称HOPE）上。例如，雷永峰的团队在HOPE平台求助，询问新空调叶片的设计问题，一周内获得了多个提案。最终胜出的设计方案，模拟喷气式飞机涡轮风扇，设计者是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研究人员。共有33家机构为新空调设计开发贡献了力量。2013年年底，“天樽”风洞空调一推出，立即引起轰动。

在天樽这样的合作项目里，海尔开创了一个资源“池”，合作伙伴可以在这里机密地分享专利技术——它们明白，如果专利技术用到了最终产品中，它们会得到回报。初期设计阶段做出贡献的供应商，也会在海尔选择正式供应商时得到优先考虑。

产品开发过程移到线上，海尔得以将从概念到市场的时间减少了70%。从最初关于客户需求的讨论开始，负责制造和设计的生态小微、用户小微、潜在客户和商业合作伙伴并行工作，充分发挥创造性解决问题，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推向市场过程中对接移交造成的风险。许多高管把公司业务看作线性价值链，起点是研发，终点是销售及售后支持；海尔则视之为价值网络，各方在各个阶段都会合作。

海尔坚持开放创新的第三个特点是，利用众包收集产品反馈和支付开发成本。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公司的“零营运资本”政策，即新项目在得到用户首肯前没有多少预算。例如开创性地结合了加湿和空气净化功能的“空气魔方”（Air Cube），在构思阶段有超过80万网友发表评论，样品制作完成后发布在一个颇有人气的众筹网站上，超过7500位用户选择购买产前样机。他们的反馈帮助海尔在正式发布之前对空气魔方做了进一步完善。

最后，海尔利用HOPE及其他网络平台招募人才。许多小微主是在网络上做出突出贡献之后加入海尔。海尔首席财务官谭丽霞将公司开放创新的思路总结为：“公司边界不重要。如果你能协助为用户创造价值，你是不是公司员工并不重要。”



6.从恐惧创新转为大规模创业

大公司常被新入者击败，是有原因的：科层制本质上趋于保守。《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作者劳伦斯·彼得（Laurence J.Peter）不无讽刺地说：“科层制在‘现状’过去很久之后依然保护现状。”为了抵制这种对先例的尊崇，许多公司在硅谷及其他创新热点区域设立了创新基地。

而海尔将整个组织变成了创业平台。50多个孵化小微，现在占到海尔市值的10%以上，涵盖各个领域，从为中小企业（特别是海尔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海融易，到为一万多个社区提供本地农产品直供的快递柜日日顺乐家（关于海尔如何打造新企业，参见边栏“一个小微的诞生”）。

在海尔孵化新的小微有三种方法。首先最普遍的是，内部创业者在网上发布创意，邀请其他人协助完善商业计划雏形（日日顺乐家创始人张翼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是一名售后服务经理）。第二种，平台主邀请内外部人士提出建议，开拓尚且空白的领域。第三种，潜在创业者在海尔的全国路演中展示创意。海尔每月举办路演，让本地创新者与平台主、海尔投资创新平台的成员接触。

每个孵化小微都是独立法人，资金部分来自创业团队的跟投。海尔领导者意识到自己可能不足以判断新创意的价值，经常要求创业团队自行寻求外部资金支持，然后才批准调配内部资源。前不久，14个新的孵化小微中有9个在获得海尔投资之前得到了外部风投。虽如此，海尔最终经常会成为内部创业公司的大股东，因为基于此前商定的投资协议，海尔公司对其他股东的股权一般都有优先回购权。

孵化小微与海尔内部其他团队一样，可以跟节点小微合作，获得开发、分销和后勤支持。在公司内签订协议，让初生的小微可以利用海尔的规模和谈判能力，同时避免出现科层制干预。

一位风投者解释海尔的创业热情，“小微就像侦缉队，审视战场，寻找最有发展前途的机会。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检索部门。”海尔深知创新乃是数字博弈。要找到下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机会，唯一的途径就是成立大批量创业公司，让每家初创公司都自由追求梦想。



7.从员工变成主人

初创公司员工，思维和行动更像是公司的主人。他们通常持有公司股份，一些人还会冒险投入自有资产，希望将来大获成功。创业团队自主性也更强，如果发展不理想，也不需要指责谁。初创公司的优势来自利益、自由和责任。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项有关780家美国公司的研究，探索了员工分红制以及自主性与自愿离职率（作者将之作为员工敬业度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分红制和自主性各自对离职率都没有太大影响，但在同时为员工提供了这两项的公司，自愿离职率不到只提供一项或两项都不提供的公司的一半。

这就讲得通了。只提升员工自主性而不加薪，员工会把增加的责任视为负担。反过来，如果只提供分红而不增加权限，员工还是会觉得自己只是下属。

在海尔，小微要自主管理，在三个方面拥有自主权：

• 战略。自主决定追求怎样的机会、安排工作重点、建立内外部合作关系。

• 人员。自主招聘、调整人员及其职责、界定工作关系。

• 分配权。自主设置薪资和奖金。

享有这些权力，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目标被分解为每季度、每月和每周的小目标，具体分配给小微团队的每位成员。这样很容易看清每个人的表现。薪酬与业务表现紧密联系。获得超利分享的机会与三个业务门槛挂钩：

• 基准目标。小微的季度销售额和收入增长超过基础目标，团队成员会获得与超出目标的部分相应的奖金。

• 对赌目标（value-adjusted mechanism，简称VAM）。如果小微达到了季度基准线和引领目标之间的中位目标，团队奖金会翻倍。在这个级别，员工也可以自行出资，通常是每季度1.5万人民币，放进特定的投资账户。如果团队在下一季度达到了VAM目标，投资会获得100%的分享。

• 年度对赌目标。如果小微团队连续四个季度达成对赌目标，就有资格获得利润分成。小微净利润超出对赌目标的部分有20%分给团队，30%划入下一年的奖励资金。小微接近引领目标，利润分成随之上升，有时会超过40%。

奖金、利息和分红的结合，让员工有机会获得大量报酬。自身财产与公司利害相关，小微团队成员自然难以容忍无法胜任的领导者。如果小微连续三个月未能达到基础目标，小微主就会自动更换。如果小微达到了基础目标，却没有达到对赌目标，小微成员可以投票，有2/3的成员同意即可罢免小微主。

新的小微主通过竞选产生。通常会有三到四个候选人向小微团队展示自己的管理计划。团队成员迫切想要了解未来的小微主将如何扭转形势，因此会有激烈的讨论。有时团队对所有候选人都不满意，就会开始第二轮竞选。

表现欠佳的小微主还面临着强制接管的风险。公司内部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能更好地管理某个陷入困境的小微，就可以游说其团队。所有小微的表现数据在公司内部完全透明，很容易找到接管的机会。如果有人拿出了足够有说服力的管理计划，小微主就要让贤。这种做法似乎很极端，但只是把市场规则用到了企业管理上。公司如果一直表现欠佳，董事会会请走CEO，抑或是公司会被自认为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资产的竞争对手收购。

多数大公司的加薪幅度不大，一般是底薪的10%到20%。高管传达给员工的隐含信息是：“我们觉得你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既没有自由也不加薪，一线员工当然只能辜负这点期望，反过来又巩固了管理层对他们能力的不信任。而海尔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让员工成为主人。海尔之所以能够保持行业领先的增长和创新，最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海尔与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新经济明星公司不同。30年前，海尔只是一家陷入困境的集体企业，产品质量令人怀疑。今天，海尔成为了成熟公司挑战科层制权威结构、避免规定妨碍实践的成功案例。大型全球公司的一线团队和CEO之间只隔着两个节点，这种事有谁能想象呢？

海尔花了近十年时间，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公司自2010年开始尝试小微创业销售及营销团队的概念，一年后在产品单元引入自主管理团队。这些早期的尝试颇具指导意义。一开始的结果证明内部契约有些困难。各单元希望自身获得最大成功，谈判针锋相对，久久不出结果。解决方案是制定条款，将薪酬与市场表现联系起来。这样减少了摩擦，增进团结，让零和游戏转为共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局面。

张瑞敏经常提醒其他同事，复杂的系统无法自上而下地推进。要通过想象、实验和学习的迭代过程，复杂系统才能成形。被问及海尔如何加速其转型时，张瑞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做更多的试样板，用更快的速度复制其中最成功的，因为实现改革目标最好的方式是渐进改良。

数十年来，许多公司努力优化运营。最近几年，公司竞相数字化商业模式。这固然重要，但海尔做到了更超前的事情：将管理模式人性化。就像张瑞敏在很久以前的一次会议上同本文作者之一说的：“我们希望鼓励员工成为创业者，因为人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人自身就是目的。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帮助每个人了解自己的潜力。”海尔的管理模式放权给员工，激励员工，是在职场中不断追求人的自由、摆脱科层制桎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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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哈梅尔是伦敦商学院客座教授，管理实验室创始人。米歇尔·扎尼尼是管理实验室董事总经理。两人合著《科层人本化》（Humanocracy:Creating Organizations as Amazing as the PeopleInside Them，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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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分析员工是谁，还能分析他们认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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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挑战

		企业为了达到符合外界期待的人力分析学效果，除了分析人口统计属性数据，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解决方案

		关系分析法检验员工的互动数据，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找出机构中的创意者、影响者和哪些团队能按时完成工作等。

		

		原材料

		企业可以挖掘其“数字化排放”，即员工日常数字化交易产生的数据，例如邮件、聊天和文档共享，从而获得关于员工的洞见。

	

	

“我们有表格和图表作依据，你XX滚远点。”

几年前，谷歌人力分析部门的新员工开始收到印有这句标语的笔记本贴纸，大概前部门觉得有必要捍卫自己的工作。彼时，运用从员工数据中得来的统计学结论制定人才管理决策的人力分析学，仍然是颇为大胆的想法。



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这会让公司把独立的个体简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过去也搜集员工数据，但主动挖掘这些数据，理解和管理员工的想法仍属新颖，且令人怀疑。



多数人力分析团队在数据分析方面使用的方法很单一。互动数据和个人数据相比，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公司往往只搜集个人数据。




如今超过70%的公司都将人力分析学视为重要议题，不必再用贴纸了。该领域甚至有了著名的案例分析，例如谷歌“氧气”项目——介绍谷歌最优秀的管理者实践，并在培训课程中，用其帮助低绩效者提升表现。此外，戴尔公司提升销售团队成功率的试验，也借助了人力分析的力量。

但实际的应用往往不如宣传炒作中那样超前。真相是，人力分析在过去十年里进展有限。塔塔咨询公司的一项调研发现，大数据投资中仅有5%拨给了人力资源部门，而人力资源往往是管理人力分析的部门。德勤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人力分析已成为主流，但只有9%的公司认为，他们真正理解提升本公司绩效的人才维度。

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真如贴纸所言，人力分析团队有表格和图表为依据，为什么效果不佳？我们认为，原因是大多数人的数据分析方法太过单一：他们仅仅采集个人相关数据，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数据也很重要，或者更重要。

关系分析是正在兴起的一门学科，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企业将关系分析融入人力分析战略，可以更好地找出那些能在提升创新、影响力或效率上帮助企业实现目标的员工，还能发现哪些关键员工不容失去，以及企业中存在哪些孤岛。

幸运的是，关系分析的原始数据就存在于企业中。即员工邮件往来、聊天和文档分享的相关数据，也就是企业的数字化排放（digital exhaust）。通过挖掘这些数据，企业能够建立优秀的关系分析模型。

我们将在本文以数据和图表为依据，为您提供一种理解并应用关系分析的框架。



关系分析：更深度的定义

迄今为止，人力分析主要集中于搜集员工的属性数据，分两类：

特性：包括种族、性别、工作经历等不会改变的个人事实。

状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公司任期、奖金额度、通勤距离和缺勤天数等不断改变的个人事实。

这两类数据聚合起来，往往定义了团队的特点，例如种族组成、性别多样性和平均薪酬。

属性分析虽有必要但还不够。将涉及多人的属性数据聚合分析看起来像是关系数据，实则不然。例如，关系数据会搜集不同部门两位员工某一天的沟通。简言之，关系分析学是人类社交网络的科学。

数十年的研究有确凿证据证明，员工彼此之间的关系，加上其个人属性，能够解释他们的职场表现。关键是找到“结构性特征”：和某种优秀（或糟糕）表现关联的数据模式。神经病学家能在人脑神经网络中找出预测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结构性特征，化学家可以通过液体的结构性特征预测其动力学柔韧性，机构领导者可以通过公司社交网络的结构性特征，预测出单个员工、团队或机构作为整体在创意和效率方面的表现。



关系分析的六个特征

我们从自己的研究、企业咨询工作以及其他学者的大量研究中，提取了应当作为关系分析战略基石的六个结构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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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能力

多数公司尝试通过分析员工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性格和天资等属性，找出构思能力出色的人。这些信息虽然重要，但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人从外界获得信息的渠道，或者如何从多信息源获取信息，而这两点应该更重要。想法层出不穷的人往往能够将不同团队的信息综合起来，发展出新的产品概念；或者用一个部门的解决方案解决另一个部门的问题。换言之，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是“中间人”。

社会学家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研究出衡量某人是否是中间人的指标。该指标叫约束值（constraint），研究的是某人在搜集某独特信息时的范围大小。他研究了包括银行家、律师、分析员、工程师、软件研发员等对象，发现低约束值的员工——也就是社交网络更广阔、范围更大的人，更有可能提出管理者认为新奇有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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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研究中，一家美国大型电子产品公司尝试利用关系分析法，找出公司600多名供应链管理者中，哪些人最有可能提出提升效率的好建议。公司高管使用调研搜集管理者的想法，并搜集他们的社交网络信息，然后根据新颖程度及潜在价值，为他们提交的建议打分。伯特追踪了这些高管的行为。

唯一稍具预测性的结果是员工在公司的资历，但相关性不强。但是借助体现构思能力的特性——低约束值，相关性则强得多。社交网络中，约束值低的供应链管理者提出好建议的可能性比高约束值的管理者大得多。

保罗在一家大型软件研发企业的研究也得出同样结论。公司研发部门就像生活在“山顶洞人”时代。尽管该部门有100多名工程师，但每人平均仅和5个人交流。这5个人往往只和彼此交流。他们和其他“洞穴”的交流很有限。

这样高约束值的社交网络在机构中十分常见，特别是在专业化行业中。但是低约束值的员工就藏身其中。在这家软件公司，关系分析显示，有几位关系网跨部门的工程师。管理层拟定计划，鼓励这些人的跨部门交流倾向，很快发现他们在产品改进方面的提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显著增长。



影响力

提出好建议并不一定会被采纳。同样，高管推行变革，并不意味着员工就会执行。让好建议落地需要影响力。

但影响力的作用可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研究表明，公司中对员工想法影响（正面或负面）最大的并非高管层，而是一些相对没那么正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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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的话，高管应该找出公司最受欢迎的员工，让他们去说服同事支持新决议，是这样吗？错。

保罗合作的一家大型医疗设备制造商，在推出新的合规政策时，试过这一方法。变革管理团队希望树立积极形象，于是和员工票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的人分享了新政策的优点。但六个月之后，员工仍然没有按照新制度工作。

原因是什么？关系分析做出的一个反直觉的看法是这样解释的：员工选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人很多其实并不总是最有影响力。最具影响力的人其实是和他人拥有强关系的人，即使这种强关系只存在于几个人之间。而他们的强关系也和其他人有强关系，所以具有影响力的人思想能传播得更远。

影响力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作聚合显著性（aggregateprominence），计算方法是测量一个人社交圈的关系紧密度，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紧密度（搜索引擎在排列搜索结果时也使用类似逻辑）。

这家医疗设备制造商，通过关系分析法在9个部门中分别找出了聚合显著性最强的5名员工。公司询问了他们对新政策的想法，大约3/4的员工表示支持。公司将一些有助于缓解大家对变革恐惧感的政策告诉了这些员工，也告诉了反对这项政策的影响者，然后等待结果。

六个月后，这九个部门中超过75%的员工接受了新的合规政策。而在另外七个没有采用关系分析法的相关部门中，仅有15%的员工接受了这些规定。



效率

为团队选择工作效率高的员工看似简单，只需选择相关技能最强的员工即可。属性分析能帮助我们找到有能力的员工，但无法保证工作按时完成。因此，你需要依赖关系分析法评估团队成员间的化学反应，以及从外界获取信息和专业技能的能力。

雷·里根（Ray Reagans）、以斯拉·朱克曼（EzraZuckerman）和比尔·麦克威利（Bill McEvily）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美国一家大型合同研发公司的1500多个项目团队。研究者假设，搜集广泛信息、观点和资源的能力，可以提升团队绩效。他们比较了人口统计多样性和团队成员社交网络对结果的影响。团队多样性有两个实际变量：任期和职能（其他变量——种族、性别和教育合并入职能）。但结果说明这两个领域的多样性对绩效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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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据给出了更好的解释。研究者发现，两个社交变量与更高的绩效相关。第一个是内部密度（internaldensity）——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数量及关联性。内部密度对构建信任、承担风险和达成共识等重要事项很关键。第二是团队成员外部联系人的范围（external range）。外部范围高的团队，每位成员接触到的专家都有别于其他成员。这样一来，团队能在截止日期前，更好地获取关键信息，确保信息来源。因此，高效团队的结构性特征就是，高内部密度加高外部范围。

在这家研发公司，拥有这些特征的团队在完成项目时，效率远高于其他团队。研究者估计，如果公司30%的项目团队，内部密度和外部范围比标准偏差的平均值高1个单位，17天内可以节省2200多个工时，相当于多完成200多个项目。



创新

具有效率特征的团队作为创新部门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后者的成功需要不同意见，或者说观念的冲突。

创新者的团队如果想成功还需要什么？你可能认为，将最高绩效员工放到一起就能产生最佳结果。但研究表明，这可能会给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传统智慧认为，团队成员观点不同的时候，最具创造力。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的多样性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团队的创新成果。根据我们的经验，即使创新团队的成员都很有想法，表现也往往赶不上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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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使用关系分析法，用测量团队效率的变量——内部密度和外部范围，可以打造出极富潜力的创新团队。只是配方有所不同：创新的特征是高外部范围和低内部密度。

也就是说，团队成员仍然需要拥有不重合的广阔社交圈（最好富有影响力），并从中获得多样化的想法和信息。但成员彼此之间不需要亲密无间。

为什么呢？团队成员内部互动的增加会导致思维同质化，不同观念会减少。这对提高效率有利，但无益于创新。最具创新性的团队保有分歧和讨论，有时甚至会发生冲突，产生创新摩擦，从而得出突破性解决方案。

高外部范围有助于员工获得新想法，也能帮助他获得外部支持和资本支持。创新团队必须要推销、完善自己的创意，并为其融资，因此，能拥有支持自己的外部联系人，对成功影响重大。

多年来，保罗一直和一家美国大型汽车企业合作，尝试改进产品研发流程。公司的每个全球产品研发中心都有专门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专家团队。项目管理者指出，“我们选人非常慎重。我们挑选具有合适专业、一直从事创新工作的人，同时确保团队成员的背景、年龄差异化。”换言之，这些中心在挑选团队时参考的是个人属性。

但是，印度分公司一家新中心的管理者无法组建出人口统计多样化的团队，所有工程师年龄都差不多，背景也类似，在公司的级别也基本相同。管理者因此选择了在不同地区中心、不同办公室完成项目工作的工程师，打造了一支具备天然高外部范围的团队。

这样的团队也因此具备了低内部密度。成员可以自由辩论，通过测试解决分歧。一旦找到新流程，他们会寻找各自的外部联系人，让他们以影响者身份说服其他人验证他们的工作。

三年后，这家印度中心的团队比其他团队创造出更多流程创新。五年后，他们的创新量几乎是其他所有团队总和的两倍。随后，公司开始用关系分析法取代属性分析法，重新组建其他地区的创新团队。



孤岛

每个人都讨厌孤岛，但孤岛的存在不可避免。随着企业对专业技能的深度开发，各个岗位、部门和分公司都不可避免地失去继续协作的可能。大家的技术语言和目标不再相同。

我们通过测量模块性（modularity）评估企业孤岛的程度。简单地说，模块性是团队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的比率。当该比值超过5:1，团队则陷入不利的孤岛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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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过的最显著的孤岛机构之一，是一家小型非营利消费者权益保护团体，他们想要弄清楚为什么网站的流量在降低。该机构总部位于芝加哥，有60名雇员，分处4个部门：业务拓展、运营、营销和公共关系以及财务。机构的部门是典型的孤岛，对公司所处情况看法各不相同。

研究显示，四个部门的内部和外部联系人比率超过5:1。运营部门最极端，比率为13:1。运营部门的工作主要是监控访问网站消费者的所有行为。他们掌握了很多数据，包含消费者访问网站的时间和原因，抱怨或称赞的内容。

其他部门甚至不知道运营部门搜集了这些数据。运营部也不知道其他部门也许能用到这些数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机构在各部门指定员工作为联络人。他们安排了每周一次的例会，请各部门管理者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工作。每次会议都有主题，负责相关主题的低层级员工也要参会。

简言之，这家非营利公司人为提高了员工的外部范围。之后，运营部门知道了营销和公关部门能够从一些信息中获益，例如针对某行业不断增长的负面评价与一定的气候模式和季节有关，运营部门因此开始用新的方式分析他们的数据。



脆弱性

公司有专人负责在不同部门间传递信息和洞见虽然是件好事，但过度依赖这类员工会让公司面临风险。

以一名叫阿尔温德的员工为例。他是一家全球顶级消费品公司的包装部门经理，是不同部门之间的桥梁。他和全球范围的同事及供应商频繁沟通，但在组织结构图中，他默默无闻：仅仅是一名表现不错的中层。如果企业没有明确的属性体现出这类员工的重要性，就要承担失去他们的风险，在他们离开后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

没有阿尔温德，包装部门将缺乏稳健性。公司只有在失去节点（雇员）后，仍然能够维系关系的情况下，才拥有足够稳健的网络。在这家公司，如果阿尔温德离开了，一些部门将失去所有和其他部门及供应商的关系。

阿尔温德并非不可取代，而是没有接班人。公司并不知道除了他没有人负责这些必要的关系网连接工作。这让公司陷入脆弱境地。如果阿尔温德请病假或休假，相关工作就会被拖延。如果阿尔温德不喜欢某个供应商，不再和他们联系，工作也会被拖延。如果阿尔温德工作太多，无法维持这么多关系，工作也会被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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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努希尔来到这家公司，告诉他们包装部门的脆弱性时，公司会议室堆满了蛋糕和甜品。一位高管开心地告诉他，公司正在为阿尔温德举办欢送会，他要退休了。努希尔惊呆了。欢送会继续，但在得知阿尔温德的重要性后，公司拟定了一个协议，让他再多工作几年，并采用关系分析法制定了继任计划，让更多人来分担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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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员工隐私问题怎么办？

关系分析法改变了员工数据隐私的现状。员工在填写聘用表格，参与调研等情形下，主动向公司提供有关个人信息，他们知道公司拥有并能够使用这些信息。但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公司会被动搜集或分析关系数据，例如他们在slack上和谁聊天，谁抄送了邮件给他们。

公司要做的首先是透明。如果公司要收集员工数字化排放，应该要求员工签订协议，表明理解公司处于分析社交网络的需要，需要追踪他们在办公工具上的互动模式。全面披露情况，并征得员工同意，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还有一些举措，可以缓解大家对隐私的担忧，领导们可以防患于未然：

首先，给予员工所有搜集到的关系数据，建议每年至少一次。数据可以包括员工个人的网络映射图和公司基准图。例如，报告可以告知员工个人的约束值（体现某人社交网络向内发展的程度）以及该部门员工的平均约束值。然后围绕这一得分，让员工和导师进行讨论。

其次，阐明公司准备进行关系分析的深入程度。最基本和最不容易触及隐私问题的是一般模式分析。例如，分析也许会说明营销部门存在孤岛问题，但不会指出造成这一问题的具体员工。分析也许会指出一定比例的团队拥有创新特征，但不指出具体的团队。

第二个级别要找出公司中哪些员工拥有某类网络。评分可能会给对员工进行基于实证的行为预测。例如谁可能是影响者，谁离职将给公司带来风险。虽然这个级别的分析会给公司提供更多价值，但也会暴露出具体员工。

最高级别的关系分析结合了机器学习。这种情形下，公司搜集员工互动的对象以及讨论的话题，检验邮件和社交网络的发帖内容，找出拥有某领域专业技能的人。这一信息会为领导者提供最具体的指导，例如，谁在某些领域最有想法。最高级的分析也会引发最严重的隐私担忧，高管层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必须要制定深思熟虑的战略。
（返回原文阅读）





利用公司数字化排放

一旦你知道了组成关系分析法的六项基本结构性特征，利用他们得出的洞见来指导行动就相对容易了。一般来说，解决方法并不复杂，包括制定跨部门会议，赋权有影响力的员工，留住你们公司的“阿尔温德”。

那么，为什么多数公司不用关系分析法来管理绩效呢？原因有二。首先，很多网络分析公司提供的分析报告只是充满了节点和连线的精美图表。他们无法提供能够预测绩效的模式。

第二，多数机构没有获取关系数据的信息系统。但所有公司都有数字化排放，它是隐藏的关键资源——日志、电子踪迹、日常数字活动的内容。

每次员工通过Outlook发送给彼此的邮件，在Slack上互相发送的信息，在Facebook Workplace帖子上的点赞，使用Microsoft Teams组队，或在Trello上给员工分配项目时间表，平台都会记录下这些互动。公司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构建关于员工、团队和机构网络的洞见，从中找出我们讨论过的结构性特征。

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开发出从这些平台实时记录数字化排放的仪表盘，并使用关系分析帮助管理者找到完成任务的合适人选，组建高效团队和创新团队，帮助企业辨别出孤岛领域以及高风险的离职岗位。下面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发现。

被动的信息搜集对员工来说更容易。企业为搜集关系数据，一般会询问员工和谁互动。问卷调查需要时间，答案准确度不定（一些员工纯凭猜测回答）。而关系数据想要有效，必须来自所有员工，不能只针对几个人。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管告诉我们，“如果我让公司1.5万名员工进行一项半小时的问卷调查，我们将损失100万美元的生产力。”如果他们的关系一个月后发生改变，我们是否要重新做一次价值100万美元工时的调研？

而公司搜集的关系数据也会带来新挑战。尽管多数雇佣合同赋予公司记录和监控员工在公司系统活动的权利，一些员工仍然觉得被动搜集关系数据是对隐私的侵犯。这种担心合情合理。公司需要在搜集和分析数字化排放的问题上，有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帮助员工理解并适应这件事。（参见边栏“员工隐私问题怎么办？”）

行为数据更接近现实。我们发现，数字化排放比通过问卷调查搜集的数据更客观。例如，人们也许会在调研中列举一些自认为应该互动的人，而不是实际上互动的人。因为每位雇员至少会使用几个沟通平台，企业可以绘制全体员工的网络图，确保分析更准确。

而且并非所有行为都同等重要。在网上点赞和在一个团队合作两年是不同的。抄送邮件给某人，并不意味着关系紧密。如何权衡和结合这些个人行为很重要。在这些领域，机器学习算法和模拟模式可以发挥作用。只要知道一些技术知识（了解哪些结构性特征能预测绩效结果），建立这些系统并非难事。

保持更新。人与人的关系是动态的。员工和项目在不断流动。关系数据想要有效必须及时更新。在关系分析中使用的数字化排放要满足这一要求。

另外，长期搜集关系数据会给分析师更多选择。例如，如果一名员工请了几个月产假，分析师可以将这段时期的数据剔除，或搜集更多数据。如果企业某年被收购，分析师可以对比收购前后的关系数据，从而分析出公司脆弱性的变化。

决策者随时可以得到分析报告。多数公司把搜集人才及绩效管理相关洞见的工作交给了数据科学家，这会制造瓶颈，因为人数不足，数据科学家无法按时解决所有管理问题。而且，数据科学家并不了解进行数据分析的员工，无法将结果应用到实践中。

仪表盘很关键。如果公司有一个系统，能发现并视觉化体现出结构性特征，就能更快让管理者得到这些洞见。正如一家半导体芯片公司的高管说的，“我希望管理者在决定如何更好地利用优秀员工时，能拥有所需要的数据，而且是在决策时拥有，不是之后。”



人力分析学是管理者做出基于实证的决定，用以改进机构效能的新方法。但在早期，多数企业一直关注个人属性，而不是雇员之间的关系。属性作用有限，但如果公司能够利用关系分析法，可以估计出一个雇员、一个团队，或者整个机构完成绩效目标的可能性。他们也能使用算法，为员工定制工作任务，或变革社交网络，或满足某个具体的管理需求。当然，最优秀的企业会利用关系分析法强化决策标准，构建更健康、更愉快、更有生产力的企业。



[image: ]


保罗·莱奥纳尔迪是圣巴巴拉市加利福尼亚大学技术管理学Duca家族教席教授，他也在应当如何利用社交网络数据与新技术提高绩效和改善员工福利方面，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努希尔·肯克特是西北大学行为学Jane S.和William J.White教席教授，指导社区社交网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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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习，而非绩效，有长远眼光和学习型思维模式的销售人员更清楚如何处理较长周期中出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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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多数公司并未培训销售人员了解并克服销售全新产品会遇到的障碍，而是过于依赖产品展示。所以销售团队往往很难达成交易。

		

		研究

		
		研究表明，客户往往在销售周期的最初阶段对新产品很感兴趣，但后期就会出现抵触心理。研究还说明，有长远眼光和学习型思维模式的销售人员更清楚如何处理较长周期中出现的挑战。

		

		解决方案

		
		培训销售人员熟悉流程，而非华而不实的产品功能。为理想客户创建心理特征档案。评估销售人员的韧性和坚毅。使用战略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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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企业对话时，一谈到当前增收的最大挑战，总会听到对方抱怨：高层领导者只相信自己有创新研发能力，对商业化却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的研究表明，该差距源于正式流程和有效人才管理策略的缺失。这个问题不容忽视，因为公司研发收益率会受到影响。简单来讲，为大胆创新投资数百万的公司要更懂得图和把创新销售给客户。



销售新产品的销售人员与客户进行一对一面谈的时间比其他销售代表平均多32%。




但销售新产品的难度极大。为了解其中缘由，我们查看学术文献，一对一采访大量高级销售主管，并多次进行调研。我们发现，成功的公司能够认识到，新产品的销售过程需要采用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时间规划，克服不同的挑战和障碍。我们还发现，擅长销售新产品的人与成功销售既有产品的人相比，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和行为。此外，最优秀公司创建支持销售人员直面挑战的组织和文化。



新销售流程

为更好地了解新产品销售流程的独特之处，我们调查了B2B公司的500名销售人员，他们来自多个行业，包括科技、金融服务、工业品等。我们想知道，这些人如何在销售过程中规划时间，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面临的挑战会有怎样的变化。

时间要求。我们发现，销售新产品的强度更高，必须投入更多注意力。平均来看，销售人员在整个销售周期内，和客户面谈消耗的时间比销售既有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多35%。销售人员的面访主要是向客户讲解，新产品将如何改变既有商业措施，所以一般会花费更多时间（约32%），亲自与客户进行一对一面谈。由于启用全新的产品要求目标公司内部达成比较广泛的共识，因此销售人员与客户跨职能团队面谈的时间要多出30%。时间是销售人员最宝贵的资源，所以这一投入可谓代价不菲。

成交的障碍。我们要求参与者报告自己在以下六个常见的销售阶段中，何时遭遇抵制以及遇到哪些艰巨挑战：1）销售查询，初次面访时；2）需求识别，销售人员帮助客户进一步了解其需求时；3）评估，客户开始考虑不同产品时；4）解决方案开发，客户与少数几个供应商同心协力，开发可能的解决方案时；5）决策，客户决定是否购买时；6）售后维修，发生在产品出售后。

另一重要发现是，和既有产品相比，创新产品的销售往往在整个流程的较后阶段遇到抵制。这是因为，客户会对新产品感到好奇，所以更多人同意与销售人员进行初次会面。某位很少接受销售代表会面请求的买家评价道：“如果有人提到一个新想法，我总会倾听。我要确保，我们及时了解到当前本行业中的最佳实践。”但随着流程的推进，客户改变现状的意愿会降低。

流程推进过程中，销售人员面临的挑战也会发生变化。在最初的两个阶段中，最大的障碍是，客户认为销售人员并没有透露一些重要信息，所以自己获取的产品信息有限。同样，在接下来的评估阶段，他们往往担心自己对产品的了解依然不足。

开发解决方案阶段会出现重大转折。在这一阶段，客户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解他们一旦决定采用新产品，自身商业措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两个最大问题如下：客户不喜欢前景不明朗的情况，这会带来不确定性并引发质疑，而且他们担心自己的商业模式会遭到颠覆。此外，采购决策群往往会在这一阶段扩张，而新加入流程的人会纳闷，“我将会遭遇什么”。决策阶段也会出现类似的担忧——客户仍会关注风险和组织人员受到的影响，担心会为购买决定感到后悔，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准确预测转换成本。

从销售部门的角度看，这一模式更是问题重重，而且很难扭转。因为销售新产品的员工可以约到很多初始会面，所以会有成就感：他们接触到客户，并和之前可能不同意与他们会面的潜在客户建立联系。客户最初的热情回应极具诱惑力，容易让销售人员以为，自己的时间得到充分利用。但随着流程的推进，很多受好奇心驱动的会面明显不会带来真正的机会，因此销售人员的努力很难看到成果。

需要的培训。总体来讲，组织在帮助销售人员处理复杂销售流程方面，做得还不够。我们的研究表明，新产品发布后，很多所谓的“培训”实际上只是简单的产品展示，根本不涉及销售周期中会出现的重要挑战。产品研发团队往往在发布会中过多关注华而不实的产品功能，以为最大目标是激起销售人员对创新的热情，进而将这种兴奋传达给所有客户。在周期的初始阶段，不仅销售人员必须提供正确的产品信息，客户也要感到自己有正确的信息。因此销售人员须建立信任，并对客户挑战表示深刻理解。到了后期，销售人员要帮助客户了解、评估和管理与转换相关的风险及人员问题。只有少数公司能协助销售人员落实这些措施。

如果销售团队肯花时间创建理想客户的心理特征档案，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哪些特征可说明潜在客户愿意采用新商业模式？哪些行为线索表明对方郑重考虑购买产品，而非仅仅想了解一项新技术？潜在客户的组织文化会支持学习和转换吗？销售团队应该详细规划对最符合特征描述的潜在客户，必须采取的所有步骤，以及会见的所有人。这种训练本身极具创意，因为目标是预想销售流程中可以更新的部分。团队必须提问：“在成交前，买家需要创建新评估标准吗？买方组织中的哪些团体可能会失去权力，如何安抚他们？我们了解所有受本次转换影响的人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扩展所需的网络？”

尽管销售团队没法在第一次行动时，就得到成功转换所需的所有信息，但上述训练有助于避开主要障碍，聚焦找到正确的客户类型。



成功销售人员的必备素质

为了解成功销售新产品的人具备哪些特质和能力，我们着手分析2500多名销售人员的特质；他们来自数字媒体、医药、工业品和服务行业中的五家龙头企业。

他们着眼长远。我们的第一个观察是：最成功的销售人员对时间的管理更审慎。平均来看，他们会转移对既有产品和服务的注意力，花较少时间在行政工作上，以便每周多花4.5小时销售创新产品。他们会预支更多时间，发掘理想的潜在客户，果断瞄准可能购买产品的客户，而非无的放矢。我们还发现，对长期客户结果的关注与成功紧密相关。某客户这样形容最青睐的销售代表：“他的商业信条是，如果他能帮我们提效，那么我们最终会给他的公司更多钱，并在长期实现双赢。”

他们有不同关注点。成功的销售人员对障碍的看法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他们关心的是买方组织中的人员和流程问题，以及如果买方没有产品购买的评估标准，是否会造成销售停滞。他们担心，客户会认为转换成本过高，或太多人沉溺于现状。相较而言，其他销售人员关注的是产品知识，担心自己缺乏产品介绍信息，或接收到的信息不明确。

他们表现出更大决心。坚毅在多数销售案例中都很重要，而在销售新产品时更是极其关键。挫败往往出现在销售流程的后期，这时销售人员会感到突然间失去掌控。正如某高级销售领导所讲：“销售人员永远都不会放弃销售新产品的机会。他们视新产品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另一手段，和获得成功的关键要素。但他们能否坚持不懈地销售新产品又是另一回事了。”坚持长期导向的人关注未来回报，并针对可能遇到的障碍制定应对策略。

他们有学习型思维模式。目标导向对新产品销售成功与否也会有影响。有些销售人员有学习导向，强烈希望提高能力并完成困难任务。这些人极度重视个人成长。其他人有业绩导向，渴望在表现好时获得夸奖，或害怕得到不好的评价。威斯敏斯特商学院的陈安妮（Annie Chen，音译）及其同事在近期调查中，查看了目标导向的差异如何影响到销售人员对销售新产品的自信心和动力。他们发现，有很强学习导向的参与者更自信，并热衷于完成挑战。以业绩为导向的销售人员则会分化成两大阵营：一派视挑战为获得夸奖的机会，他们和以学习为导向的人理念相同；另一派害怕得到不好的评价，担心自己会失败，因此不太可能花力气销售新产品。

我们选择本研究里五家公司中的一家，查看目标导向在长期对销售的影响，发现不论销售人员有哪种导向，绩效在初期（产品发布时）都会降低。以学习为导向的销售代表花更多时间获得新信息源并尝试不同策略，较少时间用于销售本身；相比以绩效为导向的人，他们的绩效会下降更多。实际上，他们是有意识地进行取舍，而这一阶段的主动学习会得到长期回报。一旦他们了解市场并找到有效策略，绩效最终会稳定在较高（和以绩效为导向的同事相比）的水平线上。对管理者而言，这说明给销售人员时间做实验和了解市场，会在长期得到回报，但你要有勇气应对早期绩效的下跌。

他们博识多通、以客户为中心，而且适应力极强。我们还发现其他几个与成功销售新产品有关的特质。销售人员必须既有产品知识，也有市场知识——了解市场趋势和客户消费模式。考虑到客户采用创新产品和服务后业务中出现的变化，他们会以客户为中心——对客户需求的满足远超过要求。快速的变化要求他们有很强的适应力，基于团队、其他经理和市场的反应，迅速调整内部流程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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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是否所有销售人员（包括成功和不太成功的人）都清楚，自己有没有成功销售的必备素质，我们比较了他们自己和客户从以上维度给出的能力评价。结果很惊人：多数销售人员对自身能力都非常自信，他们在各个维度都给了自己高分。但客户只在产品知识维度给了高分，多数维度上给出的评分只有销售人员对自己评价的大概三分之一，在适应力维度上则不到十分之一。销售人员以为自己很好地适应了外界变化，但客户认为他们局限在自己的工作模式中。我们的分析说明，销售部门必须为团队成员的提升提供指导和支持。



[image: ]



支持新产品销售的文化

一线销售经理在执行有机增长战略方面，担当了关键角色，因为他们每天都要做出艰难的人事决定。在产品发布阶段，他们帮助既有销售人员学习新行为，并在绩效下跌时保持士气。如果公司为新产品打造全新的销售队伍，那么这些经理要负责雇用具备相应技能和能力的员工。如果公司推行新的增长策略，他们就必须将策略落实在有效的行动中——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因为他们要在不确定哪些行动有效的前提下做出决定。

我们发现，最优秀的公司利用能力评估和培训项目，帮助一线销售经理有效应对上述挑战。能力评估通过评估销售人员的特点和技能，明确个人优缺点；他们的素养在整个组织中会有极大差异。多数组织都没有明确并评估销售人员的能力；即使有能力考核，这些组织也只是从宽泛的角度进行调查，忽视了销售新产品的角度。公司可以通过小组培训项目，弥补销售队伍的不足，但这类项目的主要关注点是帮助员工盘点自己的能力。

对技能做出系统性评估。最优秀的公司会更进一步，根据个人需求定制培训方案，并将评估和绩效捆绑在一起。新产品销售效率和新产品钱包份额等指标可用于发掘擅长市场运营的人才。管理者基于评估，设计一对一辅导课，引导有助于提高绩效的行为，同时制定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案。在新产品发布阶段，公司不清楚哪些是成功必需的技能，所以会在全面评估后再进行预测。它们重新查看能力地图，找到已经明显展现出市场运营能力的人才，同时调整培训项目，进一步克服不足。成功的公司会创建激发销售人员提升动力的文化。

上述项目需要的培训往往涵盖很多方面，包括技能培养和个人成长，因为新产品会考验销售人员的自信心。举例来说，某媒体公司称，销售人员难以应付数字市场的变革速度，不能与客户有效沟通。他们可以用正确的问题评估客户需求，并且有足够的产品知识，却不能讨论解决方案。接连不断的数字颠覆撼动了他们对自身市场理解力的信心，他们也不希望在客户面前表现出无知的一面。

知识和韧性培训。上述媒体公司分两步解决问题。为应对知识方面的困扰，公司创建了一个市场意识培训项目。项目结束后，公司定期提供和数字媒体趋势相关的更新，销售人员可利用这些信息，帮助客户了解市场发展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公司提供了应对机制，帮助员工更轻松地适应变革速度。阻碍销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匮乏，还有情感方面的问题。某高级经理这样形容新挑战：“我们的销售人员可评估客户需求并提供相应解决方案。但数字市场的颠覆太猛烈，他们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困难，他们就会裹足不前。因此我们要求他们对自身职责进行反思，并发现写日记对他们很有帮助。我们要让销售人员认识到，他们不必非要当万事通。”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销售人员往往不想看到世界的变化，而且需要激励才会学习新行为。能力评估提供来自外部的技能提升反馈，促使销售人员改变行为。要想取得最佳评估效果，你必须将问题具体到特定行为，比如“销售新产品时，你会先考虑既有客户的反应吗”，并让调查对象猜不到正确答案。通过比较促使他们全力克服困难，进而促进行为的改变。比如，衡量某位员工技能和行为的基准，可以是同一行业创新公司的最优秀销售人员、本公司中最优秀销售人员或客户评估。目标在于，为管理者提供充足数据，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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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评估还鼓励销售经理关注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而非对现状妥协。如果产品代表公司方向的改变，那么这类评估有助于判断哪些人将在新环境中如鱼得水，哪些人会寸步难行。如果公司正在建立支持产品的新销售团队，那么评估有助于确定职位候选人必备的素质和相应的筛选方法。改变行为对销售经理和销售人员来说同样困难。成功的管理者有时会想，“根据经验我就知道哪些行为有效，所以为什么我要改变呢”。一旦他们有这种想法，接下来就很可能抱怨产品不好，而非认为销售人员或自己需要改进。若销售管理团队裹足不前，就需要进行人员大换血。在个别极端案例中，我们曾看到某一线销售管理团队由于成员不能实现必要的转变，一年内流失了一半人员。



战略客户管理的好处

我们还发现，最优秀的公司往往会以战略客户管理项目的方式，发布新产品。战略客户经理（SAM）负责接洽最重要的客户，有权力从长远的角度发展业务，并在客户组织的各个层级建立有效关系网络。他们帮助一线销售团队在问题出现时就及时解决。相比普通销售人员，SAM的薪酬中有更多长期项目的佣金；一般雇用SAM的公司销售成本会增加，但通常可以看到投资回报。在大型公司中，SAM有助于打破不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内部壁垒，进而促进与客户的重要对话。某执行委员会成员曾这样评价：“如果我问部门主管，公司是否需要战略客户管理项目，得到的回答都是不需要，因为他们担心成本问题。但从我的立场看，我很清楚这些项目会是驱动增长的关键要素。”

确保有人能看到大局。SAM最好与客户定期开规划会议，并确定互利互惠的目标，支持新产品销售。通过规划和合作，SAM会深入了解到客户的商业实践、文化和战略。他们分析客户所在行业，明确客户相对于市场竞争对手的强项和不足。战略优先项目中的紧密合作降低了采用新产品的壁垒。一旦信任建立，客户就不会担心卖方隐瞒产品信息，更相信对方会看到自己在应用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SAM确保专家之间保持联系，买卖双方的较低层级也出现新机会。某员工在介绍一个典型成功案例时称：“某事业部曾告诉我，客户对储能技术部不感兴趣。他们问错了人。我帮助他们与客户的研发中心取得联系，我知道那里有个八人团队在研究储能创新，而且该团队有意愿和我们合作。”建立合适的联系后，两家公司常常合作开发技术，并进一步增强了对彼此的信任。

和最好的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SAM负责将高层领导团队聚集在一起，向他们展示两家公司如何共同成长。卖方组织的高层领导者可定期拜访客户并与SAM开战略会议，从而表明自己对这些项目的重视。某高层领导解释说：“董事会的参与表明我们以客户为中心的决心；这会建立起董事会和客户最高管理层之间的信任，并为董事会提供了解客户需求的更直接视角。本项目联合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最高层领导，进一步支持了SAM。”这一层级的参与有助于经营团队了解客户的挑战，预测产品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让客户相信问题会得到及时解决，从而降低采购风险。

高层领导者还可以利用战略客户管理，在长期增长需求和短期目标压力之间取得平衡，避免销售部门内部关系紧张，新产品销售能力被削弱。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高层领导者支持SAM聚焦长期目标，同时管理从非战略关系中获得的盈余，那么上述压力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多数公司任用销售部门管理盈余目标——81%的高级销售领导称，公司CEO要求通过收入或成本管理稳定盈余，75%的人称CFO会有此要求。但领导者并未平等对待每位客户：我们发现，决定客户成为战略客户的最大因素是长期增长的潜力，而高层领导者要求战略客户有短期行动的可能性大概只有一半。某SAM这样介绍公司的关注点：“我们认为持续性是战略关系的关键驱动因素，也愿意为持续进步，经历盈利受损的艰难时期。”关注长期是销售新产品的关键。



只有整个高层领导团队都长期并深入贯彻有机增长战略，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将全新产品推入市场，既会改革卖方组织，也会颠覆买方组织。最优秀的公司发布新产品时，会在战略上保持一致，从销售队伍到最高管理层。这些公司清楚，新产品销售过程中会出现多种障碍，并制定新流程克服障碍。HR通过创建能力地图，评估新产品销售所需的技能和行为，与销售经理合作开发必要的培训和教练项目。一线销售经理认同新产品发布背后的战略，支持销售人员在一线的学习过程。C级高管从长期主义出发，培养战略客户，并确保达成盈余目标的压力不会妨害到未来增长。

我们在多次采访后发现，仅就我们拜访过的最优秀公司而言，整个销售部门都对自身关注长期有机增长的思维模式颇感自豪。这些公司认识到，仅靠投资研发，还不足以确保公司能看到成果；它们坚持开发创意，并以同样的决心投入到商业化中。否则的话，公司面临的风险就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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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斯蒂恩伯格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Richard S.Reynolds教席教授，也是负责教师发展事务的高级副院长。迈克尔·阿亨是休斯敦大学教授兼鲍尔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也是该校卓越销售学会（Sales ExcellenceInstitute）会长。






	特写 Feature

	

天下战略：
中美经贸大变局
企业升级全球观

	孙黎 朱蓉 | 文 李全伟 | 编辑

		

	

中国企业国际化已经进入2.0阶段，此时，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未来出路何在？本文提出，中国企业需要天下战略观——一种根植于本土文明，同时又能与世界对话与接轨的软实力。这种全新的全球战略观，需要与各类利益相关者损益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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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极大地改变国际贸易格局、改组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链，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大变局？如何调整自己的国际化战略？在中美EMBA课程班上，我的学生们提出各种问题：

• 我是一家美国跨国企业零部件供应商，这家跨国公司正在考虑将工厂搬迁到越南。我该跟着搬迁，还是改做国内市场？

• 中国经济完全是冰火两重天，不同产业的经济周期完全不同，貌似经济同时处在扩张、过热、滞胀和衰退时期，我是该投资产能，还是压缩产能？

• 我们公司也跟着“一带一路”倡议，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投资，但这些国家随着领导人的更换，可能引发东道国的债务陷阱，同时也暴露出投资中的腐败行为，在这种复杂制度下，我是否应该继续海外投资？

• 中兴事件让我们警惕国际供应链上过于依赖某个国家产品，可能引发采购危机，但这些高端产品的研发投入非常高，与我们以前制造中积累的管理能力完全不同，我该如何转型？

• 我们的印度子公司在当地遭遇巨大挑战，比如征地时碰到各种问题，我们该如何进退？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也表明中国崛起的跨国公司正在全球征战，需要一种全新的视野与战略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国家政策与企业的关系上，一种说法是，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巨大的贸易冲突，美日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对日本是不平等的，导致日本“失去十年”。从《财富》世界500强1990年至2017年的历年销售额数据上看，日本大型企业的竞争力持续走高，在1995年公布的排行榜上占据149家（占到世界500强的29.8%），与欧盟企业数看齐。《广场协议》以后，日本的跨国公司加速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到美国直接设厂，建立研发中心，实现了高速成长。同时，日本通过在美国建立各种商会，与美国的各类非营利组织合作，通过各种游说、沟通与合作，成功化解了“日本威胁论”。目前，美国消费者购买丰田、日产、本田的汽车是一种常态，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是许多主张环保消费者的心头好，也获得美国政府的环保补贴。

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日本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信息技术产业上不敌美国企业，500强家数减少。而中国企业家数在加入WTO后，不断扩张，在2018年公布的排行榜上占据120家（占到全球500强的24%，包括4家香港企业和9家台湾企业）。这些大型企业是中国企业群在全球地位上升与全球扩张的一个典型代表。



制度复杂性伴随中国企业全球崛起

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责任也越大。我们通过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入2.0阶段”，比较中国企业国际化1.0时代与2.0时代的差别。

从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入2.0阶段”可见，中国企业国际化2.0时代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程度加深，战略与组织的复杂度也进一步提升，这就对企业管理层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

挑战1：进一步认识国际制度的复杂性

我们早在2009年就提出战略制度观的思想，认为制度因素可以解释不同企业间20%-30%的绩效差异，某种程度上说，比企业所处的产业结构更能影响企业的绩效。中兴通讯因全球合规管理的薄弱，被美国政府重罚的案例说明，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在多国不同的监管制度下，要面对制度不同的逻辑与次序，以及制度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例如中美不同的知识产权制度就引发贸易摩擦。企业在面对这些全球不同区域市场和不同制度的冲突时，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这就要求企业树立一种全球的大局观，对应这种复杂的变化，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

挑战2：通过国际多元化奇正相生，化解风险

如果说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国际化1.0时代是积极国际贸易、增加在海外市场的参与度，那么2.0时代不仅是指全球布局、广泛参与，更是在全球形成网络并发挥专门化和区域优势，形成全球的整合优势。目前，小米在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开拓市场；携程与全球在线旅行服务的先行者缤客（Booking Holding）开展战略合作；滴滴在东南亚、南美等地区推进移动出行业务。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影下，国际跨国公司也加速了将制造工厂向东南亚转移的步伐，从而增加供应链的灵活性，而国际买家也正急于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进口，以达到货源的多样化，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应这种新格局，中国企业家应该主动在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区域建立战略据点，主动迎接这些地区制造能力的竞争。综合而言，国际多元化布局可以增加组织活力，在特朗普的“不靠谱”政策下，在复杂、动态环境中增加延展性与反脆弱性，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奇正相生。



[image: ]



[image: ]



挑战3：通过研发掌控全球产业链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利用各国不同的资源禀赋与产业集群的不同分布，建立起全球价值链，降低成本，成功地减少了全球的通货膨胀。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和生产制造的高附加值部分，同时将大规模生产等非核心功能剥离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企业受供应能力、知识编码和交易复杂性的影响，往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只能与跨国公司分食有限的附加价值。要想升级掌控产业链，就需要进入高技术的环节、更加了解客户需求，因此研发成为企业增加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占据高端位置的重要力量。

我们用图“通过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掌控全球产业链”，表现中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甚至风险投资公司的战略。研发分成研究与开发两个维度。从发展的Y轴看，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路径1资本扩张的模式（设立分公司或者风投），在发达国家投资新的机遇。例如中国是以色列第二大投资国，投资了以色列20%以上的初创公司。然后通过市场驱动(图中的路径3），中国企业可以进一步在发达国家探索新业务，成为全球性的公司。

而从研究的X轴看，中国企业在硅谷或以色列通过路径2获取未知领域中的创新技术、商业模式；率先掌握前沿的技术；学习全新的产品开发流程；获得新的技术、管理人才；更新管理与组织结构，例如蔚来汽车在慕尼黑、硅谷建立全球设计中心。在技术驱动下，中国企业进一步通过路径4产业化的发展，在与本土市场互动的基础上，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以美利利天下”

从根本而言，中国企业在国际化2.0时代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全球格局观，一种根植于本土文明，同时又能与世界对话与接轨的软实力。我们从《易经》的乾卦得到启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也就是说天地万物都享受乾元的云行雨施，生机勃勃，乾元以美好的利益，使天下通达。同时，乾谦虚而不声张，是无声的，为此，孔子不禁对“乾”赞叹道：真是伟大！真是了不起！企业如何“以美利利天下”？我们从三个维度展开：

维度1：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利者，义之和”

首先要理解“以美利”中的“利”。王夫之认为“利者，义之和”，也就说义是万物天然的原理和法则，利是在各种事物的损益相济中，各成其美，因而顺通。具体到企业层面，我们用图“传统企业战略观：基于等级和权力”和图“企业天下战略观：需要与各类利益相关者损益相济”表示传统企业战略和企业天下战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0年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正如图“传统企业战略观：基于等级和权力”所示，股东位于金字塔顶端，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都为股东利益服务。

而图“企业天下战略观：需要与各类利益相关者损益相济”的企业天下战略则超越了股东利益，关注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国企业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与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发展，实现包容性的发展。这反映在华为任正非的国际化管理哲学里：“我们担心美国、欧洲、日本的企业落后了，他们落后了，独剩我们，我们就被孤立了。所以我们攻进无人区后，要先建立规则，这个规则不要利已，要利他，这样才能和别人合作得更好。”

为什么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损益相济的天下战略要优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呢？在《易经》看来，乾的四种美德就是元亨利贞。利者，万物各顺其本性，各成其能，各逞其用，从而实现天地人的天道圆满。为此，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很难保证可持续发展。要解决世界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就需要一个与世界范围相对应的尺度，这就是天下战略。中国跨国企业就要从世界大格局看企业发展，在冲突与合作的二元对立中，发展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共荣俱损，促进天下公利，实现生生不息。

维度2：认识天下的无外尺度

中国哲学家赵汀阳认为天下体系始于周朝，具有包容性和无外性。包容性是指天下体系包容千邦，保证天地神圣秩序；无外性则意味着一种世界性尺度，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歧视性或拒绝性原则来否定任何人参与天下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天下作为世界理念，由此可以推想一个作为万民公器的世界制度。企业的天下战略也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将各种弱小的利益相关者列入自己的天下视野。例如企业战略思想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就倡导跨国企业关注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市场，这个市场由全球数十亿每日收入不足2美元的低收入者组成，服务这些市场虽然意味着削减产品或服务的附加值，但通过提供最基本的功能，刺激更大范围内的需求，企业也可以在这个被忽视的市场取得成功。同样，在天下无外思想指导下，原来无法接触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微型贷款的商业模式得到贷款，从而创办自己的项目。通过小额信贷机构、借款者社区、女性借款人、政府、小额信贷管理者和员工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机会之门就此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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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天下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的跨国企业可以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去帮助东道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平、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诉求相一致。这样，当跨国企业面临外来者负担时，可以获得独特的政治资源和能力。此外，非政府组织的本地化知识和社会网络嵌入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对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开拓。例如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要处理各种劳工、社区、政府等复杂关系。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中国企业可以开展各种面向公众的研讨会、改善投资环境、创造当地工作机会，克服外来者负担。

维度3：认识与遵守天下的无偏秩序

赵汀阳认为天下体系的普遍性在于它能够形成各国在利益上的互相依存和互惠关系，从而保证世界的普遍安全和永久和平秩序。但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也造成富者越富、中产阶级收入没有增长的结果，表明很多全球化的制度存在缺陷。无偏的全球化规则与制度对未来天下福祉的建设非常重要。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是中国企业必须遵守与维护的。例如华为在国际化中就非常尊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当华为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知识产权互相交换的协议时，任正非说，“签订以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正是这种对全球化制度的遵守与承诺，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且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相契合，满足东道国环境保护、公民权利、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要求，而免于犯下中兴通讯的过失。

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我们在本文中倡导的天下战略是一种正念，可以在中美经贸大变局下处变不惊；是一种关怀，推崇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一种精神，兼容各种文化，创造普世价值；是一种领导力，引导天地众生的生生不息。我们期待这一战略能经受中美贸易摩擦与各种制度复杂性的考验，从而帮助中国新崛起的跨国公司建立软实力，更好地拥抱全球化的未来，更好地在国际舞台合作与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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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黎是美国洛厄尔麻省大学曼宁商学院创业与创新副教授。朱蓉是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洛厄尔麻省大学曼宁商学院访问学者。






	特写 Feature 组织管理

	

组织成功重塑的
GREAT模型


	谢克海 | 文 李全伟| 编辑

		

	

重塑是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难题。本文以企业为例，提出组织重塑首先要明确伟大的组织发展目标（G），然后制定基于资源禀赋的战略（A），通过结果导向的运营（R）以及顶级人才队伍（T），达成预期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在核心团队（E）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五个关键要素互相作用，成为组织重塑的GREA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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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在组织重塑过程中，组织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有些领导者无法找到组织重塑的关键点，因而导致转型失败，危及组织生存。

		

		洞察

		究其原因，仅有管理理论支撑是不够的，领导者还需要从管理实践角度出发，抓住组织重塑的关键要素，建立关于组织重塑的系统性思考框架。

		

		解决思路

		GREAT模型指出了组织重塑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即以高管团队为核心，基于资源禀赋的战略，打造优秀人才队伍，通过结果导向的运营，最终实现成为伟大组织的目标。

	

	

根据组织生命周期的规律，当组织发展到了某一阶段时，为了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面临重塑的问题。本文将以企业为例，探讨如何实现组织的成功重塑。

很多企业家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公司成长慢、利润薄、士气低、执行差，因而迫切需要调整、转型乃至重塑。在此过程中，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如何准确治疗顽疾、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家需要从组织全局角度分析与诊断，而不能只看到具体问题。

因此企业家需要一套完整的企业重塑体系，帮助提升组织竞争力，使企业再创辉煌。根据对大量企业的观察研究，结合多年管理实践以及企业生存关键时刻的思考与决策经验，我认为企业家经常思考的经营管理问题有以下三个：

做什么——我们的业务组合合理吗？

谁来做——我们的队伍行吗？

做没做——我们是否按照预期的时间、路径与结果在推进？


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家时时思考，不断做出调整，这是他们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企业家虽不需时时谋划，但必然考虑的，就是：

往哪儿去——我们将要把企业带向何方？

通常企业家更多的在思考上述四个经营管理问题，却并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但他们恰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经营管理问题，就是：

我们自己行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前面四个问题的结果。

只有从以上五个问题通盘考虑，企业家才能推动公司重塑的进程。因而这些问题分别对应组织的五个关键要素：往哪儿去即目标，做什么即战略，做没做即运营，谁来做即人才队伍，我们自己行吗即包括企业家在内的高管团队。

本文认为企业重塑首先要明确成为伟大企业的目标（Goal，G），然后制定基于资源禀赋的战略（Aptitude-based strategy，A），通过结果导向的运营（Result-oriented operation，R）以及顶级人才队伍（Talent，T），达成预期的结果。这一切都是在高管团队（Executives，E）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五个关键要素互相作用，称为企业重塑的GREAT模型。



[image: ]



本文将对GREAT模型中的关键要素与落地路径逐一论述。



目标

企业重塑时，企业家首先应当思考：我们要办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即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

1.何为伟大的企业

首先我们来谈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依靠产品、服务与运营创造价值并获取利润的公司才是真正的企业。那么，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呢？企业是否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家决定的，在此我愿尝试从企业家的角度进行间接探讨。

社会上的企业家大体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的特征是“挣些钱，是否违规、犯法、有失道德水准无所谓”。他们唯利是图，无视道德和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第二类企业家的特征是“财富积累，以依法合规与守德为底线”。第三类企业家的特征是“财务健康，通过价值观引领、专业化服务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他们不以财富追求为根本目标，更多追求的是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他们是在做企业，更是在做事业。只有第三类企业家创办的企业才可能是伟大的企业。

2.企业与企业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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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创业家，创业失败最差的后果是什么？大部分人回答是：把本钱赔光。事实绝没这么简单。企业既能让企业家走上事业巅峰，也能像黑洞一样将他吞噬。

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能使自己完成财富积累、成就企业、成就事业的三级跳，对应成功（Success）的三个阶段，即S1，S2，S3。而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经营失败（Failure），亏掉初始投资，即F1。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美好画面背后的深坑与炼狱。在利益诱惑下，他们可能会违背商业逻辑，比如突破投资原则，用全部家底做赌注，结果往往债台高筑，即F2。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企业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突破人生原则，铤而走险，依靠欺诈维持企业生存，失去名誉，令人鄙视，即F3。

企业家一定要清楚：你可能在制造一台自己控制不了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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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企业家是如何被黑洞所吞噬的？这张企业安危空间图从商业逻辑与价值观两个维度出发，将企业划分为四个类型，描述了很多企业从成立到衰败的两条典型路径。

第一条路：企业最初处于右上角，它们专注在某一领域经营，奉行正确的价值观与做事原则。通过这种方式盈利后，经营团队容易自我膨胀，违背商业逻辑，在投资方向、用人标准、运营管理方面决策错误，例如突破投资原则，贸然进入新领域，即右下角的无关多元化之路。无关多元化未必会使企业亏损，但由于缺乏行业经验和应有的积累，企业将处于危险境地。企业此时如果经营不善，有可能变得病急乱投医，不择手段，走到图中左下角，被利益黑洞逐渐吞噬。

第二条路：企业经受不住利益诱惑，突破人生原则，见利忘义，在价值观上迷失。这种企业由于不正当经营必然官司缠身，危机重重，也逐渐会走向左下角的黑洞并难以脱身。到那时，企业家不仅输掉初始投资，而且名誉扫地。

在此特别提示：“关键时刻”，坚守还是妥协？

企业家要避免个人和企业的灾难，一定要坚守两条原则：投资原则与人生原则。部分企业家之所以无法坚守上述原则，通常是因为他们不具备以下三点：（1）正确的价值观，（2）正确的商业逻辑，（3）矢志不移的定力。

其中企业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不在于企业家是否懂得“何为正确”，而在于企业家在“关键时刻”能否坚守。“关键时刻”最体现企业的耐力和定力。比如，实业难做，是不是能耐心坚守？各种机会摆在眼前，是走无关多元化路线还是聚焦主业；是贪图“快钱”违法经营还是诚心做事厚积薄发？以开餐馆为例，如果你开一家比萨店，比萨做好了却发现其中一种原料过期，是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还是将次品作废并承担所有损失，这就是“关键时刻”。



基于资源禀赋的战略

企业目标确认后，企业就需要制定明确的战略以实现目标。

经常会有各类投资机会找到企业家，它们大都描绘了诱人的“商机”。很多企业家从行业或市场前景出发思考投资决策与企业战略，即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然而某个行业或市场有前景并不是战略选择的关键，而关键是“你能挣到钱吗”。仔细想来，资深的企业家一定能体会到，发现商机、融资筹款、开张剪彩相对容易，而真正让企业家夜不能寐的难题是持续盈利与资产增值。每个行业都有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企业必须尽力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一点，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于是企业在战略选择上归根结底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谁，你的资源禀赋是什么”。

1.何为资源禀赋（Aptitude）：资源禀赋年轮

资源禀赋是企业投资人视角下的一把手、高管团队、人才队伍、产品/技术、用户、品牌形象、资产组合而成的价值总和。所有资源禀赋中，一把手（Decision facilitator）位于内在核心，逐步通过高管团队（Executives）和人才队伍（Talent），打磨技术（Technology）、产品（Product）和服务，赢得用户（User）认可，塑造品牌形象（Image），不断增加企业资产（Asset）。这个由里及外逐渐扩散的禀赋圈称为“资源禀赋年轮”，将这些资源的首字母连起来就是企业的禀赋（AP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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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需要基于资源禀赋制定战略（Aptitude-basedstrategy）

资源禀赋战略是以资源禀赋为出发点的战略选择。比如基于供应链优势而选择低成本和海量产品的沃尔玛，基于数据积累和技术优势而拓展云服务的亚马逊，基于创始团队而不断突破创新的苹果，都是从资源禀赋出发制定战略的典型代表。反之，如果资源禀赋与战略方向不匹配，跟风投机，无法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必然危及企业生存。

3.资源禀赋不仅是战略选择的起点，也是战略选择的终点和目标

作为投资人，你希望拥有一个怎样的企业？恐怕不仅是资产，一定还包括一把手、高管团队、人才队伍、产品与技术、用户、品牌形象等资源禀赋，最终留下的是一个健康发展的企业。由此可见，这些资源禀赋也是战略选择的终点和目标。

企业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经过对用户的深入理解，形成与之匹配的战略选择，在为用户提供产品与服务并创造价值后，最终还将积累出新的资源禀赋。从投资人的角度，仅用财务报表去衡量企业、考核经营团队是不全面的。财务报表所能提供的信息极为有限，而且只反映过去，对企业经营结果的系统评估必须包括资源禀赋年轮中的其他方面。

在此特别提示：当企业明确自己的资源禀赋后，就要在特定区域持续努力，切忌做机会主义的投资与选择。



结果导向的运营

在树立清晰目标并制定资源禀赋战略之后，企业就进入以结果为导向的运营阶段。运营是将企业战略意图落地，促使企业扩大自身资源禀赋的过程。

1.何为结果导向的运营（Result-oriented operation）

所谓结果导向的运营，即以战略为指引，对目标进行分解，持续监督落实，依靠运营体系系统性、有节奏地推动工作。它是一种统合企业一切管理要素，为用户及时提供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比如一家汽车厂商的运营就是整合发动机、汽车底盘、车身、电气设备等零部件供应商，确保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持续完善供应链、优化成本，保证汽车的安全、舒适与便捷，并通过经销商及时为客户提供汽车产品。

2.运营能力是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往往也是最大的短板

在市场不好、竞争激烈的时候，为什么优秀的企业仍可盈利，而其他企业却无法生存？因为优秀的企业善于运营，在同等投入的情况下，它们的产品质量更好，成本更可控，因此可以向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或者性价比高的产品。在市场供大于求的环境下，顾客择优选择优秀企业的产品，而那些运营能力差的企业就被挤出利润区，只能被淘汰。因此运营使企业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甚至抗周期发展，是最核心的能力，是检验企业的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很多企业最大的短板。

3.正确理解运营在企业各职能中的位置——运营中心论

很多人对运营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定位缺乏清晰的认识，认为运营属于企业的职能范畴，是与企业战略、职能管理、业务模块、区域模块等并列的概念或职能活动，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运营其实是统合协调其他职能的统合者。运营直接决定企业是否可以及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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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别提示：资本驱动、技术驱动还是运营驱动？

企业家在谈论企业核心驱动力时，经常会提到三个词：资本、技术和运营。如果仅有资本或者仅有技术，而缺少运营，企业都是无法长期生存的。反之，仅凭卓越的运营能力，即使没有资本和技术支持，企业也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顾客的青睐，产生经营性利润，让企业生存并逐步壮大。比如麦当劳通过精确的、标准化的运营，保障产品的质量、干净的环境、合理的价格，而成为快餐行业的巨头。另外企业可以通过运营不断开发与迭代技术，并将技术转化为市场化的产品。所以说，强大的运营体系是成就其他职能的前提，是所有企业最根本的驱动力量。



人才队伍

关于“打造优秀的企业必须搭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的论述已经很多，关键是如何落地。落地并做好的前提是要有以下3个基本认识：

1.一流人才与一流环境是队伍建设的核心

打造一流人才队伍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好“谁上谁下”。“谁上”既包括谁走向核心岗位、管理岗位，也包括谁加入这家公司，而这一决策的前提是对人才素质模式的深刻理解。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人才对组织的贡献，即个人业绩，取决于他的价值观、能力、经验、技能、知识等，而其中价值观和能力最具有长效价值，也极不容易改变。因此，选人甚至比培训培养还重要，选对人是打造人才队伍的前提。

在“谁下”方面，对业绩极差、口碑极差的人员进行淘汰已经是一个普遍实践，但“谁下”的关键是在中高层发现那些“问题人”，这类人对企业破坏最大，有些中高层看似优秀，甚至业绩突出，而本质上核心指标缺位，我称之为“核心指标单项否定”。我们都曾有过以下类似的观察：一个业绩突出、综合素质评价总分很高的企业中高管“突然”出现重大问题，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为此我们甚至会质疑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效性。我曾经就此查阅这类人员的综合素质考评信息，惊讶地发现了问题所在：其各项指标都很高，只是其中某一项低，如风险意识、诚信廉洁、团队精神，这是导致其给企业带来灾难的根源所在。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我得出人员评价的结论：能力看综合、品质看组合。这类核心指标即使一项出现问题都是灾难性的，“差一点”是本质差别，即使其他方面再优秀，也必须坚决淘汰。

打造一流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使员工“想干”。员工“想干”是一切组织目标实现的保障。我们往往认为员工只关注“财务回报”“职业前景”，但大量的观察与调研表明，“事业伟大”和“内心感受”同等重要，甚至更胜一筹。绝大多数人都有一颗澎湃的心，所谓“事业伟大”，就是希望与团队做伟大的事情，并愿意为此付出。同样，绝大多数人也都有一颗脆弱的心，所谓“内心感受”，就是希望获得公平与尊重。当然，“想干”的前提是“能干”，而“能干”的根本在于公司的“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其中“治理体系”对于高层“想干”影响巨大。

2.清晰区分是队伍建设的前提

在制定管理决策并执行之前，关键是要对决策事项有清晰的认识。解决“谁上谁下”和创造“想干”环境的前提是清晰判断出谁是问题人及组织环境中存在哪些问题。评价贵在区分，区分贵在清晰，最可怕的是模棱两可。以人才评价为例，最终的报告必须清晰告诉决策者：该重用提拔谁，该淘汰解雇谁。任何不给如此清晰结论的评价报告都是不合格的。同样，对组织的诊断必须清晰指出问题环节。

3.快速行动是队伍建设的保证

在知晓“谁上谁下”，知晓组织中的问题之后，需要快速行动来保证人才队伍建设的良性循环。比如在第三季度末，我们已经清楚看到一个业务单元一把手不可能带领团队完成全年预算，被同行远远甩在后面，而且已经可以预判第四季度形势不会逆转。这时卓越的公司在综合考虑其上一年度业绩的基础上会迅速做出调整其工作岗位的决定，并争取新人在年底或年初到岗。但市场上大多数公司会等待第四季度结束，才开始评估并启动人员调整。通常情况下，四季度的业绩结果与之前的预判大体相同。此时启动免职流程，经过内部沟通，待人员正式离开，可能已经是次年三四月份，再开始启动人员招聘，新人可能五六月份才能到岗。由此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此业务单元会从第四季度到次年上半年处于非正常，甚至是无人负责的状态，可以想象损失多么巨大。二是新人年中才到岗，这就很难要求其对当年业绩负全责。因此，只有“快速行动”才能解决上述两个潜在损失。

企业一把手和核心管理层在人才队伍建设的上述方面不能优柔寡断，同时HR必须提供专业服务，给出清晰意见、清晰报告，积极参与决策，并系统推动落实。



高管团队

在GREAT模型的五个关键要素中，高管团队起决定性作用，它直接影响GREAT模型中其他四个要素的确立与落实，是GREAT模型的核心。

1.何为高管团队

高管团队，是指企业一把手在内的企业最核心的成员。人们往往把他们视作企业人才队伍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核心高管团队，特别是一把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企业中其他岗位人才完全不同，必须要单独研究。

2.高管团队决定论

首先，只有卓越的企业家才能造就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与行业无关，与周期无关，而只关乎人。核心高管团队的特质决定企业的基因，他们的格局决定了企业的目标，他们的人生境界决定企业能否成就伟大。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巨额亏损的IBM聘用郭士纳为CEO，在他的带领下IBM仅用一年便扭亏为盈，实现了企业的重塑。

其次，高管团队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包括一把手在内的高管团队在资源禀赋年轮中位于核心，他们衍生出企业的其他资源禀赋。在英特尔（Intel）的三名创始人中格鲁夫擅长管理，摩尔擅长行业判断与技术创新，诺伊斯擅长外部沟通，正是这三个人的紧密合作衍生出英特尔的品牌、文化、技术、产品、人才队伍和资产。

最后，糟糕的高管团队，尤其是一把手，往往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甚至是最大阻碍。如果一家企业的管理团队出现问题，就相当于大树的根系出现问题，会导致企业从内而外地崩溃与腐烂，即使积攒了多年的家底，也终有一天会倒下。高管团队的视野、格局、能力水平和价值观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企业在这些方面的高度。

在此特别提示：对高管团队统一评价还是独立评价？

很多企业没有将人才队伍与高管团队进行区分，将他们统一放在一个评价系统中，甚至有的企业考虑到高管位高权重而对其不予评价。高管们既然处于企业的核心岗位，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就需要将其独立进行评价。而且由于人力资源部属于内部职能部门，极难有效推动对高管的评价并给出客观的意见，因此我坚决主张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同时，必须对高管团队出具独立的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是通过系统调研所得出的独立结论，一定要保证报告的结果不能受企业职级、权力左右，最大程度保证报告的客观与真实性。评价报告需要清晰地指出：高管个人和团队是否存在问题、谁存在问题，高管的工作环境（治理体系、管理体系）是否存在问题、哪个环节存在问题。评价结果要像红黄绿灯一样明确显示。

为了有效落实对高管的评价，企业还应就此课题召开独立会议，详细讨论实施计划与注意事项。高管团队是企业的核心，肩负企业的兴衰，重视对他们是否“会干、能干、想干”就是对企业的生存负责。

GREAT模型是企业重塑的框架，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逻辑。很多成功重塑的企业的实践也与GREAT模型相吻合。相比其他经营管理模型，GREAT模型有如下特点：

1.投资人视角下的企业重塑模型。该模型是从企业投资人角度系统地对企业进行诊断与评估，而其他模型更多是从经营管理层的角度去审视企业。

2.企业与企业家安危空间图。本文强调面对外界诱惑，企业应保持专注与定力，坚守商业逻辑与人生原则，才能长期生存并不断发展。企业应慎重进行多元化并警惕价值观迷失，防止被利益黑洞所吞噬。

3.运营中心论。所有产品的背后都是由运营支撑的。运营体系是经营管理各个职能的驱动者、整合者、协调者和控制者，是企业各职能的中心。相比技术、资本等驱动因素，运营是企业最根本的驱动力量。

4.高管团队决定论与独立评价。之前的经营管理模型鲜有将高管团队作为一个独立要素进行分析，但实践中高管团队，特别是一把手，他的决策与行动左右企业的未来。因此高管团队作为企业重塑中最核心的要素值得被重点研究并进行独立评价。



企业重塑是企业基业长青、走向卓越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其实对其他类型的组织也是一样，只有不断自我革新和重塑，才能持续生存发展。GREAT模型不仅适用于企业，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组织。它指出了组织重塑的关键要素与相应内涵，同时帮助领导者重新审视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期待后续有研究者对组织重塑与该模型持续探讨，更好地理解与支持组织发展的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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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写 Feature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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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未来带给人类工作的改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剧烈和残酷。它虽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但也会带来始料未及的伤害，当人们不能通过工作在社交和生活中表达自己的价值，人类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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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深深地对未来感到忧虑。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四波浪潮席卷了全球经济，它们有潜力撬开更大的贫富差距，引起大范围的技术性失业。未来由技术导致的财富与阶层上的悬殊可能演变为更深刻的裂痕：撕裂社会结构、挑战我们的人格尊严。



人工智能对于商业来说是一个异常强大的工具。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5.7万亿美元的财富。很多收益来自自动化取代大量人工的工作。由此引发的裁员对所有劳动者都一视同仁，给高学历白领职工和许多体力劳动者带来同样的巨大打击。当人类与运算能力超过人脑的机器竞争时，大学本科学历甚至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生学位都不再是工作的保障。



人工智能是第三个GPT

我相信，人工智能很快会成为下一个GPT（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刺激经济生产甚至促进社会组织变革。人工智能革命会达到工业革命的规模，甚至规模会更大，速度会更快。这些变革会比之前的经济革命更广泛。蒸汽动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体力劳动的性质，ICT(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类型的认知劳动，人工智能则会同时影响这两者。人工智能会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和力量执行多种类型的体力和智力任务，大大提升运输、制造、医学等各个方面的生产力。

与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GPT不同的是，人工智能不会推动经济生产的去技能化。它不会让少数人完成高级任务，也不会将其分解成由更多低水平技工完成的小任务。它只会接管符合以下两个标准的任务：可以利用数据优化，并且不需要社会互动（在后文我会更详细地分析到底哪些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取代，哪些工作不能被代替）。

确实，这一过程中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例如机器人修理工和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家。但人工智能对就业的主要影响不是通过去技能化而创造工作，而是通过越来越智能的机器替代工作。理论上来说，失业工人可以在其他更加难以自动化的产业找到工作，但这一漫长的过程本身极具破坏性。

而且人工智能不会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和前几次GPT推动的经济转型相比，人工智能带动的经济转型会发生得更快。工业革命历时几代人才完成，而人工智能革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能产生重大影响。

我相信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几件事。第一，在工业时代，新技术带来了长期就业机会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增长。第二，新的GPT依然很罕见且重要，应单独评估各个GPT对于就业的影响。第三，在被广泛认可的三个GPT中，蒸汽动力和电气化同时推动了生产力和就业率提高，ICT提高了生产力却不一定增加就业。第四，人工智能也会是一种GPT，它偏重技能，应用速度快，这两个特性表明人工智能会对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上述论据正确，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清楚了：哪些工作会受到冲击？情况究竟有多糟？我根据牛津大学、麦肯锡、普华永道、创新工场研究报告综合整理了365种人类工作的消亡概率。篇幅所限，本文选载了前十名和后十名，供读者参考。（参见表格“365种人类工作的消亡概率”）



人工智能的“可以”与“不可以”

分析人工智能取代工作岗位，不能仅仅用传统“低技能”vs.“高技能”的单一维度来分析。人工智能既会产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这取决于具体工作内容。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在基于数据优化的少数工作中远胜人类，但它无法自然地与人类互动，肢体动作不像人类那么灵巧，也做不到创意地跨领域思考或其他一些需要复杂策略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投入的要素和结果无法轻易量化）。下面我用两张图来解释一下，第一张分析体力劳动，第二张分析认知劳动。（参见下图）

对于体力劳动来说，X轴的左边是“低技能、结构化”，右边是“高技能、非结构化”。Y轴下边是“弱社交”，上边是“强社交”。认知劳动图的Y轴与体力劳动一样（弱社交到强社交），但X轴不同：左侧是“优化型”，右侧是“创意或决策型”。如果认知劳动的重点是将数据中可量化的变量最大化（例如设置最优保险费率或最大化退税），就归类为“优化型”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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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条轴将两张图各分为四个象限：第三象限是“危险区”，第一象限是“安全区”，第二象限是“结合区”，第四象限是“慢变区”。工作内容主要落在“危险区”的工作（如卡车司机、定损员等）在未来几年面临着被取代的高风险。“安全区”的工作（如导游、心理学家、按摩师等）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不太可能被自动化。“结合区”和“慢变区”象限的界限并不太明确：尽管目前不会完全被取代，但工作任务的重组或技术的稳定进步，可能引起针对这些工作岗位的大范围裁员。

在左上角的“结合区”中，大部分计算和体力性质的工作已经可以由机器完成，但关键的社交互动部分使它们难以完全自动化。所以，最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幕后优化工作由机器完成，少量人类工人仍会是客户的社交接口，人类和机器形成共生关系。此类工作可能包括保安人员、报税员甚至放射科医生。这些工作消失的速度和比例取决于公司改造员工工作内容的灵活程度，以及客户对于与计算机互动心态的开放程度。

落在“慢变区”的工作（如水管工、建筑工人、平面设计师等）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交技能，而依赖于动手能力、创造性或适应非结构化环境的能力。这些仍是人工智能的短板。由于不断发展的技术会在未来几年中慢慢提升这些短板，所以此象限中工作消失的速度，更多地取决于人工智能能力的实际扩展。



两类失业：一对一取代和彻底清除

这两张图让我们对哪些类型的工作有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风险有了基本的认识，但这对于整体经济层面的就业总量意味着什么呢？

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预测人工智能会引发的失业规模，已经成了全球经济学家和咨询公司的主流研究课题，使用不同的研究模型会得出不同结果。

我是一名技术专家和早期风险投资者，我的专业背景教会我尝试以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在职业生涯早期，我致力于将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同时，作为风险资本家，我也投资和协助一些新的创业公司。这两份工作让我发现人工智能对工作岗位形成的威胁不只是“一对一取代”，还有“彻底清除”。

我投资的许多人工智能公司，都在尝试开发可以取代某类工人的单一人工智能驱动产品，如可以完成仓库搬运工工作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出租车司机核心任务的自动驾驶汽车算法等。如果取得成功，这些公司会向客户销售其人工智能产品，而客户可能解雇被替代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一对一取代”的工作类型，正是经济学家利用“工作任务分析法”所研究的课题核心。

但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它们想从根本上重构整个行业。这些公司并不是想用同样功能的机器人取代工人，而是追求通过新的方式来满足整个产业用人的基本需求。如无人F5（未来商店）等创业公司是这类公司的杰出代表。算法没有取代这些公司的员工，因为这些公司从来就没有雇用人类员工。但是随着这些公司优质而低价的服务逐渐占据市场，他们会给雇用人类员工的竞争对手造成压力。他们的对手将被迫从头开始调整，如重构工作流程、利用人工智能、裁员等，否则就面临倒闭的风险。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人类工人将会越来越少。

这种原因导致的失业，是众多采用“工作任务分析法”做研究的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的。如果将这种划分方法应用在新闻类App上，预测“编辑”这个岗位的自动化程度，会发现有很多任务是机器无法完成的，如阅读和理解新闻专题文章、主观评估应用用户的适合性、与新闻记者以及其他编辑沟通等。但是当今日头条研发算法时，他们并不是想用算法完成以上这些任务。相反，他们重新构思了新闻类App的核心功能——定制用户希望阅读的新闻故事列表——然后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来完成。

我预计受冲击最大的工种为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以及涉及大量常规优化工作的行业如快餐、金融证券甚至是放射医学。据报道，花旗总裁兼机构客户集团CEO杰米·福雷斯（Jamie Forese）表示，在未来5年内，花旗集团2万名技术与运营人员中，最多将有一半员工面临被裁员的境遇。这些改变会影响到“结合区”象限的就业，公司可能会交给少数员工去整合与客户互动的工作，用算法完成其他大多数幕后的单调工作。虽然所有人类工作不会全部消失，但工作岗位会大大减少。

比较下两种类型的自动化程度：一对一取代的比例为38%，彻底颠覆的比例约为10%。无疑，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所有员工工作中任务的自动化比例也会不断增加。将会使其公司的价值增加不断放缓。

更多的失业人员将会争抢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这会使薪水进一步降低，导致许多人从事兼职或者挣钱不多的“零工”。而且这将会是一种新常态：智能机器全面上岗，人类就业则阻碍重重。



随之而来的个人危机

除了引起直接失业，人工智能还会加剧全球经济不平衡。通过赋予机器人看、听、拿、操作、移动的能力，人工智能会彻底改革制造业，迫使发展中国家那些雇用了大量低薪工人的工厂破产，切断底层人民改善生活的路径，剥夺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中国、韩国、新加坡的脱贫致富之路曾经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大量的年轻工人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优势，但在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的未来，却会变成拖累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即使是发达国家，人工智能依然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天然趋向于垄断，会在压低价格的同时消除公司间的竞争。最终，小型企业会被迫关门，人工智能时代的行业主宰会获得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利润，经济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我看来，如果不加以管制，人工智能对于潜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就是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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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失业浪潮，随之而来的还有个人危机。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个世纪里，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自我认可以及生活意义的源泉。当我们身处社会之中，需要自我介绍或介绍他人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工作。工作让我们过得充实，给人一种规律感，让我们和其他人联结。固定的薪水不仅是一种劳动报酬方式，也代表了个人对社会的价值，表明每个人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

切断这些联系，或者说迫使人们从事低于过去社会地位的工作，影响的不只是收入，还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也许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在智能机器时代，生而为人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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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是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特别报道

	

		专访罗汉堂秘书长
陈龙：重构研究

			王丰 | 文



社会科学的研究跟不上科技革命的步伐，我们需要检讨时代智慧的生产方式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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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阿里巴巴倡议成立罗汉堂，计划邀请全球顶尖的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社科学者，共同研究“与科技创新伴生的社会、经济形态变化”等课题。

在随即发布的《罗汉堂使命宣言》中这样写道，罗汉堂背负双重使命而生，一是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帮助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二是帮助建立一个广泛的研究社区，聚合共识与力量，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新范式。

社科学者如何重构研究从而有效帮助人类理解和拥抱新技术？近日，HBR中文版对罗汉堂秘书长陈龙进行了专访。



时代智慧来自哪儿？

HBR中文版：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是解决什么问题？

陈龙：在人类的发展长河中，只有几次技术革命真正深刻改变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协同方式。这些革命带来了神权和王权的衰落，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崛起。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的使命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拥抱技术。亚当·斯密是社科研究的起点，1776年他的《国富论》对基于技术的劳动分工和贸易的意义做出了里程碑式的阐述。技术对人类到底是好还是坏？很多工作被技术取代，技术给既有协同关系带来了冲击，如何理解并解决这些负面因素？这些问题催生出斯密、马克思、韦伯、哈耶克等等社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并给出拥抱技术的解决方案。



HBR中文版：目前社科研究面对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陈龙：社会科学的研究跟不上科技革命的步伐。数字化信息成为新生产要素以后，每一个行业都将被重构，当然也包括研究。时代智慧来自哪儿？我们需要检讨时代智慧的生产方式如何改变。社会科学家不但要有框架性的思考力，还要能够接地气，帮助人类解决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者离商业实践远，很容易在象牙塔里面形成一种学术空转。



HBR中文版：框架性的研究和思考力是什么？

陈龙：首先，要有逻辑思维的框架、体系，要能产生假说；其次，需要实证验证，从而产生结论；其三，随着时代的发展，此前经过验证的结论可能持续得到调整，在这个不断更新调整的过程中，人类思想得到不断发展。



HBR中文版：很多企业都有使命、愿景啊？

陈龙：企业往往有比较好的切身的商业洞见。但是要想真正走得远，需要将初心与这个时代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结合起来，有长远的视角。而后者就来自框架性的研究和思考力。



呼唤新时代的亚当·斯密

HBR中文版：社会科学的研究跟不上科技革命的步伐，会产生哪些问题？

陈龙：技术推动经济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焦虑史。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意味着工作的改变。在过去几百年中，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同时发生的现象，是技术创造新的机会的能力，人类对这种创造力的想象力的缺乏，以及由此伴生的焦虑。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以家庭为核心的手工作坊向工厂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大公司、流水线和供应链；数字技术的革命带来了突破企业边界的平台企业的崛起。如果社会不理解技术的本质，不产生新的商业协同关系，那么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也难以释放。所有国家都在关注“如何去拥抱技术”，一个国家错过一个时代，只需要二三十年。我们同时也要研究如何让技术更普惠、如何更好地保护受到技术冲击的群体。



HBR中文版：你刚才提到的“学术空转”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陈龙：学术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生存逻辑。比如在大学做研究，要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文章，实际上，一流杂志上发的文章，至少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没有实际价值的，全世界都是如此，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循环，我把它叫“学术空转”，是时候呼唤这个时代的“亚当·斯密”了。



HBR中文版：亚当·斯密是怎么“炼”成的？

陈龙：三个关键因素：一、极强的框架性思考和研究力，像劳动价值、分工、自由贸易等等这些观点，并不是亚当·斯密第一个提出来的，但他能够把大家的想法总结起来并形成一个框架；二、广泛交流。亚当·斯密带着学生到欧洲各国游学多年，见到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很多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产生了很多基于现实问题的思想碰撞；三、识别重大现实问题，发挥框架思考力去解决时代问题。



创造研究新生态

HBR中文版：基于亚当·斯密的启示，如何重构时代智慧的生产方式？

陈龙：我和达摩院的张剑锋院长讨论过在数字时代是否可能重构智慧的产生方式。不论是科技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我们都可以用一个ABCDE的范式来说明新的研究生态：A（analytics）是框架性的研究和思考力；B（big data）是大数据；C（computing）强调运用信息的能力，相当于算力；D（décor）是实体经济场景；E（ecosystem）就是生态。好的大学、研究机构，除了A不错，也可以有C，但离B、D、E的距离较远。实体经济中，企业有C、D和E，也就是说，企业能够有落地的商业洞见和数据，但企业往往缺乏A，没有受过框架性的研究或思考训练。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智慧，会打破行业分工，源自ABCDE的结合。



HBR中文版：你如何评价很多高校学者、意见领袖成为大众眼里的思想明星？

陈龙：每个时代都有很多优秀的思考者。但是普遍而言，我发现现在不少“嗓门大”的人往往缺少A，直接从假说进入到结论，经常制造很多没有验证过的焦虑和恐惧；真正有A的学者往往又很谨慎，因为离前沿实践比较远，不敢轻易下判断，往往“嗓门”很小，在“社会如何正在被技术改变”的讨论中，学者整体是缺位的，声音太小了。



HBR中文版：ABCDE实现结合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陈龙：要实现“两个打破”：一、打破行业结构边界；二、打破研究机构之间的边界。问题是全世界都缺乏足够多的走出象牙塔的学者，大学还没有打破自己的边界，罗汉堂要实现ABCDE的结合，构建时代智慧产生的新协同方式。我们可以把罗汉堂理解为一个开放的、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科学的贝尔实验室。我们不但要支持第一流的学术研究，而且要支持帮助时代答疑解惑的研究。



HBR中文版：罗汉堂面对的短期挑战什么？

陈龙：短期内我们最大的挑战是，能否真正和学者们一起保持公心和独立性，像它言称的一样为社会服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一定是走不远的。



HBR中文版：罗汉堂面对的中长期挑战是什么？

陈龙：中长期挑战就是真正创新出ABCDE结合的研究生态，真正创造出价值。一要能够产生思想，二要能够影响社会，三要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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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对上年纪的人进行再培训不合适，因为他们年纪太大或者已经形成固定思维，很难再学习新事物、新技能。这样的观点过于狭隘，忽视了年长劳动者能够带来经济体的显著价值。要满足年长劳动者的职业再培训速求，好的培训项目至关重要。






“我毕业就56岁了。我很吃惊，居然有人不因为我的年龄而担心，有人觉得我仍然是有价值的劳动力。快到退休年龄，你就开始担心有没有人愿意聘用你……而这里给我一种感觉：不管年纪多大，不管来自哪里，我都有价值。失业之后，这个地方让我找回了自信。”——达琳·米克尔森

达琳·米克尔森在Philips AdvanceTransformer工作了34年，于2008年失业。Philips Advance Transformer是一家工厂，静静坐落在威斯康辛州西南部的小镇波士科波尔，多年为PhilipsElectronics生产灯具配件。后来工厂停产，将生产外包到墨西哥，188名工人失业，在工具库工作的达琳正是其中之一。差不多同一时间，达琳30岁的女儿杰茜也丢了工作——她之前在维尔拉附近的S&SCycle工厂工作。由于就业市场不景气，两人一同去上西南威斯康辛州技术学院的会计学位课程，学校在芬尼摩尔附近。

“真的很难，”达琳说，“这些年来，我也上过一些大学课程，但是从每天上班赚钱的生活变成回学校上课，这个过程很艰难。”不过，学校说服她接受了这种可能性。2011年，达琳完成了课程，两天后就找到了工作。现在，达琳在Grant County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工作，运用她新学的技术管理组织薪资和报税，此外还有其他任务。

传统观念认为，对上年纪的人进行再培训不合适，因为他们年纪太大或者已经形成固定思维，很难再学习新事物、新技能。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狭隘，忽视了年长劳动者能够带给经济体的显著价值。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近期一份报告称，美国国内对技术培训的投资大量集中在25岁以前，这个年龄之后民众对正规教育的投入大幅度减少。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口结构和工作本身的性质都在发生巨大转变。快速的技术进步、自动化、全球化和离岸外包，似乎都在越来越快地使现有行业缩减，并催生新的行业。美国就业市场的蓬勃发展和工作本身的不断演化，令雇主对员工的技能要求发生改变。我们认为，要满足此类需求，对新技能的学习应当起到关键作用。年长者能够带来的重大价值不该忽略。而且，随着全球性的寿命增加，许多人必须或希望在标准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为以后真正的退休积蓄资金，抑或只是为了保持自身的活跃性。

可惜的是，我们往往把年长者再培训和年轻的高中毕业生上岗培训混为一谈。当学徒或者计算机软件、航空工业等专业技术相关的职高项目，对于不上大学的学生来说或许是自然而然的进路，但已经工作多年的年长员工需要不同的培训方法。他们离开学校很久了，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投入更多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总之把这部分人强塞到为年轻人设计的培训项目中并没有多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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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美国不同地区有一些针对年长员工的培训项目成绩斐然。为总结这类项目成功的共同特性，我们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时间里进行了结构化访谈，通过电话和直接会面的方式采访了来自美国7个州的受访者。受访者来自社区、职业学校、大小企业、专注再培训的非营利组织和区域经济发展机构。这类组织很多是为所有年龄群体提供服务，但主体还是高中毕业生。

因此，我们找到顺利完成再培训课程的年长员工，总结他们接受的培训课程的共性。虽然许多特点同样可见于针对年轻人的项目，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对50岁以上学员而言至关重要的特征。为了进行对比，我们同样采访了德国和丹麦的公司与个人，以及丹麦工会Dansk Metal。以下是我们的发现。



基于实际工作，缩短培训时间

突然失业的年长员工，通常对延长的课程不感兴趣。我们的采访对象往往需要养家，希望尽快找到新的经济来源。位于肯塔基州佩恩茨维尔的高级加工厂AmericanMetal Works LLC，为航天、汽车、医疗设备和国防业提供服务，并与大桑迪社区及技术学院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培训，公司共有人丹尼斯·罗勒（DennisRohrer）说，根据他的经验，年长员工“希望参加为期16周的课程”，但也仅此而已。年长的学员还非常希望在实际工作环境（而非教室）中学习。

在职培训项目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每周有几天在合作企业实习，或连续几周每天在企业实习），好处很多。实践培训既能提高学生参与度，又能及时将技术需求反馈给学校，还能帮助学生强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学生在经济上有困难，可以通过实习获得报酬。最后，基于工作的学习还能成为进入实习公司工作的敲门砖，培训项目结束后常有转正机会。

斯科特·鲍恩（Scott Bowen）在肯塔基州从事煤矿开采15年，于2016年2月失业。他说，一开始他很慌，“接受培训的时候总会想，能找到工作吗？能做到吗？能学会吗？这么多年一直在煤矿，能习惯新环境吗？”但为期12周的课程让他熟悉了用于工厂车床的计算机数控（CNC）机械的概念，还有CNC用到的汇编语言G代码。他还学习了如何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工程软件SolidWorks，并且可以在American Metal Works实践每天学习的内容，于是逐渐有了实现转变的信心。“我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他回忆道，“不断在成长。”公司在他接受培训期间就聘用了他。



可叠加的资格证

完成率最高的再培训项目，含有“可叠加”的资格证。由证书课程或非学历进修课程提供短期课程，培训学员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让年长员工得以平衡培训和工作或家庭责任。此种学习策略注重培养核心能力，然后逐步增加其他技能培训，可以拆分为一系列短期课程项目，每个项目集中培训一组特定技能，放在几个月乃至几年的业余时间完成。整个系列最开始首先培训学员获得行业认可的资格，让学员立刻找到工作。开始工作之后，学员就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

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米德兰技术学院（Midlands Technical College）前任校长、被叫作“桑尼”的马歇尔·怀特（Marshall“Sonny”White）说：“我经常把我们在社区和技术学院做的培训比作高速公路。你在特定的时候上了高速，开一段路，然后下高速，过段时间再上来。因为现在都是终身学习。”

这种方法与培训的“随用随学”方案一致，在职业发展中有需要时学习，而不是只在职业开端学习。“我们知道，社区和技术学院跟一般的四年制大学不一样。大学是十八九岁的学生进去呆上四五年乃至六年，”怀特说，“我们的学生年纪更大些，在事业发展到不同阶段的时候，怀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学习。”

有几个州委托开设了可叠加的资格课程项目。针对2007年颁布的新法案，俄亥俄州评议委员会及教育部设立了一套学院预科和学院级别的可叠加证书课程。弗吉尼亚州2016年设立的新经济劳动力证书资助基金项目（New EconomyWorkforce Credential Grant Fund andProgram），要求参与的机构提供“非学分制的劳动力资格证课程”。与之相似，肯塔基社区和技术学院系统（Kentucky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 System）将技术学位课程拆分为几个模块，让学员逐步获取证书和学位。例如，阿拉巴马社区学院系统（Alabama Community CollegeSystem）提供的一个工业电子项目分为五个学期，第一学期学习基础（如直流电和交流电基础、电路图和数学），之后几学期开设电动机控制、高级工业控制、工业机器人等课程，除技术课程以外还有公开演讲、英语写作、职场必备技能以及社交和行为科学选修课。学员每学期都会获得一个证书，完成全部五学期的课程之后，学员将获得工业电子专业的副学士学位。



全包式支持

在我们的采访中，很多人提到“全包式服务”（wraparound service）。这是医护行业的一个词，服务提供商通力合作，设法为患者提供正式及非正式支持，协助提升治疗方案的效果。再培训中很多学生个人经济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有些人无力承担学费和交通费用，还有人在食物、房租等基本生活开支上有困难。我们看到，再培训项目通过食物赈济处、应急基金、咨询服务以及学校员工的援助应对这些难题。米德兰技术学院前任校长桑尼记得，一位50岁的单身母亲想回到学校学习，但没有经济来源，交通也很成问题。“我记得接送过她几次，因为她要走一英里才能坐上去学校的公交车，而且车次很少。”桑尼说。

学员的经济困难偶尔出现，程度轻微，不至于长期持续。许多学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赚钱，一些人同时打两三份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不是一年六万美元的问题，有时候几百美元就能改变一切。”怀特说。

米德兰的工作人员说，经济问题是学员未能完成培训的最大原因。美国最主要的学生补助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一般只提供给传统的攻读学士学位和副学士学位的学生。今年7月众议院通过了两党提交的“追求卓越”法案（Aim HigherAct），允许证书课程及其他同等认证课程使用佩尔助学金。“我推测，这对成年学员和公司来说都是大好事。”怀特说。

越来越多的学校为学员设立了应急基金。西南技术学院校长贾森·伍德（JasonWood）介绍了学院的综合方案，“我们设有救助资金，学员碰到汽车加不起油、付不起电费之类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取用。申请程序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道手续要办。我们尽力帮助学员处理完突发状况，然后回来学习。我们发现获得过帮助的学员会更努力学习，也会更喜欢学院。目前没有发现长期依赖应急基金的滥用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威斯康辛技术学院的应急基金有一部分是学院员工慷慨解囊捐助的。去年学院超过90%的员工为基金捐款。各学院分配基金的方式也不同：西南学院下发应急补助金，米德兰则是非强制还款的无息“贷款”，收到的还款划入应急资金。怀特说，收到贷款的人都会努力“还款来帮助其他人”。

西南技术学院还为学员提供面试所需的服装、专职心理咨询和校内食物赈济。伍德说：“我们认为，吃不好就学不好。”

如果美国更多的社区大学提供全包式服务，那么不只年长学员，全体学员毕业率低迷（据美国全国学生资料库数据，约40%学员在6年内完成培训）的现象无疑将得到缓解。“只要获得一点点支持就能挺胸抬头。”达琳·米克尔森回忆自己的再培训经历时说道。



匹配供需

一些学校增加了“供应限制”，以匹配雇主对学员的实际需求，避免市场饱和，导致一些学员没有工作。显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了解当地雇主目前的需求。

贾森·伍德解释了西南技术学院如何控制入学人数。“我们有一个配电项目，排队入学的有100多人，”他说，“我们每年只招收20到24人，因为业界告诉我们，假如大量学员涌入市场，公司也无法全部聘用。我们可以让大家都来培训，收取学费和等同于全日制教育的费用，但我们向业界承诺，需要多少人我们就培训多少人。”

为了平衡供需，西南技术学院指导学员选择培训时考虑自己的兴趣、能力，以及培训项目招收的人数。护理等热门领域，学院提供非全日制入门课程，减少全日制课程的等待人数。2017年学院就业率高达97%，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方面的努力。



让学员相信自己的潜力

再培训项目中的年长学员，往往低估自己的能力——这是鲁斯提·贾斯蒂斯（Rusty Justice）遇到的难题。他的软件开发初创公司Bit Source，主要目的是对肯塔基州自己家乡阿巴拉契亚山区派克维尔的煤矿工人提供再培训。他打出广告吸引由于行业缩减规模而失业的煤工，结果不到两星期就收到950份申请。鲁斯提与联合创始人先把范围缩小到60位申请人，最终选出11位学员。开工第一天，新员工里就有一个人没有露面。鲁斯提给他打电话，对方说：“我只是个年老愚笨的煤矿工人，做不了程序员。”

“如果自己觉得做不到，那当然就做不到，”鲁斯提说，“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要在提供再培训的同时说服他们。所以我们开设了‘再设想’培训，思考我们对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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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的培训项目，有个特征是会培养学员的信心。为此，项目领导者要结合高度期待与个人化辅导。许多学员告诉我们，他们在再培训开始前以及培训初期阶段感到不安，怀疑自己。盖伊·伯汉姆（GuyBurham）在提供免费IT培训的非营利机构Per Scholas完成了课程，培训初期他觉得不可能做得到，但后来他发现，PerScholas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除了辅导，一些好的项目还会广泛招收各种类型的学员，说服他们接受再培训。“不可能只是建立设施，然后说我们这里有各种培训项目，等他们来上课，”桑尼说，“很多人根本不会自己来。你要出去找到他们，通过教会和其他社区组织接触他们，让他们聚在一起，解释给他们听，接纳他们。”



全国性项目要因地制宜

美国尝试通过立法满足再培训的需求，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如1973年《综合就业培训法》（Comprehensive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1982年《职业培训协作法》（Job TrainingPartnership Act）、1998年《劳动力投资法》（Workforce Investment Act，简称WIA）。WIA建立了州级和地方劳动力投资系统，提供了一系列资助及项目。2014年WIA被《人力创新及机会法》（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Act，简称WIOA）取代。WIOA尝试改良，要求政府培训项目贴合雇主需求，这也意味着要重视实证和数据，结合通用绩效指标与经过协商的绩效目标，面向失业者需求，在资金分配上给当地政府留出很大的发挥空间。可惜，许多核心及其他额外支持服务目前未能帮助所有失业员工完成再培训项目。虽然我们的采访对象几乎全部利用过WIOA的一些方面，但似乎还是做得不够。究竟哪里不够呢？

在华盛顿与国会工作人员的交谈，让我们更加接近了答案。我们询问国会工作人员，对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是应当调用公共基金的公益活动，还是应当由雇主或员工自行承担开销的私人利益活动。尽管两党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着广泛共识，认为目前劳动力具备的技能无法匹配雇主需求，但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由谁来负责，却还没有达成一致。

“该谁来负责？”弗吉尼亚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纳（Tim Kaine）的教育政策高级顾问卡里什马·麦钱特（KarishmaMerchant）问，“联邦政府应该为学徒项目减税吗？还是应该由需要人才的雇主来负责？我想我的老板会说‘双方应当合作’。让社区大学和雇主合作安排课程怎么样？”

设计好培训项目的关键在于，理解当地需求，并与国家支持和其他支持联系起来。国家项目可以提供要素，当地一线领导者必须将资源与雇主和接受再培训的学员需求匹配起来。



基层领导力

我们发现，成功的培训项目，不管是在威斯康辛郊区、阿巴拉契亚、密西西比还是南卡罗来纳，都是由自下而上开展工作的社区领导者运作的。这些人具有公民精神，发挥能动性创造机会去寻找和帮助失业工人。他们知道如何获得WIOA资金和利用当地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项目，根据社区具体需求加以修改。这项工作往往困难且没有回报。接受我们采访的人说，他们的确感到沮丧，甚至有时怀疑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但他们看到身边的人急需帮助，被这种迫切的需求驱使，于是他们跨越政治立场的界限，为所在社区构建起他们自己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未来。

再培训项目成功与否，我们观察到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些找到失业工人、让他们重燃希望、带领他们踏上培养新技能之路的人。西南技术学院拥有一支快速响应团队，由一位职业服务经理、一位辅导员和一个体验过失业再培训再就业的工人（像前文的达琳·米克尔森一样）带领。有时他们还会带上可以联络其他社区组织的财务援助团队成员。获知企业或工厂倒闭，他们就会迅速赶去，为失业的人指明道路。“必须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要知道还有希望，”达琳告诉我们，“我自己做到了。我们要让他们都相信，他们也能做到。”

工作的世界时刻改变，技术发展和全球化将越来越多地给劳动者带来冲击。本文作者之一威利是伊士曼柯达高管，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看到胶片行业崩溃造成的员工失业。在纽约州尤蒂卡市，通用电气离开；匹兹堡钢铁工业衰退；在南北卡罗来纳州，家具和纺织制造业没落。我们还看到，煤矿、电信、汽车及其他大量采用离岸外包的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受过高等培训、具备专业技能的人，一样会失业。

这个趋势还不会结束。新的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必将带来更多的巨变，影响更多行业。一些行业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改变，甚至消失——不只是制造业。我们也要对服务行业的冲击做好心理准备。

美国需要更灵活的劳动力，要不断学习，适应变化。要满足这个需求，好的再培训项目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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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希恩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实践Robert&Jane Cizik教席教授，2007年进入哈佛商学院以前曾在技术行业数次担任高管。霍华德·鲁德尼克是贝恩咨询公司咨询顾问，曾在关注公共意义问题创新研究的非营利组织Tobin Project任助理研究总监。科琳·塔本专业从事数据分析，曾在咨询、政府及初创公司等多个领域工作。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好人先出局？

	CAN NICE GUYS FINISH FIRST?

	杰弗瑞·普费弗（Jeffrey Pfeffer）|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企业的COO年轻有为，非常有亲和力，但他的CEO兼职场导师却认为他虽为人正直，但欠缺残酷劲，且有过经营失败的前例，所以他只能做企业里的二把手，而拒绝让他担当公司新业务的CEO。这为COO不知自己是该接受导师的论断，还是该据理力争。





亚当·贝克已经郁闷了一整天。早上，上司兼导师墨温·斯特劳斯在电话里直白地告诉他，他不适合领导公司的新项目。




墨温的原话是，“这扇门无法对你打开”。这种话乍听之下只是有点刺人，细品之下越发让人难受。现在，在相当郁闷的状态下，亚当从华盛顿市中心开车去位于马里兰州乡下的Straus Events Specialists（SES）总部。SES是全球最大的活动策划公司之一，作为COO，亚当想让CEO墨温当面给个解释：他这么在意的这扇门，为什么被关上了。

亚当32岁，自认还在职场的起步期，正逐渐脱离名校毕业的光环。朋友们说起他时，无一例外都会提到他以最高分从著名的北卡罗来纳大学MBA班毕业，并成为这家商学院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听这些人的描述，你会以为亚当是那种盛产金童玉女的学校里的头号金童。但其实他并不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亚当·贝克的外表像他的名字一样平淡无奇。他黑头发，讲话柔声细语，个子不高，脖子有点粗。他看起来像个高中橄榄球队的侧卫——他也确实打过。但每个人都认识他，每个人都喜欢他。

他取得这种地位，不是因为最能说或最能搞笑，而是因为最有亲和力。他总能让你感到舒服。他经常参加派对，也组织派对，身边总是围着人。在正式场合更是如此。真正的金童像痛恨戒酒一样痛恨正式场合。在那些高大上的走廊和庭院里，人们简直把亚当当成避难所，对他亦步亦趋。在此过程中他会一直聊着，不会有什么金句，但总是诚恳而接地气。

亚当知道自己有魅力。陌生人会在背后说：“那个小个子受邀加入学院的理事会？那个小个子20多岁就当上了CEO？”熟悉之后，人们会看到完整的亚当：聪明、忠诚、在场。

“在场”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概念。他会来到现场，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满足期望——从小到大一直是这样。他在夏洛特郊外一栋小房子里度过童年时光，是四个子女中的老大，母亲沉默平和，父亲则难以捉摸，在场和突然的不在场同样让人紧张。

因此，对于墨温那句令人痛苦的话，亚当的反应很正常。他跳进车，往SES总部疾驰而去，想要和老板当面谈。

墨温在设计部门，正以他的典型风格，对会议现场布置模式刨根问底。看到亚当时他的温暖笑容似乎表明，他们之间一切如常。关于“那扇门”的话，是亚当听错了吗？

在CEO套间里，墨温问亚当上午打电话时在哪。亚当说在市里看一处精品物业。SES正和另外两家共同投资一家酒店连锁，将会占比33%，而那处物业也在标的之列。这正是亚当希望负责的新项目。

墨温点点头。这人身形清癯，一头铁丝般的白发。“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个项目。”他说。

“非常在意，”亚当说，“这就是我过来的原因。”

新项目的核心是一家酒店连锁，旗下五家酒店分布在华盛顿、巴尔的摩和费城市区。亚当首先注意到这家连锁酒店正准备出售，而且考虑到潜在价值，报价相当合理。SES从未涉足酒店生意，但他让墨温相信这笔收购很适合公司，并拉来了其他投资人，其中一人同是商学院的理事。

从一开始，亚当就暗示了他想领导新业务的愿望，然后开始主动争取这一资格。因此他现在很清楚，合伙人对这件事有分歧。他在商学院理事会的老熟人支持他。而另一位合伙人表面上认可亚当的能力，心里却因为他太年轻而表示反对。墨温成了“摇摆票”。

“我很喜欢酒店，”亚当说，“我已经准备好当负责人了。我能做这件事。”

“这不是喜欢的问题，”墨温说，“这与热爱、激情或投入无关，虽然你无疑具备这些。酒店生意很复杂，这不是你的专业领域。”

“你知道我学习速度很快。”亚当说。

墨温顿了一下。“确实，”他说，“我让你学的东西，你24小时内都能掌握。但酒店生意不只是复杂，它很残酷。”

“我不残酷吗？”

“谢天谢地，你并不残酷。这就是为什么门不能对你打开。抱歉。”



就此放手？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吧？”亚当的朋友卡利布问道。这里是卡利布在乔治城的家，两人站在二楼露台围栏边。太阳已经落下，晚上有点凉，但亚当感觉需要待在外面。他穿着毛衣，还喝着威士忌兑可乐，所以并不冷。卡利布的妻子萨拉在屋里打电话——她总是在打电话。刚办完婚礼，她就入职一家大房地产公司。卡利布的职业路径非常不同，现在专职为新闻博物馆（Newseum）筹款。

“我的岁数。”亚当说。

“还有——”

“还有Tallyrymple，”亚当叹口气，“我永远摆脱不了这事。”

“谁都有失败的时候。”

商学院毕业后，亚当随大流进了投资银行，但很快感到无聊。他知道应该在一个自己有感觉的领域工作，但也说不清想做什么。是卡利布还是萨拉说，朋友们喜欢亚当办的新奇派对，他自己特别享受这件事。亚当听了很受启发，于是开始聚焦于活动策划。这个行业吸引他，部分是因为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不会来做。很神奇，他去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请他当了CEO，当时他只有27岁。Tallyrymple总部在罗利，专门组织高端派对，客户名单上有一长串富豪的名字。然而结果非常惨淡：不到一年，公司濒临破产。

“我对那样的竞争方式没有准备。”亚当说。Tallyrymple被卷入地盘争夺战，对方是一家很有侵略性的公司，合法手段和阴招并用。它以现金支付为诱惑，结合威胁手段，促使餐食供应商和艺人中介签约。亚当拼命拓展推荐人和客户网络，但总是被人先下手为强。墨温最终以便宜价格买下Tallyrymple，并把铩羽而归的亚当招致麾下。

“墨温救了你，”卡利布说，“所以他才这么保护你。他不想让同样的事再发生在你身上。”

“可能是过度保护。”

“我觉得你应该放手，”卡利布说，“你还有大好前途。你喜欢为墨温工作，他也很看得起你。你在SES干得很不错。墨温现在是你最重要的关系，别搞砸了。记得以前我们在商学院经常聊的吗？一定要拓展人脉，重复三遍。”



“墨温现在是你最重要的关系，”卡利布说，“别搞砸了。”




屋里，萨拉摔掉电话，骂了一句。但来到露台上时，她已经满面春风。“打了很爽的一架，”她说的是刚才工作的事，“你们在这聊啥呢？”



让他还人情

“墨温说什么？”亚当讲完后萨拉说道，“这是我听过的最虚伪最不尊重人的话了。”她话音轻快，眼神飞扬。

亚当一时无语。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解释他对墨温的敬爱。是墨温教给他活动策划这一行的一切，还总对他称赞有加，一直提拔他。

亚当望向卡利布，后者点点头，表示他完全明白：萨拉不了解导师和门生之间是怎么一回事。

“我还记得当时你把我介绍给他，”萨拉说，“他一直在说他把你当成儿子，等等等等。”

“萨拉，拜托，”卡利布说，“聊点别的，我再去给亚当弄杯喝的。”

“被当成儿子对待并没有问题。”亚当说。

“当然没有，只要他认识到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亚当，我们爱你，一心为你好。但你必须要更有侵略性一点。要清楚你是谁、想要什么。墨温可能是在屈尊俯就，但他是个好人。所以你喜欢他。他光明正大，为人公平。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了！”又是灿烂的笑容，“你可以利用他这种正直。”

亚当轻轻推开她：“我不想利用他。我谁也不想利用。”

“听我说，”她说，“谁发现了那家又老又破的连锁酒店，看出了它的真正价值？你还是他？谁做了所有那些关于卫生违规、劳动关系和税款拖欠的尽职调查？你还是他？”

“好吧，好吧。”

“谁先提出SES应该买下这家连锁酒店？谁在墨温哼哼哈哈的时候不肯放弃？谁辛苦找来了合伙人共担风险？谁敲定交易，启动了项目？是你！”

“那又如何？”亚当不耐烦地说。

“如何？他欠你的，”她眼中有一丝怒意，“在我的世界里，欠债就要还。墨温的世界跟我的世界没区别。他知道他欠你的。”

“我不会逼他。”亚当说。

“为什么？他正等着你呢。相信我，亚当，你不能总这么被动。”

“他觉得我还没做好当CEO的准备，”亚当说，“我太年轻了。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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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你又不是蹲过牢。你没做错任何事，就是被一个瘪三整了一下。这点事情挡不住一个真正的绅士。”

卡利布回来了。他递给亚当一杯刚调好的饮料，冲妻子翻了个白眼。萨拉抱起胳膊作投降状：“好吧，如果你让墨温还人情，他是会生气。如果你在意的只是这个，那就别说了。但你要记住，如果他真的正直到无懈可击，那么假如你说清楚，这笔交易是你一手促成的，因此他欠你很多——那他会答应你的要求。”

她从亚当手里拿过饮料，呷了一口又还给他。“你接着喝。”她说。



别说出来

第二天，亚当觉得周遭异常安静，好像有人调低了世界的音量。从银行正面脚手架上擦玻璃的工人，到公园长椅上僵硬地坐着的男人，每样事物都缺乏活生生的真实感。在公司总部也一样。似乎没人真正在工作，每个人好像都在演哑剧。亚当迅速和墨温的助理交换了一下眼神，在沉默中被领进CEO办公室。

现在世界又恢复真实了。音量重新被调高。墨温担忧地看着亚当：“你有话想说？”

“酒店这件事情，我想跟你复盘一遍。从头到尾。”

墨温闭起眼睛。“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意外。”他字斟句酌地继续说：“我完全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你，新项目不会存在。我想我们会在那些酒店上赚很多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欠你的，而且可能远不是金钱能补偿的。出于感激，我或许应该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例如让你成为新公司的CEO。”

墨温直视着亚当。“是的，我会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但先让我讲一个事实：你是最理想的二号人物：聪明、有远见、有同理心。但这并不意味着CEO的职位适合你。我越是观察你的行为、思考你的过往，就越发相信，这扇门不应该对你敞开。”

他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有一个愿望。你想知道是什么吗？”

亚当点点头，感到全身麻木。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你不要向我提出你心里的那个愿望。”

长时间的沉默中，两人对视。先开口的是墨温。“那么？”他抬起眉毛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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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瑞·普费弗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Thomas D. Dee II教席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的虚构案例呈现企业领导者在现实中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基于杰弗瑞·普费弗的研究。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亚当应该要求
墨温让他成为
新公司的CEO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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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
是权威高管教育专家和导师，著有《成功没有模式》（What Got You Here Won’t Get You There）、《魔力》（Mojo）等30本书。

			
		

	

	

亚当不应该要求得到CEO职位。在解释理由之前，我想先讨论这个案例的三个关键点。

第一点，亚当是想得到CEO的职位，还是想真正成为CEO。这里面有区别。他是喜欢这个头衔带来的地位，还是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让他满足？CEO是一份困难的工作。你必须做困难的决定。你每次开会发言都要慎重。如果亚当主要是对名头和地位感兴趣，他就不会成功。作为直线管理者积累更多经验之前，他可能弄不清自己是否真正想做CEO的工作。不过为了继续讨论，我们暂且假设他想真正成为CEO。

这样我们就来到第二点：他是否适合这份工作？他可能是有一些弱点。例如，他可能不够果决，而且他曾经失败过。但那又如何？在专职高管教练的工作中，我反复观察到，几乎所有领导者都可以改变行为，只要在脑力和专业方面合格，就可以被培养为出色的CEO。

但还不止如此。这篇案例不仅与亚当有关，也与墨温有关。第三个关键点，是墨温能否公平地给亚当一个领导的机会。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即便他让亚当出任CEO，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让亚当成功。

这是因为墨温已经认定，亚当是个糟糕的领导者。他并没有尝试指导或帮助亚当，而是认为亚当没有指望。如果老板看不上你，你一般就没戏了。退一万步说，你的成功几率也会大幅降低。既然已经认定亚当缺少CEO的资质，墨温就会寻找他失败的信号，而人们一般会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亚当不应该提出要求。

亚当应该做的，是在目前的岗位上继续努力工作。他一定不要负气出走，那样只会伤人害己。但他也不应觉得有义务长期留在SES。他已经为公司赚了很多钱，而在这里不会有太大前途。他需要甩掉在SES的包袱，找到一个新天地。他可以先去了解一些大公司的并购部门，寻找成为直线管理者的机会。这样他就能知道自己是否喜欢当老板，然后提升领导力技能。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以刻板印象看待他人，都有用固定眼光看人的倾向——“这人就是这样”。但有些管理者比较极端，看不到员工能够改变，也意识不到缺点并非不可逆的基因缺陷。除非遇到那种特别典型的“明星”员工，这类管理者一般不会给下属提供有挑战性的工作机会或有用的反馈。

如果你的上司是这样，那你的选择就比较受限。你可以试着让他拓宽眼界，发现你的潜力（即便你有这样的机会，也会非常困难）；或者，你可以换个地方，寻找一位真正让你有机会成功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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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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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施拉姆（Philipp Schramm）
是Kessler Collection总裁兼CEO，公司在美国南部和西部拥有10家精品酒店。他曾任Days Inns of America总裁兼董事长

			
		

	

	

亚当不应该听从卡利布的保守建议，而应该像萨拉主张的那样，强势争取CEO的职位。

20世纪70年代初，我也面临类似的处境。我考虑了很多公司职位，意识到自己在大公司不会开心。于是我成了Days Inns创始人塞西尔·戴（Cecil B.Day）的二把手。但我从来不是典型的二把手。塞西尔特别不喜欢参与运营，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了我的责任。这对我来说很合适，因为我很看重自主性，不擅长跟随。1975年，塞西尔让我担任DaysInns of America的CEO，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转变。

虽然和我相比，亚当更像典型的二把手，但我觉得他能做他想做的工作。他显然很聪明，人很正直，对新的连锁酒店热情满满，也有一些领导技能。至于他是不是强势，我觉得商界对这个关注过头了。最强势的管理者不一定是最好的领导者。看上去没什么锋芒的人，也许有CEO真正需要的品质。

实际上，不把一个人放在责任和权威兼具的位置上，你永远不会知道他能成为什么样的领导者。我听过军官们讨论这种事。不到危急关头，你不知道谁会站出来。在关键时刻，号称勇敢无畏的人往往让人失望。我在KesslerCollection就有类似体会：背景履历很优越的人就是干不成，而被认为很弱的人成了英雄。

亚当感觉是那种关键时刻可以指望的人。他很忠诚，而且“在场”。在我看来，这意味着他能随时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而且他不自私。我认识的最杰出的高管，都是自私的反面。你会希望身边有这样的人。

亚当应该强势一点，还有一个理由：墨温。墨温显然很在乎亚当，真的很喜欢他，一心为他好。他对亚当的关怀让他保护欲过强，但新的酒店项目对于他们两人可能都会是巨大成功。当新公司在亚当治下高歌猛进，墨温会觉得帮助亚当达成领导者心愿，可以位列自己最大的成就。所以，如果亚当不去争取，他就辜负了自己，也辜负了墨温。

当然，亚当不应强求，那样会惹恼对方。他提要求的方式应该艺术一些，也应该承认墨温的一些担心有道理。他应该建议墨温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并找一个在酒店行业极富经验的人加入董事会。亚当应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知道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咱们一起努力吧！”这样的话，我相信亚当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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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墨温是对的：亚当是最理想的二把手，他不应该要求得到CEO职位。但亚当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告诉他，只有当上CEO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他必须想通，相比做一个没那么出色的一把手，尽他所能做好二把手重要得多。

达希尔·博尔赫斯

IBM软件质量分析师




亚当如果想在SES继续往上走，就必须争取新公司CEO职位。亚当没有问题，是墨温不够称职，因为他不愿将手下管理者提拔到高层。

达尼埃尔·阿尔达科

墨西哥汽车技术学院（ITAM）学生




亚当应当尊重墨温的意见，暂时不要提出担任CEO。但随着经验增长，他一定要表明，自己身上二把手的特质正逐渐消退。如果大家都保持耐心，结果会是多赢。

罗伯特·卡尔瓦尼科

RMC Communications高级合伙人




墨温正在亚当身上寻找潜藏的CEO特质，因此在观察亚当为得到职位会做什么。亚当不需要再进门，因为他已经在门里。

沙拉卜·法迪亚

Bayer CropScience市场信息经理







	杂谈 Synthesis

	

	癌症创业者

	THE RELUCTANT SOCIAL ENTREPRENEUR

	史蒂文·普罗凯西（Steven Prokesch） | 文

冯丰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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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逆境，你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还是尽一己之力去奋力改变命运？本文女企业家凯西·吉尔斯提在罹患癌症之后的做法，或许能为身处逆境的你打开新思路。




凯西·吉尔斯提（K a t h yGiusti）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企业家，尤其是成为非营利机构的老板。她喜欢在大公司工作，而且并非那种喜欢冒险的人。1996年初，她在制药公司G.D.Searle平步青云，并立志成为该公司执行委员会的首位女委员，但就在那时，年仅37岁的她得知了一个改变她人生的消息：她患上了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致命的血癌。

正是因为患病，她创建了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多发性骨髓瘤研究联盟，这两家机构均位于康涅狄格州诺瓦克市，并因加速该病的治疗方法研发而备受赞誉。这两家机构都因其严格的管理模式，为医疗研究型非营利机构的运营树立了榜样。吉尔斯提的故事展现了她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不断调整策略，以及如何说服墨守成规的机构做出改变。这些经验对于正在思考从私营领域向公共领域转型的企业家，以及希望从企业岗位中走出来自立门户的人士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1996年之前，吉尔斯提的职业发展一直都顺风顺水。她在佛蒙特大学就读医学预科专业，毕业后却决定进入制药行业而没有去医学院。她加入默克公司担任销售代表，被公司视为高潜力雇员。她随后离开公司就读哈佛商学院，之后加入波士顿的吉列公司。在与哈佛同学保尔·吉尔斯提（Paul Giusti）结婚后，她搬到芝加哥，并加入Searle公司干起了营销工作。

她很快就引起了管理层的注意。Searle的联席总裁阿兰·海勒（Alan Heller）说：“很明显，她在加入公司之初就展现出过人之处。”他对吉尔斯提的印象是“极其聪明，分析能力极强，而且斗志昂扬”。她现在和之前的一些同事称她为完美主义者。她在两款热卖药的上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睡眠药Ambien和治疗关节炎的药Daypro。她还通过在其他领域的建树给老板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运营销售——在担任这一职务时，她得知自己患了骨髓瘤。

吉尔斯提夫妇的女儿当时还只有18个月大，他们也一直试图再要一个孩子。她的诊疗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癌变浆细胞，并且告诉她骨髓瘤病患平均只有三四年的寿命。当时没有治疗方法。她回忆道：“他们说，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就行。”

吉尔斯提决定再为女儿妮可找一个伴，并通过体外受精的方式怀上了儿子大卫。在有了身孕之后，吉尔斯提辞去了工作，与家人一道搬到康涅狄格州，投奔了自己的孪生妹妹和妹夫。她说：“离开Searle让我感到很伤心。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是当得知自己时日无多时，她首先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工作，而是自己的家人。”



接受现实，寻找转机

吉尔斯提对骨髓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所了解到的信息感到震惊。应对这一癌症的药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出现，但缺乏巨大的研发资源进行研制。骨髓瘤又属于罕见病。只有少数人（目前美国约有6万名患者）患有此病。由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平均要耗资10多亿美元，因此制药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那些病患人数更多的病症上。出身于制药行业的吉尔斯提深知这一点。她说：“我心想，‘哪会有医药公司愿意做这件事情？’”

当人们开始捐钱帮助她时，吉尔斯提决定用这些钱来推动医疗中心的骨髓瘤研究。她说：“我想，如果我们为这类研究提供资助，说不定会获得一些成果，这样我就能多活一些时日，至少拖到能够让我的女儿记得我。”

她加入了针对这一病症的现有非营利机构董事会——国际骨髓瘤基金会。但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提供信息和支持。因此，她与妹妹凯伦·安德鲁斯（KarenAndrews）一道，于1998年成立了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为病症的研究筹集资金，并吸引更多来自学术医疗中心的人士参与研发。

她承认，自己此前并不怎么尊重非营利机构，因为她认为大多数机构都没有进行专业化管理。她说：“我希望让人们知道，我所建立的并非是那种滥竽充数的非营利机构。我会尽力把这家机构做好。”



借助校友起步

创业对于自称为“大公司员工”的吉尔斯提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身边有一群有才干的人围着她转，而且能够获得自己所需的任何支持。她回忆说：“在开始行动的那一天，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试图做决策。但在没有人力资源部门、没有IT人员可以求助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灾难。”

但她迅速意识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人际网络可以利用，包括她当时在Time Inc.担任律师的妹妹；她在Searle的老板和导师海勒；以及她在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哈佛商学院校友联盟帮助她制定了第一份商业计划。

从一开始，她便坚持要求基金会（以及后来的研究联盟）制定详尽的策略，并严格实施。机构当前的个性化医药战略规划多达67页，其中列出了9大策略和22个项目。基金会有24名员工，其领导者每周一召开策略会议，每周二召开运营会议。吉斯提要求基金会和研究联盟使用指标、基准和计分卡，这样有助于各方知晓机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并鞭策他们不断进步。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丹娜·拉佛格（W.Dana LaForge）说：“在基金会成立两年之际，凯西便开始向捐赠人宣传其投资回报。”

吉尔斯提的这种方法有助于吸引并留住行业人才，例如基金会首席科学官路易斯·珀金斯（LouisePerkins），他有着16年的制药行业从业经验。珀金斯说：“从进入机构的那一刻起我便明显感受到，它的运营模式与人们心目中的非营利机构运营模式大相径庭。”



寻找联盟，共克挑战

到目前为止，吉尔斯提已经为骨髓瘤研究筹集了1.65亿美元。鉴于美国大多数非营利机构从未突破100万美元大关，这个数字可以算得上是惊艳。更令人吃惊的是，吉尔斯提是一个内向的人。该基金会和研究团体前任首席运营官、伯尼阿德里奥肺癌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桑特雷拉（Scott Santarella）说：“她并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他还提到，当吉尔斯提准备晚宴活动的致辞时，她至少会用100个小时来反复写稿和演练。

在吉尔斯提创建基金会不久后，人们偶然发现曾经用于治疗麻风病的萨力多胺（因引发出生缺陷而闻名，它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常用于镇静、止疼以及抑制妊娠反应）对于骨髓瘤有一定的疗效。数年后，一种新的蛋白酶体抑制剂被证实对该病具有疗效。学术研究人员以及生物科技和制药公司对骨髓瘤的关注度出现了大幅提升。但吉尔斯提随后发现，科学家和临床医师之间的竞争，逐渐成为了药物发现和研发领域的一个主要障碍。她意识到，让这些参与方开展合作的唯一办法就是成立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归属感的联盟，而且这个联盟能够让他们从事仅靠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与和她有着共同愿景的骨髓瘤专家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专家来自四家知名机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梅奥临床癌症研究中心（MayoClinic Cancer Center）、李墨菲特癌症研究中心与研究学院（Lee Moffitt Cancer Center&Research Institute），以及玛嘉烈公主医院（Princess MargaretHospital）。他们共同制定了创建研究联盟的计划，并说服各自的机构加入这一联盟。

这些中心同意共同发布研究成果，制定开展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的基准和指标，搜集数据，并打造研究人员能够利用的最先进骨髓和血细胞库。此外，该团体的会员单位已增至16个医疗中心和社区医院，同时为各大公司有前景的后备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基金会的骨髓瘤病患数据库大大便利了对临床试验病患的招募，也有助于联盟吸引打算开展此类试验的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

亚利桑那州梅奥癌症临床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凯斯·斯图尔特（Keith Stewart）说：“凯西带给行业的是她那股不愿屈从于常规的精神。她有着很高的标准，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面对棘手问题时，她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骨髓瘤目前已有四种经FDA批准的治疗药物，还有六种正处于三期临床试验阶段。吉尔斯提的机构几乎在上述所有药物中均有参与。骨髓瘤患者的平均寿命已翻了一番，达到了七年。

虽然骨髓瘤患者最终还是会死于该疾病，但最新出现的希望——基因组和个性化药物，将带来突破性成果。与往常一样，吉尔斯提系统化地学习了这门科学，并了解哪些合作伙伴最有潜力。为了绘制骨髓瘤基因图谱，她将Broad Institute和Translational Genomics ResearchInstitute纳入麾下。其中的一项发现是：骨髓瘤有很多类型。

吉尔斯提了解到，她所患的骨髓瘤是最致命的一种。在2005年之前，她的病并没有显现出症状。在药物治疗无效后，她于2006年成功接受了干细胞移植手术，移植源来自她的孪生妹妹，目前她仍处于缓解期。她的丈夫说：“移植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她很容易得一些小病。我觉得人们有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多么不易。”



让紧迫感成为驱动力

吉尔斯提每天工作12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她仅休过三个月假，当时还是因为移植手术。她说：“这只不过是企业家该做的，不是吗？”

大家都知道，她对自己和员工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她衡量员工和合作伙伴的方法是：他们能否尽心尽力地帮助病患，是否有动力和能力交付成果。（所有求职人员都必须参加性格评估。）她的妹妹说：“她并不是一个过于感情化的管理者。这并不是她的风格。她的一贯追求是：在一家卓越的机构工作，并赢得尊重，而她希望其员工也能有同样的追求。”

吉尔斯提表示，她不大相信那些未患有骨髓瘤的人会有她这样的紧迫感。她说：“但是我了解到，有人跟我一样一直在专注地寻找治疗方法。可能他们专注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但他们都希望治好这一病症。这些都是我所信赖的人。”

但她是否已经对某人足够信任，准备让他作为接班人？很明显，这对她来说是个挑战。吉尔斯提今年52岁，已经意识到继任者计划的重要性。她说：“我知道我没法干一辈子。我也知道骨髓瘤的复发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她身边的人很难想象她会将这一重担完全交给他人，因为骨髓瘤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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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设计师肯尼斯·科尔：
最佳解决方案总是最具创造性的那个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访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肯尼斯·科尔（Kenneth Cole）是设计师和社会活动家，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他说自己将工作、家庭和社区这三个世界融合起来，因此在这三个世界都取得了成功。作为Kenneth Cole设计公司的主脑，他同时是艾滋病研究基金会amfAR的长期代言人。尽管他的言论曾在Twitter上引起争议，但他仍坚持通过社交媒体与公众交流。

	



HBR：你是怎么进入时尚行业的？

科尔：我父亲在布鲁克林有一家鞋厂。我本科毕业时本来要继续读法学院，但那个暑假我迷上了这一行。我整天泡在样品室，观察很多原料如何转化为一件看上去很简单的商品。对鞋跟形状或皮面稍加改动，就做出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产品，这个过程让我着迷。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了解规则，并且能走得最远的人，是那些最具创造性地阐释规则的人。时尚行业没有规则。你越能创造出新东西，就越可能成功。因此我决定以后再去读法学院。



你的公司叫Kenneth ColeProductions，这里面好像有个好玩的故事。

20世纪80年初，有两种吸引鞋类买手的方式。一种是和其他大约1100个商家一样，在希尔顿酒店租一个房间，等待买手光顾。另一种是在酒店附近租一个漂亮的大展示厅。两种我都负担不起。一次兴之所至，我给一个做货运的朋友打电话借一辆40英尺的拖车，然后又给市长办公室打电话：“你好，请问怎么能拿到在第六大道和56街路口停放拖车的许可？”对方答道：“抱歉孩子，没有这种许可。这是纽约。只有两个例外：要么你是服务本市的公共事业公司，要么你是拍摄长片的影视公司。”挂上电话，我就把公司名改成了Kenneth ColeProductions,Inc.，第二天上午提交了拍摄名为《一家鞋业公司的诞生》（The Birth of a ShoeCompany）电影的申请。

公司开业的日期是12月2日。我雇了摄影师，立起围挡和弧光灯，两天半时间里就卖出了4万双鞋。公司今天还保留了这个名字，为的是提醒我们灵活处事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最佳解决方案很少是最贵的，而基本上都是最富创造性的。



最初做设计时，你从哪里找灵感？

跟现在差不多。我试着真正走到外面去，理解人们想要什么。我的工作不是告诉人们应该穿什么，而是找到他们想要什么，并用有些出乎意料的方式呈现给他们。早些年我常去夜店，坐在光线最好的地方观察人们的穿着，或者去市里各处逛，去那些穿搭达人会去的地方。这样我就能对此有所感受，然后再诠释出来。



你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次大规模广告宣传中呼吁公众关注艾滋病，那是为什么？

在那个年代，人们希望参与公共事业。当时有各种组织，“WeAre the World”、Hands Across America、Live Aid、WorldAid、Farm Aid等等。我就想，如果这些能够鼓舞人们，那我也想以有意义的方式与大众产生联系。当时还没有关于艾滋病的公共讨论。我们不知道治愈方法，但我们能控制它。最大的障碍在于它被污名化了。我请了当时的业界大咖和一些孩子参与宣传活动，希望传达“为了孩子的未来支持艾滋病研究”的信息。突然间，员工对我们的公司和品牌产生了一种更强烈的情感联系。几年后我加入了amfAR董事会，自那以来一直操办营销和品牌宣传，并在2005年成为主席。



感觉amfAR的工作和本职工作都让你收获很大。

多年前我就知道，不要把这两件事分开。人人都想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有人还要考虑与社区的关系。我这些年寻求的就是尽可能把这些事情融合起来。



我知道你有一位非常成功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你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秘诀是什么？和四个女人一起生活让你学到了什么？

我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是赢家，生活就是要通过妥协寻找解决方案。给你讲个故事。我最小的女儿八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来我的工作间问我：“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工作。”她说：“谁给你派的活？”我说：“我给自己派的活，因为我想把这件事办了。”她说：“你不是老板吗？”我说：“是啊，所以我才给自己派活，而且必须把它做好。”第二天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她又过来：“你干什么呢？你不是老板吗？谁给你派的活？”

同样的场景两天后又重演了一次。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朋友。“她是个聪明孩子，但就是搞不明白这件事。”我说。朋友却说：“也有可能是你没搞明白。她花了一周时间给你讲这个道理，可你显然没弄懂。”所以我明白了，别太把所有这些工作当回事。归根到底，人们并不需要我们的鞋，也不需要我们的衣服。实际情况是，我们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还要因为有这种感觉而开心，然后不断重复。



我知道你在社交媒体上挺活跃，为什么喜欢玩这个？

你知道，以前我们习惯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今天，已然没有可供独白的空间。更多的是信息交换，而我们必须妥当回应。创造和消费之间的距离已经显著缩短。以前我们预测受众想要什么，然后希望六个月后证实我们猜对了。但今天你能得到持续的反馈。世界变得非常小，这件事也很棒。你在一个地方能活，在哪就都能活。你发出一条时尚信息或带有社会性的信息，就能迅速和大量受众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而这对你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



你在Twitter上发的一个帖子把你的新款春装和埃及局势联系起来，结果引来批评。处理这类错误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没有一定之规。但我觉得，如果你说了一些话而错误估计了影响，就一定不要太顽固，而要去解释和道歉。



这件事是否让你有所改变？

我会自我过滤，点“发送”前经常会再想一下，也会请人给出客观意见。但我爱这个品牌，有这个“网红”平台对公众发声，会尽可能以有意义和积极的方式促使人们思考。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事情正在这些新媒介上传播，而如果不参与讨论，你就很难和它们发生联系。我需要了解人们在关心什么、想什么，我也乐于听到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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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ING ORGANIZATIONS
THE END OF BUREAUCRACY

	Gary Hamel and Michele Zanini | pag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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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ost business leaders recognize that bureaucracy squashes initiative,risk taking, and creativity, it continues to thrive. In a complex global environment, it’s seen as a necessary coping mechanism.

Many look to start-ups for an answer. But the most promising solution may have emerged in an unlikely place: the world’s largest appliance maker, Haier. Under a renegade CEO, it has been divided into 4,000 self-managing microenterprises. About 250 are market facing(“users”), and the rest(“nodes”) supply them with components and services like IT and HR support. Users can hire and fire nodes—or contract with outside providers—as they see fit, and nodes’ revenues are tied to their users’ success.

Ultimately, everyone is accountable to the company’s customers. Everyone is also encouraged to be an entrepreneur. All targets are ambitious, and rewards are tiered, performance based, and potentially hefty. So far that formula seems to be working beautifully, producing 18% yearly revenue growth for a decade and $2 billion in market value from new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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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PEOPLE ANALYTICS

	Paul Leonardi and Noshir Contractor | page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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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ly, people analytics—using statistical insights from employee data to manage talent—has gotten a lot of hype and even won mainstream acceptance.Yet most firms lack an understanding of which talent dimensions drive performance in their organizations. Why? Their analytics examine only the attributes of employees, when people’s interactions are equally, if not more, telling.

Research shows that a lot of employees’ succes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ir relationships—something that’s the focus of a new discipline, relational analytics. The key is finding “structural signatures”: patterns in social networks that predict who will have good ideas, which employees have the most influence (it’s not senior leaders),which teams will be efficient, which will innovate best, where silos exist, and which employees firms can’t afford to los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what indicators to watch for and how most firms already have the raw material they need to build relational analytics models: the “digital exhaust” from their internal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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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ELL NEW PRODUCTS

	Thomas Steenburgh and Michael Ahearne | page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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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ior leaders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y to develop innovations, say the authors, but not in their ability to commercialize them. This may result from a lack of formal processes and effective talent-management strategies. Steenburgh and Ahearne suggest a new approach: Assess the skills of your salespeople systematically. Train them for knowledge and resilience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a product’s bells and whistles. Create a psychological profile of the ideal buyer. And assign strategic account managers to your most important customers.

When new products are launched, the authors write, the best companies are strategically aligned,from the sales force to the C-suite. HR creates competency maps and works with sales managers to establish training and coaching programs. Frontline sales managers support the learning process that their reps go through in the field. And top leaders make sure that pressure to meet earnings targets doesn’t stand in the way of fu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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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员工

拉姆齐·哈巴兹（Ramsey Khabbaz）与殷阿笛合影


	

领导一家公司的要求和复杂性大到难以想象。CEO必须监督各职能和事业部日程，应对众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客户、员工、董事会、媒体、政府和社区。但CEO并非机器人，也需要留出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健身，以及拓展和工作无关的兴趣爱好。他们的时间总不够用。

领导者管理时间的方式反映出本质问题。“CEO的日程表，或者说所有领导者的时间表都展示出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并给组织中其他人传达了重要信息。”迈克尔·波特和尼丁·诺利亚在本期《CEO如何管理时间》一文中如是说。两位作者连续12年对CEO时间利用的研究，是同类别中最详细、全面的调查。他们指出，“CEO在规划时间和出现在哪里时，所做决定对自身效率和公司业绩都有重大影响。”日程表中的每个决定都可能提高或拉低CEO的认可度。

领导者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波特和诺利亚建议，领导者创建个人日程表，并对整个组织公开。没有这种规划和广泛的意向沟通的话，领导者很可能把注意力放在眼下的危机或呼声最高的需求上，根本不能抽出时间做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公司战略要反映资源分配方式，那么领导力战略必须说明CEO如何分配最稀缺的资源：时间。CEO个人和公司的成功全都取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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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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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能改变
整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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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领导者在上任时并不相信更高的组织使命能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这种理念有悖于他们在商学院学到的东西，或许还违背他们后来的经验：工作本质上是契约制，员工希望减少个人投入的成本。据他们所掌握的经济理论，员工就像典型的“代理方”，会尽量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而不是把握工作的所有权。精力属于个人成本，委托方（雇主）只能以激励和监督对抗这种回避努力的倾向。对他们来说，让员工感受到使命这个概念与他们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的观点格格不入。

然而，当危机发生，组织需要更投入的团队时，领导者会发现，他们在商学院所学的管理方法以及过往经验中的种种措施都无济于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恰恰是他们一直回避的建立组织使命这一方法。曾经被他们误认为过于简单、华而不实的更高使命能够让组织团结一致，让员工产生一种“拥有”的感觉，他们会认为，“这不是随便什么工作，这是‘我的’工作，我很高兴我能做这份工作，我为自己做的事情骄傲”。个体尚且如此，想象一下你的团队和部门充分领会这种使命后，将会产生何种爆炸力。

可以说，不是员工有问题，而是管理方法有问题。一味依赖严格管理，是无法提升员工的参与度的，要去理解和感受员工最深层次的共同需求，重视员工生而为人的价值，如此才能将员工与使命联系在一起，激发他们全力以赴做出改变。这是本期封面文章《建立使命型组织》，提醒领导者们要引起重视的一种管理误区。作者罗伯特·奎因和安让·撒克曾为数百家公司提供咨询，并在研究中采访过数十位领导者。他们提出，领导者不应等到危机等极端情况发生才迫使自己改变对员工动力和表现的预设，而应该在被逼到绝境之前就努力尝试新的方法。

本期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读者特别关注。《哈佛商业评论》以高频率刊出很多关于美国医改话题的文章，本期的《自下而上促进医疗服务转型》一文就是最好的例证。医疗系统庞大而繁杂，背后牵涉的问题覆盖了管理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提出一种新的管理思考：虽然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但仅依靠高层政策是没法解决整个系统问题的，组织同样需要自下而上的变革。这一理念实践虽然来自医疗领域，但它适用于任何寻求颠覆的现有或创业机构，大型企业也能从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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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蒂·罗杰斯（Kristie Rogers）从来没想过她会进州立监狱，但她在研究员工皆为女性囚犯的B2B营销公司Televerde时，每天都会出入监狱。罗杰斯是马凯特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她很好奇为何员工总告诉研究人员，他们在工作中没有受到尊重。这促使她探究一个对尊重感受更为显著的地方——一家员工全是囚犯的公司。

	

	[image: ]

	罗伯·克罗斯（Rob Cross）管理的研究协会覆盖70多个组织，兼任巴布森学院教授，也是一位丈夫、父亲和社区成员。他每天都疲于应付过多的协作需求。在本期与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和德布·策纳（Deb Zehner）合著的文章中，他利用最喜爱的两种工具——网络分析和深度采访，为受到同一问题困扰的人开发了一种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决定与谁互动以及怎样互动。”克罗斯解释说，“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在工作中持续发展，而非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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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阮（Andrew Nguyen）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图片编辑，主要负责将复杂想法提炼成2D视觉概念。为展现多样化团队如何做出更合理的投资决定，他说，“我立刻想到了jawbreaker糖球。这种糖外壳又硬又滑，但咬碎后层次和色彩极其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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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员工很出色，
为什么做领导却很糟糕？

你要尽早开始培养员工的领导力。这样，当你让最高效的员工升职的时候，你就能更加肯定，他们会成为你的团队中最优秀的管理者。




	领导力发展咨询公司  Zenger/Folkman CEO 杰克·曾格 | 文

	

	

好的管理，就是别妨碍员工做事情

兰迪·科米萨｜文

吉尔特集团CEO：如何构建A级人才团队

 凯文·瑞恩｜文

没有能力不行的员工，只有放错位置的人才

惠特尼·约翰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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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与真实性

对种族差异视而不见，不是应对职场种族差异的有效策略。我们的研究表明，正视并重视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对建立良好关系大有助益。



男女差别的普遍误区

研究表明，两性之间并无太多差异。



规模化敏捷

领导者应当率先采用敏捷法，并将机遇分类，设立战略优先级和转型步骤。将工作流模块化并无缝整合。年度预算的制定过程应该辅以风投式的募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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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类瑞典CEO：
经营公司像
开健身中心

	托基尔德·塔内姆 (Torkild Thanem)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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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如今置身知识经济的很多人已经很难对此产生共鸣。他们想竭力了解:个人的努力怎样直接提升企业业绩，或者怎样帮助个人取得职场生涯的进步。为了提高办公的工作效率，职场中人往往面对更多的压力，难免会产生拼搏有何意义的困惑。无论是市场营销还是销售，从业者往往感觉，这类工作都取决于外部环境、高管一时念起、公司的战略重心以及股东的需求。从员工的角度看，他们希望知道，如果长期不断地高质量完成工作，会得到什么收获。

也许，还有一个领域仍然可以明确看到奋斗之后的回报，那就是：健身房。在深蹲架面前，所有健身者都是平等的。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投入的锻炼时间越多，训练成绩就越好，可以通过一条上升曲线清楚地看到进步。这也是众多企业和高管梦寐以求的业绩表现。正是得益于简单明了的衡量进步规则，健身公司CrossFit和SoulCycle吸引了众多客户，让很多客户感到满意。

一些企业管理者已经留意到这种现象。它无异于新教徒式职业道德观的最后一道防线，新一代企业CEO正在效法它采取行动。不同于被批评为假大空的“变革型”和“可信型”领导风格，我们称这些CEO为“健身型领导”，它提供了一种更务实的方式。健身型领导将按照在办公室和健身房逗留的时长评估员工，并给予奖励，不会让员工陷入前路不明的迷惑，感到不公和被孤立，而是让他们对未来笃定，彼此友爱，感到自己得到公正的对待。

亨里克·邦格(Henrik Bunge)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他是瑞典运动服与时装公司比约恩·博格的CEO，自封为“首席教练”。他的公司得名于曾排名世界第一的瑞典男子网球运动员比约恩·博格(Björn Borg)。

去年秋季，我们参与了邦格及其员工的“运动时间”，这是一门比约恩·博格公司全员必须参加的健身课，每周五上午11点进行。我们在台阶上相互踢打，拳击教练在讲台上高呼：“加把劲，再用力点！”

课后，邦格和我们在一家优雅的泰式餐厅共进午餐。他解释了自己将健身融入工作的理念，称：“比如说你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你一直都会了解自己的表现，可如果你问市场部员工怎么评价个人表现，他们往往毫无头绪。”

“我们从运动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经验。”邦格这样说。他的肱二头肌在T恤下清晰可见，因为刚刚结束锻炼，汗水已经打湿了一头短发。邦格出生于1973年，但据他最近的体检结果推算，他的身体状态和21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比约恩·博格公司总部共有60名员工，他们每年都必须体检两次。）

从很多方面看，同邦格共事就像在与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合作。2014年8月他出任公司CEO时，比约恩·博格的业绩不佳，品牌缺乏认知度，此前一年净销售额下滑，利润缩水。邦格推出了新的战略，旨在重塑比约恩·博格在运动服领域的知名高端品牌形象。他还提出了远大的目标，要在五年内将销售额翻倍，员工敬业度达到90%。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他首先要求员工自身必须更健壮。邦格称：“我们必须更努力训练，更好地评估我们的目标，成为更好的团队。要做到这点，人人都必须参与进来。每个人都要做运动，没得商量。”

换言之，邦格将成功视为锻炼和携手奋斗的结果。他告诉笔者，就个人而言，他设定的工作截止期限越多，取得的成果就越多。对整个公司而言，他认为大家共同拼搏不只是要保持健康，也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强度密集的工作而要有个好的身体，还能带来乐趣，增进团队成员的亲密关系，以便帮助他们达成个人目标。

因为受到与邦格午餐会面的触动，托基尔德开始对邦格的公司展开人种学研究，迄今已有一年多时间。自2016年9月起，托基尔德每周都腾出几天时间在比约恩·博格的总部度过，参加工作坊，出席会议，接收健身测试，和员工一起吃午饭聊天，至今已经上了25次运动时间锻炼课。作为这项研究的一部分，我们了解到，团队领导者会和团员们比赛靠墙半蹲时长，公司会通过引体向上比拼评估员工的身体状况，在单调的工作间隙，公司还会举行乒乓球比赛。有一个周五上午，一名男员工赤裸上身走到厨房区域，展示他实现的健身成果：六块腹肌。

即使算不上过激，比约恩·博格公司的氛围和邦格的领导风格也可能显得和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但如今，越来越多企业领袖专注于健身，邦格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近十年来，铁人三项比赛在企业高管中很受欢迎，他们甚至举办了一场名为铁人高管挑战赛的比赛。2001年到2011年，至少跑完一场马拉松的CEO人数翻倍。瑞典一项对将近3000名经理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经理称，体育锻炼对他们的领导技巧有积极影响。

不过，邦格等健身型高管认为，办公室的工作好比体育运动，或者说运动可以对办公室的工作产生正面影响，这种想法对吗？的确如此，多项研究认定，体育锻炼和认知表现有正相关。在邦格出任CEO后，比约恩·博格公司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得到提升：2013年到2016年净销售额大增27%，营业利润翻了3倍。2016年一年，公司员工的敬业度提高3%，达到75%。邦格还指出，包括压力管理和睡眠相关的工作坊在内，公司对总体身体健康和工作家庭关系平衡的投资已经给员工的生活带来了正面的影响。虽然CEO邦格为这些数字和工作环境的变化而骄傲，但要想实现2019年的目标，就要在三年内让销售额再高涨56%，员工敬业度提高15%。

然而，还有些不那么积极的问题：至今尚未有任何经过同行评审的迹象证明，CEO的健康状况和企业的价值有关。尚不清楚，是否个人身体变得健康会与降低短视问题（如裁员或公司架构重组）的影响有关，或者与令员工在工作中感到更开心（甚至生活整体变得更幸福）有关。

在比约恩·博格公司，大部分和托基尔德交流过的员工看来都全情投入将工作视同健身的理念，但也有人持异议。少数员工对邦格的领导持同样的批评态度，比如指出他爱用高呼“伙计们我们一起干！”来给大家打气，而且他规定所有人必须健身，有时甚至有点走极端（例如在户外团建锻炼结束时，要蹚着齐腰深的水走过一个进水口）。

多位员工还提到了公司的人员流失率：比约恩·博格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6年，员工整体离职率从8%猛增到25%。管理层承认，邦格上任的前两年流失率高，但认为这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样一来，公司可以挑选新鲜血液加入。

那么，向健身中心取经的CEO能否完美地将这类管理理念转换到企业经营中？这种理念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

邦格本人对此并不担心。当我们问及，运动健身能不能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肯定能！”

不过，在为自己的观点辩解时，这位CEO并未完全恪守己见。我们小心地向他提起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问他这种没能满足今天健身标准的领导人何以名满天下，邦格在我们午饭后抹着自己的盘子回答：“丘吉尔是他那个时代的领袖。他是一位天才。可我觉得，他如果在世，应该不会愿意加入运动时间。他可能会对我吐槽说见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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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基尔德·塔内姆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管理与组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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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价值观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很大的不同？看看微软斥资75亿美元收购GitHub，就知道了。该收购价接近GitHub年经营性收入的30倍（意味着估值高得离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2016年微软收购领英（LinkedIn）的价格是260亿美元（年收入的7.2倍），而外界已将此视为历史上出价最高的科技行业收购之一。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价值观差异呢？通过剖析人们对硅谷运作方式的普遍误解以及上述高估值来自何处就能找到答案。

在硅谷，为股东创造价值基本上有两种途径：经济途径和战略途径。经济价值是商学院和股市上的东西，跟收入或利润倍数、销售额增长率、利润率和管理理论有关，衡量的是一家独立公司的成长和成功能力。

当我们谈论油价如何影响埃克森（Exxon）的股价时，我们凭直觉把该公司的业务（开采石油）和油价直接联系在一起，并推断它们和股价有怎样的关系。与之类似，如果你开了一家干洗店，它的价值就取决于你有多少顾客，他们花多少钱洗衣服，你提供服务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对增长的预期。

另一方面，战略价值和这些东西几乎不沾边，它差不多完全取决于一家公司的产品和/或市场地位怎样提升或限制另一家公司（通常规模更大）取得成功的能力。实现战略价值的并不是一家公司独立赚钱的能力，而是它为别人创造（或者某些情况下保护）利润的能力。

一家五个人组成而且没有收入的公司能卖出10亿美元的高价，而另一家有500名员工和1亿美元收入的公司却只能以前者几分之一的价格转让，核心原因就在于上述差别。虽然大多数人们耳熟能详的硅谷成功事迹都体现其巨大的经济价值，比如苹果公司、Facebook和谷歌，但绝大多数成功的创业故事都不是建立一家能首发上市并且作为上市公司还能继续发展（这个任务难度极大）的企业，而是与为别人打造有价值的东西有关。

换句话说，微软花75亿美元不是为了获得GitHub的盈利能力（即经济价值），而是要接触到众多每天都在使用GitHub代码仓库产品的开发者（即战略价值）——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导入微软的开发环境中，而这才是微软真正赚钱的地方。

让我们再看两个众所周知的战略价值事例。2006年，谷歌以（当时）令人瞠目的16亿美元报价收购了YouTube。YouTube当时绝对没有盈利，而且还因为非法上传的视频面临着似乎无穷无尽的责任问题。那为什么要买下这家疯狂的公司呢，更不用说还支付了很高的溢价？原因并非YouTube随后的盈利能力——10年之后它是否盈利也依然是个谜。这是因为YouTube对谷歌而言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它有能力阻止一名竞争对手挑战谷歌非常赚钱的搜索业务）。现在外界普遍认为谷歌对YouTube的收购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并购之一——再说一次，经过了10年以及数十亿美元的投资，YouTube很可能仍未盈利。

另一个例子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2007年斥资数十亿美元收购MySQL（当时我正在MySQL任职）。MySQL的主要产品是一个免费的开源数据库，它极易使用，而且为几乎所有网站提供了后台功能。MySQL的收入寥寥无几，其整体经营模式（即经济价值）最多只能算一种投机行为——然而，有好几家公司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它。

MySQL拥有的是战略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对甲骨文（Oracles）、IBM和微软来说，其战略价值在于保护它们赚钱的数据库业务，使之免受一款免费产品的影响——后者能实现这些公司昂贵的解决方案中80%的功能（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升）。虽然这是战略价值的一个典型例子，但实际情况表明它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当时太阳微系统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批量生产、价格低得多的Linux服务器迅速挖掉了它昂贵硬件业务的墙脚。太阳微系统需要对这个威胁予以回应。对它来说，收购MySQL可以让它在数据库领域建立某些独特优势，从而让基于太阳微系统/MySQL的网站的运行速度比以竞争对手的解决方案为基础的网站快10倍。由于直接关乎太阳微系统的存亡，这一点的战略价值确实非常大（这也是6个月后甲骨文收购太阳微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微软收购GitHub成了头条新闻，但它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它们体现出的基本“真理”都与最成功的高科技初创公司的主要价值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可自持公司是一种例外情况，而不是规则。大多数最成功的案例都源于战略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如果围绕这个主题重新梳理自己的思路，理解硅谷这个疯狂世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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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恩斯坦是在硅谷办公的投行人士，为科技、娱乐和传媒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在风投公司The Process Fund担任合伙人。他还是几十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投资人或顾问，参与过数亿美元的融资，还在总额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活动中充当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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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管理一家公司，负责某个职能部门、地区市场还是业务单元，领导者对下属影响都相当大。基层员工往往根据领导的反馈判断自身行为。这样一来，无论好坏，领导者对团队的习惯都会产生影响。领导的行为相对公开，如同在大屏幕上播放一样，所以责任重大。遗憾的是，很多团队领导不够重视这一责任。其后果可能比大多数领导团队想象的严重得多。

如果领导得当，团队可保持步调一致，增强凝聚力。而最糟糕的情况下，领导团队变成坏榜样，一些严重的劣习得到容忍，甚至还获得奖励。以我30年来与多个领导团队合作的经验，三种领导层的习惯对公司负面影响最大。以下是我对解决相应问题给出的建议。



主次不分

大部分领导团队不会有效利用时间，简直让人吃惊。他们很随意地设定会议日程，（如果要开会的话）经常只提前几天决定日期。讨论经常偏离主题，喜欢纠结于细枝末节。即使开会也做不出决策，拿不出方案解决问题。咨询公司RHR International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业绩出色的领导团队之中，93%善于优先处理最重要的问题，96%能把精力集中在正确的问题上。而业绩不佳的领导团队中，只有62%的团队能处理好主次，53%的团队摆正了处理问题的重心。如果领导团队分不清轻重缓急，影响会很严重：浪费资源，浪费精力，混乱变成常态。

我曾和一家科技服务公司合作。在营业收入计划方面，该公司的美国东部地区业绩不如中部和西部地区。经过仔细了解，我发现东部地区的领导团队每周都要调整促销活动，而其他地区一个月调一次。而且，东部地区明明安排每两周开一次会，实际上每次开会平均间隔六周。会议时间大概45分钟，一般领导紧急接电话或者要处理什么急事就匆匆散会了。东部的业务部门像没头苍蝇一样，一个受访成员表示：“我们从来搞不清什么最重要。如果某天有人因为什么事冲我大喊大叫，这事就优先办。”

高效领导团队能把各种事务的优先次序分得很清楚。他们的精力只放在战略地位最重要的事项上，而且不会分心。他们坚持明晰的决策流程，而且确保整个组织清楚了解工作重心。



恶性竞争

领导团队之间的竞争并不鲜见。毕竟，领导想晋级，想争夺“重要任务”，就得从同僚中脱颖而出。但假如领导者都太过信奉个人主义，争抢资源、地位、影响力，以及最常见的争夺目标——老板的位子，团队就可能四分五裂。我曾经短暂合作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就喜欢鼓动团队内部竞争。他故意给团队成员设定彼此冲突的目标，认为这样有助于产生最好的创意。实际上，他的做法导致了团队成员严重钩心斗角，还故意隐瞒信息。

恶性竞争让团队信任度下降。如果团队成员不相信同事的动机和默认的安排，就会出于自保、甚至自私行事，避免职场失败的风险。一旦工作进展不顺，成员就会相互指责，没人愿意承担责任。当成员之间失去信任，团队几乎不可能做出重大决策并顺利执行。倘若整个团队都知道决策各方意见并不一致，也很难要求其他团队成员执行。

我们曾经分析一家公司的问题，该公司制造部门一名员工提到供应链同事时吹嘘道：“我五年都没和他说过话，即便一直到退休都不跟他说话也无所谓。”两人的仇怨其实因为两个部门领导恶意竞争，结果影响了两个部门的业绩。结怨以来，客户对发货延误和出错的投诉有增无减。新上任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得知两个部门不和之后，将部门领导叫到自己办公室。首席执行官听双方讲述各自理由后，对他们说：“给你们一个月时间理清问题，协调好两个部门通力合作，不然你们俩都走人。”

领导团队必须通力合作。领导者要有共同的目标，一同承担责任。RHR International的研究显示，高效领导团队推动成员为共同目标承担责任的可能性是低绩效团队的五倍。应该团结力量一致对外。



徒劳无益的冲突

假如领导团队处理冲突和信息不当，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就会效仿。RHR研究显示，87%的高绩效领导团队能有效处理冲突，信息公开透明，82%的高绩效领导者互相交流建设性的反馈。只有44%的低绩效领导团队能有效处理冲突，52%的低效团队领导者交流反馈并公开信息。两类团队表现差异极大：在高绩效领导团队，员工平均工作投入程度高达87%，而在低绩效领导团队，员工投入程度降至45%。

团队内部应禁止背后讲同事的坏话，隐藏真实看法，以及决策做出后暗地里拒绝执行。领导团队应该对禁止行为出具书面规定，让公司的其他成员都了解相关规定并各自承担责任。我见过最优秀领导团队亲自拟定行为准则，向全公司公示并定期评估领导表现。以我的经验来看，当领导知道全公司都在盯着自己如何履行规矩，在破坏规矩以前就会三思而行。

既然领导团队全天的行动都要被摄像机拍下，那为何不借此机会培训公司员工？跻身领导团队应是一种荣耀。伴随着荣耀的还有一份责任，那就是：作为领导应该身先士卒，要值得员工们当成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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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卡鲁奇是咨询公司Navalent的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经常与追求组织、领导者和行业革新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合作。他著有八本畅销书，包括最近荣登亚马逊网站热销榜头名的《崛起之路：卓越高管指南》（Rising to Power:The Journey of Exceptional Execu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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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创新团队若在执行上不出问题，几乎总能获得比传统方式更高的生产率、更充足的士气，产品也更快投入市场、质量更好、风险更低。但如果企业准备启动数十个，甚至成百上千个敏捷团队呢？还会取得同样效果吗？业务各个细分市场能否都按敏捷方式运营？这些愿景虽然良好，但是很难成真。企业往往难以辨别哪些部门可以重组为跨学科的敏捷团队，哪些不能。另一种常见情况是：企业准备启动数十个全新的敏捷团队，落地时却受低效的官僚体系掣肘。



也许作者对敏捷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很多企业受限于官僚体制，无法实现必要的变革。无论数据、知识和任务如何或在何处交汇，企业敏捷需要人力和系统的整合。OODA循环（OODA loop）被战斗机飞行员用于战场决策，由观察（Observe）、定位（Orient）、决定（Decide）与行动（Act）组成，也适用于商业环境。为了让企业敏捷化，我们要观察到，企业受制于不再适用的低效系统。然后定位自身，采用可重复的动态神经系统，将所有数据资源整合起来。我们决定采用管理路径，并行动起来，让用户能够给相关方分配任务，指导商业活动，在需求发生变化时随机应变，并追踪分析结果，体现重复性。

——穆厄·贾法里

Coras公司CEO




尽管敏捷和司克兰（Scrum）似乎最适合产品团队，但供应商和销售商也能从敏捷工作流程中受益无穷。此外，一个敏捷且齐心协力致力于“客户成功”的团队，比庞大的官僚机构对企业客户的影响力要深远得多。

——米尔科·格雷温

Backbase公司客户成功交付经理




令我好奇的是，如今全球化、异地办公成为趋势，在实践敏捷法的过程中，这些团队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异地办公的敏捷团队需要克服距离障碍，创造自发性、带来创新、构建信任。

——克莱尔·尼尔森

Sococo公司营销经理






	众说 | Interaction

	

	高效能人士的七大特征

	
		杰克·曾格（Jack Zenger）、约瑟夫·福克曼（Joseph Folkma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5月2日微信文章《高效能人士的七大特征，你有几个？》

	

	



你的团队里有没有人看起来效率出奇的高？他能够完成巨大的工作量，且不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根据对7000多名职员的调查分析，高效能人士真的都很擅长做这七件事：设立延伸目标、行为一致、建立自身的知识与技能、结果导向、预测和解决问题、积极主动和具备合作性。他们可能像是通过魔法完成了工作（或者偷工减料），但他们其实是依赖于这一系列的技能组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习得并加以利用之。



随着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地理、语言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员工的效率潜能也越来越大。超高效能的员工通常都是规则的改变者。当我在招聘新员工和开发现有人才以解决商业挑战时，我会寻找有这些特点的人。然而，在团队协作中，这些人可能需要温和的提醒，退后一步，放慢速度，从而与节奏不一致的同事一起合作。

——格伦·霍尔斯滕

AstraZeneca生物制品供应链业务全球主管




当与节奏不一致的同事一起工作时，高效能人士可能会需要有人提醒他们放慢速度。

—— 格伦·霍尔斯滕




在我的经验中，相较于大多数人，超高效能人士同样更能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而不被任何事分心（除非被其他人或会议等事情打断）。这种专注与延伸目标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他们具备非同寻常的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克莱尔·埃弗雷特

Prosegur国家质检员




HBR调查结果

问题：当政府机构推出一项有争议性的政策指令时，企业或者CEO应该在多久后表态？



[image: ]




我希望看到一些支持这些结论的数据。尽管这篇文章强调了许多看起来很重要的特点，但它并没有解释“程序员洞察力”，这是整个硅谷的共识。优秀的程序员不只是专注——还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智力与连接点的能力。正是这种洞察力造就了这些人，使他们比其他的超高效能员工更加出众。

——乔尔·米勒

Customer Vineyard总裁







	众说 | Interaction

	

	丧失最佳员工

	
		惠特尼·约翰逊（Whitney Johnso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5月1日微信文章《你是如何失去你的最佳员工》

	

	



你希望成为伟大的老板。你希望你的公司成为人们最向往的工作之处。但是现在，就在此时，你的一个重要员工可能要辞职不干了。她一直都以最好的状态去工作，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资产。但是她的收获已达顶峰，她的成长已经止步不前，她需要新的挑战来重新振作起来。作为她的老板，你不想改变任何事情。毕竟，她工作效率超高，完美无瑕，总是按时完成一切。你希望她继续停留在现有岗位上。这是一个永远失去她的好方法。伟大的老板懂得如何让员工不断学习，找到新任务、新挑战，甚至公司其他地方的新角色，以让他们持续专注。



这篇文章非常有趣，但是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难以应用。比如技术类职工，他的技能仍然需要完善，当他的角色发生变化时，很少有人有能力填补空缺。即使对中型组织来说，这也是一个挑战。如何避免那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基层员工职业倦怠，我想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马克·瑞恩

读者




作者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当人们专业领域很深时——比如脑外科医生或航空工程师——你看不到很多角色跳跃。但仍有办法模拟这种情况：新项目、团队的新配置、新客户、新区域、新老板。你总有办法让工作变得新鲜，即使是在现有领域的限制之内。



这篇文章准确地描述了我对于目前工作的感受。我所在部门特别需要员工，而且公司整体上特别缺人。我爱我的工作，我也擅长于此。但是我现在开始觉得累了。我希望成长，能在事业上更进一步。但是我的老板很清楚地表示，她希望我待在目前的职位上。现在我发现自己想要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职业改变。

——香农·尼奈

阿特拉斯医疗STNA




作者回应：你的遭遇是世界上许许多多人都经历过的——谢谢你分享这些。在你决定离开公司之前，你可以和你的老板好好谈谈。如果你们的关系很好，她可能会从你的角度看待问题。你考虑一下这个建议吧。



HBR.ORG
近期热点话题

《为什么明星员工会离开“伟大的企业文化”》

（Why Great Employees Leave “Great Cultures” ）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与互联网企业大妥协的末路》

（GDPR and the End of the Internet’s Grand Bargain）



《开会时陷入尴尬境地该如何回应》

（How to Respond When You’re Put on the Spot in a Meeting）



《职场父母经验谈》

（What I Learned About Working Parenthood After My Kids Grew Up）



《谦虚领导力如何起作用》

（How Humble Leadership Really Works）



《要了解特斯拉的未来，且看通用汽车的历史》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of Tesla, Look to the History of GM）



《如何对一个你讨厌的人生出同理心》

（How to Develop Empathy for Someone Who Annoys You）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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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刊 大思路
网络安全终结

智能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Ponemon Institute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的结果表明，网络攻击产生的成本、频率和抵御时间已经连续四年呈上升趋势。网络攻击的复杂性近几年正呈指数级增长，黑客激进分子不仅非常专业，并且互相分享情报，以获取敏感数据并破坏关键的企业业务。随着网络攻击的复杂性、频率和财务影响不断提高，威胁形势日趋严峻。金融服务、国防、能源和公用事业领域的企业遭遇网络犯罪产生的成本远远高于处于零售、酒店和消费类产品行业的企业。

不论投入多少资金，都无法彻底防范黑客攻击。是时候选择另一种网络安全方式了。企业应该考虑，是否应该为了获得多个系统同时在线的收益，而背负网络安全的风险。一种新的观点认为，要让那些一旦被攻破就可能产生致命后果的关键系统离线。的确，企业要为便利和高效付出代价，但如果就为了获得便利和高效，丝毫没有减少网络风险，这种代价会不会比抵御网络攻击不断攀升的成本还高？



[特写]

3D打印攻略

随着 3D 打印的能力提高，可用材料范围扩大，供应商生态系统扩张，该技术可能生产更多相对平价的产品，因此，这项技术应用相对有限的地位正在改变，在越来越多行业，它开始占据制造厂商的核心位置。从战略角度看，这意味着增材制造正成为一项全方位的竞争利器：企业可以用它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夺走业内霸主的主导地位，或者探索打印机生产不同行业产品的功能，实现业务多元化。


[特写]

企业家可以从硅谷身上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技术的发展通常比社会应对技术的能力要超前。虽然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补贴，但特斯拉绕过了传统的经销商，直接将车卖给消费者，因此违反了美国各州和地方监管法规。创新带来了一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壁垒，同时给监管行业、经营企业、维持生计甚至社会秩序的一些传统方式构成威胁。但古往今来，创新的发展一贯如此。（早在20世纪前期，汽车诞生之初的行驶速度还不允许超过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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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找准
新品发布节奏

	FINDING THE PERFECT PACE FOR
PRODUCT LAUNCHES



研究显示，一家市值56亿美元的公司，如果将新品推出时间的规律性提升10%，市值将增加7.02亿美元。




按照传统，苹果在今年初秋又将发布至少一款新iPhone，这是消费电子产品界的年度盛事。依靠智能手机，苹果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三星等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的节奏快得多，但仍无法与苹果匹敌。佐治亚州立大学营销学教授库马尔（V. Kumar）和同事阿玛莱什·沙马（Amalesh Sharma）、阿洛克·萨布（Alok Saboo）观察到这一悖论，并开始思考：如果企业希望最大化股东价值，那么应在给定时段内推出多少件新产品？分散或集中这两种发布方式是否有区别？新产品和现有产品的相似度是否重要？

即便没有学术研究，管理者也很清楚，推出新产品会影响到设计、研发、生产、营销等多个部门。推出多件新产品会给企业带来很高成本，可能影响股票回报率。企业将不尽如人意的财报归咎于新产品是常有的事；密集推出新产品也可能消耗过多人力和系统资源。

然而，参照此前关于企业从新产品中快速学习的研究，库马尔的团队认为，问题并不仅在于成本和资源限制。“频繁推出新产品的企业很少有时间评估产品，难以从中学习、吸取经验并将其用于商业目的。”他们写道。理想状态下，企业应找准节奏，将一款新产品的经验用于后续产品，这将大幅提升股东回报。研究者认为，这个假设如果成立，将能得到实证证明。

为此，研究者选择分析制药行业。对制药企业来说，新产品与营收增长和市值关系重大。研究者参考多个数据库，并梳理了1991年至2015年间73家美国上市公司的信息，统计出1904种新药的推出时间。接着，他们计算推出新药的节奏（一段时间内推出新药的平均数量）和规律性（推出新药时间间隔的变化），并分析新药针对的领域和具体病症是否在公司已有产品覆盖范围内。

研究者收集了每家公司的股价数据，并将股票回报与行业平均水平对比。为准确分析推出新药的影响，他们排除了其他变量，包括专利实力、产品竞争情况、媒体关注度，以及公司规模、成立时间和财务状况等。

分析结果表明，研究者的假设基本成立。推出过多新产品的企业，以及新产品与现有产品关系不大的企业，价值增长都逐渐放缓。新产品间隔不规律的企业表现不及行业平均水平，遭遇市值缩水；新产品较为复杂，或研发费用与营销费用之比较高（对创新的投入高于销售）的企业尤其如此。“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新产品的推出节奏和品种选择都有讲究，管理者必须加以考虑，”研究者写道，“管理者应花时间研究已推出的产品，并将其中的经验用于此后的新产品。”

关于推出新产品的最优节奏、间隔和品种选择，本项研究并未给出具体方法，但提供了统计数据和计算公式，能够帮助管理者理解为何改变节奏能提升公司价值。更重要的是，本项研究证实了推出新产品存在最优节奏，且企业应注意不超出其范围。研究者还估算出更合理的新产品推出节奏能带来的价值增量。例如，一家市值56亿美元的公司（样本中的平均水平）如果将新品推出时间的规律性提升10%，市值将增加7.02亿美元。本项研究充分显示，除产品研发外，推出新产品的流程也非常重要。

库马尔承认，管理者面临来自投资者、客户、媒体、竞争者等多方面的压力，经常被迫加快推出新产品的速度。但他认为，对速度的关注常常并无道理。“我们的研究充分显示，企业不应只关注下一款产品，而应将全部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他说。过于关注竞争对手推出新产品的时间也是错误的。库马尔认为，企业希望通过快速推出新产品来击败对手，就如同投资者想要准确预测市场波动——研究证实这种做法常常带来损失。“推出新产品的节奏有讲究。”他说，“一定要总结上一款产品的经验，并确保自己不受资源短缺的限制。”



理念回归实践

艾伦·多纳休-道尔顿（Ellen Donahue-Dalton）
“短时间内做太多产品，就好像把花生酱涂得太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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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产品需要研发和营销部门的密切配合，保持适当的速度和节奏十分重要。《哈佛商业评论》最近采访总部在达拉斯的人口健康管理软件公司Medecision执行副总裁、首席营销和客户体验官艾伦·多纳休-道尔顿（Ellen Donahue-Dalton），讨论了这方面的新研究成果。以下是采访内容摘要。



本项研究和你们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发布了10款新产品，这个速度大约是以前的两到三倍。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发布产品的节奏和间隔规律、所需资源，以及如何从每次发布中学习。



如何决定发布新产品的时间点？

我们每年多次发布新软件，时间经常会选在年度行业大会或我们的年度客户论坛。关于发布的节奏，最大的考虑因素是客户消化新产品的能力。我们的主要产品是工作流自动化软件，新产品会使得客户大幅更改运营流程、重新培训员工，因此会带来显著影响。医疗是一个严监管的行业，因此在合规方面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的软件必须完全嵌入客户组织，这是我们在规划新产品发布节奏时需要考虑的。



本项研究是否影响了你对公司近期产品发布的评价？

回过头看，我觉得放慢速度、拉大间隔可能会更好。问题不在于开发团队做出app的能力，而在于我们能否在新产品发布前后培养客户的亲近感，同时不过度消耗营销资源。如果短时间内做太多产品，你就会遭遇“花生酱效应”——把它涂得太薄。



一款新产品究竟能为下一款提供多少经验？

产品要想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就必须帮助客户降低成本、显著提升运营效率、让医生和患者接受，并改善医疗结果。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我们尽可以听取客户的想法，但在产品实际投入使用前，我们无法衡量改进效果或成本节省情况。为让市场接受，我们必须证明新产品能够快速带来价值。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它是一个高度迭代的过程。



衡量和证明的难度有多大？

每次推出新产品都需要大量客户参与。我在读这份研究报告时想到，我们推出了太多新产品，而且经常同时发布多款产品，这让我们很难识别成功的关键因素。例如，假设我们能证明一款app为某个客户带来价值，但它是否也能为类似的新客户带来价值？相似的程度必须有多高？我们为近期推出的新产品投入了大量成本和资源，未来我想放慢节奏看看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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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阿玛莱什·沙马（Amalesh Sharma）、阿洛克·萨布（Alok Saboo）、库马尔（V. Kumar）：《推出新产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制药行业为例》[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Characteristics of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Process on Firm Value: The Case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市场营销》（Journal of Marketing），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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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

	“客户契合度”低或伤及利润

理论上，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银行应能提供各类服务，如支票入账、转账、汇票购买等等。但三项新研究发现，这种经营策略有局限。在其中一项关于客户满意度驱动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58294次现场业务办理，发现客户满意度的差异中，近1/4来自客户本身的差异，而与营业员或地点等因素无关。

为进一步解释这些差异，研究者分析了166家银行的149389名客户在5年中提交的满意度评价。结果发现，客户在人口特征或业务类型方面与银行的典型客户差异越大，满意度就越低。第三项研究显示，这些差异可能伤及利润：在同一银行品牌下，相比客户更为同质化的支行，客户高度多元化的支行存款增速和利润都明显较低。

为提高客户满意度，管理者一般会加强员工培训，或升级基础设施、改进流程。但这一组研究显示，个人客户需求与银行能力的契合度是客户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多元化的客户群必然对此构成挑战。研究者建议管理者采取措施提高客户契合度，包括区分业务类型、明确本机构适合的客户类型，以及设计易于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如果不先处理好客户契合度，就很难控制客户满意度。”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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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瑞安·布尔（Ryan W. Buell）、丹尼斯·坎贝尔（Dennis Campbell）、弗朗西斯·弗莱（Frances X. Frei）：《客户契合度与服务表现》（“The Customer May Not Always Be Right: Customer Compatibility and Service Performanc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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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

	社交媒体用于工作有风险

社交媒体是强大的沟通工具，能帮助员工分享创意、解决问题，并提高公众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关注度。但将社交媒体用于工作也有风险：在工作中使用社交媒体的员工更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工作机会，且更容易吸引猎头注意，因此更可能成为被挖对象。对一家医疗公司277名员工的调查发现，在工作中使用和不使用社交媒体的员工在态度和行为方面有显著差异。下图显示了调查结果。■



受访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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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Facebook上使用表情符号较多的国家， “国民幸福”程度较高；表情符号种类越丰富，幸福指数越高。

劳拉·维伊尔（LAURA VUILLIER）等：《表情符号与幸福感》（“Amount and Diversity of Digital Emotional Expression Predicts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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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

	感谢的黑暗面

积极心理学研究高度评价表达感谢的益处，甚至有专家建议人们记一份“感谢日记”。但在竞争情境下，这种积极情绪可能带来不良后果。研究者组织了五项实验，观察谈判过程中一方表达感谢引起的反应。在其中一项计算机模拟的实验中，参与者扮演买家，与卖家商讨一个背包的价格。部分参与者第一次出价后，卖家在还价过程中表示感谢（“感谢你出价60美元，这真是太棒了！”）。相比收到中性反馈（“收到你60美元的出价，我希望的价格是……”）的参与者，这部分参与者第二次出价更低。

在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扮演寻找租客的公寓房主。在第一次要价后，相比得到中性反馈的参与者，受到感谢的参与者第二次要价更高。后续实验显示，表达感谢表明谈判者可能比较宽容，而对手常常报以计谋和欺骗。

“在竞争情境中，慎重表达感谢将让你受益。”研究者说。他们补充说，如果竞争对手让步，你可以在心里感谢，但正式协议不到手就不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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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杰里米·叶（Jeremy A. Yip）等：《表达感谢可能被竞争对手利用》（“Thanks for Nothing: Expressing Gratitude Invites Exploitation by Competitor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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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

	模仿招聘者讲话可增加面试成功率

招聘者希望判断求职者能否“融入”公司文化，因为这种契合度经常能预示工作表现。但这种策略可能有问题：它可能受到社会偏见影响，导致组织缺乏多元性，而且面试官经常过于关注发型、着装等不相关的外在特征。

为找到评估文化契合度的可靠方法，研究者请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求职者在申请过程中回答三道问题。面试官没有看到求职者的回答，因此聘用决策未受影响。运用标准文本分析技巧，研究者分析了成功入职的353名申请者的回答，并与被拒绝的11234名求职者对比。他们发现，成功求职者的表达方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他们使用公司名称的比例是被拒绝求职者的三倍。该研究发现，语言相似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申请成功的概率就能提高20%之多。

在接下来针对新员工与老员工邮件沟通的研究中，研究者证实，语言相似度同样能预测新员工入职后的文化契合度。“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求职者的语言中包含可识别的明显信号，这种信号与招聘者通常看重的文化特征大相径庭。”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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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萨拉·斯泰因（Sarah Kathryn Stein）、阿米尔·戈德伯格（Amir Goldberg）、萨米尔·斯里瓦斯塔瓦（Sameer Srivastava）：《运用语言分析预测聘用结果》（“Distinguishing Round from Square Pegs: Predicting Hiring Based on Pre-hire Language Us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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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

	咨询顾问的作用能持续多久？

聘用咨询顾问来提升运营效率的企业，表现通常在短期内得到提升。但这种效果能否持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丰田方式”的支持者认为，聘用外部顾问是持续改进的开始；也有观点认为，2/3的变革计划以失败告终。一项新研究显示，正确答案介于二者之间。研究者总结出提升聘用外部顾问回报率的关键因素。

从2008年开始，一些咨询顾问在17家印度纺织公司旗下28家工厂中的一部分工作两年，其余工厂作为参照组。2017年，为考察咨询顾问的建议是否产生持久效果，一个研究团队访问了这两组工厂。他们发现，尽管咨询顾问建议采取的措施中约一半已被放弃，但实验组工厂的工作方法和表现都明显领先。这些工厂的生产率增速高出35%，且很多新的标准实践已传播到同公司旗下的其他工厂——溢出效应增加了咨询项目的价值。

研究者还调查了为什么咨询顾问提出的很多明显有效的建议遭到放弃。“管理层变动和CEO/CFO投入时间不够，是管理实践被放弃的两个最常见的原因。这凸显了核心员工的重要性。”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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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等：《管理干预是否有持久效果？来自印度的经验》（“Do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Last? Evidence from India”，工作论文）



工作满意度高的员工较少缺勤， 但在负罪感测试中得分较高的员工， 即便不喜欢工作也会尽量保持全勤。

瑞贝卡·绍姆伯格（Rebecca L. Schaumberg）、弗朗西斯·弗林（Francis J. Flynn）：《职业满意度与缺勤》（“Clarifying the Link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Absenteeism: The Role of Guilt Pro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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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

	绿色董事会

一项针对1681家公司的研究发现，82%要求董事会管理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会，但世界各地企业差异明显，欧洲企业提出这项要求的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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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

	快速成功易导致过度自信

过于自信可能会是个问题。新研究揭示了过度自信的一种生成方式。在一项涉及医学诊断的实验中，没有相关经验的参与者一开始并不自信，但很快获得几次成功后，他们就高估了自己的实际水平。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新手泡沫”。下图显示了参与者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如何脱离实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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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1980年1-2月刊

“对很多人来说，‘管理老板’这个说法可能显得不寻常或可疑。但我们指的不是勾心斗角或拍马屁，而是通过有意识地与上司合作，为你、上司和公司争取最好的结果。”

约翰·加巴罗（John J. Gabarro）、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管理的老板》（“Managing Your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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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发展

	能力最强者不一定是好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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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前，加拿大教育家劳伦斯·彼得（Laurence Peter）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彼得原理”的理论：管理者即便不一定能在新岗位上取得成功，也会凭借目前的表现得到晋升，因此总会晋升到他不称职的职位。这一理论尽管被普遍接受，却从未得到大规模的实证检验。不过，最近一项研究考察了企业是否会放弃最合适的潜在管理者，而选择业务能力更强的员工。

研究者分析了多个行业214家公司53035名销售员和销售经理的绩效数据。（因为绩效容易评估，销售很适合检验这一理论。）他们发现，首先，成功的销售员确实更容易得到晋升：销售额每翻一番，销售员晋升为经理的概率就上升约15%。其次，销售业绩与管理水平负相关：销售额每翻一番，销售员成为管理者后下属的业绩就降低7.5%。研究还发现，经常与同事合作结单、分享提成的销售员，成为管理者后的表现好于“独狼”型销售员。

研究者指出，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管理规则不合理。“企业的晋升决策高度依赖员工在当前岗位上的表现，以此激励员工付出努力，并维护公平性。”他们说。不过，领导者应评估将业务能力最强的员工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代价，并考虑用加薪而非升职的方式来奖励他们。企业也可以考虑设置双重发展通道，让业务能力出众的员工和领导力强的员工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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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阿兰·本森（Alan Benson）、达妮埃尔·李（Danielle Li）、凯利·许（Kelly Shue）：《晋升与彼得原理》（“Promotions and the Peter Principl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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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

	社会政策有助于发明专利

创新是一种社会进程，而政府政策能影响人们的互动方式。新研究揭示了一项令人惊讶的关联：对1990年至2007年美国专利申请的分析显示，实施医用大麻合法化和认可同性公民权利团体这两项政策的州，专利申请成功数量大幅增加，表明创新成效显著提升。研究者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证明其间存在因果关系。“州一级的社会自由化政策显著影响当地的创新成效。”研究者写道。下图显示了实施相关政策的州与其他州的专利数量比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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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在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阿什利·马丁（Ashley Martin）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凯瑟琳·菲利普斯（Katherine Phillips）请参与者阅读一系列关于性别差异重要性的表述，并根据认同程度打分。他们发现，相比主张关注女性特质（“性别敏感”）的女性，主张关注男性和女性相似点（“性别中立”）的女性，权力感和自信心更强。研究者的结论是：




	淡化性别，

女性更受益

	WOMEN BENEFIT WHEN THEY DOWNPLAY GENDER

			妮可·托雷斯（Nicole Torres）| 访 王晨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马丁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马丁：在本项研究和其他四项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规律：淡化性别差异让女性更自信。这些女性认为自己能克服工作中的挑战，并且勇于提出不同意见。她们愿意承担更多风险、采取主动，并积极沟通。在男性主导的环境中，这种现象最明显。



女性认为，强调性别差异将影响他人对她们领导能力的评价。




HBR：淡化性别指什么？

性别中立和性别敏感都是实现平权的策略。性别敏感指的是主张承认并接受性别差异的一系列观念和行为，性别中立则相反。不过它并不意味着完全忽略性别差异，而是主张性别差异的重要性低于其他因素，并减少对它的关注。淡化性别的策略关注两性的相似点，同时也关注独特性：让某个人与众不同的因素，而非某位女性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两种策略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我们无法确定哪种更有效。



你似乎主张性别中立更好。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特定情境下是这样。从性别中立的视角看，坚定、竞争、冒险等职场进取所需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不再含有“男性”意味。将这些特质“去性别化”，可让女性更容易在自己身上发现它们，并更乐于接受。



女性必须淡化自己的性别，才能在职场得到更高评价，这听起来有点遗憾。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一阶段吗？

性别中立确实有点反常识，因为我们总在宣传多元性。问题不在于多元性本身，而在于我们强调哪些差异。



哪些差异存在问题？

我指的是人格、兴趣和技能方面的基本差异，它们其实都是刻板印象，规定了男性和女性各自“应该”具备的优势和特征。我们的第一项研究发现，当被要求思考性别差异时，女性经常列举出主体性、坚定、独立、竞争、行动力等特质。人们现在仍倾向于把这些特质与男性和领导者联系起来。我们还发现，女性认为强调这些“差异”，将损害他人对她们领导能力的评价。



阅读主张性别差异不存在的文章后，女性变得更自信。




所以其实是要淡化人们对两性能力差异的观念，而非淡化实际表现的差异？

没错。我们不应淡化实际存在的问题，比如女性整体上遭遇的不平等。有研究证实，如果能力至上的工作体制忽视对人们境遇和机会差异的考量，女性和少数群体将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你无视这些差异，你就是在无视组织中损害女性自信的系统性问题。你会认为，如果体制没问题，那就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这种态度是有害的。

我们必须谨慎使用性别中立策略。它的核心是消除女性在技能方面与男性不同的观念，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淡化性别会让人感觉无法保持本真吗？

完全不会。性别中立并不主张女性应该更像男性，而是要消除男性和女性分别具备某些特质的观念。实际上，我认为性别敏感也有损害本真性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不认同“女性特征”的女性。强调性别差异，然后鼓励男性和女性在工作中展现真实自我，这等于预设他们的真实自我是围绕性别建构的。性别中立让人们真正保持本真，而不去定义本真性对男性和女性分别意味什么。



性别中立能否让女性更自信？

是的，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让研究参与者读一篇关于如何实现职场平权的文章。其中一半人读的文章主张，性别差异并不真的存在，我们应关注相似点，从而实现和谐；另一半人读的文章主张，应该强调性别差异，女性有很多独特的重要技能，我们应通过充分承认差异实现和谐。相比阅读后一篇文章的女性，阅读前一篇文章的女性感到更自信，更认同“我能够克服挑战”“我乐于在工作中提出不同意见或质疑他人”等表述，而且她们的自信较阅读文章前也有所提升。



你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男性吗？

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性别中立并不影响男性的自信；但在另一项研究中，男性的自信受到负面影响。这种现象符合我们的论点：我们强调的差异都属于传统上的男性特质，且被视为职场中的优势，因此淡化这些差异很可能降低男性的自信。



是否女性需要更自信，而男性需要减少过度自信？

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都会对自身能力过度自信，但男性更严重。也许女性的自我评估更准确，但问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



当女性更加认同传统上的“男性”特质，她们更有行动力。




自信如何体现在行为中？

我们根据人们对一系列场景的反应打分。例如，一位女性拿到好牌后是否还会叫牌？谈薪酬时是否会争取最理想的待遇？我们发现，女性对传统男性特质的认同度越高、在性别中立的组织中越多展现这些特质，她们的自信和行动力就越强。



性别中立和种族中立一样吗？

我们从种族研究中借鉴了很多语汇和测试方法，但二者并不一样。我们对种族问题的讨论方式与对性别问题不同，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如果我们主张对种族保持中立，人们经常会忽视非白人群体境遇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差异，因此保持种族敏感可能有好处。性别中立策略淡化的很多差异并非系统性差异，而属于刻板印象。所以种族中立只在理论上与性别中立相似，现实中并非如此。



管理者如何助推性别中立？

在分配任务职责、培养下属及与下属互动的过程中，管理者可以避免强化刻板印象。例如，组织经常要求女性做行政或情感类工作，因为人们认为她们更擅长。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兴趣和愿望有各种预设，性别中立则尽量淡化这些预设，让每个人完全被当作个体看待。



我去上班的时候如何淡化自己的性别？

我不会建议任何人隐藏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拒斥女性特质。你只需记住，性别不应该束缚你。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天生适合做的工作，也没有天然的优势或劣势。重要的是，你和身边任何人一样，对于机会和提升都享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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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LEVI STRAUSS CEO：
带领经典品牌重回增长

	THE CEO OF LEVI STRAUSS ON LEADING AN ICONIC
BRAND BACK TO GROWTH

	奇普·伯格（Chip Bergh）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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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普·伯格就任 Levi Strauss CEO 之时，公司业务不振。接任后，他挖掘了品牌的内在价值，确认了公司新广告语“Live in Levi’s”，并制定了4项新战略，让这家老牌企业重新回到强劲增长的轨道。

	

	

我是做品牌的，在宝洁做了28年品牌管理。宝洁以570亿美元收购吉列后，我领导了整合工作，随后成为吉列的负责人。在那6年中，吉列成为宝洁盈利能力最强的部门之一。那是一份曝光度很高的工作，所以逐渐有一些人请我去做CEO，但大部分没什么意思。2010年年末，我在北京一家酒店参加领导团队的季度会议，我认识的一个猎头打来电话：“我这有个机会你可能感兴趣。”我翻了个白眼——这话听太多次了。“好啊，是什么？”我问。“Levi Strauss。”她说。我只说了一个字：“哇。”

像李维斯（Levi’s）这样经典的品牌并不多，Levi Strauss也是美国最老的公司之一。这个品牌伴我长大，我对它很有感情。它的创立尽人皆知：在加州淘金热时期创业，最初是布料零售商，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迎来突破，用金属钉加固斜纹粗棉布工装裤的缝口，并申请专利成功，创造了蓝色牛仔裤。为准备与董事长第一次见面，我开始做功课，结果却相当意外。我估计公司的年营收在100亿美元上下，但实际上销售额在1997年达到70亿美元的顶峰，5年后即下滑到41亿美元，从2001年到2010年从未超过45亿美元。公司近期的历程越看越像《我的子弹会拐弯》（The Gang That Couldn’t Shoot Straight）。我对李维斯的广告完全没印象。公司近10年的财务表现飘忽不定。

虽然我此前做的是快消品，但参与VF（旗下有牛仔服装品牌Lee和Wrangler）董事会的经历，让我对服装行业深感兴趣。在与Levi Strauss董事长共进漫长的晚餐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当时54岁，已经准备好迎接变化。决定接受CEO职位时，我把它看成一个使命。我希望留下一份遗产，并让这家公司再次伟大。



“Live in Levi’s”（活在李维斯）

2011年9月我去报到，第一件事就是听人说话，和公司60位最高级别的管理者每人聊了一小时。见面之前，我发邮件提了几个问题：哪三件事不应改变？哪三件事必须改变？你希望我做哪件事？你担心我做哪件事？与15或20个人谈过之后，我已经清楚感觉到了问题所在。当被我问到在做什么，以及他们的工作与李维斯的战略有何关联，很多人一脸茫然。很明显，大家在各自为战。

缺少清晰战略这点并不意外，但有两件事让我很惊讶。在一次员工大会上我问道：“有多少人觉得公司现在业绩不错？”3/4的人举起手。我很震惊。整个公司缺少紧迫感，缺少财务规范性和数据规范性。我向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公司表现不佳，以及我们有机会也有责任做得更好。要想取得成功，公司需要显著的文化变革。

第二件事与此相关。每个新上任的CEO都会准备换几个高管，外来的CEO更是如此。但需要换的人之多让我震惊。我到任时有11个直接下属，一年半内走了9个，只有一个人坚持到今天。我们现在拥有世界级的高管团队，我认为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

在努力了解公司内部情况的同时，我也在研究市场和顾客。上任第二个月我去了印度的班加罗尔，让那边的同事安排入户调查。入户调查一般从顾客的生活方式和兴趣开始，之后聚焦于顾客如何使用产品，以及如何看待这个品类。宝洁高度依赖入户调查，我自然也做了很多年。虽然只能得到定性反馈，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

我拜访的顾客是一位29岁的职业女性，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她和父母同住，家里开着空调，铺着大理石地板，和我在宝洁时去过的许多印度人家截然不同。这位女士曾在剑桥学习，一口完美的英语。她有大约10条牛仔裤，包括Hudson、Guess、Calvin Klein等。在她的房间，她把这些牛仔裤从衣柜里拿出来给我们展示。



LEVI STRAUSS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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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一讨论这些裤子——她喜欢的地方，不喜欢的地方，在什么时候穿。她有两条李维斯，我们最后才说到。她指着其中一条说：“这条是我最常穿的，比如出门见个朋友，可以套上就走。”关于另一条她说了很多：“这是我上大学时穿的，其实已经不太合身了，但我舍不得扔，因为它饱含着记忆。”然后，她说了一句特别打动人的话：“其他牛仔裤是用来穿的，但李维斯让你感觉到自己在活着。”直到现在，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会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她说出了我们品牌的精髓。“Live in Levi’s”（活在李维斯）后来成了我们的广告语。这次经历充分说明，倾听顾客的声音能带来多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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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新战略

不过，新广告词不是新战略，公司真正需要的是后者。上任头几个月，制定战略是我的头等大事。为设计营收和利润增长方案，我“折磨”财务部门的人，让他们对数据进行细化重组。我到任约6个月后，公司开始实施新战略，它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易懂好记。

1.维护盈利核心。这项战略的基础是，公司80%的现金流和利润来自男士下装（牛仔裤和Dockers卡其裤），以及最大的5个市场和10个批发客户（尤其是Kohl’s、JCPenney、Sears、Macy’s等百货商店）。这部分业务市场占有率高、增长相对缓慢，但对我们的财务状况非常重要。如果核心不健康，公司就无法成功。

2.加大扩张力度。当时，我们的女装业务市场占有率很低，上装也卖得比较少。服装业的一个规律是，大部分顾客每买一件下装就会买三到四件上装，但对我们来说刚好相反。我们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市场销量也很低，这些地方都蕴含机会。

3.成为领先的全渠道零售商。我们的大部分产品都在百货商店出售，但李维斯在全球有2700家店铺，还有电商网站。我们的产品在各个百货商店的展示方式不够统一，但在自己的零售店，我们可以设计顾客体验，从而实现更高的销售利润率。因此我们需要同时提升实体店和网站的销售额，因为服装消费会逐渐转移到线上。

4.提升运营效率。为腾出资金投资技术和创新，我们需要降低成本、增加现金流，需要更好地利用数据，并提升财务规范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笔杠杆收购遗留了近20亿美元债务，我们还要设法减少这笔债务。我到任时，公司的利息支出比广告费还高，这种条件下很难把品牌做好。



我到任时，公司的创新实验室在土耳其，飞过去需要超过12个小时。我觉得这太疯狂了。




创新实验室

实施新战略后，我们把节省出的资金用于再投资，Eureka创新实验室属于第一批投资对象。实验室位于土耳其的乔尔卢（Corlu），那里还有我们的一座工厂。我觉得这太疯狂了。公司的设计师基本都在旧金山总部，从那边飞到乔尔卢需要超过12个小时，所以他们每年只去一两次，每次停留一两周。服装设计创新需要接触实物和迭代，因此来回运输样品是一大块成本。服装品牌怎么能如此不重视创新？

我们决定在离总部四个街区的地方建立一个实验工厂，它将拥有清洗和剪裁缝制能力、几百卷牛仔布，以及几十位创意家。我们打算投入数百万美元，CFO担心看不到回报，但我还是签字批准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创造出合适的环境，就能收到巨大的回报。

2013年实验室开始运转以来，最大的成果是我们2015年重新推出的女士牛仔产品线。公司的女装业务此前一直在衰退，部分原因是运动休闲服装的兴起。每次看到女士穿着瑜伽裤去正经餐厅吃饭，我都会很抓狂——牛仔裤就好得多。但她们选择运动休闲是因为穿着舒服。我告诉设计师，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始运用新技术设计牛仔裤，比如四面弹力面料，它能快速恢复原状，且能防止弹力牛仔裤常见的膝盖鼓包情况。消费者很喜欢这种弹性好、舒适柔软的面料，也认可新的版型设计。我们的女装业务自重新推出以来，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长，年销售额从8亿美元增至10亿美元以上。

另一项大投资是在2013年，我们从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手中买下了旧金山49人队（San Francisco 49ers）主场的冠名权，将其命名为李维斯体育场（Levi’s Stadium）。交易金额是2.2亿美元，有效期20年，同时附有5年的续期选项。这是一笔巨款，但我在这个领域有经验。在前一份工作中，我负责吉列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New England Patriots）的合作，2002年将其主场命名为吉列体育场（Gillette Stadium）。去看演唱会和NFL比赛的人属于李维斯的核心顾客群，冠名能使我们的品牌重回文化交流的中心。现在，49人队的吉祥物穿着李维斯牛仔裤，我们的品牌在体育场里随处可见，公司也可以用最好的座位招待重要利益相关者。2016年第50届超级碗在李维斯体育场举办时，有专家计算出，我们在那一周的品牌曝光就值回了相当比例的冠名费用。



“别洗牛仔裤”

对于营销，我们尝试在突出品牌传承和保持当下性之间找到平衡。一个历史悠久的品牌如果过多强调历史，就会让人感觉陈腐过时；但如果完全抛弃历史，就等于放弃最大的优势。我曾研究过其他强调历史传承的成功品牌，例如匡威和雷朋。我们将传统与当下相融合的一个代表性产品，就是经典的卡车司机夹克（trucker jacket）。今年我们庆祝它问世50周年，还与谷歌合作推出智能版，穿上之后可通过触摸袖口操控智能手机。2017年，李维斯卡车司机夹克总销售额增长近40%。这表明，今天的消费者寻求本真，希望找到有内涵的品牌，而李维斯正是这样的品牌。

在我的这份工作中，并非每件事都是计划好的。2014年参加一个可持续发展会议时，我因为一句无心的评论成了“网红”。为让产品更加环保，我们一直努力采取措施，比如减少用水量。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到，一项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显示，牛仔裤消耗的水并非主要来自生产过程，而是消费者的清洗。我解释说，人们清洗牛仔裤过于频繁了。我当时那条李维斯牛仔裤已经穿了两年，从来没用洗衣机洗过。（我会每隔几个月手洗一次并让它自然晾干，这也是我们推荐的方法。）我的本意是想提醒大家，牛仔裤没必要每次穿完都洗！可人们理解为我从不洗牛仔裤。直到现在，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李维斯CEO”，还会看到“别洗牛仔裤”。我所谓的反对洗牛仔裤的立场，大概会出现在我的讣告里。



成长空间

在Levi Strauss工作的这7年，我学到了很多，学习曲线比我预想的陡峭。我曾设想，也许能直接把以往的品牌经验用在这份工作中。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服装行业的周期长度和创新节奏完全不同。吉列2006年推出了Fusion剃须刀，2010年第一次升级。而在Levi Strauss，我们的产品线每6个月就要调整，因此踏准潮流非常关键。我的另外一项重要课程是零售运营，这是我在宝洁没做过的。今天，公司1/3的营业额来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电商网站和自有店铺，这部分业务在过去5年中增长51%。我们成为世界级全渠道零售商的目标正在实现。

我还学到，改变组织文化很难。如果公司陷入衰退长达10年，它的文化一定出了问题。我投入大量时间，与高管团队和公司在全球各地的高级领导者共同努力，塑造与卓越绩效文化相符的行为方式和规范。首先你必须找到合适的人，然后放手让他们挑战最困难的任务。我们更加专注于我们的顾客和大众消费者，专注于赢得胜利、团队协作，以及追求卓越。尽管公司已重拾增长，文化的改变仍然缓慢。

公司正在进步。我们的上装和下装业务基本连续5年保持增长，公司市值增长超过100%。我们的负债情况显著改善，偿还了约10亿美元债款，净资产由负转正，现金流达12亿美元。我们还加大了广告投入，效果不错。2017财年是公司十多年来业绩最好的一年，营收增长8%，其中李维斯品牌增长9%。尽管营收和利润保持增长，公司仍有很大成长空间。我们女装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不到10%。即便运动休闲品类保持强劲势头、女士牛仔服装市场持续疲软，我们也可以设法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实现更大增长。我们的上装业务2017年增长了35%。而市场份额仍不到1%。无论哪里我都能看到机会。我们现在拥有近3000家店铺，而且和很多零售商不同，我们还在继续开新店。

我相信我们可以超越7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并且像我曾经估计的那样，成为百亿美元品牌。李维斯在21世纪初失去了一代消费者，但今天我们的顾客是史上最年轻的——他们的回归正给我们带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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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实体零售商，包括传统的超级卖场、超市、连锁便利店以及个体杂货店，近年来都受到了电子商务的巨大冲击，这个影响在中国似乎来得更快、程度更深。2006年，中国仅有11％的人口可以上网；但如今，有超过4.6亿的中国人定期上网购物，占总人口数的1/3。不过，这个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大约有5％的中国消费者仅通过网络购买生活杂货用品，因此未来将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彻底放弃去实体店购物。

这种线上到线下（O2O）的模式既利用了在线购物的便利性与信息的丰富性，同时也结合了人们在传统实体店中所获得的社交体验与产品触感。

这些创新不是偶然的，它们来自电子商务巨头领导的两大新兴零售帝国。其中的一大阵营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中心，阿里巴巴拥有中国最大的两个电子商务平台：“淘宝”和“天猫”,以及电子支付系统“支付宝”。另一大阵营则是由在线零售商京东与互联网及数字技术集团腾讯所组成的联盟，腾讯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社交应用平台微信。以上两大网络帝国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总额的97%，这也给它们提供了关于顾客消费习惯的宝贵数据。

最近，阿里巴巴与腾讯/京东正在将目光瞄准实体零售业。在中国前十大超市集团中，这两大阵营占有六家公司的股份。同时，它们还对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零售商、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以及最大的商业地产与娱乐集团进行了投资。仅在过去两年里，阿里巴巴在零售领域的战略投资总额就达到了210亿美元。如今，这两大帝国已占到生活杂货用品零售市场的1/10左右，并正在通过不同的活动与渠道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未来五年里，这两大阵营占生活杂货用品行业的份额将增至30%左右。届时，在线生活杂货用品市场的商品总价值将达到约4000亿元人民币。



传统零售商举步维艰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传统独立零售商的发展可能会举步维艰。它们通常在特许经营模式下开展运营，因此无法有效地协调门店运营与产品供给。想要生存下去，这些独立零售商就必须进行彻底变革。然而，在目前的经营模式下，这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大多数独立零售商的利润率已变得很低甚至出现亏损，它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

大型零售商也曾尝试推出自己的O2O体系和在线购物服务。2014年，超市连锁集团大润发推出了自己的B2C在线平台，一年后，家乐福中国也在上海推出了类似的系统。然而，这些举措却都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是传统实体店不具备足够的配送能力；此外，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需要零售商拥有额外的存储空间，这通常会超过传统超市的规模。尽管大型零售商也在建立自己的物流系统，但其能力仍远落后于阿里巴巴与京东等网络巨头。对大型零售商来说，另一大困境是它们通常只能从自己的平台上获得O2O流量，而互联网与电商公司则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多个接触点（包括支付服务、社交媒体与在线购买等）来吸引客户。

与此同时，传统杂货店正面临着巨大挑战。虽然传统商店仍占中国快速消费品市场销售额的半壁江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些超过700万家“家庭式杂货店”，但传统杂货店的实际销售额连续三年出现下降，门店总数也低于五年前的水平。



直面挑战，合作共赢

在由这两个帝国主导的零售世界中，传统零售商，包括超级卖场、超市以及连锁便利店在内，必须要在新环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经营策略。

传统零售商要寻找与科技巨头间的最优战略合作模式。首先，零售商要有效利用从科技巨头处获得的客户流量、技术与物流系统支持。因此，他们必须弄清楚在形成战略联盟后该如何利用电商巨头的工具与平台。这些既包括了订购与支付系统，同时也包括数据分析工具；通过这些，零售商将可以利用顾客的交易数据来优化产品选择、库存管理、营销策略，以及门店运营方式。

举个例子，阿里巴巴在大润发卖场里设立了天猫超市货架，将天猫超市畅销的零食、家居用品与美容产品摆放在这些货架上。2018年初，大润发在六座城市的门店开始为这些货架上的产品提供3公里内1小时送货上门服务。阿里巴巴还帮助大润发设立了母婴区等设施。

沃尔玛则与京东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前者正在使用京东O2O平台“京东到家”作为服务平台，帮助150多家门店吸引在线客流。沃尔玛计划对门店进行升级，以便更好地提供O2O服务，包括在仓库内设立专门的拣货区并扩大生鲜食品的空间。

其次，为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传统零售商也需要加强自己的独特优势，并在市场中向消费者突出自己差异化的品牌和服务。在未来竞争不断加剧的市场环境下，单纯出售产品的零售模式将难以为继；而优质且产品种类丰富的自营品牌、向顾客提供独特的客户体验的能力，以及完善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将是未来传统零售商成功的关键。

小型零售店可通过与电商巨头合作，从老式夫妻店转型为时尚的数字化便利店。在电商巨头的帮助下，传统的便利店能够得到数据管理领域的定制化建议，从而让自身出售的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举例来说，如果门店周边的小区有很多新生婴儿，那么它就需要多准备些婴儿奶制品。而如果这里有许多居民养狗养猫，那么门店就可以多准备些宠物用品。

他们的采购流程也能得到大幅改善。过去，支撑小型零售店的是一个由分销商与批发商组成的多级网络，它们占据了产品出厂价格与消费者购买价格之间的一部分利润，而且它们经常会提出苛刻的要求，比如最低购买数量。

现在，通过两家电商巨头开发了相应的订购系统，店主通过手机下单，就能从中央仓库发货，往往次日可达，这与传统批发商长达数周的运输流程形成了鲜明对比。

维军超市是杭州的一家家族企业。2017年，它成为了首个天猫零售特许经营店。过去，这家零售店的经营情况不佳，产品陈列也较为混乱，不易于顾客寻找。经过翻新后，门店目前的模式类似于全家与7-Eleven等连锁便利店，产品布局清晰合理，顾客可以轻松地找到想买的商品。不久，小店的销售额就增长了45%，客流量也提高了26％。

科技霸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零售业的形态与未来。想要生存和发展，传统企业必须寻找与科技巨头合作或共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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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眼中，营销是花费还是投资？

几乎所有市场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公司的挑战——CFO质疑市场部花钱如流水；而CEO总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花再多钱我都会给，但请告诉我花了有什么用——这应该是大多数CMO的困惑，营销效果该如何衡量、如何证明。

今天，问题愈发尖锐，看全球排名前两位的广告主在今年的举动——联合利华公布2017财年核心财务数据，一个关键信息是去年削减7亿美元广告制作费；宝洁有意进一步削减广告支出，到2021年6月再节省4亿美元——去年开始，两大巨头不约而同对削减广告预算发出呐喊并付诸行动。

这代表广告主们不愿意为营销买单了吗？答案恰恰相反，人们忽略了它们的后续动作——联合利华从节省的广告费中拨出3亿美元用于媒介花费及店面营销；而宝洁一边削减广告投入，一边把更多的钱真正花在对的消费者身上，事实上，它的整体营销投入是增加的——它们的一致步调是在围绕消费者进行广告投入优化。

互联网让消费者变得更聪明，争夺消费者成为品牌间愈发明显的战役，因为他们的品牌选择决定了公司和品牌的市场表现。

因此，大家越来越能达成共识的是，要把消费者直接当成一种资产，伴随而生的，是CMO们关注市场份额的视角也在悄悄发生变化。长久以来，营销界都存在着一个矛盾点：大家都强调消费者，但评估资产的指标却是从品牌维度来展开的。

当转换到消费者视角，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让这类资产持续增值，最关键的其实无外乎：找更多的消费者、找到品牌所在品类中高质量的人、提升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以促进转化。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思考消费者资产——

1.消费者总量：这涉及了一个问题：谁是你的消费者？以经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AIPL（Awareness、Interest、Purchase、Loyalty）为参照，我们认为所有与品牌产生以上关系的消费者，都可以被纳入到品牌的消费者总量中，告别一次性营销。

2.消费者品类购买力：在相同品类中，不同消费者的购买力是不同的，品牌要为自己找到那些购买力更强的人群。

3.消费者转化力：消费者为何愿意选择你，而不是其他品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品牌需要关注的是与消费者保持互动和沟通，以提升转化力。

而数字化带来的好处是，消费者资产和它的三个关键因子变得可视化、可衡量、可优化，有别于以往或缥缈或基于统计学的衡量指标，市场部的营销动作也有了明确的参照标准，同时，对下一步的营销规划更具指导意义，曾经让每一个CMO梦想拥有的营销“仪表盘”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开始体会到营销价值或许将被重新定义。以“双十一”为例，以往大家只期待那一天销售爆发，但当我们有了消费者视角的评估后，参加天猫“双十一”的目的已从多年前的“大促”思维，迅速转变成最高效获取潜在客户的关键策略。

想象一下，当CMO们看到消费者资产在增加，就像看到自己理财账户里收益增长一样，体会到的将是投资资产、拥有财富的快乐，而不是因为无法衡量效果、被迫缩减费用的痛苦。市场部也将变成企业的投资部门，彻底跟营销花费论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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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学语境中，CEO是领导力的象征。但人们对这一职位的了解少得令人吃惊。一方面CEO手握公司最高权力，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外界看不到的挑战和限制。



大型全球公司的经营极为复杂。公司的管理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各职能会议、各事业部会议，涉及组织中多个层级、无数外部议题和大量利益相关者——股东、客户、员工、董事会、媒体、政府、社会组织等等。CEO和其他高管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必须参与所有事务。在此基础上，CEO还是公司对内和对外的面孔，不论时势好坏。

当然，CEO可以支配大量资源，并获得多种支持。然而，他们比公司其他所有人都更缺乏一种资源：时间。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去做CEO应承担的所有工作，却依然对公司中所有工作负责。

CEO在规划时间和在哪里出现时，所做决定对自身效率和公司业绩都有重大影响。CEO出现在哪里、做什么，决定了公司正处理哪些事务，并向外界表明当前工作重心。此外，CEO的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和同事相处的时间不够多，CEO会被视为孤立保守、难以接触的人；但如果花太多时间直接参与决策，员工会认为CEO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积极性也会降低。总之，CEO的日程表，或者说所有领导者的时间表都展示了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并给组织中其他人传达了重要信息。

在了解CEO如何规划并有效利用时间时，我们还缺少关键一环：他们实际工作的系统性数据。相关研究或只覆盖一小部分CEO的数据，比如1973年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曾连续五天密切观察五位CEO（其中有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或基于大型短期调查，比如我们的哈佛商学院同事拉法拉·萨顿（Raffaella Sadun）在2017年连续一周，针对来自六个国家各行各业的1114位CEO每日电话往来进行调查。

我们的研究于2006年启动，首次全面、细致、长时间调查了复杂大型公司的CEO如何利用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追踪27位CEO的时间规划数据，其中女性两名、男性25名，而且对每个人都观察了整个季度（三个月）。他们的公司主要为上市企业，在调查期间，平均年营业收入高达131亿美元。这些领导者都参加了新CEO研习班（New CEO Workshop），该高强度培训班每年召集大型公司新上任的CEO来到哈佛商学院研习，并将他们分为两组，每组有10到12人。现已有超过300位CEO参与过本项目。

在研究中，我们要求每位CEO的助理（EA）在一周7天每天24小时内，每隔15分钟将CEO的时间安排做好标注，然后定期和CEO确认这些标注。最终得到的数据组显示了CEO何地、如何、和谁共度时光，以及所参与的活动、谈到的话题和进行的任务。因为CEO在工作之外的活动也在调查范围内，所以我们还了解到CEO如何平衡工作与个人生活。总的来说，我们收集并标注了这些CEO近6万个小时的数据。

在完成对CEO的时间追踪后，我们和他们分享了数据，将他们的数据与研究中其他CEO当前所有的数据做匿名比对。这些高强度报告会的内容往往包括CEO回顾管理期间自己面临的压力，以及犯下的错误和学到的教训。我们还会分享此前参与新CEO研习班的各届学员数据。CEO通常会在讨论中表示，时间管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之一。通过观察、提问和让CEO分享个人安排时间的方式，我们进一步补充了相应知识。

在本文中，我们将做以下三件事：

首先，我们会提供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CEO在工作和私人活动上分别花了多长时间？在会议、独立思考以及反思上分别花了多长时间？对电子邮件和面对面谈话的依赖程度分别是多高？更多时间在公司内部还是外部度过，和客户还是投资者相处？我们会一一回答以上问题，并提供更多信息。

其后，我们会给出对策，帮助CEO更有效管理时间，处理好身上担负的众多职责。我们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不同领导者规划时间的方式也截然不同。（详见边栏“平均数背后的真相”）有些差异反映了领导者所在公司和管理措施的不同。但很多时候，时间规划的决定，比如参加不重要的公司例行活动，反映了公司传统仪式和文化，以及CEO自身习惯。在我们的报告会上，所有CEO都承认，他们在有些重要事务上对时间的规划可以更明智。基于这些讨论和与研习班其他数百名CEO的谈话，我们确信，每位领导者都可以改进自身时间管理方式。

最后，我们会利用本次研究收集到的海量数据，反思CEO的职责范围。CEO必须同时从多个维度管理影响力，而每个维度都有二元性，或者说矛盾冲突，因此，CEO必须进行高效整合。对CEO职责进行更全面的解读，既是成功的关键，也提供了高效管理时间的重要视角。

尽管我们关注大型复杂企业的CEO职责，但本研究对所有希望更有效利用时间和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有借鉴意义，包括非营利组织的高管。



劳神费力的苦差事

CEO总在工作，而且总有更多工作要完成。我们研究的领导者每个工作日都平均工作9.7个小时。他们周末79%的时间，也就是平均每天3.9个小时都用于工作。在假期70%的时间，也就是平均每天2.4个小时中，他们还在工作。以上数字说明，CEO全年无休。

CEO的工作中，约一半（47%）都在公司总部完成，其他则在巡视分公司、接见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勤、出差和在家时完成。总体看，我们研究的CEO平均每周工作62.5小时。

为何日程排得这么满？因为工作需要。每个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与最高层领导者直接对话。虽然CEO会尽可能将工作委派他人，但他们不能推掉所有事。他们至少要花一些时间和每位利益相关者沟通，提供指导、统一目标、赢得支持，并为做出明智决策收集必要信息。出差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你只待在总部，经营一家全国性公司就是纸上谈兵，更不用提全球企业了。作为CEO，你必须出去巡查。

为个人健康留出时间。既然这份工作会挤占个人生活时间，那么CEO必须设立界限，保证自己身体健康，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和睦。我们研究的多数CEO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平均每晚睡6.9小时，很多人还定期健身，锻炼时间已经占到非工作时间的约9%，也就是每天45分钟。为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CEO要像顶级运动员一样训练自己。也就是说，他们要为健康、健身和休息留出时间。

我们特别留意了CEO在不工作的清醒状态下，如何使用25%的时间，也就是大概每天六小时。他们一般花约一半时间和家人相处，多数CEO已经将这种安排变成了生活原则。此外，多数CEO至少都有一些闲暇时光（平均每天2.1小时）。他们会看电视、休闲阅读、拓展爱好，比如摄影。

CEO的工作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很高要求。保留正常生活元素的活动让CEO脚踏实地，更好地与同事和员工互动，而不会生活在真空里，对人冷若冰霜。CEO还必须留出进修深造的时间，我们的数据表明，这往往是最难从紧凑日程中挤出的时间。他们还必须注意不能像“赛车手一样，把家庭当成中途加油的地方”——我们的同事汤姆·德龙（Tom DeLong）如是说。



面对面交流

公司中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主要是面对面交流，我们研究的CEO有61%的工作时间都用于此类沟通。其他15%的时间用于打电话，或阅读并回复书信。剩下的24%时间用于电子通信。

面对面交流是CEO施加影响力、了解实际动态并授权推进各项重要事项的最佳方式。CEO用这种方式，能给身边的人提供最大支持和最佳指导。通过观察CEO如何安排面对面交流时间，人们可以了解到当前最重要的人和事，而他们的敏感度比多数CEO想象中都高。

拒绝电子邮件的诱惑。理论上，电子邮件有助于领导者减少面对面会议的次数并提高效率。事实上，很多CEO发现，电子邮件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还耗费大量时间，是他们力争要摆脱的工具。电子邮件打乱工作、延长工作日、挤占家庭生活和思考的时间，也不利于合作伙伴间进行深入讨论。人们发送“供参考邮件”时总会抄送给CEO，而CEO被迫要回复这些邮件，否则显得很无礼。

CEO须认识到，多数电子邮件中的议题无需他们参与讨论，而且很可能让他们卷入经营的烂摊子。CEO发出的电子邮件则可能自上而下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沟通，并形成错误规范，特别是在CEO选择深夜、周末或假期发邮件时。组织中其他人之后容易养成滥用电子通信的坏习惯。

因此，组织有必要确立合理期望和正确规范，规定CEO需要接收的邮件类型以及回复时间。组织中其他人也要有规范约束，避免电子邮件产生连锁效应，浪费员工宝贵时间并挤占个人时间。面对源源不断的电子邮件，CEO可采取的对策之一是，雇用业务熟练的EA来过滤信息，并在CEO看到邮件前就尽可能将邮件转发，委派他人处理。最后，只有严于律己，否则没有其他方法能帮你抵挡电子通信的诱惑。我们研究的CEO都热衷讨论这个话题，该领域的最佳实践仍在不断涌现。

我们研究的CEO中，有些人已经开始用视频会议取代面对面会议，避免亲自出差，或团队成员不远万里来找他们。这种提效措施当然应该开发，但CEO千万不能忘记，他们职责的核心内容是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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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CEO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管理外界对自己时间的无数要求。但和CEO实际时间利用有关的知识严重匮乏。

		

		研究

		本文作者连续13周每天24小时追踪来自27家大型企业CEO的活动，之后和他们开高强度报告会。得到的数据组不仅深度呈现了CEO的时间管理模式，还让我们洞察到CEO这项职责本身。

		

		发现

		领导者必须学会同时管理貌似相互矛盾的二元性，即将直接决策与战略和文化等间接工具结合起来；平衡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积极主动推进日程，同时应对结果尚不明朗的事件；施加支配力的同时留意限制因素；关注显而易见的决策以及每次行动的象征意义；结合正式权力和认可度。

	

	

受日程表驱动

CEO监管众多组织事业部和工作流，以及无数种决策。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必须有非常清晰的个人日程表，实际上，多数人也都做到了这点。清晰、高效的日程表最大化利用了CEO有限的时间。没有日程表的话，利益相关者只有大声疾呼，需求才能被满足，而最重要的工作却总得不到落实。

合理的日程表会安排CEO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亲身参与的优先项目。但这种安排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涵盖了亟待提升领域和改进问题的矩阵，而且将严格规定期限的目标和对限期要求不严的重要任务结合起来。

在研究中，我们请每位CEO介绍他们在被追踪的三个月内遵守的日程表，并重点说明专门推进日程的时间段。每位高管都提供了日程表。我们发现，这些CEO的大量时间（平均占43%）都用于执行日程表中的活动。有的高管比其他人更自律：不同领导者用于完成核心日程的时间，有很大差异——从全部工作时间的14%到80%不等。多数CEO都认同，他们花越多时间在日程表上，对自己的时间规划就会更满意。

总体看，我们发现，规划清晰的日程表是CEO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帮助他们同时推进多个工作流、协调不同优先任务的进度，并在需要亲自处理突发事件的前提下，有效利用时间。

推进日程表。时间规划要以CEO最紧要的任务为基准，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建议，CEO每季度一定要回顾上期时间表，看看是否与个人日程表保持一致。他们还必须根据当前状况，修改更新日程表。

如果CEO将个人日程表对外公开，会获益颇多。他们的EA和领导团队都需要了解其时间安排，以便与之协调一致。（详见边栏“杰出EA的四种行为”）团队成员知道CEO日程后，可以更有目的性地选择任务，并在CEO分配的工作中确定轻重缓急。

处理结果尚不明朗的事件。当处理公司内外结果尚不明朗的问题时，我们研究的CEO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约平均36%）都处在“回应模式”中。很多CEO都不能立刻判断何时以及如何应对这类问题，或者需要花多长时间。比如CEO的高层团队成员中，某个人神情不安地离开会场，这时CEO应立刻追上他，确定他没事，还是坐着不动，等他安静下来？有时，问题刚刚出现时似乎并不严重，但如果CEO不处理，就会变成大麻烦。此外，CEO的介入还可能加剧问题。CEO必须找到应对不明朗情况的恰当方式。

CEO会经常发现自己正面临突发的严重危机，比如产品或安全问题、维权投资者的恶意竞标、严重的网络攻击或外部灾难，比如海啸或恐怖袭击。我们研究的多数CEO（89%）都曾花时间处理危机。平均来看，这部分时间并不多（在我们调查的季度中只占总工作时间的1%），但领导者之间的差异极大。危机可能是CEO领导生涯中决定成败的时刻。处理危机时，CEO必须公开露面并亲身参与，回应这类事件不能交给他人处理。CEO在面对危机时，可以做以下几件事：对受影响的人表达真切关心、避免对方产生戒备心理以及将每个人都团结起来并建立信心——组织不仅能渡过难关，还将变得更强大。

减少例行性职责。我们研究的CEO在例行性工作中耗费的时间出人意料的多，平均占全部时间的11%。不同CEO的日常职责可能截然不同，职责范围包括回顾会议、董事会会议、财报电话会议和投资者日大会等。

回顾会议是CEO常规工作的主要构成之一。我们研究的CEO参与这类会议的数量、次数和时长都各不相同。我们的讨论说明，有些CEO，特别是曾任COO的领导者，对回顾会议过于重视。其实很多情况下，他们可以让直接下属主持会议。

CEO处理我们所谓“非做不可任务”（have-to-dos）的能力也大不相同。非做不可任务包括在新员工入职时发表欢迎致辞等仪式，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有助于强化公司价值观和文化。CEO应审慎选择要出席的活动，为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定下基调。但CEO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确保在“轻松”活动上花的时间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我们的讨论还说明，CEO须仔细核查被纳入例行性职责和非做不可任务类别的活动。他们必须弄清楚这些活动是旨在达成重要目标，还是仅仅为公司前辈设定的惯例，或本人在之前职位上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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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在以下两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避免CEO因不重要的活动分散注意力和确保领导者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我们经常听到CEO说，业务熟练的EA可大幅提升他们的效率和效能，我们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



但EA往往会感到相互冲突的压力，最后制定出不合理的时间规划。举例来说，一方面他们可能知道CEO需要独处时间，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示，很多EA认为只有把CEO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当当，才能说明自己做了工作。他们可能安排连续的会议，限制CEO自发交流或独自思考的时间。此外，尽管EA都清楚，将CEO的时间安排保密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但有些人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特别是组织中的同事。所以CEO的日程中会出现不必要的会议安排。相反，有些EA过于坚持传统，把自己当成“守门人”，牢牢控制住其他人接触到老板的渠道，但CEO可能被视为高高在上、难以接近的人。

要在管理CEO时间时找到正确的平衡点，EA必须有良好的判断力、情商，以及高超的沟通技巧，因为他们代表CEO，可能影响到领导者给人的印象。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四种有助于提升EA表现的关键行为：



1.了解领导者的日程。CEO应有份详细列出所有优先项目的书面日程表，而且每个季度都要更新。他们还应花大量时间在推进日程的活动上。EA必须对CEO的日程有深度理解，然后从这个视角审视每个会议要求。CEO的责任是，确保EA知道自己的日程以及保持时间表和日程一致的重要性。



2.考虑到所有相关方。各级管理者都抱怨他们有太多会议了。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开小型会议，只请必须参加的人。优秀CEO懂得如何委派任务，因此他们会要求与直接下属和相关经理出现在会场。不然他们在会议后，还要继续进行多轮沟通和跟进。优秀的EA从一开始就会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出席会议，从而避免出现上述问题。



3.认识到自发性的价值。多数CEO的时间都被安排得太满了。如果他们有更多时间在走廊走动，与员工进行自发性的互动，会获益良多。他们还需要有回应突发事件的空间；EA可以在领导者的日程表中留出一些开放时间，避免反复取消、再安排会议时间。



4.捍卫个人和家庭时间。EA应认识到，长时间工作、出差和CEO职务的压力会有负面影响。和亲友共度时光、定期健身、养精蓄锐和反思的机会对提高CEO效率极为关键，还能避免职业倦怠。EA每天的时间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到CEO在长期而艰巨工作中保持必需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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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依赖直接下属

CEO的直接下属是公司最资深高管，其中有能力极强的管理者。他们掌握公司业务的所有关键要素，帮助CEO充分支配这些资源。紧密协作的领导团队就像黏合剂，帮助CEO整合公司并顺利完成工作。

在我们的研究中，CEO和内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时间中大概有一半（46%）用于与一个或多个直接下属交流，而21%的时间只用于与直接下属沟通。和下属沟通的时间加起来最多占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沟通时间的67%，最少占32%。我们在探究这一差距时发现，CEO对下属的信任和与其沟通的时间呈正比。

我们认为，领导团队每位成员都要有能力脱颖而出，并赢得CEO的完全信任和支持。该团队的任何缺点都会严重影响到CEO的效率——若CEO还要处理本属于下属的工作、帮他们收拾烂摊子，宝贵的时间就被浪费了。当我们的研究中来自不同集团的CEO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上任后公司的经营情况时，他们最后悔的是挑选直接下属时没有制定高标准。很多CEO告诉我们，原因是他们刚担任该职务时过于关注当下，对未来不够重视。能处理好现状的直接下属往往不是能帮助CEO带领公司更上一层楼的人。

CEO将越多工作授权给其领导团队，对自己的时间规划就会越满意。授权他人减轻了他们亲身参与、跟进项目并听取汇报的负担。既然CEO经常与直接下属碰面，那么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交给下属处理的工作又有了怎样的进展。

与其他管理者保持联系。我们研究中的CEO还花大量时间（平均占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沟通时间的32%）与更大范围内的高层领导者沟通，这些管理者往往被称为“最高100人”（top 100，实际人数有些许出入）。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向CEO的直接下属汇报。我们发现，花时间和更低一级的领导者沟通有很大益处。最高100人是组织中驱动执行力的人，而与CEO的直接交流有助于团结并激励他们。这些领导者还是继任计划的关键：有些人会成为取代公司最高领导者的候选人。这一级别的高管往往年纪更轻，有人甚至可能成为接任CEO的人选，所以认识他们会非常有用。

我们研究的CEO与更低级别的管理者沟通时间较少（平均14%），和一线员工的交流甚至更少（平均约为6%），这不足为奇。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高效的CEO必须在组织中保持有亲和力的面孔。他们应平易近人，并找机会和各级员工进行有效互动。这不仅让他们了解到公司业务进展，还有助于他们在全体员工中塑造并宣传组织价值观。

和一线员工直接接触还帮助CEO保持现实理智，并了解员工的实际情况。CEO有被架空的风险，可能看不到员工面临的实际问题。CEO和各级员工建立联系，还能在员工中提升认可度和公信力，这对激励员工并赢得支持至关重要。

了解实况。花时间与内部一线员工和外部资深一线利益相关者沟通，是获得可靠信息、了解公司和行业实际情况必然会用到的方法。这也是CEO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有些CEO为了解一线动态，会在走廊和工厂车间来回走动，并利用多种机制，比如定期午餐、不定期巡查、到客户和公司办公地点进行谨慎细致的实地考察。其他人会通过职工大会等群体互动方式，促进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代表进行坦诚开放的交流，而非仅仅展示幻灯片。然而我们的数据显示，并非所有CEO都成功预留出时间做这些事。



利用广泛的整合机制

CEO必须避免事必躬亲。他们不可能直接做出多数决定，甚至连确认的时间都没有。高效CEO会实施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和流程，帮助公司中每个人都做出明智选择。这些措施一方面公开、支持、促进和整合其他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组织能力。

最有效的整合机制包括战略（我们研究中的CEO平均用21%的工作时间）、各职能和事业部回顾会议（25%的时间）、发展人才和关系（25%的时间）、保持组织结构和文化与公司需求的一致性（16%的时间），以及并购（4%的时间）。

驾驭战略。CEO手中最具效力的工具是战略：他们要确保每个事业部以及整个公司都有清晰明确的战略。战略保证各事业部内以及整个组织中的多个决定达到一致。CEO花时间打磨战略，不仅能为公司提供前进方向，明确自身价值主张，还决定了公司在市场中与对手竞争形成差异化的路径。如果战略令人信服并在组织中得到充分宣传，就能有效激励和动员员工。但若战略不明晰，CEO就会被迫主导过多决策。

大型复杂公司的CEO在战略上花的时间，再多都不为过——他们时刻都在制定、修正、宣传、强化战略，并帮助他人了解他们何时会偏离战略方向。CEO还必须确保战略每隔一段时间就基于环境变化做出更新。资产剥离、合并、收购等资产组合选择是决定战略的关联要素，CEO必须亲自参与决策。

保持组织结构和文化的一致性。要促进合理决策的制定，组织结构必须与战略保持一致。否则，CEO只能不停为各事业部之间的争执做出裁决。另外，如果组织总是更换结构，CEO和其他人会备受折磨，最后心力交瘁。

文化涵盖了组织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是CEO用于强化战略并影响整个组织运营方式的另一重要工具。CEO可以从多个方面塑造公司文化，比如在多个大会上谈论文化、践行企业价值观，或者发现、奖励并祝贺符合文化要求的榜样人物，同时矫正其他不符合要求的员工。CEO的工作就包括宣扬组织文化并时刻寻找强化自身文化的机会。

设计、监控并改进流程。CEO必须确保公司战略得到高效执行。要做到这一点，组织必须严格把控各项工作的全部流程，包括营销计划、定价、产品开发和战略研发本身。好的流程整合组织中最重要的知识，并避免CEO不断推翻原决定。

正式回顾会议对监控公司流程绩效极为关键。虽然这类会议会花费CEO全部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但CEO能够追踪进程、提供定期反馈、坚持高标准并确保及时修正路线。通过回顾会议，CEO还能利用过去学到的经验，改进多种运营流程。

但过多参与回顾会议，会让CEO陷入公司运营层面的琐碎事务中。我们和本研究中的CEO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很多CEO难以摆脱过去担任COO或总裁经历的影子。有些人甚至忘记，他们的管理团队应负责多个回顾会议主持工作，并定期向CEO汇报情况。

如果CEO不能将回顾会议交给有能力的直接下属主持，就削弱了管理团队的自主权并减少其承担的责任。这对CEO充分挖掘他人潜质毫无帮助。

发展人才和关系。建立公司领导力管道也是CEO的重要工作。我们发现，CEO应专注于提升公司领导者的素质，必须亲身参与这项工作，不能委托给HR。领导层选择对塑造公司文化有关键意义。谁被雇用、提拔、解雇反映了CEO和公司对人才价值的判断标准。

CEO需要充分激发组织人才的潜力，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建立人际关系。我们研究的CEO用另外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专注于和员工接触并建立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CEO会自然而然地将工作转交给下属，双方能轻松达成一致，CEO也不必太多监控和跟进下属工作。在良好的关系中，员工更可能在你需要听到质疑声音时给你提有益的建议，告诉你真实情况——这对最高层来说最珍贵不过了。

CEO要花时间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累积社会资本，这些时间投入十分划算，你会得到不少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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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管理措施相差有多大？我们从低到高列出了他们在时间利用方面的差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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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在开会

CEO要不间断地开会，而且下一场会议可能与上一场和再下一场截然不同。会议的数量和种类决定了最高职位的属性。我们研究中的领导者平均每周开37次会议，时间长短不一，而所有会议占总工作时间的72%。

缩短开会时间并提高效率。CEO必须定期回顾哪些会议值得参加，哪些可以授权给下属，并放弃他们在之前职位上习惯开的会。

他们还应检查一下会议长度。我们的研究显示，长达一小时的会议占CEO所有会议的32%。时间更长的会议占38%，更短的占30%。我们发现，会议的时长往往和组织或个人或两者皆相关——他们会设定一个标准长度作为开会规范，比如一小时。

CEO应重新审查“标准”会议的次数，并着力缩短这类会议的时间，从而大幅提升CEO的效率。在我们的报告会上，CEO承认一小时会议常常可以缩至半小时，甚至15分钟。另一个精简方法是，重新设定会议规范：每次开会都要有明确的议程规划，而且与会者必须有备而来，避免重复开会。高效的CEO会在整个组织中贯彻以上会议规范。

有些CEO担心，如果有人要求开一小时会议，但CEO或其助理只给对方半小时的时间，会显得高傲冷漠。但我们发现，会议时长值得谈判。“不管他们要求多长，都减掉一半。”某位CEO如是说。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会者人数和构成情况。一对一会议最为常见，平均占CEO所有会议的42%，其次是有两到五个人参与的会议，平均占21%。虽然每位CEO都会参加50人或以上的大型会议，比如职工大会、领导层异地会议或公司全体会议，但次数很少，只占5%。

一对一和小组会议的次数频繁，主要是为了委派任务、建立关系和保密。但领导者还应找机会让合适的人在一起工作。CEO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保证公司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者就多种议题、决定和行动日程达成共识并团结一致。找到合适的人开会有助于建立这种一致性，避免重复聚集所有人开耗费时间的大会。

预留改动空间和自发性。我们研究的CEO绝大部分的时间（平均75%）都会提前预定。超过一半（51%）的会议由他们自己发起。

尽管控制会议的性质和次数十分必要，但我们还发现，CEO必须为自发性的交流（在我们的研究中占25%的工作时间）定期预留出时间，以便应付其他人约起的同天会议、临时谈话或会议和结果尚不明朗的事件。

我们研究的CEO在处理临时会议时，花费的时间有很大差异，从3%到61%不等。在我们的报告会上，有些CEO发现，自己很少为临时会议留出时间，他们感到颇为惊讶并迅速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

保留自发性和改动空间可提高CEO的认可度。如果领导者的时间表总是排得很满，或者EA当自己是“守门人”，代替CEO拒绝别人的约见，那么CEO可能被视为专横跋扈、自以为是或难以亲近的人。EA对找到这其中的平衡点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排独处时间。对CEO来说，为自己留出足够多的独处时间同样十分关键，这样他们才能有反思和为会议做准备的空间。我们研究的CEO独处时间平均占工作时间的28%，但不同领导者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最少为10%，最高则为48%。遗憾的是，太多独处时间（59%）都比较分散，每次为一个小时或更短，只有很少独处时间（18%）能持续两个小时或更长。CEO必须留出足够多的独处时间，而为避免浪费这段时间，应先处理紧急事务，特别是收件箱里的邮件。这是我们研究的CEO普遍面临的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认同。

呆在办公室里，时间很容易就溜走了，办公室外的独处时间特别有益。远离办公室往往能带来批判性思考的时间，很多CEO对此深以为然。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CEO应避免出差时带上其他人。



在多个外部利益相关者间周旋

我们研究的CEO绝大部分时间（平均70%）都用于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沟通，还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平均30%）用于和外部人员联络：16%和商业伙伴，如客户、供应商、银行家、投资者、顾问、律师、公关公司等其他服务提供商；5%和公司董事会；9%处理其他外部事务，包括在其他董事会和产业集团的职务、与媒体和政府打交道、社区和慈善活动。

外部利益相关者可能和内部人员一样难以取悦。每个人都想和CEO交谈，而应付这些人会耗费大量时间。CEO往往要工作更长时间，离开总部和住所去和他们直接沟通。他们很可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公司成功影响不大的外部事务上。

预留时间给客户。我们研究的CEO中，多数人惊恐地发现他们和客户相处的时间竟然如此之少，平均只有3%。有些人发现自己和顾问沟通的时间反而更长，就越发惶恐了。CEO和客户沟通时间不足，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内部职责范围太过广泛：高管在从某条业务线的负责人（和客户接触更频繁）向整个公司领导人晋升的过程中，面向客户的时间自然会减少。

然而，我们研究的CEO明显感觉到3%的时间仍然过少。客户是帮助CEO了解公司进程、行业趋势和竞争对手的关键独立信息源。在B2B领域，与客户公司的CEO见面极为重要，因为同级对话会更为直接坦诚。B2B公司也有大量和客户接触的机会。比如零售公司CEO巡店，特别是事前未宣布的到访，是接触普通客户（不仅限于公司员工）不可或缺的方法。

有的CEO会系统规划和客户的相处时间。例如我们研究中某金融服务公司的CEO将目标定为每天和一位客户面对面谈话。某制造公司CEO每月安排两天时间对客户进行回访。其他CEO试着将客户回访安排到出差日程中。只要形成某种习惯，就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CEO有足够和客户沟通的时间。

限制和投资者的沟通时间。我们研究的CEO和投资者相处的时间平均只占工作时间的3%。多数CEO感到意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花了更多时间。但和客户多接触有益，和投资者则不然。跟投资者开会次数太多，耗费大量时间，CEO的关注点也会从业务本身转向市值管理。只要公司没有遭到投资者强烈抗议或积极干预，那么CEO只需和几个关键买方投资者保持联系、开季度电话会议、举办年度投资者日。我们研究的CEO在上任初期因为总和投资者打交道，积累一定经验后似乎也得到同样的结论。

限制处理无关外部事务的时间。CEO很可能被与公司业务不直接相关的外部活动分散了注意力。这类活动极其需要他们的支持，一般与社区和社会议题相关，平均耗费我们所研究CEO将近2%的工作时间。虽然CEO应回馈社区并扮演商业政治家的角色，但他们也要有意限制亲自参与这类活动和商业团体的时间。CEO莅临现场固然重要，但他们没有必要亲自监督和管理这类工作，完全可以委派给直接下属——这不仅能激励下属，还为其提供了职业发展机会。

找时间和董事沟通。我们研究的所有CEO都清楚和董事会沟通的重要性。他们和董事交流的时间平均占工作时间的5%，即一个季度41个小时。但我们也发现各人之间差异极大：有位CEO花6个小时和董事沟通，但还有人花165个小时。

CEO必须切记，董事会是自己的老板，而且“向上管理”是成功的关键。但仅仅参与董事会会议、委员会会议和董事退修会还不够，CEO必须找时间和董事建立良好的一对一关系，这是应用每位董事会成员独特专长和视角的关键。开董事会会议时，你很可能不清楚各位董事的背景，但这对应对危机和有争议性的话题极为重要。CEO还必须确保董事消息灵通，不开会时也利用内部通信和快讯与他们保持联系。在困难时期或面临市场挑战时，与董事会达成共识和一致十分重要。



CEO职责和影响力的多个维度

和CEO时间规划相关的数据表明，他们的职责极为复杂，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作、活动和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比之前记录或可能认知中都要复杂得多。

在研究CEO职责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有六个维度的影响力。每个维度都有二元性，或者说矛盾冲突，类似于阴阳，但CEO必须同时权衡两种特性，才能成为高效管理者。（详见边栏“管理CEO影响力的多个维度”）

首先，CEO肯定对多项议题和决策有“直接”影响力，这在他们无数的回顾会议和一对一会议上就有所体现。但CEO的时间和知识必然有局限性，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也有“间接”的一面。优秀CEO有很大掌控权，但也要利用战略、文化和有效组织流程进行科学分析并保持组织团结一致，从而调动起其他人。CEO必须知道如何结合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力。

其次，大部分CEO工作都涉及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以及管理任务，我们的数据也证明，CEO确实完成了大量这类工作。但CEO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他们必须与各种外部利益相关者打交道并施加影响力，同时代表着公司的形象。高效CEO将外部视角应用到公司内部工作中，从而结合对内和对外的职责。他们还必须确保外部利益相关者了解到公司的工作和价值。

第三，CEO的大部分工作本质上都要求“主动出击”，包括对问题的预判、实例搜集、分析以及做出合理且及时的选择。CEO负责设定并推进日程。但“被动回应”计划外的突发事件和危机也是CEO最重要的工作。他们对这一矛盾以及是否亲临现场的权衡，在组织内外都会产生巨大影响。这段时间决定了公司的成败和CEO本人的领导力。

第四，虽然CEO在公司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获得资源的权力决定了他们强大的“支配力”，但他们在使用自己“支配力”时，也面临外人了解不到的无数“限制因素”和复杂性。CEO受限之处在于，他们可以多久推翻一次等待他们批准的提案，或者以多快的速度在未得到高管团队和董事会支持的情况下推进改革。他们必须找到进行改革所必需的群体和个人，之后确定如何赢得能够动员他们的领导者的支持。CEO既要关注如何充分利用手中支配力，也要留意须避免的限制因素和须团结的利益相关者，并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不然的话，他们会遭到抵制，被自己的行为“反噬”。

第五，多数情况下，CEO的影响力都“显而易见”，比如决定战略优先项目、预算目标和人才选择。但有时CEO的影响力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员工追随CEO的行动。CEO日常所为和所不为向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传达着隐含信息，比如衣着打扮、车的品牌、停车和吃饭的地方、谈话的人和方式等。CEO做的每件事都影响到组织的重心、行为规范、文化和价值观。CEO选择的象征性影响甚至比具体行动更大。

第六，CEO拥有正式“权力”和权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如上所述）行使权力。但权力、权威、才干，甚至结果都不足以保证他们一定会成功。高效CEO将正式权力和权威与“认可度”相结合。CEO只有让员工相信他们是一伙人而且他就是领导者，才能获得认可。赢得认可的方式很多，比如展现价值观、道德观、公正、对公司和员工无私的奉献精神等等。如果CEO获得认可，就能有效激励员工，而且这种激励不仅限于执行命令，甚至有助于组织取得卓越成就。因此CEO的时间规划并非简单地安排会议议程和决策流程，而是更广义的角度反映了CEO作为个体，与组织和员工互动的方式。

在管理以上六大维度的影响力时，CEO很可能忽视工作中间接、自下而上、并非显而易见、有人情味的一面。但意识不到这些的话，CEO就放弃了几个驱动改革最有力的工具。



[image: ]管理CEO影响力的多个维度

首席执行官从六大维度施加影响力，每个维度都有二元性，或者说矛盾冲突，类似于阴与阳。高效管理者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能同时权衡两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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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优秀领导者如此重要

为帮助领导者高效管理，无数概念、工具和矩阵被开发出来。然而我们对大型复杂组织CEO实际工作（体现为其日程安排）的研究，为领导力内容及其构成和维度的分析打开了新窗户。CEO的工作极具挑战性，而且极其艰巨。

CEO的成功对员工、客户、社区、财富创造、经济轨迹，甚至社会都影响巨大，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随着CEO的职责种类和范围不断拓展，组织复杂性日益提高、技术进步、竞争加剧、问责强化，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艰巨。我们在文中介绍的观点旨在为担当此重任的当代和未来领导者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到自身职责以及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最宝贵的资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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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波特是哈佛大学校级教授，任教于哈佛商学院。尼丁·诺利亚是哈佛商学院院长。









	聚光灯 THE BIG IDEA

	

	CEO们的日常

	WHAT DO CEOS ACTUALLY DO?

我们都知道企业领导者非常忙碌，但对他们每天日常安排的了解出人意料的少。为填补这一知识空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和尼丁·诺利亚在2006年连续13周每天24小时追踪参加本院新CEO研习班高管的时间规划。以下几页的数据在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萨拉·希金斯（Sarah Higgins）帮助下制成，总结了27位CEO对总共近6万个小时的使用信息。以下为他们针对不同活动、地点、优先项目、会议和利益相关者平均花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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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灯 THE BIG IDEA

	

	一位CEO

规划日程的方法

	ONE CEO’S APPROACH TO
MANAGING HIS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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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詹泰尔曾任通用电气（GE）高管达20年之久，之后他加入市值70亿美元的航空零部件供应商势必锐航空系统，担任CEO一职。詹泰尔参与了哈佛商学院的CEO时间研究，他和助理用13周追踪他自己的时间规划，并和领导本研究的迈克尔·波特和尼丁·诺利亚讨论了结果。詹泰尔近期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和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萨拉·希金斯讲述了他的发现，以及他试图改变的行为。以下为本次对话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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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职业生涯早期如何学习管理时间？

詹泰尔：记得20世纪90年代时，我还是麦肯锡的顾问，当时我试着使用手动操作、特别繁琐的FranklinPlanner日历系统。这个系统太笨重了，装不进我的公文包。后来我开始用PalmPilot，再之后是黑莓，现在我用的是Outlook。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时间管理工具的效率大幅提升了。但我更多是从导师身上，特别是在GE时学到了如何管理时间。我观察在这方面游刃有余的领导者并效仿他们。我还记得当年在GE金融部门全球消费者金融的老板戴夫·尼森（Dave Nissen）。他的时间很紧张，有太多工作，但他明确优先项目，大刀阔斧地砍掉不重要的任务。他每晚按时回家，而且休完所有年假。他太高效了。我一直都希望有和他一样的工作模式。



成为CEO后，上述方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一开始作用不大，因为我的职责范围要大得多。我领导GE的业务部门时，面前也有大量需求，但和上市公司CEO的工作量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突然间你背负上了应付董事会、投资者和更多媒体的责任。他们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新要求源源不断，你的日程表瞬间就被排得满满当当。



通过连续13周密切追踪自己的时间安排，你从中了解到了什么？

我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时间规划，还和其他CEO做了比较，这非常有用。这次获得的有些洞见让我颇为惊讶。比如我和直接下属一对一交流的时间远比所有CEO的平均值低，而我之前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我跟本次研究负责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和尼丁·诺利亚讨论我的结果时，就像在做一次非常紧张的绩效评估。他们很友善，但给我反馈时并没有客气。



一周概览

势必锐航空系统 CEO 如何度过七天的时间

汤姆·詹泰尔和助理连续13周每天记录自己在60多个变量上的表现，包括他和谁在一起、在哪里、关注什么。以下图表将他在一周内的时间利用划分出七种核心活动。66 页的图表显示了詹泰尔从研究人员处得到的时间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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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发现

通过分析自己的时间利用方式，詹泰尔发现并修正了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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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你和直接下属交流时间较少？

我倾向和更多人一起规划会议议程——我们有来自不同事业部和地点的与会者。所以我的确和直接下属有交流，只不过不是一对一谈话。我本计划每月都和所有直接下属开一对一会议，但他们和我都太忙了，所以我的助理经常因为更重要的事取消了这些会议。波特和诺利亚觉得，如果我和直接下属有更多一对一交流时间，就能委派更多任务，让他们负起更大责任。我们对此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最终我决定不再取消一对一会议。接下来我们看看有没有效果吧。他们还建议，商务差旅是进行这些谈话的好机会。我们的总部位于威奇托，这个地方的航线有限，所以我们多数情况下都乘私人飞机出差——这段时间很适合进行一对一谈话。



“你不能把时间管理变成自下而上的被动过程。你必须自上而下地管理，而且绝不能委派他人。”




研究数据还说明了什么？

我们发现，我的会议基本在一或两个小时内结束。好消息是，我没有很多长达六或七个小时的会，而且我开长会的次数也少于CEO的平均值。但波特和诺利亚问了个好问题：为什么你要花一小时？难道不能在45分钟或更短时间内开完会吗？于是我们开始安排时长45分钟的会，比如从下午1:15到2:00。我们还继续要求我的助理在会议结束时间的前五分钟，进会议室告诉我们准备散会，避免拖延时间。我发现，CEO开会开太久的话，会影响到组织中所有人的时间安排。



数据表明，你花大量时间在电子邮件上。这是个问题吗？

波特、诺利亚和我谈了很多电子邮件的问题。我的确在这方面花了太多时间。电子邮件缺乏人情味，而且比较被动。CEO必须有亲和力和本真性，而电子邮件反映不出来这两点。波特教授和诺利亚院长在我就读哈佛商学院时教过我组织行为学，他们鼓励我和员工有更多一对一交流时间，并且多进行走动管理。这是我参与本研究的最大收获之一。我还必须有更多独处时间，思维和行动要更积极主动。我没有被安排工作的时间段太短了，不能对重大议题进行深度反思，所以一般我也就是看看收件箱。摆脱收件箱太困难了，但我还在努力，而且我在总部走动管理的时间变多了。



CEO真的需要大量独处时间吗？你在空闲的时候，比如开车、健身或等飞机，不会考虑公司事务吗？

我在开车或乘坐没有Wi-Fi的飞机时的确有反思的时间。专门用于思考的时间有重要价值。我在这些时间里确实想到很多新点子。更广泛地说，波特和诺利亚不只强调了反思时间，还建议预留时间发挥自发性，不要将日程安排过满。



你的助理不能帮你避免把日程排太满吗？

我从规划日程的流程中学到的一件事是，你的助理必须是战略合作伙伴。现在我试着定期和她坐在一起谈话，确保她知道我的优先项目有哪些。她还做了不少对我有帮助的小事。比如她屏蔽了我的日程安排，所以没人能在Outlook中看到我的时间表，发现我有半个小时的空闲，然后要求跟我开会。她将会议定在其他人的办公室，所以我必须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她还规定了我每天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这是个健康的习惯，所以我每顿饭都不会错过，还能找到人边吃饭边轻松地聊天。



说到健康习惯，波特和诺利亚责备你不健身了吗？

他们确实让我有些为难。我需要找时间健身，但之前从来没试过。我的锻炼时间只占个人时间的4%，比平均值低，而且老实说，有健身时间就很幸运了。他们还指出，我在个人爱好上花的时间不够。我现在唯一的爱好就是高尔夫球，多数情况下都和客户一起或在行业活动中玩。当然，我不反对花更多时间啦。



你和客户相处的时间比CEO平均值多。这意味着你做出了什么牺牲？

我对客户的重视源于早年在GE工作的经历——GE的领导者花大量时间和客户沟通。在这方面，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是个榜样，我从没见过做得比他更好的人。我们的行业有大量活动，比如协会例会、飞行表演等，每个人都在场，所以是社交的好机会。参加这些活动意味着你在总部的时间会比较少，必须将更多工作委派给团队，但这可能是件好事。



你对未来领导者有什么和时间管理有关的建议吗？

战略性地规划时间，因为这就是你的战略之一。你不能把这件事变成自下而上的被动过程。你必须自上而下地管理时间，而且绝不能委托他人。即便现在流行使用电子邮件，你也必须要求自己坚持面对面沟通，让别人看到你真实亲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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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一场
没有终点的长跑

	即使在金融领域内，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武云溥 | 文 李浩海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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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从业者也许身处全世界最复 杂多变的市场——在这里,各式各样 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层出不穷,这 意味着活力,也意味着极端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风 险。自 2011 年至今,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风控、 人工智能、数字货币,这些新词汇冲击着公众认知, 也刺激着行业自身的升级迭代——人们习惯说“风 来了”,要抢占风口,老司机们“赶紧上车”。可是 风从哪里来的呢? 2006 年有位从华尔街归来的金 融人士在北京创业,开启了他的“造风”实验。

他就是唐宁,是宜信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宜 信是金融科技行业里一家颇为特别的企业——当市 场很多玩家还在追逐风口,或者因为被风吹起来而 兴奋不已的时候,唐宁带领的宜信团队已经在下一 个可能成为风口的领域埋头耕耘很久了。金融是关 于资源调配的古老科学,但对于中国市场,唐宁经 常在某种意义上扮演启蒙者的角色。2006 年宜信公 司成立,创新地在中国发明“个人对个人”借贷模 式并让其生根发芽,而彼时的中国存在大量借款人 因为数据和信用信息不完整,无法完成信用定价, 唐宁做的信用借款看上去像一场盲目的冒险。

可是等到 2015 年前后,数千家网贷企业在红 海拼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候,唐宁已经带着 宜信旗下的宜人贷团队去纽交所敲了钟,成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赴美上市第一股。2016 年严厉的网贷 监管细则落地,众多“无证上岗”公司面临生死大考, 同行们又惊奇地发现,宜信早早就完成了银行资金 存管,并拿到了一系列相关牌照。从没有规则的市 场里成长壮大,在合法合规经营的转型期未雨绸缪, 从普惠金融到财富管理,从大数据风控到人工智能, 宜信一直在金融科技行业第一梯队里领跑,这都令 人好奇:唐宁在战略上如何预测未来?他又为何能 在战术上把握节奏如此精准?



做好该做的事,风就会来

2018年5月28日,宜信公司创立12年的庆祝大会 上,唐宁激动地分享了他对于“未来”的看法—— 他没有多谈过往的艰辛和眼下的成就,这是个坚定 瞄准前路的行动派。“组织要做的是看到五年之后 客户的需求,甚至客户自己都看不到的需求,组织 能够看到,并且围绕这样的需求去建立核心竞争 力。”唐宁说,“这样的组织才会是未来的赢家, 在几年之后与客户在未来会师。”

面对传媒和公众,唐宁是个略显腼腆的人,可 是在专业领域,他又时时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和精英 意识。“金融人士的终极梦想,我一直都有。”唐宁说, 宜信成立至今 12 年,对于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他有坚定的价值观,清晰的方法论。价值观就是“让

稀缺的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让德才兼备有担当 的个人和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而说到方法论,对 宜信过往 12 年的复盘可以看出,唐宁至少做对了 这样三件事。

一、洞察未被满足的客户需求。唐宁在创办宜 信之前,先是在华尔街大型投行工作,继而回国做 天使投资,他投的第一个项目是做 IT 职业技能培 训的达内科技。他发现达内的很多学生,没有能力 支付哪怕仅是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学费,他们显 然需要金融机构的帮助,但是谁来满足这个需求 呢?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就会触及数以亿计的 学生、农户、城市白领、小微企业主,这个庞大的 需求群体手中,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抵押的资产, 所以他们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唐宁据此推断,中国 经济的未来,一定是要建立信用社会,“人人有信用, 信用有价值”。

这不是妄想,毕竟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走到了这 个阶段,中国也必将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宜信 2006 年开始推动的无抵押信用借款,在没有个人征 信体系的中国社会确实面临着诸多风险,唐宁对风 险看得很清楚。他的风险意识同样是超前的——问 题并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是能否把风险控制在可 承受的范围内,不能因为风险的存在而忽略现实需 求的存在,不能因为有坏人存在就让好人饿死。所以与其说宜信的模式创新走在了前面,不如说中国 征信体系的建设,落在了社会需求的后面。宜信只 是在正确的时间(也许稍早了点),做了正确的事情。 当小微个人的金融需求逐步被满足,当中国信用体 系和行业监管逐步完善,宜信作为银行等传统金融 机构的补充,自然体现出了巨大的先发优势。

二、新技术应用于新经济,新经济支持新技术 发展,二者相互赋能。这里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也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能。作为金融人士,唐宁拥 抱科技,但不迷信科技,他认为新技术应该走出实 验室,找到落地应用的场景才能创造价值。例如 2012 年前后,中国大众基本普及了智能手机,唐宁 发现移动智能终端能够很好地汇集个人信用数据, 这使得完全在线上打通信用借款全流程操作成为可 能,宜人贷应运而生。宜人贷成功登陆纽交所,其 实就是唐宁及团队敏锐地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初兴之 时的机遇,并在战术上快速行动,最终摘取了“中 国金融科技第一股”的桂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撰 文指出,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金融模式的创新,突破 了过去很多传统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无法触 达客户的障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产业升级、数字 技术和金融创新的新时代。过去赚快钱、赚暴利的 投资机会一去不返,今后需要有耐心的资本来支持

经济增长和实业发展。 在这个新时代大幕拉开的时刻,唐宁又预先看到了趋势所在,就是无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 造,还是前沿科技的研发创新,都是一个长期投入 的过程。而中国市场的现状是,短期的钱很多,长 期的钱很少,流动性匹配不当的问题很普遍。很难 想象一家初创科技企业有能力按季付息,两三年时 间就给予短期资本回报。唐宁投资达内科技等了 11 年,才等到达内上市,当然回报率高达千倍,但耐 心是这一切的前提。

长期的钱从哪里来?这是当下的宜信财富正在 发力的领域,唐宁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私募股权母基 金——他辗转各地身体力行参与投资者教育,向高 净值、超高净值客户传授长期投资的心法;另一方 面,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母基金把募集来的资金投向 超过 200 家行业领先的投资基金,从而间接覆盖了 境内外共计超过 4000 家高成长企业,用耐心的钱、 有温度的钱,支持他们十年甚至更久的发展。

“既给我们的财富管理客户创造了很好的投资 机会,”唐宁说,“又成为我们理念创新、模式创新、 技术创新学习的源泉。”

三、明确能力边界,深挖护城河。12 年来,宜 信已经从一间小办公室、几十个人,成长为中国金 融科技企业的龙头,宜信普惠在 255 个城市和 20个省、直辖市的农村地区建立起协同服务网络,累 计促成借款量超过 2000 亿元;宜信财富的办公室 开到了香港、新加坡、以色列、欧洲、北美等地, 在管资产超过千亿。但是这 12 年,宜信并没有像 很多巨头那样广泛跨界,唐宁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定 力,始终专注在金融领域,他觉得这个赛道足够长, 足够宽。而且即使在金融领域内,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果一件事我今天不做,五年后就可能被别 人颠覆,那我必须在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就提前做, 不能等风来。”唐宁说,“但是反过来,宜信今天面 对的机会或者诱惑也很多,我们得经常问自己,如 果已经有一万个人在做同样的事,我们凭什么比这 一万个人做得更好呢?”



但凡变革,总有风险

基于这样的考虑,宜信长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来做金融决策辅助工具的研发,比如海量数 据的抓取分析、自然语义识别等等,各种听起来酷 炫的前沿技术,都在宜信这家金融公司内部得以落 地应用。宜信招募了很多互联网技术专家,这些专 家也是来了之后才惊喜地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在 金融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唐宁觉得最酷也最难的工 作,是金融决策的数字化,例如对数万家投资机

构、数百万被投企业的案例分析,从中找出千丝万 缕的关联,进而判断未来的成功概率——用他的话 说是“让老司机武装到牙齿,更好地开车”。

目前,一些传统银行已经成为宜信的合作伙伴, 对宜信研发的 Financial AI 的工具都兴奋不已,唐 宁也乐于开放共享宜信的技术能力。“对金融和风险 的深入理解,把金融和科技有效地整合创新,是门 槛非常高的工作,绝非一夜之间随便来个人就能变 天。”唐宁说,“从另一个角度讲,要是跨界这么简单, 也说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护城河还不够深,要做 的事情还很多。”

唐宁推崇管理大师拉姆·查兰的理论,认为企 业每五年就应当重塑自身,这种重塑是彻底的,是 着眼未来的能力建设。但凡变革,总有风险,当问 道现在宜信最缺什么,他的回答是“时间”——需 要时间来推动变革,需要时间来验证决策的效果, 需要时间来回馈拥有耐心和勇气的开拓者。5 月下 旬,唐宁去了趟英国,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揭牌 了一间以“宜信”命名的教室,他在这座拥有 800 多年光荣历史的大学里感知时间的力量。“海外先进 市场是什么样子,中国金融的未来就是什么样子。” 唐宁说,“金融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我不追风口, 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风就会来。”







	特写 Feature

	

你的员工
感受到尊重
了吗？

	DO YOUR EMPLOYEES
FEEL RESPECTED?


	克里斯蒂·罗杰斯（KRISTIE ROGERS） |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李源 | 编辑

	



让员工感受到尊重，公司才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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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最在乎什么，员工最常见的答案之一是：“得到上级的尊重”。在最近乔治敦大学克里斯汀·波拉斯（Christine Porath）一次对全世界近2万名员工的调查中，参与者将尊重评为最重要的领导力行为。但与此同时，员工报告的不敬和无礼言行连年增长。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尽管没有受到尊重的员工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但那些平日里受到尊重的人——通常是那些担任管理或其他高级职位的人——并不这么想。因此，管理层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我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还有其他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领导者对工作场合的尊重理解不够全面，因此，哪怕抱着良好目的，下力气来改善尊重状况，也远远不够。

我的研究表明，员工在意两种截然不同的尊重。团队或组织中所有成员需要无差别获得“应得的尊重”，被接纳是他们共同的诉求。应得尊重的表现是：彬彬有礼以及承认团队中所有成员价值的良好氛围。缺乏应得尊重的环境里，通常会存在“泰罗式”（Tayloristic，是费雷德里克·泰罗在20世纪初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包括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效率——译者注）的过分监督和过度管理，无礼行为以及滥用权力，并产生员工可相互替换的氛围。“赢得的尊重”认可表现出可贵品质或行为的员工，区分出表现可圈可点的员工，并肯定每位员工都有独特的长处和才干（在知识类工作环境中尤需如此）。赢得的尊重能满足优秀工作被认可的需求。窃取别人的胜利果实，或者忽视员工取得的成绩等现象，说明组织中缺乏赢得的尊重。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尊重他人的工作环境能为组织带来巨大好处，但促成这种企业文化的努力往往不够，部分原因是领导者对“尊重”的理解不够全面。
		

		解决方案

		研究显示，员工看重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尊重。应得的尊重是组织或团队中所有成员都该获得的。赢得的尊重是对那些表现出有价值的品质或行为的个人的认可，并承认每个员工都有特定的优点和才能。

		

		实践

		在主营B2B营销业务的科技公司Televerde，员工主要是女囚。向她们不停地传达应得的尊重和赢得的尊重，不仅造就了一批非常敬业的员工，也为公司带来可观的利润和增长。此外，Televerde的员工再犯率比全国水平低80%。

	

	

营造尊重他人氛围的一个微妙挑战是——在应得的尊重和赢得的尊重之间找到平衡。正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布莱克·阿什弗斯（Blake Ashforth）和我在合著论文中所述，两种尊重失衡会让员工感到挫败。例如，当工作环境中应得的尊重远超过赢得的尊重，员工会发现所有人无论表现如何，待遇都相同，因此不再愿以个人成就为重。当需要实现集体目标时，这种比例或许正确，但也存在打击个人积极性和有损问责的风险。而与之相反，当工作环境中赢得的尊重远超过应得的尊重，易导致员工间过度竞争。在互动或合作不多的环境下，比如某些销售团队中，这种比例或许有些帮助，但也会阻碍员工分享关键成败经验，并助长恶性竞争和零和行为。一旦意识到个中微妙，领导者就能营造出适合现状的尊重环境——大多数情况下，两种尊重都需要达到相当高度。

因为人们的岗位往往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极为重要，职场中关于尊重的细节都是反映社会价值的重要信号。此外，员工加入企业，通常希望通过职业成长和完善自己，逐渐在企业中获得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尊重构建了重要的反馈机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伦敦商学院的艾米尼拉·伊贝拉（Herminia Ibarra）的研究描述了新员工如何尝试新行为（往往伴随不适），然后逐渐让它们成为“真我”的一部分。我与布莱克·阿什弗斯（Blake Ashforth）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凯文·科利（Kevin Corley）的研究聚焦这种尝试，发现在工作中感到尊重验证了这些实验行为，帮助员工从“这令我感到奇怪”，到相信“可能这真的是我”的认知转变，并实现个人成长。

尊重他人的工作环境能为组织带来巨大好处。认为自己受到尊重的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更满意，对公司更感激、更忠诚。他们还会更具复原力，与他人合作更多，业绩更好，更具创造性，而且更愿意接纳领导指示。反之，缺乏尊重会导致实实在在的损失。畅销书《关键性谈话》（Crucial Conversations）中提到：“尊重就像空气，存在的时候人们感受不到。然而一旦缺乏尊重，所有人都会感受到。”研究支持这种说法：遭到不敬对待的员工中，80%的人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反复思索这种不良行为，48%的人故意减少付出的努力。此外，不敬对待还会在同事间蔓延，甚至影响到顾客身上。

我花了15个月时间在一所州立监狱研究女囚的独特工作项目。她们的身份在囚犯和员工之间不停转换，从中最能反映出不敬环境和尊重环境的差别。虽然身份变换时，橙色的囚服不变，但她们与他人的互动方式千差万别。		



TELEVERDE 如何建立尊重文化

TELEVERDE 是一家以技术为中心的B2B营销公司，员工多为囚犯。成立后不久，吉姆·胡克（Jim Hook）在1995年收购了该公司并成为CEO——当时公司只有7名妇女，一辆宽拖车（登记在亚利桑那女子监狱财产下）和一台电脑，没有付费客户。胡克认识到，不断扩大的技术市场，有可能将需求和为女囚提供宝贵的就业机会结合起来。这项工作的内容是：代表 Televerde 的客户打电话联络企业，帮客户销售团队进行预约。近年来，囚犯员工成为助推利润大幅增长的动力；过去十年中， Televerd的年复合增长率为8.5%。现在公司在美国、苏格兰、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共有9个呼叫中心，共有员工 650人，其中425人是囚犯。也许最可观的是：囚犯雇员中，再犯率比全国水平低80%。胡克凭借天才的战略判断力认识到市场的需要，但Televerde的成功主要在于，重视“应得的尊重”和“赢得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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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的尊重。我进行了92次访谈，并在Televerde 的3所呼叫中心花了185小时进行观察和研究。虽然我采访了组织上下各层级员工，但重点研究了新员工，因为新员工对尊重的感受更为显著。在经过数月或数年的铁窗生活后，女囚们第一天到岗时，往往处于身份认同被剥夺，自我价值贬损的状态。在社会上，女囚价值普遍被贬低，她们也被定型为危险的、邪恶的，和坏妈妈。但Televerde 要传达的是：她们值得被尊重，并应有机会成为商业世界的成功一员。

尽管所有的犯人都需要工作，但工作的报酬和声望却不尽相同。Televerde 支付的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 美元——大大超过了多数监狱工作的报酬，比如厨房、清洁和景观美化工作。据我观察，入职培训从讨论公司历史和成功开始， 包括呼叫中心的女员工创造的主要成就和奖项。公司新人被称为“Televerdians”，对她们的欢迎辞是：“进了这扇门，你是同事，而不是囚犯。”

对员工的称呼也非常亲切：“XX女士”——这是监狱条例所允许的，绝不是“犯人”或数字。培训师和公司领导用心理解她们的想法——我看到他们利用这些女性可能遇到过的情景来解释复杂的商业概念。例如，他们用熟悉的餐馆作为例子阐明了组织图表，并以毒品交易为例讨论供应链管理。

公司领导还表示，把对职场新人的投资作为高优先级任务。他们描述了许多职业发展的机会，例如专门培训课程、职业图书俱乐部和刑满释放前一年为期6个月的系列讲习班。其目的是在精神、情感和专业上帮她们完成过渡。Televerde告诉工人，释放后他们可能有机会在办公室中工作，之前约有25%的人做到了。女性们还可以申请 Televerde 高等教育奖学金。在我旁听的双周课堂培训收尾项目上，每个新员工提出了一个商业计划，根据自己的创意或爱好设计假想公司。Televerde的经理、董事和高管参与了汇报。

领导者也非常注意把员工向外推介的方式。当现有或潜在客户访问呼叫中心时，经理们会谈论员工的敬业精神、热情和才干。一位员工回顾她参加胡克与客户团会面时的经历，说道：“他坐在那里，就像一个骄傲的父亲......没有打断或纠正任何发言。他非常尊重他人，完全信任我们能与客户进行卓有成效的交谈。”

应得的尊重贯穿于Televerde文化之中。其他囚犯员工会向新员工传达他们乐于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态度，例如，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在工作之余学习培训材料， 或者分享自己跌宕曲折的学习经历。某呼叫中心中，有经验的员工与新人组织了午后社交活动。新人和老人相互了解，分享如何在呼叫中心顺利工作的诀窍，探讨她们不断发展的职业抱负。

工作场所中的物件提醒员工她们的价值，例如，来自客户公司名人CEO 感谢员工出色工作的签名海报。此类物件也增强了员工应得的自尊。工作场所的设计也尽量减小地位差异：同一个项目中，新员工、老员工和经理坐在一模一样的隔间里，所有人都不会把新员工的问题视为一种打扰。

这些做法为所有工作人员应得的尊重建立并夯实了真实、统一的基础。某员工这样描述道：“在Televerde 你被当作成年人；你将得到作为一个人应得的尊重，人们认可你是有价值的、重要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很明确地意识到，应得的尊重经验不仅促成员工健康发展，也推动公司的优良业绩。

赢得的尊重。建立和保持高水平的“赢得的尊重”需要管理创新。因为监狱规定所限，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加薪、奖金或晋升。取而代之的，是从招聘流程的第一天起， 她们就必须通过的考验, 例如通过打字测试和成功通过电话面试。整个培训过程中有一个个此类里程碑。我观察到的里程碑形式有考试、商业计划介绍以及与导师打销售电话。每次小胜利都为员工和经理提供了正式承认新员工成就的机会。

新员工还经常与企业员工或囚犯员工培训师参加一对一反馈会议。两种培训员都会和我强调会议上诚实的重要性，比如他们不会表扬不够格的人。培训完成后还有反馈环节。他们通过质量管理流程来确认成绩，并给予员工成长反馈。经理还将客户的积极评价传达给员工，让她们在狱墙外也得到尊重。

Televerde还在公司内部宣传员工的成绩。每当一位员工敲定一个销售机会时，就会敲钟，这个信号提醒同事和经理为她鼓掌。（我听说员工第一次敲钟时，大家会为她起立欢呼。）经理和培训师颁发荣誉证书嘉奖优秀表现（比如当员工开始为公司创收的时候）。这些女性还自豪地把证书摆在工位里。

此外，管理人员确保个人业绩对其他员工透明公开。在某些情况下，业绩目标和每个员工实现目标的进度都被写在白板上，向团队全员公示。公开业绩让员工能够将表达（无论是针对自己还是同事）赢得的尊敬与特定的成就联系起来。公开透明还有助于雇员根据客观标准而非通过与他人比较衡量业绩，防止恶性竞争，破坏团结和互相尊重。

员工认为，持续不断地表达出赢得的尊重，对她们的业绩至关重要。一位员工告诉我：“因为尊重，我们有了自信。”“你越自信，打电话时听起来就会越自信......当然这会带来更多的成功，然后增强员工信心，这种积极的雪球效应会不断累积。”

身份发展。我对Televerde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心得是尊重对员工自我意识的重要性。据我观察，Televerde的员工逐渐不再把自己视为囚犯，而是职场中人。工作第一天，公司领导就告诉她们，无论过去如何，她们有机会作出更好的选择。“橙色制服不代表你的身份”这句话，让新员工挑战自我，与过去的决定和监狱生活说再见。因为有应得的尊重作为基础，她们内在价值得到了认可。这就建立了安全的环境，让她们可以验证自己的不同身份。

她们告诉我，身为囚犯的经历让她们的自我认同感达到最低。“你觉得自己十分渺小，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数字，”一位员工说。她们在 Televerde 的经历则截然不同。公司并未告诉她们抛弃旧自我，把自己装进成功员工的模子，而是鼓励她们识别和建立自己独特的属性和优势。在第一次培训练习中我观察到，得到帮助的员工明确了自己的主导人格特质，并探索这些特质与其工作的关联。培训师解释了每种特质对成功的作用。在培训初期对不同特质表达赢得的尊重，能帮助员工设想她们在Televerde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什么样的职场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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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erde 邀请有经验的员工在培训课程中发言。我看到，公司总部的员工也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说，自己在公司的起点和新员工相同。我观察到这些成功和成长的真实案例如何将新员工的注意力从过去的自己，转移到未来可能成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新员工探索新行为模式会感到很安全，而监狱可能不允许她们进行此类尝试。经理、同事和客户的积极支持让她们有自信成长和改变。一位员工说：“我从很多女性那里听说过，而且我也有同感: 当你每天来这里工作时，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坐牢，也不会觉得自己穿着橙色囚服.....我是一个受过教育、聪明的职场人，每天都与《财富》500和1000强公司的副总裁、CIO与董事进行有意义的深刻对话。这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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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erde的员工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但员工对尊重的需求放之四海皆准。尊重问题和我们的其他基本需求一样，亟待改善。对大多数人而言，在选择雇主和参与工作时，尊重是关键的动力。虽然很少有员工会经历从犯人到职场人的转变，但每个员工的成长空间都不尽相同，而且成长对工作满意度和绩效都很重要。员工对雇主的忠诚度可能更高，这使他们能够成长和进步。

此外很多情景下，传统公司员工的感觉与女囚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以及对尊重的强烈需求，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那些处于所谓“低端”行业的人，或是处于领导层变动的企业的人，他们会对是否继续受到重视产生疑问。对应得和赢得尊重的需求，以及两种尊重所证实的影响，是各种行业情景下塑造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



缩小差距

除非是最不友善的工作场所，建立充满尊重的组织并不需要颠覆人力政策，或任何其他正式的变革。所需的是不断思索，如何委婉地将应得的和赢得的尊重传达出去，这很重要。下面我介绍7个小诀窍，让领导者和管理者可以用来对员工施以巨大影响。



1|设置应得尊重的基准。每个员工都应该感到自己的尊严得到了承认和尊重。这对低端工作尤其重要。密西根大学的简·达顿（Jane Dutton）、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格雷耶·德比比（Gelaye Debebe）和耶鲁大学的艾米·沃兹涅斯基（Amy Wrzesniewski） 进行了一项工作价值被高估或低估的研究，发现许多医院清洁工描述了一些看似微妙的线索，促使他们感到自身价值得到增强或减少。一些清洁工人从未得到其他工作人员认可，这让他们觉得被视若无睹，或者他们不属于医院工作体系的一部分，只是顺道的访客。另一些人则表示，医生的简单问候或为他们扶一下门，都能让他们精神振奋，增加自信。

即使在声名远扬的公司，应得的尊重也是头等大事。一位苹果销售助理在2011年一篇博客描述了他对CEO的第一印象:“蒂姆·库克从不会觉得任何问题愚蠢。当他回答我时，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我是苹果最重要的人。不夸张地说，他对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我是乔布斯本人。比如他的样子、语气、长时间的停顿... ...从那天起，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可替换的零件。我是苹果中数以万计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花点时间考虑一下你的职业地位是否阻碍你觉察尊重上的差距，并注意到哪怕领导者一句简单的认可或表扬，都往往足以使员工感到自己受到重视。



2|知道如何在特定工作场所表示尊重。无论我们是领导者还是同事，都可以塑造良好环境，让同事能强化尊重信号和增进彼此社会价值。研究表明，积极倾听和重视不同背景和想法等具体行为能够传达应得的尊重。对领导者而言，委派重要任务、虚心听取意见、给员工追求创造性想法的自由、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在危急情况下公开支持他们，都是表示尊重的行为。

管理者应注意传达尊重的标准。不同部门中，这些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也许在你以前的工作场所，人们通过与同事在清晨寒暄以示尊重；但在新环境里你会发现在开始工作的关键时刻这样做，会令人分心，而非尊重。或者在以前的环境中，在排演客户汇报时提出表扬和批评意见都表示尊重，但现在的同事会觉得这是种冒犯。



3|认识到尊重具有连锁反应。正如领导行为通常在整个组织中被模仿，无礼和尊重都会上行下效，并逐渐升级。自上而下的模仿甚至会影响员工对待客户、行业伙伴和社区成员的方式。近年来好市多（Costco）既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优秀大雇主，又在“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调查中被评为“美国人最喜爱的零售商”，这绝非巧合。而另一端，“最差客户服务”榜首的公司也经常出现在“最差工作地点”的名单上。

4|适度传达应得的尊重。除了确保应得尊重的底线之外，领导者还可以定义和调整不同尊重的组合，使之最符合员工成长的需要。虽然人们认为应得的和赢得的尊重都应该加强，但或许更应该强调其一。也许你设定了一个需要大量团结协作的目标，那么就更应强调应得的尊重。如果你的文化主要集中在个人贡献上，就可能会强调赢得的尊重，同时确保绩效标准透明，并且应该引导员工注意客观结果，而非主观同侪比较。那么此类赢得的尊重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麦肯锡全球调查研究了1000 多名高管、经理和员工，发现来自直属上级的表扬、领导的关注，以及领导项目的机会起到的激励作用大于金钱奖励。



5|认识到尊重是无限的。纽约大学的史蒂芬·布雷德（Steven Blader）和于思宇（Siyu Yu，音译）认为，作出判断需要分配固定的资源（如分配时间、加薪或注意力），但决定何时表达尊重则不同。尊重没有上限，给予员工A尊重，并不需要剥夺给予员工B的尊重，这对两种尊重都适用。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有权获得应得的尊重，符合或超过业绩标准的员工有资格获得赢得的尊重。员工在组织结构图上的位置不能决定他/她值得多少尊重。门卫和 CEO获得同等的应得尊重，赢得的尊重则应达到或超过某人具体职责的标准。



6|认识到尊重能节约时间而非浪费时间。传递尊重不一定要牺牲关键任务。克莉丝汀·波莱斯（Christine Porath）称，缺乏时间只不过是“空洞的借口”。波莱斯认为，尊重主要关于以何种方式去做已知的事情。简·达顿（Jane Dutton）也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应得的尊重最能体现在我们平常的互动中，可以简单到以感激的态度交流和倾听，不吝惜对他人的欣赏，或是认可他人对公司的价值。你根本无需担忧表达尊重会占用时间，因为你每天用于传达尊重的时间，最终将为你节约大量时间。波莱斯表示，忽视尊重所要付出的代价，比重视尊重大得多。据她估计，《财富》1000强公司的领导和高管年均花在处理不敬行为后果上的时间长达七周。与这七周相比，认可员工表现、问候他人或帮人扶门所花的时间微不足道。



7|明白不合时宜地表达尊重可能适得其反。如果随意表现尊重，而且方式方法反复无常，可能弊大于利。与每天经常接触的经理和同事相比，人力或高层领导人含糊不清地表达尊重，可能反而会让员工感到虚伪且富于操纵性。如果人们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尊重，其他场合则相反，他们的言谈便显得不真诚。 例如，经理只有高管在场 （或缺席）时表扬员工。最后，要避免让不够格的人获得赢得的尊重，没人会对此产生共鸣。一位 Televerde 的员工这样说：“你并不想要空洞的恭维.....而是货真价实的赞美。”因为员工把诚实视为最有价值的尊重表达方式之一，所以无论初衷多么好，不真诚的赞美都会适得其反。

我遇到的Televerde某员工在工作的第一个月告诉我，她从来没有做过全职工作，不知道如何与CEO交谈, 并怀疑这份工作是否符合真正的自己。9个月后，她给我讲述了支持她的同事，在几个项目上的成就，以及经理实在的表扬。她补充说：“从开始到现在的9个月里，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你可以决定自己是谁，因此只要我下决心，这份工作让我可以真正做自己。”为合适的工作找到合适的人并协调日常工作是经理的庄严职责。然而正如我的研究所表明，责任并未到此结束: 管理者也必须建立充满尊重的工作场所，让员工以及他们的公司成为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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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罗杰斯是马凯特大学管理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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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多样性团队的决策水平更高，最新研究表明，他们的投资水平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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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研究人员难以找到多样性和财务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决策权力和激励因素模糊的大型企业。

		

		研究

		作者聚焦于风险投资行业，这一行业阻碍较少，便于研究：每位投资人都是决策者，决策也有清晰可见的商业结果。激励因素统一，容易识别。

		

		发现

		证据明显说明：多样性能极大提高诸如投资组合中的个体公司的财务绩效数据，以及整体基金收益。作者推荐了斩获这些收益的方法。

	

	

在谈到多样性对组织及团队的影响时，管理者和学者往往会提及多样性在提高集体准确性和客观性方面的效果，以及对分析思维和创新性的影响。但在财务表现的“硬指标”上，研究者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在决策权和激励因素并不明晰的大企业，更难确定决策对相关收益或市场份额的效果。

风投行业则不同，公司结构扁平，主要由投资合伙人和少数几位初级专业人士组成。每位投资人都是决策者，每个决策的商业结果都清晰可见。我们知道哪些公司做了哪些投资，也能找到这些投资的负责人，因为他们往往是资产组合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更易了解的行业，尝试找出多样性的效果。通过公开信息，我们可以分析风投人士的“天然特征”，例如性别和种族，以及“习得特征”，例如教育和工作经历。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决策者的共性和差异，并根据他们的投资表现比较决策的质量。由于他们的激励因素一致，且易于识别——风投家的薪资报酬很大程度上由分红决定，所以他们和投资合伙人目标一致，分析不受隐藏利益干扰。每位风投家和所在企业的目标，都是选择并打造那些能产生最佳收益的公司。

一言以蔽之，风投行业是最佳“小白鼠”。过去几年里，本文作者之一保罗·冈柏斯研究了数千位风投资本家的决策和上万笔投资，证据说明：多样性能极大提高财务表现，如投资组合企业层面的投资收益，以及整体基金收益。尽管人们都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学者将这种倾向称为同质性，这种行为具有社交收益，给人带来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但也会让投资者和企业面临财务损失。

本文将叙述与之相关的研究过程，并为管理者介绍如何更好地利用多样性的商业收益。如果决策者能尽早坦诚面对并解决同质性问题、知道只需稍微改变思维模式和行为就能带来持久的连锁反应，并尽可能让社交和职业网络多样性，他们将从中获益最多。



对业绩的影响

风投从业者，性别和种族高度同质。1990年以来的一组全美风投公司及投资人综合数据表明，该行业在过去28年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只有8%的投资人是女性。少数族裔人数一直很少，只有2%的投资人是西班牙人，黑人人数不足1%。除了风投行业，这些族群的人数在其他领域、高级职业和科学学位中大幅增加。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风投资本家往往从同行公司选择合作者，一起投资并加入指导初创公司的董事会。多数投资人都在某个行业或领域有专长，所以研究人员很容易找到他们的潜在合作者：他们会在差不多的时间段投资同样类型的项目。如果投资伙伴是同性或同种族，合作可能性会高很多。若彼此教育背景相同，或曾效力于同一家公司，他们合作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同种族会增加39.2%的合作几率，校友关系增加34.4%。风投资本家不仅更有可能和相似的人一同投资某个项目，还可能一直与他们合作。

这一切对绩效来说意味着什么？和多样性团队相比，同质化团队的财务表现如何？我们发现了显著差距。从所有量化维度看，投资伙伴的同质性越高，投资表现越差。例如，选择校友合作投资、并购和IPO成功率平均比非校友低11.5%。同种族效果更明显，投资相对成功率会降低26.4%到32.2%。

要理解同质化团队为什么会产生较差的投资结果，关键是要找出影响决策的具体因素。有趣的是，同质化和多样性投资合伙人在选定投资项目时，前景同样出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投资者辅助初创企业制定战略、招聘等生死攸关的发展决策时，决策质量和效果的差别才体现出来。想在高度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下获得成功，企业需要创造性思维，背景多样的人合作更容易发挥出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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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公司的招聘政策会不断强化行业同质性。风投公司规模不大（往往只有3-5名投资人），常常会有职位空缺（每2-4年），因此，只要公司略微体现出倾向性，选择和既有合伙人相似的合作者，就会给公司带来长远影响。例如，很多知名风投公司的创始人都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现在有MBA学位的风投资本家中，25%来自哈佛大学，来自沃顿商学院的只有9%，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只有11%，而后两所都是顶级商学院。

女性候选人的前途更加暗淡。仅有8%的风投资本家是女性。这个数据不足为奇，毕竟近75%的风投公司从未聘请过女性担任过这一职位。在这样压倒性的数据面前，剩下那25%的企业为什么聘请女性员工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合伙人孩子的性别。如果公司合伙人生女儿的更多，会极大提高招聘女性投资者的可能性。如果少一个儿子，多一个女儿，招聘女性的可能性会提高25%。

当然，我们并非建议男性合伙人应该多生女儿，以便减少公司的性别歧视，增加企业多样性。由于孩子的性别无法选择，这项研究成果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多样性产生的影响。当“女儿效应”让公司拥有了更多女性员工后，可以显著影响绩效。增加10%女性合伙人的风投资本公司，每年总基金平均回报增加1.5%，获利退出的利润提高9.7%（鉴于只有28.8%的风险投资有获利退出，这一数字相当可观）。

多样性不仅对风投行业有经济影响力。近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一份针对高技术职业（法律、医药、科学、学术和管理等）的分析说明，美国提供的商品及服务价值和多样性之间正相关。该研究统计了1960年以来的GDP数据趋势，得出了这一结论。那时美国的白人女性和黑人受到严重限制，基本无法从事这些职业。虽然现在美国还谈不上性别平等，但在过去50年时间里，这些行业性别和种族多样性得到极大改善，美国经济也在同一时期获得发展。NBER分析采用的模型假设，在所有性别和种族中，天赋平均分布，该分析认为，25%的人均GDP增长归功于白人女性和非裔美国人的加入。简言之，作者认为，美国开始更好地利用国家人才。



斩获多样性收益

既然同质性会提高成本，多样性产生效益，管理者下一步能做的自然是提高合作人群的多样性。根据研究证据，以下是我们的建议：

尽早开始。时机是很关键却常被忽略的因素。创始人和创业者在早期工作中，可能不太看重多样性，认为等到企业发展起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迟。但在企业成立之初解决多样性的问题，远比发展成大型同质化机器后解决更容易。

自由职业者网站Task Rabbit的CEO史黛西·布朗-菲尔波特（Stacy Brown-Philpot）反思自己早年在谷歌担任财务总监的经历时，提到了这点。“我加入谷歌时，公司有1000人，”她说，“直到两年半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公司的少数族群。因此我和同事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成立了一个团队，但为时已晚。我觉得这也是谷歌面临的挑战之一。”加入Task Rabbit之后，她换了一种方式，携手美国国会黑人同盟的“2020CBC科技倡议”，吸纳更多黑人员工加入科技行业。2016年，布朗-菲尔波特公开承诺，截至当年年底，公司黑人员工数量将从11%提高到13%，保证黑人员工的比例。

社会学研究印证了“以后再解决同质化问题”的缺陷。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用电子邮件作为大学社交联系媒介。他们发现，大家在参加新课程或新活动等几轮互动后，即便只是微小的类同倾向，也可以累积产生很大的影响，造成团队明显的同质化。结果表明，已经同质化的组织，在壮大过程中会加重这种倾向。因此，在公司早期运营中，将多样性根植在企业DNA中非常重要。

当然这并不代表成熟企业无法改善多样性程度。通过在招聘中“盲选”简历，在绩效评估中运用客观指标（企业要不断迭代优化指标）等标准化流程，都能有效改善企业的偏见和歧视问题。但如果开发和优化这些流程的团队，自身就有同质化倾向，必须格外小心，防止个人偏见变成企业流程。

主动的微调，可以带来连锁反应。不但在风投和初创企业是这样，任何由少数人掌握多数决策权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吸纳几位有能力的女性或少数族裔加入这样的团队，能够相对平衡权力。近期研究表明，如果这些人决定招聘结果，会影响企业未来的人员组成。在一次网络模拟中，参与者被分为“雇员”和“潜在雇员”。女性雇主在面对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时，雇用女性的几率为50%，而男性雇主则只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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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可以被解读为类同吸引的证据，说明当组织中占多数的人出现同质化偏见时，会阻碍多样性，而少数派出现这种倾向时，可以发展多样性。过去在招聘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不太可能歧视和自己具有同样天然属性的人。两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都成立。但冈柏斯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传统少数派在创立公司时，比白人更倾向于寻找和自己不同的族群。结果说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中，优秀成员不用担心被多样性组织拒之门外。如果组织的长远目标是人员的比例平衡，最好在早期对偏见“矫枉过正”，招聘更多传统的少数派族群，而不是相反。

为此，企业在招聘时，不需要公开明确地偏向某特殊族群或性别。有时候对选拔流程稍作调整，就可以增加多样性。在一项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行为经济学家艾瑞斯·博纳特（Iris Bohnet）主导的研究中，被分配到雇主角色的学生要挑选一位可以在其后的数学或语文测试中表现出色的雇员。即使性别和表现没有相关性，“雇主”仍然可能受刻板印象影响，在语文测试中偏向于选择女性，数学测试中选择男性。但当他们一起来选择候选人时，性别突然变得不重要。评估者开始关注候选人过去的表现——即对未来成功与否真正有意义的预测指标。

在企业招聘未来人选的“盲评”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结果。很多人都听说过，在屏风后选拔音乐家，能够极大增加女性加入交响乐团的几率的例子。下面我们提供一个其他行业的例子：政治讽刺谈话节目《与萨曼莎·比正面交锋》（Full Frontal with Samantha Bee）在准备招聘编剧的时候，彼时的制作人乔·米勒（Jo Miller）融合了其他节目的选拔流程，根据她的目标做了一些相关修改。在第一轮提交脚本的过程中，给出详尽的格式化指令，确保与经验相关的表面指标不会掩盖才华、品味和潜力，由于这种评估方式，进入第二轮的申请者比以往多很多。第二轮才会考虑此前作品、性别和种族等其他因素。结果，选拔出来的团队非常多样：包含50%的女性和30%的有色人种。

除了这些基础的流程调整，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意向。米勒和比都认为，多样性的编剧团队对节目至关重要，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这一目标。但是多数机构做不到这样。

典型的新闻编辑室便是一例。美国报纸主编协会2017年的“新闻编辑室雇用多样性调研”发现，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纸，从《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到《华盛顿邮报》，白人员工的比例都超过了读者群体。有人请《纽约时报杂志》记者、2017年麦克阿瑟奖（MacArthur）获得者妮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针对这份令人不安的报告，给有色记者提建议，她请对方打给编辑室主管，确定“报纸对外宣称的目标是不是实际目标”。她补充说，“如果主管想要一个多样性的编辑室，他们会做到的。”

其他几位知名媒体人也认同这种看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Charles Blow）在最近一条推特中说，“从25岁到37岁，我一直担任编辑室主管，我发现人们偏爱的‘软技能’总是具有文化排外性，这对我打击很大。”广播新闻记者、制片人索拉达·奥布莱恩（Soledad O’Brien）对此强烈认同。“这事儿没有那么复杂，”她强调。

工作场合外的多样性。因为我们的社交和工作圈往往有所重叠，同质化的人际网络也会损害企业多样性。这也是一些公司不再那么看重推荐，或至少对其中的陷阱有所警惕的原因。但个人网络对某些行业的运营仍然很重要。比如，针对风投资本家的一项调研显示，社会关系仍然是带来项目的关键来源。但投资人的社交网络往往很封闭，因为，多数风险投资人都拥有同样的教育背景、性别、种族或公司。最后，他们错失了很多机会。

导师制度和其他职业发展计划，可以让管理者和雇员接触到更多和自己不同的人，有助于减少组织偏见，增加多样性，但这类关系本质上仍然是层级制的，可能会加重个体偏见。在一项研究中，当白人获得管理黑人下属的“长官”角色时，他们的偏见加剧。同种族之间的情景权力对种族态度没有影响。对个人而言，平等对待广泛的社交对象，有利于减少偏见。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证实，和同性恋朋友的友谊有助于减少性别歧视。另一项研究发现，白人参与者和拉美及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友谊，能减少他们对这些族群的内隐偏见。

关于类同倾向最常见的解释是，这是人类想要和同类人互动的无害欲望。但上文提到的对创业团队的分析表明，相比习得属性，天然属性的类同驱动更强。社交互动会促使人们超越这些最易辨认的表面信息，重新评估“和自己相似”意味着什么。这类互动的好处也体现在工作场合，不断发展的网络和思维模式能提高个人和组织绩效。

我们推荐的所有方法，核心是愿意坦诚面对并解决偏见。如果人们选择忽视或否认其存在，会继续寻找和自己相似的商业伙伴、团队成员和雇员，从而错失大量多样性带来的益处。

社会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面对关于偏见的指责时，往往会被激怒，特别是当这些偏见真实存在的时候。与不同的人相处可能会产生不愉快，却可以改变行为。因此，我们应该将其视为成长良机。偏见可以量化，却并非难以改变，对于组织和个人都是如此。承认它的存在，我们才能反其道行之，拓展潜在合作对象的范围，提高财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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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冈柏斯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Eugene Holman教席教授，同时也兼任金融和创业管理部门教授。西巴·科瓦里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曾在《大西洋月刊》《波士顿邮报》和网络杂志Slate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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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一个与公司利益一致、可以指导决策的更高的使命能促使员工摆脱旧有的倦怠行为方式，在工作中发挥出潜力。




[image: ]



格里·安德森（Gerry Anderson）刚刚当上DTE Energy公司总裁的时候，并不相信更高的组织使命能有什么力量。



这里说的不是主要关注公司如何创造经济价值的明确任务。DTE有一个目标是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安德森明白其重要性。

更高的使命不只是经济方面，还要反映一些更加鼓舞人心的观念。要阐释与组织相关的人们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让员工感受到使命，并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安德森也像我们研究中采访过的许多领导者一样，上任时并不觉得这种东西有多少价值。更高的使命，这个概念与他关注公司经济效益的观念格格不入。

随后发生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安德森知道，必须让员工更加投入工作。经济危机之前就有调查显示，DTE员工对工作不怎么上心。这是一个经典的两难局面：员工似乎无法摆脱旧有的倦怠行为方式。他们没有把才智和创意用在工作上，没有发挥出潜力。安德森知道自己需要更加投入的团队，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DTE一位董事、退役陆军少将乔·罗布尔斯（Joe Robles）当时是USAA CEO，他邀请安德森参观了USAA的几个呼叫中心。安德森熟知多数呼叫中心的文化，以为那里的员工都是走过场。然而他看到的是全力以赴积极工作的员工协调合作，努力为客户服务。安德森问罗布尔斯这是怎么做到的，罗布尔斯回答，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员工与使命联系在一起”。

他解释说，USAA的每位员工都要参加为期四天的浸入式文化培训，承诺为客户提供非凡的服务——他们的客户是那些为国家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军人及其家属。USAA有两万多名员工，这样的培训投入不小。公司还举办员工大会和其他论坛，让各层级员工提出问题，交流如何践行使命，进一步加强培训成果。

放在经济危机之前，安德森不会接受罗布尔斯关于使命的说法，认为这种东西过于简单，华而不实。但他无计可施，要设法重振自己的公司，正在重新审视自己对管理的基本看法，于是他听了罗布尔斯的话。

安德森回到DTE底特律总部，拍了一段视频阐述公司员工工作的更高使命。这个法子也是从罗布尔斯那里学来的。视频展示了DTE的货车司机、操作工人、公司领导者等许多人的工作，以及他们的工作为社区做出的贡献——工人、教师和医生都需要DTE提供的能源。第一组观看视频的专业技术员工给出的评价非常好。一些工会成员观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的工作被呈现为对社会有意义的贡献，这是前所未有的。视频生动地传达了DTE的新宗旨：“我们提供能源、社区的活力源泉以及进步的动力。”

之后的措施更加重要：公司领导者全力支持，将其纳入入职培训项目、公司会议和电影节、合唱等文化建设活动。员工相信公司使命真实可靠，就开始发生转变。敬业度分值攀升，公司连续五年获得“盖洛普优秀工作场所”大奖，财务方面也有了实际的回报：自2008年年末至2017年年末，DTE股价翻了三倍以上。

其他措施都无济于事，强调使命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之前安德森试过提供培训、调整激励措施、增加监管，结果都令人失望。事实证明，不是员工有问题，是他的方法有问题。

要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像许多管理者一样，运用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将员工视为自利的个体，并据此设计组织工作和文化，那你是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的。

因此，管理者面临一个选择：认为实现预期效果只需要施加更严厉的控制，继续强化原本的方法；强调一个与公司利益一致、可以指导决策的更高的使命，让组织团结一致。如果后一种方法成功了，员工会尝试新事物，进行深入学习，承担风险，并做出令人惊讶的贡献。

许多管理者回避公司使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这种理念有违他们在商学院学到的东西，或许也违背他们后来的经验：工作本质上是契约制，员工希望减少个人投入的成本。

这种预设不一定是错的——事实上，这类观念可以解释很多种环境下的行为。不过这也是自证式的预言。如果管理者这样看待员工，就会产生预料中的问题。员工选择对合同里列出的激励和自身受到的管控做出回应，无法发现机遇，还会感受到矛盾，抗拒反馈，表现欠佳，发展停滞。于是管理者认为自己对员工的预设得到了印证，加强控制，更加依赖外在激励。员工变得更加关注奖励，通常就会忽视一些难以评估的活动，如指导下属、分享经验等。首要价值和使命变成了空谈。员工只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成果一再低于期望，管理者再进一步施压。

本文提供一套方法，帮助管理者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我们为数百个组织提供咨询，并在研究中采访了数十位领导者，建立理论模型。我们发现，如果能够以使命贯穿战略和决策，就能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一起来，形成积极正面的同侪压力，让员工重新振奋精神，增加合作，促进学习，进而使得表现提升。我们总结了各种公司案例，就如何在组织中开展类似活动提供参考。



怎么做

组织接受使命，往往是由于发生了危机，迫使领导者改变自己对员工动力和表现的预设，尝试新的方法。不过，不必等待这种极端情况。我们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在没有被逼到绝境的时候打造使命型组织。这套方法分为八个必要步骤，使你能够跨越转为使命型组织的最大障碍——认为员工工作动力是“交易”的犬儒观点。



一、设想精神抖擞的工作团队

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雇主面临着“委托代理问题”，这是描述组织与其员工关系的标准经济模型，主要观点是：委托方（雇主）和代理方（雇员）签订劳动合同。代理方倾向于回避努力，为一定量的金钱回报投入一定量的精力，不会投入更多。精力属于个人成本，委托方只能以激励和监督对抗这种回避努力的倾向。

这个模型里不存在“全力以赴的工作团队”的概念。根据这个逻辑，安德森在USAA看到的景象根本不可能发生，只是愚蠢的奢望。

改变这种观念的一个方法是让领导者接触一些积极正面的例外情况。比如探索频道Dirty Jobs节目主持人迈克·罗（Mike Rowe）2015年7月的一篇博客文章，讲述了他在汉普顿酒店（Hampton Inn）的一次经历：



今天我的工作是从飞机上跳下去。早晨我离开酒店房间，看见过道上有半个人。他的脚踩着一架梯子，上半身在天花板里。

我做了自我介绍，问他在干什么。这样既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又能拖延我跟地球引力的约会，我实在不怎么乐意去跳飞机。这个人名叫科里·穆德尔（Corey Mundle），我们很快聊了起来。

“出问题了，迈克，”他说，“我的水管裂了，现在我的热水漏进我的洗衣房里。我得在我的客人发现之前把我的水关了，把我的水管卸了装上新的。”

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说不用，这工作还不够脏。我们都笑了，科里问能不能拍张我的照片。我说当然可以，也要拍他的照片。他问我为什么想要他的照片，我说，因为我喜欢他的措辞。

“我喜欢你对工作的描述，”我说，“不是‘热水’而是‘我的热水’，不是‘洗衣房’而是‘我的洗衣房’，‘我的水管’。多数人都不会这样讲述自己的工作，没有这种‘拥有’的感觉。”

科里耸耸肩说：“这不是随便什么工作，这是‘我的’工作。我很高兴能做这份工作，我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骄傲。”

科里并不知道，他说的话让我那一天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三个钟头以后，我努力鼓起勇气跳出飞机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怎么拉开降落伞，而是拉开“我的”降落伞。



科里·穆德尔正是一位使命型员工。他不像典型的“代理方”一样尽量减少投入，而是把握工作的所有权。世界上的确有像他这样的员工，这个事实很重要。培训高管如何在组织中建立使命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如果的确会有这样的事，你就能做到。”如果能找到一个积极正面的例外——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部门，就可以用来鼓励其他人。追求卓越，探究成就卓越的使命，然后想象一下你的团队充分领会这种使命后将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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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员工陷入枯燥乏味的重复，工作不专心，不再发挥潜力。于是管理者加强管控，却无济于事。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原因

		多数管理方法和激励措施的基础是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员工是自利的代理方。这个假设是自证式的预言。

		

		解决方案

		让员工具有一种更高的使命感，就可以激励他们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和创意。员工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就会更加专注工作，承担风险，不断学习，不断投入更多。

	

	

二、发现使命

我们曾在某国际石油公司碰到，CEO要求一个项目小组描述组织使命，小组成员耗时数月，交出一份文档，详细说明了目标、任务和价值观。我们说，这样的表述没有力量，他们的分析和辩论都很老套。

项目小组只是凭空想象更高的使命，想要抓住员工的心。但使命不必凭空想象，它原本就存在。你可以通过共情找到它，要去理解和感受员工最深层次的共同需求，要提出激发式的问题，倾听并思考。

前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德博拉·鲍尔（Deborah Bal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职业学院像大多数公司一样面临“使命漂移”问题。鲍尔新上任时，想明确组织使命，提升员工专注度和敬业度，改善合作。

为了“正本清源”，她与学院所有员工沟通，希望获得多种意见，也的确如愿了。但她也发现了惊人的共通性，员工强烈希望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鲍尔把自己听到的意见写下来，与其他人分享，倾听他们的回应，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

这不仅是倾听，而是一个广泛、有序、迭代的过程。鲍尔说：“你要找到人才，与他们共事，听懂他们表达的意思，跟他们打成一片，并不断回馈他们。”她借用敏捷和设计思维的概念，将这个过程称为“集体创造”。

随着这个过程推进，事实逐渐明朗：学院其实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例如，学院可以影响世界各地其他培养教师的机构，解决学费问题，为少数人群服务。鲍尔得出结论，这些重点问题有潜力将所有员工的力量团结起来，并吸引新的人才和科研资金。于是她把强调这些内容，作为学院集体认同感的重要因素。



三、满足对真实的需求

使命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词。就算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领导者，也受到来自董事会、投资者、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被迫给出组织使命。这个趋势有时会催生出上文石油公司项目小组做出的那种文档。如果公司对其使命和价值的陈述未能规范高管层行为，那么就只是空谈。员工会察觉这种伪善，变得更加怀疑。这样是有害的。

一些CEO凭直觉感受到了这种危险。一位CEO告诉高管团队，他不想搞使命这一套，因为组织是政治系统，这样做必定显得虚伪。他的意见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管理者认为员工行为仅出于个人利益，员工对管理者也是这样想的，如果管理者提出其他动机，就往往被视为虚伪。

一位团队成员回答：“为什么不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来制定使命和价值观，然后付诸实现。”这样诚恳的意见破除了怀疑，讨论有所进展。

帮助金融机构筹集资金的中型投资银行Sandler O’Neill and Partners，是一个以使命和价值规范行为的例子。该公司在利基市场获得成功，与其他投行一样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主要使命。不过，2001年“9·11”事件时，位于纽约双子塔的公司受到恐怖袭击的直接冲击。马上就要领导公司高管团队的吉米·邓恩（Jimmy Dunne）得知，公司1/3的员工包括两名高管身亡，实体基础设施受重创，很多电脑和客户资料化为乌有。

随着危机进一步显现，虽然公司恢复业务的需求空前，但邓恩做出决定，每位死难员工的葬礼都让一位合伙人参加，也就是说他自己也参加了许多葬礼。目睹过多次悲伤的场面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公司的使命不只是满足客户、创造股东价值，还要重视员工生而为人的价值。

这与传统制度产生了严重分歧。比如他让CFO向所有遇难员工的家人支付该员工到2001年最后一天的薪水和奖金，然后又问能不能再把2002年全年的薪资奖金也发给家人。CFO表示，公司可以支持，但这样做有悖公司对合伙人的信托责任。于是公司提出可以收购合伙人持有的股份。没有合伙人接受这个提议。

员工会知道公司给出的使命是否真实。真实的使命会影响公司每一个决策，做出其他公司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为死难员工的家人开工资。邓恩告诉我们，组织往往在出事的时候发现自身的使命价值，困难时期领导者的作为能够显示出组织本性。他说：“评判人不是看他们付出多少，要看他们付出之后自己还剩下多少。”



四、始终如一

我们与一家跨国专业服务公司CEO谈起如何打造使命型组织，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做完？”

我们用另一个CEO的事例回答他。那位建筑公司CEO尝试用一年来进行公司转型，给我们看了他的计划，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说他能得A-。为什么不是A？他发表了一年的演说，觉得已经完成了，但员工才刚刚开始接收他发出的信息。他必须在在任期间不断厘清组织使命。我们这样告诉他的时候，他整个人都颓了。

相比之下，前不久退休的美国银行美国消费者运营负责人托尼·米奥拉（Tony Meola）则是一位明白这种持续性的领导者。他说，构建使命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要让组织改变方向，而已有的文化倾向于保持现状。

米奥拉克服障碍，是凭借向所在部门阐明使命：将卓越运营作为使命，不允许其他压力导致分心。他强调培训和发展员工运营能力和领导能力，将这个重点贯彻在交谈、决策和团队面临的所有问题里，随时发问：“这样做能否改善我们的运营？”他说：“这样一以贯之，从不动摇，就会产生惊人的效果。使命会渗透进集体意识。文化会发生改变，组织表现更上一层楼。流程得以简化，更易操作和维持。员工开始寻找针对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不再采用会在之后带来更多不便的权宜之计。”

这种思维意味着拒绝其他一切无法反映使命的东西。例如在米奥拉这个部门的呼叫中心，有个提案是向技术和人员投入额外资源，让团队得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客户的问题。但这个提案被拒绝了，因为管理者和员工根据现在的使命，判断这项投入能否提升运营效率，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做出判断，公司真正要做的是审视运营，设法改进、消除问题，从根本上减少呼叫中心收到的投诉。

像米奥拉这样言行一致、一以贯之地传达使命，员工会看到领导者的投入，开始真正接受公司使命，给自己重新定位。改变是自上而下的。



五、促进个人学习

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倾向于依赖外部动力。然而，领导者接受了使命，就会认识到学习和发展是强有力的激励。员工自身希望思考、学习和成长。

圣路易斯的非营利组织The Mission Continues，工作使命是帮助受伤和残疾的退伍军人康复并重新融入社会，新员工会被分配大量工作。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是，领导者给员工布置困难的任务，说明相信这个人有潜力。工作成为学习和发展的孵化器，员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自信，更加投入组织的工作，以及更高的使命。

领导者帮助员工了解使命和学习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强化使命。The Mission Continues员工常被要求思考两者间的关系，每两周写一次文档，描述自己的使命、优势和发展。这种做法不是单纯的重复，因为随着学到的东西逐渐增加，体验会逐渐变化。这与领导力发展途径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致。现代组织中员工可以轻松获得新体验，但必须主动去思考。

The Mission Continues的员工具备了适应性和主动性，就不需要太多管控了，因为员工理解组织的使命，也看到了自己如何可以变得更好。这种清晰的方向感，类似军队里的“指挥官意图”。士兵如果了解并深入理解了指挥官的战略目标，即使指挥官不在，他们也可以执行任务。当然，领导者必须详尽地解释组织更高的使命，员工才能利用手头的信息，主动采取行动。商学院教授克劳丁·加滕伯格、安德烈亚·普拉特和乔治·塞拉菲姆的研究显示，不止非营利组织，这一点在企业中也至关重要。



[image: ]



六、让中层管理者成为使命型领导者

要打造热情敬业的团队，你需要了解并贯彻组织使命、运用道德力量领导的中层管理者。这远远超过多数公司对中层的要求。

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数千位合伙人的毕马威，数十年来，合伙人以会计的严谨态度进行管理。他们仔细观察，严格评估，谨慎决策，因为这是高层定下的基调。高层管理者并不热衷空想，合伙人也是如此。于是，各层级员工都倾向于安全、渐进式的改良。

随后毕马威进行了转型，开始探索使命这一概念。回溯事务所历史，领导者惊讶地发现，事务所为世界大事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们采访了多名员工，经过分析，得出结论：毕马威的使命是帮助客户“激发信心，成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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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短短的一句话在公司中激发了一种敬畏之情，但毕马威高管没有让这句话成为营销语，而是着力让每一位领导者和管理者与这个使命产生关联。他们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使命感和意义感。这个举动产生影响之后，他们意识到，合伙人也需要这样影响自己的团队。合伙人接受了管理层的建议，但是觉得还没有能力做到。于是毕马威投资了新的培训，让合伙人学习如何通过引人入胜的叙述传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职业使命感。

虽然推进这类培训很困难，对投资、地产、税收、风控等等各方面专业知识要求很高，但公司文化的确发生了改变。如今毕马威合伙人跟团队交流个人使命，讨论如何将其与职业生涯及公司存在的意义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在毕马威中层建立起一种超乎预期的真挚。



七、让员工与使命相连

中高层领导者都深入理解了组织使命，就必须帮助一线员工了解使命如何与日常工作相联系。不过，自上而下的要求不会奏效。员工必须也参与这个过程，这样使命更容易渗透文化，塑造行为，即使没有管理者监督也不会有影响。

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仍然是毕马威，鼓励员工讲述自己如何产生影响的经历。毕马威有一个10000 Stories Challenge项目，让员工在一个便于使用的平台上回答“你在毕马威做什么”，与组织使命联系在一起，激发热情。

参与的员工都要写一个使命型的标题，比如“我对抗恐怖主义”，在下面加上清晰的陈述，如“毕马威帮助许多金融机构打击洗钱，阻止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获得资金”，下面可以放上员工自己的照片。每条回答都标有“激发信心，成就创新”。

6月，毕马威领导者宣布，如果员工在感恩节前发布一万条内容，感恩节就多放两天假。这个目标在一个月内就实现了，但员工的热情并未减退，2.7万人发布了4.2万条（一些人发了不止一条，还有以团队名义发出的）。毕马威找到了帮助员工个人认同组织集体使命的绝好方法。

公司总体转型得以稳固之后，调查显示，员工对自己工作的自豪感有所提升，敬业度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最终在《财富》杂志最佳雇主榜单中排名上升31名，位列第12，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排名最高的。人才招募水平提升，人员流失率下降，成本也得以降低。



八、让正面激励因素发挥作用

每个组织都有一群未能发挥潜力的变革推动者。我们把这些推动者称为正面激励网络。这些使命型人才像汉普顿酒店的科里·穆德尔一样，成熟且抱有乐观的态度，散布在组织各个层级，坦诚且主动。一旦被召集到一起，他们就可以协助推动文化变革的每一步。这些人容易辨别，而且能获得其他人信任。

我们协助Prudential Retirement、Kelly Services和DTE Energy等许许多多的组织组建了这样的网络。高层领导者通常会在最初几次会议上邀请网络成员参与设计和执行变革过程，不消几分钟就能达成共识，然后安排时间进行定期会议。这些人去到组织中与其他员工交流想法，带来反馈和新的想法。他们愿意坦言，公开挑战旧有的预设。

这种举措常常会有另一个好处。一家大型专业服务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在公司建立了这样的正面激励网络后告诉我们，召集在一起的员工表现出的兴趣和投入让她大为吃惊。在此之前，这个潜在的资源完全没有得到利用。他们像她一样关心组织使命，一样强烈希望让其他同事参与进来。她说：“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了。”

更高的使命无法保证能带来经济效益，但我们看到很多组织都有了绝佳的成果。其他研究（特别是加滕伯格的研究，涵盖了429家公司的50万名员工，涉及从2006年到2011年的917个样本观察值）也表明，公司阐明使命，对运营财务业绩（资产回报率）和前瞻性的绩效评估（托宾Q值和股票收益）都有积极的影响。

因此，使命不止是崇高的理想，也对公司财务健康和竞争力有现实意义。在工作中找到意义的人，会全身心投入工作。他们挑战传统经济学有关自利的假设，慷慨地付出。他们一直不断成长，不会停滞不前。他们做得更多，也做得更好。

释放出这股力量，就能改变整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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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奎因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名誉教授，学院积极组织中心（Center for Positive Organizations）联合创始人。安让·撒克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校区奥林商学院John E. Simon教席金融学教授，博士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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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方案不足以解决整个系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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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美国医疗系统需要改革，但专家们总是只盯着联邦政策自上而下的改变。这种办法不足以纠正整个系统中的浪费现象和错误导向。

		

		自下而上的方法

		医疗系统需要的是医生、护士、行政人员、创业者乃至患者为解决日常问题制定新对策，进而推动创新。

		

		创新案例

		本文考察了两个自下而上创新的案例，都涉及医疗服务的彻底转型。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UMMC）建立了本地远程医疗网络，提升患者的医疗可及性；Iora Health建立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初级护理方面加大投资，节省二级和三级医疗费用。

	

	

美国医疗系统迫切需要改革，以控制成本、提升治疗和医疗服务可及性。诚然，改革需要联邦政策，但自上而下的方案不足以纠正整个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浪费现象和错误导向。医疗行业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转型，需要创业者和内部创新者（intrapreneur）付出努力。数年来我们研究这些开拓者，看到初创公司CEO主张创新，因为他们深知，政府不会及时推进当下所需的改革；我们也看到医生、护士、行政人员、员工乃至病人，为自己在有问题的系统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进而推动变革。



本文考察两个自下而上创新的案例，均涉及医疗服务方面的彻底转型。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edical Center，简称UMMC）在当地建立了远程医疗网络，为患者提升了医疗可及性；Iora Health建立了新的商业模式，加大初级医疗投入，大大节省了二级和三级医疗开支。为理解各个举措背后的战略，我们采访了这两家机构的负责人、投资者和员工，以及其他行业领导者，这是我们开展的一项针对世界各地医疗服务创新为期六年的研究的一部分。以上两家机构的创新都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密西西比的远程医疗网络救了很多人，帮助患者节约了就诊费用，而且让运营维艰的农村医院和社区得以振兴，十年来患者满意度和当地医院管理者满意度都很高，分别达到93.4%和87.5%。Iora的创新模式实行七年，患者住院率减少了35%至40%，总体医疗成本降低15%至20%，改善了患者整体健康状况。

这两项成功的创新，分别出自在位医疗机构和初创企业，说明具备创新能力的领导者确有潜力改变美国医疗系统。下面我们依次展开详述。



在位者创新：密西西比的远程医疗

1999年，密西西比州只有一家一线医院UMMC，还有99家急症医院，其中3/4在农村地区。许多急症医院是美国医保服务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指定的重要可及医院（critical access hospital，指定条件是床位少于25，与其他医疗机构距离超过35英里，约合56公里）。急症医院没有专科医生，不做手术，甚至没有妇产科，因为并没有产科医生。根据法律规定，重要可及医院只能提供有限的住院急诊治疗。很多这样的医院没有诊断急症所需的医学成像设备，也都没有配备呼吸机。需要急救的重症病人往往从这些医院转到UMMC，既昂贵又危险。

时任UMMC急诊护理临床负责人的克里斯季·亨德森（Kristi Henderson），看到UMMC杰克逊外伤中心的拥挤状况，以及源源不断远道而来寻求医疗的农村患者，心想：何不逆转这个流向？可以通过远程医疗系统，让社区小诊所分享集中在UMMC的医疗资源。

亨德森有着丰富的医疗护理经验，知道远程医疗举措不太能指望国家出资自上而下地执行。于是她开始着手试点项目，让杰克逊外伤中心的医疗团队与各地重要可及医院里负责基础护理的医生和护士建立联系。本地医院负责接收患者，稳定患者状况，进行简单处理，安排化验和心电图检查，并进行基础的影像检查；杰克逊的急救团队则通过专用的屏幕观察患者状况，看X光片和其他影像，诊断问题，将治疗计划详尽地告知本地医护人员，提供后续跟进。患者后续可前往杰克逊就诊，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远程协助。

这个名叫TelEmergency的网络，将专业人员和设备等稀缺资源集中在杰克逊中心提供高端治疗，让社区本地医院提供简单处理，起到分支服务点的作用。这样的远程医疗网络减少了患者转院，节省交通费用，让更多患者在本地医院得到治疗，治疗费用比UMMC减少一半。远程网络还为社区医院增加了急诊能力和收入来源，帮助这些经济状况无保障的小医院得以维持。

UMMC的项目显示，远程医疗系统发展良好，超出预期。亨德森在2003年与3所社区医院合作试点，之后10年，她将项目推广向整个密西西比州，增加了14所合作社区医院。2008年，UMMC远程医疗网络开始扩展急诊以外的其他服务。时至今日，UMMC在密西西比200多家医院和服务中心（其中包括学校和监狱）提供35项专科医疗服务。

这个自下而上的有效创新案例令人惊叹。亨德森具备医疗行业工作经验，因此了解医护人员每天面对的人情、财务和技术挑战，并有条理地着手克服这些挑战。她还表现出一种我们在研究涉及的所有创新者身上都看到过的特质：绝不接受否定的答案。以下是她的具体做法。

整合资源。亨德森受过专业的护理训练，推崇一种尊重所有医护人员能力的合作医疗护理模式。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亨德森用了三年，才说服密西西比州的医学、护理和药品委员会给远程医疗一个机会，与社区医院建立了联系。密西西比的医疗机构担心远程医疗的质量、技术的可靠度、护理人员学习新技能的能力，还担心远程医疗会对社区医疗人员造成冲击，亨德森倾听这些声音，据此做出调整。

在位公司创新，总要面对这种原有利益相关者的阻力。亨德森逐一解决问题，整合在试点启动远程医疗系统所需的资源。她与主管UMMC急诊部的上司罗伯特·加利（Robert Galli）医生、团队技术专家格雷格·哈尔（Greg Hall）一起，同行业内专业人士合作，寻找质优价廉、易于使用的设备。之后亨德森说服行政管理人员，在UMMC急诊部旁边设置了远程医疗控制室。她跟同事为社区医院送去带屏幕的巨大控制台和其他设备，并做了演示说明。社区医院享有本地电信服务提供商的优惠，能以实惠的折扣价格开通最可靠、最昂贵的通信线路。为了说明这个系统可以远程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亨德森团队用卫星电话接通一所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诊所。他们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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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季·亨德森，
前UMMC首席远程医疗及创新官




亨德森很快证明，这个网络对患者有益。远程技术让患者不必亲自前往杰克逊就医，治疗期间仍然能与亲朋一同渡过，工作请假时间减少，也省下了路费。




亨德森从一开始就知道，推行UMMC的远程医疗网络需要文化上的转变，因为远程医疗会将一些人承担的任务转移，增加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为了消除质疑，培养所需技能，她为社区医院的护理人员开设全面的远程医疗课程，由UMMC医疗专家任教。培训项目包括笔试，提供结业证明，让一些怀疑的声音平息，也让“中心”专家和“服务站”工作人员之间建立了信赖关系。

从1999年到2002年，亨德森克服了所有障碍，获准接洽第一个客户：三家苦苦支撑的重要可及医院组成的联盟。“这类医院可能太过不切实际，或是经营十分困难，所以都迫切希望参与我们的项目。”亨德森说。监管者对远程医疗网络予以严格控制，定期检查，密西西比医疗机构还在为患者和医生之间失去直接联系而担忧。不过亨德森很快证明，这个网络对患者有益。远程技术让患者不必亲自前往杰克逊就医，治疗期间仍然能与亲朋一同渡过，工作请假时间减少，也省下了路费，减轻了事故或疾病对家庭产生的影响。此外，患者也逐渐更加信赖本地医院，更早寻求治疗。

筹集资金。像大部分自下而上的创新一样，UMMC远程医疗网络必须努力争取资金。这个项目八年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医院划拨的预算。没有私募股权投资，也没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或科学基金会之类机构的补助金，亨德森通过一个地方私人基金会和联邦一些相对不知名的偏远地区援助项目筹集了480万美元。

获得了仅够支撑基础设施的资金，亨德森转向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远程医疗服务自身运营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禁止保险商报销远程医疗咨询的花费。于是亨德森设计了混合计费系统，让保险商报销社区医院在当地提供的服务费用，如医护人员投入的时间、化验等，社区医院根据预估的远程咨询时间，按月向UMMC支付服务费，作为杰克逊医护人员提供服务的费用。这样一来，中心和服务站医院都能获得新收入，UMMC过度耗费资源的压力减轻，患者也更容易获得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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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TelEmergency网络发展，越来越多的急诊患者在本地医院得到了治疗，不必前往杰克逊求医。很多患者原本会直接去UMMC，不在本地就医，也开始选择更便宜的本地医院。

UMMC逐渐将其他专科加入远程医疗网络，首先是精神科、放射科、病理科、心脏科，随后是眼科、妇产科、新生儿科、皮肤科和呼吸科，亨德森梳理了密西西比州执照记录，整理出哪些地区已有相关专科医疗服务。她只在有空缺的地方引入远程网络，避免侵占当地医护人员的业务空间。2011年，UMMC正式成立远程医疗中心，将所有新的远程医疗服务合并入原有的TelEmergency。

扩大规模。要扩大远程医疗网络的规模，亨德森需要更好的计费系统，让保险商直接报销。她又有了一项策略，去说服密西西比州立法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关注的领域，比如监狱、学校或小型企业发展，”亨德森告诉我们，“所以我先查好资料，告诉他们远程医疗对监狱、教育体系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具体有怎样的影响。我还没发现哪个领域不会因为远程医疗而得到好处的。”

亨德森利用自己在密西西比州各地取得的成果，自下而上努力推动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这个过程花了两年时间。2012年，密西西比州通过法案，要求公立及私营保险商以与普通医疗服务相当的比例报销远程医疗服务费用。

保险、技术和诊疗能力都到位了，远程医疗网络得以扩张，覆盖了初等教育机构的校医、高中体育教练、大学心理咨询师以及监狱的HIV诊所。

评估成果。远程医疗网络提升了各地医护水平。下面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人口数量约3000的Ruleville镇，糖尿病患者比例达到13.2%，属于全国最高水平。2014年，Ruleville被选为试点，实施让糖尿病患者与UMMC专科医生直接联系的项目。参与者每天在免费提供的平板电脑上输入自己的血糖、血压和体重，医生远程追踪病程。如果出现令人担忧的数字，就会有一名糖尿病患者指导员或护士前来帮助患者调整。

这个项目取得的成果，连医生都为之吃惊。参与项目的所有患者体重都有所减轻，都表示感觉更好了。项目在短短六个月里将A1C水平（一个血糖控制指标）平均降低近2%，远远超过在一年内将75%的患者A1C水平降低1%的目标。项目还发现了九例原本没有发现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遵医嘱用药的比例达到惊人的96%。财务方面的成果同样出色。“我们不再让患者来我们的急诊室，所以省了钱，”亨德森说，“以往这些人每年来四到六次，使用我们的资源，但无力支付费用。”试点项目开始六个月，急诊室节约的下游成本据估计达到每位患者3300美元。一项独立研究显示，如果密西西比州接受医疗补助的大量糖尿病患者中，有20%参加这个项目，州政府一年可以节省1.89亿美元。

2015年，亨德森受邀向美国国会两院说明，密西西比模式如何在整个国家推广。2017年，美国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指定UMMC为全国两家杰出远程医疗中心之一。“我们在密西西比州建立的系统当然可以复制，”现在在依托宗教信仰的医疗护理组织Ascension担任患者可及性与护理服务转型副总裁的亨德森说，“不过一定要理解，这项工作要求的不只是技术，还有人员和流程。这种项目需要长期的培养，需要人际联系与合作。”

给尝试创新的在位企业的建议。对于UMMC这样的在位者，医疗护理改革的道路要由对组织难题有独到理解的内部创新者铺就。我们研究了世界各地的八个在位创新者，观察内部的变革推动者如何解决各种问题——缺少专科医生、急诊室过于拥挤、系统效率低等等。所有案例中都是坚定务实的人才发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设法在本地系统中全面有策略地实行。创新人才设法将现有技术和能力转移到新的项目，避免产生高昂的成本，并在每一步收集能够表明成果的数据，以备将来用于说服其他各方，扩大规模。最重要的是，这些坚定的创新者擅长发现和说服组织内外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消除怀疑，在项目早期获得同事的帮助，在之后的进程中赢得监管者的支持。

以上介绍的基本原则如何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运用，请看Ascension的例子。2000年，Ascension集合了各种体系零散、制度陈旧、财务薄弱的医院。若不创新就无法生存，CEO安东尼·泰尔西尼（Anthony Tersigni）和执行副总裁约翰·多伊尔（John Doyle）着手转型，让Ascension成为现代、高效、一体化的网络。他们不只是想挽救Ascension，而是希望重新开始践行建立之初的使命：为贫穷和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护理。这需要大幅度提升效率，节省资金和资源用以支撑转型。

首先，Ascension合并了各个独立医院——推进自下而上的转变需要这样做。随后，Ascension让医生去解决具体的运营问题，例如开展一系列质量改进实验项目，让试点医院的医生或护士领导，减少可避免的死伤。试点医院成功的项目会在整个网络推广。这些由医生和护士领导的项目获得成功，帮助人们接受集中采购、标准供应等更广泛的运营转型。全系统的整合，每年仅在供应链成本上就节省了10亿美元，相当于其总收入的5%，让Ascension医疗网络可以为保险额不足的贫穷患者减免医疗费用。



初创公司创新：Iora Health

鲁什卡·弗南多普勒（Rushika Fernandopulle）一直是个勤学好问的学生。在哈佛医学院就读期间，他学到的许多知识不是来自课堂，而是从多米尼加、海地、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实地考察中得来。1994年毕业时，弗南多普勒就确信，阻碍患者恢复健康的一大因素是美国医疗系统中一些基本做法。

有三个问题尤其令他困惑。其一，他认为广泛使用的按服务计费体系催生了不必要的检查，是导致医疗费用高昂、资源浪费的一大因素（据研究估计，美国25%到40%的治疗是不必要的）。其二，他认为医疗系统本末倒置，初级医疗可以避免患者接受昂贵的二级和三级医疗，投入却只占到美国医疗护理总投入的4%至5%。其三，医疗IT平台的设计注重的不是帮助患者获得治疗，而是帮助患者付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弗南多普勒建立了一个具有极大创新潜力的非营利组织，名叫Renaissance Health。Renaissance于2005年成立，获得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注重推进初级医疗，为社区提供“健康导师”，教育患者，监督他们前往门诊接受治疗。最初的合作对象是新泽西大西洋城的一家医院，患者群体是一家自行投保的赌场的员工。Renaissance采用混合计费系统，每月收取“治疗协调费”，某些特定服务单独计费。

运营一年后的数据显示，与对照组相比，Renaissance的高需求患者前往急诊室的频率降低40%，接受的治疗减少25%。但是也有坏消息：合作医院的关键人物对健康导师表示反感。一些人担心健康导师没有受过正规医疗训练，还有人担心医院本身的急诊和科室收入受损失。弗南多普勒感到，Renaissance作为医院的非营利合作伙伴，只能以不触及根本的方式应对问题。例如，他希望开发一个IT平台支持这个项目，可是成本太高，只好把合作医院的IT系统修改一下勉强将就。他从这次经历中学到，创新要从一张白纸开始。我们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成功的自下而上创新都是如此。

弗南多普勒认识到，要建立合适的商业模式并扩大规模，他需要私人资本。2010年，他与其他人联合创立营利性公司Iora Health，从三家风投公司筹到600多万美元。新公司开设了四个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自行投保的雇主或工会福利管理者作为首席保险合作伙伴。弗南多普勒从一开始就希望确保这种模式可以扩展到各个地区，因此办公室选址在美国不同的地方，分别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瓦（与达特茅斯大学合作）、拉斯维加斯（与Culinary Health Fund合作）、布鲁克林（与Freelancers Union合作）和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与New England  Carpenters Benefit Funds合作），各地病人构成也各不相同。

这一次弗南多普勒不再盲目尝试局部解决方案。他制定了完全按人数付费的计费系统，注重不收费、没有共同保险和共同支付的初级医疗。Iora每月按照人数向保险商收取二倍于过往初级医疗投入的费用。弗南多普勒为每位医生聘请了四位健康导师，开给他们的报酬是医生薪水的1/5加上护士薪水的一半。他还把创业资金的一大部分投入开发客户IT系统，在这方面不惜成本。

关注患者。Iora的目标不是提供医疗服务，而是让患者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健康。弗南多普勒告诉我们：“我们尝试做的事情是转变患者的行为方式。”Iora有三项创新，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这种转变：按人数计费的商业模式，为所有患者配备的健康导师，专用的IT平台。按人数计费的系统彻底消除了患者对某项互动是否要收费的顾虑，因此，过去需要亲自前往医生办公室进行的咨询，现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Skype等便利手段完成，而且不一定需要医生参与。这样给健康导师留出了更多参与的空间，IT平台协助他们与患者频繁互动。IT平台追踪记录所有患者的信息，医生、健康导师和患者都可以查看，其设计不是为了协助患者付费，而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医疗效果。

Iora不是唯一采用健康导师制度的机构。Omada Health等其他医疗机构也有这种制度，不过这些机构聘请导师时看重医疗护理经验，而Iora看重的是同理心、热忱和合群的特质，之后再提供医疗培训。

Iora的健康导师主动管理每位病人的健康状况，在出现问题时介入，特别是需要长期护理的患者，不配合治疗会提升治疗成本。健康导师的一部分工作与医生和护士相同，比如记录症状、抽血等，此外还有其他工作。他们帮助患者戒烟，指导糖尿病人选购食物，鼓励患者锻炼身体，也会与患者谈心。他们指导患者学习掌握一部分护理工作，比如测量血压和胰岛素水平。这些任务从医生转移给健康导师，再从健康导师转移给患者本人，可以节省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健康导师在护理的许多方面比医生做得更好，并且热爱自己的工作。不过，真正改变局面的是按人数计费的计费系统。在传统的按服务计费模式下，服务提供商要赚钱，需要患者多次前来就诊。而Iora按人数计费，只有在患者保持健康、需要的检查和治疗更少的时候才会获得利益。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关注价值、关系、成果和长期效果。弗南多普勒意识到，Renaissance那样的混合计费系统会造成内部矛盾。必须拿出“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态度。Iora的计费模式可以减少文书工作，进而节省行政开支，还会鼓励其他节省开支的举措，最高效地利用每月获得的固定报酬。例如Iora诊所自行承担许多化验和验血工作，比外包更快、成本更低。但节省成本的大部分归功于对初级医疗的投资。初级医疗创新升级，让患者保持较好的健康状况，可以减少之后的专科诊疗和住院开支。弗南多普勒希望，新体系对慢性病患者的效果可以在第一年显现，其他患者则要花更长时间。但他相信，帮助患者免于超声波检查、肾脏透析、搭桥手术等等各种后续治疗，一定有助于自己的按人数计费模式被各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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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什卡·弗南多普勒，
IORA HEALTH CEO




Iora Health建立七年后，弗南多普勒最初的设想终于实现。患者住院率减少40%，医疗总投入减少15%至20%。




成本控制。Iora在必要时为患者提供专科护理，聘请专科医生作为初级医疗的顾问，本质上是邀请心脏病、肾脏病等专科医生兼职工作，同样节省了成本。弗南多普勒向一家顶尖医院的内分泌科负责人请教，一位初级护理医师在专科医生远程提供建议的情况下，能够管理的内分泌科门诊病人达到多大比例，对方给出的答案令人震惊：80%。一项有关初级护理医师在神经科、风湿科、皮肤科、肾脏科等10个专科领域提供远程咨询的正式研究定论，平均而言，初级护理医师可以为60%的患者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2017年，距离Iora Health建立已经过去了七年，弗南多普勒最初的设想终于得以实现。患者住院率减少40%，医疗总投入减少15%至20%——远远超过抵消Iora初级医疗投入成本所需的4%到5%。Iora患者保有率达到98%，在患者间的净推荐值在90分以上。90%以上的患者血压得到控制，这个比例在医疗行业中平均为60%。员工离职率极低，仅为2.5%。Iora每年服务的患者数量增加50%以上，其中大半是凭借与Medicare Advantage的协议吸引老年人。现在Iora在八个城市有24个分支，员工超过400人，已经筹集到1.25亿美元风险投资，其中包括莱斯大学捐献基金、新加坡淡马锡等长期投资者。

给尝试创新的初创公司的建议。Iora和其他几家我们研究的初创公司的成功，说明了几条通用原则，可以帮助创新者应对美国医疗体系中成本虚高、质量参差、可及性有限的问题。弗南多普勒和其他几位目光长远的创业者，从零开始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他们建立的公司从一开始就寻求营利，从第一天就开始考虑如何利用风投和私募基金扩大规模。他们在技术等方面果断进行大的战略投资，如Iora斥资打造专用IT系统。他们还会慎重思考怎样的计费系统最符合目标，考虑按人数计费和捆绑式付费等分担风险的备选项。

我们研究了一些与Iora相似的初创公司，例如CareMore让健康导师提供按人数计费的基础护理，关注老年患者。研究中其他一些创新公司则截然不同。例如2014年建立的营利性医院Health City Cayman Islands，创始人是杰维·谢蒂（Devi Shetty）医生，也曾在印度建立了Narayana Health。Health City位于美国的开曼群岛附近，意图复制在印度的成功创新实践，面向美国患者。这个过程就涉及激进式的创新决策，在哪里创办，是从零起步还是收购（管理层选择了从零开始），选择怎样的合作伙伴（该医院选择了Ascension），如何计费（捆绑式），以及如何打入美国市场。Health City最初只有104个床位，提供心脏科和骨科护理，计划是发展成为大型营利系统，在之后的10到15年里投资20亿美元。Health City的透明捆绑式计费，比美国医疗机构低60%到75%，也是其吸引美国患者的创新战略的一大因素。



为创新寻找立足之地

克里斯季·亨德森和鲁什卡·弗南多普勒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但都把问题看作是让医疗系统的一部分彻底转型的机会。两人都在现有体系中找到了创新的立足之地，比如UMMC团队发现了三家经济困难的社区医院适合开展远程医疗，Iora发现自行投保的雇主迫切需要降低成本，是试行初级医疗创新的理想客户。

亨德森、弗南多普勒和我们研究的其他创新者的案例表明，医疗行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出现在基层，而且巧妙得足以消除各方质疑。我们预感到，会有更多的医疗服务提供商使用这些方法，并开发新的创意。我们期待他们展现出改善医疗质量、降低成本、扩展可及性的能力，潜在价值被投资者发现，市场份额得以提升。

弗南多普勒说，每年浪费的医疗投入高达3500亿美元，如果他的公司和其他类似机构能够节省其中20%，也将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据我们计算，2020年美国Medicare Advantage计划覆盖的老人将达到5500万人，如果像Iora一样注重初级护理的公司向其中1/3提供服务，国家每年将节省300亿到400亿美元的二级和三级护理费用。如果这些公司能够获得自己创造出的价值的20%，以市盈率15倍计算，市值将超过1000亿美元。

这样的成功是促进改变的强大动力，一定会激励许多医疗创新者设法提升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帮助患者恢复健康。要想找一个起点，就从这里起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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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管理学Coxe杰出教授。拉维·拉玛穆提是东北大学达莫尔迈金商学院国际商务与战略校级杰出教授，新兴市场研究中心负责人。二人合著有《医疗系统中的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in Health Care: How to Make Value-Based Delivery Work，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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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积极拥抱协作智能，改革运营、市场、行业，最大化人机协作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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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观点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商业世界，当AI强化而非取代人类能力的时候，其影响力最大。

		

		细节

		人类和智能机器协作的时候，企业会获得最大的绩效提升。人类需要培训机器，解释机器的产出，确保它们得到负责的使用。而AI可以提升人类认知能力和创造力，帮助人类完成低水平工作，并拓展他们的物理能力。

		

		建议

		企业应当重塑业务流程，专注于利用AI提升运营灵活性或速度，扩大使用规模，优化决策过程或提高产品及服务的定制化。

	

	

人工智能（下称AI）已经能胜任很多“人类”的工作，例如诊断疾病，担任翻译、客服等，且发展势头迅猛。人们自然会担心，AI是否终将在各个经济领域取代人类。但这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最有可能的结果。数字工具和人类的协作从未如此密切。尽管AI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完成的方式和执行者，但该技术更大的影响力在于补充并强化人类的能力，而非取代人类。



当然，很多公司已经通过AI将工作流程自动化，但那些仅仅使用AI取代人类员工的企业，只能获得短期生产率收益。我们研究了1500家公司，发现绩效提高最明显的企业，是那些实现人类与机器协同工作的公司（见边栏“协作价值”）。通过这样的协作，人类和AI主动提高彼此的互补性优势：人类提高领导力、团队合作、创造性和社交技能；机器提高工作速度、扩展性和定量能力。对人类来说很自然的事（比如讲笑话），对机器却很难。对机器而言简单的事（分析千兆字节的数据），人类几乎做不到。但商业活动需要这两种能力相互协作。

想要充分利用协作优势，企业必须懂得如何让员工用最高效的方式提高机器能力，同时机器又可以拓展人类最擅长的事情，以及如何重新设计商业流程，为协作提供支持。通过我们在该领域的工作，我们找到了帮助企业完成这件事的指导原则，让协作智能发挥作用。



人类辅助机器

人类担任的三个关键性角色是：培训机器完成工作；解释工作结果，特别是在工作反直觉或有争议时；负责任地使用机器（例如，防止机器人伤害人类）。

培训。机器必须通过算法学习完成指定工作。在机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海量培训数据组，机器翻译应用程式学会了如何处理常用表达语，医疗程式学会如何诊断疾病，推荐引擎学会了如何为财务决策过程提供支持。此外，人类要教会AI系统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和人类互动。尽管各领域的机构仍然在寻找培训者的初期阶段，但领先的技术公司和研究团体已经有了成熟的培训专员和专业知识。

举例来说，微软的AI助手科塔娜（Cortana），需要经过大量培训，才能发展出合适的个性：自信、关心他人、乐于助人但不颐指气使。为了让她具备这些能力，由诗人、小说家和编剧等人组成的团队花了大量时间培训她。同样地，在开发苹果Siri和亚马逊Alexa性格的过程中，人类培训者也加入其中，确保这些产品体现出公司的品牌特性。例如Siri有一种时髦活泼的感觉，这符合用户对苹果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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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指导原则能帮助企业从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最佳协作中获益：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实验/员工参与；主动指导AI战略；负责任地收集数据；重新设计工作内容，整合AI能力、培养相关员工技能。针对12个行业1075家企业的调研发现，企业对这些原则的使用率越高，AI项目在速度、成本节约、收入或其他运营指标上的绩效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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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类开始通过训练，为AI助手赋予更复杂和微妙的人类特征，例如同情。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办的初创公司Koko，研发出能帮助AI助手展现同情心的技术。例如，假设用户某天过得不顺利，Koko系统不会用预先设置好的标准答案“对此我感到很遗憾”回复，而是进一步询问更多信息，为用户提供建议，帮助他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如果他感到压力，Koko可能会建议他将这种感受视为触发行动的一种积极情绪。

解释。AI得出结论的流程越来越不透明（所谓黑匣子问题），这样一来，该领域的人类专家就需要向非专业用户解释行为。对于讲求证据的行业，例如法律和医疗，这些“解释者”尤为重要。此类行业从业者需要理解AI如何量刑或给出医嘱。解释者要帮助保险公司和执法机关理解，为什么某无人驾驶车辆的行动导致车祸或未能免于车祸。在管制行业中解释者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任何面向消费者的行业中，机器的贡献都有可能被视作不公平、非法甚至完全错误的。欧盟新出台的一般数据保护规定（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阐明：消费者有权获得任何基于算法决定的解释，例如针对信用卡或贷款的利率优惠决定。在这一领域，AI的出现增加了人类就业。专家预计，企业因执行GDPR的规定，需要创造7.5万个新工作。

维护。除了解释AI结果，企业还需要“维护者”，确保AI系统运行良好、安全、负责。例如，有时人们会将一批专家称为安全工程师，负责预测和阻止AI可能造成的伤害。开发者在制造担任“人类助手”的工业机器人时，会格外谨慎，确保机器人能识别身边的人类，不会对其造成伤害。当AI确实造成伤害时，例如无人驾驶车辆发生致命车祸，这些专家也可能会负责评估解释者的分析。

另外一批维护者负责确保AI系统遵守道德规范。例如，如果人类发现，某AI系统在信贷审批中，歧视了某一族群（曾发生过），这些道德管理者将负责调查并解决这些问题。数据合规人员的工作类似，也是确保输入AI系统的数据符合GDPR及其他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涉及使用数据的工作，都要确保AI能负责任地管理信息。

和很多科技公司一样，苹果公司通过AI，在用户使用公司产品和软件时，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公司目标是提高用户体验，但不受约束的数据收集会损害消费者隐私，激怒消费者并触犯法律。苹果公司的“差别隐私团队”，就是为了确保AI从统计学角度全面了解某用户群组的信息时，单个用户的隐私得到保护。



机器辅助人类

智能机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帮助人类拓展能力。它们能够增强我们的认知优势；和客户以及雇员互动，让人类省出时间，完成更高级别的任务；掌握人类技能，拓展人类极限。

强化。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信息，提高我们的分析和决策能力。但它也能增强创造力。欧特克公司（Autodesk）的“追梦人”AI拓展了最顶尖设计师的想象力。设计师告诉“追梦人”理想产品的标准，例如最高承重300磅的椅子，座椅离地18英寸，用成本少于75美元的材料制成等。她也可以提供其他有吸引力的椅子信息。

“追梦人”制造出数千种符合这些条件的设计，常常激发设计师想到很多最初并未考虑过的点子。设计师可以指导软件，告诉软件她喜欢哪些椅子，不喜欢哪些，从而进入下一轮设计。

在迭代过程中，“追梦人”进行了大量计算，确保每个设计提案都符合具体标准。这让设计师能够集中精力发挥人类特有的优势：专业判断和美感。

互动。人机协作让企业能和雇员及客户用一种全新的、更高效的方式互动。类似科塔娜这样的AI代理，能够协助人类互相沟通或代表人类沟通，例如记录一场会议，让未能出席的人获得一份语音搜索版本的会议纪要。这类应用有天然的扩展性，比如说一个聊天机器人能够为世界各地的大量人群，同时提供日常客服工作。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现在使用虚拟助手Aida和数百万用户互动。Aida可以进行自然语对话，拥有大量存储数据，能回答很多常见问题，例如如何开户或海外转账。她也能追问电话那头的用户，以便解决问题，还可以分析对方的语调（例如挫败或感激），改进未来的服务。系统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30%的情况下会发生），会将电话转接到人类客服代表处，监测互动过程，学习解决类似问题的方法。有了Aida，人类客服可以集中精力解决更复杂的问题，特别是那些需要更多关注的不满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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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很多像Aida和科塔娜这样的AI，主要以数字形式存在，但其他应用的智能体现在提高人类员工能力的机器人中。这些AI赋能的机器人，拥有精密的感应器、发动机和制动器，可以识别人类和物体，安全地在工厂、仓库和实验室和人类一同工作。

例如，在制造业，机器人已经从有潜在危险性的“低配版”工业机器进化为具备情景感知能力的智能“协作机器人”（cobots）：比如，协作机器人通过手臂反复举起重物，与此同时，人类则进行需要灵敏度和判断力的其他任务，例如组装齿轮电动机。双方的工作互补。

韩国现代公司通过添加外骨骼延伸了“协作机器人”的概念。这些可穿戴的机器人设备，能够根据用户和使用地点实时调整，让工业劳动者在工作中拥有了超越人类的耐久性和力量。



重塑行业

企业需要重新设计运营流程，以便充分利用AI价值。首先，企业要找出并描述一个有改善空间的运营领域，或某个低效的内部流程（例如人力资源部门迟迟无法招到合适员工），也可以是之前无法解决，现在能够通过AI解决的难题（搜索所有病患，快速定位药物不良反应）。此外，一些全新AI和高级分析技术能找出此前经过AI解决方案考验的隐性问题。（见边栏“揭示隐性问题”）

其次，企业必须让利益相关方预想和AI系统合作的情况，改进流程，通过共同创造，找出解决方案。举例来说，一家大型农业公司想要通过使用AI技术帮助农民。有关土壤特性、天气模式、历史收成记录等的数据非常多，初始计划是设计一个AI应用，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粮食产量。但在和农民讨论后，公司了解到他们更迫切的需求。农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为提高生产率提供实时建议的系统，告诉他们该种哪种作物、在哪里种、应使用多少氮肥等。公司开发出提供这类建议的AI系统，初期成果前景不错，农民对听取AI建议后的粮食增产感到满意。初期测试结果被用于优化系统算法。新的AI和分析技术通过提出流程改进建议，辅助合作创造。



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协作机器人手臂在人类员工的指导下，举起并安装重型部件，成为工人身体的延伸。




对企业来说，第三步是扩展、并维护潜在解决方法。SEB最初在内部使用了一个版本的Aida，帮助1.5万名银行员工工作，之后针对100万客户，使用了聊天机器人。

通过和数百家公司的合作，我们发现企业一般想要提高的商业流程的5个特性：灵活性、速度、扩展性、决策流程和定制化。在重新设计商业流程的过程中，企业有必要找出哪些特征对预期的改革至关重要，如何利用智能协作解决问题，以及有必要和其他流程特性做哪些统一和取舍。

灵活性。对梅赛德斯奔驰公司高管来说，灵活的流程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挑战。公司的超级客户一直要求定制款的S-class箱式轿车，但奔驰的装配系统无法为客户提供他们想要的定制化服务。

过去，汽车制造流程一直由“低配”机器人通过自动化步骤完成。为提高灵活性，奔驰用AI赋能的“协作机器人”取代了其中一些机器人，围绕人机协作，重新设计了流程。在公司位于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工厂里，协作机器人手臂在人类员工的指导下，举起并安装重型部件，成为工人身体的延伸。这一系统由员工主控车辆组装，人类的体力劳动减少，更多是在机器人的协助下，从事“领航”工作。

公司人机团队可以在工作中随时进行调整。在工厂，人类可以通过平板电脑轻松地给协作机器人重新设定程序，让其根据变化，处理不同任务。这样的敏捷性让制造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定制化水平。奔驰公司可以根据消费者在代理商那里的实时选择，为其定制并生产车辆，可定制的部分包括仪表盘部件、座椅皮革、轮胎阀门等。在斯图加特工厂组装线上的车辆，没有两辆是完全相同的。

速度。对一些商业活动来说，速度就是金钱。例如信用卡诈骗的识别。企业决定是否同意某项交易只需几秒。如果该交易是欺诈，他们就要自己承担损失。但如果拒绝了正当交易，将会失去这单的手续费，并引发顾客不满。

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大型银行，都开发出了基于AI的解决方案，提高欺诈识别速度和准确率。AI每日监测并给数百万项交易打分，采用购买地点和用户行为的数据、IP地址等信息，识别潜在欺诈的微弱信号和行为模式。汇丰银行率先在美国投入使用这一系统，极大提高了欺诈识别率，减少了误报率，之后在英国和亚洲进行推广。丹斯克银行使用另一种AI系统，将欺诈识别率提高了50%，误报率降低60%。误报率的降低让调查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发挥人类判断的作用，解决AI标识出的可疑交易。



绩效提升

各行各业的机构中，人类和AI正通过协作改善商业流程的五个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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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说过关于“知道自己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之间的区别。一些公司现正使用AI探索业务中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举例来说：GNS医疗服务公司曾经利用机器学习软件，找到患者病例和其他数据之间被忽略的关系。找到关系后，软件会做出众多假设，解释这种关系，然后推测哪种最有可能。这种方式让GNS在患者未归档的诊疗记录中，找到一种新的药物相互作用。CEO科林·希尔（Colin Hill）指出，这并非普通寻找关联的数据挖掘工作。“我们的机器学习平台不仅能找出数据之间的关联和模式，”他说，“还能真正找到因果关系。”
（返回原文阅读）





针对金融诈骗的斗争就像军备竞赛：侦测技术取得发展后，罪犯的手段也更加隐蔽，迫使企业研究出更好的技术，然后无限循环。因此，算法和打击犯罪的评分模型生命周期都很短暂，需要不断升级。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模型也不同。因此在人机交互端口，我们需要数据分析师、IT专业人士和金融欺诈专家团队确保软件能够领先罪犯一步。

扩展性。很多企业难以改善流程的主要障碍是扩展性不强。特别是那些需要大量人类劳动力，机器辅助程度很小的流程。例如，联合利华公司的员工招聘工作，公司希望找到让17万员工更多样化的方式。HR认为，公司要专注于初级职位，然后让最优秀的员工快速进入管理层。但在确保每位申请者获得关注的情况下，现有流程难以规模化，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评估潜在人才所需的足够样本数量，无法做到优秀人才多样化。

下面是联合利华公司结合人类和AI的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在第一轮海选环节，公司要求候选人玩一个在线游戏，通过游戏评估候选人风险规避能力等特征。游戏没有对错，但联合利华的AI能从中找出哪些人最适合某个职位。第二轮中，申请人需要针对他们感兴趣的某个职位，在视频中回答一系列问题。AI系统不仅会分析他们回答的内容，还有身体语言和语调。由AI选出的本轮最佳人选，可以参加联合利华公司的员工面试，由人类选出最终通过面试的人选。

目前，判断新招聘流程是否能为公司招聘到更好的雇员还为时过早。企业已经在密切追踪这些雇员的成功率，但仍然需要更多数据得出结论。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新系统极大拓展了联合利华招聘的规模。一部分原因是应聘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轻松进入招聘流程，所以应聘者的数量在一年内翻了一倍，达到3万人，涉及的大学数量从840所增加到2600所，新雇员的社会经济学多样化增加了。此外，从投简历到做出招聘决定的平均时间由4个月下降到4周，公司人力资源筛选简历的时间降低了75%。

决策流程。AI可以通过给员工提供定制信息和指导，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对行业竞争激烈的员工来说格外有价值，在这些行业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对盈亏有巨大影响。

例如通过使用“数字双胞胎”——实体设备的虚拟模式，改善维修设备的方法。通用电气公司构建了涡轮等工业产品的软件模型，并通过设备的运行数据流持续升级系统。通用电气公司通过搜集该领域机器的大数据，聚合了关于正常运行和异常运行的海量信息。使用机器学习算法的Predix现在能够预测，某部件在某个机器上可能会出现故障。

这项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设备维护的密集决策流程。比如说，Predix也许会发现某个意料之外的涡轮转子发生磨损，检查涡轮工作记录，生成报告称，在过去几个月里磨损程度提高了四倍，并给出警告：若不作为，转子预计将损失70%的使用寿命。系统会考虑到机器目前的状况、工作环境及其他机器的类似损耗和维修聚合数据，给出建议。Predix除了提出具体该采取什么措施，还会提供关于成本和财务收益的信息，并分析出设备使用的假定可信度（比如说95%）。

如果没有Predix，想在常规维修检查中发现转子磨损只能靠运气。员工很可能直到转子损坏才会发现问题，被迫停工，损失惨重。有了Predix，维修员工在问题还不算严重的时候及时发现，并握有所需信息，方便做出正确决策，这样的决策有时能帮助通用电气省下数百万美元。

定制化。营销的最高梦想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的品牌体验。在AI的帮助下，企业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和规模实现这类定制。在线音乐服务提供商Pandora使用AI算法，根据每位用户在歌曲、歌手和音乐类型上的偏好，为数百万用户提供个性播放列表。星巴克也是一例，在顾客同意的情况下，使用AI识别他们的移动设备，访问购买记录，帮助咖啡师为顾客提供餐饮推荐。AI技术完成了它们最擅长的工作：通过筛选和处理海量数据，推荐某些服务或措施。人类则完成自己最擅长的：使用直觉和判断力进行推荐或从一系列备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

嘉年华公司通过名为Ocean Medallion的可穿戴设备，和连接智能设备的网络，为数百万度假客户定制航线。机器学习动态处理来自Ocean Medallion、感应器和邮轮系统的数据，帮助顾客获得最佳度假体验。Ocean Medallion优化了游客登船和下船的流程，追踪游客活动，简化消费过程，只需将信用卡靠近设备即可连接，还可以将其作为房间钥匙。与之相连接的还有一个能预测游客喜好的系统，帮助船上工作人员为每位顾客提供个性化服务，包括定制旅游活动和餐饮体验。



职位和人才新需求

企业重新思考商业流程，不仅要让AI技术落地，还包括大力投资培养具备“融合技能”的员工，即让员工能在人机交互界面有效工作的能力。首先，人类必须学会将一些任务交给新技术完成，就像医生相信电脑得出的X光和核磁共振成像结果。员工也要学会如何将他们独特的人类技能和智能机器的技能相结合，得出1+1大于2的结果，就像在机器人辅助下的手术。员工必须知道如何帮助智能机器习得新技术，接受培训，顺利参与AI赋能的业务流程。例如，他们必须知道如果得到所需信息，什么提问方式最好。而且公司必须有类似苹果公司的差别隐私团队，确保企业负责任地使用AI系统，不会从事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为。

我们希望在未来，企业将围绕重新构建的流程达到预期结果，重新设计公司职位。企业将更多围绕不同技能类别，而不是僵化的头衔来运营。AT&T公司在将座机电话服务转为移动网络服务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这种过渡。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公司需要重新培训10万名雇员。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全面调整全公司的组织构架：按照技能相似性，约2000个职位被合并到更大的类别下。一些技能在预料之中（如熟练掌握数据技术和数据整理），另一些则没那么明显（如在交叉销售中能使用简单的机器学习工具）。



多数人机互动活动都需要人类完成全新的、不同的工作（例如培训聊天机器人），或者用不同方式做事情（使用聊天机器人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小部分调研企业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商业流程，优化协作智能。结论很明确：仅仅通过自动化取代人类的企业，难以开发出AI的全部潜力。这样的战略从开始就是误导。未来的领导企业应该是那些拥抱协作智能，改革运营、市场、行业，以及同样重要的劳动力的企业。



[image: ]


詹姆斯·威尔逊是埃森哲咨询公司信息科技与商业研究部门总经理。保罗·多尔蒂是埃森哲咨询公司的首席技术与创新官，两人合著《人类+AI：人工智能时代工作重新洗牌》一书（Human +Machine: Reimagining Work in the Age of AI，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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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战略的认知框架

	“BUSINESSES EXIST TO DELIVER VALUE TO SOCIETY.” 

	陈春花 廖建文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工业时代是竞争逻辑，而数字时代是共生逻辑。企业向数字时代转型，需要更新认知框架，沿着“可做”“能做”“想做”这三个维度进行突破，实现“跨界（突破产业条件）、连接（突破资源能力）、赋新（突破优势选择）”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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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与工业时代的环境有很多不同，相应的，企业的战略空间——无论是增长速度、价值创造与获取方式，还是战略举措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企业都在印证这一点。星移斗转，时移势迁，环境和战略的变化本身司空见惯。在漫长的工业时代里，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企业的战略转型和起落高低，似乎新一轮数字背景下的环境与战略变化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从工业化到数字时代的跨越是巨大的。在表层的战略变迁之下，底层根本性的商业逻辑须进行彻底转换。

我们将这一新的底层商业逻辑称为“数字战略的认知框架”。



向下看：更新认知框架

“战略认知框架”的转换是新一轮数字大潮底层的根本支撑。

如果说，顶层环境与战略的变化是在“术”的层面演绎企业如何与环境匹配调谐，那么底层逻辑和认知的更新则是在“道”的层面阐释思考战略的支点应如何转换。所谓“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今天，商业世界确实演绎出了许多玩法和打法——“边界突破”“颠覆”“打破行业的游戏规则”等层出不穷。但要真正把握数字时代的命脉，不能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是要“向下看”，拷问底层的认知框架是否也相应地有所更新。只有上层的“术”和底层的“道”统一起来，才是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道术兼修。

数字时代的战略认知框架从根本上是与工业时代不同的（见图“认知框架的更新：从‘竞争逻辑’到‘共生逻辑’”）。在工业时代，行业和资源的边界相对清晰，企业在一个条块分明的空间寻求立足点，遵循的是“竞争逻辑”。竞争逻辑将企业视为在同一个竞技场上博弈对抗的对手，客户则是这场比赛的裁判。企业通过定义和不断加强自身的比较优势，满足客户的需求。谁把客户需求满足得更好，则能实现最终的目标——“赢”得竞争。因此，一直以来都有“商场如战场”的比喻，用来形容工业时代的竞争态势和逻辑，不可谓不恰当。

走到数字时代，最大的改变是：随着技术应用打开了人、产品和行业之间的连通性，资源和产业的边界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进行的是一个叫做“孤岛求生”的游戏的话，那么今天走进四通八达的城市后，我们发现“拿起武器拼得你死我活”这件事情变得不再必要。因为采用“共生逻辑”（而非“竞争逻辑”）一样可以活得更好。共生逻辑将企业、客户、同侪、其他产业的伙伴等视作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通过彼此滋养、相互促进推动生态的繁荣。在共生逻辑下，最终的目标不是“赢”，而是寻找生长空间；实现的方式也不是比别人做得更好（比较优势），而是追求客户价值——不仅仅是满足已有的需求，更是充分调动技术和应用的组合不断唤醒和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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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变化，只研究技术趋势、战略方向、商业模式、组织形态等的演变是不够的。这些都是纷繁变化的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我们“向下看”，读懂底层认知框架的逻辑。



向内看：理解认知框架

从“竞争逻辑”到“共生逻辑”，究竟什么发生了改变？这就需要我们“向内看”，展开两套逻辑内部的维度，理解其联系与差异。

在经典战略体系内，战略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主要战场（where to play）”以及“如何制胜（how to win）”。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企业须审视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产业条件：通过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环境要素（PEST模型）以及供应商、购买者、新进入者、替代者、竞争者等（波特五力模型）行业要素，判断产业的机会，即哪些是“可做”的。第二是资源能力：通过分析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要素禀赋，识别哪些是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的（VRIN模型），也就是可能的核心资产，从而判断企业的优劣势，即哪些是“能做”的。第三是使命初心：也就是源于企业的愿景使命，发自初心，会选择哪些方向来发挥自身的优势，也就是哪些是“想做”的。将这三个方面叠加在一起，可做、能做、想做，就可以清晰地定义出工业时代下企业的战略空间。

产业条件（可做）+资源能力（能做）+优势选择（想做），最后能够回答战略的两大核心问题：到哪里玩，如何去赢。这是工业时代下基于竞争逻辑的战略认知框架。这一框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发展成熟，被一大批卓越的企业所应用和验证，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商业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而走到数字时代，很多边界条件都发生了改变。

跨界。首先在“可做”方面，数字技术打破了产业的边界，几乎一切都可做。比如：苹果公司究竟是在电子消费品行业、音乐娱乐行业、金融支付行业还是技术服务行业？恐怕已经很难分得清楚了。早年国内的两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还分耕于电商和社交领域，但近年来它们早已水乳交融，在资讯、生活服务、零售、社交、支付、云服务等各个领域“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通过“跨界”，企业完全可以突破产业条件的界限，实现全新的价值组合。

连接。其次，在“能做”方面，数字技术大大增强了企业链接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几乎一切都变得能做了。比如：过去要进入酒店行业，企业必须要具有房屋资产。但是今天只须通过互联网平台，就可以连接成千上万有闲置房间的房主。在不拥有一间房的情况下，爱彼迎就这样成为了酒店住宿领域绝对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通过“连接”——撬动外部商业生态中的资源，企业完全可以突破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极限，提供几乎任何产品和服务。

赋新。当“可做”与“能做”可以几乎无限延展时，企业“想做”什么就变得尤为重要了。而这里的“想做”已经不局限于过去的在既定行业中成为翘楚。在数字技术的助能下，企业大有机会给价值主张赋予新的意义。例如：耐克抓住数字大潮的机会，跳出了运动鞋售卖者的概念，将自己重新定义（成为运动数据管理和分享平台），帮助人们更高效地管理和分享运动进程；味好美也从一个传统的卖调味料的企业转身变成为个性化味觉和菜谱管理的数字平台，帮助人们发现和创造更多美味。

比较这两个不同的战略认知框架（见图“用认知框架重新定义战略空间”），可以发现两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基于“竞争逻辑”的认知框架站在企业的立场，考虑的是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如何、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如何、企业存在的使命初心如何？在整个系统中，企业居于中心的位置。而基于“共生逻辑”的认知框架则是站在客户的立场，考虑的是客户需要更新哪些价值主张、赋予什么新义？如何跨界进行价值的重组？连接哪些资源能力以满足新的需求？在这个系统中，客户走到了中央的位置，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这也呼应了数字时代终究会回归到“以人为本，由物到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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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看：应用认知框架

如何从竞争逻辑到共生逻辑？应用我们所介绍的认知框架，沿着“可做”“能做”“想做”这三个维度进行突破，实现“跨界（突破产业条件）、连接（突破资源能力）、赋新（突破优势选择）”的组合，就是向数字战略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在跨界（“可做”）维度上突破，企业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未来的3-5年甚至更长时间，行业的边界之内和边界以外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行业重构的机会和新的竞争将来自哪里？

在赋新（“想做”）维度上突破，企业要回答的问题是：随着技术的演进和社会文化与价值观等的变化，未来商业价值主张可以突破的更大空间在哪里？

在连接（“能做”）维度上突破，企业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新技术的赋能下，行业内外有哪些值得连接的要素，用来增强、更新或突破现有的商业模式和价值范围？

在不同情况下，各个企业对以上各个问题的回答和涉及程度可能不尽相同，由此会产生不同的组合（见表“四种组合模式及其应用实例”）。

1.连接器。第一种组合是同时在“跨界”和“连接”上寻求突破，但并不赋予行业新的意义或定义新的价值主张。它扮演的更多是资源混搭者的角色，我们称之为“连接器”。知识付费领域的“得到”之于教育行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得到”通过搭建知识传播的平台，连接了数量可观的跨界资源——它将媒体人、投资者等原本游离于教育行业之外的个体纳入系统。通过这个平台，收听者可以接收到更多元化的知识分享。但是平台本身并没有改变教育的实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遵循旧法，只是媒介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还有一个例子是快手：从图像互换格式（GIF）制作工具转型为短视频社区，快手连接大量的活跃用户资源，实现了视频/直接+社交的跨界。其中，社交的实质仍然不变，当然形式更为新颖。

2.重构者。第二种组合是通过连接行业外部的新资源，给原有的行业带来新的格局和视角。它同时在“赋新”和“连接”上突破，但不跨越行业本身，是在已有的界线内重构，我们称之为“重构者”。中国平安进入互联网金融领域就是一个“重构者”的例子。它通过陆金所平台连接传统金融业务所不覆盖的需求，开展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金融业务。由于风险管理体系是基于另一套逻辑建立，互联网金融业务是对传统金融理念的赋新。可以说，像陆金所这样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重构了金融行业的价值主张和整体格局。e袋洗也是这样的“重构者”，通过构建平台，e袋洗将星罗密布的线下洗衣店聚集在一起，并提供上门取衣、统一价格、便捷送衣等标准化服务，使用户能够享受足不出户的新价值主张。“连接”+“赋新”，意味着e袋洗重构了洗衣服务市场，带来新的面貌。

3.颠覆者。第三种组合是同时在“赋新”和“跨界”上突破，但不连接原有系统之外的其他资源或要素。由于是跨界，对原有行业的在位企业来说面临的是非对称竞争，行业的游戏规则可能也会改变，因此这种组合被称为“颠覆者”。滴滴的出租车业务就是这样的例子。滴滴平台依靠的是出租车市场中的存量车辆和司机，并没有连接增量的资源，但是通过实现数据、定位、导航等平台服务，在叠加了这些跨界元素后，重新定义了出行（赋新），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对传统出行惯例的认知。内容平台“一条”主打生活短视频，在此基础上嫁接电商服务，实现了跨界。一条并没有连接诸如用户原创内容（UGC）的元素，而是保持统一的风格和水准。这也赋予了其“生活美学”的调性——高品位的内容与电商无缝衔接，也颠覆了传统电商的刻板印象，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4.新物种。第四种组合是同时在“赋新”“跨界”和“连接”这三个维度上进行突破。它重新定义了客户的需求，重新定义了产业，也重新定义自身的资源能力边界，因此可以被称为“新物种”。永辉超市的超级物种体验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超级物种集合了零售、餐饮、外卖、电商等功能，产生了全新的价值主张。同时，为了实现这些高复合性的功能，永辉连接了诸多原本自身不具备的能力，如店内的餐饮供应、外卖配送服务等，都来自跨界领域。这是脱胎于零售业，但又完全不同于零售业的“新物种”。无人车也是汽车行业中的“新物种”，它结合了车联网、无人驾驶、新能源电池等新技术，同时连接了内容、周边服务等生态元素，使之成为完全有别于传统汽车的“超级移动终端”。

“连接器”“重构者”“颠覆者”和“新物种”，这四个名词背后代表了对认知框架维度突破的不同组合。寻求数字战略的企业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自身情况和环境条件进行选择和应用。



探寻可持续的数字战略

在现阶段，很难说在“连接器”“重构者”“颠覆者”和“新物种”这四种组合中，哪一种模式更易成功或更易失败。我们倾向于将它们视为通向数字时代的道路上，不同企业所进行的探索——由于起点和目标不同，各自采用的路径有所不同而已。

从终极来看，我们相信可持续的数字战略是同时在“赋新”“跨界”和“连接”这三个维度上不断突破的。它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而非静态的快照。首先，通过“赋新”，企业要追求的客户价值得到了清晰的界定，由此可以定义跨界的目标——需要提供的要素组合是什么。其次，通过“跨界”，企业所要涉及的价值网络的范围变得明确，由此可以识别哪些资源能力是已有的，哪些是要发展的，哪些要依靠连接来加以实现。最后，不断连接的资源汇聚在一起后，通过整合与组合，产生互动、重构和演变，可能会涌现出新的商业意义，又重新回到了“赋新”的维度上（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11月刊《数字时代企业生存之道》一文）。这样，其实“赋新”“跨界”和“连接”之间就形成了互为促进的循环。

以亚马逊为例：最初它通过建立电商平台将种类丰富、价格优惠的图书呈现在同一个平台上，提供与传统书店不同的价值主张（赋新），之后亚马逊引入商家开展第三方平台业务（连接），并通过一系列的自建、收购、合作等围绕客户需求拓展服务和业务边界（跨界）。基于技术、数据、客户关系等资产，又衍生出了面向B端的AWS（云服务）、FBA（物流交付服务）和面向C端的Amazon Go（无人线下店）、Echo（智能音箱）等业务（赋新）。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亚马逊的业务范围不断丰富，与客户的关系也持续深化。

探寻可持续的数字战略，要求我们摒弃“一劳永逸”的静态思维，要在认知框架各个维度的不断突破中，寻找动态的均衡。在新的情境下，客户的需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技术的突破也赋予企业不断连接跨界资源、尝试新商业模式的机会。这意味着：不同于工业时代，数字时代的战略需要在迭代中不断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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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数字化工厂转型的四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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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厂的核心特点是：产品的智能化、生产的自动化、信息流和物资流合一。中国制造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时，面临四大挑战。本文提供了数字化工厂的成功蓝图，帮助中国企业应对挑战，顺利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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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打造数字化工厂成为许多企业的重要目标，但还没有哪家企业宣布自己已经建成了一座完全数字化的工厂。那么，数字化工厂是什么？如何才能打造一个真正的数字化工厂？



工厂数字化不仅仅是制造的数字化

现在常被提及的数字化工厂只是“智能制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智能制造之下，传统的制造流程将被重组，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产品的智能化。其中个性化的客户需求与设计，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的信息接入与共享，售后服务的快速响应等环节与数字化工厂一起，成为智能制造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

数字化工厂不仅可以覆盖从研发到售后的各个业务环节，也可以拓展到横向的供应商管理领域 （见图“数字化工厂的范围”）。

研发工程端的工业4.0应用包括数字化协同合作、数字化模型和产品虚拟化，通过运用信息化技术，可以大大缩短研发周期、减少研发风险、提高创新效率。供应链管理主要从纵向，即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横向，即供应商整合管理两个角度考虑工业4.0的应用，应用层面非常广泛，包括现在国内较熟悉的智能工厂、智能供应链、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等，可以帮助企业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规范化管理上游端供应商质量。再往后端推移，工业4.0技术也可被广泛应用于设备智能维护及实时服务、打造数字化工作环境，以及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提高营销效率，提供更优质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



数字化工厂的打造有别于传统业务模式

数字化可以让制造型企业从根本上改头换面。数字化工厂的核心特点是：产品的智能化、生产的自动化、信息流和物资流合一。目前，从世界范围看，还没有一家企业宣布建成一座完全数字化的工厂。西门子虽然在全球有样板工厂，但还没有在全球范围进行全面推广。

领先的制造型企业正采用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实现生产乃至整条供应链的数字化。这些技术包括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端至端的实时规划和互联、自控系统、数字孪生等。凭借这些技术，效率得以提升，企业能够批量生产高度定制化的产品。然而，想要完全发挥出数字化的潜力，企业仍需要与主要供应商和大客户实时互联。

在讨论数字化工厂的未来图景时，提到最多的是“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这需要企业从6个维度建立相关的企业能力：1.强大的客户需求收集和分析能力；2.社会化交互的产品研发体系；3.模块化、智能化的产品制造工艺；4.高灵活度的供应链管理；5.与客户需求匹配的生产能力（包括设备维护能力）；6.智能的库存和物流管理体系。

除了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数字化工厂的未来图景还包括能源的节约（据测算有大约12%的能源节约空间），让供应链更加安全，以及准确地寻找到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解决方式。而且数字化工厂的生产模式不仅局限于生产终端消费品的企业，生产设备的企业一样可以通过实践数字化工厂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降低成本、提高交付效率、合理管理产能。



中国制造的数字化转型

德国“工业4.0”、美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业2025”，世界各国纷纷提出新一代制造理念，主要是为了指导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在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全球大环境下，拉动传统制造往智能制造方向升级，从而满足未来市场更快速、更个性化的需求响应，并实现更低的制造成本（见图“工业4.0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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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发展目标，建设“数字化工厂”，通过信息技术、广泛互联、信息交互、流程再造等一系列手段，满足消费者差异化、定制化的需求，提高生产的灵活性，以及向管理者提供更佳的决策支持。

美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提出得比较早，更多强调的还是信息化和自动化对制造业的冲击和影响。当然美国的制造业领先企业也对制造业的智能化趋势进行了布局和研究，比如通用电气公司提出的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概念，其方向侧重于将机器分析、行业洞察、自动化和商业预测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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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于2015年出台，成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工业强基和高端装备创新五项工程，开展质量提升和服务型制造两项专项行动。其战略路径是以创新驱动为动力和引领，以工业强基和质量提升为基础，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为侧翼。

总体来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还刚刚起步，在未来迈向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之时，也要充分利用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已广泛应用的工业自动化设备。

未来的数字化工厂首先是基于重新设计的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流程、产品再设计，以及数据收集、分析和决策系统。它需要形成一个标准，自动化设备需要接入这样的生产体系——第一，需要具备的是功能和应用场景的丰富化，满足生产需求；第二，满足信息采集的需求，这里的信息包括产品信息和操作信息；第三，要在实现标准化生产的同时（工序工艺的标准化，零部件的标准化）保留一定的生产柔性；最后，自动化社会的使用界面友好、维修养护费用较低、调试简单等特性也会加快此类设备的普及。

博世中国数字化工厂实践——博世是工业4.0的重要发起者之一，在工业4.0领域拥有领先的能力和独到的优势；依靠在机械设计、制造以及软件服务等领域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全球超过250家工厂运营储备的广泛制造知识，成为工业4.0的领军企业。其对外提供包括传感器、硬件设备、软件以及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同时在内部开展了超过100个工业4.0的试点项目。

目前在博世苏州汽车电子工厂开展的工业4.0应用覆盖了多个方面，在物料管理、生产订单安排、设备维护保养以及人员效率提升等方面的效益体现尤为明显。在生产区域，所有工位、原料均处于有序管理状态。根据生产订单，实现设备自动叫料、机器人准确定位和自动派料。依托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完成预知维护。共享的知识库、可视化通信系统为即时维护提供有力保障。在多种终端实现定制化报告，针对不同场景为员工提供最及时可靠的关键数据。



转型之中的四大挑战

中国数字化工厂的蓬勃发展固然可喜，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当我们与希望建设数字化工厂的客户接洽时，通常能听到他们表示：“我们想造一座类似于某企业的全自动工厂或‘智能化’工厂。”而我们接下来抛出的问题自然是“贵公司如何定义‘智能化’？是否有清晰的数字化工厂战略？是否有明确的各项评估指标？”然而，大多数企业并不能明确阐述他们希望中的数字化工厂，而是寄希望于有现成的智能化工厂定义，能够毫不费力地直接照搬。在我们看来，数字化工厂的定义以及对成功的评判指标建立在多种因素之上。

挑战一：缺乏整体性的战略规划。我们观察到不少项目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战略规划，导致对未来数字化的具体需求不甚明晰，对企业当前数字化水平认知不足，从而无法客观地判断两者间的差距，确定所需补强的能力。许多中国企业从软件（技术）和硬件（设备）的角度考虑数字化工厂的开发建设，依靠内部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专业人员与外部供应商合作，通过对各类解决方案的整合来实现生产线上特定环节的自动化和跟踪。此举虽然有效，但在很多情况下并未解决“为什么要建设数字化工厂”这个根本性的战略层面问题。

因此，企业应该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数字化工厂的建设，从战略、产品设计、运营模式变化等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目标来挑选合适的技术，而不是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尖端技术。例如，海尔以互联工厂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既符合集团大规模定制的发展方向，同时契合海尔在模块化和数字化的丰富经验，从而成功打造出了互联工厂的生态体系。

挑战二：无法走出效益的狭义误区。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尤其是在离散制造领域，数字化和自动化的程度取决于当前的基础设施、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整个生产流程。要实现高度数字化或自动化，技术方面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方才可行。而从成本效益角度考虑，收回投资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如果纯粹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虑效益问题，将使得企业在面对数字化工厂时踌躇不前。在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生产安全不断规范、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的今天，数字化工厂所实现的节能减排、人机交互、远程控制等紧跟当前形势下的要求，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

企业可以将一些定量指标，例如生产效率、单人产出、能耗、质量控制（次品率）、生产周期等，用于评估数字化工厂的效益。而减少人工作业、提升员工士气（工作不再无聊，而是更加有趣、附加值更高）和加大员工忠诚度等定性指标也能用于辅助评估。行业和企业本身诉求的不同也会对指标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除了生产效率、良品率、生产周期等常见指标外，某领先的纺织企业还选择了换产时间、用工人数等指标来衡量其数字化工厂的成效，而某工程机械巨头针对其示范车间则加入了生产误操作、物流效率等指标，解决其自身痛点。

挑战三：没有对技术进行全盘考虑。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数字化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即使是在同一行业内，企业的自动化程度和技术路线也大相径庭。数据分布较为分散，难以获得数字化工厂所需要的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数据，同时使得标准的制定变得困难。在部分较为传统的行业中，中国企业争相计划实现数字化工厂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工厂车间里的设备落后，难以实时抓取和传输数据，是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尽管如此，仍然有以安灯系统为代表的解决方案能够为人工作业提供补充，并有效地整合进工厂自动化。

同时，中国企业往往更注重单体设备的自动化率，忽略了生产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在企业资源计划（ERP）、制造执行系统（MES）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等不同系统间的打通和整合方面也有待改进，能做到不同工厂间互联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数字化工厂战略制定技术路线图，分阶段地推行各种技术转型举措，从而将实施的风险降至最低，避免对业务和运营造成冲击。

挑战四：人才仍是瓶颈。数字化和自动化毫无疑问地会减少人工重复作业，改善工作环境，保障人身安全。我们认为，制造业能够抓住此次机遇一改传统的“工作环境欠佳”的形象，通过升级来吸引更多新型人才。数字化工厂将生产运营流程高度一体化，由此对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单一领域的专才将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将是横跨多领域、学习能力更强、懂得数字化交付的复合型人才。

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以课堂教育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为产学合作制定数字化工厂培训项目指明了道路。例如，某领先的机床企业直接与当地的工科院校建立起联合学院，通过产教融合和资源互补，为其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定向培养和输送人才。除了教育机制，职业培训课程本身也需要做出调整，实现课程培训的标准化，并在商业、自然科学和工程等传统领域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育出熟练掌握数据分析、产品管理、项目管理、IT架构或者信息安全的跨学科数字化工程师。

最后，由于数字化工厂的转型需要多部门协调，往往需要顶层决策者对数字化有着较强的决心和较深的认识，能够指导整个企业制定数字化战略，带领企业顺利度过转型，打造出成功的数字化工厂。



中国工厂数字化转型蓝图

领先的工业企业已经在数字化工厂的建设和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能够迅速可靠地生产出更多定制化、高质量的产品服务于市场。对于许多没有打算建设数字化工厂的企业而言，缺乏一套数字化的愿景和企业文化是让它们裹足不前的最大阻碍。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数字化工厂先行者们不可获取的一大要素。

数字化愿景不仅只是考虑各项技术，而且还定义了这些技术如何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和企业生态圈中相互配合。阻碍企业制定数字化工厂计划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机会不定、经济效益不明、投资代价不菲。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企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套清晰的愿景，更需要一张切实可行的数字化路线图。普华永道思略特制定了一套由六个环节组成的蓝图，协助企业制定或优化路线图，成功应对通向数字化工厂和工业4.0道路上的各项挑战（见图“数字化工厂成功蓝图”）。

1.绘制数字化工厂战略。制定一套连贯的战略绝对是重中之重。数字化工厂涉及不同技术的采用，许多技术很容易临时仓促上马。对于各项技术如何匹配整体战略和运营目标，如何与其他现有技术配合，企业需要有明确的想法，数字化愿景也应该涵盖整个组织，让数字化工厂发挥1+1>2的作用。制定数字化工厂战略前，企业需要认识到自身目前的成熟度，确保人才和技术得到同等的重视，聚焦能够带来价值最大化的项目。最后，需要组建起一支由高层、中层以及车间工人组成的支持者队伍，共同推进战略的落地。

2.设立试点项目。数字化的经济效益有时并不容易量化，而且在初始阶段，团队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技术概念和演示，因此可能导致难以争取到资金和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就是试点。通过试点，企业能发现最适合自身的方式，将速赢的成效展现给整个组织并获得它们的认可，进而争取到资金用于大规模的推广。由于数字化工厂可能会给整个劳动力带来深远的变革，所以需要让工人加入到试点工作中。

在一两处生产基地纵向整合从数字化工程设计到以实时数据为支撑的生产规划，是一种可行的试点方案。在主要的生产设备上安装传感器和执行装置，或者使用数据分析来探索预测性维护方案，也能取得初步的成效。还可以在特定的工厂中实现特定产品线的数字化，将其作为不断学习和优化的契机。当然，企业还可以考虑与初创企业、高校或行业组织等外部的数字化领先者合作，加快数字化创新的步伐。

3.确定所需的能力。生产环节中什么最重要？更完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物流？为工人提供及时、定制化的信息？传感器集成网络？我们认为，从能力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个问题能带来更大的价值。数字化工厂的目标并不是实施最酷炫的新装置，而是达成提升效率、改善质量或增强业务本身等特定的目标。应该根据试点中汲取的经验，从组织、人才、流程和技术四个战略的维度，结合企业的生产战略和整体业务目标，详细勾勒出数字化工厂所聚焦的能力以及工厂体系的架构。

4.成为数据分析和互联方面的领先者。流程及质量改善、资源管理、预防性维护，在数字化工厂里，这些解决方案几乎总是与互联息息相关。传感器协助收集数据，在信息层进行分析，然后传回联网的物流设施和生产设备上实时调整生产。每家企业都需要熟练掌握能生成和传输数据的互联工具与系统，以及用于改善效率和质量的分析工具。

5.推动工厂向数字化转型。通向数字化工厂之路是一条转型之路。如同其他转型一样，管理变革及其对员工的影响，是成功的关键。难以发现合格的人才、缺乏数字化的企业文化、部分员工不愿拥抱数字化变革，这些都是常见的挑战。

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及早与员工携手合作，对培训和继续教育开展投资，而这些投入会因为数字化工厂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而被抵消。

数字化环境的培育必须要有领导层的全力支持。高层必须将数字化工厂战略视为工作的重点，摒弃保守主义的姿态，加快项目的审批流程，从而让数字化团队加快推进转型进程。同时，还需要设计简练的汇报渠道，确保数字化团队侧重于各类增值活动而不是疲于应付各类行政要求。

6.将数字化工厂与企业的数字生态圈结合。在推动数字化工厂的过程中，许多企业都将精力集中在各个工厂内部的纵向整合。在工厂内部实现MES系统和ERP系统的连接，确实能实现显著的改善。但作为数字化生态体系中的一部分，数字化工厂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企业横向地将整条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和客户信息与数字化工厂进行整合时，将能带来更大的效率提升。试想一下：你可以利用实时的短期客户需求调整规划和生产情况，灵活地根据客户的要求做出调整，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客户满意度。这种利用跟踪技术实现的纵向和横向整合战略不仅能让企业优化规划流程和生产执行，还能深化企业与具有战略意义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纽带。

然而，这些工作只是一个起步。如果企业能在产品中整合数字化功能，就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的服务，将抽象的数据转化成具体的价值。生产流程本身也能通过多种途径将收集起来的数据转化为收入。在数字化工厂的深远影响下，企业能够拓展甚至是彻底改变目前的业务模式，不再只是注重生产环节，还能有机会在利润丰厚的售后市场中扩大份额，提升利润率，并进军全新的业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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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样复杂、多变、模糊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即使企业已经拥有核心竞争力，站在了行业链条的前端，但想要持续地赢下去，也绝非易事。人员储备、创新突破、市场占有仍是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HR部门如何能更好地展现业务价值，帮助企业实现组织绩效的提升和战略目标的达成呢？

对于企业如何保持基业长青,存在各种标准和定义，但归根结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绩效表现，普遍标准是企业财务报表能达到行业的前25分位；其二是人才储备，指的是可用后备人才占到整体人数的20%。这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企业才能持续发展壮大。



高潜力人才预示高绩效组织

根据美国企业领导力委员会一组数据：高绩效员工（High Performance Employee）中只有29%同时是高潜力人才（High-Potential Talent）；而在高潜力人才中，未来有高绩效表现的比例高达93%。充足的高潜力人才意味着该组织在未来会有高绩效表现。

如何定义高潜力组织呢？从高潜力人才占比来定义。高潜力组织中有20%的人是高潜力人才，而低潜力组织中只有2%的人是高潜力人才。美国企业领导力委员会调研报告显示，高潜力组织当前的组织绩效比整体平均水平高14%，此外，高潜力组织未来能进入到整个行业前25分位的概率要比其他组织高出17.25倍。也就是说，高潜力组织不仅赢在现在，更有高概率赢在未来。（参见图表1：“高潜力组织的高绩效表现”）

HR通过高潜力人才帮助企业成为高绩效组织，我们认为有两把金钥匙。

其一：领导者高潜力人才盘点与发展。HR要着眼于领导者潜质，甄选现有领导者的高潜力后备并提供足够的发展与激励机会，帮助企业赢在当前。

其二：新生代高潜力人才的选拔和开发。HR要关注新生代高潜力人才，从校园招聘开始选拔和开发，把握好高潜力人才的入口，帮助企业赢在未来。



高潜力人才盘点

高潜力人才盘点与发展有重要价值。首先，高潜力人才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主营业务的突破。一家具有23年历史的上市公司将今年定义为业务突破年，业务板块由两个变为五个，但新增的三个板块人才全部靠招聘，大大影响了主营业务的发展。同时，我们发现过往那些转型成功的公司，他们通常具备充足的高潜力人才储备，所以能迅速地化挑战为机遇，这也是企业绩效能持续提升的保证。此外，高潜力人才往往是少数的，但他们有很强的辐射力，在企业里有标杆示范作用，高潜力人才的良好发展可以引爆整个组织效能。

高潜力人才盘点固然重要，但做好高潜力人才盘点并非易事，在当前面临四大难题。第一，甄别难。如何识别高潜力人才，识别出高潜力人才后如何发展依然是一大痛点。第二，在培训和发展过程中，知识如何能够快速转化为能力也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第三，企业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难题：目前发展项目常做的是行动学习，但诸多行动学习的方案无法转化为企业的解决方案，导致投入高回报低的难题。第四，参与度很低。很多人对此不感兴趣，HR引导起不到作用，没有认知也就意味着没有发展。

目前企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绩效去识别——认为高绩效员工即为高潜力员工，或将员工在当前岗位上的绩效水平当作重要的决策参考。但据美国企业领导力委员会研究发现其准确率只有28.7%；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根据管理能力进行高潜力预测，然而准确率只有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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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人才盘点PPP模型，PPP模型根据时间维度将高潜力人才评估标准划分为了三个部分，Performance ——过往的绩效、Present ——现在的素质能力、Potential ——未来的潜质。目前企业的人才评估标准大多是前两个，将关注点放在了员工的过去与现在。但数据证明，对于人才的未来表现，过去绩效与目前能力素质的预测力并不高，而潜质评估则远远高于前两者。如果能够从过去的单一维度、二维维度评估中跳脱，达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估，高潜力人才的预测力将得到巨大提升。

对于人才发展，我们提出CBA模型。知（Cognition），是行的先导，指知理论、知自我。在探索新事物的过程中丰富自我认知世界，总结并修正知识体系，是为“知”的最高境界。行（Behavior），是悟的载体。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将知识快速转化为能力。悟（Awakening），是知到行的关键环节。从知识转化到行为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悟，其关键是有无认知觉醒。有两个工具可以帮助学员“悟”的过程，第一个工具是认知光谱（参见图表2：“认知光谱示例”），指的是周期性连续不断地刺激参与者进行认知觉察。认知光谱有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连续性”，指的是每隔一定周期进行一次认知觉醒，通过连续性的刺激，让认知觉醒的程度逐步加深。第二个特点是“和发展主题相辅相成”，比如人才发展项目中一次主题是价值定位重塑，那么我们会在研讨会中穿插认知觉醒的第一阶段“价值认知”，认知觉醒会加速研讨会高效产出。（参见图表3：“高潜力人才盘点与发展框架图”）

另一个工具就是引导技术。引导技术源于引导式教育，上世纪20年代，由匈牙利学者András Peto不断探索后所创建，后来被引入到企业管理领域，慢慢发展为引导技术与引导式管理。IA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acilitators，国际引导师协会)给出的定义，是一门鼓励所有相关人员参与、拥有与创意的方式，是通过流程引领人们达成共同目标的艺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引导工具其实就是“基于某个设定的目的，通过对一个特定人群激发能量、汇聚能量和传递能量的过程”。引导师可以用扎实的引导技术在研讨会或者其他活动场景中帮助学员不断进行自我认知升级，达到引导他人“悟”的目的。

根据多年的人才发展经验，我们发现在整个发展有效性的比重中，知的占比为10%，行占20%，悟则达到70%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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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生代高潜力人才

第二把金钥匙指关注新生代的高潜力人才——校园人才选拔与开发。校园招聘有其重要意义。首先，做到先下手为强，抢占造血先机。现在的新生代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看重用户体验、雇主品牌。一些大企业把新生代的挑选渗透到了大三，甚至是大二的阶段，这个时期开始培养的员工，忠诚度很高，流失率很低。但校园招聘也面临着几大痛点：“言行不一难选拔、形式老套体验差、劳累奔波收效浅、精挑细选常缺位”。针对校园招聘的难点和痛点如何解决？首先，要强调精准匹配，看重人和企业岗位的匹配，特别是从潜质的角度评估被评估者和岗位的匹配度。其次，加强用户体验，如动态投射、场域观察等技术不仅形式创新，而且能带给候选人良好的用户感受，同时避免了传统测验社会期许偏差、候选人可参与培训预测、评估师标准不一致等缺陷。再次，在校园招聘过程中，除了认知评估外，也关注行为评估，这是针对候选人言行不一致的较好解决办法。除了问卷、访谈、无领导小组讨论外，VR测评通过将专业性与有趣性加以结合，在行为评估方面带来了新的突破。以上这些新的做法，会将校园招聘带入新的阶段。

有了这两把金钥匙，HR就能更有效地帮助企业打造高潜力组织。但如果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需多方力量在以下两个方面共同努力：

1.大数据人才测评

大数据催动时代转型，更催动着行业变革，随着高潜力人才的概念在中国越来越普及，构建中国本土的人才潜质大数据库是必然之举，未来在人才测评领域谁能掌握数据谁将更具有话语权。大数据将为高潜力人才的精准识别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2.人工智能人才发展规划

人才发展该如何规划一直是困扰HR的一大痛点，但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将为HR排忧解难，云计算、深度学习等技术使企业的人才发展规划实现 AI化并不遥远。

近几年我们经常提到VUCA时代，指的是这个时代的几个鲜明特点： 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和Ambiguity（模糊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界也在顺应时势发生着变化和转型，我们预见，在当前以及未来，选拔、识别、发展高潜力人才将会是HR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帮助企业赢在现在、赢在未来是HR最关键的使命，这也许将成为重新定义HR的价值地位的重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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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克罗斯（Rob Cross） 斯科特·泰勒（Scott Taylor）

德布·策纳（Deb Zehner）| 文

牛文静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近年来企业协作在范围和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不幸的是，几乎没有企业从战略角度管理协作活动，所以只能靠个人来和协作泛滥问题作斗争，从中抢回本属于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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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你，压力真的很大。”

“邮件不断、经常出国、随时要接电话的生活让我精疲力尽。没完没了的协作需求最终拖垮了我。”

“我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要更进一步，挽救局面。我成了大家的救生筏，自己却差点被淹死。”

对团队协作泛滥的问题，职场人士有很多看法。

如今企业变得更加全球化，组织采用矩阵构架，产品和服务类型较以往更加复杂，需要员工随时随地保持沟通顺畅，内部以及外部的协作程度空前。Connected Commons的研究表明，多数管理者如今在邮件、会议和电话上耗费的时间超过85%，过去10年间，这类活动的需求激增50%。企业当然会从中获益，协作增强的两个副产品是更快的创新和更加无缝的客户服务。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个体工作时间、深入反省和审慎决策时间大幅降低。2016年，本文作者之一参与撰写了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文中将这一破坏性现象称作“团队协作泛滥”，并为组织提出改进建议。

过去几年中，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并帮助个人找到解决之道，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深入研究。我们和20家来自不同领域（软件、消费品、专业服务、制造业和生命科学）的全球化机构合作，归纳员工协作模型，并思考这些互动对员工敬业度、绩效和主动离职的影响。之后我们通过网络分析找到高效的协作者，也就是能够和各方面的人有效合作，但仅占用彼此最少时间的人。我们采访了其中200位（100位男性和100位女性），让他们来谈谈职场生活。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协作泛滥的问题，以及领导者要怎么做才能在保持发展的情况下避免这类问题。

研究中，我们发现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永远在线”的工作文化、无处不在的技术渗透、严格的老板、难缠的客户和低效的同事。这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我们也发现在很多案例中，与外因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幸运的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战略性的自管理方法，就能立刻凭借自身力量战胜这些障碍。

我们将其中的最佳实践分为三大类：信念（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超负荷工作）；角色、日程安排和人际网络（放弃不必要的协作，为符合职业理想和个人价值观的工作留出时间）以及行为（确保尽量高效完成必要或理想中的协作）。这些方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由于性格、级别和工作环境的不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同。但是我们发现，研究对象只要在其中4-5项上采取行动，至少可以从协作中省出18%-24%的时间。



两种协作泛滥

协作泛滥往往分为集中消耗或缓慢消耗两种。集中消耗往往来自升职，老板要求接手项目或同事需要帮助，或你本人出于责任或不想错过机会，参与到额外工作中。以一家保险公司的高管迈克为例，他手中已有多个项目，其中一项是让公司某类业务起死回生，团队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时老板还要求他帮助成立一个新部门，帮助公司统一市场形象，他掌握相关技能，同时这也是在高管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他觉得很难拒绝，但也不能丢下正在进行其他工作的团队，所以迈克决定鱼和熊掌兼得。



找出你协作泛滥的动机，看看你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要维护助人为乐、见多识广、有影响力的好名声。




缓慢消耗的危害更不易被察觉，每个人随着工作的发展，会拥有更大的社交网络，更多的责任，协作需求从数量、范围到节奏都在逐步增加。企业中的“百事通”型人才，往往深受这种问题的困扰。随着我们经验的增加，往往需要承担更多工作，我们的身份是个人成就、辅助他人以及专业知识的集合。

当任务增加，或在深夜加班时，我们一般不会对自己所做之事产生质疑。当然，同事们对这种变化很欢迎。有关你能力和责任的名声越来越大，接到的工作和请求也越来越多。一位在《财富》100强的技术公司工作了18年的老员工艾伦就是这样。她对自己帮助同事解决问题，在官僚体系下高效工作的能力深感自豪，这也是她工作的巨大动力。但最终，她感到自己被一系列“根本无从下手”的项目和承诺拖垮了。

尽管迈克和艾伦境遇不同，但我们的研究表明，针对他们以及其他人协作泛滥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相似的。他们无法继续重复现在的工作方式并保持高效。他们需要更好地管理职场生活。



为什么超负荷工作

战胜协作泛滥的第一步，是找出你这么做的动机：是出于维护助人为乐、见多识广、有影响力的好名声，还是担心失去控制权或难以拒绝参与团队活动？例如，某人全程参与了一个小项目的工作，即便项目已经不需要她提供专长，她仍然不退出。也许她自豪于自己支持队友、确保高质量结果的做法。但这样的协作从长远看不会有任何成就，也阻止她完成更重要的工作。

弄清为什么你要在经理和公司不做要求的情况下，接受协作任务，是战胜协作泛滥的第一步。采访高管时，我们要求他们思索，导致他们协作泛滥的身份触发点具体是什么。例如：划掉“待办事项”上比较容易的工作，是否会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是否因为你想看到自己的专长得到认可并产生影响力，才去参加那些并不需要你的会议或讨论？在团队工作中，时刻准备解答问题和提出建议是否让你感到自豪？你是否因为害怕被贴上“表现差”或“不合作”的标签，才参加协作活动？你是否很不愿意错过某些议题或项目，害怕或不确定这些工作是否能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我们遇到的多数高管对上述问题至少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

高效协作者懂得，参与某些事情意味着拒绝另一些事情，或者对其他事情的参与度降低。他们会提醒自己，小成就（回复全部邮件、措辞完美的报告、某个客户电话）并不十分重要。他们会认真思索自己的专业领域，决定什么时候能提供价值，什么时候不能。他们不把自己看成不可或缺的人，而是转变了自我价值的来源——从展现自己的能力，转为适时退出，让他人发展能力，并获得表现机会。

一位高管告诉我们：“我意识到，如果人们真的需要我，会找到我的。现在大概30%的会议我都不去参加，大家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好。”

迈克在两个项目的折磨下即将崩溃时，他意识到自己的自我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断接受并完成他人为其制定的目标。“看清这个行为模式，需要你栽一个大跟头，以及耐心的另一半。”他说。他决定在职业发展及个人生活中设立清晰的优先级。“之后，拒绝就不再是不参与，而是对重要的事情保持专注。”

艾伦也意识到，她的“活雷锋”形象，总是乐于助人，从不拒绝请求的做法，给她带来了很多问题。“难的是在当下发现这种迹象，并努力不去参与，”她承认，“我告诉团队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也让一些人‘直谏’，在我犯老毛病时及时提醒我。”



拒绝不必要的协作

接下来你要重新构建自己的角色、日程安排和人际网络，避免刚才提到的触发点，减少或完全拒绝不必要的协作。

高效协作者不会坐等天上掉馅饼，也不会被动地对环境做出反应，陷入被其他人目标支配的模式，而是主动解决协作泛滥问题。他们会找到自己的“北极星”目标——也就是在组织优先事项中，可以发挥强项和体现价值的工作，调整并简化职场生活，拒绝不符合目标的请求。



高效协作者会认真思索自己的专业领域，并决定什么时候能提供价值，什么时候不能。




你可以先从定期清理日程表和邮箱开始，使用微软的MyAnalytics或者思科的human network intelligence平台，回顾最近4-5个月的内容，找出反复出现的集体活动、会议和交流，找出不符合你的核心目标，可以拒绝或提供给别人的发展机会。看看哪些决议你本来无需参与，如何在流程或团队上做调整，以便日后你不需要再介入。从别人咨询你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中，找到不再属于你的核心角色或不符合你目标的部分，尝试在公司内网“云分享”，或者看看是否有其他同事能解决类似问题，并获得更大收获。

此外还要帮助同事适应你的变化，让他们了解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及时且深入地参与协作。例如，说清不回复群发邮件或者不参加会议并不代表你没兴趣或者傲慢。告诉大家你的优先级，这样每个人都知道你最需要或想要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询问同事的兴趣和目标，这样你可以找到把任务分配出去的机会。高管们的关键拐点在于，他们开始将协作请求看做和圈子中的人互动并激活关系的行为，而不是自己“待办清单”上的新增事项。

最后一点，留出反思时间，寻求那些能帮助你达成“北极星”目标的人。迈克专注于在他领导的业务部门发展能力。他不再为了政治曝光而参与到无关项目中，而是开始通过专业知识和团队贡献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艾伦的战略是划出明确清晰的界线。“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这段时间百分之百投入，但下班后我不会让自己仅仅因为要帮助别人，而回复不必要的邮件、电话或熬夜加班。”

另一位领导者这样描述这种变化：“打防守战太糟了。你非常被动，生活在恐惧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弄清你是谁，以及你想要做什么，并开始为达到目标寻找路径和网络。”



保证效率

一旦你盘点完自己的协作工作，就要开始提高选择参与协作的工作价值。我们的研究表明，缺乏组织的会议是机构最浪费时间的活动：即使你无法控制所参加的会议，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效率，例如让领导者在会前给大家发一份会议日程或预读材料，并写一封简短邮件，说明大家在会上的共识、承诺和之后要做的事。

你还可以提前说明，在其他人超时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因为某件事（真实或虚构）离开，以此缩短参与时间。你也可以要求只参与需要你的部分，或者参加大家要求时间的一半。在任何关系或团队中，尽早建立规范很重要。如果等事情发酵，问题会变得更难解决。

还有一种方法是提议用新方式写邮件，例如新格式（遵守字数限制，用项目符将文章内容列出来，而不是大段文字的铺陈）；使用“抄送”和“回复所有人”的功能；规定大家在不同时段回复不同请求。你也可以考虑使用虚拟工具（例如谷歌文档），采用一种能提供探究性（定义问题范围或者头脑风暴解决方案）或整合性（专长、角度或任务不同的人联手解决问题）的新媒介，来辅助你更好地工作。关键是确保你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正确的工具，而不是适得其反。当某个问题过于复杂，通过邮件或者网聊难以解决或容易引发歧义时，你要学会采用更高效的方式，例如打电话或者面对面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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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互动中，要时刻留意你是否有效利用了对方的时间。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清楚知道借由这次会议或谈话，自己想达成的目标？”要让对方也有同样的自律性，可以提前问他，“为了不浪费你的时间，可否快点让我知道你想要我们一起达成什么目标？”

在构建网络时，你要专注于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不断发现，高效协作者吸引大家参与协作性工作的方式包括：授予参与者地位、创造携手成功的愿景、给予参与者获得感和目标感、注入能量。他们并没有将计划强加给他人，而是通过吸引力获得更和谐、更良好的参与度，并创造信任感，这样大家不会觉得要花费过多力气或勉为其难。

比如艾伦决定，让利益相关者尽早参与到协作中，这样可以在后面的流程中节省时间。“我过去在寻求其他人帮助方面特别谨慎小心，”她说，“但是后来懂得了，如果我有一个计划雏形，拿给团队、老板甚至客户去看，他们会花时间帮我找出问题，这样我就避免了修改或说服人们的大量无用工作。”还有一位领导者，他会定期和直接下属面对面谈话，讨论优先事项、价值观和个人目标，提高他们在未来作为团队成员高效协作的能力。“人们很容易曲解某些行动，之后引发很多麻烦，”他说，“如果我花点时间让他们理解我做事情的原因，可以省下不必要的协作时间。”



近年来企业协作在范围和数量上的大幅增加，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不幸的是，由于这些需求的隐形本质，几乎没有企业从战略角度管理协作活动，所以只能靠个人来和协作泛滥问题作斗争，从中抢回本属于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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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克罗斯是巴布森学院全球领导力Edward A.Madden教席教授。斯科特·泰勒是巴布森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德布·策纳在研究、网络资产发展和领导组织网络项目方面有15年经验，最近的合作公司是Connected Commons。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开拓美国市场的品牌战略

	FROM NICHE TO MAINSTREAM

	埃利·欧菲克（ELIE OFEK）|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日本食品品牌在进入美国市场时犯了难。如果它坚持使用自有品牌，就要耗费巨资培养市场，承受前期巨大的亏损压力。如果它与美国本土品牌合作，贴牌生产，尽管能缓解经济压力，却要面临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风险。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的快消品牌在进入海外市场时，都将面临同样的难题。





“奇多！我要吃奇多！”在一家杂货店，中村陆的女儿朱里冲向货架。




中村陆的老婆葵叹了口气：“提醒我一下，我们为啥又走到这儿了？”

“我想看薯片和薄脆饼干是怎么摆放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仙贝不能摆在这儿。”

葵冲着朱里抱在怀里的奇多袋子歪歪头：“也许你该撒点亮亮的芝士粉？”

中村陆乐了。但葵的玩笑并没有让他心情变好。他对工作越来越焦虑。



课堂教学笔记

谋求海外扩张的快消品企业有几种选择：直接出口，成立海外分公司负责销售；在新市场推出新品牌；收购当地品牌；与其他品牌合作进行分销和市场营销；为当地企业代工或贴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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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中村陆供职的Kenko公司把他从东京派到加州圣马特奥市，负责公司的第一个海外子公司Kenko USA。Kenko是日本最大的仙贝制造商，日本国内销售额达10亿美元。当时，公司打算启动新增长计划和海外扩张，希望成为下一个龟甲万，后者极其成功地让美国人爱上了酱油和炒菜。中村陆夫妇都对这个机会感到兴奋。正怀着朱里的中村葵想当一段时间主妇，于是同意放下日本教职工作，以便让丈夫能接下这份工作。

然而，计划中的短期停留却大大延长了，因为Kenko USA未能真正做起来。这块业务算是有所进展，年销售额能取得2%的增长，但增速明显低于预期。按照规划，分公司应在5年内实现自给自足，但现在仍然亏损。中村陆很清楚，问题的关键是让Kenko仙贝走出亚洲超市和杂货店的国际食品区，进入美国主流食品零售商的零食区。但团队的努力还没取得什么成果。



根据尼尔森的研究，商品化程度高、购买量大的品类，代工合作对销量增速和市场份额提升最大。




最近，美国一个全国性的廉价杂货连锁Patty’s Pantry联系Kenko USA，讨论用Patty品牌售卖Kenko仙贝的可能性。中村陆的副手瑞贝卡强烈主张推进这项合作。她认为，这能帮助美国消费者认识到日本仙贝是一种健康的无麸质零食，并能让公司取得销售增长和盈利所需的渠道突破。但中村陆担心这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会令Kenko品牌在美国立足的任务失败。



中村陆的个人生活应该影响到他的战略决策吗？




斋藤是中村陆在公司总部的导师，他主张增加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活动。这需要更多资金和时间，但有斋藤的支持，中村陆估计公司会给他机会。

但中村陆也需要考虑家人。葵再次接到在大学任教的邀请，两人也都开始想家。而且随着女儿越来越大，他们愈发希望她能在日本而不是美国成长。

中村陆本来想先把Kenko USA做好，然后交给别人，自己回到总部。但现在他没那么确定了。

“爸爸？买不买奇多？”朱里问道。

“咱们先找到爸爸的仙贝。”葵说着，把那袋奇多从女儿怀里抽出来。

他们进入“世界食品”区，朱里走到Kenko货架寻找她最喜欢的甜味仙贝——黄色包装的水饴口味。



[image: ]



零食名称和包装可能显著影响销售。例如，据Specialty Food杂志报道，Angie’s Kettle Corn在2012年更名为Boomchickapop并重新设计包装后，4年中销量增长了12倍。




中村陆和葵笑了。“家里还有一堆，”中村陆说，“我们只是想看看货架上有没有货。”

看到朱里皱起眉毛，中村陆冲她眨眨眼：“别担心，我看见收银那边有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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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阻力

“最终还是得看需求。”在西海岸主要杂货连锁Clementine’s的总部，零食采购负责人戴夫说。中村陆和瑞贝卡之前争取到了和他面谈的宝贵机会。“我们必须看到你们的产品卖得更好，才能给你们更多空间。我们不可能让不知名的品牌挤占Frito-Lay旗下优势品牌的空间。”



芝加哥市场调研公司IRI的数据显示，Frito-Lay是美国咸味零食品类的绝对领导者，在薯片市场占有60%份额（Ruffles），在玉米片市场占有72%份额（Doritos、Tostitos），在芝士味零食市场占有87%的份额（Cheetos），在其他咸味零食市场占有62%的份额。




“我们当然理解，”中村陆说，“但我们不是想要更多空间，只想换个空间。仙贝为什么不能和其他受欢迎的零食放在一起？”

“因为包装、口味和品牌信息都是日本的。这当然很好，你们的产品摆在亚洲食品区也有市场。如果在两个区域都看到Kenko品牌，顾客会很困惑。”

“但你们在零食区和墨西哥食品区都有莎莎酱。”瑞贝卡说。



Statista的数据显示，食物过敏和特殊偏好正推升对无麸质食品的需求。特别是美国，2015年市场规模为26亿美元，2020年预计增至76亿美元。




“莎莎酱不一样，它已经算美式风格了。”戴夫开怀大笑。

“我觉得你正错过一个机会，”中村陆说，“越来越多人开始吃无麸质食物，拒绝油炸食品。消费者需要不一样的零食，而Kenko可能就是一个新选择。可你却把我们藏在‘世界食品’区。”

瑞贝卡插话说：“能不能在几家店做个实验？把我们的仙贝分别和米饼、薄脆饼干和无麸质食品放在一起，看看在哪家卖得最好。”

戴夫又笑了，“说真的，如果可以我会的。但如果我帮你们做实验，我就得帮每个新品牌做同样的事。店面经理和仓储负责人会杀了我的。即便我拿出一点点空间，主要供应商也会问我为什么要把它们的空间分给一个不知名的新品牌。这根本不现实。”



根据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收集的信息（被美国农业部采纳），2016年在美国新上市的食品和饮料共计21435种，其中14.8%为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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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应商或生产商向零售店铺支付进场费，后者负责产品储存和店面展示、将产品数据输入库存系统，并将能识别产品条形码的程序输入电脑。在美国，单件产品在一家店铺每年的进场费一般至少在5万美元。




中村陆郁闷地看了一眼瑞贝卡。

“你们必须证明产品有需求，”戴夫继续说，“也许可以多做点试吃？比如连续一两个月的周末。或者设计优惠券项目。”



Kenko仙贝可能最受哪类顾客群欢迎？




“我们怎么能说服你现在就把Kenko仙贝放在零食区？”瑞贝卡问。

“我们肯定欢迎更高的进场费，比如从每袋30美分提高到50美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跟老板说说。”

中村陆不确定在一定时间内付给零售商更高费用是否合理，但这样做肯定会让已经很低的利润率进一步降低，也会加剧亏损，因此他知道上面肯定不会批准。

“我们的数据显示需求是存在的。”中村陆说。他希望自己听上去比实际上更自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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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时间

回办公室前，瑞贝卡和中村陆进了一家星巴克，准备边吃点东西边讨论。

“相当难办啊。”中村陆喝着美式说。

“我觉得我们需要认真对待那个贴牌合作项目了。”瑞贝卡呷着绿茶说。“看看周围吧，”她指指柜台里的食物，“很多食物都是星巴克从外面进的。Patty’s Pantry市场范围极广，它已经准备跟我们订450万美元的货了。我们不得不降低批发价，但可以不用花试吃、进场和广告的费用。想想这能省多少钱。9个月后我们就能扭亏了。”



瑞贝卡认为Kenko将从贴牌合作中受益的主张是否正确？这项合作有可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但没人知道产品是Kenko的。”

“确实。那是人家的品牌、人家的包装、人家的口味。Patty’s很想推出烧烤和卡真口味（糅合了法系加拿大、西南美洲，乃至西班牙烹饪风格而形成的独特的传统风味。食物的香气是夹杂着好几种胡椒中的香味渗溢出来的——编者注），这些更符合美国人的喜好。”

“芥末味怎么就不行呢！”中村陆吼道。他觉得美国人已经喜欢上了很多日本产品，Kenko当然可以坚持自己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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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总值为6.41亿美元，主要品类包括零食（6500万美元）、葡萄酒和啤酒（6200万美元）、茶（4600万美元）、植物油（4300万美元）、水果和蔬菜制品（3200万美元）。




“戴夫想要看到需求，我们和Patty’s的合作就能证明这点。最终我们可以做自己的品牌。”

“但到那时，Kenko就不会有独特性了，因为Patty’s的产品和我们没有区别。而且我们怎么向现在的合作伙伴解释？”

“顾客群不一样。而且如果我们显示出强劲的销售势头，就可以说服总部把工厂搬到美国，这样销售成本更低、利润率更高。我觉得这根本不用想啊。”



中村陆是否实际上需要更多帮助?




正式提案

当晚回到家，中村陆坐在电脑前，看着会议室桌边的同事。东京现在是早上，他要向总部的管理层汇报。

“很遗憾，我们的销量还未出现显著增长，”中村陆开始汇报，“现在年增速保持在2%，销售额在500万美元左右。”他觉得自己总在说同样的话，“不过瑞贝卡和我正在讨论几个新思路。”

Kenko CEO加藤点点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新思路了，中村。很多日本产品在美国都非常成功，Kenko仙贝也应该出现在美国人的食品柜里。”

“正好您用了食品柜这个词，加藤先生，”中村陆说，“我之前提到过Patty’s Pantry，这是一家提供质优价廉食品的杂货连锁，现在发展很快。它向我们提出进行贴牌合作，这将很快使我们实现盈利。”

在场的有些人似乎活跃起来，但包括CEO在内的其他人看上去很失望。“我知道Kenko USA是我们海外扩张战略的重要一步，”中村陆说，“但或许我们应该先让美国人接受仙贝，再接受我们的品牌。”

斋藤说话了：“还有其他思路吗？”

“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斋藤先生，我们可以加强草根营销，”中村陆说，“胡姆斯酱品牌Sabra做了大量试吃活动，而且不仅是在杂货店，也包括公园和大型活动现场，并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调整了包装。这些动作帮助Sabra打入主流零售商的熟食区，并一路做大。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活动将有助于我们的草根策略。”

“如果推进这个项目，”加藤说，“预算和时间周期是怎样的？”

“我估计需要350万美元，2年时间。”

“你认为你能主导这个项目吗？”

中村陆一下子被激怒了。公司认为他没有能力带领Kenko USA取得成功吗？

“这要由您来决定，加藤先生。但我相信我们这边的团队能执行好任何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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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中村。我们会讨论这两个选项，但我希望你能拿出一个正式提案。”

“没问题。我会和团队讨论，下周拿出提案。”和同事告别后，中村陆关上电脑走进卧室。葵还没睡。“我好像听到两年？”她说，“说真的，陆，我不希望我们在这里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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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欧菲克是哈佛商学院教授。他在高管课程上教授了本文的案例原型。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龟田制果株式会社：开拓美国市场”（“Kameda Seika: Cracking the US Market”，编号517095），作者为埃利·欧菲克、佐藤伸夫（Nobuo Sato）、菅野晶子（Akiko K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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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村陆

应该选择贴牌合作

还是自有品牌营销？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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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崎哲也（TETSUYA FUJISAKI）
是龟田制果美国公司总裁。

			
		

	

	

如果Kenko的目标是在美国成为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我会建议中村陆重新考虑并扩展子公司的营销方案，而不要接受贴牌合作方案。

像文中虚构的Kenko一样，龟田是日本领先的零食生产企业，并同样寻求海外扩张。我们对文中提到的两种品牌构建方式都有经验。1989年，我们开始对美国市场投资，收购了Sesmark Foods（现为TH Foods）的股权。该公司是一家贴牌生产商，为纳贝斯克等行业巨头提供零食产品和混合原料。这种商业模式能够盈利，但在之后的5年中，我们看到TH Foods推出自有品牌的努力难以成功。

2008年，我们成立龟田制果美国公司，尝试将龟田品牌引入美国市场。Kenko案例是在我们的真实经历基础上改写的。我们目前在美国市场推出两条产品线：经典仙贝和糖霜仙贝。我们也曾遭遇和Kenko类似的困难。零售商不理解这个新的零食品类，也不知道该摆在哪个区域。消费者也需要认识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一个成功策略是进入TJ Maxx的收银通道，把糖霜仙贝和其他新潮的冲动购买型零食放在一起。TJ Maxx是一家非传统的食品店，但受到主流消费者欢迎。我们还成功说服一些杂货店，将这款产品作为“米饼”类别的新产品销售。

对于经典仙贝，我们尝试了新包装和不同的摆放位置，包括亚洲食品区、零食区，甚至坚果区。成功的关键在于帮助杂货店老板和消费者认识到，应该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消费我们的产品。与此同时，我们坚决保持日本特色。为与其他美国零食竞争，我们不能显得太有异域色彩，但正宗性是一个很强的竞争优势。

未来，我们计划加强自有品牌营销，包括增加试吃活动。我们的产品将美味和健康结合起来，在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同样有竞争力。但我们很清楚，即便在这个子品类中做到第三或第四名，也需要很长时间。龟甲万不是一夜之间成功的，我们也不会。

Kenko可以考虑的另一项策略是收购。2013年，龟田制果美国公司收购了加州有机无麸质零食生产商Mary’s Gone Crackers的多数股份。这家公司从未考虑贴牌生产，而是坚持用自有品牌销售广受好评的产品，保持了在这个品类中的先发优势。现在，有机无麸质食品不再局限于对饮食有特殊要求的顾客，开始被主流消费者认可。这桩收购帮助我们在美国的独立品牌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学到很多新东西。目前我们正在美国这个重要市场构建自有品牌，这将对我们有所助益。

在案例中，中村陆似乎正失去耐心，但他应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决策分开。从我的经验看，日本企业很少会让外派任务无限延长，它们能理解管理者会想回国，尤其是有孩子的管理者。所以中村陆应该自信地建议公司采取正确行动，坚持开拓自有品牌——尽管这意味着有人要来接替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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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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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卡纳尔斯（CARLOS CANALS）
是Ciao Bella CEO。

			
		

	

	

任何有品牌工作经验的人都会质疑贴牌合作方案。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会建议中村陆考虑与Patty’s Pantry合作。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家零售商有点像Trader Joe’s，大部分商品都是贴牌，基本没有品牌竞争。我不会建议Kenko和Safeway或Albertsons这样的传统杂货连锁进行类似合作，因为这会使它的自有品牌产品将来面临价格竞争。但与Patty’s合作能避开这个风险，还能让Kenko受益于这家零售商的快速增长和影响力。

这项合作将带来几个重要益处。中村陆将有机会向美国零食行业的专家讨教如何让Kenko产品被主流消费者接受。日本仙贝将有机会被广大美国消费者了解：由于80%的美国人在各式杂货店购物，在一个零售连锁创出声誉，将有助于产品在其他地方打开局面。



贴牌合作将为美国子公司带来持续收入。




此外，中村陆将有机会通过数据向主流零售商证明，Kenko产品可以和其他零食摆在一起售卖，同时还不会引起快消品大品牌的注意，后者经常会效仿成功的新品类。

最后，中村陆在6个月内就可以发出产品，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了解销售趋势，让Kenko USA很快获得持续收入。新增的现金流不仅会让深夜与东京管理层的对话变得轻松，也会让中村陆在时机合适时更容易开展自有品牌营销。

Ciao Bella作为美国第一家传统意大利冰激凌供应商，品牌已经成功建立。我们自己没有工厂，所以贴牌生产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但此前我负责胡姆斯酱品牌Tribe的时候，我们采取了我推荐给中村陆的策略。当时，Sabra是这个品类的领导者。我们拒绝了几家杂货连锁贴牌生产的提议，但选择了Trader Joe’s，因为这能让我们利用已有的产能（如同Kenko可以利用日本国内的产能），并在探索品牌战略的过程中获得持续收入。

与Patty’s Pantry的合作可以让Kenko USA低调证明其仙贝产品的潜力，并在另一种零售环境中，用自有品牌复制成功经验。

对中村陆来说，通过贴牌合作扭亏后，他和家人或许能更快回国。我是墨西哥人，过去20年一直在南美和美国工作生活，因此非常理解思乡的感受。但我不建议中村陆一达成合作协议就立即离开。他应当积极参与和Patty’s Pantry的合作，包括产品的开发、包装设计和发布，并密切跟踪初期成果，然后再把子公司交给其他管理者。这是帮助Kenko品牌在美国市场赢得未来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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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采用双重策略

中村陆不应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可以采用双重策略：用贴牌合作实现盈利和生存的短期目标，同时规划Kenko品牌的长线营销方案。这能让他早点回家。

埃尔森·翁

新加坡VZN所有者




不要贴牌合作

Kenko USA应重新设计产品包装，突出仙贝有益健康的特点，在健康主题的活动现场和餐厅，把单人份包装的产品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贴牌合作会降低利润率，并阻碍Kenko自有品牌的发展，长期来看将损害公司。如果中村陆不愿自己领导营销活动，他可以把工作交给另一位管理者。

安吉·舒尔茨

唐纳森公司销售




坚持传达信息

Kenko USA应探索新的包装设计和定位，突出消费者的主要待办任务（“没有负罪感地填饱肚子，不摄入麦麸”），以及次要情感和社会任务（“加强每天对世界的参与感”）。

克里斯·雷诺兹

金佰利品牌经理







	杂谈 Synthesis

	

	零工经济时代，还有好工作吗？

	ARE THERE GOOD JOBS IN THE GIG ECONOMY?

	妮科尔·托里斯（Nicole Torres） |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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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增长无可否认。据经济学家估计，美国从事委托项目承接、自由职业、临时工和随叫随到工作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的10%跃升至2015年的近16%，这个势头尚未有减缓的迹象。这种“可选择的工作安排”，许多是通过优步（Uber）、跑腿兔（TaskRabbit）等共享或随叫随到服务应用实现的。支持者认为，这样可以让人摆脱失业、倦怠以及对自己工作的憎恨，实现自由、灵活的工作，并获得收益；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指出了不那么理想的部分：收入不稳定，福利很少乃至没有，工作保障减少，发展前景有限。

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呢？Quartz编辑萨拉·凯斯勒（Sarah Kessler）的新书《零工》（Gigged）关注了他们的看法。这本书涵盖了形形色色从事临时工作的人——堪萨斯市28岁的侍者在优步上接单，纽约一名24岁的程序员辞去全职工作在Gigster接单，加拿大一位30多岁的母亲通过Mechanical Turk平台赚钱。凯斯勒在书中展示各种各样的情况，说明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对于具备稀缺技能的人来说，零工经济通常可以提供一种更有吸引力、更加积极进取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没有技能，为生活所迫转向这类工作，就只是无奈之选。

经济没有保障，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员工由算法管理，通知直接发送到手机上，跟上司和同事建立关系变得更难了，而这类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你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凯斯勒写道：“我觉得硅谷重构工作的尝试并没有错。目前的工作模式缺乏效率，而且开创性的实验精神不可或缺。可是，尝试解决工作的问题，却不解决工作支持体系，很难说能有什么进展，当然也不像是什么创新。”

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临时工》（Temp）也把这个矛盾作为一个主题。这本书向我们解释了工作的新领域，作者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是康奈尔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他指出，美国的传统企业开始从招聘全职员工转为更灵活的短期招工，这是新的管理理念（如精益革命）和价值观改变（如将短期利益放在首位）的结果。海曼强调，推进这种员工重组的是管理咨询顾问，这群人认为“长时间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都完全合理”，还有临时工中介机构，它们储备了随时待命的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临时工提供的不是急需时的帮手，而是周期性的代替品。

海曼给出了惊人的数据：1988年约90%的公司在使用临时工；1991年以来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造成全职工作职位的流失；到了1995年，85%的公司“将至少有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部分或全部外包”。海曼还指出，受影响的员工多数属于凯斯勒的分类中不好的那一边：他们成为临时工，参与“零工经济”，是由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变故，比如全职岗位消失让他们失去稳定的薪水和福利。

虽然海曼似乎对这个新雇佣时代抱有希望，在书中说“零工经济或许占尽了两方面的好处：公司经济出现之前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与此同时个人又能具备工业化社会的生产能力”，但他也提出，唯一的长久之计，是让临时工重新获得过去全职工作提供的支持。可能的方法一是可转移的福利（他认为这个方法可行），二是全社会的福利体系（他认为这不可行）。“美国人需要的是生活保障，”他写道，“不是工作保障。”

还有一本新书《胡扯的工作》（Bullshit Jobs）观点相似，不过切入点截然不同。作者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他在书中痛斥当今企业纷纷“残酷地减员增效”，“总是影响那些真正制造、搬运、修理和维护东西的人”，更糟的是，做实事的人被迫从事低薪且无保障的临时工作，“坐办公室拿固定收入的人好像反而更多了”。

格雷伯2013年的文章《论胡扯的工作》广为流传，世界各地许多人联系他，承认自己坐办公室的工作毫无意义。他说，凯恩斯预测我们最终只需要一周工作15个小时，现在其实应该已经实现了，然而自动化并未让人们获得闲暇时间，反而让许多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养活自己乃至发财，做着实际工作的人却在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清洁工、公共汽车和货车以及火车司机、农民、工人、教师，这些对社会最有用的人，为什么薪水最低，很多时候最没有保障？（医生是个例外。）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垃圾处理人员和护士，会出现怎样的混乱？相比之下，电话推销员和公司高管消失了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格雷伯在结尾呼吁，商业世界应该设立一种普适的基本收入，这样人们才能将工作与维持生计的薪水分离开，自由地去做真正有用的全职或兼职工作。

格雷伯和海曼提出的建议都有其意义，但可行性存疑。凯斯勒的提议更实用。她在书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是关于某一个人，是关于一家公司：提供办公室清洁和杂工服务的初创公司Managed by Q，2014年改变商业模式，开始聘用之前独立接单的人为全职员工。2017年公司开始盈利，高管表示这份成绩大部分是因为把员工当作竞争优势，而不是要削减的成本。在新的公共政策出现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组织采取类似措施，证明零工经济也可以具有人文关怀。



迈克·斯泰布
（Mike Steib）

XO Group CEO，著有《事业宣言》（The Career Manifesto）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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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读……

我尝试一年读20本书，每天阅读45分钟。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类心理学、绩效、效率和哲学话题。最近我看了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幸福的假设》（The Happiness Hypothesis）、爱默生的《论自立》（Self-Reliance）、迈克·玛斯兰斯基（Mike Maslansky）的《信赖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rust）。另外我对政治有兴趣，刚刚读完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的《魔鬼的交易》（Devil’s Bargain），讲的是特朗普和班农——要知己知彼。我还喜欢科幻，科幻让你想得更长远，用奇妙的方式想象未来。刘慈欣的《三体：地球往事三部曲》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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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关注……

我每天都看Twitter，关注了大概800个个人和资讯账号。我有意平衡倾向左派和右派的新闻与意见：《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reitbart、National Review。理解这个国家里不同的观点，寻找不止是由算法驱动的信息源，是很重要的，特朗普当选后尤其如此。



“非虚构类作品给你基础知识，虚构类作品改变你的视角。”



我正在看……

我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小时，看我妻子和我都喜欢的剧集。我喜欢《权力的游戏》，现在我们在看《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看的电影都是动画片：《疯狂动物城》《乐高蝙蝠侠》和《头脑特工队》。我自己会在YouTube上看视频。最近我发现戴维·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访谈特别好，每一段都很有启发意义。还有一个教你弹吉他的频道叫Marty Music，我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会看这个频道的节目。




“数十年来， 雇主用更加阴险的方式把员工变成了一次性的工具。”

路易斯·海曼，《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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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科尔·托里斯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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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
我欣赏热爱探险的灵魂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从柏林的犹太博物馆到纽约“9·11”事件遗址（Ground Zero）的重建，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作品以饱含感情著称。里伯斯金43岁之前都在高校任教，现在与妻子尼娜一同带领50人的团队，接受世界各地的委托工作。

	



HBR：你的一些项目用了十多年才完成，你是如何保持动力的？

里伯斯金：要有信念，不要陷入犬儒的态度。这种态度到处都是，人们会说“这个博物馆不会建成的，你也会放弃的”“有这么多利益相关者，做不起来的”。但你要能扛住，要坚定地相信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件事不是为了你自己。在德国，这是为了被摧残的犹太文化；在纽约，这是为了受害者的家人。任何工作都需要耐心，不过建筑尤其需要，因为许多有抱负的项目都要花费十年以上。



这类项目也需要与政府官员、商务客户紧密合作，经常还要跟其他建筑师合作。你怎样让这些有个性、有才能的人相互合作？

必须要让他们有参与感，产生一种同伴之谊。哪怕先跟其中一个人结为同盟，然后扩展开来。当然，过程中会有妥协。但如果能坚持，你就会获得胜利。



可是“9·11”遗址引起了争议。你从中学到什么？

无论如何都坚持己见不动摇，尽管有人反对，最终也会获得胜利。当然，要有一些必要的妥协。



你在妥协和坚持己见之间如何权衡？

总会有不想让步的临界点，比如有时候觉得创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这个就像打仗时候的战壕，跨过去你就要被打死了。我想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大概明白这种感觉。



你如何选择要承接的项目？

看起来有趣的我都会接。我还会注视客户的眼睛，想想是否愿意与这个人合作。没有别的准则。如果有人问：“给你10美元，让你造一间小屋可以吗？”我可能也会像对待巴黎市中心的大型项目一样乐于接受。因为我出身工人阶层，从没觉得建筑就是要修大城堡。建筑是在回应人的需求。



你会怎样去争取一个非常想做的项目？

我遵从道家老子的教诲：为无为，事无事。换句话说，不要去推销，不要试图向别人证明你是最好的，只要展示你自己的能力就好。这样做你不一定能成功，顺其自然就好。



讲讲你的创作过程吧。

一开始要充分投入现场，沉浸下去，倾听和观察，还要注意其他听不到、看不见的历史和传统，接收到那个地方的电波。彻底融入那个新的世界，不是游览，而是要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时候我就会有想法了。我会做草图，或者纸模型，运用技术检验可行性，然后开始进行更实际的具体设计。设计的起点是要有一点非理性的东西。



你如何管理远程项目？

建筑方面我不会重复机械的工作。我经常出差，坐飞机去肯尼亚、波兰、中国，到处都去。我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去到现场，沉浸其中，不可能凭空画出图纸然后发过去。建筑要用心，如果不到场，那就是不用心。



你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在跨文化的工作中学到了什么？

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柏林、北京还是纽约，人们都觉得自己身在世界中心。有些人的感觉肯定是错误的！我觉得必须成为世界公民，不要总是用没见过世面的眼光看世界。



你如何委派工作？

我跟妻子密切合作，她是我的合作伙伴，但不是建筑师。多亏了她，我才能做到现在的一切。我是说，我不面试员工，也不参与运营。我甚至不知道这么多人的薪水是怎么开的。前一阵我去开一个会，听到 “公司”这个词，就问：“你们在讲谁的公司？”他们居然说的是我们的公司，我吓了一大跳。所以说，跟我合作的人能做我不会做的事情，我真是太幸运了。我们的事务所也跟一般公司不一样，类似创意实验室，没有什么上下层级。

当然，不但有些合作伙伴或者高管与我合作了15年以上，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们都有热爱探险的灵魂。我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和其他人一起工作，跟高中毕业的实习生没什么明显区别。消除距离会带给你乐趣。出身背景、教育和年龄这些因素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有可分享的东西。



你怎样形容自己的领导风格？

无章可循。我的思维绝对不是线性的，没有什么开头结尾，只是一个焦点，很不正式，又很细致，很有秩序，但也非常乐于接受各种可能性。



考虑到你的出身背景，你为什么会想当建筑师？

我小时候其实是职业乐手，但我学的乐器不合适，是手风琴。于是我放弃了音乐，转投数学、绘画和建筑。我上了库伯建筑学院（Cooper Un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那时候入学也可以学习成为艺术家。当时我想当画师或者雕塑师。但我那个哈西德派（Hasidic）的妈妈说：“不要当艺术家，会很穷的。当建筑师也可以搞艺术。”建筑像是我几项兴趣的综合体，我很幸运能爱上这一行。



造就伟大建筑师的是什么？

要具备多个维度。你要在口述信件的同时画画、改模型、讨论成本或跟客户开视频会。你还必须真心热爱并享受这一切。如果做不到，而且你的热情没能感染其他人，那就转行吧。



你今年72岁，有没有考虑过退休？

从来没有。我工作很努力，不过并不觉得这是一份工作，因为我热爱这件事。真心热爱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时间流逝。你会被完全吸引，沉浸其中。我还要强调一点，我是跟非常出色的人们共事。我期待见到他们，而不想退休一个人呆着。



你提出要设计令人振奋的工作场所。我工作的写字楼环境呆板乏味，对你这个观点很感兴趣。

首先，长时间努力工作的人必须得到回报，要有合适的薪资和医保，还要有一种家庭的感觉，不要只是打卡而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你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你关心他们的各方面，不只是工作能力。工作也必须有超越物质的价值和意义。打造好的环境不要只顾着装修办公室，要从员工开始入手。他们怎样活动，在想什么？他们不只是用户。其实我觉得极端的功能主义效果很差。我设计的写字楼，诉求完全不同，比如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项目，我让树木进入办公室，从建筑内外都看得到，让自然的冲击打破建筑外观的优雅和工作的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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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LIGHT

	THE LEADERʼS

CALENDAR

	Chief executives have tremendous resources at their disposal, but they face an acute scarcity in one critical area: time. Drawing on an in-depth 12-year study, this package examines the unique time management challenges of CEOs and the best strategies for conquering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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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EOS MANAGE TIME

In 2006, Harvard Business School’s Michael E. Porter and Nitin Nohria launched a study tracking how large companies’ CEOs spent their time, 24/7, for 13 weeks: where they were, with whom, what they did, and what they were focusing on. To date Porter and Nohria have gathered 60,000 hours’ worth of data on 27 executives, interviewing them—and hundreds of other CEOs—about their schedul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findings, offering insights not only into best time-management practices but into the CEO’s role itself. CEOs need to learn to simultaneously manage th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dualities of the job: integrating direct decision making with indirect levers like strategy and culture, balan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ituencies, proactively pursuing an agenda while reacting to unfolding events, exercising leverage while being mindful of constraints, focusing on the tangible impact of actions while recognizing their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combining formal power with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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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CEOs ACTUALLY DO?

A look at the data on how CEOs allocated their time among various activities, places, priorities, and constit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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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EO’S APPROACH TO
MANAGING HIS CALENDAR

In an interview, Tom Gentile, the CEO of the $7 billion aviation supplier Spirit AeroSystems, shares what he learned from tracking his time in Porter and Nohria’s study—and what he’s trying to change as a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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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 DID IT

	STRATEGY
THE CEO OF LEVI STRAUSS

ON LEADING AN ICONIC

BRAND BACK TO GROWTH

	Chip Bergh | page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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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author was tapped to join Levi Strauss, in 2011, the company’s financial performance had been erratic for a decade. He went on a listening tour, conversing with each of the top 60 executives, asking them what three things absolutely must change and what three things must not. He wasn’t surprised to discover that a clear strategy was lacking. But he also saw that a lack of urgency,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and of data discipline permeated the culture.

After six months on the job, Bergh and his team rolled out a plan consisting of four key pieces: (1) Build our profitable core (80% of profits come from men’s jeans and Dockers); (2) Expand for more (seize the opportunity in women’s clothing); (3) Become a leading omnichannel retailer (grow sales in the company’s own stores and online); (4) Achieve operational excellence (cut costs, drive cash flow, become more data driven and financially disciplined).

The new strategy provided funds for investment in the company’s Eureka Innovation Lab, which had been colocated with a factory in Turkey. In 2013 a new facility was opened four blocks from headquarters in San Francisco. Its biggest success has been a revamped women’s denim line. A second big investment was the purchase of naming rights for the San Francisco 49ers’ new stadium—a 20-year, $220 million deal. Bergh saw that as an opportunity to put the Levi’s brand back at the center of the cultural 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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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REATING A PURP0SE-

DRIVEN ORGANIZATION

	Robert E. Quinn and

Anjan V. Thakor | page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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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employees are disengaged and underperforming, the reaction of many managers is to try new incentives and ratchet up oversight and control. Yet often nothing improves. Why? Because the assumption behind such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is that work is fundamentally contractual and that employees are self-interested agents who will seek to minimize personal effort. And that assumption become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mployees do just what is needed to earn a reward or meet a standard, and nothing more.

But there is another way: Rally the organization behind an authentic higher purpose—an aspirational mission that explains how employees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and gives them a sense of meaning. If you do that, they will try new things, move into deep learning, and make surprising contributions. The workforce will become energized and committed, and performance will climb.

In this article, Quinn and Thakor describe how organizations like DTE Energy, KPMG, and Sandler O’Neill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employee engagement after discovering their higher purposes. The authors outline eight steps other companies can follow to break free of the conventional thinking about worker motivation, help a higher purpose permeate decisions throughout the company, and set off a positive chain of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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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S

	HEALTH CARE
TRANSFORMING

HEALTH CARE FROM

THE GROUND UP

	Vijay Govindarajan and

Ravi Ramamurti | page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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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health care system needs reform, but too often experts focus on top-down solutions stemming from federal policy changes. Such efforts alone, however, cannot fix a wasteful and misdirected system.

What’s needed is innovation driven by doctors, nurses, administrators, entrepreneurs, and even patients who are devising new solutions to daily challenges.



HENDERSON KNEW THAT A STATE-FUNDED TELEHEALTH EFFORT WAS AS LIKELY AS A SNOWSTORM IN JULY.




This article looks at two examples of bottom-up innovation, each involving a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delivery.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edical Center created a homegrown telehealth network to increase patient access to care; Iora Health developed a new business model that doubled down on primary care to reap large savings in secondary and tertiary care.

These successful initiatives—one from an incumbent health care provider and one from a business start-up—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of creative leaders to reshape the U.S. healt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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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进争议圈
的CEO

	CEOs Step into the F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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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阿笛（右） 和哈佛出版集团创意总监


	

很久以前，CEO会刻意避开政治论战。这并不难理解。讨论分歧很大的话题，可能会为企业赢得部分客户，但失去的也一样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领袖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一直活跃在美国的政治程序中：资助政治行动委员会，对直接影响公司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制定进行游说。

现在的局势可谓变幻莫测。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动荡和政府的不作为让众多CEO不得不公开就一系列富有争议的话题发表看法。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Salesforce的马克·贝尼奥夫以及默克公司的肯尼斯·弗雷泽都站出来，为那些和公司业务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话题发声，其中包括：LGBTQ平权，移民，种族主义和环保话题。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亚伦·查特吉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托费尔在本期特写《CEO活动家的行动指南》中指出，这种最近发生的勇敢行为，往往是出于企业家的个人信仰。

在该文中，两人还提到，对另外一些CEO来说，他们选择加入论战的原因是迫于悄然变化的商业环境。如今，股东、雇员、合作伙伴以及消费者都希望CEO能表明立场。尽管动机各不相同，也很难归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随着发表看法的人数增多，会给更多的领导者以勇气。

此外，CEO对争议很大的问题不发表意见的做法，在如今被视为另一种表态，甚至是挑衅。两位作者称，“在社交媒体时代，沉默者更像异类，为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对企业领导者来说，在容易引发冲突的议题上独善其身，也许很快就会变成自作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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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文化能把
战略当早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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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领导者或是完全忽略组织文化，或是将其降级为HR部门事务，变成业务的次要问题。”看到这句话，相信许多人会一愣：难道企业文化不就是HR部门的工作吗？如果这句话中的“组织文化”改为“组织战略”，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让人惊讶呢？

事实上，当问及日常管理及企业变革时的重要工具时，大多数公司都会把企业文化和战略放在同等位置上，管理者们都认同企业文化、价值观对提升企业凝聚力、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敬业度、提升团队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文化面临所谓“落地”问题，也就是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时，它就很难像企业战略那样，始终被当作组织最高管理层的日常事务对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文化中很大一部分都潜藏在未言明的行为、思维方式和人际模式中。它可以具象为一些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但更多时候，它表现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

忽视企业文化后果严重，可直接导致战略失败，硅谷里流行一句话“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这让很多管理者感到困惑，如何将企业文化做得像企业战略那样策略清晰，焦点明确呢？

本期聚光灯《领导者的企业文化指南》就为这个难题给出了解决方案。经过数十年的研究，《领导者的企业文化指南》的作者们发现，企业文化是可被设计、被管理、被测评，以及可被有效改进的。

要想发挥企业文化的价值，管理者首先要认识企业文化的特点。综合100多种常用社会学和行为学研究模型的核心结论，该文总结出八种可测评的企业文化风格——绝大多数企业文化，不管具体条目是怎样的，都无外乎这八种类型。

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每种企业文化类型有自己的优势劣势，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配合不同的企业规模、成长阶段、业务领域和所在地域，每种类型都有其明显的优势，也会带来特定的挑战。了解了自身的文化类型，组织就可以根据当前及未来的战略目标设计、改进文化内容，进而提升战略效果。

不仅如此，精准的企业文化还可以帮助企业提升领导力、甄选未来领导人、攻克变革难关以及在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纵观商业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那些改变公司命运的伟大变革中，不乏像福特、IBM、微软等商业巨擘这样，以文化为抓手实现变革或转型成功的著名案例，文化之于企业的重要，可见一斑。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让你的企业变得更好，就从重新审视企业文化开始吧。






	主创者 CONTRIBUTORS

	

	

	[image: ]

	奈飞公司前首席人才官帕蒂·麦科德（Patty McCord）一直认为，许多所谓的人才管理妙法其实没有什么用。其他人起初不同意她的主张，现在也逐渐开始接受了。她说：“以前我给做HR的人演讲，听众里有一半像是希望我赶快闭嘴，另一半看上去很困惑，好像觉得我说的可能是对的，但又不确定。现在我常常看见有1/3的人点头表示赞同。这是进步。”

	

	[image: ]

	亚伦·查特吉（Aaron K. Chatterji）是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资深经济学家，当时他开始留意公司领导者和政府关系的一个转变。他说，转折点是2015年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对印第安纳州新颁布的一条涉及同性恋歧视的法律表示反对。在此之前公司领导者谈论政治是禁忌，但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公司CEO针对有争议的社会及政治议题发表意见。查特吉和另一位作者迈克尔·托费尔（Michael W. Toffel）在本期特写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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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克雷默（Paul Kremer）的作品简直就是多样性的具象化。这位身在休斯顿的艺术家，最著名的作品是风格简约的丙烯画，主题多半是色彩对比鲜明的几何形状，直指20世纪50年代的色域绘画运动。他复杂的大型数码拼贴作品也很有名，据他自己说，作品表达的是对信息时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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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Boris Groysberg）长期研究人才管理，发现一些特定类型的文化更易于培养能力出众的个人，其他部分文化则更注重团队。而在对高绩效组织的研究中，他又发现文化对战略执行的成功与否起着巨大的作用。他认为，文化可以根据组织的战略利益进行调整。针对这个话题，他与杰里米·李（Jeremiah Lee）、杰西·普莱斯（Jesse Price）和郑又嘉（Yo-Jud Cheng）一同撰写了论据翔实、逻辑严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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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最好的领导，只有最合适的领导

高塔姆·穆昆达研究了政治、商业和军事三类领袖，将他们分为两大群体：“筛选出的领导者”和“未经筛选的领导者”。他发现才能最高和最低的都是未经筛选的领导者，筛选出的领导者大多集中在该群体的中间区域。




	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不可或缺：领袖的闪光时刻》一书的作者

高塔姆·穆昆达 | 文

	

	

你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

彼得·德鲁克｜文

先优秀，再卓越

经验总会被超越，信誉却能傍终身

安迪·莫林斯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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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外向型CEO更擅长并购

企业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并购，却常常破坏而非创造价值。新研究使用一种新的语言学技巧，分析一项可能影响并购行为和结果的因素：CEO性格外向性。



监控身体反应 管理工作压力

许多领导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内在的心理变化。这种疏忽代价不菲。领导者内心活动与之采取行动，建立关系，创造影响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AI可能是令人头疼的队友

AI是目标明确的智能，为达到尽善尽美而接受训练。但研究表明，这是多数人不信任AI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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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刊 特写文章
包容性增长

应对社会最严峻问题的
 企业策略

全球公司及其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后斩获了巨大的增长，大幅降低了整体贫困率。然而，这一增长并没有让所有人受益。在发展中国家，仍有10亿多人处于赤贫状态，而且并未受惠于正式经济。

说句公道话，企业已在试图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升级为共享价值和可持续策略，从而在交付积极经济回报的同时，改善低收入、贫困人群的生活质量。但是这些项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很难让现实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汇丰银行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 Kaplan）与乔治·瑟拉菲姆（George Serafeim）以及Palladium公司思想领导部门的主任爱德华多·图根特哈特（Eduardo Tugendhat）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企业的胸怀还不够远大。企业同其他社会和经济参与者应重新构思他们所参与的区域经济体系，而不是局限于解决当地的问题。

在本文中，作者介绍了他们如何帮助多个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增长，并以此为例为打造更加包容、可盈利的新生态系统指明了方向，而这一生态系统能够大范围地造福社会各个阶层。


[特写]

真实世界中的人工智能

认知技术将转变知识型工作，而且已经被应用于各行各业以及整个价值链。尽管得到了各类资源的鼎力相助，但很多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项目如今却遇到了障碍并有所推迟。公司在今后应循序渐进，而不是彻底颠覆，同时应专注于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能力。要成为真正的“认知型公司”，企业必须了解各类技术适用的任务，选择合适的实施方法。


[特写]

并非是薪资那么简单

50年前，在大型制造厂工作对于蓝领来说是一份不错的差事，例如通用汽车、固特异或美国钢铁。公司里往往设有工会，工人们也能拿到不俗的薪资和福利，而且也是旱涝保收。但是这类工作已经不复存在。如今，有关“好工作”的定义在未来可能与过去大相径庭。提供良好的生活品质并不在于支付可观的薪资，而是让雇员分享公司的成功。它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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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提到公司的网络风险，所有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都会问自己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另辟蹊径，才能避免成为下一个Equifax、雅虎或塔吉特，并保护我们股东的利益？

答案在于，我们需要大刀阔斧地重塑高管层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那就是首席财务官（CFO）的职责。对于如今的CFO来说，仅关注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工作是不够的，也是一种不称职的表现。在这个新时代，CFO需要与首席信息安全官一道，解决网络曝光缺口问题，也就是已解决的已知威胁与那些未解决威胁之间的曝光区域。缺口越大，发生事故的风险也就越大，而这些事故所导致的善后、业务丢失和股价下跌可能会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成本。

在风险意识极强的公司中，CFO会采用以下策略。

与首席信息安全官开展合作。CFO需要与首席信息安全官合作，以了解公司的安全风险以及所有相关的财务成本。如今，在增强公司防范网络袭击的能力时，大多数CFO和安全负责人都是各自为政。最近的数据显示，39%的IT负责人认为，公司的高管层并不了解安全漏洞可能对公司声誉造成的影响。CFO与CEO和其他高管应成为安全团队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观察者，从而借助更加专注有效的网络安全技术，大幅减少收入流失。一些CFO正在与首席信息安全官和首席信息官合作，切实地为其网络曝光缺口建模。最为有效的合作方式莫过于每周召开网络暴露问题评估会议。

从网络安全方案中谋取红利。尽管公司的网络安全开支在近几年有所增加，但网络安全依然属于投资匮乏的领域。IT预算通常仅占公司营收的3%-7%，而网络安全预算通常仅占IT支出的5%。

也就是说，CFO的网络安全投资会给公司带来回报。2016年的报告显示，就过去两年中增加IT安全投资的公司而言，其安全漏洞发生率平均降低了6.8%，并节省了500多万美元的费用。此外，大量的数据和互联设备——物联网和智能设备如今已达到82亿台（根据Gartner的统计）——扩大了公司的受袭面，直到最近才通过安全边界得到了一定的保护。新设备带来了效率与风险方面的博弈，因为这些设备基本上难以用传统的工具进行检测。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方式来应对当今的数字业务格局和不断升级的威胁水平。

重要的一点在于，CFO应了解这些新风险的藏身之地。CFO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对网络安全预算和单列项目视而不见，而是需要沉下心来思考如何花销以及如何应对员工和流程。公司并不要求CFO了解具体的技术或其工作原理，但他们应了解其重要性，包括每一项新投资在弥补网络曝光缺口以及帮助公司获得长期成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要求首席信息安全官和首席信息官以负责任的态度，根据当前的安全问题和长期的数字转型目标，制定多元化的IT安全投资策略。在更好地了解了网络曝光缺口和相关财务风险之后，CFO、首席信息安全官和首席信息官能够确保在制定公司的IT安全技术方案时注重其长效性。通过这种方式来投资安全预算不仅会改善公司整体安全状况，还有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担负网络安全责任。鉴于网络风险与财务风险之间日益密切的新关联，CFO最终应担负网络安全责任。最近的调查显示，安全漏洞会导致股价平均下跌5%，营收平均下跌340万美元。此外，一旦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于2018年5月生效，数据漏洞最多可能会导致2000万美元的罚款，或公司此前财年全球年收入的4%。

考虑到上述利害关系，CFO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而是应该与管理这一风险有着明确既定利益的相关成员开展紧密合作，包括首席信息官和首席信息安全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前瞻性的首席执行官最终会考虑将安全举措和成果纳入CFO的奖金考核指标，并要求CFO和首席信息安全官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最新进展。

如今，网络事故的财务和业务影响要求CFO全面了解相关的解决方案。如若不然，公司的客户数据和上万亿的资金将面临风险。



[image: ]

史蒂夫·温茨是Tenable的CFO，他负责公司的全球财务、法律、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业务。此前，他曾担任Vocus, Inc.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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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紧张的谈话中，通常难以保持心平气和。毕竟，意见分歧会让人感到一种威胁。你害怕自己将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比如：自己的观点、习惯的做法、自认为正确的理念，抑或是权力——身体会因此血脉偾张，交感神经系统处于战备状态，一触即发。这是一种自然反应，问题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并不特别擅长识别，往往将你在项目计划中所面临的压力等同于你正在被一只熊穷追猛赶。你的心率和呼吸频率上升，肌肉收紧，体内的血液游离于器官，可能令你感到不适。

上述这种状况不利于形成解决冲突的正确心态。一旦你的身体进入“战斗或逃跑”模式，或者如同丹·格曼（Dan Goleman）所说的“杏仁核劫持”（amygdala hijack）形态，前额叶皮层可能会关闭，这是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区域，而在一场话不投机的交谈中，你所需要的恰恰是做出合理决定。你不仅会丧失清晰思考的能力，同时，对手很可能已注意到了你的压力信号——脸变红了，讲话速度加快，而且，由于镜像神经元可使我们“捕捉”另一个人的情绪，你的同事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还没等你察觉到，谈话已经中断，冲突加剧了。

幸运的是我们有可能阻断身体不良反应、控制情绪，并为一次富有成效的讨论扫清道路。在谈话中，如果情绪激动，你可以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冷静下来。

呼吸。在紧张的情况下，简单的正念技巧可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没有比使用呼吸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的了。所以当你开始注意到自己变得紧张时，试着将关注点转移到呼吸上。注意空气从你肺部流出的感觉，体会空气穿过鼻孔，或者喉咙后部时的清凉。这会把你的侧重点从恐慌的身体迹象上引开，集中注意力。一些正念专家建议计算呼吸次数，例如吸气六次，呼气六次，或只计算呼气次数，到达十次后再重新开始计算。

关注身体。当你觉得谈话难以进行下去时，静静地坐着可以提振情绪，而非令人气馁。专家说，站起来走动可以激活大脑的思维专区。如果你和对方都坐在桌子旁，也许不好意思突然站起来。这情有可原。不过，你可以说，“我觉得需要抻一抻，介意我稍微走动一下吗？”如果还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小的身体动作，比如两个手指交叉，或者把脚牢牢放在地上，注意鞋子踩着地板的感觉，正念专家称之为“锚定”，对克服各种压力都有效。例如，有一段时间我很害怕飞行，但是我发现，用大拇指抚摸每个手指数数的方法，可以帮助我脱离沉思模式。

试着念念咒语，这是艾米·苏（Amy Jen Su）给我的忠告，她是 Paravis伙伴公司的执行合伙人，曾与人合作撰写《办公室之主》（Own the Room）一书。她建议你可以反复默念一句话，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她的一些客户发现“中庸之道”不失为有益的提示。你也可以尝试说“这与我个人无关”“事情会过去的”或者“这只是一项业务”。

承认并标记你的感受。另一个有用的策略来自苏珊·戴维（Susan David）——《情感灵敏度》（Emotional Agility）一书的作者。她说，当你感觉情绪化时，“关注对象充斥着你的思想和感觉，你没有精力再去审视它们”。为了远离这种感觉，不妨给它们贴上标签。戴维说，“思想是思想，情感是情感。”同事错得离谱，让我很生气，这种看法让我认为他做得不对，我感到愤怒。像这样的标签可以让你分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短暂的情绪处理可能是有效的。”当你把这些情绪分门别类之后，就更容易控制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搞得焦头烂额，或任其爆发。

休息一下。以我的经验，这是一个远未被充分利用的方法。你给自己处理情绪的时间越多，越能缓解紧张情绪。因此，当事情变得白热化时，你可能需要找个借口——喝杯咖啡或喝杯水，去洗手间，或者在办公室里漫步一会儿。一定要给出一个中立无害的理由，说明你为什么要站起来，暂停谈话——你最不想做的就是让对方认为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你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试着说一句，“很抱歉打断你，但我想在我们继续之前喝杯咖啡。我能帮你带点什么吗？”

记住，你或许不是唯一一个心烦意乱的人，你的对手可能也想表达愤怒或沮丧。虽然你想给他们上述建议，但没有人希望被告知他们需要深呼吸或者休息一下，所以此时你只需要让对方发泄出来就行。这通常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你受到攻击时，很容易情绪激动，但那不会有任何帮助。凯洛格管理学院的争议解决和谈判教授简尼·布莱特（Jeanne Brett）建议你设身处地为同事着想，而不是迎面冲突。但不要表现得冷漠，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倾听。如果你不是在糟糕的情绪下与对方针锋相对，他们很可能会让步。

让我们面对现实。与同事冲突可能很棘手，但是，在谈话中情绪激动，并不能解决潜在问题，也无法保持良性关系。希望以上五种策略能帮助你在愤怒和沮丧中恢复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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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伽罗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特约编辑，也是《哈佛商业评论指南：处理工作冲突》的作者。她的写作和讨论主题是职场动态。请在Twitter通过@amyegallo与她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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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社会产生深度重构，几乎所有行业与AI技术的结合都将释放出更大的潜力。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与高性能计算的结合，以及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将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率，并对世界产生新的洞见。这些信息对于解决商业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巨大的价值。

在公共服务领域，人工智能也将更好地帮助人类应对挑战。未来人工智能将对医疗、公共交通、环境监测、减灾、减贫、农副业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在免费互联网、卫星、雷达等传感系统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获得新的认知。

运用人工智能对卫星、航运数据分析，可以低成本高效地进行环境监测。全球捕鱼监测组织通过卫星监测到的6万多艘商业渔船的数据，运用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渔船的捕鱼时间、地点，并将这些信息可视化，帮助人们跟踪全球的捕捞活动。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教授提到人工智能正在被用于有关核试验条约的监测核实，用以区分天然的地震颤动与核试验引起的颤动。

利用互联网上的免费图片进行人口普查，大大降低了普查成本并缩短了普查周期。斯坦福大学选择了美国200个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使用深度学习技术，在5000万张谷歌街景图片中识别和判断汽车（模型含1990年后生产的2657种汽车），统计出汽车型号与GDP、平均收入、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性。通过这样的方法甚至成功预测出2008年美国大选结果。

Planet Labs通过卫星图像来监测肯尼亚的种植与农业指标、斯里兰卡的洪灾、达累斯萨拉姆的城市发展，以及乌干达的难民营地。

联合国脉动计划（UN Global Pulse）各个实验室正在使用大数据与深度学习，以描绘欧洲各区域对难民的偏见、从地中海船运数据中识别出救援尝试、检测印尼热带雨林中发生的火灾、从Twitter中预测食品价格、解决难民营中的卫生服务瓶颈。

非洲大陆上生活着约10亿居民，其中60%—70%靠小型农业维持生活。盖茨基金会在肯尼亚的一个项目通过人工智能收集农田、降水等数据，农民可以打电话获取耕种时间及作物种类等建议。



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突破自身的限制，增强能力，对世界产生新的洞见，在解决人类面临挑战的问题时给出更好的方案。

麻省理工学院的Cell C项目，可以预测败血症的发作以及血液感染。血液感染最明显的单一症状是血压大幅下降，但人类一直没有找到预测该症状的方法，只能在症状出现后做出反应。麻省理工团队通过一个涉及6000名病人的人工智能项目可以在败血症发作前30分钟做出预警，在91%的实例中帮助提前阻止败血症发生。

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基因检测大大提高人类对未知病症的认知。渐冻人症（ALS）主要由特定基因引起。IBM Watson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检测数万个基因与ALS的关联性，新发现了5个与ALS相关的基因，推进了人类对渐冻人症的研究进展（此前人类只发现了3个与ALS相关基因）。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琳恩·帕克（Lynne Parker）教授提供的有关医学病理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最顶尖的人类医生在识别结肠息肉中的癌细胞时错误率在3.5%，顶尖的人工智能科技错误率在7.5%，而二者协作可将错误率降低至0.5%。

奥迪公司CEO瑞普特·施泰德（Rupert Stadler）称90%的车祸是由人为失误造成。AI自动驾驶技术可以显著减少车祸发生。在下一个十年末期，最晚2030年，人类将拥有可靠的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将在那时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目前，奥迪自主研发了名为“杰克”的自动驾驶车型。



让公共服务更出色

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快速、准确、高效和低成本的公共服务解决方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洗手和手部消毒是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据研究表明，遵守护理标准的合规性仅有40%。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团队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追踪医护人员在医院中的移动轨迹。在不显露医师身份的条件下，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识别系统传感器可监督医师的卫生实践，降低医院感染风险，性能比许多最先进的技术更出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部门通过套在上臂的臂环使用简单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低成本地监测儿童的营养状况，这对于饥荒救助是非常宝贵的工具。目前也有公司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解决类似问题。

基于人工智能强大的算法，微软可以对霍乱病情的爆发进行预测性建模，以便对饮用水和疫苗等关键资源合理配置。

IBM的旨在改变非洲基础设施的Lucy项目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耗水更少的条件下提升作物产量、增进教育质量以及提高使用医疗服务的机会。

投资公司Khosla Ventures 称，通过使用机器人可以生产更多食物。机器自己识别区分作物与杂草，用专门的除草剂选点喷洒杂草，能够降低20%的农药污染，同时降低种植成本。

DeepMind通过在控制系统中部署人工智能技术，将谷歌数据中心总体电力利用效率提升了40%，未来类似的技术可以在不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的情况下节省国家电网的用电消耗。

所有这些应用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从技术上为公共服务提供新的思路与解决方案，可以在解决全球性的重要、普遍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公共服务领域由于自身的性质，发展往往滞后于商业应用。在公共服务领域发展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造福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也是有能力从事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政府、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公司要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提出需求并提供数据等相应资源，联合技术团队共同提出解决方案，使人工智能成为支持人类行动与决策的工具。

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对数据的依赖，使训练数据集成为重要资源。未来数据并不完全属于个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上升为战略性公共资源。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相关数据的隐私保护、数据获取及正确使用、建立共享平台等相关议题，需要更明确的指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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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璟瑜是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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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打出全垒打

	
		苏珊·沃尔夫·迪特科夫（Susan Wolf Ditkoff）、阿贝·格林德尔（Abe Grindle），《哈佛商业评论》10月刊《慈善行动成功秘诀》一文。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私人慈善家主导了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成功尝试。在他们的帮助下，南非不再有种族隔离，全球消灭了小儿麻痹症，全美推出了911服务。今天的慈善家也希望能够实现类似壮举，但很多却看不到改革成果。迪特科夫和格林德尔研究了15项具有突破性的举措，找出了具有共性的5种因素，目的是帮助慈善家提高成功概率。



这篇文章很鼓舞人心。我是一个小型医疗基金的托管人，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自己需要和其他处境相同的人多联系。但有一个因素没有在文中讨论，那就是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在影响人们对重要议题看法上的作用。例如鼓励公众减少烟草消费，从孩子抓起是最有效的。

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也有了孩子，他们鄙视吸烟者，但这种态度是从25年前的小学教育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现在如果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也这么做……

——罗伯特·菲利普

西蒙大拿州Headwaters医疗基金受托委员会主席




本文是针对慈善推广和风险颇为详尽的一篇文章。

我在本文发现了很多在基金会董事会讨论的关键性议题。建设性批评如下：文中提到的几个例子之所以实现了有意义的改革，有赖于出色的科学和数据。但是在充斥着假消息的今天，数据和科学都被大家无视了。他们怎么帮助推广慈善事业？例如越南等国家的头盔安全政策。如果有关头盔的科学研究被形容为 “政府的过度管理”会发生什么？这难道不是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枪支管理问题方面正面临的情况吗？

——罗伯特·罗斯

医学博士，The California Endowment总裁兼CEO




作者回复：我们同意备受尊敬的罗斯博士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今的大环境下，高质量的科学和数据被一些人单纯视作“观点”而不予理睬，这对国家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具体的公益事业的确是有害的。

不幸的是，这并非新现象。我们研究的某些举措，特别是反对声音强烈的那些（例如，反对烟草，婚姻平权，反种族隔离），都要和主流科学的攻击做斗争。

这些行动不仅需要事实依据，还需要大量投资，从而获得对高质量科学和数据的支持，内容包括赢得草根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投票和信息测试，高科技媒体宣传活动等。

没有类似支持，当下的问题将继续迷失在阻挠的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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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全球最佳CEO

	
		《哈佛商业评论》全体员工，《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1月刊，《2017全球百佳CEO 年度榜单》一文。

	

	

	

至少15年以前，畅销书《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的作者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用飞轮来比喻公司。他写道：公司须“不停推着这个重型飞轮，向同一方向转动，在每一下转动中积聚动能，直到突破临界点”，才能取得卓越成就。我们2017全球百佳CEO的榜单充分诠释了“动能”的概念——这100位领导者在平均17年的全部任期内，在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都取得了傲人成绩。



该榜单表明，最知名的公司不一定有最优秀的CEO。有些赫赫有名的CEO反而非常低调。最杰出的CEO在发展中国家领导可能并非巨头的公司。还有一点很有趣：这些领导者中很多人都没有MBA学位。

——埃德加·戈麦斯

Explosão de Energia董事




HBR调查结果

问题：你在“繁文缛节的琐事”上要花多少时间（例如，准备报告、参加会议、回复要求、安全签名和HR之类的职能部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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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不能仅仅凭借获利能力就当选第一名，特别是以牺牲公司社会责任（CSR）为代价的情况下。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哈佛商业评论》的观点。CSR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尤其是对千禧一代而言。他们更愿意支持带给世界正能量的企业和商人。随着婴儿潮一代年纪渐长，很多公司将看到商业的巨大转变。

——莱克茜·绍德

Premier Settlements产权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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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枢纽经济

	
		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卡里姆·拉哈宁（Karim R. Lakhani），《哈佛商业评论》10月刊一文。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向一小部分“枢纽”企业聚拢——包括苹果公司，Alphabet/谷歌和Facebook等超级数字巨头，这些公司手中掌握有数十亿消费者和他们的信息。随着这些企业不断拓展市场，少数巨头逐渐将价值和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这将给经济平等和社会稳定带来危险后果。



无论我们网购还是在实体店购物，都会留下信息足迹，分析师可以深度挖掘这些数字信息，预测出我们的消费方式和购物需求。枢纽企业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这点很难改变。在亚马逊、阿里巴巴和沃尔玛等诸多公司中，谁将成为最终的胜者会是有趣的预测。除非我们“去数字化”，从根源上终结这一切，否则我们都将成为新系统的一部分。欢迎来到全新又陌生的世界。

——凯文·麦布瑞

Leidos助理副总裁




本文提到了这种经济对消费的影响和成因，但没能详细叙述。也许这超出了普及性文章的范围。我认为关键的改变媒介是物联网，它将城市、工厂、精炼厂、电网系统、手工工具甚至消费品，都变成感应式的、输出数据的节点，其规模已经超出了科幻小说的想象范畴。

——麦克尔·慕恩

GISTICS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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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鲁塞尔、波士顿、
北京当老板

	
		艾琳·迈耶（Erin Meyer），《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8月刊一文。

	

	

	

全球团队成员之间有误解时，往往是因为管理者将对权威的态度和对决策的看法混为一谈。但迈耶称，这两种看法是领导力文化的两个维度。她描述了4种文化，即协商一致和平等主义、协商一致和等级分明、自上而下和等级分明、自上而下和平等主义。她还介绍了不同文化对领导力的期望。



这是对全球领导力的精彩洞见。我有好几次发现，在和国外的合伙人合作时，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花大力气弥合文化之间的差距。直到我开始将这种差异理解为需要搭建桥梁的鸿沟，而非需要弥合的差距，我才开始发挥领导者的“职能作用”。

——米尔科·格雷温

Backbase项目管理主管




你在不同文化中担任领导工作时，必须明确这一点：你要求员工提供反馈和建议，而且你必须经常阐明你的要求。我觉得向上管理的难度最大：如果以专家的身份空降到团队的员工，比他们要提供咨询的人职位低，那么他们如何在等级极其分明的文化中做出有效贡献？

——格伦·瓦萨洛

SmartShepherd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HBR.ORG
近期热点话题



《零售商如何利用个性化定价，测试你愿意购买的东西》

（How Retailers Use Personalized Prices to Test What You’re Willing to Pay）



《工作以及孤独流行病》

（Work and the Loneliness Epidemic）



《7种棘手的工作情况以及应对方法》

（7 Tricky Work Situations, and How to Respond to Them）



《卓越领导者必须学习有效放权的方法》

（To Be a Great Leader,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Delegate Well）



《针对1000位CEO的日程调查说明了领导者成功的原因》

（A Survey of How 1000 CEOs Spend Their Day Reveals What Makes Leaders Successful）



《监控身体对压力的反应，有助于你管理压力》

（Manage Your Stress by Monitoring Your Body’s Reactions to It ）



《为何你能在咖啡店集中精力，却不能在开放式办公室专心工作》

（Why You Can Focus in a Coffee Shop but Not in Your Ope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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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别总向
客户道歉

	“Sorry” Is Not Enough

	

要想让客户满意，你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非同理心。




“出了问题先道歉”——这大概是客户服务的第一准则。很多情况下，员工为显示同理心和关切，会在与客户沟通的整个过程中不断致歉。但一项新研究的结果令人意外：如果员工不将道歉限制在对话的头几秒，道歉就会起反作用，降低客户满意度。研究者认为，员工应表明自己在积极、创造性地解决客户的问题——这一点，而非体贴和同理心，才是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关键。

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了客服代表与不满顾客的沟通。很多企业会保留与客户沟通的记录，但出于隐私考虑，它们一般不与研究人员分享这些内容。不过，凯斯西储大学的贾迪普·辛格（Jagdip Singh）带领的研究团队通过一档真人秀节目，获得了美国和英国一些机场客服柜台的111份录像，并对其进行分析（节目方说服出现在录像中的乘客放弃主张隐私权）。这些视频记录了航空公司员工如何应对遭遇丢失行李、误机等问题的旅客。“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不通过调查或事后访问，直接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辛格说。

研究者分析梳理客服员工的措辞，将其表现归纳为“建立关系”（表达同理心，表示歉意，或尝试与顾客建立人际联系）或“解决问题”（努力找到解决办法）；他们还分析面部表情，观察员工是否通过微笑等方式表达“积极情感”。研究得出两项主要结论：首先，努力表达同理心或积极情绪的员工很难让顾客满意，尤其是如果这种示好持续时间过长；其次，相比实际解决问题（如丢失的行李能否迅速找到），顾客更在意员工提供帮助的方式。“这并不关乎解决方案本身，而是达成解决的方式。”辛格说。

为给这些反常识的发现寻找合理解释，研究者引用了一项领导力理论：领导者表现出的亲切程度，与他人对其能力的评价存在负相关关系。研究者认为，同样的现象可能也存在于服务补救的过程中：如果员工表现得过于亲切，顾客会认为他不够专业。通过分析录像，研究者将客服与顾客的沟通分为三个阶段：认知（员工通过提问，尝试了解顾客的问题）、探寻（员工通过头脑风暴，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解决（员工与顾客共同选择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案例中，客服代表在三个阶段中不断道歉，或尝试与顾客闲聊，但这些亲切表现反而让顾客更加郁闷。“‘真是抱歉，我妹妹也有过这种遭遇’，这种话会让顾客觉得员工并没有认真关注他的问题，因此不胜其烦。”辛格说。研究者发现，如果在对话开始7秒后客服员工还在道歉，那么很可能起反作用。

研究者指出，对话开始几秒后，员工应发挥创造力，积极寻找各种解决方案。这个头脑风暴阶段对顾客的评价影响最大——员工表现得越有创造性，顾客越满意。



理念回归实践
“客户需要解决方案，而非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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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伯·伊斯顿（Bob Easton）是埃森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业务主席、高级董事总经理，负责战略咨询、业务流程外包等多项工作，这些工作都涉及在压力下与客户打交道。伊斯顿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采访，探讨与客户沟通时同理心的局限。以下是采访摘录。



你为什么会对本文介绍的这项研究感兴趣？

我在埃森哲工作20年，在一线为公司最大的客户提供服务。说起“一线服务人员”，人们会想到呼叫中心或航空公司客服柜台的员工，但其实只要你的工作涉及与客户沟通、为他们解决问题，这项研究就和你有关。我是公司高管，但也肯定是一线服务人员，所以最近在与客户的沟通中尝试使用研究者推荐的方法。



具体是怎么做的？

出问题时要道歉，我们都是这么被训练的，几乎成了一种本能。不过近来，我会避免使用“道歉”和“对不起”这样的词，而会说，“我承认确实出问题了，但您可能希望马上着手寻找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这种做法确实让我们很不习惯，但却非常有效。客户其实不太在意你怎么道歉，他们更关心你能否迅速拿出高质量的解决方案。



这项研究显示，相比解决方案本身，客户满意度与员工表现出的努力和创造性关系更大。这让你惊讶吗？

我完全能理解。最近我出差了3周，坐了16次飞机。倒数第二次那天，已经很晚了，航空公司弄丢了我的行李，但我觉得他们的客服对此几乎无动于衷。所以虽然最后结果不错，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行李，我还是相当恼火。而另外一次，也是丢了行李，当时那位客服员工陪我走了好几个地方去找，确实很用心。虽然最后找回行李比这次晚得多，但由于她很努力地和我一起找，我的心情就没这么糟。



你能按这种方式重新培训员工吗？还是需要不同类型的员工？

大部分人可以重新培训，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数据和人工智能。再举个例子，假设你遇到了航班延误，而一位服务人员对你说：“我看到您这是第三次在这条航线上遇到延误，前两次您选择开车，所以我帮您租了车；同时帮您订了今晚最后一个航班；另外在您经常住的酒店订了房间，还订了明早的头班飞机。您看哪个方案比较好？”这就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但必须有智能信息系统的支持。




为更全面地理解对录像的分析结果，研究者又组织了一项实验，参与者共有568人，都在过去两年中搭乘过航班。在实验中，每位参与者听到一段事先准备好的录音，内容是航空公司员工与丢失行李或误机的乘客之间的对话。在所有录音中，最终的解决方案都不理想，例如一位郁闷的乘客被告知，无法在下午的面试开始前拿回行李，因此没法穿正装。但在不同录音中，客服代表的措辞和应对方式存在区别：有些员工尝试向顾客示好，有些则致力于解决问题。听完录音后，实验参与者从乘客的立场对客服打分（1到7分）。结果显示，如果客服能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如提供多种行李转运方案），那么即便结果不理想，顾客满意度也是最高的。

依照研究结论，企业或许应更重视客服员工解决问题的方式，而非性格气质。CEB（商业调研与分析公司）近期的一项研究归纳了客服的七种风格类型，并发现“控制型”客服（直言不讳，观点明确，习惯于引导客户确定解决方案）是最成功的（见《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2月刊《霸气客服正当红》“Kick-Ass Customer Service”一文）。但辛格的研究显示，相比改进招聘策略，企业如果能培训客服员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将会有更大收获。

本项研究自然引起了酒店、餐厅和差旅服务企业的关注。这些企业后勤管理的工作量都很大，容易出现问题，且服务中出错可能后果严重。辛格说，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询问，哪些措辞能显示出员工正积极解决顾客的问题。但因为每个情境都是独特的，归纳适用于所有情境的话术是不可能的。的确，即兴发挥正是服务补救的难点之一。因此，与其纠结于完美的话术，员工不如努力提高投入度。“只要投入地尝试解决问题，为顾客想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就能让一切大不一样。”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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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迪特丽娜·马里诺娃（Detelina Marinova）、苏尼尔·辛格（Sunil K. Singh）、贾迪普·辛格（Jagdip Singh）：《一线客服话术研究》（“Frontline Problem-Solving Effectiveness: A Dynamic Analysis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Cues”，《营销研究》（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即将出版）

	

客服话术对比

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听到一段录音，模拟航空公司客服代表与丢失行李的乘客的对话。在一个版本中，客服专注于解决问题；在另一个版本中，客服注重与乘客“建立关系”。参与者对前者打分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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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研发

	外聘CEO阻碍创新

很多企业增长无力的一个原因是研发能力（RQ）下降。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40年间，企业RQ平均下降65%。研究团队对多家企业首席技术官进行访谈时，反复听到一种抱怨：领导团队变化，尤其是外部CEO空降，导致研发策略改变。研究者决定检验这种意见的合理性，并寻找导致RQ严重下降的因素。

研究者分析大量美国企业1992年至2003年的财务表现、CEO及RQ情况，发现外部CEO上任后的几年中，企业RQ一般会出现下滑，原因是外部CEO倾向于削减研发开支，并用财务（尤其是投资回报率）而非战略思维来判断研发投入的合理性。研究者还发现，CEO的背景很重要：如果曾在其他公司担任CEO，或来自高RQ企业，新任CEO带来的RQ降幅相对较小；如果外部CEO来自其他行业，RQ下降则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显示，内部CEO更可能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如何通过研发帮助企业成长，因此他们管理创新的能力更强。”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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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特雷·卡明斯（Trey Cummings）、安妮·诺特（Anne Marie Knott）：《外聘CEO与创新》（“Outside CEOs and Innovation”，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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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持续20年、涉及7万件诉讼和3500名公司CEO的研究显示，拥有法学学位的CEO所在公司卷入诉讼的概率明显较低。



托德·亨德森（TODD HENDERSON）等：《律师CEO》（“LAWYER C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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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

	消费者过于信任缺失信息

假设你要选择一位外科医生做手术，备选医生的资料中都有患者死亡率数据——除了一位医生。你应该会觉得缺失的信息可能有问题，所以不再考虑这位医生。一般都会这样想吧？

但一项新研究显示，还真说不准。在一系列实验中，1700名参与者模拟评估并选择医生，在此过程中，参与者对缺失信息表现得过于宽容。在一项关于医生可信度评分的实验中，研究者隐去了一项评分，并安排了三种解释：有些参与者被告知这项评分被偶然删除，有些被告知医生“没有提供评分”，还有些被告知医生“拒绝提供评分”。只有第三组参与者对缺失数据表现出在意。在另一项实验中，部分参与者被告知某位医生拒绝提供评分，另一些参与者被告知这位医生的评分很低，结果前一组选择这位医生的概率大得多。

博弈论认为，人们会按最坏的可能分析缺失信息，但上述实验结果与博弈论预测的行为模式相悖。“不能指望人们会注意到缺失信息或作出正确推断，”研究者写道，“因此我们认为，商品和服务提供商有义务披露所有与消费决策相关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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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苏尼塔·萨（Sunita Sah）、丹尼尔·瑞德（Daniel Read）：《缺失信息与消费决策研究》（“Disclosure and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Consumers Are Too Forgiving of Missing Information”，工作论文）

	

	相比天气条件较好地区的股票分析师，天气较差地区的分析师在公司发布财报后更新分析预测的概率要低近5%。研究者推测，原因可能是恶劣天气导致的嗜睡。

资料来源  埃德·迪汉（ED DEHAAN）、乔舒亚·麦德森（JOSHUA MADSEN）、约瑟夫·彼得洛斯基（JOSEPH D. PIOTROSKI）：《天气对证券分析师的影响》（“DO WEATHER-INDUCED MOODS AFFECT THE PROCESSING OF EARNING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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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

	投资非洲不能只看GDP

跨国企业近年来对非洲投资力度加大，希望从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扩大中受益。非洲居民消费支出已从2000年的4700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1万亿美元，但一些跨国企业的非洲业务表现不佳。部分原因是，这些企业受到人均GDP增速等名义经济指标的误导。在很多非洲增长最快的市场，由于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薪工作，居民平均购买力仍处于很低水平：在少数精英阶层之外，仍存在大量购买力低下的贫困人口。Frontier Strategy Group是一家信息和咨询服务提供商，专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业务，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利用就业、福利、社会融合、健康、教育、经济多样化、商业环境和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数据，开发出一项“消费者阶层状况指数”，该指数根据社会财富传导的难易度评估非洲各个市场，帮助企业更准确地判断哪些非洲国家拥有购买力稳定的广大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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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物流

	经验能显著提升分拣效率

	在线零售普及前，大多数仓库会将货物分批运到商店。但现在，物流中心需要直接将商品寄送给个人，这增加了负责找到货品的分拣员的工作难度。为节省空间，亚马逊、Zappos等很多零售商采用“混沌”仓储方式，将差别很大的货物放在一起，这让分拣工作更加费时。虽然有些零售商引入分拣机器人，这项工作仍耗费大量人工，一般占到在线零售商仓储成本的一半以上。

为控制成本，大多数仓库都利用算法减少分拣员的走动时间，派距离最近的分拣员去取货。而新研究显示，还有更好的方法。某女装零售商库存18万件商品，每天发出2万件，研究者分析其9个月的仓储数据，发现有经验的分拣员找到货物的效率明显较高。因此研究者建议，企业无须过度关注走动距离，而应将最有经验的分拣员派到密度最高、物品最为混杂的仓库，这能使效率最多提升10%。由此可见，即便对于这项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经验也很重要。因此，零售商应采取加薪、改善工作环境等措施，尽量降低分拣员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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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罗伯特·巴特（Robert J. Batt）、桑提亚戈·加利诺（Santiago Gallino）：《经验对分拣员表现的影响》（“The Effects of Searching and Learning on Pick-Worker Performance”，工作论文）

	

某市将最低工资提高1美元后，在Yelp上被评为三星半的餐馆关张的比例上升14%，但五星餐厅倒闭的比例没有变化。



资料来源  达拉·卢卡（DARA LEE LUCA）、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最低工资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 IMPACT OF THE MINIMUM WAGE ON FIRM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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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创新

	高端产品背后的认知偏差

	企业现在已经知道，颠覆性创新一般从低端产品开始，并会逐步改进；但很多管理者仍不愿投资低端产品创新。一项新研究发现了造成这种心态的一个原因：管理者本能地希望在群体中显得地位很高，导致管理工作中出现隐性认知偏差。

研究者通过三项实验观察和探索这种认知偏差。在一项实验中，200多名企业高管要在高端和低端产品创新中做出选择。虽然并没有哪个选项客观上更优，大部分管理者仍选择高端产品创新。在另一项实验中，管理者要把1000万美元资金分配给高端和低端产品创新项目，之后还必须只选择一个项目去投资。结果高端项目得到的投资平均多出超过600万美元，选择高端项目和低端项目的管理者比例为4：1。研究者还分析了2009年到2010年推出的2312种消费产品，发现其中82%定价高于品类平均价格，因此属于高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隐性认知偏差存在于所有地域和年龄的管理者群组，它与决策风格、风险偏好、对物质的态度、利他性等个人特征关系不大，”研究者写道，“有关‘高端’的认知偏差似乎深植于人类的决策思维系统，可能源于进化过程中社会地位显示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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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罗尼·莱因哈特(Ronny Reinhardt)等:《高端产品背后的认知偏差》
(“The High-End Bias: An Irrational Preference of Decision Makers for High-End over Low-End Innovation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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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力

	领导者个人魅力无须太大

	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能激励他人表现得更好。由此似乎可以推出，领导者个人魅力越强就越成功。但一项新研究显示，领导者的个人魅力不一定越大越好。研究者请306名领导者完成一项普通的性格测试，并据此对自己的个人魅力作出评价，同时按1到10分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打分；研究者还请领导者的同事对他们的领导能力打分，平均每名领导者有14名同事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领导者个人魅力越强，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越高；但当个人魅力得分超过60分位（稍高于平均水平），同事的评分开始下降。虽然很难界定“魅力过强”，但常见的表现有过度自信、自恋、操纵他人等。这些发现表明，领导者应当意识到，个人魅力强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可能需要360度评估、辅导、个人发展项目等来增强自我认知和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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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

	创始人退出有何影响？

创业公司必须注意它们留给投资人、潜在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印象。因此，当创始人离开时，创业公司通常会掩饰过去。一项新研究试图穿透那些委婉语和场面话，分析创始人离开的原因，以及对公司造成的影响。研究者对29家创业公司进行为期数月的观察，重点分析10个创始人离开的案例，并将其中5个定性为“友好”，另5个定性为“敌对”。研究者分析公司文件和公开数据，并对离开和留下的创始人，以及投资人、高管导师、员工等第三方进行了采访。

在所有案例中，创始人离职都始于工作表现问题——被认为对工作投入不足，或未能取得理想结果。在有些案例中，其他创始人会对此不满，导致团队出现裂痕，或促使投资人等外部利益相关方介入。创始人对公司越有感情，越把公司当成自己的，退出越可能是敌对的。而这种内部矛盾的激烈程度，对创业公司的短期表现至关重要。

在友好分手的案例中，创始人即使被迫离开，也会保持职业精神，尝试与团队成员保持联系，且在离职谈判中考虑公司利益而非一味利己，让公司能专注于自身发展。在敌对退出的案例中，创始人深陷谈判和法律问题，饱受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困扰，常常导致公司数月陷于停顿，团队士气受打击。

困难中也有希望：无论过程友好还是敌对，挺过创始人离职的创业公司看来能得到教训。它们会调整流程和架构以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并对引入新成员极其谨慎。“公司创始人应清晰、开放地传达他们对工作表现的期望，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能够且愿意达到期望。”研究者说。他们认为，创业团队成员间的关系，其实跟恋爱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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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里克·迪贝恩（Rieke Dibbern）等：《创始人退出对创业公司有何影响？》（“Dynamics of Co-Founder Exits in Entrepreneurial Team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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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垃圾数据满天飞

	低质量数据会浪费时间、增加成本、影响决策、惹怒客户，让任何数据战略都难以执行。管理者知道有些收集到的数据不准确，但具体有多少？为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请参加一个高管教育项目的75名管理者分析所在部门最近处理的100项数据。平均来看，47%的数据存在关键错误，仅有不到3%管理者所在部门的数据质量“可以接受”。管理者们非常震惊，很多人开始分析问题的根本原因。基于低质量数据做决策，企业将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减少数据错误应能迅速带来收益。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1961年7-8月刊

“我确信，限制性期权对高质量管理是强大的激励，并且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还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广泛的社会目标。”



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股票期权有助于公共利益》（“STOCK OPTIONS 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正在哈佛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保罗·格林（Paul Green）和另两位同事一同开展了一项研究。提供研究数据的公司采用透明的同侪评价制度，并让公司300名员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由此选择共事的人。分析发现，批评会促使人们更靠近那些给出正面评价的同事。本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负面反馈
 难以让人进步

	Negative Feedback Rarely Leads to Improvement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访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李全伟 | 编辑





格林先生，
 捍卫你的研究吧！





格林：组织中的人收到“否定反馈”（disconfirming feedback），就会试图远离给出这类反馈的同事，寻求新的和不同的关系。收到负面反馈会促使员工去建立新的社交网。

我跟弗朗西丝卡·吉诺（Francesca Gino）和布拉德利·斯塔茨（Bradley Staats）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我们让受试者写一个小故事，然后给出反馈，并告诉他们反馈来自同伴。我们发现，收到负面评价的受试者下一次任务寻找新同伴的比例远远高于得到了肯定反馈的人。



HBR：在采用透明同侪评价制度的公司里，你们真的发现了这种规律吗？

是的。如果员工可以自行构建关系，不是必须在一起工作，得到负面反馈的人往往会从社交网络中消失。如果员工必须共事，收到负面反馈的人会在组织中寻找其他人建立联系，与其他部门或其他办公室的人交往，抵消这种反馈。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购买肯定”（shopping for confirmation）。



购物还挺开心的吧？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心理需求。即使负面反馈是有益的，在人的认知中也属于一种威胁。购买肯定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对自己的积极看法需要有社交关系帮助我们维持。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联系，我们就会去寻找。



人们受到同事批评，就会去寻求其他“肯定性”的关系。




你的意思是负面反馈没有用？

我们需要维持对自己的正面看法，而负面反馈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就非常讽刺了。采取绩效评估与反馈的用意，一般都是为了让我们注意自己身上的盲点，进而加以改善，得以成长。真相虽然残酷，却是我们必需的。有一种假设认为，让人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可以促使人进步。然而现实是，这种做法并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只会促使人去寻找不会指出自己缺陷的其他人。



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从同伴处获得负面反馈的人寻找新同伴的比例较高。




可是如果反馈全部是正面的，好像也没什么用。

因为通常的预设是，反馈会鼓励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行动。我们的意思是，反馈不仅有这种作用，还会促使我们去做别的事，比如去寻找不会批评自己的朋友。人做事情有多种动机。我不是说人们发现了自己的缺陷却不想改变，但人们还需要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做出的贡献总体上是正面的。我们让员工在“我需要感到自己有价值”和“我需要进步”这两种动机下工作，却没能把反馈机制与这两种动机需求协调一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负面反馈和正面反馈结合起来？

这样不好。不是说要把反馈详细地分开，“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不好”，而是要在给出负面反馈的同时强调对方的本质以及对组织的价值。也不用总是这样强调，人们只是需要感到自己有价值。



所以我们该做的是，在更广泛的层面肯定员工内在的品质和价值？

对的。我们还有另一项实验室研究，向受试者提供一组负面反馈，内容与前一项写作练习的反馈相似，同时给受试者一个自我肯定的机会，让他们花10分钟写出自己最重视的价值。这样一来，“购买肯定”效应几乎完全消失了。

我们也应当设法制定这样一种评价机制。要想让反馈起到激励改进的作用，可能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提供这种更广泛的肯定。想想这种原理在个人关系中的体现就好懂了，我经常从妻子那里获得否定反馈。



我懂的。

但我并不会因此去购买肯定，或者说“我必须结束这段关系”。因为她给出负面反馈的大背景是相对积极的肯定性关系。



管理者相信你们提出的假说吗？

我觉得不信也得信。现在采用同侪评价机制的组织超过一半，大型公司几乎都用这种制度。我的观点是，以往人们认为反馈可以激励人，这种想法太浅薄了。我们跟别人说哪里没做好、须改进，产生的效果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是很复杂的。单凭负面反馈是无法填补自我认知和他人对自己看法之间的差距的，没那么简单。

负面反馈是一种心理威胁，会导致人们的焦虑和抑郁。




购买肯定是一种内在驱动力吗？我们能不能自己控制这个行为？

我想大概不能。刚才我说了，负面反馈显得像是一种心理威胁。之前二三十年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种威胁不仅影响行为，还会影响情绪，使人丧失热情，感到焦虑和抑郁。我觉得，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这类行为也许是下意识的，或许也有一部分是有意识的，我们并不确定。不过，希望身边有人能够支持我们，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原动力，若有必要，我们会非常努力去构建这样一个交际圈。

从数据中我们看到，现有的反馈体系是激发了员工构建积极评价社交圈、抵消批评影响的反应。这明显是一种回音室效应。所以说，这种反馈没什么用，而且还会促使人们结成进一步抵消其作用的社交群体。



新闻和社交媒体上会有这种现象吗？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好像都是只看跟自己想法相近的内容。

这个有点超出我们的研究领域，不过我觉得在政治舞台上有着非常相似的现象。人们倾向于以政治观点区分彼此。大量证据显示，他们会远离否定自己政治观点的人，寻找认同自己观点的、更友好的环境。

可是，这种回音室最终一定会造成负面影响。你只留在一直支持自己的人群中间，相当于故意闭上眼睛，不去看自己身上政治、社会观念上须改进的部分。而在政治、社会和职业领域，能够平和交流并接受带有威胁性的观点、努力付诸实践的人才会得到好的发展。



你是否希望在反馈机制方面做更多的研究？

当然，我们想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以便制定更好的机制。我想，首先要创造肯定性的环境和关系，确保所有反馈都不会产生威胁。组织中的许多东西根本无法提供这样友好的环境，比如升职竞争、财务负增长和缩减规模等。这些因素令员工之间产生隔阂。我们希望构建没有那么多隔阂的组织架构。这件事情做起来很难，但不是做不到。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不得不说，你在这次采访中表现欠佳。我原本希望你讲得更好。

那我换个编辑聊聊吧。别人肯定觉得我说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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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消费者对于品牌，特别是汽车品牌所承载的意义，已经绝不满足于停留在产品所具有的形象表述。追寻个人内在与品牌观念的和谐一致，正抢占消费者洞察的头条。因此，如何诠释和传达品牌与企业内质的核心价值，成为与消费者联系和沟通的关键。在这一点上，雷克萨斯不遗余力。无论从本身生产制造流程的属性还是品牌的文化属性上，雷克萨斯始终关注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努力与用户建立起价值观和情感的共鸣。

2017 年是雷克萨斯极其重要的一年。基于对全

球消费升级的考量，雷克萨斯品牌全面升级，公布全新品牌口号“Experience Amazing 领未见·探非凡”。这意味着雷克萨斯以更加情感化的方式与消费者对话，也具备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元素，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品牌风范，从一个传统的豪华汽车品牌进化为豪华生活方式品牌。2017 年底，雷克萨斯携手《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共同引领一场关于“新物种”的思想启蒙与商业复兴的盛典，与其所倡导的品牌进化论不谋而合。也是在这样一个冬季里的小阳春，LEXUS 雷克萨斯中国市场推广部部长陈忱先生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先生款款而谈，具象之外，内在之中，在大品牌的价值高度之上深刻交互。



HBR中文版：中国消费还在升级之中，消费各方面需求变化迅速，雷克萨斯在中国是如何定位的？

陈忱：中国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和理念日趋成熟。消费升级让消费者不再一味寻求奢华的符号来表达财富和成功，而是寻求包含产品、制造工艺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及购买体验的全方位丰富体验和情感共鸣。

通常，车企会将自己定位为某种导向型形象，即对于产品、生活方式、科技的导向，并最终形成自我特色，稳定持续发展。如今，雷克萨斯在中国不断加大产品投放，针对不同的产品进行定位，来诠释其所带来的精彩生活体验。整体来看，雷克萨斯从传统豪华汽车品牌向豪华生活方式品牌转变，这一决定本身也是取决于客户的改变。



HBR中文版：雷克萨斯发布的全新品牌口号“领未见·探非凡”既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自信，同时又有一种引领、探索、先驱的意思，内涵很丰富。您是如何解读的？

陈忱：中国是雷克萨斯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在雷克萨斯的全球进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去年4月的上海车展上，雷克萨斯公布了全新品牌口号“Experience Amazing”的中文释义“领未见·探非凡”，这是雷克萨斯在海外市场第一次对全球品牌口号进行本土化诠释。希望通过中文口号的公布，与中国消费者进行更好的沟通。

我们对“领未见·探非凡”的解读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指以技术上的颠覆性突破和设计上的无畏创造，引领消费者进入前所未见的境界；一方面指以卓越的产品体验和以心至诚的服务体验，与消费者一同探索和享受匠意非凡的生活方式。

雷克萨斯通过一系列体验活动，向大众展现了雷克萨斯的核心竞争力：卓越品质和以心至诚的待客之道，以及超乎想象的科技、独具匠心的工艺、无所畏惧的设计和心潮澎湃的性能。



HBR中文版：针对中国市场，在做战略规划时是否会遇到一些难度和挑战？有没有针对中国做一些比较大的结构性的调整？

陈忱：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的客户也在改变，豪华市场的消费者从富裕阶层到新富的转变，消费者对豪华和奢侈品的认知也在改变，同时消费者的需求更趋向多元化。

建立完备的产品线：针对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雷克萨斯在中国不断加大产品投放，从不同维度满足了中国消费者日趋多元化的需求。随着全新 LS 和全新 LC 预售开始，未来雷克萨斯将开启产品线的全面进化，带来更强的产品力。

产品层面的升级：全新LS和LC的上市，不仅是“领未见·探非凡”精神的落地，也是旗舰车型的矩阵达成，构筑了品牌旗舰板块，标志雷克萨斯未来的产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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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打造产品：结合中国消费者需求和实际国情，根据中国消费者需求打造产品，在车型设计及改款时充分考虑中国消费者的反馈，并提供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如新雷克萨斯CT及新雷克萨斯NX。

智·混动车型的推广：雷克萨斯在中国市场具有最全面的智·混动产品线，人们对智·混动车型出行认知度有所提高，目前在售7款智·混动车型，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会在更多级别车型中引入智·混动产品，并重新调整一些智·混动产品的定位。



HBR中文版：市场上某些汽车产品做“降维打击”的行为一直受到质疑，雷克萨斯会做类似的事吗？如何以具体指标来衡量所谓的客户满意度？

陈忱：在这一点上，雷克萨斯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雷克萨斯从不以选装作为销售模式，更多的还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制订每一级别车型的不同配置。对于衡量客户满意度方面，销量固然重要，但雷克萨斯更看重的是客户需求：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怎样的价值。对于客户满意度，大致有三个层面，总的客户满意度、销售以及售后。与此同时，雷克萨斯也在不断地进行品牌升级来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变化，来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



HBR中文版：在针对中国市场所作的调整中，目前根据用户的反馈有怎样的评价？

陈忱：随着整个消费环境的改变，老用户本身对于雷克萨斯在产品上的改变，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并期待雷克萨斯的改变。消费者本身也在适应新的消费模式，甚至去追逐新的消费模式。

对于新用户，甚至对不了解雷克萨斯品牌的用户来说，“鲜活感”会增强。“鲜活感”可以认为是一个在品牌和客户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节点。如何呈现“鲜活度”，是让消费者有兴趣更深入地去了解品牌的发展之路。



HBR中文版：可以看到雷克萨斯一直在很用心做一些跨界，尽管与产品的销售、品牌的塑造而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可以看出，雷克萨斯品牌所包含的优质、有精神追求、有内涵的特质一直贯穿始终。雷克萨斯对于品牌人群是如何定义的？

陈忱：从中国消费者的变化中，我们能看到一些消费趋势。不能否定还有很多传统和资源型客户，但越来越多的新客户类型预计在未来两三年会集中爆发。雷克萨斯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年会合作有三年之久，今年关于“新物种”的主题和雷克萨斯品牌所倡导的进化论十分契合。新客户的出现，老客户的转变，都在新的进化中展现出更大的潜力。

我们把雷克萨斯的目标消费者定义为“探享家”。“探享家”可能有多个表现，他们并不是品牌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是有着高度的自我认知与驱动、敏行慎言、睿智、有分寸，在自我领域探索并自得其乐。



HBR中文版：中国有一个词叫“守正出奇”，在稳健和创新两者间，根本上要重视的是对“度”的把握，不激进前行也不无所作为，从而追求“中和”状态下的永恒和持续。在创新和坚守的过程中，雷克萨斯是如何恰当实现所谓的东方智慧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嫁接和融合？

陈忱：设计是雷克萨斯品牌哲学的外化，也是驱动品牌进化、构建品牌差异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雷克萨斯“YET兼得哲学”贯穿于雷克萨斯生产、运营等方方面面的每一个链条。在技术层面是不同的能量体结合在一起所呈现的最完美的平衡方案，在哲学层面，则是消费者的选择和雷克萨斯在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的相互联系和呼应，作用在产品的“YET”之下的终极和谐。

即将到来的 2018 年，雷克萨斯将迎来两款旗舰车型全新 LS 和全新 LC 在中国的上市，展现凝聚时光的艺术与驾驭激情的艺术，以艺术来重新定义豪华，这不仅是“领未见·探非凡”精神的落地，更标志着雷克萨斯未来的产品方向。雷克萨斯将继续从购车、交车到售后服务带给客户更贴心的体验，以至诚之心，呈现充满激情与质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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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0多年间，无印良品将不过度装饰或设计的理念传播到了全球，生产和销售漂亮平价的优质产品成为其强劲增长的基石。

	

	

作为日本零售公司西武集团（Saison Group）的子公司，西友百货（Seiyu）的高管们于1980年推出名为无印良品（Mujirushi Ryohin/ Muji）的自有品牌，生产家庭用品、食品及服装。他们的想法是，不要装饰或过度设计，生产和销售每位日本消费者都可能需要的漂亮、价格低廉的产品。实际上，无印良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没有商标的优质商品”。

一开始，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发展业务，而是把这一概念变为现实。但是我们确信，未来会有对无品牌的产品和价值观的需求，而且不仅局限于日本。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试了试水：无印良品在伦敦参加了日本产品展览，引起了英国零售商的极大兴趣。尽管哈罗德百货（Harrods）是第一个询问品牌入驻的零售商，但我的前任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的商业文化与我们不符。取而代之，我们与利伯缇百货（Liberty，一家更注重设计的英国百货公司）建了合资企业。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有了底气。我们有了新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优质、价格合理和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通常情况下，当一家公司看到自己产品有海外需求时，都会尽快扩张。但我们当时还没有新的竞争对手，并且缺乏有经验的人才和稳定的企业制度，这迫使我们更加谨慎。所以我们的方式是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地探索海外业务。

1990年，无印良品从西友百货独立出来，进入新成立的株式会社良品计画（Ryohin Keikaku）。一年后，我们在伦敦和香港开了独立门店。但直到1998年我们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开设门店，2005年我们进入中国大陆，尽管中国大陆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零售市场。2007年，我们开了第一家美国门店。

我们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我们用财务纪律保持这种慢节奏但是稳定的步伐：在一个特定地区，我们只有在现有门店盈利的情况下才会再开一家新店。而且，我们不会花钱做广告。在扩张之前，我们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零售环境，解决可能出现的运营难题，并通过口碑建立声誉。我们的产品可靠耐久，我希望确保我们的门店也是如此。

过去30年，我们发现，无印良品其实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市场。我们在日本国内持续增长，拥有418家门店，并且在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中东地区的27个国家中，也有403家门店。1998年，母公司株式会社良品计画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无印良品仍然是一家日本公司，但我们很自豪地称自己为全球品牌。



国际化起点

我于1976年加入西友，并在1993年调到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我一直在家庭用品部门努力工作，想把无印良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当然，国际化经验的获得是有代价的。

为进军英国，我们与利伯缇百货设立合资公司，但结果却没让我们满意。不是产品没卖出去，而是我们的战略失准。在海外扩张，我们对如何合理地介绍和展示无印良品，有着非常明确的愿景。我们曾想自己可以利用利伯缇百货的资源，但到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开设自己运营的独立商店，以此来达到向客户展示我们理念的最佳途径。于是，我们保留了利伯缇百货的合作伙伴和当地专家身份。1991年，在牛津广场附近的摄政街，我们开了一家门店。这家店只有155平方米，但我们产品朴实、无商标和单色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家店变得非常受欢迎。



罗技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81年

总部：瑞士、美国

员工数量：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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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有过几次失误。一开始，我们派遣了精通英语、效率导向的日本买手。但我们很快发现这种方法并非完全有效：虽然他们为商店提供了畅销的产品，但他们没有告诉当地员工如何以无印良品的方式安排商品组合和楼层陈列，这家门店与我们设想的完全不同。

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是在近期才成为一家独立公司，而在当时我们的运营还相当薄弱。西友百货和西武集团做过一些出口业务，但并没有派遣具备相关经验的高管到我们公司，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管理和物流上依赖利伯缇百货，这导致最终出现了问题。利伯缇百货要经营自己的业务，我们并非他们的优先考虑。而且，我们不得不将高额的运营成本纳入产品价格，所以丢失了我们理念中“平价”的部分。

不过，客户的反应仍然令人鼓舞。1994年，我们结束了与利伯缇百货的合作关系，并创建了欧洲子公司，经营在伦敦的第一家店，也陆续有了伦敦的第二、第三家店，以及后来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店，该店位于巴黎的圣叙尔比斯。

对于扩张路线，我们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或规范。我们寻找的地方是，对无印良品有购买意愿人群的城市购物区。事实证明，这些根据经验的猜测是有效的，它为几年后无印良品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亚洲扩张

20世纪90年代，我们也开始间歇性地在大本营附近扩张，不仅是日本，还包括亚洲的其他地方。1991年，大约伦敦店开幕的同时，我们在香港与当地合作伙伴开设了第一家香港门店。从第一年起，我们就超额完成业绩，之后4年我们在香港又开设了多家门店。1995年，我们将目光投向亚洲旅游的另一个中心：新加坡。我们又建了一家合资企业，并在新加坡武吉士路口开了一家店。在这两次扩张中，当地的合作伙伴均由当时母公司西友百货联系挑选。

尽管亚洲这些市场的客户喜欢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入也强劲增长，但我们遇到了和在英国时类似的问题。当时亚洲的合伙公司无法盈利，由于我们与合作伙伴都受到日本经济停滞的影响而挣扎求存，因此1998年我们决定退出香港和新加坡。

我们没有缺席太久。2000年，我的前任松井忠三（Tadamitsu Matsui）被任命为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总裁，着手清理无印良品的组织和运营。到2001年，我们在财政上已经足够稳定，可以重新实现亚洲发展的目标。于是， 2001年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以每年约两家的速度再次开设门店。2003年我们以同样的方法进入新加坡，2004年我们成立了无印良品韩国分部。（当时，我们也恢复了在欧洲的扩张，在北欧获得营业许可，并且成立了无印良品意大利分部。）

然后我们进入中国大陆。21世纪初，我们开始注意到，尽管我们已经在中国国内注册了标识和品牌，但被其他公司使用。他们用相同的字母、相同的日文字符销售价格便宜、色彩鲜艳、设计不佳的产品，与我们的产品完全不同。其中一家山寨商有14家门店，一些门店还开在香港。

我当时是株式会社良品计画的总经理，负责选品、广告、推广和销售，作为一个与公司品牌朝夕相处20年的人，每次看到山寨门店都很心痛，我们不能让中国消费者认为那就是无印良品。我们提起诉讼，但不确定能否胜诉。所以我们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把真正的无印良品带到了中国大陆，2005年我们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店。

但是，质量控制仍然是个问题，尤其考虑到中国市场地域广阔。随着门店的分散扩张，我们无法把日本高管和销售人员派到所有门店中，我们必须依赖当地经理。所以，当2008年我就任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总裁时，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从走进商店，到购买，再到使用我们的产品，无印良品的全球购买体验始终如一。

我们创建了一个为店面设计、布局和选品制定规则的部门。我们开始为所有一线员工提供相同的培训，并让许多当地招聘的门店经理到东京办事处进修。我们简化了分销、会计和销售，以便能共享相同数据。尽管我们现在生产和销售超过7000种商品，但我们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定制或调整。

我想说，无印良品的产品应该像水一样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并且我相信，坚持始终如一的愿景和执行力，是我们近年来取得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分别有200家和17家门店），还包括其他海外市场。



美国市场

在2000年代中期，尽管国际业务增长迅速，我们准备进入美国市场时仍有些惶恐不安。首先，它离日本很远。其次，消费者诉讼文化令我们害怕。例如，当我们讨论在美国的首次亮相时，我听到一个故事（也许是个民间传说）：有人试图用微波炉烘干他的湿猫，然后向微波炉厂商发起诉讼提出索赔！B2C企业要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当然，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知道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不仅为了增加收入，而且为了尽可能大范围传播我们不浪费的理念。在过度消费的地方，零售商们试图向你推销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认为自己的产品可能特别有帮助。

纽约很显然是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有年轻时尚氛围的SoHo，门店于2007年开业。在感受了曼哈顿市场后，我们在该地区及周边开设了5家门店。我们也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并在当地扩张：圣莫妮卡、圣何塞、好莱坞和帕洛阿尔托。2017年，我们开了波士顿店。10年间10家店的速度可能有些慢，但我们不着急，我们做好准备再开店。



无印良品的扩张

在世界各地开设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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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专注于城市、大学以及我们的电商销售强劲的地区。但是，对我们来说，进入美国国内的成熟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我们的生产主要还在亚洲，我们要把货物越洋运到这些门店。不过，在未来5到10年里，随着我们在美国足迹的延伸，我们希望将一部分生产放在美洲，比如我们的家庭储物系统。除此之外，由于租金、劳动力和建造成本高，特别是在有工会的地区，我们无法建设大型门店来尽可能多地提供商品，或者低价出售它们。但我们试图通过专家级的店铺设计来克服这个问题：我们为自己能在每个地点选择出完美的产品集合而感到自豪。



在过度消费的地方，我们认为自己的产品可能特别有帮助。




美国这些城市的竞争依然激烈，而且因为我们不做广告，所以遇到了一些阻碍，但这是我们质朴理念的一大基础。不过，我们发现，自己可以依靠产品质量、销售人员素质以及消费者口碑脱颖而出。其中一个方法是将新的零售概念带入美国市场。例如，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我们提供自制精油和刺绣服务。



过度商业化的反题

我们如何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完成所有国际扩张同时保持国内市场增长？首先，消费者认为无印良品物有所值，所以在日本经济低迷时，我们的表现比大部分公司都好。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尝试了多种类型的业务，例如我们现在有餐厅、建筑设计公司和露营基地，这些都很受欢迎。现在，我们也在日本寻找那些更小、更偏远的地区，它们一度是兴旺的购物区，但现在已经变成“鬼城”；我们称之为“百叶窗街”，因为所有商店都关上了窗户。我们相信，通过在这些地区建无印良品商店或咖啡厅，也许能够使它们重新振兴。

在海外，当时机合适时，我们继续谨慎扩张。我们坚持只有在该国或地区运营盈利的情况下再开新店的政策，而且我们信任当地经理提供的信息。我们有三个区域经理：一个是欧洲和北美；第二个是东亚（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第三个是南亚、东南亚、西亚以及大洋洲（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东、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主管向各自的区域经理汇报。区域经理在门店计划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新的门店地点，我（现在作为董事长）与无印良品总裁松崎晓（Satoru Matsuzaki）共同参加该会议。基于2003年制定的正式原则，将最终决定是否开设新门店。我们最新的市场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印度，2016年我们在这些地方开设了第一批门店。

现在，日本以外的业务占了我们总业务的35%，我们希望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扩大规模，而是将无印良品的承诺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人民的生活用品。这就是我们对企业成功的定义，是过度商业化的反题。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消费者能获得优质、持久耐用产品，并就可持续的重要性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在最近的战略中，我们强调日本短语“感觉良好的生活（kanji-ii-kurashi）”，这很难被翻译成英语，但大体含义是，作为社区的一部分，简单、认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希望这一观点能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人口最稠密之处，还是那些最偏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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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将取代人类？

	其实机器人将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

	林晓东 | 文 李剑 | 编辑

	

	

越来越多原本由人类承担的工作正在被计算机、人工智能程序及机器人分担。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5年，单位产量使用的技术量翻了一番1。种种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并不会在近期放缓。

这对就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估计，到2025年，美国47%的工作岗位将实现自动化，这意味着约7000万美国人可能会因此而失业2。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和中国这一比例将分别高达69%和77% 3。

这些统计数据描绘的未来就业景象十分暗淡，但必须指出的是，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并不认为未来会是如此。

其实很难在自动化和就业杀手之间画上等号，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远低于5%。事实上，全球75%到85%的经济体目前都处于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状态。这种现象促使Vanguard深入研究人们对工作时间的支配方式，以及工作岗位随科技进步而发生的改变。

Vanguard研究了近1000个职业，并将人们从事的1.8万项活动大致分为3类，共计41项作业任务。我们发现，大多数人都把工作时间集中花在了：

•  基础作业——即获取、移动物体及记录信息。

•  重复作业——即搜集、检验、处理信息。

•  高级作业——即解决问题、制定策略及创造性思考。

高级作业只有人类才可以完成。无论计算机多么智能，人类在执行这些高级任务时都具有相对优势，例如创造性思考和启发性工作。

直到1850年，美国劳动力仍将80%的时间花在基础作业上。农民几乎整天都在田间劳作，很少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但是如今，得益于机械化的普及，我们仅用10%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基础作业任务。

到1940年，制造业和流水线的兴起造就了中产阶级。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将80%的时间花在了重复作业上，这使许多人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这些作业活动在后来逐渐被科技用自动化所取代。例如，过去人们都在皮面账本上手动计算共同基金的资产净值，而如今这份工作已经被计算机更加快速准确的计算所取代。



1.数据来源：Vanguard基于经济分析局投入产出表和汤森路透Datastream计算得出.

2.Frey、Carl Benedikt、Michael A. Osborne，2013年,《未来的就业：哪些工作最容易受到计算机自动化的挑战》,英国牛津：牛津大学.

3.世界银行（2016年）,《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华盛顿：世界银行.




今天，我们约有50%的时间都花在了高级作业上。根据Vanguard的研究，艺术和工程是所有职业中高级作业类别得分最高的。但是，我们所研究的每一种职业的作业难度都在逐步攀升。此外，在过去15年中，随着科技的进步，汽车修理、天文学、桌面出版领域中高级作业所占比例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与15年前相比，现在某些工作岗位的高级作业比例增加了20%。这相当于每个星期额外增加了1天的工作量，而且这些工作只有人类才能胜任。Vanguard预计这一趋势会加速——10年内，无法被自动化替代的作业任务有可能会占到人们高达80%的时间。

人们对于自动化的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几十年来，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重复作业的工作岗位（例如汽车制造业）一直在萎缩。并且在未来，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可能还会造就新的受害者。举例来说，在未来，随着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出租车司机有可能会面临失业的困境。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将取代一些他们并不想从事的作业活动，从而持续“升级再造”他们的工作岗位，并使他们能够花费更多时间参与有意思的作业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悲观主义者会惊讶地发现，机器人将使我们的职业生涯变得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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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晓东是先锋领航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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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光集团CEO山下良则：
“在人与信息的沟通中
创造价值”


	王晓红 | 文 钮键军 | 编辑

	

	

在组织变革半年后，理光的利润就上涨了33%，新任CEO山下良则详细解读了背后的秘诀：以客户为起点和现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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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有着81年历史、在约200个国家和地区运营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实现大规模组织变革的？全球著名办公影像设备及生产型印刷系统制造商日本理光集团（Ricoh Group）在过去半年多的实践中，以快速取得的优异业绩告诉了我们答案。2017年1月 26 日，理光集团董事会宣布商业解决方案事业本部（Business Solution Group，BSG）总经理山下良则在4月1日出任全球CEO；山下良则于4月1日履新后，全集团即开始了以更靠近客户、加快决策速度为宗旨的组织结构变革。这一行动意味着理光在2012年提出的“imagine. change.”理念将得到进一步深化，理光将在80年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变化速度加快的商业环境中继续帮助用户变革工作方式。

理光不仅在办公影像设备、生产型印刷系统上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还为全球用户提供领先的打印管理服务（MPS）以及相关IT 服务、统一通信系统，集团年营业额达到182 亿美元。基于庞大的客户基础，以及客户拥有的大量信息，理光近年来致力于印刷设备和服务的数码化、将业务扩展到信息科技和可视通信，提供更高效的解决方案和外包服务，在人与信息的沟通中创造价值。其数码印刷机、数码相机、投影仪以及生产型印刷系统等，屡获殊荣。如理光的核心业务MPS连续6年被英国Quocirca咨询公司评为全球领导者，Quocirca的评价为：“理光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有效地从原有品牌形象成功转型升级的老牌设备厂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理光将重点聚焦于“信息管理、移动办公和云服务”。

在传统印刷业务遭到无纸化和数码化挑战之际，理光基于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及客户的需求不断扩展产品与服务。2017年4月底，理光（中国）正式发布了基于安卓系统实现智能交互应用的理光SOP智慧应用平台，同时推出了基于此平台的理光新一代多功能数码复合机及应用解决方案，从而以智能交互、开放应用的理念重新定义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智能OA应用。9月初，理光生产型数码打印系统家族令人期待的新成员RICOH Pro C5200S/C5210S两款彩色生产型打印系统上市，Pro C5200S高生产力系列产品，采用理光的PxP-EQ化学碳粉，具有与平版印刷同样精准一致的色彩。理光宣布组织变革后集团第一个半年报显示，利润上升达到33%，靓丽的数字显示出变革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理光集团是如何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取得了如此优异的业绩？变革之路上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在山下良则2017年10月中旬的中国之行中，《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请他讲述了变革初步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他对于领导力方面的独特见解。



组织变革的秘诀

HBRC：理光集团进行这次组织结构变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山下良则：在如今技术进步与应用步伐提速的时代，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根据市场最新动态来加快决策速度，以客户需求为商业流程的起点。我上任CEO后的第4天，在理光技术中心提出集团第19 期中期经营计划时强调指出：“我们在进行任何工作时，始终要将客户置于核心地位，这样我们就可以预测他们的需求，开发产品和服务并创造新的业务发展机遇。”

这次组织结构变革，主要是为了彻底以客户为起点，让客户的信息能够完整地传达到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以及通过改变以事业内容为轴心的组织体制，确立了贯通事业内容的管理体制——其主要着眼点为提高各环节的决策效率。基于以上观点，我们以客户特性和理光的强项为标准重新定义了事业领域。比如说，我们根据客户属性，将业务领域分成了：办公领域的办公印刷和办公服务、商业印刷领域、工业印刷领域、热敏媒体印刷领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工业产品和智能视觉两个领域。

新的组织结构将高效运行。以新成立的Office Printing事业部为例，该事业部下集中了产品研发、生产、营销和服务功能，能够快速将客户的需求反映到研发与制造中；我们还将Office Service Business Group的责任归属转移到了IT先进国美国。Commercial Industrial Printing的业务责任人也从日本转移至欧洲，以更快更高效地响应客户的需求，加快决策速度。



HBRC：在进行如此大的变革之前，理光集团都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山下良则：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规划与论证新组织架构的方案，为顺利实现变革，我们对将发生变革的领域，提前向各级管理者和员工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我担任BSG负责人时，我已经看到了变革的迫切需求。在变革开始后，强大的领导力至关重要，因为变革中会遇到种种困难与障碍，变革同时还要维持并改善已有业务的运行，领导者需要与员工进行密切沟通、调动员工进行自我改变的意愿，并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我们提前进行了高管人员培养的准备工作。比如Office Service Business Group的负责人，原来是我担任BSG总经理时的一位表现优异的下属；我还将一位原本在英国负责欧洲售后业务的高管人员，调到日本总部来工作了两年，负责Office Service的文档管理服务、应用服务以及IT服务，并全面熟悉总部的运营，然后于4月份回到欧洲担任Global Major Account Sales Group的全球负责人。



宣导“现场主义”

HBRC：作为一位拥有20多年高管经验的CEO，你认为领导力中什么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山下良则：对于领导者来说，激励员工、有效授权、引领变革等都非常重要；但我最看重的是“现场主义”，即在关键事项上要掌握第一手资料。我认为现场了解业务中的问题和客户反馈非常重要；这和我最初在理光生产部门的工作经历有关，随着经验的增长，我愈发感到这种“拉近镜头”审视组织与业务的方式，对改善产品与创新，对激发员工创造力和自我管理能力都至关重要。

我于1980年加入理光时，在物料部门从事采购工作，后来负责海外工厂的启动工作。1995年，我开始担任理光英国产品的二把手，负责理光在英国的工厂业务。记得在1998年前后，那时模拟式的复印机正在向数码一体机转型，我们为客户提供33种选购键，即与模拟机相比，客户有了非常多的选择；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选择，到客户公司去组装机器。我们的英国工厂生产主机，而选购键这些功能由亚洲或美国工厂提供，所有产品通常是汇集到销售部门，然后在客户公司完成组装；而对于组装的过程，我们是不清楚的。

于是，我主动跟随销售和组装人员一起去拜访了5家客户公司，其中一家公司需要10个选购键，结果装了2小时20分钟。这个时间肯定太长了。于是我做出决定，将选购键的零部件集中发到工厂，在工厂先完成尽可能多的组装，然后在客户公司于20分钟内完成最后组装。如果我没有去客户那里的话，就不会发现这一关键问题；即便有下属向我汇报这一情况，我还得想象现场的情况，不如我自己直接去看可以更清晰、更容易快速做出决策。当然，随着我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多，我不可能事必躬亲，我就极力向所有下属传递这一理念，在组织内形成重视“现场主义”的氛围，及时发现问题或新的创意，缩短决策流程。在挑选高层职位的候选人时，我也会考察对方是否有以事实为依据的习惯，是否具有现场执行力。



HBRC：“现场主义”是否也包含了大量接触员工和利益相关者？你在上任前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目标，计划在任职的头100天内至少和100名人员进行交流，这样做的效果如何？

山下良则：我非常高兴自己远远超出了这一目标，我在100天内完成了与553人的交流，包括276名员工、44位客户、149位合作伙伴以及84位股东和证券分析师；截止到2017年10月16日，总人数已经达1400人。在我上任第4天向全体人员讲述集团第19 期中期经营计划时，我还提出了一项要求：走出会议室，走进基层一线；这样能让我们更接近客户与员工，能更直接了解工作场所的实时状况，并由此识别客户所面临的实际挑战，以提出最佳应对措施。

与一线员工接触，会带给我们很多启发。比如2017年8月份我去欧洲，与理光在波兰新成立的欧洲共享服务中心（shared services）的同事进行交流时，听到员工们说希望拓展提供服务的领域，让自己的工作面更加广。这个部门有40多人，主要作为请款、回收支付等间接部门业务的支援。现在，波兰这个客户支持部的业务已扩展到向南非提供远程服务，并正在向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扩展。亲自到“现场”可以更好地了解利益相关群体的需求，更能激发出员工个人的内驱力。毋庸讳言，内驱力对于员工发挥个人能力，从而让整个组织充满活力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公司里有越来越多的“自燃型”人才。理光在全球有10万员工，我接触的员工只是很小一部分；自从4月1日上任后，我每个月都至少会做一次录像，一份日文、一份英文，不断向理光在全球的7万员工和在日本的3万员工报告变革的进展，公司取得的成绩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客户价值与生态系统

HBRC：你上任后，理光在全集团内推广的“为客户提供价值”（Value Proposition）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山下良则：这一行动的核心是“推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Empowering Digital Workplaces），这是我们新的全球价值主张。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物联网和多样化智能设备的兴起，即时性、便捷性的连接需求将变得更为迫切；此外，移动办公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据估计到2020年，有近50%的工作人群将不在传统的固定地点办公，这将有效降低办公成本，也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所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办公室。“推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不仅旨在扩展理光的产品和服务，它还包含更加深入的内容，表明了我们为客户提供新价值的方式方法，即“通过创新技术和服务改善工作场所，使个人工作更加智能化”。

理光拥有超过129万家客户，而他们拥有超过400万台理光的设备；“推动数字化的工作场所”将让我们的产品与服务从办公室走向客户运营活动产生的现场，通过最高效的设备捕捉客户信息，以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助力客户改善工作流程；然后，再通过这些覆盖面广泛的改进来帮助解决一些社会性问题。在拓展我们价值主张的覆盖范围后，我们将可以帮助客户公司的员工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多自我成就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和更多的公司开展深入合作，打造理光的商业生态系统。



HBRC：商业生态系统将越来越重要，未来的竞争不再是公司之间的竞赛，而是商业生态圈的竞争，理光目前在这方面进行哪些突破性的合作？

山下良则：我们传统的打印输出设备为很多医疗机构和养老院提供服务，具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在日本，理光正打算和合作伙伴一起利用先进的图像抓取与识别技术，向医院和养老院提供床感系统等方面的服务。有几家医院曾向我们提出图像监控的更高要求，比如老人会在半夜离开床位、无意识地走动，这会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我们就选择了一家制造小型传感器的公司合作，请他们提供合适的产品，安装在医院和养老院床上的合适部位，以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提供更严密的监控，及时发现病人或老人发出的危险信号，以便护士和医生及时行动。我们再将收到的数据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再传回给医院，这可以让理光发挥出更大功效，并让各方受益。

又如我们与IBM的合作，利用IBM Watson的语音识别与文字识别系统等功能，让客户更高效地利用我们的会议系统。我们拥有各种尺寸的电子玻璃白板（IWB），与IBM的合作可让参加会议的人及时看到会议中各个发言者的文字记录，并带有同步翻译功能，同时我们也实现了方便留存会议内容等，这些既为客户的工作提高了效率，也拓展了IBM Watson的应用。



HBRC：你这次来中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理光集团对于在中国的业务会有哪些新设想？

山下良则：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的。25年前我就来到中国，当时我负责理光在深圳设立的工厂；与那时相比，中国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理光在中国有3家工厂、14家兄弟公司，未来我们不仅会扩展在中国的业务，还会发挥中国速度快的优势，将一些创新项目在中国先进行实验，然后推广到全球。例如，理光在中国北京的研究所2016年年底开始与中国电信合作，利用理光的数字化技术的优势，对中国电信移动客户的服务记录（如客户评价等）进行分析，得出客户满意度方面的关键信息。此外，中国用户数量巨大，动辄数千万或上亿，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非常利于大数据分析工作的进行与优化；理光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创新，高效而节约成本。目前，中国电信项目的分析系统已经完成。未来，我们期待在中国进行更多类似的项目，以抓住中国经济发展高速增长、创新层出不穷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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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红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上海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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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引领文化

	Leading Culture

	

	
		“企业文化具有流动性，能将高层的意图与一线员工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

	

	

	领导者的

	企业文化指南

	——管理组织生活的八个关键要素

	The Leader’s Guide to Corporate Culture

	

	

	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Boris Groysberg）杰里米·李（Jeremiah

	Lee）杰西·普莱斯（Jesse Price）郑又嘉（J. Yo-Jud Cheng）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源 | 编辑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一项永远处在进行时的任务，而战略和企业文化是领导者手中的两项重要工具。战略明确定义企业目标，指导员工的工作。企业文化则从价值观和信念的角度描述企业目标，并通过共识和集体规则引导员工的行为。

	

	

	战略使得集体行动和决策思路清晰、焦点明确，通过计划和一系列决策，它能将员工动员起来。组织通常根据任务是否完成实施奖惩，从而强化战略的效力。理想情况下，战略应具备变通属性，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观察和分析外部环境，及时做出存续和发展所要求的改变。领导力与战略制定始终密切相关，大多数领导者也了解战略的基本原理。然而，企业文化却是一项不易把握的工具，因为它很大一部分都潜藏在未言明的行为、思维方式和人际模式中。

	企业文化与领导力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有利有弊。很多企业创始人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能建立新的组织文化，让他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延续数十年之久。领导者也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逐步塑造企业文化（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根据我们的观察，最优秀的领导者能全面认识所处环境的文化多样性，能察觉变革的时机，并能灵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不幸的是，从我们的经验看，大多数努力打造卓越组织的领导者，对企业文化都感到相当困惑。很多领导者或是完全忽略组织文化，或是将其降级为HR部门事务，变成业务的次要问题。领导者会为战略和执行制定详尽周密的计划，但由于他们不了解企业文化的力量和特点，这些计划往往会偏离正轨。正像有人说过的，“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

	企业并非一定要落入这种境地。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文化其实可以被管理。为在最大程度上提升企业文化的价值，降低风险，领导者应采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行动，是充分了解企业文化运作的原理。我们综合100多种常用社会学和行为学研究模型的核心结论，总结出八种可测评的企业文化风格。（本项研究受惠于大量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对人性的最早探索，我们对此心存感激。）领导者可运用这一框架，评估企业文化对组织的影响，以及与战略的协同程度。企业文化能帮助领导者实现变革，打造在艰难时期仍强盛不衰的组织，对此我们也将给出建议。

	

	定义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组织中的隐性人际规则，它持续、广泛地塑造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团队中的文化规范界定什么是被鼓励的、不被鼓励的、被接受的和被拒斥的。如果能恰当地与个人的价值观、动机和需求结合起来，企业文化将释放巨大的能量，推动团队追求共同目标，帮助组织构建强劲增长的能力。

	面对变化中的机遇和挑战，企业文化也能灵活、自发地演变。相比一般由最高管理层制定的战略，企业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能将高层的意图与一线员工的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

	关于企业文化的学术文献数量庞大，我们从中找到很多对组织文化的定义，以及很多评估企业文化的模型和方法。关于建立和改变企业文化，有很多手段和方法，各类定义、模型和方法在细节上也有很大差异。但综合埃德加·夏恩（Edgar 
	Schein）、沙洛姆·施瓦茨（Shalom Schwartz）、格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等主流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企业文化一般被认为有四个主要属性：

	共有。企业文化是一种群体现象，它不会只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也不是个体特征的平均。企业文化根植于共同的行为、价值观和观念，通常体现在群体的规范和要求中，也即未言明的规则。

	广泛。企业文化渗透到组织的不同层面，影响非常广泛，有时甚至被视为组织本身。一方面，企业文化显现在集体行为、物理环境、团队习惯、标志物、历史和传统中。另一方面，企业文化也是不可见的，它隐藏在思维方式、行为动机、未言明的观念，以及大卫·卢克（David 
	Rooke）和威廉·托伯特（William Torbert）所说的“行为逻辑”（action logics，主体如何解释和回应周围世界的心智类型）中。

	

	
		有种说法：“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

	

	

	持久。企业文化可长期引导群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它在组织集体生活和学习的重要事件中逐渐成形。企业文化的持久性可以部分从本杰明·施耐德（Benjamin 
	Schneider）提出的“吸引-选择-淘汰”（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模型中得到解释：人们被与自身特质相近的组织吸引；组织选择能够“融入”的个体；无法融入的人逐渐想要离开。由此，企业文化成为不断自我强化的人际模式，越来越难以被影响和改变。

	隐含。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而又常被忽视的侧面是，尽管它非常微妙，组织成员却能通过直觉感知它，并据此调整行为。企业文化仿佛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沙洛姆·施瓦茨和E·O·威尔逊（E.O. 
	Wilson）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进化过程如何塑造了人的能力，而感知文化并做出反应的能力是普世的，因此在本领域的诸多模型、定义和研究成果中，特定主题会反复出现。这正是我们在过去数十年研究中的发现。

	

	八种企业文化风格

	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尝试找到企业文化的共同点和核心概念，最终发现，无论组织的类型、规模、行业和地域如何，企业文化都有两大基本维度：人际互动和应对变化。理解一家企业的文化，需要先分析它在这两个维度上的表现。

	人际互动。企业在人际互动和协作方面的偏好，主要分为独立和互助两类。偏好前者的企业重视自主权、个体行动和竞争。偏好后者的企业重视团队融合、关系管理和协调配合，员工习惯协作，并从团队视角评价工作的成败。

	应对变化。有些企业文化强调稳定，重视连贯性和可预测性，优先考虑维持现状。有些则看重灵活性、适应性和对变化的嗅觉。前者习惯于遵守规则，采用论资排辈等控制性组织原则，强调层级，追求效率。后者则重视创新、开放性和多元性，并采取长期视角。（金·卡梅隆（Kim 
	Cameron）、罗伯特·奎因（Robert Quinn）和罗伯特·厄尼斯特（Robert Ernest）等学者在他们提出的企业文化框架中也归纳了类似维度。）

	在对人际互动和应对变化这两大维度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我们定义了八种企业文化风格，它们同时适用于组织和领导者。过去20年间，史宾沙的研究团队（包括本文作者中的两位）研究并完善了这份企业和领导者文化风格类型清单。

	1.关怀。这种文化风格强调关系和相互信任，工作环境温暖、重视协作、包容开放，组织成员相互帮助支持。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忠诚，领导者强调真诚、团队协作和积极的人际关系。

	2.愿景。这种文化风格的代表是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工作环境包容、鼓励同情心，组织成员致力于为世界的未来创造长期价值。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对可持续性和全球社区的关注，领导者强调共同理想，以及为全人类做贡献。

	3.学习。这种文化风格的特征是探索、外向性和创造性，工作环境创新、开明，组织成员积极寻找创意灵感，探索不同可能性。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好奇心，领导者强调创新、知识和冒险。

	4.愉悦。这种文化风格表现为乐趣和兴奋，工作环境轻松愉快，组织成员倾向于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员工的凝聚力来自玩乐和刺激，领导者强调自发性和幽默感。

	5.结果。这种文化风格的特征是成就和取胜，工作环境重视结果和能力，组织成员追求卓越表现。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对能力和成功的渴望，领导者强调目标达成。

	6.权威。这种文化风格的特征是强势、果决和大胆，工作环境竞争激烈，组织成员努力争取个人优势。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强有力的控制，领导者强调自信和主导权。

	7.安全。这种文化风格强调计划、谨慎和充分准备，工作环境稳定、可预见性强，组织成员风险偏好低，遇事深思熟虑。员工的凝聚力来自被保护和预知变化的需求，领导者强调脚踏实地和预先计划。

	8.秩序。这种文化风格强调尊重、结构和集体守则，工作环境有条不紊，组织成员遵守规则，努力融入。员工的凝聚力来自协作，领导者强调遵循规章制度和传统习惯。

	

	
		[image: ]整体文化框架

		在数十年分析研究企业、高管和员工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严谨、全面的模型，可用于分析组织文化和个人领导风格的核心特征。我们在人际互动（独立或互助）和应对变化（灵活或稳定）这两个维度上总结企业文化，并据此归纳出八项特征。这八种文化风格在不同企业中的表现程度不同，但“结果”和“关怀”两种风格普遍存在。

		图表中的空间关系很值得关注：相比距离较远的文化风格，如“权威”和“愿景”、“安全”和“学习”，距离相近的文化风格共存的几率更高，如“安全”和“秩序”、“学习”和“愉悦”。建立“权威”型文化常常意味着获得这种风格的优势（并忍受其劣势），同时错失“愿景”型文化的优势（也规避其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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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原文阅读）

		

	

	

	
		整体文化框架：领导者观点

		企业CEO和创始人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在公众场合发表组织文化方面的观点，这种表态包含重要线索，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思考和引领所在公司文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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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际互动（独立或互助）和应对变化（灵活或稳定）方面的属性，我们将上述八种企业文化风格整理为整体文化框架（参见图表《整体文化框架》）。这个框架中，距离较近的文化风格（如“秩序”和“安全”）经常在组织中和员工身上同时体现。相反，在图表对角线两端的文化风格（如“安全”和“学习”）就不太会同时出现，组织若想兼得就必须付出很大能量。每种文化风格各有利弊，没有哪种风格本质上更胜一筹。一个组织的文化可以由占绝对和相对优势的风格决定，也可以由员工对特定风格的认同决定。此外，我们提出的这个框架具备其他分析模型欠缺的一个功能：评估组织成员个体的风格类型，衡量领导者和员工的价值。

	这个框架必然包含基本的权衡取舍。尽管每种文化风格都有其优势，但受限于客观条件和需求冲突，企业不得不对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做出艰难取舍。很多组织既强调“结果”也重视“关怀”，但这两种文化风格并存可能会让员工困惑：应当尽最大努力达成个人目标、不惜代价完成任务，还是通过团队协作分享成功？工作性质、商业战略或组织架构，都可能让员工难以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

	与此相对，兼具“关怀”和“秩序”两种文化风格的企业，着力打造重视团队协作、信任和彼此尊重的工作环境。这两种文化风格相互强化，同样有利有弊：益处是员工忠诚度、敬业度和保留率高，内部冲突较少；不利的是，组织容易陷入群体思维，决策过于依赖共识，回避困难问题，持有僵化的对抗心态。重视“学习”和“结果”的领导者寻求创业精神和变革，可能会觉得“关怀”和“秩序”这一组合让人窒息。经验丰富的领导者能运用现有文化优势，同时掌握推动变革的微妙技巧。他们可能会利用“关怀”和“秩序”型文化的参与特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同时找到一个侧重“学习”风格且得到同僚信任的“内部人”，通过人际关系网络传播变革理念。

	整体文化框架可以用于诊断和描述企业文化中非常复杂和多样的行为模式，并评估领导者适应和塑造所处文化环境的能力。利用这个框架进行多层次分析，领导者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  了解本组织的文化，评估这种文化带来的结果（包括预料中的和意外的）

	•  评估员工对文化观点的一致性

	•  发现可能提升或损害团队表现的次级文化

	•  在并购过程中找出双方文化传统的差异

	•  帮助新入职高管快速适应企业文化，找到最有效的领导方式

	•  评估个人领导风格与组织文化的契合度，分析领导者可能具备的影响力

	•  设计理想的企业文化，明确达成目标所需的变革措施

	

	
		文化风格的优势与劣势

		每种文化风格都有优势和劣势，下表进行了归纳，并标出每种文化风格在我们的研究中成为企业主导文化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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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与企业表现的关联

	我们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显示，评估文化对企业表现的影响时，应考虑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如地域、行业、战略、领导团队、组织架构等；同时，企业文化的强度也很重要。（参见《情境、条件与企业文化》）过去有效的东西未来不一定有效，适合一家企业的文化风格不一定适合另一家。

	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如果与战略和领导力相匹配，强大的文化能给企业表现带来积极影响。以总部在美国的一家顶尖零售企业为例。该公司一贯将提供卓越顾客服务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成功实现目标。方法很简单：要求员工善待顾客，并允许自由发挥。公司HR提供的核心培训帮助每名销售员认识到，每次与顾客沟通，都是“创造服务传奇”的机会。公司要求员工从顾客视角来看待服务，不断通过提问了解顾客的具体需求和偏好，并提供超出预期的服务。

	在进行文化测评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和很多大型零售企业一样，主要文化风格特征是“结果”和“关怀”。但不同于其他大型零售商的是，它的文化也具备很强的灵活性，注重“学习”，强调“愿景”。如一位高管所言：“只要是为了服务好顾客，我们就享有充分的自由。”

	此外，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和规范能清晰地传达给每个人，并持续地在整个组织中分享。随着公司逐步扩张，进入新的细分市场和地域，领导团队努力保持对顾客的高度关注，避免宝贵的组织文化风格被稀释。考虑到文化传承，该公司保持了从内部培养领导者的传统，但随着规模不断增长，外部招聘已成为必需。尽管出现这个变化，但该公司严格评估新领导者，并通过入职培训强化核心价值观和规范，从而有效保护了组织文化。

	由于与战略和领导力保持高度协同，文化成为这家公司的一个强大优势。为了提供卓越顾客服务，组织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必须强调目标达成、完美主义，以及自主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这些特质自然为公司带来一系列积极结果，包括强劲增长、海外扩张、获得多个服务奖项，以及频繁登上最佳雇主榜单等。

	遴选和培养未来领导者，需要前瞻性的战略和企业文化。一家农业公司的CEO计划退休，却引出公司面临恶意收购的传言。这位CEO一直积极培养继任者，后者在公司已工作20多年。我们的分析显示，这家公司的文化风格偏向“关怀”和“愿景”。一位领导者说：“加入这家公司，你会感觉自己像是大家庭的一员。”

	候选继任者了解该组织的文化风格，但相比其他人，他的风险偏好低得多（“安全”），且更为重视传统（“秩序”）。考虑到收购传言，高管团队告诉CEO，他们认为公司未来应拿出更加进取、更具行动力的姿态。董事会决定，在考察内部继任者的同时，也考虑外部候选人。

	随后，公司圈定了三位外部候选人：一位与目前的文化风格（“愿景”）相契合，一位倾向于冒险和创新（“学习”），一位驱动力和好胜心很强（“权威”）。经过长时间考虑，董事会选择了“权威”风格的候选人。不久后，一名激进投资者发起恶意收购，但新任CEO成功帮助公司渡过危局，维护了公司的独立，同时开始内部重组，为未来成长做准备。

	在并购过程中，根据优势互补原则设计新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加快整合，创造更大长期价值。并购既可能创造价值，也可能破坏价值。多项研究已证明，组织文化是并购后整合与业绩最重要、也最被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

	

	
		企业文化是并购后整合与业绩的最重要、也最被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

	

	

	以两家国际食品零售商的合并为例。双方高层都对本公司的文化倾注了心血，希望能保留各自的独特优势和传承。文化风格测评显示，双方拥有一些共同或能够兼容的特征，这是打造融合文化的基础；但双方也存在重要差异，需要领导者周密考量。两家公司都强调“结果”“关怀”和“秩序”，努力提供优质的食品和服务，公平对待员工，并在经营中充分尊重社区利益。但其中一家的管理风格偏向自上而下，“权威”特征更强，尤其是领导者的行为。

	两家公司都重视团队协作，且对本地社区的发展投入很大，因此双方领导者都强调“关怀”和“愿景”。同时，合并后的新战略要求领导者改变自上而下的“权威”风格，转向“学习”风格，以推动店面设计和线上零售方面的创新。谈及新公司的战略目标时，一位高管说：“我们必须敢于改变做事方式，不再墨守成规。”

	双方对文化风格达成一致后，开始严格评估现有管理者个人风格的契合度，找到能帮助公司向新文化风格过渡的人选。随后，公司在30个管理团队中启动文化整合，目标是明确优先事项，建立真诚的人际联系，并围绕新企业文化的落实建立团队规则。

	最终，按照理想中的文化风格，领导者重新设计新组织的架构，并建立领导力模型，涵盖招聘、人才评估、培训发展、绩效管理、奖酬和晋升。在组织层面的变动中，这种设计常被忽视，但如果组织的体系和架构未能与文化和领导力需求相契合，企业发展就可能偏离正轨。

	在多变和不确定的环境下，企业必须变得敏捷，“学习”的重要性上升。在我们研究的所有企业中，“结果”是最常见的文化风格，这并不意外。然而，从我们过去10年帮助领导者设计理想组织文化的经验来看，企业明显更加趋向“学习”风格：随着所处环境越来越复杂和难以预测，企业必须重视创新和敏捷。在全部样本中，“学习”风格的权重只排在第四位，但小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200人）和新兴行业企业（软件、科技、无线设备等）无疑更看重这种文化风格。

	以我们合作过的一家硅谷科技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并投资于独特技术和顶尖工程人才。但在这个创新和颠覆性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的行业，更灵活的新竞争者大步前进，这导致公司的收入增速开始放缓。公司领导者将组织文化视为优势，决定对其进行诊断、强化和改进。通过测评，我们发现该公司的文化风格明显偏向“结果”，重视团队（“关怀”），且富于探索精神（结合了“愉悦”和“学习”）。

	领导者仔细分析公司整体战略，并征求员工意见，最终决定进一步强化“学习”的文化风格，并将我们的理论框架引入组织的日常工作。他们组织管理者和员工进行对话，讨论如何加强创新和探索。改变企业文化需要时间，但我们发现这家公司一年后就取得了明显进展。尽管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行业整合趋势中，该公司面临收购，但员工敬业度得分仍在上升。

	如果与战略不匹配，强大的企业文化会成为沉重负担。我们研究过一家总部在欧洲的工业服务企业，其所在行业在客户期望、监管要求、竞争环境等方面，都快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该公司的战略传统上强调成本管理，面对新变化，需要更加以差异化服务为导向。但强大的企业文化对公司成功转型构成了障碍。

	通过测评我们发现，该公司的文化强调“结果”“关怀”和“秩序”，管理风格偏向自上而下的“权威”型。公司领导者希望组织文化风格向“愿景”型转变，增强赋权和团队协作，更加开放。这需要提升“关怀”“学习”和“愿景”的重要性，降低“权威”和“结果”的比重。

	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在很多年中，目前的文化风格符合行业对效率和“结果”的要求，因此有效地支持了公司的发展。大多数管理者仍将这种文化风格视为本公司的优势，竭力希望保留，这威胁到战略转向的成功。

	对于任何组织，文化变革都充满挑战。但正如这家公司意识到的，文化变革并非不可能。公司CEO引入新的领导力发展项目、团队辅导活动和培训机会，帮助管理者适应文化风格转变。当有人离开时，公司谨慎选择能够提供“关怀”等支持性价值的新领导者，并更加强调“愿景”。这次战略和组织文化转向带来诸多效益，包括一体化服务方案的多样化，以及在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

	

	转变企业文化的四个手段

	与商业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不同，企业文化变革与组织成员的情感和人际状况密不可分。我们发现，四种做法尤其能推动文化变革取得成功。

	清晰传达目标。与制定新战略很像，打造新的企业文化应从分析当前文化风格开始，并确保使用的框架可以在组织上下公开讨论。领导者必须了解当前企业文化造成的结果，以及它是否与目前和未来的市场及业务情况相匹配。例如，某家公司的主导文化风格是“结果”和“权威”，但身处快速变化的行业，因此向“学习”和“愉悦”转变（同时保持对“结果”的强调）可能是合适的。

	打造理想的企业文化，组织需要能指导整体行动的大原则。前文中那家面对激烈竞争、寻求提升敏捷度和灵活性的科技公司就是例子。变革需求可以通过现实的业务挑战和机遇提出，也可以表述为未来目标和趋势。由于企业文化具有模糊和隐含的特点，将文化与市场份额承压或增长遇到瓶颈等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有助于员工理解和认同变革需求。

	选择与文化变革目标相契合的领导者。领导者应在组织各个层级推动文化变革，创造出安全的氛围，以及埃德加·夏恩所说的“实践场域”（practice 
	fields），从而发挥催化作用。在选择潜在领导者时，应评估其与文化目标的契合度。为此，企业需要一个评估组织文化和个人领导风格的明确模型。

	组织可以提供培训和教育，帮助不支持文化变革的管理者认识到组织文化与战略方向的重要关联，从而促使他们主动参与。通常，如果了解到文化变革的价值和潜在益处，以及他们自身能对组织实现目标发挥的影响力，管理者会支持变革。不过，文化变革确实可能造成人员流失：有些人因为感到自己与组织不再合拍而离开，组织也会劝退阻碍变革的人。

	在组织中开展有关文化的讨论，强调变革的重要性。要改变组织中的共同准则、信念和隐含观点，员工可以在变革过程中对其逐一讨论。利用我们的整体文化框架，组织可以讨论现有和理想的文化风格，以及高管工作风格的差异。当员工逐渐发现领导者开始谈论新的业务表现（如创新而非季度盈利），他们也会改变自身行为，形成一个良性反馈循环。

	组织可以通过多种讨论方式支持文化变革，如路演、座谈会、结构化小组讨论等。内部社交平台能增进高管与一线员工的沟通。具有影响力的变革推动者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宣传文化变革。前文中的科技公司建立结构化沟通框架，鼓励广泛讨论，最终成功实现了文化变革，提升了员工敬业度。

	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变革效果。当公司的架构、体系和流程协调一致，并支持理想的文化和战略，催生新的文化风格和行为方式就会容易得多。例如，组织可以通过绩效管理，促使员工拿出理想文化风格所鼓励的表现。随着组织规模增长、新人加入，培训能够强化目标文化风格。组织还可调整架构的中心化程度和层级数量，以强化能够体现目标文化的行为方式。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等主流学者的研究显示，组织结构等制度设计，可对员工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案例研究

	一家传统制造企业计划完全转型为解决方案提供商，该公司成功运用了上述四种变革手段。公司首先重新制定战略，接着展开大规模品牌宣传活动。但总裁意识到，公司文化是成功变革的最大障碍，而高管团队是推动变革最重要的力量。

	该公司的主导文化风格是“结果”，其次是“关怀”和“愿景”。考虑到行业属性，公司对“愿景”的强调很不寻常。在一位员工看来，这家公司“由一群有才干、有热情的人组成，致力于为世界做好事，他们带着真诚、支持和鼓励之心，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社区”。公司整体文化风格很强调协作，且决策较为去中心化；但领导者的风格偏向自上而下、重视层级，且有时玩弄权术，因此风险偏好较低。

	高管团队评估了公司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及他们自身风格中的不足，并讨论实现战略目标需要做什么。他们同意，应更敢于承担风险、增加赋权，降低层级化和决策中心化程度。总裁以能力较强的业务领导者为基础重组了高管团队，使自己能有更多时间在组织中宣传新的文化风格，并更加聚焦于客户。

	此后，在每年两次的高层会议上，高管团队邀请100名中层管理者加入讨论。第一次会议设立了交流平台，征集意见和反馈，让所有人共同制定具备清晰文化目标的组织变革方案。总裁以不同关键业务为主题，将这些管理者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必须到公司外面收集创意、探索解决方案，最终展示成果并接受反馈。传统上，变革是副总裁级别领导者的任务，但这个项目让中层管理者第一次扮演了变革者的角色，在建立更加以“学习”为导向的企业文化上，给了他们更大自主权。高管团队希望公司在转变文化风格的同时，创造出实际效益。

	公司总裁还启动了一个项目：寻找拥有积极的颠覆性创意和工作风格的员工，让他们组成项目团队，负责解决关键创新难题。这些团队立即开始发挥作用，在核心财务指标、组织文化及员工敬业度方面，都带来了更好的结果。变革启动仅一年后，员工敬业度得分提高10分之多，客户净推荐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为公司推广创新解决方案提供了有力的客户参考。

	

	通过文化变革提升企业表现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运用本文提出的简单有效的模型，组织就能做到这点。领导者必须首先了解所在组织的文化风格，再设计理想的文化。最终，他们将能掌握关键的变革实践，如传达目标、领导力协同、广泛讨论、架构设计等。通过文化进行领导，可能是当今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少数方式之一。成功领导者不会再对企业文化感到困惑，而将视之为一项基本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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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是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Richard 
	P. Chapman教席教授，曾与迈克尔·斯林德（Michael Slind）合著《公司话语》（Talk, Inc.，《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2）杰里米·李是史宾沙咨询服务创新负责人。杰西·普莱斯是史宾沙组织文化服务负责人之一，与李共同创立两家文化相关企业。郑又嘉是哈佛商学院战略学系博士研究生。




	关于本研究

	我们对组织文化和企业表现进行全面研究，尝试找到二者的关联。我们分析了超过230家企业的文化风格，以及超过1300名高管的领导风格和价值观，涉及多个行业（必需消费品、非必需消费品、能源与公用事业、金融与专业服务、医疗、工业制造、IT与通信等），多个地区（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北美洲、大洋洲、南美洲），多种组织类型（上市公司、私人公司、非营利组织）。我们对约2.5万名员工进行在线调查，并采访管理者，对这些企业的文化风格进行诊断。

	我们的分析集中于八种文化风格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总体来看，“结果”排名第一，“关怀”排名第二。无论企业类型、规模、地域和行业如何，这个排名都有效。在相当大的范围内，“秩序”和“学习”分别是第三、第四常见的文化风格。

	企业文化对员工敬业度和积极性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为分析文化与企业表现的关联，我们使用通用调查方法评估这些企业的员工敬业度，并利用在线问卷得出客户导向评分。对于很多企业，我们还记录了高管的个人风格和价值观。

	我们发现，员工敬业度与工作灵活性关联最大，具体表现在“愉悦”“学习”“愿景”“关怀”等文化风格中。类似的是，企业的客户导向程度与上述四种风格及“结果”呈正相关。同样，这些关联普遍存在于各类企业中，这也让人意外。我们还发现，当员工高度认同本公司的文化特征时，敬业度与客户导向程度更高。

	我们的研究受惠于本领域中的大量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在文中提到。此外，我们还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启发，包括大卫·考德威尔（David Caldwell）、詹妮弗·查特曼（Jennifer 
	Chatman）、詹姆斯·赫斯克特（James Heskett）、约翰·科特（John Kotter）、查尔斯·奥莱利（Charles O’Reilly）等等。











	聚光灯 THE BIG IDEA

	

	企业文化测评

	What’s Your Organization’s Cultural Profile?

	

	

开始着手塑造组织文化之前，领导者有必要先了解现状。这张测评表和下面列出的问题，能帮助你对本公司的文化风格形成初步认识，并开启讨论。



你需要观察组织现在的运营方式、价值观、员工行为方式和凝聚力的来源。可以邀请一位同事，根据所在组织的实际情况，分别对每一项打分。



将每行的两个分数相加，对八种风格进行排序。总分越高，对应的文化风格就越显著。



比较你和同事的排序结果，讨论下列问题：



对于目前的组织文化，你最喜欢什么？



你希望改变哪些行为和思维方式？



组织领导者示范文化风格的效果如何？



组织中最成功的人有何特征？



当新人无法在现有文化风格中取得成功，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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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塑造企业文化

	How to Shape Your Culture

	

	

首先，你必须明确定义理想的组织文化。最好的企业文化有些共同特征：与公司的战略方向一致；在执行上有足够优先级；反映外部商业环境的要求。合理的文化转型目标应当具体可行。例如，“重视客户”可能不够清晰，导致公司在招聘、领导力发展和运营上决策不统一；更好的表述可能是“与客户建立真诚和积极的关系，以谦卑的态度服务客户，作为丰富品牌文化积淀的使者投入服务”。



[image: ]



[image: ]







	聚光灯 THE BIG IDEA

	

	达成一致

	Convergence Matters

	

	

我们分析比较员工对所在组织最显著文化特征的观点，发现企业可分为两类：低一致性（员工对于最重要的组织文化特征很少有共识）和高一致性（员工观点较为一致）。在下面的图表中，每个圆点代表一名员工。



在一致性较低的组织中，八种文化风格中的七种都有人认为最显著，每个象限都有人选择。这表明，员工对公司文化的观点不同，且常常彼此对立：有人认为所在组织是“关怀”型，有人认为是“权威”型。

一致性为何重要？因为它与员工敬业度和企业的客户导向程度相关。不过，如果现有文化风格不理想，那么一致性较高也意味着它更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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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情境、条件
与企业文化

	Context, Conditions, and Culture

	

	

在思考企业文化对战略的价值时，情境很重要。



如果领导者希望组织文化助推企业表现，就必须同时考虑文化风格和内外部关键条件。地域和行业是最需要留意的外部因素，而关键的内部条件包括战略匹配度、领导力和组织设计。

地域。企业所处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主导价值观，能够影响组织内部的行为方式。（格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及GLOBE研究项目的参与者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关联。）例如，在法国、巴西等强调集体主义（强调组织内部的公平和资源共享）的国家，企业文化风格多偏向“秩序”和“安全”。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对不确定性接纳度较高的国家（对模糊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持开放），企业更强调“学习”“愿景”和“愉悦”。在海外开展工作或设计理想的组织文化时，领导者应考虑这类外部影响因素。

行业。面对行业特有的监管要求和客户需求，企业可能需要不同的文化特征。对不同行业企业的比较显示，为应对行业环境的要求，企业可能需要调整文化风格。

例如，金融服务企业的文化可能偏向“安全”。由于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日趋复杂，行业对审慎和风险管理的要求比以往都要高。与此相对，非营利组织更加强调“愿景”，促使员工围绕共同目标付出努力，有助于组织追求使命。



[image: ]



战略。为释放全部价值，组织文化必须能支持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计划。例如，实施差异化战略和实施成本控制战略的企业存在区别。对于这两类企业，“结果”和“关怀”都是核心文化特征，但“愉悦”“学习”和“愿景”更适合前者，“秩序”和“权威”更适合后者。强调“愉悦”和“学习”的文化风格灵活性更强，能刺激创新，帮助公司独树一帜；强调“秩序”和“权威”的文化更为稳定、可预测性强，有助于公司维持运营效率，保持低成本。

与企业生命周期相关的战略考量，同样与组织文化相关。希望稳固和保持市场地位的公司重视“学习”，而寻求逆境反转的公司需要重新定位或重组不盈利部门，因此强调“秩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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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的协调一致，其重要性怎样估计都不为过。CEO和其他高管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可能深刻影响文化风格；反过来，企业文化也可能限制或提升领导者的表现。我们收集的高管寻聘数据显示，文化适应问题导致的新任高管失败比例，最高可占到68%。对领导者来说，文化契合度与能力和经验同等重要。

组织设计。企业文化和架构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很多情况下，企业的架构和体系要适应文化。例如，强调团队和协作的组织在设计激励制度时，在奖励集体努力的同时，也会考虑团队和公司的共同目标。但长期有效的组织设计也会影响文化的形成。由于改变组织文化的难度要大得多，进行架构调整时应考虑文化目标。






	对话 HBR-C DIALOGUE

	

	对话爱普生（中国）
总经理深石明宏

	"全面推进爱普生B2B市场战略的转型与升级”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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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生（中国）在喷墨、视觉、可穿戴、机器人这4大领域持续推进创新，同时将调整战略，转型为基于“解决方案”的公司。




2017年4月，深石明宏成为爱普生（中国）总经理，接手前任中国总经理安藤宗德的职责与战略。安藤宗德担任总经理的3年，主推针对中国市场的“科技+本地化发展”战略，最终取得在中国的份额占爱普生整个集团11%以上的成绩。深石明宏上任后，会基于前任打下的基础，在喷墨、视觉、机器人以及2016年底引入中国市场的可穿戴这4大领域持续推进创新。同时，他会适当调整中国区战略，让爱普生（中国）成为一家基于“解决方案”的公司。

爱普生的盈利能力依然出色，2016财年爱普生全球销售总额是10248亿日元，事业利润是658亿日元。这一年来，爱普生实现了对B2B市场战略的转型与强化，对很多企业来说，B2B与B2C的传播策略往往陷入一种难以调和的境地，企业大成本推广品牌却未能达到理想效果，而爱普生却为这样的困扰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也给其他企业决策者带来启发，同时提升了爱普生的市场业绩。

现在，爱普生寄希望于面向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创新产品及解决方案，推出全新的“集智入微”品牌宣言，继续发挥“省、小、精”技术核心优势，通过垂直整合商业模式，加强了对各个行业的投资，从商用到教育，从工程到家用等几乎所有领域均有涉足。深石明宏也将尽职尽责地履行爱普生立志成为“不可或缺的公司”的长期战略，为创造全新的价值而挑战。深石明宏在2017爱普生“集智入微”秋季媒体日上接受了《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采访。



本土化战略与转型

HBR中文版：爱普生为什么会选择一位外国人来做中国市场的本土化？

深石明宏：爱普生（中国）是爱普生整个集团中非常重要的销售公司，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销售业绩，对爱普生整个集团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2018年正好是爱普生（中国）成立20周年的关键节点，在爱普生（中国）成立到现在一直是从日本总部派日本人来就任中国总经理，这一切都取决于爱普生的整体规划，是更为侧重全球化，还是着力发展本地化，公司会根据实际需求和我们现在人才储备的状况，最终决定我们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人才来引领爱普生（中国）的发展。这一点也与“Epson 25长期企业愿景”相契合，即人才培养对我们整个集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HBR中文版：接管中国市场后，你认为公司的哪些管理战略需要做出改变？为什么？

深石明宏：爱普生（中国）作为一家销售公司，最大的任务还是要提升我们的销售额。但为了持续保持销售额的增长，最根本的是要确保公司始终被社会所信赖，这点至关重要。因此，我会让爱普生（中国）公司更加开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让公司持续成长。



HBR中文版：对很多企业来说，B2B与B2C的传播策略往往陷入一种难以调和的境地，企业大成本推广品牌却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爱普生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难题？

深石明宏：爱普生的业务模式是研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并把这个核心技术扩展到产品中，让客户满意。在市场上确实是有B2B客户和B2C客户之分，但是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来满足客户，满足双方的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左右，我们推出彩色打印机，它主要是面向2C的客户，这是一个成功案例，基本上确立了爱普生在整个市场的位置和知名度。无论是从市场推广、市场传播，还是市场销售上说，爱普生都可谓在B2C领域创建出一种成功机制。今后我想着力推广的是，在维持B2C这个成功模式的同时，将其成功经验借鉴到B2B领域，拓展B2B的市场。



HBR中文版：爱普生如何实现对B2B市场战略的转型与强化，具体举措都有哪些？

深石明宏：我们不是从零开始B2B的业务，比如我们现在的商用打印机、票据打印机，以及微型打印机等，这一系列商用产品我们都已经有了，今后，我们会通过自己的核心技术，不断地进行产品开发，扩展更多的产品线。同时针对B2B行业的特性，我们会在产品和服务上针对性地推进一些改革和完善。比如在产品上，B2B的客户可能会更为注重亲自体验的实感，我们会针对其推出可接触和体验的产品和服务。

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用客户，如果在设备故障时需要迅速应对，就需要我们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减少他们的宕机时间。爱普生在中国各地有11家分公司，每家分公司都有销售和服务人员，他们能够更快地接近客户，如果出现了需求，能随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在服务和产品上，这两方面都在进行强化。



HBR中文版：你如何说服公司里的每个人来接受这个听上去极其巨大的转型？

深石明宏：从日本和中国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总部，一个是销售公司。首先在日本本部，我们一直在强调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我们希望从核心技术出发，把核心技术应用到产品开发。在产品的开发、设计、销售和服务过程中，让公司所有员工都把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最大化，就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让顾客、客户满意，让社会满意，同时自己也获得提升。让大家认识到努力是有价值的，让大家认同这种转型。

在中国区，以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我认为今后10年中国都将是爱普生非常重要的市场，这点毫无疑问。爱普生在中国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爱普生整个集团在全球能否成功。我作为爱普生（中国）的负责人，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我们的员工。



创新战略与设计思维

HBR中文版：除了打印机、机器人及视觉领域外，爱普生现将可穿戴设备引入中国市场，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

深石明宏：打印机、投影机和机器人，这三个产品线有各自独特的核心优势。比如说用于打印机上的PrecisionCore打印头技术，投影机上的是3LCD，机器人上的是压力传感器技术。这次媒体日，爱普生可穿戴设备新品AR智能眼镜BT-350在中国首次亮相。这款智能眼镜通过采用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简称AR）技术将现实世界信息与虚拟世界信息无缝集成，把原本现实世界无法体验到的信息，通过模拟仿真后进行叠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现实世界，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在不到半英寸的屏幕上，即可实现更高分辨率，画面完全透明无边框，如同身临其境，而且其紧凑型设计与更轻的重量，能够给用户带来更为舒适的佩戴体验。再者，AR智能眼镜BT-350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例如医疗研究、精密仪器制造与维修、远程机器人控制、娱乐与艺术等，能让用户有更好的感官体验。



HBR中文版：你会在多大程度上听从消费者意见？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

深石明宏：我们会倾听客户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业务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在倾听客户声音时，不会因为客户的声音是大还是小，要求是多还是少，来判断我们会不会采纳。听到客户的意见之后，我们会判断这个要求会不会对产品本身的销售额有帮助，会不会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会不会对环境更加有益。我们会在公司内部进行讨论，来决定我们是否采纳或者反映到产品开发、设计中去。我认为客户的要求是没有对和错之分的。



HBR中文版：你认为其他公司能从爱普生的创新战略和设计思维中获得哪些启迪？

深石明宏：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特有的经营理念，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式，以及各自的战略。认识到自己公司的优势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擅长营销，那么通过对自身最大竞争优势的认识，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经营模式，就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爱普生公司，它的最核心、最强势的地方就是有一套核心技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打造出可以将核心技术发挥到最大化的垂直整合经营模式。因此要找到自己公司的强项，把这个优势点发挥到最大化来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强化。



领导力哲学

HBR中文版：爱普生（中国）总经理每三四年更换一次的“轮岗”制在公司管理战略上有哪些竞争优势？

深石明宏：我本人的经历是欧洲工作过6年，然后在日本专业打印机事业部做部门负责人，现在来到中国。我认为这种轮岗制度是了解用户需求及市场多样化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比如说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独特的需求、期待、特色都不一样。通过轮岗到当地，用一个开放的视野，了解当地独特的需求，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和特色。

这种轮岗制度不仅仅是针对高层领导方面，现在我们也积极推行年轻人轮岗。把年轻人派到海外，让他们切身体验到当地的需求，当地的本地化，当地需求的多样化，因为倾听和亲身体验是完全两回事。三四年之后，再回到日本本部，将他们的亲身体会变成一种财富带到日本，之后成为日本的中坚力量，在日本继续进行培养、成长。累积一定的经验之后，再派到各个地区。



HBR中文版：那么对你的这种轮岗委派是公司在培养爱普生未来CEO候选人吗？

深石明宏：像我这样的被派到世界各地并在当地公司出任总经理的不止我一个，有的在欧洲，有的在美国。今后谁来出任爱普生全球CEO，这个取决于股东怎么看，以及公司整体的发展需求是什么。



HBR中文版：三四年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快的节奏里，你如何打造合适的团队？

深石明宏：任期三四年不是固定的，比如说我的前任在中国待了3年，前任的前任在中国待了7年。待的时间长短是根据他的使命、他的任务来决定，这不是固定的。在爱普生（中国）的高管当中，前几任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仅是日本的管理者进行这样的轮岗，今后在管理层培养方面，我将强化中国高管的培养，强化他们这方面的管理能力。



HBR中文版：你对中国本土团队的期待有哪些？

深石明宏：中国市场发展的前景和市场规模，无疑都是最受关注的，是爱普生最大的市场。未来我想把这种重要性传达到日本本部，所以今后我将着力于培养中国的高管，这是我今后在人才培养方面重要的着力点。



HBR中文版：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增长放缓，你对此担忧吗？

深石明宏：经济的发展可能有上升、可能有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发展缓慢，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上升。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的人口非常庞大，人口会支持整体的消费量。另一个是中国的市场变化日新月异，总会有一些新事物产生、新技术出现，这些都会引领新的市场发展。从地理位置上看，我认为今后不仅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会持续发展，中小城市也毫无疑问会继续发展下去。



HBR中文版：你此次就任肩负的使命与上一任中国总经理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深石明宏：我的前任是为公司整体奠定经营基础，这是他的主要使命，他完成得很好。在他任职期间，设定了一个公司愿景，在打造一个被信赖的公司和人才培养方面，他都做出了非常大的成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已经打好地基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销售，提升公司的利润，这是我的使命。2016年发布的“Epson 25长期企业愿景”，对中国市场的期待是非常大的。而作为爱普生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如何让中国客户满足，同时也让公司发展，这是我最大的使命，也是我们两人不同的责任。



人物小传

深石明宏

爱普生（中国）总经理



1987年加入爱普生，一直在系统设备部工作，这是一个需要去理解客户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域。

1999年和2003年被派往爱普生新加坡子公司和欧洲子公司工作。

2009年返回日本本部，被任命为系统设备部营销总经理，2012年升任为该部门首席运营官。

2015年，被任命为专业打印事业部的副总经理。

2017年4月，被任命为爱普生（中国）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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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琦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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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CEO开始针对社会话题发表意见，这被称为“CEO行动主义”，这些CEO也被冠以“新CEO活动家”的名号。对于争议性的社会话题发表意见，既会给公司带来收益，也会带来风险。本文的两位作者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他们还认为，CEO行动主义将会很快发展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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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美国的政治程序中，企业一直很活跃。企业为了影响有利于公司的政策制定，不断进行游说、为候选人捐钱、资助政治活动委员会和各种竞选。但是CEO行动主义有别于此。最近几年，才逐渐有企业领袖全身心投入关于种族、性取向、性别、移民和环保等棘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中。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关于“共和党人也会买球鞋”的声明是前车之鉴，也提醒企业高管，在分歧凸显的社会事件中选择立场，会影响企业销售业绩，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不如参与那些传统上属于商业范畴的事件，例如税收和贸易，并从技术角度分析，不要表现出道德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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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现状

		越来越多CEO在争议性社会议题上公开表态，这和传统有着巨大不同。

		

		原因

		他们对不断恶化的政治混乱局面和政府的不作为感到不满。利益相关方也开始期待企业领袖站出来表态。

		

		要点

		CEO行动主义可能会带来意外后果。本文作者分析了近期案例，并为高管们提供了一份行动指南。

	

	

但世界已大不相同。政治党派之争和各种言论都走向极端，美国政治僵局丝毫没有缓解迹象。政治和社会动荡让人们倍感挫败和愤怒。许多商业领袖受到感召，热情投入到一系列社会事业中，为其发声。包括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Tim Cook）、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以及Salesforce的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作为CEO，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包括提倡我们认同的观念。”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告诉《华尔街日报》，“确切地说，这不是政治行动主义，而是针对商业以外的事件采取行动。”

他们引来了关注。CEO行动主义最近成为媒体焦点，公关公司围绕这一现象成立了全新部门。尽管这一现象目前仅限于美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它会成为全球现象。随着越来越多的CEO对社会和政治事件公开表态，公众期待也日益升高。这件事的战略意义也因此凸显出来：在社交媒体时代，沉默者更像异类，为其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将在本文尝试解决：CEO行动主义是否带来实质性的舆论变化？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和收益？想发声的企业领导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行动指南？



CEO为什么要公开表态

CEO针对争议事件发声有如下原因。首先，向公众解释他们倡导的理念，有利于明确企业价值。美国银行CEO莫伊尼汉和PayPal的丹·舒尔曼（Dan Schulman）公开反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一项法律条款，该条款要求人们，根据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使用公厕，最终这件事发展为针对跨性别者权益的一次全民公投。

其他CEO认为，除了让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应该有更高目标。这一概念开始得到更多企业认同。正如贝尼奥夫对《时代》杂志说的，“如今的CEO不仅要为股东利益发声，还要为雇员、客户、合作伙伴、社区、环境、学校以及所有人发声。”

很多领导者选择公开表态是出于个人信念。“奥巴马医改”要求雇员用医保报销节育费用时，将紧急避孕药也包含在内。对此，家族手工艺品连锁店Hobby Lobby的创始人兼CEO戴维·格林（David Green）反对这一政策，理由就是自己的宗教信仰。

一些领导者认为，更高层次的企业使命，无论对于作为雇员还是顾客的千禧一代，都更为重要。万博宣伟公司（Weber Shandwick）和KRC Research调查发现，在千禧一代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认为，CEO有责任就政治和社会事件发声，并认为CEO行动主义会影响他们的购买选择。

有时领导者有多重动机。“我认为不为自己相信的事发声，是种虚伪。”GE前任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说，“我们为公司服务，代表的是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我认为，如果不在合适的时候，为符合企业使命和员工立场的事发声，是怯懦的表现。”



CEO活动家策略

尽管CEO活动家的动机各有不同：包括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或个人因素。但大体上，他们都会采用两种策略：提升意识和利用经济力量。



CEO行动主义最近引发媒体热议，公关公司围绕这一现象成立了全新的部门。




提升意识。多数情况下，CEO为了赢得大众对社会活动的支持，改变现状，需要通过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发表公开声明，提升大众意识。在这类声明中，商业领袖告诉利益相关人自己在一系列事件中的立场，而这些事件以前并不属于CEO的工作范畴。例如，高盛投资公司的CEO 劳埃德·布莱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以及百健公司的前任CEO 乔治·斯堪格斯（George Scangos），公开表达过自己对针对LGBTQ（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政府政策的看法。而社会上较为保守的一方，例如福乐鸡（Chick-fil-A）的CEO 丹·凯西（Dan Cathy）则公开抨击同性恋婚姻。

在部分案例中，CEO们会合作提升大众意识。例如，2015年末，多国政府在巴黎协商《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之前，14家食品巨头的CEO联名发布一封公开信，呼吁政府领导签署一项有力协议，“切实解决气候变化的现实问题”。这14家公司是：玛氏、通用磨坊、可口可乐、联合利华、达能乳业（北美）、好时公司、Ben & Jerry阵、家乐氏、百事可乐、雀巢美国公司、新比利时酿酒公司、海恩时富、石田农场以及Clif Bar。类似事件还有，近100位CEO共同签署了一项非当事人意见陈述，鼓励美国联邦法官，推翻特朗普总统下达的禁止来自7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的行政命令。

人多力量大。特朗普经济委员会事件就是一例。特朗普总统在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后，指责白人种族主义者和示威游行者对此次暴力事件负有同样责任。作为对这一评论的回应，默克公司CEO 肯尼斯·弗雷泽（Kenneth Frazier）辞去了在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的职位，尽管他承受了很多压力，但正是在CEO们集体从该委员会以及特朗普战略及政策论坛辞职后，总统才下令解散了两个委员会。该举动被视作特朗普的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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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经济力量。在另一些案例中，CEO活动家影响力更大，他们为拒绝或者推翻某项立法，对政府施加经济压力。例如，在政府颁布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恢复法案》（RFRA）后，一些人认为该法案反对LGBTQ群体，时任Angie阵 List的CEO比尔·奥斯特勒（Bill Oesterle）取消了公司原定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扩张计划，贝尼奥夫则威胁要暂停Salesforce雇员在该州的差旅。还有一些领导者也加入了抗议活动，包括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主席马克·艾莫特（Mark Emmert），他表示，该法案的通过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比赛的选址，联合会也许会考虑将总部搬离印第安纳波利斯。在压力下，时任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通过了该法案的修改版本，禁止企业因为性取向拒绝为顾客提供服务。

作为对北卡罗来纳州“公厕法”（又译：厕所法案）的回应，舒尔曼取消了PayPal在夏洛特建立新全球运营中心的计划，这一计划本可为当地提供超过400个技能型职位。随后其他CEO效仿，该州损失不断攀升：据美联社估计，“公厕法”引发的争论将在未来数十年里，为该州造成超过37.6亿美元的损失。

企业和领导者行使经济力量的方式，还包括捐款给第三方团体，用以宣传他们所支持的议题。例如，共享车辆公司Lyft为了反击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承诺捐赠100万美元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用于后者在法庭上对抗禁令。作为对特朗普处理夏洛茨维尔事件的回应，21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给反对各种偏执观念的反诽谤同盟捐赠了100万美元。

这些方法效果如何？企业领袖在和本公司业务无关的公众事务上发声，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事。因此，还没有实验性证据证明它的影响力。但我们手上有限的轶事证据证明，它对公众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作用。比如前文提到的印第安纳州RFRA的案例。立法者在乔治亚州通过了类似的宗教自由法案后，很多影视公司和网络公司的领导者威胁将停止在该州的拍摄工作，包括迪士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米高梅电影公司以及奈飞公司。来自贝尼奥夫等CEO的类似警告，也对最终州长否定该法案起到了作用。而正是因为国家篮球协会、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和大西洋海岸联盟领导者的通力合作，北卡罗来纳州最终修改了“公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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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轶事证据之上更进一步，以严谨的科学方式深入调查CEO能否影响公众对政策的支持，进而影响立法者的投票，以及州长最终是否签署该法案。我们的发现证实，CEO的行为在影响公众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看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见边栏《研究：CEO行动主义能否影响公众看法？》）下文我们将介绍另一发现：当CEO对此类事件表达立场，会鼓励持相同观点的消费者购买更多该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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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企业行动主义的反应大不相同。下表体现了每家公司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如何影响它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的整体支持率排名。比例说明了针对CEO活动家立场，各党派成员支持率的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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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潜在收益

当下美国政治气氛敏感，企业表示支持某些政治领袖或议题都伴有风险。特朗普执政后几周，美国运动品牌安德玛CEO凯文·普朗克（Kevin Plank）因为在某次采访中，将总统称为“美国的宝贵资产”而遭到批评。该公司的宣传明星之一，金州勇士队的球员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公开表达了不满。在Twitter上，出现了“#抵制安德玛”的话题标签，其他安德玛的支持者，包括芭蕾舞女演员米斯蒂·科普兰（Misty Copeland）也支持库里。公司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整版广告，澄清普朗克的评论，并表示他公开反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但是这一补救措施依然无法阻止安德玛被降低评级。一位分析师称，这次当众失言可能会导致该品牌“在可预见的未来，再无可能打造出一个时髦的城市生活方式品牌”。

CEO行动主义有时也会被视作虚伪。例如，一些保守主义网站批评Salesforce的贝尼奥夫和苹果公司的库克，一边谴责宗教自由法案，一边在迫害LGBTQ人群的国家做生意。一些社会活动的结果也不理想，霍华德·舒尔茨的“种族团结”（Race Together）活动就遭到了大众嘲讽。在这次活动中，星巴克要求所有咖啡师在饮料杯上写下“种族团结”，以此表示对抗种族主义。

但行动主义也可能会提升企业领导者的声誉。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的余波中，退出特朗普经济委员会的CEO广受好评，其中也包括了普朗克。特别是第一个退出的默克公司CEO弗雷泽广受赞扬。“弗雷泽先生，感谢你勇敢的表态。”美国众议院凯斯·埃利森（Keith Ellison）发推文说。非营利组织Anne Frank Center for Mutual Respect的推文则更直白：“英雄：肯·弗雷泽。”

在这场争论中保持沉默的人会陷入更大风险，公众认为沉默代表默许。《纽约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公开了那些仍然待在特朗普各种经济委员会中的CEO们，CNBC评论称，“伴随每位新CEO的辞职，那些仍留在委员会的CEO所面临的审视都将升级。”甲骨文公司的一批员工集体请愿，敦促公司与其他企业一起反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此后该公司的CEO也成为媒体焦点。他们的行动引来了全国关注，《今日美国》撰文道，“包括苹果和星佳公司在内的130余家科技公司联名发表了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但甲骨文和IBM不在其中。”

然而CEO应当谨记，对行动主义的回应有利也有弊。贝尼奥夫在受到赞誉的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中承认，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和一位已退役的四星上将（现任Salesforce董事）都曾警告过他，“爬得越高，越容易暴露在公众视线中，需要更加小心。”在福乐鸡的CEO凯西公开反对同性恋婚姻后，这家连锁公司面临消费者的反对和抵制，但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福乐鸡日”这样吸引消费者的成果。万博宣伟公司的一项调研显示，40%的受访者称，如果他们与公司CEO的立场相同，更有可能成为该公司的顾客；但有45%的人称，如果他们与CEO意见相左，则不太会购买该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image: ]表态是否合宜？
消费者怎么看？

全球战略集团调研显示，美国人更认同企业在经济议题而非社会议题上的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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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CEO行动主义对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相关试验。在试验中，针对从全美选出的代表受访者，我们调查了他们近期购买苹果产品的意向。对部分受访者，我们向其展示了一份声明，内容是CEO提姆·库克认为印第安纳州的宗教自由法案是对LGBTQ群体的歧视；对另一部分受访者，我们则给他们看了一份库克管理理念的一般性陈述；剩下的人没有任何内容提供。随后我们询问大家的购买意向。这三种条件的人选是随机分配的，我们在试验中收到了2176份回复。试验发现，看过库克行动声明的人，和另外两组受试者相比，明显更愿意购买苹果产品。库克的倡议增加了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购买苹果产品的意愿，但并没有损害反对同性婚姻的人的购买意愿。这些结果说明，CEO行动主义可以增加公众对公司的好感，但不一定会疏远那些立场不同的人。但这种情况很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公司。苹果产品黏性很高，库克的声明也许不会冲击iPhone的销售。其他公司领导者要了解自己消费者的政治倾向以及产品的本质，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每位CEO都要谨慎而为。



CEO活动家的行动指南

结合实证研究以及对CEO活动家及利益相关者的采访，我们为领导者提供了一份指南，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应当表达立场，以及如何去做。



[image: ]



[image: ]研究：CEO行动主义
能否影响公众看法？

我们的一部分实验调查了CEO行动主义能否影响公众看法以及如何影响。首先，我们进行了一项调研，询问人们是否支持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恢复法案》（RFRA），当时关于这件事的争论仍遍布各大媒体。在某些案例中，我们首先告诉受试者很多人担心该法案会让同性恋受到歧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称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时任印第安纳州Angie’s List公司CEO比尔·奥斯特勒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有这样的担心。

市场研究公司Civic Science将我们的调研公布在数百个第三方合作网站上，包括报纸、娱乐网站等。最终我们收到来自全美的3418份回复。在满足基线条件的受试者中，未被告知有任何歧视担忧的人中，50%受试者支持该法律，说明针对此类立法，国民分歧很大。在被告知有歧视的隐患后，支持该法律的人数降低到40%，至于表达该担忧的人是CEO、政客还是路人与此无关。

这一结果说明，至少在本研究中，公众意见更多受到信息影响，而非发出信息的人。有两种解释：一种是CEO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没有特殊能力。毕竟，他们的声明和政客或匿名者的声明效果相似。另一方面，这一结果说明CEO和政治领袖一样有说服力。CEO们能够吸引媒体目光，特别是当他们在和自己业务无直接关系的有争议的社会和环境议题上发表看法，更能说明其真实性。鉴于CEO能够影响公众看法，所以我们假定他们也能够影响公众政策。

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如果人们有自己的政策偏好，CEO行动主义的影响力是否有所不同。研究发现，因为库克关于歧视的言论，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对RFRA的支持率更低了（原本就不高）。但是对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来说，支持RFRA的观点没有受到影响。要弄清CEO行动主义可能会影响哪些人的观点，以及无法影响哪些人。事实上，近期研究发现，CEO的政治主张能极大影响雇员对活动的参与程度，说明CEO行动主义可能对本公司雇员特别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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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参与哪些议题。明智的CEO活动家一般会有所选择。为避免被动卷入某则新闻，或者参与了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话题，CEO们应该和高管团队、包括首席传播官一起讨论，决定对公司来说更重要的议题，以及原因。讨论内容应当包括如何选择支持那些社会影响力更高的事件。（但有时CEO并没有时间从容思考，需要立刻表态，例如企业领袖们在夏洛茨维尔事件后表明对种族歧视零容忍的态度。）

高管要权衡好参与这些行动的潜在收益（取悦员工和消费者等），与可能带来的抵制。在两极化的政治气氛下，CEO在评估时，应当明确大众将如何看待他们的声明和行动。2016年全球战略集团的报告称，当企业和政治事件产生关联时，消费者会透过自己的党派倾向来看待这种联系。（见边栏《两极化回应》）根据这项研究，民主党人在看待舒尔茨“种族团结”活动时，态度积极者是消极者的两倍。但是，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共和党人是支持者的三倍。库克对同性婚姻的支持也产生了类似效果。研究显示，如果选择支持并不那么两极化的事件，例如育婴假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则更有可能在两党人群中提升品牌形象。

CEO还应考虑，就社会议题发声，做到什么程度能够为公众所认可。全球战略集团的研究发现，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认为，对企业来说，在诸如最低工资和育婴假等经济问题上公开立场是适宜的。但在堕胎、枪支管制以及LGBTQ平权运动、移民等社会问题上表态是否合适，两党意见则并不统一。（见边栏《表态是否合宜？消费者怎么看？》）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

在一个可以用金钱购买更多权力的政治体系中，CEO行动主义也许会给企业及领导更多影响力。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副州长在内，支持“公厕法”的一些人，在面对CEO行动主义的攻击时，将其定义为大企业的霸凌行为。一位乔治亚州的参议员，支持了该州的宗教自由法案，他痛心地说，“选民通过民主流程决定公众政策，而大企业CEO则利用经济威胁的手段，施加凌驾于选民之上的权力，首开先河的罪魁祸首就是马克·贝尼奥夫。” 每位公民对政策制定应当有平等的发言权，从这个角度来讲，CEO行动主义可能会成为西方民主理想的威胁。

如果考虑CEO行动主义所处的当下政治环境，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这件事。正如我们看到的，相比通过立法者、行业协会、智库等暗箱操作，CEO行动主义是企业领导者试图影响政策的一种极为透明的方式。因为CEO行动主义受到的关注度很高，雇员、顾客和媒体都能决定如何回应。这里还有政治分歧。（某些争议超越了政治）一些改革论者在谴责科赫兄弟这样的企业领导者的同时，很欣赏近期的CEO行动主义。结果，很多保守派看到了双重标准。多数CEO活动家一直都是开明派，但保守派企业领袖普遍的行动主义将如何被大众接受还有待观察。




移民问题尤其复杂。乔巴尼公司CEO哈姆迪·乌鲁卡亚（Hamdi Ulukaya）和卡博尼特公司CEO穆罕默德·阿里（Mohamad Ali）的例子都证明了这点。两位CEO都是美国移民，公开表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禁令。两人都因为在这件事上的立场获得了赞誉，但乌鲁卡亚也遭到了威胁，公司面临抵制。而阿里的评论并未引起明显的抵制。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为乌鲁卡亚重点关注为难民提供工作机会的道德需求，而阿里则认为移民也创造了工作机会，其工作也有益于美国本土公民。有一点需要注意，针对有争议事件发表看法，也许会带来反效果，但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从而让CEO的观点在一开始就得到更多曝光率。

想要影响公众政策的制定，领导者以及企业传达的信息必须真实。该信息要掷地有声地详细说明，为什么这一议题对当下这家企业的CEO来说非常重要。选择议题的过程也是对其潜在细节“有所准备”的关键时刻。CEO如果在公开场合针对复杂议题发表讲话，或者面对知识渊博的记者及评论人时，要能很快进入状态。因为企业领袖的公信力取决于他们在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的洞察力。唯有真正了解某项议题后，CEO活动家才能产生影响力。

何时参与。一旦选好议题，CEO活动家必须弄清在哪些关键时刻发声，能真正带来改变。是在立法过程中，还是在法案颁布之后？

我们发现，对CEO活动家来说，相比撤销已经颁布的法律，阻止其通过的成功概率更高。近期共和党在撤销平价医疗法案方面就是这样。美国的立法流程缓慢复杂，不仅在通过新法律方面是这样，废除现行法律也是如此。

此外，还需要考虑新闻周期。如前所述，弗雷泽（默克公司）作为首位退出总统经济委员会的CEO，赢得了媒体如潮的好评。接下来48小时内，多位其他CEO也相继快速退出，但有关他们的报道焦点则模糊了很多。弗雷泽的举动相比紧随其后的CEO们，更能被大家记住。当然，大众的关注是双刃剑：特朗普总统直接回击并侮辱了弗雷泽，还指责默克在抬高药价方面负有责任。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对默克的业务造成影响。

如何参与。CEO行动主义和传统的企业参与政治不完全相同，因为它关注度高且立场明确。CEO要想清楚自己是否想集所有焦点于一身，以及该议题是否由多个CEO一起参与更易取得进展。160多名CEO和企业领袖选择递交人权运动联名信，反对北卡罗来纳州的“公厕法”。借由这种方式，他们降低了遭到消费者抵制的风险，并让新闻价值最大化，因此也提高了行动影响力。集体行动还可以让批评者难以针对某位领导，从而降低风险。但它的过程肯定更缓慢，在将某个领导、企业品牌和议题相联系方面效果更差。

也有CEO选择根本不参加。一些领导者会感到他们对某个议题不甚了解，或者观点容易引发争议，或者仅仅因为对其他领域更感兴趣。这些都是不作为的合理原因。但高管要做好准备接受来自雇员、媒体以及有关各方的询问，并想好如何解释自己不发声的前因后果。

内部局势。有一点很重要，确保内部利益相关方和CEO行动主义战线一致，或者至少让大家提前知道情况。弗雷泽在考虑退出特朗普经济委员会的时候，和董事会成员联系，大家支持他的决定，并赞扬其勇气和正直。我们的访谈发现，并非所有CEO在公开表明立场之前，都通知过董事会或雇员，这样做也许会让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

尽管CEO首先要决定他们的言论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组织，但他们应该知道，外界无论如何都会把这份声明与企业挂钩。我们几乎从未见过CEO成功地将自己和组织划清界限的例子。鉴于此，我们建议公司成立一个由董事、投资者、高管（包括首席传播官在内）和雇员组成的快速响应团队，作为CEO行动主义的参谋团。寻求整个机构的一致认同，可能会导致CEO行动主义错失良机，时机决定能否引发足够关注，但如果CEO至少能通知一下参谋团即将发生的事以及原因，就能极大程度避免关键利益相关者面对外界反应措手不及。

预计反应并量化结果。CEO活动家应当准备好如何妥当地应对反对的声音。塔吉特公司修改了公厕政策以供跨性别者使用，之后成百上千的人递交了联名请愿书表示抗议。研究告诉我们，如果某产品和服务有简单的替代品，抵制活动会更有效果。塔吉特就面临这样的窘境。由于这家连锁店在美国众多政治保守地区都有店铺，为了平息风波，最终不得不斥资2000万美元在所有店铺中建造了单人厕所。而在特朗普总统指责诺德斯特姆百货公司撤下伊万卡·特朗普服装品牌后，该公司富裕的都市女性客户群则并未威胁要抵制该公司。

通常情况下，企业缺乏有关顾客政治信仰的高质量数据，这个信息在评估CEO行动主义的潜在反应上非常有用。但是CEO和公司可能掌握更多的员工政治信仰数据，能更好预测他们的反应。员工是否会集结起来，或者公开表达反对？就像1000多名IBM雇员在CEO 罗睿兰（Virginia Rometty）和特朗普会面后所做的那样。

CEO行动主义也可能遭遇政客的反对。特朗普推文表达了自己对众多公司以及其管理决定的不满，招揽了数百万粉丝，并制造了许多公关危机。CEO及其团队应当提前预测来自组织内部、媒体和政治领域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可能的反应。

事后分析也不可或缺。要问问自己：我是否带来了改变？在事前就应制定评估行动主义的指标，无论是社交媒体的转发、媒体报道、民意测验还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变化。这样的行动很难做到大幅影响民意，所以要学会设立现实的目标，追踪中期成果，并不断评估进展。



CEO行动主义可以成为一级战略议题。针对有争议的政治和社会议题，随着更多CEO公开表态，未来参与这类讨论将成为CEO义不容辞的事。很多CEO想置身事外，他们也应做好准备迎接来自雇员、媒体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各式各样和热点话题相关的问题。

我们认为，CEO需要一份新世界行动指南。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活动，CEO们应当慎重选择议题，仔细考虑参与的最佳时机和方式，预估可能的反对声音并量化结果。有了这份指南，CEO活动家能够更有效地就自己最关心的议题发挥作用。




延伸阅读

“为什么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等CEO会对警方枪杀黑人事件表态” 亚伦·查特吉， 《财富》 2016年7月16日



“CEO活动家真的能带来改变吗？来自拟域实验的结果”  亚伦·查特吉和迈克尔·托费尔，工作报告，2017年7月



 “星巴克种族团结活动与CEO行动主义的好处” 亚伦·查特吉和迈克尔·托费尔，《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24日



 “CEO行动主义的力量” 亚伦·查特吉和迈克尔·托费尔，《纽约时报》，2016年4月1日



 “CEO发表态度鲜明的政治意见是否明智”莱斯利·盖恩斯-罗斯，《哈佛商业评论》， 201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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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很多雇员已经在使用慕课来获取职业技能，并改善其自身的职业前景，各大公司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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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公司都表示，希望员工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但现实中提供的培训机会却少之又少，员工通常只能依靠自己来实现自我成长。我在最近的调查中发现，在1481名上班族学员（大多是学习在线课程的经理和知识型员工）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在过去的12个月中，其所在机构未提供任何培训。更大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则更不乐观。最新数据显示，在美国接受过雇主提供培训的人群比例从2001年的21%下降至2009年的15%。经济周期并非罪魁祸首：经济繁荣时期的下滑幅度比衰退时更严重。

这意味着很多希望提升自身工作技能的雇员只能自力更生。各大机构可以通过鼓励和支持注册慕课（MOOC，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来改变这一现象，并减缓正规培训的下滑趋势。这些课程在诸如Coursera和EdX平台上可随时拿来使用，而且费用相对较为低廉。自从2008年步入教学领域以来，慕课已逐渐开始提供与职场相关的内容。课程主题涵盖从机器学习、Java编程，到传播和领导力。鉴于很多雇员已经在使用慕课来获取职业技能，并改善其自身的职业前景，各大公司在这一方面大有可为，可以利用这类在线学习为企业目标服务。

一些公司意识到了这点，而且已经开始与慕课供应方开展合作，以加强对雇员的培训。AT&T、通用电气、欧莱雅以及玛莎百货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他公司，例如麦肯锡、微软和Tenaris（能源行业管道供应商）甚至在自行制作培训内容，以供公众使用，课程涉及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和金融等等。遗憾的是，鲜有机构通过充分利用慕课来培养其员工。约67%参与调查的员工学员表示，他们会在当前的工作或公司中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和技能（27%的员工表示他们打算仅在当前的公司和工作中使用），但仅有5%的受调查对象获得了来自雇主的资助，8%的员工获得了脱产学习时间，4%的员工的职业培训被纳入绩效评估之中。因此，大多数员工只能依靠自己的设备来完成培训了。

例如，莎拉是一名在中国公司工作的意大利千禧一代，目前担任高级产品经理，正在Coursera平台上学习为期6个月的营销专业化课程。因为她负责品牌管理以及定位新产品，她认为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能够让她更好地胜任工作。虽然她在营销领域工作了两年多，但她此前学的是化学专业，因此，她利用这些课程来弥补一些重要的知识缺口，例如如何计算产品需求以及设计销售渠道等。尽管这些课程与其工作有关，而且所有的费用都由她自己承担，但她仍没有告诉经理自己正在学习这些课程。她说，经理不会为其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她并不打算在公司长期工作。

如果她的公司知道了她的目的，那么便可以为她的学习提供指引，并通过最低的投资获得更大效益。与面对面的培训相比，慕课有很多优势：费用更低，没有差旅费，而且上课对日常工作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些课程所教授的内容都由知名大学提供，通常无法由本土提供商提供。大多数慕课课程可随时开始，而且很多都划分为短周期的模块，这种设计对临阵磨枪式的技能学习很有价值。慕课还能够让雇主提供高度专业化领域或个人核心工作周边领域的发展支持，且无需耗费过多的成本。尽管研究培训领域的学术界对课程质量褒贬不一（因为很难衡量），但通常在学员们看来，慕课已经能够满足其职业发展需求。

鉴于上述这些潜力，为什么各大机构在接纳慕课方面还如此迟缓？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并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学习方式，我研究了来自127个国家2.8万多名学员以及调查和采访的数据。



为何企业对效益视而不见

很多公司都未能充分发掘慕课培训潜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它们连雇员正在自学这类课程都不知道。大多数员工学员并不打算跳槽或隐藏学习证据，只有1/5的受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注册慕课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寻找新工作或创业。很多员工将这类学习看作是自我主导职业发展的一部分，有的制定了明确的计划，有的则出于泛泛的目标，例如维持其整体就业能力，并让自身的技能与时俱进。来自俄罗斯消费品公司的一位营销经理曾说：“我认为这是私事，因为我不仅是在投资我的日常工作，更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一些员工担心，如果自己有意探索不同的道路，就会失去对眼下工作的专注度。还有人担心，老板们可能会认为这些课程十分肤浅。结果，公司并不清楚其雇员的能力和职业目标。管理者并不知道其员工都在培养哪些能力，也不清楚员工的个人发展抱负。

公司似乎也没有把慕课看成是一种可行的正式培训替代工具。那些已经通过聘请外部培训师，或打造其自有培训项目的公司是最有可能为在线学习提供支持的公司。在我的调查中，约20%于过去一年中在工作期间接受正式培训的员工学员，也因学习慕课内容获得了资金支持或假期；仅有8%的员工学员的公司没有提供培训。人们可能会认为，资源丰富的大公司会向员工提供更多的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员工人数低于50人的公司为员工学习慕课内容提供假期的可能性是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公司的两倍。

在采访中，当问及学员为什么没有因为慕课学习而获得支持时，最常见的答案便是其雇主根本不会在学习和个人发展方面投资。员工通常说，公司更愿意从市场外部聘请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士，而且公司管理层认为提升个人业绩是雇员自身，而非公司的责任。很多学员还认为，公司并不愿意为雇员的个人发展出资，害怕这些人才最终会投入竞争对手的怀抱。

在那些使用慕课来培养人才的公司中，内容往往也有局限，而且仅提供给少数个人、某个团队或某个小部门。大多数员工都不知道自己的机构内还存在其他学员，因而妨碍了知识和资源的共享。为什么这些举措如此孤立和分散？主要是因为员工了解慕课并非通过企业渠道，而是诸如朋友推荐或在线广告。日本一家跨国公司的印度办事处IT经理说：“我们公司采用慕课绝对是个意外。大约在3年前，我的老板在开车时从电台中听到了慕课供应商的内容，然后他注册参加了一门数据科学课程，看看是否有效果。这门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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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虽然很多员工如今通过慕课（大规模在线课程）获取了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但他们通常并未得到公司的支持或者公司对此一无所知。众多公司也错失机遇，即利用最低的投资来减少正式培训大幅下降的影响，并提升员工的积极性。

		

		解决方案

		通过鼓励员工注册慕课，提供学习时间，甚至担任代理教员，经理可促进团队成员的个人发展。让雇员彼此先试听课程，此举有助于确保工作相关性和课程质量。对完成情况的跟踪不仅能够强化学习价值，同时也能提升员工的课业完成率。

	

	

如果未能利用慕课，公司将错过提升雇员敬业度的有效途径，尤其是高潜力年轻人才。我发现，高素质的年轻管理者认为培训对其职业发展非常重要：在14项指标中，他们将其排在第三位，仅次于高风险任务和来自高层的支持，位列指导、训练以及部门和区域轮岗之前。然而，他们还指出，就自身重视程度与雇主所提供机会之间的差距而言，培训是差距最大的项目之一。这一现象会对道德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帮助同事），并助长怠工行为（例如在不应休息的时间休息、未能执行关键任务）。

我的研究还发现，因参加慕课学习而获得机构支持的雇员利用其所学寻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更小。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其雇主也会向其提供其他的职业发展支持，从而让员工愿意留在公司。尽管如此，这种关联是值得注意的。自己拿钱学习的员工利用所学知识跳槽的可能性是获得公司支持员工的两倍多。



仅有5%的员工学员因其在线职业培训获得了来自公司的资助。




当公司为员工的慕课学习提供资助时，员工学员的课业完成率从15%升至58%。




他们因社交目的与其他学员联系的可能性也更大。（详见图表《把培训作为员工保留工具》）



利用慕课培养人才

一旦机构意识到这一机遇，那么它们如何开始利用慕课来培养员工？我通过研究总结了以下几个指导原则和最佳实践。

企业高层必须为员工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广泛的支持。所有的机构培训倡议，无论是在线还是传统方式，都需要得到管理层的支持才能推广。通过信任和投资人才培养，高管将营造一种学习文化，让全公司的管理者投入必要的资源来培养其团队。这看起来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实践当中并不常见。即便在不得不削减成本时，高管们也应把学习和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因为慕课能够以很少的资金提供巨大的价值，而且相对于传统授课，慕课对于繁忙的工作来说影响不大，所以即便身处困难或不可预测的环境中，高管也会坚持学习下去。

管理者和同侪是慕课的铁杆支持者。一旦公司顶层建立了学习文化，那么各个层面的管理者应确保该文化在整个公司生根发芽。我的研究显示，通常启动和帮助实施慕课内容培训的都是业务经理。人力资源和企业学习部门通常不会参与此事（虽然可能会要求员工分享所知实用课程的信息）。

这一方法是可行的。业务经理在指导课程选择（用于培养与工作相关的技能）方面有其业务方面的专长。他们还有条件为员工在工作时间自发学习提供支持：他们可以调整工作量，以便让员工有时间学习。

在过去，雇员的培训机会大多来自企业项目或公司资助的外部讲习班和研讨会。但如今，众多的学习机遇直接来自慕课提供商；员工自己能够轻易地去搜索、注册和试听课程。如果员工学员认为这类举措将得到管理者的表扬和支持，那么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去学习自己所选的各类课程以及能够让其同事受益的课程。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学员，他是高等教育领域整合营销经理，他说：“我把课程简介递给了老板，并指出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公司其他部门了解我们部门所做事情的价值。”在衡量课程实用性方面，像这类来自雇员（深谙公司目标和现状）的个性化推荐，比不同环境下用户的在线评论更加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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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慕课学员从其雇主那里获得某些形式的支持时（包括财务支持、假期等等），他们利用所学知识寻找新工作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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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课程有助于提升相关性。尽管学员通常希望在选择慕课课程时能够拥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如不加以约束，他们所选的课程可能会缺乏与工作的关联性，或所选的课程难以达到预期的质量。结果，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学习和发展部门能够帮助员工做一些基础性的筛选：慕课的课程是否拥有明确的介绍和一系列学习目标？是否由知名的大学或公司制作？是否在主流慕课平台发布？

然而在完成课程之前，人们通常很难判断一门课程是否适用于某个机构或某个职务。因此，让某一团队成员在其他成员先行注册之前试听并给予反馈是一个十分实用的办法。我在研究中发现，如果同事事先已经试听过课程或者团队成员已经对已完成的课程打分或进行评论，并分享了评价，课程的选择在整体上会更具针对性，而且员工更有可能获得他们所寻求的技能。

公司可使用慕课来打造更全面的实力，而不仅仅是适用于核心工作的技能。尽管我的研究所提及的所有慕课内容均专注于营销，仅有40%的受调查员工学员负责销售工作，15%的员工学员从事销售工作。其他员工学员分布于不同部门，例如运营和供应链、研发和财务。

来自非营销部门的学员表示，他们学习慕课是因为工作需要了解不同行业的知识。例如，数据分析师希望了解品牌和产品管理理念，因为他的一名客户打算在亚洲推出新产品。一名为保险公司营销团队提供技术支持的编程人员则需尽快掌握基本的定价知识。

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员工的竞争力，利远大于弊。此举让部门之间能更好互动，帮助来自不同部门的员工更有效地进行沟通。

经理们可担任代理教员。在传统的培训项目中，教员在学员提出问题时会帮助梳理材料，并深层次地解释各种理念。相反，慕课要求开展自主学习。学员可以自行决定在某一模块或课题上所花的时间，例如是否学习课程中的所有课题或小部分课题。慕课并没有提供多少与教员或其他学员互动的时间，而且大部分的互动都不是同步的，也就是说，问题可能会在询问后数个小时或数天内才能得到回答。

管理者可通过在课前和课中提供非正式的指导来补救这些问题，而这也让学习变得更加轻松，并提升课程完成率。美国跨国公司的一位亚太区负责人十分擅长这一工作。在下属学习了四周的慕课渠道管理课程之后，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们说：“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第一周和第二周，这与工作的关联度更高……我并不是在强迫你们去了解零售行业，因为我们并不是干零售的。”此举使员工变得更加专注，并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利用学习时间。

由于慕课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机构，因此部门经理应帮助员工反思自己所学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例如，亚太经理在其部门完成了前两周的渠道管理慕课课程学习之后举行了一个研讨会：“我把整个团队叫进了会议室并问道，‘你们从这些课程模块中学到了什么？如何在工作中运用所学的技能？’”他最终打造了一个临时的课堂。他说：“一些资深员工可以将课程中的理论很好地运用到工作中。因此我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机会，来促进同事之间的相互学习。”借助这一支持，他的团队成员能够利用慕课学习的灵活性，按照自身的节奏完成课程模块，同时从实时的互动中受益。因为学员知道自己会与其团队讨论学习材料，因此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会更有动力。

企业应将慕课学习纳入绩效评估指标。有关200多个慕课的全面调查显示，约15%注册学习的员工最终拿到了结业证书。这一比例很低。然而，如果公司将慕课作为职业培训纳入绩效评估，这一比例会大幅上升。在我的调查中，慕课学习被纳入年度评估的员工学员仅占4%，但其中有半数的受调查对象完成了其课程。仅有那些获得企业资助的学员拥有更高的课程完成率，达到了58%。其他因素，诸如学员的受教育水平、学习课程与工作的相关性以及课程设计特色等，对结果并没有显著影响。

跟踪课程完成情况（在评估中描述学习情况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式）的缺点在于，它可能会让学员的注意力从学习知识转为通过考试。我所调查的一家机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要求学员从每门课程中选出最为重要的内容，并设计一个如何在工作中实施所学内容的方案。这一做法的目的并非打造一个正式的绩效目标，而是深化对课程的理解，并帮助员工在工作中运用所学内容。



如果莎拉是一名典型的千禧一代雇员，她必须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地学习新技能——研究显示，她将在其职业生涯中跳槽10次以上。即便她一直从事营销方面的工作，她工作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工作会不断地融合不同的技能，并要求员工具有综合技术实力。与大学相比，模块化慕课课程在帮助莎拉这类员工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大学在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要求来调整其教学内容时会慢得跟蜗牛一样，而且可能需要进行多年的调研。

很明显，慕课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是否会有更多的企业为员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企业的支持不仅会造福员工也会造福企业自身。但是大多数员工学员如今还是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



年轻雇员认为，就自身重视程度与雇主所提供机会的差距而言，培训是差距最大的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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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哈莫里是马德里IE大学IE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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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广告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幸免，因此营销人员要特别注意分寸，确保广告没有太过个性化，以免引起消费者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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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大扩充了现代营销人员的工具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项简单，却有革命性意义的进展——数字数据。现在的用户频繁在网上分享个人数据，网页cookies可以追踪每一次点击，所以营销人员从这些数据中得到的消费者洞察比以往都多，还能基于个人需求定制解决方案。数字数据的应用成果令人震撼。研究表明，有针对性的数字应用提高了广告回应率；一旦营销人员获得消费者数据的渠道受阻，宣传效果就会变差。但也有证据表明，使用在线“监控”销售产品可能招致消费者的强烈抵制。支持个性化定制广告的研究往往有固定的考查对象：这些消费者不太清楚自己看到的广告由他们的数据决定。如今这种“天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公众强烈谴责公司数据外泄，以及用定位技术传播假新闻和激化党派偏见的行径。这些舆论必然让消费者产生戒心。消费者现在会收到高度个性化的广告，比如某条宠物食品广告会以“作为狗主人，你可能会喜欢……”为开头，此外广告还能跨网站追随用户。这些足以说明，营销人员往往已经很了解，处在他们的数字信息接收端的是什么人。现在有些国家的监管部门开始规定，公司必须披露其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况。

新规定让局面更加扑朔迷离：随着消费者意识的提高，定位广告的未来会怎样呢？一方面，如果客户觉得眼前的产品与自己有关，那么这种意识就有助于提升广告效果。网页cookies和其他监控工具的支持者称，有针对性的广告会给用户更有价值且愉悦的互联网体验。另一方面，如果消费者的隐私意识加强，激起抵制情绪，广告效果就会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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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改变

		在线个人数据的广泛分享和收集给了营销人员前所未有的消费者洞见。他们可以针对每个人的需求制定精准解决方案。但也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

		

		数字难题

		营销人员必须了解个性化定制广告在什么情况下会被接受，或遭遇抵制。社会科学家对引发隐私担忧的因素已经有深刻了解。他们总结的规则能够为营销人员的线上活动提供信息支持。

		

		洞见

		消费者不喜欢两种做法：1）营销人员使用的信息来自第三方网站，而非广告出现的网页；2）与消费者有关的信息经猜测推断得出（比如怀孕）。了解他们为什么有抵触情绪，有助于公司制作尊重消费者隐私期望的广告。

	

	

如果营销人员继续使用“习以为常”的商业方式，就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我们的研究显示，自从荷兰2013年出台法律，要求网站通知访问者，他们的数据正在被秘密追踪，广告点阅率下跌。多个对照实验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有些公司更擅长预测客户对个性化定制广告的反应。亚马逊通过自身网站，设计购物广告，产品推荐显然基于用户个人的搜索数据，而且有时用心已经不能更明显。亚马逊当然不想引起消费者愤怒，但采用类似做法的塔吉特（Target）最后声名狼藉。该公司基于顾客个人消费数据制定营销策略，但得到了不太友善的回应。该零售商为其认为已怀孕的女性提供母婴类产品优惠券。他们锁定的顾客中有个青少年，其父亲为此大为光火，但之后他发现女儿确实怀孕了，感到尴尬不已。《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一事件，很多消费者都愤怒了，塔吉特面临公关难题。同样，Urban Outfitters的顾客投诉其基于用户性别，调整网站主页的展示方式，最后公司不得不放弃这一做法。“我们看到，顾客因被公司定位感到极为不满，即便得到优惠，也不能释怀。”负责该项目的营销高管德米特里·西格尔（Dmitri Siegel）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总结道。

现在的网络环境支持广告投放，广告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幸免。对偏好有针对性广告的消费者来说，营销人员要特别注意拿捏好分寸。数字营销人员必须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利用消费者数据制作个性化广告，可能被接受或嫌恶，这样他们就会尊重消费者对自身信息使用方式的期望。好消息是，社会科学家对引发线下隐私担忧的因素已经有深刻了解，我们和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的发现也可以为营销人员的数字营销活动提供信息支持。我们通过一系列实验，逐渐了解到，哪些因素会让消费者反感定位技术，以及营销人员如何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使用个性化定制。



隐私悖论

在隐私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表现不一定有逻辑可言。举例来说，我们常常和完全不认识的人分享隐秘信息，对深爱的人却不能讲出心底的秘密。不过社会科学家发现几个关键因素，可以预测人们是否愿意个人信息被使用。其中一个简单易懂的因素是信息的本质。一般大家都认为，信息越隐秘（与性、健康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数据尤其敏感），人们就越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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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较微妙，与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换手相关，社会科学家称之为“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s）。其中一条相关的行为规则，用通俗的话讲即“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尽管人们可能愿意直接透露个人信息，即科学家所谓的“第一人称分享”，但如果他们的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即所谓的“第三方分享”，他们会感到不悦。如果你发现某朋友将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一个你们共同的朋友，你可能很生气，即便你并不介意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些信息。公开揣度别人也是社交禁忌，即便这些猜测都属实。比如某女性可能告诉一个亲密的同事，她现在怀孕初期，但可能不能接受那位同事在她透露这件事前就告诉她，他认为她怀孕了。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以上信息披露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数字领域。我们在最初的研究中，收集了几种谷歌和Facebook利用消费者个人数据制作广告的一般做法。然后我们请消费者为每种方法按照接受度打分，利用因子分析这种统计技术确定，消费者可能讨厌的几类做法，而这些做法无异于让他们线下感到不适的做法。

• 从广告出现的网站外获取信息，相当于在背后议论别人。

• 利用分析法推断与某人相关的信息，相当于揣度别人。

接下来我们想知道，遵守或违反隐私规则对广告效果的影响。所以我们将研究对象分成3组。在模拟可接受的第一人称分享方式时，我们先让一组参与者浏览某网站，然后在同一网站播放一则广告，同时披露以下信息：“你现在看到的广告基于你在浏览第三方网站时点击的产品。”在模拟不可接受的第三方分享方式时，我们让第二组参与者浏览网站，然后再访问另一网站。我们在第二个网站上播放一则广告，同时披露以下信息：“你现在看到的广告基于你在浏览第三方网站时点击的产品。”最后一组作为对照组；和其他组一样，这组成员也完成浏览网站的任务，然后看到定位广告，但未收到信息。我们评估了在所有组中的参与者对购买广告产品的兴趣，以及访问广告主网站的可能性。此外，为了解这3种情景下消费者态度会有哪些差异，我们问所有参与者：在个性化定制和数据隐私两者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们更看重哪一点？

我们发现，在不可接受的第三方分享情景中，人们对隐私的担忧超过了对个性化定制广告的喜爱。他们的态度反过来体现在购买兴趣上——体验不可接受的分享方式的小组购买意愿更低，比体验第一人称分享的小组和对照组低大概24%，明显出现了抵制情绪。

接下来我们就明确公开（可接受）∕推断猜测（不可接受）的信息，进行类似的模拟实验。第一组成员填写完在线顾客简介后，会看到一则广告，并附有这样一条信息：“你现在看到的广告基于你此前提供的个人信息。”第二组参与者填完同样的表格后，看到的广告附加信息为：“你现在看到的广告基于我们对你的猜测。”对照组看到的广告则没有任何信息披露。看到基于猜测制作的广告的小组购买兴趣不强，比其他两组低17%，但各组看到的广告都一模一样。总的来说，以上实验都用实据说明，一旦消费者意识到个人信息在以他们不喜欢的方式分享，购买兴趣就会降低。



缓解抵制情绪

但我们也有好消息。三大因素可提升营销人员和消费者对定位广告的有利程度。使用这些因素有助于营销人员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广告，而非让他们感到不适。

信任。广告主为避免定位技术引发负面情绪，现在经常使用这种做法：广告透明化自愿性处理（voluntary ad transparency）。目前很多广告主都会展示AdChoices的标志。这个蓝色的标志表明，现在展示的广告根据观众个人特点定制。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点击AdChoices标志，了解为何该条广告会面向他们播放。2014年，Facebook在自身网站上加入了类似的功能，即“为什么我看到了这条广告”。

如果广告主的定位技术以可接受的方式展开，这种向观众解释数据来源的做法就会有正面效果，特别是在客户信任广告播放平台的情况下。我们曾针对Facebook用户展开实验：首先我们问参与者有多信任社交媒体公司。接下来，我们要求他们找到Facebook信息流（news feed）中第一条广告，并阅读附加的透明度信息。我们请他们指出，这条信息是否说明了本条广告的制作方式，即本条广告使用了第一人称还是第三方分享的信息，明确公开还是推断猜测的信息。之后我们调查了他们对购买广告产品和与广告主互动（比如访问其网站或为其Facebook主页点赞）的兴趣。总体来看，基于不可接受的信息流制作的广告效果更差。但信任感提高了消费者的接受度：信任Facebook，且看到基于可接受信息流所制作广告的人，对购买产品和与广告主互动的兴趣最高。

我们还发现，在信任感高的情况下，披露可接受的信息流实际上会提振点阅率。我们在一系列田野实验中与Maritz Motivation Solutions进行合作。该公司经营一些忠诚度项目的兑现网站，比如航空公司飞行常客计划，而这种项目的消费者往往信任感比较强。这些网站使用的技术和大型电商网站一样，只不过流通货币是点数，而非金钱。我们在实验中用第一人称分享的方式，告诉顾客本条广告是基于其在本网站上的活动，结果点阅率提升11%，查看广告产品的时间增加34%，产品收入增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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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很多对隐私的担忧主要都出于害怕失去控制。消费者可能不反对组织在某特定情境下使用自己的数据，但他们担心不能控制第三方获取这些数据，以及数据的使用方式。

麻省理工学院的凯瑟琳·塔克（Catherine Tucker）最近与某非营利组织合作实验。该组织在Facebook上做推广，定位120万用户，呼吁他们行动，比如“帮助东非女孩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一半用户看到的广告经过个性化处理，直接刺激用户表现出之前在Facebook上展现过的特点。举例来说，如果用户曾在Facebook上给流行歌手碧昂丝点赞，这条广告可能就是：“作为碧昂丝的粉丝，你更了解这个女强人。”实验进行到一半时，Facebook添加了新的隐私功能，给用户更多控制自身数据的权力，但不改变广告主定位使用的用户特点。该社交媒体平台允许用户将联系人设置为隐私状态，同时方便了他们管理隐私设置。在推出新政策前，个性化定制广告的效果并不理想；唯一的好处就是，相比一般广告，用户点击这些广告的概率稍稍大一些。实行新政后，个性化定制广告的推广效果几乎是一般广告的两倍。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对自己有意识分享的信息，有更大话语权的话，公开使用这些数据就可以增强广告效果。

我们在另一实验中，向参与者展示了一则定位广告，并有计划地调整广告旁边的披露信息。其中一组参与者看到的广告旁边附有这样一条信息：本广告基于（不可接受的）第三方信息。第二组参与者看到同一条解释透明度的信息，以及提示他们自行设置广告偏好的信息。第三组仅仅看到广告。第一组的购买兴趣比最后一组低。第二组的消费者已得知自己可以控制广告偏好选项，而购买兴趣和其他没有看到这条信息的组一样。换句话说，提示消费者他们可以有意识地控制隐私设置，避免了消费者对广告主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收集数据产生反感。但本实验中还有第四组，他们的反应反而说明了消费者被误导的可能。这组成员也收到广告透明度的信息和自身信息被处理的提示。但这一次参与者仅仅被告知，他们可以选择个人简介的照片。该组的购买兴趣也和未收到信息的组一样。

长期、多层次数据收集现在已经很普遍，因此个人数据的掌控权在当今网络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举例来说，数据代理（data broker）从Facebook这样的平台、网购网站、商店忠诚计划，甚至信用卡公司都收集了各种类型的个人信息。定位广告日益复杂且精确，消费者对自身隐私被侵犯的意识也在增强，因此给人们自主控制自身信息的权力，很可能提升广告宣传的效果。

正当理由。广告主说明为何使用个人数据制作广告，有助于消费者认识到定位广告的好处。伊利诺伊大学的蒂芙妮·巴尼特（Tiffany Barnett White）及同事所做实验显示，某影片租赁公司的个性化定制广告因获取用户的物理位置，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但后来公司解释称物理位置很重要，消费者能得到其他地方得不到的服务，而广告效果随之提升。坚持提出正当理由还可以促进数据的合理使用。如果你不能为自己对消费者数据的使用，给出一个合理解释，就必须停下来，仔细思考这一问题。



数字营销人员内参

就个性化定制广告而言，令消费者不安和愉悦之间的界限很微妙，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安全的方式是让消费者蒙在鼓里，掩盖个人数据被用来定位消费者的事实，特别是在广告产品本身敏感度较高的情况下。据报道，塔吉特在怀孕预测丑闻后就尝试了这样的策略：公司开始在给怀孕女性邮寄随机产品时随便附上几张优惠券，所以母婴产品广告就会变成附带信息，不太显眼。另一种对公司来说，颇具有诱惑力的控制消费者做法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感到有控制权，但这种机会没有实效，只是创造一种被赋权的错觉。

我们认为，尽管以上策略在短期内能取得效果，但最终会让公司走入歧途。抛开可能存在的道德问题不说，一旦公司这种欺骗行为被揭露，消费者的信任就会瓦解。我们的实验显示，对消费者认为可接受的个人信息使用方式而言，信任会增强这种应用的正面效应。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表明，信任有溢出效应。举例来说，本文作者之一莱斯利与巴雅·莫汉（Bhavya Mohan）和莱恩·比尔（Ryan Buell）曾合作研究定价问题，而这一领域中的欺瞒控制行为也能在短期提升利润。他们的研究说明，如果公司公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可变成本，消费者会更信任公司，销量也会提高。最后，欺瞒策略的可行性值得怀疑；消费者正变得越来越精明，监管者也在要求公司公开数据收集措施。线下同类情况可能有一定指导意义：你靠欺骗朋友获得了一时利益，但一旦欺骗行为被发现，伤害会很深，而且长期不能弥补。人际关系在双方保持诚恳的条件下才会更牢固。

所以我们对想要充分发挥广告定位技术潜力的数字营销人员有什么建议呢？以下有五则：

1 远离敏感信息。你特别要避免使用任何与健康情况、性取向等话题有关的信息。比如谷歌不允许广告主基于性取向和“个人困难”做定位。同样，Facebook近期更新政策，阻止广告主基于种族、性取向和疾病情况等个人特点定位消费者。该政策给销售敏感产品的公司带来了挑战，这些公司可能会完全放弃定位技术。但它们考虑以不使用个人数据的方式寻找顾客，比如在顾客可能访问的网站上打广告。

2 至少保证最低的透明度。欺瞒和完全公开相差极大，中间还有很多可接受的选项。从经验来看，我们建议营销人员至少在消费者要求的情况下，提供与数据使用措施相关的信息。这类信息披露的措辞应明确，而且容易看到。这也是AdChoices标志的目的之一；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点击标志，了解为何他们会看到这样的广告，或者勾掉定位广告选项，但对隐私不太敏感的消费者就不会在意这一标志。仅仅添加AdChoices选项，就可以让网站获益，还能增强信任。但如果透明度的承诺没能兑现，比如对广告展示原因的解释逻辑混乱、含糊不清，那么在消费者眼中，该广告会贬值。坚持信息披露能确保员工了解，数据措施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且合乎道德标准，从而从组织层面上预防数据滥用问题。正如俗语说，阳光之下无秘密。

3 审慎使用数据。数据收集让我们了解到各种创新和独到的客户洞见，但我们也研究限制因素并给出建议。如果消费者个人数据被用来生成令人反感，或不合时宜的推荐或广告，他们的反应就会很消极。但如果他们看到喜欢的推荐，广告主就会有更多回旋余地。举例来说，订购衣服服务提供商Stitch Fix对客户的了解深刻，包括客户通常不希望公开的信息，比如体重和文胸尺寸。但这些信息非常有助于网站为客户准备适合他们的服装包裹并送货上门。Stitch Fix使用个人信息的方式妥当且有效，所以客户不会感到受到侵犯。

消费者甚至可能愿意原谅不可接受的数据收集方式，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得到足够满意的好处。举例来说，约会软件Tinder会告诉用户，他们和某个可能约会的对象有多少个Facebook共同好友。该软件说明了第三方分享的设置，避免很可能引发的抵制情绪。但在这种情况下，用户显然看重的是分享，所以他们会接受这种设置。

4 给出数据收集的正当理由。我们还建议营销人员说明，他们收集个人数据的原因，以及个人信息将如何用来设计更恰当实用的广告。在消费者不太清楚为何有必要收集某些信息时，他们的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领英（LinkedIn）这样解释其数据使用政策：“我们使用你们的数据是为了提供、支持、个性化调整我们的服务，让你和其他人都能得到更有针对性和实用的服务。”这种信息披露也可以充当员工的使命宣言，同样有助于预防数据滥用。

5 先试试传统的数据收集方式。营销人员别忘了，他们可以也应该在没有数字监控的情况下，尝试用传统方式收集客户信息。尽管Stitch Fix从客户网络行为中推断出很多消费者偏好，但公司也充分使用消费者调查，让他们随意表述自己的偏好和身体特点。其他严重依赖精准推荐的公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也给消费者直接表述自身偏好的机会。如果你的消费者信息使用方式不太透明，那么增加更加公开的策略能够减少侵略性。更重要的是，这也可以丰富客户画像，进而提高推荐的质量。当然，直接收集消费者数据的成本太高，而且有时可能不可行（比如消费者调查的回应率出了名的低）。但如果营销人员使用第三方信息，消费者就能有效控制个人信息的使用。例如谷歌和Facebook的用户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身被定位的方式。



人们怎样回应在线数据收集和广告定位？随着出生在数字时代的年轻人成长为新一代消费者，技术进一步深入我们的生活，隐私规则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发生怎样的改变？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有许多未知。就目前来看，应用线下世界的规则有助于公司预测，消费者会接受哪些措施。最后，所有广告定位都应该以客户为中心，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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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利·约翰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副教授。塔米·金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凯特·巴拉兹是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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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招聘，你可能一直都做错了。销售团队有80/20法则：20%的销售人员能够给公司带来80%的收益。也许对其他员工也是如此。




我非常不喜欢“A级员工”这样的词汇。这里面隐含的意思是，通过打分评级，可以决定谁最适合某个职位。1998年到2012年，我在奈飞（Netflix）担任首席人才官。人们常常问我，奈飞如何做到只雇用A级员工。我说，“有一个秘密岛屿，住的都是A级员工，只有少数人知道它在哪儿。”



说实话，一家公司所谓的A级员工到了另一家，可能就变成了B级员工。成功没有公式可循。因为表现不佳被奈飞辞退的员工到其他公司后大展宏图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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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大部分公司的雇佣方式都伴有错误的假设和糟糕的执行。他们认为人才是绝对的，而不是依情境而定的。他们无法在招聘人员和用人部门经理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薪酬标准太过僵化，过于依赖调研。

		

		解决方案

		不要停留在简历的表面，要深入挖掘人才本质。确保招聘人员熟知业务，而不是被认为在做支持工作。不要过度沉迷“适应公司文化”一说。评估候选人是否能够带来增长并解决急迫的挑战。计算他们能带来的真正价值，以及吸引他们所需要的薪酬福利。

	

	

选贤任能并非考察这个人能不能“适应公司文化”。多数人所谓的“适应公司文化”指的是愿意和这人下班后喝一杯。但任何性格的人都可能出色完成工作。如果按照这种误导性战略招人，很可能会让公司缺乏多样性，因为大部分人都喜欢和自己背景相同的人交往。

选贤任能是要发现良配，最终人选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以安东尼·帕克为例。从简历上看，他并非硅谷公司的首选。他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银行工作，是一位“程序设计员”，而不是“软件开发工程师”。同时，他也有些沉默寡言。我们请他来面试，是因为他在业余时间开发了一款奈飞优化版应用程序，并发布到个人网站上。面试持续了一天，所有人都很喜爱他。结束前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奈飞将聘用他。他看上去很激动，我问他“你还好吧”，他说，“我马上就要一边拿高薪一边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了！”我当时很想知道他将如何融入所在的“超能”团队。希望他不会累垮。

几个月后，我和他们的团队开会。大家正在就一个问题争论，安东尼忽然开口，“我能说说吗？”大家瞬间安静了，因为安东尼平时不怎么发言，但当他发言后，说得非常棒。大家都在思忖，“该死，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安东尼已经是公司的副总裁了。他的经历证明，企业能适应多种员工风格。

在本文中，我会分享自己在奈飞14年选贤任能，之后在文化和领导力方面做咨询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我需要透过简历，探究每个人的本质，在招聘过程中和用人部门经理合作，像对待合伙人那样对待内部招聘人员，要随时开启搜索人才的雷达，提供符合岗位要求，也符合未来期望的薪酬福利。我的经验对快速成长的科技公司可能更为适合，这类公司的快速创新意味着持续的人才需求。但是任何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参考这篇文章重新审视招聘和薪酬制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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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简历看本质

在奈飞，我们采取英雄不问出处的原则，因为我们需要的人才往往掌握稀缺性技术。比如说，当初我们寻找大数据专家的时候，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大”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搜搜简历，然后用关键词匹配，而是要把各种处理大量数据的公司都筛选一遍，其中很多是保险公司或者信用卡公司。况且，我们的招聘团队缺乏深度的专业知识，难以评估此类人才的技术能力。

我们最优秀的技术类招聘人员是贝瑟尼·布罗茨基。她在来奈飞之前对技术一窍不通，但她对公司的业务理解非常透彻，明白我们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她也知道，候选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比此前的履历更重要。

布罗茨基最成功的面试之一，是面试一位当时在劳伦斯·利弗摩尔(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候选人，该实验室是政府核科学研究中心。那时候奈飞刚开始在Xbox游戏机、Roku机顶盒和TiVo数字录音机上播放节目。在面试中，布罗茨基告诉候选人，30天内奈飞在上述三种设备之一获得了100万订阅用户，并问他们觉得是哪一种。彼时TiVo大火，多数面试者都回答“当然是TiVo了”，但这位候选人反问，奈飞在这些设备的订阅是否有附加条件。她告诉对方，在Xbox上，只有黄金会员能订阅。这位候选人推断说那肯定是Xbox，因为用户已经愿意支付溢价了。他说对了。布罗茨基知道他就是公司要找的人。

在面试克里斯丁·凯撒时，我也有类似的“顿悟”时刻。当时，克里斯丁主管着美国在线（AOL）包括25名程序员的一支团队。我尝试从他的团队挖人，因为他们的技术是奈飞所需要的。但这些人都想要继续留在美国在线。奈飞无疑是更性感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很不解。当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来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有最棒的老板！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沟通者。我无法想象离开他去别的地方。”我对招聘人员说：“去把这个人挖来吧！”

克里斯丁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还有些结巴。这就是最棒的沟通者吗？而且，他明显很紧张。我们的谈话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但当我让他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他所做的技术工作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虽然还是结巴，但他的解释引人入胜。我意识到，“没错！他最擅长的是将复杂的事解释得容易让人理解”。我们最终聘请了他，而他也一直是位卓越的团队领导。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如何富有创造性地分析员工的简历并深入了解他们。贝瑟尼曾经分析过我们最优秀的数据分析师的简历，试图找出他们共同的特点。她发现这些人都是音乐发烧友。从此她和团队会刻意留意这项能力。她回忆说，“我们会非常兴奋地大叫，‘这家伙会弹钢琴！’” 她认为这表明这类人才能够轻松地在左右脑之间切换，而这是数据分析非常重要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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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经理要参与全程

很多企业都把招聘外包。奈飞发展太迅猛，我们在这方面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公司内部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招聘人员。令人悲哀的是，多数企业将招聘看作独立的、非业务性的，甚至和人力资源部门无关的职能。很多初创企业则选择外包。打造出色的内部招聘团队是一笔很大的投资，但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么做绝对是正确的选择。不用猎头给公司带来的回报可观，过一段时间后再看，能给公司省下一大笔钱。

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所以用人经理必须深度参与整个招聘过程。但其实所有公司都应该做到这点。每位用人经理都要了解公司的招聘方式以及执行方式，并落实到最细微的地方。

我们的招聘经理需要培训用人经理。招聘人员会和每位经理进行一对一的幻灯片讲解。他们会提问，“你的面试流程是什么样的？你的面试团队是怎样的一批人？你怎么让候选人依次进来？”大家的面试和招聘方法可以不同，但公司坚持必须要有准备和计划，不能即兴发挥。

最终，由用人经理做出招聘决定。团队成员可以发表意见，我的团队和我也会适当参与。但最终的责任在经理身上，团队绩效也是他负责。

从高层开始就应当这么做。贝瑟尼曾和公司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合作过，为一个总监级别的职位招人。他们在周四早上见面讨论需要什么类型的人选。周五下午里德发邮件说他已经给领英上20个潜在候选人发了信，有3个回复了他。他通过Skype面试了其中一个人，非常喜欢，准备让对方到公司来面试。

如果用人经理像里德这样投入，招聘人员的表现肯定能更出色。收到他的邮件后，贝瑟尼决定要找个更好的人选把这个人比下去。（最终我们还是雇用了里德的人选，他为此得意了很多年。）



将招聘人员视为业务合伙人

想采用我提到的这种方式，招聘人员必须被视作公司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们要深入了解公司的需要，而用人经理要将他们视为业务合伙人。

这两个团队想要顺畅地合作，可能需要给用人经理施加压力。某天我听到公司最出色的招聘人员在抱怨一位新高管： “他根本不回我的电话或邮件。我把简历发给他，但他压根儿不回复。我感到很挫败，因为我们是要帮他打造出色的团队。”我走过去和她说，“你去忙别的事情吧，这件事我来接手。”然后我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告诉他我给他的招聘人员安排了其他工作。“我让她去做别的事情了，因为看上去你有自己的招聘方法，不需要她的帮助。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忙，记得告诉我们。爱你的，帕蒂。”

几分钟不到，他就怒气冲冲地来找我。“搞什么鬼？”他质问我。我说，“她两次约你开会，都被你取消了，有没有这回事？”他急了——“我忙死了，一个人要做十个人的工作。”我又问，“她有没有给你发了很多合格候选人资料，结果你一个都没回复？组建团队是你的工作，不是她的。顺便说一句，听说她不用和你合作了，有三个人都为此高兴。她是个很棒的伙伴，本来能帮你大忙，但是如果你不需要，没问题。”之后，这位经理意识到自己需要招聘人员帮忙组建团队，改变了态度，开始尊重对方。当用人经理无视优秀HR人才的价值时，我都感到很愤怒。通常如果我问经理为什么不和招聘人员多沟通，他们都会说，“呃，他们不够聪明，也不清楚我们的业务到底是什么，技术是怎么回事。”我通常会说，“那你应该开始期待或者要求他们弄清楚！”如果你招聘到聪明的人才，要按照企业高管要求他们，并让他们参与到公司运营中，他们就会表现得越来越像企业高管。

我偶尔甚至会建议公司招聘一位商业人士而非HR专家来管理HR部门。和其他部门的主管一样，HR主管应当了解业务细节，公司收入模式，顾客类型以及未来战略。



随时开启人才雷达

在奈飞我们有一句流行语：“时刻开启人才雷达！”候选人来自各种场合，有时来自专业会议，有时是孩子的足球比赛，有时候来自飞机上的闲聊。但是有些基本的要求必须遵守。面试和招聘流程会给候选人留下对公司运营的第一印象，无论好坏这种印象都非常深刻。因此我有一条铁律，如果有人在总部看到一位陌生人坐在那儿等待面试，要过去打招呼说，“你好，我是某某。你是来面试的吗？我能看下你的日程安排，好帮你去找下个面试官吗？”如果我在面试时迟到了，对候选人说，“抱歉，希望有人接待过你，”他会说，“有六个人接待了我。”

招聘是重中之重。面试比用人经理任何计划内的会议都重要，也是他们可以缺席全体高管会议的唯一理由。在你评估候选人时，对方也在评估你。人们往往会忘记这点。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每个来面试的人，走的时候都想得到这份工作。即使我们非常讨厌某个候选人，也希望他们能觉得：哇哦，这次面试过程棒极了，高效实际，不拖拉，问题也在点子上，每个人都很厉害，我感到备受尊重。我常对大家说，“即使某个人不合适这份工作，也许他的邻居适合呢。”

当做出雇用决定后，我们的行动绝不拖泥带水：无须薪酬部门和HR部门两级管理层通过，我的团队直接和用人经理商讨决定薪酬福利、头衔等细节。招聘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经理发出聘书。效率和速度往往让我们能争取到那些同时还在其他优秀公司面试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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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是产品，人才也不是。薪酬调研无法量化候选人的某些能力。




合理的薪酬体系

吸引顶级人才当然需要有竞争力的薪水。每家企业都想知道自己在市场中的薪酬排位，但这点很难做到。市场上有各种用于搜集薪酬信息的复杂渠道；行业调研覆盖了各领域的薪酬，并按照层级详细分类。但工作不是产品，人才也不是。不同职位的特殊性难以在调研中体现，调研也无法量化候选人的某些能力，例如良好的判断力和协作能力。

例如，你需要招聘一位软件工程师。你想要一位熟练掌握搜索引擎开发的最新技术的高级工程师吗？他要管理一个五人团队？哦对了，他还要对网络广告系统有深入了解，以便和营销团队在网络广告战略方面合作？调研无法告诉你这样的人才目前薪酬待遇如何，也不会告诉你，你应该付多少钱。

薪酬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比较职位描述信息，根据各种因素进行调整。但是，这个过程只会让你对市场大环境有基础性的了解。有多少符合你这些条件的人存在呢？想要得到所需人才，你需要忘掉计算器，切实地了解市场需求。

但仅凭市场需求做决定也不行。因为它仅仅说明当下的情况，而招聘更多是面向未来。目前施行的薪酬体系往往落后于时代，判断的是员工创造的历史价值，而不是为未来增添价值的潜力。

试想，当你的招聘经理发现了一位完全符合条件的软件工程师，她有各种所需的证书，你的团队也对她喜爱有加，但公司竞争对手提供的薪酬比你准备支付的高3.5万美元。在考虑最终薪酬的时候，要想想如果招来这位候选人，而不是退而求其次，会给公司带来怎样的变化。第二人选也许根本无法和第一选择相提并论，可能还要3个月后才能决定是否聘用，因为你还需要时间去寻找接近第一选择能力和技术的人。这位理想的第一选择能够为企业增加多少收入呢？她能否确保公司抢先竞争对手一步，推出全新的精准搜索引擎——特别是现在就开始上班而不是3个月后？通过提高内容匹配的效率，她能为企业带来多少广告收益？还有管理经验呢？她所在团队的关键员工会不会因为她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决定留在公司？她选择你的公司，而不是竞争对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如果你所在的领域正在快速创新？

目前的市场需求和薪酬调研无法帮助你计算出这些未来收益。我不是在否定标杆管理的价值，而是建议你别再根据行业目前的薪酬标准煞费苦心反复计算，这是拿两件无关的事在作比较。还不如花心思想清楚，你能够为所期待的绩效以及企业的未来付多少钱。

作出雇用决定后，你要持续评估薪酬福利。有段时间，因为竞争对手开高价挖角，奈飞不断流失人才。我在这段时间学到了这个教训。某天我得知谷歌给我们的一位员工开出双倍工资，试图挖角，我气得暴跳如雷。此人是公司非常重要的员工，因此他的主管希望能留住他。我收到这位主管以及几位副总的邮件，就这一问题激烈交锋。我写道：“我们不能因为谷歌财大气粗，就按照它的意愿决定每个人的薪水！”我们争吵了几天。他们不断告诉我，“你不明白他有多出色！”我却无动于衷。

但是，某天早上我醒来后忽然意识到，噢，可不是嘛！难怪谷歌想要他。他们给出这个薪水一点错都没有！这位员工一直在研究极具价值的个性化技术，而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能在这方面胜过他。我意识到在奈飞的工作让他具有了全新的市场价值。起床后我忙不迭地发了一封邮件：“我错了。顺便说一句，根据盈利情况，我们可以给他所在的团队的所有人双倍工资。”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对薪酬的思考方式。我们意识到，针对一些工作，我们正在创造出专业知识和稀缺性，如果僵化地坚持内部薪酬标准，可能会伤害到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他们在别处能挣更多。我们不希望员工必须要离开公司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报酬。我们也鼓励员工定期到别家公司应聘，这是了解奈飞的薪酬是否具有竞争力最可靠和有效的方式。

人们常常对我说，“我们没法支付最高薪水。对奈飞来说这样很好，因为公司在飞速增长。但我们没有那样的增速和利润。”说得有道理。也许对每个职位都支付业内最高薪酬并不现实。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找到最有潜力给公司带来业绩提升的职位，然后花高薪去找能找到的最优秀人才。你要这么想：如果你付出最高的薪水，招到一个顶俩的人才或者更多呢？销售团队有80/20法则：20%的销售人员能够给公司带来80%的收益。也许对其他员工也是如此。我在很多团队都看到过类似情况。

我常常听到的另一种反对声音是，如果以最高薪水聘请了明星员工，他们的薪水将远高于团队其他同事。奈飞的经理过去常常抱怨。比如我们想要雇用某个人，薪水是其他人的两倍。部门主管有时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其他人仅仅得到自己价值一半的薪酬？我说，“这个新人能不能让公司更快发展，也许比现在快两倍？我们雇用他的时候，你的团队中有人能取代他在之前公司的位置吗？”答案往往是：“是的，我们能发展得更快，而且没人能取代他，因为他们缺乏他的经验。”

此类明星员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公司扩张时特别重要。最近我接到一位CEO的电话，他的企业有150名员工。他说公司想要扩张到300人，询问我的建议。

我说，“人员数字非常精确，是基于什么得出的？”

他说，公司的业务要翻倍。我问他新增加的人员和现有员工做同样的工作，还是有新的工作内容？公司是要推出新的产品线吗？如果团队规模变大，是否需要更有经验的管理者？双倍工作是否意味着拥有双倍顾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需要增加客服人数。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招聘两倍员工，可能外包会更好。然后我问了一个在这类咨询中最为发人深省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可不可以不雇用150个新员工，而是请75名经验加倍，绩效更高的员工，并支付他们双倍工资？”

我发现，如果你下决心聘请能找到的最优秀人才，并支付他们最高薪水，你的业务增长可能将会超过你在薪酬上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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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蒂·麦科德在1998年-2012年担任奈飞公司的首席人才官。现在为初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咨询。她著有《强大：打造自由和责任的企业文化》 （Powerful: Building a Culture of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Silicon Guild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本文由该书内容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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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新产品大获成功又快速回落的公司，如何实现再次腾飞？本文提出的策略是：在热门产品彻底退热之前先行放弃；从提供产品进化到构建平台或服务；在原有业务遭到颠覆之前收购颠覆性的新公司。




[image: ]



2016年7月，一款游戏产品快速流行起来。名叫宝可梦（Pokémon）的小精灵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要发动魔力在公园、街区和人们家里开战。幸好很快有一群人自愿站出来制服这些小东西，他们用的是智能手机，搭载了鲜为人知的技术，可以捕捉和驯化宝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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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为什么多数公司无法获得第二次成功？它们往往迅猛发展，紧接着以同样的速度衰落。入选标普500指数的公司，平均生命周期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缩短到现在的15年。

		

		答案

		新产品迅速令市场达到饱和，销售额飙升后暴跌。数字元件升级使得产品迅速被淘汰。在反复强调过战略重点之后，高管将组织资产集中投入到某一项重大任务，在其衰落后便苦苦寻找第二个成功的收入来源。

		

		解决方案

		作者找到了遭遇存亡危机的公司所具有的共性，提出一些相应的策略：在热门产品彻底退热之前先行放弃；从提供产品进化到构建平台或服务；在原有业务遭到颠覆之前收购颠覆性的新公司。

	

	

精灵宝可梦Go（Pokémon Go），是运用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技术的多人手游迈出的一大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增强现实技术即是将数字图像与现实世界结合并实现互动。精灵宝可梦Go属于我们所说的“大爆炸式颠覆”，一款新产品大获成功，在一段时间内无可匹敌，其生命周期往往比人们对传统市场支配者所预期的要短（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3月刊《大爆炸式颠覆来袭》）。

精灵宝可梦Go只火了几个月。游戏发布第一周有750万玩家下载，一周后达到巅峰：2850万人每天平均游戏时间1.25小时。然而10周后，这股热潮就退了下去，在短短一个月内流失了1500万玩家。

夏末，小精灵消失了，任天堂（Nintendo）市值随之缩水67亿美元。任天堂与游戏开发商Niantic共同持有宝可梦角色版权，投资者认为游戏发布第一个月玩家带来的3500万美元收入能够持续，将其市值推高230亿美元。到了8月，市值回到起点。

这样昙花一现的项目并不只有精灵宝可梦Go。Fitbit、GoPro、Zenefits和TiVo等大爆炸式颠覆者都是这样飞速增长，而后又飞速衰落。因为这些项目没有为下一次创新做好准备。陷入这种局面的公司，不仅无力使缩水的收入恢复，而且已经为开始萎缩的项目投入了大量资源，陷入两难局面，其结局往往是迅速而彻底的崩溃。

这种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令我们想起美国作家、编剧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名言，“美国人的生命里没有第二幕。”菲茨杰拉德所指的是20世纪早期电影业极其短暂的繁荣，但这个倾向在如今许多炙手可热的行业愈演愈烈。

好的一点是，众多新企业的夭折，令我们得以学习现代商业失败的深层原因及补救措施。我们分析了多个行业300余家大爆炸式颠覆者公司的数据，总结了一些重要的规律，可以帮助企业成功实现第二次创新。

本文关注的是初创公司的危机时刻，不过，未能成功推动二次创新并不只是大爆炸式颠覆者独有的问题。即使是当今最成功、最受推崇的公司，遇到创新危机也难以幸免。入选标普500指数的公司，平均寿命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缩短到现在的15年。按照耶鲁创业学院（Yale Entrepreneurial Institute）驻校高级管理者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的说法，到2020年，榜上3/4都会是2010年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公司生命周期缩短，主要原因是数字化颠覆（digital disruption）。这种颠覆在未受第一波互联网转型浪潮影响的行业中迅速扩大，如制造（被3D打印和物联网颠覆）、农业（被无人机和传感器颠覆）、交通（被自动驾驶车辆颠覆）和专业服务（被人工智能颠覆）。二次创新危机虽然在初创公司最为显著，但在位公司了解其原因和规避方法也有好处。



二次创新危机何以存在

技术的快速进步改变了创新型技术渗透市场的速度。目前市场的创新采用率随时间呈现出惊人的鱼鳍形——这是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经典钟形曲线扩散模型的一个危险的变种（见图表《创新采用率的鱼鳍形曲线》）。罗杰斯的五个细分市场减少为两个：助力开发产品的试用用户和其他所有人。颠覆式产品以及为了推广这类产品应运而生的企业迅速兴起，只会以同样的速度陷入停滞和衰落。

使罗杰斯钟形曲线变形的有两个因素。其一，新产品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中迅速达到饱和，起先是消费品和软件市场，后来发展到耐用数字产品和工业品。信息在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渠道的传播，大大降低了消费者评估潜在购买的成本，造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于完美的市场信息”。你的产品刚发布，甚至还没有发布，购买者就已经对它十分了解，知道其他购买者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罗杰斯曲线的其他几个部分消失了，想要这款产品的人都会迅速购买，没有购买的人只是在等待你或其他新公司提供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举例来说，2016年，备受瞩目的特斯拉Model 3推出两星期内预售量近40万辆，其中多数是在推出3天内成交。放在过去，可能有更多消费者（罗杰斯曲线中的早期多数和后期多数）会在稍后购买，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产品发布时出现的购买者已经占了多数。到了第三周，新订单增长显著放缓，符合鱼鳍形曲线，之后只增加了约20万辆。完成订单要花一些时间（2017年下半年才会到货），但新需求并不会再增加。

另一个因素是，各公司产品和服务依托的基础数字元件迅速更新换代。基础元件的性价比、规格和能效不断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随之缩短。消费者和公司更换产品和服务的速度，现在取决于技术升级的惊人速度，而不是行业标准按部就班的发展演变。



高危企业的7大特征

每次出现新的买入良机，消费者都可能改变心意转向更好的替代品，且的确时常这样做。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之多的初创公司未能及时发现产品的鱼鳍形曲线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公司可持续性发展造成的威胁？

我们在研究面临二次创新危机的公司时发现，公司夭折的主要原因竟然是高管十分乐于接受最新管理理念。他们按照“设计思维”“精益敏捷发展”的思路，调动资源和创意，将第一代产品打造得尽善尽美，致力于为每位用户提供“出类拔萃”“体贴入微”的体验。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组织资产全部集中到了唯一一项任务上。



[image: ]创新采用率的鱼鳍形曲线

过去的采用趋势总体上可以预测。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是先驱，随后是更大的主流客户群体，最后是较少部分的后进者。最近的采用趋势则被压缩为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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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即使在大爆炸式颠覆的时代，管理者也必须关注商业基础管理，如固定成本、固定资产、产品库存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管理。不过，固守一款产品或一个顾客群体，很可能带来二次创新危机。

我们研究发现了7个常见错误，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公司在一次大爆炸式颠覆后毫无建树。将这类公司与规避了这些错误的少数公司进行比较，我们又发现了有助于实现二次创新的战略——关键时机几乎都是新产品大获成功的当口。



公司把资源全部投入某一个获得了成功的产品，就会遭遇失败。




1.公司过于精益。美国企业家、作家埃里克·里斯（Eric Ries）建议初创公司先推出最低限度可用产品（minimum viable product），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低成本渠道与用户密切互动，获取大量反馈，然后迅速迭代。精益创业方法受到新老企业的青睐，但如果公司将全部资源投入第一款产品，就会导致失败。因为市场饱和速度越来越快，创新产品总是很快就发展到鱼鳍形曲线迅速下降的部分。

一些公司误以为下降是因为未能满足用户，于是采取了里斯所说的“转向”（pivot），即产品设计的“总体方向修正”。但市场风口已过，期待的是下一次创新，转向无济于事。管理层必须组建新的队伍，赶在市场达到饱和前开始新一轮的创新，否则公司会陷入死循环：曾经热情满满的客户数量逐渐减少，要求却逐渐提升。到了这个时候，公司唯一的出路就是被其他更加多样化的公司收购，而且往往是低价收购。

比如奉行精益方法的团购网站Groupon，始终围绕其核心创新“社交购物”，利用用户规模跟商家谈折扣。虽然已有迹象充分显示用户对社交购物的热情下降，但Groupon依旧围绕这一理念，按部就班地进行界面改版，收购落败的竞争对手LivingSocial，还尝试把团购向旅游方向拓展。在此期间由于疏忽了基础管理，公司运营开支大大上升，还因为2011年首次公开募股（IPO）前后发生了会计差错，与美国证监会（SEC）发生龃龉，此后公司市值下降近90%。

只关注一个顾客群体而忽略整个市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只是由于固守精益原则。智能手机软件的生命周期非常短，开发商常常只顾着开发产品，专注解决错误的问题。开发过FarmVille等大热游戏的星佳（Zynga）公司也未能逃过鱼鳍形曲线，该公司的社交绘画小游戏Draw Something在几周内拥有了1600万玩家，又在之后几个月里迅速衰落，等到公司开始寻找其他利润来源时已经太晚了。

2.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精益方法用在公司财务方面反而有好处——完全依靠创始人或其亲友提供资金的私人公司和初创公司，灵活性最高，可以在时机到来时将战略和资源转向下一个产品，即使这个时机比大家所期望的来得更早也不受影响。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者这些“精明的投资”，则认识到过度依赖某个单一产品的危险，推动公司进行二次创新。

不过，市场迅速饱和的趋势鼓励公司提早为生产和扩张筹集大量外部资本。初创公司被迫转向众筹，或其他几乎不提供金钱以外价值的投资者，更有甚者求助于非股权债务。这类高度杠杆化的资本结构只在非常态增长时有用。假如市场稍微收缩，传统的债权人立刻就会焦虑，在初创公司迫切需要投资创新以求生存和未来扩张的紧要关头，鼓励乃至强迫它们削减规模。

昙花一现的公司还会在尚不必要时背上其他长期负担，限制未来的灵活性。初创公司一般没有工会合同、养老承诺等让年头较长的公司裹足不前的负担，但初创公司常有额外运营开支，如供应午餐、宽松的休假制度、免费日托，以及在高端地段租用办公室的费用。这类成本在市场易变的当下尤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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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后劲不足。按照典型的硅谷模式，风投者让有远见的创业者自由运营组织，直到产品正式推出。然而等到公司获得真正的客户，投资者就会让有经验的管理者（“家长监督”）接管日常运营［参见《创始人别走太远》（“When Founders Go Too Far”），作者史蒂夫·布兰克（Steve Blank），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12月刊］。例如，雅虎的杨致远和Twitter的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最后都退到了受到诸多限制的工程师职位。创始人没有了继续创新的途径或动力，往往很快退出，带着最信赖的同事一起去创办别的公司。

初创公司的投资者经常继续给创始人后续的其他项目投资，因此创始人离开公司，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个地址。但失去创始人的初创公司会面临严峻的二次创新危机。有经验的管理者注重改进原有产品，而原有的热门产品正是新入竞争者的目标。新的竞争者能够接触同样的组件技术，且不受过时的商业模式限制。

作为回应，公司继续重复现有战略，落后于市场的风险进一步提升。谷歌投资者及时看到风险，赶在公司开始依赖不可持续的搜索引擎广告增长前让创始人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史蒂夫·乔布斯退位后，苹果没能做出消费者想要的新产品，又重新聘用乔布斯，推出了第二款更加成功的招牌产品。而雅虎磕磕绊绊地换了CEO，新任CEO不适合承担重塑公司的任务，导致投资者纷纷退出。

4.公司过度迎合投资者。公众投资者和为他们提供建议的研究分析师可能比债权人更保守。IPO时拿到了钱的初创公司会被投资者阻碍，因为投资者嘴上说想看到更多颠覆式创新，但如果公司利润增长不够快，就会对公司股价和管理层施压。管理者要满足投资者的要求，只得搁置二次创新。

例如Snap、Blue Apron等公司的管理团队，在最近可能为时过早的IPO之后，疲于保持公司积极进取的战略和市场要求之间的平衡。2011年上市的商务社交网络颠覆者领英，面临的困难虽然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公司收入几次未能达到华尔街预期，5年后股价大幅下跌。在这种情况下，领英成了微软看中的收购目标。微软有信心为领英恢复失去的荣光，代价是领英失去独立。

调整战略安抚股东，会让初创公司的重要使命立刻受到威胁，让所有人失望。手工艺品交易网站Etsy 2015年上市，CEO查德·迪克森（Chad Dickerson）限制散户投资者只能购入2500美元，希望确保公司社会及政治使命始终放在第一位。但两年后公司成本大幅上涨，网站做出艰难的决定，允许批量生产的工业制品上架，手工艺品卖家对此感到困惑，激进投资者逼迫迪克森退位，带走了Etsy 8%的员工。如今Etsy没有了关注公益的共益企业（B corporation）的地位，也不太可能转型成为公共利益公司。公众投资者未能帮助Etsy品牌发扬光大，反而让它失去了灵魂。

5.公司运气太好。现在可以通过更换可替换硬件和软件组件的方式，迅速打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大爆炸式颠覆者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上市前估值乃至实际市值。这样的独角兽估值，似乎并没有投资基本原理可言，只是因为早期用户的热情和收入前景。近乎完美的市场信息造成了这种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局面。

如今最受推崇的初创公司，有一些只是因为运气好——横空出世大获成功，二次创新一败涂地，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推出的产品引发大爆炸式颠覆，会让管理者觉得自己所向披靡。事后撰写的历史，常把创业者机缘巧合的第一次成功写得像是超乎寻常的管理决策得到的成果，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成功往往也孕育着失败。

Twitter上市首日市值达到 240亿美元，之后就苦于寻找收入来源和维持爆炸式增长。推送信息、投票、流媒体视频和发长文等新功能，让许多长期用户不胜其烦，在Twitter页面上抱怨。管理成了毫无新意的旋转门。Twitter股价跌了一半，也迷失了方向——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方向。

创始人错以为高价值就代表自己有商业才能，还可能会给原本简洁的产品设计加上多余的装饰，让忠实的早期顾客不满，而最初正是这部分顾客将产品推到了聚光灯下。Oculus在2014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上凭借一款VR头盔雏形获得了最佳大奖（Best of the Best），短短几个月后就被Facebook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多余的设计导致公司直到2016年才推出第一款商业化产品Oculus Rift，全套售价800美元，打击了消费者热情。未能符合人们期望的Oculus Rift面世第一年，销量远远落后于HTC、索尼和三星开发的更简洁的VR设备，市场份额仅4%。

6.公司受到监管限制。在鱼鳍形曲线的大爆炸阶段，产品迅速被用户接受，在位公司为之震惊，转而诉诸监管者，希望打压颠覆者争取时间。航空（受到无人机威胁）、酒店（受到爱彼迎威胁）、医疗（受到基因检测威胁）和金融服务（受到比特币威胁）等多个不同行业，都是在位公司带头呼吁禁止颠覆者的业务。等到消费者表示不满，监管者再匆忙发布并不完善的新法规，其实并不了解新的产品或服务与行业内原有的东西区别在哪里。

为了应对监管，现在的初创公司必须比以往更早聘请法律顾问，将稀缺资源从建设公司转移到应对当地监管、公共事业委员会和立法听证。优步和爱彼迎等共享经济企业在世界各地被卷入纠纷，能否继续运营尚且未知，无论如何，势必要与在位交通运输公司和酒店企业接受同样的监管。

初创公司竭尽全力在行业中立足，这种趋势暗藏危机：初创公司可能很快就会变得像在位公司一样依赖监管者，从而阻碍发展。法律顾问让初创公司变得谨慎，也开始觉得可以运用法律来防备下一代创新者。它们也许赢得了监管的保护，但由此失去了冲劲，最终失去顾客的心。

7.公司寄希望于不存在的客户。在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大爆炸式颠覆者的客户都是一次性全部出现，放出了有关后续产品未来销量和市场容量的错误信号。特斯拉的例子表明，消费者用社交媒体及其他电子渠道表示某款新产品值得拥有，引起一波大浪，之后就后继无力。罗杰斯的钟形曲线已不复存在，现在只有鱼鳍形曲线。

比如智能手表，相当于可以佩戴的智能手机。苹果公司的Apple Watch预售首日在美国的预订量达到100万，价格还相对较高。但智能手表本身不太可能以新功能、新造型或新的硬件为基础实现二次创新，况且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更新换代本身就很快。智能手表销量一直表现平平，一些分析家称消费者宁愿选择搭载了类似功能的健身相关产品。

管理者习惯参考钟形曲线，以为之后会获得更多顾客和新的市场，于是调动大量资源扩大生产分销，但第一波热潮过后就卖不动了。更糟的情况是，公司准备了大量库存，全部滞销。游戏开发商THQ为任天堂Wii开发的手写板大获成功，2010年准备向其他主机平台发展，然而不久苹果推出iPad，市场突然转向独立的绘图应用。THQ继续制造手写板，库存积压140万。公司被迫宣布破产，再也没有恢复。THQ总裁后来坦白说：“我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准备二次创新

杰出的二次创新公司不止避开了以上陷阱。把握从一轮鱼鳍形曲线转到下一轮的时机也非常关键。在大爆炸式颠覆的时代，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出现在衰落之前，在市场迅速增长时就展开二次创新。



再度辉煌的公司推出的往往不是单一产品，而是一个生态系统。




少数公司看清了大爆炸式颠覆只是短暂的成功，之后机会大门就被关闭。这些公司得以幸存下来进行二次创新，成为真正的可持续企业。能够继续推出第二款产品、进入第二个市场或引领第二轮技术改革的公司，创立之初的定位不是只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一次性方案，而是能够进行几千次实验的创新引擎。这些公司的创始人也很有眼光，能看出哪些实验有发展前景，哪些必须尽快叫停止损。

要让公司成功实现二次创新，可以参考以下长期颠覆者的策略：

在成功的产品彻底衰落之前抛弃它。实现二次创新的公司不仅能看到大爆炸式颠覆的势头，而且还有勇气趁着一波鱼鳍形曲线尚未下落及时跳到下一波，不会等到价值枯竭。许多公司被困在低谷，为越来越少的尚未转向其他更好、更便宜选项的老顾客提供服务，而成功的二次创新公司积极寻找新技术进行实验，尽可能地调动资产转向，同时尽量赚钱为转向提供资金。

例如，奈飞用邮寄碟片出租服务击垮了Blockbuster，2007年又推出在线电影点播服务，这时宽带网络速度和普及率都还没有跟上。当时有人说奈飞这种举动是分散自己公司的收入，但CEO里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知道，租碟只是一种临时解决方案，而且效果并不理想。时至今日，奈飞在流媒体行业一家独大，利用这种优势制作原创内容，订阅用户数是有线电视巨头Comcast的两倍。

打造平台而非产品。多数二次创新公司推出的不是一款产品，而是一个生态系统，将顾客、供应商和其他相关各方联系在一起，向所有人提供支付、内容呈现、争议处理、数据分析和质量保证等服务以获得收入。人们的口味会变，平台本身不变。

谷歌、亚马逊、Facebook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深谙此道。腾讯利用其游戏平台和智能设备方面的专业技能推出了微信，这款手机通信软件在中国拥有超过10亿用户。微信集社交功能和移动支付于一体，每年利润近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旧与网络游戏相关。

平台战略现在被优步、爱彼迎和跑腿兔（TaskRabbit，最近被宜家收购）等共享经济公司效仿。这些互联网公司没有实体资产，只是帮助买卖双方建立联系，并且不断压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因此，这类公司灵活性极高，可以增加服务、调整界面，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与后端实际供应商的关系，大大降低了在第一波颠覆后失败的风险。

将最初的产品转为服务。颠覆式创新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其为中心衍生的其他流程和设施。除非是拼凑了所有功能的一次性用品，比如很多软件创业公司的产品，若不然，把核心工具和流程转到其他地方，甚至相差很远的不同行业，也许就能发现二次创新的机会。

例如，2015年，运动用品公司安德玛（Under Armour）为刚刚萌芽的物联网投入大量资金，与HTC合作研发推出运动追踪设备。不过，安德玛的互联网健身平台已经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平台用户可以从多个来源及第三方产品（包括安德玛竞争对手的产品）导入追踪数据，整合到一个控制面板和一组软件里。此外安德玛还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 Medicine）合作，为平台社区的2亿用户提供基于研究成果的健康指导。

另一个例子是亚马逊，最初是网络书店，后来什么都卖。之后亚马逊经过了一次小的飞跃，集合了其他零售商。现在亚马逊推出了Amazon Web Services（AWS），为组织或个人提供云计算服务。AWS是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IT业务，为其他几百万家企业存储公司运营软件、数据及其处理程序，成为了占据优势的供应商。2016年AWS营业利润超过30亿美元，接近亚马逊零售部门的3倍。

运动相机品牌GoPro也经历了收入增长放缓、股价暴跌（几年内跌了90%），艰难地领悟了从产品发展成为服务的需求。智能手机搭载的高端摄像头迅猛发展，GoPro的硬件市场过早饱和。公司削减人员，大量投资打造新的软件，通过内部研发和外部收购，开发适用于各种录制来源的顶尖视频编辑工具。前不久公司CEO尼克·伍德曼（Nick Woodman）说，公司的新战略是成为中立可信赖的视频提供方，成为“内容创造方面的中立方”。

投资或收购新生的颠覆者。初期获得成功的公司资金充裕，且相对容易从风投处获得投资，可以及早利用这笔钱启动二次创新。即使公司继续向客户提供同一款流行产品，也还是可以投资或收购下一代颠覆者。

硅谷公司一直都喜欢这种通过收购实现进化的战略，思科、甲骨文和高通都是这样做的。更年轻的初创公司也采用这种方法实现扩张。最近的早期收购动辄几十亿美元，如Facebook花费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谷歌花30亿美元收购物联网先驱Nest，可能让许多初创公司力不从心，但对于追求二次创新的公司而言，为不可知的未来做准备，值得投入这笔资金。



来日再战

成功的大爆炸式颠覆，更可能是因为把握好了时机，不是歪打正着的预测。成功的初创公司要及早认清这一事实，避开那些拖垮了我们研究中许多公司的坏习惯。

不过，这只是建立可持续新企业的第一步。就算消费者对第一款产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管理者也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不可避免的衰落，转而根据商业基本规律建立起坚固的平台。二次创新领导者须抵抗诱惑，不要承担不必要的资本和运营责任，而投资于可以随着市场变化随时灵活调整的产品架构。

这样做有着深远的意义。挺过早期二次创新危机的公司会成为创新孵化器，不只关注某一产品或某一市场，还会关注企业文化，吸引有才能的工程师和营销人才，以及鼓励长期投资可持续颠覆式创新的利益相关者。简言之，这类公司会去开发能够支撑超高额估值的品牌。

如今这样的企业已经少之又少。多数在互联网生态系统的高压环境中找到——在这种环境里，求生本能必然是最宝贵的创业特质。曾经前景光明的颠覆者不计其数，而成功实现二次创新的公司寥寥无几。

如前文所述，面临存亡危机的不止初创公司。鱼鳍形曲线在各个行业出现，在位企业也会突然发现本公司需要二次创新战略，前不久刚刚火过一把的公司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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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唐斯是埃森哲研究部（Accenture Research）高级研究员，与他人合著有《释放杀手级应用》（Unleashing the Killer App，暂译）。保罗·纽恩斯是埃森哲研究部思想前沿全球董事总经理，与他人合著《跨越S曲线》（Jumping the S-Curve，暂译）。两位作者合著有《大爆炸式创新：破坏性创新时代的战略》（Big Bang Disruption: Strategy in the Age of Devastating Innovation，Portfolio出版社，2014年出版）。







	特写 Feature

	

	迪士尼如何守护创造力

	齐菁 | 文 李剑 | 编辑

	

	
		迪士尼通过对内容产品的尊重和热爱，打造了动画和实景电影方面无与伦比的竞争力，然后将电影人物和形象投放在其他娱乐资产上，作为对电影业的补充或价值延伸。最终，迪士尼借此不断创造价值，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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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的家庭娱乐公司华特迪士尼公司（以下简称“迪士尼”）在2017年10月16日，与观众和粉丝们一起度过了自己94岁的生日。迪士尼堪称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娱乐公司，创造的米老鼠等动画形象和作品深入人心，旗下迪士尼、皮克斯、漫威、美国广播公司ABC、ESPN及卢卡斯影业6大品牌也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作为内容生产的佼佼者，高质量的文化遗产是迪士尼的优势，但有时候也可能成为掣肘。长久以来，迪士尼内部一直存在着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议。不过，创新根植于迪士尼的使命之中，现任CEO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也坚信既要尊重传统，又要推动传统向前发展，不能让传统阻碍了创新。

	2011年，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殷阿笛采访时，罗伯特·艾格曾就传统和创新的平衡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说：“我个人的信念是，要有创造性地承担巨大的风险。如果要失败的话，也不要平庸的失败——要真正地承担风险，有创造性地失败。”

	罗伯特·艾格在上任之初就确立了打造优质品牌内容、创新科技和全球化发展三大战略重点。迪士尼能够守护好公司的创新文化，靠的是无数创意和商业人才多年合作积攒下来的经验。在笔者看来，迪士尼的成功源于4点：对内容创造的热爱、对专业的尊重与极致追求、对技术驱动的开放态度和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耐心。

	

	热爱是一切的原力

	迪士尼是一家创意型公司，并不十分推崇用分析手段来决定创新方向。因为他们觉得，分析很难看到每个决策背后的情感成分，归根结底你还是要聆听直觉，相信你的激情之所在。

	笔者接触到的每位迪士尼员工，不论是画稿手绘师、市场趋势研究员、博物馆讲解员、幻想工程师，抑或乐园里的演职人员，每个人提起自己的工作内容就兴致勃勃并且滔滔不绝。甚至连国际知名影星艾玛·沃森、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和甄子丹都为加入迪士尼的某一作品创作而兴奋不已。

	对工作内容的热爱会提升员工的敬业度，而创意产业的基础就是对生活的留心观察和体会。现在备受游客喜爱的迪士尼乐园每晚的烟花表演，最初想法就是源于公司创始人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先生小时候的故事：没有钱买玩具的农场小男孩迪士尼，每年最期盼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烟花表演，仿佛他奇妙的梦境在夜空中绽放。五颜六色的烟花和千奇百怪的形状激发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意，这是他最好的童年娱乐回忆。这一情结让他想要把烟花作为给每一位乐园游客的晚安吻以表达感谢。

	在打造优质品牌内容方面，热爱所散发的“原力”更为显著。近年来，迪士尼推出的续集大片《海底总动员2》《美国队长3》《加勒比海盗5》《汽车总动员3》和翻拍的老故事《奇幻森林》《美女与野兽》票房成绩都不错，但是真正惊艳、让人能够感受到迪士尼源源不断创新力的作品依然是《超能陆战队》 
	《冰雪奇缘》 《头脑特工队》《疯狂动物城》和《寻梦环游记》这样百分之百原创的作品。这些电影都打造了非常坚实的新内容基石，让观众在走出电影院时已经开始期待它的续集、前传和外传等新故事，并对其周边产品抱有极大的兴趣。

	2015年上映的《头脑特工队》在全球收获了8.6亿美元票房。该片的创作灵感源自皮克斯导演彼特·道格特（Peter Docter）无法理解女儿进入青春期后的情绪波动，因此架构出的是大脑意识世界：或许每颗脑袋里都住着5个小人，它们分别掌管着人类的快乐、悲伤、愤怒、厌恶和恐惧5种不同情绪，监控和引导人们经历喜怒哀乐。他们每天会去大脑总部“打卡上班”，等到人类进入睡眠状态方能收工回家。历时5年，基于两位精于情绪、表情心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彼特·道格特讲了一个创意十足的故事。他让“脑内小人”控制“宿主情绪”这个看似不着边际的想法显得合情合理，更让我们意识到涉世未深的孩子，情感的成长幻化同样复杂和深刻。

	

	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当今时代流行众包和平台型经济，但在文化创意产业这些方式似乎很难行得通。

	要想出一个创意或是创造性的方向，必须投入巨大的激情。通过社交网络征集创意，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营销点子，但让大家一起投入进来，并不一定能有更好的创造性。一直以来，迪士尼坚持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他们对于原创或准原创作品，往往显示出近乎苛刻的质量把控。

	迪士尼对质量和细节的要求，从华特·迪士尼的做事方式就能看出：当年在打造加勒比海盗游览项目时，项目实际上已经开工，但因为想出了更好的方案，他宁可损失投资也要重新来过。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新项目“宝藏湾”，更是迪士尼乐园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从设计到搭建耗时7年，它主打的是沉浸式体验。迪士尼要求做出加勒比海盗故事发生时间1730年的船体效果，并且这艘船已经经过10年的海水浸泡，要重现出它经历过风吹雨打的模样，包括木桩上的纹理，岸边石头的青苔都要尽量还原。这样做的结果是，项目场景的逼真程度能够让游客瞬间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迪士尼对专业的尊重还体现在对于全球不同市场的深度本地化运作上。在打造迪士尼上海乐园时，从设计阶段起，迪士尼的幻想工程部就和在中国招募的100多位中国幻想工程师，一起协作打造出上海迪士尼的设计草图。为了让项目受到中国游客的欢迎，该团队还进行了大量中国文化研究和消费者调研。

	迪士尼城堡是迪士尼乐园的核心建筑，上海乐园的城堡是所有迪士尼乐园中最大的。在设计时，幻想工程师团队寻访了世界各地的城堡，拍摄了大量图片，给中方设计师参考。前期消费者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游客更喜欢欧式城堡，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中国元素，所以设计团队最终选择在上海迪士尼城堡的尖端加入了祥云、牡丹和上海市花白玉兰等中国元素。

	在创造优质和新颖的内容方面，罗伯特·艾格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12年邀请有40多年电影行业经验的艾伦·霍恩（Alan Horn）出任迪士尼影业主席。

	加入迪士尼之前，艾伦·霍恩曾在华纳兄弟娱乐公司、21世纪福克斯等多个好莱坞电影公司担任重要职位。在其任期内华纳兄弟曾7次问鼎全球票房榜，他负责了多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电视作品，包括电视史上最成功的节目《宋飞传》，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以及《哈利·波特》系列、《蝙蝠侠》系列等等。

	加入迪士尼之后，艾伦·霍恩保持着高水平的业绩表现，迪士尼影业近年来的票房成绩领跑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正如罗伯特·艾格对艾伦·霍恩的信任一般，艾伦在处理麾下迪士尼、皮克斯、漫威和卢卡斯影业的关系时，也以尊重和信任为先。在问及他对漫威有什么计划时，他曾风趣地表示：“他们都非常棒，我就打算给他们送咖啡。”

	

	技术为创意增添魔力

	在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迪士尼坚持运用最新科技来展示品牌内容，以赢得早期竞争优势。这一策略历史悠久，华特·迪士尼本人就十分推崇技术。1937年，世界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大卖，为迪士尼带来了第一桶金。迪士尼公司美国总部大楼的建造资金就来源于这部影片，因此大楼设计也以该影片为主题，撑起柱子的是七个小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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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D23粉丝大会上公布《寻梦环游记》预告片及表演

	

	

	技术的运用能为翻拍经典带来更多可能性。2016年上映的真人动画影片《奇幻森林》是根据1967年迪士尼动画《森林王子》改编，讲述了由狼群养大的人类小男孩毛克利，被逼迫放弃赖以为生的森林之家，踏上一场波澜壮阔大冒险的故事。在2016年的最新版本中，小男孩是剧中唯一的真实人物，其余场景均为特效合成。除了主人公之外，动物算是影片的另一大主角，特效团队先用简单的3D模型做出样片，经过反复调试确保动作和真正的动物完全一致，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细节进行雕琢。此外，为了完美立体地呈现野外环境，不漏掉任何细节，特效团队特地去非洲进行了几个月的生活体验。在毫无现实道具的情况下，单单水的特效，制作团队就储备了上百种。

	这一技术突破为翻拍迪士尼其他经典动画片提供了坚实后盾。2017年，在迪士尼粉丝大会——D23博览会上，迪士尼宣布制作真人版《狮子王》的计划。这部1994年的经典作品当年全球票房接近10亿美元。迪士尼在D23会上放映了一小段预告片，台下5000多名观众当场沸腾。

	此外，迪士尼乐园无疑是迪士尼最高科技的集中呈现，它给游客带来了众多经典电影的沉浸式体验。华特·迪士尼说：只要想象力没有枯竭，乐园就永远不会完工。全球各大迪士尼乐园都在不断发布新建园区和翻修游乐项目计划，这些计划与当下前沿的大数据、人工智能、AR和VR等科技都密切相关。

	2013年，经过多年的开发和测试，迪士尼世界推出了MyMagicPlus计划。现在，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的每一位客人都能获得魔法腕带（MagicBand），配备长射频识别（RFID）技术。这些腕带与数千个传感器进行通信，并将实时数据流传送到游乐园，使数百个娱乐场所成为巨型计算机系统。所有这些数据都是为了帮助迪士尼工作人员能及时调整游戏参数，以便给每位游客一个难以置信的体验。魔法腕带还可以作为酒店钥匙、信用卡、门票和快速通道通行证来使用，通过这个传感器可以在乐园中轻松定位到每一个游客，系统会知道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以及你需要什么。开发魔法腕带的技术团队希望达到的效果是“消除游客在迪士尼世界体验中的所有摩擦”。

	

	创意需要耐心打磨

	最新技术的应用节省了很多重复人工的时间，不过并非为了加快创意打磨的速度。迪士尼的内容作品从来不是快节奏的制作方式，他们不惜漫长周期也要做到精益求精。迪士尼一部影片从立项、剧本打磨、原型创作、建模、拍摄、后期到发行通常要经历6到7年的周期，这也是华特·迪士尼留给公司的优良传统之一。

	在华特·迪士尼拍《木偶奇遇记》时，他会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每遇到一个员工就会把他拉来讲一遍《木偶奇遇记》的故事。他会根据人们对这个故事每一个细节的具体反映来进行修改，直到把故事做到最好。如今，迪士尼做电影讲故事的流程也是如此，总是不断修改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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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

		“银河护卫队：使命突围” 游客实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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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

		“银河护卫队：使命突围”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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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上映的《疯狂动物城》，全球收获了10.2亿美元票房，在中国更是创造了口碑逆袭的奇迹。这部影片构建的依然是迪士尼最擅长的动物世界，制作人员的耐心和精细程度令人惊叹：影片里每一种动物都有不同的毛发，而每一根毛发都是独立制作。为了完美呈现不同动物们的特点，制作人员花了18个月的时间研究动物习性。

	这部电影的手绘稿创作耗费了500位员工5年的时间，他们仔细打磨人物角色的每一种性格、表情和心理，以及电影完整的世界观设定。据介绍，在最终呈现的影片中，80%的人物设定都没有被采用，迪士尼对影片的准备功夫之深可见一斑。此外，考虑到全球市场，电影中新闻主播的形象也是根据不同上映国家而单独设定，中国是熊猫，巴西是美洲虎，澳大利亚是考拉，日本则是狸猫。

	罗伯特·艾格任期内的另一大工程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该工程从开始谈判到最后竣工，整个过程持续了17年。1999年，当时还是迪士尼国际部总裁的罗伯特·艾格开始频繁来到中国，希望推进迪士尼乐园项目。他见过3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几任上海市长以及很多的官员。罗伯特·艾格之所以如此有耐心，锲而不舍地想要完成这件事，原因在于他相信：长期而言，这是公司面临的最大机遇。

	罗伯特·艾格这一判断最后被市场印证，2017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开幕11个月后迎来了第1000万名游客，成为全球首个开园不满一周年就迎来千万游客的迪士尼主题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第二财季就已实现小幅盈利，并为迪士尼公司整体财务表现增色不少。一些有趣的数据也能体现中国游客对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喜爱。截至2017年6月16日开园一周年之际，已有超过100万只毛绒玩具被游客带回家，售出的17万只气球足以吊起一座房子，游客已与演职人员交换超过100万枚迪士尼交换徽章

	从公司价值创造的层面上来说，早在1957年华特·迪士尼就确立了守护创造力在公司战略的核心地位。他设计的愿景图定义了公司的关键性资产，其中包括一项兼具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资产——创意工作室和院线电影。此外，该愿景图还描绘了各类资产之间的互补性商业模式，一种密集的血统关系：卡通资产提振电影，电影也为连环画提供素材。迪士尼乐园与电影业互为补充，电视为音乐产品宣传造势，而电影为音乐部门提供歌曲和人才。

	迪士尼通过守护创造力，打造了动画和实景电影方面无与伦比的竞争力，通过对内容产品的尊重和热爱，积累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然后将电影人物和形象投放在其他娱乐资产上，作为对电影业的补充或价值延伸。最终，迪士尼公司借此不断创造价值，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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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如何设计客户旅程：

		“银河护卫队：使命突围”的诞生

		乔·罗德（Joe Rohde） | 文 齐菁 | 编辑整理

		

		“银河护卫队：使命突围”是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2017年5月新开启的游乐项目，开放之后立刻成为这一夏天乐园里排队最长、最受游客喜爱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是以2014年上映的漫威新作《银河护卫队》影片故事为蓝本，创造的一段长约2分钟的旅程，最终项目开放紧随《银河护卫队2》的上映时间，电影和乐园游乐项目相辅相成。

		该项目由此前的“惊魂古塔”项目所改建，因而建筑格局是既定的。迪士尼幻想工程师们的工作就是要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新故事，以及想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既有建筑变成粉丝和游客想要的样子。2017年迪士尼粉丝大会D23展会之前，在迪士尼工作了37年的资深幻想工程师乔·罗德（Joe 
		Rohde）分享了他负责打造这一游乐项目的历程，以下是他的演讲摘录。

		

		打造乐园的游乐项目跟做影片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讲故事方法，我们并不想要一个宏大的史诗级电影叙事，而是必须另辟蹊径，打造短小精悍的故事。我们认可的叙事原则就是开门见山。

		讲故事的另一个原则就是从零开始。因为你无法保证来乘坐游乐项目的所有游客都看过电影，是对情节和人物如数家珍的忠实粉丝。游乐项目的故事线不一定要考虑原作的主线剧情，而是故事的内在价值。这个故事要表达什么？在考察建筑时也首先要从宏观的角度看，思考我们能做什么？可以根据它讲个什么故事？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现有的基础是一幢高大宏伟的建筑和一辆可以上下飞速穿越的车。因此，地面情况可以成为故事的基础。我们打算把它变成一个越狱的故事。大家都看过越狱电影，也都明白越狱的基本套路：一个有安全许可的内应，夹带一些工具，比如可以开门的假眼珠，或者和监狱里的老大串通好。我们从大家熟悉的套路出发，方便观众快速跟上节奏。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建筑如何展现故事的内在价值？我们都知道《银河护卫队》有一些象征性的概念，其一就是“不羁的能量”。所以能确定的是，这个故事或多或少都要有点“不羁”的成分在里面。而能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的能量，在走进这个娱乐项目时需要兴奋的感觉；另一种是建筑耗费的巨大物理能量。《银河护卫队》要表达的另一个要点是强力的掌控与混乱的创造力之间较量，因此我们的故事以颠覆能量为中心，包括电能和“收集者”的物理能量的颠覆。

		最终确定的基本的故事线是：护卫队被困在“收集者”堡垒的监狱里，游客作为“收集者”的座上宾，被没有受困的火箭浣熊带进入情境。火箭浣熊利用游客的安全许可刷开大门，可以炸掉发电机、关闭电源，并打开监狱门、放出护卫队，成功越狱。

		有了故事的下一步是要想清楚怎么传达这些想法。在进入设计建模前，我们会先绘制一幅情绪线的图，即从游客的视角看会沿着怎样的路线浏览。我们的故事里没有旁白，因此我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你往哪里看。但我要保证，不管你在看哪里，故事都能发展下去。这和电影不一样，电影能够通过聚焦、打光和安排好的顺序来确定你只看到创作人员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在游乐项目里没有所谓的主演，游客就是这里的演员，而场景要能活过来和你对话。因此设计必须让人有参与感，你看得越多就了解得越多，对身处何方和即将发生的事就越有概念。所以，我们要仔细设计让游客视线落在哪些地方，怎样才能让游客不以常规的方式看这个建筑，这些最终被转化成了一个数字模型。

		接下来的任务就很有趣了，就像一个拼图游戏，我们想要怎样改变这栋建筑从前的样貌，要抹去什么，以及添加什么。这些都是在数字模型上进行调整，每一步、每一种方式我们都和电影制片人分享，以保证步调和方向一致。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正式动工之前我们还会制作物理模型，进行多次数字彩排模拟，以保证故事理念和情绪调动以多种方式充分预演。

		与漫威电影团队的合作让我们赶上了电影拍摄档期，我们可以在演员还沉浸在其角色之中时请他们来做游乐项目视频的拍摄。世界观虽然没变，但我们要求他们做的与平时的表演不同。因为我们的故事没有电影屏幕，一切都是要真实发生的，演员需要更为夸张的表演力度。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主演们在一起，介绍他们的角色，帮助他们抓住我们想要的感觉。拍摄时我们还没有设计游乐车的路线，因此，我们用多台摄像机360度记录了演员的行为，将表演做成数字模型，以便后期确定行车路线。

		最后，不得不提我们的音乐，《银河护卫队》以致敬经典摇滚乐闻名。在实际项目建造好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游客乘车视听体验的设计和测试。我们坐进一个塔架车，戴着耳机、看着视频，随着车上下移动，仿佛我们真的在坐游乐项目，也会产生真实的生理反应。设计时的亲身经历至关重要，被我们排除掉的歌曲数目惊人。我们从大概90首歌开始筛选，最后只剩下6首。我们也邀请团队成员、漫威公司的人都来试乘，保证我们一直在正确的方向上。

		最终的成果完全出乎意料，使人耳目一新，它活力四射，狂放不羁，还十分有趣，这也是漫威品牌的精髓之一。来玩的人都喜欢这次经历，坐到最后你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你一直在大笑尖叫。所有的一切汇集成一个整体，它不代表任何你曾经见到的事物，你在电影里也不会看到这些，但它代表的是这部电影内在的价值。这种表现方式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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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实习生秦煌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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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胜未来，组织先行
——VUCA时代的京东人力资源策略革新

	隆雨 | 文 李源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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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CA（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时代的来临，对企业运营和组织管理方式提出颠覆性的挑战。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零售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产品和新业态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眼球，业内都在探索未来零售的方向和标准。2017年下半年，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提出第四次零售革命的理念，以及组织向“积木型”嬗变的构想；表达了京东在抓住“不变”本质的前提下，战略和组织如何积极“求变”的思考。

2017年是京东未来12年战略转型的第一年，也是京东HR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对过去五年做了大量的复盘，重新思考在企业战略革新的大方向下，HR怎么帮助公司提前做好致胜未来的准备，以及如何重构和升级我们的组织能力。基于这些思考，我对未来12年京东人力资源管理的愿景做了全新的展望，提出京东人力资源管理的“OTC价值主张”（OTC是Organization组织、Talent人才、Culture文化的缩写，也有非处方药的含义）：基业常青，文化先行；战略落地，人才先行；致胜未来，组织先行。

“基业常青，文化先行”，意即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个抓手是文化，我加入京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文化价值观的大梳理。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凝聚组织和人才价值，保证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基础。如果一家企业只是追求短期利益，和员工之间没有精神层面的统一和契约，是不可能常青的，这样的企业是没有灵魂的企业。“战略落地，人才先行”，人才是HR管理的第二个抓手，人才是推动企业战略落地与组织变革的核心力量。HR需要帮助企业识别与培养实施战略、推动变革最适合的人才。最近京东吸引了原微软亚太科技董事长申元庆和前IBM Watson首席科学家周伯文等一大批全球顶尖的技术人才加入，就是为了支持京东未来12年的技术战略落地。同样，随着业务多元化发展，京东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跨界人才、复合型人才。

最后一个抓手是组织，“致胜未来，组织先行”。京东过去在文化和人才方面谈得比较多，未来12年，我们要多谈组织，组织能力是一个企业致胜未来的关键因素。京东认为，未来的组织将打开业务环节之间的强耦合关系，使之成为一个个可拆分、可配置、可组装的插件，就像乐高积木一样，通过对多个可选插件的个性化组合，满足客户不同的偏好和需求。 “积木型”嬗变对京东从业务到组织的整体能力提出了颠覆性改变的要求，我们需要从一体化的“整合”能力向一体化开放的“整合+组合”能力转变。为帮助公司具备向“积木型”嬗变的能力，作为首席人力资源官，我从组织管理机制、组织价值驱动、组织开放生态建设方面提出京东组织管理的三个革新举措：建立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建立价值契约的钻石型组织；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



组织管理机制革新：
建立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

从2016年开始，京东HR在集团和各业务层面做了大规模的组织诊断，发现很多部门在用户体验（包括内外部客户）和效率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2017年年初，我们开始在职能体系中试点搭建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下半年推广到研发体系。建设“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需要做三件事：建立客户导向的平台架构；建立内部任务市场；建立网状评价关系。



建立“客户导向的平台架构”

平台架构就是以客户需求为出发点重新梳理和设计内部职能分工，按照前台、中台和后台改革现有组织运作模式。前台职能定位为快速响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中台职能定位为通过组件化和模块化，解决共性需求，提炼和输出核心能力；后台职能定位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共享服务。平台架构的关键成功要素是授权前移，让前台离客户更近的人做决策，“让一线听得见炮火声音的人来决策”。

2017年下半年，我们完成了商城研发的平台架构调整。过去，商城研发没有明确的前中台切分，业务部门想要实现一个需求，需要同时和三到五个研发负责人打交道，缺乏统一的需求管理界面，响应速度和效率都受到影响。调整之后，业务需求统一由前台研发接洽，并专注解决这些需求。中台研发从之前大量的需求沟通中抽离出来，潜心钻研技术革新，在支持好前台研发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开放。平台架构调整之后最直观的效果就是业务需求实现和效率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平台架构不是简单的组织架构调整，我们也在尝试创新的管理模式。比如京东首创的TBP（Technical BP，技术业务伙伴）模式，就是为解决业务需求实现和快速响应的痛点，参考HRBP模式，根据研发特点个性化定制、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管理模式。TBP核心团队由前台研发抽调优秀的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组成，这个团队归属研发体系管理，但在业务部门办公，直接面对业务，深入理解业务需求，而且有60%的考核都是由业务部门决定。为确保TBP能更高效地调动中台研发资源，我们同时在中台研发配置了由定向支持TBP的需求接口人和资源协调人构成的TBP“外援团”，以虚拟服务团队的形式，帮助TBP协调资源，推进需求实现。为促进两个团队共同为满足前台业务需求负责，我们要求TBP核心团队和“外援团”都要考核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前台客户满意度。简单来讲，如果客户不满意，不只TBP团队的考核受到影响，作为“外援团”的中台服务团队也同样受到影响，反之亦然。



建立“内部任务市场”

平台架构可以解决大部分需求实现问题，但仍然存在固有组织边界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业务需求还是会面临对口服务部门资源、能力方面的限制。为了解决内部资源分配的痛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我们将全公司所有的人才和能力进行打通，把前台客户需求从一个个工作分解成一个个任务，通过任务管理平台将任务开放给公司内所有人。任务市场的关键成功要素是灵活组队。员工可以跨越部门界限，在全公司范围内自由组队，以任务团队身份比拼领取并完成任务，获得评价和奖励。为让任务市场更健康地运作，我们同步在搭建任务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内部资源透明化和交易结算机制、人才评价及绩效管理等一系列配套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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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网状评价关系”

通常来讲，组织内的评价关系只有上级、下级、平级这样的线状关系，并不是真正的360°的关系。通过参与虚拟组织、加入任务团队，员工在组织内的关系网络会在相对稳定的线状关系基础上不断扩充，逐步变成网状关系。网状评价关系是以个体为中心，更加重视个人价值的贡献和相应的回报。每个员工身边会有两张网，一张网是组织内部的关系网；第二张网是什么？我们的员工每天和大量外部的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进行沟通、交互，这些外部关系就构成“第二张网”。这两张网构成了一个员工的网状评价关系。（参见图1）

网络越密集，说明个体被需要的场景越多。而因为很多关系的建立是临时性、阶段性的，每个网络实际都在动态发生变化。网络的密集性和动态变化，使所有关系人对某一个体员工评价和反馈的信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难以收集，更谈不上基于这些信息进行判断。所以，保障网状评价关系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建立配套的“网状评价”信息平台，以实时收集和汇总分析所有网状关系人的评价反馈。京东从2013年开始规划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现在已经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全流程的信息化，可以从人才评价系统、绩效管理系统、OKR（目标与关键成果）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等多系统终端实时收集不同关系人的评价信息。

“客户导向的网络型组织”目前已经在职能体系和研发体系完成试点，计划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通过前期试点我们也发现，新型组织管理模式变革推进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传统管理权威受到影响带来的阻力。管理者是否能拥抱变化，接受从“人才为我所有”到“人才为我所用”的转变，员工是否能适应在不同的虚拟团队之间流动，接受不止一个老板的评价，都需要通过文化塑造和强化。而如何提升个体能力在组织平台上的可见价值，如何提升管理者在新型模式下的管理能力，也对人才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组织价值驱动革新：
建立价值契约的钻石型组织

我认为，未来的组织将不再是靠管理驱动，而是以价值为驱动。京东HR专门研究过VUCA时代下组织与人才管理面临的挑战，并总结出两大变化趋势：未来的职能、组织和业务边界将更加模糊、扩大；人才需求将更加多元、跨界。以前我们都会说员工是企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现在的90后、95后们不会认同这一点，他们更在意在组织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京东45%以上员工是90后，企业想真正吸引他们留下来，仅仅靠劳动合同和KPI是不行的，一定要和员工实现价值共创。

企业要实现从管理驱动到以价值为驱动的转型，需要组织、人才、文化三个抓手同时着力。从文化层面，我们需要塑造有独特DNA的企业文化、领导力文化和团队文化，把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吸引到一个平台上。从人才层面，我们需要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和体系化的培养手段，为企业不断储备与加速培养支持未来业务发展的人才。比如，京东有自己独特的人才管理理念，“七上八下”原则（80%的管理者由内部培养，候选人达到70%的准备度即可任用）提倡大胆启动新人，“人才开放”原则鼓励人才在内部健康流动。京东开发的智慧人才管理系统，可以基于大数据的深度挖掘进行人才预测分析及智能推荐，让人才资源变得“可见”。从组织层面，组织要更加透明，建立一套科学、公平、开放的管理机制，促使大家为同一个愿景而努力；组织要更加灵活，创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和机制，给予年轻人加速成长的平台与自我发挥的空间。

未来的企业需要从纯粹通过传统法律契约关系约束员工，升级为通过心理契约、价值认同凝聚人才；从通过权威和命令来管理，升级为通过驱动组织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共创，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的放大与升值。我用“钻石”来阐述以价值为驱动、建立“价值契约”的未来组织图景。如图2所示，“钻石”由三个支柱、两个T型构造而成，其中正T型代表人才能力的广度和深度；倒T型代表组织提供的平台价值和发展空间；三个支柱分别代表企业文化、领导力文化和团队文化的文化三要素。如同钻石 “纯粹、透明、坚韧、恒久”的特征，京东希望建立一个钻石型企业，既要保证自身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处于持久领先的位置，也能将自身的光芒照射和影响到他人，共同前行。（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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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放生态革新：
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

在“积木型”理论中，京东提出零售业态的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建构自己独特的积木，不同的积木以不同的方式组装在一起，构成未来共生、互生、再生的零售生态。“共生、互生、再生”的生态可以用“竹林生态”做形象的诠释。竹林和森林从地面以上看是相似的，但在地面下的根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森林中的个体虽然生长在一起，但是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是同生（+）的关系；而竹林中的个体之间则是根系交织在一起，相互交互、渗透，是共生（x）的关系。未来，生态伙伴之间从业务、人才到组织都会有很多的交互、渗透，越来越多有共同价值观的企业会形成“竹林生态”，这种生态一定具备三个特质：开放、赋能、共创，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无界零售”的战略方向下，京东与生态伙伴在业务方面的交互、渗透已经发生，我们预判人才、组织的交互、渗透也很快就会发生，因此提出建立竹林共生的“生态型”组织。京东在推进内部能力积木化的同时，也在通过生态圈的交互，打通内部员工、管理者与外部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的连接，将内外部的资源、能力进行整合，逐步完善基础能力模块、产出赋能模块乃至解决复杂问题的赋能产品积木，从而实现对外进行赋能。

京东HR在2017年走出了组织开放生态革新的第一步，开始建设人才开放的“竹林生态”。2017年10月，我们联合生态圈内的领先企业发起创立了TELink人才生态联盟（Talent Eco Link），向生态伙伴定向开放高品质的管理资源，为生态伙伴赋能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在生态伙伴之间推广人才开放培养方式。比如京东和包括联合利华在内的联盟成员之间开展的人才互换培养项目，双方选派优秀员工到对方公司定向轮岗，就是一种创新的“生态型”人才培养方式。联盟也致力于对组织与人才发展趋势的前沿性研究，并邀请了管理大师拉姆·查兰等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加入，共同研究人力资源技术革新和智能化时代转型的问题，提前为未来做准备。（参见图3）

过去12年，京东的交易额增长了九万倍，员工从38人增长到超过15万人，成为中国线上线下最大的零售商，从中关村走到纳斯达克，成为世界500强。今后12年，京东将从“零售商”向“服务全社会的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转型，组织将发生嬗变。京东看到了未来格局的变化，将与生态伙伴一起，探索人力资源革新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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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雨是京东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及法律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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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中，我们很少看到个性化辅导方式的应用。我发现，多数领导者还在使用较为传统的员工管理和发展措施，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将个性化的员工辅导纳入核心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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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达普尔·卡马特（Kundapur Vaman Kamath）曾是一名老师。但他并不在学校工作，也不站在教室前为学生讲课。他在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ICICI）工作了40年，初为高管，后升任CEO。他的授课地点是办公室，学生则为员工。不论是和利益相关人的沟通，还是解释宏大目标的重要性，卡马特把每一天都当作给直接下属授课的机会，为他们提供个性化专业管理课程。久而久之，他将公司转变成培育杰出领导者的“学校”，也让公司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ICICI如今已变成印度最大且最具革新精神的银行，而人们普遍认为，卡马特影响了这个国家整整一代银行高管。

我用了10多年时间研究卡马特这样的世界级领导者。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从普通领导者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亮点是，这些明星管理者都强调，他们在每天的工作中，当面也好，隔着屏幕也好，无时无刻不对直接下属进行一对一集中辅导。认知心理学家、老师和教育顾问很早就认识到，这种个性化辅导不仅有助于提高员工能力和遵守规则的意识，还帮助员工掌握技能，学会独立思考和行动。

但在商业中，我们很少看到个性化辅导方式的应用。我发现，多数领导者还在使用较为传统的员工管理和发展措施，比如对员工进行正式评估，参与职业社交，欢迎员工征询自己的意见，为他们提供职业规划方面的咨询，并帮助他们应付办公室政治。虽然有的管理者认为自己偶尔给员工上了一两堂课，但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种辅导方式，或将之纳入核心工作内容。

相较之下，我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完完全全算是老师了。他们平常会和员工一起奋斗在一线，亲身传授专业技能、常用策略、商业准则和生活经验。他们的教学工作在实践中完成，是非正式、渐进式的，而且有实际效果：他们的团队和组织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幸运的是，你不必具备特殊才能或接受特别训练，也能使用明星管理者的方法。只要沿着他们已经开辟出的路，一直走就好了。你只需知道教什么、何时教，以及如何延续你的成功经验即可。



值得铭记的经验

卓越领导者教导员工很多方面的内容，但有一些经验更为实用、有效，他们的直接下属会一直沿用。这些“最佳经验”可分为以下3大类：

职业精神。房企CEO兼投资者比尔·桑德斯（Bill Sanders）曾经的某个下属称，桑德斯经常告诉他们如何展现职业精神。他会向员工解释，如何做好会前准备，怎样在销售时与对方沟通预期成果，以及不要拘泥于眼前的格局，学会以长远眼光检视所在行业。卡马特的门生说，他向他们展示了如何以恰当的方式，给下属有建设性意义的辅导——教导他们的同时，还要尊重其独立性。其他管理者提到，他们从领导者身上学习到，强调正直和道德操守的重要性。“他以信誉为出发点，”前汉堡王（Burger King）CEO杰夫·坎贝尔（Jeff Campbell）这样描述他的前老板，已故休闲快餐界的传奇诺曼·布林克（Norman Brinker），“显然他很在乎客人的感受，以及他所雇用员工的素质。”

某位曾在美国医院集团（HCA）前CEO小托米·弗里斯特（Tommy Frist Jr.）手下工作的高管还记得，弗里斯特有时会教导医生将患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他的原话是：“你的职责是履行你在医生誓词中做出的承诺。如果有商界的人给你打电话，鼓励你做一些你认为不对的事，那么你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一旦做了‘不对’的事，就会引火烧身。”

实地培训。你可能认为，职位最高的领导者会让其他人指挥公司的具体运营工作。但前对冲基金CEO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和时尚教父拉夫·劳伦（Ralph Lauren）等卓越领导者用训练自己的方式，严格培训他们的员工。他们的自律方式基于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罗伯逊的某个直接下属称，他“在任何时间都能把多家公司的情况讲得头头是道，普通人光听他讲解，就头昏脑涨了”。

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曾任拉夫·劳伦马球男装的高管，现为慧俪轻体（Weight Watchers）CEO。她还记得自己和劳伦站在展厅里，听他讲如何在时尚中展现本真性，不论是“做24美元的T恤衫，还是6000美元的鳄鱼皮短裙”。同样，曾为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工作的员工指出，埃里森经营公司的时候，总是与员工分享他在软件架构方面的技术知识。好市多（Costco Wholesale）现已退休的CEO兼联合创始人吉姆·辛内加尔（Jim Sinegal）曾在前普赖斯俱乐部（Price Club）的创始人索尔·普赖斯（Sol Price）手下工作。他记得这位前老板常常给员工补充一些细碎的零售知识点：“我们每天都有考试，而且一旦做不对，他就会亲自展示正确做法。”

生活经验。卓越领导者的工作当然不仅限于教导员工如何工作——他们还与员工分享深刻的人生哲理。这似乎超过了工作的范围，但对管理者来说，是极其有用的沟通方法。举例来说，我的研究团队采访了某位HCA的医生，他说前老板弗里斯特给他上过永生难忘的一课：弗里斯特曾给他看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弗里斯特说，他每天都会调整这些目标，并很纳闷为何很多人都不做这件事。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领英（LinkedIn）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加姆森（Mike Gamson）。他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网采访时谈到，他和公司新任CEO杰夫·维纳（Jeff Weiner）第一次会面时讨论了两小时佛教教义。加姆森说他想成为更有同理心的领导者，维纳问他为什么不把目标改为更有同情心。两人围绕一个宗教故事，探讨了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之处。加姆森认为，两类领导者都能了解其他人的想法。但有同理心的领导者容易陷入当下的情绪中，有同情心的领导者则可能保持冷静、清醒，所以能更好地给予员工帮助。从维纳身上学到的经验彻底改变了加姆森的领导理念。



我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平常都会和员工一起奋斗在一线，亲身传授专业技能、常用策略、商业准则和生活经验。




绝佳时机

领导者选择的教学时机和教学内容同样重要。我研究的成功领导者不会等正式评估或日常汇报时，才与员工沟通。他们会抓住并创造传道授业的机会。

实地教学。辛内加尔在普赖斯俱乐部和普赖斯一同工作，他当时发现普赖斯随时都可能给他讲一课。他这样形容道，不管是讨论零售策略的改进方式，还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管理者，普赖斯“每时每刻都在上课”。罗伯逊的门生切斯·科尔曼三世（Chase Coleman III）也称，罗伯逊在每次沟通中“都试图给你讲一课”，教你“如何做事，以及怎样经营公司”。

有些领导者为了做到实地教学，倾向在开放式办公室中办公，以便近距离观察员工、项目进度，同时鼓励员工多与他沟通。其他领导者选择更传统的办公室，但坚持“开门政策”（open-door policies），而且花大量时间在员工区走动。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员工最适合学习接受新知识的时候，即兴讲一课。

比如布林克的学生坎贝尔就告诉我，有一晚他在办公室上班，布林克拿出一份坎贝尔最近发送给团队成员比尔的备忘录，上面记录了他对比尔某次行动的具体指导。“你知道，”坎贝尔绘声绘色地转述老板的话，“你要注意这一点：下次你再指挥比尔这样的员工做事时，可以试着给他个目标，至于怎么实现目标，就交给他自己决定吧。你会看到他有多聪明（或愚蠢），他可能会想到一些你自己都想不出的主意。”

创造时机。卓越领导者不会等待“完美”的开场。他们创造教学的时机，比如带着门生走出办公场所，到更休闲的环境或不寻常的地方沟通。弗里斯特酷爱驾驶飞机，有时会邀请其他人到他的飞机上聊天。吉恩·罗伯茨（Gene Roberts）多年来都担任《费城问询者报》执行主编。他手下的员工称，罗伯茨会请直接下属吃饭，提示他们在处理特定情况时可以采用一些“小妙方”。另一位曾接受罗伯茨训练的管理者表示，这些饭局是“他们上过的、最好的研讨课”。 ICICI某高管经常搭卡马特的车回家。他发现这是老板最喜欢的教学时间。从经营理念到个人信仰，卡马特乐意回答问题，并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明星主厨兼美食创业家勒内·雷哲皮（René Redzepi）是哥本哈根Noma餐厅的合伙人。他已经把实地教学运用到极致。2012年，他让所有员工到伦敦，在10天内迅速组建一家“快闪店”。几年以后，团队成员到东京呆了两个月。第二年，他们又去澳大利亚的悉尼工作了10周。他们2017年在墨西哥的图卢姆用7周时间经营一家快闪店。雷哲皮说，他的目标是“通过探索不同地方，接触不同的人，不断学习”。他承诺，每个成员的视野都会更开阔，对烹调将有不一样的理解。回到总部后，他和员工致力于“将所有新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传授技巧

我研究的领导者不论选择在何时何地传授经验，都不会以命令的口气指挥员工，或实行填鸭式教学。他们会巧妙采用更精细化的管理方法：

个性化指导。一流教育家推崇个性化教学。他们根据学生个人的学习背景，调整教学和辅导内容。卓越商业领袖的做法也如此。他们知道，对每个下属的指导要与他们的独特需求、个性和发展轨迹保持一致。Craigslist网站创始人克雷格·纽马克（Craig Newmark）还记得，他在IBM某地分公司工作时，他的老板就专门针对他的问题，给他提建议。当时他表现得很自以为是，于是他的前老板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没必要的话，就别给别人挑错了。”

某位曾在桑德斯手下工作的高级经理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他和潜在商业伙伴开会时使用了“伙计们”这个词。会议虽然很成功，但桑德斯会后私下找到他，责备他在重要会议中使用非正式语言。“他像父亲一样揽住我，”这位高管回忆说，尽管这次会议还算成功，但“还可以更好”。从那以后，他的商业用语里就再也没有“伙计们”这个词了。

罗伯逊极其擅长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更笼统地说是，不断给他的门生个性化指导。“他能找到激励员工的因素，并帮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科尔曼解释说，“对有些人来说，给他们言辞上的鼓励就能让他们做到最好。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让他们感到不适才是激励他们的方式。他会斟酌最有效方法，然后基于这些判断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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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明星领导者也效仿苏格拉底，他们教学的方式是问一些尖锐、中肯的问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的认知往往也会加强。弗里斯特的HCA同事称，他“总是刨根问底地把事情问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教育他自己，而非让你觉得你做了一件靠谱或不靠谱的事。这是种教育探索方式”。

餐馆老板布林克也“总在问问题”。之前在他手下工作的高管这样形容道：“‘你怎样看待这件事？对那件事，你又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是餐馆老板，你会做哪些改变？’他鼓励手下的人做同样的事：‘你和员工谈过了吗？你收到客人什么反馈？’”

树立榜样。我研究的高管也经常使用的另一有效教学策略，即以身作则。这种方法比上文提到的所有技巧都简单，而且往往和其他技巧配套使用。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公司总裁安德鲁·戈登（Andrew Golden）称，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前老板耶鲁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喜欢给有野心的新雇员承诺。斯文森告诉员工，他会尽最大力量帮助他们进步，而且在他们有充足准备后，给他们提供新工作机会，而戈登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戈登和其他门生会观察斯文森如何帮助新员工，现在他们自己也在践行这一策略。“这是非常好的招聘工具。”戈登如是说。

弗里斯特的某个直接下属告诉我，他只要在弗里斯特身边，就能学到如何“更富冒险精神”，因为弗里斯特“在搭建公司方面极具创意”。另一位曾在弗里斯特手下工作的管理者称，“看他做事”和听他讲话，“你能得到同样大的收获”。有时仅仅靠观看你眼前的楷模，你就能学习新行为。



归根结底，卓越领导者明白，高质量的一对一教学，哪怕时间很短，也能得到高回报。作为老板，你要吸引员工注意力，你传授的经验要比传统领导力培训项目的教学内容更实用、更个性化，而且时机要更恰当。如果你接受了老师这个角色，就能建立忠诚的团队，加速团队进步，并提升商业表现。

教育并不仅仅是优秀管理者的“额外工作”，还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你不教导员工，就不算真正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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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芬克斯坦是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管理学Steven Roth教席教授，兼领导力中心主任，最近著有《超级上司：杰出的领导者如何管理人才流动》（Superbosses: How Exceptional Leaders Master the Flow of Talent）一书。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客户联络专员，
有害还是有利？

	ARE OUR CUSTOMER LIAISONS HELPING OR HURTING?

	苏南达·纳亚克（Sunanda Nayak） 约兹娜·巴特纳格尔（Jyotsna Bhatnagar）|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印度一家医院的领导者怀疑，新增的中间人职位虽然提升了患者满意度，却也令医生产生不满，导致很多医生离职。是保留还是取消这个新职位？这让医院管理者犯了难。





阿姆丽塔·拉杰什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医生一定感觉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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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面谈一般是由HR团队的初级管理者来做的，但阿姆丽塔觉得这一年Krisna医院医生离职率太高，自己作为HR部门负责人，有责任跟这位刚刚递了辞呈的医生谈谈。

“大家在离职面谈时总是很礼貌，但我需要你坦诚回答我。”阿姆丽塔说。

维什努·帕特勒医生在椅子里动了动。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心脏病专家。“我辞职有一大堆原因，其中一大部分跟你们没什么关系。比如我要照顾家人，还有我自己的诊所那边的需求。”



案例研究课堂笔记

本文原型案例的作者借此探讨组织该如何吸引、聘用和保留医疗专业人才。



在印度，医院领导者都担心流失医生，因为会影响患者忠诚度，进而影响医院收入。




Krisna的医生多数都开了私人诊所，不过也跟医院合作，把需要进一步治疗的病人转诊过去。Krisna是印度诺伊达市最大的综合医院，提供心脏、骨科、神经科、肿瘤科、肾脏护理和肠胃科等方面的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

“原本让你继续留下来的因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决定离开，有什么具体原因吗？”阿姆丽塔循循善诱。

“我跟一个PCE吵了一架。”帕特勒停顿了一下才开口。他说的是医院里一个比较新的岗位：患者护理专员（patient care executive）。3年前，由于病人抱怨说不明白医生对诊断和治疗方式的解释，Krisna医院就增设了这样一个联络专员的职位。设置这个职位原本是为了医患双方都受益：患者及其家属获得更好、更个人化的就医体验，医生节省下管理患者的时间用于行医。这一举措很符合Krisna的品牌定位——昂贵优质的护理中心，拥有一流的人才、技术和服务。然而从开始聘用PCE的第一天起，阿姆丽塔就听到医护人员的各种抱怨。



患者护理专员（PCE）在印度的医院中还不多见，不过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并不是医疗行业特有的。在技术专家和客户之间设置一个联系人，对于各种公司都很有用，也有可能像案例中一样导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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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勒医生解释说，他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病例，病人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需要安装起搏器，而分配过来的PCE却让病人家属不再信任他了。“我不知道手术期间那个PCE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之后他们就只跟他说话，对我像对待敌人一样。PCE和那家人肯定对我有意见。”

“还有更糟糕的，”帕特勒医生接着说，“PCE告诉家属的关于起搏器的信息有误，我想解释一下他说错的地方，但他们不信我说的话。”

的确，Krisna的PCE没有医疗专业背景。多数人有MBA学位，但在医疗行业的经验并不多。抱怨PCE影响医患关系的不止帕特勒医生一人。不过，客户满意度评分比以前高，高层领导对PCE项目很满意。

“你离开我们的原因是PCE项目吗？”阿姆丽塔问。



 PCE是妨碍了医生的工作，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医疗服务越来越复杂，协调病人护理工作的需求正日益增长。




帕特勒医生不情愿地承认了。“说实在的，这样搞得我们更难做了。我本来就要应付病人，应付病人家属，还要应付行政那边，现在又多一个PCE。要讨好这么多人，我为什么不去其他没这么麻烦的医院？”



 医生在Krisna工作的价值定位是怎样的？他们为什么选择就职于这家医院而不是别家？




阿姆丽塔无法做出妥善的回答，而且她确定帕特勒医生并不指望得到回答。“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回心转意吗？”她问。

“让PCE走人，让他们全部走人。让我们医生好好工作。这样我可能会考虑继续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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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陆续离开

当天晚些时候，阿姆丽塔坐在医院的食堂，跟医院首席医疗官米拉·库马尔在一起。这两位高管共事近20年，虽然都很忙，但每个月都会努力一起吃顿便饭。

阿姆丽塔还在想着帕特勒医生说的话，跟米拉讨论起PCE的问题。

“我宁愿跟你说这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米拉说，“但事实是，我们很多医生都对PCE不满。”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讲？”阿姆丽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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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E是否折损了医院履行使命、提供高质量医疗的能力？患者也许会感觉自己得到了更好的关怀，但他们是否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我讲过，当时你回答‘再过段时间就会好的’。”

阿姆丽塔惭愧地笑了笑。

米拉接着说：“我知道，考虑到我的立场，我的看法肯定不客观，但我同意医护人员的观点：没必要设置PCE，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带来的坏处比好处多。从我听说的事情来看，他们缺乏经验，咄咄逼人。他们懂医疗术语，但不懂医药和治疗。”

“不能这么说，”阿姆丽塔回答，“不是让他们给病人诊断。控制权还在医生手里。PCE只是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自己有些什么选择。”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印度每1000人只有0.7位医生，而这个数字在美国是2.5，在中国是1.49。因此，印度医疗机构对人才需求巨大，很多医院尝试用更高的薪水和更大的自主权从竞争对手处挖角。




“我听说的可不是这样，”米拉说，“一位医生告诉我，PCE让他的一个病人退出某项重要的诊断性检查，因为这个病人对这项检查产生了恐慌症。医生试着解释说这种焦虑可以治疗，而且这项检查非常重要，但PCE坚决不让步。”

阿姆丽塔深吸一口气，想开口说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米拉打断她，“你想说，‘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我每天都听说很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的医生陆陆续续辞职了。”

Krisna过去18个月的员工流失率在20%到25%之间。眼下印度全国都缺医生，许多医院都在争夺人才，但Krisna这种情况几乎垫底了。而设置PCE职位的只有他们一家医院。

阿姆丽塔开始怀疑，设置PCE究竟是领先，还是走错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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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流失，是好是坏？

一周后，Krisna CEO吉里哈·耶尔把阿姆丽塔和患者服务负责人贾伊·斯里尼瓦桑叫到办公室，讨论人员流动问题。耶尔解释说，上次董事会会议提到了这个问题。

“有没有找到规律或者什么根本原因？”耶尔问。

阿姆丽塔看了一眼贾伊，答道：“说来说去都是那些理由，不过我现在怀疑跟PCE有关。”



印度医疗行业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6%。预计至2017年底，其价值将达到1600亿美元，2020年底将达到2800亿美元。




她看到身边的贾伊紧张了起来。PCE项目是他一手促成的，他的模样看上去无法承受批评。但阿姆丽塔还是接着说下去，简要地讲了自己跟帕特勒医生和米拉的谈话内容。

“假如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再好一些，我们就不会需要PCE了，”贾伊插嘴，“费尽心机让他们满意真是累死我了。我们是‘关注患者的护理中心’。”他引用了Krisna的宗旨。

“没错，”吉里哈说，“但要是没了医生，我们就没法护理患者了。”Krisna复合年均增长率是82%，一直竭力维持足够的医护人员数量。



员工敬业度和客户服务出现矛盾时，公司应该如何选择？是优先满足员工需求，还是竭力服务客户？




“PCE项目效果一直很好，这点毫无疑问，”阿姆丽塔开口了，希望能安抚贾伊，“收入提升，患者保有率和转诊率也——”



原本为了改进客户服务而设置的职位，反而加重了组织中的官僚气，这种现象并不罕见。Krisna面临的问题能否归因于PCE项目的“生长痛”，而不是PCE本身存在问题？




“是这样的，”贾伊说，“我们善待病人，他们有什么健康问题都会来我们医院，而且让亲朋好友都一起来。客户满意度分数也充分说明：患者喜欢PCE。”

“我们不是在争这个，”吉里哈说，“PCE的主要工作就是握住你的手度过艰难的时刻，这种人谁不喜欢？问题在于我们为此失去了什么。”

贾伊缩回去了。“我不相信是PCE导致医生辞职的。我觉得医生不想跟我们分钱。病人去找PCE，不去医生的私人诊所，他们也不高兴。他们还嫉妒PCE不管怎么样都能拿到报酬。”在Krisna以及印度多数医院，医生的薪水都与治疗的病人数量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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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na这样的医院，在其所在区域内与其他私立医院、公立医院以及非营利机构竞争。现在印度对外国投资的政策放宽，很快就会有来自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竞争者进入市场，加剧竞争。




“我们可以考虑提供更多培训，”阿姆丽塔提出建议，“最初设置这个职位的时候做过培训，不过现在可能应该再让医生和PCE交流一下。”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让医生来参加就费了老大的劲，”贾伊说，“我们应该做的是找一些重视我们医院的使命、愿意合作的医生，不该总把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听米拉说，我们现在失去的就是这样的医生，”阿姆丽塔说，“我们都知道，人员流失有好有坏。米拉告诉我，现在我们的人员流失一定没有好处。”

“这是我现在最关注的，”CEO说，“贾伊，我理解你的立场。而且我也同意，我们必须注意不要疏远病人。但我们并不想让现在这种现象继续升级，造成危机。我们要想办法补救。”



感情用事

离开CEO办公室，阿姆丽塔在电梯里回想着方才的对话。她不同意贾伊认为医生只想着自己赚钱的看法。她知道，许多医生靠着私人诊所的收入就能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他们选择接手复杂的病例，转诊到医院，让医院分走一部分收入，因为他们想帮助病人。如果PCE给医生的工作增加了麻烦，她必须设法解决。

电梯停下了，一名女子走进电梯，对着手机哭泣，“他们好像根本不关心他的性命，检查来检查去，没人说到底该做什么。我只相信卡蒂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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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丽塔知道这个名字，卡蒂克是前不久招进来的PCE。电梯到了一楼，开门时卡蒂克就等在门口。他注意到了阿姆丽塔的视线，紧接着就去照顾那位靠在他怀里哭泣的女子。

他们低声交谈，又拥抱了一次。阿姆丽塔看着他们，心想PCE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觉得其他竞争对手都无法提供这种层次的服务。

现在阿姆丽塔自己想哭了。医院做的是生意，但情感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她必须让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相信Krisna在公正地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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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达·纳亚克是印度古尔冈管理发展学院（MDI）人力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约兹娜·巴特纳格尔是MDI人力资源管理教授，兼任校友会主席。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公司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案例研究“医院管理者需要新的信条：XYZ医院的人才管理与保留以及雇主品牌困境”，作者是苏南达·纳亚克和约兹娜·巴特纳格尔。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阿姆丽塔
应该建议医院取消
PCE职位吗？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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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娜·奥迪什（Rana Awdish
是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急救护理医生及肺动脉高压项目负责人，兼亨利福特健康系统护理体验医疗顾问，著有《冲击：从死到生与希望的拯救力量》（In Shock: My Journey From Death to Recovery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Hope）。

			
		

	

	

阿姆丽塔应该认真考虑撤销PCE，或者至少重新定位这个角色，责任更清晰地反映这些员工在医疗服务中应当起到的作用。

聘用PCE的初衷是为了向患者及其家属解释医生的诊断结果和治疗方式，而现在这些人的实际作用却是提供情感支持，有时影响治疗决定。PCE没有成为好的中间人，而是成了另一个权威，折损了患者对医生和Krisna医院的信任。

我从3个方面理解这个案例：我是管理者，曾负责改进一个价值60亿美元、拥有2.4万名员工的医疗系统的护理体验；我是临床医生，每天都面对危重病人；我是病人，有8年时间都频繁进出医院，对抗自己的严重疾病。从这3个角度出发，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医患关系。

负责患者服务的贾伊，以为医生希望让别人负责有难度的情感交流，自己专注治疗。但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不花时间去了解病人的偏好、价值观和恐惧，你就不可能提供高质量的治疗。你要去了解病人，共同探讨治疗方法，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案。所以，这种交流对于治疗至关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我认识的医生多数都不会。

不必为医生减轻交流的负担，与病人交流是必须的。比起这个，阿姆丽塔应该设法让Krisna的医生摆脱其他不那么重要的责任，比如行政负担以及熟练的护士可以胜任的日常护理工作。PCE可以在日益复杂的医疗系统中引导病人及其家属，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寻找专科医生、安排预约、解释各项支出和保险项目。我考虑过，设置一个中间人向医疗团队传达病人及家属担心的问题，可能也会有用。但医生必须是核心，负责回答问题，引导病人接受合适的治疗。

为了实现这个，阿姆丽塔应当向Krisna的医生介绍“真实效率”的概念。如果能遵守一些基本规则，体贴周到地照顾病人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首要的一点是，医生与病人互动时要怀有谦逊的好奇心，提出探究性的问题，以同伴的身份交流，不要采用“医学辞令”。我们自己在医疗体系中创立了一个名叫CLEAR（connect联系、listen倾听、emphasize同情、align联合、respect尊重）的项目，以即兴表演的形式教授大家关系型沟通技巧。

我自己生病住院（肝癌引发出血性休克、怀孕七个月流产、多系统器官衰竭以及中风），医生让我感到以这种方式“被关注”，帮我渡过了难关。他们陪在我身边，使我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信任。Krisna医院必须确保医护人员将病人的信赖放在首位，不要让PCE代行。这是医院蓬勃发展以及医生积极工作的唯一途径。



聘请PCE的初衷是让他们向患者解释诊断结果和治疗方式，但实际上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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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舒托什·拉古凡什（Ashutosh Raghuvanshi）
是Narayana Health集团CEO、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也是心脏外科医生。Narayana Health旗下有24家医院和7家心脏病护理中心，并在印度全国各地设有基础医疗机构。

			
		

	

	

在取消PCE职位之前，阿姆丽塔和CEO应该先想想这个问题有没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

PCE没能与医生保持同步，很可能是因为这个项目没有医疗团队的监督和输入。虽然患者和家属感觉得到了更多支持，但PCE与医生之间联系不够，最终导致误解和错误，错过机会。这类因素在长期而言会损害医疗效果和顾客满意度，还有可能引来官司，比如患者听从非医疗专业人士的指导，导致治疗效果不佳，就很有可能起诉院方。

我建议对项目进行调整，让PCE更好地融入医疗团队。可以派3到4位PCE各自与一位医生一起工作，这样一来双方都会逐渐了解对方，更好地合作。首席医疗官米拉应该负责监督这个团队。负责人力资源的阿姆丽塔也可以继续参与，但我觉得贾伊就不要再掺和了。贾伊好像觉得医院失去医生也能根据制度和流程继续运作。CEO需要考虑让另一个对医生和患者双方都能感到同情、更擅长跨职能工作的管理者取代贾伊。

当然，哪里的医院都应该考虑更充分地支持患者。印度尤其如此，因为印度极度缺乏医生，没有其他国家会有的那种医生助理。我们的医生医术精湛，但其中一部分沟通能力欠佳，且对软技能培训心怀抵触；还有一些医生要看的病人太多了，没有时间关注每一个病人。但我们的市场情况决定了我们无法雇用更多、更好的医生，所以我们必须协助他们，培养能够提升他们表现的能力。

两年前，我们与Narayana的医生协商后，在Narayana旗下6家医院推行了一套体系。我们从HR、金融和运营等各部门选出一些管理者，分派到医院不同区域，各自负责10个床位，每天花一个小时跟病人在一起。他们的工作是发掘病人潜在的担忧，酌情告知医疗团队或行政部门。他们在适应新角色、适应合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麻烦，但短短3个月后，我们看到患者满意度提升了，之后试点这个项目的每家医院净值推荐分数都提升了5至9分。现在我们计划在Narayana所有医院推行这一制度。



我们没那么多资源再聘请更多的医生了。




Krisna好像没有考虑医生的意见就引入了PCE，然而医生是医院提供的服务的核心。显然，PCE的责任划定得太模糊了，而且这些人没能与医疗团队妥善合作。阿姆丽塔和CEO现在必须纠正这种局面。如果能重新构建这个项目，让PCE向医生汇报，效果就会好得多。这样代表着医院转换思路，将临床治疗的结果放在首位，将工作重心从“招待病人”转移到“治疗病人”，并确保过度劳累的医生能够得到支持，而不是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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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数据

阿姆丽塔应该做一项A/B测试。把医生分为两组，一组指派PCE，另一组让医生直接与患者沟通，然后分别评估两组的顾客满意度、医生离职率和收入，根据数据做决定。

尤金·伊万诺夫

Demystifying Innovation公司所有者




不要放任患者受折磨

研究显示，提升患者满意度的行动给治疗效果带来负面影响。就是这么回事。阿姆丽塔应该取消PCE职位，把这部分职责转移到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士身上，优先考虑治疗效果。不满意的病人，毕竟比满意的死人好。

克里斯多夫·多尔希

卡尔顿大学硕士研究生




改进项目

阿姆丽塔还能想办法继续改进项目，改善效果。她要确保职能和激励清晰一致，还应该让成功的团队分享经验。

阿布舍克·科萨里

全球金融服务公司副总裁







	杂谈 Synthesis

	

	雄辩胜于事实
在充斥虚假信息的世界里，
我们要保持冷静

	GAME-CHANGING INVENTIONS

	杰夫·基欧（Jeff Kehoe）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午休时我经常去街对面的健身房锻炼，在跑步机上插着耳机看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了解当天的头条新闻，看到的东西总能令人大吃一惊。这两家媒体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上，都有几百万观众，描述的现实却截然不同。这让我想起《黑客帝国》电影里，尼奥感知到怎样的现实取决于他吃的是蓝药丸还是红药丸。

1999年这部电影发行的时候，很多人将其视为又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惊悚片，提出带有哲学性质的关于真实和科技潜在威胁的问题。然而近两年的现实——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及其后我们生活的这个充斥着假新闻的世界——改变了这种观点，让那些问题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如何区分事物本质和带有导向性的叙述？我们评估政治观点，是根据其中鼓吹的某些利益，还是根据别人转述的某个演讲？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为何如此模糊？

这些问题已经划分出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类别，其滥觞也许是2005年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简明扼要的作品《论扯淡》（On Bullshit），后来又有埃文·戴维斯（Evan Davis）2017年出版的《后真相时代》（Post-Truth），引人入胜地记述了我们当下的时代。这个类别中3部最新的著作，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审视我们面对的新现实，说明其成因，阐释其影响，并针对身在其中如何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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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成因的是作家、批评家库尔特·安德森（Kurt Andersen）的《幻想世界》。安德森提出，美国真正的开创者是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移民，他们既是幻想家（受着希望开创宗教理想国的热情驱使）又是务实派（每日生活严谨，崇尚科学，憎恨艺术），加上宪法强调个人权利，就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安德森写道：“这个国家竭力保障个人自由，法律规定这里的居民比以往拥有更多自由，可以发明和改进任何东西，自由地相信任何理念。”

安德森带着读者纵观历史，从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他称之为“大精神错乱”）到19世纪的催眠和顺势疗法，以及基督教科学。当然，书中还提到了费尼尔斯·巴纳姆（P.T. Barnum），他深知“有着善良品性的美国公众臣服于聪明的骗术”。这样的事情至今仍在发生。

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这10年被安德森称作“大爆炸”时期，超个人主义（hyper individualism）迅速流行，相信什么都是个人自由。左派相对论崛起，反而导致了极右派有关持有枪支、反政府阴谋论以及否定气候变化等等的癔症。

这部著作强调的是，网络与民主动态极度放大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真假的论战，因为任何意见能否获得关注只取决于其点击量，比如上网搜一下“飞机化学凝结尾的证据”你就懂了。书里讲述了一则关于民主的寓言，提出问题：信仰自由究竟是否应该成为一种值得肯定的权利，而它保护了哪种混淆真伪的主张？

有人也许会认为，科技进步了，我们能够通过数字信息更准确地判断真实现象，这种能力可以阻止我们走向幻想世界。历史学家杰里·马勒在《指标暴政》中表示，其实不然。虽然他也承认科学量化事实，并运用相关信息指导决策和行动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他认为我们在商业、政府、医疗、教育等领域对指标执着过头了。

马勒强烈主张，可以评估的东西并非都值得评估。进行评估的成本往往超过所得，分散了原本应该投入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的资源。而且评估得出的结论看似可靠，其实多半有所扭曲。阅读本书，读者会认识到，数字本身可能会成为一种宗教（或者幻想？），取代人类基于实验得到的专业知识和判断。

这两本书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我们现今身处一个扭曲的时代，许多人觉得自己有权相信任何自己希望相信的东西，连数据达人都有可能陷入迷茫。而“呆伯特”原作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的新书《大获全胜》为新常态下的生活提供了建议。这本书很有趣，提供的信息量大（列出了适合用于说服别人的词汇表），富有哲理性（“理性心灵的神话”自成一个简短的章节）和实用性（全书各处都有简短的说服小窍门）。

这本书有些地方可能也挺气人的。亚当斯对特朗普的“武器级”说服能力表示钦佩，正是这种强大的说服能力让特朗普赢得了总统大选（不过亚当斯声明自己既不支持特朗普也不支持希拉里）。对于关心进步的人，特别是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的领导者，胜利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目的，之后的举动也同样重要。

美国建立于信仰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而且相信科学的进步。以上3部著作，展现了这些融入美国人血脉中的不同传统是如何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人们无法就真相达成一致的境地。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几位作者都没有提到伴随权利而来的公民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后退一步，核实信息来源，批判性地思考我们的信仰体系。否则我们可能又会受“聪明的骗术”摆布。



杰茜卡·伊斯里索（Jessica Iclis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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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读的书——

在这方面我有固定的习惯：每天早晨阅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然后再查看邮件。报刊内容的主题可能是一样的，但角度各有侧重。我每周都看《纽约客》，读完一本正好新的一期又出了。我还订了《巴黎评论》和《伦敦书评》。我一般会同时读几本书，现在在读迈克尔·霍利克（Michael Holick）与马克·詹金斯（Mark Jenkins）合著的《紫外线的益处》（The UV Advantage），讲的是安全地晒太阳，跟我们公司的业务有关；还有凯瑟琳·沙纳汉（Catherine Shanahan）和卢克·沙纳汉（Luke Shanahan）的《深层营养》（Deep Nutrition），讲传统的健康脂肪和食物，比如肝脏；还有一本有趣的书《追逐》（Chaser），书中一部分是作者小约翰·皮利（John W. Pilley Jr.）的自传，一部分是他介绍如何用1000个单词跟自己的狗交流。我想跟我家的3条玩具贵宾犬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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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自己制造产品，所以我经常去拜访供应商，比如在普罗旺斯为我们种植薰衣草的农场，还有位于德国汉堡的向我们提供其他原料的研发实验室。我还会参加行业贸易展，特别是欧洲的展会，会看到很多皮肤护理方面的创新。我很喜欢每年举办的《金融时报》国际顶级时尚品牌高峰会，在那里可以与行业领导者很好地交流。



她听的广播——

我经常听广播，特别是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会听上几个小时。我喜欢ReWild Yourself这个节目，主持人丹尼尔·维塔利斯（Daniel Vitalis）认为我们都被过度驯化了，他靠着缅因州农村的土地过活。还有The Tim Ferriss Show，有一些关于自我效率的好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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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收藏的——

我热衷艺术，尤其关注女性艺术家，比如抽象表现艺术家珀尔·法恩（Perle Fine）和摄影师凯瑟琳·奥佩（Catherine Opie）。现在我们洛杉矶的艺术界发展得很好，市中心艺术区和艺术博物馆（LACMA）都焕发了新的生机。我住在纽约的时候，很喜欢去新艺廊（Neue Galerie）。




“我们把自己装进无休止的幻想里……区分虚假和真实的许多因素已经消失了。现在有不少美国现实都变成了虚拟的。”

库尔特·安德森，《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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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基欧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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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LIGHT

	LEADING CULTURE

	This package provides an essential guide to determining your organization’s current culture and shaping
 
it to fit your strategy. 

page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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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er’s Guide to Corporate Culture



Executives are often confounded by culture, because much of it is anchored in unspoken behaviors, mindsets, and social patterns. Many leaders either let it go unmanaged or relegate it to HR, where it becomes a secondary concern for the business. This is a mistake, because properly managed, culture can help them achieve change and build organizations that will thrive in even the most trying times.

The authors have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culture and distilled eight distinct culture styles: caring, focused on relationships and mutual trust; purpose, exemplified by idealism and altruism; learning, characterized by exploration, expansiveness, and creativity; enjoyment, expressed through fun and excitement; results, characterized by achievement and winning; authority, defined by strength, decisiveness, and boldness; safety, defined by planning, caution, and preparedness; and order, focused on respect, structure, and shared norms.

These eight styles fit into an “integrated culture framework”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reflect in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 (people interactions) and flexibility or stability (response

to change). They can be used to diagnose and describe highly complex and diverse behavioral patterns in a culture and to model how likely an individual leader is to align with and shape that culture.

Through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authors have arrived at five insights regarding culture’s effect on companies’ success: (1) When aligned with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a strong culture drives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2) Selecting or developing leaders for the future requires a forward-looking strategy and culture. (3) In a merger, designing a new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can speed up integration and create more value over time. (4) In a dynamic, uncertain environment, in which organizations must be more agile, learning gains importance. (5) A strong culture can be a significant liability when it is misaligned with strategy.

HBR Reprint R1801B
	

	

	MANAGING YOURSELF

	THE BEST LEADERS ARE

GREAT TEACHERS

	Sydney Finkelstein | page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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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ets exceptional business leaders apart? One thing, says Sydney Finkelstein, is their ongoing commitment to giving direct reports one-on-one instruction. Finkelstein, a management professor at Dartmouth’s Tuck School of Business, has studied world-class leader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e’s found that they make a point of personally imparting memorable lessons that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pointers on professionalism,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broader life lessons.

Finkelstein notes that when and where top leaders teach is almost as important as what they teach. Instead

of waiting for formal reviews, great managers stay accessible to their employees and share their wisdom as opportune moments arise, whether that’s in the office or outside it. They also create teaching moments—often by taking protégés off-site.

How do they make lessons stick? Their techniques include (1) customizing instruction to the needs,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each individual, (2) asking pertinent questions to deepen learning, and (3) modeling the behavior they want others to practice. Finkelstein discusses numerous superstar leaders who are revered as great teachers and suggests that if you follow their example, you can strengthen your staff and drive superior business performance.

HBR Reprint R1801M





	FEATURES

	MARKETING
ADS THAT DONʼT

OVERSTEP

	Leslie K. John, Tami Kim, and Kate Barasz page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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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gathered on the web has vastly enhanced the capabilities of marketers. With people regularly sharing personal details online and internet cookies tracking every click, companies can now gain unprecedented insight into individual consumers and target them with tailored ads. But when this practice feels invasive to people, it can prompt a strong backlash. Marketers today need to understand where to the draw the line.

The good news is that psychologists already know a lot about what triggers privacy concerns off-line. These norms—and the authors’ research—strongly suggest that firms steer clear of two ad-targeting techniques generally disliked by consumers: using information obtained on a third-party site rather than on the site on which an ad appears, which is akin to talking behind someone’s back; and deducing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such as a pregnancy) from analytics when they haven’t declared it themselves.

If marketers avoid those tactics, use data judiciously, focus on increas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and offer people control over their personal data, their ads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be accepted by consumers and help raise interest in engaging with a company and its products.

HBR Reprint R1801C





	FEATURES

	MANAGING PEOPLE
CAN MOOCS SOLVE YOUR

TRAINING PROBLEM?

	Monika Hamori | page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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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say they want their employees to learn and grow, but in practice, they skimp on training. In a recent study of 1,481 employed learners,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m said they had received no training from their companies in the previous 12 months. Instead, many acquire work-related skills through 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usually without their employers’ knowledge or support. This represents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companies to harness their employees’ efforts in the service of organizational goals.



PEOPLE WHO WANT TO GET BETTER AT THEIR JOBS ARE FENDING FOR THEMSELVES.




Managers can help team members put their learning into context by providing study time and informal guidance before and during the courses. Having employees pilot courses for one another helps ensure relevance and quality. And tracking completion reinforces the value of learning while increasing the odds that people will stick with their cours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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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阿笛（右）和埃里克·海尔威格（Eric Hellweg，HBR 产品总经理）


	

对于全球化的舆情急转直下。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欧洲极右势力抬头，都标志着公众对贸易、资本、人力和信息自由流动产生了不满。商业领袖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对于全球互联的怀疑，直到如今尚未消弭。



在本期封面文章《特朗普时代的全球化战略 》一文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以及西班牙IESE 商学院教授潘卡吉·盖马沃特坦陈了这一系列变化。但他预测， 这些变化的影响有限，很大程度在于世界从未像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平”。讽刺的是，实际贸易额的数据参差不齐，以及封闭与全球化之间的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在于，连最有经验的高管都过于高估了国际贸易流的密集程度。他的研究还显示，公共政策领袖“容易低估全球化带来的潜在收获，以及高估其不良后果”。



在无国界世界中开设全球一体化公司的观点一度十分流行，但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又有现实方面——不同市场的商业环境和规则不尽相同。现在是时候让商业和政治领袖寻回平衡，创造社会各界所乐见的、带来全球繁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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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CMO

能干多久？

这不仅是

职场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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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荷花


	

在经济不景气时，削减市场费用是企业必然的选择。同时，CMO(首席营销官)也可能会成为企业业绩不佳的替罪羊，被踢出局。

本期“聚光灯”讨论的就是CMO为何做不长久的问题。研究显示，有80%的CEO对CMO不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C级领导中，CMO的流动率最高。此次聚光灯的主要作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金伯利·惠斯勒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尼尔·摩根认为，造成CMO流动率高的原因是多数公司对于CMO的岗位设计不合理，或者说，公司对于该职位的期望与CMO实际职责不匹配所致。

在惠斯勒和摩根看来，CMO大致可以分为3类：1）战略家，决定公司定位和产品；2）商业化负责人，通过营销宣传提高销售额；3）负责损益管理并兼管整家公司事务的领导者，以上两项工作都在其职责范围内。CEO必须明确公司需要哪一类的CMO，而招聘专员必须指导CEO做出选择，帮助他们设计合理的CMO职位，同时，CMO候选人也必须在签订合同前确定自己了解该职位。

当然，此期聚光灯的作者们还特别强调了CMO的职场策略：找到自己的盟友。惠斯勒、摩根以及埃里克·博伊德认为，CMO和CIO(首席信息官)应该成为最好的盟友。尽管二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但组织可以利用共同的绩效目标将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被他们称为“水平对齐评估法”。

破解CMO高流动性难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组织，CMO本人的努力也必不可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丹尼尔·麦金采访了乔·特里波迪。特里波迪曾担任过万事达等六家国际顶级企业的CMO。在访谈中，他讲述了CMO这一岗位的演进历程以及目前面临的挑战。

我们相信，特里波迪所讲述的内容可以帮助中国企业的CMO厘清职业上的困扰。但必须承认，中国的市场环境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为能给中国企业的CMO提供更直接的参照样本，我们采访了IBM大中华区CMO周忆。在采访中，周忆详述了其职业发展历程，她特别讲述了成功CMO的要件，那就是CMO一职所需的技能和自身实力之间的化合作用。相信其中的诸多实战案例会对很多市场部门人士有所启迪。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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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惠斯勒（Kim Whitler）在21世纪初曾担任3家公司的营销高管，当时她发现CMO换工作的频率非常之高。她2009年离开公司，到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探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我的研究宗旨是帮助CMO做好工作并取得成功。”惠斯勒说，她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即使这篇文章只让一位CEO换一种角度思考CMO职责的最佳管理方法，我都会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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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德拉·苏赫尔（Sandra Sucher）在时尚零售业（还记得时装店Filene’s Basement吗？）和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工作了20年，之后加入哈佛商学院。她切身体会到道德难题有多令人头疼：即使是最简单的难题，也很难权衡。她的研究关注是，公司领导者在面临商业难题时可以采取的实用方法。她现在撰写的书阐述了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管理者如何行使职权和赢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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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还是孩子时，曾从印度搬去美国印第安纳，后来又回到印度，那时他就对边界和距离产生了兴趣。如今他在巴塞罗那和纽约两地办公，算是全球公民。他一直都质疑全球战略方面的传统观点。“我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与全球化有关的书，当时大家普遍都认识世界是平的，或者正在变平，而乏味空洞的战略也能得到认可。”他说，“这太不现实了。有趣的是，现在天平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盖马沃特认为，如今流行的对本地化战略的关注同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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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brchina.org

	

	失败没什么，不懂得反思
是真失败

长期以来，成功企业难以实现增长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对失败的恐惧。波士顿咨询公司2015年的调查显示，31%的调查对象认为，规避风险是创新的一大障碍。




	伦敦商学院战略及创业学教授 朱力安伯金肖｜文

	

	

资本主义存活的关键

博克思｜文

企业家的新商业文明责任


重估“游戏力”

陈龙｜文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商业决策远离线性思维

许多人是线性偏见的受害者，显而易见的选择往往是错的。减少线性思维对商业决策的影响须做到4步：提高对线性偏见的意识；关注成果而非指标；了解你面对的是哪一类非线性关系；尽量提供有关非线性关系的信息。



长期主义的回报

短期主义会摧毁价值吗？这一问题在商界、政府和学术界领袖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但辩论双方基本都没有确凿证据，部分原因是该现象涉及很多复杂因素，而且很难评估。 



为何有些公司的薪酬比其他公司高

公司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加剧，然而其原因仍存在争议。有些差距可能是不同公司劳动力技能水平方面的差距，有些可能源于行业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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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管的团队不努力，
怎么办

	约瑟夫·格瑞尼（Joseph Grenny）|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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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拉成为了新上任的经理，可喜可贺。

不幸的是，她接管的是一个烂摊子。她将要管理的这个分部已形成了一些由来已久的不良作风。在她看来，这些作风毫无价值，而且可能违反了职业道德。员工经常在工作时间干私人项目，而且会延长午休时间，置客户于不顾。此外，保拉的前任经常为每个员工都打5分（满分5分），但是在她看来，整个部门没有一个雇员能享受这一待遇。

随着保拉加深对个人和部门表现的了解，她开始怀念那段自己作为员工时的简单生活。

大多数新经理能够迅速地察觉他们希望改变的事情。新的领导者应花时间去倾听，并理解现状，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部门，从而为他人留下自以为是或独裁主义者的形象。然而，如果某个机构急需进行彻底的改革，你该怎么办？如何在减少抵触情绪的同时履行你最基本的职责？

整治不良行为和改变不良作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针对的是一两名雇员的不恰当行为，后者则是重新树立整个部门的作风。对于那些有必要对整个部门进行迅速、彻底改革的新经理来说，以下一些建议可能会有所帮助。

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首先，听取可靠人士的意见，以确保你的顾虑是原则性问题而不是个人喜好问题。例如，保拉应与人事部门沟通，以确保她的新标准不会与公司的政策相冲突。她还可以接触符合以下三点要求的同事：(1)对她的工作部门有看法；(2)对于整个公司的作风有一定的了解；(3)向她说真话的人——哪怕她会对此感到不悦。如果只是单纯的违反政策问题，通知人事部或其他合适的渠道。但如果难以辨明问题的是非，请采取以下举措。

注意保护自己。有关不良作风的最大问题在于，你并不知道这一作风在公司中的接受程度和传播范围。例如，如果新办事处其他部门经理对于工作时间中的这种个人不良行为熟视无睹，那么要树立新的作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的上司也在默许这种不良行为，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就会更困难。如果是这样，你就得在付诸行动之前与其他的经理和你的上司先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事实证明，你须向老板和同僚看齐，那么在开口之前得先搜集证据。搜集有关问题发生频率的数据，并就其对成本、客户服务或其他重要业绩的影响进行大致的测算。当你拿着变革案例去找同僚和老板时，别摆出一副愤愤不平或自以为是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有可能是不良作风的从犯。如果你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人们会把你当作异类而不是一名卓有成效的领导者。

这类对话的目的是建立共同的目标，或至少达成积极的共识。跟着对方的节奏来行事，用数据来说事，让他们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

一旦获得支持之后，形成文字材料。电子邮件也可以。如果你打算提及他们的立场，事先告知对方。

对外公布。接下来，在部门内部就相关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沉默是不良作风的沃土。当大家都养成不好习惯之后，没有人会讨论这些不良行为。坦诚布公地承认问题发生的频率。不要通过表达自己也容易受不良作风的影响而凸显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但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少去攻击这些不良作风，多说说实际的影响，包括对客户、同事、所有者或其他本应得到更好服务的人的影响。

然后简单地听听大家的反馈意见，别在这个环节耗费太多的时间，否则你就会给反对者提供组织反击的机会。例如，你在全体大会上提出了这些问题，让整个部门知道可以随时向你提意见，然后在一周快要结束的时候安排后续的会议，倾听更多的反馈意见。让他们知道，即便你的改革可能会带来某些意料之外的影响，你也会认真对待。同时，你也得让他们知道，此次改革是你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应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值得你对此进行反思。

提及你已与上司和同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适可而止。如果说的过多，会给留下人软弱无能的印象。如果说的不到位，则会给人留下孤立无援的印象。首先提出你自己的观点，然后援引其他人为其提供支持，而不是获他人许可，这样便可以找到平衡点。

将重点放在未来。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触及法律或人事部门的红线，让部门同事知道“过往不究”。过去已是历史，未来才是重点。但是让他们知道，这些变化必须立即执行。

留意违反规定的行为，并冷静、果断地处理。首先，留意遵守规定的行为。如果你看到之后，及时地提出来并加以表扬。这对你的勇气是一个考验。虽然违反规定的人可能是出于惯性而不是本意，但这与动机无关。当有人首次越过红线之后，你的观众并不只是那一个人，而是部门的其他人士。人类是一个社会化的生物，我们通常通过观察他人在遵守或违反规定后的后果，来了解社会规则。如果你不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你会让其他人对新规定的效力产生疑惑。

当你批评或者惩罚这种行为时，请冷静、果断地应对。不要把它看作是对自己的冒犯，因为它并不是藐视你的威信。它冒犯的并非是你，而是规定。冷静、慎重地应对这种行为，并采取合理的惩罚措施。

同时不要忽视从犯。当面指出那些发现违规行为却保持沉默的人。你不仅要让他人知道自己对新规定的期许，同时也要释放这样一个信号——所有人应与你一道推行大家一致认可的价值。当同事之间开始相互督促新规定的实施时，情况很快会发生改观。

上述措施会为你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让你在提升部门标准的同时不会疏远你的团队。你的领导风格很有可能与他们以前所习惯的风格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你便可以将变革进行到底。发挥你的优势，这也是你最初获选成为领导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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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格瑞尼曾4次荣登《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作者榜单，也是一名主旨演讲者和企业绩效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在36个国家发售，并为300家财富500公司带来了卓著业绩。他是VitalSmarts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企业培训和领导力培养的创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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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眼中，自动驾驶汽车、语音助手和其他人工智能技术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些事物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人工智能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智能将成为他们的工作助手及其生活中常见的事物。

要让下一代学会有效地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解其内在的局限性，并打造更好的平台和更智能的系统，我们现在就应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须对小学教育进行一定的调整，并对早应该调整的中学计算机科学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例如，想想孩子们如今如何与人工智能和自动技术进行互动：人们可以对Siri说“展示穿橙色裙子名人的照片”，然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的照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便出现在手机上，这看上去像是变魔术，但很明显，它跟魔术没有关系。人们在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时，会仔细地将一个问题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并让这些子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进行相互沟通。在上述案例中，人工智能方案将语音截成若干小块，并发送至云端，对它们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可能的意思并将结果转化为一系列搜索请求。然后云端会对搜索出来的数百万个可能答案进行筛选和排序。借助云端的可扩展性，这一过程仅耗费十几毫秒的时间。

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但它需要众多用于解读音频的组件波形分析，辨别裙子的机器学习，信息保护加密等等。然而，这其中的很多组件都是数个应用中反复使用的标准组件，它并不是一个孤僻的天才在车库中独自估捣出来的作品。发明这类技术的人必须有组建团队、开展团队合作的能力，并能够整合由其他团队开发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向下一代传授的技能。

与此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开始取代工作中的常规信息和手动任务，我们需要着重培养人力有别于人工智能的特质，即创造力、适应性和人际交往能力。

在小学阶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点开展鼓励解决问题的练习，并教育孩子们如何进行团队合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八年级对于探究式或项目式的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地区已开始采取这一方式。

各阶段的教育还应更加重视道德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一直都面临着道德上的困境。例如，如何消除自动化决策所产生的种族、人种和性别歧视；无人驾驶汽车如何取舍乘车人与行人的生命等等。我们需要思维缜密的相关人士和程序员来完善这些决策流程。

我们并不是说要在小学设置编码课程，尽管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在孩子们喜欢这门课程的情况下。诸如Snap!和Scratch这类语言是很有用的。但是孩子们可以在其教育的后期阶段学习编码。然而，在学习编程方面无需担心这一理念会让人产生误解。随着世界变得愈发数字化，计算机科学在文理科中的重要性不亚于写作和数学。不管孩子们是否会成为计算机科学家，还是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编程都有助于他们走得更远。这也是我们认为为什么要在9年级设置计算机编程基础课程的原因。

美国仅有约40%的学校如今设立了编程课程，这些课程的品质和严谨度参差不齐。参加计算机科学大学预修课考试的学生数量正在大幅增长，去年参加计算机科学大学预修课A考试的学生为5.8万名，但是与30.8万参加微积分大学预修课AB考试的人数相比，这一数字便会黯然失色。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州在学生毕业时甚至都不计算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学分。

在这一方面，美国已被众多的发达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以色列已明确把计算机科学纳入其大学预修课程。英国最近也通过了其Computing at School项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俄罗斯也在大踏步前进。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全民计算机科学行动计划”，也算是朝着这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迟来的一步。

在高中阶段完善计算机科学课程不仅会让学生受益，同时也有助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因为他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以及不同学科的学生将计算机科学纳入职业选项。尽管去年秋天几乎近半数的一年级新生都是女生，但学习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和少数种族数量仍未见增长。将智能融入系统，在无处不在的数据海洋中发现独特的洞见是一个急需各行各业员工参与完成的任务。

然而，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改变编程课程的授课方式。我们大都仍在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思维来教授编程课程，当时，编程的细节（像Visual Basic）被视为计算机科学的核心。如果你能够顽强地通过编程语言细节关，你会学到一些东西，然而这仍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它不应该是这样。编程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开发一门有趣、生动的编程课程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纽约，“女童子军”组织启动了一个项目，教授女孩子使用Javascript来创建和提升视频效果，这是一项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事情，因为它很有趣，而且和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照搬这一模式？

在9年级之后，我们认为学校应提供选修课程，例如机器人学、计算数学和计算艺术，以培养对成为计算机科学家感兴趣，并有这方面天赋的学生，或那些未来需要使用电脑来提升其工作效率的学生。如今，很少有美国高中在开设备战APCS-A考试所需的课程之余还提供其他课程，但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例如纽约的Stuyvesant高中，以及达拉斯TAG（天才学校）这些学校都拥有敬业的、来自计算机科学专业或接受过此类培训的教职人员。

我们还敦促高中数学部门减少对连续数学的关注，包括高级微积分，而是去更多地关注直接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的数学，例如统计学、概率学、图论和逻辑。这些将成为明日数据驱动型劳动力最实用的技能。

主要的障碍在于，学校严重缺乏拥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教师。美国的科技公司可以在这一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例如，微软发起了TEALS项目。在这一项目中，高中教师每周跟随计算机专业人士学习数小时。然而，要教授上百万名学生，我们需要数万名的教师。今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大这一方面的力度。在学术方面，得州大学在奥斯丁的UTech项目便提供了一种STEM教师的培训模式，目前已扩张至21个州的44所大学以及哥伦比亚特区。

我们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我们需要相关的政府标准，推动12年级的计算机科学教育，并开发教科书、课程，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训练有素、符合上述标准的计算机科学教师骨干力量。计算机科学教师协会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它制定了一套标准框架和一系列临时标准。

从长期来看，了解下一代人如何理解以及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互动是一笔能够让所有人都获益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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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克斯比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副教学教授。安德鲁·摩尔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院长。马克·斯特里克是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外联事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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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怎样找工作？答案往往涉及人脉——不是你这样认为，而是人人都这么说。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我们与许多人接触，联系方式五花八门，到底谁能真正帮上忙呢？我们在寻找工作时，应该尝试利用何种关系呢？

如果你去一家求职机构（2013年和2014年间，为研究当前的招聘形势，我去过不下50家相关部门），人们会告诉你，弱纽带是关键。弱纽带是指那些你认识、但交往不是特别深的人，比如你孩子的老师，或者碰巧在聚会上认识的朋友的朋友。这一建议来自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利用5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白领人士，他发现其中一些人是依靠弱纽带找到下一份工作的。

弱纽带之所以重要，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你的强纽带人群（例如同事、家人和朋友）可能在求职道路上与你“撞车”。 格兰诺维特发现，你更容易从同去参加婚礼的二表哥口中获取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机会，或者在超市停车场偶遇之前的邻居时，听说某个职位空缺。在格兰诺维特所研究的那些经由口口相传而得到工作的受访者中，83.4%的人表示，他们通过弱纽带找到了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人脉关系寻找工作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要尽可能多地建立弱纽带。

我准备了解一下现在是否依然如此，毕竟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是在几十年前完成的，距离我们开始使用互联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想法是，如果帮助人们找工作的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人们获取工作信息的方式很可能也会改变。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以某种形式复制格兰诺维特的研究，看看在今天的媒体生态环境下，哪一种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消息源：在湾区，每周都会为白领求职者组织一场例会，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以视频展示的形式，让成功求职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尽管这不同于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方法，但在2012至2014年间收集和观看了380个成功故事，足够我开展一次比较性研究。

那么，弱纽带仍是关键吗？不。在141位从人脉中受益良多的讲述者中，只有17%的人承认弱纽带发挥了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职场纽带更有用。超过六成讲述者表示，过去曾与之共事的人帮助他们找到下一份工作。这些人并不总是同事，以前的老板和客户也会伸出援手。不过，求职者认为最有用的人莫过于那些对自己十分了解，并且知识丰富、说服力强的人，例如工友和同事。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最明显的驱动力源自剧烈变化的媒体生态。当格兰诺维特开展研究时，找到一份新工作的主要挑战是首先要知道哪里存在职位空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报纸广告、“用人”告示或口头传播来发现工作机会。现在，这件事变得轻而易举：人们只要上网浏览在线招聘广告、搜索企业网站，或者与招聘人员联系，就知道哪里需要人。这导致了一个新问题：太多人申请同一份工作。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最难的部分是如何脱颖而出——让你的简历在一大堆简历中被人注意到，或者找到某种办法，绕开笨重的申请人跟踪系统。招聘经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必须利用有限的应用软件工具、简历和求职信，对成百上千的应聘者加以筛选。这种时候，最能影响招聘决策的莫过于来自某人的强烈建议，此人曾经与申请人共事，对他非常了解，可以确保他是最佳人选。

虽然这些联系是重要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可能使人际关系中问题最多的部分有所改观，即工作场所的相对同质化倾向。格兰诺维特也注意到，即使人们通过弱纽带找到工作，人际关系也不能使公司的组成发生改变，归根到底，如果没有有色人种或劳动阶层背景的人被招聘到办公室，几乎不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了解到职位空缺情况。如今，问题更多在于推荐工作时隐含的偏见——人们往往倾向于推荐以前的同事，他们喜欢与之共事。依靠职场纽带并不能使人际关系阻碍职场人员多样化的问题受到遏制，只是让问题的焦点有所转移。

实际上，由于个人推荐是员工招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因此可以被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它已成为一项重大的道德决策。每个参与招聘决策的人都应该仔细考虑被推荐人，以及推荐的理由。同时，对于求职者而言，不要彻底放弃弱纽带，毕竟还有17%的胜算。然而，职场纽带最终可能占有更大权重。在工作场所，你可以培养各种人际关系，它不仅关系到你目前的工作条件，也关系到你将来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想增加将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善待你现在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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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兰娜·格尔森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专门研究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来完成找工作、分手等复杂的社交任务。她的新书是《新经济中的落魄者：今天人们如何找到/找不到工作》(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 How People Find (or Don’t Find) Work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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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

	
		约瑟夫·鲍尔（Joseph L.Bower）和林恩·潘恩（Lynn S. Paine），《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5月刊文章。

	

	

	

股东至上理论源于代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由学院派经济学家提出。简而言之，该理论认为，股东拥有公司，进而对公司有绝对控制权。本文作者指出了代理理论的问题，特别是无法解决的“问责机制缺失”问题——因为股东（很多股东仅仅是短期投资者）对所持有股票的公司不负实际责任。他们认为，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代理模型“以股东为中心”，而这种“极端定位”在法律层面上“概念混淆”，对社会造成危害。代理理论迫使高管将注意力过多放在短期表现上，使公司长期前景黯淡，对整个经济也有不利影响。



我要加上一点：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公司已经将体制资源消耗殆尽——它们向银行借钱，而这些钱来自银行账户持有人。制度、法律和市场结构都方便公司销售自身产品，而产品同样来自体制。公司所雇用员工的培训和教育经费都由政府和私人部门提供，所用实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搭建经费来自公募基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经济角度看，公司的目标是，像公民一样行动，将社会回报最大化。

——曼纽尔·拉富恩特

战略和创新自由职业顾问




我主要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中工作，对现在的主流模型不像鲍尔和潘恩教授那样悲观；我认为，该模型已经演进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身所带来问题的程度。

我相信，代理模型以及独立董事会作为股东代表制度，之所以得到普遍应用，是为了对抗管理者只为自己谋利，不顾公司赞助者的风险。（在澳大利亚，我们普遍坚持将非高管独立董事长与CEO区分开来。）但很遗憾，公司丑闻依旧层出不穷。这说明风险仍然存在，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真正要注意的一点与公司赞助者有关。如果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心只想从投入资本中获得足够回报，那么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公司会为这一目标投入精力，更不用提基金了。

但澳大利亚商圈近些年来开始盛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的概念：人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对利益相关人负适当责任（利益相关人自己除外），可能面临关乎生死的威胁。若你的关键资产所在社区对你的公司有强烈不满，你就不会成功，哪怕多项法令都为你开绿灯。若千禧一代雇员感到公司对社会或环境不负责任，你就不能吸引到自己需要的人才。因此，为了向股东兑现一定回报，你必须从更广阔的利益相关人视角思考问题。

本文作者和网络评论员对股东（登记在册）多样性的观点十分重要。我的方法主张为“所有”股东或“整个”公司的利益服务，旨在将责任解释成为股东的长期利益服务：换句话说，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应将注意力放在短期股票持有者的意愿上，而是根据那些可能股票长期持有人的利益做决策。

——诺拉·沙因克斯特尔

墨尔本商学院副教授兼Telstra非执行董事




终于有一系列观点可以强有力地说明，为何现在对资本主义 （短期、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阐释是错误且危险的。我们如今看到的资本主义形式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现在是时候转向另一种可以在这种负面冲击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式了吗？作为曾在5家公司担任过CEO，11个组织中担任董事会成员的高管，我赞成这方面的努力。

——鲍勃·瓦努瑞克

Vanourek & Partners 总裁




长期以来，城市都被要求像企业一般运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专业人士一直都受一个问题的困扰：如何将“客户”和“股东”这类字眼应用到公民和民选官员身上。这一新模式将开启新讨论——以公司为中心的模型如何鼓励企业承认自己对社区的作用，也可以缩小一直以来疏离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并造成困扰）的鸿沟：如何坚持社会和社区的长期目标。

——安·帕伯特

安大略省圭尔夫市前首席行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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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者、 推动者、
整合者、 守护者

	
		苏珊娜·维克伯格（Suzanne M. Johnson Vickberg），金·克里斯福特（Kim Christfort），《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3月刊文章。

	

	

	

为什么团队合作会失败？两位来自德勤的作者认为，问题出在不同工作风格上。通过与罗格斯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和其他人合作，他们设计了评估4种职场人格的测试：开拓者、推动者、整合者、守护者。我们多数人都有不止一种职场人格，其中一两种占主导地位。开拓者偏好随机应变，不喜欢循规蹈矩；守护者希望提前做好准备，讨厌无序。这两种人格可能互相看不惯，但他们依然有办法相处。带领高效团队的关键是，在高度意识到职场人格的前提下管理他们。



真正的挑战在于，人们如何利用数据对自己和组织产生影响。当我在企业环境下使用这些测试（虽然我不常这样做），有3个收获：1.更有自知之明。2.更了解同事，找到与同事合作更有效的方法。3.改善自己言行，更高效地工作。

人格测试对于前两项很有效，对于第三项并不奏效，因为它只是给人格归类。之后，人们会按属于的类别进行思考，但那又如何？

如果我们关注发现和加强能力，而不是只发现自己的标签，就能更好改善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

——理查德·斯特林

Citrin 咨询公司总裁 




我不认为用心理测试将人们归类是一种科学。人类行为都不是绝对的。正如作者承认，人格分类并非新事，也称不上科学，有很多评估标准和产品可供选择。在咨询工作中我们经常使用分类工具；我们强调，这些工具适合构建增进对话的框架，让人们知道如何以不同方式行事，提供了一种谈论这些差异的共同语言。

将人们分为推动者、守护者等等，忽视了人们行事的复杂性，会导致印象刻板化（比如所有的推动者都是这样回应），甚至姑息不良行为（因为我是推动者，所以不拘小节）。

这些分类用在回应和特定情况下，比用来对工作方式进行归类更为合适。

——简·艾莫顿

WW咨询公司主管




这篇文章支持广为接受的观点——理解人格特征能让团队工作更高效，但缺少的是，团队成员须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胜任这些角色所需能力。

多年来，我们研究的团队承担执行项目的职责，投入很大，因此不允许失败，例如执行变革、推动创新、进入新市场。在过程中我们发现，最成功的团队中成员扮演4个清晰的角色：支持者、管理者、专家和创新者——每种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和能力。具有不同职责和目标的团队可能需要不同角色。

我的意思是，人们须首先聚焦团队完成的工作，以及高效工作所需的角色；然后才能决定谁来服务团队。增加个性角色有助于微调和优化团队表现。

——乔治·克兰普

Cambria咨询公司合伙人



作者发现的4型人格与MBTI性格测试或Keirsey性格分类没有太大区别。不是说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只不过这4类人格或性格，已经被研究讨论了很长时间。

——劳伦斯·范德韦克

LEAD New York执行主管、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高级延伸合伙人




作者回复：不足为奇，独立开发的不同测试，通常会发现类似的分类，因为所有测试的基础都是人类行为。我们创造商业化学反应的初衷不是发现人类天性，而是提供商业环境中性格动态的新视角。这一工具在我们自己和顾客中应用顺利，主要因为其实用、易用，且可以被记住。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有人可能偏好其他系统，不能成为商业化学反应的践行者。最终，最深刻的洞察并非来自对基础类型的辨别（无论是否是本测试），而是来自职业性格动态在商业环境中的表现。这些结论转化为实用的管理方法，有助于商业表现，才让商业化学反应成为该领域有效的工具。



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为什么你至少要有两条职场路

Why You Should Have (at Least) Two Careers



你越忙就越须静静

The Busier You Are,the More You Need Quiet Time



最新的精确研究表明：越用Facebook，心情越差

A New, More Rigorous Study Confi rms: The More You Use Facebook,the Worse You Feel



员工奔溃，郁闷的是公司而不是他本人

Employee Burnout Is a Problem with the Company, Not the Person



52岁入职爱彼迎，我在年龄、智慧和科技上收获了这些

I Joined Airbnb at 52, and Here’s What I Learned About Age, Wisdom, and the Tech Industry



如果谦虚者是最佳领导，为什么我们喜欢自恋型领导？

If Humble People Make the Best Leaders, Why Do We Fall for Charismatic Narcissists?



区块链之于金融体系，相当于互联网之于媒体

The Blockchain Will Do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What the Internet Did to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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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会议苦海

是时候终止会议干扰了

众多的会议让高管们感到力不从心，包括那些正式、非正式的会议，例行或临时会议，面对面或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会议。也难怪，平均来看，高管们每周有23个小时都在开会，而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长还不到10个小时。此外，这些会议有的往往十分拖沓，有的组织混乱，或兼而有之。

哈佛商学院教授勒斯里·佩罗、波士顿大学讲师康斯坦斯·鲁南·哈德利和哈佛商学院研究员尤尼斯·伊昂指出，我们大可以讽刺这些会议是如何的痛苦和折磨人，而这种痛苦会为团队和机构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在毫无意义的会议中所浪费的每一分钟时间都会侵蚀独立工作所必需的创造力和效率。

琐碎的日程会干扰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人们会早早来到办公室，晚点下班，或在周末寻找宁静的时光，为的是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来思考。但这种做法会让人感到倦怠。会议期间不正常的行为（例如跑题、抱怨和批评）会导致市场占有率、创新和员工稳定性的降低。

不幸的是，大多数高管并未意识到这些会议对雇员生产力、专注度和积极性的影响。雇员会感到时间不够用，心力交瘁，但是他们却在默默忍受。他们认为自己应扮演好士兵的角色，为公司大局着想，但他们却忽视了机构成本。



[特写]

在布鲁塞尔、波士顿和北京担任领导职务

事实在于，经理们在面临让文化产生变化的两个重要维度时会感到迷茫，这个时候，与领导力有关的文化问题就会出现。我们都很熟悉层级制度，也就是我们对上级以及交流对象级别的关注程度，以及我们根据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所展现出的不同对待方式和尊重程度。但层级制度并不一定就能决定决策方式。例如，日本人的层级观念比美国人强，但是美国人在决策时的协商和共识意识比日本人差很多。在本文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尔林·梅耶研究了这两大维度，以及它们对全球领导效果带来的影响。该研究重点关注决策时的不同态度对全球团队工作的影响。她概括了两个维度的不同文化，并在4个相应的领域比较了人们对领导角色的期许。


管理气候变化：来自于美国海军的经验

美国海军一直驻扎在气候变化的前沿阵地。它在各个大陆和各大海洋管理的资产达到了数百亿美元。这些资产，包括船只、潜艇、飞机、基地以及连接这些设备的IT和通信软硬件，需要数年的时间去设计和生产，并拥有几十年的使用寿命。这意味着海军如今须知晓总统和美国人民在10年、20年、30年之后需要他们执行的任务，以及届时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资产和设施来执行和支持这些任务。因此，它须按照未来世界的状况来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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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 Idea Watch

	

	找出明星员工还不够，关键是确保他们留下。



在销售业绩比较平均的团队，销售员不太会感觉到有挑战性，他们努力工作或改进工作方法的动力较弱，跳槽的几率较高。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销售人才
离职可预测

	How to Predict turnover on Your SaleS team

	托马斯·基尔（Thomas Keil） 托米·拉玛南（Tomi Laamanen） | 文

	

	

企业的每个部门都必须面对人员流动的问题，但有一个部门人才流失的代价尤其大——销售部。据估计，美国销售人员的年流动率高达27%，是劳动市场平均水平的两倍。在很多行业，销售人员平均不到两年就会跳槽。人员流动有时对企业有益，如业绩差的员工主动或被动离开。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每当表现出色的员工离开，企业都会蒙受直接或间接损失。美国企业每年用于培训销售人员的费用达150亿美元，用于激励销售人员的资金高达8000亿美元，人才流失影响了这些投资的回报。人才流失也会损害销售业绩：企业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填补空出的岗位，新人需要逐步熟悉工作并重建客户关系。如果管理者能察觉某位优秀销售员可能要离职，并设法挽留，他们的公司或能避免重大损失。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V·库马尔（V. Kumar）等4位营销学教授的一项新研究，将有助于管理者留住销售人才。研究者分析了一家《财富》500强电信公司两年多的数据，该公司主要销售消费电子产品和软件服务。研究者构建创新量化模型，用于预测销售人员的离职意向。此前，部分研究者提出一种预测每名销售员盈利能力的方法（见《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4月刊《谁是真的销售明星》），本项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上。知道谁最能创造利润当然有用，但新研究是很重要的补充：如能了解哪位销售员很可能离开，以及离开的理由，领导者就可以在明星员工提出离职前采取行动。

研究人员分析了该公司1058家门店6727名销售员的数据，将其分为两组。研究使用两类指标：第一类衡量销售员的能力，包括历史业绩（创造的营收）、客户满意度、月度指标完成情况等；第二类衡量“同侪效应”，包括每家门店销售员业绩差异，以及主动和被动离职情况。研究排除了地域、店铺规模、人口结构等因素。

研究者预期，因为职业安全感较强、奖金较高且对工作的掌控感较强，历史业绩和客户满意度得分较高的销售员离职的几率低于中低得分销售员。实际也的确如此。但研究者发现，销售指标完成情况与离职几率的关系呈现为倒U形曲线：高绩效销售员比中等绩效销售员离职率低，表明管理者成功留住了这些明星员工；但低绩效销售员因为能力较差，很难在其他公司找到机会，离职率同样较低。“中间地带销售员的离职率较高。”研究者写道。虽然这些销售员不属于“A类员工”，但作为团队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开还是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最意外的发现是，“同侪效应”能最有效地预测销售员离职。研究者推测，在销售业绩比较平均的团队，销售员不太会感觉到有挑战性，因此，努力工作或改进工作方法的动力较弱，跳槽率较高。在主动离职率较高的案例中，员工通常因为看到同事跳槽，对公司前景失去信心；部分由于跳槽同事的影响，他们掌握更多外部机会的信息。如果团队被动离职人数较多，员工可能会不信任管理者，职业安全感较低，进而离开。“员工的态度和倾向受环境影响很大。”研究者写道。“同侪效应”在预测模型中作用明显，表明离职可能有传染性。

哪些因素导致员工打算另谋高就，哪些行为表明他们可能正这样做——相关研究已经形成趋势，本项研究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劳动市场紧缩、数据分析普及的背景下，这类研究的价值越来越明显。例如，咨询公司CEB的研究显示，重要个人事件（如重要生日、同学聚会）可能刺激员工自我反思、对比他人的职业状况，常常促使他们寻找新工作（见《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9月刊《员工为何离职》）。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一项研究发现，和打牌时的马脚和线索一样，员工跳槽前可能有13种“离职征兆”，包括提早下班、专注或努力程度下降、不愿加入长期项目等。

这项新研究的一个启示是，管理者应充分关注“同侪效应”，考虑对员工业绩比较平均或离职率上升的团队采取措施。但库马尔指出，该项研究的结论并不是企业应使用相同的模型，而是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找出能有效预测员工离职的变量。未来的管理者可能会习惯利用数据分析，按高度、中度、低度离职风险将员工分类，并决定对哪些存在高离职风险的员工采取挽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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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萨朗·桑德（Sarang Sunder）、V·库马尔（V. Kumar）、阿什利·戈莱茨尼（Ashley Goreczny）、托德·莫莱尔（Todd Maurer）：《销售人员离职原因实证分析》（Why Do Salespeople Quit?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Own and Peer Effects on Salesperson Turnover Behavior），《营销学研究》（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6年）

	


	前沿 前沿 Idea Watch

	

	杰·明克斯（Jay Mincks）

	“在他们拿到新工作之前了解情况，这会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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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马克斯·伯克哈尔特（MAX BURKHALTER）


	

人力资源外包公司Insperity总部位于休斯敦，下设50个分支机构，拥有600人的销售团队。

该公司负责销售的执行副总裁杰·明克斯（Jay Mincks）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介绍预测和防止人才流失的方法。以下是采访摘录。



你的销售团队每年人员流动率是多少？

平均28%，但这个数字有一定欺骗性。我们出售复杂的无形产品，所以学习曲线很陡峭。一般员工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跟上节奏，这段时间的流失率非常高。但之后，我们A类员工的流失率只有5%。我们的薪酬方案保证我们很少失去最好的销售员。



如果怀疑有人可能离开，你是否有能力留下他？

如果能在他们拿到新工作前了解情况，将会大有帮助。你走过去，坐下来，想办法留下他。一般想走的人都在情感上有些受伤，所以你必须让他们振作起来，表达你的欣赏，然后问，需要公司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并留下来。如果提早发现，我们几乎100%会成功。



如果员工已经拿到新工作了呢？

如果我们提高待遇，成功率大约是50%。但留下的那一半人中，很多人会很快离开。让他们想要跳槽的因素依旧存在。提高待遇能让员工多留一段时间，但如果他们曾经决定离开，就很容易再来一次。



你希望更多依靠数据来预测员工离职吗？

只要能在决策中减少直觉的作用，任何方法都有帮助。今年我要招12个管理者，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直觉都很好。数据分析会非常有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看清问题，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在员工离开前采取措施。



如果让你来设计一个人员流动数据分析表，它会包含哪些元素？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些数据能预测销售员的成功，这最关键。我们有招聘团队，进行很多面试，但很难看得非常准——很多做销售的人都善于伪装。我们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做培训，但太多人达不到要求。这让我们的销售培训团队消耗很大。如果我们能设法使用数据筛掉这些人，将会省下很多钱。







	前沿 Idea Watch

	

	创业

	创业者的外部沟通必杀技

	

	

创业者很清楚，无论最初的计划是什么，做一家创业公司，必然涉及一系列快速的构想、实验和调整，结果常常是采用非常不同的商业模式。但即便成功改变路线的创业者有时也意识不到，为避免困惑和失望，与客户、投资者和媒体沟通公司转变的理由非常重要。

有新研究分析了两家创业公司6年中的对外沟通情况，并为做出战略转变的初创公司提出3项建议。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战略变化和最终产品（自动化投资工具）都很相似，但一家成长为营收规模20亿美元的公司，另一家则贱卖资产后关门。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向外界解释路线修正的方式不同。研究者建议创业公司：提出“抽象的产品概念框架”，以保证一定腾挪空间（失败的那家公司受限于最初太过精确的产品描述）；在描述新定位时寻找与创始原则的联系，制造连续性；在进行重大转变时使用谨慎的调和性语言，安抚初始理念的支持者。

“初创公司如何表述新的战略方向，与实际操作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研究者写道，“创业者为创造可行产品构想并检验假设，这和科学家很像；但他们也要像老练的政治家那样，能够向不同受众有效解释计划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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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洛瑞·麦克唐纳（Rory McDonald）、高成（音）：《创业公司战略转变研究》（“Principled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Reorientation in New Venture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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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

	对员工的投入会有回报

			保罗·莱昂纳尔迪（Paul M. Leonardi） | 文





研究者从技术、物理环境和文化3方面，分析了250家企业对员工体验的投入，选出其中6%表现最佳的公司，包括Adobe、埃森哲、Facebook和微软等。这些公司为员工配备高端技术设备，投入较多资金用于办公空间设计，并让员工了解其工作对组织的贡献。这些公司的股东回报大幅优于标普500和纳斯达克企业、《财富》最佳雇主100强及Glassdoor最佳雇主，它们的以下指标优于其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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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推行非竞争性雇佣条款的州，科技从业者收入低于其他州，且整个职业生涯的收入都会受影响。



纳塔拉詹·巴拉苏布拉马尼安（NATARAJAN BALASUBRAMANIAN）等：《非竞争性协议对高科技从业者的影响研究》（“LOCKED IN? THE ENFORCEABILITY OF COVENANTS NOT TO COMPETE AND THE CAREERS OF HIGH-TECH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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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购

	知名公司的收购更冒险





企业进行收购的目的多种多样，如获得新技术、市场、人才或增长动力等。但并购总有风险：企业经常出价过高；市场可能对收购反应不佳；很多收购案的后续整合困难重重；瞄准的技术常常失败。为分析企业的声誉对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者从《财富》1991年到2008年最受赞赏的公司中选取75家，并在榜单之外选择相似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包括收购频率、交易规模、与已有业务相关度、市场反应等。

研究者发现，受推崇的公司进行的并购更多，涉足非相关领域也更多。这属于高风险策略：交易越多，犯错的几率越大；进入新行业或市场需要培养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公司在进行收购时并未出价过高，且交易规模多样，包括很多小型收购。

但意外的是，虽然地位很高，这些公司的收购却遭遇了更多负面市场反应。这些受推崇的公司平均市值500亿美元，在宣布收购后，市值比声望一般的同类公司多跌了3亿美元。研究者指出，投资者似乎将它们的激进收购解读为内部增长潜力有限。研究结果至少表明，知名公司须更好地向市场解释其并购行动，以期减少交易对股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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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杰拉尔·哈勒布里安（Jerayr J. Haleblian）、迈克尔·普法尔（Michael D. Pfarrer）、杰森·凯利（Jason T. Kiley）：《高声望公司收购行为研究》（“High-Reputation Firms and Their Differential Acquisition Behaviors”，《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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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

	盈利目标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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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盈利目标的压力，管理者有时会进行账目操纵、削减研发和广告等支出，这已不是秘密。但一项新研究显示，压力也会对职场安全构成威胁。利用2002年到2011年美国职业安全健康局的数据，研究者发现，在符合或超出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企业，员工受伤或患病的几率更高——这些企业的业绩压力可能最大。

分析表明，这是因为管理者增加员工的工作负荷，或要求员工加快速度，并减少培训和设备维护等安全相关经费。轻松达到盈利预期的企业，员工受伤的几率最低。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因为对发展前景有把握，给员工的额外业绩压力较小。

“由于实际管理活动不透明，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及时披露员工的健康安全状况，可以作为投资参考，而已有企业在考虑这样做。”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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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加德森·卡斯基（Judson Caskey）、布格拉·奥泽尔（N. Bugra Ozel）：《企业盈利目标与员工安全状况研究》（“Earnings Expectations and Employee Safety”，《会计与经济学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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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行为

	来自回转寿司的启发





传统上，时装行业每年有春/夏、秋/冬两次上新，大部分零售商会一次性推出所有品种。但过去10年间，以Zara和H&M为代表的“快时尚”模式兴起，通过快速更替货品制造购买需求，从而实现盈利。诸如Rue La La等“闪购”网站，运营模式也类似。一项新研究探索了“分步上架”（sequential assortment）策略——逐步推出货品而非一次性全部上架。如果运用得当，零售商将会受益。

“快时尚或闪购零售商3月开始卖凉鞋，消费者必须在不了解4月新款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决定，”研究者写道，“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消费者可能3月买一双凉鞋，然后4月回来买下一双更喜欢的。”如果消费者提前看到4月的新品，可能会只买一双。

研究者计算了“隐藏价值”（value of concealment），即零售商通过分批上新增加的营收。研究者认为，这种策略类似回转寿司——传送带逐一呈现食物，可能让顾客比从菜单点菜吃得多。

研究者指出，为分析分批上新能否带来价值，零售商应考虑商品种类和消费者类型。对于服装、鞋类、饰品、儿童玩具等品类，消费者可能愿意在短期内连续购买，所以分批上新有可能增加营收。但对于家电、汽车等大件商品，分批上新不太可能刺激购买，反而有损销量，因为如果消费者猜测很快有新品上市，可能会延迟甚至放弃购买。

研究还将消费者分为短视和审慎两类：前者不太会精挑细选，常有冲动购买行为；后者则更加谨慎，更可能放弃购买。分批上新的策略对短视消费者效果更好，但零售商目前无法简单有效地判断消费者类型。研究者希望与零售商合作，为未来研究获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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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克里斯·费雷拉（Kris Johnson Ferreira）、乔尔·吴（Joel Goh）：《商品更替与隐藏价值》（“Assortment Rotation and the Value of Concealment”，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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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

	为何要坐在
工作努力的人旁边





为提升工作效率，企业花重金设计办公室布局，如优化开放区域和私人空间比例，以期最大化协作和专注程度。新研究发现了另一个提升工作表现的方法：安排特定类型的员工坐在一起。

研究者分析了超过2000名科技行业员工两年的数据，将他们分为3类，并研究每类人对周围同事几方面工作表现的影响。其中，“高效率员工”工作量占优但质量欠佳，“高质量员工”与之相反，而“通用型员工”在两方面较为平均。

研究结果显示，安排优势互补的员工，即高效率员工和高质量员工坐在一起（通用型员工应该坐在一起），最多能将整体工作表现提升15%。研究者估计，对于一家2000人的公司，这相当于每年增加100万美元利润。

是什么带来了正面的溢出效应？研究者认为，溢出效应显现得很快，座位打乱后消失得也很快，所以原因应该在于激励和同侪压力，而非相互学习。员工不太受他人劣势的影响，因此，安排相反类型的员工坐在一起，基本没有负面影响。“对于希望提升人力资本回报率的组织，重新安排员工座位可能是最简单省钱的办法。”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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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迈克尔·豪斯曼（Michael Housman）、迪伦·迈诺（Dylan Minor）：《组织空间设计研究》（“Organizational Design and Space: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Productive”，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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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化

	AI的初步胜利





很多员工担心人工智能（AI）会让他们失去工作，研究显示这种担心有道理：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3年，47%的工作将实现自动化。但在短期内，这种担心可能有点过头。2017年，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对13个制造和服务行业835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企业在计算机领域大量使用AI，但较少将人类工作自动化。研究者认为，机器间沟通对于AI很容易，替代人类却不容易。

例如，调查发现，AI应用最多的领域是发现和阻止计算机网络入侵。将这项工作自动化，并不意味着淘汰IT安全员工。网络攻击呈几何级增长，造成很多企业IT安全部门负担过重，AI将对此提供支持。这样，AI使得IT安全员工对雇主更有价值；在很多其他部门也同样如此。下表显示被调查公司使用AI进行特定工作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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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比之前和之后的周一，法官在“瞌睡星期一”（夏令时的第一个工作日）判决的刑期多出5%。这表明，睡眠不足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看可能需要休息好之后再做决策。



周庚民（KYOUNGMIN CHO）、克里斯托弗·巴恩斯（CHRISTOPHER M. BARNES）、克里斯蒂亚诺·瓜纳拉（CRISTIANO L. GUANARA）：《夏令时造成的睡眠不足对法律判决的影响研究》（“SLEEPY PUNISHERS ARE HARSH PUNISHERS: DAYLIGHT SAVING TIME AND LEG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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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

	成员认知越多元，效率越高





在一项战略执行测试中，参与者要在限定时间内解决一个不熟悉的问题。研究者发现，认知更多元的团队完成任务速度更快。具体来说，知识处理（在遇到问题时创造知识）和视野（整合自己的知识与他人的知识）方面的多元性与团队成功高度相关，对工作表现的影响超过年龄、性别、种族等人口结构方面的多元性。

“这从直觉上说得通，”研究者写道，“要解决新问题，团队必须在利用已知和探索未知两方面取得平衡，个体要既能发挥专长，也能退后一步审视全局。”下表显示多元化程度最高和最低（根据成员得分的标准差算出）的团队工作表现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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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1931年4月

“在新的工作方法之下，美国的工人数量大大超出所需，因此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工作时长、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完全符合工业和社会的发展趋势。”

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5日工作制》（“THE FIVE-DAY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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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投资者如何看待企业ESG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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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家评级机构提供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数据，超过1400家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机构在分析股票和债券时使用ESG评分。但关于主流投资机构如何使用ESG数据，我们所知很少。一项针对全球413名投资从业者（大部分是投资组合经理）的调查提供了相关信息。

调查结果显示，82%投资人认为，ESG数据对投资业绩有实质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企业声誉、法规和监管风险的相关信息。投资者主要用ESG数据进行负面筛选：由于担心负面表现影响股价，他们会规避ESG评分低的公司。1/3投资人预期，未来5年中ESG评分会更多用于正面筛选（即投资组合经理主动关注ESG评分高的公司）和主动干预（即投资者要求企业管理层提升ESG表现）。

尽管ESG评分已得到广泛应用，调查仍显示部分投资者持怀疑态度：对于一系列问题，20%投资人表示不相信ESG评分能影响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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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阿米尔·阿梅尔-扎德赫（Amir Amel-Zadeh）、乔治·塞拉菲（George Serafeim）：《投资人使用ESG数据情况研究》（“Why and How Investors Use ESG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a Global Survey”，工作论文）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奥利弗·森格（Oliver Sng）是密歇根大学研究员，他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事合作，将各国和美国各州人口密度的数据，与当地居民在教育、退休金等长远投资方面的意愿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在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人们更愿意进行长线投资。该团队由此得出结论：




	住在稠密区的人，

更计长远

	CROWDED PLACES MAKE PEOPLE THINK MORE ABOUT THE FUTURE

			艾莉森·比尔德 |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森格博士，

捍卫你的研究吧！





森格：基于上述发现，以及对因果关系的后续研究，我认为人口密度和生物学家所说的“生活史策略”（life-history strategy）有一定关系。生活史策略大致是说，物种和生物体活得或快或慢。“快的”关注现在，很早开始繁殖，后代众多，对每个孩子或自己的投资不多；活得慢的则关注未来、自我发展和长期关系，孩子较少。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追求较慢的生活史策略，但每个人情况略有不同，尽管与遗传因素有关，不过环境也起到一定作用。

在人口稠密地区，资源竞争更激烈。我们会认为，需要增加对自己和孩子的投资，才能取得成功。我的合著者史蒂文·诺伊贝格（Steven Neuberg）、迈克尔·瓦纳姆（Michael Varnum）和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提出了这种假设，我想要加以验证。



HBR：结果证明是对的？

是的，我们发现，在人口更密集的国家，滥交情况更少，生育率更低，学龄前教育率更高。和解决手头问题相比，大家更在乎未雨绸缪。美国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大家普遍结婚较晚，子嗣较少，有更多的人获得学士学位以及参与退休储蓄金计划。这些和未来有关的因素互相影响，但人口密度是根本因素之一。即使在人口规模、经济繁荣程度和城镇化程度相似的情况下，这些结果也成立。



居住在人口密度较高州的人，加入退休储蓄金计划的可能性更高。




会不会仅仅是因为拥有前瞻思维的人更愿意住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在第一个试验中，我们从网上招募参与者，他们来自美国各个地区，我们给其中一半的人发了一篇虚构的《纽约时报》文章，主要内容是说美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后让大家回答问卷，题目旨在考察他们的未来导向，例如，“你想要明天拿100美元还是90天后拿150美元？”另一半则是对照组，他们不读文章直接做问卷。

我们发现，看过文章的人更愿意选择延迟获得更高的奖励。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效果很大。通过人为灌输人口高密度的概念，大家增强了长期思维。



也有可能是阅读让他们思考，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吧？

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没有让大家在回答问卷前阅读文章，而是让参与者听了一段录音——一些录音是很多人在聊天，一些纯属白噪音。那些听到嘈杂人声的参与者同样更加看重长远回报。



企业能否在消费者营销等环节中利用这种趋势？

关于这项研究的实际应用，我还没有想太多。在产品或服务设计以及营销方面，这项研究可能会有所帮助。为了吸引人口稠密区的消费者，企业应该着重强调他们和孩子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在人烟稀少的地区，企业应当把焦点放在即时满足上。



假如某家公司想让雇员把注意力从短期目标转向长期，是否应将他们从农村派往城市？或者让员工聚集在吵闹的小办公室里工作？

这类举措也许会对某些人有点效果，但要注意的是：首先，我们的前两项研究关注的是国家与国家，以及州与州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城市和非城市差异。人口密度和城镇化之间确有相关性，但在后者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实验结果也成立。

第二，按照学术标准，实验中观察到的差异很微小。第三，在描述人口增长情况时，我们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如果人们感到人口密度会带来混乱和无法预测的环境，他们也许会采用更快而非更慢的生活史策略。他们也许会问：“身处现在这个环境，想要出人头地是要靠提高技术和知识，还是要比谁的拳头大？”



美国哪些州的居民眼光更长远？

“生活史得分”综合了平均婚龄、生育率、高等教育和学龄前教育率，退休金计划参与程度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人口更加密集地区的居民，更愿意选择“慢”战略（投资未来），而在那些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则更愿意选择“快”战略（关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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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的确觉得拥挤的地方混乱、压力大甚至危险。

有人曾和我说这是美国人的偏见。大家倾向于将人口密度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将城市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或者认为人们会屈服于本能。我在新加坡长大，那里的人口密度全球排第三（前两名是澳门和摩纳哥），但是那里秩序井然。我并不是说拥挤的地方不混乱或者不危险，当然有可能会是这样，但也不一定。



听了嘈杂人声录音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延迟获得奖励。




之后你搬到了美国，这里人口密度在全球214个国家中排名第161。你是想要过更快的生活吗？

我32岁才结婚，所以可能不是吧。但我猜测，也许环境人口密度在人们年轻时，对生活史策略影响最大。在另两个试验中，我们测试了大学生对高人口密度的概念是否和40岁以下成年人有所不同。

我们发现，那些阅读了关于美国人口增长而非松鼠数量增长的虚构文章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长期关系，但不会选择生更少的孩子。20-30岁的人则有很大可能选择少生孩子，但不会改变他们对两性关系的选择。因此，人口密度似乎只会影响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未来目标。



你准备要几个孩子？

大概两个吧，但不会很快。美国人口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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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原则：如果某件事情我听三个人讲过，我就必须试一试。2008年，我听一些朋友说了单车工作室SoulCycle。那时候它刚成立两年，只在曼哈顿上西区有一间工作室，这马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热爱团体健身课程，也坚持跑步，但我不骑动感单车。我试过几次室内自行车，不怎么喜欢。朋友们向我保证，这家工作室与众不同。

的确如此。首先，SoulCycle工作室隐藏在长廊尽头，门口散发出淡淡的葡萄柚香。教室里挤满了人，但给我感觉是，我好像与其他学员在一起，又像是独自一人。歌单里的都是混音歌曲，或是极好地混合了两首我爱的歌。教练有魅力，又很靠谱。教练的活力与学员们的激情，都极富感染力。那节课很有趣。课后，大堂里挤满了满脸通红的学员，即使空间狭小，我们也停留许久。很明显，这不只是健身房，SoulCycle是一种感官体验，是一个由超级粉丝组成的社群。参与过一次，我就明白这个住宅区小生意形成口碑的原因和方式了。

我2012年正式加入SoulCycle，负责公司的运营及发展，2015年成为CEO。担任这些角色时，我的目标是考虑业务和品牌的未来发展。我刚加入团队时，我们相信SoulCycle有潜力在美国沿海城市开20到25家分店。现在我们拥有74家工作室，并且在芝加哥、达拉斯、奥斯丁和休斯顿等非沿海城市，保持每年新增15家分店的稳定增长。我们刚刚在多伦多开了第一家国际工作室。我们现在意识到，自己的增长空间非常大。

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清楚一个潜在危险：健身健康行业存在周期性，训练与减肥都是如此。在这个行业，时髦事物层出不穷，曾经的流行很有可能消失不见。你应该能想到一些例子：爵士乐健美操（Jazzercise）、跆博搏击操（Tae Bo），以及电视资讯广告里短命的家用健身产品。很多训练计划只是重复同样的动作，让人疲劳、厌烦，或者是被其他东西吸引，然后人们决定试试新东西。如何保证SoulCycle永远不会陷入这种周期，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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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的一堂SoulCycle动感单车课




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健身公司，而是更广泛体验经济的参与者。我认为，我们最聪明的决定都源于理解和连结顾客。健身房里的情况就能说明公司增长与否。我们招聘和培训单车教练的方式与其他健身公司大不相同，因为单车教练对于顾客体验至关重要。我们教练提供的是启发性指导，让学员在单车上和生活中有更多的主动权。教练造就了每堂课的独特性，传递体验，并把不同类型的人群联系起来。10年前，在我第一堂单车课上，教练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体验；现在，我们每月依靠这些教练把这种体验传递给成千上万名学员。



打造体验

1999年，我加入了喜达屋酒店集团，开始从事企业发展方面的工作，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那时，公司刚完成了对喜来登和威斯汀两个品牌的收购，并且正式推出了W酒店品牌。我负责品牌战略、企业融资和房地产收购。这是一次培养体验优先的绝佳训练。我们重新思考酒店公共空间的功能和感觉。我们播放精心挑选的歌曲，调整灯光，创造了恰到好处的活力与氛围以吸引当地社群和酒店客人。离开喜达屋后，我去了维珍集团，花了4年时间负责维珍美国航空的启动。我们仔细检查了飞机上的体验，探索出多种为旅客带来惊喜和愉悦的方法，能够抵消飞行中产生的焦虑。2007年，我加入Equinox公司担任业务副总裁，帮助美国最具综合性的健身品牌进行扩张，它拥有私人教练、水疗、精品健身房以及团体训练等多种业态。

2010年，Equinox的CEO与SoulCycle的两位创始人朱莉·赖斯（Julie Rice）、伊丽莎白·卡特勒（Elizabeth Cutler）见了一面，那时她们只有5家工作室，需要一个能够帮助公司业务持续增长的合作伙伴。她们认为Equinox在房地产收购和运营方面非常专业。到2016年，Equinox持有SoulCycle 97%的股权。这一过程中，我花了很多时间与朱莉和伊丽莎白一起，在保持其独特文化的同时专注品牌潜力的最大化。2012年，在Equinox第一笔投资的9个月后，我开始了在SoulCycle的全职工作。

酒店行业的经验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一开始，朱莉和伊丽莎白把SoulCycle看作是一家服务类公司，单车运动只是品牌的一个维度。我们最有激情的学员谈论更多的是关系建立，与教练和其他学员之间的沟通，而非运动本身。离开黑暗的健身房，穿着汗湿的运动服，走进一个明亮而拥挤的大厅，这些打破了障碍，让真正的对话变得更容易。对很多人来说，在SoulCycle建立的友情是他们生活中更大变化的开始，他们开始吃得更健康，重视睡眠，他们有组织地加入了一种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愿望变成了现实。



团体运动的伟大时刻

有些团体运动很受欢迎并且热度持续。其他的团体运动风靡一时然后销声匿迹。案例如下：



20世纪80年代：

爵士乐健美操

1969年，爵士乐健美操由西北大学学生朱迪·谢博德·米塞（Judi Sheppard Missett）创造，她兼职教爵士舞。该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流行高峰。今天，它拥有8300家加盟店，使用流行音乐，并借鉴跆拳道的动作。




与传统的健身课程不同，在我们的工作室，人们更重视体验。在其他健身房，作为基础会员服务的一部分，人们可以上无限次单车课程。在SoulCycle，我们不按月收费，但每节课程售价30-35美元，而且要求学员提前预订。我们相信，按课时收费能够激发完全不同层面的能量与参与度，最终会提升整体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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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资产

“燃烧卡路里”只是我们提供的服务之一。运动效果可测量很重要，但我们反复听到的是，我们的团队才是学员保持忠诚度的原因。我们使用行为面试法（behavioral interviewing）和工作观察法（on-the-job shadowing）保证教练团队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学员能在工作室中度过一天中最棒的时光。方法简单而直观：受到鼓励的人想要激励他人。教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与看电影的体验类似，他们带领学员开启一次集身体、情感和音乐于一体的45分钟旅程。你可以在一周内多次上同一教练的课程，每次体验都不相同。我们拒绝循规蹈矩。灯光、歌单和激励的话——每一部分都会根据房间中学员的状态实时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对体能的挑战。

在招聘明星教练上，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性格与表达能力，公司提供的培训项目可以填补他们在单车专业上的任何缺陷。为了留住这些明星教练，我们使用注重职业发展轨迹的模式。我们支付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78%的教练在SoulCycle全职工作，能够享受健康保险、带薪假期和进修教育，这在行业里很罕见。他们也可以享受面向员工的理疗。我们过去几年的教练留存率超过95%。每次培训课程启动时我们会收到约20个申请，参与培训的教练会在纽约总部进行为期12周的严格训练，内容涵盖运动基本原理、音乐、解剖学和生物力学。一旦他们开始授课，我们会大力投资他们未来的培训和发展。我们是一家成长型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在新市场开店、成为区域开发者或是通过晋升，他们能够看到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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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

我成为CEO后不久，我们把目光瞄准上市。但股市风云变幻，随着金融气候变化，我们选择保持私有，部分原因是公司坚实的财务基础让我们不用急于进入公众市场。当我们为可能的路演做准备时，我被要求回答品牌吸引力和持续性的问题，一个我常听到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如此痴迷SoulCycle？你又怎么知道这会持续下去？”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作为新任CEO去思考他们的顾虑，然后得出解决办法。



20世纪90年代：

跆博搏击操

美国健身专家比利·布兰克斯（Billy Blanks）在自家地下室播放《洛奇》电影原声带时创造了跆博搏击操。1992年，他推出的搏击操视频成为90年代电视广告中最受欢迎的产品，售出了数百万份。布兰克斯仍旧在制作跆博搏击操视频，但Beachbody的出现使其黯然失色，Beachbody是一家以制作P90X健身训练视频的公司。




SoulCycle成立时，健身行业尚未出现精品路线。可以说，是我们创造了这个细分市场。现在，竞争对手们也在开办动感单车教室、训练营和其他混合形式的健身房。我们不太会关注其他的室内自行车或健身房，但竞争确实让我们保持创新和对核心顾客需求的持续解读，核心顾客是我们强有力的品牌大使。

有些最佳经验来源于其他行业。我们研究迪士尼训练员工以及星巴克保持门店社区化的方式。我们观察爱彼迎增加数字产品后依旧保持直观感的方法。喜欢SoulCycle的人们说，让我们与众不同的不是一两件事，而是很多事情的集合——是我们热情的员工、台上有魅力的教练、我们的系列服装，甚至是我们的网站。模仿者想要复制其中任意一个都很难，更不要说全部了。

我们小心提防着公然侵害我们知识产权的模仿者。如果我们认为某个健身房想让顾客认为他们是在SoulCycle，我们会诉诸法律。我们曾发现一家不在北美的工作室与我们曼哈顿的工作室看起来一模一样，墙上印着我们的logo和口号。我们强势但恰当地质询了业主，他们做了改变。

在纽约和洛杉矶，我们吸引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客户，这从不是我们战略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依靠名人进行口碑营销是昙花一现。毫无疑问，名人确实提升了我们的关注度，但我们没有刻意吸引他们。我们听到的是，知名度高的客户享受在社群环境中骑车的状态，而且教练永远不会把注意力引向他们。2014年，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室刚营业时，米歇尔·奥巴马来过。我知道她去了，但我们没做任何改变。她似乎享受成为60人之一的状态，随着很赞的音乐骑车，出很多汗，推向自己的极限……就跟其他人一样。很快，她每周都会来上几次课。



选择地段

为新工作室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是门学问，我们通常会在动工前一年进行调研。除了在当地花时间研究，并且听取潜在学员的意见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他们闲暇时都做些什么？他们在哪儿运动，什么时候运动？早上起床的动力是什么？通过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开一家为他们服务的健身房，而不是采用相反的方式。当然，我们会考虑哪种类型的教练能够更好地建立社群。

考虑工作室店面时，我们比较灵活。我们的工作室在230-320平方米左右，面积相当小，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原本不适合传统零售商的空间。我们在意车位数量，但我们不需要在主干道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成为商铺出租方的理想品牌，因为我们带来了流量并能够为其他租客增添一些活力。由于遵守了选址的流程和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门店的选址都很成功：在公司历史中，我们没有关闭过任何的工作室。



品牌拓展

在创新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应该不难预料。我们一直留心改进工作室的设计，有些人把它与苹果商店作比较。例如，我们把iPhone充电器放在储物柜里，因为我们在前台的充电站不够用了。今年，我们计划推出使用磁阻与碳带传动系统的新一代自行车，它比我们目前使用的摩擦阻力系统更先进，骑行更顺畅，持续时间更长。我们根据动作编排重新设计了车把，新车把能够为上肢运动提供更好的稳定性。随着学员运动能力的提升，我们的训练难度持续增加。现在，教练在课堂上使用更多的间歇训练，哑铃的重量也比几年前增加了。

我们也在扩大服装和其他产品类别。朱莉和伊丽莎白在成立第一家SoulCycle工作室后，把剩下的2000美元拿去印了T恤。第一批货在24小时内售罄。2016年，我们推出了14款服装，每款都结合了性能与时尚，也适合平时穿着；在我们营业最稳定的工作室，商品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单车课程的收入。人们使用带有我们logo的产品，把它当作荣誉徽章，告诉世界他们属于这个社群。

我们也持续扩大健身房面向的人群。SoulCycle刚开业时，学员几乎都是曼哈顿上西区的女士。到2015年，我们考虑上市时，公司近80%的收入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现在，这些城市贡献的收入不到公司收入的一半，我们的顾客类型随着工作室的位置与课程时间而有所区分。我们把早上六点的课程叫作“公鸡”课程，至少有一半的男性学员。有些工作室会在下午四点开设青少年班。为了使每个团体都感觉宾至如归，我们鼓励教练提供合适的训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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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社群

我坚信我们会不断发展，因为人们在寻找一个能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地方，并且远离技术。与实物相比，他们更享受的是体验。很多健康类产业增长的原因是，人们意识到了投资于身体和思想的重要性。这就是与其他高端品牌相比，我们相信SoulCycle不太受经济形势影响的原因。事实证明，社会转变时期就是我们与消费者产生紧密联系的时候。在经济大衰退时期，尽管我们的体量小了很多，但我们发现，学员需要我们就像需要避难所和逃生处一样。同样，我们的业务在2016年总统大选后的几周有所增加，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时间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情绪波动。如果经济放缓，人们也许会减少旅行和餐饮的花费，但他们会继续投资自己，而且我们相信，他们会继续来SoulCycle。



21世纪伊始：

尊巴舞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哥伦比亚卡利，健身教练阿尔贝托-佩雷斯正在教健美操，但他忘了带训练伴奏带。于是他用莎莎舞和梅伦格舞的音乐即兴创作，融合了拉丁舞的动作。1991年，他把这种舞蹈带到了迈阿密；2002年，他把此种舞蹈命名为尊巴舞，并在电视资讯广告中销售DVD。尊巴舞课程在全球有20万个教学点。




简而言之，我们绝非昙花一现。室内自行车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有氧运动。它对关节的损伤比其他运动要小，所以学员能上很多年的课程。我们的创始人彻底改造了这种旧的锻炼方式，使之成为能够愉悦身心的全身运动。在我们纽约市的一家门店上，挂着的霓虹灯招牌抓住了我们的精髓：“一群人。部落。团队。社群。灵魂。”我们这样形容对方，学员们也这样形容他们自己。新学员能够看到这句话，它在工作室的后墙上发着光，像是个邀请。

友情与社群是持久的。SoulCycle的核心元素正是这些，所以我们的品牌也将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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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某顶尖零售商开始寻找新任CMO（首席营销官）。职位描述的第一段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不已：新任CMO职责重大，负责带领公司提高收入和利润。这似乎是每个CMO都渴求的机遇。果不其然，公司找到了一位来自包装消费品领域的高管。他经验丰富、才能出众，加入公司时决心要有一番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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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80%的CEO都对公司CMO不满。CMO的流动率在C级别高管中最高，而这毫不出奇。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多数CMO工作设计不合理。对这个职业的期望与CMO的实际责任（或评估其成功的指标）并不匹配。

		

		解决方案

		CEO必须决定供公司需要哪类CMO：1）战略家，决定公司定位和产品；2）商业化负债人，通过营销宣传提高销售额；3）负责损益管理并兼管整家公司事务的领导者，以上两项工作都在其职责范围内。招聘专员必须指导CEO做出选择，帮助他们设计合理的CMO职位，而CMO候选人也必须在签订合同前确定自己了解该职位。

	

	

但一年过去了，新任CMO万分沮丧。他本以为，根据职位描述、他与公司招聘专员和CEO的谈话，再加上他的经验，他有权力制定促进增长的战略。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大部分职责仅限于营销宣传领域的业务，包括广告和社交媒体。他没有产品发行、定价和开设门店的职责，而且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有限。他告诉我们，问题并非他能力不足，不能实现公司的目标，而在于这份工作的设计漏洞百出。作为CMO，他的实际责权与CEO对他的期望严重不匹配——任何人都很难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功。和我们对话没多久后，他就离开了这家公司。

我们在研究高效CMO的成功之道时，多次听到类似的故事，已经超过我们本应听到的成功案例。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证明了CEO和CMO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问题。2012年Fournaise Marketing Group所做的全球调查，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80%的CEO不信任或认为CMO无关紧要，而这些CEO中仅有10%的人对CFO和CIO持同样态度。CMO也发觉一个重大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74%的人称，受职责所限，他们不能充分施展拳脚，介入公司的经营。

CEO与CMO之间的分歧有助于解释，为何CMO在C级高管中的人员流动率最高。光辉国际（Korn Ferry）的分析报告指出，CMO平均任职时间是4.1年，而CEO是8年；CFO是5.1年；CHRO是5年；CIO是4.3年。我们的研究表明，CMO流失率有可能更低：57%的CMO在职时间仅为3年，甚至更短。（详见边栏《在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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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首席营销官在职时间并不长。超过40%的CMO在职时间是两年或更短，57%的人在职时间是3年或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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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O与职责主要面向内部经营的CFO、CHRO和CIO不同，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客户与公司的互动。新CMO进入公司时，往往会改变公司的战略方向；也就是说，公司很可能下血本重新进行定位、产品包装和广告推广。如果CMO工作满意度低或业绩不佳，导致该职位频繁换人，那么公司内部可能陷入混乱，随之而来的招聘和遣散成本更是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CMO流动率偏高很大程度上缘于职位设计存在纰漏。任何公司都可能雇用到不合适的人，但若责任、期望和绩效评估不一致且不现实，CMO注定会失败。我们在文中概述了终结这一问题模式的四大步骤，供CEO参考。我们还描述了寻找与CMO职位匹配人选的方法，以及促使CEO、高管招聘专员和CMO候选人合作，尽最大可能提高CMO成功几率的做法。



步骤1
定义职责

我们先问一个简单问题：CMO究竟都要做些什么？出人意料的是，这个问题没有普遍认同的明确答案。

我们在研究中采访了300多位高管招聘专员、CEO和CMO，进行多次CMO调研，分析多家大型公司发布的170份CMO职位描述，并查阅了500多个CMO的领英职业档案。我们发现，这些CMO肩负的责任以及他们自身的技能、所受培训和经验都有极大差别。（注意：我们将公司最高层的营销高管通称为“CMO”；有些公司可能用不同的名称指代这个职位，比如营销执行副总裁。）

我们观察到，多数CMO都有固定的核心责任。90%多的人负责营销战略和执行，超过80%的人掌控品牌战略和客户指标。但他们的职责不止于此；其工作范围已经大到难以想象，从定价到销售管理、公共关系、电子商务到产品开发与分销，不一而足。

当然，不是所有CMO职位都必须一样。不同公司有各自的需求、挑战和目标，而这些都要反映在CMO的职责里。CEO在考虑职位候选人之前，必须先决定哪类CMO最适合公司。我们在研究中确定了3种截然不同的CMO类型。（详见边栏《3种CMO职责》）

有些CMO关注战略。他们主要负责决定公司初期定位，之后将这些决定融入到新产品、服务和体验设计中。他们往往会管理客户洞察和分析职能。关注战略的CMO实质上是在领导公司的创新工作。这类CMO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占31%，在旗下有多个品牌的公司以及一些B2B服务公司中比较常见——这些公司有集中管理的营销团队，帮助制定企业层面的战略。

多数CMO关注商业化。他们的职责处于责任链下游，工作主要是利用营销宣传，销售其他人设计的产品、服务和体验。他们的责任一般包括监督传统和数字营销活动，与消费者建立能够拉动收入增长的关系。将近一半的CMO（46%）都担任这类职务。有些公司中，营销部门并非攸关成败的关键部门，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负责商业化的人支持创新职能，如技术公司的工程师。



当产品设计由消费者洞见驱动时，CMO需要一个战略关注点。




第三类CMO负责战略和商业化，关注整家公司的战略设计与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CMO的职务范围最广，不仅负责损益管理，还要管理创新、销售、分销和定价事务。在我们的研究中，23%的CMO要兼顾整家公司的事务。这类CMO在使用单一品牌战略的公司和一些包装消费品公司中比较常见。考虑到他们的职责范围和对整个组织的影响力，有这种工作经历的营销人员一直都被视为能力强的总经理，往往会被其他公司请去当CEO。

CEO如何判断哪类CMO最适合自己的公司呢？他们应该考虑以下3个外部因素：

1. 公司战略对消费者洞察的依赖程度。如果获取消费者洞察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并决定了产品、服务和体验设计，CMO的工作重心就应偏向战略并兼顾整家公司的事务。同一行业中的不同公司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很难确切地说哪些公司属于这一类别。但如果公司战略由财务、技术、制造或其他面向内部事务的部门主导，营销部门的工作就应该围绕商业化展开。这种情况一般在重工业、工业、技术、高等教育、医疗和B2B公司中比较常见。总的来说，若公司认为创造需求的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就不太可能聘请CMO来制定战略或提高利润。

2. 实现公司层面增长的难度。处在增长缓慢或竞争激烈行业的公司可能更需要一位关注战略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的CMO。这类CMO可以制定创造需求的计划。但若增长对公司来说挑战性不大，可以轻松实现，那么选择担负商业化职责的CMO可能更合适。

3. 市场变化剧烈程度。如果公司商业模式正发生转变或行业界限正重新界定，负责战略和兼顾整家公司事务的CMO也许更有效率。他们更了解环境（消费者、竞争对手、渠道合作伙伴和市场）和公司内部运作情况（核心竞争力、战略方向），可以更好地帮助管理团队应对不确定性并反思创造需求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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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关注战略，有的关注商业化，还有的两者都关注。CMO必须了解公司需要哪类高管，并相应作出雇佣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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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也必须考虑以下内部因素：

1. CMO在公司中的传统职责。如果公司C级别营销高管历来都将工作重心放在商业化上，让他们承担战略职责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就会夺走其他高管的工作。若其他高管长时间都负责这些工作，而且成绩很好，工作交接就成为问题。虽然缩小CMO的职责范围比较容易，但很多时候还是扩大范围更合理。比如一位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CMO曾经承担商业化的职责。他因找到该校招生困难（也就造成了增长困难）的解决方案而受到提拔，开始负责制定战略。但扩大CMO的责任范围要求CEO深度参与沟通协商，明确各方期望，防止内部冲突。

2.公司架构。如果公司有多个事业部或品牌，各职能的领导往往分散在整个组织中（每个事业部或品牌都可能有自己的财务、营销和IT领导）。在这种情况下，CMO一般会对整家公司进行战略指导。这在旗下有多个品牌的跨国公司中比较常见，这些公司的品类或者事业部经理有损益管理的责任。但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复杂程度加深，C级别职责必须分解。CMO职责不会受影响，只不过可能分解成不同岗位，比如首席商业化官、首席创新官和首席分析官等等。相反，若公司只经营一个品牌或者全部营销活动集中管理，CMO兼顾整家公司事务会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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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责任与工作范围必须匹配

CEO在决定CMO该从哪方面发力后，就要对该职位的责任有相应规定。几乎所有CMO都负责品牌战略和获取消费者洞察。关注战略的CMO还须监督公司“智库”创新研发和产品设计的工作，但基本上不负责将战略融入到广告或营销宣传策略中。负责商业化的CMO必须在制定品牌战略方面承担重要责任，并通过社交、数字、广告和内容方案，开展活动和建立伙伴关系等手段，将品牌战略转化成可以提高销量的营销计划，但几乎不负责公司层面的前期战略决策。负责公司整体损益的CMO应对整个流程负责。

让期望和责任匹配是很容易出错的环节。公司一般会将CMO的职责描述成改变公司整体业绩的角色，但若你仔细研究这些工作职责，很快就会发现，CMO只担负商业化的职能。换句话说，公司的期望通常会远超出实际给予CMO的权力。

如果CEO劝说已经有份不错工作的候选人来公司担任CMO，问题就会更加严重。尽管很多高管在招聘过程中都会“夸大其词”，给候选人过多期许，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营销招聘中使用这些伎俩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所有人都不清楚CMO的确切职务，对CMO的期望也不能达成一致。



步骤3
指标和期望必须匹配

确定工作职务和责任后，CEO须定义评估CMO成功的指标。

理想情况下，担负商业化职责的CMO要对预算目标、项目成果（如网站改版）、营销项目效果（如增加店铺人流量）、管理成果（如提升员工满意度和绩效）负责。承担战略职责的CMO则应对与公司业绩相关的因素负责，比如增加收入或同店销售额；此外，他们还要完成预算目标并取得管理成果。负责损益管理的CMO当然要根据公司总收入和净利润、预算执行结果、项目和管理成果，对其进行评估。

以上方法也许听上去并不陌生，但实际上很少得到应用，这一点的确出人意料。在我们的研究中，仅有22%的职位描述提到了CMO的评估和问责方式，仅2％有专门阐释工作期望的部分。尽管90%都多少提到了工作期望，但往往含糊其辞。比如某个技术公司希望营销主管“帮助公司制定并执行一个激进的增长战略”。成功的评估指标具体是什么呢？是制定出一个战略计划，还是某种增长目标（如果真是如此，评估方法是什么）？如果指标和目标都没有事先确定，CMO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实现目标了呢？



步骤4

寻找合适的候选人

即使定义清楚了CMO职责，评估候选人依旧是个挑战，因为他们接受的培训、经验迥然不同。营销人员没有律师和会计所需的专业认证。我们调查的CMO中，仅6%的人有市场营销学的学位。尽管44％的CMO有MBA学位，但他们的教育背景相差极大，包括工程学、经济学、数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学科。因此，营销高管在事业起步阶段，学习到的经验类型和接受的培训（确切地说，他们早期是否在负责战略、商业化或兼顾整家公司事务并担负损益管理职责的CMO手下干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事业后期阶段最适合的职务。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CMO还会遇到一个绊脚石：在几乎所有CMO的职位描述中，公司赋予CMO的责任和对其经验要求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举例来说，我们研究的职位描述中，39份材料都指明CMO负责监督产品战略，却没有要求CMO在这方面有一定经验。有时也会出现方向完全相反的问题。在39份职位描述中，34份都要求候选人有直效行销方面的经验，虽然职位本身不包含任何直效行销职务。



公司对CMO的期望通常会远超出实际给予他们的权利。




某顶级制造商对CMO职位的描述，可以帮助你了解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混乱状况。该公司希望营销主管带领团队对影响顾客偏好的因素展开分析，制定高瞻远瞩的品牌战略，设计营销战略并监督这些战略的执行。然而，这个职位实际上只要求主管对一个市场调研小组、营销项目管理小组和媒体团队负责。这份职位描述让读者以为，CMO的职责远大于其实际责任。

问题还不止于此。该描述指出，候选人应有“包装消费品领域的先进经验”（可翻译为损益管理的工作经验）、企业或营销战略的领导才干（已得到证明）和销售经验等。但该职位不包括损益管理或销售方面的责任，所以以上要求毫无意义。实际上，有研究和分析技能、媒体和数字化经验，而且有能力设计有效营销方案，提高经销商销售额的人更适合这份工作。尽管职位描述中信息前后不一致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但我们采访的CEO或CMO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



如何提高成效

虽然CEO对自己的CMO表示失望，但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他们能确保CMO的职位设计合理，人员选择正确，那么他们对C级别营销高管的满意度也会提高。

在寻找新CMO之前，CEO必须对以下问题有明确答案：

• 我们希望CMO带来哪些成效，特别是在公司要务上？我们需要3个CMO类型中的哪一类呢？这位CMO应如何平衡管理团队的强项和弱项？

• 要实现我们对这一职位的期望，必须要求候选人承担哪些职责？对比其他C级别管理团队的职责，这些职责真的能起作用吗？

• 怎样定义成功？我们期望CMO带来哪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 候选人必须具备哪种类型的技能和经验？

在思考最后一个问题时，太多CEO将候选人描述成“最佳选手”，而非最适合某特定职位的人选。避免陷入这种惯性思维很重要。从CMO候选人这一方来看，他们不应该将工作描述视为既成事实。我们调查的CMO中，那些称自己的职责设计合理的受调查者往往在接受工作前，就参与拟定新职责。这说明了CMO就职位责任和期望，与公司进行协商的重要性。

在同意出任CMO前，候选人应确定自己弄清以下问题：

• 公司中CMO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所有C级别高管都对此达成一致了吗？CEO、CFO、CHRO和董事会都用同样的词语描述CMO的职责吗？

• CMO的责任究竟是什么？组织结构图中哪些职能向CMO汇报工作，哪些不？哪类部门预算项目属于CMO的职责？还缺少哪些预算项目？（有些公司可能在招聘过程中回避和预算有关的问题，但候选人有正当理由要求查看预算，而提出这个要求也可以测试一下，公司是否愿意开诚布公地说明该职位的具体职责。）

• 对该职位的期望和绩效指标与候选人所担负责任和经验匹配吗？CMO的职位设计能助其成功吗？

回答完以上问题后，候选人应以书面形式，总结自己对职位的理解，以及该职位背后的期望和责任，并将心得与高管招聘专员和CEO分享，确认是否与两者意见一致。

高管招聘专员可使用以下问题，指导招聘流程：

• CEO清楚CMO的职责范围吗？他知道在写职位描述前，职位本身要先设计好吗？他意识到改变CMO职责可能对其他C级别领导者的影响了吗？

• 对CMO的期望、成功评估方式和CMO的责任与其职位匹配吗？这种一致性在职位描述中表现明显吗？职位描述中列出的技能是否也与这些期望和责任匹配？

• 哪类CMO专长和公司设计的职位最匹配？

• CMO的预备人选曾经接受过不同职位的培训吗？他们的背景和技能与职位的匹配度是多少？（CMO的预备人选在为新职位做准备时，正视自身背景与职位的差距，有助于预判未来的挑战和自己将得到的经验。）

高管招聘专员作为CMO职责设计的专家，在讨论这一职位时必须起带头作用，不能听从CEO的指挥。但我们在访问负责CMO安置工作的招聘专员时发现，只有一个人为指导CEO讨论CMO职位设计做了模型。尽管每个人都会因帮助新任CMO取得成功而获益，但招聘专员更关心CMO成功与否，因为一旦他们招聘的候选人在上任第一年内就失败了，按照惯例，他们将被降薪。



吃一堑，长一智

本文作者一共花了8年时间，研究为何公司招聘CMO时总会误入歧途。我们中还有一个人，也就是金亲身经历过这类挑战——如果CMO的职位设计未经深思熟虑便草草决定，失败概率会很高。

金的营销职业生涯起步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宝洁的营销人员都有损益管理的责任，所以她以为所有C级别的营销职务都如此。她离开宝洁几年后面试了一个CMO职位。这个职位令她很兴奋，因为招聘专员称她将是“变革型领导”。但在新公司的最初几周中，金惊讶地发现，她没有损益管理的权力。她没有列席制定战略的会议，而是在努力确定公司的广告是否符合品牌指导原则。她想不到这就是她签约时同意接手的那份工作。

回顾一下整个事件，金犯了几个现在看已经很明显的错误。她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介绍上，过于相信招聘专员的承诺，没有在面试中询问真正需要了解的问题。如果她在接受工作前看了组织结构图和预算情况，就会很快发现，CMO的责任要比她想象中小得多。了解到这一点后，她就会与高管招聘专员和CEO进行直截了当的沟通，强调职位设计的重要性。

为摆脱困境，金努力改变现任职务的责任范围和公司对她的期望。在几次成功营销后，她和有损益管理职权的COO合作设计了另一个营销职位。公司CEO才高识远；他认为，营销部门应扩大职责范围并支持改革。由于当时经济正处在动荡时期，所以COO非常乐意与她共同承担财务绩效的责任。久而久之，公司核心领导开始期望营销部门承担更多损益管理的责任，从而改变了CMO职位的本质。

金的故事说明，入职后再主动改变CMO的职责范围也是可能的。但这类雇佣失误对公司及其高管来说得不偿失——他们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弥补过失。如果CMO从一开始就花精力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公司的处境就会好很多。

我们希望，本研究可以帮助CEO和CMO避免未来再遇到这种问题。如果公司从一开始就设置了正确的CMO职位，然后找到正确的人担任职务，那么每一个人——C级别高管、其下属以及股东，都会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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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伯利·惠斯勒是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理教授，曾是PetSmart公司高管，并担任过David's Bridal and Beazer Homes公司的首席营销官。尼尔·摩根是印第安纳大学PetSmart市场营销学教席特聘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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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强联合：
CMO和CIO

	THE POWER PARTNERSHIP:COM&CIO

作者是金伯利·惠斯勒、埃里克·博伊德（D. ERIC BOYD）和尼尔·摩根





一直以来，CMO(首席营销官)和CIO(首席信息官)都从不同的视角看世界。营销人员关注需求创造，极其看重速度和创造力，愿意冒风险去实现激进的目标。IT高管往往规避风险，重视稳定性、安全性和准确性。现在营销正不断侵入网站和移动设备领域，攻占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与此同时，这两个职能之间开始产生冲突，而部分原因就在于权力和资源的转移。以下观察展示了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预测，CMO今年对技术开支的掌控权将首次超过IT部门。“随着CIO更多参与到面向客户的活动中，CMO逐渐介入技术领域，传统职责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光辉国际前招聘专员安妮·霍普金斯（Anne Park Hopkins）称。她招聘过这两类职位的高管，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创建更高效的共同所有权关系，从而应对越来越模糊的职责概念。”

我们的研究涵盖了对成功CMO-CIO组合的深度访谈。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一个促进共同所有权关系的有用技巧：利用共同的绩效目标创造盟友关系。这个技巧较少得到应用。我们调查的CMO中，三分之二的人称，他们的绩效根据整家公司的财务成果（如营业收益或销售增长）进行评定。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垂直对齐评估法”，因为C级别高管的绩效目标与CEO保持一致。相比之下，只有34%的CMO（包括多数擅长与CIO合作的人）接受评估时，他们和C级别其他同事共担责任的完成情况会被纳入考查范围——这种方式即我们所谓的“水平对齐评估法”。

帝王娱乐集团（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水平对齐评估法如何促进合作。数字营销现已经成为影院行业的战略重点，所以当帝王CEO艾米·迈尔斯（Amy Miles）决定在2012年更换现任CMO时，她知道下一任营销主管将必须和CIO大卫·多伊尔（David Doyle）展开紧密合作。她将两位高管的奖金捆绑在一起，让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且必须通过合作才能实现。这些指标包括通过帝王App或网站出售的电影票占总票数比例、使用帝王自助服务机顾客的比例、影院排队购票速度，以及与顾客网站体验（如加载时间）及再次推出的皇冠俱乐部忠诚计划相关的指标。

迈尔斯雇用肯·休斯（Ken Thewes）来填补CMO的职缺。休斯上大学时学习工程学，所以精通技术。迈尔斯在职位面试过程中明确表示，与CIO进行有效合作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之前当CMO时，和IT部门之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休斯说。但他来到帝王后，IT和营销团队开始每周开两次部门“集体会议”，协调双方工作，实现共同目标。休斯说：“这种关系不会因为你说希望能取得成果，就真的取得成果——你必须让同事切实参与其中并确定他们展开了合作。”

双方的合作的确有回报：在过去5年中，皇冠俱乐部忠诚计划的会员人数已高达1400万，翻了不止一倍。数字商务自2013年以来上涨359%，客户参与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以上所有方面的改善都有助于公司业绩提升：2011年以来，帝国收入增加20%，市值上涨了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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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任CMO之感悟
对话乔·特里波迪（Joe Tripodi）

	Reflections of a Six-Time CMO

作者是丹尼尔·麦金（Daniel Mcg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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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特里波迪（Joe Tripodi）1989年成为万事达卡（Mastercard）的C级别营销高管，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担任CMO的职务，效力过的公司包括施格兰（Seagram’s）、纽约银行、好事达（Allstate）、可口可乐和赛百味（Subway）。他向《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讲述了这份工作的演进历程和典型挑战。



HBR：从你首次担任首席营销官到现在，这个职位发生了什么改变？

特里波迪：最开始CMO的主要职责是广告和宣传。如今这个职位要求CMO本人了解如何发展品牌和企业，以及如何与公司中其他职能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增长。现在大家都聚焦数据和分析法，以及利用两者进行消费者细分和定位的方法。智能数据是未来大势。分析法让精准营销成为可能，而与之相对的“广撒网，然后祈祷”（spray and pray）的营销方式则成为过去。现在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客户和客户旅程。越来越多CMO开始对客户体验负责。在象牙塔里制定营销方案未尝不可，但如果你不能在客户实际出现的地方（如餐馆或商店）有一定影响力，就不会成功。



CMO的职责在改变；与此同时，你每天的时间安排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现在花更多时间在数字业务上，也更关注数据分析和理解，但和广告代理公司打交道的时间就少多了。我的职位面向全球，所以我还要花时间思考如何扩散创意，让员工走出“孤岛”，也就是在更大范围内贯彻战略领导力，并鼓励不同地区之间交流最佳实践和信息，而非只关注某一国家内的营销事务。我常说，一家大型全球企业必须积极管理关系网络，包括和本公司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组成的内部网络，以及可能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人组成的外部网络，比如分析师、博客作者、意见领袖、NGO、供应商和政府机构。最关键的是，你必须通过数字沟通，连接消费者网络。现在对CMO技能的要求和我最初接手这个职位时相比，太不一样了。



CEO对这个职位的看法有多大改变？

即便在复杂的大型组织中，还是有很多CEO认为CMO的首要职务是广告营销，这实在出人意料。如果我要去这些公司工作，我会努力改变这一观点，让他们看问题更全面一些。广告只是建立品牌和公司所需做的事情之一，而且仅占很小的比重。CMO应对研发、创新、定价、包装、客户旅程和其他增长手段负责。制作有说服力的广告，在黄金时段播出，然后进入零售环境却不能兑现广告中的承诺，这有什么用呢？但很多CMO加深了人们对该职位的刻板印象。



为什么这么说？

很多CMO被聘用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进行广告评估、雇用一家新代理公司，然后推出新广告。这给了人们一种期望：新广告将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运营轨迹。一旦CMO把改革押在新广告，而所有人又看不到明显的变化，这意味着这位CMO失败了，所以公司可以辞退他了。挑战可能是分销、定价或产品质量的问题。别以为营销宣传就能解决更大范围的企业挑战。我是可口可乐在10年时间内雇用的第七位CMO。我告诉负责招聘的人：“不管你雇不雇我，这样的人员流动率对公司都不利。你必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可以自豪地讲，我在可口可乐“存活”了7年半。



营销职能有兑现收入的压力，一向不都是很容易受到抨击的吗？

的确，这是该职位本身就有的风险。营销处在一个界限模糊的世界，你不得不总要向别人解释，公司正在从巨额广告投资中获得回报。所以你必须和CFO反复交涉。CMO有责任让人们清楚看到价值在哪里，让所有人相信营销不是成本，而是投资。此外，说到广告，每个人都是专家——员工、大众、加盟连锁店甚至退休员工都如此。你会听到很多意见和预测。这也可能给CMO带来挑战。



CMO的责任越来越多，其他C级别高管的职责会因此减少吗？

我不这样看。很多新责任源于与客户沟通和连接的全新方式，比如社交媒体或电子商务，所以不能说这些责任是从其他人那里夺来的，而且CIO还和CMO共担很多新责任。在当今社会里，CMO最亲密的商业合作伙伴必须是CIO，否则组织就无法有效运营。



不同公司的CMO职位相差很大，所以相比其他C级别高管，CMO候选人必须更仔细地对潜在雇主进行尽职调查吗？

你必须通过工作关系网和基于客观证据的分析，追根究底，找到真相。你被招聘专员和公司内部人员出卖，工作往往名不副实。招聘中没有“诚信广告”（truth in advertising）这么一回事。我就任纽约银行CMO时，该公司称今后要进一步以客户为主导、中心。等我入职后，才发现公司实际上对投资以上领域并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我没工作多久就离开了。你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本应更仔细地做尽职调查，但我没有。现在不会再这样了。



你如何让CEO相信，CMO的职位设计必须有所改变呢？

你必须在接手工作前，先开诚布公地进行一次谈话。你将如何评估成功？如果CMO要求促进增长，他有正确的工具或者管控这些工具的权力吗？你还要确定，你了解现在和将来驱动增长的因素。公司准备好为未来胜出，投资必需的能力和基础设施了吗？你们能在成功必需因素上达成一致吗？如果没有，你注定以失败告终。



CMO必须有什么性格特征？

你必须在内部矛盾重重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你要用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增长。你必须关注全球战略，但也要认识到，最有效的营销往往在本土展开。你还须将自己定位为经久不衰，但也是与时俱进的品牌。你必须关注产品质量，但也要留意成本效益。你要给客户选择，但不能给供应链过大压力。归根结底，你要思维敏捷、心智敏锐，同时有能力在相互冲突的重要工作和矛盾之间找到平衡。



对CMO来说，像你一样转换行业困难吗？

对我来说并不难，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不管我在信用卡、酒类、保险、饮料还是三明治公司工作，我都发现，好营销的基本原则都一样。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细微特征和独特语言，但你的同事能帮你适应新环境。但我更常见到截然相反的情况：公司写的工作介绍太片面，排除了那些来自其他行业，但完全值得冒险一试的人才。



你在哪家公司担任CMO时最成功？

很难选出一家，因为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业务、品牌和文化挑战。你一个人做不了什么，但我感觉我在好事达的团队对公司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好事达的营销变得更激进，而且以消费者为中心。公司的两位CEO埃德·李迪（Ed Liddy）和汤姆·威尔逊（Tom Wilson）很优秀，他们给了我之前这个部门从未有过的权力和自由。我们还查看了整个客户体验过程，从收到报价到完成理赔。为了解客户痛点，我们重新设计了客户体验，随后系统性地解决这些痛点，并提升了体验。我和万事达卡团队建立的全球服务基础设施和“无价”营销活动也让我很自豪。可口可乐一直都是个营销机器，所以我为我们引进的人才延续辉煌并挺进数字世界感到非常骄傲。



你担任赛百味CMO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们需要改革业务、品牌和文化。这是一家归两个家族共同所有的私企，在112个国家有近4.5万家餐馆，但缺少与公司规模和复杂性相匹配的基础建设。赛百味经营的方式和家庭作坊式企业很像，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敬畏过去50年来赛百味取得的成绩——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加盟连锁店机器！我正帮助公司领导层思考如何搭建促进增长的公司结构，以及不同市场应采取的战略。赛百味的挑战和可口可乐或好事达相差极大，在很多方面上都算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商业挑战——这些挑战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望而却步。



你会给那些立志成为CMO的年轻营销人员什么意见？

首先，在不同职能领域都尽可能多获取经验。营销领域包括宣传、社交媒体、设计、运营或商务营销，以及品牌建设。但别把自己困在营销职能中，尝试去IT、业务拓展或销售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其次，获得一些全球经验，不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留学，都可以。第三，尝试获得不同行业的经验。我真的很幸运：我从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美孚石油（Mobil Oil）做战略规划。这给了我广阔的视角：我了解到大型全球性企业的运营方式，给我之后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总的来说，把目标定为获取丰富经验，因为你的人生经验集锦会让你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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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金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聚光灯 Spotlight

	

	降低CMO流动率

	reducing cmo turnover: a recruiter’s prescription

	作者是格雷格·韦尔奇（Greg Welch）

	

	

每隔一两个月，我都会接到CEO电话。他总会让我私下跟他开个会，谈谈公司现任CMO。通常情况下，CEO对CMO的不满会越积越多，开始想着更换新人。但在此之前，他想要详细讨论多个可能的人选，并粗略了解一下最优秀高级人才将会面临的工作环境。

我频繁接到这样的电话，已经开始担心了。考虑到高管招聘专员的生计取决于固定的人员流转率，这似乎有悖常理了。我和同事也对CMO频繁失败的情况感到不满。

CMO的失败多半缘于对该职位的期望出现严重偏差。如今CEO希望CMO成为促进增长的高管，但并非所有营销高管都有足够能力、经验和正确的领导风格，可以提高收入和利润，并学习适应新文化。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很难让每一个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任职资格上。雇用流程经常最后变成了人气竞赛，只向富有魅力的候选人抛出橄榄枝。魅力固然重要，但如果公司为这一特质而雇用技能与职位要求不符的候选人，反而会加剧失败的风险。

我和同事开会讨论CMO职位时，会谈到公司的具体问题。但大部分讨论都聚焦范围更大的CMO外部生存环境，包括我们认为谁是最优秀的CMO，以及最佳营销人才都在哪里。

我最先问的事情之一是，CEO真正想要哪类营销人员。只管广告的人吗？擅长使用现代数字营销方法吸引消费者的人吗？有损益管理经验，能推出创新产品，增加利润的人吗？我的目标是帮助CEO认识到，CMO的职责视各个公司和行业而定，相差极大。我经常带着反映这一范围内技能和能力的图表，让CEO找到对公司最关键的能力素质。

作为高管招聘人员，我在过去20年中安置了近500位CMO。你可以想象到，我和他们中很多人走得很近，亲眼见证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基于个人认知，我认为CMO职责的变化程度要远在其他C级领导者之上。

很多营销团队的规模呈几何级数扩张。现在有些CMO有上千人向他们汇报工作，这在20世纪90年代还很少见。因为营销的范围已经延伸到数据和分析法，团队结构也有很大改变。现在团队成员一般包括数学博士、社会学家、设计师和更传统意义上的营销高管。很多行业的CMO责任范围都扩大了。比如在航空业，许多CMO担负多项商业职责，几乎涉及驾驶舱外的一切业务，从复杂的动态定价到信用卡合作伙伴以及忠诚和里程奖励计划，再到无线网络和加长腿部空间这类事务。

另外一个重大改变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社交媒体影响力的扩大，渠道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新营销工具让CMO有更多方法赢得客户，但这些工具也给了说话无所顾忌的客户发表意见，有时甚至是泄愤的平台。这对品牌和管理品牌的CMO来说构成了新威胁。

很多在CMO职位上陷入僵局的人都是聪明、极有才华的高管，所以他们的失败也就特别让人失望。为提高新任CMO成功的几率，我们帮助他们制定战略入职规划，确保他们快速融入新环境，工作也能更富成效。我们还建议他们与其他C级别高管建立深厚友谊，也建议CEO对CMO抱有切合实际的高期望。

选对CMO，设置正确的CMO职位，对公司来说大有助益，而对CEO、股东和客户来说则意义重大。当然对我来说，帮助客户想清楚组织未来的营销，找到正确人选实现未来目标，是我工作中最有满足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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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韦尔奇是史宾沙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高级合作人。








	聚光灯 Spotlight

	

	CMO进化史

	THE EVOLUTION OF THE CMO

	作者是卡伦·弗莱特（Caren Fleit）

	

	

营销渠道和工具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发展，而C级营销高管的地位和责任也与日俱增。




[image: ]



20世纪50年代

营销主要聚焦电视和印刷广告的制作，以这两种形式向消费者推销产品。C级别营销高管基本上只在消费品和汽车行业中才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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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

广告依旧限于电视和印刷付费渠道播出，但不再夸大其词，大力推销产品，而是发明有创意和记忆点的方法。广告宣传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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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

营销采用分析法，开始产生和客户选择与细分有关的洞见。特别是在消费品行业中，营销人员对产品管理、定价、促销和分销的责任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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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

有线电视、名人电视促销和VCR（观众可以跳过广告）让营销人员的工作更加复杂，提高广告效率的压力越来越大。分析法成为精准追踪每个销售渠道绩效的关键。消费品营销人员开始承担损益管理的责任并兼顾整家企业的事务。消费金融等领域则开始雇用C级别营销高管，虽然这些职位更关注品牌和企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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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

在医疗、科技等行业中，营销职能的职务更加宽泛。此外，B2B营销高管出现。营销领导者的职责界限变得模糊，公司努力在战略性职责（品牌定位、细分、业务增长）和战术性职责（销售支持、制作宣传册、举办贸易展览会）之间求得平衡。营销部门开始制定结合公司职能与地区和事业部职能的矩阵结构。客户关系管理成为主流。CMO职称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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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10年

数字革命改变了公司与客户的连接方式。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人们对彼此之间分享产品信息的依赖性逐渐加强。营销人员必须管理全渠道宣传，以及关于自身品牌正面或负面的信息。他们开始着重建设有意义的客户关系。CMO职称得到广泛使用，但用法混乱——既指代只关注品牌和宣传的高管，也指真正的战略商业伙伴。



[image: ]



21世纪10年代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大量信息，让营销人员疲于应付。营销关注点从信息输出转变为客户参与度、对话、个性化宣传和产品。CMO的职务应该是有创意地利用洞见解决商业挑战、用数据支撑决定、在媒体和收入渠道之间打造无缝客户体验，以及带领公司将客户放在组织第一位。现在多数CMO在公司执行委员会有一席之地，而且直接向CEO汇报工作。但对于这个职位的定位还不清晰，导致有些人质疑该职称，并探索其他替代性职位，比如首席客户官、首席客户体验官、首席增长官。






	对话 HBR-C DIALOGUE

	

	对话IBM大中华区CMO周忆：
数字化浪潮中的CMO生存法则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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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透明度正在改变市场形势，客户可以快速且轻松地与整个“影响者网络”交流，好友、家人、专家或其他评论者，都可以帮助他们即时做出决策。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客户只需一个按钮即可做出决定购买或者取消购买的决策，并且更换供应商。此外，技术使个人以及整个影响者网络能够即时表达他们认同与否一家公司产品、企业道德准则或者政府行为。这一切都将影响品牌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本身，并将塑造品牌的权力更多地交到客户手中。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透明社会中，被动营销将很快在品牌推广和定位过程中留下真空，使其他人——客户或者竞争对手，成为定义你的企业是谁，代表什么，在满足组织目标和期望方面是否成功的推手。再者，全球数据爆炸、社交媒体、渠道和设备的激增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特征等因素也对企业业务产生着重大影响。

这些都是作为企业营销问题全权负责人CMO面临的挑战。CMO这一角色决定了企业的营销思想定位。他们是最懂客户需求的，能通过精确感知和把握市场机会，制定市场营销战略和实施计划，为企业完成营销目标。CMO 的工作决定了公司能否从竞争中胜出，事关企业生死。

即使CMO能够积极地确定他们将应对的市场趋势的优先级，但他们仍须尽可能准确评估市场驱动因素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制定并执行高效的应对措施，积极有效地与企业内的其它职能部门交互，还必须做到量化和分析营销活动带来的财务结果，在整个企业内传达，以增强营销职能部门的可信度和效率，同时为了尽可能明智地分配预算，CMO需要知道哪些举措能够带来最高的回报，明确在哪些方面停止投资，在哪些方面增加投资。

本期聚光灯文章也着重探讨了CMO面临的重重挑战，同时指出针对美国CMO的一项调查，在C级别的高管中，CMO的任职时间是最短的（平均任期4.1年）。因此，CMO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努力，才能应对这场充满了数据、科技和创意的博弈。CMO究竟该如何响应趋势变化，进行角色转换和战略调整？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有着相同的趋势。为此，《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特别采访了IBM大中华区CMO周忆（她的任期远超平均任期，已达6年），深入探讨分析了CMO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获取新资源，重塑营销职能，并在数字营销中致胜。采访中，周忆畅谈了在应对趋势变化、公司转型时，如何集中精力了解客户个体以及细分市场，增强现有员工的数字化能力、分析能力，雇用新人，或者与专业人员合作，将新技能融入到营销职能中，并与其他高管人员合作，将企业的对内和对外业务结合在一起。她回顾了任期以来营销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作为一家大企业大中华区CMO职务与必要技能和实力之间的匹配。



CMO角色定位

HBR中文版：像IBM这样复杂性如此之强的企业如何定义 CMO这一角色？

周忆：IBM的确很复杂。16年前，我刚加入这家公司时，发现这里不只是一家IT公司，而是一个IT宇宙。IBM囊括了硬件、软件、服务等最前沿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而且组织架构、研发体系、客户服务、销售和市场都异常复杂，这对我来说是不小的挑战。再者，这家公司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是在不断的转型和变革中去重新发现自己，引领市场。所以2012年我出任CMO一职时，我是很忐忑的。当时我已感觉到新一轮巨型转变即将来临。后来事实证明，我历经的这6年是IBM变革最激烈的6年，也是IBM大中华区转型最激烈的6年。



CMO的工作决定了公司能否从竞争中胜出，事关企业生死。




说到IBM对CMO的定义，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在我接任CMO以后，从没有收到任何一个CEO给我发出关于工作责任的明确指令，没有人跟我讲过这是你的工作范畴，这不是你的工作范畴。就好像约定俗成我们都知道，作为CMO在这家公司应该肩负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品牌建设、业绩成长和文化转型。



HBR中文版：就任CMO后，CEO有没有寄予你很多期望，他们对你工作的考核标准有哪些？

周忆：这个是有的。我在大中华区工作的16年里，做了6年的CMO，在不同的阶段服务过3任大中华区总裁，相当于CEO或董事长，他们3人赋予我的期望是不一样的，而他们的期望也正好掐准了公司发展的脉动和痛点。

我共事的第一任CEO是人称中国IT教父周伟焜。他那时对我的期待非常明确，就是认定我是他的CBO（Chief Branding Officer，首席品牌官）。当时的IBM在中国如日中天，我们见证和引领了中国IT产业的发展。但在当时，IBM在中国市场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够，他希望我成为IBM这座金矿的包装师，让IBM的足迹慢慢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与中国客户和信息产业共同成长，把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带进来，推动中国整个IT产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艰巨、伟大的使命。这意味着我要将IBM的故事传播出去，让更多的客户了解我们的企业品格。

钱大群是我经历的第二任CEO，也是与我共事时间最长的。他任期的9年正逢IT市场急剧变化，整个产业发生裂变，互联网、数字经济时代全面到来。IBM的那些传统行业的客户都在经历特别痛苦的数字转型，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如何在新兴行业找到新客户，如何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等等。因此，他对CMO最大的诉求和期望是CGO（Chief Growth Officer，首席增长官）。因此，如何让整个营销部门紧密配合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军师、慧眼和推手，至关重要。这6个字也是我给我的团队的一个定位。

军师意味着我永远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因为他要通过我了解市场，了解整个竞争格局，同时也想从我这里听到真言。作为CMO，我要非常清晰外围市场和竞争格局的态势，客户对IBM的反馈，无论多么负面的评价我都要及时报告给他听。慧眼意味着我要能看到商机、客户痛点，以及IBM的战略、产品和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迎合转型中的客户需求，不仅仅是针对现有客户，还有未来潜在客户。推手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往前推，几百人的营销团队都要为业绩增长铺路，既要做活动策划，又要兼顾业绩成果评估。

第三任是两年前上任的陈黎明。他来自石油行业，自己就是一个转型典范，曾经跨了近7个行业，在加入IBM之前，从不曾涉足IT行业。他上任时，正值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IBM很多业务线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公司赋予他的使命是锐意转型，开辟新格局。他带来的是非IT行业的视野，一个客户的体验，一些非传统IBMer的做派。

作为一个锐意变革者，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很明确，就是做他的CTO（Chief Transformation Officer，首席转型官）。我们必须明白IBM已经不再是王者身份，曾经缔造传奇的时代已经发生巨变。市场的变化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部署战略，体制、文化、流程、人员、管理，等等都须转型。因此，我们有了“3+3”战略：今年、明年、后年，短期、长期，90天和180天的，以及4年、5年的规划去推进转型。作为他转型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推动者，我必须扮演好这个角色，帮他去推进整体转型。在我看来，历经的3任CEO都会抓住我角色中最为关键的一项职责，让我去无限放大，配合他们达成目标。



HBR中文版：：每一位CEO上任之后，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快速地进入他所定义的角色？其实这对任何人，特别是领导者来说是很难的。

周忆：首先要放正你的心态。我把CEO当作我工作中第一个客户来看待的，因为公司的方针、路线要看CEO，你CMO的KPI也要看CEO。CEO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你要很清楚。CEO最主要的职责是抓战略和销售，而CMO恰恰与这两个单元的联系最为密切，要多听、反复听CEO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当下销售战术，而不是自己去生造。

再者，CEO会很快告诉我，他对我的期待是什么。这个过程中我会很快调整自我，一旦我了解了他的整个业务战略思考和对现今以及未来发展规划，并认同了这个制度，我就会快速行动起来。当我在转型蓝图战略的横向、纵向领域都能看到我们的影子时，我是特别兴奋的。这意味着我和我团队已全面渗透到他整个战略规划和执行当中，也就是说，IBM未来的成长跟我和我的团队的关联度非常大。因此，开放的心态，认同CEO的战略，然后带动团队全力以赴进入到所有的领域当中。



HBR中文版：：在转型过程中，你如何说服团队和你一起往前走？

周忆：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任何转型都是痛苦的，任何转变都会带来一些阵痛，一些不认同。这时你要彰显出你的领导力和决绝力，但同时也要让大家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听取不同声音，将他们的意见及时传递到高层管理委员会，争取最终能够磨合成90%认同的战略（100%同意是不太可能的）。作为领导者，你从一开始就要把周围的利益相关者弄清楚，哪些人要跟你一起同行，这很重要。不能不顾及他们的想法，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当然，我团队300多人，我会跟其中最关键的五六十人面谈，说服他们加入转型。转型就是这么残酷，要么一起往前，要么退出，但绝不可以在中间挡路。



人物小传

周忆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CMO




简介：

现任IBM大中华区副总裁、CMO，负责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品牌和公众关系、数字营销、大学合作及公司战略转型相关业务。

自16年前加入IBM以来，周忆在公司很多重大的商业举措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领导她的团队确保IBM能够敏锐捕捉新的市场机会、抓住潜在客户，并通过建立全方位的客户维护系统最大程度地为客户提升价值；负责塑造和维护IBM在大中华区表里如一的品牌形象，确保所有受众，包括客户、员工、媒体、政府和社区，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对IBM品牌的体验能够与IBM的企业品格保持一致；规划和指导IBM大中华区数字营销渠道的战略转型，以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全周期的优质数字体验。

在解放军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英美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现在攻读长江商学院的DBA学位。




数字时代 CMO面临挑战

HBR中文版：：在这6年的营销转型过程中，你经历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周忆：营销环境这几年的确发生很大变化，IBM的营销也在不断调整，而且频率也越来越高。我们自身的变化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在4个方面。

一是从产品为中心的营销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过去，我们的营销是以产品为导向，现在，因为互联网的介入，客户已经无孔不入，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如果不能精准地了解客户，只推产品根本行不通。过去，我们的营销是B2B（企业对企业），而现在，我们的营销是B2P（企业对个人）。过去我们在选目标客户时比较简单粗放，比如会关注他是不是CIO， CMO等，现在我们要360度地捕捉客户画像，他的行为爱好，工作职责具体在哪个领域，KPI是什么，同时基于数据分析，预测出他在岗位上要达到的目标，这些都要弄清楚，再去跟他兜售你的产品，才能够真正打动他。

数据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我们过去凭经验做出的猜测，它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凭经验的猜想不再重要，因为营销是很残酷的，你大费周折做出的自认为非常棒的艺术设想，往往市场上无人埋单。

以客户为中心，意味着营销内容和营销方式也要进行调整。IBM是一家科技公司，涉及的很多专业术语只有技术背景的人看得懂。现在对IBM技术有需求的很多客户并非技术专家，但他们对技术有要求，希望技术去改变或者解决他们业务上的问题。这时，如果你营销上再过多倚赖专业术语，没人听得懂，所以你的营销内容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要用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语言，还要有行业洞察，比如同样的一个分析软件，CMO要的可能跟CTO或者CHRO要的是不一样的，这些都要你做出精准判断，给出最贴合的解决方案。

二是从数字营销到全面以数据为驱动的营销。我现在整个营销团队，包括市场调研、产品营销、活动营销、品牌传播四个部门都是以数据为驱动。数据驱动已渗透到营销环节的每个方面。我们在最佳实践基础上总结一套新的营销系统，把营销这件事情分为4大部分、26步。我们把这套体系部署在IBM企业级营销管理系统上。这套体系由coremetrics网络分析平台和Unica营销自动化系统平台构成（IBM的软件产品），以客户购买历程为中心并且完全由数据驱动。IBM的所有市场营销人员可以同时在这套系统上实时地针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计划部署，管理执行和效果追踪。这套系统记录下的客户对每一个市场活动的反馈数据会驱动IBM市场营销人员实时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调整，更加符合客户购买行为和需求。IBM的26步营销体系和营销系统的紧密结合，保证了IBM市场营销能够实时追踪客户数据，由数据结果驱动下一步营销行动，并且营销效果可量化衡量，践行了真正的新营销理念。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平台，有很多营销效果报表视图(Dashboard)，可以全面展示客户和IBM互动的情况和体验。因为CEO和CMO永远是参考可量化的、可视化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做出决策。例如，一个团队做了一个营销策划，在营销效果视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活动预算、点击率、互动人次、该营销产生的商机以及目前的赢单。报表视图清晰地反应了营销活动的各项指标，以及它和其他营销活动相同指标的比较。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及时调整营销策划。

第三个变化就是营销活动从过程导向到结果导向。过去，我们跟CEO做定期汇报时，呈现的是密密麻麻的一张图，这张图上写着我们做了多少场活动，多少线上线下的，多少客户来参加，多少客户发表意见，有多少人点击，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营销活动效果了。

但是今天，我们把最终商业结果看的更重要，对结果的要求更高，并且我们更加注重总体投资回报率。比如客户参加了活动之后，产生了多少商机，成交了多少赢单，是不是提升了客户体验，是不是促成了客户购买？最终的结果是，营销部门贡献了业绩，并且创造了商机，提升了品牌价值，促进了业绩增长。

比如，有一个团队策划了“12星座”的IT管理人的创意，以为创新性、趣味性，会吸引很多客户；但是他们想影响的IT基础设施负责人对这个创意并不感冒，该方案的传播渠道并不是IT基础设施负责人经常活跃的社区。因此，这个创意并没有带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比如客户互动频率不高、客户体验不顺畅等。因此，在计划新的营销活动时，这个团队就要重新考虑细化客户行为，设计真正适合他们的营销活动，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最后一个是组织架构的变化，从各自为阵的团队到以专长为导向的别动队。当营销转型进入到以客户为导向，数据为驱动，以结果为王这样一个阶段时，像IBM这么复杂的公司，应该让客户对IBM的体验是一致的。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创建了钻石团队。就像电影《十一罗汉》里，每一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高手，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合力达成一件事情。钻石小组里只有两个核心且固定的成员，一个是产品营销专家，一个是活动营销专家。其他专业领域的成员是灵活搭配的，比如数字营销专员，品牌传播专员，市场调研专员。钻石团队是按照项目组成的，打破了矩阵部门间的壁垒，灵活协作，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HBR中文版：：转型过程中历经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周忆：我个人觉得，挑战有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内容。创造好的内容，吸引越来越挑剔的客户，这点特别重要。任何一位CMO在这个转变的时代，都在考虑营销内容有料、有用、有创意，运用出奇制胜的内容和不同凡响的形式去抓取客户的眼球。你呈现的内容一定要让人很愉悦，有惊喜，让客户从好奇、激动到最后真正被你的魅力所折服。

2016年底IBM Watson联手设计师张卉山，共同为李宇春打造了中国首款人工智能礼服，将看不见的技术转变成看得见的品牌体验。这不仅仅是一次在时尚与科技界影响广泛的品牌事件营销，更是一次通过B2B2C 的传播路径的内容营销实践。通过2C和2B两条线，面向不同的受众，选择了不同的媒介，创造和传播内容。比如，2C是借助社交媒体为年轻的千禧一代人群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时尚界联手科技界的故事；而2B传播重点放在有用有料的内容，IBM Watson技术在设计和零售业商业场景的真实应用，以及对更多行业将带来的影响，创造真实的商业价值。

为了创建出好的内容，我们还聘请了一位报社主编，做我们的首席内容官。他无需对产品性能有多深的了解，他只需要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将产品故事以客户看得懂的方式讲出来，切实践行客户同理心。现在IBM全球整个营销部门都设立了这样一个角色，力求我们出街的内容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

第二个挑战是我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最后一英里。IBM自身业务比较复杂，与客户的接触点比较多，致使我们捕获到的客户的行为数据量和复杂性都呈指数级增长。另外，在B2B的购买行为中，客户的个人喜好和企业行为结合，使得分析客户的真实需求更难。因此，即使我们已经实现了数据驱动线上线下几乎无缝对接，但在很多案例里，总是会在最后一英里出现问题。有时可能是线上线下配合的问题，或是产品问题，销售技能，这些都是数据之外的发现。作为CMO，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困惑且有挑战的一件事情，IBM的公司内部联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需要销售、技术、以及所有部门配合进来，就很可能会有死角。在IBM这样一个矩形企业当中，在客户购买的最后一英里，营销部门发挥的价值有限，就会力不从心。你前面做得再好，后面都可能会出这个问题。

三是如何提高人员技能。在这样剧烈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员技能是否跟得上变化。团队成员面对转型，可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变化，不认同公司的转型与变革，选择离开；一种是认同变化，但是转型速度慢，技能跟不上，很有可能被淘汰；另一种是积极应对，用新的技能武装自己，驾驭变化，我们要帮助愿意转型的员工提高技能。我的团队以前需要懂产品、懂客户，但是现在还需要会讲故事、会分析数据。我们对市场营销团队进行了大量的、持续的专业培训。比如设计思维培训、讲故事培训。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以数据驱动，以科学为主导，所有很理性化的营销的转型当中，切莫忘了我们作为营销者的一个根本，就是既要有科学家的严谨，也要有艺术家的想象力、创意和激情。因为营销是艺术、创作和科学的结合，营销的特点就在于我们既要有冷静和理性，更不能丢失作为艺术家的激情和创造的冲动，这一点特别重要。



HBR中文版：：那么在最后一英里这个问题上，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周忆：最后一英里不好解决。我觉得即使是以纯数据驱动，也会有最后一英里问题。但是我觉得随着数据和工具的愈加完善，责权更清晰以后，这一块的风险会越来越小。很多数据分析工具可以起到很大作用，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就能看到。要解决“最后一英里”的问题，更好的跟销售团队以及研发团队进行更缜密、更无缝的协作是至关重要的。通过非常先进的工具，以及线下团队更为紧密的协作，去找到、发现、纠正自己下一步的动作，最后一英里问题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HBR中文版：：一路走来你学到了哪些领导力？

周忆：我觉得速度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过程，如果速度跟不上，一定会被拖垮。再者，历经市场突变时，创伤复原力，也就是自我复原能力至关重要。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我们曾经为王的心态转变成创业心态，从头开始，从零到一。逆境中如何还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排除各种干扰，同时在不树敌的情况下，将事情向前推进。因为一旦树敌，你就会成为孤臣。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保持好奇心、好胜心和平常心。作为CMO一定要对新事物保持好奇，紧盯外面市场态势，时刻关注客户需求的变化。再者，市场竞争太过激烈，要做到引领这个行业，让同业效仿，好胜心一定要有。最后，我觉得平常心也很重要。在这些好奇、好胜之后，你还是要回归平常，因为这是一场持久战，考验的是你承受力和承载力。我和我的团队永远牢记一点：如履薄冰。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可能只是把握了今天。




[image: ]


时青靖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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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哈佛商业评论》近期研究，首席营销官（CMO）是所有C级高管中任期最短的职位，也是CEO满意度最低的职位。数字化和快变时代也让CMO面临着更多不可预期的挑战，因而构成了各行各业、各规模企业具有的共同难题。

以IBM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利用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正在致力于解决CMO的痛点，让营销部门成为创新源泉和企业增长的引擎。IBM提出了以“增强型营销”为代表的创新管理实践，利用新营销模式和营销数据工具平台，让这家百年老店自身以及其他行业中的客户企业实现CMO角色的升级和蜕变。

成为增长型驱动者

CMO是一个充满挑战且不断转变的角色，其任期一般仅为3-4年，过去20年中却一直在缩短。过去，营销以创新的方式传播公司理念。而今，营销已经从思考型、功能型转变为更具实时性、分析性、动态性、创意性的职能，成为了客户体验、公司收入和业绩的推动力量。

传播方式和技术快速迭代等改变确实给CMO带来了冲击，然而根据IBM的经验，营销的规则和架构也要进行相应转型，营销部门能够成为创新工厂和企业的增长引擎，拉动整个公司的数字变革。营销部门设立的目的就是促进企业发展和拉动企业利润增长。营销活动一直是围绕商业战略发挥作用的。营销人员往往目光长远，是企业中深谋远虑的人。

定位长远、术道并重。要想承担新时期的重任，CMO把自己定位为营销专家、品牌专家、数字转型战略家或者创意大师远远不够，而应该是增长驱动者。 CMO可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着手进行改变，来实现成为增长型驱动者的目标：在战略层面，CMO应成为CEO最信任的决策顾问，并且和IT部、销售部、运营部等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动业务增长；战术层面，CMO必须站在客户的视角，从以下几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一.重新审视自身战略、设计和运营的方方面面，改进客户的体验；二.打破内部组织“孤岛”格局，在客户面前塑造一致的、真实可靠的形象；三.建立生态系统以促进创新，确保获得率先进入市场的优势。

大约一年前，IBM设置了目前由米歇尔·帕鲁索（Michelle Peluso）担任的全球首席营销官一职。她不仅要根据所有洞察进行决策，还要不断推动“区域化团队”工作，须从“走向市场”的整体战略角度出发，努力推动预测与前瞻工作，并思考如何调整战略达到发展目标，以及如何抓住发展机遇。CMO有着非常明确的使命：进行前瞻性思考，并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情况，以及如何将这些能力运用到商业过程中。她需要领导整个营销团队与负责销售、运营管理与发展的部门通力合作，因为这些部门都是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强营销缘何崛起

CMO面对的营销环境挑战重重——经济状况在改变，市场竞争态势在演进，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也在巨变，以及增强智能 （Augmented Intelligence，后文中简称AI）时代的来临。我们现在正处于认知学习的风口浪尖，正在构建快速、智慧的系统。这些系统能够理解海量的非结构化数据，例如自然语言和影像，通过识别数据模式而提供建议，并持续从这些建议及其他众多数据源中（例如书籍、病历，真人对话）学习，从根本上转变消费者与网站的交互模式。CMO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管理错综复杂的现代营销，利用技术工具可以获得更深入的洞察、更准确地锁定目标。 ​

根据IBM对全球5247位高管的调研，创新领军企业中的CMO会积极采用创新的颠覆性技术，不断丰富与客户的互动。他们尤其关注新技术带来的思考和机遇，试验增强智能，使用数据驱动的决策，及时地大规模提供个性化、符合个体特点的客户体验；利用预测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发现向客户提供建议的最佳方式；营造更出色的创新体验。企业须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耐心，掌握如何良好地应用AI，同时AI系统也需要自学习，通过“训练”获得智慧。这是典型的先学会爬、再学会走、然后学会跑的过程。不仅仅是开发人员或CIO，所有用户都可以利用AI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以客户为重。在任何商业过程中，最终目标就是提高效率和回报率，对B2B营销而言，成功的关键尤其在于以客户为重。IBM提出了以AI为基础的“增强型营销（Augmented Marketing）”创见，就是因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营销人员可以利用AI，更精准地洞察客户、与客户互动，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强营销既关乎人，也关乎机器。营销人员对于AI的开发和应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增强营销对于营销人员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持续对新技术保持关注度和好奇心。因为对于最成功的CMO而言，创意与分析能力同样重要。

增强营销的兴起，改变了客户体验，为CMO带来了很多优势和机遇。第一，它让营销人员更精准地洞察客户，并且持续进行优化。人工智能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度，处理各种结构和非结构化数据，让营销人员得以快速反应，实时调整策略。第二，营销人员与客户的互动更加智能化，给客户更好的体验。根据盖特纳咨询预测，到2020年，50%的零售业消费者服务咨询将通过对话式的AI应用来完成，85%的消费者互动将不再需要人工来进行。第三，增强营销能带来更好的营销效果和更好的投资回报率。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决策者提高营销的决策效率、精准性和预测性。这几点结合起来，可助力企业更持续、更主动地优化客户体验，创造价值。



IBM增强营销助力客户打造个性化方案

IBM是目前唯一一家帮助各类公司将认知技术无缝融入营销、商务和供应链功能中的供应商， Titan就是客户之一。这家总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多类别、多品牌全球时尚生活产品制造商 正在利用IBM 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作为其数字化革新的重要部分。

印度经济正在稳步增长，家庭收入也在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印度的消费性支出会增至3.6万亿美元，这有助于Titan寻找到新的商机。 Titan预测，印度电子商务市场势必在20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为了在取得成功的同时避开新的在线竞争者，Titan的目标是为其1500家实体店重新注入活力，扩大在线市场份额，继续鼓励和刺激现有客户通过各种渠道更频繁地购买商品，同时吸引新客户关注该品牌。

Titan目前正在利用IBM Watson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作为其电商平台的支柱，使公司能为其客户量身定制在线营销活动, 考虑客户的偏好和过去的购买情况（例如：客户以前将钱花在何处，哪些交易会刺激购买行为），还会利用分析来研究客户的实时行为，比如哪些商品的查看次数最多，客户通过哪些渠道购买商品，为什么会放弃购物车中的商品等，以便随时调整营销活动，促使客户购买商品。  

例如，Titan能够通过识别客户过去购买的手表，了解到客户对当代时尚潮流的敏感度，并为这些客户介绍一些当代珠宝设计。他们不仅能定制折扣金额，还能定制折扣信息发送方式（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等），所有这些做法都基于客户的过往行为。接下来，在客户浏览网站时，零售商能够识别其他会吸引眼球的商品，并提供每种商品的交易信息。  

通过与IBM合作，线上线下的所有客户可以实现交互个性化，Titan还可以向顾客介绍新的相关产品，这些产品不仅能让顾客想起Titan产品的标志性设计和显著特征，还能反映他们独特的个人风格，真正让客户在店铺中感受到宾至如归，同时将这种建立起的关系引入到客户参与度越来越高的数字化世界中。

目前，Titan的客户每年平均有1.5次购买，通过与IBM合作，Titan预期能激励老客户，增加购买次数，并且增加3倍的购物品种，无论是在电脑端、手机端还是在实体店。Titan旨在利用IBM的平台将访问者引至其品牌网站，并引导逛街的人进入其遍布全印度的1500家零售店和1万个多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在这些店铺中，售货员拥有移动应用，可为其提供每位购物者的详细信息（从过去的购买情况到风格偏好等），因此售货员的推荐能够保持高度定制化和个性化。

IBM Watson 客户互动解决方案不仅能为Titan提供与客户进行互动的能力，还能助其开启认知商业，加快未来数年的发展。




为客户提供更智慧的营销服务

新的营销科技终结了节奏缓慢，花费漫长时间才能知道营销效果和判断利弊的时代。借助科技手段，营销团队可以实时了解客户多方面的情况，比如快速了解到客户会下拉网页到什么位置，以及他们是否看到了营销人员希望他们看到的信息。如果只有10%的客户看到网页下方，就值得担心了。营销团队就要改变网页布局，将关键信息上移或提醒客户关注。 类似地，以前IBM使用A/B测试，将测试对象随机分配到不同测试组进行不同处理时，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才能得到实验结果。但现在利用技术工具，可以实时获取结果。这些工具可以发布网页，整个过程就像参加一项活动在网上注册一样。 测试者可以快速了解在哪里注册更加便捷。

在帮助营销人员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更明智的营销决策方面，行业翘楚首推IBM。IBM Watson认知技术正在学习和分析难以想象的海量数据，向营销人员提供前所未有的客户洞察，并了解客户的购买行为，使他们能在一对一的个性化水平上与每位客户互动。

客户洞察更精准。在全球范围内，IBM正在帮助许多公司将人工智能运用到营销活动中。比如，North Face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它的客户选购最适合的旅行装备。你只须告诉Watson要去哪里旅游、什么时候去、用途是什么，Watson就能理解客户需求，并分析海量的产品数据、旅游攻略，博客文章等，再根据实际用途、目的地气候，不断缩小产品的选择范围，最终推荐出精准的购物装备。整个过程就像去实体店与导购沟通一样顺畅，但更为精准和高效。

客户体验更新奇。“家乐”是联合利华旗下的食品品牌，主要产品为汤料和调味品。作为大众品牌，其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与IBM合作，在全球引领了一场运动。借助IBM Watson增强智能，家乐设计了一项趣味测试，对人们在爱情上的喜好进行分析（即自己的心仪对象是什么类型的人），再研究心仪对象钟爱的食物味道。如果根据味道的喜好对人进行配对，他们在爱情上也会匹配。

IBM帮助家乐研发了一个基于认知的味道分析工具。 这个味道测试工具可以向参与者提问，了解并分析他们的信息，然后将参与者的专属味道资料创建出来。 人们可以通过在线访问使用这个工具。“家乐”原本只是一个固体汤料和调味品品牌，它的产品通常只会被放在厨房的橱柜里，从没给人以炫酷的印象。但与IBM合作的这项趣味测试， 却让“家乐”这一品牌变得很酷很潮。消费者很快就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这个测试工具， 并且将自己的测试结果分享到社交平台上，让 “家乐”的名气疯狂传播开来。

这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营销，策划者借助IBM增强智能，创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互动模式，再利用这个模式实现了巨大的广告效应。 “家乐”也因此拿到了联合利华当年所有的奖项，最终其销售额直线上升。

营销效果更佳。此外，IBM正在研发 “认知型广告竞价优化工具”，将人工智能应用到程序化媒体购买中。与传统算法和普通程序化算法相比，这种AI算法更精细。比如，普通的广告投放方式无法区分用户当时所处的使用环境，但认知型投标优化工具就可以。在试验项目中使用这个工具，投放转化率有了大幅提升，提高了30%~40%。在一项特定的测试中，转化率提高了72%。结果十分惊人。试验数据表明，该工具对提高营销资金的使用效率意义重大。



无论是B2B还是B2C的营销，做出决策的总是具体的人，“人”才是核心。 事实上，数字时代的到来使CMO意识到，真正的电子商务模式是B2P，即商业对个人。要想达成以客户为中心的精准营销，就需要利用AI等新的技术工具。但是增强营销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它须有高质量、高精度的数据支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会越来越精于未来趋势的预测，帮助各行各业的企业和以CMO为代表的高管做出更明智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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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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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委员会的报告普遍存在问题。本文作者为股东和公司提出的建议，能让企业更好地制定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




多数上市公司每年都会发布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报告，公布薪酬委员会制定薪酬福利的细节。报告是代理委托书的一部分，股东在看过后，就薪酬福利提案进行投票。根据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国家规定，有的投票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有的仅作参考。

95%以上的情况下，股东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提案。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投资者应当对提案抱有怀疑态度。薪酬委员会常常在报告中，用复杂模糊的方式调整公司绩效数据，原因有很多。例如，有时他们想重点关注公司核心业务或持续经营的绩效。不管动机是什么，结果都会导致计算时采用非标准方式，数据虚高，不合理的高薪酬因此变得合理。

在这种现实下，薪酬委员会须在报告中阐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方案。投资者则要针对薪酬福利的设计和报告制度，制定标准和最佳实践，以便和公司进行更有意义的沟通。公众对CEO和普通工人平均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表示担忧，股东也越来越坚持高薪水应和高绩效挂钩。因此，这样的沟通在今天至关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看薪酬委员会的报告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对非公认会计原则的使用，以及在对比TSR时对同类公司的不当选择。之后我们会为股东和公司提出建议，让他们更好地制定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首先来看一个例子。



过分慷慨

一般来说，高管薪酬福利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年度现金红利和长期股权，多数薪酬委员都要在报告中说明授予标准。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也很少详细解释使用标准。

以一家著名《财富》500强公司2015年的薪酬委员会报告为例（详情见边栏“一位CEO的薪酬福利构成”）。这份报告写了整整15页，详尽列出了CEO每年2400万美元薪酬福利的构成，以及背后的标准。但是和大多数同类报告一样，如果读者不做额外功课，很难从报告提供的信息中判断出这份报酬是否合理。所以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

现金红利。委员会将CEO40%的现金红利和公司年收入目标结合起来，20%和公司的产品系列目标结合起来。报告给出了清晰的年收入目标和产品系列的阶段性要求。

但是股东们很难理解另外40%红利的获得标准：非公认会计原则每股收益。企业往往声称，公认会计原则（以下简称GAAP）数据难以公正地展现绩效全貌，所以需要使用这类收益数据。

让我们检验一下。报告称，这位CEO2015年的目标是，非公认会计准则（以下简称“非GAAP”）每股收益3.40美元，并用概括性语言描述了GAAP费用的各个类别——这部分花费不计入该数字。委员会得出结论，公司2015年非GAAP每股收益为3.59美元，排除货币因素，调整至3.56美元。按照这些数据，这位CEO以每股超额16美分完成目标。

但该报告没有说清楚公司GAAP和非GAAP收益间的巨大差异。取而代之的是，用一个注解推荐读者去读10-K年报。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查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中间差了约75亿美元，已经超过公司2015年的GAAP收益。说得直白一点，公司GAAP原则下的收益是每股1.56美元，而根据委员会采用的非GAAP原则，则为3.56美元。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仔细看过10-K报告就会发现，主要因为委员会没有将2015年及前几年的收购费用和剥离成本计入在内。尽管这一方法可以让委员会关注持续业务，但读者却没有好方法评估，这些交易的利益是否超过其高昂的成本。

此外，非GAAP收益也没有包括现任CEO担任公司总顾问时，支付的6.8亿美元诉讼费用。但该报告并没有试图区分哪些诉讼费是现任CEO的决定，哪些不是。

[image: ]一位CEO的薪酬福利构成

我们来看看这家跨国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如何在报告中拆分CEO薪酬福利。多数内容都有利于CEO：大量的现金红利和长期股票激励，都是建立在非标准原则（非公认会计原则收益和调整后运营收益）之上的，投资者很难评估这些标准。此外，鉴于这家公司在同行公司中表现居于末尾25%，CEO和股东总回报挂钩的长期收益所得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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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激励。按薪酬委员会的规定，CEO股票和期权的50%来自“调整后运营现金流”。在2015年的代理委托书中，我们也看不到对这一术语的解释，只能在公司10-K报告中找到一处定义：



“调整后运营现金流”等于公司税后非GAAP收益（因公司业务引起的）减去运营资本变动（包括应收账款、存货、其他应收账款和库存、其他应付账款等），加上薪酬发放日历年的非GAAP折旧及摊销费用。



我们在2015年公司的10-K或委托书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调整后运营现金流的数据。因此，股东很难依靠这个复杂定义理解隐含意思。

另外50%的长期激励和过去3年内的股东总回报（以下简称“TSR”）相关。TSR是指股价变动加上股息，这份报告将公司年度TSR和11家同行公司（合适的几家大型国际化公司）相比较。

比较结果表明，公司的年度TSR是10.6%，低于9家同行公司，后者的TSR在12.4%到32.2%之间。尽管报告表明，公司年度TSR在12家同行公司中排第十，委员会还是按照这项指标兑现了CEO目标奖金的80%。报告中只用了一个小图表进行了解释：委员会规定，如果公司的TSR在同行企业中位于第十、十一、十二位，CEO将获得80%的激励。



标普500中有36家企业宣布，其调整后利润比GAAP收益高出一倍多。




明智的投资者会质问，为什么在表现欠佳的情况下，CEO会得到如此多的激励。公司在同行企业中位居末尾25%，CEO却获得了80%的激励。这似乎不符合绩效主导的定义。在我们看来，如果公司的TSR在同类公司中位于后半段，CEO应当只能获得不足一半的基础激励。

CEO的合理薪酬到底应该是多少？为了做出估计，我们采用了约翰·科尔（John Core）、维恩·瓜伊（Wayne Guay）和戴维·拉尔可（David Larcker）2008年在《金融经济学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的文章《媒体的力量和执行官薪酬》（“The Power of the Pe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中提到的模型。

尽管公司和咨询顾问通常不会使用基于回归分析的模型，但这3人提出的模型是学术上最推崇的计算CEO薪酬的方式。其主要变量是公司的TSR、年收入和GAAP收益、CEO任期、公司账面价值和市值的比值。这一模型得出结论，这位CEO只应拿到约1200万美元的薪水，是他实际所得的一半。



小心GAAP

本文提到的公司绝非唯一一个对GAAP收益进行大幅调整的企业。2015年，标准普尔500的企业中，有36家宣布其调整利润比GAAP收益高出一倍多，另有57家宣布，其调整利润高于GAAP收益50%-100%。

总的来说，标普500公司中约有2/3是2015年进入的。在GAAP和非GAAP数字差异巨大的企业中，多数薪酬委员会都是按照非GAAP设置CEO的薪酬。这些公司的调整后利润，或调整后运营现金流至少决定了CEO40%的年度现金红利或者长期股权激励，或两者都有。

诚然，公司调整GAAP数据往往有很好的理由。但一份更深入的分析表明，很多时候，薪酬委员会在排除某些项目时过于仓促，又或者除外条款前后矛盾。让我们来看看最常见的GAAP开销项目：

外部活动。薪酬委员会一般会把超出管理层控制的相关活动排除在外，通常这是合理的。最好的例子是调整货币价值。委员会合理地将这些因素剔除在外，就可以将去年和今年的收益，按统一货币标准比较。但想要做到令人信服，委员会应当一碗水端平，如果排除了负面影响，也应当排除正面影响。例如，很多能源企业的薪酬委员会，将2015年石油价格暴跌带来的损失排除在外，但很少有企业将几年前高油价带来的意外收益也排除在外。

临时或一次性费用。薪酬委员会通常会将临时性费用带来的一次性损失排除在外，例如并购后的一次性花费。但是他们也忽略了由于管理不善，或高管的不当行为带来的一次性损失，例如由于安全原因导致工厂关闭或虚假陈述引发的诉讼费用。管理层在决定将哪些项目标记为一次性或临时花费时，的确有很大的自由量裁权。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将损失标记出来，但被标记为一次性的损失中有大部分还会反复出现。（关于这点的进一步参考，见《股价能完全反映出带来未来收益的特殊项目的影响吗？》（“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the Implications of Special Items for Future Earnings？”），作者戴维·布格施塔勒（David Burgstahler）、詹姆斯·吉姆巴沃（James Jiambalvo）、特里·舍夫宁（ Terry Shevlin），《会计研究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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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投资者成立一个联盟，让薪酬委员会遵守以下基本方针：



委员会在决定长期和短期薪酬福利时，应当使用GAAP衡量财务表现。



面对超出管理层控制的事件，可以不遵守GAAP，但前提是无论对调整数额有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要一视同仁。



对于重组成本等一次性事件的花费，可以不计入GAAP开销，但前提是这类费用并非每年都有。



薪酬委员会不应将CEO的股票等激励相关的开销排除在外。



在薪酬委员会报告中，所有GAAP开销的除外项目都应有合理的解释，并逐一量化。
（返回原文阅读）





赋税和利息。一些委员会在计算非GAAP收益时，将利息和税收排除在外。一般解释是，这些代表财务硬性支出，而非运营开销。但是公司的贷款大部分用在了生产产品和服务所需的工厂和设备上。而且，CFO和其他高管的职能就包括了对融资和税收的高效管理。

非现金开销。薪酬委员会也会以折旧和摊销费用并非运营开销为由，将其排除在外。但这个论点站不住脚：这两类开销是工厂和设备的经济损耗，涉及到每年的运营收益。还有一些委员会将这两项开销排除在外，理由是它们属于非现金开销。但折旧和摊销都代表着，重建或更换有形或无形资产所需的未来实际投资。

股票奖励和期权。在我们看来，问题最大的除外条款是限制性股票或期权赠予所需的开销。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对此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广泛讨论，认为这些开销应当计入GAAP净利润。因此，薪酬委员会违反这一原则的做法应当受到质疑。这项开销的影响非常大。

领英公司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公司在新闻稿中预测，2015年日历年的调整后收益应当是9.5亿美元。附录的表格补充道，在GAAP标准下，该公司的净收益须减去2.4亿美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距，最大原因是有6.3亿美元给予最高管理层的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GAAP花费没有计入其中。我们从根本上质疑，在制定CEO薪酬福利时，薪酬委员会将自己已经奖励CEO的巨大花费排除在外，这种标准是否合法。

由于对非GAAP衡量标准缺乏统一定义，股东无法通过阅读薪酬委员会的报告弄清GAAP调整意味着多大的数额。尽管报告一般以通用术语描述有关调整的内容，但股东却无法量化GAAP和非GAAP数据间的差异。薪酬委员会让读者参考公司的10-K年报，这份档案十分庞杂，读起来更难消化。



TSR：和什么相比较？

上文中我们提到的《财富》500强公司，在公司相对股东总回报表现糟糕时，仍然给予CEO慷慨的薪酬福利，这并非特例。尽管从更长远来看，TSR较高的公司，CEO薪酬的确高于较低公司。但试验提供的证据表明，赏罚并不分明：如果公司表现优于同行企业平均值，CEO会因此获得高额奖励，但如果低于平均值，CEO只会受到象征性惩罚。

问题主要来自同行企业的选择标准。一般来说，薪酬委员会会将公司的TSR和同行公司过去3年的TSR相比较，另外还会比较最高管理层目前的薪酬。为了公平起见，同行企业是指年收入和市值类似，且来自相似行业的企业。如果选择有偏差，就彻底丧失了其在制定薪酬福利时的参照作用。

可惜的是，很多公司在选择同行企业时，都会挑选规模更大的公司，为的是在对标薪酬时树立更高的标杆。2010年，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IRRC）发现， CEO薪水高于同行公司的标准普尔500公司，年收入比它们选择的同行公司少25%，市值低45%。一份关于2015年罗素3000公司代理委托书的研究报告表明，在选择同行企业时，13家大型制造商最常出现在名单中，例如3M和霍尼韦尔公司。但是，大多数罗素3000的公司主营业务并非制造业，规模也比这些大型公司小得多。

我们研究的一家办公用品企业验证了这点。该公司2015年的年收入为130亿美元，年末市值26亿美元。但公司薪酬委员会选择的20家同行公司都有更高的市值，其中有8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13家公司年收入更高，甚至有几家大型公司并不经营办公用品。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呼吁所有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在计算TSR之前而非之后选择参照企业。在开始日期前，委员会不知道任何同行公司的TSR和CEO薪酬。此外，美国证交所应当要求薪酬委员会公开所有同行企业的市值、年收入和行业代码。

平心而论，美国证交所一直在努力突出CEO薪酬和TSR间的联系：2015年证交所提出，薪酬委员会应当在报告中增加一张公司过去5年TSR和每年CEO薪酬的映射图。这一图表作用突出，它将一般的TSR计算周期从3年延伸至5年，但仍然重点关注公司绩效。因此，我们觉得薪酬委员会可以在报告中加一个表，由高到低地列出公司及同行企业过去5年的TSR。这样一来，委员会和股东可以将CEO股票激励，和公司的相对TSR更紧密地对应起来。



建设性对话

虽然大额资产管理者通常都有专门负责推荐代理投票的部门，但在繁忙季节，他们可能要在短时间内评估1000多个代理，根本忙不过来。这类部门的雇员承认，他们没有时间也欠缺技术，无法深度分析非GAAP原则和同行公司构成这样的复杂问题。所以，多数资产管理者同意使用代理顾问服务，例如机构股东服务公司（以下简称ISS）和Glass Lewis（以下简称GL）。

但是股东不应无条件听从代理顾问对高管薪酬福利的投票建议。以GL公司为例，它通过企业GAAP财务报表筛选薪酬福利报告。GL曾在几个案例中，表达过对调整数额的担忧，质疑调整不合理导致薪酬过高，但并没有对前文提到的那家《财富》500强公司提出质疑。

ISS采用相对TSR作为筛查薪酬报告的第一道关卡，并用自己的方法寻找同行企业组合。如果这一筛选发现严重问题，公司将派一名员工针对报告进行深度分析。但是，据ISS称，它们没有在本文提到的公司里发现任何严重问题，尽管该公司的相对TSR在自选的同行企业中位居末尾25%。

最根本的问题是，即便是接受了代理顾问服务的机构股东，也缺乏相应的数据或专业知识，针对公司提出的高管薪酬福利进行有意义的评估。但薪酬委员会成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因此他们应该更好地解释薪酬的制定依据。我们建议，在报告中让GAAP调整更加透明，提前选择同行公司，TSR表现不佳时对CEO采取相应措施，都会带来重大进步。

但即使薪酬委员会逐步改进报告，机构投资者仍然需要确立标准，监督执行情况。投资者应当自己处理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依赖代理顾问。最理想的方法是，在美国成立一个致力于股东参与制定薪酬福利、创造企业长期价值的机构，或在现有联盟下成立诸如全球FCLT（资本投资长期目标）的组织。

新联盟可以为薪酬委员会建立并推广一系列无法律约束力的最佳实践，包括使用非GAAP原则的最基本方针（见边栏“非GAAP调整方针”）。各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若不采用，须给出相应的理由。这一模型在英国已有类似先例：监管者不断出台新规则，例如限制独立董事期限，但公司只要向股东解释清楚原因，有权不予采用。

为进一步提高股东参与度，每家公司都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几周举行一次公开电话会议。薪酬委员会可以在会议上，解释自己的做法和联盟最佳实践的主要区别，并回答股东提问。投票前和大股东的讨论，可以帮助公司修正薪酬福利方案，避免将来再推翻过去的决议（我们接触的一家公司在此类电话会议后，放弃了为CEO支付某些税收的计划）。

公众对CEO薪酬过高的担忧正在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企业股东就高管薪酬福利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讲，薪酬委员会的报告，在增进公司董事会和股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委员会能认真设计并准备报告，有助于股东了解公司目标，并量化成功的路径；如果能够更详尽地解释清楚高管薪酬福利的内容，并说明它和公司绩效指标间的联系，则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回应公众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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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正在大倒退？答案是否定的。保护主义会改变公司经商方式，但改变非你想象那样。公司领导者不必对保护主义者的巧言令色反应过激，但有必要做出适当调整。

	



商业领袖正在努力适应当今世界

——短短一年前很少有人能想到现实如此魔幻。无国界世界的神话已经崩塌。开放市场的中流砥柱——美国和英国摇摇欲坠，中国则将自己定位为最坚定不移的全球化拥护者。2016年6月，英国脱欧投票震惊欧盟；随着总统大选的推进，在美国关于全球化的新闻报道越来越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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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北美和欧洲各国均感受到反全球化浪潮，但多数商业领袖无法确定是否应该退出全球化、改变战略，或坚持现有路线。

		

		大势

		在做出任何决定前，重要的是搞清两件事。第一，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远未像多数人想象的那样高。第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贸易战面前，国际贸易和投资依然规模庞大，不容战略家忽视。

		

		建议

		不必对保护主义者的巧言令色反应过激，但有必要做出适当调整。如果业务盈利不佳，那么削减成本。聚焦资源适应当地需求。无论在何地，公司都要确保创造价值而非攫取价值。

	



在特朗普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后一周，出于对贸易战升级的担忧，《经济学人》发表了封面文章：《跨国公司撤退》。文中宣称，“跨国公司这一过去30年来最宏伟的商业概念陷入困境”，“规模优势和……套利逐渐消失。”通用电气（GE）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就谈论过GE从全球化到本土化的“大胆转型”（今年6月，伊梅尔特正式宣布退休——译者注）。

然而，动荡年代中，全球化大撤退真的是人间正道？换言之，虽然没有到收拾行装打道回府的地步，但企业应该以本土化为重吗——把同地生产、销售、甚至创新作为战略选择？根据我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试想10年前，商业领袖们认为世界变“平”了，跨国公司不受国界限制，将很快占领全球经济。这些夸大被证明是错的。如今面对新保护主义压力，所谓的全球化大倒退也不过是相反方向的过激反应。尽管关于全球化的某些妄想已逐渐消退（在美国尤为如此），但全球化并未出现严重倒退。即使出现倒退，认为全球化走到尽头的言论也是错误的——录音机上的“倒带键”和“停止键”是两码事。

全面撤退或过于依靠本土化，都会损害公司跨国远程创造价值的能力——跨国公司能利用多种现在依旧有效的全球战略，而这些战略在未来也不会失效。今天的乱象，要有更精细的重新规划跨国战略、组织架构以及社会参与方式。我在本文中会解答关于全球化变与不变的普遍误解，为领导者提供决策指导——在哪里、如何竞争，以及检视跨国公司在复杂世界中的角色。



全球化轨迹

对全球化未来的质疑从2008-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浮出水面。但随着宏观经济情况转好，这种忧虑被杂糅纷乱的观点取代。例如，2015年刚过去3周，《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的《飞速全球化》，以及编委会的《全球化走到尽头？》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重要的是让数据说话。为了探究全球化真实的发展状况，史蒂文·奥特曼(Steven Altman)和我编纂了两年一期的DHL全球互联指数（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该指数追踪国际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见图表《全球化没有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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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这两大企业最在乎的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跌，但从那之后都没有再经历类似的下跌。贸易在2015经历了巨幅下跌，但主要原因是商品价格跳水和美元升值引发的价格效应。更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外商直接投资降低，部分因为美国打击避税。尽管2016年的全部数据还没出来，但考虑到人口和信息流动等因素，全球化速度很可能会趋于平稳甚至有所增长。

真正江河日下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共舆论。一份媒体分析提到了几大主流报刊中关于“全球化”的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 以及英国的《伦敦时报》 《卫报》和《金融时报》均表达出负面情绪，2016年对全球化评分下跌。

讽刺的是，实际国际流通数据趋于正面，但舆论对于全球化的突然转向负面，这可能源自一种倾向——即使老练的高管也会极大高估国际商业流动相对于国内活动的强度。换言之，他们想象中的世界比实际中全球化程度高得多。（见图表《全球化谬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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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化深度夸张的看法（即相对于国内，国际活动的多少）会造成劣势。在我进行的调查里，那些高估了全球化强度的参与者更容易轻信关于国际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错误表述。当商业人士高估了世界真实的全球化程度时，他们就容易在全球运营中低估对各国差异的理解，并对这些差异回应不足。在公共政策领域，领导者容易低估从额外全球化中可能的收获，高估全球化对社会产生的害处。

调查显示，人们也低估了全球化的广度——即国际活动在全球分布的程度，而非集中在小范围内。2007年对《哈佛商业评论》读者的调查中，62%的参与者同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的说法：“公司现在处于国际化、网络化的竞技场，能够实时进行研究合作；不受地理、距离限制，在未来甚至语言也不再是限制。”但是，数据显示实际国际活动还在继续受到上述因素的限制。

为破解诸如此类的“全球化谬误”，我提供两大法则，分别应对全球化深度和广度上的问题。

• 半全球化法则：国际商业活动虽多，其程度远无法与国内活动相比。

• 距离法则：除距离外，国际交流还受到下列因素制约：文化、行政、地理以及经济。

我在《全球化法则》一书里，详细阐述了这些原则，对未来战略决策十分有帮助——前提是未来人们依旧需要这些原则。鉴于目前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情绪，甚至贸易战可能，这些原则未来还会适用吗？当特朗普当局以及其他政府具体的政策还不明朗时，最佳的压力测试方法是借鉴上次大规模贸易战爆发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化倒退。呼应前面的两大全球化法则，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两课。​

第一课是：尽管20世纪30年代贸易下跌严重，但并未完全停止。1929年开始的崩盘十分惊人，到了1933年年初，贸易流已经减少了2/3。也就是说，价值减少更多地反应出价格降低，而非数量减少（数量减少不足30%）。即使在崩盘之后，贸易量依旧庞大，战略家不要忽视这一点。

第二课是：距离远近继续阻碍国际商务活动。例如，从1928年到1935年，贸易流和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共同语言和殖民地联系带来的优势还很强大：其他因素都平等的基础上，具有这些条件上的国家伙伴间贸易额，是不具备条件国家间贸易额的5倍。最终结果是，崩盘前和这些贸易伙伴进行交易的国家（或者国家团体）在崩盘后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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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组织

当公司面临保护主义压力，重新评估全球化战略时，它们也应该考虑那些能提升业绩的结构性变化。如果适应是公司唯一的全球战略，那么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是合理的，公司选择支持聚集和套利的模式会表现更佳。有两种模式尤为值得一提。



基于地区的结构。根据地区进行组织，让公司能从相邻国家的类似之处中获益。对29个距离变量的分析显示，几乎所有样本国家中，来自相同地区的都比来自不同地区的相似度得分高，而且得分相差很多。须特别说明的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重大地区协议，在本文发表后正遭受极大压力。



前后型组织。这一矩阵组织的变体聚焦在前端（贴近客户）本土化，而采取中心化后端平台来支持研发整合、制造、支持部门等等。在哪里划分界线不必一概而论。很多公司只整合后台职能，而其他一些公司，例如优步和爱彼迎走向市场的 IT 平台适用于快速、轻资产的全球化。



除了优化正式结构，公司还应该确保整个组织上下对加强联通性的工具更加依赖，比如强大的文化、内部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等。在如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国界公民”遭到嘲讽的环境中，公司必须在管理层加强对世界大同主义的关注——可能在这方面大公司“最不够全球化”。




让我们来看未来：如果全球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停滞，那么21世纪20年代也不会停滞的预测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关于特朗普时代贸易战的分析显示，未来贸易下降幅度要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估计，如果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然后中、墨两国以牙还牙；那么再加上其他因素，到2019年美国出口会缩减到85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5年美国出口的4%。当然，涉及更广的贸易战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影响都很难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程度。

类似的，虽然大萧条时期贸易深度急剧缩减，但贸易广度却变化不大，那么如今再有贸易战发生，贸易广度也不太会受影响。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因为独立国家越来越多，垂直碎片化供应链也比以前多得多，所以地理距离对商品贸易的可能影响实际上比20世纪30年代的还要大。



在哪里竞争

如果跨境互动（cross-border interactions）总计看来不会减弱，那么跨国公司撤退的道理何在？近日，《经济学人》发表了关于跨国公司撤退的文章，激起了大讨论，问题直指跨国公司的绩效问题。过去三四年间的表现下滑，是在商品价格跳水、对全球化相关服务需求下降，（对美国公司而言）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中发生的——这些因素对绩效影响很大。而过去10年间的长期衰退正好与全球化进程减速的时期重合了。

因为该时期跨国公司绩效差，就应重新考虑跨国化合理性；就好比DHL全球互联指数中，互联程度最高的国家新加坡应该退出全球化，因为其在金融危机阶段遭遇了增长问题。新加坡官方未来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忽略了这一概念，表示就新加坡的情况而言，贸易、资本和知识流动的全球化依旧是未来大势所趋。即使是那些依赖出口程度比新加坡低的国家，全面退出全球化也没有益处。

在类似几十年前那种经济条件良好，全球化进展迅猛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有绩效问题。2003年，我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的《被遗忘的战略》一文提到，1990年到2001年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海外分支连续出现平均销售回报率低于国内本部的情况。鉴于距离法则中提到的困难，跨国化总是选择之一，而非必要。显然，有些公司和行业在跨国化上用力过猛，金融危机前几年尤为如此。

今天的辩论中没有提到偶发事件的概念：和全球化有关的行动应该一事一议，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一概而论——决定继续全球化或退守回家。即便如此，很多跨国公司还是要重新规划在哪里竞争，即市场选择。

他们还必须认识到，真正的跨国公司不一定必须在所有的主要市场中竞争。2007年《哈佛商业评论》调查中约64%的受访者都对这一提醒表示赞成，但对当时16个跨国企业内部财务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考虑财务成本后，其中8家公司的大型地理单元都有损价值创造。这样的问题依旧存在。例如丰田可能是高度全球化汽车行业唯一能在日本、北美和欧洲以及重要新兴经济体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一大竞争者，而且盈利情况很好。对比之下，多数大车企效仿通用汽车（GM）才能过得不错——2017年3月，通用汽车剥离了欧洲的赔钱买卖欧宝。

最近对多数资产位于海外的前100名跨国公司的研究数据，也支持了类似的观点。尽管这些企业中数十个国家可能都有分支，它们的前四大市场（包括国内市场），贡献了约60%营收，以及（很可能）总利润的一大部分。只有小于10%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世界上收入最高的企业），在北美、欧洲和亚太这三大市场中都能获得不少于20%的收入。

公司为弄清适合进入哪些市场，重点要注意：距离法则适用于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尽管外商直接投资不像贸易那样容易受地理距离影响，但我估计共同语言和殖民地-殖民者联系的影响类似，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均收入差异更敏感。

今天的公司在权衡选择时，应该寻找那些在文化、行政/政治、地理和经济上有密切关系的机会。这一观点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支撑——当时国家关系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政局变化，商业领袖须密切关注他们的祖国如何重整国际关系，以及如何参与自身的企业外交。不要忘记，坚守国内市场也是一种选择。全球所有企业中，跨国公司只占约0.1%，虽然大企业倾向与跨国经营，但它们的全部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国外附属机构贡献了10%的全球GDP，跨国企业自身贡献了超过50%的世界贸易。）对于大型新兴经济体中的公司而言，聚焦于国内市场，享受主场优势和快速增长，不啻为独具吸引力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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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应对如下观点加以防范：真正国际化的公司须逐鹿所有主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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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贸易不一定需要跨国化作为前提才会发生——有些人认为这才是未来大势所趋。《经济学人》指出，“越来越多的小公司组织利用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买卖”，但电子商务远未达到线下商贸的国际化程度。鉴于政治环境正在变化发酵，仅仅通过开设网站或参与线上平台就能全球化，在当今时期听起来并不可取。



如何竞争

如果结论是公司应该在不同市场中继续经营，即便如此你仍须确定是否要改变战略类型或战略组合，来应对保护主义压力。从高层次上看，如我在2007年出版的《打造全球战略》书中所说，全球化战略由3个元素组成。

公司希望调整跨国差异，因地制宜时，应利用“适应”元素；希望形成跨境规模经济时，应利用“聚集”元素；希望从一国的低劳动成本或另一国的更优惠税收激励中获益时，应采取“套利”元素。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里，公司运用这3种元素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没你想象的变化那么大。以适应为例，伊梅尔特谈及GE如今从聚集战略到本土化的大胆转型时，也有很多其他公司采取同样做法。公司应该寻找机会加强它们在适应方面的工作，因为对差异反应更敏捷有助于减轻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

公司最明显的适应举措是针对不同本土市场，使产品、政策和市场定位等多样化。然而，每种多样化选择增加成本和复杂性。因此明智的适应举措通常涉及限制多样化的种类，以及寻找方式改善任何新变化的效率和效果。例如，公司能设计共同平台，在上面提供本地多样化版本。或者它们还可通过特许经营、合资公司或其他合作形式外化部分成本。

尽管采取更多的适应举措有其合理性，跨国公司也不应自然而然地将之作为最重要的事项——这样做只会削减它们相对于当地对手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公司，通常会根据聚集元素考虑它们的跨国战略。在最经典的案例中，它们投资能够跨国扩大规模的无形技术资产或营销资产。这些优势往往分量足够战胜当地竞争对手的主场优势。聚集的经济逻辑同样适用于在国外市场开设了健康、盈利分支的跨国公司——哪怕有些国家在本土经营成本更高。如果有，公司应该撤出那些盈利率不高的海外市场。



你的全球化选择是？

适应能通过定制适合当地口味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提高收入和市场份额。

聚集能通过扩大地区或全球市场业务，产生规模经济。

套利寻找国家以及地区市场间劳动力成本、税制和其他因素的差价。




再来看套利。相对于需求侧，垂直跨国公司在供给侧的全球化机会近年来多少有些紧缩，但依旧不少。即使在大型新兴市场日渐繁荣的情况下，美国人均GDP还是中国的7倍，印度的33倍。国家间的税制差异依然存在，而且将继续提供套利机会。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资料，从2007年开始国家间的企业税率差量几乎没有改变，打击避税港的进展缓慢。此外，尽管探究这些差异会有道德上的顾虑，但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国家间差异依旧持续存在。

来自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倾向于从套利中获得优势并建立基础——基于国内的低成本，在海外竞争。这一战略继续作为引擎，推动印度的离岸IT服务业——弗里德曼正是以此为灵感写就《世界是平的》，激起了一波对套利战略的兴趣。10多年以后，印度程序员的薪水只是美国程序员的一小部分，削减成本依然是公司选择外包的首要原因。无论是增长还是盈利能力，以印度为中心的最大供应商远超过他们的西方竞争对手。2016年6月，4大印度中心的供应商获得的市场估值比它们的4大西方对手高50%多。

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逐鹿全球领导者时，他们都要加强自身的传统短板。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是套利；对于新进企业而言，是聚集。例如，埃森哲和IBM这类IT业的发达国家在位企业，已经将人力布局到了印度，而印度公司正努力增强它们的品牌和技术能力。

说回GE，伊梅尔特的重返本土战略确实意味着加强适应战略。但GE和很多其他跨国公司一样，无法放弃聚集或套利。GE基于聚集的优势才是真正能让其在170个国家当地市场竞争的支柱。GE55亿美元的研发机器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340亿美元的品牌价值让其无往不利；其闻名遐迩的管理培训项目吸引、培养了人才，其产品、服务和地理条件全都是成就GE巨大跨国聚集潜力的因素。当伊梅尔特谨言慎语时（更多向国外出口，薪资套利是“GE20世纪80年代所为”），套利已在过去几十年中根植于GE，以后很可能继续存在，作为其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对GE的本土化战略最佳的诠释就是：保留聚集作为核心优势，同时弱化之前的套利战略，变得更具适应性。



参与社会

除了在哪里竞争，如何竞争，关于如何参与社会的问题也成为商业领袖日益重视的话题。有史以来，公司在制定有关应对政府、媒体和公众方面战略时，都是事后诸葛（受法律高度监管的行业除外）。正如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马丁·李维斯(Martin Reeves)指出的那样，“很多时候公司发现，政治和宏观经济因素比竞争带来的影响更大。”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英国脱欧引起的汇率变动，政策声明后的股价波动，以及预期内贸易政策变化导致的投资计划变更成本。我还想补充其他一些因素：NGO的崛起、社交媒体的普及以及反全球化情绪的高涨。

公司对这些形势变化能做出的反应有限，原因有几个。首先，反全球化部分也是反大企业。商业的整体声誉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最近一次调查中，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询问美国10种行业中的人对社会安康贡献的多少，商业高管位居倒数第二，仅次于律师。只有24%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觉得商业领袖贡献“很大”。根据2017年埃德曼信任晴雨表（Edelman Trust Barometer），CEO的可信度也降到极点。国民与政府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大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会让公司决定如何分配自己拥有的美誉度资本变得复杂。例如，优步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加入特朗普的商业顾问委员会时，公众形象受到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最常见的建议是，让商业领袖更多站出来探讨社会问题；但这样做并非灵丹妙药。尽管应对如此种种复杂议题很难有简单答案，但根据半全球化法则，我们确实可以得出一条警告和一条建议。警告是：对政府言听计从，来决定公司在哪里经营不再是可持续的战略。跨国企业须制定的政府和社会议程既要本土化，也要联动各个国家。反全球化压力下，跨国公司须为本地创造更多价值，并积极将价值在所在国家传播出去。这样的努力远远不限于创造就业、贡献技术等形式。

当然，向本土化靠得太近也有危险。试想IBM面对德国纳粹政权兴起做出的反应。虽然已经很明显，IBM支持的调查被用于识别、迫害犹太人，IBM没有撤出，而是在纳粹治下寻求发展商机。1937年时任CEO的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被授予了（且接纳了）来自希特勒的“为德意志服务”勋章。人们希望，这样的战略在今天根本不值得考虑。

半全球化法则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建议：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困扰——包括但不限于反全球化情绪，须通过国内政策改革来解决，而非闭关锁国。例如，现在关于全球化的主要控诉之一是，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让发达经济体中的大量人口落后了。在美国，收入不平等最近攀升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而其他发达国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同时企业利润则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从经验来看，这种将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普遍看法并不可取。多数研究表明，和全球化相比，技术进步和（美国的）工会衰落，才是导致不平等的主因。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荷兰的贸易和GDP的比率是美国的6倍，但如果这个国家都能维持更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那么美国责怪全球化造成自身更严重的不平等就讲不通了。即使有人想指责全球化，但很清楚的是，与政府安全网、最低工资上涨、税收政策变化、工作培训项目等等相比，采取保护主义的招数代价要高昂得多。大企业往往不喜欢这类政策，所以如果企业对其表示支持，反响会很强烈。此外，闭关锁国对应对自动化不起任何作用——自动化也是对就业的一大威胁，经常占据关于未来就业辩论的头条。

我在2011年出版的《世界3.0：全球繁荣以及如何实现》一书中，深度分析了人们认为全球化造成的各种危害。（我当时在书中预测，反全球化浪潮比现在要早来几年。）有一些原因是正确的，且影响颇大，比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失衡相关的风险。而多数其他原因，都被证明是对实际国际一体化程度的夸大。例如，国际航运对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仅仅是英国航空乘客在调查中估计的1/10。为应对全球变暖，解决住房或驾驶这些更大排放源要有效得多。我的研究显示，国际上的开放程度与有针对性的国内政策结合起来，能解决全球化带来的这些副作用。

当然，前景和特朗普总统对国内解除管制和国际干预的偏好是相反的。下面我就想说说最后一个观点。我要说的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偏颇，但归根到底是因为大家公认，公司的市场和非市场战略应保持一致。作为跨国企业，积极地支持以下政策并非良策：阻碍贸易和资本流动、降低人口流动性、不认同“公司能在超过一个国家为人民带来幸福安康（哪怕你只在乎股东价值）”这一观点的合法性。长期来看，严重依靠海外采购（例如沃尔玛）的公司，以及那些出口远超进口的公司（例如GE）会从联合反对保护主义的行动中获益。



反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反对大企业。




时任IBM董事长兼CEO的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在2006年《外交事务》经典文章中指出，150年前，跨国公司主要业务是贸易，但到了20世纪初，它们开始投资本土制造业。他还宣布了最近出现的新企业形式——全球整合型企业，因为“国家边境对企业思考或实践的限制越来越少”。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想法过于乐观。但对于那些以跨国巨头企业为己任的人来说，还有一些好消息。第一，跨国企业永远不会向彭预言的那样整合，因此引发全球化倒退所需的改变，不会像人们想的那么大。第二，全球化倒退是否会发生还不明朗。近年来国际上的活动确实有所停滞，但并未大幅跌落。第三，即使全球化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期类似的剧烈倒退，世界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上依旧比20世纪20年代要全球化得多，更不用说和19世纪相比。因此，回到100年以前，或150年以前以贸易为主的跨国公司结构可能性很小。全球化战略和实践远远超出了这些历史模式的预期，倒行逆施对领导者没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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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创新会导致运营复杂度过高、产品数量庞杂，损害公司的盈利。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应遵循三项原则：专注于产品整合而非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直接面对客户和负责运营的部门密切合作；明确定义公司目标并以此指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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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飞利浦（Royal Philips）是荷兰最有价值品牌，长期引领产品创新。但在新千年的第一个10年，飞利浦的营收大降40%，利润全部抹去，市值也大幅缩水。问题出在哪？

问题出在过度创新。2000年代早期，飞利浦管理层通过内部研发和收购，扩展了公司的产品组合，涵盖的产品和服务范围极广。2003年，飞利浦是欧洲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在美国也位列前十。创新领域包括节能灯泡、医用扫描仪、可联网相机、用于车内娱乐系统的芯片组、软件以及产品相关服务。到2011年，飞利浦已涉足超过60个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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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过度创新而疏于管理，将给客户和员工制造障碍，导致运营复杂度过高，损害盈利能力。

		

		三个解决办法

		专注产品整合而非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面对客户的员工及运营部门密切合作；建立能够指导创新决策的总体愿景。

	

	

但由于飞利浦允许不同产品线、不同地点的业务领导者设计独立的产品和客户支持系统，业务复杂度（包括供应链、销售和营销、产品开发和行政管理流程等）显著上升，导致费用大幅增加。复杂性自然也给客户和员工设置了更多障碍。例如，购买医用扫描仪及相关软件和服务的医疗机构，不得不与多名客户经理打交道、处理多张发货单。面对快速出现的超过1万种内部IT应用（其中ERP系统就有60种），员工感到手足无措。由于客户数据散布其中，一线员工无法整体把握客户需求，也难以按统一标准提供服务。

欢迎来到创新的黑暗面。每当客户不得不重复输入信息、从不同部门获得不一致的体验，或必须找多个人才能办好事情，受损害的是企业。每当员工无法获取重要客户信息，或必须等待不同部门不同人的决策和批准，受损害的还是企业。最终，企业甚至可能被毁掉——这几乎就是飞利浦的处境。

客户和一线员工很清楚产品过多可能带来的问题；领导者却往往只看到潜在的益处。我们研究过的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管理层承认，他们“对创新上瘾”。即便管理者能同时看到，本公司部分创新基本没有价值，且客户友好度在下降，他们也看不出二者的关联。成为新产品开拓者、或迅速复制竞争对手产品的欲望，让企业看不到扩展产品组合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公司会评估产品自我竞争的可能性，但很少考虑复杂度上升带来的成本。

为探究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255名资深企业管理者，并与7家公司的72名高管对话，对其所在公司进行深入研究。这7家公司是：DHL Express、IBM、ING Direct西班牙、乐高集团、信安金融集团（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皇家飞利浦和USAA。我们发现，总体来看，产品数量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直接相关，但与客户和员工面对的障碍相关。简言之：向产品组合中引入的创新越多，业务复杂性就越可能损害价值。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应遵循三项原则：专注于产品整合而非产品多样化；确保产品开发团队与直接面对客户和负责运营的部门密切合作；明确定义公司目标并以此指导决策。



正视创新黑暗面

开始处理过度创新带来的问题后，飞利浦很快意识到，必须重塑运营和业务组合。2011年，作为仍在进行中的业务重塑计划的一部分，飞利浦开始搭建全球标准化平台。这个平台称为“greenfield”，包含三大类体系和流程：从创意到市场，即与创新相关的流程；从市场到订单，即与营销和销售相关的流程；从订单到现金，即与财务和后台交付相关的流程。

建立greenfield平台的目的，是显著减少员工和客户面临的障碍。但飞利浦管理层意识到，如果现有产品组合保持不变，这一目标需要数年才能实现。因此，公司开始大幅减少产品种类。2000年，飞利浦业务横跨六大领域：照明、消费电子、家电和个人护理、配件、半导体、医疗系统。公司逐步出售低利润业务，仅保留健康科技（HealthTech，包括医疗和个人消费品）和照明（Lighting）两大业务单元。2016年，飞利浦出售照明业务，完全专注于健康科技。公司最终决定专注于一个业务板块，当然并不只是考虑到运营复杂性带来的障碍；但管理层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飞利浦的转型计划实现了息税及摊销前（EBITA）利润率超过10%的中期目标；2011年以来，公司股价翻番。但和很多公司一样，飞利浦降低复杂度的过程漫长而痛苦。

并非如飞利浦这样多元的公司才会体验创新的黑暗面。20世纪90年代，由于标志性砖块的专利到期，且电脑游戏市场不断扩大，乐高集团开始全力创新。1997年到2004年，乐高的独特砖块种类增加一倍，超过1.2万种。公司还进入电脑游戏、儿童服装和主题公园等新业务领域。随着产品种类增加，乐高的运营复杂度也悄然上升。供应链透明度下降，开始给客户和员工带来障碍。乐高受欢迎的玩具产品开始遭遇断货，有时仅仅是因为500种砖块中的一种缺货。一个国家出现断货时，公司却无法从有多余库存的国家调货，让零售商非常无奈。2004年，乐高已濒临破产。

和飞利浦一样，为解决复杂性损害价值的问题，乐高集团启动了重大业务转型。2004年以来，乐高出售了主题公园业务，并对全球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流程进行了标准化。公司仍在创造新的砖块组合方式，但减少了独特砖块种类。这些举措改善了乐高的盈利和增长状况，并提升了客户和员工的便捷度。



解决复杂性问题

对于损害价值的复杂性，解决方法并不是停止创新。创新对增长至关重要，让企业有能力适应技术和市场的变化。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企业有机会提升产品信息化程度，并提供个性化交互体验。如果无法掌握这类技术，企业的竞争力必然受损。

为确保创新利大于弊，企业必须尽可能减少客户和员工面临的障碍。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创新活动遵循三项原则，因此能消除甚至完全避免创新的负面影响。

专注整合而非多样化。我们的研究显示，与产品多样化不同，产品整合与企业业绩提升存在相关关系，且不会给客户和员工带来困难。产品整合的方式有很多，交叉销售和捆绑销售就是很容易想到的例子。企业还可以增加产品附带的信息量，并提供解决方案服务。我们发现，通过整合客户服务，企业有机会降低复杂度。

金融服务公司USAA为美国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支持。USAA的产品和服务简单易用，且专注于客户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能带来重要财务影响的决定和行动，包括结婚、购房、生育和退伍等。通过重点清晰的产品整合，USAA确保客户在遇到财务问题时寻求帮助，而不是寻找某种收益不确定的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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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黑暗面可能不会立即反映在财务指标中。因此我们建议你评估客户和员工面临的障碍，这可以作为财务表现的先导指标。

为评估本公司的复杂度，请回答下列问题。肯定的答案可能预示复杂度过高。



员工

• 员工是否要使用数个系统或进行手动调整才能完成任务？

• 员工是否要与多人沟通才能完成工作？

• 员工是否很难找到需要的内部专家？

• 员工是否经常必须暂停工作等待上级决策或批准



客户

• 客户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时，是否必须联系不同部门或呼叫中心？

• 客户在线使用不同产品和服务时，是否必须使用不同登录方式？

• 客户与公司沟通或更换渠道时，是否必须重复输入信息？

• 客户面对不同部门得到的体验是否不统一？
（返回原文阅读）





例如，USAA的Auto Circle提供购车支持服务。客户只须打一个电话或在网上操作一次，就能在购买、筹资、保险等整套流程中得到指导。2010年Auto Circle推出前，客户要与USAA的购买服务部门讨论价格、与零售银行部门讨论资金，再从财产和人身保险部门购买保险。现在，Auto Circle涵盖所有流程，并与USAA认证的车行合作，为客户提供协议价。此外，Auto Circle还可根据客户财务状况，针对购车预算提供建议，并提供在线选车工具。USAA的净推荐值高居全球前列——甚至超过亚马逊和苹果。

将产品整合的重要性置于产品多样化之上，这是一个战略选择，但也可能意味着短期内放弃部分新增收入。有些情况下，USAA领导者放弃推出有利可图的新产品，是因为它难以整合到现有产品组合中。我们研究的另一家公司，ING Direct西班牙，由于某种新产品的支持系统过于复杂，将推出时间延后了一年，直到系统完善后才推出该产品。

相比各部门独立创新，着眼整合的创新对内部协作要求更高。但如果企业为提升客户便捷度改进体系和流程，员工通常也会受益。信安金融集团主要为中小企业员工提供退休计划（养老金及401（k））和保险产品。因为小公司通常无力处理复杂产品方案，信安注重提供简便流程和细致服务，而非丰富的产品选择。通过实施简化和标准化，公司可将更多流程自动化，带来更统一的客户体验，并显著提升员工操作便捷度。客服员工和客户面对相同的一体化流程，能够高效解决客户问题。竞争对手大多提供更丰富的产品，但它们的复杂性往往让客户流向信安。

企业可能认为整合式创新关注面太窄，但将不同产品联系起来，可能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机会。过去，飞利浦的医疗业务出售CT扫描仪等大型设备，其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新性能或新设备，而测试和量产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飞利浦健康科技业务将设备与临床决策支持软件、工作流管理等服务结合起来，帮助医疗机构和医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飞利浦放弃了早期可能感兴趣的一些创新机会，但正在探索如何利用新技术和数据共享，帮助人们恢复和保持健康。实际上，专注于产品整合可能让创新提速。虽然经历了一系列战略变化，但2015年，飞利浦再次成为欧洲提交专利申请最多的公司，只是现在，它能在不给客户制造障碍的前提下进行创新。

确保创新团队与业务部门密切合作。按大多数企业的架构设置，负责创新的团队与实际受到创新影响的部门（如客服、运营、人力资源和IT等）是分开的。正是这种分工方式，使得复杂性渗透整个企业而不受控制。

为避开这个陷阱，企业应成立跨部门团队，打破产品开发团队与受创新影响部门的隔离。ING Direct西班牙在新产品开发伊始，就安排IT架构师、客服代表和产品经理密切合作。曾任ING产品和战略执行副总裁的达尼埃尔·雅诺（Daniel Llano）说：“没人会来我的办公室说‘我想推出这个产品’而没先想好新产品对整个银行的影响。”IT、运营和客服部门要负责调整产品要求和特性，确保公司从创新中获益（如营收增长），同时避免增加复杂性。

例如，ING Direct西班牙决定开始提供支票账户服务时，曾担心这项新产品带来的复杂性。特别是，银行须将使用说明、卡片和密码分开寄给新客户，时间跨度达几周。（令很多人失望的是，大部分银行现在仍采取这种做法。）跨部门团队的一位IT员工建议，客户在网上第一次成功验证身份后，可以直接获取密码。这一改变使银行不必多次寄出材料。

跨部门团队还能协助改进端对端流程，从而消除客户和内部员工面临的障碍。决心解决业务复杂性问题后，乐高集团建立若干流程专家网络（PEN），吸收了订单到现金、生产、财务支持、创新和研发等核心部门的领导者。这些人定期会面讨论合作方式，并寻求优化流程。PEN保障组织内部的知识共享，并在业务单元内外搭建桥梁、减少隔阂。很快，这些举措显著提升了公司运营效率。乐高近期的表现证明，一体化流程对于数字创新非常关键。

管理者或许担心，跨部门团队会拖慢创新速度。但乐高的领导者确信，从20人的管理团队到各个PEN，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投入产生了显著回报。公司首席信息官（CIO）告诉我们：“我们会就一项决策或变化讨论很长时间；但当讨论结束，所有人都点头说‘我加入’，我们转眼间就能把事情落实！”

与此相似，飞利浦利用敏捷方法组织工程、销售和IT部门合作，将新数字产品生产、销售和支持系统的复杂度限制在可接受范围。相比传统产品，数字创新到达市场要快得多，因此对复杂性进行早期评估非常重要。跨部门团队可在问题出现前提出警告，终止不能带来价值的产品创新。由于所有相关部门都参与了创新过程，数字产品成型后也能很快上市。

不过，为使跨部门团队的工作取得成效，领导者应确保全公司上下充分了解创新目标。

建立创新愿景。USAA的使命是“维护客户和员工的财务安全”；乐高致力于“启迪开创美好未来”；财捷集团的愿景是“让生活更简单”。这些使命宣言都很宏大，但并不只是口号。它们确立了创新的目标，因此长期看来，对创新乃至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如果企业投身创新但缺乏清晰愿景，就有创新成瘾、为创新而创新的风险。任何创新可能看起来都有吸引力；而清晰的使命才能激励人们为特定目标去创新。

再以USAA为例。过去，这家公司的产品组合较为碎片化。例如，其营收的40%来自汽车保险，但各个产品未能最大程度提升客户的财务安全度。重新考虑公司使命后，管理层意识到，相比选择汽车保险，买车的决定本身对客户经济状况和财务安全影响大得多。如果想为客户的购车选择（或是否买车）提供建议，USAA就必须从头开始参与整个购买流程。

使命宣言还能排除不必要的创新类型，并建立优先级。例如，USAA曾面临选择：将资源用于推出房屋保险产品，还是帮助购房者简化购买流程。领导者最终按“做最有利于客户财务安全的事情”的原则做出决定。USAA期待员工展开讨论：整体而言，哪项投资能让更多客户获益，更有助于完成公司使命。

清晰的公司使命不仅能指导具体产品创新，还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决策。飞利浦巨资投入的数字健康平台（HealthSuite Digital Platform）支持智能设备（健康手表、体重秤、体温计）上传数据，存储用户的血压、心率、体温和体重等数据。该平台能将患者数据与CT扫描仪等设备的诊察结果整合起来，让医护人员全面了解患者健康状况。

创新愿景有效性的试金石，是员工能否用它来区分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和带来复杂性多于价值的创新。



成功经验

曾经依靠创新产品获得增长（或有此打算）的企业，应综合评估运营复杂度——员工完成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客户和你做生意的难度有多大？我们的研究显示，企业应特别关注员工面临的挑战。优秀员工努力不让客户感觉到复杂性的负面影响，但这可能造成巨大消耗，导致员工离开。即便他们留下，不断上升的复杂度最后也可能让辛苦努力白费。为评估复杂性带来的影响，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内部调研。（见边栏《你的公司是否太复杂？》）

坏消息是，如果你决定进行简化和整合，那么这项工作并不容易，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须在组织层面做艰难决定。飞利浦简化了数个最重要的内部流程，并大幅精简业务组合。USAA建立客户体验（Member Experience）部门，要求全部1.2万名面向客户的员工在这个部门工作数年时间。客服代表必须重新接受培训，不同业务线的IT支持系统也要整合进来。USAA还修改了激励体系，加大公司整体业绩的权重。乐高集团则采取了不同做法。为推动整合，乐高将公司划分为三个板块：市场、运营以及称为“业务支持”（Business Enabling）的公司职能部门。企业架构师和IT领导者规定了严格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流程，确保各板块有效协作。

与大多数组织变革一样，业务整合很难一蹴而就，因此企业应注重实验和学习。例如，USAA建立客户体验部门时，由于服务整合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全局决策，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堆积如山。改进决策讨论机制后，执委会的负担减轻，决策进程加快。

尽管变革的过程很艰难，但成功案例充分表明，攻克创新黑暗面会给企业带来显著回报。USAA、信安金融、乐高集团和ING Direct西班牙都在稳定地盈利和增长，且利润率超过所在行业平均水平。因为复杂度并未显著上升，这些公司的增长看来是可持续的。随着USAA推出一系列一体化服务，其客户数在4年中从800万增至1070万，同时利润率从11.2%增至14.2%。2000年代初险些破产后，乐高集团采取的创新举措使其恢复盈利能力，并与美泰争夺全球玩具市场龙头地位。

数字经济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创新空间。有些企业的创新活动改善了客户和员工的体验，持续为业务带来益处；也有些企业在长期看弊大于利的创新上消耗资源。认真评估客户和员工面对的障碍，你将能看清应该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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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把“未来领导者”放到快速发展的业务上并不一定能如预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对很多人来说，被认定为人才反而是祸不是福。结果要么是还没成熟就经历考验，要么拖累进步，成长受阻，业绩也一蹶不振。如何破除“诅咒”，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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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在私募公司工作的时候，熬夜是常有的事，但其中有两次很特殊。一次他在酒吧，当天早些时候他听上司说自己是同辈员工里表现最优秀的，晚上他喝着酒跟竞争对手公司的合伙人聊天，对方问：“你在6个月里完成了两笔交易，对吧？”自从多年以前离开家乡小镇去上大学的那一天起，托马斯一直梦想着这样的时刻。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工作就是为了这种时刻。

第二次是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忙着一次高调IPO相关的工作。负责这个项目的只有他一个人——这类项目是留给公司顶尖人才的快速晋升通道，好让他们迅速晋升为合伙人。不知不觉天亮了，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这一夜干了些什么，虽然电子邮箱和电话记录都展示了他忙碌的通宵工作。稍后，一位神经科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提醒他注意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的危险。“我会在早晨5点去睡觉，7点钟醒来，感到心悸，然后就去工作。”托马斯回忆道，“我从没停下来想一想这样有问题。我告诉自己，就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这样。”

医生提醒后，托马斯暂时放慢了速度，但没多久又恢复了全速运转。他的才能和动力都没有减退，但他失去了目标感。他给公司创造机会做成了一笔价值13亿美元的交易，随后突然辞职，让老板大吃一惊。他表现很好，前途光明，一如既往，但他告诉我们，自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不想退出快速晋升通道，所以不能慢下来。”托马斯受困于公司对自己的期望，但他想要证明自己不会辜负老板的认可，所以并不会挑战这种文化，也不会请求他人帮助。他既感到忙不过来，又觉得没有充分发挥才能，最终得出结论：这家公司不适合自己实现成为领导者的雄心壮志。

我们研究托马斯这样的“未来领导者”20年，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得到机会似乎是好运，却因此遭受痛苦。多数情况下，这些管理者和专业人士表现优异，能够快速学习，得到公司赏识。然而，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往往未能如愿让他们迅速成长为组织领导者，反而促使他们离开公司，亦或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成长受到阻碍，敬业度和工作表现下降。

在这个公司争抢人才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作为人才得到认可成为了一种诅咒。事实的确如此。有志成为领导者的人才为了满足他人期望而勤奋工作，最初令他们显得出类拔萃并投身工作的特质渐渐湮没。他们的行为与他人趋于一致，精力和抱负受到影响。他们可能会开始敷衍工作，也可能像托马斯一样选择逃离。

即使公司大力投资人才发展，高管尽心竭力帮助员工成才，人才也会受到这个诅咒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很久以前，当时本文作者之一珍妮弗曾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位作者杰派罗是某全球MBA项目的心理治疗师。自那时起，我们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各个行业的数百位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对其中很多人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在进行教学、咨询和培训工作时，我们更是遇到了几千个这样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从这些高潜力人才的视角审视人才培养，找到了其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危险信号，以及打破这个诅咒的方式。



人才诅咒的心理机制

组织给某员工提供培养平台，希望这位员工借此得到合伙人地位、高管职位，亦或只是拓宽职业选择。通常在这个时候，诅咒就开始了。当事人起初感到荣幸和感激，但最终会产生怨恨和焦虑——这种感受很难解释，无可辩护。人在面临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确定感，但人才诅咒不同于那种普通的不确定感，它并非来自新挑战，而是植根于自我。

研究证明，理想化和同一化这两种心理机制相结合，对高潜力人才而言是毁灭性的。其他人将他们的才能理想化，对抗公司未来的不确定性，而高潜力人才认同这份才能，自己担负起这种不确定性。托马斯正是如此。早期成功达成几笔交易后，老板和同事开始觉得公司可以在多变的PE世界里依赖他。在很多工作场所，人们赞美有才能者的潜力，有才能者感受到才能带来的重荷，呈现出明显的理想化和同一化。如果未来不如人意，就是有才能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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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内容

		问题

		被当作未来领导者培养的人，往往觉得受困于他人期待，努力让自己显得有价值。有时他们一味迎合组织已有的管理者模板，失去了自己独有的优势。有时他们一走了之，自己失去机会，也让组织失去了人才。

		

		补救

		高潜力人才承担新的责任，面对新的挑战，反复经受“人才诅咒”之苦。不过，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职业发展所需的帮助，在工作中发挥所有才能（不只是“领导才能”），竭尽全力应对当下，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得以成长。



	

高潜力人才的才能逐渐成为他们自身的定义，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未来同样与组织休戚相关。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应该做什么才能确保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这种期望可能被他们自己放大了，但并不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按照公司价值观，要胜任领导职位必须以身作则，绩效反馈和非正式的交流互动也增强了这种期望。

某制造业公司明星员工拉斯在一次领导力研讨会上说：“有一天别人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必须负责转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第二天又说我必须让受到这种转变影响的高管欣赏我。”

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事。一些公司高管想要强势文化和快速改变，有才能的管理者既要推行变革，又要获得反对派的认可，压力很大。这种相互矛盾的目标对人造成损耗。他们对文化和政治暗示很敏感——这正是他们被选为未来领导者的部分原因，因此一旦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就格外容易受影响。

每个机会都会成为一份责任，每个挑战都是一次测验。高潜力人才努力要做尽善尽美的领导者，却抑制了激情和个人特质等当初使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诅咒使得人才管理与其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没能赋权给那些有领导才能的人，反而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迫使他们符合一致的标准，像交保护费一样满足公司的高要求，换取一时的安定。“未来的领导者”变成了“优秀的顺从者”。



三个危险信号

你必须对自己有很高的标准，准备应对额外的审查——有抱负的领导者不会不顾别人的期望。但如果没有防护措施，应对机会和众人期望最终会耗尽你的力气。为了做好防护，须学习辨别和应对以下三个危险的信号。



一. 从单纯地运用才能变成了要证明才能。进入高潜力人才库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得到认可的激动迅速冷却，新的期望造成了压力。这是常有的事。过去的成绩得到认可，未来可能有新的机会，在这个当口，有抱负的领导者常常会把当下看作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为了确保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他们更加精心计算自己展现才能的时机和方式。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为高潜力人才设置培养晋升通道的公司。在一些组织里，高管留意到某些员工的才能，就会埋下隐患。比如劳拉，她原本在读人工智能PhD，中途休学在商业世界小试身手，先是进入一家咨询公司，然后跳槽到某消费品公司的战略部门。一年后，上司的上司赏识劳拉的数据分析能力，于是介绍她为公司某个前景堪忧的产品做数字营销。

“感觉好像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刻。”劳拉告诉我们。她了解数据分析，又有战略方面的经验，非常适合这项工作。她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引荐她的那位高管告诉她，在这个职位上获得成功，“以后在这个行业就一帆风顺了”。压力随之而来。

劳拉随后陷入了超负荷工作的螺旋，急着向所有人（包括自己）展示自己能应付挑战。销量获得了提升，她却感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的付出和成果。她想，或许是还不够出色。她说：“我害怕别人表面上对我和颜悦色，但不敢告诉我，其实我到了瓶颈期，我不行了。”其他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上司和同事习惯了她的才能和沉稳的态度，觉得她不需要帮助。能让她放手去做，大家当然很高兴，赞美她的独立和进取心，却没有意识到她隐藏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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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Carol Dweck）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提出了成绩导向和学习导向的区别。她发现，如果儿童认为自己的智力是固定不变的数值，就容易因为学校作业难而沮丧，迅速放弃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与之相比，认为智力有可塑性的儿童在难题上花的时间更多，将其视为进步的途径。成绩导向的人因失败而难堪，学习导向的人则因失败而受到激励，更加努力。德维克发现，成年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也是同样。

德维克的研究预测，高潜力人才内心放大的期望正是诱发成绩导向的典型因素。虽然劳拉和我们研究的其他很多人并没有放弃高难度任务，也没有停止发展自己的能力，但他们的学习本身成了一种展现成绩的行为，用于证明自己的才能。额外的试验性项目和辅助项目，可以进一步拓展他们的技能，也会让他们的缺点显现，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变成了无法承担的风险。

才能出众的人就是这样沦为庸才的。一位咨询顾问回忆说，在某家全球公司进入合伙人晋升通道后，“我知道自己能成功，于是专注于自己一定能发挥才能的地方。短时间里那样很好，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失去优势。”

属于少数群体的高潜力人才压力更大，因为他们感到有责任成为楷模，为人才常常被埋没的本群体发声。例如在男性主导的高级律师事务所，一位女性初级合伙人进入了股份合伙人晋升通道，思维方式就会改变。“我坚信自己有能力获得一席之地，”她告诉我们，“但我觉得自己完全瘫痪了。我变得非常保守谨慎，因为感觉只要出一点错就会让所有人失望。”她知道自己是其他女性的榜样，顾虑更多。于是她没有扩展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死守着自己一定能做好的领域，只跟已经建立了关系的客户往来。由于发展的新客户数量无法达到股份合伙人的预期标准，她的职业发展慢下来了。

二. 渴望本真却必须打造对外形象。一位最终选择了离职的投资银行家告诉我们，“我总是在聚光灯下，总是在表演，努力做好他们期望的领导者。”虽然他经过努力才得到那个显赫的职位，然而进入快速晋升通道后，他却感到自己消失了。就好像公司强行把他和他的事业心捆绑在一起，用他的话说，“没有人看到真正的我。”

在证明自身才能的压力下，人才势必会关注对外形象。我们来自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同事埃米尼亚·伊巴拉（Herminia Ibarra）在对管理者更替的研究中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多数公司里，顺从组织文化，即遵守公司高层设定的价值观和愿景的人才会升职。因此，虽然许多公司邀请员工在工作中“展现自我”，但成为重点培养对象的人才往往只会展现出被认可的“领导才能”，并感到自己失去了本真。

有些人反感要“假装”获得新的领导能力，伊巴拉提出，其实假装可以帮助他们发掘自身新的潜力。而另一些似乎原本就非常适合某个职位的人，比如数据科学家劳拉，她可以轻松地展现出公司重视的解决问题、运用数据的能力，但这些能力不足以定义她本人。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适合某项职能，如果一直只展现自己的某个方面，就会因此变得扁平化，受其限制。劳拉正是如此。只表现出自己被公司需求的部分特质，让她感到失去了自主权和自发性。

劳拉像每个受困于此种处境的人一样考虑过离开，幻想着换了工作可以“自由展现自我”。在与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杰克·伍德（Jack Wood）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对一组MBA学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近半数参与者表示，读MBA这一举动属于类似的逃离行为。他们希望商学院能提供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发现自我、恢复自我。

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在其经典研究中提出了具有争议性的“天才儿童的悲剧”。她说，聪明且求知欲旺盛的孩子往往学着隐藏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以满足溺爱他们的父母的期望。时间一长，他们就变得不了解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米勒记录的这种空虚和疏离感，正与我们在高潜力管理者中发现的感受相似：才能得到认可，反而导致他们失去了才能，这似乎是个悖论。他们的才能依然存在，但却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情感疏离的、苛刻的组织“父母”。



三. 推迟有意义的工作。如果人才感到受困于组织期望，期待着忍受这种困境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当下”对他们而言就失去了意义。他们开始将恢复和展现自我的希望放在未来，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自由地说出想说的话，与他人坦诚地建立联系，顺应内心，按照自己的意愿领导他人。

一些人只会等待这种麻木感消退。还有一部分人想象着离开这个环境之后要做什么——他们只敢跟几个信得过的朋友说，担心那样的美梦也被劫持。这种现象可以归为荣格学派分析师赫尔顿·贝恩斯（H.G. Baynes）提出的“临时生活症”（neurosis of the provisional life）：如果成长中的领导者认为目前的工作是为将来的机会做准备，就会把未来的工作想象得更加有意义得多。“将来的自己”变得比“现在的自己”更加重要。“当下”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不再竭尽全力。

一心记挂着未来，不再全力投入现在的工作，人才诅咒彻底降临。这时候的高潜力人才显得似乎在埋头工作，但并没有真正沉浸其中。如果人才继续将眼前的工作视为虚无，就连离职也无济于事。上文提到的研究中，为了寻求安宁而选择MBA项目的人们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自己怨恨的局面，努力满足期望并幻想着逃离。“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想离开，”一位参与者说，“不想告诉任何人，独自离开。”

另一位参与者说，自己开始回头质疑过去的选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得到的工作可以说是全班都羡慕，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那份工作很体面，我从来没有真正好好想过那是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他一直想转变状态。他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但在他的想象中，去哪里都比现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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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向我们讲述她的经历时说过，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当上COO，紧接着就考虑回去读完PhD。她在事业发展中考虑每一步，似乎都要克服逃离的念头。她想放弃自己擅长的工作，离开重视她的公司，去寻求自我。



打破人才诅咒

人才诅咒会阻碍高潜力人才的个人成长、敬业度和职业发展，但是可以破除。我们推荐以下三个步骤：



一. 掌握你的才能，不要被其掌控。一旦才能成了你的标识，对才能的挑战（学习应对新问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挑战）就像是对自我的挑战。劳拉说，一位同事质疑她的能力，她觉得“直击内心”。一味迎合所有人（包括你自己）的期望并非良策，你只会盲目地去做自己认为别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忽视所有期望也不行，最轻微的后果是别人觉得你叛逆。我们建议，要留意你自己需要的和其他人想要的，但不要让这两者消耗你。

为了达到这种平衡，通常要学习接受帮助，不要独自承担，即使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帮助也要接受。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高管教练迈克尔·桑松（Michael Sanson）向客户强调：“高潜力人才意识到，自己不是要比别人做到更多，而是要与别人一起做到更多，这时候就会发生关键的转变。”他解释说，有时候人们抵触反馈和训练，因为觉得这些东西承载着更多的期待。如果能将之视为提供支持的来源，而不是评判，他们就能更好地倾听、更快地学习，继而提升表现，成长为领导者。



二. 在工作中展现全部的自我，不要只展示最好的部分。我们都愿意表现自己闪光的部分，如果我们自己重视这些方面，别人也欣赏这些方面，那就更是如此。但我们最优秀的才能往往源自伤害和嘲讽，来自自身不那么温和顺从的部分。决心往往源自不安，创意来自焦虑，复原力来自我们经历过的不肯与人同道的挑战。富有同理心（所以人缘很好）的管理者有时会被情感淹没。不要对抗这些较为负面的才能来源，要学着疏导。

上文提到的托马斯转行进入了人才管理领域。他将自己的商业头脑带进了新的工作，但也对组织如何协助和妨碍员工成长有着深刻的个人理解，反之亦然。他在上一家公司努力求发展的直接经验，使他有能力帮助其他人发展，取得成功。他不再只是有才能，还有了目标感，重新恢复了活力。



三．重视当下。这是打破诅咒最重要的一步。问问自己：如果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时刻呢？如果当下的工作不是垫脚石，而是目的，那会怎样？你必须投入自己现在的工作，赋予其意义，才能从经验中得到成长。

把你面对的期待、压力和怀疑当作是所有领导者都会面对的东西。那些不是对领导力的检验，而是领导本身的特质。如果你证明了自己的才能，它们也不会消失，只会加剧。所以，现在就要收集你需要的资源，准备好长期应对它们。而且要接受，即使有了大量资源，领导也始终是需要勇气的事情。某跨国公司前人才管理负责人梅特·斯图尔（Mette Stuhr）曾为世界各地许多高潜力人才做过培训，他说：“假如你想等待安全的时机才开口，那你是等不到的。”



必经之路

尽管人才诅咒会带来诸多痛苦和危机，却是人才发展的必经之路。打破诅咒，是学习领导的重要部分。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高潜力人才必须反复经历，才能得到成长，承担新的职责。

回到劳拉的例子：一次团建活动中，她终于下定决心，承认自己在考虑离开。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她解释说，自己所在部门的结构使得自己和两个同事间产生了摩擦。令她吃惊的是，这一番原本是告别演讲的话反而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劳拉说出自己的忧虑，得到了回报。团队结构有了改变，她留下来了。

之后不久，劳拉得到一个更重要的职位，领导5位管理者组成的团队，下面还有52名员工。她先是觉得受到了鼓舞，因为这个职位对整个公司都有影响，但随后就产生了新的疑虑。这一次她仍然没有向他人请求援助。上任6个月后，她还是没去谈自己的待遇。“我得到了很好的工作，”她说，“如果我担心合同、薪水之类的问题，他们会怎么想？”她要维持自己积极热忱的形象，无法去争取自己需要的资源。“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怎么能再接着提要求？”她说，“我应该感激。”

机会又一次成了负担，劳拉为此感到伤心，疲惫不堪。这并不是她的上司和组织的本意。把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位负责且有抱负的年轻管理者，组织和上司都很满意。他们没有恶意地取消支持，但也没有鼓励劳拉寻求帮助。他们没有劝劳拉轻松一点，也没有告诉她，不用指望所有事情都做好。如此一来，他们让她在不恰当的工作方式上越走越远。

所以我们要提出最后一点：组织也应当尽到努力打破诅咒。别再把有才能的年轻管理者称为“未来领导者”，因为这样会促使他们循规蹈矩、规避风险，放弃自己的独特性。不要再提出升职的承诺，给他们压上太多责任。应当给他们留下空间，改变其他人对他们的单一印象。这样会缓解年轻管理者感受到的必须证明自己才能的压力，让他们更好地发挥才能、投入工作，进而成长为更好的领导者。

归根结底，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他们领导。学习领导的最佳方式，是在当下接受帮助。



[image: ]


珍妮弗·派崔列是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组织行为学助理教授。杰派罗·派崔列是INSEAD组织行为学副教授。两位作者同在INSEAD MBA项目执教，并指导管理加速项目，通过领导力发展研讨会传授经验，为全球公司培养新的领导者。







	特写 Feature

	

	超职场时代的崛起

	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 |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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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组织和工作会是什么样子？那将是一个超职场时代：自由职业者崛起，企业将变成由全职员工和（来自平台的非全职性）自由工作者组成的混合体。新时代需要HR管理转变思维模式，更好地拆解工作，发掘工作中人的不可替代性，然后提升人的工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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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波士顿大学教授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首次提出了职业指导理论。100多年过去了，职业生涯管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明显的是：职业生涯的管理已经由组织管理转向个人负责。而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本身的改变。凯文·凯利曾预言：未来世界部分工作将要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意味着现在人人羡慕的工作，过几年可能就不存在了；那些所谓的朝阳产业，也可能是昙花一现。未来的工作会有哪些变化？面对这种情况，管理者需要怎样调整？我们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未来的工作》（Lead the work）一书针对这些问题，分析了传统雇员社会即将消失的趋势，提出了领导者不仅需要管理员工，还必须引领工作。作者从公司组织和管理者的角度给出了引领工作的决策框架，用三个基本要素——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和回报方式来定位工作方式和指导决策。未来职场的变化将彻底改变HR行业的方方面面，HR管理系统需要重构。本刊采访了该书的作者之一，韦莱韬悦人才与奖酬业务全球投资委员会董事总经理瑞文·杰苏萨森（Ravin Jesuthasan），就“未来的工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



传统雇佣社会已逝

HBR中文版：你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瑞文·杰苏萨森：4年前，有个客户找到我，说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那是一家以世界级服务闻名的金融公司。客户在网点或打电话给呼叫中心，都能够获得顶级服务。但公司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数字技术。这种情况下，如何将公司、合作伙伴以及未来的P2P金融信用与客户群接合？如何建立新的能力？要收购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吗？还是雇用从来没用过的人才，比如数字人才？

韦莱韬悦给出的建议是，把工作拆解。将核心开发工作交给人才平台，比如Upwork、Top coder。将系统迁移工作交给第三方，将项目管理交给世界顶级的项目经理，因为他们了解技术的迁移与实施。这些超出雇佣关系的思考方式，让工作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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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工作本身发生了改变，为工作提供的资源和选择太多了。如果公司想用合理的价格获得最佳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关注工作本身了，传统的雇佣社会结束了。



HBR中文版：传统雇佣社会结束有哪些标志性事件？

瑞文·杰苏萨森：我不认为哪个单独的事件导致了新雇佣时代的到来，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回顾几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了我们现在认知的工作，工作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人们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工作，比如生产制造流程。而且这是最便宜的方式。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些企业，比如耐克，开始拆解工作的流程。将设计、市场营销与制造、物流分离，开始采用外包的方式。公司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必完成全价值链中所有的工作。可以将部分工作拆解出去，用更佳或更便宜的方式完成。

今天，随着优步化（Uberization，指起源于优步出租车服务的商业模式。把现有工作与服务转化为分离的任务，按照需求设计任务），公司进一步发现，用工作（job）的方式完成任务（work），不一定永远是对的。对于很多类型的任务，用职业的方式完成不是最佳选择。一份工作成本太高、风险太大、无法提供实用的技能。所以需要些别的方法，也许是用平台上的人才、自动化，尤其是机器人。



新雇佣时代来临

HBR中文版：在随之而来的新雇佣时代，组织会变得更松散？

瑞文·杰苏萨森：我不会用松散这个词。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组织，更像是任务的生态系统，没有传统组织的边界、管理层与员工间没有正式的关系。这个生态系统由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组成，共同完成任务。



HBR中文版：这些变化给HR管理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瑞文·杰苏萨森：HR管理需要转变思维模式，更好地拆解工作，发掘工作中人的不可替代性，然后提升人的工作价值。以前HR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好雇佣关系，做好薪酬、员工关系和人才储备。是用人才去匹配业务需求。现在HR需要更懂得工作如何组合，某些工作选择哪种模式完成。到底是用员工完成、使用外部的人才平台完成，用外包的方式，还是选择其他方式。

而管理者要思考的不仅是“全职工作还是其他工作方式”二选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最佳方式实现各种工作要素的创造性组合以实现企业目标”的问题。

至于怎么选择，则须考虑速度、成本和风险三个要素。首先，企业是否已经具备应对快速提升与变化的能力；其次，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人才结构和成本也是企业必须思考的；最后，如何更好地平衡风险，在更快提升能力的同时，将风险可控。HR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才能配合企业去做更多的转型和改变。



HBR中文版：具体到招聘和任用外部人才，HR工作应该如何调整？

瑞文·杰苏萨森：在招聘环节，HR往往遵循一定流程。他们最需培养的一项技能是，不要想是为某一职位找到合适的员工，而是分析该职位，区分出其中的常规工作与非常规的部分、区分关系型（relationship）与交易型（transactional）的部分。然后把所有常规工作交给机器完成，非常规工作组成一个职位的工作内容，让某些擅长同理心、关系管理和创新的人来完成。HR管理需要思考，通过拆解工作的方法完成工作，是否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培养持续被需要的技能

HBR中文版：当员工存在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时，公司还应该继续在他们身上进行投入吗？

瑞文·杰苏萨森：这又回到了价值主张的概念。我认为HR需要继续投资员工，但投资与回报的方式已经大不同了。给员工安全感不再是保证他们退休前持续有收入，而是确保他们会持续被雇用。现在对员工的投资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一年或几年后做出贡献。更是要确保，他们在这里学到的技能可以用到下一份工作中。所以，就算有人决定离开公司，还会有人加入公司，因为他们知道这家公司会善待他们，就算这里的工作不再合适，他们也准备好为别人工作了。



HBR中文版：用这种方式提高员工的敬业度？

瑞文·杰苏萨森：是的。现在你要跟员工说的是，我不能保证给你一份退休计划，也不能保证你的这份工作能再干30年。但我能确保你的技能会持续被需要、你会始终与商业世界密切相关，你会有新的机会。



HBR中文版：所以从好学校毕业、找到一份能长期从事的好工作，这种方式行不通了吗？

瑞文·杰苏萨森：这是这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的心态必须改变。孩子们应当意识到全职稳定工作既毫无意义又毫无必要。因为不再是学习—工作—退休，而是学习—工作—学习成为循环。原来30年一变的工作会变为5或10年一变。而且需要去相近的其他领域再培训。即使机器人进入了新闻业，他也无法将多个采访对象的不同话题融在一起，写出高质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所以，我们如何在机器承担基础工作的前提下，更好发挥人的技能，这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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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这意味着教育应该有所改变？

瑞文·杰苏萨森：毫无疑问。教育系统不得不做出巨大改变。现阶段，我们花费很多时间教孩子们掌握技巧型技能，而非如何学习。他们需要掌握的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结束了。在未来，除非持续学习，否则赚钱的能力会渐渐消失。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与牛津大学等学校合作，他们的学生都非常聪明。但诀窍是，教他们如何学习、教他们真正的人类技能，并使用Lynda.com（世界最大在线教育资源平台，2015年被领英收购）等进行学习。通过在线教育平台的技能培训，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成为安卓程序员。我们的孩子不再需要为了成为数据科学家而进入好大学。他们须学习如何开发真正的人类技能，比如创新、写作和带感情地沟通等等。



HBR中文版：书名《未来的工作》（Lead the work）为什么使用“lead”引领这一词？

瑞文·杰苏萨森：使用引领一词，是因为我们想知道HR管理者与商业领袖如何看待领导力与管理。这本书是关于领导团队、引领员工与生态系统所需的新技能之间的矛盾。管理者首先必须明确认识须完成的工作，然后才能决定是给内部员工还是由外部资源完成。

实际上，出版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自动化和自由职业者等新兴手段在出版业已经有些时间了。比如，一本杂志的编辑管理着一些员工、作家和自由职业者。还用一些技术手段帮助处理文章的某些常规内容。所以，一个成功的编辑，必须接触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并且了解某款产品要如何使用合适的内部人才、自由职业者以及正确的技术手段。通过管理，如何让这一组合以合适的速度、成本和风险生产对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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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撰写新闻等任务（work）本身没变，只是被重新分配了？

瑞文·杰苏萨森：对也不对。自动化能够传递信息，机器甚至能够撰写新闻。但这个新闻没有人情味，基本上就是报道事实。它无法传递感情或语境，而人是能够给一篇文章带来很多东西的。第一个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的领域是体育新闻，因为只要有一场比赛，机器就可以写出两三段相关的内容。某人得了多少分、某人有几次篮板球，这些都是陈述事实，很容易做到。但机器无法表达比赛背后的情感故事（比如连赢三场的喜悦、某个运动员摔断了腿），读者无法产生情感共鸣。

如果使用机器能够使常规的部分工作更便宜，就能让人才把精力放在撰写世界一流的报道中，这些报道体现了人的价值。编辑须判断哪些新闻可以使用机器、哪些新闻需要深度报道，因为人们并不想只得到“叙利亚战争今天死了5个人”这种冷冰冰的信息。其实，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了包括数据、人工智能等时髦的工作或任务，对于已有的任务也有了新的情境。这些在10年前可能不存在。



未来工作与机器人

HBR中文版：你书中提到了许多技术手段，机器会是人类的巨大威胁吗？

瑞文·杰苏萨森：短期来看，自动化会造成很多破坏。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自动化只会影响任务中的部分工作，而非整个任务。但对出租车司机来说，驾驶汽车就是他们的全部任务，所以无人驾驶汽车会取代司机。但是，自动化也会创造一系列全新的工作，比如指导无人驾驶汽车进行学习的工作，负责改造基础设施的工作（无人驾驶汽车与信号灯、GPS、高速公路系统的连接匹配）等等，使汽车不仅仅是关于驾驶、更关于高效智慧的联动。对于社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对那些失去工作的司机进行再培训。开车的人擅长的其他工作是什么？如何把他们的长处迁移到新的工作种类中？



HBR中文版：某些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人才，甚至对员工离职进行预测。这些会是未来人才管理的趋势吗？它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瑞文·杰苏萨森：我认为这类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的洞察非常有用。在这之前，预估分析没有科学依据，管理人员不知道谁会辞职。他们不知道“辞职的征兆”是什么，无法发现员工正在脱离组织等等。面对高流动性的员工，管理人员仍然须管理员工关系、保持同理心和领导力风格等等。技术手段给出的“警告”会让管理人员做出更好的决定，在信息的基础上运用人类智慧。比如说，提供定制的轮岗机会，而非标准的轮岗项目。



HBR中文版: 我猜员工不喜欢这种技术，有人会希望自己想离职的心思被领导知道吗？

瑞文·杰苏萨森：作为员工，你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尽可能贡献力量。当然，如果你为更好的选择跳槽，你可能不会喜欢这类技术。但如果你跳槽的原因是团队不好、上司不理解、或是薪资不满意等等，这些事情需要公司做改进。通过运用这些技术，公司可以确保自己没有把员工往外“推”。员工因为更好的选择离职，这很正常。但他们为公司服务时，公司要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一切支持，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认可与关注。如果我有这些新技术，我能更专注于不同员工的需求。



HBR中文版：你认为有哪些企业在这些方面表现优异？

瑞文·杰苏萨森：一般来说，高科技行业表现更好。因为它们习惯于在短时间内应对大量的改变，HR习惯于不再把员工当作完成任务的唯一选择，他们熟悉自动化、代理机构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方式。



HBR中文版： 你对中国公司的了解如何？新雇佣关系转变对中国企业有哪些特殊性？

瑞文·杰苏萨森：我认为这对中国企业没什么不同。它们想要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想要持续创新，这跟美国公司没什么区别。我也不认为中国企业的选择会受限。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资源和选择也很多。以机器人为例，全球35%的机器人模式来自中国。所以在这方面，中国的投资速度不比其他国家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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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琦菁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特写 Feature

	

	海尔模式战略重思

	“人单合一”
颠覆式经营

	曹仰锋丨文 李剑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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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搭建理念、孵养和运营三个相互支持与相互融合的体系，海尔新的管理模式逐渐演变成一个创业平台生态圈，海尔未来要经营的是“创业企业”，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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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球家电巨头海尔集团开始了一场“颠覆式自我革命”，这次变革的核心目的是重构组织管理模式，探索互联网时代大型企业管理的新模式。海尔将其独创的模式称之为“人单合一”共创共赢模式，这种模式从一开始便饱受争议，质疑不仅仅来自海尔内部，也来自海尔外部，因为它挑战的是100多年以来传统的管理理论，它要将传统的官僚式企业“分解”成更具活力的创业小微企业。这场变革的难度也大大超出变革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海尔董事局主席张瑞敏—自己的估计，他常常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描述自己的心态，并将变革比喻成“在飞行中给飞机换引擎”，稍有不慎，便可能机毁人亡。

从2005年到2017年，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历经了10多年的创新和迭代，把海尔从传统、封闭的家电制造企业转型为开放互联的平台型企业。尽管张瑞敏并不认为海尔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从海尔近10年所取得的业绩来看，海尔转型已经取得很大成效：2017年海尔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占全球的10.3%，8年蝉联全球第一；2017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016亿元，近10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6.1％；2017年集团利润达到203亿元，近10年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30.6％，利润复合增长是收入复合增长的5倍。

更重要的是，海尔创造“平台+小微”创业模式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截止到2016年底，海尔内部已进行融资的小微企业达到35个，其中有16个小微企业估值过亿元；在海尔创业平台上已聚集3600家创业孵化资源，1333家风险投资机构，创投基金规模达到120多亿元。

从2006年开始，笔者利用10余年时间，跟踪研究海尔人单合一共创共赢模式的演变。本文以海尔集团的组织变革历程为线索，揭示了什么是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它包含哪些核心要素？海尔如何通过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来构建平台创业生态圈？



创客与用户合一

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深受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的影响。在《距离已经消失》这篇文章中，张瑞敏写道：“彼得·德鲁克曾说过，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合理的定义：创造顾客。在过去创建海尔集团的25年里，我们谨记这一至理名言。”

人单合一共创共赢管理模式，本质上全面回答了彼得·德鲁克提出的4个经典管理问题：1、谁是企业的顾客？2、什么是顾客认可的价值？3、企业的经营战略是否匹配顾客的价值？4、从顾客那里获得的价值是什么？

因此，“人单合一”管理模式须认真体悟这4个关键字。

首先是“人”。人是管理的起点，也是一切管理的前提，正如张瑞敏所说“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从海尔人单合一变革过程来看，核心其实就是变革人、发展人，挖掘每名员工的活力和潜力。“人”的概念并不是仅仅指海尔内部的员工，海尔已经建立全球人才生态链，这里的人也包括海尔外部具有创业精神的人，即“全球创客”。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对“人”在管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义，从传统的“被动执行者”转变为“自我管理和自我创业”，因此“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是海尔推动此次变革的终极目标。

其次是“单”。单就是“全球用户”，体现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其中分为三个层级：用户需求、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第一是识别用户个性化需求，第二将用户需求转化为用户价值，最后用户根据其获得的价值“付薪”。创业的本质就是识别创业机会并将创业机会转化成顾客认可的价值，从而满足顾客需求，所以单的核心是用户价值，只有对顾客有价值的，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单。衡量单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创造顾客价值的大小，给顾客创造的价值越大，单的质量就越高，单自身的价值也就越大。

第三是“合”。合即是迈克尔·波特和特杰克·特劳特等人所强调的匹配原则，也就是彼得·德鲁克所说的消除距离。在人单合一中，“合”有三种形式，即三种匹配模式。一是把每个创客的创业机会和顾客的需求、价值匹配起来，消除创客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和顾客的距离越近，就越能识别顾客需求，就越能够创造出顾客认可的价值；二是把“单”的大小，即机会和目标的大小与资源匹配起来，承接的单越大，所获得的资源和支持就越多；三是把每名创客所创造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匹配起来，完成“单”的价值越大，个人得到的报酬和利益就越多，这在本质上就是“用户付薪”。

第四是“一”。孔子称自己的哲学是“以一贯之”，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也是“以一贯之”，这个“一”的意思就是“企业即人，人即企业”。“人”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主线，所以，可以说是“以人贯之”。即张瑞敏所提出的“人单不二”。简言之，人单合一就是“创客与用户合一”。



新模式9大要素

人单合一是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是一系列要素的组合。管理模式是以管理哲学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一套管理系统。管理模式至少应该包含三类基本要素：管理体系、管理平台和管理哲学。其中，管理体系主要包括管理工具，它属于运行层面，也是管理模式中比较容易模仿和复制的；管理平台是运行的基础，往往隐藏在管理体系的后面，不易被发现，也不易被模仿；管理哲学则是管理模式的“灵魂”，和企业创始人的价值和经营理念有关，是管理模式中最不能复制和模仿的。大多数管理模式中的管理哲学都和人有关，因为任何管理模式都不能忽略人的因素，其本质就是释放人的活力。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共包括9个核心要素，分为3个基本层次（见边栏《人单合一管理模式9个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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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次为运营体系，主要包括4大要素：①全球创客，②用户需求，③用户价值和④用户付薪，它们分别位于4个不同的象限。

第二个层次为平台体系，主要包括：⑤孵养平台，⑥产业平台，⑦基石平台和⑧交易平台等4个核心要素，这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共享平台。

第三个层次是经营哲学，包括第⑨企业即人，这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灵魂”。

1.运营体系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体系共包括全球创客、用户需求、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4个基本要素。

要素1：全球创客。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组织中对员工的定义，其转型为一个向全社会开放的孵化平台，全球的创客都可以到海尔平台上进行创业。

要素2：用户需求。创业理论指出，创业离不开创业者，创业是创业者识别、发现或者创造机会的过程，也是创业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须从识别顾客潜在的需求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将潜在需求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利用用户资源创新商业模式。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小微企业是创客们将创业机会转化成顾客价值和实现梦想的载体。

要素3：用户价值。用户价值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首驱力，因此为用户创造价值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运行的“目的”，是整个模式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小微企业的战略目标。海尔集团强调，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识别并满足顾客价值，这也是小微企业的价值所在。

要素4：用户付薪。第四个要素是经营成果的分享机制，其中用户付薪是最为重要的机制。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经营的结果直接落实到每个创客身上，核心原则是“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增值我分享”。用户付薪表体现了“合一”的理念，根据用户价值完成情况确定小微企业和创客们的薪酬，把创客的报酬与他为顾客创造的价值紧密结合，是创客自我经营的最终结果，体现了创客自主运营、自负盈亏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出，运营体系中的4个要素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存在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单独发挥作用，4个要素构成了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交互式运营体系。这一个运营体系充分体现了管理学中“匹配原则”，共包含4种匹配关系。

首先，“全球创客”和 “用户需求”之间存在匹配关系，这种关系可称之为“价值识别”，即创客的创业机会与用户需求的匹配，这种匹配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机遇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发展的机会需要有双创精神的人才来匹配。

“用户需求”和“用户价值”的匹配关系可称之为“价值共创”，用户需求孕育创业机会，回答创业方向是什么，解决“知”的问题，而用户价值则体现为将创业机会转化成用户认可的价值，即将机会转化为经营成果，是“行”的结果。

“用户价值”和“用户付薪”的关系为“价值体验”，创业机会和用户需求只是假设的“单”，只有通过创造用户价值才能够将“单”完成。借助用户对价值的全流程体验，转化成价值和结果的“单”才是付酬的依据，即用户付薪。反之，创客获得的报酬多少又会影响“单”的执行。如果小微企业和创客最终的报酬没有达到预酬的标准，就会促使创客们反思问题，寻找差距，进而寻找新的创业机会。

“用户付薪”和“全球创客”之间的关系为“价值共赢”，即一流的创客获得一流的报酬，反之，一流的报酬又会吸引一流的创客加入小微企业，二者良性互动形成了开放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在人单合一管理模式运营体系各要素之间，全球创客是“本”，小微企业是创客们实现梦想的载体，用户价值是创业机会实现的经营成果，用户付薪是对小微企业及创客转化创业机会和创造用户价值的认可。4个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推动了每个小微企业“自运转”。

2.共享平台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平台共包括孵养平台、产业平台、基石平台和交易平台等4个核心要素。前两个平台的功能是价值共创，后两个平台的功能是价值共赢。

要素5：孵养平台。孵养平台的核心机制是“创客机制”。同时也搭建了海创汇，它是海尔的孵化平台，它的使命是“让创客享受一站式服务”，在这一使命的指引下，海创汇不仅精心设计了创客服务、创客工厂、创客金融、创客学院、创客空间和创客渠道6大功能，而且为创客们搭建了创业服务线上平台，创客们可以通过“一键式”操作直接联系到各类服务资源，非常便捷。

要素6：产业平台。海尔围绕着“智慧生活”构建了白电转型平台、投资孵化平台、金融控股平台、地产产业平台和文化产业平台等5大产业平台。

要素7：基石平台。海尔自主研发的COSMO平台是海尔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基石平台，该平台有3个特点：即用户全流程参与大规模定制体验；全要素互联互通；开放、共创、共赢的诚信生态。COSMO平台是在互联工厂模式的核心基础上，将互联工厂简化、软化和云化，形成了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社群经济诚信新工业生态，形成了全球引领的中国版工业互联网平台。

要素8：交易平台。海尔独创了“三店合一”体系，即线上商店、线下体验店和微店，让用户全流程体验价值和进行交易。

总之，孵养平台、产业平台、基石平台和交易平台为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运营体系提供了坚实支持，它们构成小微企业运营的共享平台。

3.经营哲学

经营企业不能没有哲学。纵观在全球范围得以广泛传播和推广的卓越管理模式，比如福特的科学管理模式、丰田的精益管理模式等，它们共同特质是都有其独特的经营哲学，这种经营哲学是管理模式之灵魂。

海尔的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亦不例外，其经营哲学构成了管理模式的要素9――企业即人。

“企业即人，人即企业”是张瑞敏所奉行的经营之道。企，止于人。人止了，企业就停止了。企业，不就是“人之业”吗？从本质上来说，平台企业就是让有共同梦想的人在一起建功立业的场所。海尔之所以能转型为平台企业，其根本的动力就是来自“企业即人”的经营理念。

因此，“企业即人”是海尔在“毫微秒”时代能够快速创新的制胜密码，其核心思想是建立开放式的全球人才生态链，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CEO，让每个创客和市场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与用户的互动中产生创新。进而通过每个员工的“微创新”带动海尔整体的“颠覆式创新”。

以上从运营体系、运营环境和经营哲学等三个方面对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所包含的9个要素进行了简要介绍。为了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借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1973年提出来的“冰山模型”来进一步诠释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以“冰山模型”来解释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运营体系中所包括的4大要素①全球创客、②用户需求、③用户价值和④用户付薪属于“冰山的上部”，是人单合一管理模式中的外在表现，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也是相对容易模仿和学习的；运营平台所包括的4大要素――⑤孵养平台、⑥产业平台、⑦基石平台和⑧交易平台则属于“冰山的中部”，这些要素或明或暗，不易观察，不易学习和模仿；而经营哲学所包括的⑨企业即人则完全属于深藏的“冰山的下部”，最难观察，最难以衡量，也最难以学习和模仿，但它是整个人单合一模式的哲学基础和灵魂。



构建平台创业生态圈

海尔致力于在全球构建人才生态圈，全面开放自己的组织边界，其目的是什么呢？国际管理学会（AOM，Academy of Management）终身院士暨前主席、全球著名战略管理专家陈明哲教授认为，海尔正在构建一个为“集体创业家” （Collective Entrepreneurs）提供增值服务的平台型企业。

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升级演变过程，逐步从一个“运营管理” 模式变革成为“平台型企业”的管理模式，“平台+创客”是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本质所在，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自主创业的平台，践行其创业创新文化，能够让每个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进行自主创业。

创业是一个过程，始于市场上的“潜在的需求”，终于“实现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潜在的需求是一种创业的启动资源，创业者须据此识别、发现或者创造市场机会，并通过一系列创新手段，例如商业模式创新，来创造独特而新颖的需求价值，将市场上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从而满足市场的需求，进而让创业者自己获得回报。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多年的实践，张瑞敏已经逐步将海尔锤炼成为一个“集体创业家平台”，而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则演变成为一个创业平台模式，它包括一个主题、两个功能和三个体系等内容（见边栏《海尔平台创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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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

海尔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的主题是“人和机会的匹配”，即创业者和创业机会的匹配。从创业理论层面上来理解人单合一，其本质就是“人和机会”的合一（People-Opportunity）。

2、功能

从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的功能上来看，它有两个主要功能：创业机会的识别和创造（Opportunitity Creation）和创业机会的转化和实现（Opportunitity Capture）。前者聚焦于创业者如何把市场上的潜在需求转化和升级为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从而识别、发现或者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后者则强调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制度安排、创新策略等将战略机会进行转化，从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3、体系

人单合一创业平台模式包括三个体系：理念体系、“孵养”体系和运营体系，而在每一个层次的体系中，“人”“单”的含义和内容都有所不同。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从第1个要素“全球创客”开始，一直到第9个要素“企业即人”结束，对每一个要素的含义及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创业和创新理论，从“理念体系”开始，到“孵养体系”，再到“运营体系”，进一步诠释海尔的“平台模式”。

• 理念体系。“人人都是CEO”，是创业平台模式的经营理念。在这里，CEO（首席执行官）和“创业者”的含义基本相同。它既暗示每一个人都有创业的动机和冲动，都有机会成为创业家；又暗示企业须创造一种机制和环境，为每个人成为创业家提供平等的机会。

创业理论指出，创业离不开创业者，创业是创业者识别、发现或者创造机会的过程，也是创业家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须从识别顾客潜在的需求开始，并在此基础上将潜在的需求转化成或者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创新商业模式。所以，在理念体系中，人单合一中的“人”是指“创业者”，“单”则是“创业机会”。

创业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张瑞敏坚持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实现自我价值是驱动每个一个人进步的最为核心的动力。海尔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正是要为每一个有创业梦想人提供自我实现的平台，通过机制的设计为每一人提供平等的创业机会。

为此，从2013年开始，海尔把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的变革推向纵深，在战略、组织、员工、用户、薪酬和管理6个方面进行了颠覆性探索，打造出一个动态循环体系，加速推进互联网转型。在战略上，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共创共赢生态圈，实现生态圈中各攸关方的共赢增值；在组织上，变传统的自我封闭到开放的互联网节点，颠覆科层制为网状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员工从雇佣者、执行者转变为创业者、动态合伙人，目的是要构建社群最佳体验生态圈，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薪酬机制上，将“企业付薪”变为“用户付薪”，驱动员工转型为真正的创业者，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在管理创新上，通过对非线性管理的探索，最终实现引领目标的自演进。

• 孵养体系。创业者和创业机会需要有“孵养体系”来进行支持。“孵养”这一概念，包括“孵化”和“养育”两个过程，前者是根据战略机会孕育、组建一个小微经营体或者一个小微公司，为创业者搭建一个创业舞台；后者则是把它们培养成一个卓越的企业。

坦诚地说，“孵化”和“养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后者更是耗费心力，须设计独特的“平台创业机制”机制才可能实现。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孵养平台的实施人是平台主，他们是帮助小微企业将战略机会转化为可现实价值的人。“平台主”核心职责就是要满足创业者的创业需求，为他们搭建一个孵养机制，他们的使命是经营企业。因此，孵养平台的成果是成功的“小微企业”，它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隐形冠军”。

“孵养平台”在平台模式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顶天立地，是平台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海尔在孵养平台中搭建了4个核心机制：“孵化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 “产业平台”则为小微企业指明了创业方向，划清了创业边界，并帮助小微企业无缝对接全球一流资源；“基石平台”实际上是用户全流程参与大规模定制体验平台，帮助小微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交易平台”则让小微企业与用户之间实现价值交易，获得自身价值。

• 运营体系。“运营体系”是平台模式最为末端的一个环节，它的使命是将战略机会、潜在需求转化为顾客可以获得的价值，它的主体是小微企业，它们都是顾客价值实现的转化器。

海尔探索的是“自演进机制”，即自创业、自组织和自驱动机制，它们实际上是“运营体系”中4个核心要素交互运作的结果。“全球创客”是第1个核心要素，它源于对适合创业者的精准筛选；用户需求意味着“创业机会”，它将全球创客和小微企业密切结合起来，“高单找高人”；“用户价值”则是将“创业机会”和“用户付薪”融合起来，创业机会转化所产生的经营成果成为“自驱动”的基础。

总之，通过搭建理念、孵养和运营三个相互支持与相互融合的体系，海尔将人单合一管理模式成功地塑造成一个“创业家”们实现自我梦想和自我价值的“平台模式”，海尔未来也将因此而成为一个“经营创业企业”（并非经营产品或市场）的平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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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仰锋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研究领域为平台生态圈、商业模式创新、领导力与组织变革，出版《海尔转型：人人都是CEO》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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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银行要时时铭记：如今真正与之比拼的是互联网公司，而不再是同行了。因此，它们的CEO必须实现四个梯度的领导力提升：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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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 这个词由金融“Finance”与科技“Technology”两个词合成而来，意思是“金融科技”，指代那些撕裂传统金融服务方式的科技，正如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所说：“硅谷已经加入战局，数以百计的初创公司手握人才与资金，正在谋求寻找传统银行的替代方案。”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渗透率已达 36%，用户近 5 亿人。尽管Fintech的应用场景目前主要体现在传统银行模式下交易手续费高、透明化低以及产品获取不便利或低效的地带，但回看历史，科技公司对任何传统行业的颠覆路径也大多是从边缘起步。

从全球来看，有3个现象值得传统银行CEO紧密关注：传统银行做出来的创新，比起系统外的金融产品创新，落后3到5年；Fintech是轻资产模式，传统银行是重资产模式，传统银行的盈利水平普遍在下滑；传统银行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呈下降趋势，顶尖人才正在流向Fintech公司。

根据麦肯锡的最新研究，这场席卷全球的数字化风暴将让传统银行面临5大核心挑战：

1．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监管日益加强，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挖掘潜在增长机会迫在眉睫；

2．新兴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各个细分领域攻击传统银行的核心业务并蚕食银行利润。新进入者以客户体验为导向、以数据技术为驱动和以互联网低成本扩张为手段，已经打破了银行的垄断局面。

3．新生代用户的金融消费习惯更加看重方便、快捷和多渠道等数字化体验；

4．新技术倒逼银行变革，也为银行变革提供条件；

5．新商业模式正在颠覆银行传统业务。银行业已经全面步入4.0数字化时代，客户要求银行以客户体验为中心，提供全渠道、无缝式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基于上述挑战，麦肯锡认为，传统银行只有一条路可走——实施以数字化战略为核心的组织转型与创新驱动。放眼国际，近年来国际领先银行每年平均投入税前利润的 17%-20% 用于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很多领先银行已初步完成了数字战略，把传统银行真正带入了互联网时代。

对于中国传统银行业，目前已到了必须自我颠覆的时间窗口。中国商业银行将如何完成这个历史前例的大转型的挑战？近日，HBR中文版先后两次在上海独家专访了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大中华区银行业务负责人曲向军，他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进入一次巨大的结构性波动周期，大波动也意味着大机会，最后一定会出现超乎想象的赢家，谁能在转型与创新方面赢得先机，谁就能率先拿到开启未来财富之门的钥匙。

如何赢得这把金钥匙？曲向军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最核心挑战在于领导力，传统银行CEO须在四个梯度上提升领导力，分别是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四个梯度

HBR中文版：从全球来看，传统银行推进数字化战略的目标是什么？

曲向军：每家会各有侧重，但战略逻辑大体一致，即基于客户旅程进行“端到端”的、以敏捷快速为特征的数字化改造，实现全渠道银行的一体化客户体验，最终使整个体系从“产品驱动”转向“客户驱动”“创新驱动”。



HBR中文版：在你眼中，传统银行的数字化战略与转型、创新的关系是怎样的？

曲向军：转型与创新是实现数字化战略的两个轮子。首先，两个轮子要齐头并进。其次，转型要“自上而下”层层推进，领导要先转，然后带动领导层转，最后推动整个组织转型，CEO的作用无可替代，既要身体力行，又要掌控全局，还要塑造新的组织文化。



HBR中文版：过去几年的转型创新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

曲向军：以前习惯的方式是，CEO做个讲话，然后交给下边搞个试点，这种套路的好处是稳妥，先取得经验，再一步步推广，但它的缺点是：1.太慢，纯互联网的Fintech公司可不会给你这么多时间；2.转型与创新很难实现规模化，CEO四平八稳地转型，整个银行的改变就成不了气候，形成不了规模化的转型，客户驱动、创新驱动需要银行以客户为导向进行规模化的转型。



HBR中文版： 实现“自上而下”的转型，关键点是什么？

曲向军：其一，转型要靠领导力，没有领导力，再完美的方案也等于零；其二，中国的银行基本上是国有体制，规模又非常大，很难转，越难的转型，对领导力的挑战越大；其三，对应上述四个梯度的转型，首先要实现四个梯度的领导力提升：领导自己、领导组织、领导变革和领导创新。



领导自己

HBR中文版：首先，从CEO自身领导力的层面看，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曲向军：是领导风格问题。国内很多行长只是把创新计划布置下去，以为各个部门定时交工就完事大吉，但其实转型和创新是一个旅程，不但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CEO还要亲自参与，要盯着和带着团队一起做。大家都知道乔布斯，他回归苹果之后，整整10年中，每个礼拜都亲自主持开会，最终才实现了iPhone这样的巨大成功，这就是领导力。我们给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提交的咨询报告中，明确了一点：建议他每双周牵头举办一次行长办公会议，每双周花上半个工作日专门盯着转型与创新，否则你怎么能赶得上互联网的创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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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领导风格？

曲向军：一是决心不足；二是“数字商”不够。很多CEO，理念很好，就是行动慢，行动深度不够，这是决心和意愿的问题。当然，国内银行不像国外银行的董事会对业绩增长要求那么严格，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还是决心不足导致他们对转型、创新投入的时间和关注度都不充分。

HBR中文版：在电子银行、网络银行、移动银行时代，“数字化”更多是技术部门在讨论和实施，银行业步入 4.0 数字化时代之后，数字战略上升为公司战略，“数字商”成了行长、董事长们的急待提高的素质。

曲向军：所以CEO要带头提高“数字商”，董事会、C 级领导要对数字化愿景达成共识，他们还要在组织内广泛传递数字化愿景，形成可操作的方案和目标，董事会要花上 20-30%的时间讨论数字化议题，密切关注数字化战略的执行情况，引入“数字化董事”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迅速提升决策质量，还可以设置首席数字官（CDO）一职，推动战略落地。



HBR中文版：如保检测CEO领导力在提升？

曲向军：麦肯锡有成熟的工具，比如发给CEO一张自测表，总计有10个要点，现在的情况列在左边，对应的理想情况写列在右边，从左到右，就是一个直观地、可测量的提升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有人定期检视，促进领导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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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组织

HBR中文版：CEO领导力提升的同时，他要领导组织转型，其核心挑战又是什么？

曲向军：关键是确保领导班子的有效性。涉及转型、创新提案，都是存在利益冲突或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情。对于大银行来说，领导班子很难达成全面共识，比如一个银行的领导班子总计15个人，讨论引入一个CDO的提案，有两个人不同意，结果就无法推进，那转型创新就没法儿进行。所以，提高领导班子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就是要改变你的决策机制。



HBR中文版：如何实现领导班子的有效性？

曲向军：首先，领导班子一对一地持续反省和检视，提升领导力，这是国外通行的做法。其次是明确做出规定职责，15人中哪些负责决策，哪些负责执行，哪些只是列行通报等等。一个提案上来，不需要所有人都同意，只要找到相关责任人即可。其三，实施单独预算，改变管理和决策流程。常规流程需要一事一报，无法支持转型和创新，所以转型、创新一定要实施单独预算。举个例子，有家大型银行，去年年初决定招聘核心人才，但是半年之后才定下来，这个流程太长了。传统银行要时时铭记：如今真正与之比拼的是互联网公司，而不再是同行了。



领导变革

HBR中文版：重头戏是组织变革，CEO与领导班子携手推动整个组织面向顾客并形成一个新的柔性的有机的组织体系，从全球领导银行的实践来看，组织变革的方向已经清晰了吗？

曲向军：方向已经非常清楚了，传统银行必须进入主架构的重造，把总、分、支行制彻底打散，整合成为以客户为导向“大事业部制”。 “大事业部”与“事业部”是两码事，有的银行把分行搞成“事业部”，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但大事业部制的真正内涵是把整个银行调整为以客户为导向的组织体系。举个例子，某家银行成立大零售事业部，这意味着这家银行把所有关于零售业务的职能——产品、渠道和IT等等——都整合到这个大事业部，各项职能实现自主协调运作。而在总分支架构下，这些要素被分割在不同部门，前台、中台和后台也处于分割状态，各部门面向的上层领导而不是客户，创新协同效率非常低。



HBR中文版：在组织变革方面，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家？

曲向军：目前，全球前30大银行都已实现了大事业部制，还有很多银行在大事业部基础之上实施敏捷组织，完全打散了传统的“条”和“框”架构，形成以项目制的灵活单元和全新决策机制，比如荷兰最大银行ING 集团。2015 年，ING受谷歌、Netflix等互联网公司的启发，开始组织再造，将总部关键职能打散，重组为13 个“部落”和350 支“小队”，每个部落通常不超过150 人，下属分为20-30 个小队，围绕相似任务主题展开不同工作，共同形成ING 灵活的组织网络。



HBR中文版：“部落—小队”制如何运营？	

曲向军：首先，“小队”是新架构中基本任务单元，由业务、IT和风险等跨职能人员构成，实施高度自治和端到端问责。其次，再由诸多“小队”组合成为“部落”，部落是围绕客户线、产品线及支持线组建的，比如“富裕客户群部落”“全渠道客户体验部落”。“部落”相当于事业部，以客户为导向可以不断调整，根据使命所需吸纳不同职能的“小队”。“部落”的管理团队包含部落主管、族群主管（提供专业/ 产品指导）和敏捷教练（辅导敏捷开发方法）三个角色，分别负责资源分配、项目管理并提升部落内的协同效应。



HBR中文版：效果如何?

曲向军：短短两年之间，ING的数字化战略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总部全职人员从3500 名精简至2500 名，新增客户 330万人，客户体验大幅改善，零售银行客户净推荐值在全球7个国家排名第一，并荣获 Euromoney评选的 2016年西欧最佳数字化银行。



HBR中文版：体制一改变，机制就要改变，特别是考核机制，总分支行改造成大事业部之后，考核机制如何制定？

曲向军：考核机制要锚定战略指标，战略指标则基于转型和创新来设定，而转型创新一定是以客户为导向，以前就非常简单，主要是以收入为核心指标，员工的费用和奖金皆以收入为依据，这是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



HBR中文版：大事业部制下，管理流程如何转变？

曲向军：大事业部是端到端的管理体系，设定新的梳理流程时，核心是用以下两个问题做牵引：客户最关心什么？目前流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据此来改造内部流程，包括改变配套管理机制，确定哪个节点由谁来管，相应的考核办法等等，最终形成的新管理流程的每个环节都是对客户体验负责的。而以往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时，往往是把已有流程进行数字化或自动化，现在则应该像互联网企业那样，从零开始以客户体验为中心重新设计流程。



HBR中文版：组织转型之后，能力是关键，基于转型与创新的能力体系建设有哪些有效方法？

曲向军：要制定核心人才战略，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需要什么样的人实现转型和创新？并据此画出核心人才地图，包括内部要有多少，外部要有多少，薪酬、报酬如何设计等等都要落实。在能力识别以及能力体系建设方面，除了刚才介绍的敏捷组织之外，创新孵化也很必要，即在银行内部设立单独创新单元（如数字化实验室、创新车库等）， 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前提下，对创新项目进行孵化，还可以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广泛投资布局金融科技公司和项目，建立金融科技生态圈。



领导创新

HBR中文版：转型的目的只有一个，把传统银行改造成创新驱动的银行，CEO的使命是领导创新，关键是什么？

曲向军：其一，CEO要有旅程观念，无论是转型还是创新，都是一个旅程，旅程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过程，欲速则不达。iPhone用了10年才真正做成，10年iPhone的创新旅程，如果非得想3年完成它，一定干不成，有的银行转型历程长达 10 年之久。其二，资金投入要充分。当一家银行要转型要创新时，CEO要问自己，有没有决心把每年净收入的1%到3%拿出来？创新和转型需要持续的大量投入，如果投了两年就不投了，这是最大的浪费。有的银行，3年换一个招儿，换一套领导就换一套打法儿，哪套打法儿做得都不彻底。



HBR中文版：长期高投入，如何控制投资风险？

曲向军：在一个创新旅程中，合理规划项目至关重要，这是第三个关键：其一，速赢项目与基础工程项目要搭配适宜，比如大数据、精准营销和双速IT系统，前两个是速赢项目，双速IT系统是基础工程项目。其二，科学管控项目绩效，每一段时间要能看到结果。速赢项目会不断给大家强化信心，确立阶段性的里程碑，让员工和股东感受到希望。



HBR中文版：最后我想知道，在一个转型创新旅程中，如何直观地让大家看到转型与创新的成果呢？

曲向军：从管理者的角度上看，你只要看到3件事在发生就好：1.产品创新能力越来越强；2.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3.风险管控能力越来越强。从股东的角度上看，就是净利润和股东回报率，当然不能光盯着一年两年，要着眼于3年、5年后的指标，要去感受这个银行是不是营造出了一个越来越浓厚的创新文化，是不是允许失败，如果你能很明显地体验出这些东西，这个银行就值得你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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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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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就业形势整体回温，二三线城市用工需求增幅明显。在对大环境保持乐观的情况下，我们还须看到中国就业市场仍然面临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行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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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情况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个行业的兴起与没落，总是伴随着一些标志性数字的增加和递减；一个企业和国家的崛起与衰败，都是优秀人才不断追随或流失的结果。李克强总理曾表示，过去，我国GDP每增长1%，就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经过这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GDP每增长1%，能够拉动130万、甚至150万人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7年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目前就业形势整体回温、谨慎乐观。这正好印证了2017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同比增长6.9%，国民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积极变化不断增加，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了良好开局。

在宏观层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理位置、城市级别、行业种类和企业规模等角度解读就业指数，看清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和求职者对于就业指数的持续关注也会获得企业的招聘策略以及个人的求职方向的指导。



CIER指数实时反映就业市场现状

数字时代，如何构建一套适应当下市场环境、实时反映就业市场变化的就业市场指数是一个全新的命题。过去关注劳动力市场时，往往依靠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率、失业率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等指标。抛开对这些指标水平高低的评价，它的灵敏度就很难跟得上经济世界发展变化的节奏。

从201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与智联招聘联合，每个季度发布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用来反映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

CIER指数的计算方法是：

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

以1为分水岭，指数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多于市场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竞争趋于缓和，就业市场景气程度高，就业信心较高。指数越大则就业市场的景气程度越高。当CIER指数小于1时，说明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低，就业信心偏低。

该指数之所以能够实时反映就业市场的变化，是因为它采用智联招聘（zhaopin.com）全站数据分析而得，通过不同行业、城市职位供需指标的动态变化，来反映就业市场上职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例的变化，从而起到监测中国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以及就业信心的作用。

至今，CIER指数已经连续发布7年。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表示，这是一件持续了7年的公益事业。一群充满热情的互联网人和多位就业、统计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每季度因为它走到一起，不断地完善数据模型，优化分析方法，为监测中国就业市场，从而为解读中国经济的宏观走向提供科学的分析依据和洞见。



2017年一季度：
中国就业市场较去年同期回温

2016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逐渐趋稳，全年GDP超74万亿元，增速达6.7%。与此同时，CIER指数呈现逐渐趋好的态势，由2016年一季度的1.71增长为四季度的2.41，与宏观经济变动保持一致。

进入2017年一季度，受春节之后职场“跳槽热”和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期”等因素的影响，与上一季度相比，求职申请人数有明显回升，而招聘需求人数变动较小。反映在CIER指数上呈现季节性回落，下降至1.91。这一变化与上一季度的趋势预测一致，继续保持上一年度谨慎乐观的趋势，与去年同期1.71的数据相比有所上升。

根据智联招聘此次选取的大类样本来看，一季度智联招聘全站在线招聘需求（即全国职位量）同比增长了52%，远高于去年同期的4%。

同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剔除主要由于人口结构变迁所造成的CIER指数的长期上升趋势，以及由于企业招聘和求职者申请的季节性变化等因素，2017年一季度 CIER指数（周期成分）比上一季度有一个微幅下降，但比2016年同期略高。可见，就业形势较去年有所好转。



当前就业市场痛点

在整体就业形势乐观的情况下，CIER指数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就业市场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市场资源错配和地区行业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业分布不均。人才聚集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交通/运输行业成为黑马，而传统能源/石化制造业持续遇冷。从CIER指数排名结果显示，2017年一季度就业景气最好的仍为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指数为9.21，用工需求同比增长52%。

2017年一季度，交通/运输行业依旧维持着2016年快速增长的势头，指数为5.13，同比增幅达96%。政府通过改善国内运输环境的基础建设，带动了相关行业用工需求的持续增长。其中，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的用工需求同比增幅分别为75%、158%、177%和122%，中部地区相对领先。以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为例，一季度在交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49.7亿元，促进了相关行业用工需求的增加。同时，国务院在2017年一季度出台的《“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这一政策导向，也为交通/运输行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业形势较差的行业有，能源/矿产/采掘/冶炼，石油/石化/化工、电气/电力/水利行业等，CIER指数分别为0.32,0.36和0.56。这些多属于传统制造业，能源行业等。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受到国外“逆全球化形势”等不稳定因素的冲击，另一方面相关企业转型升级进程缓慢，使得这些行业形成就业形势较差的紧张局面。

地区分布不均。从不同地域来看，2017年一季度的CIER指数依旧保持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的就业形势最好，为1.60，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差，CIER指数分别为1.35和1.33。但根据今年一季度数据来看，此现象已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中西部地区职位同比增长量达到86%和76%，远高于全国52%的平均水平。

2016年以来，一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中部地区不断涌现，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例如去年，湖北省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1%、13.9%；湖南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10%。此外，2017年一季度东北地区用工需求同比涨了67%，尤其在IT/互联网、通信/电信、制造业、汽车/摩托车等领域的增速均超过了其他地区，新经济的发展为东北地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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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分类来看，一线城市人才扎堆，竞争激烈。一线城市的用工需求同比增长为2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线城市新增招聘需求持续放缓，CIER指数仅为0.68。同时人才扎堆的现象依然存在，由此带来的一线城市的就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指数位居前列。

近年来，我国重视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建设，通过相关产业扶持及税收减免政策，吸引了不少的企业进驻，带动这些城市用人需求的增加。从CIER指数变动来看，与2016年同期相比，不同城市的CIER指数均有所增加，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用工需求分别增加了61%和74%；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的职位同比增长量非常亮眼，职位的同比增长量均超过100%。

这表明在新经济红利和宏观经济回暖等因素驱动下，伴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新一线及以下城市吸收人才的速度和规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二三线城市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最强的是互联网、IT服务、金融以及地产领域的人才。

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500强企业纷纷入驻二三线城市，尤其是以计算机软件、IT服务（系统/数据/维护）以及互联网/电子商务作为重点引入行业，推动地方“产业园区”的发展，带动了用工需求的提高。与此同时，部分新一线城市也通过产业的集群效应，在人才需求方面发展迅速。例如，四川成都的腾讯、微软高新软件孵化园区，武汉光谷的4大产业集群，以及天津武清的移动互联网产业园区等，都对城市行业的转型和升级、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引进有着重要的贡献作用。

与此同时，三线城市金融行业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最高，为78%，远超平均水平；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用工需求分别为35%和30%；而一线城市同比仅增加了2%，处于较低水平。这与地方政府投资建立产业新城、产业园区、招商引资密切相关。

在房地产/建筑/建材/工程领域，二三线用工需求同比增幅明显，分别增加了80%和103%。2016年二季度后，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房价上涨较快，国家为进行宏观调控，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以及苏州、杭州、天津等二线城市相继出台限购政策。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由于房地产行业这些“限购政策”的影响，用工需求同比增幅相对较低，分别增加了18%和55%。

企业规模分布不均。从不同企业规模来看，微型企业的就业形势最好，CIER指数为2.09，用工需求同比增长10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微型企业品牌影响力小等原因，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不高，求职者依旧扎堆大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的CIER指数也明显高于1，表明在大型中，招聘需求人数要多于申请人数，就业形势好转。而中小型的CIER指数略低于1，表明中小型企业招聘需求与求职申请供需较为匹配，就业形势相对稳定。与2016年四季度相比，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的CIER指数均有所下降，而微型企业的CIER指数变动较小。

但从同期变动来看，除了微型企业略微下降之外，其他规模企业的CIER指数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其中，大型企业同比增幅为0.9，表明随着大型国企改革的深入推广，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也带来了就业形势的好转；而微型企业CIER指数同比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微型企业处于“创业阶段”，多数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生存周期较短，因此就业形势较之前出现一定下降。



解决方法

从地域、从行业、从企业规模方面，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就业形势冰火两重天，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大型企业组织规模庞大，但其中一部分人员是冗余的，面临隐性失业的风险，小型企业又招不到人。有些地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有些地区又面临劳动力剩余。如何解决这样结构性矛盾，解决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错配问题呢？智联招聘CEO郭盛提出以下3个解决思路。

第一，增强人才的流动性。

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的特点。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对于经济灵活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当前的中国社会，跨地区有户籍的限制；跨企业有离职难、入职难的限制；跨行业有职业技能方面的阻碍等等，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非常不充沛，这就增加了劳动力隐性失业的风险。因此在宏观政策层面，应该出台一些利于资源进行优配，而不是错配的政策。

第二，拥抱新业态。

电子商务、互联网、分享经济等新业态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在大多数统计数字中对于这些职业是没有体现的。在《就业景气指数报告》中我们能够看出，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就业指数与传统行业就业指数的明显差异。与此同时，兼职类岗位用工需求同比增长了110%，兼职对整个就业的带动是非常厉害的。在人才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从事新业态的工作不失为求职者规避激烈的就业竞争的好选择。

第三，快速提高劳动技能。

劳动力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仅仅依靠市场经济下的人口自然流动未必能够满足，还需劳动技能的快速提升作为推进器。有一些行业工种已经面临明显的产能过剩，而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数字化技术也可以逐步取代人类做一些重复性高的基础工作。当今的人才须具备强大的学习力，在多个领域拓展自己的技能。而企业和职业发展平台可以通过提供一些专业领域的相关培训来帮助人才实现技能升级。例如阿里会为失业人员准备一些的线上课程，指导他们提高自己的销售技能、开网店的技能，完成职业转变。

这些举措除了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还能提升人口素质。众所周知，21世纪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力资源成本提高，无法再依靠人口数量优势来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而政策层面对于劳动力流动性的指引，企业层面对于职工多样性技能的培训和个人层面拥抱新业态的职业选择才能充分激发人才势能，助力中国经济在结构化调整转型的同时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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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展望，下一代成功企业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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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江湖，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这种变化，不是指当地书店关门倒闭，出租车司机会按5分制给你打分，抑或任何工作都能外包，哪怕最小的企业也能按需求输出能力。这种变化，远比这些更加深远。

过去50年来支撑企业的普遍范式正面临重新评估。这一范式的最简单版本：企业存在的意义，首要任务是为股东资本创造收益——而且越快越好。本文将会描述这一范式所面临的挑战。不过，在观察这种变化时，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种转变是否非同寻常？随着岁月的流逝，企业的概念是否始终如一，或者也曾沧海桑田？

回顾历史，像其他人类活动一样，企业的概念也在缓慢却深刻地演进，历经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可以界定的时代，即某些具体战略、企业形态和管理风格成为主导性常态的时期。自工业革命以来有5大特征鲜明的时代（见边栏《企业形态与发展简史》）。这些时代也包括当前阶段，所谓“股东至上”时代。

每个时代之间历时数十年。它们之间边界十分模糊，往往事后才会逐渐清晰。前一个时代的某些元素可能在后一个时代得到保留，而其他一些元素可能早已面目全非。例如，在股东至上时代，前一个时期的几大特征都得到了保留和加强，包括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追求规模效应以实现经济效益领先。但是，这一时期的企业将目光重新聚焦到核心业务，剥离非核心资产，对越来越多的职能进行外包，以期剩余资产发挥更大的效用。对核心业务的聚焦，加之大量并购，使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为了确保CEO及其管理团队与其他股东保持利益一致，高管层通常持有一定的股份，并把巨大的关注放在实现股东收益上。因为一旦成功，高管的回报丰厚。

然而，如今科技、市场和客户期望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股东至上时代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在这里，我们仅略举几例：

• 随着经济变得更加服务导向、更加数字化，速度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跟不上节奏的企业只能落败出局。例如，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最新研究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上市公司的5年存活率已降低了30%。

• 资本过剩。全球金融资产是全球GDP的10倍，人才和创意——而不是资本，成为制约大部分大型企业增长的因素。

• 各个行业更加呈现出赢者通吃的局面。贝恩针对315家全球企业的研究发现，在每个市场上，一两家企业赚取了（平均）80%的经济利润。

• 在更短的管理年限以及更大的维权投资者压力下，股东价值追求本身更加着眼于短期。杠杆、回购和分红愈演愈烈，对增长的长期投资却止步不前。

企业内部普遍感到，将战略转化为快速而有效的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在与CEO们的对话中，我们不断听到，要释放和调动被困资源以克服重大挑战、把握重要机遇是何其之难，尽管速度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且不断提高。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众多企业陷入了资源配置的恶性循环，也就是或多或少依照本年收入来分配下一年的资源。这种做法是实现渐进式改善的一剂良方，但却无助于应对新的竞争威胁或新的客户需求——或主动创造新需求。

与此同时，作为当今劳动力队伍中规模最大的一代生力军，许多年轻雇员开始对企业提供的职业发展路径越来越心生怀疑。有些人偏好优步、任务兔子或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另一些人虽然进入公司，但只打算呆上几年。尽管这一代人的工作生涯会如何展开我们尚不可知，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更注重学习新知、获得新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传统的激励方式，比如在企业等级中向上爬。

大量年轻员工，还有一些资深员工，都希望为追求利润之外还秉承更高目标的企业工作。CEO对这种焦虑极为敏感，在与领导者的一次又一次对话中，交谈很快转向企业如何才能以改变世界的愿景吸引和激励团队成员，我们对此深感震惊。马云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他明确表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甚至股东至上时代最杰出的大师、前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最近都这样反思：“股东价值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项战略...公司主要是由它的员工、客户和产品构成的。”越来越多CEO把更高的目标视为企业文化、人才和客户战略的核心元素，而不是细枝末节或夸夸其谈。

从外部环境来看，不论是通过监管、法律还是直接向CEO们施压，政府和公众舆论变得更加活跃。对于不公平以及现代企业在导致不公方面的批评之声，更是此起彼伏。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出现停滞，大部分家庭收入亦是如此，结果造成对贸易和移民的全球性抵制。大企业不一定会在本国市场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作岗位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年轻的小型公司，而且近年来新企业成立的速度也呈现稳步下滑。

这些压力所累积的影响酝酿着另一场深刻的时代变化，这一变化将是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股东至上时代以来最大的变革。当然，战略的根本目标将不会改变：企业的成功制胜，将归功于实现更低或更好的成本状况、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或是对行业标准的掌控。但实际上，企业该如何追求这些战略目标，未来10年将一切都变得不同。



未来企业有何不同

我们同全球大量行业客户都有过合作，在过程中发现了领导团队未来必须关注的5大新兴主题：规模与客户亲密度、职业经理人与关键使命角色、资产与生态系统、资本重置以及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现在，我们在每个领域都看到了许多变革案例，但与即将到来的大变局相比，这些姑且可视为初生之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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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前身（公元前800年–公元1500年）

与现代企业具备某种相似性的商业形态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从公元前8世纪到第一个千年落幕际，同业公会式的shreni在印度经济的贸易和手工业生产行业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宋朝产生了类似于现代合伙制和股份制公司的资本结构。在中世纪的欧洲，商人合作群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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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帝国（1500年–1800年）

16和17世纪，随着国际贸易成为地缘政治力量的代名词，掌握贸易路线的各方——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密集型的分散企业——开始组织起来，创立交易所交易股票和债券，并任命董事会。像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开始逐渐左右世界经济。



[image: ]



规模化的学徒制（1790年代–1830年代）

企业开始捕捉商业化的优势，利用蒸汽机轮船的威力降低分销成本，形成了商业活动的专业分工（例如，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贸易帝国时代的某些做法并未改变，但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变成了合作方、家族和约书亚·韦奇伍德这样的个人。企业本身，开始首次成为主要的价值创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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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实业家（1830年代–1870年代)

在一个生产、城市化、电报通讯飞速发展的世界里，企业日益蓬勃壮大。美国的铁路公司或许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型管理组织，这些公司的崛起推动了会计方法、首个大型受薪中层经理群体以及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更加复杂的资本市场的发展。随着品牌出现以及Singer、Marshall Field等企业推出营销创新，消费主义开始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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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拉斯（1870年代–1920年代）

随着货物运输（例如，海洋货运的发展）和信息（例如，电话）成本的不断降低，以垂直和水平整合为特征的新时代拉开了帷幕。跨行业公司通常由约翰·D·洛克菲勒这样的标志性创始人主导，开始逐渐垄断石油、钢铁、橡胶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和生产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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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管理时代（1920年代–1970年代）

由于托拉斯不合法，由创始人主导的公司开始让位于专业化管理的股份有限公司，如艾尔弗雷德·P·斯隆的通用汽车公司 ——由多元化零售投资者所有、由强有力的高管人员运营的大型多部门企业。孕育这些公司的时代，定义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发达经济体世界的企业概念。在全盛时期，这种创新的准科学管理体系鼓励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从而使管理作为一个独立职业而兴起。1960年代，高管人员的能力普遍受到信任，他们运用一系列适当工具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多元化业务组合中，大型企业集团得以迅速扩张，专业化管理时代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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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至上时代（1970年代至今）

在迈克尔·詹森等思想家的引领下，1970年代在动荡中见证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企业概念的诞生。新理论对企业集团发起了冲击，强调释放被困资产的价值。它认为，经理人应当受到债务约束，将与股东利益相捆绑的巨额奖励承诺作为激励。伴随大量的监管和税收变革，这种新思想推动了杠杆收购活动的繁荣，人们都争相探寻隐藏在沉睡老牌企业内部的价值来源。
（返回原文阅读）





 1.规模和客户亲密度

一些企业将会成为整个时代的代名词，并帮助定义其时代特征。比如，通用汽车——第一家开创多部门架构的公司——便是“专业化管理”时代的楷模。再如，通用电气在杰克·韦尔奇掌舵时期，股价飙升了近40倍，是股东至上时代的标志。如今，谷歌、脸书、腾讯、特斯拉、阿里巴巴和亚马逊等科技驱动型的颠覆性企业，还有先锋、星巴克、海尔和乐高等更加成熟的企业，都宣告着新时代的来临。它们以各自的方式示范着新的企业目标：利用规模效应和客户亲密度赢得竞争。

这是对过去的改变。长期以来，企业对战略的核心信念是，要么规模大、成本低，要么重点突出、形成差异化——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研究了大量行业，发现规模和客户拥护度之间没有关联。事实上，它有时是一种逆向关系——也就是说，企业在业内规模越大，也就越不可能成为客户拥护度方面的领导者。然而，如果既能推动规模、积累经验，同时又能迅速了解客户诉求，响应他们不断变化的偏好，那又会怎样？如今，新科技和分析技巧正在最大限度减少或者消除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

尽管这种变化是以科技为推动，但绝不仅仅关乎科技行业。Nordstrom是一家价值140亿美元的服装零售企业，长期以来以强大的客户拥护度著称。过去5年，该企业实现收入增长50%，部分原因在于它进行了一系列只为拉近与客户距离的投入，其中包括开发帮助店员和客户进行短信沟通的软件，还有对个人购物服务Trunk Club公司的收购。星巴克通过前线的咖啡冲调师来建立客户亲密度，同时依据忠诚度计划的洞察安排投入，创造卓越的移动体验、个性化服务和价值。共同基金巨头先锋集团将大规模与技术和有针对性、可重复的业务模式相结合，以降低直接和咨询投资成本。其业界领先的净推荐值工具，就是基于严密的客户洞察体系，也是对前线服务加大投资的产物。苹果、Netflix和通信公司Verizon也是典型的例子，这三家企业都享有较高的相对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客户拥护度评价（见边栏《科技的发展令未来企业不必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二选一》）。这些企业的破土而生，说明即使成功企业也在学习如何跨越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的鸿沟——实现两者兼顾。

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的历史取舍背后，隐藏着一对真实的矛盾——那就是规模与速度之间的拉锯。贯穿所有时代、尤其是专业化管理和股东至上时代的一种普遍看法是，规模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相对于竞争的规模。在大部分行业里，合理定义的相对市场份额与盈利能力和资本收益都呈现高度相关。



[image: ]科技的发展令未来企业不再需要在规模与客户亲密度之间二选一

[image: ]



资料来源：

Euromonitor；eMarketer；MoffettNathanson；巴克莱；SNL知识中心；贝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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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企业而言，规模依旧能产生潜在效益。但是，规模的动能已然发生变化。首先，即使是小型企业也能在不拥有资产或能力的情况下获得规模效应。亚马逊的Web  Services、Salesforce、Workday和ServiceNow在提供可付费租用的云计算能力方面引领了新一波浪潮。其次，在多个领域内，速度相对于规模的重要性有增无减，比如市场投放时间，反馈采集和学习时间，决策制定和执行时间。速度是当今建立客户亲密度的关键。如果面向客户的员工能快速决策，不断改善产品和服务，就能把竞争对手甩在身后。第三，数字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客户期望，正推动组织加快新陈代谢速度。在这方面规模往往是一种障碍，贝恩关于组织契合度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销售额在25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决策制定上慢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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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曲线是取得规模效应的主要工具：随着规模和经验的积累，降低成本的机会也随之而来。但是，未来企业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验曲线，这种曲线应将速度和规模同时纳入考量。未来企业必须能跟踪新陈代谢率的指标。它们的运营体系必须推动团队处理某个具体问题，解决它然后不断向前推进，而不是深陷在年度规划和活动周期之中。有迹象表明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加快速度的压力，那就是敏捷方法从IT向组织其他部门的快速普及。我们的同事Darrell Rigby和他的联合作者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如今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在利用敏捷工具创建新节目；迪尔公司（John Deere）在利用它开发新机械；萨伯公司（Saab）在利用它生产新型战斗机。敏捷燃尽图（Agile burndown charts）是一个粗略但现成的指标，它能让团队一目了然地看到工作进展得有多快。迪尔公司的一个部门采用敏捷技巧将新一代拖拉机的创新周期压缩了75%。

要充分发挥这些方法的潜力，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学习体系，我们看到的最佳样本是对等体系（peer -to-peer）。Enterprise Rent-A-Car就是一个不错的范例。在Enterprise，分公司可制定影响客户满意度的大部分关键决策；分公司经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能添加或改变功能，改善服务体验，并有责任对不满意的客户进行跟进；分公司之间常会分享有较高影响力的好想法。一个知名案例是在穿梭巴士上为客户提供免费瓶装冰水，这本是某个机场分公司一名司机的独立举措，但带来了客户拥护度的极大改善。消息很快通过所有分公司的电话会议传开，随后72小时内，瓶装水成了每家分公司服务的一部分。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将把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与从前线互动中获得的人类智能相融合，由此产生的信息将瞬间呈现在整个公司面前。交易活动将接近全面自动化；算法和机器学习将开辟新的客户参与通道，同时减少常规互动需求。云服务公司成为默认的中后台职能提供商，企业的平均规模将大幅缩小。部分企业将会创造高度的多样性，它们提供的每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针对目标客户精心量身定制而成——客户甚至可能察觉不出他们是在和同一家大公司打交道。产品、服务和体验的界限变得模糊。

2.职业经理人VS关键使命角色

对于如何服务客户，一流企业不仅阐明了更高的目标，而且制定了大胆又与众不同的使命。这也是其业务、文化和人才战略的一个核心元素。

明确使命后，企业就能确定实现使命的最核心角色。我们称之为关键使命角色（mission-critical roles）。例如，家具企业宜家的使命是以惊人的低价提供精心设计的产品，这要求将初始产品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并持续不懈地降低成本。关键使命角色就包括采购和产品设计。超市连锁企业永辉的使命是为中国家庭提供安全食品。这就把与中国农户开展合作的供应链团队提到了关键使命角色的位置。这些角色应当包括同时创造规模和客户亲密度两方面效应的员工——在通常情况下，组织矩阵的这两个方面只有在执行委员会层面才会发生交汇。这些角色将是未来企业的核心，他们将距离更近地与客户融合，缩短反馈回路，提高速度和敏捷度。

这是相对于股东至上和专业化管理时代的一个显著变化，这两个时代都把职业经理人视为企业绩效的核心，组织目标是要把绩效顶尖的员工输送到管理层——也可以这么说，提拔内行的泥瓦匠，让他们成为其他泥瓦匠的管理者，同时提供相应的奖励和认可。而在未来时代，重点将是在企业内部或生态系统内部建立专业社区——试想泥瓦匠的同业公会，将投资重新导向实现客户使命的关键角色，并把顶尖人才安排到这些岗位上。回报将会可观，因为顶尖人才在这类岗位上的表现大大优于一般人才（见边栏《未来企业须识别关键使命角色，把顶尖人才安排到这些岗位上》）。

目前我们看到，在这方面崭露头角的企业包括音乐播放公司Spotify，其关键使命角色由软件工程师担当。该公司将工程师组织成不超过8人的自我管理团队，称为小分队，每个小分队围绕某一组功能承担端对端责任。小分队的成员会决定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和谁一起合作以确保协同性。游戏设计公司Valve采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模式，不设置主管或架构，由某个团队选择想要做的项目，而其他团队成员对其进行公开评估。



未来大部分活动实现了自动化或外包，剩下的几乎所有岗位都是关键使命角色。大部分工作都以项目为基础，由敏捷团队主导。




同样，变革也不仅仅囿于硅谷范围内。海尔是一家价值300亿美元、拥有7万名员工的中国白色家电生产企业，其核心组织单元是围绕营销、设计和生产等关键使命角色而建立的自我组织团队。团队是流动性的，以特定项目为主，通过内部人才市场配备人手。最近，海尔进一步转变体系，删减了大部分历来扮演协调角色的支持团队，将团队开放给外部合作伙伴，称之为“网络化战略”。

设计合理、资源到位的关键使命角色将为组织其他部门带来变革。预算和规划机制必须进行改造，企业将不再需要像现在配备那么多职业经理人。随着信息更多地呈现对等（如Enterprise Rent-A-Car）而不是轴辐式流动，管理幅度也将大大拓宽。领导力的定义会改变，企业将提供多种晋升通道。有些通道认可和奖励日常流程的高效管理，而另一些受到高度推崇的通道则重视对转岗员工的指导和培养。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持续而公开的同伴反馈和绩效评估，内部和外部人才市场快速变得透明。通用电气、微软、Adobe等公司已经放弃了正式的绩效排名体系。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大部分活动实现了自动化或外包，剩下的几乎所有岗位都是关键使命角色。大部分工作都以项目为基础，敏捷团队将成为主导性组织单元；这些团队将结合内外部资源按需提供合适的技能。团队将进行自我管理，传统经理人数量将大幅减少。员工不再有固定的老板，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项目指引他们职业生涯的导师。指导和反馈将以实时方式不断提供，绩效评估就像如今的社交媒体评价一样透明。

3.资产VS生态系统

将时光倒转一个世纪，当时许多领先企业都是垂直整合型公司。亨利·福特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拥有大片牧场，这些牧场的羊群产出羊毛，羊毛再做成汽车椅套；他还拥有铁矿和煤炭货船，源源不断地将原料送往广阔的里弗鲁日生产厂区。福特这样的企业，在统一的公司框架下打造了一个生态系统。后来，日本经连会（keiretsu）和韩国大财阀建立的生态系统是由法律上相互独立，但战略和财务上却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公司构成。如今，汽车行业是垂直分离的，但不论在行业之间还是竞争对手之间，外部合作都屡见不鲜。例如，宝马正与因特尔、Mobileye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展开合作。据报道，宝马还携手丰田正在打造新一代跑车。

股东至上时代大力采用外包，从而加快了行业生态系统设想的实现。始于非核心活动，但最终延伸到企业价值链的几乎任何环节，许多公司（不论大小）纷纷利用这个机会剥离资产，租用其他公司的能力。实际上，现在企业价值链上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不能外包的。成功的外包企业能为客户提供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获得的规模、经验、方法和浮动经济效益；或者企业只是希望把某些工作开放出去，从而全身心专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要在外包领域胜出，所需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例如，富士康计划未来几年内在工厂内安装数万个机器人。

外包也越来越多地落在那些只想同企业保持交易关系的个人身上。根据最新估计，多达40%的美国劳动力参与了各种非传统就业安排，包括兼职和独立合同工，而用人企业可在多个领域获取此类劳动力，如新闻、数据分析乃至投资银行。从极端例子来看，谷歌、苹果和Facebook这样的技术平台型企业就以很小的员工基数赚取了巨额收入——苹果员工人均创造收入为210万美元、脸书为140万美元，相比之下，宝洁为70万美元、富国银行为30万美元。此外，关于员工人均创造市值的计算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见边栏《技术平台型企业以相对较小的员工和资产基数赚取了巨额价值》）。

平台型企业的影响力和颠覆作用对当今商业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平台有多种类型，包括微软Windows这样的事实标准、爱彼迎（Airbnb）这样的信任架构、Facebook这样的用户群以及思科的“虚拟制造”系统。其中，许多企业把脱媒、利润池迁移、全球化、速度与客户透明度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成为行业的关键轴心。这种模式正遍地开花：货运物流、基因测序、旅游、订单管理、玩具、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消费贷款、数字化广告、支付、时尚、乘车、资产管理和出版——也许列举没人想要尝试平台模式的行业反倒更加容易一些。听到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以为所有这些企业都能马到成功，修成正果，但其实不然。比如，推特正举步维艰；Napster是一家失败的平台企业；MySpace则同样如此。

平台正处于风口浪尖——我们称之为“一类”企业，绝大部分企业不会选择自己部署这种模式。反而，我们看到其他两种可行的模式正在涌现：外包服务提供商（“二类”企业）和产品服务公司（“三类”企业）。如果说所有价值都将流向一类企业，这种情况并不可信。政府会做出反应；消费者会做出反应；企业的极端行为会受到约束。例如，优步的兴起就受到了司法部门的质疑，它们为担心失去权利和法律保障的司机群体主张权益。对于成千上万的增长型品牌而言，亚马逊也不再只是颠覆行业格局的劲敌，而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不论归属哪一个类型——任何企业的艺术，都是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与另外两类企业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最大限度为客户创造价值。这要求企业具备一系列新技能，大量员工都将参与合作伙伴的管理，这些合作伙伴可能也是竞争对手、客户或供应商。这里有一个悖论，强大的文化是企业使命明确、专注前台角色的积极产物，但是有强大文化的企业却往往是最差的合作伙伴。未来企业的领导者必须基于以上企业类型来理解行业，在合作中建立使命感。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平台将继续繁荣发展，追求一种赢者通吃的局面，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全球社会和监管压力的制约。无论平台还是外包都须形成巨大的规模，不过小型产品和服务企业也能利用这一规模茁壮成长。水平（跨行业）和垂直（特定行业）外包企业可根据需求联手推出“一切即服务”，垂直外包企业通常是由行业参与者创建的合资企业。在三类企业之间，纷争摩擦也会不断上演。零工经济平台将成为建设社区、提高技能工作者议价能力的实质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比较像历史上工会为低技能工人所做的那样。

4.资本重置

20世纪70年代末，股东至上时代开始发生演化，部分原因在于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出现了错位——这正是经典的代理问题。因为持股比例低、只有少量个人财富与企业挂钩，因此管理人员开始挥霍投资者金钱，追求无盈利的增长和浪费资源的多元化经营。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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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mpustat/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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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新的所有权和投资模式不断发展，以更好地匹配企业投资期与投资者的风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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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6–2008年数据来自Preqin2015年私募股权焦点报告；2009–2016年数据来自Preqin2016年私募股权焦点报告



资料来源：贝恩维权投资者视角（2015年）；Preqin私募股权焦点报告（2015年、2016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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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钟摆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如今CEO对于公司投资似乎充满了疑虑。尽管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稳步下滑，我们估计目前大部分大型企业在5%到6%的水平，但是2016年门槛回报率（hurdle rates，也称最低预期资本回报率）仍旧保持在12.5%。资本费用和研发预算相对减少，同时回购和分红不断增加。据报道，从2010年到2015年，1900家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在这个群体内，回购和分红达到了资本支出的113%；相比之下，在2000年和1990年，这个比例分别为60%和38%。与此同时，平均研发支出不到净收入的50%，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则高于60%。

CEO、CFO以及公司董事会纷纷对这种动态表达不满，先锋、贝莱德和沃伦·巴菲特等许多机构投资者也敦促经营者着眼更长期的发展和进行再投资。与此同时，尽管维权投资者手中的管理资产只有1500亿美元左右（相较共同基金持有的30万亿美元而言），但他们在对CEO/CFO的议程施加更短期影响上步步为营。

维权投资者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同时大量替代模式开始大行其道（见边栏《新的所有权和投资模式不断发展，以更好地匹配企业投资期与投资者的风险需求》）。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不得不延长投资期，从2006年的4.5年延长至2016年的6年，与投资组合公司共同创造价值；黑石、凯雷集团和其他公司最近也推出了目标持有期更长的基金。规模化的创业公司——创造工作岗位的主要引擎——保持私有的时间更长，2014年的数据是平均为11年，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从初创企业直接转为私募股权所有，以此为早期投资者和员工提供流动性。目前，纳斯达克的Linq平台可为非上市公司提供公开市场的许多功能（股东服务、股票注册，甚至是二级交易）。

对接投资者与公司内具体投资项目的新载体也应运而生——投资项目与投资者的风险状况相适应，不牵涉对持有整个实体股份的持有。在医疗健康领域，辉瑞和其他制药公司针对特定产品的开发寻求一次性融资，将资本需求与单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专长进行匹配。2014年，联合利华发行了“绿色债券”，清晰透明地公布了所得款的使用情况，包括与融资项目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利用和废料处理的明确标准。P2P贷款和众筹平台，如Kickstarter和GoFundMe，则体现了变化的另一个方面。

传统的股权和债权融资对于未来企业将依然重要，但是资本结构可能会变得更加灵活，从而使投资者的利益与企业的业务战略和投资期更加统一，使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与不同类型的投资项目相对接。新的压力也将随之产生；随着新载体的出现，维权投资者可能又会盯上企业的某些具体部分，使企业的投资者关系策略变得更加复杂。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之前的界限将会模糊。大型上市企业将寻求长期锚定投资者，采用主要私人投资者的治理做法，而大型非上市企业将在强调投资者保护的二级市场进行交易。随着基于项目的表外股权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债权和股权之间的界限也将变得模糊。投资者投资的是项目而不是企业，他们将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媒介生态系统，助其识别和介入优质项目。传统的资金管理人将越来越多地采用维权投资者的技巧，包括长期和短期技巧，以追求阿尔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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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利润率定义为税前营业收入；1995年数字基于1994年和1996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哈佛商业评论；年报
（返回原文阅读）





5.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

企业始终致力于核心业务的创新。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将其称作“持续创新”，这些创新带来绩效或价值的渐进式改善。但是，那些倾覆整个行业的创新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它们早已汹涌而来，哪怕领导者有时很难相信会发生在自己头上。企业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兴盛，就必须有能力见微知著，在趋势形成之前便洞察秋毫，迅速调动资源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见微知著既是艺术也是科学，虽然直接臆测往往是白费力气，但要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法可循。有益的做法是保持积极的外部导向，密切掌握客户需求以及目前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动向，不断向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学习。跳脱出企业的惯常做法，从更广阔的范围挖掘利用内部资源、尤其是前线人员的集体智慧也很重要。

不管威胁是已经显现、正在逼近，还是隐于无形、停留在理论上，未来企业的领导者都必须尽可能高效地运营核心业务——即企业现有引擎，寻求持续创新。他们还必须开辟反映新的客户需求、新的竞争对手、新的经济效益或包含所有这三者的新业务——也就是未来引擎。

正是这种“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方法，助力漫威公司不断开拓旗下核心出版业务，同时扩大人物授权业务，将其发展成了新的核心。Netflix亦是如此：从2000年代中期，核心的DVD业务收入开始逐步用于发展快速增长的流业务。IBM缩减了传统的硬件业务，大力拓展新型软件和服务业务（见边栏《未来企业将管理两类业务：核心业务的“第一套引擎”和更具创新力的业务的“第二套引擎”》）。在每个案例中，转向第二套引擎，意味着要同时面对新的竞争、新的成本结构和新的经济模式，而且新业务至少需花费5年时间才能见起色。

定义和建立第二套引擎，需要在多个领域具备创造力。光是制定富于感染力的愿景或指出将到要抵达的终点是不够的，这往往是容易的部分。还必须要做的是识别有针对性的第一步，对核心设想进行快速测试，同时透彻思考前期的成功可能指出的后续动向。从许多方面看来，这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所表现出的天才。对于第一代行动，人人所见略同。然而，他比所有人领先两代，他深刻理解生态系统的价值，这种生态系统的建立，要求硬件和软件保持垂直整合。

两套引擎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规范、可重复性、小步持续改善、审慎的风险评估和常规的财务分析，是第一套引擎的标志。敏捷、创造力、大踏步进入财务未知领域，并深知只有少数投资最终会带来回报，则是第二套引擎的主要特征。两者的平行运营会产生某些棘手的运营模式问题，比如：第二套引擎应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定义第一套引擎？创新应当怎样、在何时回归核心业务（并且由谁来决定）？如何管理整个企业中人才和其他资源的分配？或许最根本的，是依靠自身建立第二套引擎好，还是关注外部能力的开发然后进行收购更好？我们认为，在未来时代，最成功的企业需要同时管理两套引擎。这些企业不仅将第二套引擎作为新的增长来源，而且将其作为公司向未来企业转型的工具。

到2027年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企业将会在同一公司里建立和管理第二套引擎，但是可能会分开设置架构、配备人员和提供资金。资源配置将成为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的结合点，将以持续和零基础方式进行。顶尖人才将在两套引擎轮岗工作，学习均衡技能，承担企业两方面的关键使命角色。



未来领导力挑战

领导未来企业，在未来企业工作，感觉上会很不同。有时会感觉像是风投资本家，必须考虑5到10年甚至更长远的回报。风投资本家知道许多投资都会打水漂，但个别投资项目最终会脱颖而出，为他们赚得钵满盆满。在评估投资项目时，他们寻求机会开辟全新市场或者扶持某个优于现有版本10倍或百倍的产品。他们大力关注关键使命角色，自然而然地思考如何通过生态系统创造价值。

其次，未来企业感觉会像是一家专业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工程设计公司领导者的工作方式不同于大部分企业。它们调动专业人士团队，攻克特定的商业问题。问题解决后，团队即告解散，员工又转身投入下一个项目。这种工作方式较少受到职能年度业务规划的限制，速度更快，流动性更高。

再次，未来企业又会感觉更像是一家规模化的创业公司。譬如，针对具体项目向合适的投资者募资，为关键使命角色全力招聘和保留人才，精简专业化管理体系以确保针对性和效率。

把所有这一切落实到位，是一项艰巨的领导力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必须构建多种新能力：新的技术资产和技能、新的人才交易、新的扩大的合作、新的管理工具和指标和新的资产负债表方法。在个人层面上，领导者必须发展自身技能，从管理转向激励和指导，赋能关键使命角色而不是控制信息流，不但在企业内部而且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强大的文化，从而实现增值。他们还必须通过卓越的变革管理历程来引导员工。

在过去的时代变迁中，调整失败的案例要比成功过渡的故事更多。这样的经历，许多企业有过一两次（IBM、可口可乐和高盛），通用电气和雀巢等企业有过三次。但是，这些变革实在罕见，大多数领导者都没有切身体验。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开展转型呢？应当从哪里起步？

以下是领导者可能提出的5个问题，以及如何着手解答这些问题的一些可行思路：

• 我们需要的规模、速度和客户亲密度的结合是怎样的，如何才能比现有及潜在竞争对手更好地实现这种结合？这个问题部分关乎战略（这些要素对于公司的相对重要性是怎样的？如何在投资上做出取舍？），部分涉及工作方式（如何利用技术和组织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取舍？）

无悔行动：将战略转化为25到50个具体的市场项目（微型战役），部署能带来规模和客户亲密度效应的快速行动部队应战。

• 我们距离充分发挥关键使命角色的潜在价值有多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统一认识，确定这些角色是什么，把最优秀的人才部署到这些角色中，了解所做的是为这些人才提供支持，而不是阻碍其前进。

无悔行动：识别企业的关键使命角色，制定计划配备最佳人才。成立理事会，在该群体中建立联系和互动，创建快速的市场和内部反馈体系，推动同伴间相互学习。

• 我们是哪种类型的企业——平台、外包服务提供商，还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我们如何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开展合作？随着云和其他技术的持续发展，随着外包公司建立起更多能力，随着零工经济平台的壮大，生态系统将不断发展，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合作选项。

无悔行动：按业务活动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梳理，对比外部选项，评估企业各项业务活动的能力水平。

• 如果没有资本和投资者要求的限制，我们会怎么做？换言之：企业能够识别的优秀创意，是否多过愿意或能够投资的优秀创意？如果是，就值得验证一下，资本和投资限制是否真的牢不可破。

无悔行动：根据与企业战略的契合程度，围绕投资期和风险偏好两大维度，对投资者进行细分。

• 我们现在应当开展哪些工作，以确立10年后的企业定位？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长期情境，而且涉及企业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融入灵活性，培养见微知著的能力。

无悔行动：建立第二套引擎孵化器，把企业细分为第一套引擎和第二套引擎，各自设立明确的范围、运营模式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规则。

以上这些做法并非详尽无遗，我们知道，这不过是简略指出了许多企业为迎接新时代而必须进行的革新。虽然未来企业的确切面貌尚不可知，但历史表明，在两个时代的转折之际，变革可能会突然来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更要敢闯敢试、思虑长远，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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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艾伦是贝恩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全球战略咨询业务联席主席，就战略议题合作撰写了多本著作：包括《回归核心》和《创始人精神》。陆建熙是贝恩公司全球资深合伙人，亚太区组织咨询业务主席。Andrew Schwedel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领导公司的宏观趋势小组，为贝恩客户分析全球宏观经济及其他趋势。三位作者共同领导举办了贝恩洞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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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激励员工的话术

	The Science of PeP TalkS

	[image: ]

	

		丹尼尔·麦金（Daniel McGinn）|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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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激动人心的动员讲话，激励员工拿出更好的表现，是领导者必备的本事。 但很少有管理者接受过正式训练。本文给出的方法恰好能满足领导者这方面的需求。

	

	

在点评网站Yelp纽约分部，负责销售的高级副总裁艾丽卡·阿利奥托（Erica Galos Alioto）站在650名销售代表面前，穿着一条金光闪闪的裤子——她的“LDOM幸运裤”。在Yelp，LDOM意为“每月最后一天”（last day of the month）。这一天，阿利奥托要发表动员讲话，鼓励每位销售代表向70位陌生人（潜在客户）打推销电话，并在会计部门做完本月报表前拿下一单。

她讲了20分钟，称赞他们是Yelp的顶尖销售团队。她点名表扬业绩最佳的同事，并推荐几种调整方法，争取让每个人都达到类似状态。她讲故事，也提问题。

“纽约分部离这个月的业绩目标还差150万美元……我们已经有了行动方案。能实现吗？”不温不火的掌声。她提高声音又问一遍：“能实现吗？”掌声雷动。

为打磨这类演讲技巧，阿利奥托下过一番苦功，因为她知道，她的成功取决于此。的确，发表激动人心的动员讲话，激励员工拿出更好的表现，是领导者必备的本事。但很少有管理者接受过正式训练，大多数都是靠模仿他人，如善于鼓舞士气的上司、上学时的导师，甚至《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之类电影中的人物。有些人依靠高管教练的指点，但后者给出的建议也是基于个人经验，而非科学研究。

通过话语激励他人，这里面其实有一套科学。有一些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在进行重要工作前提振精神。为更好地了解这些工具，我与学界、企业界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实践者进行了深入交流。我发现，虽然各人有不同的诀窍，但研究显示，成功的动员讲话包括3个关键要素：指示方向、表达共情、构造意义。这个领域最深入的研究来自Texas A&M International大学的夫妻搭档杰奎琳·梅菲尔德和米尔顿·梅菲尔德（Jacqueline and Milton Mayfield），他们研究“激励语言理论”（MLT）在企业界的应用已近30年。他们成果的有效性，得到体育心理学和军事史研究的支持。所有证据都显示，只要理解了这3个要素，领导者就能逐步学会如何应用。



三要素的精确平衡

梅菲尔德夫妇将指示方向定义为“少用不确定性的语言”。关于如何完成手头任务，领导者应提供确切信息，如给出清晰指示、恰当描述任务、明确评价标准等。

“共情性语言”应传达对员工的人性关怀，可包括赞扬、鼓励、感谢和承认任务难度等。“大家都还好吗？”“我知道这是个挑战，但相信你们能胜任”，“你们的福利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等表达都属于此类。

“用构造意义的语言”解释某项任务为何重要，将组织的目标或使命与员工个人目标联系起来。使用构造意义的语言时，讲话者通常会讲故事——关于努力工作或取得成功的同事，或某项事业给客户的生活或社区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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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听众是很多人还是一个人，好的动员讲话都应包括全部3要素。但3者的比例取决于情境和听众。对于熟悉的任务，有经验的员工无需指示方向；与领导者关系紧密的追随者，不需要太多共情性语言；构造意义在大多数情境下都有用，但如果工作的最终目标很清晰，也无须过多强调。

例如，梅菲尔德夫妇研究过加州一家初创医药公司，该公司专攻心脏病和渐冻症（ALS）药物研发；很多员工的家人患有此类疾病，这份工作对他们有着特殊意义。因此CEO自然可以在公司全体会上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要拯救生命、改善他人的生活，这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意义。”

与之相对，快餐店经理面对十几岁的打工店员，要在话语中涵盖3要素就没那么容易。仅仅下指令还不够。米尔顿·梅菲尔德建议使用共情性语言，如“我知道这工作很难，你们每晚都带着一身油烟味回家，还要熬夜做功课”；或赋予劳动意义，如“我们这家店的目标不只提供令顾客满意的快餐，也提供优质、稳定的工作，让你们这样的员工能够补贴家用、存钱上大学、在业余时间享受生活，你们越能帮助这家店完成目标，我们在这方面就能做得越好”。根据梅菲尔德夫妇的研究，构造意义几乎总是3要素中最困难的。

关于如何将动员讲话的效果最大化，其他领域也有研究。蒂凡尼·瓦尔加斯（Tiffanye Vargas）是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体育心理学教授，她发表了数项实验室和现场研究成果，均是关于不同情境中最能激励运动员的话语，其中一些发现或许能应用于企业中。

瓦尔加斯的研究显示，在多种运动项目中，教练的赛前动员都很重要：90%的选手说他们喜欢听赛前动员，并且65%的选手认为这会影响他们的发挥。瓦尔加斯发现，在面对不熟悉或曾惜败过的对手时，运动员希望听到细节丰富（减少不确定性）的讲解，如“我们要通过凶狠地盯人拿下对手，乔的任务是防住对方得分后卫，吉米要和他们篮板球特别厉害的那个人抢位置”；如果队伍处于下风或面临关键比赛，情感性的动员讲话（使用更多共情性和构造意义的语言）会更有效，如“这次赛事我们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期，没人觉得我们能赢，但我认为你们会赢，我知道你们能赢，你们也必须赢，为了队友，为了球迷——因为你们配得上胜利”。

军队中的动员讲话，也不同程度包含激励语言理论提出的3要素——虽然相关研究使用的术语不同。基斯·耶林（Keith Yellin）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他的《劝战：战斗领袖修辞学》（Battle Exhortation: The Rhetoric of Combat Leadership）一书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战前动员讲话（也包括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让我们再上火线”独白等文学经典），总结出指挥官们的23个“共同主题”。其中包括指示方向的元素（“按计划行动”），但大多诉诸士兵的理性（如强调本方相对敌人的优势）或情感（如“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或强调敌人的邪恶）。因为士兵将冒生命危险，指挥官自然会强调战斗的意义，说明为何冒险是值得的。

耶林也承认，现代战争中的战前动员不如古代常见，所突出的要素也有变化。这部分是因为正面战斗减少，限制了动员演讲的机会；但也是因为军队更加职业化，由更多志愿报名的职业军人构成，而非平民或被强制征召的士兵。新兵或许还需要激情澎湃的动员，老兵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需要太多共情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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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四星上将、曾指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的观点与此类似：“过去的这场战争中，如果你在三角洲特种部队、游骑兵或海豹突击队，我们每晚都在战斗。一切发生得那么快，而那都是我们的工作。”但在军旅生涯早期带领年轻士兵时，他更强调情感和意义：“在任务开始前的30分钟，重要的是建立信心和对彼此的承诺。”他一般会先指示方向（“我希望你们做到这些”），但很快转向意义构造（“任务很重要的原因是……”）和共情（“我知道你们能做到的理由是……”“想想你们以前做到的事情”），然后概括性收尾（“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从上述研究和人物事迹中可以得出结论：在任何情境下，领导者都必须把握住激励语言理论提出的3要素，并注意在合适的时机突出合适的要素。



将理论付诸实践

Yelp的销售领导阿利奥托从未研究过梅菲尔德夫妇的理论，但似乎自发地将其运用到工作中。她以共情开始：感谢整个部门的努力工作，点出表现卓越的个人或团队，然后强调称，如果一位Yelp销售员能完成出色业绩，那所有销售员都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都受过相似训练、掌握同样的技巧。读过阿利奥托演讲的文字版后，梅菲尔德夫妇特别挑出一句话：“无论本月到目前为止你表现如何，今天都有可能成功。”接着，阿利奥托开始指示方向，对基本概念进行解释，如调整心态、积极行动等。例如，她会要求销售员将当日目标写在便签纸上，然后贴到电脑上。

阿利奥托以构造意义结尾，将LDOM与更大目标联系起来，让整个团队在情感上统一、充满活力：“每次赢得一位企业主的头脑和心，你们不只是在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你的团队、你的部门、你的公司，帮助Yelp前往想去的地方。”

梅菲尔德夫妇指出，阿利奥托可以更进一步将销售员的工作与Yelp的使命联系起来，即提供餐厅和其他店铺的推荐和评论，以提升终端用户的生活品质。但整体来说，他们给阿利奥托激励销售团队的话语打高分。

不过要注意，销售员回到各自座位后，阿利奥托的指示、共情和意义构造并未停下。动员讲话之后，她巡视整个部门，与超过100名销售员一对一沟通，继续应用激励语言理论中的不同要素。在与一名销售员的对话中，她强调如何更主动地拿下潜在客户；面对另一位要给汽修店打电话的销售员，她讲授了此类沟通的细节；在其他对话中，她也尝试激发销售员的自信，或强调团队目标。

这天结束时，纽约的Yelp团队完成了145万美元广告销售，完成当月指标，离拓展目标只差5万美元。很多销售员实现了BME，即Yelp人所说的“个人最佳月度业绩”（best month ever）。

很难说阿利奥托早上的动员讲话，以及与销售员的一对一沟通，对最终结果有多大影响，但她认为这一天是成功的。“我讲的并没什么新东西，但能让员工从不同角度思考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什么，”她说，“我努力让每个人知道，他们有能力把握自己今天的表现。”



给销售领导的动员演讲打分

《哈佛商业评论》请米尔顿·梅菲尔德和杰奎琳·梅菲尔德评估艾丽卡·阿利奥托使用激励语言的水平。他们用不同颜色标出演讲中的3要素——指示方向（绿色）、共情（蓝色）和意义构造（红色），并给出点评。以下是部分摘录。



我必须要说，大家的表现非常惊艳……感谢你们成为目前Yelp的顶尖团队，感谢你们以如此惊人的能量迎接我。

现在，纽约分部以完成指标104%的成绩在整个公司中领先，而本月还有两天。这真是难以置信……柯琳目前的业绩是8万美元。我昨天想跟她打招呼，但她正在打电话，像个疯女人一样拼命说服对方，所以我没说上话……（蓝色：表扬整个团队和个人的贡献）

每个人都知道纽约分部在每月最后一天（LDOM）有多厉害。但LDOM的真正意义远大于这一天本身。它代表我们对待这一天的态度。这一天包含某种东西，让我们拿出近乎荒谬的勇气和决心，拿出完成不可能之事的能力，拿出能做到任何事的能量。这样，无论我们目前进度如何，最终都将胜利。一个月以来所有对我们说不的人，我们要让他们回心转意……（红色：将LDOM描述为伟大事件，将销售员的任务与更大目标联系起来）（蓝色：承认有些人落后，但强调他们的能力和韧性）

大家都有笔和纸吗？我想让所有人拿出一点时间，写下你今天的目标。可以是联系多少个企业主，也可以是拿下多少个客户……写下来。（绿色：对当天的工作方法提供具体指导）

今早醒来，你是什么状态？有时我们会对自己说些丧气话。有时我们可能说：“为什么乔恩今天完成了目标？他的片区一定特别好。”有时我们以为，如果有人能完成某个目标而我们不能，一定是因为他有某种优势。（蓝色：承认员工可能因同事的成功而灰心，而非更有勇气）

其实呢？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大家认为条件差的片区，我们换个人过去，他照样做出顶尖业绩。

如果你们的想法中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我希望你们改变它。不要去关注你和那些很成功的人的区别，而要寻找相似之处。（绿色：告诉销售员如何避免消极思维）

我们还有两天时间来达成目标。你今天做的每件事，采取的每个行动，每次你尝试说服对方，你联系的每个企业主，每次你鼓励同伴做得更好，每次你赢得一位企业主的头脑和心，你们都不只是在帮助自己——也是在帮助你的团队、你的部门、你的公司，帮助Yelp前往想去的地方。（红色：将当天的工作与公司整体目标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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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麦金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著有《提振精神》（Psyched Up: How the Science of Mental Preparation Can Help You Succeed，Portfolio出版社，2017年），本文改编自该书内容。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工作与你的价值观相悖，
还做不做？

	FOLLOW DUBIOUS ORDERS OR SPEAK UP?

	桑德拉·苏赫尔（Sandra Sucher） 马修·普雷布尔（Matthew Preble）|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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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实习生整头痛是都要为一份工作而违背自己的价值观

	

	

苏珊·金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新上司文舒斌说的话。



旧金山和首尔之间的跨国长途电话，通话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但她还是让文舒斌重复了一遍。

文先生（苏珊的父亲是半个韩国人，他让她这样称呼上司）是技术安全公司Zantech首尔办公室经理。公司总部在阿姆斯特丹，苏珊放暑假，到这家公司实习。她原本应该在首尔跟着文先生的团队，但她的护照有问题，公司实习项目主管艾玛·维瑟建议她先远程工作。

实习中她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文先生进行市场调研，去其他技术公司，包括直接竞争对手公司，收集产品、服务、顾客、销售等信息。文舒斌给她发了邮件，列出了目标公司和联系人。现在他告诉她，联系那些人的时候最好用学校的邮箱，说自己是MBA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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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教学笔记

如果知道这家公司此前就是这么做的,你会觉得这个要求更容易接受吗？桑德拉·苏赫尔在讲解这个案例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也许是察觉到苏珊的犹豫，文先生补充说：“这种做法很常见。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

苏珊在椅子上不舒服地换了个姿势。这是她第一次与文舒斌联系，她想给自己的新上司留个好印象。

“否则问不出什么来，”文先生开口打破了沉默，“你不必担心，以前其他实习生都这么做。”

苏珊不知该如何回答，或者说，她不知自己可以表现出何种程度的直白，因为父亲告诉她，多数亚洲文化中并不欣赏直接冲突。于是她只回答：“好的。”接着她又问了几个关于应该收集的信息的问题，就挂断了电话。

苏珊迫切需要这份实习工作。她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管理咨询公司，刚入职就做了一个网络安全公司的项目，从此迷上了这个新兴领域。后来她决定返回校园读MBA，打算进入该领域的顶尖公司工作。至2020年，这个行业预计将创造1700亿美元的收入，她知道其中有很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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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赫尔设计了四个问题，让学生思考这个道德困境：一、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二、我是否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且尊重他人的权利？三、我是否尊重这个群体及其行为规范？四、我是否履行了自己和公司的承诺。



一家公司不同地方的办公室的工作方式是否不同？许多全球化公司很难推行一套通用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能拿到Zantech的实习职位，她非常高兴。如果好好表现，毕业后就有机会成为正式员工，但现在文先生让她伪装身份。收集竞争情报需要“发挥创意”，她理解这一点，毕竟要打探的是竞争对手的私密信息，可是文舒斌说的做法好像越界了。

父亲给苏珊讲过好些亚洲公司的事，他说过首尔公司的期望乃至道德伦理都会跟美国很不一样，然而，知道这些也无法缓解她现在的焦虑。隐瞒真相是韩国公司的惯常做法，还是说只是Zantech的惯用伎俩？



客观看待

第二天一早，苏珊就收到文先生发来的几封邮件，附有询问信息的模板。她看到邮件抄送了两个人，一个是艾玛·维瑟，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她查了一下，这个人是Zantech亚洲市场调研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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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下周一就要开始打电话，现在是周四下午，她必须在短时间内想好该怎么做。她没有立刻回复邮件，而是出门清清思路。但过了半小时，她仍然反复想着文先生让她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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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苏珊很高兴能分散一下注意力，而且她也希望父亲能给些好建议。父女二人总是这样，父亲在美国东岸的午休时间打来电话，她常常不是在去上课的路上就是在跑步。两人的通话总是很简短，但她很期盼能跟父亲聊几句。

苏珊描述了事情经过，父亲开始长篇大论地阐述有一份好工作、做一番事业的重要性。苏珊听着听着，终于忍不住了。

“爸，别谈人生了。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只是希望你做出得当的选择，宝贝。”父亲说。

“詹姆斯觉得我应该辞职。他说，被要求提供敏感信息的时候，人们有权知道对方的底细。”苏珊说。詹姆斯是她的男友，两人交往两年，但父亲还没完全接受他。

“他说得容易。你这个夏天的房租由他付？明年他给你找个工作？珊珊，你需要这份实习工作。你知道我和你妈很想帮忙，但现在我们只能靠固定收入过活。”



很多人觉得应对道德伦理上的挑战时，最艰难的部分是自己对某行为对错的评判。但是，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之后，该如何应对某种局面也同样重要。




父亲退休后就喜欢说“固定收入”这个词。父母供苏珊姐弟俩读完大学后，就明确说，两人以后得靠自己生活了。苏珊进商学院之前在咨询公司工作3年攒了一些钱，但要负担旧金山的房租还是不够。

“你的意思是我就应该那样做？你教我的诚实正直都不管了，他们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她知道自己讲得太夸张，面对父母的时候她总这样。

“珊珊，要客观地看问题。文先生让你做的不是违法的事，也说不上是不诚实，你本来就是MBA学生。如果这些联系人里有人问你是不是哪家公司派来的，你也可以坦白。而且听上去，这些做法在Zantech都是摆在明面上的。市场调研主管也知情，文先生没有隐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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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珊跟文先生说不想隐瞒自己跟Zantech的关系，会不会令其显得不好共事？




“爸，我就是觉得不对头，像是在骗人。我要回去告诉文先生我的感受，或者跟实习主管艾玛谈谈。”

“你跟谁聊聊都很好，不过要小心，别让他们觉得你为人古怪，难以共事。”

苏珊对着电话重重叹了口气：“我真搞不懂，这家公司致力于阻止人们在网上隐藏真实身份，却让我隐瞒身份。”

“这就是真实的职场，宝贝，处处充满矛盾。”



未来雇主

“我以为你在韩国呢。”梅琳达·萨斯曼这样说着，在咖啡桌前坐下。梅琳达是苏珊之前工作的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两人共同参与了几个项目，很合得来，后来就时常设法一起合作。苏珊辞职去读商学院的时候，梅琳达给她写了推荐信。两人都还在旧金山，所以一直保持着联系。

“还没去呢。谢谢你，周末还出来见我。”

苏珊解释了自己签证的问题，又讲了文先生说的话，以及自己跟詹姆斯和父亲的争论。“我还跟CEO谈了谈。”



苏珊之前跟CEO交流过，那么直接找CEO谈这个问题有用吗？他是否愿意倾听她的担忧？




“你还跟CEO谈了这个？”

“没，不是谈的这个。只是他昨天打电话来为签证问题道歉。”CEO彼得·卡尔森去年秋天来伯克利参加网络安全座谈会，会后苏珊去找他说话，他说很欣赏她提出的问题，并且鼓励她申请自己公司的实习机会。接到他的电话，苏珊吓了一跳，不确定他是原本就会联系实习生，还是特别关照她。她心里想着文先生的话，很想跟CEO说一下，但还是没说出口。



如果她决定要跟Zantech的人说这个问题，那么应该说什么？如何表达自己对道德方面的担忧？她能提出什么别的选项？




“我觉得可以去找他谈谈这个，”苏珊跟梅琳达说，“我听他说过道德伦理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他肯定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吧。而且我觉得你应该不想落个‘向CEO告状的实习生’这种名声吧。这家公司规模有多大？”

“世界各地员工大约1500人，但氛围真的很好。除了这件事，我跟他们的交流都很愉快，HR面试和谈话，还有我前几次跟文先生发电子邮件，感觉都很好。每个人都尽力向我表示欢迎。没有任何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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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人在这边也没办法推脱任务吧？”梅琳达问，“跟那个叫艾玛的谈谈怎么样？她也算是你的上司吧？”

“不太清楚，我好像是向他们俩汇报。隔着电话我不懂文先生的意思，而且他的邮件抄送给了艾玛，所以她应该知道他让我做的事。”

“假如你知道这些人里任一人对你的问题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那当然就更简单了。文先生、艾玛和HR，如果你跟这些人提起这个话题，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他们可能会允许你用其他方式获取信息，但也可能取消你的实习资格，我不是想吓唬你。你都没跟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直接开除你。”

“我好讨厌跟父母解释这些。”

“也很难跟未来的雇主解释。不用我告诉你吧，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前景。但如果你答应隐瞒身份，却又被那些公司发现了，可能就很难在这个领域找到工作了。而且你也要对学校负责任。如果你假装是为学校的项目收集信息的学生，但又被这些公司发现没这回事，你读的这个MBA项目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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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垂头丧气。她没想这么多。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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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色拉•苏赫尔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Joseph L. Rice III校务委员。马修•普雷布尔是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员。《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管理者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实习生的困境》（案例编号611041-PDF-ENG），作者是桑德拉•苏赫尔和马修•普雷布尔，原文见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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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
对文先生的要求，
有所顾虑
她是否
应该说出来？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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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生让苏珊做的事情不合适。虽然看上去好像不是大事，但隐瞒身份收集信息是不道德的，而且她觉得不舒服也很合理。虽然她是个年轻的实习生，我觉得她还是应该告诉文先生和身在阿姆斯特丹的艾玛·维瑟，自己不想隐瞒身份。

职业生涯的头10年是一段重要时期。你要了解商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类型，明确自己的价值观。我很幸运，20世纪80年代在IBM打下了道德方面的基础。诚实和尊重是IBM风气的一部分，公司不允许隐瞒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在我40年的职业生涯中，从年轻时的初级专业人员一直到后来更高级的职位，这个基础帮我处理了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苏珊应该寻找这一类能帮自己在职业领域起步、建立清晰是非观的雇主。

我建议苏珊查一下Zantech的价值观是否跟她的一致。她可以查一下Glassdoor之类的网站，那上面有员工分享自己对公司的看法。这家公司有没有其他员工也被要求去做不道德的事？公司是否牵涉重大法律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她大概就可以确定，这家公司不适合她。

如果她发现Zantech是一家遵守商业道德、公开、友好的公司，就应该说出自己的担忧。她应该给文先生和艾玛·维瑟发邮件，解释自己对这个任务的顾虑。她父亲说得对，韩国公司不喜欢坦率，但如果只跟艾玛联系，苏珊就失去了跟文先生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而她工作中的上司是文先生。

邮件应当积极正面，不要只注重自己的感觉，要关注这件事对公司整体造成的风险。她可以这样说：“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您合作进行这项工作，项目很有趣。但我担心，如果隐瞒我在为Zantech工作的事实，这件事情一旦泄露出去，恐怕会对公司造成不好的影响。”语气应当凸显合作精神，有建设性，尽量多说“我们”。

理想状况下，文先生和艾玛很可能会欣赏她坦率直言，理解她的立场，并允许她以其他方式开展工作。这样做还有可能促使文先生多考虑一下Zantech让她做的事情。



她应该给文先生个艾玛·维瑟发邮件，解释自己的不适。




德勤的最新研究显示，关注使命、目标和道德的公司，长期表现胜过同类公司。拥有这种文化的公司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疑虑，公开讨论道德伦理问题。如今公司丑闻高发，多半会严重影响公司品牌和声誉。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里那些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员工都选择缄默，可能是觉得没有人会听。

如果文先生和艾玛对苏珊的疑虑置若罔闻，就说明苏珊应该另谋他处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懂科技的MBA人才，她以后的路还很长。如果现在违背自己的价值观，以后她始终会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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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不应该盲目服从。可是身为实习生，她必须完成工作。所以我的建议是，另找一种合乎道德、合法并透明的方法完成文先生的任务。

我自己思考道德伦理问题的时候，会画一个2x2的方阵，以法律和道德分别为两条轴。如果一件事情能够明确地放进这个法律和道德的方阵中，那当然很好，但商业上的事情不会总是这么清晰。人们经常会碰到不会违反法律和任何规定，却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情况，这种状况不好处理。

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很多这样暧昧的情况，比如针对银行历史上最大的欺诈和不端行为展开内部调查，每一次我都守住了自己的原则。

如果我是苏珊，当然不会就这样隐瞒身份给Zantech的竞争对手打电话，但我也不会立刻反对文先生和艾玛·维瑟的做法。不同组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行为准则，苏珊对这家公司乃至韩国职场的了解还不够，不足以质疑他们的行事方式。立即质疑文先生的要求，称其有违道德，就长期而言的确会对她造成不良影响。

不过，苏珊并不是只有妥协和反对这两个选项。她应该提出另一种方案，也就是说，不要提出问题，而是要提出解决方案。这样才是优秀的实习生或正式员工应该做的事。

在不隐瞒身份的情况下，苏珊如何做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一个选择是跟Zantech最忠诚的客户方聊聊，这些人在选择与Zantech合作之前一定评估了其他软件供应商。问问客户，他们会很高兴，而且这样的讨论可以帮助苏珊收集竞争对手信息，并反向进行产品对比。

另一个选项是与IBM、普华永道以及独立咨询公司等帮助Zantech构建产品的第三方联系，或者联系专门评估竞争形势的分析公司。这些公司起到的作用与上文提到的客户相似，而且可能更愿意分析Zantech相对于其他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第三个选项是在Zantech内部寻找信息源。公司1500位员工，一定有人来自竞争对手公司。这些人提供的信息集合起来就可能很有用。一部分人可能受保密条款制约，苏珊应该注意这一点，不过很多人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供Zantech参考。

这些方法不仅能让苏珊脱离道德困境，而且也更有效。依我看，公司实习生突然打电话给竞争对手，很可能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不是建议苏珊跟文先生说“这样做没用”，但她可以用本公司做个实验，给Zantech打几个电话询问信息，看文先生的方法是否奏效。这样也可以检验Zantech自己的员工能否保护敏感竞争信息。

我跟许多高管一样，靠正直建立自己的声誉并且小心维护。不过我也自豪于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苏珊要努力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如果苏珊能圆满解决这个困境，她应该记住，实习是面试的延伸。她应该像Zantech高管评估她一样对这家公司做出评估，问问自己：我可以为这家公司工作吗？公司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否一致？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会来自导师、父母或同伴，她必须自己做决定。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HBR.ORG社区评论

	

	别担心 

	如果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求提供有关我所在公司的敏感信息，不管对方自称是学生还是公司员工，我都不会给的。苏珊不必担心欺骗他人，因为不管怎么样都问不出她需要的信息。

	阿尔迪塔·杰斯

	GJEÇI变革管理主管

	

	说出疑虑

	我在大公司管理过实习生，而且我总是鼓励各个层级的人以得体的方式，挑战上级指令。他们提出的问题能够帮助公司做出改进。好的管理者善于接受意见。

	特雷尔·菲什

	MKEC Engineering公司项目经理

	

	退出实习

	价值观坚定的公司不会做这种事，会给员工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获取竞争对手的专有资料。这家公司既然让实习生做这个，又会让正式员工做什么呢？离开吧，别留恋。

	沙伦·霍汀

	通用磨坊公司消费者洞察主管







	杂谈 Synthesis

	

	数字时代更需要人文教育

	自然科学为何离不开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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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专业的大学生总是被友人、家人和职业顾问等许多人问到同一个问题：“你读这个学位是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出现频率太高，简直应该印在毕业证上。也可以换个问法：“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处？”

近期出版的3本书给出答案：“用处很多。”从技术行业到国防军事，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想有效应对当今巨大的社会和技术挑战，须对这些问题的人文背景进行批判性思考——文科学生接受的正是这方面培训。这是文史哲“书呆子”的逆袭。

风险投资者斯科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的《模糊性与技术专家》（The Fuzzy and the Techie）瞄准了人文学科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伪二元对立”。一些技术行业领导者宣称，想在数字化经济下找到工作，就不要学跟理工科（STEM）无关的东西。比如SunMicrosystems公司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的言论：“现今文科专业教的东西基本上都跟未来无关。”

哈特利认为，只看重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大错特错。主要问题在于，这种思维鼓励学生出于职业目的寻求教育，只考虑为工作做准备。但技术职位的门槛在逐渐降低。许多曾经需要专门训练的工作，现在借助简单的工具和互联网就可以完成。例如，有了GitHub上的代码块和Stack Overflow社区用户提供的帮助，新手程序员也可以推动一个项目。

哈特利提出，要想让学生准备好应对大规模 “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必须鼓励他们拓宽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兴趣视野，眼界狭隘是不行的。他列出了一长串文科专业出身的成功技术行业领导者，比如Slack CEO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学的是哲学专业，阿里巴巴CEO马云是英语专业，YouTube CEO苏珊·伍吉西奇（Susan Wojcicki）是历史与文学专业，爱彼迎（Airbnb） CEO布里安·切斯基（Brian Chesky）是艺术专业。哈特利说，我们当然需要技术专家，但我们也需要有人来探究人类行为的因果。

重要的不是技能，而是思路。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是否知道自己尝试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哈特利提出，真正的“人文学科”教育应当包括自然科学和一些“软性”学科。他说，全面的学习让人能够发现新的机会，开发出真正符合人类需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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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著作《钱与感受力》（Cents and Sensibility）也关注人文背景这一主题。作者加里·莫森（Gary Saul Morson）和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分别是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教授。他们提出，经济模型的缺陷在于缺乏对人类的理解。经济学容易忽视3个因素：文化对决策的影响，解释人类行为时叙述的作用，以及道德方面的考虑。如果把人当作处在真空中的个体对待，不仅过于简化，而且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这两位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文学。他们建议经济学者从伟大的小说中汲取智慧，因为那些作品对人的观察比社会学家更深。经济学者倾向于将人当作抽象的存在，而小说深入挖掘的则是特殊性。为了说明这一点，两位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有哪位科学家的模型和案例刻画出了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般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也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同理心。故事让我们沉浸在角色的生活中，以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两位作者补充道，虽然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也要求人们发挥同理心，但只有文学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践。）

战略咨询顾问克里斯蒂安·麦杰格（Christian Madsbjerg）的《构建意义》（Sensemaking）延续着莫森和夏皮罗书中的主题，并将之带回了哈特利的方向。麦杰格提出，除非公司尽力理解数据代表的人类本身，否则都有与所在市场失去联系的风险。他说，商业所需的深入的文化知识，并非来自关注数据的市场调研，而是来自关注人文的文本、语言和针对人的研究。

麦杰格举了林肯汽车的例子。这款福特的豪华车型，几年前远远落后于宝马和梅赛德斯，险些被公司砍掉。高管知道，要想重新赢得竞争力，必须在美国以外售出更多汽车，尤其是下一个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中国。因此，他们开始研究世界各地顾客对驾驶和汽车本身的体验方式。

在一年时间里，林肯汽车的销售代表与顾客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对“豪华”的理解。他们发现在许多国家，开车的人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出行。汽车被视为社交空间，是为客户提供娱乐的地方。经过精心设计的林肯汽车，必须重新构想顾客的人文环境。该公司随后进行的设计调整得到了回报：2016年，林肯汽车在中国的销量是之前的3倍。

这3本书共同的主题是，寻找拓宽思维的方式比选择研究领域更重要。这个观点在其他一些新出版的著作中也有提及，如商学教授兰德尔·施特罗斯（Randall Stross）的《一种实践教育》（A Practical Education）、记者乔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的《你无所不能》（You Can Do Anything）。理工科学生可以关心人文，而主修英语的人也可以用科学的眼光考察事物。

我们应当注意，不要由于不同学科间并不存在的壁垒而固步自封。有句谚语说，你手里有锤子的时候，什么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同理，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应对所有问题，那会给自己乃至世界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其实人文学科教授了许多严格的调查分析方法，如密切观察和访谈。推崇自然科学的人有时不太欣赏这类方法。”

		《模糊性与技术专家》，斯科特·哈特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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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亚•巴尔蒂罗莫（Maria Bartiromo）

		福克斯商业网（FOX Business Network）全球市场栏目编辑

		她读的书……

		
			[image: ]

		每天早晨6点钟上节目之前，我会浏览《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通讯社咨询、国际市场消息和推特。我最喜欢的商业杂志是《经济学人》，这本杂志的写作风格言简意赅，不过我休息的时候会看《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或者Vogue杂志。

		我的床头桌上堆着很多非虚构类书籍。现在我在看《约翰逊的伦敦生活》（Johnson's Life of London），讲的是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任期间的决策，还有记者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的《美国在撤退》（America in Retreat），以及上过我节目很多次的健康养生专家戴维·阿古斯（David 
		Agus）的《简要长寿指南》（A Short Guide to a Long Life）。我还喜欢传记，CBS创始人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他的荣耀》 （In All His Glory）我读了好几遍。

		

		她看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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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我会看福克斯和新闻媒体。多数晚上我会看手机上的头条新闻，如果在家就会看一些消遣类电视节目。我喜欢《纸牌屋》，HBO电视台的《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我都录下来了。

		

		她听的音乐……

		
			[image: ]

我和丈夫都喜欢现场音乐，我们积极支持美国爵士乐基金会（Jazz Foundation of America）。这个组织为有意在音乐领域发展却难以维生的音乐人募集资金。我一直悄悄想当伴唱。

		

		她参加的活动……

		我会参加很多会议，一些年度大会，比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米尔肯研究院全球会议（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以及摩根大通赞助的纽约CEO峰会和旧金山的医疗卫生大会。要认真听商界领导者谈话，把信息带给我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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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M.奥雷哈兹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助理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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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OUBLE

WITH 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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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MOs Never Last

Something is deeply ami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ef executives and their top marketing officers.

Eighty percent of CEOs say they don’t trust or are unimpressed by their

CMOs. Not surprisingly, CMOs have

the briefest tenure in the C-suite. The churn can lead to serious internal business disruptions.

What can be done to end this dysfunctional pattern? Kimberly A. Whitler, a former CMO who’s now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s Darden School, and Neil Morgan, a marketing professor at Indiana University, have done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problem. They believe that its main cause is faulty role design.

To begin with, there’s no one clear, widely accepted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does a CMO do? The range of job duties and skills required are all over the map. Moreover, too often the expectations for CMOs’ jobs are unrealistic and not aligned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metrics. This unhealthy dynamic sets executives up to fail.

The authors outline the steps companies should take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First,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hree main kinds of CMO roles: Some focus on strategy, some 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some—which have enterprisewide P&L responsibility—do both. It’s crucial to figure out which type of CMO a firm needs and then tailor the duties and success metrics accordingly.

CMO candidates and recruiters also have a part to play in seeing that jobs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that new hires are good matches. The authors include checklists of questions that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should be sure to ask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s.



The Power Partnership

As digital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critical to marketing, the line between the CMO’s job and the CIO’s is blurring. Although historically these executives have tended to see the world quite differently, they now must work together on a new and very high level. Giving them shared performance

goals is a great tool for sparking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s the experience of 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 demonstrates.

HBR Reprint R1704B
	

	

	MANAGING YOURSELF

	THE SCIENCE OF PEP

TALKS

	Daniel McGinn | page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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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ility to deliver an energizing pep talk is a prerequisite for any business leader. But few managers receive formal training in how to give one. Instead, they learn mostly by emulating inspirational bosses, coaches, or even fictional characters.

However, research shows there is a science to psyching people up for better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motivating language theory, most winning formulas include three key elements: direction giving, or describing precisely how to do the task at hand; expressions of empathy, or concern for the performer; and meaning-making language, which explains why the task is important.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once leaders understand these three elements, they can learn to use them more skillfully.

HBR ReprintR1704L
	


	FEATURES

	Compensation

Decoding CEO Pay

	Robert C. Pozen and S.P. Kothari | page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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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year most public companies issue reports describing the pay packages of their CEOs. In them compensation committees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pay figures to the shareholders, who often must vote to approve them. The issue is, in their reports many committees adjust performance numbers in obscure and inappropriate ways that lead to overly generous CEO pay. And they do so using nonstandard criteria that are difficult for even sophisticat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decode. In this article, the former executive chairman of MFS Investment Management and an MIT professo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ort through the reports’ fine print and expose practices that stack the deck in CEOs’ favor: Adjusting earnings to be 100% higher than GAAP income. Paying out 80% of an incentive award for bottom-quartile performance. Choosing “peer companies” that are not comparable in size or in industry. And more. Shareholders should be more skeptical, say the authors, and comp reports must start providing much clearer explanations. But what’s needed most are new standards for compensation design and reporting.

HBR Reprint R1704E



	How I Did It

	Entrepreneurship

SoulCycle’s CEO on
Sustaining Growth in
a Faddish Industry

	Melanie Whelan | page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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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hearing from friends that SoulCycle’s very first studio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cycling studios, Whelan decided to give it a try. One visit was all it took for her to appreciate the full sensory experience, the charismatic instructor, and the passion of the client community. A few years later she joined the company, which today operates 74 studios.

SoulCycle doesn’t view itself as a fitness company—it’s a “player in the broader experiential economy.” That’s why it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recruiting and training instructors, with the aim of making them inspirational coaches who empower riders in their lives as well as on their bikes. It doesn’t charge monthly fees, but each class costs $30 to $35, and riders must book bikes in advance, on the theory that the pay-per-class model elicits greater energy and commitment. Choosing the location for a new studio involves a year of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lifestyle of future customers. Amenities such as iPhone chargers in the lockers have improved studio design. Next-generation bikes are coming in 2017, and the company’s apparel line is expanding. Because SoulCycle has friendships and community at its core, Whelan writes, the brand will en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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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康多莉扎•赖斯：
别浪费时间做从前的自己


	凯瑟琳•贝尔（Katherine Bell） | 访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面对失败的风险，以及批评者对她缺乏必需经验的责难，赖斯毫不畏惧，并在困难时期登上了高位。她35岁时在苏联战略问题上曾为老布什总统出谋划策。1993年，斯坦福大学深陷预算危机之际，她成为了该校最年轻的教务长。小布什总统2001年任命她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2004年，她进而成为美国第66任国务卿，她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国务卿。赖斯在华盛顿工作了8年后，回到斯坦福担任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成为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HBR:你专门研究比较大的跨行业职业变动。你如何成功处理这种变动？

沃特斯：我坚信，你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做从前的自己上。改变的秘诀就是，不要在旧环境中陷太深。



你成为斯坦福教务长时，基本上相当于担任一个市值近20亿美元组织的COO，但你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你怎样在工作中学习，同时和那些认为你不自量力的人打交道？



还有那些认为他们才应该当教务长的人吗？但我有一个优势：我的工作重点很明确。斯坦福当时经济困难——我们还因地震损失了1.57亿美元，所以我知道，稳定预算和重建校园是我的首要职责。我离开华盛顿之前，一直被“追捧”为冷战后期的苏联专家，所以我就表现出专家的样子。

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委派他人做事。我总是试图做其他人的工作。我发现，这样做会把你自己逼疯，而优秀的人才也不会跟你长时间合作。后来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擅长委派工作。



向别人展现自己强硬一面，你会感觉有压力吗？

在工作大概第一年里，仅仅向别人证明自己有多强硬是不够的；我必须强硬。我对周围人很严厉。但我在课堂上学到，你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打击别人，因为这个人会被吓傻，然后整个班级的人都会被吓傻。作为管理者，我必须再次记住这个教训。



你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跳槽到国务院时说过，相比做一个幕僚人员，你更想承担直接责任。

我喜欢在白宫工作。我和总统只有几步之遥，每天看见他六七次。我欣赏他，喜欢和他近距离合作。但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你的工作就像是在远程控制外交政策的执行。“我能让国防部长做这件事，国务卿做那件事吗？”所以综合来看，我还是更喜欢当国务卿。



进入国务院后，你发现自己的研究中，哪些知识最有用？

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专注于研究机构如何发展，而当我带领国务院重新适应9·11事件后的世界时，发现之前的研究很有帮助。我的研究表明，多数组织只会在失败的时候进行改革。它们不能及时从环境中捕捉线索。问题在于，你怎样让一家相对成功的机构应对全新的挑战。



回顾你的职业生涯，你最后悔犯过什么错误？

我真的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是正确举措，但我希望我们能早一点想出处理伊拉克问题的正确战略。我们没有完成移民改革，我对这一点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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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 贝尔（Katherine Bell）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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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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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从蓝海战略到蓝海领导力

	文丨李全伟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编辑

	

	《哈佛商业评论》被誉为世界管理界的圣经，众多管理大师都在上面发表过经典文章。

	

	10年前，W.钱·金和合作者发表的《蓝海战略》轰动一时，蓝海战略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企业界的广泛推崇。迄今为止,该书已被翻译成43种语言，销量超过350万册。

	

	蓝海战略颠覆了领导者对竞争的看法，它为企业开辟未来市场提供了途径和方法。这一创新战略给中国企业家照亮了方向——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后，中国企业开始陷入低价竞争的红海，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新路，开拓属于自己的蓝海。

	

	众所周知，开辟新市场能获取巨大回报，但成功实施蓝海战略的企业并不多。原因何在？10年时间，W.钱·金和合作者与许多企业领导者进行深入交流，分析他们的成败得失，最终发现阻碍成功的重要原因——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人们对世界运行方式固有的主观判断和看法。

	

	W.钱·金发现领导者的心智模式共有6个，将之定义为“红海陷阱”。领导者只有跳出这些红海陷阱，才能拥抱前所未知、无人争夺、潜力广阔的新市场。这6大红海陷阱是：以顾客为中心、利基战略、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

	

	这些陷阱，领导者曾经认为它们都是开辟市场的有力武器，但答案是否定的。在《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红海陷阱》一文里，W.钱·金和合作者详细阐述了造成这些红海陷阱的原因，并给困在其中的领导者指明前进方向：聚焦新顾客、不要过于纠缠细分市场、明白开辟市场不等于技术或创造性破坏、不要侧重低成本战略。

	

	《红海陷阱》是W.钱·金和合作者历经10年推出的新作，相信会给中国企业家提供新的启迪。另外，本专辑还针对中国企业家提供采访W.钱·金特别助手吉宓博士的专访文章《中国企业更易开辟蓝海》。独到之处是：虽然在心智模式方面，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欧美管理者那么多的思维定势，但也容易陷入红海陷阱。除此之外，他们在开辟蓝海时还普遍存在两种误区：一是把蓝海战略当成市场营销战略，二是将任何新产品、新技术和新领域等同于蓝海。

	

	蓝海战略让W.钱·金成为全球知名的管理大师，除了研究战略外，他和合作者还把关注转到了领导力。他们于2014年5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蓝海领导力》一文。

	

	蓝海领导力也是针对企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糟糕的领导力导致的企业大部分员工工作不积极。针对这一现象，蓝海领导力通过“4部曲”唤醒员工的潜力和激情，不仅令企业降低怠工造成的损失，还大幅提升业绩。蓝海领导力的核心原理是将领导力视为一种“服务”，员工作为客户可以选择“买”或“不买”。只有他们认同你的服务，才会“购买”你的领导力，支付“货币”是他们的高敬业度。

	

	从蓝海战略到蓝海领导力里面的“蓝海”，体现一种与众不同、一种未知的创新之意。这正是企业基业长青的终极武器。







	
	《蓝海战略》两位作者10年后盘点实践误区

	红海陷阱

	Red Ocean Traps

	W.钱·金（W. Chan Kim）

	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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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草间弥生

	艺术作品：Dots Obsession　年代：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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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辟新市场的时候，鲜有公司取得卓越成效，本文两位作者认为管理者固有的心智模式在作怪。这些管理者把开辟市场战略误以为：以顾客为中心、利基战略、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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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观点

		问题

		为取得持续成功，公司必须找到开辟新市场的正确方式。在现有市场的竞争，赢利越来越艰辛，公司尽管投入了很多资源和努力，还是觉得开辟新市场异常艰难。

		

		原因

		管理者的心智模式形成于他们在现有市场中的经验。尽管这些臆断和想法在过去奏效，但却不适用开辟新市场。

		

		解决方案

		为避免落入红海陷阱，管理者需要：

		• 聚焦新顾客

		• 不要过于纠缠细分市场

		• 明白开辟市场不等于技术创新或创造性破坏

		• 不要侧重低成本战略

	

	

	数十年来，美国公司的表现每况愈下。根据德勤里程碑式的“变换指数”（The 
	Shift Index）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总回报不足1%，是1965年的四分之一。随着市场能力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全球竞争加剧，几乎所有行业的管理者都面临来自业绩的严峻挑战。为扭转颓势，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战略时需要更多创造力。但实现长久成功不能只靠竞争力，创造新需求和开辟及捕捉新市场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开辟新市场能获得巨大回报。以苹果和微软为例，15年来苹果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新举措，推出了iPod、iTunes、iPhone、iPad和App Store。从2001年推出iPod到2014财年结束，苹果的市值飙升超过了75倍，销售额和利润也呈爆炸式增长。而同期微软的市值仅上升了3%，一开始微软的收入是苹果的6倍，现在只有苹果的一半左右。微软80%的盈利仅依靠两项老业务——Windows和Office，并未有开辟新市场的举措，为此微软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

	可以肯定的是，公司知道开辟新市场的重要性，领导者也为之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问题是，鲜有公司能取得卓越成效，障碍到底在哪里？

	在《蓝海战略》一书首版后的10年内，我们和很多执行开辟新市场决策的管理者进行了交流。他们所分享的成败得失，让我们发现了一个阻碍成功的普遍因素——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对世界运行方式固有的主观判断和看法。尽管心智模式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意识中，但对选择和行为具有重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神经系统科学家将心智模式视为人们在面对变化时的一种自动反应。

	心智模式有可取之处。危急时刻，强有力的心智模式能助你作出关键求生抉择。我们对管理者运用的稳健心智模式没有异议。这些心智模式源于学校学习以及多年的商海实战经验，让他们能更好应对竞争。在和管理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用来处理现有市场空间的那些心智模式，有损其开辟新市场的能力。

	我们在研究和讨论中遇到了植根于管理者心智模式中的6大突出主观臆断，将之定义为红海陷阱。“红海”指公司陷入残酷市场争夺战的狭小空间，红海中的陷阱让管理者止锚不前，无法驶入蓝海，无法拥抱前所未知、无人争夺、潜力广阔的新市场空间。6大红海陷阱中的前两种源自对营销的臆断，尤其是对顾客导向和利基市场的误判；中间两种出自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经验教训；最后两种与认为差异化和低成本不可兼得的竞争战略有关。接下来我们将在本文中逐一详细讨论这6大陷阱，看看它们如何阻碍公司开辟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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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非顾客变成顾客能够带来增长。为使顾客更满意，索尼聚焦于改善电子阅读器的清晰度。但亚马逊的Kindle却把非顾客的主要担忧放在第一位（可选书目太少），最终亚马逊获胜。

	陷阱1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以顾客为中心

	开辟市场战略的核心是创造新需求，取决于将非顾客（noncustomers）转变为顾客。例如Salesforce.com炙手可热的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就赢得了那些原本拒绝CRM软件的中小企业，从而开辟出新市场。

	问题出在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营销领域的领导者总认为，顾客是上帝。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他们过于轻易地下论断：开辟新市场的战略以顾客为导向，因此条件反射般聚焦于现有顾客，绞尽脑汁取悦他们。

	此举对开辟市场收效甚微。公司需将焦点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弄清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自己的产品。这些人对突破行业边界的痛点最有发言权。对比之下，聚焦现有顾客虽能促使公司拿出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解决方案，但也意味着公司囿于红海之中。

	以2006年索尼推出的便携式阅读器（Portable Reader System）为例，索尼想用此款电子阅读器获得更多顾客支持，开辟新的读书市场。为实现目标，索尼从现有电子阅读器的顾客体验入手，发现他们对目前产品的尺寸和屏幕清晰度并不满意。因此索尼推出了轻便且屏幕清晰度高的产品。尽管媒体和顾客对该产品评价颇高，但PRS还是输给了亚马逊的Kindle，因为PRS没能吸引大量的非顾客；他们拒绝电子阅读器的主要原因并非产品尺寸或屏幕，而是因为没有值得一读的内容。没有丰富的图书标题选择以及简便的下载方式，非顾客宁可选择纸质书。

	2007年推出Kindle时亚马逊意识到这点，提供了4倍于PRS的书籍数量，并且在无线环境下载便捷。推出6小时后，首批Kindle便被抢购一空，纸质书顾客很快开始使用电子阅读器了。索尼成功取悦了电子阅读器顾客，但Kindle在购书人群的市场占有率从2008年的2%提高到2014年的28%。目前Kindle提供的电子书数量超过了250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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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基营销有风险。达美航空的Song航班瞄准时尚职场女性，细分市场过于狭小，导致业务无法持久。但Pret 
	A Manger通过“去细分化”，发掘共性，赢得了不同类型的顾客，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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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阱2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利基战略

	营销工作看重的一点是：尽可能细分市场，以识别和捕捉利基市场。尽管利基战略通常十分奏效，但在现有空间中发现利基市场和开辟新市场完全是两码事。

	2003年达美航空推出名为Song的子公司，意在瞄准细分乘客，开辟低成本航空新市场。Song以时髦职场女性为目标，认为她们的需求和偏好有别于其他商旅人士以及大多数航空公司的目标顾客。此前，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瞄准这一群体。针对社会地位上升的职业女性进行了多次专题小组讨论后，达美制定出计划：提供有机食品、定制鸡尾酒以及各种娱乐选择，还有配备弹力健身带的机舱免费健身项目；此外，空乘制服为轻奢品牌Kate 
	Spade。该战略可能成功填补了市场空白，但职场女白领的细分市场实在太小，即便定价合理，也难以为继。推出仅36个月后，Song于2006年4月停运。

	成功的新市场开辟战略不会纠缠于细分市场，而是通过寻找不同顾客群的共性，激发出更广泛的需求。英国连锁餐饮店Pret A Manger研究了三种不同的购买午餐人群：下饭馆的上班族、快餐爱好者和打包外卖族。虽然这三类人群差异很大，但他们有三大共性：希望午餐新鲜健康、快捷且价位合理。这些洞察让Pret 
	A Manger了解到，可以创造颇具竞争力的新市场，满足他们的潜在共同需求。该餐饮店推出了高品质三明治，每天精选食材、现做现卖，生产速度超越快餐厅，配送一气呵成，价位合理。如今，Pret 
	A Manger已运营了近30年，依旧从其开辟的市场中获利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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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不一定能开辟新市场，赛格威代步车是一大惊人发明，但却从未赢得广泛顾客群。开辟新市场的是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陷阱3

	误以为技术创新是开辟市场战略

	研发和技术创新被广泛视为市场开发和行业增长的关键引擎，管理者便理所应当地认为，发现新市场需要同样引擎。但现实是，开辟市场并非一定需要技术创新。澳大利亚的黄尾袋鼠葡萄酒（Yellow 
	Tail）开辟新市场没有依靠任何高新技术，只是打造了轻松愉悦、适合大众的葡萄酒。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星巴克和太阳马戏团。即便是那些有技术深度参与的成功市场开辟者，比如SalesForce.com、财产出租管理软件Intuit 
	Quicken和打车服务商Uber，也并非是因为技术才取得成功。这些产品和服务成功的关键是：易用、有趣和高效，因此令人爱上它们；为这些产品特色提供服务的技术则不会被顾客记住。

	请看2001年问世的赛格威代步车（Segway Personal Transporter），作为世界上首款智能平衡个人代步工具，它当然算是技术创新，而且操作简便。蹬上代步车，身体前倾前进，后倾后退。这一工程学奇迹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花上5000多美元购买它，因为用起来太麻烦。在哪儿停车？怎么在汽车上携带？在哪儿使用，人行道还是行车道？能否将其携带上公共汽车或火车？尽管赛格威计划在推出6个月后实现收支平衡，但销量却远低于预期，2009年公司以被收购告终。并非所有人对这一结果都感到惊讶。产品甫一问世，《时代》周刊一篇关于赛格威发明者狄恩·卡门（Dean 
	Kamen）的文章便敲了一记警钟：“任何技术人员都难于接受的真相之一是，商业的成败很少取决于其所应用技术的好坏。”

	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是开辟新市场并引人注目的动力。成功的新产品或服务，靠的是在生产率、简洁性、易用度、便利、趣味性以及环保等要素上有所突破。如果公司误以为开辟市场靠的是技术创新，就容易用力过猛，推出过于奇特、复杂诸如赛格威之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明显与周围大环境格格不入。技术创新即便为公司赢得了赞誉，获得了科技发明奖项，却无法开辟新市场，这些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

	

	陷阱4

	误以为创造性破坏是开辟市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当一项新发明取代旧技术、现存产品或服务时，会产生创造性破坏。例如，数码摄影将胶片摄影完全抹杀，建立了新准则。根据熊彼得的框架，旧技术会不断地被新技术破坏。

	但开辟市场是否总意味着破坏？答案是否定的。非破坏性创造也能够开辟市场，在不替代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创造新需求。比如万艾可（Viagra）就创建了全新市场。万艾可并没有取代任何旧技术，或者现有产品或服务。但它却找出了诸多男性私人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率先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小额信贷业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是另一例证。可见很多开辟市场的行动并不具破坏性，因为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社交网络和众筹类企业亦是如此。即使开辟市场时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非破坏性创造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期。例如，任天堂的Wii游戏机，与其说取代了目前的游戏系统，不如说对其进行了补充。因为Wii吸引了此前不玩电子游戏的低龄人和老年人。

	将开辟市场和创造性破坏混为一谈不仅令公司丧失一系列机遇，而且对开辟市场战略带来阻力。现有公司的员工通常不喜欢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等观念，因为其威胁到了他们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因此，管理者往往通过限制资源、增加不必要的日常开支、不与新项目人员合作等方式，暗中阻挠公司开辟市场。因此，市场开辟者及早破解这些阻碍至关重要，一定要澄清项目属于非破坏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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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开辟新市场，不能将价值和成本视为权衡关系，黄尾袋鼠葡萄酒以低成本提供高价值，大获成功。

	陷阱5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差异化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公司倾向在经济学家定义的“生产率边界”（productivity frontier，在既定成本下，运用最佳技术、资源等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差异化是公司在生产率边界上的战略定位，通过提供价值溢价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往往以更高成本和价格为代价。我们发现很多管理者以为开辟市场就是实现差异化。

	事实上，开辟市场行动打破了价值成本权衡（Trade-off），意味着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黄尾袋鼠葡萄酒、Salesforce.com和相应竞争者当然有差异，但它们的成本也很低廉。开辟市场行动是“兼得”战略，而非“二选一”。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因为当公司误把开辟市场当作差异化时，它们往往聚焦于如何出类拔萃，忽视了如何做减法才能削减成本。因此它们非但没能打开自己独有的新市场空间，反而沦为现有市场中的落后者，陷于劣势。

	BMW在2000年推出的C1摩托车，意在开辟城市交通工具新市场。欧洲城市的交通情况越来越糟，人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驾驶汽车通勤上。因此，BMW想推出解决高峰拥堵问题的新交通工具。C1是一款面向高端市场的两轮小型摩托车，有顶篷和带雨刷的挡风玻璃。BMW还投巨资在C1的安全性能上，4点安全带系统能将驾驶者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车体包括铝合金防滚架、一对齐肩高的翻车保护杆，前轮部位还有防撞缓冲区。

	上述种种配置让C1造价不菲，其售价在7000到1万美元，远超出了普通摩托车3000到5000美元的范围。尽管C1在摩托车市场中鹤立鸡群，却没能像公司预想的那样，开辟出一片新市场。2003年夏天，BMW宣布，C1因未达到销售预期而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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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为了节约成本牺牲差异化。Ouya的产品价格低，但性能不佳，不能满足移动使用，没能成功开辟新市场。

	陷阱6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低成本战略

	与陷阱5恰恰相反，陷阱6中的管理者认为，他们只要压低成本，就能开辟新市场。当公司将开辟市场战略等同于低成本战略，便会侧重于从当前产品中剔除和减少内容，忽略了改善和创造更多产品价值。

	低价游戏机制造商Ouya就是陷阱6的一个受害者。2013年6月，当Ouya开始出售产品时，索尼、微软、任天堂等强劲对手也在提供连接电视屏幕的控制台和提供高品质游戏体验的手柄，价格从199美元到419美元不等。由于当时市面上没有低价控制板，很多游戏玩家习惯使用手持设备，或连接电视屏幕的廉价移动设备。

	标价99美元的Ouya游戏机意欲把握高端控制台和移动手柄中间的市场。Ouya主打低成本、资源开放的“微型控制台”，电视屏幕显示效果不错，还提供很多免费游戏。尽管大家对这款简便低价的控制台评价颇高，但Ouya拥有的高品质游戏资源不足；而且为了节约成本，Ouya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3D强度、高清动画、处理速度等传统游戏特色。同时，Ouya缺乏移动游戏设备的鲜明优势，即随时随地可以玩游戏的实用特性。现在这家公司正在寻找被收购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坐拥富有才干的员工，而非控制台业务本身，但目前还没有进展。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是，开辟市场战略需要兼顾差异化和低成本。在这一框架下，创造新市场空间的定价参照不是行业内竞争，而是非顾客目前使用的他择品（alternatives，包括功能与形式都不同而满足客户相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和替代品。相应地，不一定非要从行业低端开辟新市场，太阳马戏团、星巴克和戴森（Dyson，无线真空吸尘器）都是从行业高端实现了开辟新市场。

	即便有些公司开辟低端市场，在购买者眼里，它们的产品也明显与众不同。例如西南航空和斯沃琪（Swatch）手表。西南航空友好、快捷、胜似地面运输的空中体验，以及斯沃琪时尚有趣的设计，都是既卓尔不群又成本低廉的代表。

	上述红海陷阱呈现的方式，并非坏战略或错战略，它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顾客导向能改善产品和服务，而技术创新是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类似地，差异化或低成本是有效的竞争战略。但这些方法却都不是开辟市场的正确之道。如果用它们来推动投资巨大的市场开辟项目，可能会像文中那些例子一样，投资血本无归，以失败告终。如果心智模式和臆断偏离了开辟市场的战略目标，你就需要对其提出挑战、质疑并进行重构；否则，红海陷阱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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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教授，也是英士蓝海战略研究院的联合主管。继《蓝海战略》首版发行10年后，2015年两位作者又推出了扩展版，详见网站www.blueoceanstrategy.com。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中国企业更易开辟蓝海

	刘铮筝　安健 | 访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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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在心智模式方面，中国企业管理者没有欧美管理者那么多的思维定势，但也容易陷入红海陷阱。除此之外，他们在开辟蓝海时还普遍存在两种误区：一是把蓝海战略当成市场营销战略，二是将任何新产品、新技术和新领域等同于蓝海。

	

	

	2005年2月出版的《蓝海战略》很快成为畅销书，蓝海战略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企业界的广泛推崇。迄今为止，该书已经被翻译成43种语言，销量超过350万册。时间过了10年，市场环境变得更加莫测，顾客需求飘忽不定，竞争对手神出鬼没，此时此景，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两位作者坚持认为，企业要想胜出不要仅盯住竞争对手和现有顾客，而要关注非顾客，创造新价值，最终开辟自己的“蓝海”。

	2015年新出的《蓝海战略》扩展版为什么在此时推出，为什么着重提出红海6大陷阱，是否有新方法让企业跳出红海，是否有针对中国企业的特别内容。为此，HBR中文版专访了曾作为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特别助手又是《蓝海战略》中文版译者的吉宓博士，吉宓也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蓝海战略研究院资深高级研究员。

	

	HBR中文版：《红海陷阱》一文中提到的红海陷阱，浓缩了《蓝海战略》扩展版（2015年）一书中相应章节的要点，使用了书中一些旧案例也增添了新案例。是什么促使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在此时发表这篇文章？有何特殊意义？

	吉宓：《蓝海战略》一书主要从正面阐述蓝海战略的原则并介绍开创蓝海的途径和方法。该书出版后在全球范围内引领了战略管理研究实践的范式性转变，掀起了企业开创蓝海的热潮。

	很多管理者与两位作者分享了他们开创蓝海的经验和教训。在交流中，金和莫博涅发现，固有的红海思维模式往往成为企业践行蓝海战略的障碍，导致它们无法真正走出已有的市场壁垒，或是在开创市场过程中误入歧途。因此，有必要将主要的红海思维模式与相关的蓝海战略逻辑加以比照和鉴别，以引导企业管理者走出误区，直达蓝海。

	今年正好也是《蓝海战略》出版10周年，金和莫博涅的《蓝海战略》扩展版已于2月初由《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正式推出，其中便包括了对“红海陷阱”的阐述。HBR这篇《红海陷阱》的文章则通过更多具体案例澄清了很多误区，以便为企业继续开创蓝海做好理论准备。

	

	红海陷阱是对蓝海战略的阐释

	HBR中文版：时隔10年，企业面临的市场变化有哪些？《红海陷阱》一文跟《蓝海战略》一书有什么不同？

	吉宓：10年前，《蓝海战略》论述了超越红海竞争的局限和开创蓝海的必要性。当时很多企业都陷于血腥的红海竞争，无法摆脱困境。蓝海战略为它们指出了一条新路，也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响应。而《红海陷阱》针对正在试图开创蓝海的企业和组织，目的在于纠正蓝海实践中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使企业更有效地开创新市场。可以说，《红海陷阱》一文是两位作者针对企业的蓝海实践，对蓝海战略逻辑所做的进一步注解和阐释。

	

	HBR中文版：《红海陷阱》文中说，管理者心智模式受学校学习和商海经验所限，因此容易被困于这6大陷阱，那么是否有一些具体方法帮助管理者摆脱这些思维局限？

	吉宓：首先，点明这6大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帮助企业避免走入这些误区。管理者之所以走入误区，往往是因为概念的混淆。《红海陷阱》一文详细阐释了开创蓝海的正确观念与错误概念之间的区别，并以具体案例加以说明。对照该文理清思路并检视企业实践，管理者便可规避很多类似的错误。

	蓝海战略本身也已提供了一整套实战性框架、工具和进程，用于指导企业走出竞争战略的局限，开创全新市场空间。例如，开创蓝海的四步视觉化战略进程可以帮助管理者全面、系统地改变思维定势。该进程要求管理者对“非顾客”需求进行详实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寻求打通市场区隔、开辟蓝海的路径。这就从实践上避免了将市场开创战略当成以顾客为导向战略、或是将之等同于利基市场战略的误区。通过对现有产业竞争元素的“删减增创”并绘制战略布局图，管理者便可避免只重差异化或只重低成本的误区。而整个蓝海开创的过程，都是以“价值创新”为基石。遵从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骤，便自然可以避免将技术创新或“创造性破坏”当成开创新市场之必要条件等误区。

	企业开创蓝海中的很多错误都源自受固有思维模式误导，对蓝海战略的原则和方法浅尝辄止，没有深入实践。《红海陷阱》则在这方面给予管理者适时提醒和正确引导。

	

	中国企业的“红海包袱”更少

	HBR中文版：目前对中国企业最有借鉴意义的“红海陷阱”有哪些？从中国本土现状来看，采取哪些具体措施避免落入这些陷阱？

	吉宓：与西方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红海包袱”相对少些。在过去30多年中，竞争战略主导了西方战略管理领域和企业实践，很多管理者都接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也令他们的思维容易陷于红海竞争的窠臼。中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时间较短，参与国际竞争的时间也较短，因此管理者头脑中反而没那么多成规。这对他们应用蓝海战略是个优势。

	另外，缺乏对红海原则的深入了解和掌握，也同样会造成概念和实践上的混淆。例如，一些企业将蓝海战略中的另辟蹊径从字面理解为追求差异化。而实际上，差异化是竞争战略的一个经典战略选择，是以高成本为代价实现高价值。而蓝海战略则要求企业通过对市场元素的跨界重组，同时实现高价值和低成本。再如，一些企业在推崇蓝海战略的同时，将其与“市场细分”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对市场的细分建立在已有顾客间的差别之上，目的在于通过对已有市场分门别类的覆盖，最大限度扩大市场份额。“红海陷阱”中提到的利基市场就属于这一范畴。而蓝海战略则强调抓住已有顾客和“非顾客”的共同点，打通市场区隔。这一点上二者的逻辑和路径截然相反。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要想避免各种混淆和误区，关键是切实按照蓝海战略提供的方法和步骤，探索、制定和执行市场开创战略，而不是过分灵活地寻求捷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开种种陷阱，令蓝海的开创水到渠成。

	

	HBR中文版：除了文中提到的6大陷阱外，中国企业还容易陷入哪些“红海陷阱”？

	吉宓：文中的“6大陷阱”已经概括得很全面，中国企业管理者也容易陷入其中。两位作者在总结“红海陷阱”时，已将中国企业的经验纳入考量。此外一个常见误区是，一些中国企业喜欢把蓝海战略当成市场营销战略，甚至冠名曰“蓝海营销”。事实上，市场营销涉及的是针对买方价值的次系统层面企业活动，而蓝海战略则涵盖了价值、利润和人员三方面，是系统层面的举措。要想成功开创新市场，不能仅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主张，还需要强有力的利润主张和人员主张与之相协调。

	另一个误解是将任何新产品、新技术和新领域等同于蓝海。新产品可能仅是现有产品线的延伸，新技术成果可能不具备市场价值，而企业为实现“多元化”所涉及的新领域可能已是红海。因此，蓝海并非仅仅是对市场结果的描述，而是代表了开创新市场所需的方法和逻辑——只有跨界组合和重构市场现实，整合买方需求，才能够真正达到蓝海之“新”。

	

	HBR中文版：《蓝海战略》中文版已出版10年。其间，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出现了哪些变化？蓝海战略理论是否能适应新挑战？

	吉宓：10年前，金和莫博涅向全球企业界推介蓝海战略，针对的是很多产业中企业面临竞争激烈、产品同质化、利润缩减的现实。当时在中国的很多产业中这一市场状况已很明显，蓝海战略因此也得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推崇。最近10年间，中国的本土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都需要进一步转型。如果说10年前在一些产业中，单纯的低成本战略还有一定运作空间，那么今天这一战略则越来越难以为继。

	一方面，同业竞争、产品同质化、价格战的压力还在不断加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用工和生产成本，进一步缩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也面临新的廉价竞争者挑战，“世界工厂”已开始向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持久的品牌，摆脱恶性竞争，开拓新的买方需求，才是中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通途。蓝海战略以“价值创新”为根本，要求企业通过对市场现实的跨界重建而开创新需求，在保持低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价值的突破。这恰恰符合中国企业当前的战略需要。可以说，相较10年前，蓝海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HBR中文版：蓝海战略能否是中国企业摆脱成熟市场的灵丹妙药？

	吉宓：作为对实践的指南，蓝海战略为企业提供的并非简单化解决方案或“药方”，而是一套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和行动指南。这套方法和过程由实践总结而来，也在实践中为各种地域、文化或行业中的企业、非营利组织及公共部门所应用，被证明行之有效。按照这一套方法分析本土的商业现实，如运用“非顾客”概念分析本土市场的买方构成，运用“大众价格走廊”分析替代性产品的价格范围以确定适宜的战略价格等，就可以得出适于企业现状、本土现实的市场开创战略。可以说，蓝海战略提供的是一套兼容性很强、简便易行的程序，企业所需要做的是输入具体准确的信息，并正确运行这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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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铮筝和安健分别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编译和首席编译。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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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马克·多尔夫（Mark Dorf）

	

	
		作品：路径/无题13，archival pigment print 年代：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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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不积极，主因是糟糕的领导力。针对这一现象，蓝海领导力通过“4部曲”唤醒员工的潜力和激情，不仅令企业降低怠工造成的损失，还大幅提升业绩。其核心是将领导力视为一种“服务”，员工作为客户可以选择“买”或“不买”。只有客户认同你的服务，才会用高敬业度“购买”你的领导力。

	

	

	
		核心观点

		问题　根据调研公司盖洛普（Gallup）发布的报告，只有30%的员工积极肯干，而有50%的员工不在状态，更有20%的员工以有损生产效率的方式表达不满。盖洛普估计，后面这20%的员工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盖洛普认为，糟糕的领导力是造成员工消极怠工的主因。

		

		


		战略　新提出的蓝海领导力能释放员工的潜力和能量。它包含4个步骤能帮助领导者找到需要作出的改变，激发员工的最佳状态，同时能节省管理者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名为领导力画布的分析工具能指出哪些管理行为应该消除或减少，哪些应该创建和增加，从而将混日子的员工转化成敬业劳模。

		

		


		结果　英国一家零售集团采用了蓝海领导力来提高管理者的效率，产生了惊人效果：第一年一线员工离职率从40%直线下降至11%，节省招聘和培训费用约50%。如果将下降的旷工率计算在内，公司在当年节省了超过5000万美元。此外，公司客户满意度指数飙升了30%多。

	

	

	如今职场的一个悲观现实是：只有30%的员工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出色完成工作。数据来源于调研公司盖洛普（Gallup）发布的《2013年美国职场状态》报告，在30%之外，余下的50%员工不在状态，还有20%的员工更以有损生产效率的方式表达不满，比如缺勤、对同事产生负面影响、甚至用恶劣的服务赶走顾客。盖洛普估计，这20%的员工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为什么消极怠工如此普遍？盖洛普认为，糟糕的领导力是主因。

	不仅在美国，全球各地的管理者都面临着领导力困境。大部分高管认为，员工潜能与实际表现之间有巨大鸿沟，管理者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员工的才干和能量充分地在工作中释放出来。一位CEO说：“无论处在哪个层级，都有很多渴望出色完成工作的人。如果我们能通过有效的领导方式激发这种潜能，这一大群员工将让公司受益良多。”

	虽然没有管理者愿意成为员工眼中糟糕的领导者，但这些人不知如何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才能激发每个人的最佳工作热情，从而对整个团队产生高度正面影响。我们相信“蓝海领导力”能解决这个问题。蓝海战略的核心是：将非客户转化为客户，从而创造全新的市场空间。蓝海领导力正源于我们对蓝海战略的研究，它借鉴了蓝海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在它的帮助下，管理者可以快速且低成本地释放员工潜力和能量的蓝海。

	蓝海领导力的核心原理是将领导力视为一种“服务”，而组织内的员工可以选择“买”或“不买”。这样一来，每一位领导者都有对应的上下游客户：上游有领导者必须汇报的对象，下游是需要领导者指导和支持的下属。当人们认同你的做法，就会“购买”你的领导力，支付的“货币”是他们的敬业度——他们投入地工作，努力获得成功。然而当他们对你的领导力不买账时，就会成为非客户，不再积极投入工作。当我们将领导力视为服务，就会意识到，可以改造蓝海战略中非客户转化为客户的概念和方法，帮助领导者将混日子的员工转化为敬业的员工。

	过去10年，我们和来自蓝海战略社区（Blue Ocean Strategy Network）的专家加文·弗雷塞瑞（Gavin Fraser）一道采访了数百人，了解组织内部领导力的缺陷。鉴于时间是管理者最宝贵的资源，我们探寻如何在快速省时的条件下转化领导力。以下是我们的研究成果。

	

	与众不同

	蓝海领导力能快速转变领导方式。它与传统的领导力开发模式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综合方面：

	关注行为和行动。多年来，大量研究聚焦于优秀领导者的价值观、品质和行为风格。以此为基础诞生了大量的领导力开发和高管教练项目。这些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品质和行为风格，这些变化最终能转化为优秀的领导力和业绩。

	当人们完成这些项目进行复盘时，很多参与者难以察觉自己的领导力有显著变化。一位高管说：“如果没有多年的投入和努力，你怎能转变一个人的个性和行为特征？你如何评估领导者是否接受并内化这些理想的特质和风格？理论上有可能，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

	传统方法告诉领导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蓝海领导力与之不同，它聚焦于领导者应采取哪些行为和行动来鼓舞团队，取得更佳业绩。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因为改变个人的行为和行动要远易于改变人的价值观、品质和行为风格。当然，单单改变行为并非万全之策，正直的品格和价值观也很重要，但辅以正确的指导和反馈，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行动，从而在短期内改善领导能力。

	紧密关注市场状况。传统的领导力发展项目常常过于笼统，与客户所期待的公司立场以及客户渴望达成的市场效果脱节。蓝海领导力则征求基层一线人员的直接意见，这些员工紧密关注市场状况，由他们来决定领导者应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帮助一线人员更好地服务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换言之，基层人员参与制定管理者的领导实践，而领导者行动反过来帮助他们在实际市场环境下提高业绩，因此一线人员将积极帮助管理者制定最佳领导行为规范，让这种新方法快速生效。基层员工的配合将让新领导行为得到广泛接纳，将实施成本降至最低。

	影响所有管理层级。过去大多数领导力发展项目聚焦于高层管理者的潜力，期待他们能改变现状，影响未来。但成功组织的关键是在每个层级都拥有强力的领导者，因为组织的业绩常常取决于中层和基层领导者的士气和行动，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现实情况是，高层管理者并不在市场中，无法完全理解中层和基层员工的行为。我们每个层级都需要高效领导者让公司业绩最大化。”一位资深高管对此发表评论。

	蓝海领导者的实施范围跨越公司三个独立的管理层级：高层、中层和基层。各个级别不同职责、不同授权以及不同环境的管理者需要制定不同的领导实践。这样领导力才能深入基层，释放广大员工的潜力，从而显著提高组织的整体业绩。

	

	蓝海4部曲

	各级领导者均表示面临的压力减小。增强的行动能力让管理者更加投入，并且让他们确信自己在为公司、客户和自身职业生涯创造更大价值。

	现在让我们详述如何将蓝海领导力落到实处，共涉及4个步骤：

	1．洞悉领导力现状。很多组织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讨论领导力应作出哪些变化，这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如果管理层对领导力缺陷没有统一的认识，强行推进变革往往以失败告终。

	修炼蓝海领导力的第一步是建立这种共识。我们采用的工具叫做现状“领导力画布”，管理者的行为和行动对应为“领导力画像”。领导力画布通过领导力潜在客户的视角分析各级领导者在不同管理行为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首先要为三个层级的管理层勾画领导力画像。

	一般这项工作需要建立一支由12至15名资深管理者组成的团队。入选的成员应来自公司的各个职能，且必须是公司公认的优秀领导者，这样的团队才具有公信力。将团队分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对应不同层级。小组负责采访与之相对应的领导力客户（包括上级和下属），并保证受访人数量能充分代表各方意见。

	访谈的目标是要了解员工对目前领导力的感受，这要在全公司范围内展开对话，讨论各级管理者在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受访者要回答管理者在哪些行为和行动上花费的时间最多，哪些被管理者忽视的行为能激励士气、提高业绩。深入细节对访谈至关重要，现状领导力画布涵盖的行为必须能反映各个层级不同的市场状况和业绩目标，需要进行一定深度的调查。

	我们以英国一家零售集团（BRG，化名）为例，很多受访者表示中层管理者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办公室政治上。负责该层级的小组继续追问其中原委，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两种行为。其一，管理者常常将同一职责分配给不同员工。这导致员工间的职责划分不清，引起内部竞争，最终造成责任推诿之风盛行。有的员工甚至认为领导者在背后指使下属相互倾轧。其二，领导者花费大量时间与上级会面。这导致下属认为领导者对他的上级和打探信息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下属提供支援。

	为期4到6周的访谈结束后，小组成员将发现和意见汇总，创建出组织的现状领导力画布。成员根据管理活动在访谈中出现的频率，找到每个层级主要的领导行为和行动。为了帮助小组成员聚焦重点，我们一般建议每个小组将主要领导力行为的数量限制在10到15个之间。这些领导行为就构成画布的横轴，管理者在这些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则作为纵轴。10到15数量的限制可以避免画布变得过于庞杂，缺乏真正重点。

	画布显现的结果常常令人大吃一惊。在所有三个层级上，通常有20%到40%的管理行为会被打上问号，这些管理行为无论对上还是对下产生价值的能力令人怀疑。

	画布显示，在BRG公司，领导力“客户”认为高层管理者用大部分时间做中层管理者应该做的工作；中层管理者整日忙于保护现有的官僚程序；基层管理者则热衷于讨上级欢心，他们会将客户的质询传递给上级，让他们从控制中获得满足感。作为勾勒画像中的一步，我们会让小组成员为每一张领导力画像起标题。结果基层领导力画像被称为“取悦上司”；中层画像被称为“保持控制，打安全牌”；高层画像则是“缺乏战略思考，深陷日常运营。”（见图表《中层管理者到底在做什么》）

	

	中层管理者到底在做什么

	现状领导力画布显示出员工眼中管理者的行为，以及他们在其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下图是BRG公司中层管理者的领导力画布，它显示出中层管理者将自己视为规则的守护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控制和避免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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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结果着实令人沮丧。最让小组成员惊讶的是，公司高管很少有时间去做本职工作：思考、探寻和辨认未来的机会，让公司全副武装，时刻准备抓住这些机遇。小组成员亲自且反复发现了这些领导力缺陷，他们无法再为目前的领导力现状辩驳。画布有力地指出，目前三个层级的领导力都需要变革，显然这是公司所有员工的共同意愿。

	2．描绘理想的领导力画像。到这一步，小组成员通常会急切期盼理想的领导力画像。这需要他们带着两组问题回到采访中。第一组问题要求受访者指出画布中的“冰点”和“热点”。冰点是指管理者花费大量时间，产生价值却寥寥无几的活动；热点是指那些能激发员工，但领导者不去做或做得不够的行为。

	第二组问题要让受访者发挥想象力，突破公司范围进行思考，聚焦于他们在其他组织经历的理想领导行为，尤其是那些能被内部管理者效仿，产生巨大影响的行为。这一步通常会激发出理想领导力的创新想法。但请注意，不要让这个问题演化成与明星公司对标，好点子往往来自受访者的个人经验。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曾不经意地遇到给予我们正面影响的人，他们可能是体育教练、学校老师、童军领队、祖父母甚至是前任老板。不管这些领导者的原型是谁，重要的是让受访者深入细节——为什么效仿这些行为会创造价值。

	我们可以用蓝海领导力矩阵（见同名图表）处理第二轮访谈结果。每个层级的领导力行为都要填入矩阵中。一般我们从“冰点”行为开始，根据受访者对这些行为的反感程度，将这些行为归入“消除”或“减少”象限。单这一步就会让小组成员大受鼓舞，因为他们可以立即看到减少这些无意义行为带来的好处。削减杂务还能让领导者获得时间和空间，用来关注真正重要的事务。如果领导者忙得焦头烂额，没有喘息空间，领导力行为变革的可能性就非常渺茫。之后处理“热点”，那些应该提高频率的管理行为进入“增加”象限，从未出现过的管理行为进入“创建”象限。

	有了这些信息，小组可以为每个层级创建2到4幅理想领导力画布。这些画布显示出能提升个人和公司业绩的领导力画像，并且与目前的领导力画像形成平行对比。小组不必拘泥于一种可能性，他们可以创建多种模型，充分探索新的领导力空间。

	

	蓝海领导力矩阵

	蓝海领导力矩阵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哪些打击员工士气的行动应该减少或消除，哪些激励员工的行动应该创建和增多。现状领导力画布中的行为以及员工建议的有益行为都应该归纳到矩阵中。然后公司可以利用该矩阵开发出理想的新领导力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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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3．选择理想的领导力画像。用2到3周对领导力画布进行勾画和修改后，小组将这些画布在“领导力大会”上展示。出席大会的人应包括董事会成员、高中层管理者和基层管理者。

	首先小组成员要对三幅现状画布进行呈现和描述。在这三张图的辅助下，小组可以确认各级受访者的意见已被考量，充分解释公司领导力为何亟需改变，同时为人们理解并接受理想领导力画像作好铺垫。与BRG公司的情况类似，组织的领导力现状画布通常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但它不适合在私下讨论。公开探讨的好处是可以让领导者更开放，因为他们会觉得责任并不单单在自己身上，大家需要同舟共济。

	现状讨论完成后，人们将理想领导力画像悬挂在墙上，展示给每一位参会者。从基层管理者小组开始依次对新画像进行陈述。每位参会人员会得到三张选票。他们可以将选票贴在认同的领导力画像上。如果他们特别欣赏某张画像，可以选择一次投出多张选票。

	投票完成后，每个小组要询问参会者投票理由。我们发现小组单独进行询问可促进投票者之间进行讨论。

	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个小时，之后每位参会者都应清楚地掌握目前的信息，包括每个层级的领导力现状、填好的领导力矩阵以及理想领导力画像提案。有了信息、投票和参会者的评论，最高管理团队进行闭门会议，选出每个层级需要采用的理想领导力画像。选择完毕后，他们返回会场向大家解释他们的决定。

	在BRG公司，有超过125人进行投票，每个人都对新的领导力画像充满期待。基层领导者新画像的名称原为“少说废话，多干实事”，后来改为更委婉的“摆脱杂务，服务客户”（见图表《理想领导力画布》）。新的领导行为要求基层管理者不再将大量的客户质询传递给中层管理者，减少花在“走流程”上的时间。他们将大部分时间分配给以下管理行为：培训一线人员，让他们在现场兑现公司承诺；解决客户难题；为有需要的客户提供紧急支援；进行交叉销售。这些行为不但能激励一线员工，赢得客户信赖，更可直接影响公司业绩。

	中层理想领导力画像名为“解放、指导和授权”。它要求领导者的工作重点从控制员工转为支持员工。这涉及减少和消除一系列的监管行为，例如要求员工每周上交客户电话和办公用品开支报告。这些行为耗费员工精力，让他们无法干正事。还有一些新的行动需要领导者对下属的知识经验进行管理、分享和整合，这要求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为员工提供面对面的指导和反馈。

	高层管理者画像的名称是“委派日常事务，掌舵公司未来”。经过基层和中层管理者领导力的调整，高层管理者得到解放，他们可以将时间用于思考全局，例如行业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公司战略和组织架构的影响。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整日忙于四处救火。

	参会的董事们坚信，新的领导力行为不只代表了客户利益，更会为股东创造价值，帮助公司完成增长目标。基层管理者解脱束缚，准备大干一场。高层管理者过去被困在船舱内处理日常事务，如今他们终于可以瞭望海平面，掌舵公司航向。

	中层管理者面临最大障碍。放权给下属对他们来说绝非易事。但高层和基层管理者的带头行动将为他们扫清变革之路。

	4．将理想领导行为制度化。领导力大会结束后，小组成员要向所有未参会的受访者传达讨论结果。

	公司将理想领导力画像发布给每个层级的管理者。小组成员帮助他们了解画像，解释哪些行为应该减少和消除，哪些应该增加和创建。这可以提高管理者对新画像的接受程度，并征询他们的建议和看法。每一位管理者实际上都是其他层级管理者的领导力“客户”，他们知道上级会根据他们提出的建议行动，因此所有管理者将共同推动变革。

	管理者还要将信息传递给自己的直接下属，并向他们解释新的领导力画像如何帮助他们变得更加高效。为了时刻牢记新的领导力行为，理想领导力画像将永久悬挂在领导者和下属的办公室里。每个月管理者要与下属开会，讨论他们在领导力转型中取得的进展。

	所有的评价都要以事实作为依据。例如，管理者是否减少了那些应该消除或减少的活动？如果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不是，他们是在哪些情况下仍旧习不改。一开始这些会议会让人紧张不安，不管是指责上司行为的下属，还是将自己言行置于放大镜下的管理者，这需要一定勇气。但当人们开始看到领导力的转型对业绩的提升效果，建立起团队精神和互相尊重时，这种顾虑很快就会消除。

	通过理想领导力画像指引的变革，BRG公司以低成本增强了管理者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仅仅在基层管理中就产生了令人惊喜的成效：第一年1万多名一线员工离职率从40%直线下降至11%，节省招聘和培训费用约50%。如果将下降的旷工率计算在内，公司在当年共节省了超过5000万美元。此外，公司客户满意度指数飙升了30%多，各级领导者均表示面临的压力减小。增强的行动能力让管理者更加投入，并且让他们确信自己在为公司、客户和自身职业生涯创造更大价值。

	

	理想领导力画布

	基层管理者：取悦客户，而不是上司

	BRG公司目前基层管理者的主要领导行为

	Vs 员工期待的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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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层管理者：减少控制，加强指导

	BRG公司目前中层管理者的主要领导行为

	Vs 员工期待的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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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管理者：从日常运营转向整体战略

	BRG公司目前高层管理者的主要领导行为

	Vs 员工期待的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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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将公平注入执行

	任何变革都会引起质疑，它往往会引起人们恐惧和躲避的心理。蓝海领导力也不例外，但它可以通过公平的执行解决这个问题。蓝海领导力4部曲的基础是公平程序（Fair 
	Process）原则，包括参与、说明和了解预期。这些原则作用非常强大，过去20年我们撰写大量关于公平程序对执行力产生影响的文章（见《知识经济中的公平程序管理》Fair 
	Process: Managing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1997年7－8月刊）。

	在发展领导力的情境下应用公平程序，可以增强员工对理想领导力画像的认同感和代入感，建立信任为执行打好基础。这些公平原则以不同形式融入蓝海领导力，以下是最重要的4个方面。

	♦ 受员工尊重的高管带头行动。他们的参与决不是走形式。他们亲自进行访谈，制作画布。这些行为可以彰显变革的重要性，各个层级的员工会感到自己被公司重视，高管们则能真正找到改变领导力现状的行动。一位员工说：“管理层总是将变革挂在嘴边，但过不了多久就一切照旧了。开始我以为这个项目与过去失败的变革没什么不同。但当我看到公司德高望重的高管在亲自推动项目，我对自己说，也许这次他们要动真格了。”

	♦ 领导者做什么，员工说了算。理想领导力画像直接脱胎于员工的建议，因此人们对这些变革充满信心。此外，员工与领导者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们也能影响领导行为。有员工曾告诉我们：“管理层宣称，他们会找各级别的员工谈话，了解我们希望领导者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才不信，除非他们过来敲我的门。结果他们真的来敲门了。”

	♦ 对于最终结果，每个层级的员工都有话语权。三个层级的管理者将投票选出新的领导力画像。尽管最高管理层有最终决定权，他们可以不选得票数最多的画像，但必须向所有参会者进行清晰合理的解释。有人说：“开始我们担心管理层只是口头敷衍，但看到新的画像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这种担忧云消雾散了，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得到了聆听。”

	♦ 能判断结果是否达到预期。领导力画布清楚地指出领导者要作出哪些变革，公司能轻松地监控整个过程。管理者和下属进行月度会议可以帮助公司控制变革的方向。我们发现，这些会议能让领导者们坦诚相待，鼓励他们继续变革，此外还能建立员工对领导者以及变革的信心。通过会议中的反馈，管理者可以掌握他们变革的速度，这是年度评估会议中的一个关键指标。人们对此说道：“通过新旧领导力画像的对比，我们能轻松掌握变革的进展状况。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在变革之路上的准确位置。”

	公平程序能帮助人们建立信任，从而带来员工的主动配合，这在管理关系中非常关键。信任的重要性对任何在组织中工作过的人都不言而喻。如果你信任上司和流程，那么你就愿意格外努力为团队付出。反之，你充其量在履行劳动合同，将精力耗费在自保和办公室政治中，无心服务客户和创造价值。这不但荒废了你的才华，更让组织业绩受到影响。

	

	造就蓝海领导者

	在我们研究过的组织中，我们总会惊叹于人们拥有的才华和能量。不幸的是，这些才华被糟糕的领导力所扼杀同样令我们吃惊。蓝海领导力将终结这种状况。

	领导力画布给人们带来一个可信的框架，它直观地指出领导者需要做的改进。与传统自上而下的领导力项目相比，蓝海领导力更注重程序的公平性，这让监管和执行的难度大大降低。此外，管理者不再需要改变本性或打破旧习，只需改变自己的行动，这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领导力转型。蓝海领导力的另一项优势是可扩展性，你不必等待公司的最高管理者率先采取行动。无论级别高低，你都可以通过上述4步来唤醒员工的潜力和激情。

	成为蓝海领导者，你准备好了吗？

	

	
	[image: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教授，也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蓝海战略学院的联合主管。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蓝海大迁徙：从战略到领导力

	——对话W.钱·金&勒妮·莫博涅

	熊静如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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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员工敬业度只有6%，远低于13%的全球平均水平。在HBR中文版的独家采访中，两位作者认为：这意味着旺盛的需求和巨大的提升空间，中国企业可以通过4部曲发现各级领导力需要改善之处，激发更多员工潜能、改变工作机制、催生骄人业绩。

	

	

	在中文世界里，蓝海战略可能是被提及频次最多的管理概念。靠蓝海战略这一理论名扬天下的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却带着蓝海概念进入了管理学界最不“性感”的领导力领域——早在多年前，知名领导力学者罗伯特·戈费（Robert 
	Goffee）就已经在抱怨领导力著作汗牛充栋但却罕有创见。

	这次概念迁徙跳出了领导力的研究窠臼，从战略视角对“什么是领导力”给出了全新解答。这套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构领导力的方法振奋人心，但它开放参与、赋权员工的形式也让我们怀疑是否适用于亚洲企业。韩国三星公司等级分明，但这正是强执行力的基础；日本7-Eleven赋权基层售货员，但同时需要建立信息和培训支持体系来帮助员工行使权利。蓝海领导力是否会削弱集权领导下的优势？是否对员工能力提出新挑战？W.钱·金和莫博涅在采访中避开了他们进行蓝海领导力实验的企业和我们提及的具体企业名称，对蓝海概念为什么迁移至新的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企业的适用性做出了解答。

	

	蓝海战略的概念和框架可以用来创建领导力，有效解放大多数组织中未被发现的人才能量蓝海。

	HBR中文版：《蓝海战略》一书曾引起巨大反响，你们因此被视为战略大师。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开始转而研究领导力？

	W.钱·金&莫博涅：战略和领导力两个领域之间有明显关联——它们都是由领导者主导的。不过，人们通常不会把领导力放在战略领域进行研究，而是把它视为组织行为学领域的话题。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人们关注点在供应方，往往着重讨论领导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传统做法考察的是价值、素质、人格特点等因素，大家并不认为有效领导力和组织业绩之间有明确关联。但如果从战略角度看，组织业绩就成了值得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把领导力视作一种“服务”，组织中的员工可以选择购买或不购买，研究的重点就转移到了需求方，聚焦于领导者怎样做才能激励团队、提升商业表现。也就是说每个领导都有顾客和“非顾客（即不购买你的领导力、工作不投入的员工）”。从这个角度讲，蓝海战略的概念和框架可以用来创建领导力，有效解放大多数组织中未被发现的人才能量蓝海。

	

	HBR中文版：那么在领导力领域是否也存在相对应的“红海”领导力？

	W.钱·金&莫博涅：虽然我们没有在文章中使用“红海领导力”这一概念，不过，传统领导力的思维特点就是红海思维的特点，即关注供应、聚焦领导者应成为什么样的人、忽视广大“非购买者”的视角。

	

	战略与领导力可齐头并进

	HBR中文版：蓝海战略与蓝海领导力有着相同的逻辑基础，这是否意味着二者可以配套使用？

	W.钱·金&莫博涅：毫无疑问，蓝海战略和蓝海领导力背后有相同的逻辑——以低成本方式产生巨大作用。高效领导力能够直接推动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的确，如果企业同时采用蓝海领导力和蓝海战略，二者可以互相强化、齐头并进。

	

	HBR中文版：但是你们在《蓝海战略》一书中已经提到了引爆点领导法（Tipping 
	point leadership），那不就是与蓝海战略配套的领导力吗？

	W.钱·金&莫博涅：引爆点领导法和公平程序一样，是一种变革框架，用于低成本下业绩快速扭转的战略思维。在蓝海战略中，它们为企业建立强大的人员主张(People 
	Proposition)、跨越战略变革中的重大组织障碍提供了具体方案。

	而蓝海领导力研究主体是领导力本身，是蓝海战略思维概念和逻辑在领导力领域的应用。蓝海领导力同样也借用了引爆点领导法和公平程序框架。

	

	HBR中文版：此次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化名案例。蓝海领导力理念是否已经在真实企业案例中发挥了作用？实验中有失败的例子吗？

	W.钱·金&莫博涅：过去10年间，我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开展实验，实验对象都如同文中案例一样应用了蓝海领导力。不过，我们目前还不能披露这些企业的真实名称。实验企业在我们的密切指导下高度投入，确保了蓝海领导力方法被完整应用，因此这些预期实验（Ex-ante 
	Experimentations）的结果都很正面。实验的过程也给我们带来启发。

	如今蓝海领导力的方法已经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公之于众，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不论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在企业内实行蓝海领导力。当然，随着应用范围扩大、成功案例增多，相应地也可能会有企业遭遇曲折坎坷。我们会保持关注，分析更多案例，以期在未来对更多操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作出解答。

	

	需管理者主导

	HBR中文版：由于采用战略领域迁移来的关注业绩和市场需求的思维方式，蓝海领导力似乎更适合市场导向的部门。我们有些怀疑，它是否对其他部门同样适用？

	W.钱·金&莫博涅：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是的。蓝海领导力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运用没有差异。传统领导力开发项目多是泛泛而谈，远离组织现实和绩效目标，聚焦于价值、素质和领导者的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用蓝海领导力紧密联系市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蓝海领导力只能限定在以市场为导向的部门。

	在有产出和业绩目标的组织内，任何一个部门都适用蓝海领导力。因为所有部门的领导都有顾客和潜在顾客。把潜在顾客转变为顾客，激励员工追求卓越、投入工作——无论哪一个职能部门中，要想实现高效领导，这些因素都至关重要。

	

	HBR中文版：可是，一些与市场联系不甚密切的部门，其员工如何才能依据市场需求定义领导力呢？这是否对团队成员的市场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W.钱·金&莫博涅：我们需要深入讲明的一点是，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员工定义领导力，但这并不等同于把权限颠倒过来形成“倒金字塔”式的民主结构，相反，它是一个由管理者精心安排、密切指导的分析过程。

	蓝海领导力4部曲中，负责对高层、中层和基层管理者进行访问的团队由12－15名高管组成，他们是来自不同职能部门的优秀领导。然后他们被分成小团队，采访相关的领导力“顾客”，然后进一步处理和分析搜集到的观点，为每个领导层级绘制理想领导力画像。由董事会成员和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参与投票选定领导力画像。最后这个步骤也是由公司高管依据信息作出的。这一程序收集各个级别员工的观点，然后用客观和科学的方式研究、分析和提炼这些观点。

	你会发现，程序本身并没有对单个员工的观点质量设置很高的标准和要求。蓝海领导力程序建立在一个吸纳全体员工观点的系统之上，而这个系统仍然是有由高级管理者驱动和组织的。

	

	中国的蓝海优势

	HBR中文版：在中国，企业领导面临多变的环境和有限资源，有些人认为集权的家长式领导力有助于快速行动。蓝海领导力的这种广泛吸纳观点的系统性做法是否会令企业丧失这样的优势？

	W.钱·金&莫博涅：事实上，当管理层采纳蓝海领导力，着手启动变革时，你说的这种组织文化甚至可能成为优势，确保蓝海领导力过程得到有效执行。

	亚洲企业，或者再聚焦一点说“中国企业”，可能会认为家长式领导风格可以通过运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在短期内实现预期产出，而现实并非如此——盖洛普报告显示，中国员工只有6%的敬业度。这个数字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其他亚洲企业也有类似问题，比如韩国和日本。这意味着消极服从并不等于有效执行。敬业度低的企业即使很成功，也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构建蓝海领导力让各级别员工广泛参与，得出的观点和评价真实、客观，同时最终决策还是取决于企业高层，不会陷入无休止的讨论和犹豫。同时，蓝海领导力可以帮助企业实现传统方式难以实现的目标，比如在短时间内用低成本、低投入的方式对组织产生重大影响。这对资源受限的新兴市场企业非常适用。

	

	HBR中文版：采用蓝海领导力时，是应该立即行动、在全公司内定义三个层次的领导力画像、应用蓝海领导力；还是先小规模试点，把对日常运营的危害降到最低？哪种方式更适合中国企业？

	W.钱·金&莫博涅：蓝海领导力的具体应用方式是多样的，这取决于企业面临的具体情况。可扩展性是蓝海领导力的优点之一。你可以在全公司范围、所有层级中开展变革；也可以从一个层级、一个部门，或一个事业部开始，一点点推进。

	如果高层领导判断企业不仅急需变革，也需要各层级管理者之间的一致行动和共同信念，他们可以把蓝海领导力4部曲应用到整个公司所有管理层级中；如果员工对变革的支持态度不明确，我建议企业先在某一个管理层级或部门中试点蓝海领导力。

	眼见为实，通过实验我们已经亲眼见证蓝海领导力4部曲在实验中激发员工潜能、改变工作机制、催生骄人业绩，当其他人看到公司试点发生如此变化，他们自然会更愿意推行蓝海领导力。企业就可以在时机成熟时把蓝海领导力扩展到其他范围。

	

	HBR中文版：虽然《蓝海战略》一书出版已近10年，它到现在仍然是中国企业界人士常常提及的概念，你思考过这种盛行背后的原因吗？这些原因是否对蓝海领导力依然有效？

	W.钱·金&莫博涅：蓝海战略到今天依然盛行，其实它的影响不只在中国，在其他地方也很盛行。这背后有着切实的经济因素。我们《蓝海战略》一书的10周年纪念版本将于2015年年初问世，我们也将在新版书中阐明这些原因。简单来说，中国过去短短数十年经历了快速成长发展，由于中国企业大多采取低成本战略，它们很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利润越来越薄，陷入红海竞争泥潭。随着近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企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越来越微弱，难以为继。这可能就是中国企业领导者热衷蓝海战略的原因。他们希望通过创造新市场空间寻找利润空间，从而走出困境。

	在实行蓝海战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将需要更强大的领导力来支撑战略变革。按照盖洛普的研究，中国企业的员工敬业度非常低，而这意味着旺盛的需求和巨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认为蓝海领导力会给它们带来切实可行的帮助。

	

	HBR中文版：蓝海概念已经从战略领域迁移到了领导力领域，你们认为这个概念还有可能扩展到管理学的其他领域吗？

	W.钱·金&莫博涅：当然。这个可能正在变成现实：如今，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700多所大学都在教授蓝海战略课程，这些课程涵盖的不只是战略领域，也包括营销和财务。蓝海战略在创业领域的应用也备受瞩目。在2014年4月末，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马来西亚的正式访问中，会对马来西亚政府创建的蓝海创业项目给予支持。

	我们希望看到蓝海战略的概念、思维、框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被研究、实践。2014年5月底，我们的蓝海战略网站将面向中国读者推出中文简体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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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最新力作——

	物联网带来第三次浪潮，企业如何选择竞争战略

	文丨李全伟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编辑

	

随着智能物联网产品的广泛应用，它们将开启一个企业竞争的新时代。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变化，每一家企业CEO都会自问：“这些变化将对企业有何影响，我们如何选择新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和合著者詹姆斯·贺普曼通过深入和长期的研究，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迎来第三次浪潮。过去50年间，IT技术曾经引发两次浪潮：第一次是计算机及其技术带来的企业经营管理的自动化革命；第二次是互联网的出现，企业能够对全球运营系统进行紧密整合。在现今的第三次浪潮中，新一代的智能互联产品与互联网相联，带来众多新的机遇，它们具有超越传统产品的性能和功能。两位作者判断，第三次浪潮的规模有可能超越前两次，激发更多的创新，实现更大的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



智能互联产品是什么？它包含3个核心元素：物理部件、智能部件和联接部件。智能互联产品虽然改变行业结构，但竞争战略的基本原则没有发生改变。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必须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差异化：一是获得比竞争对手高的产品溢价；二是运营成本低于竞争对手，或者做到两者兼备。



企业的竞争优势最终取决于战略。两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智能互联时代，公司需要面对10项全新的战略选择。这10大战略选择是：1.对于智能互联产品，公司应开发哪一类功能和特色？2.产品应搭载多少功能？多少功能应该搭载在云端？3.公司应采用开放还是封闭系统？4.对于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和基础设施，公司应进行内部开发还是外包给供应商和合作伙伴？5.公司应对哪些数据进行捕捉、保护和分析，从而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6.公司应如何管理产品数据的所有权和接入权？7对于分销渠道或服务网络，公司是否应该采取部分或全面的“去中介化”战略？8.公司是否应改变商业模式？9.公司是否应该开展新业务，将数据出售给第三方？10.公司是否应扩大业务范围？每项战略选择都涉及取舍，公司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环境进行选择。不仅如此，这些选择相互依存，它们必须能相互促进加强，从而形成公司独特的整体战略定位。



通过战略选择，智能互联产品不仅对企业外部产生影响，而且还对企业内部产生巨大影响。两位作者相信，智能互联产品将彻底改变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工作，全新的职能部门将会诞生。



新的客户关系：智能互联产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功能以及海量数据，这一切正在改变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从一次性变为持续和开放式的关系。



新的流程：新产品功能、新基础设施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正在改变组织价值链上几乎每一个职能部门，此外还需要部门之间开展更为紧密的协作。



新的结构：跨部门的新协作形式以及全新的职能部门都将涌现，包括统一的数据管理部门、持续改进的产品售后部门以及专门负责优化客户关系的部门。



波特和贺普曼最终相信，所有这些，都将对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的传统组织架构带来根本的影响，我们也许将迎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变革。对此，所有企业都要做好准备，推动组织转型，从而获得丰厚收益。







	增刊：迈克尔·波特揭秘未来竞争战略

	

	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

	How Smart, 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etition

	迈克尔·波特　詹姆斯·贺普曼（James E. Heppelmann）| 文

	安健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信息技术为所有产品带来革命性巨变。原先单纯由机械和电子部件组成的产品，现在已进化为各种复杂的系统。硬件、传感器、数据储存装置、微处理器和软件，它们以多种多样的方式组成新产品。借助计算能力和装置迷你化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些“智能互联产品”将开启一个企业竞争的新时代。

	智能互联产品不但性能更强、可靠性更佳、利用率更高，而且能提供跨界乃至超越传统产品的新功能，它们带来的机遇将帮助企业实现指数级增长。这些截然不同的产品将颠覆现有的企业价值链，迫使企业重新思考自身的方方面面，甚至重构组织架构。智能互联产品还将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本质，但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将企业暴露在新威胁之下。现有行业版图将被重塑，全新行业将会诞生，智能互联产品将迫使很多公司自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事的业务到底是什么？”在智能互联产品时代，如何创造和捕捉价值？产品产生的（高度敏感的）海量数据应该如何利用和管理？如何改进与传统业务伙伴，例如渠道商之间的关系？随着行业边界的极大拓展，公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企业将面临上述一系列新的战略抉择。

	随着智能互联产品数量不断增多，为了阐释随之而来的新机遇，“物联网”一词应运而生。但它的诞生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及其影响。无论是涉及物或人，互联始终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智能互联产品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互联，而在于“物”，正是产品的新能力其产生的数据将开创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因此，企业不应再局限于技术本身，而应聚焦于竞争本质的变化。本文以及近期将在《哈佛商业评论》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将展示智能互联产品带来的变革，探讨它对于企业战略和运营的深刻影响。

	

	第三次浪潮

	有人预言物联网将会“改变一切”，然而这种断言过于武断。竞争和竞争优势理论依旧有效。

	在过去50年间，IT技术曾引发了两次浪潮，深刻影响了企业竞争和战略。如今我们正站在第三波竞争变革的边缘。在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产品是机械结构的，价值链中的生产活动通过手工操作、纸笔计算和口头沟通完成。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IT技术的第一波浪潮来临。价值链中的个人生产活动，从订单处理到账单支付，从计算机辅助设计到生产资料规划都逐渐实现了自动化（参见《信息如何带来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维克多·米勒Victor 
	Millar，《哈佛商业评论》1985年7月）。生产活动的效率随之大大提高，部分原因是由于生产活动中的数据可以被捕捉和分析，这引发了企业生产流程的标准化革命。自此，抓住IT技术的运营优势，同时保持独特的战略优势成为每家企业必须面对的两难困境。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价格低廉、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兴起，引发了IT技术的第二波浪潮（见《战略与互联网》，迈克尔·波特，《哈佛商业评论》，2001年3月）。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个体生产活动与外部供应商、渠道和客户之间跨地域的协调与整合。企业甚至可以对全球的供应链系统进行紧密整合。前两次浪潮促成了巨大的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在这两次浪潮中，价值链发生了变化，但产品本身并没有受到深刻的冲击。

	在现今的第三波浪潮中，IT技术正成为产品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一代产品内置传感器、处理器和软件，并与互联网相联，同时产品数据和应用程序在产品云中储存并运行。海量产品运行数据让产品的功能和效能都大大提升。

	这些新产品将大大提升经济生产效率。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全新的设计、营销、制造和售后服务流程，同时新的生产环节，例如数据分析和安全服务将会诞生，这将重塑现有的价值链，进而引发生产效率的再次大规模提升。因此，第三次浪潮的规模有可能超越前两次，激发更多创新，实现更大的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有人预言物联网将会“改变一切”，这种断言过于武断。如同互联网的出现，智能互联产品代表一系列新的技术可能。然而，竞争和竞争优势理论并未随之发生变化。要抓住智能互联产品的浪潮，公司要更好地理解这些竞争规则。

	

	智能互联产品是什么？

	产品最终将实现完全自动运行。操作人员只需要检测成果或整个系统，不必再关注单独的产品。

	智能互联产品包含3个核心元素：物理部件、智能部件和联接部件。智能部件能加强物理部件的功能和价值，而联接部件进一步强化智能部件的功能和价值，并让部分价值和功能脱离物理产品本身存在。这就使得价值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

	物理部件包含产品的机械和电子零件。以汽车为例，物理部件包含引擎、轮胎和电池。智能部件包含传感器、微处理器、数据存储装置、控制装置和软件，此外还有内置操作和用户界面。还以汽车为例，智能部件包含引擎控制单元、防抱死智能系统、雨水感应自动雨刷器和触摸显示屏。在很多产品中，软件可以替代部分物理配件，或者使一个物理装置在不同条件下运行。联接部件包含接口、天线以及有线或无线联接协议。产品联接的形式主要有以下3种：

	• 一对一：一件单独的产品通过接口或交互界面与用户、制造商或其他产品联接。例如，一辆汽车与故障诊断装置联接。

	• 一对多：一个中央系统与多件产品进行持续性或周期性的联接。例如，多辆特斯拉汽车与统一的制造商系统联接。系统可以检测汽车的运行状况，对汽车提供远程服务和软件升级。

	• 多对多：多个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产品或外部数据源联接。举例来说，不同的农机设备相互联接，同时可以接收地理定位数据，从而协调并优化农业生产。例如自动旋耕机可以在精确的深度和间隔施放氮肥，而播种机随后将玉米种直接播种到田地中。

	产品联接有两个目的。首先，信息可以在产品、运行系统、制造商和用户之间联通；其次，通过联接，产品的某些功能可以脱离物理装置，在所谓的“产品”云中存在；例如博士（BOSE）推出的Wi-Fi音响，通过智能手机App，用户可以将网络上的音乐直接传送给音响系统。要保证完成联接，上述3种联接形式缺一不可。

	智能互联产品正在各个制造领域涌现。在重工业，施耐德的PORT技术最多可将电梯等待时间缩短50%。该技术可以判断电梯的使用状态，计算到达目的楼层的最快时间，并指派最合适的轿厢快速运送客人。在能源领域，ABB公司的智能电网可以对发电、变压和输电设备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变压器和次级变电站的温度变化。公共设施可以通过这些数据预测可能的过载现象，在断电前及时调整。在消费电子领域，Big 
	Ass智能电扇可以侦测有人进入房间并自动打开，而且可以根据温度和湿度调节电扇转速。此外，电扇可以记录用户的偏好，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如今各个技术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传感器和电池在性能、迷你化和能源效率上的提高；高度集成且低功耗的处理器和数据存储装置（微型计算机放入产品之中成为可能）；价格低廉的网络接口和无线连接；快速软件开发工具；大数据分析技术；新的IPv6互联网地址注册系统给物联网预留了340万亿个新网址（新协议不但提供更高的安全性，让产品更方便地与网络连接；更支持产品在没有IT支持下自动获取地址）。这些创新相互融合，使智能互联产品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均大幅提升，第三次浪潮正呼之欲出。

	要抓住智能互联产品的浪潮，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技术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技术架构”（见图表“新技术架构”），它包含3个水平层级：产品内置的硬件、软件应用和操作系统；用于互联的网络通讯系统以及产品云（软件运行在自己的或第三方服务器上），这又包含产品数据库、软件应用开放平台、规则引擎和分析平台以及脱离产品运行的智能应用。纵贯水平层的是垂直层技术，它们包括身份认证和安全架构；获取外部数据的接口和与其他业务系统联接的工具（例如ERP和CRM系统）。有了这些技术，企业不但能实现快速的应用操作和开发，更能收集、分析和分享产品内外各个环节产生的大量数据。要建立并支持这样的技术架构，企业需要大量投资并获取新的能力，例如软件开发、系统工程设计、数据分析以及网络安全技术，掌握上述能力的传统制造企业可谓凤毛麟角。

	

	新技术架构

	
		要抓住智能互联产品的浪潮，企业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个技术矩阵包括产品硬件、软件应用、用于互联的网络通讯系统、产品云、网络安全工具套装、获取外部数据的接口以及与其他业务系统联接的工具。

	

	[image: ]

	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阅读原文）

	

	智能互联产品能做什么“智能”和“互联”将赋予产品一系列新的功能和能力，主要分为4类：监测、控制、优化和自动。理论上，一个产品可兼具上述4类功能（见图表“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每一类功能都有自身意义，并为下一阶段的功能打好基础。例如监测功能是控制、优化和自动的基础。要实现客户价值和战略定位，公司必需选择要发展的产品功能。

	我们对每一类功能进行分析，首先是监测。通过传感器和外部数据源，智能互联产品能对产品的状态、运行和外部环境进行全面监测。在数据的帮助下，一旦环境和运行状态发生变化，产品就会向用户或相关方发出警告。监测功能还能让公司或客户追踪产品的运行状态和历史，更好地了解产品的使用状况。监测数据对产品设计（减少过度开发）、市场分层（通过分析和使用模式对客户进行分类）和售后服务（更准确地诊断故障部件，提高首次修复率）都有极重要的意义。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减少售后服务纠纷；此外，通过发现产能饱和以及产品利用率过高等现象，公司得以开拓新的商机。

	
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

	
		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可分为四类：监测、控制、优化和自动。每类功能都以前一类功能为基础。例如一个产品要拥有控制能力，它首先要具备监测能力。

	

	[image: ]

	（返回阅读原文）

	

	在一些产品中，例如医疗仪器，监测功能是产品价值的核心要素。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数字血糖仪通过植入患者皮下的传感器，可以测量组织液中的血糖水平，并可通过无线联接向患者或医生发出警告。在患者血糖达到危险水平前，血糖仪可以提前最多30分钟发出警告，让患者接受及时的治疗。有时，监测功能可以在远距离跨越多个产品。久益环球（Joy 
	Global）是全球领先的采矿设备制造商，它可以对所有深入地底的采矿设备进行监控，包括运行环境，安全仪表和预防性服务指示器等。久益还可以同时监控不同国家不同矿区中设备的运营状况，以作基准测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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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人们可以通过产品内置或产品云中的命令和算法进行远程控制。算法可以让产品对条件和环境的特定变化做出反应。例如当压力过高时，自动关闭阀门；当车库流量表达到一定级别时，打开指示灯。通过内置或云搭载的软件对产品进行控制，产品可以实现高度定制化，这在以前成本很高或难以实现。如今用户可以通过多种新的方式控制或定制与产品的互动。例如飞利浦照明的多彩灯，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开关，还可以设置程序，当有人闯入时发出红色闪光。Doorbot门禁系统可以让用户用智能手机对访客进行扫描，远距离控制房门的开关。

	优化。有了丰富的监测数据流和控制产品运行的能力，公司就可以用多种方法优化产品，过去这些方法大多无法实现。我们可以对实时数据或历史记录进行分析，植入算法，从而大幅提高产品的产出比、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以风力发电涡轮为例，内置的微型控制器可以在每一次旋转中控制扇叶的角度，从而最大限度捕捉风能。人们还可以控制每一台涡轮，在能效最大化的同时，减少对邻近涡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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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基于实时监测数据和控制功能，公司可以在故障发生前提供维护，远程完成服务，这样不仅缩短了产品停机时间，更省去了派遣维修人员的成本。即便需要实地修理，这些产品也可以提供维修信息，包括哪些部分受损，需要的部件以及修理的方法，这降低了维修成本，提高了一次修复率。迪堡公司（Diebold）能检测多台自动取款机的使用状况。一旦侦测到早期故障预警信号，公司就会对取款机机的状态进行评估，进行远程修理。如果需要实地修理，公司会向维修人员提供详细的故障诊断，维修流程建议和需要替换的部件。和其他智能互联产品一样，公司的自动取款机也可以通过升级来提升性能，通常升级都是通过远程软件更新完成。

	自动。将检测，控制和优化功能融合到一起，产品就能实现前所未有的自动化程度。最简单的产品有iRobot公司的真空扫地机器人Roomba，它内置软件和传感器，能对不同结构的地面进行扫描和清扫。更先进的产品则具备学习能力，能根据周边环境分析产品的服务需求，并根据用户的偏好调整。自动功能不仅能减少产品对人工操作的依赖，更能实现偏远地区的远程作业，提升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安全性。

	此外，自动产品还能和其他产品或系统配合。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实现互联，这些功能的价值将呈指数级增长。例如，随着智能电表入网数量增多，电网的能效就可不断提高，发电厂就能更好地了解用户的用电习惯，并随之调整、优化。

	基于自身运行以及周边环境（包括系统中其他的产品）数据，以及与其他产品的沟通能力，产品最终将实现完全自动运行。操作人员只需要检测成果或整个系统，不必再关注单个产品。久益公司的Longwall采矿系统就可以实现地底自动化运行，位于地表的控制中心只需进行远程监测。系统对设备的运行和故障进行持续性监控，只在发生故障时派技术人员到地下进行修理。

	塑造行业竞争的5种力量

	智能互联产品将带来行业结构的变化。竞争5力模型能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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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行业架构

	要了解智能互联产品对行业竞争和利润能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研究它们对行业结构的冲击。在任何行业，竞争都是由5种竞争力量所驱动的：购买者的议价能力，现有对手竞争的强度和性质，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以及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这些力量的构成和强度共同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本质以及现有业内公司的平均盈利能力。当新技术、客户需求或其他因素对这5种力量产生影响时，行业结构就会发生改变。与前两次IT潮流一样，智能互联产品将对众多行业的机构产生冲击，其中制造业所受的影响最大。

	购买者的议价能力。智能互联产品将极大地扩展差异化的可能性，单纯的价格竞争将越来越罕见。了解客户如何使用产品，公司就能更好地对客户进行分层，定制，定价并且提供增值服务。此外，这些产品还大大拉近了公司与客户的关系。由于公司掌握大量的历史数据和产品使用数据，购买者转换新供应商的成本大大提升。通过智能互联产品，企业大大降低对分销渠道和服务机构的依赖，甚至达到去中介化，从而在价值链中捕捉更多利润。这些因素都削弱了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GE航空在飞机引擎上安装了数百个传感器，基于收集的数据，公司可以分析引擎实际表现与预期的差距，进一步优化引擎性能。有了GE提供的燃油消耗数据，意大利Alitalia航空公司可以辨别襟翼在降落时的位置，从而进行调整，降低油耗。GE航空现在能直接为用户提供多种服务，这提高了它对直接客户——飞机机身制造商的议价能力。GE与航空公司的密切合作加强了产品的差异性，同时加强了对机身制造商的粘性。一旦了解产品的真正性能，购买者也能在不同供应商之间寻求制衡，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拥有产品使用数据，购买者还可以减少对制造商信息和支持的依赖。与原先单纯的购买模式不同，通过PaaS（产品既服务）和产品共享等新商业模式（见下文），购买者可以降低转投新制造商的转换成本，从而提高自身的议价能力。

	竞争对手的竞争。智能互联产品可能对竞争带来重大影响，创造无数产品差异化和增值服务的机会。企业还可以进一步改进自身产品，以对应更加细化的市场分层，甚至根据个人客户进行定制化生产，进一步增强产品差异性和价格均价。

	通过智能互联，公司还可以将价值主张扩展到产品以外，比如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和增强服务。百宝力（Babolat）生产网球拍和相关装备的历史长达140年，公司最近推出了Babolat 
	Play Pure Drive系统，将传感器和互联装置安装到球拍手柄中。通过分析对击球速度、旋转和击球点的变化，公司可以将数据传送到用户的智能手机中，提高选手在比赛中的表现。与普通产品不同，由于前期的软件开发、更加复杂的产品设计以及搭建“技术架构”的高昂费用，产品的固定成本将大幅提高；因此，新型产品成本中的固定成本比重会更高，而可变成本的比重降低，这使单纯价格竞争的空间缩小。因为高固定成本行业的价格弹性较低，公司必须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数额巨大的售出产品上。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得到极大扩展，这使公司容易陷入“谁的功能更丰富”式比拼，产品性能的提升则被忽略。这会进一步推高产品的成本，蚕食行业的整体盈利能力。

	最后，就像我们在下文中讨论的，随着智能互联产品成为更广泛产品系统的一部分，竞争范围将进一步升级。例如，家用照明公司、音响娱乐设备制造商以及智能温度控制器公司过去并没有交集，但现在它们每一家都要在整合智能家居系统里分一杯羹。

	新进入者的威胁。在智能互联的世界，新进入者要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是产品设计、嵌入技术和搭建“技术架构”带来的高昂固定成本。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公司推出的。

	TruDefender FTi化学分析仪在智能产品的基础上添加了互联功能，它可以分析周边环境的有害化学物质，并远程传送数据给用户。这样用户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不用等待人员和仪器的消毒流程。为了开发上述互联功能，公司需要建立一个产品云，对数据进行安全的捕捉、分析、存储，并可以在内部或与客户分享，这绝非一日之功。此外，产品功能不断跨界也给新进入者增加了障碍。百多力公司（Biotronik）公司最初只生产心率调节器和胰岛素泵等设备。现在公司生产智能互联产品，例如家庭健康监测系统，它包含数据处理中心，医生可以远程监控患者的医疗设备和临床状况。行动敏捷的在位公司还将获得关键的先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利用累积的产品数据改进产品和服务，重新设计售后流程，这无疑抬高了新进入者的门槛。智能互联产品还可以提高购买者的忠诚度和转换成本，进一步提高行业进入壁垒。

	然而，当智能互联技术飞速跃进，使在位公司的技术和优势作废时，行业的进入壁垒反而会降低。有些在位公司不情愿采用智能互联技术，妄想保持自己在传统产品上的优势和高利润的产品或服务，这无疑为新进入者敞开机会之门。例如OnFarm公司，这家公司“没有产品”，通过收集各种农业设备数据，公司为农场主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他们作出更好的决策。虽然OnFarm根本不是设备制造商，却让传统设备制造商坐立难安。在智能家居领域，快思聪（Crestron）公司也采用类似的战略，它提供界面丰富的一体化家居中控系统。一些公司还要面对非传统竞争对手的挑战，例如苹果最近发布了以手机为中心的互联家居控制系统。

	替代产品的威胁。与传统的替代产品相比，智能互联产品的性能更佳，定制程度和客户价值也更高，这降低了替代产品的威胁，提升了行业发展前景和盈利能力。但是在很多行业中，新型的替代产品正在涌现，它们提供更全面的功能，将威胁传统产品的地位。例如Fitbit的可穿戴健身设备，它能捕捉不同类型的身体数据，包括运动水平和睡眠状况等，它将替代传统运动手表和计步器。智能互联产品还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它们将替代传统的产品所有制。例如PaaS模式，用户只需按使用量付费就可使用产品的所有功能。分享使用模式是PaaS的变种，Zipcar公司可以随时随地为客户提供交通工具。汽车分享模式的兴起有可能替代原先的汽车所有制，传统汽车巨头也纷纷跟进，例如RelayRides 
	与通用汽车的合作，宝马推出的DriveNow服务以及丰田赞助的DASH项目。

	自行车分享系统是另外一例，它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普及。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App找到自行车租用和归还的站点。系统则监控用户使用自行车的时长，并收取相应费用。显然分享模式会减少城市居民购买自行车的需求，但也免去了购买和停放的麻烦，因此，这刺激了更多市民使用自行车。便捷的分享模式不仅会替代自行车购买模式，也能替代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正是智能互联产品的出现才让分享模式替代完全所有制成为可能。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智能互联产品改变了传统的供应关系，重新分配了议价能力。由于智能和互联部件提供的价值超过物理部件，物理部件将逐渐规格化，甚至被软件替代。软件也提高了物理部件的通用性，减少了物理部件的种类。在成本结构中，传统供应商的重要性将会降低，议价能力随之减弱。

	智能互联产品也让一批新的供应商崛起，包括传感器、软件、互联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存储以及“技术架构”其他部分的提供者。这些供应商中不乏谷歌、苹果和AT&T这样的大公司，它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巨头。过去传统制造企业并不需要和它们打交道，但如今这些公司的技术对产品的差异性和成本至关重要。这些新供应商拥有极高的议价能力，往往能获得价值蛋糕中更大的一份，进一步挤压制造商的利润。开源汽车联盟（Open 
	Automotive Alliance）由通用、本田、奥迪和现代等汽车品牌组成，它们在汽车上安装谷歌的安卓作为操作系统。这些车企变成了谷歌的OEM，它们缺少开发内嵌操作系统的能力，无法提供像安卓那样的操作体验和App开发生态圈。车企对传统供应商的影响力对谷歌这样的新型供应商完全失效。谷歌不但有丰富的资源和能力，更具有强大的品牌效应和无数的相关应用。举个简单的例子，用户希望他们的汽车能与手机中的应用和音乐同步。

	由于新型供应商与终端用户的紧密关系以及掌握的产品使用数据，这些“技术架构”的提供者拥有更强大的议价能力。不仅如此，这些供应商还可以利用手中数据开发新的服务，就像GE航空与Alitalia航空公司的合作。

	

	新的行业边界和产品体系

	智能互联产品不但能重塑一个行业内部的竞争生态，更能扩展行业本身的范围。除了产品自身，扩展后的行业竞争边界将包含一系列相关产品，这些产品组合到一起能满足更广泛的潜在需求。单一产品的功能会通过相关产品得到优化。例如，将智能农业设备联接到一起，包括拖拉机、旋耕机和播种机，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就会提升。

	因此，行业的竞争基础将从单一产品的功能转向产品系统的性能，而单独公司只是系统中的一个参与者。如今制造商可以提供一系列互联的设备和相关服务，从而提高设备体系的整体表现。在农机设备业，行业边界从拖拉机制造扩展到农业设备优化。在采矿机械业，久益已经从优化单独设备的性能转向矿区整体设备的性能优化，行业边界也从单独的采矿设备扩展到整个采矿设备系统。

	不仅如此，行业边界还会继续扩展，从产品系统进化到包含子系统的产品体系（System of Systems）——不同的产品系统和外部信息组合到一起，相互协调从而整体优化，就像智能建筑、智能家居甚至是智能城市。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和爱科公司（AGCO）合作，不仅将农机设备互联，更连接了灌溉、土壤和施肥系统，公司可随时获取气候、作物价格和期货价格的相关信息，从而优化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智能家居是另一个例子，它包含多个子系统，例如照明系统、空调系统、娱乐系统和安全系统等。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对整体系统的性能影响最大，那么它将取得主导性的地位，并分得利润蛋糕中最大的一块。

	一些公司，例如上文提到的约翰迪尔、爱科和久益，它们正有意识地扩展和重新定义行业边界。这会带来新的竞争对手和新的竞争基础，企业需要具备全新且更广泛的能力。业内的其他公司将受到这种趋势的威胁，如果它们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它们提供的传统产品将逐渐被商品化。那些高瞻远瞩的公司则将进化为系统整合者，取得行业的统治地位。

	智能互联产品带来的网络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大趋势已日渐清晰。首先，行业进入壁垒的提高，加上早期积累数据带来的先发优势，很多行业将进入行业整合期。

	其次，在边界快速扩张的行业，行业整合的压力会更大。单一产品制造商很难与多产品公司抗衡，因为后者可以通过系统优化产品性能。

	最后，一些强大的新进入者会涌现，它们不受传统产品定义和竞争方式的限制，也没有高利润的传统产品需要保护，因此它们能发挥智能互联产品的全部潜力，创造更多价值。一些新进入者甚至将采用“无产品”战略，打造联接产品的系统将成为它们的核心优势，而非产品本身。

	重新定义行业边界

	
		智能互联产品不但会影响公司的竞争，更会扩展整个行业的边界。竞争的焦点会从独立的产品，到包含相关产品的系统，再到连接各个子系统的体系。一家拖拉机制造商可能要在整个农业机械领域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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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可看大图

	智能互联产品的竞争优势

	行业结构不断变化，公司如何取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首先，竞争战略的基本原则并未发生改变，要取得竞争优势，公司必须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差异化：1．获得比竞争对手高的产品溢价；2．运营成本低于竞争对手，或者做到两者兼备。这样公司就能获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

	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是运营效益（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要提高运营效益，公司要在整条价值链上采用行业最佳实践，包括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生产设备，与时俱进的销售模型，IT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方法。

	运营效益是企业竞争的筹码。如果公司无法有效运营并不断改进实践，那么它将在成本和质量上落后于竞争对手。然而，单凭运营效益企业的竞争优势难以持续，因为竞争对手也会采用同样的最佳实践并迎头赶上。

	要超越运营效益的藩篱，公司必须有独特的战略定位。如果说运营效能要求企业做正确的事，战略定位则要求企业做与众不同的事。公司必须决定，如何为选定的客户群提供独特的价值。战略需要取舍，不仅决定要做什么，更要决定不做什么。

	智能互联产品为运营益效设定了新的标准，行业最佳实践的标准也大幅提升。每一家公司都要思考如何将智能互联功能融入到自己的产品中。受其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产品，如上文所述，智能互联产品将改变整条价值链中所有生产活动的最佳实践。关于智能互联产品对价值链的影响，我们在即将刊登的文章下篇中详述（见后文“智能互联产品对竞争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主要探讨智能产品如何影响企业的产品设计、售后服务、营销、人力资源和安全工作，这些生产活动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

	设计。智能互联产品需要一整套全新的设计原则，例如通过软件定制产品，实现硬件的标准化；个性化；产品实时升级支持；加强和预判远程服务。要将产品硬件、电子部件、软件、操作系统和互联部件融合到一起，系统工程和软件敏捷开发能力必不可少，鲜有传统制造业企业掌握上述能力。新的产品开发流程要求企业有能力在开发后期，甚至售后对设计进行快速有效的迭代。

	软件开发和硬件开发的节奏和频率截然不同，软件开发团队可在一段时间内对应用程序进行10次迭代，但在同一段时间内，硬件团队只能设计出一个新的版本。因此公司需要将不同的时钟频率同步。

	售后服务。智能互联产品让预防性维护成为可能，且大大提升了服务效率。新的服务架构和服务流程可以利用数据，发现现存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公司就能防患于未然，及时对产品进行远程维护。

	掌握实时产品性能和使用数据，公司就能大幅减少实地修理的成本，提高备用部件的库存管理效率。公司还能预判出零件或部件失灵的发生，减少产品停机的几率，提高售后服务日程管理效率。设计团队能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未来就能降低产品的故障几率，减少售后服务需求。产品使用信息还可以用作保修证明，杜绝售后纠纷。在有些产品中，公司可以通过用“软件”替换物理部件来降低售后服务成本。例如飞机驾驶舱内的LCD显示屏替代了过去的机械刻度盘和电子仪表，而LCD显示屏可以通过软件升级。产品使用数据也可以帮助企业进行“以服务为导向的设计”——降低设计的复杂性，替换那些容易发生故障的配件，从而让产品维护变得更简单。这些变革大大改善了价值链中的售后服务活动。

	营销。通过智能互联产品，公司可以和客户建立新的关系，这需要新的营销技能和实践。通过对产品使用数据的累积和分析，公司更好地理解产品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因此能更好对产品进行定位，将产品价值传递给客户。在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公司能以更先进的方式对营销活动进行分层，为不同的客户定制不同的产品和一揽子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价值。

	此外，公司还可以对这些产品和服务进行更合理的定价，捕捉更多的利润。对于那些可以通过软件，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快速迭代和定制的产品，这种模式将释放出最大潜力。约翰迪尔公司过去必须生产不同马力的引擎，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现在公司只需用软件调整引擎的马力即可。

	人力资源。智能互联产品为HR部门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挑战，其中最紧迫的是招聘掌握新技能的人才，他们在人才市场中非常抢手。尤其是以机械工程设计人员为主的团队，它们必须充实公司的软件开发，系统工程、产品云和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实力。

	安全。智能互联产品带来了对公司安全管理的迫切需求，包括公司内部往来和产之间数据的安全；产品未授权使用防御；产品“技术架构”和公司系统之间的信息安全。公司需要一整套新的安全管理制度：认证流程、产品数据的安全存储、产品数据和客户数据的反黑客防御措施、接入优先级别的定义和控制以及产品对黑客和未授权使用的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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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互联产品对竞争的影响

		我们的文章分为上下两篇，在本篇中，我们将讨论智能互联产品如何改变行业的竞争。要理清竞争变革的脉络，公司必须回答以下四个基本问题：

		

		
			1　智能互联产品如何影响行业的结构和边界？

			2　智能互联产品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的组成，换言之，它如何影响企业竞争所需要进行的活动？

			3　要获得竞争优势，企业要做出哪些新的战略选择？

			4　发展新型产品将对组织结构带来哪些影响？在执行中将遇到哪些挑战？

		

		

		在上篇中，我们主要讨论智能产品对行业机构和行业边界的影响，以及公司面临的新战略选择。在即将面世的下篇中，我们主要讨论它对价值链和公司组织结构的影响。

		（披露：世界范围内有超过2.8万个公司与PTC公司合作，其中很多公司都出现在本文之中）

		（返回阅读原文）

	

	

	十大战略选择

	企业的竞争优势最终要取决于战略。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智能互联时代，公司需要面对10项全新的战略选择。每项战略选择都涉及取舍，公司必须根据自己特殊的环境进行选择。不仅如此，这些选择相互依存，它们必须能相互促进加强，从而形成公司独特的整体战略定位。

	

	
	战略选择1　对于智能互联产品，公司应开发哪一类的功能和特色？智能互联技术大大扩展了产品的潜在功能和特色。由于传感器和软件数量的边际成本较低（添加新功能的关键部件），产品云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固定成本相对固定，公司容易陷入“功能越全越好”的陷阱。但是，公司能够提供大量的新功能不代表这些功能的客户价值能超过它们的成本。当公司展开“看谁功能全”的竞赛，它们之间的战略差异就会逐渐消失，陷入零和竞争的窘境。

	那么公司应该如何选择要发展的智能功能呢？首先，公司必须选择那些能为客户带来真正价值，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功能。在家用热水器领域，A.O. Smith已经开发出故障监测和预警功能，但由于家用热水器的质量非常可靠，寿命长，没有多少家庭愿意为这些功能买单。因此A.O. 
	Smith只在个别型号上提供这些功能，供消费者选择。

	然而在商用热水器领域，预警功能的需求正不断提高。有些商家的运营离不开热水，相对于其成本，热水器远程监测和运行的功能的价值很高。因此，智能预警正成为商用热水器的新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热水器产品，智能互联功能的成本随时间不断降低。因此当决定提供哪些新功能时，公司需要持续地对价值和成本进行评估。

	其次，对于不同市场分层，功能的价值也各异。因此在挑选功能时，公司必须先选择要服务的客户层。施耐德电气生产建筑用产品，同时也提供一体化建筑管理方案，它可以收集能耗等相关建筑数据。有的客户需要的方案只包括部分功能，例如设备监测、预警、以及能效和其他成本咨询服务。有的客户则需要全面外包方案，这种情况下，公司就会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实现能源消耗的最小化。

	最后，公司应该选择能加强其战略定位的功能。如果公司的战略定位是获取高溢价，那么提供全面的功能可以加强产品的差异化。相反追求低成本的公司则应该选择那些影响核心性能的基本功能，实现较低的运营成本。例如，A.O. 
	Smith的Lochinvar产品线采用了高度差异化的战略，全面的智能互联功能成为核心产品的标准。相反，奢侈手表品牌劳力士则决定智能互联不是公司的竞争范畴。

	

	
	战略选择2　产品应搭载多少功能？多少功能应该搭载在云端？一旦决定提供的功能，公司就必须决定每一种功能应该内置在产品中（会提高每一件产品的成本），还是通过云端提供，亦或同时采用两种方式。除了成本这一基本因素，我们还要考以下几个因素。

	响应时间。需要快速响应的功能，例如核电站的快速关闭需要极短的响应时间，公司应将软件嵌入到物理产品中。这种方式还能降低互联失效或减速带来的风险。

	自动化。需要完全自动运行的功能，例如汽车的防抱死制动系统，需要内置到产品中。

	网络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将软件内置到产品中可以减少产品对网络的依赖，产品与云中应用之间传输的数据量也最小，这样可以减少敏感或保密信息泄露的风险。

	产品使用的地点。在偏远或危险地区使用产品时，将功能搭载在云上可以降低成本和危险系数。如上文所述，赛默飞世尔公司化学分析仪需要在有毒或有害的环境中运行，以云为基础的功能可以将数据瞬间传输，让用户立即采取行动。

	用户界面。如果产品的用户界面非常复杂，且需要频繁变动，那么交互界面最好存放在云端。云端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用户体验，并可以通过用户习惯且熟悉的方式实现，例如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交互。

	服务和产品升级的频率。对于以云为基础的应用和界面，公司可以方便地对产品进行自动升级和变更。

	家用音响设备生产商Sonos公司是智能互联产品的先锋，利用云搭载的智慧功能和优势，公司立志“为数字时代重新设计家用音响”。凭借产品的便利性和易用性以及海量音乐，公司赚到了大笔产品溢价。Sonos的无线音乐系统将音乐源和用户界面搬到云上，使产品的物理设计大大简化。物理部件只包含移动音箱和扩音器，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就能操作。公司期待用这款产品颠覆家用音响市场。那么公司做的取舍是什么？无线传输音箱无法达到音乐发烧友要求的音质。因此，像博士等竞争对手可以选择不同的战略来保证产品的竞争优势。我们相信，随着智能互联产品的不断进化，越来越多的人机交互功能将从产品转向云端。然而，用户操作的复杂性也会随之上升。由于担心过犹不及，公司会保留一些简单易用的操作界面来控制一些基本功能，例如开/关控制。

	

	
	战略选择3　公司应该采用开放还是封闭系统？智能互联产品包含不同类型的功能和服务，而系统又包含多个产品。封闭系统的目的是迫使客户从一家生产商购买一整套智能互联系统。

	在封闭系统中，关键的界面都是独家控制的，只有选定的合作方才能接入。例如GE航空从飞机引擎中收集到的运行数据只供那些使用引擎的航空公司使用。与之相反，开放系统允许客户自己组建方案，从涉及的产品到基础平台，客户可以选择不同公司的产品。开放系统内连接不同部分的界面是标准化的且向外开放，外部公司可以为系统开发新的应用。

	封闭系统能让公司对系统所有组成部分的设计进行控制和优化，从而获得竞争优势。除了保持对技术和数据的控制，公司还能控制产品和产品云的发展方向。部件的供应商与系统的联接受到限制，部件接入系统时也需要得到授权。封闭系统可能最终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让产品制造商的价值最大化。

	封闭系统需要数额巨大的投资，而且只有在公司处于绝对行业统治地位，能控制所有部件供应时，才能发挥最大效用。举例来说，如果飞利浦或GE其中一家主宰了医学成像设备业，那么该公司就能采用封闭系统，向医院出售的医学成像管理系统只采用自己或合作伙伴的设备。然而现实中，两家公司都无力阻止医院选择其他制造商的设备，因此两家的成像系统平台都可以兼容其他制造商的设备。

	完全开发系统允许任何实体参与到系统中或与系统进行交互。飞利浦照明推出智能彩色灯包含了基本的智能手机App，允许用户控制灯的颜色和照明强度。公司还发布了应用开发界面，独立的软件开发者迅速发布了几十款相关应用，增强了智能灯的功能，提升了销售业绩。由于允许其他实体参与贡献，开放系统能大大加快应用开发以及系统创新的速度。如果发展得当，开发系统也能成为整个行业的标准，然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独占大部分利润。

	尽管单独的产品系统有可能采用封闭模式，但包含子系统产品体系却难以效仿这种方式。惠而浦公司就意识到，尽管自己在家用电器领域占有优势，但这些优势难以帮助公司成为“智能家居”的领导者。因为智能家居体系不仅包含家用电器，还需要照明系统、空调系统、娱乐系统和安全系统。因此惠而浦公司设计的产品能兼容市场中不同的家用智能系统，只对自己产品的功能进行封闭控制。除了上述两种模式，公司还可以采用混合模式，将一部分功能开放，同时对完全功能的使用进行限制。这种方式在医疗仪器业比较流行——所有的医疗仪器制造商都支持统一的行业标准，然而只对客户提供更多的功能。随着技术的扩散以及客户对选择限制的日益抗拒，封闭系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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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选择4　对于智能互联产品的功能和基础设施，公司应该进行内部开发还是外包给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开发智能互联产品所需的“技术架构”需要公司对人才、技术和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因为大多数制造企业都不具备上述资源。这些技能和资源不但奇货可居，且供不应求。

	因此公司必须选择哪些技术需要在公司内部开发和维护，哪些能外包给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此外在与外部伙伴合作时，公司必须为每一种技术选择定制开发，还是采用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成功的公司选择的是两种方式的融合。选择内部开发的公司能掌握关键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并能更好的控制产品的特色、功能和数据。此外，它们还能获得关键的先发优势，并有能力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于内部开发的公司，它们的学习曲线更加陡峭，这有利于保持竞争优势。但大多数制造企业并没有发展自己的软件能力，杰夫·伊梅尔特最近指出，“每一家工业公司最终都会成为软件公司。”智能互联技术的发展已经验证了伊梅尔特的论断，内部软件开发能力将成为公司最关键的能力之一。

	由于上述原因，智能互联的早期先行者如约翰迪尔和爱科公司都选择了内部开发的道路。同样，GE认为培育内部能力是旗下各个事业部的关键战略，因此它建立了完备的软件开发中心。然而与前两次技术浪潮一样，建立“技术架构”的难度和需要的技能、时间和成本都极其可观，且每个技术层都需要专业分工，如同英特尔于微处理器，甲骨文于数据库。专精于智能互联技术的先行者正在涌现，它们可以将技术投资分摊到成千上万的客户中。也有一些先行者高估了自身实力，选择内部开发来保持领先地位，最后反而拖慢了前进的步伐。

	外包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它会带来新的成本，而且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会分走更多的产品价值。依赖合作伙伴的公司牺牲了未来进行更大差异化的可能性，也无法内部培育整体产品战略设计、创新管理和甄选供应商的能力。在选择“自建”还是“购买”时，公司必须保留那些能引领产品洞见、未来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技术，将那些可以商品化或迭代速度快的技术外包。一般来说，在用户界面、系统工程、数据分析和快速产品应用开发等领域，企业要保证过硬的内部实力。

	这些选择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智能互联的起步期，有实力的供应商数量有限，因此公司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内部开发或定制。如今在互联系统、产品云、应用平台以及数据分析等领域，一批在各自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供应商正不断涌现。在这种环境下，内部开发的速度很难跟上外部供应商的脚步，如果公司执迷不悟，早期优势甚至会变为劣势。

	

	
	战略选择5　公司应该对哪些数据进行捕捉、保护和分析，从而实现客户价值的最大化？对于智能互联产品，数据是价值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然而收集数据需要传感器，这会增加产品成本，同理，数据传输、存储、保护和分析也会提高成本。要发现哪些类型的数据有最高的性价比，公司必须先回答以下问题：每一类数据如何为产品功能增添实际价值？数据如何提高公司在价值链中的效率？这些数据能否帮助企业理解并提升整个产品系统的性能？要优化数据功效，收集数据的频率应该是多少？数据保存的时间该多长？

	除此之外，公司还需考虑产品的完整性、安全性以及每类数据涉及的隐私风险和成本。公司收集的数据敏感性越低，那么遭遇攻击和传输中断的风险就越低。当数据的安全要求较高时，公司就要拥有能力保护数据，同时尽量将数据储存在产品中，降低传输风险。（我们将在今后的文章中详细讨论产品安全问题。）公司选择的数据还要以战略定位为基础。如果公司的战略聚焦于提升单一产品性能或降低服务成本，那么它通常需要收集实时的，能立即产生价值的数据。对于复杂昂贵的产品，例如风力涡轮和飞机引擎，它们的停机成本非常高，这些数就尤为重要。

	立志在系统中领先的公司，它们需要对多个产品和周边环境的详细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即便这些产品不由公司生产。例如，一个智能互联产品系统需要为不同地点的所有设备收集交通、天气条件和燃油价格等信息。公司收集数据的选择因战略而异。

	智能温控器生产商Nest公司的目标是在提高能效和降低能源成本方面领先，因此，公司不但收集产品使用的详细数据，还收集电网用电高峰的数据。公司根据这些数据开发了高峰时段奖励系统（Rush 
	Hour Rewards），该系统能在用电高峰时段自动升高空调温度，减少能耗，同时能在高峰时段来临前对房间进行提前降温。Nest还和供电公司合作，将它们提供的数据与用户数据整合，并由供电公司奖励那些减少峰时用电的客户折扣和积分。

	

	
	战略选择6　公司应如何管理产品数据的所有权和接入权？当公司选择需要收集和分析的数据后，它必须选择如何保护数据的所有权以及如何管理数据接入权。其中的关键在于搞清谁是数据的所有者。产品制造商可能掌握产品的所有权，但产品的使用数据可能为客户所有。

	举个例子，对于飞机引擎产生的数据，谁才是这些数据的合法所有者？是引擎供应商？还是飞机机身制造商？亦或拥有并运行飞机的航空公司？

	对于数据的所有权，公司有一系列不同的选择。公司可以追求产品数据的完全所有制，也可以采用数据共同所有制。数据使用权也分为不同等级，包括可以使用但必须签署保密协议（NDA）；有权分享数据；有权销售数据。数据所有权可以在明确的协议中提出，也可以通过产品细则或繁复的法律文件注明。尽管各个行业的数据收集越来越趋向透明，但正式的数据披露和所有权标准并没有建立起来。

	另外一种选择是建立数据分享框架，为部件供应商提供运行状态和性能等数据，但对地理位置等信息保密。限制供应商接入数据的权利也有其弊端，供应商无法全面地理解产品如何被使用，因此会拖慢创新流程。

	客户和用户也希望保证自己的权益。如今有些客户非常愿意将产品使用数据分享。例如Fitbit智能手环的特色之一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收集到的健身信息。然而并非每一位客户都愿意进行分享，谨慎的驾驶员非常乐意将驾驶习惯数据与保险公司或租车公司分享，从而降低车险保费或租金，而“马路杀手”们则会坚决拒绝。公司需要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价值主张，鼓励客户分享产品使用和其他数据。当消费者了解到数据在价值链中产生的价值时，他们就会变得更加主动。当公司制定相关决策，即明确收集哪些数据，如何使用，谁从中受益后，消费者会主动要求参与到决策中。

	今天，当初次面对产品使用协议时，绝大部分人会忽略其内容直接点击“同意”，这就给公司收集数据大开绿灯。公司因此可以不加分辨地收集数据，并不受限制地使用。然而我们预计，未来更严格的数据权利契约和管理机制将会出现，与智能互联产品数据相关的知识产权将会被定义和保护。公司要赶在这种趋势前，尽量收集所需的产品数据，创造更多价值。

	缜密的数管理机制也不可或缺，尤其是在高度监管的行业，如医疗仪器。在很多领域，数据接入和数据安全的监管标准已经到位。百多力公司建立了一套数据管理系统，可以安全地收集患者信息，例如心律不齐的发作记录和心脏起搏器电池电量等。公司只对特定用户，即患者的医生分享这些信息。无论哪个行业，数据管理将成为企业关键的能力之一；不管责任方是谁，数据泄露将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无论选择收集哪些数据或采用何种数据管理方式，持续性的安全风险是公司必须考虑的业务因素。

	

	
	战略选择7　对于分销渠道或服务网络，公司是否应该采取部分或全面的“去中介化”战略？智能互联产品为公司带来更直接，更深入的客户关系，这降低了对分销渠道合作伙伴的需求。公司还可以对问题和故障进行诊断，甚至进行远程修理，这降低了对服务网络的依赖。将中介的作用最小化，公司能获取到更多的收入和利润。直接向消费者宣传产品的价值，公司能加深消费者洞察，强化品牌影响力和用户忠诚度。

	特斯拉打破了汽车业的惯例，直接向消费者销售汽车，而不通过传统的分销网络。这简化了公司的定价战略，消费者直接按官方价格购买，不再需要跟经销商讨价还价，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此外，特斯拉没有第三方修理服务，这样公司就能赚取汽车保养的费用，并与消费者建立更深的关系。特斯拉对每辆车进行远程软件升级，持续改进用户体验，每次升级都给驾驶者一种“开新车”的感觉。当系统监测到汽车需要修理时，汽车会自动呼叫远程软件修复，或者向用户发送通知，并派遣人员将汽车开回特斯拉的修理站。最近美国消费者报告显示，特斯拉的消费者满意度在所有汽车品牌中独占鳌头。

	尽管去中介化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很多行业中，邻近的地理位置依旧受到客户的重视，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些产品必须送货上门，为客户进行安装调试，此外某些种类的上门服务依旧不可或缺。一些分销商和渠道提供更丰富的产品选择，积累了丰富的本地经验，它们与当地客户之间的关系牢不可破。一旦选择去中介化，那些实力强大的渠道伙伴就有可能投向竞争对手的阵营。此外，要替代合作伙伴的工作，例如直销和售后服务绝非易事，这些业务不但初始成本高，公司还需要在价值链中的其他职能大量投资，例如销售、物流、库存和基础设施等。

	是否采用中介化还要取决于合作伙伴的种类。合作伙伴进行简单的分销，还是提供关键的培训和上门服务？合作方的服务有多少能由智能互联产品替代？客户能否理解去中介化的价值？客户是否知晓公司与分销渠道的传统合作已经没有必要，且会提高成本？

	

	
	战略选择8　公司是否应该改变自身的商业模式？传统制造企业的的商业模式主要聚焦于生产物理产品，通过销售，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客户，从中获得利润。产品所有者承担产品售后服务和其他使用成本，此外产品停机、损坏和故障的风险也由客户自己承担。

	智能互联产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古老的商业模式。通过对产品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制造商可以提前预测并修理故障，减少产品损坏的几率。制造商优化产品性能和服务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一系列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可能，从更高的服务效率到PaaS模式——制造商保留产品所有权，并对产品的运营和售后成本负责，向客户持续收取服务费用。客户用多少付多少，不再提前支付购买。这种模式下，制造商可以通过不断改进产品，降低运营成本（例如减少能耗）和提高服务效率来提高利润。

	有些制造商的产品结构复杂、寿命长，替换部件和售后服务能提供可观的收入和利润，这些公司在智能互联时代将面临两难的境地。以惠而浦为例，销售备用配件和服务合同给公司带来不少收入，如果产品的质量更可靠，寿命更长，修理更简便，那么这部分收入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公司开发智能互联功能的意愿会削弱。因此惠而浦改变了商业模式，选择PaaS模式，保持产品所有权，用户只需按使用量付费，如此一来，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就能持续提高公司的收益。

	PaaS模式的利润能力取决于产品使用合同的定价和条件，背后起作用的是双方的议价能力。与传统购买模式不同，当合同结束后，客户可以转投其他公司（如果不是固定产品，例如电梯），因此PaaS模式会增强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分享模式是PaaS的一个变种，适用于那些使用间歇较长的产品，因为它能提高这些产品的利用率。当客户需要时，他们就可以付费使用这些产品，例如Zipcar的汽车和Hubway的自行车，其余的工作由公司负责。分享模式现在不仅局限于交通工具，它正不断扩展至其他行业，例如房地产。

	公司也可以采用介于PaaS与传统所有制之间的混合模式，例如将产品销售和保修或服务合同打包，或将产品销售与性能保证合同打包。服务合同可以让制造商通过提高服务效率来捕捉更多的价值。性能保证合同则要求公司承诺，销售的产品必须达到特定的技术指标（例如正常运行时间百分比）。这种模式下，尽管所有权进行了转化，但制造商依旧需为产品的性能和风险负责。

	

	
	战略选择9　公司是否应该开展新的业务，将数据出售给第三方？在智能互联的时代，公司会逐渐发现，他们积累的产品数据不仅对客户有价值，对第三方实体也非常有价值。公司也可能发现，除了用来优化产品价值的数据，它们还能收集更多的对第三方实体有价值的数据。无论哪种情况，公司都有可能基于这些数据开展新的业务。

	举例来说，关于产品部件性能的数据对制造这些部件的供应商非常有价值。设备公司收集到的驾驶条件和拥堵等信息对物流公司、道路养护公司和普通司机都非常有帮助。驾驶习惯数据对设备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都很有价值。当公司决定从产品数据中捕捉新的价值时，它们必须考虑到核心客户对此的反应。有些客户可能不在乎他们的数据，其他客户可能非常重视数据的隐私和其他用途。向第三方提供数据时，公司必须建立严密的甄别机制，以免激怒客户。公司可以出售群体或累计性数据，例如购买习惯、驾驶习惯和能耗信息等，却不应出售单独客户的数据。

	

	
	战略选择10　公司是否应该扩大业务范围？智能互联产品不但会替代现有产品，更常常扩展行业的边界。相互隔绝的单一产品成为优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产品体系的零件。行业边界不断扩张，那些几十年来处于行业领袖地位的公司可能突然发现，自身已经变为广阔产品体系中的配角。

	产品系统和产品体系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至少两个关于业务范围的战略选择，第一：公司的业务是否应该扩展到相关产品或体系中其他部件。第二：公司是否应该提供一个技术平台，联接所有相关的产品和信息，即便公司不生产或控制这些产品。为了抓住智能互联产品的机遇，公司会试图去生产相关产品，但生产新的产品会带来风险，需要新的能力。

	在进入新领域前，公司要先设定一个清晰的价值主张。最好的情况是通过扩张产品线，实现相关产品的一体化设计，大幅提升产品和整体系统的性能。如果产品的优化无法通过单独产品的设计实现，那么公司应向提供互联功能，与其他公司生产的相关产品联通，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成功取决于系统的工程设计，而非单独产品的性能。

	如果公司的产品（以及相关技术）占据整个产品系统运行和功能的核心地位，例如久益的采矿机械，那么这些公司最适宜进入相关产品领域，对系统进行整合。生产非核心产品的公司，例如运输矿物的卡车，缺乏成为整体系统供应商的实力和客户信誉。

	公司是否应该开发连接系统或体系的技术平台取决于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公司是否具备必需的IT技术和能力，这和产品设计制造需要的技术截然不同。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系统优化的位置在哪里。“内部优化”需要将单一产品的设计融合到一起，让它们在一起更好地工作。“外部优化”则是通过算法将产品和信息连接到一起，不同的产品成为体系中的独立模块。如果产品系统采用内部优化，那么公司就应该进入相关领域，提供一个专有的系统平台。产品外部优化一般集中于一个公开平台上，提供平台的公司可能不生产任何产品。

	Carrier公司在空调设备领域设计创新的历史长达100年，生产的产品包括高炉、空调、加热泵、加湿器和通风装置等。通过对不同产品进行一体化设计，公司优化了整体空调系统的性能，并提供智能无限制加热和制冷平台连接这些设备。尽管如此，空调系统只是智能家居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司并没有进入其他领域，因为公司意识到这需要完全不同的能力。但公司提供的智能平台具备开放界面，可以将空调产品融入到智能家居体系中。

	最后，随着行业和竞争边界的不断扩张，很多公司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企业目的。公司的聚焦要从传统产品转向满足更广泛的需求。例如，特灵（Trane）公司的企业目的已经从空调设备制造商变成为每一位居民提高智能建筑的能效。随着产品在网络中的联通和合作不断增多，智能互联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会不断扩张，很多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核心使命和价值主张。

	在上述10个方面，企业必需做出清晰的选择，并且保证每个选择都能连贯统一，相互促进。例如，立志在产品系统中领先的公司，就必需进入相关产品领域，进行产品内部优化、收集详细的使用数据，并内部开发技术架构需要的能力。相反，聚焦于单一产品的公司必须具备业内最佳的产品功能，提供透明开放的界面，使产品稳定地融入其他公司的系统和平台中，成为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终，成功取决于企业是否具有独特的价值主张，以及能否将这些主张付诸实现，而非通过对竞争对手的简单模仿。

	

	更大的机遇

	智能互联产品正在改变企业的竞争方式和创造客户价值的方式，扩展了竞争边界。几乎每一个行业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它的影响力不仅如此。第二次IT浪潮带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已近枯竭，智能互联产品将揭开一个IT技术的新时代，提升公司和客户的生产力，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轨迹。

	第三次IT浪潮不仅能带来产品性能和功能的改进，我们满足企业需求和生活需求的能力也会大大增强。在很多领域，产品的效率、能力、安全性、可靠性和利用率都会有突飞猛进的提升，同时减少珍贵自然资源，例如能源、水和原材料的消耗。

	这轮推动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机遇正逢其时。缩减内部开支，谨慎投资，提高企业利润，行业整合和创新乏力成为过去10年的经济主题。这导致就业增长乏力，工资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企业社会支持减弱，资本主义广受质疑。如果企业能更积极地抓住智能互联产品的机遇，那么现有局面有望终结。企业和政府要配备具有相关技能人才，参与制定相关规则、标准和监管措施，推动创新，保护数据，共同克服发展的阻力（例如汽车经销商对特斯拉的抵制）。

	凭借在核心技术、人才和关键行业的优势，美国有机会引领智能互联产品的潮流，并从中获得丰厚的收益。如果美国能抓住这次机遇，重获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那么它将为“美国梦”重新注入活力，并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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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避免的错误

		智能互联产品带来一些创造价值的发展机遇。然而，要抓住这些机遇，企业一定要克服诸多挑战。我们在此列出一些主要的战略风险：

		添加客户不想要的功能。公司具备某项功能不代表该功能对客户由清晰的价值主张。由于成本和复杂性的升高，到达一定界限时，添加新功能反而会降低企业回报。

		低估安全和隐私带来的风险。智能互联产品为企业系统和数据打开了新的接口，因此网络安全，传感器安全和信息加密等措施都需要随之升级。

		无视新的竞争威胁。忽视提供新型产品或新商业模式的竞争对手，这些公司的崛起将快速改变公司间竞争和行业边界。

		贻误战机。迟迟不展开行动将让竞争对手和新进入者站稳脚跟，抢先收集和分析数据，公司在学习曲线上将被对手甩开。

		高估内部实力。新型产品需要新的技术、能力和流程（包括大数据分析、系统工程刚和软件应用开发。公司需要可观地对自身实力进行评估，判断哪些能力应该在内部开发，哪些应该外包给新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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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波特是哈佛商学院Bishop William Lawrence教席校级教授。詹姆斯·贺普曼是PTC公司总裁。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11月刊。







	
	

	增刊：迈克尔·波特揭秘未来竞争战略

	

	迈克尔·波特教授新著

	物联网时代
企业竞争战略（续篇）

	HOW SMART,CONNECTED PRODUCTS
ARE TRANSFORMING COMPANIES

	迈克尔·波特　詹姆斯·贺普曼 | 文

	安健| 译　蒋荟蓉| 校　钮键军|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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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年以前，本文的两位作者曾撰文分析，智能互联产品让企业重新思考它们所处的行业以及它们业务的方方面面。作为该文的续篇，本文主要关注这些产品对企业运营和组织架构产生的冲击。在作者看来，智能互联产品将促使企业产生新的客户关系、流程以及组织架构。同时，作者认为，智能互联产品对于工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未来的变化将会更加剧烈。

	

	

	智能互联产品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入到更广阔的产品系统中, 这股浪潮正激烈地重塑着今天的企业和竞争格局。

相关案例不胜枚举。智能温控器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家电，将它们的使用数据传输给制造商。智能互联的工业机器人可以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并自主优化它们的工作。汽车可以将运行状况、地理位置和所处环境的数据传输给制造商，同时接收数据进行软件升级，从而提升性能，或提前诊断出故障前兆，防患于未然。即便产品交付后，企业也能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企业与产品以及客户的关系不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和开放式的。

在我们上一篇文章《物联网时代企业竞争战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11月）中，我们主要关注智能互联潮流对企业的外部影响，详细探讨了智能互联产品如何影响企业间竞争、行业结构、行业边界与企业战略。（见图表《智能互联产品对企业战略的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这些产品对企业的内部影响：由于与传统产品有着本质的区别，智能互联产品将彻底改变制造企业几乎所有职能部门的工作。企业的核心部门，包括产品研发、IT、生产、物流、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都将被重新定义，并且它们之间相互协作的程度也将大幅提升。此外，全新的职能部门将会诞生，例如管理企业可捕捉的海量数据的部门。所有这些，都将对制造企业的传统组织架构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也许将迎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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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全新的产品功能

要完全理解智能互联产品对企业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它们的核心部件、技术和功能，因此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我们上一篇文章：

所有的智能互联产品，从家用电器到工业设备都具备三个共通的核心元素：物理部件（例如机械和电子零件）；智能部件（传感器、微处理器、数据储存装置、控制器、软件、内置操作系统和数字用户界面）以及互联部件（互联网接口、天线、连接协议、联通产品的网络以及在远程服务器运行并包含外部操作系统的产品云）。

智能互联产品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技术基础设施，我们称之为“技术堆栈”（technology stack），它能在产品和用户之间搭建数据交换的门路，并整合业务系统、外部资源以及其他相关产品产生的数据。此外，技术堆栈提供的功能还包括数据储存和分析的平台、应用运行后台、以及产品接入和往来数据交换的安全保护措施。（见图表《新技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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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阅读原文）




这些基础设施为智能互联产品带来卓越的新能力：首先，产品能对自身的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进行检测和报告，帮助制造商获得前所未有的产品性能和使用洞见。其次，用户可以通过多种远程接入技术，对复杂的产品进行远程操作。这让用户可以对产品的功能、性能和用户界面进行定制，并在危险有害或难以到达的环境中对产品进行操作。第三，将检测数据和远程控制能力结合到一起，我们就获得了对产品进行优化的机会。利用算法，企业能大幅提升产品的性能、使用率，并可减少停机时间。产品与相关产品进行配合，在更广泛的系统如智能建筑和智能农场中的运行也大大改进。最后，将监测数据、远程控制和优化算法融合到一起，我们就能实现产品的全自动。这些智能互联产品能自我学习，自动适应运行环境和用户偏好，它们不但能自动运行，而且能自行维护保养。



重塑制造企业

要生产产品并让产品最终到达用户手中，企业要进行一系列的经营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数都在一套标准化的职能部门中运行。这些部门包括：研发（或工程）、IT、生产制造、物流、营销、销售、售后服务、人力资源、采购和财务。智能互联产品具备的新能力将改变这条价值链上的每一项活动，而数据是这股重塑力量的核心。

数据新资源。在智能互联产品诞生前，数据的产生主要源于内部运营和价值链上各个职能间的内部交付，例如订单处理、供应商互动、销售互动和客户服务拜访等。企业会利用问卷调查、市场研究和其他外部资源处获得的信息对这些数据进行补充。将这些数据综合到一起，企业就会掌握一定的客户、需求和成本信息，但其程度远远低于它们对自己产品功能的了解。

对数据进行定义和分析的职责通常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中，形成了竖井效应。尽管部门间也会分享数据，例如销售数据会用来管理保养部件的库存，但这些分享规模有限且不定期。

如今，企业在上述传统数据源之外获得了全新的数据来源——产品本身。智能互联产品能实时产生数据，其容量之大和种类之丰富都前所未有。今天数据已经成为人才、技术和资本之外的又一项企业核心资源，在很多行业中，数据也许将成为决定性的资源。

这些产品数据本身就有不菲的价值，当它们与其他数据，例如交易历史、库存地理位置、大宗商品价格和交通信息等融合到一起，它们的价值将成指数级增长。例如在农业生产中，湿度传感器和天气预报结合到一起，就能对灌溉系统进行优化并节省水资源。

在车队管理中，获得每辆汽车或卡车的维护需求和地理位置信息，维修部门就能提前准备配件、预约保养时间并提高维修效率。当企业获得产品使用和性能数据，保修数据的价值就会越发凸显。例如，在保修期内，如果用户使用产品过于频繁，有可能导致设备损坏，那么公司就可以预先进行保养，以免日后产品损坏再保修造成更昂贵的维修成本。

数据分析。企业利用数据、发挥数据全部价值的能力将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因此，数据的管理、治理、分析以及安全保护将发展成一个新的关键业务部门。

尽管单个传感器捕捉的信息也有价值，但企业若能在长时间内收集不同产品上成百上千个传感器的信息，那么它们将从中辨认出一定的运行规律，从而获得极为重要的产品洞见。例如汽车上有不同位置的传感器，包括引擎温度、节气门的位置、燃油消耗等，将这些信息综合到一起，企业就能发现引擎的运转信息如何影响整车性能。此外，将这些信息与故障关联到一起也极具价值。有时即便公司无法判断故障的根源，也可以根据长期积累的运行规律进行修理。例如，通过测量温度和震动的传感器，公司就能提前几天甚至几周发现即将损坏的轴承。

大数据分析为企业带来一系列新的技术工具，帮助企业掌握这些规律；然而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智能互联产品本身产生的数据以及相关的内外部数据往往都是非结构化的。这些数据的格式五花八门，包括传感器数据、地理位置、温度、交易以及保修记录等。传统的数据汇总和分析工具，例如电子表格和数据库工具都无力管理格式如此繁杂的数据。一种名为“数据湖”（Data Lake）的解决方案正日趋流行，它可以将各种不同的数据流以原始的格式储存起来。在数据湖中，人们可以用一系列新型数据分析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这些工具主要分为四种类型：描述型、诊断型、预测型和对症型（详见《利用数据创造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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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智能互联产品产生的数据，还有一些企业开始部署名为“数字化映射”（digital twin）的新型工具。数字化映射最初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创，它实际上是物理产品的三维虚拟现实的数字化复制。物理产品持续运行，其状态和运行环境不断变化，而产品的数字化映射也伴随着数据的流入而不断反映实际产品的变化。作为实际产品的数字化身，公司可以通过它掌握千里之外的产品状态和环境条件。数字化映射还能提供新的产品洞见，帮助企业更好地设计、制造、运行和维护产品。



价值链转型

智能互联产品的新功能、新能力将迫使公司的传统部门架构转型。这种转型以产品研发为起点，辐射到整条价值链。随着智能互联产品的普及，传统职能边界正发生变化，全新的职能部门也会不断涌现。

产品研发。智能互联产品需要企业彻底重新思考产品设计。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产品研发要从以机械设计为主转变成真正跨学科的系统工程。如今的产品拥有复杂的系统，不但包含机械部件，还搭载软件系统或将软件部署在云端。为应对这一潮流，未来设计团队将从以机械工程师为主转为以软件工程师为核心。一些制造企业，例如通用电气、空中客车和Danaher都在软件重镇美国硅谷或波士顿建立了研发中心。

在智能互联产品的时代，产品多样性的成本大大降低，这要求企业采取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设计原则：

低成本多样性。在传统产品制造中，提升产品多样性意味着成本的飙升，因为每一件不同的产品都需要截然不同的零部件。然而智能互联产品搭载的软件让多样性的成本大大降低。约翰·迪尔（John Deere）过去生产的设备中搭载不同的引擎，引擎马力各不相同。如今公司只须调整标准引擎上搭载的软件，就可以改变产品的马力输出。今天的数字用户界面完全可以替代传统的旋钮和按键，通过改变软件控制设置，公司可以轻松且低成本地改变产品性能。通过软件而非硬件来满足客户对产品多样性的需求，是非常关键的设计新原则。

不同客户分层需要不同型号的产品，不同地区的客户也对产品多样性有不同需求。软件能让产品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环境中轻松地实现本地化。然而一些地区对数据标准有监管措施，例如数据的跨国界传输，因此需要企业在本地建立数据存储设施或应用。这些监管造成了新的国家和地区间差异，有时是由于非商业的原因。

持续的设计改进。在传统模式下，产品研发有明显的代际间隔。新一代产品研发会设定一系列改进目标，研发完成后，设计就被固定下来，直到开始研发下一代产品。而智能互联产品能通过软件持续获得改进，而且这些改进常常是通过远程软件升级完成的。

此外，产品还可以进行微调以满足新客户的需求，或解决性能上的问题。例如ABB机器人公司生产的设备，终端用户可以在运行中对它们进行远程监控和调整。公司可以随时发布新的产品功能，这些功能并非最终版本，会随时升级。近期，特斯拉开始在其汽车上安装自动驾驶系统，该系统的性能就会随着远程软件升级而不断增强。

新用户界面和增强现实。智能互联产品的数字用户界面可以通过App形式搭载在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话中，从而实现产品的远程运行，企业甚至可以完全取消产品本体上的物理控制装置。如上文所述，与物理控制系统相比，这些用户界面的植入成本较低，进行修改的难度也大大降低，这让操作人员的机动性得到很大改善。

一些产品已经引入了一种新的用户界面技术——增强现实。通过智能电话、平板电脑或智能眼镜，增强现实App可以连接产品云，为佩戴眼镜的用户创造出产品的覆盖显示界面。该数字界面包含产品的监测、运行和维护信息，使产品维护保养的效率显著提升。构建功能强大的用户界面是新时代产品设计又一项关键原则。

实时质量控制。模拟用户的使用条件，对产品测试早已成为产品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保证新的产品能够满足客户需求，并尽量降低保修造成的开支。智能互联产品的出现让质量管理更上一层楼，如今企业可以对产品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进行持续监测，从而发现并解决那些模拟测试无法探测到的设计问题。2013年特斯拉公司的2辆Model S电动车在行驶过程中与金属物体相撞，导致车载电池破裂并起火。发生意外的路况和车速并没有计算在测试中，但特斯拉对这些因素进行了重新计算；最终公司对所有的电动车进行了一次软件升级，提高类似环境下的车辆缓震作用，从而显著降低了电池破裂的几率。

互联服务。产品设计需要引入新的装置、数据收集能力和诊断分析软件，才能检测产品的健康状态和性能，并向维护人员发送故障警报。随着软件功能的不断增多，产品设计还可以融入更多的远程维护功能。

兼容新型商业模式。智能互联产品允许公司从传统的交易模式转向新兴的产品即服务模式（product-as-a-service，简称PaaS）。这种转变将对产品设计带来深刻影响。当产品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客户，保养相关成本和职责将转移到制造商一方，这将影响到产品设计的方方面面，尤其当多个客户对产品进行分享时。Smoove是法国一家提供自行车分享服务的公司，为了提升产品在分享中的耐用性和防盗性能，公司开发了配备无链式车身、防爆轮胎和防盗螺母的智能互联自行车。

为保证对客户进行合理收费，PaaS模式要求企业收集产品的使用数据。因此企业须认真思考它们需要何种类型的传感器、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收集数据的种类和分析数据的频率等。施乐公司从原先出售复印机转型为按打印文件数收费，为此公司在硒鼓、进纸器和墨盒处安装了传感器，这样就可以准确地向用户收费，并促进了纸张、墨盒等耗材的销售。

互通的系统。 随着产品成为更广阔智能系统的组成部分，设计优化的机会也成倍增加。通过联合设计，企业可以同时开发和增强一系列相关产品的软硬件，甚至包括其他公司的产品。例如Nest公司开发的可自主学习的温控器，它搭载的应用界面可以与其他产品进行信息交换，其中包括Kevo智能门锁。当房屋的主人回到家时，Kevo门锁会向Nest温控器发送信息，后者会根据主人的偏好开始调整房间的温度。

制造。 智能互联产品带来了新的制造要求，也催生了新的机遇。由于安装并设置软件将成为制造的最终环节，产品的最终装配甚至可能会转移到客户所在地。而且如今的制造流程已不仅限于物理产品的制造，因为智能互联产品的运行离不开基于云的软件系统。

智能工厂。智能互联产品的新能力正重塑制造工厂本身的运营，越来越多的设备将在系统中相互联通。在工业4.0（德国）和智能制造（美国）这样的工业规划中，相互联通的设备将能完全自动运行，并优化自身的生产行动。例如，一台设备能够侦测出可能出现的危险事故，关闭其他可能受到损害的设备，并呼叫维护人员到事故地点。GE的Brilliant Factories方案利用传感器捕捉数据（对现有设备进行改装，或将传感器设计到新的设备中），并将其储存至数据湖中，公司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减少停机时间，提升效率。仅在一个工厂，该方法就使合格产品量提升了一倍之多。

简化零部件。当产品的功能重心从机械部件转移向软件，它们的物理复杂性通常也会随之降低，甚至减少对物理部件的使用，生产和组装这些物理部件的工作也将随之终结。Withings公司取消了旗下血压仪产品的显示器，仅剩下手环和传感器，通过手机屏幕和App来跟踪用户的血压，并将数据直接发送给医生。类似地，飞机、汽车和舰船的制造企业也在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驾驶舱”技术——用单一的显示屏替代繁多的数据仪表。随着产品物理复杂性的降低，软件和传感器的数量将增多，带来新的零部件和复杂性。

重塑装配流程。标准平台化已在制造业中逐渐普及，产品的定制化越来越向装配流程的末端转移，这提升了制造的规模效益，降低了企业库存成本。智能互联产品让这一趋势更进一步。产品或云端搭载的软件完全可以在产品离开工厂后进行安装和设置，此过程只须由现场技术人员完成，甚至由客户自行完成。新的App或触屏键盘可以设置为多种语言。产品设计的变更可以在最后一分钟完成，甚至是在交付后进行。

持续的产品运营。目前为止，制造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当产品交付后，制造流程即告完成。然而智能互联产品的运行离不开以云为基础的技术堆栈。实际上，技术堆栈应被视为产品的组成部分，企业需要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不断运行并改进技术堆栈。从这个角度讲，制造将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物流。物流涉及原材料与成品的运输以及产品的交付，智能互联产品最早的萌芽就诞生在这个领域。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商业化应用，大大增强了公司跟踪货物的能力。麻省理工大学Auto-ID中心长于RFID的研究，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一词的发明者正是该中心的创建者凯文·阿仕顿（Kevin Ashton）。今天的智能互联产品将追踪技术推向新高度。公司如今可以持续地对产品进行追踪，无论货物在何地。即便不用扫描器，公司也能掌握货物当前的位置、到达过的地点、状态（例如温度和压力）和周遭环境。

我们相信智能互联产品将带领物流领域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大型远程物流的管理将会彻底改变，企业不但能监控每一个交通工具的位置和状态，还能获得当地的交通和天气信息，为驾驶者提供优化的运送安排。而亚马逊、谷歌和DHL等公司正在对无人机进行测试，这些自动无人机可以将包裹直接投递到客户门口，这项技术如果成功，将彻底改变很多产品的物流流程。

营销和销售。企业保持互联并追踪产品使用方式的能力，正在改变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从预先决定的一次性交易转向在长时间内最大化客户的价值。这种转变为销售和营销部门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机遇。

新客户分层。智能互联产品提供的数据可以让企业更好地了解产品的使用状况，例如它们可以掌握客户喜欢产品的哪些功能，无法使用哪些功能。通过对比不同的使用模式，企业可以进行更精细的客户分层，例如通过行业、地理位置、组织单元，甚至一些更加微观的角度。营销人员可以利用深入的客户洞察，定制特殊的产品或售后服务套餐，为某个客户层设计新产品功能，针对为某一客户层甚至某一位客户制定更合理的定价战略，让价格与价值更加匹配。

新客户关系。企业持续向客户提供价值，产品成为价值传递的载体，而非价值本身。制造商通过产品与客户保持联系，两者之间有了持续性直接沟通的新基础。企业开始将产品视为了解客户需求和满意度的窗口，而不再需要通过客户了解产品需求及其运行状况。

All Traffic Solutions公司提供智能互联的道路指示牌，可以测量交通的流量和速度。通过这些产品，企业可以进行深入的数据挖掘，了解当地的交通状况，从而帮助执法机构和其他客户远程监控管理交通流量。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销售指示牌，而是为客户提供长期服务，在没有警方介入的情况下改善道路安全状况。这些指示牌只是提供定制化交通管理服务的载体。

新商业模式。一旦完全了解客户使用产品的方式，企业就能开发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劳斯莱斯公司开创了“按时计费”模式的先河，航空公司可以按飞机引擎的工作时间来付费，放弃过去固定产品销售加维修保养费用的模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开始提供类似的产品即服务模式，这将对销售和营销工作带来深刻的影响。销售人员的目标不再是达成一锤子买卖，而是帮助客户取得长期成功。这需要双方建立起双赢的合作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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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系统，而非单一产品。随着产品成为大型智能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客户的价值主张也随之扩展。产品需要与其他相关产品相互兼容，才能保证自身的质量和功能得以发挥。企业则需要决定自己的竞争战场：是产品级别上的竞争，还是提供紧密相关的产品系列，亦或是提供跨越各个产品的平台？甚至是三方位全面出击？销售和营销团队需要扩充他们的产品知识，定位自己产品在广阔智能互联系统中的位置。企业通常需要进行合作，才能填补产品间的空隙，或与领先的平台进行联接。销售人员需要接受培训，与这些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而相应的销售激励措施则需要兼容更复杂的收益分享模式。

SmartThings生产日趋流行的智能家居系统。公司对自己产品的定位是：客户和制造商都易于使用的智能家居平台。该平台的用户界面十分简洁，并且提供一系列标准传感器，可以测量湿度、烟雾、温度和运动量等指标。这些传感器可以安装到任何家居用品中，包括照明系统、安保系统和储能设施。该平台可以方便地与其他公司的家用电器相连，公司建立了广泛的生态合作系统，目前已可兼容超过100种家电产品。

售后服务。对于工业设备等耐用产品的制造商，售后服务能带来可观的收入和利润，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传统的售后服务效率低下。技术人员首先要对产品进行检查，找到故障的原因和需要替换的零件，再二次拜访才能进行修理。智能互联产品提升了售后服务的效率，并且让被动的维护服务转为主动的预防式远程服务。

一站式服务。技术人员可以远程对问题进行诊断，因此可以在第一次拜访时就准备好修理需要的零件，此外他们还能获得修理的相关信息，从而降低拜访次数，提高修理成功率。

远程服务。智能产品让以互联为基础的远程服务成为可能。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人员可以对产品进行远程修理，这就像计算机可以通过网络得到远程修复。Sysmex公司生产的血液/尿液分析设备做出了示范。Sysmex公司最初加入互联功能是为了远程监控产品，如今公司也利用这个功能进行远程维护。维修人员可以在远程获得原先必须实地获取的信息，他们通常可以通过重启、软件升级或指挥本地医护人员对设备进行修理。这样公司的维修成本、设备停机时间都大大降低，客户满意度显著提高。

预防式服务。通过预测分析，企业能够预测出智能互联产品可能发生的故障并采取行动。例如，迪堡公司（Diebold）能监控自己的ATM机，如果机器出现故障的早期信号，公司就可以进行必要的远程维护保养工作，还可以派遣技术人员前往进行调试或更换部件。当添加新的增强功能时，公司可以预先对ATM机进行升级，其中一些可以远程完成。

以增强现实为基础的服务。智能互联产品可以收集海量的数据，这使得维护人员能进行新的服务，无论是独立的、合作的还是与客户一起完成的。其中一种新兴方式是以上文提到的增强现实为基础。增强现实设备不但能显示产品维护所需要的信息，还能提供详细的维修指南，从而极大地改善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新型服务。由于企业可以通过智能互联产品相互连接、收集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因此售后服务的职能将得到扩展，提供全新类型的服务。实际上，服务已经成为制造业当前最主要的创新源头，一些新型附加值服务，例如通过新技术延长保修期、为客户提供跨产品、跨序列甚至跨行业的标杆对比服务等，为企业带来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卡特彼勒公司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该公司为客户提供一系列新型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更好地管理建筑和采矿设备。公司可以对工地的每一台设备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由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设备的分布建议，从而减少使用设备的数量，他们还可以告诉客户何时应增添设备，如何突破产能瓶颈以及如何提高整个车队的燃油效率等。

安全防护。今天在制造企业中，IT部门的职责主要是保护公司的数据中心、业务系统、计算机和网络。随着智能互联产品的出现，这种局面将发生巨大变化，保护IT安全的职责需要渗透到每一个部门。

每一台智能互联设备都是网络的接入点，因此都可能成为黑客的目标或网络攻击的发起点。智能互联产品的分布非常广，且暴露在网络攻击之下，常规的物理保护手段难以奏效。此外，由于这些产品自身的计算能力通常十分有限，因此也无法部署常规的安全硬件和软件。

智能互联产品的安全漏洞与IT网络有类似之处，例如难以抵御“拒绝服务”攻击，瞬间大量的接入请求会导致服务器和网络崩溃。此外，智能互联产品还有一些新的弱点，攻击造成的后果也更严重。黑客不但可以夺取产品的控制权，更能窃取制造商与用户之间传输的敏感数据。在电视节目《60分钟》中，DARPA的专家展示了黑客如何完全控制一辆车的加速和刹车。一旦黑客控制了飞机、汽车、医疗设备、发电机和其他互联产品，他们造成的损失远比破解一家公司的邮件系统大得多。

客户希望产品和数据的安全得到保障，因此一家公司提供安全保护的能力将成为价值的主要来源和潜在的竞争优势。一些有特殊安全需求的组织，例如军队或国防部门，则需要企业提供特殊的服务。

安全保护将影响企业的一系列部门。在寻找并实施网络数据安全的最佳实践中，IT部门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此外，设计部门在产品中设置安全措施也不可或缺。企业的风险管理要考虑所有的潜在接入点，包括设备、连接设备的网络以及产品云。一些新的风控技术正在涌现，例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就强制要求，所有的医疗设备必须设置不同的授权等级和受限的使用时间，尽量降低患者承担的风险。企业还可以授权客户自行控制将数据上传到云端的时间，以及允许制造商收集的数据种类，以此增强产品的安全性。总而言之，智能互联世界中的安全防护知识和实践都在快速地发展。

此外，数据隐私以及数据价值的合理交换越来越受到客户的关注。建立合理的数据政策并向客户准确地传递这种政策，正日渐成为法务、市场、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部门的核心职责之一。为了缓解客户对隐私问题的担忧，企业的数据政策必须包含非常严密的数据治理措施，并明确注明，企业会收集哪些种类的数据，以及企业或第三方如何使用这些数据。

人力资源。智能互联产品是传统制造企业与软件开发能力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要求企业在整条价值链上具备新的技能、新的工作方式和文化。

新技能。智能互联产品的设计、销售和售后服务都需要新的技能，然而相关人才在市场中供不应求。制造企业的技能需求已经从机械工程能力转向软件工程能力，从销售产品到销售服务，从修理产品到管理产品的运行时间，因此发掘适合的人才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

制造企业需要聘用App工程师、用户界面开发专家、系统集成专家，以及最重要的数据科学家——他们能建立并运行数据的自动分析程序，帮助企业将数据化为行动。业务和数据分析工作正进化为一种新的职业，这些专家即要有扎实的技术基础，又不失业务敏感度，他们能将数据分析产生的洞察传递给业务和IT部门的决策者。

很多传统的制造业中心与新兴技术中心的距离较远，此类新型人才更为稀缺。因此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在美国波士顿和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建立分支机构。这些地区不但有一流的学术中心，也汇集了先进的制造企业、软硬件B2B开发商以及各类智能互联产品的生产商。施耐德电气就将其美国总部迁到了波士顿。未来10年，落户这些科技聚集区的制造企业将加快学习进程，并在这些区域招聘以改进人才质量。此外，这些企业还需要新的招聘模式，例如与当地大学建立实习生项目，或者与领先的技术提供方合作，从它们那里借来人才。

新文化。与传统制造企业相比，制造智能互联产品需要在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更多的协作。此外，不同工作方式、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员工需要融合到一起，这对传统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举例来说，软件开发的“时钟”要快于传统制造业的开发节奏。HR部门需要重新思考组织结构、人力政策和规章制度的许多方面。

新福利模式。制造企业还需要新的福利模式来吸引并激励人才。灵活工作制、代办服务、轮休以及允许员工自由支配时间从事副业等制度，在高科技公司已成为标配，而制造企业越来越需要这些新的福利制度。



对组织机构的影响

由于价值链上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制造企业的组织架构也将发生历史性的变革。通用电气CEO伊梅尔特就曾断言，每一家工业公司必须成为软件公司。这反映出，软件已经成为工业产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软件公司的发展方向已经向智能互联时代进发，例如不断改进的设计、远程产品升级和产品即服务的商业模式。（见《向软件业学习》）反观制造企业，它们面临的转型挑战远比软件公司大得多。除了要获取软件、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制造企业还要继续设计、生产和支持复杂的现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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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的组织架构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杰伊·罗什（Jay W. Lorsch）和保罗·劳伦斯（Paul R. Lawrence）在他们的经典著作《组织与环境》（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中提出，每个组织架构必须包含两个基本元素：差异和融合。各不相同的任务职责，例如销售和工程，需要形成差异，组织成相互独立的部门。同时，不同部门的活动应该进行整合协调，使目标一致。在制造业中，智能互联产品的出现对组织的差异性和融合性都带来了冲击。

在经典的组织结构中，一家制造企业分为不同的职能部门，例如研发、制造、物流、销售、营销、售后服务、财务和IT等部门。（此外，很多企业还有从地理位置角度进行的部门划分，这加剧了组织架构的复杂性，但智能互联产品对此影响较小。）这些部门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尽管企业也会进行跨部门整合，但这些行动大多是偶发和临时的。为了在企业的整体战略或业务计划上形成合力，各部门需要进行协调并管理产品在生产周期中不同部门间的交接，例如从设计到生产，从销售到售后服务等。它们还需要从前方获取反馈来对流程或产品进行改进，例如故障信息、客户反馈等。这些部门间的整合，大部分是通过部门领导团队完成，或是源于产品研发、供应链管理、订单处理等任务引发的，需要多个部门参与的工作流程。

随着智能互联产品的崛起，这种经典的组织架构将被打破。产品设计、云计算服务、售后服务和客户维护等流程之间的协作持续不断，没有终点，即便销售完成后亦如此。临时的协作机制不再能满足业务的需求。设计、运营、销售、售后服务和IT之间持续紧密的合作成为必需。各部门的职能有所重叠，边界变得模糊。不仅如此，关键性的全新部门将会诞生，比如管理所有数据和新型开放式客户关系的部门。从更高的角度看，智能互联产品的丰富数据和实时反馈等特性，正在挑战传统的集中的指令-控制式管理模式，分布决策、高度整合且能持续改进的新型管理模式将逐渐崛起。

尽管面临上述变革，但制造企业还需要继续生产和支持传统产品——在一些行业中，这种状况还将维持几十年。今天，即便在先进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智能互联产品的份额还不到所有产品的一半。新旧两种模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让企业组织架构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新型的制造企业到底长什么样？即便是领先的智能产品制造商也仍在不断摸索组织架构方式，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发展趋势。首先是IT和研发部门之间的协作和整合正不断加深。假以时日，这两个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可能会发生合并。此外，企业开始设立三类全新的职能部门：统一的数据管理机构、研发运营部以及客户成就管理部门（见图表《新组织架构》）。同时数据安全职能正不断扩展，并切入到多个部门中，尽管它的最终结构现在还不明朗。最终，由于任务和角色发生巨大变化，几乎所有传统的职能部门都需要进行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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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与研发部门之间的协作。在传统企业中，研发部门创造产品，而IT部门的职责是管理公司范围的计算基础设施，以及各个职能部门使用的软件工具，如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企业资源规划（ERP）和客户关系管理（CRM）等。然而在智能互联产品的研发中，IT部门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IT硬件和软件如今搭载在产品和整个技术堆栈中。问题来了，谁应该对这些新的技术基础设施负责？研发部门、IT部门还是两者共同？

目前只有IT部门拥有软件和智能互联产品需要的基础设施支持能力。另一方面，研发部门善于研发以及机械和电子部件的融合，不少研发部门也开始掌握将软件搭载到产品上的能力。然而，鲜有研发部门在管理云计算设施和技术堆栈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今天的IT和研发部门需要持续地将工作融合到一起。然而这两个部门在产品开发上鲜有合作的经验，在一些公司中，双方甚至相互敌对。

为了这种新的合作关系，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组织架构。一些公司将IT团队融入到研发部门中。另外一些则建立了包含IT代表的跨部门产品设计团队，但仍然保留独立的汇报线。例如，Ventana Medical Systems公司生产智能互联的实验室设备，该公司的IT和研发部门在产品开发上进行合作，在选择哪些产品功能可以通过云端提供和软件升级的时机等决策中，IT团队都有不小的发言权。在科学仪器巨头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公司，IT部门的成员直接在研发部门工作，并采用虚线汇报架构（dotted-line reporting）和目标分享机制。在设计与搭建产品云，安全捕捉、分析和保存产品数据，以及内部和客户间传输数据等工作中，这种结构大大提升了效率。

统一的数据管理结构。由于数据的容量、复杂性和战略意义都在提升，单个部门已经无力进行数据管理，自行发展分析能力，或是自行保证数据安全，也非常不经济。为了从新的数据源中获得最大价值，许多公司建立了专门的数据部门，负责数据的收集、整合以及分析，并将数据中获取的洞察传递给不同的部门和业务单元。高德纳公司（Gartner）预计，到2017年四分之一的大型企业将拥有专门的数据部门。

新的数据部门通常由公司的首席数据官（CDO）领导，向CEO或CFO、CIO汇报。CDO的职责是统一管理公司数据，教育组织如何利用数据资源、监管数据权限和接入，以及推广数据分析应用在整条价值链上的应用。比如福特汽车公司最近任命了首席数据和分析官，负责开发并执行全公司的数据分析计划。CDO将带领公司利用智能互联产品的数据来了解客户的喜好，指定未来的车联网战略并再造相应的内部流程。

研发-运营部门。由于智能互联产品持续的设计改进、产品运营支持以及升级等特性，企业需要新的职能部门，我们称之为研发运营部（该名称源自软件行业，指跨部门的软件开发和部署方法）。这个新部门负责产品离开工厂之后的性能管理和优化，既需要传统研发部门的软件工程专家（负责研发），也需要IT、制造和售后部门的产品运营人员（负责运营）。

研发运营部门能缩短产品的发布周期，管理产品的升级和修补工作，并在售后提供性能改进以及新型服务。此外，它们负责将频繁的、微小的产品改进上传至云端，不影响客户对现有产品的使用。它们还能增强预防式维护以及产品的保养工作。

客户成就管理。客户成就管理是第三个新兴部门，同样源自软件行业。该部门的任务是管理客户体验，保证客户获得最大的产品价值。该部门对智能互联产品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采取产品即服务模式的企业。客户成就管理不一定替代传统的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它主要负责售后的客户关系维护。它承担的是销售或售后服务部门无法或不愿完成的工作，包括监控产品的使用和表现数据，评估客户从产品中获取的价值，并尽力提高客户价值。这一新的部门并非独立的竖井，而是持续地域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等部门协作。

客户成就管理部门将改变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长久以来，客户调研和呼叫中心是企业获取产品洞察和掌握客户关系的主要方式。公司通常无法意识到问题，直到问题无法解决导致客户向公司抱怨。

而智能互联产品本身就成为衡量客户价值的标尺。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一件产品的数据来获取用户体验的大量信息，包括产品的使用和表现、用户的偏好以及满意度等。

这些洞察可以避免客户问题的爆发，并揭示哪种新的产品功能或服务能让客户从中受益。

共同的安全责任。在大多数公司中，高管层对数据安全的职责并不固定。首席信息官、首席技术官、首席数据官甚至首席合规官都有可能负责安全工作。然而不管公司管理结构如何，安全工作必定跨越了产品开发、研发运营、IT、实地服务和其他部门。研发、IT和数据管理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尤其重要。数据管理及IT部门主要负责产品数据安全，制订用户接入和协议以及合规工作。而研发和研发运营部门则负责增强物理产品的安全性。IT和研发部门往往要联合负责维护和保护产品云及其与产品的联通。不过，管理安全的最终组织架构仍在不断发展中。



转型开始

上文描述的组织变革可谓规模浩大，我们该如何转型？今天，集中的数据管理部门刚刚开始出现，IT和研发部门的融合也尚在起步阶段。研发运营部以及客户成就管理部仍然非常稀有，但其作用正在不断被认识和接受。假以时日，它们定会崛起为正式的职能部门。

在航空、医疗器械、农业设备等行业，智能互联产品还将与传统产品长时间共存。这意味着，我们描述的组织转型将是渐进式的，而非颠覆式的。新旧两种结构常常需要在一个组织中并行不悖。鉴于变革的规模之大，所需技能之稀缺，很多企业需要采取混合式的或过渡式的组织架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稀有人才，积累经验，避免重复劳动。

那么如何建立过渡性的结构呢？企业可以在事业部的级别上试点智能互联项目。例如IT等部门可以引领智能互联产品战略的实施推进。

企业还可以建立转型委员会，并邀请部门的管理者来进行领导和监管。还有一些企业对软件公司进行收购，或结成伙伴关系，由软件公司为其开发智能互联产品，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人才和知识。卡特彼勒就是一家这样的企业，它最近对预测分析公司Uptake进行了投资。

还有一些涉及多种业务的公司，它们正采用多种不同的组织架构，传递智能互联产品的机遇情报，辨识最佳切入点，累积关键的人才和技能，并管理企业的技术堆栈。这些部门常常获得了CEO或高管层的支持。我们目前发现了以下三种主要的模式。

独立的业务单元。这种模式下，企业会建立新的独立业务单元，它们独立承担盈亏职责，负责支持企业的智能互联产品战略。新的部门积累了所需的人才、技术和资金，从而将新的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同时与所有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博世集团就建立了独立的业务单元——Bosch Software Innovations，该部门帮助公司及其客户开发针对智能互联产品的服务业务。

独立业务单元的一大优势是不受传统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公司中，随着人才、基础设施和经验的累积，管理层的重心会逐渐回到其他业务单元。还有一些案例，独立的业务单元甚至会阻碍其他部门的智能互联项目。此外，独立单元获得的新知识在企业其他部分传播的速度也较慢。

卓越中心。在这种模式下，一个独立的单元掌握了智能互联产品的关键人才和技能。但是它不承担盈亏职责，而是充当其他业务部门都可对接的成本中心。通用电气公司就在硅谷建立了类似的卓越中心。

跨部门委员会。这种模式是召集各个部门的思想领导者组成转型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抓住机遇、分享技能并促进协作。这种模式的弊端是通常缺乏正式的决策权威，引领变革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



更大的改变在未来

智能互联产品正激烈地改变实体经济中价值创造的方式。一场制造业革命正在酝酿中。它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制造领域，所有正在使用或将会使用智能互联产品或服务的行业都将受到冲击（见《智能互联产品如何改变服务业》）。而且，智能互联产品带来的冲击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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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如上一篇文章所述，智能互联产品将改变企业间竞争，但其影响远不止如此：所有制造企业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及其本质都将发生变革。它将为制造业带来自现代企业诞生以来第一次组织结构大变革。其中涉及的很多组织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挑战将扩散到其他行业中。

对于那些面临转型挑战的企业，组织结构问题将是它们成功的关键。我们刚刚开始改写几十年来屹立不动的组织架构图，而这一领域并无成功的经验可借鉴。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转型总是令人不安，甚至会破坏稳定，但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将智能互联产品视为改进经济和社会的机遇。由于这些新的产品，我们有机会大幅度提升管理环境的能力，例如提升土地、水资源和原材料的使用效率，提升能效以及提高粮食生产系统的产能等。它们能帮助我们提升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包括健康、安全、出行和教育等方面。同时，它们还能帮助我们解决个人的日常问题，例如更方便地找到停车位。

此外，智能互联产品有潜力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趋势。过去几十年，人们一直在追求更多、更便宜、更易获得的产品，今天的企业和消费者也许需要的“少即是多”的消费理念。智能互联产品将让我们从无休止的消费中解放，只购买真正需要的产品，分享那些利用率较低的产品，并从已有的产品中获得更多价值。我们不再为频繁的更新换代而抛弃旧的产品，而是使用那些能持续改进、升级并现代化的产品。

那么就业呢？每当技术出现重大突破，对就业市场影响的讨论就会甚嚣尘上，尤其是在当今。我们相信，智能互联产品带来的无数创新机遇，以及它们产生的海量数据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绝对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些新型产品并不会削弱我们的需求，或减少生产它们的就业人数。新的行业、新的服务以及新的职业将会不断涌现，让更多人实现他们的职业梦想。

那些不具备转型所需的教育和职业技能的从业者会不会就此失业？这些技能目前在就业市场的确较为稀缺，但智能互联产品对就业和增长的整体影响是正向的，众多创新和初创企业将会诞生。此外，在智能互联产品的帮助下，人们的工作效率将会提升，重复性的工作减少。例如，装备了增强现实设备和智能电话的技术人员即便没有接受大量的培训，也可以完成复杂的修理工作。专家对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人进行指导和培训的难度也大大降低。想象一下，当庭院和花园配备了传感器，能提供土壤、灌溉、植被状态和问题区域等信息，景观设计师的工作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制造企业正处在变革的最前线，它们面临的产品和组织转型之旅将充满荆棘和不确定性。而那些助推变革的企业和机构将会从中受益，并为整个社会做出深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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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战略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李剑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编辑

	

	

战略是个挺暧昧的词儿。到底该如何理解它呢？

据我所知，我们常把战略与规划、决策、抉择、竞争等说法混在一起。但每当说到战略时，往往又含糊不清或者语焉不详，所以战略在很多人脑海里唤起的形象是不同的：有的以为战略是开辟有吸引力的市场；有的以为是构建核心能力；有的以为是差异化和市场定位；还有的认为是赢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这些各异的看法和结论，经常让人无所适从，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想办法对战略进行一些界定，从而使它变得清晰。

本文将介绍4条标准，它们可以帮你更好地认识战略。



攫取与创造，刚性与弹性

事实上，在战略研究之初，其内涵并非十分严谨与确切。大多内容是以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和SWOT分析为主的一些常识性方法。

这一现象在1979年被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彻底改变。彼时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首篇文章《竞争力量如何塑造战略》（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随即点燃研究领域对战略的热情。

接下来，各种战略理论陆续出现。影响力较大有1984年伯格·沃纳菲尔特在《企业资源基础论》（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中，提出的战略概念：资源基础理论（RBV）。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在1990年发表的名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则让RBV理论在企业管理者中流行起来。

再后来，更为热门的战略理论包括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逐渐形成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以及钱·金和他的合作者在2005年提出的蓝海战略。

理论的综述到此为止。我想说的是，我们无法穷尽理论，要真正了解战略也无须如此。以我的经验，我们其实只需要2条标准就可以把大部分战略归类。之所以提及上述理论，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2条标准是：

1.你的战略是价值攫取型，还是价值创造型？2.你的战略是刚性，还是弹性？

简单来说，价值攫取型战略的特点是以存量争夺为主。比如，让波特一举成名的五力模型，就是典型的价值攫取型战略。五力模型指出的是企业身处五种力量（现有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新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博弈。如果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提高对各种外部力量的议价能力和索取能力，让竞争对手或交易对手让渡利润。

价值创造型战略的特点则是以增量创造为主。比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和钱·金的蓝海战略都是价值创造型战略。它们本质上是在告诉企业一个道理：绕开现有存量市场，去寻求增量，开辟新的需求与市场，从而创造价值。

所以，对于战略的区分，我们首先可以从攫取和创造上来判断。

其次，战略还可以分为刚性和弹性。战略刚性的例子是RBV理论。RBV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有价值、稀缺、无法被模仿和替代的，并且它来自企业内部。如此，企业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发现和构建核心竞争力或战略能力。

RBV理论提供了企业战略的内部视角，但企业在打造核心能力的时候，不自觉会强化自己原有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如果企业想让自己的核心能力变强，那么它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就不可避免会固化，以致难以撼动并导致战略刚性。在面对技术变迁、行业调整和企业转型时，RBV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对企业战略就显得适应性不够。

有关战略弹性的例子，我们依然可以回到颠覆性创新。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位企业或规模化的企业存在无法摆脱的刚性特质，极难创新和转型，因此它们需要通过建立独立的小团队或外部团队来进行创新和价值创造；而那些非在位或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战略弹性较大，更容易调整资源和能力，所以具备灵活性去创新及开拓新市场。

如果同时运用攫取创造、刚性弹性这2条判断标准，你可以很容易区分和判断战略理论，而且理解战略也不会受到太多干扰。此外，你还可以利用这2条标准对一家企业战略有大致的判断，比如腾讯目前的战略应该算是弹性-创造型，而百度的战略则有点像刚性-攫取型。

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类型并无好坏之分，它很可能是企业在面临不同内外部环境和资源时所做的选择。像苹果公司早期就是弹性-创造型战略，目前演变成刚性-攫取型战略，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



更重要的，战略不是什么？ 

我继续介绍后2条标准，它们的作用是告诉你战略不是什么，而这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

3.未来是不确定的；4.一定与收入有关。

商业世界恐怕只有一条不变的真理：未来是不确定的。如果你以为战略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战略就不是规划、预算，或者现有的理论。规划的步骤一般是这样的：先提出宏大的目标，然后设计具体方案，最后分析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但是，这种规划依然是在企业预算之内做出的决策，因此它不会对企业现有的资源和思维产生足够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依然是确定性现状的延伸。

假如某个咨询公司的战略顾问拿着200页的报告对你说，未来5年的战略已经帮规划做好了，拍胸脯说照做就行了，基本上你可以让他走人。如果企业内部某位战略委员会的高管，总在跟你讲与预算有关的内容，那他肯定也是不合格的战略制定者。

战略也不可能来自现有理论。任何已知理论，可以作为参考，但千万不能把它当作你的企业战略。因为已知理论被总结出来后，它就成为确定性的知识，确定性的东西无法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好的战略一定是在已知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并融合了企业自身的商业实践。

罗杰·马丁说：“真正的战略抉择必然包含恐惧和不安。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为制定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艰难抉择，甚至下赌注。”

最后，战略一定与收入有关。德鲁克说，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战略上同样合适。战略制定最紧要的任务是：想办法争取并保留更多客户，并且创造价值。

因此，战略不是运营效率、成本管理和技术创新。运营效率的作用是让企业的一系列基本运营活动变得更好，比如更好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交付产品或服务，但它并不能确保企业找准顾客以及创造价值；成本管理是为了精确规划和控制成本，管理者也许认为只要压低成本，就能开辟新市场，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技术创新或许可以为企业带来赞誉或奖励，但是真正战略是价值创新，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归纳起来，企业拥有的资源或能力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收入。客户只有觉得有价值才会购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市场环境永远充满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为企业掌控。

战略要解决就是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逃离战略的舒适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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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战略思考的正确方法是：扼要地考虑企业实现目标所需条件，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成功的可能性。

				

				

				管理者都深知战略的重要性；然而，战略迫使他们面对难以捉摸的未来，这让人恐惧。更糟的是，选定某个战略意味着放弃其他可能性，而错误选择可能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面对战略决策困局，出于避险本性，管理者往往依赖熟悉的工具，计算出企业发展方向。为提高市场份额或打入新市场，他们往往花数周甚至数月时间详细筹划，估算企业应对各项资产和能力投入多少，并测算长期成本和收入。如此一来，所有人都踏实多了。

				这种战略制定方式非常糟糕。管理者或许能借此克服前途未卜的恐惧，但真正的战略抉择必然包含恐惧和不安。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你可能陷入了“舒适陷阱”。笔者将在下文探讨这些陷阱。为制定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艰难抉择，甚至下赌注。制定战略的目标是增大成功几率，而非完全消除风险。

				战略制定远不止进行殚精竭虑的数据和模型分析，好战略绝非某种看似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战略思考的正确方法是：扼要地考虑企业实现目标所需条件，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达到这种认识，管理者或许能跳出“舒适陷阱”，真正进行战略思考。

				

				舒适陷阱1：用“规划”代替“战略”

				制定发展计划时，管理者通常并不正面考虑企业必须舍弃什么，不会挑战现有思维框架。

				“战略”几乎总与“规划”连用，“战略规划”一词似乎既概括战略制定过程，又表示其成果。做规划是一项相对轻松愉快的工作，因此人们不自觉地用“规划”代替了“战略”。

				“战略规划”大同小异，通常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愿景或使命宣言，提出高远宏大的目标。第二部分列出新品上市、区域扩张、厂房建设等具体方案，配合企业目标实施。这部分内容一般非常详细冗长，而它的长度取决于企业的承受力。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各项目的财务指标，将其保持在年度预算框架内。战略其实只是预算的一个更光鲜的版本。为显示“战略眼光”，战略规划通常预测未来5年的财务指标，但管理者往往只关注第一年的目标，致使长期战略沦为镜花水月。

				这种“战略规划”或许能帮企业完善预算，但远称不上真正的战略。制定发展计划时，管理者通常并不正面考虑企业必须主动舍弃什么，因此不会挑战现有思维框架，导致企业局限于现有资源。

				错把规划当成战略，是管理者经常落入的陷阱。董事会的职责本是监督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可董事们也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中大多数毕竟来自管理层，知道战略决策的风险远高于制定计划。相比长期战略目标，华尔街也对确定性高的短期目标更有兴趣，分析师会拿放大镜研读上市公司计划书，评估其能否完成季度目标。

				

				舒适陷阱2：成本导向思维

				成本属于企业相对可控的因素，易于规划，善于此道的管理者就容易落入第二个陷阱：成本导向思维。企业的大部分成本来自购买行为，它能自主决定雇多少员工、租多大办公室、购买多少设备、投放多少广告等。企业有时会像普通消费者一样，停止购买某种产品和服务，因此连遣散费和停工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当然也有工资税和公共服务费等少数例外，但这些来自外部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且间接可控：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雇员人数来调整工资税支出。

				企业能相对精确地规划成本，因此思考成本对管理者而言相对轻松。成本规划当然非常重要，很多企业就是因为成本失控受到重创。但很多习惯成本导向思维的管理者，会将熟悉的成本规划方法套用到收入分析上。因此在企业计划和预算中，成本和收入规划方式大体相同，管理者必须大费周章预测每个销售员、每款产品、每条渠道、每个区域贡献的收入。

				如果收入未达预期，管理者会感到困惑，甚至精神受挫。“哪里没做好？”他们自问，“我们花了上千小时做规划。”

				为何收入规划准确度不及成本规划？原因很简单：企业能够控制成本，但收入多少取决于客户。只要不是在极少数垄断市场，客户都可以自由做出购买决策，他们可以购买你的产品，或者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甚至什么都不买。管理者自欺欺人地以为收入尽在掌控之中，但客户的购买决策既不可知又不可控，因此任何收入规划和预测都可能有不切实际的成分。

				当然，手握长期合同的企业更易规划短期收入。例如商业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收入主要来自长期订阅费，惟一不确定的是用户数量变化。类似的，波音这样手握大量未交货订单的企业，能更准确地预测收入，但波音787“梦幻”客机接连出现技术故障也让它失去一批早已谈妥的订单。因此最终决定企业收入的是客户。

				问题的核心是，收入的可预测性与成本的可预测性相去甚远。计划做得好，不等于收入会如期而至。详细的收入规划是对战略制定者的干扰。战略制定最紧要的任务是：想办法争取并留住更多客户。

				

				舒适陷阱3：封闭的战略框架

				第三个陷阱最为隐蔽。很多管理者成功避开规划和成本导向思维陷阱，却在尝试真正构建战略时落入了这个陷阱。制定和描述公司战略时，大多数管理者会借鉴经典理论框架；不幸的是，两种最流行的战略理论可能导致企业局限于可控资源，走向封闭。

				在1978发表于《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亨利·明茨伯格提出了“应急战略”（emergent strategy）概念，将其与“预定战略”（deliberate strategy）区分开来；在1994年大获成功的《战略规划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rategic Planning）一书中，明茨伯格向学术圈外的商界读者普及了这一概念。与预定战略不同，应急战略并非精心筹划的产物，而是体现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即时反应。

				明茨伯格的观点简洁有力。他观察到，管理者高度精细和技术化地制定计划，时常高估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通过区分预定战略和应急战略，明茨伯格告诫管理者，计划必须跟上变化。他指出，如果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固守原有战略将十分危险。

				明茨伯格的建议显然很有道理，值得所有明智的管理者采纳。然而大多数管理者曲解了明茨伯格的原意，以“应急战略”名义堂而皇之地宣称，由于环境动荡不安、难以预测，在未来足够清晰之前做战略抉择都没有意义。这种解读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管理者无需面对未知和不可控的外部环境，不必战战兢兢地作决定。

				细究之下，这种观点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说未来不确定性太大，无法做战略决策，那么管理者判断“确定性”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界定“未来足够清晰”，从而把握决策时机？很明显，推论的前提无法成立：无论何时，未来都不完全可预测。

				“应急战略”于是沦为逃避艰难决策的借口，见风使舵的快速模仿者和固步自封的企业管理者对此十分受用。一味模仿竞争者的策略，企业永无可能创造独特、有价值的竞争优势。这绝非明茨伯格本意，但他的思想客观上将管理者诱入舒适陷阱，导致了这样的现实。

				明茨伯格发表关于应急战略的文章6年后，在1984年的《企业资源基础论》（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中，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推出了另一个大受欢迎的战略概念：资源基础理论（RBV）。真正让RBV理论在企业管理者中流行起来的，则是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1990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名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RBV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有价值、稀缺、无法被模仿和替代的能力。如此，企业战略的核心似乎就是发现和构建“核心竞争力”或“战略能力”，这是企业可以掌控的。RBV理论迎合了管理者对确定性的渴望，它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任何企业都可以把自己的某种资源标榜为“核心竞争力”，无论是销售团队、软件研发实验室，还是分销渠道；管理者自信满满地对这些能力加大投入，认为只要合理规划可控资源，企业就能成功。

				问题是企业拥有的资源或能力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收入。客户只有觉得值才会掏钱，而市场环境永远充满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为企业掌控。管理者当然更喜欢谈论可控资源和可构建的能力；如果未获得预期中的成功，那么错都在反复无常的客户和不可理喻的竞争者。

				

				
								大机会，坏战略

								在多数行业中，企业宁愿分得大蛋糕的一小块，也不想要小蛋糕的一大块，原因是前者增长潜力更大。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很多时候，企业面前的机会越大，战略反而越糟。如果市场很大，何必费心找准客户、创造价值？既然遍地商机，赶紧出去卖吧。

								但如果潜在客户很多，企业就很难找准目标客户并真正了解其需求，导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具备独特价值，销售团队目标不清晰。这时企业亟需理清思路，做战略决策。

								如果你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最好一步一步来：首先找准目标客户群，然后果断下手，占领细分市场后再寻求扩张。

				

				

				跳出陷阱

				客户购买决策直接影响企业收入，企业必须将战略重点放在争取更多客户上。

				落入舒适陷阱的企业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参见后文《你是否落入舒适陷阱？》）。在这些企业，董事会对战略部门的工作很满意，花很多时间审批战略规划；董事会和管理层会议更重视降低成本，而非创造收入；财务指标与核心业务是讨论重点，客户满意度尤其是市场份额情况则不够受重视。

				如何跳出舒适陷阱？既然追求舒适安稳是人性的一部分，战略制定者必须严格约束自己，遵循下述三条基本法则，学会时刻保持警觉。舒适陷阱总在诱惑你，因此实践这些法则并非易事。遵循法则并不能确保卓越，但你的战略至少不糟。

								[image: ]
				
								你是否落入舒适陷阱？

								有可能

								• 你有庞大的战略规划团队。

								• 除了利润，你最重视的业绩指标与成本、企业能力相关。

								• 战略由规划团队向董事会汇报。

								• 董事会要求管理层提供证据，证明战略能成功。

								也许没有

								• 就算你有战略规划团队，它也很小。

								• 除了利润，你最关注的业绩指标是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

								• 战略主要由直线管理者向董事会汇报。

								• 董事会要求管理者详述战略风险。

								（返回阅读原文）

				

				

				法则1：明确战略重点。客户购买决策直接影响企业收入，因此必须将战略重点放在争取更多客户上。只有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让客户感到超值，他们才会掏钱。想争取更多客户，必须做对两个战略决策：一是找准目标客户群，二是确定如何为客户提供超预期价值。在目标客户群之外，其他客户可能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无所知；一旦企业和客户建立联系，客户购买决策将取决于企业提供的价值。

				战略决策完全可以用日常语言说明白，一页纸就足够。如果能聚焦于找准客户和创造价值这两个决策，企业就不再需要冗长的计划书，战略制定更接地气，管理者将避开舒适陷阱，正视企业面临的挑战。

				法则2：承受战略风险。管理者总以为战略应像成本规划一样精确、臻于完善，但战略更关注未来收入而非成本，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因此完美无缺的战略并不存在。战略无法消除风险，最多只能提高成功几率。若想勇敢做出战略抉择，管理者必须首先接受这一事实。

				公司高层必须明确，战略某种程度上是赌注。董事会询问管理层是否对战略完全确定，监事要求管理者证明决策合理，都可能妨碍战略制定。管理者希望掌控未知的世界，但游戏规则不是这样；如果不能接受现实，他们仍将用规划代替战略，并为不尽人意的业绩找出一长串借口。

				法则3：廓清战略逻辑。若想提高决策成功率，惟一靠谱的方法是检验战略思考的逻辑：关于客户、行业格局演变、竞争和企业核心能力，你的预设是什么？人总会在头脑中篡改历史，以为事态就是按照预期演变的；押宝某个战略时记下你对自身和外界的基本判断，有助于事后还原决策过程。通过对比实际情况和预设，管理者能迅速找出战略失当的原因，进行应急调整。学着严格审视战略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管理者将提高战略决策水平。

				实践这三条法则，管理者将克服对战略决策的恐惧。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对自己的战略过于自信的企业，可能留意不到市场环境的关键变化。

				本文主张，以规划代替战略、成本导向思维和对核心竞争优势的执迷是战略决策者的危险陷阱。成本管理和能力构建当然是企业运营的核心：正确的战略会为企业带来收入，规划、成本控制和企业能力则将收入转化为利润。然而，如果管理者不能有意识地克服人性弱点，向未知世界迈出关键的一步，真正的战略思考将永远被遮蔽。如果安于现有战略，那么你很可能还没迈出那一步。

	

	
	[image: ]

	
	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商学院教授、前院长。他与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富礼（A. G. Lafley）曾合著《战略制胜》（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2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蓝海战略》两位作者10年后盘点实践误区

	红海陷阱

	Red Ocean Traps

	W.钱·金（W. Chan Kim）

	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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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家：草间弥生

	艺术作品：Dots Obsession　年代：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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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辟新市场的时候，鲜有公司取得卓越成效，本文两位作者认为管理者固有的心智模式在作怪。这些管理者把开辟市场战略误以为：以顾客为中心、利基战略、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

	

	

	数十年来，美国公司的表现每况愈下。根据德勤里程碑式的“变换指数”（The 
	Shift Index）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总回报不足1%，是1965年的四分之一。随着市场能力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全球竞争加剧，几乎所有行业的管理者都面临来自业绩的严峻挑战。为扭转颓势，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战略时需要更多创造力。但实现长久成功不能只靠竞争力，创造新需求和开辟及捕捉新市场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开辟新市场能获得巨大回报。以苹果和微软为例，15年来苹果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新举措，推出了iPod、iTunes、iPhone、iPad和App Store。从2001年推出iPod到2014财年结束，苹果的市值飙升超过了75倍，销售额和利润也呈爆炸式增长。而同期微软的市值仅上升了3%，一开始微软的收入是苹果的6倍，现在只有苹果的一半左右。微软80%的盈利仅依靠两项老业务——Windows和Office，并未有开辟新市场的举措，为此微软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

	可以肯定的是，公司知道开辟新市场的重要性，领导者也为之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问题是，鲜有公司能取得卓越成效，障碍到底在哪里？

	在《蓝海战略》一书首版后的10年内，我们和很多执行开辟新市场决策的管理者进行了交流。他们所分享的成败得失，让我们发现了一个阻碍成功的普遍因素——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对世界运行方式固有的主观判断和看法。尽管心智模式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意识中，但对选择和行为具有重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神经系统科学家将心智模式视为人们在面对变化时的一种自动反应。

	心智模式有可取之处。危急时刻，强有力的心智模式能助你作出关键求生抉择。我们对管理者运用的稳健心智模式没有异议。这些心智模式源于学校学习以及多年的商海实战经验，让他们能更好应对竞争。在和管理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用来处理现有市场空间的那些心智模式，有损其开辟新市场的能力。

	我们在研究和讨论中遇到了植根于管理者心智模式中的6大突出主观臆断，将之定义为红海陷阱。“红海”指公司陷入残酷市场争夺战的狭小空间，红海中的陷阱让管理者止锚不前，无法驶入蓝海，无法拥抱前所未知、无人争夺、潜力广阔的新市场空间。6大红海陷阱中的前两种源自对营销的臆断，尤其是对顾客导向和利基市场的误判；中间两种出自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经验教训；最后两种与认为差异化和低成本不可兼得的竞争战略有关。接下来我们将在本文中逐一详细讨论这6大陷阱，看看它们如何阻碍公司开辟新市场。

	

	把非顾客变成顾客能够带来增长。为使顾客更满意，索尼聚焦于改善电子阅读器的清晰度。但亚马逊的Kindle却把非顾客的主要担忧放在第一位（可选书目太少），最终亚马逊获胜。

	陷阱1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以顾客为中心

	开辟市场战略的核心是创造新需求，取决于将非顾客（noncustomers）转变为顾客。例如Salesforce.com炙手可热的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就赢得了那些原本拒绝CRM软件的中小企业，从而开辟出新市场。

	问题出在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营销领域的领导者总认为，顾客是上帝。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他们过于轻易地下论断：开辟新市场的战略以顾客为导向，因此条件反射般聚焦于现有顾客，绞尽脑汁取悦他们。

	此举对开辟市场收效甚微。公司需将焦点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弄清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自己的产品。这些人对突破行业边界的痛点最有发言权。对比之下，聚焦现有顾客虽能促使公司拿出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解决方案，但也意味着公司囿于红海之中。

	以2006年索尼推出的便携式阅读器（Portable Reader System）为例，索尼想用此款电子阅读器获得更多顾客支持，开辟新的读书市场。为实现目标，索尼从现有电子阅读器的顾客体验入手，发现他们对目前产品的尺寸和屏幕清晰度并不满意。因此索尼推出了轻便且屏幕清晰度高的产品。尽管媒体和顾客对该产品评价颇高，但PRS还是输给了亚马逊的Kindle，因为PRS没能吸引大量的非顾客；他们拒绝电子阅读器的主要原因并非产品尺寸或屏幕，而是因为没有值得一读的内容。没有丰富的图书标题选择以及简便的下载方式，非顾客宁可选择纸质书。

	2007年推出Kindle时亚马逊意识到这点，提供了4倍于PRS的书籍数量，并且在无线环境下载便捷。推出6小时后，首批Kindle便被抢购一空，纸质书顾客很快开始使用电子阅读器了。索尼成功取悦了电子阅读器顾客，但Kindle在购书人群的市场占有率从2008年的2%提高到2014年的28%。目前Kindle提供的电子书数量超过了250万部。

	

	利基营销有风险。达美航空的Song航班瞄准时尚职场女性，细分市场过于狭小，导致业务无法持久。但Pret 
	A Manger通过“去细分化”，发掘共性，赢得了不同类型的顾客，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局面。

	陷阱2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利基战略

	营销工作看重的一点是：尽可能细分市场，以识别和捕捉利基市场。尽管利基战略通常十分奏效，但在现有空间中发现利基市场和开辟新市场完全是两码事。

	2003年达美航空推出名为Song的子公司，意在瞄准细分乘客，开辟低成本航空新市场。Song以时髦职场女性为目标，认为她们的需求和偏好有别于其他商旅人士以及大多数航空公司的目标顾客。此前，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瞄准这一群体。针对社会地位上升的职业女性进行了多次专题小组讨论后，达美制定出计划：提供有机食品、定制鸡尾酒以及各种娱乐选择，还有配备弹力健身带的机舱免费健身项目；此外，空乘制服为轻奢品牌Kate 
	Spade。该战略可能成功填补了市场空白，但职场女白领的细分市场实在太小，即便定价合理，也难以为继。推出仅36个月后，Song于2006年4月停运。

	成功的新市场开辟战略不会纠缠于细分市场，而是通过寻找不同顾客群的共性，激发出更广泛的需求。英国连锁餐饮店Pret A Manger研究了三种不同的购买午餐人群：下饭馆的上班族、快餐爱好者和打包外卖族。虽然这三类人群差异很大，但他们有三大共性：希望午餐新鲜健康、快捷且价位合理。这些洞察让Pret 
	A Manger了解到，可以创造颇具竞争力的新市场，满足他们的潜在共同需求。该餐饮店推出了高品质三明治，每天精选食材、现做现卖，生产速度超越快餐厅，配送一气呵成，价位合理。如今，Pret 
	A Manger已运营了近30年，依旧从其开辟的市场中获利颇丰。

	

	技术创新不一定能开辟新市场，赛格威代步车是一大惊人发明，但却从未赢得广泛顾客群。开辟新市场的是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陷阱3

	误以为技术创新是开辟市场战略

	研发和技术创新被广泛视为市场开发和行业增长的关键引擎，管理者便理所应当地认为，发现新市场需要同样引擎。但现实是，开辟市场并非一定需要技术创新。澳大利亚的黄尾袋鼠葡萄酒（Yellow 
	Tail）开辟新市场没有依靠任何高新技术，只是打造了轻松愉悦、适合大众的葡萄酒。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星巴克和太阳马戏团。即便是那些有技术深度参与的成功市场开辟者，比如SalesForce.com、财产出租管理软件Intuit 
	Quicken和打车服务商Uber，也并非是因为技术才取得成功。这些产品和服务成功的关键是：易用、有趣和高效，因此令人爱上它们；为这些产品特色提供服务的技术则不会被顾客记住。

	请看2001年问世的赛格威代步车（Segway Personal Transporter），作为世界上首款智能平衡个人代步工具，它当然算是技术创新，而且操作简便。蹬上代步车，身体前倾前进，后倾后退。这一工程学奇迹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花上5000多美元购买它，因为用起来太麻烦。在哪儿停车？怎么在汽车上携带？在哪儿使用，人行道还是行车道？能否将其携带上公共汽车或火车？尽管赛格威计划在推出6个月后实现收支平衡，但销量却远低于预期，2009年公司以被收购告终。并非所有人对这一结果都感到惊讶。产品甫一问世，《时代》周刊一篇关于赛格威发明者狄恩·卡门（Dean 
	Kamen）的文章便敲了一记警钟：“任何技术人员都难于接受的真相之一是，商业的成败很少取决于其所应用技术的好坏。”

	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是开辟新市场并引人注目的动力。成功的新产品或服务，靠的是在生产率、简洁性、易用度、便利、趣味性以及环保等要素上有所突破。如果公司误以为开辟市场靠的是技术创新，就容易用力过猛，推出过于奇特、复杂诸如赛格威之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明显与周围大环境格格不入。技术创新即便为公司赢得了赞誉，获得了科技发明奖项，却无法开辟新市场，这些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

	

	陷阱4

	误以为创造性破坏是开辟市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当一项新发明取代旧技术、现存产品或服务时，会产生创造性破坏。例如，数码摄影将胶片摄影完全抹杀，建立了新准则。根据熊彼得的框架，旧技术会不断地被新技术破坏。

	但开辟市场是否总意味着破坏？答案是否定的。非破坏性创造也能够开辟市场，在不替代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创造新需求。比如万艾可（Viagra）就创建了全新市场。万艾可并没有取代任何旧技术，或者现有产品或服务。但它却找出了诸多男性私人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率先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小额信贷业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是另一例证。可见很多开辟市场的行动并不具破坏性，因为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社交网络和众筹类企业亦是如此。即使开辟市场时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非破坏性创造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期。例如，任天堂的Wii游戏机，与其说取代了目前的游戏系统，不如说对其进行了补充。因为Wii吸引了此前不玩电子游戏的低龄人和老年人。

	将开辟市场和创造性破坏混为一谈不仅令公司丧失一系列机遇，而且对开辟市场战略带来阻力。现有公司的员工通常不喜欢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等观念，因为其威胁到了他们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因此，管理者往往通过限制资源、增加不必要的日常开支、不与新项目人员合作等方式，暗中阻挠公司开辟市场。因此，市场开辟者及早破解这些阻碍至关重要，一定要澄清项目属于非破坏性创造。

	

	为开辟新市场，不能将价值和成本视为权衡关系，黄尾袋鼠葡萄酒以低成本提供高价值，大获成功。

	陷阱5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差异化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公司倾向在经济学家定义的“生产率边界”（productivity frontier，在既定成本下，运用最佳技术、资源等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差异化是公司在生产率边界上的战略定位，通过提供价值溢价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往往以更高成本和价格为代价。我们发现很多管理者以为开辟市场就是实现差异化。

	事实上，开辟市场行动打破了价值成本权衡（Trade-off），意味着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黄尾袋鼠葡萄酒、Salesforce.com和相应竞争者当然有差异，但它们的成本也很低廉。开辟市场行动是“兼得”战略，而非“二选一”。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因为当公司误把开辟市场当作差异化时，它们往往聚焦于如何出类拔萃，忽视了如何做减法才能削减成本。因此它们非但没能打开自己独有的新市场空间，反而沦为现有市场中的落后者，陷于劣势。

	BMW在2000年推出的C1摩托车，意在开辟城市交通工具新市场。欧洲城市的交通情况越来越糟，人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驾驶汽车通勤上。因此，BMW想推出解决高峰拥堵问题的新交通工具。C1是一款面向高端市场的两轮小型摩托车，有顶篷和带雨刷的挡风玻璃。BMW还投巨资在C1的安全性能上，4点安全带系统能将驾驶者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车体包括铝合金防滚架、一对齐肩高的翻车保护杆，前轮部位还有防撞缓冲区。

	上述种种配置让C1造价不菲，其售价在7000到1万美元，远超出了普通摩托车3000到5000美元的范围。尽管C1在摩托车市场中鹤立鸡群，却没能像公司预想的那样，开辟出一片新市场。2003年夏天，BMW宣布，C1因未达到销售预期而停产。

	

	不能为了节约成本牺牲差异化。Ouya的产品价格低，但性能不佳，不能满足移动使用，没能成功开辟新市场。

	陷阱6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低成本战略

	与陷阱5恰恰相反，陷阱6中的管理者认为，他们只要压低成本，就能开辟新市场。当公司将开辟市场战略等同于低成本战略，便会侧重于从当前产品中剔除和减少内容，忽略了改善和创造更多产品价值。

	低价游戏机制造商Ouya就是陷阱6的一个受害者。2013年6月，当Ouya开始出售产品时，索尼、微软、任天堂等强劲对手也在提供连接电视屏幕的控制台和提供高品质游戏体验的手柄，价格从199美元到419美元不等。由于当时市面上没有低价控制板，很多游戏玩家习惯使用手持设备，或连接电视屏幕的廉价移动设备。

	标价99美元的Ouya游戏机意欲把握高端控制台和移动手柄中间的市场。Ouya主打低成本、资源开放的“微型控制台”，电视屏幕显示效果不错，还提供很多免费游戏。尽管大家对这款简便低价的控制台评价颇高，但Ouya拥有的高品质游戏资源不足；而且为了节约成本，Ouya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3D强度、高清动画、处理速度等传统游戏特色。同时，Ouya缺乏移动游戏设备的鲜明优势，即随时随地可以玩游戏的实用特性。现在这家公司正在寻找被收购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坐拥富有才干的员工，而非控制台业务本身，但目前还没有进展。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是，开辟市场战略需要兼顾差异化和低成本。在这一框架下，创造新市场空间的定价参照不是行业内竞争，而是非顾客目前使用的他择品（alternatives，包括功能与形式都不同而满足客户相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和替代品。相应地，不一定非要从行业低端开辟新市场，太阳马戏团、星巴克和戴森（Dyson，无线真空吸尘器）都是从行业高端实现了开辟新市场。

	即便有些公司开辟低端市场，在购买者眼里，它们的产品也明显与众不同。例如西南航空和斯沃琪（Swatch）手表。西南航空友好、快捷、胜似地面运输的空中体验，以及斯沃琪时尚有趣的设计，都是既卓尔不群又成本低廉的代表。

	上述红海陷阱呈现的方式，并非坏战略或错战略，它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顾客导向能改善产品和服务，而技术创新是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类似地，差异化或低成本是有效的竞争战略。但这些方法却都不是开辟市场的正确之道。如果用它们来推动投资巨大的市场开辟项目，可能会像文中那些例子一样，投资血本无归，以失败告终。如果心智模式和臆断偏离了开辟市场的战略目标，你就需要对其提出挑战、质疑并进行重构；否则，红海陷阱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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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教授，也是英士蓝海战略研究院的联合主管。继《蓝海战略》首版发行10年后，2015年两位作者又推出了扩展版，详见网站www.blueoceanstrategy.com。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战略执行5大误区

	Why Strategy Execution Unravel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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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战略执行力是公司高管面临的头号挑战。然而，领导者在战略执行的认知上却存在5大致命误区。高管时常将缺乏执行力归结于缺乏战略一致性和业绩奖励机制不完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通过对5大误区的自查，那些受困于战略执行的高管们或许能找到自身问题的症结。

	

	

	自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的奠基之作问世以来，战略的清晰定义已广为人知。但如何把战略转变为成果，世人仍知之甚少。关于战略的著作在数量上远超战略执行的著作。而在为数不多的战略执行著作中，最常见的就是对战术的描述，或是对单一案例进行概括。对于战略执行，我们到底了解多少？

	战略执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一次全球400位CEO参与的调查发现，无论在亚洲还是欧美，卓越的战略执行力是公司高管面临的头号挑战，其排名超过了创新、地缘政治稳定性和总收入增长。我们都知道执行有难度，很多研究发现，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大公司在执行战略时阻碍重重。

	9年前，本文作者唐纳德·苏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目的是了解结构复杂的公司如何能更有效执行战略。研究包括在250家公司中（见后文《关于本研究》）对近8000名管理者进行的40项实验。该研究尚未完结，但已获得不少宝贵成果。最重要的一点是：几大关于战略执行的普遍认识完全错误。我们在本文中指出了五大战略执行的致命误区，并对其一一进行修正，希望能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执行战略。

	

	误区1

	战略执行等于战略一致性

	过去几年里，我们让上百家公司的高管在进行调查前描述了公司如何执行战略。高管们的回答大同小异，常见步骤是：将战略转化为目标，将目标自上而下传达到公司各层级，衡量进展，奖励业绩。当被问及如何改进执行时，高管们提到了目标管理（MBO）和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等工具。这类工具促成战略和行动在各层级间达到一致。在管理者看来，战略执行等同于战略一致性，因此如果该过程中出现了哪怕一个差错，就意味着公司每个层级在建立战略与行动联系的过程中都会出问题。

	尽管存在这一风险，但事实表明，我们研究的大多数公司在战略一致性方面做得不错。对战略一致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概念。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解如何达成战略一致。我们的研究显示，如今的公司普遍建立起了完善的体系。超过80%的管理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数量有限、具体明确、可以衡量，而且支持目标的资金也很充裕。如果大多数公司在战略一致性方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依然觉得执行战略十分艰难？

	为寻找答案，我们询问了受试者对公司里其他人兑现承诺的信赖程度。这一指标能有效反映出公司中事项的完成情况（参见《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07年4月刊《承诺式管理：执行力之精髓》(Promise-Based 
	Management: The Essence of Execution)一文）。84%的管理者表示，任何或大多数时候，能够信赖他们的老板或直接下属。德鲁克如泉下有知，定然对这一结果倍感欣慰，但它依旧没能揭示战略执行上存在的问题。当跨职能和跨业务部门作答时，答案才逐渐清晰。仅9%的管理者认为，他们一直信赖其他职能和业务部门的同事；在大多数时候，只有一半管理者表示其他职能部门同事可靠。也就是说，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公司外部合作方，比如分销商、供应商等的可靠度相差无几。

	当管理者无法依靠其他职能和业务部门同事时，本职工作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损害执行力。他们会做无用功、无法向顾客兑现承诺，延误交期，或与好机会失之交臂。跨部门合作不畅还会导致各职能和业务部门间产生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十之八九得不到妥善处理。38%的冲突经过长期拖延才得以解决；14%的冲突很快得到解决，但效果很差；而12%的冲突被搁置，任其恶化。

	即便如此，如研究所示，管理者们还是把战略执行和一致性混为一谈。当被直接问及跨部门协调的重要性时，他们都对此表示认可。但在被问及战略执行的最大挑战时，有30%的人提到了跨部门合作不利，仅次于战略一致性差（40%的人）。管理者们还说，因其他部门支持不足造成业绩不佳的可能性，是本团队内失误造成不理想业绩可能性的3倍。

	尽管大多数公司的流程能有效自上而下纵向推行目标，但缺乏确保部门间交叉工作畅通无阻的利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80%的公司具有一个以上跨部门管理体系，形式包括跨职能委员会、服务级协议、直属总部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等。但只有20%的管理者认为所有或大多时间内这些体系行之有效。过半数的人希望协调跨部门工作的流程能更加有章可循，这一数字比认为应改善目标管理的人数多一倍。

	

	误区2

	执行等于遵守计划

	制定战略时，很多高管会规划详细路线图，具体到每个人何时各自负责做什么，需要哪些资源等。战略规划确实遭遇了很多额外批评，但战略规划和制定预算一起，构成了很多公司的中流砥柱。贝恩咨询公司定期追踪全球大公司管理工具的使用情况；该公司调查显示，战略规划向来高居管理工具榜首。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战略规划和作出相应预算之后，高管将偏离规划视为缺乏纪律性，造成执行不利。

	遗憾的是，正如甘特图（Gantt chart：也称条状图，以线条表示在一定时间里计划和实践完成情况——译者注）在现实中会失灵，任何计划都赶不上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成为达成战略目标的助力或阻力。各层级的管理者和员工都需要随机应变，克服意外挑战，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我们定义的战略执行，是要在保持与其他部门工作协调的前提下，抓住能成为战略助力的机遇。当管理者拿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突发问题或把握意外机遇时，并非要扰乱规划的执行；相反，他们将执行力发挥到极致。

	随时调整规划需要公司反应敏捷。我们调查的公司中，缺乏应变能力是阻碍执行的一大障碍。当被问及公司在未来几年内执行战略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时，约三分之一的管理者提到了适应多变市场环境方面的困难。这倒不是说公司没有去努力适应。在过去，只有十分之一的管理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多数公司要么反应太慢，以致与机会失之交臂或是无法防患于未然（29%）；要么过于强调反应速度，却偏离了公司战略（24%）。正如管理者们在跨部门协调中需要更有效的制度，他们在适应变化的进程中也应更加有条不紊。

	资源配置看似是简单的解决方案，对执行力的重要性更是无庸置疑，但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迷惑性。在多变市场中，资金、人力和管理精力的分配不可能一成不变，需要随时调整。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在部门间随时积极调整资本开支的公司，股东获得的回报比那些无法及时调整资金的公司平均高出30%。 
	

	除了避免“一次性”配置资源的陷阱外，管理者还应持续关注资金、人力资源和精力再分配后的流动情况。我们从公司样本中发现一大规律：资源常常滞留在效率低下的用途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管理者认为，他们的公司将资金及时用在了刀刃上。调整人力资源的情况更不乐观，只有20%的管理者表示，其公司有效地在部门间进行员工调度，以满足战略优先选项。其他参与者则表示，他们的公司很少跨部门调度员工（47%）；或者调度不成功，对其他部门造成困扰（33%）。

	公司也未能适时缩减投资。80%的管理者说，公司没能及时退出夕阳产业或放弃无望的新项目。退出失败明显浪费了本应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有损战略执行。但退出不及时对执行的损害更加隐蔽：高管的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希望渺茫的业务上，他们让很多人才为了无可救药的项目鞠躬尽瘁。苦撑数年后这些项目仍难逃倒闭命运。高层在泥潭里挣扎的时间越长，中层的信心就越脆弱，而中层恰恰在战略执行中起骨干作用。 
	

	但也要给管理者提个醒：随机应变并不是在管理之路上心猿意马的借口。我们也发现，很多公司取舍新机遇时，在战略上并无章法可循。半数中层参与者认为，他们应该把重要资源投入到战略目标以外的诱人机会中。对于管理者个人而言，这无可厚非，但会给公司整体带来麻烦，导致新项目过多，公司资源捉襟见肘。只有11%参与调查的管理者认为，公司所有的战略优先事项拥有成功必需的财务和人力资源。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它意味着90%的管理者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主要项目可能因资源缺乏而溃败。管理者应该按照公司战略对机遇进行筛选，否则将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周边项目上，反而让最有可能成功的核心项目缺乏必需的资源。灵活性对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在战略范围内发挥作用。换言之，要在随机应变和战略一致性间求得平衡。

	

	
		执行力在哪里断层

		过去5年里，本文作者调查了超过250家公司中8000位管理者的战略执行情况。所得答案让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

		

		我们能够依靠指挥链当中的员工，也就是说公司层级间的一致性没有问题。

		管理者中，表示所有或大多时候能够依靠下列人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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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协调仍存在问题：管理者对其他部门的员工和对外部人员的信赖程度相当。

		他们当中，表示所有或大多时候能够信赖下列人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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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能尽快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认为在以下方面运转高效的员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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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非战略项目投入过多

		管理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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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区3

	反复宣讲等于理解领悟

	很多高管认为，反复宣讲公司战略是成功之道。一家伦敦的专业服务公司CEO在每月第一周例会上，都要先梳理一遍公司的战略和本年度优先事项。当一项员工参与的调查（不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4%的员工对“我清楚公司的优先事项”一题表示赞同，她甚感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然后她的管理团队参与了我们的调查，他们被要求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公司战略，以及公司的五大战略优先选项。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写出其中的一两点。CEO很郁闷，毕竟每次会议上她都要重申一次战略目标。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参与调查的中层中，只有55%的人仅仅说对了公司五大战略优先选项中的一项。换言之，如果给这些中层5次机会，让他们向团队传达公司的战略目标，近半数人连一个目标都说不对。

	战略目标不仅没有被团队理解，而且相互之间常常缺乏关联，甚至与总体战略也毫不相关。所有高管团队成员中，只有略超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清楚公司战略优先选项和行动项目之间的联系。半数高管无法发现战略中优先选项之间的联系已经够可怕，但还有其他更严峻的问题。不到三分之一的高管的直接下属能准确理解公司战略优先选项间的联系，而到了一线管理者中，这个数字跌至16%。

	高管通常感到震惊，为何公司上下，员工对战略普遍缺乏理解。在高管看来，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以各种形式传达战略，比如不停发邮件、召开管理会议和全体讨论等。但沟通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数量上：近90%的中层认为，高层管理者传达战略的次数足够多。但为何如此频繁的沟通收效甚微？

	部分原因在于，高管以传播数量（电子邮件数量或全体讨论次数）作为衡量标准，而非质量——关键领导者对所传达信息的理解程度。而传播质量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高管在传达信息时掺杂了周边想法，从而冲淡了核心内容。比如，一家科技公司的高层花大力气在年度高管会议上传达公司战略和目标，此外还传达公司的11大优先事项（不同于战略目标），一系列核心能力（其中一条有9个模板），公司价值观和需要掌握的21个战略新术语。毫不意外，与会者完全搞不清孰轻孰重。当被问及理解战略有何困难时，中层领导者提到公司优先选项和战略倡议数量过多的频率，是提到缺乏清晰交流的4倍。1/4的中层管理者都提到：高层频繁变换信息，只会使员工更困惑。

	

	误区4

	以业绩驱动执行

	如果公司没能把战略转化为成果，很多高管会归咎于绩效文化不完善。但我们的调查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诚然，多数公司书面上表述的企业文化——比如公司网站上展示的核心价值，对执行力并无帮助。但公司真正的价值观会在管理者作出艰难抉择的时刻显现出来，而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发现，重视绩效塑造了公司的日常做法。

	人事方面的取舍可能是最艰难的抉择之一。当调查影响聘用、奖励、升迁和解雇的因素时，我们发现大多数公司都能肯定绩效和给予适当奖励。根据三分之二参与者反馈，过往业绩是目前公司最普遍的员工晋升指标。尽管这一标准对新入职的员工并不适用，但其依旧在影响聘用的因素中位居前三。三分之一的管理者认为，在任何或大多情况下，业绩也会影响私下或公开表彰、培训机会等非物质奖励。当然，绩效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在对待业绩不佳员工时更是如此。我们研究的公司中，有33%会拖延处理业绩不佳的情况；34%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更有11%容忍业绩不佳。总之，样本公司的绩效文化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战略执行力还是不足呢？

	答案是，除了绩效之外，要想提高执行力，也应认可和奖励其他因素，比如灵活性、团队协作能力和进取心。但很多公司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作出聘用或晋升决定时，他们过于看重以前的数字指标，忽略了管理者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正是战略执行所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意味着敢于尝试，很多管理者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半数参与调查者认为，如果他们在新机遇或创新实践中失败，会有损自己的事业。新尝试免不了遭遇挫折，但直面尝试中的挑战能增加长期获胜的可能性。可惜鲜有企业文化支持坦诚探讨，来提高灵活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管理者可以开诚布公地探讨最棘手的问题，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棘手问题是不能碰的雷区。

	过于强调业绩也可能暗中损害执行力，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如果管理者认为完成业绩指标高于一切，他们对业绩的承诺往往趋于保守。在被问及给予新同事什么建议时，三分之二的人说的是：承诺一定要量力而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说，目标应该“跳起来才能够得到”。不敢冒险的心态可能会让管理者宁可节约成本，也不愿追求有风险的增长；或是安于现有业务，不愿尝试新的商业模式。

	然而，很多企业文化中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一点：没有努力促成合作。合作对于执行力至关重要，但公司总是忽略这点。无论是聘用、升迁还是非物质奖励，因过往业绩获得奖励的几率是因合作而获得奖励的几率的2到3倍。业绩固然重要，但如果取得业绩是以牺牲合作为代价，那么执行力就会受损。我们问参与者，如果公司管理者完成了业务指标，但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合作不畅，会有什么后果。只有20%的人表示，此类问题会得到及时处理；60%的人认为此类问题会在拖延一阵后得到处理，另20%的人则表示问题会不了了之。

	

	误区5

	执行应该自上而下

	在畅销书《执行》中，作者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描述了他担任AlliedSignal公司CEO时，跨越公司层级，与基层管理者亲自沟通业绩目标的事。此类故事加深了人们心目中CEO深入基层、事必躬亲的英雄形象。但这种推动执行力的方法不可持续。博西迪在任时，公司股价大涨，但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他退休后不久，“执行的规章制度便散了架”，以标普500指数为标准，公司股价已停止上涨。

	自上而下的执行除了在优秀CEO离任后容易瓦解外，还有其他缺点。想弄清个中原因，首先要了解一点：复杂的大公司中，有效的执行产生于各个层级的无数决定和行动，很多都会涉及到艰难的取舍。例如，与另一部门的同事协调可能会让本团队的步伐放缓，从而未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按照公司战略筛选顾客需求通常意味着放弃诱人商机。离现场最近的管理者，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也是最适合作出艰难抉择的人。

	集重权于高层可能在短期能促进公司表现，但却损害了公司长期的执行力。高层频繁、直接地干预中层管理者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剧冲突。长此以往，中层与其他部门同事的协调能力只会每况愈下。此外，如果高层独揽所有重要决定权，也会削弱中层的决策技巧、主动权和问责权。

	在结构复杂的大公司中，执行的好坏取决于我们定义为“分布式领导”的一群人。他们不仅包括重要业务和职能部门的中层领导，也包括关键岗位上的技术和领域专家。绝大多数“分布式领导”都全力以赴。样本中80%的人表示，他们尽职尽责执行战略，虽然也可能并未完全弄清战略是什么。

	分布式领导不是高层，却代表着最广大的员工、合作方和顾客。他们每天的行动，尤其是如何处理艰难抉择、容忍何种行为，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大多数分布式领导都不辱使命。根据直接下属的评估，超过90%的中层在所有或多数情况下践行了公司的价值观。他们在推动业绩方面尤为出色，约90%的中层领导对下属有明确的问责。

	尽管执行需要中层推进，但也少不了高层的引导。我们的数据显示，很多高层管理团队做得还不够。如果高管都没有明确战略是什么，分布式领导在把公司总体战略传达给下属团队或部门时，其准确性自然可想而知。这种失败并非个案。

	如果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定然会产生冲突。分布式领导肩负协调跨部门工作的重任，很多人都觉得不堪其重。只有15%的中层能预判从而规避问题；26%的人能迅速妥当地解决冲突；但大多数中层（37%）需要拖延很久才能解决问题，10%的人表示试图解决但以失败告终；12%的人根本对问题视而不见。高管可以通过理顺流程来促进跨部门合作；很多时候，他们还应该为团队协作做出表率。三分之一的分布式领导认为，高管团队中存在摩擦，而且高管们相对更重视自己的议程，而非先为公司利益着想。

	很多高管试图从单一维度解决执行力问题。他们专注于协调公司层级纵向的一致性，例如改善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等现有流程，应用平衡计分卡等新工具。这都不失为有效方法，但如果仅凭改善战略一致性提高执行力，无形中便忽略了协调合作和在变化市场中保持灵活性。如果管理者的眼光只盯着改善一致性，相当于在一遍又一遍改进同一个错误问题的答案。

	最糟的情况是，公司落入我们所说的“一致性陷阱”。当管理者发现执行不力时，便会使出各种手段提升战略一致性：紧密追踪业绩指标，或是更频繁召开会议来监督进展和提建议。这种自上而下、事无巨细的监管通常会恶化为微观管理，损害创新实践需要的灵活性和同事间的互动。看到执行力不见起色，又找不到原因，管理者会再一次拿起他们最熟悉的工具，继续提升一致性。最终结果是：一致性越强，结果越糟，公司陷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关于战略执行的普遍共识非常片面，甚至很危险，到底应如何看待战略执行呢？首先，领导者必须重新定义执行力。执行力意味着既要抓住符合战略的机会，又要保持与其他部门的合作。重构执行力，才能帮助管理者们找出执行力差的关键原因。只有全面了解执行力，管理者才能避免一致性陷阱等危险，聚焦于那些能将战略转化为成果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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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5年前我们设计出此项深度调研，到今天为止，参与者包括了30个行业中262家公司的7600名管理者。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关注变动市场中的复杂公司。我们取样的公司通常规模大（平均拥有6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达4.3亿美元），且来自变动剧烈的市场，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技术业、电信业以及油气行业。三分之一的公司来自新兴市场。

		聚焦业内人士。我们让各大公司选出在战略执行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者，请被提名者参与调查。平均每个公司有30名管理者作出回应。他们来自公司的各个层级，包括高层团队成员（13％）、高层直接下属（28％）、其他中层管理者（25％）、一线管理者（20％）、技术和领域专家以及其他人才（14%）。

		收集客观数据。我们设计问题的方式尽可能确保答案客观。例如，为评估高管是否明确传达了公司战略，我们让参与者列出他们公司未来几年的战略优先事项，然后记录下回答，将之互相比对，并与管理层描述的目标相比较。

		激励参与者。为防止参与者半途而废，我们用不同的形式提问，并且精心筛选出那些管理者感兴趣且从未回答过的问题。超过95％的参与者完成了调查，平均每人耗时40分钟。

		关联可靠研究。尽管总体而言战略执行方面的研究尚浅，但执行力的某些组成部分研究，比如制定目标、团队动态、资源配置已有一定基础。我们尽一切所能，基于现有研究成果设计问题，并诠释所得结果。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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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德·苏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与凯瑟琳·艾森哈特合著《简单规则：如何在复杂世界生存》（Simple 
	Rules: 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将由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社出版）一书。丽贝卡·霍姆克斯是伦敦商学院管理发展中心研究员和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查尔斯·苏是Charles Thames Strategy Partners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增刊：如何让上班时间更高效？

	

	解救被低估的好战略

	托德·曾格（Todd Zenger）|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校

	

	

	
		真正有价值的公司战略总是被资本市场低估，因为极少有证券分析师愿意花时间去分析研究。解决之道有两个：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战略；或者寻找那些真正的战略投资者。

	

	

	CEO们经常抱怨说资本市场不懂他们的公司战略。过去几年里，我一直认为这是酸葡萄心理在作怪，资本市场其实很善于评估公司战略的优劣。我和大部分学者及金融机构一样认为，优秀的战略应该顺应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毕竟，公司的目标不就是为投资者创造利益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得偿所愿呢？

但是，1999年的时候，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就职于孟山都公司），将普惠公司（PaineWebber，后被瑞士联合银行收购，改组为瑞银普惠——译者注）为他们做的一份报告发给了我。当时，孟山都是一个跨行业的公司——公司利用化学和生物技术，研发创新性农产品、种子、食物添加剂和药品——这些都捆绑在“生命科学”的标签之下。公司的理论是：这些行业能够共享彼此的研发优势。这种产业组合策略表明，孟山都认为药物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增长前景远胜于化学产业。

然而，资本市场对这一理论并不买账。分析师认为，将不同行业捆绑在一起毫无价值，他们向孟山都公司施压，要求其拆分。而当时孟山都研制出了治疗关节炎的革命性药物“西乐葆（Celebrex）”，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呼声。投资者认为，农业生物科技的业务拖累了股价表现。但这并非唯一原因。正如普惠在报告中说：“生命科学实验在我们的分析和现实中都行不通。如果要对孟山都进行专业的分析，需要三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制药，农业化学和农业生物科技。不幸的是，由于这三个行业各自的复杂性，它们在华尔街是被独立分析和评估的。在普惠，多个分析师之间要进行合作，把各自领域的专长汇聚到一起，我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这绝不轻松，仅仅协调一件简单的事，比如工作时间表，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愿意不计代价地了解公司的战略，但华尔街可不一样。因此，也许孟山都需要改变他们的架构，以便（让华尔街）更好的分析和评估。”

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为专业特长不同的分析师无法协调工作时间表，普惠的报告就建议孟山都将公司拆分，这样一来孟山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在投行和其他交易费用，这还不算在协同效应上的损失。更糟的是，报告坦白承认，分析师在选择分析公司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工作量大小。换言之，孟山都拆分的主要好处就是，分析师可以更轻松地理解这家公司。

这份报告刺激了作为研究者的我：分析师是否故意忽略了独特或复杂的战略，或者资本市场习惯性地低估了它们？我和杜克大学的帕特里克·莫尔顿（Patrick Moreton）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的卢博米尔·利拓夫（Lubomir Litov）一起，深入调查了这个问题。



独特而复杂战略的高昂代价

我们调查了在1985到2007年间，7630家在美国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公司。在衡量公司独特性时，我们计算的是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该公司的销售情况在按照标准产业分类法（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简称SIC）分类的各行业中分布的情况。在销售重点或多元化模式方面，与平均值偏离越多，它的独特性越强。至于复杂性，只要计算公司所属的SIC代码数量就能算出。

为了判断独特性和复杂性是否影响了分析师的分析深度，我们计算了分析每个公司的分析师数量，以及每个分析师分析其他公司的数量，这样就能判断，对分析师来说，分析某个公司的时间成本。我们还计算了分析它的行业分析师所占的比例。

结论说明，尽管公司规模和交易量这样的因素会影响分析师选择分析对象的决定，但是复杂或非同寻常的战略的确需要更多精力，这影响了分析对象的选择。我们发现，分析具有这类战略的公司的分析师，分析公司的总数量较少。

从战略逻辑角度不难推测出，独特性的评定实际上和较高的市场估值密不可分，但平均来说，如果有更多的分析师分析，该公司股价的溢价会更为可观。

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兹拉·朱克曼（Ezra Zuckerman）发现，如果某公司的战略和分析师的狭窄专长不匹配，市场会低估这些公司的股价。明尼苏达大学的玛丽·本纳（Mary Benner）则认为，分析师倾向于低估那些和激进的创新科技相关的战略，偏爱那些在现有技术上进行拓展的战略。结论昭然若揭：资本市场习惯性地低估那些拥有复杂和独特战略的公司。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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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战略的“柠檬困境”

答案是，公司战略市场遭受了著名的“柠檬问题”，这一问题由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共同提出，三人因这一成果共同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柠檬市场”（柠檬在美国俚语中代表次货——译者注），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无法直接观测。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近几年变化巨大），买家通常不知道车的质量，但卖家知道，并可以利用这一情况，卖出质量很差的车。而高质量车的卖家却无法在市场上自证，因此高质量车的卖家都压货不卖，直到市场上只剩下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柠檬”。

管理层在向资本市场兜售他们的战略时，也遭遇了相同的问题。人们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即使对提出这一战略的管理者来说也一样，我们只能看到未来实现这些战略需要做的事及结果。因此，管理者至少能暂时将低质量的战略伪装成高质量的。而那些提出高质量战略的管理者则难以说服资本市场。

互联网公司泡沫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多互联网初创企业建立了网站，明确表明的公司的战略信息是，将网站和未来的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写进了吸引投资者的招股说明书中。很多公司根本没有年收益，能获得利润的更是寥寥无几。对于未来的现金流增长，大部分公司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论。

对资本市场来说，在评估这些公司的战略质量时，传统的核算方法难以提供确凿的根据。结果，分析师就将重点放在了为数不多的“绩效”计算方法上——也就是，公司网站的点击率。

理所当然地，管理层只好将重点放在如何迅速增加网站流量上，而不是如何利用网站赚钱。当一切尘埃落定，人们看到了多数公司的战略是多么低效。更糟的是，优秀的战略和糟糕的战略一样难以辨认，导致一些优秀公司的股票在很长时间内惨遭折价。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无论公司规模大小，类型如何，几乎所有决策者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向评估能力有限的市场兜售复杂的战略。战略越复杂，越不同寻常，就越难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解决之道似乎显而易见：卖给市场一个简单且熟悉的战略，折价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短期逻辑难以保证远期表现。亚马逊和苹果已经证明，最有价值的战略几乎都很独特，评估起来也大费周章。几乎所有创造价值的方式，都需要发现独特的定位，开发独特的资源——管理者必须将这种独特性推销给资本市场。



困难的维度

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一问题，有一个好方法是将战略按照两个维度分类：质量和评估难度。质量是指某个战略在未来的赚钱能力；评估难度是指预测其未来表现所需的努力。

这就产生了四种潜在的战略类别（见图示“战略的两种维度”）。其中两类数量很少，因此人们的兴趣也有限：第四类是低质量/难评估，这种战略放在哪儿都没人喜欢。第一类是高质量/易评估，这类战略并不常见。因为一个容易评估的战略通常也容易复制——这很快会损害它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战略制定者只有在高质量/难评估的战略（第三类），和低质量/易评估的战略之间选择 （第二类）。

大多数人认为，战略制定者不会太在乎评估难度，他们倾向于选择独特的战略。但实际上，公司的激励机制却导致他们做出相反的选择。今天公司的管理重点在于解决由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提出的著名的“代理问题”（指主理人与代理人之间因目标不一致，而产生利益冲突之事——译者注）。因为管理层的奖励机制目的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主管们不会选择那些将被投资者折价的有价值战略。

这场战斗的胜利最终取决于谁掌控公司——是管理者还是投资人。通常这种战斗是公开进行的。2013年7月，一家对冲基金Trian的联合创立者尼尔森·佩尔茨（Nelson Peltz），公开向媒体展示了一份正式的“白皮书”（也就是幻灯片展示），其核心主张是，让百事公司将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分为两个公司。他提供了两个论据，和之前普惠的批评极其相似。首先，佩尔茨认为，休闲食品和饮料之间所谓的协同效应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两者的文化融合非常糟糕，并因此增加了许多损害价值的决策，特别是在资金分配方面。当然，百事的管理层中，很多人看到了休闲食品和饮料公司之间良好的协同效应，他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第二点（似乎更重要的是），佩尔茨声称，因为百事公司难以评估，因此要面临折价——一批饮料行业的分析师评估了作为休闲食品的百事后，给了百事一个低于可口可乐公司的市盈率；更糟的是，他们在饮料行业的比较数据基础上，给了休闲食品公司一个不正确的市盈率。对于此事，百事的管理层只能保持缄默，我猜他们暗暗认同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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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解决之道

处于这一位置的管理者，如果认为自己的判断比市场正确，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来从根本上纠正“柠檬问题”：第一、让市场更容易获得战略信息；第二、寻找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公司可以根据问题的极端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增强市场对战略信息的获取。如果经理们认为改进沟通能解决问题，他们可以敦促分析师和投资银行投入更多资源来分析公司战略。有一个现在已经失宠的极端方式是，针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公司业务，发行一只跟踪股票。跟踪股票是在公司内部根据部门运营业绩进行交易的。分析公司一级市场股票的投资银行有义务分析跟踪股票。经理们也可以通过直接将股票出售给投资银行，以求得关注。他们还可以资助独立股本的研究，近年来这种方式日益常见。根据年份不同，大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公开上市公司根本没有证券分析。鉴于是否有分析会造成非常大的区别，花钱购买分析是值得的。

寻找更有耐心的投资者。如果改善沟通仍不奏效，管理者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到相信公司并有同情心的投资者。这可能意味着将公司私有化。很多现实中的例子说明，那些战略独特且复杂的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私募股权一般会支持新兴的、高度不稳定的科技公司，人们很难理解这些公司的战略，评估它们的成本也很高。企业集团也具有类似的特点。过去二十年里，在公募股权市场几乎看不到企业集团的踪影，这点已经有目共睹，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以私有股权的形式繁荣发展。要想分析这些由许多不相关的业务组成的复杂综合体，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变成私有，可以确保投资者有足够的动力，花大的成本获得准确的分析和投资。

2005年由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完成的美国乔治亚-太平洋公司（Georgia-Pacific ）的私有化就源于这个逻辑。乔治亚-太平洋公司当时被《金融时报》描述成为“尴尬的混合资产，难以组合评估”，以及“在交易时各部分之总和会严重折价”。而科氏购买了该公司之后，乔治亚-太平洋公司获得了战略投资者，管理者得以继续他们的公司战略，并发掘出公司的潜在价值。当然，乔治亚-太平洋公司在市场上的折价让科氏工业集团占了便宜。



谁来掌舵？

CEO的任务是勾画战略或愿景——我将之称为“企业理论”（见“你的公司有理论吗？”），也就是为企业提供当下需要的方向，并为这一战略融资。挑战在于，投资者对公司的最佳战略有各自的一套理论。也就是说，CEO有时必须决定，是要坚持他们既定的方针，还是根据市场要求做出改变。决策时，CEO最后一般都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自己的任务是取悦市场，还是做个有创意和洞察力的人，贯彻一条创意被尊重的方针（尽管投资者看不到）。的确，那些从长远看来最具价值的战略，往往别出心裁，且难以评估，被折价有时也在所难免。但也有一种观点是，真理这时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如果是这样又如何？CEO要如何判断自己的远见是否正确呢？

答案毋庸置疑：他们无法判断。他们能做的，只有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创造价值，并找到一个好理论，引导公司走出重重迷雾。让公司保持水准，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走得越远，市场越会清晰地解读它的价值。(译/牛文静 校/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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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德·曾格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奥林商学院的罗伯特及芭芭拉·韦里克企业战略教席教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1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你的公司有理论吗？

	托德·岑格（Todd Zenger）| 文

	鲁志娟 | 译　方颖 | 校

	

	

	
		许多领导者开口战略闭口战略，但不知道战略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事实上，那些商海上驰骋自如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他们并不太关注竞争优势，而是关注价值创造式增长。可以说，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

	

	

	管理者如何界定战略？多数公司高管的答案可能是：发现并瞄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然后通过周密计划赢得市场地位，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各家公司通过配置资源、安排经营活动，为客户提供独特价值，或是以低成本提供普遍性价值，以此赢得市场地位。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依然是全球各大商学院的主流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战略包括占据有利市场定位，不受竞争对手模仿和剽窃困扰，提供持续性利润流。

	遗憾的是，如果高管们仅满足于简单占领和捍卫市场地位的话，投资者并不买账。股市上充斥着市场地位强大但股价低迷的公司股票。比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对于沃尔玛的市场地位，想必是无可争辩的。它早期的业务重点是，在小城镇建立一个密集的区域性商店网络，这给它带来了强大的地位优势。而广告、定价、信息技术等配套措施也是为低成本、灵活的连锁店战略提供服务的。

	尽管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及成功的战略布局，但是过去十二三年中，沃尔玛的股价大部分时间都表现低迷。这是因为目前的战略布局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投资者希望发现新价值，而且要呈递增势头。仅仅维持之前的业绩，哪怕业绩喜人，也很难推高股价，明天的惊喜必须要超过昨天，才能赢得投资者的芳心。

	所以，我一直这样建议MBA毕业生，如果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领导一家管理不善的公司，另外一个是领导一家管理不错的公司，那么他们应该选择前者。想象一下，假如你在2001年9月份接过杰克·韦尔奇的帅印掌管通用电气的话，你将面对一群在过去20年习惯了40倍价值增长的股东们。人们对这样一家公司寄予的厚望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这还是最保守的一种说法。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增长往往是以牺牲现有市场定位为代价的。正如“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一观点的灵魂人物迈克尔·波特曾说过的，“一味追求增长，会牺牲公司的独特性，流于妥协、降低姿态、最终危害到其竞争优势。事实上，对于战略而言，迫切追求增长是危险的。”坦白地说，这一思维非但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持续创造价值，反而不鼓励企业追求对现有战略地位构成威胁的增长战略。尽管它也认识到这一困境，但是除了“固本”之外，它并未给出真正的建议。

	事实上，领导者面前最棘手的战略挑战不是如何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而是如何找到新颖、意料之外的价值创造方式，遗憾的是，战略学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前者。在下文中，我提出一种名为“公司理论”的新思路，向人们展示，一家老公司如何不断创造新价值。它超越单一的战略，不是简单的到达某一目的地的路线图，它是一份战略选择指引。公司理论越完善，公司识别和制定持续性价值增长战略的成功率就越高。

	

	有理论的公司叱咤风云

	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战略，所有领域的价值创造活动都离不开对现有大量元素的重新组合。但是，在大量组合中挑选出适宜的组合无异于让一位盲人在险山峻岭中探险，他无法看清周边地形，正如战略家无法看清各种组合的真实价值一样。他（她）只能借助于想象力。

	换言之，领导者必须借助现有知识和之前的经验，就周边地形制定理论模型，然后，进行有根据性的推测，找到有价值的组合，包括能力、活动及资源等元素。事实上，构建组合本身就是对公司理论的一次考验。如果这套理论正确，领导者还能看清相邻地形，并有可能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组合。

	那些商海上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当继任者一旦丢失这一理论，这些公司往往会困境缠身。而所谓的东山再起往往意味着找回这些理论。沃特·迪士尼公司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如何创造价值，创始人有着一套非常清晰的理论，这幅图被收录在公司档案中，本文展示出其副本（参见图表“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该图描绘了一系列娱乐业相关资产，包括书籍、漫画书、音乐、电视、杂志、主题公园以及经销商授权，而位居核心的是电影。该图描绘了一种密集的协同联系，主要是核心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的联系。因此，就像图中明确标注的那样，连环画资产提振电影，电影业为连环画提供素材。迪士尼乐园与电影业互为补充。电视为音乐产品宣传造势，而电影为音乐部门提供歌曲和人才。沃特的公司理论或许可以概括为：“迪士尼在家庭动画及实景电影方面具有无敌竞争力，通过把电影人物和形象投放在其他娱乐资产上，这些资产或是作为电影业的补充，或是作为其价值的延伸，迪士尼公司藉此来不断创造价值，实现基业长青。”

	可能沃特·迪士尼去世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表现得最为明显。15年中，迪士尼的领导层似乎丢失了他当时的愿景。公司电影业务重心偏离了核心动画制作领域，从这一刻起，价值创造的引擎也熄火了。电影收入下滑；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收入增长停滞；卡通人物授权业务下滑。而每周日晚，很多美国家庭全家老小一起收看的电视节目《迪士尼的奇妙世界》也从电视网中下线。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跨进大学校门时，那些从小伴我们成长的迪士尼专卖店早已不见了踪影。

	正当迪士尼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际，它在1984年还遭遇了恶意收购。收购方试图卖掉迪士尼的核心资产，包括电影图书馆以及主题公园周边的优质地产。资本市场对此表示欢迎，迪士尼董事会不得不作出关键性决定：究竟是把迪士尼高价卖掉，看着公司分崩离析，还是寻找新的领导层。董事会选择了后者，聘请了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

	艾斯纳重新挖掘出沃特的理论，并在它的指导下大举投资动画制作业务，推出一系列大片，包括《小人鱼》、《美女与野兽》以及《狮子王》。之后的10年，迪士尼票房收入的市场份额从4%增至19%。人物角色授权业务增长了8倍。主题公园参观人次和利润率显著增长。迪士尼从录影带租赁和销售业务中获得的收入份额从5.5%增至21%。艾斯纳投资了新的主题公园，加大了动画电影方面的投资，并且根据公司理论，向相关业务领域进行扩张，包括零售店、游轮、周六上午的卡通节目以及百老汇剧。实际上，艾斯纳的做法就是让沃特的理论重见天日，并基于这一理论采取大规模战略行动。这一系列行动带来的效果显著，迪士尼的市值从1984年的19亿美元增至1994年的280亿美元。

	从那以后，历史不断重演：尽管把电影搬到百老汇的舞台，是对动画电影、电影人物授权和主题公园业务的补充。但是，其他战略举措，比如1998年收购洛杉矶电视台、1995年收购Cap 
	Cities/ABC、以及1996年收购洛杉矶天使队（Anaheim Angels）的交易，都不符合其公司理论逻辑。与此同时，由于迪士尼未能跟上科技大趋势，而且旗下顶级动画师跳槽到皮克斯，艾斯纳只能任凭核心业务——动画制作再次萎缩。后来，迪士尼和皮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可以获得他们的技术，但是二者的关系剑拔弩张，最后，就在艾斯纳离职前夕（2005年10月）双方不欢而散。

	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反戈一击，不再满足于与皮克斯重修旧好，而是以逾70亿美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后者。迪士尼近期还收购了漫威（Marvel）、卢卡斯影业（Lucas 
	Film），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核心资产，不过这些举措也把公司领入一块不熟悉的领域，漫威影片和《星球大战》的班底有别于迪士尼传统的公主王子类剧情。

	这些战略试验能否创造价值还有待观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沃特·迪士尼的增长路线图在他身后很长时间仍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对一种身后领导力的最好诠释。

	

	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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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特·迪士尼1957年设计的愿景图定义了公司的关键性资产，其中包括一项兼具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资产。此外，该图还描绘了各类资产之间的互补性商业模式。它还暗中揭示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就迪士尼未来可能涉足的相关竞争性领域提供了指引。根据这一理论打造出的资产和能力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但是，理论本身基本上没有变化。

	

	（返回阅读原文）

	战略的三种“视角”

	迪士尼的战略具备强大公司理论的所有特质。它能不断给高级管理者一个明确的愿景，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工具选择、收购和组织各种资产、活动以及资源。如何判断自己的公司理论是否好？答案是：公司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我所说的战略“视角”：前瞻性视角、内部视角以及交叉视角。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

	未兆易谋的前瞻性视角 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理论能针对行业演变趋势阐明公司的信念和预期，预测未来客户品味或需求，预测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甚至有可能预测竞争对手的行为。借助前瞻性视角，可以判断哪类资产收购交易、投资或者战略行动对预测中的世界是有价值的。它应该既相对具体又不同于普遍认识。如果它过于宽泛，将无法识别出有价值的资产。如果广为接受，那么公司需要为目标资产或希望获得的能力支付高昂对价（因为存在竞争），或者令目标资产丧失独特性（因此不能创造持续性价值）。沃特·迪士尼的前瞻性视角是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观看的电影市场魅力无穷。

	了如指掌的内部视角 如果竞争对手拥有同样的资产，那么他们能以类似甚至更高的能力复制你的战略举措，这会威胁到前瞻性视角。因此，一种有效的公司理论是为本公司量身定制的，对组织现有资产和活动有着深刻的理解。它给你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你能够发现那些罕见、与众不同且有价值的事物。迪士尼公司对自己的认识是，公司在动画片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并且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能够创造出经久不衰、个性鲜明的角色，而与真人演员不同的是，这些动画人物根本不需要经纪人。

	由此及彼的交叉视角 好的公司理论能发现公司有能力组合或收购的互补性资产，这类资产与公司现有资产相得益彰，共创价值。迪士尼的理论说明，一系列娱乐资产能从核心的动画业务中汲取价值。

	将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领导者可以采取一连串的价值创造举措。有关未来需求、技术和消费者品味的前瞻性视角，能帮助公司找到关联价值领域。有关独特资产的内部视角有助于获得前瞻性和交叉视角。通过交叉视角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互补业务，从而突显出前瞻性领域。

	

	
		史蒂夫·乔布斯的价值创造理论

		2011年8月10日，苹果公司超过埃克森美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考虑到苹果公司1997年一度面临生死危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人们一致认为，苹果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史蒂夫·乔布斯功不可没，但往往误解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正如沃特·迪士尼一样，乔布斯的伟大贡献不是一个产品、一项计划或者一种管理方式，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设计了一套价值创造理论。而几乎每一个所谓的行业专家或战略专家都曾喋喋不休地劝说他及其继任者放弃这一理论。

		乔布斯的理论体现在1977年推出的苹果II电脑上。尽管其内部原理来自苹果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点子，但是乔布斯设计了便捷方便的包装和光可鉴人的外壳。这家以市场营销为重心的公司在把产品推向消费者时掀起了空前的热潮。之后，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产品，每款产品都有一套独特的软件和硬件平台。

		但是1981年，当IBM推出个人电脑后，掀起了行业转型。IBM个人电脑立刻赢得市场赞誉，尤其是其开放性平台。整个行业立刻转而生产与IBM电脑兼容的软件和硬件。更低廉的价格、更快的运行速度以及更大的存储能力，很快成为决定竞争优势的要素。与之竞争的平台迅速销声匿迹，接下来是15年的激烈竞争，直到戴尔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但是，乔布斯仍然恪守一套完全不同的性能标准，反映出他的价值创造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苹果公司的计算机战略，也定义了后续的举措和战略选择。这点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的，但是总体而言，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会为计算机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便利性、可靠性、优雅的外观支付一定溢价，而实现这些产品优势的最佳手段就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大规模垂直一体化整合以及严格控制设计流程。

		与迪士尼的理论一样，乔布斯的理论也涵盖了三大战略“视角”。受有关消费者品味进化的前瞻性视野启发，乔布斯认识到，计算机将成为一种消费品，就像索尼随声听一样。他相信，消费者会欣赏美学，并渴望创造出一件设备，像保时捷或者一件设计精良的厨具那样雅致。

		在内部视角上，他认识到，要在这一竞争性领域中创造价值，最关键的内部能力就是设计。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乔布斯自诩为艺术家，他痴迷于颜色、完美性和形状。他把这种痴迷移植到了科技领域。《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道：“一想到让苹果的伟大软件运行在其他公司蹩脚的硬件设备上，他就会焦躁不安。此外，他也不能想象，未经审批的应用程序或内容玷污苹果设备的完美性。”为了追随乔布斯对设计的热情，苹果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研发投资占比远远高于其任何一家竞争对手。

		乔布斯的理论也提供了交叉视角。借助这一视角，他能够找到创造价值的外部资产，其中包括从施乐公司收购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技术。在对施乐公司进行的高调拜访中，乔布斯不断就施乐公司未能对该技术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表示质疑。他发现，GUI技术完全符合他的理论，因为它让电脑变得更容易使用且颇具吸引力。有些人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作为技术转型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即Mac电脑）是第一款充分体现乔布斯理论的产品，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带来了高利润（正如乔布斯之前预料的那样）。但是，IBM的标准早已确立下来了，对应的网络经济令人窒息。尽管作为一款高利润的细分产品，麦金塔电脑存活了下来，但是比尔·盖茨和其他人不断施以重压，想让麦金塔操作系统在外观和感觉上向IBM的系统靠拢。但是，乔布斯对此根本不买账。

		之后的很多年，学界和记者们都嘲笑乔布斯的这一战略决定。乔布斯也被迫离开苹果公司十多年之久，部分原因在于他有些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理论。

		后来，惠普、Sun和IBM试图收购苹果但未能如愿，不久后，乔布斯回归，成为商界传奇。多数人预计，他会把公司一卖了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再次把自己的理论注入苹果公司，精简了产品线，并引入一系列新的麦金塔产品，并且不向第三方授权。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套理论开拓了相关领域，在广泛的产品线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

		苹果公司不是第一家设计数字音乐图书馆的公司，也不是第一家生产MP3播放器或者智能手机的公司。但是，它是第一家在设备和用户环境设计方面考虑到高雅和易用性的公司，同时，苹果公司严格控制其附加产品、基础设施和市场形象。苹果公司展示出，乔布斯的理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之外的很多产品，涉及的产业和产品种类横跨电视、视频系统、家庭娱乐、随身阅读器、信息传递，甚至是车载系统。相比之下，一度稳居市场高位的戴尔公司则在日益萎缩的个人电脑市场苦苦挣扎，寻找生路。

	

	

	无价值的理论令企业步履艰难

	不过，并非所有的公司理论都行之有效，有些公司甚至从未找到有价值的理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是如此。

	1984年，7家地区性贝尔运营公司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出去，贝尔母公司因此撤出地方性电话服务业务，其资产规模也从1500亿美元降低至340亿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只保留长话业务、制造业务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以及研发业务贝尔实验室。未来增长之路并不清晰，因此该公司需要一套新的价值创造理论。

	分拆后，公司最初的一些战略举措显示，其领导层认为，可以利用其广泛的管理技能将长话业务创造出的大量现金流用于多元化收购交易和新业务上。在接下来的几年，该公司涉足数据网络、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互联网门户。但是市场表现乏善可陈，199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放弃了多元化战略，宣布将剥离两项关键性资产：NCR和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实际上将公司分割成三家独立公司。

	管理层很快就设计出一套新理论，反映出公司的理念，即与本地客户建立起最直接的联系，提供包括电话、宽带和有线电视服务在内的套餐服务。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该公司在1998年到1999年间在有线电视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收购交易，涉及资金800多亿美元。不幸的是，其他公司和投资者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这点也反映在了收购价格上（每位订户成本超过4000美元）。尽管一开始市场对这些举措表示出了欢迎，推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一度升至历史高点60美元。但是，到2000年5月份，该股回落至接近40美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再次质疑其理论，至少是在质疑其向华尔街兜售理论的能力。2000年10月份，该公司宣布，将分拆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5年后该公司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买家。

	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显而易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制定了一套强大的理论，就像迪士尼公司的理论，具体到整合后的资产如何创造价值。但公司分拆后的第一套理论未能明确指出，公司如何把所谓的管理能力逐一应用到新资产上去。它缺乏内部视角和交叉视角，更不要说前瞻性视角了。该公司的第二套理论同样漏洞百出：它具备前瞻性视角，但是由于这一理念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因此无法带来独特的交叉视角。

	

	公司理论帮你慧眼识珠

	当从事并购交易时，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才会显示出其真正的力量。在市场上，价值创造总是落脚在最终支付的价格上，并且一套好的公司理论能让收购方以较低对价找到令它情有独钟的东西。

	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6年创立伊始到1989年，它都只是一家小公司，财务表现也在业内垫底。米塔尔钢铁刚开始只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小型钢铁厂，但它开发出一种新技术，直接还原铁技术（DRI），为小冶炼厂提供高质量的废铁替代品。

	随着印尼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米塔尔钢铁也不断成长。但是直到1989年，该公司才进行了首次重大扩张，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手中收购了一家陷入困境的钢铁厂。这家工厂的开工率只有四分之一，每周亏损100万美元。米塔尔钢铁迅速采取行动，通过转移知识、部署DRI技术、促销等手段，令该工厂起死回生。在接下来的15年中，该公司又陆续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交易，主要集中于前苏联阵营国家，结果证明，每笔交易都是一座金矿。

	一套清晰、简单的公司理论指导着这一收购项目：米塔尔钢铁知道如何从从管理不善的国有钢铁厂中创造价值，这些工厂多位于发展中经济体，那里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而其他许多钢铁公司都把精力放在了改善内部运营上，进行这类资产收购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那些拥有综合技术和大量铁矿石储备的公司，因此米塔尔钢铁可以独享这块蛋糕。

	米塔尔钢铁的内部视角在于，它了解DRI的价值，相信自己有能力让老国企重新焕发生机。它的前瞻性在于，当看到新兴经济体日益强劲的钢铁需求之后，先人一步看到铁矿石资产的价值，以及行业整合带来的益处。它的交叉视角在于能够识别出哪类资产是公司的用武之地。

	到2004年，米塔尔钢铁一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钢铁厂。公司所有人拉克希米·尼沃斯·米塔尔（Lakshmi Niwas 
	Mittal）目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成功来自其公司理论，它就像一幅藏宝图，能不断发现对米塔尔钢铁独具价值的资产。

	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了。”理论对有关因果关系的预期进行定义。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反事实推理：如果我的理论准确地描绘了我的世界，那么当我做如下选择时，就会出现如下结果。它们是动态的，可以基于相反的证据或信息反馈来做出更新。正如学术理论促使科学家们实现知识上的突破一样，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它们为公司进入未知领域提供必要的远见卓识，能在人们选择不确定的战略试验时进行指导。更好的理论会带来更好的选择。只有为你的公司武装上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你的价值探索之旅才不会那么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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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德·岑格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Olin 
	Business School）罗伯特和巴巴拉·弗里克（Robert and Barbara Frick）战略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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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新竞争战略崛起

	迈克尔·瑞尔（Michael D. Ryal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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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捕捉模型通过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彼得·德鲁克观察了那些依赖知识创新的行业，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可能会感觉到会发生某项创新……紧接着是突如其来的爆发。在此后短短几年内，人们会异常振奋，初创公司和新产品发布将层出不穷……最后是行业大洗牌，没有几家公司能最终存活。”

	德鲁克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几乎从不取决于某个单独的因素，而依赖于不同种类知识的融合”。早期技术突破确实会引领风潮，但只有所有条件都成熟后，人们才会取得有意义的进步。

	尽管我无法证明德鲁克观点的科学性，但在战略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描述。在诞生之初，战略研究并不严谨，其内容大多源于类似SWOT分析或波士顿矩阵等常识性方法。但是，1979年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五力模型巧妙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产业组织的经济研究。几乎在一夜之间，基于知识的创新使战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波特为实践人士撰写的著作《竞争战略》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波特的观点很快引起轰动，它甚至吸引其他领域学者对战略产生兴趣，并推动了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和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一份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期刊）的建立。同时，阐述组织间产生长期绩效差异原因的非规范性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源基础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也逐一诞生。不久后，海量的相关实证研究也纷至沓来。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Adam Brandenburger）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Harborne Stuart 
	Jr.）提出了另一开创性理论——以价值为基础的商务战略（Value-based Business Strategy）。尽管对于战略领域的实践者而言，这个理论没有像波特的五力模型那样流行，但这项研究促使数量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有关战略的文献。

	

	竞争再定义：五力化一力

	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供应商和客户，都有权选择如何以及和谁创造价值。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他们可能改变与现有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方式，或者转投其他供应商或客户。反过来，企业的合作方（供应商、客户）也有类似的选择权，他们也可以选择如何与企业，以及他们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交易。

	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竞争力的正式定义：实际价值创造与潜在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实际价值创造是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交易创造出的价值，潜在价值创造是公司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所可能创造的价值。该定义适用于行业中所有企业、供应商和客户。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便可以为参与交易的合作方赋予身份，然后将它们放到数学博弈模型中，最后输入竞争张力的数据，当各方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时，我们便能掌握这些投入所能带来的回报。你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在海量的数据库中跟踪客户的行为、开支、股价、公司账户等等，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战略理论都无法像价值捕捉模型一样，准确地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也无法利用数据对战略假设进行测试，例如，某项管理流程或投资能否提高公司在其行业内捕捉价值的能力。（见后文“战略缺失的一环”）

	与波特的战略框架相比，价值捕捉模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公司面临的机遇，波特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各方对公司拥有（或未拥有）的力量，例如供应商议价能力、客户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威胁以及同行竞争。但是，其他企业可能会为争取该企业而相互竞争这种现象，只被视为其他企业施加在该企业的力量的调节因素而被掩盖。

	波特将竞争与五类不同参与者捆绑到一起，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相比之下，价值捕捉模型定义中只关注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到公司运营的各方面竞争：供应商之间为争取企业用户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夺供应商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取客户的竞争，客户之间为争取企业的竞争。总而言之，行业中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供应商）自身都只受到一种竞争的影响。而这种竞争力的强度取决于实际创造价值与潜在价值之间的张力——潜在价值与实际创造价值之比越大，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就越高。而相对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一家公司能在竞争中占据的价值。

	其次，价值捕捉模型清晰地区分了市场参与者创造的价值，和每一位参与者索取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尽管价值捕捉分析依靠前者来导出后者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关键的。波特的五力模型再一次将这种区别深深掩盖，使其几乎消失不见。确实有很多人（也许是不公允地）认为，五力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价值索取模型，而非价值创造模型。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非规范的竞争战略理论，例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式创新战略以及金和莫博涅的蓝海战略，它们都注重价值的创造，而非价值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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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缺失的一环

		在迈克尔·波特之后的第一代公司战略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超越“非规范推导”这一范畴。由于缺乏确凿和成熟的分析理论，实证研究者停滞不前，他们的发现只能将公司业绩与一系列“看似相关”的变量进行宽泛的关联。在面对竞争时，我们无法辨认公司业绩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定义基本原则。这使得整个战略研究领域患上了一种永久性的《追求卓越》综合征，一个“伟大的想法”不断被另一个“伟大的想法”否定。（1982年，两位来自麦肯锡的咨询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鲍勃·沃特曼（Bob Waterman）发表了《追求卓越》，该书成为美国第一本突破百万销量的工商管理类书籍。但在《追求卓越》出版仅仅几年后，《商业周刊》就报道，书中用来举例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不再符合作者对卓越的要求——译者注）

		公司战略领域所缺乏的，是一个对早期战略理论进行总结和改进的通用数学模型。公司战略领域为何缺乏融合趋势？因为在真实世界中，造成公司长期业绩不均衡的原因，是复杂、微妙和难以描述的。若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它能模拟现实中动态的、高度互动的竞争环境，并真实地捕捉到各合作方的有限理性，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人们当时无法确认哪种数学理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足够多的接受过数学训练的战略理论家来完成这项工作。

		金融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很多新技术出现后立刻完成了融合。197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莫顿期权定价模型的出现，给金融界带来一场革命。几乎在这些数学模型诞生的同时，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便建立起来。很快，金融理论和实证检验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起来，使人们对股票和各种衍生品回报的变量有了普遍和充分的理解。这些模型因此不断完善，它们的预测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此外，在运营学和营销学的部分研究领域中，人们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发现了战略中缺失的数学环节。合作博弈论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动态竞争的研究中。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竞争的价值捕捉模型可以让我们辨认资源和能力投入可能带来的潜在回报，而大数据技术更增强了模型的效力。战略研究领域现在正迈向一个新的节点，理论和数据之间终于能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就像在金融业一样，这些新的进展预示着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返回阅读原文）

	

	

	从价值链到价值网

	价值捕捉模型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使他们可以绘制出公司的竞争状况。在传统思维和波特的战略模型中，价值被视为一连串行为产生的结果，例如一家公司从供应商获得原材料，增加一些价值后，将产品出售给客户。公司会与供应商和客户讨价还价，它们的盈利能力取决于公司价值/价格比与竞争对手相较之下的吸引力。

	而价值捕捉模型则替换了公司的价值链，我将这种新的概念称为价值网地图。本质上，价值网就是一个生产性的社交网络，网络中的连接由实际发生的和潜在的交易所定义。价值网地图包含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价值网如何运行”），首先是公司的价值网本身，它包括与公司进行实际创造价值的交易各方（一般是供应商和客户）。如果在价值网外不存在创造价值的机会，那么就不会有竞争，而竞争对交易创造的价值有无可争辩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交易的各方只能在（价值网内）他们中间进行讨价还价，每一方都想说服其他方，扩大自己应得的价值。

	竞争来自价值网地图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价值网外的各方。他们希望与价值网内部各方进行交易，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目前还无法参与这类活动。例如，假设制造商A希望让零售商B销售自己的产品，但由于零售商B缺乏货架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合作。在价值捕捉模型中，所有外围各方的组合叫做公司价值网的竞争外围（Competitive 
	Periphery）。当外围中的参与者希望和公司进行交易时，公司从价值网中捕捉的价值就可能提高，因为如果公司在现有价值网内获得的回报太低，他们就可以选择切断交易联系，与外围中的各方组成一个新的价值网。

	让我们看看亚马逊的在线图书销售业务在刚刚起步时（1994－2001年）的情况。尽管拥有革命性的技术，销售额也快速增长，但公司却陷入长期亏损中（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这是由于，任何想和亚马逊交易的买家都可以轻松进入价值网，因此，亚马逊的竞争外围（争夺与亚马逊交易权的各方）是空的。

	有趣的是，亚马逊公司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公司的创新，从实体店销售转向在线销售有效地解决了公司的容量限制问题。举例来说，我曾经是亚马逊的早期客户，因为在其他实体书店中，我很难找到如此多的数学专著。从此我不用排队购买书籍，或竞拍有限的客户名额，也不用担心某个亚马逊狂热支持者会将我与亚马逊的关系中排挤出来。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的网络销售部门也乐于向亚马逊的客户提供价值相似的交易。当时网络零售书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即便是微弱的价格差异，也会让购买者在几秒钟或几次鼠标点击之内叛逃。因此，外围中的购买者给零售书店带来强大的竞争。不难想象，亚马逊的利润非常低，因为当时的客户索取了市场价值蛋糕中最大的一块。

	

	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

	
		一张价值网地图能描绘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创造价值的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这些参与方包括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和公司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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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网如何运行

		传统意义上，价值创造被视为是一条链条连接的一系列行为。而在价值网中，一家公司和其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易，创造出一定量的价值（由图中心的圆代表）。每一方能捕捉的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1）价值网外各方与该方进行交易的兴趣度；(2)该方对其他各方的议价能力。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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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

		在开展网上图书零售业务初期（1994－2001年），亚马逊公司的价值网包含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图书出版商）和公司的客户。当时亚马逊的客户还有其他交易选择，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巴诺书店的网络分支。因此，公司之间的竞争保证客户可以索取价值中非常大的份额。而亚马逊对价值网外供应商打开大门，任何出版商都可以跟亚马逊合作，亚马逊的服务不会造成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亚马逊不会获得供应商竞争带来的价值份额，公司只能寄希望于竞争份额之外那部分可怜的价值了。

		（返回阅读原文）

	

	计算战略决策

	到目前为止，我对价值捕捉模型的描述，还集中在那些个体公司控制范围外的变量——公司现有价值网中的合作方以及他们面临的竞争强度（取决于价值网外潜在的合作方）。但是，这些变量基本无法说明公司最后能捕捉的价值，它们只能决定价值网中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和下限。尽管有时竞争的效应是非常微妙的，但公司合作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而公司自身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价值份额的下限。

	当然，公司实际捕捉到的价值是该公司战略决策的结果。常理告诉我们，公司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的选择能够影响公司的竞争机会和结果。通过将合作博弈论应用到价值捕捉模型中，我们不但能证实这种常理的正确性，而且可以理解并预测战略决策对结果的影响。这时，价值捕捉模型对价值创造和价值索取的区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一家公司对其能力和资源的战略投入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1）公司资源和能力对价值网中各方创造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值的影响；（2）在交易中，公司从合作方索取价值的能力，该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公司对资源和能力的投入。对价值（不管是实际价值，还是潜在价值）产生影响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竞争意识所驱动；相反，用来劝说合作方放弃价值，从而索取价值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议价意识（Persuasive 
	Intent）所驱动，这些资源和能力超越了竞争范畴。

	一般情况下，一家公司会根据它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运用其竞争资源和能力，以提高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下限、上限或两者同时提升）。如果公司部署资源，将价值下限水平提升到价值上限原先所在的水平，那么公司就会从中受益，尤其是当公司的议价资源薄弱时。一家公司的竞争性资源一般很容易辨认，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资产、创新技巧和客户服务质量都会影响公司在价值网内创造的价值，以及它和竞争外围中合作方可能创造的潜在价值。

	广告也是竞争性的，有些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客户购买公司产品的意愿（例如通过改善品牌形象）；有些则是为了减弱客户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意愿，这样就可以削弱竞争对手针对公司价值网内客户（相当于竞争对手外围中的潜在客户）的竞争。这些广告活动通常可以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对比广告（进攻性广告）则会增强潜在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购买意愿，提高公司对外围中潜在客户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下限。

	在现实中，广告常常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功效。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一则广告中推广其子公司安吉星（OnStar Service），就指出其他汽车企业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通用汽车这则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产品的吸引力，同时降低其他品牌车辆的吸引力。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一则安眠药广告，它的宣传语是“不会形成依赖”（Not 
	Habit Forming），一针见血地讽刺了竞争对手的产品。

	当公司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足够低时，它能捕捉的价值上限和下限之间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这时公司的议价资源和议价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应该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以劝说价值网内合作方让出价值。这样的行动有时会成为公司利润主要的获取力。例如，汽车经销商就经常利用高超的销售技巧，使购买者让出部分利益。

	要看一家公司如何整合不同种类的资源，苹果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它的网络销售业务与亚马逊遇到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苹果在2001年推出iTunes，到2010年，苹果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销售商。2011年iTunes的销售收入达到14亿美元，根据相关估算，其毛利率高达30%。

	对于实体商品，公司可以将容量转化为一种竞争资源：通过限制合作方数量，公司可以保持自己竞争外围充满潜在的合作方。例如，2001年苹果推出iPod时，公司采用了限量供应策略，从而提高客户对公司的竞争。iTunes的专利音乐格式使公司的数字内容获得了苹果硬件产品的稀缺性，而苹果产品外观设计极具吸引力，使客户具有非同寻常的忠诚度。尽管购买者的竞争外围充满了各种数字音乐资源和硬件生产商，但客户对苹果的忠诚使他们与其他合作方进行交易的相对价值得到降低。苹果产品生态系统的互补性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价值捕捉模型的角度来看，iTunes商店使苹果产品的价值提高，尤其是那些拥有多种苹果产品的客户；苹果竞争外围的减弱，让公司捕捉价值的上限得以提高。

	亚马逊和苹果的故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亚马逊的案例里，图书出版商提供的实体商品是数量有限的，而它们的分销商（亚马逊）却几乎拥有无限的交易供应容量；在苹果的案例里，内容提供商提供的是音乐授权，天生没有数量限制，所以它们无法让自己的竞争外围充满潜在合作方。反观苹果，它利用专利音乐格式，将数字内容与实体产品捆绑到一起，限制了产品的供应。

	苹果在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与下限之间拉开一段距离，这样它的议价资源就可以起作用了。在竞争决定的价值范围外，议价资源可以让公司的合作方让出一部分价值。在大规模零售市场，运用议价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控制销售的定价，给购买者提供不容讨价还价的交易。如果讨价还价能给买家带来经济吸引力，尤其是针对大金额的交易，例如购车时，这种策略就会失效。如果公司可索取价值上限与下限之间的间隔缩短，这种策略同样无法发挥作用。亚马逊对价格进行控制就不会带来优势，因为巴诺书店相似的在线业务使亚马逊可索取价值上下限之间的间距非常短。

	

	量化产出

	战略决策对公司价值网和竞争外围的确切影响是难以预估的。但有了以价值捕捉理论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在该模型中，公司可索取价值的上下限（决定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是由线性编程计算得来，这项分析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连Excel软件都可对其进行处理。

	我正在和他人共同撰写Evan Kristen Specialty食品公司（简称EKSF公司）的案例，这是价值捕捉模型在真实商业世界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案例中，一家风投组织需要评估EKSF公司的商业计划。作为一家初创公司，EKSF计划在食品店销售事先处理的新鲜蔬菜（清洗过且去根茎的蔬菜），并且365天全年无休地供应各类蔬菜。EKSF公司希望与一些“非传统合作方”建立价值网，这些合作方包括：作为分销商的联邦快递（这样就省去了传统的库存和送货要求）；提供定制加工设备和店内冷冻展示柜等新型设备的供应商；一家运输用制冷剂制造商；负责零售货柜的销售人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附近的菜农，他们可以全年种植蔬菜。

	传统的行业经验显然无法适用于这种反传统的商业组合，但风投组织可以用价值捕捉模型评估EKSF公司在新型价值网中各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通过对价值捕捉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商业计划中的财务目标之间进行对比，潜在投资人就可以根据预测的竞争状况，辨别由议价资源决定的预期利润。投资人通常认为竞争带来的利润比议价带来的利润风险低。

	这种分析可以让公司了解价值网所有参与者受到的竞争强度，以及这种强度的变化和平衡。初创公司的交易容量十分有限，所以竞争外围中客户之间对公司的竞争是很强的。而在公司上游——上文中提到的几家“非传统供应商”，它们的竞争外围基本是空的，因为它们只能为EKSF公司提供产品。换言之，EKSF公司和供应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互相合作，组成价值网。

	但是，当风投考虑退出策略时，一个中期风险浮出水面。价值捕捉模型揭示出，如果EKSF公司的计划取得成功，这种创新型价值网的功效就会得到证明。这时供应商竞争外围中会出现潜在合作者，其数量增长速度比EKSF公司竞争外围中客户增长的速度快，公司的利润因此会受到挤压。提前预料到这种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公司就可以事先从制冷剂供应商处索取专利许可，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

	公司战略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而历史证明，社会科学的进展总是时断时续的。因此，价值捕捉模型要成为一种系统解决方案的管理工具，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但是，价值捕捉模型的开发工作，已经给设定公司战略方向的管理者带来重要的启示。如果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最终成功开发出一个精简的模型版本，以及一套合理完整的输入变量，那么价值捕捉模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将会对模型不断改进，最终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不断改善公司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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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瑞尔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战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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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可能带给一家公司一两年甚至十年的辉煌，但时间一长自会暴露其平庸的本质。

利用统计学方法，《王者3法则》一文的作者对上千家公司进行了研究，并从中找出了几百家长期绩效表现卓越的公司。结果发现，这些公司成功的奥妙是：在战略上始终坚持3个基本法则：

1．品质先于价格：追求产品的差异化，而不是降低价格与对手竞争。

2．收入先于成本：公司的重心是增加收入额，而不是削减成本。

3．没有其他法则：所有必要的改变都必须遵守法则1和2。

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卓越绩效公司的所有重要决定，从收购、多元化、资源分配到定价都符合以上法则。

这些法则能有效地避免公司领导者漏洞百出的习惯性思维。例如，当收入下降时，人们很容易采用削减资产和投资的方式来降低成本；但是卓越公司通常认为高成本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公司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创造自身的非价格价值，并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这些法则是卓越公司缔造传奇的法宝，它们对任何企业都有借鉴意义。





	王者3法则

	

	信息愈灵 买家愈精

	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

	威尔·塔克（Will Tucker）| 文

	熊静如 | 译　李钊　戴险峰 |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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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变革与信息披露规则的改变，将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准备好迎接新兴的“选择引擎”吧！


	

	去年，笔者参与组织了一场以信息披露政策为主题的白宫峰会。我们在会前给来自60多个联邦政府分支机构的300多名登记者发去了会议资料，在资料开头的两句会议提醒之后,我们告知大家：如无特殊要求，所有参会者将被默认为选择了“健康午餐”。

在大约10行字之后，我们对此做出了解释：“健康午餐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一份三明治——无麸苏打面包夹豆芽、大豆奶酪。”在会议资料的最后还有一句话：只要参会者发一封题为“完整披露”的邮件就可以获得一份“特殊奖品”。

结果，80%的参会者都没有对这份看上去就不怎么样的午餐提出异议，同时仅有1%的人获得了奖品。峰会当天早晨，我们通知参会人员，他们大部分都“选择”了一份大豆奶酪三明治作为午餐，人群中顿时发出阵阵哀怨之声。其实不必担忧，我们只是开了个玩笑，真正的午餐里还有味道不错的火鸡和金枪鱼三明治。这一测试验证了我们的预测：高学历的专家也好，政府官员也罢，多数受众无法完全吸收我们传递的所有信息，并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他们不知不觉地选择了大豆奶酪三明治，不知不觉地错过了奖品，究其原因，并不是人们太过粗心或愚钝，也并非对获得利益毫无兴趣；而是他们是正常人，拥有着人类的通病：理性思维的惯性和局限性。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惯于玩弄文字游戏的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远比我们这个“大豆奶酪”实验复杂得多的资讯。我们总是收到一些非常重要却晦涩难懂的信息。此前已有许多人做了不少改善信息披露的尝试，包括将复杂的合同语言转换为“平实语言”，但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这些试图做出改变的人能力不济或不够努力，相反，这只说明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复杂事物是何等之难。不信，你试试拟一份《系鞋带说明》。

虽然艰难，但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借助于现代技术和新政策的有效结合，信息披露的形式会改变，并且经济领域中许多行业的运作方式也将随之改变。政府拥有的数据和私营企业披露的信息将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可机读”格式，而这些转变将推进新型技术服务业的发展——“选择引擎”（Choice Engine），即数据解读技术。

对企业而言，选择引擎的兴起既是威胁，也是巨大的商机。信息公开会使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而那些通过欺骗、混淆视听等手段或利用消费者信息搜集惰性占据市场的企业，最终将失败。最大的赢家将是充分利用新的数据资源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特别是那些能运用选择引擎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决策的公司。

这一判断听起来太过美好抑或是可怕，以至于难以置信，但全球定位系统（简称GPS）的发展史则能证明这种疑虑是多余的。如今GPS无处不在，我们对它已经习焉不察，但其实直到2000年，在美国政府下令取消对国防部的特定卫星数据进行加密后，GPS才快速发展起来。取消选择性加密后，公众可以免费获取卫星数据，于是，一些商业人士才能因材施用。如今消费者可以利用智能手机获得邻近店铺的优惠券，高尔夫腕表可以测量所在位置与下一个果岭之间的距离。GPS创新对售卖纸质地图的企业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但它对于消费者和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却是福音。美国国家首席技术官托德·帕克（Todd Park）不久前透露，仅2011年，GPS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约900亿美元。我们相信，相较于GPS，选择引擎的勃兴将会对国民经济以及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更大、更显著的变化。



开放的政府

数据共享无疑是GPS走向成功的关键，如今它已贯穿于美国政府的所有政策中。2009年，奥巴马在履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就发布了《透明与开放的政府》（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备忘录，宣布政府收集和掌握的信息属于国家资产，要求各部门“以易于查阅和便于使用的格式及时披露”。初步举措包括建立data.gov网站（基于网络的清算中心，提供机读格式的政府数据）。之后，政府开始设定政策框架，规范如何公布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交互信息，以及双方的公开产品和服务信息。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已开始进行类似的尝试。

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可能会加速推进上述举措，当然这一行动还需要得到共和党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史无前例的数据开放与先进技术的结合，为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创造出鲜见的良性循环——消费者、企业及创业者们都将从中获益。面对如此巨大的价值诱惑，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都不愿错失良机。

成功的创业案例表明，政府的信息公开政策将会迅速获得经济回报。2008年，圣地亚哥的两兄弟麦克·阿尔弗雷德（Mike Alfred）和赖安·阿尔弗雷德（Ryan Alfred）创立了一家名为BrightScope的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对美国雇主定期缴款的养老保险计划401（k）做评估（该计划是一种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雇员退休后养老金的领取金额取决于缴纳金额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状况。——译者注）。负责该计划的美国劳工部要求雇主每年填一份表格，提供详尽的计划。这样的做法带来一个问题：填好的表格都保存在华盛顿的某幢大楼里，而BrightScope若想取得这些信息，就必须按照《信息自由法案》提出检索申请，分别索要每个企业的表格，然后等待纸质文件邮递到办公室；但按照这种模式建立企业的数据库，进展将会非常缓慢。然而，“开放政府”备忘录下达之后六个月，BrightScope就收到了一张包含所有表格的CD光盘。阿尔弗雷德兄弟旋即新招了15名员工，开始评估雇员数超过100 人的所有企业的401（k）计划，而BrightScope自己也很快就会成为被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们的雇员人数急剧扩张。

当独立第三方开始评估某企业的养老保险计划时，一些有趣的现象出现了。比如，BrightScope因某个公司的养老计划费用过高而给出较低评分时，该公司的资产经理和计划主管就仔细审核该计划，各自提出费用更低、评分更高的替代方案。还有一次，某位公司董事会成员查看所在企业的BrightScope评分后大失所望，于是就把公司养老保险计划直接拿到董事会上讨论。这些说明，企业按政府要求披露数据后，往往可以因此发现自身问题并加以改进。

截至2010年年终，美国已有近30个政府机构和部门提交或完善了各自的“开放政府”计划，公开“高价值的数据组”，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召回信息、国务院发布的旅游警告以及机场的准点报告。

在我们的白宫峰会中，某场午餐会（非此前大豆奶酪那场）安排了很多类似BrightScope的初创企业演示公司创意。每段展示之后我们都会问创业者：“你想获取什么样的数据？你将用这些数据做什么？”他们的回答揭示出无数潜藏的商机，涉及医疗、金融、能源、教育和很多其他领域。我们很期待，到智能披露和选择引擎开始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之时，一大批新创公司能崭露头角。



神奇的智能披露

当政策制定者将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时，他们推动信息披露的思路与在公共领域的方法大同小异，惟一可能的区别在于，商业领域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产品和服务日渐复杂，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愈发困难，而商家和消费者的潜在收益恰恰源于此处。好消息是，我们有智能手机，它能够让我们做到在十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事；坏消息是，我们已经看不懂每月的智能手机账单。但如果运用选择引擎处理数据，不论要应对的是复杂的房贷还是简单的电费账单，我们都可以在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中把握关键。如同亚马逊和Netflix（在线影片租赁服务）能够帮助你决定读哪本书、看哪部电影一样，选择引擎还可以帮助你做更重要的决策。

美国联邦法律法规要求，企业须披露产品、服务等多种信息。某些情况下，信息披露是指产品上必须标注的文字声明（例如，“警告：吸烟可导致中风和心脏病”）；有时，信息披露是以数据的形式出现，包括价格（房贷的利率）、基本产品特征（如食品的热量值）或官方评分（汽车碰撞测试的安全性得分）；还有些情况，信息披露是企业或机构采取特殊行动时的提醒通知（收取透支罚金或上市企业进行股东选举）。

有时，只是披露不好的产品特点就足以改变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曾做出规定，产品必须在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到2006年，一份对229位美国人的研究显示，检验对象血液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下降了58%。不仅如此，企业生产和宣传产品的方式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即使是信息呈现方式的细微改变，也会对人们处理信息和相应的行为带来重大且可预测的影响。某种食品的标签上表明了“90%的非脂肪”和“10%的脂肪”的效果大不相同。有证据表明，退休计划里如果将储蓄表述为退休后的可用月收入，而不是当前账户结余，员工选择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就会上升。研究还显示，在两份数据相同但外观差距较大的年报之间，金融专家会给外观更精美的那份年报更高的评级。事实上，对金融专家来说，一份赏心悦目的报告在效果上相当于企业年收入增加20%。

“人们并不总是能按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理性决策”，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告诉我们，“人们受纷繁复杂的表象影响，行事拖拉且不会注意小字条款。你必须创造条件让人们为自己做更好的决策。”

不幸的是，披露和监管政策在制定之初就隐含了一个假设：只关注获取信息的成本，信息披露的结构和格式并不重要。破译和理解公开信息的苦差事就丢给了消费者。

消费者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复杂也太多，因此他们难以找出最契合自身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谁都说不清自己使用手机的通话和数据流量的平均值和峰值（虽然我们的电信公司肯定可以），更不用说搞清楚其他电信公司开出的价格是否更划算或服务更好（即便我们的怀疑是真的）。即使涉及的金额更高，我们也一样难以做出理性选择。比如在选择抵押房贷时，哪怕货比三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大多数人会选择他们拿到的第一份报价。也正因如此，企业才竞相投入时间、精力和人才去混淆消费者的视听——比如，将产品特性以小字条款夹在精心雕琢的文字中蒙混过关。一旦企业用这样的手段夺取市场份额，市场效率、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都将受害不浅。

良好的电子信息披露机制，应该保证消费者了解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且可以比较。消费者对他们所购买的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和价格理解得越透彻，监管者介入的就越少。在2009年出版的《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最佳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一书中，本文作者之一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共同提出了RECAP框架（RECAP指记录、评价及可选价格比较）。

奥巴马政府和卡梅伦内阁都以不同的方式采用了RECAP，并且为其加上了更为朗朗上口的名字。在美国，它被称作“智能披露”，意指“及时地以可机读的标准格式发布复杂的信息和数据，以俾消费者明智决策。”而在英国，它则被命名为“自数据”（midata），目前主要关注零售银行、能源和手机通讯数据。

2011年颁布的《消费者隐私权法案》（Consumer Privacy Bill of Rights）明确规定，消费者有权存取自己个人数据，如今这一理念日渐深入人心。近期，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题为《反思个人数据》（Rethinking Personal Data）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个人信息代表着新的资产类别——而这一新的资产类别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将会比4.1万亿美元的互联网经济更大。美国的“智能披露”和英国的“自数据”计划把个人数据所有权、查询权与现行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相结合，它们或许会成为全世界制定数据政策的模板。



什么是智能披露？

通过鼓励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以可机读的格式公开信息和数据，政策制定者能够让新兴“选择引擎”帮助消费者和企业掌握更充分信息，做出明智的决定。



BRIGHTSCOPE

创立时间：2008 年

地点：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

员工数：50 人以上



BrightScope 使用的数据来自员工按要求向美国劳工部提交的、用于评定401(k) 退休计划的数据。该企业如今评论和分析超过4.5 万份计划，为每一个计划评估分数。

该公司还为基金评级，让资产经理、企业和个人看到他们的退休计划与其他理财选择之间的异同。



www.brightscope.com



特易购（TESCO）

创立时间：1919 年

地点：英国切森特

员工数：50 万人以上



世界最大的零售商之一特易购正计划开展一项服务，让持有会员卡的消费者能够轻松访问自己的购物记录；这项服务还包含目标设置和规划功能。初期特易购将主要通过智能手机App 来提供这些数据。在英国政府提出要求之前，特易购就已经允许消费者获取个人数据。



www.tesco.com



FIRSTFUEL

创立时间：2010 年

地点：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员工数：40 人



FirstFuel 通过分析美国绿色按钮计划中电力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帮助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在一项名为“零接触”的能源审计中，该公司能分析建筑每小时的能源消耗量，由此制定能耗基准，并根据客户情况提供多样化的节能建议。最近国防部选择FirstFuel为30 万栋建筑制定基准，并提供节能建议。



www.firstfuel.com




选择引擎时代降临

无论被冠以什么名称，智能的信息披露都可以被归为以下四个大类：（1）官方收集和发布的产品和服务数据；（2）政府发布的个人数据（比如社会保险缴付和纳税申报单）；（3）政府督促私营企业以电子化方式披露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及特性；（4）政府督促下，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向消费者公开的消费者个人数据。

截至目前，以上四类智能披露中的前两类已初见成效。有时，政府机构需要做的仅是找到信息传递的更好方式。比如，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蓝色按钮计划”（Blue Button Initiative），按照该计划，只需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上一个简单的App，退伍军人就可以从管理局官网上下载他们的医疗记录。

然而更普遍的情况则如同GPS的发展历程——创业者只有最终找到应用政府数据的新途径，才会有实质性的突破。例如，当很多城市公开地铁和巴士的实时位置讯息时，开发者们便迅速发布了为上班族设计的App。接下来，创业者们利用私营企业提供的数据（比如，药瓶上的标签，审批过程缓慢的信用卡或是谷物包装盒上的成分列表）开发App，将发动一场消费决策和企业决策方式的革命。

毋庸置疑，大部分美国消费者已经改在线上研究产品和购物了。以旅游行业为例，Expedia和Travelocity等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替代了旅行社，消费者可以在网站上搜索、选购机票及预订酒店。而Kayak等聚合不同旅行网站信息的平台则进一步补充完善了旅行网站的服务，从而保证了旅行网站市场的充分竞争。

选择引擎呈现出不同的商业模式：票务类网站是依靠抽取手续费获利的典型；而聚合平台虽然并不直接销售，却能获得广告收入。当然，这些服务还不完善。比如，你很难通过这些网站了解到超重行李如何收费，或酒店的停车费。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消费者在线上旅游市场中选购产品更加简便。全面推行智能披露，将会使所有的费用如同机票或酒店房间的价格一样透明，从而进一步推动线上旅游市场发展。

旅游网站仅是开始。你是否在犹豫该当机立断买台新电脑还是坐等降价？快去点开Decide.com；担心你退订的服务自动续约？登录BillGuard，它能监控你的储蓄账户和信用卡的状况，并在出现自动扣款消费时，它会向你发送提醒；想要确保你购买的产品达到某种环保和社会道德标准？

GoodGuide能够帮助你找到符合标准的防晒霜和花生酱等林林总总的产品。诸如此类的第三方中介竞相以人性化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信息。如果它们能成功，未来消费者就可以轻松地找到适合的信用卡、查看账单或是选择房贷，就像搜索机票一样便捷高效。

技术并非阻碍选择引擎从测试阶段跨越到颠覆市场阶段的拦路虎。（80%的美国人使用互联网，50%的美国人使用智能手机；全世界智能手机使用量超过十亿台，并且这一数字预计将在三年内翻番）。当然也不是因为信息需求不足、缺乏创新理念，更不是缺少奋发有为的企业家，同样也不是因为信息存储的价格和信息处理能力匮乏；相反，硬盘价格正在走低，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网络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广。惟一的障碍是，获取数据的便捷性。

许多情况下，选择引擎需要两类数据。一类是销售条款：价格、罚款、支付时限等；另一类是使用数据：以选择话费套餐为例，如果你不仔细斟酌手机升级后数据消费带来的变化，就根本没法选择合适的套餐。毫无疑问，创业者们已经设计出BillShrink这样的选择引擎，它可以分析你手机数据的使用情况，然后为下一份话费合约提出建议。但现在，你需要向BillShrink提供你在移动运营商网站上的用户名和密码，许多消费者对此仍有顾虑。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BillShrink还得从那些相互竞争的运营商网站上“抓取”价格数据。如果各家价格变动频繁，或者像信用卡那样根据积分而制定不同的收费，选择引擎就很难生成个性化的建议。在这类领域中，现代市场的调节手段可以为选择引擎行业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从逻辑上来讲，下一步应该是用可机读的标准格式文件替代连篇累牍的小字条款，应以选择引擎可以输入、转译和分析的形式公布其价格及合同条款的细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已从2009年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它要求企业、共同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公布信息。这一举措不仅降低了企业披露信息的成本，还降低了分析师、审计师、投资人和监管者分析数据的成本。标准格式的数据还可以优化投资决策。话费套餐、信用卡和房贷等领域的监管者也应当效仿这一做法，要求被监管者按标准格式披露数据。

在个人信息披露方面，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企业收集了个人的使用数据，那么个人就有权获取这些数据。这条原则与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地的保护消费者隐私的努力相一致。在英国，消费者有权以“简单易懂的格式获得数据”。不过现实让人失望，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所给出的“简单易懂”格式，其实是“一大堆毫无用处的印刷品”。英国议会目前正在考虑起草一部法律，把要求信息披露“明白易懂”改为“可机读且可以上传”。这一改变不仅会显著地提升监管效力，还将创造出新的商机。

有一个例子值得探讨——百货店的消费者俱乐部。许多商店会为会员提供特定货品的优惠，以鼓励消费者加入俱乐部。商店在逐渐了解消费者购买习惯中获益良多，比如，商店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设计优惠券。对消费者而言，这些数据也可以有很多用途。如果家人对麸质过敏，不妨使用选择引擎分析购买的食品，找出可能引起过敏的成分；如果想要减肥，选择引擎会建议你放弃什么食物、替代品有哪些。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特易购（Tesco）最近宣布了一项计划，允许会员使用自己的数据。

我们认为，诸如此类的数据获取方式代表着未来的潮流，前途不可限量。消费者一旦能够接触并掌控他们的个人数据，商家就能针对性地满足个体而非整体市场的需求。这一判断与多克·西尔斯（Doc Searls）撰写的《意向经济》（The Intention Economy）不谋而合。西尔斯在书中认为，消费者需求将日渐主导供给。

诚然，用户数据披露都会涉及隐私和安全两个重要事项。向消费者提供数据的企业已经被要求必须以安全的方式提供数据，因此，企业使用消费者个人数据、向其提供相应的服务应该不会威胁到个人隐私。在很多案例中，消费者可以通过获得个人数据，核实数据的准确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和政府就不必强调安全。例如，几位家庭成员可能会共用一张购物卡，卖方应该允许购物者由于特定原因放弃数据追踪，且全家人都应有权选择集体退出。

将个人数据纳入选择引擎的尝试已经开始。在美国，绿色按钮计划（Green Button Initiative）是业界主导的项目，其背景是白宫要求消费者能够上网获得个人的能源使用数据。根据最新统计，服务着3600万家庭和企业的35家公共事业单位已承诺或已启动绿色按钮，目前有超过30家企业正在开发相关工具来利用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可能会成为智能电网，帮助资产规模超过1.2万亿美元的供电行业预测和应对能源需求峰值的技术服务。这一计划将在第三方开发者那里创造就业机会，还将帮助企业和家庭减少能源支出。

早做准备并加入上述计划的企业将占据有利位势，因为他们将有机会设立数据行业的标准。绿色按钮计划中的公共事业企业和特易购等百货商店，已经建立了保护数据的互通性、安全性和隐私的防护措施。这些措施为检验这类数据披露的效果提供了机会。



推进监管变革

在改善智能披露方式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避免给企业增加沉重的成本负担。合理的路径是从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开始试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遵守政府新规的直接成本非常低。

对公司来说也有有利的一面，更简洁明晰、功能更强的信息披露可以减少甚至避免一轮又一轮的监管，还有助于建立更平等的竞争环境。一般来说，经常被消费者投诉且明令禁止的收费项目，往往隐藏在小字条款中，很难被察觉。如果将所有的费用透明化，监管者就不用花那么大精力告诉企业哪些收费合规、哪些收费不合规，从而将精力集中在促进市场开放、鼓励竞争和刺激就业等更宏大的问题上。

同样需要监管者考虑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监管选择引擎，推进智能披露。若我们只是简单地将混淆视听的始作俑者从卖家转换成选择引擎，那结果将令人失望。监管的首要原则应是确保选择引擎的商业模式公开透明。举例而言，消费者有权知晓选择引擎是否从服务提供商那里分成。监管者还应当保留对选择引擎的推荐进行监督、审察的权力。理想状态是，消费者和信息聚合平台协力保持选择引擎透明真实，市场能够自我调节。

在市场中，由于消费者有着对所购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直接体验，选择引擎有足够的动力去阻止商家“刷好评”。事实上很多选择引擎已经投入大量资源来做这件事（比如Yelp的反水军行动）。然而诸如话费套餐或房贷等，消费者很难确定选择引擎提供的是不是最优选项。针对这个问题，包括营利的聚合选择引擎以及非营利的《消费者报告》在内，很多商业机构可以用卧底购物者等方法来审察选择引擎所给出的建议；其次，消费者协会还应有权审核选择引擎所给出的建议，查看其是否受到某些可疑因素的影响；最后，选择引擎的监管者绝对不能阻碍创新。电子披露本质上是灵活可变的，能够适应任何新产品和新服务。

另外一件事可能需要监管者介入。你是否曾注意到，床垫通常会被冠以冗长复杂的品名，这不只是营销噱头，床垫厂商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给不同零售商售卖的相同床垫冠以独特的名字和识别码，购物者就无法进行比较。你几乎无法辨别在梅西百货看到一款床垫，和在街边小店试过的床垫，是不是同一款。这也同样保障小型零售商的销售，因为不存在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同一款”床垫的竞争者。

房贷则与上述行业不同，价格是消费者关心的惟一属性（谁会想要舒适豪华的房贷？）。因此，上述混淆视听的伎俩在该领域无法得逞。然而在零售领域，这种策略无疑会降低市场效率。原则上，若要求生产商必须标明等值产品，智能披露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政策总是可以被规避，生产商只要假借技术上的独特性之名，在供货模式上动些手脚，就能够继续混淆视听。我们认为这一问题亟待关注，并且希望大胆创新的选择引擎创业者以及技术能够解决它。



赋予消费者权力

比起我们的祖辈，今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曾几何时，所有电话都是黑色的拨号盘，所有房贷（至少在美国）都是30年固定利息，所有人都用现金购物。即便如此，他们面临抉择时仍然非常纠结。如今，智能手机、浮动利率贷款以及信用卡让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但同时也让我们更难挑出最好的选项。

技术为社会带来了新机遇，可以帮助消费者在琳琅满目的产品中找到最优选项。关键在于用智能披露的数据武装消费者。单靠智能披露并不能保证消费者成为更精明的决策者，但就像大数据帮助企业改进商业战略那样，智能披露可以让机器和复杂的选择方案为消费者服务。这项政策创新有望带来“三赢”局面：消费者能够获得最适合自身偏好的产品和价格方案，最终降低生活成本；企业可以靠物美价廉来赢得竞争，不用担心被使用欺诈手段的无良企业夺去市场份额；创业者和创新者可以因发明服务消费者的新方式而获得成功。

此外，智能披露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更好的信息披露和选择引擎的涌现，将革命性地改变政府和企业、公民之间的互动方式。按照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估算，每年，个人和企业约有90亿小时浪费在美国政府要求填写的各种表格文书上（每人约合38小时）。迄今，这些信息仍大量留在纸上，或以无法机读的语言存储。技术的改进以及相关政策的细微变化都能够大幅减少文书工作的麻烦，同时，政府可收集的有用信息量也会大幅增加。例如，美国的学生现在能够通过数据记忆工具预填联邦助学申请，同时提交一份由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提供的电子版纳税申报单，这极大地简化了这项非常繁琐的申请程序，为申请助学金的学生节省了几小时的麻烦，并铲除了希图继续深造的低收入者的申请门槛。我们期待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此类创新。

选择引擎的兴起不仅能造就超级购物狂，它还将使市场更高效，创造新的商机，改进政府服务公民的方式。选择引擎绝对不容小觑！

（陈公正对译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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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爆炸式颠覆正在暗中孕育，并不遥远，它能让传统公司在转瞬之间毁灭。

	

	

	当今，见多识广的公司高管都已掌握颠覆性创新的自救常识。1995年，约瑟夫·鲍尔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颠覆性技术：抓住下一波》一文，由此奠定了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基础，随后近20年间的相关研究让颠覆理论深入人心。人们都在提防那些初创公司，因为它们能凭借更便宜的替代产品，吸引新出现的低端客户，然后不断地侵占高端市场，最后捕获所有客户。我们都已意识到，当这些颠覆者出现时，传统公司需要加快行动步伐，对颠覆者进行收购或采用同样的新兴科技，孵化出能与之抗衡的新业务。

	然而，以颠覆性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模型存在一个盲点。它假设颠覆者起初只能提供价格便宜、性能低下的产品，慢慢蚕食利润率最低的市场分层。

	在这样的理论下，传统公司还有时间进行补救，开发出属于自己的颠覆性产品。但对于TomTom，Garmin和Magellan这样的导航产品公司，这样的应对措施已经失灵：现在每一部智能手机都预装了免费的导航软件，这些软件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比独立导航设备功能更强大。此外，在iOS和安卓操作系统强大平台的支持下，这些导航软件通过云系统不断发布最新版本，从而不断提高性能。

	在这种情况下，颠覆已不再来自于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颠覆者的商业模式甚至完全不同于传统公司；颠覆者也不再遵循传统的颠覆路径——进入成熟市场的底部，然后按照精心计划的路线夺取更大的市场分层。在新形势下，传统公司的客户会在几周之内“倒戈”，这些客户不再仅是那些利润贡献最低或“可有可无”的消费者，所有市场层级会同时出现大量消费者“叛逃”的情况。

	这种变化改写了游戏规则。对于成熟产品被新技术淘汰以及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我们已司空见惯，但在今天，整个产品线，甚至整个市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建立或毁灭。颠覆者随时可能异军突起，眨眼间就无处不在。这样的颠覆会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不妨将这些改写游戏规则的颠覆者命名为“大爆炸式颠覆者（Big-bang 
	Disrupters）”。他们给创新者带来的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而不再仅仅是进退两难的窘境。

	面对这类新型颠覆者，企业需要重新思考战略。过去15年间，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颠覆性技术。最近我们完成了一个跨行业的研究项目，对象就是这些挑战传统智慧的颠覆者。研究发现，大爆炸式颠覆是无目的、无计划的。他们并不遵循传统的战略路径和惯常的市场适用模式。目前，传统公司在此类颠覆下成功生还的先例太少，因此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一些应对大爆炸式颠覆的战略原则。

	颠覆传统智慧

	
		无论是在战略、营销还是创新方面，大爆炸式颠覆都与传统智慧相左。经典的商业规则似乎对它们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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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同的颠覆

	要生存下去，传统公司首先要理解，大爆炸式颠覆和传统颠覆之间不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还有本质的区别。除了更低廉的价格，大爆炸式颠覆者的真正优势是具备更强的创造性，并且能更好地与其他产品、服务进行融合。由于社会化媒体的兴起，现在的消费者能更便利地获得分享和传播产品信息，这对大爆炸式颠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Facebook、Twitter和Tumblr盛行的年代，网络风潮能在几天之内席卷全球；产品也不例外。在首次登陆安卓平台的24小时内，内嵌广告的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下载量超过一百万次，如果不是因为狂热的游戏爱好者挤垮了开发商的服务器，这个数字可能更高。7个月后，该游戏的下载次数已经超过两亿次。

	类似地，在很多行业中，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成长也已将传统公司逼入绝境，例如教育领域的Campus Book Rentals（教材租赁公司）和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网络教学公司）、电台领域的Pandora、音乐唱片领域的Spotify、音频通话领域的Skype、视频通话领域的FaceTime以及信用卡移动支付领域的Square。

	通过网络快速传播的市场信息极大地缩短了新技术的市场适应周期。无论身处何地，消费者都能通过移动设备获取一系列特定数据源，包括Yelp, TripAdvisor和Amazon（这三家公司类似于中国市场的大众点评网、携程和京东商城——译者注）这样的生活信息网站和其他的免费数据库和用户评论。这些信息能帮助他们找到价格最低价、最优质以及最新、最流行的产品和服务。

	大爆炸式颠覆的波及范围远远超出了以信息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以餐饮和汽车业为例，尽管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还无法替代食物和汽车，但如今的餐馆都依赖网上预订、用户点评、手机优惠券和定位服务来提高业绩；在汽车产业，信息技术大量应用于复杂的操控系统，我们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或许还能实现基于信息技术的汽车自动驾驶。

	对于传统公司，大爆炸式创新带来的最大挑战，也许在于它们毫无征兆的爆发。一些技术看起来和你的业务毫不相关，但大爆炸式颠覆者能将这些技术组合在一起，开发出价值主张远高于传统类型的新产品。在新型颠覆者的眼中，传统公司甚至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式完全不同。为能获得短期的竞争优势，普通颠覆者会小心翼翼地分析传统公司的产品线，绞尽脑汁地为顾客提供较低的价格和性能略强的产品。而大爆炸式颠覆者吸引客户的方式就像把一件新奇的玩具抛向一群孩子，将他们吸引到完全不同的业务上。

	例如，当数字成像技术进入消费相机市场时，颠覆者并没有将胶片行业视为竞争对手，但胶片行业却死于数字成像技术。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放松对高精度GPS数据的管制，此举并未让地图出版商幡然醒悟——去开发新产品，想方设法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导航帮助；电子行业却看到其中的商机。

	亚马逊更是典型例子。让我们回忆一下杰夫·贝索斯是如何决定进军图书市场的。贝索斯发现图书市场有以下特点：市场碎片化，书商需要储存大量的库存单位（SKU）；产品小且运输方便；书商众多，供应链稳定，但被一些势力强大的中间人控制。他意识到，电子商务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自然选择。因此，贝索斯选择图书行业并不是因为他熟知出版业，而仅因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贝索斯将电子商务视为一种工具，图书业恰好是一个合适的施展对象。

	像亚马逊这样的竞争对手会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他们不是简单地推行更快速的战略制定、战略执行和更高效的运营。他们创造了全新的产品、战略和市场进入模式。

	

	“三无”特征

	一旦进入市场，大爆炸式颠覆就会如火箭升空般快速发展。这种惊人的速度来源于它的三个特征：无可阻挡的开发、无法控制的成长和无章可循的战略。

	无可阻挡的开发

	近年来在硅谷兴起了一种新的创新活动——创新马拉松（又译编程马拉松）（Hackathons），各家公司的工程师和产品开发人员在深夜聚到一起，接力编程，看看在短短几天里，他们能拼凑出什么样的产品。创新马拉松的目的非常单纯——消遣。这些创新者并没有想颠覆任何人，传统公司只是躺着中枪。

	Twitter正是在2006年的一次创新马拉松中诞生的。在一年后的西南偏南艺术节（South by Southwest Conference）上，Twitter正式投入商业运营。Twitter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开发者只是试着向多位用户同时发送标准文本信息，这基本不需要什么高新科技。然而时至今日，Twitter已经拥有超过两亿的活跃用户，每天的信息量达到5亿条。从新闻业，到整个信息生态系统，甚至不受欢迎的国家政府，都成为Twitter颠覆的对象。

	仅凭最少的投资，Twitter就毫无征兆地取得了成功。这揭示出大爆炸式颠覆的一个重要特征：依托于快速成熟、普遍存在的技术平台，创新往往诞生于高频率且低成本的实验中。这类颠覆者不需要巨额预算，在开发成型之前也不会被关注，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隐蔽性。由于成本低廉，而且人们也没有对此类创新寄予厚望，因此创业者可以先大胆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然后再观察市场反应。

	包括Twitter在内，这些创新所采用的都是成熟技术，因此其技术成本十分低廉，甚至为零成本。以OTT（Over-the-Top，是指互联网企业利用运营商的宽带网络发展自己的业务——译者注）服务公司为例，包括Netflix（在线影碟租赁）、Hulu（视频点播）和 
	Skype在内，这些公司的业务基础是铺设好的家庭宽带和非专利音频、视频压缩协议。这些创新让消费者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内容和所需功能，同时它们也打破了基础设施（网络、视频内容）供应商的战略布局。他们的业务严重威胁到有线电视公司和电信公司提供的电视节目和通话服务。可以预见，未来最成功的创新者，是将他人技术完美组合的人。

	随着颠覆性技术的生产成本和应用成本不断降低，创新者可以在极低的风险下对新应用进行试验，如果新产品无法快速地获得市场青睐，试验原型会被直接放弃。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和移动设备提供的开源平台，这些实验通常可以直接在真实市场中进行。创业者甚至不需要前期投入，如果他们的应用大受欢迎，他们随时可以购买或租赁运算设备、商务软件、数据存储空间和通讯容量。在大爆炸式颠覆者的观念里，一次性推出几十个新产品，然后看哪个产品能大卖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这和风险投资的行为模式颇为相似，大部分投资会失败，但一次成功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无法控制的成长

	大爆炸式颠覆打破了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经典的罗杰斯钟型曲线包括5级客户分层：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而大爆炸式创新只包含两个分层：参与产品研发的测试用户和其他客户。这种新的技术适用曲线已近似于一条直线，在一开始，新技术采用者的数量会直线上升，当市场接近饱和或新的颠覆出现时，它又会快速下降。（见后文“传统技术与大爆炸式颠覆”）

	营销专家杰弗里·摩尔（Geoffrey A.Moore）在其著作《跨越鸿沟》（Crossing the Chasm）中阐述，早期采用者和早期大众（采用人群）之间的障碍难以突破，摩尔将其称之为“鸿沟”。要跨越这道鸿沟，公司需要随着时间推移，改变营销策略。面对颠覆者直线型的技术适用曲线，摩尔精心设计的市场营销战略显然失效。新产品一旦上市，大爆炸式颠覆者就可以同时对所有分层的消费者进行营销宣传。就像iPad上市时那样，从买不起笔记本电脑的低收入人群到百万富翁，人人都想拥有一台自己的iPad。

	新的产品周期可以简化为三个阶段：开发、部署和替代。而周期替换的速度接近于计算机能力发展的速度。1965年，因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做出论断，每经过两年，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就会提高一倍。按照这一理论，每经过两年，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会缩短一倍，这大大加快了颠覆的步伐。而摩尔定律为创新设定了发展节奏。

	大爆炸式颠覆不再需要跨越市场的“鸿沟”。相反，创新者们会不断试错，直到最终获得巨大的成功。这让传统企业更难采用新技术，跟随性地推出颠覆性产品和服务；因为所有失败的实验看似都在证明，新技术还没有做好商业化的准备。但实际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一次“悲壮”的失败都会吊起消费者的胃口，让他们更加期待重磅产品的诞生。

	想想那些引人注目但最终失败的产品发布，例如Magnavox公司的Odyssey游戏机、苹果的牛顿平板电脑、Napster、Betamax录像机和第一代电动汽车。随着技术成本的下降，人们最终会找到可行的技术应用方案（例如Playstation、iPad和iTunes），消费者的期待也会得到完全地释放。此刻的传统公司再进行研发则为时已晚；等待市场飞速发展或紧跟潮流加入创新队伍都只是亡羊补牢。

	这些一败涂地的实验看上去毫无意义，但对于传统公司，这是非常明显的预警信号，他们需要紧急改变策略，寻找战略拐点。这就像在战场，那些偏离目标的炮弹并不意味着敌人失去目标或射击精确度不够，而是他们在进行定位——一发接一发地接近目标，直至找到准确位置，再将所有弹药倾泻到你的阵地上。

	传统公司无法解读预警信号以及与生俱来的对变革的抵触，让它们难以逃脱被颠覆的命运。2001年，因为输了版权官司，当时非常流行的音乐分享网站Napster被迫停止运营。唱片行业的大佬们无不弹冠相庆，他们认为数字音乐会按照他们制定的时间表发展。然而就在同一年，苹果发布了iTunes。凭借他人培育的创新，苹果很快获得了市场统治地位。这证明，尽管Napster倒在法律制度面前，但消费者渴望随时随地享受音乐是大势所趋，无人可以阻挡。

	又如电子阅读器的例子。2007年，Kindle上市时，亚马逊已经从索尼和SoftBook身上吸取了长达十年的失败教训。第一代Kindle的容量、续航时间和显示技术终于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此外，亚马逊在Kindle上添加的无线互联网功能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终于能在自己的虚拟图书馆里无缝地添加或删除书籍了。

	亚马逊所做的，只不过是等候正确的技术组合成熟到能满足主流大众需求的时机。它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Kindle的发布充分利用了亚马逊强大的品牌和客户网络，并且从发布第一天起，用户就能方便地选购海量的电子书籍。2007年Kindle面世之前，电子书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销售品类，今天它已成为占所有书籍销售收入近20%的巨大产业。随着电子书的发展，图书出版业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技术采用曲线 VS 大爆炸式创新采用曲线

	大爆炸式颠覆打破了埃弗雷特·罗杰斯的技术采用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罗杰斯钟型曲线（灰色）显示，随着新产品逐步为 
	5 个市场分层所接受，其普及度会随之增加。大爆炸式创新曲线（红色）上升的斜率更高且更为集中（市场适用时间大幅度缩短）。如果新产品能够为少数测试用户验证后，新产品迅速完善成熟，并被市场大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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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无章可循的战略

	大爆炸式颠覆者的各个方面都与我们熟知的竞争战略相抵触。迈克尔·崔西（Michael Treacy）和弗雷德·威尔斯马（Fred 
	Wiersema）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市场领导者的法则》（The Discipline of Market Leaders）中阐述，企业应该从三种价值法则中挑选一项，且只能挑选一项法则，来制定企业的战略目标。这三项价值法则分别是：低廉成本（卓越的运营）、持续创新（产品的领导地位）和订制服务（客户亲密度）。作者进而认为，若无法从中做出选择，企业将陷入混乱中。

	竞争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也提出了类似的战略出发点，在三大一般性战略中，波特告诫企业只能采用一个一般性战略。

	然而，这些战略法则对大爆炸式颠覆者完全失效。这些颠覆者天生就拥有更强的产品性能更低廉的价格和更出色的定制化服务。一旦进入市场，他们就会同时在三个价值法则上与主流产品竞争。

	创新如何能兼具更优质且更便宜？答案是计算技术。摩尔定律曾预测，计算机将变得更快、更小、更便宜。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计算技术的应用范围早已扩展至全球；并且通过云技术，价格低廉的移动设备也可以应用最先进的计算技术。这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的三大成本是：部件和制造成本、技术和知识产权成本和按比例分摊计算的开发成本。通过新技术持续性地、大幅度地降低这三项成本，新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比传统产品性能更好，同时价格更便宜。

	而且消费者已经习惯于这种趋势，他们希望所有产品和服务都能随着时间变得更便宜、质量也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为了防止产品价格和收入下降，传统公司也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创新。

	面对大爆炸式颠覆者，严格执行现有战略毫无胜算。即便传统公司退避三舍，聚焦于最重要的客户，为其提供质量更高或价格更低的产品或服务，充其量也只是延缓被颠覆的时间。更加严格的战略聚焦让公司的视野更狭窄，使他们无法发觉到近在眼前的灭顶之灾。

	让我们回到导航产品的例子。地图出版业是一个成熟的行业，被几家公司和非营利的汽车俱乐部主导。竞争首先来自于地图网站，例如MapQuest和雅虎地图；然后是独立导航设备和汽车内嵌导航设备，通过GPS卫星定位，这些产品能提供实时路线导航和详细的语音提示。然而出乎人们的意料，智能手机成为其大爆炸式颠覆者，没有人想到智能手机会与传统的导航设备形成竞争。例如，像谷歌地图这样的导航应用，几乎能提供高端GPS设备所有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免费的——免费的安卓系统应用。目前，已经有几百万部智能手机安装了谷歌地图，而且它不断进化，永远是Beta测试版。

	谷歌地图可以同时在三项价值法则上与独立GPS设备进行竞争。首先，它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其次，它不断地升级和发布新版本，在创新性上无可匹敌；最后，它与手机电话簿、网络、电子邮件和生活信息应用（Yelp等）无缝连接，因此它在用户亲密度上也占尽先机。在经历多年稳定发展后，GPS设备行业不出意料地成为明日黄花。在手机导航应用出现的两年内，Garmin股票市值缩水70%，TomTom的市值更大跌近85%。

	

	求生四锦囊

	大爆炸式颠覆者改写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而新的规则只会持续到下一波颠覆潮流到来之前。传统公司已经没有时间去适应，它们唯有采用大胆的战略才能应对。

	15年前出版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克里斯坦森就警告过传统公司：当新兴公司开始吸引低端消费者时，行业转型就要开始。传统公司这时要亡羊补牢，对新技术进行试验。克里斯坦森的研究指出，要在颠覆下存活，组织就要孵化出能与颠覆者竞争的产品或服务。如果所有选择正确，并且有非常好的运气，那么传统公司可以依靠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规模效益优势，快速地弥补差距，夺回失去的时间。

	这绝非易事，但希望尚存。而今天大爆炸式颠覆随时可能带来“突然死亡”，传统公司已没有时间发展与颠覆者匹敌的产品。

	现有业务的规模也无法帮助传统公司做出快速的应对。即便传统公司拥有一条垂直整合的供应链，他们也无法对抗大爆炸式颠覆者的“虚拟整合供应链”——生产和部署全部通过云连接的基础设施完成。面对如此灵活又资源丰富的竞争对手，你的运营资产会在瞬间成为累赘。

	那么传统企业如何才能逃脱大爆炸？我们总结了四条战略，传统公司曾采用这些战略在颠覆中存活乃至得到发展。

	寻找行业先知

	学会识别预警信号是生存的关键。由于创新者的早期市场实验经常遭遇失败，所以低端客户流失——这一我们熟知的预警信号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要比竞争对手更早地看到即将到来的行业剧变，要在滤除外界噪音的同时解读无序实验背后隐藏的行业趋势，你需要寻找公司内外部的专家。他们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清晰地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每个行业中，都会有几个这样的专家，他们预见未来的能力建立在天生敏锐的眼光和异常丰富的行业经验之上。

	我们将这些专家称为“行业先知”，他们就像电影里那些通过揭示重大秘密推动情节发展的人物。即便有些行业先知的观点不易为大众所接受，但找出他们也许并不难。他们可能是长期工作在竞争和行业变革一线的普通员工；他们也可能来自公司外部——长期客户、风险投资人、行业分析师，甚至科幻小说家都有可能成为行业先知。

	如果说确认行业先知存在困难，那判断何时向他们咨询则是难上加难。这些行业先知往往是离群索居的怪人，他们与众不同的洞见常常被误解为傲慢和固执的表现。乔布斯、比尔·盖茨、艾伦·凯（Alan 
	Kay，“面向对象编程”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笔记本电脑最早的构想者和现代Windows GUI的最初尝试者——译者注）和马克·扎克伯格无一不是性格古怪的技术天才。

	曾任美国丰田公司销售主管的结城安东卿（Yukiyasu Togo）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看到美国汽车市场收入结构和消费模式的根本变化后，他极力主张丰田推出雷克萨斯这一奢侈品牌。尽管结城安东卿颇具远见而且在丰田担任要职，但他还是未能劝服公司，最后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先知的洞见有时是难以被理解的。公司不但要学会寻找正确的行业先知，判断正确的咨询时间，还要掌握正确的咨询方式。

	破坏对手的盈利能力

	面对大爆炸式颠覆，最佳生存策略可能是确保颠覆者不会从创新中获取利润，直到你做好收购它们的准备或推出自己的优势产品。一旦大爆炸式颠覆者开始飞速成长，你就再也难以阻挡它们，你可以做的是拖延开发者获取利润的时间。毕竟很多大爆炸式颠覆者都是通过提供免费产品来获取市场份额和网络效应。你可以通过削减价格和签订长期合同锁定客户，或与广告商和其他对颠覆者影响重大的公司结成战略联盟。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破坏颠覆者的盈利能力。

	同时，传统公司还应该寻找机会，将自己的资源投向到其他领域。当弹珠台游戏机被电子游戏颠覆时，该行业的领头羊——威廉电子公司（Williams Electronics，现改名为WMS）开始购买家庭电子游戏的版权，将它们转化为街机游戏。后来公司进而整体退出弹珠台业务，进军技术含量较高的老虎机业务。现在老虎机产业的发展非常顺畅。WMS公司认识到，公司需要掌握新技术，并将其应用到竞争对手较少的新领域内。

	随时准备撤离

	传统公司的高管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公司长期依赖的制胜战略可能会突然失灵，业务需要彻底再造。面对不按常理出牌的竞争对手，你必须做好随时撤离现有市场的准备，随时放弃那些曾经价值不菲的资产。传统公司常常被资产负债表所蒙蔽，因为传统审计准则无法完全衡量技能、品牌、专利及其他非实物资产的价值。但在大爆炸颠覆袭来时，这些资产是最有价值的，也是你唯一不应放弃的东西。了解这些资产的存在和其蕴含的真正价值将决定公司能否在颠覆下生存。

	对于其他种类的资产，一次大爆炸式颠覆就会使之大幅度贬值。因此传统公司应该在这些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之前快速出手。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很多制造商都在他们的投资进行对冲：往往在工厂建成前，他们就签订合同，约定在未来以一定价格将工厂售出。一个极端例子是近期美国洲际证券交易所宣布收购历史悠久的纽约证交所；随着股票交易迅速的电子化，纽约证交所的价值仅仅存在于品牌中。

	面对大爆炸式颠覆者的突袭，公司应认真考虑它们的并购策略，尽早出售其传统业务；因为一旦客户转向新技术，传统公司就再难以从容地退出，那时最好的状况是甩卖公司资产。全美第二大图书商Borders集团的最终结局不是被收购，而是破产清算了事。由于服务和价格无法和网络对手竞争，很多实体零售商都面临着同样的结局。很多传统行业领袖，包括最近破产的胶卷巨人柯达，他们都发现自身的市场价值仅是专利价值和账面现金的总和，其他资产一文不值。

	分散经营

	在周期性的行业中，公司常常利用分散经营降低风险。鉴于行业变化的周期性特征不断减弱，不稳定性不断加强，进行分散经营对公司生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老牌胶卷公司富士是非常好的榜样，通过分公司掌握新技术——从纳米技术到平板电视生产，富士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最终在数字成像的革命中存活下来。富士曾开发出一种技术，它改进胶卷制造的化学制造流程，让胶卷不易褪色。以这种技术为基础，富士成功地进入化妆品市场。TomTom也开始减少对汽车导航产品业务的依赖。去年六月，它和苹果公司签约，为其手机提供地图导航服务。

	传统公司如何进行创新？他们首先要确保，未来的创新要基于可扩展、便于实验的平台之上。这些平台的规模要可灵活变化，既可扩大也可缩小。大爆炸式颠覆的利润周期可能会很短，但你需要走在他人之前，为下一波颠覆做好准备。

	让我们再次回顾亚马逊的业务，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业务综合体，而变成了一个技术平台。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公司可以随意地对无形资产进行重组。这些资产包括：丰富的电子商务经验、与数以千记经销商的合作关系以及虚拟化软件的领导地位。亚马逊现在几乎无所不卖，并且它将其核心技术租赁给第三方经销商。亚马逊甚至为无关的公司提供硬件和软件外包服务，为这些公司提供网上零售和云计算方面的专业技术支持。

	

	你正被颠覆

	你无法预见大爆炸式颠覆的到来，你也无法阻止它，更别说去征服它。老式颠覆者让创新者面临窘境；大爆炸式颠覆者则让创新者面临绝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会让所有行业的高管坐卧难安。

	尽管大爆炸式颠覆对科技和信息密集型产业的杀伤力更大，但这不代表其他行业是安全的。以汽车业为例，自19世纪后半叶第一辆电动汽车诞生以来，已有多代电动汽车问世。汽车制造商也一直警惕着它带来的威胁。然而，目前为止，尽管新兴公司和老牌汽车企业推出了多款电动汽车产品，但市场始终无法突破早期采用者阶段。电动汽车的核心科技正在不断进步，包括快速充电技术和更可靠的电池，消费者们看上去正在期待合格产品的面世。一场大爆炸式颠覆正在酝酿之中。

	类似地，人们的支付方式正在从信用卡转向智能手机，而主导这项创新的并非知名的初创公司，而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创新者。例如，肯尼亚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推出M-Pesa业务在发达国家市场就表现不俗，且前景广阔。

	即使在一些政府管制强、缺乏竞争的行业中，那些规模巨大但效率低下的机构也感受到大爆炸式颠覆者的压力。教育领域正出现私营化和网络化的趋势。这些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教育机构的能力，但公共机构在技术上的投资少得可怜。远程医疗能让病人在任何地点接受高质量、价格便宜的医疗服务，但医院却迟迟不愿接受远程医疗变革。像Uber这样的新技术正挑战政府高度调控的出租车和公共交通业，消费者可通过智能手机定位出租车并进行付费。

	在成熟行业和一些专业服务业，如制造、分销和零售业，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失败的创新实验。或许，现在这些实验还未取得成功，但大爆炸式颠覆正在暗中孕育，并不遥远。

	好消息是，对于掌握大爆炸式颠覆特征的人，颠覆代表着无限的可能。尽管现有业务可能被更有活力、更不稳定的创新所取代，但它们的利润能力更高。这些变革不会潜移默化地进行，它们会随着大爆炸突然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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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里·唐斯是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研究员，保罗·纽恩斯是埃森哲卓越绩效研究院全球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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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法则能够帮助现在和未来的领导者提高成功的概率，并使公司保持长时间的佳绩。

	

	

	在接受管理咨询时，商业领导获得的大多数建议要么不可靠、要么不切实际。这是因为咨询师低估了机遇的力量。管理大师根据表现卓越公司总结出种种商业良策，但公司良好的业绩很可能纯粹是机缘巧合。说起公司的辉煌战绩，总裁常常沾沾自喜，但他或许没有想过，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时来运转呢？遗憾的是，每个希望成功的商业领导者都会问的几个问题，却几乎没有人能从科学的角度给出可靠的答案：哪些公司值得学习？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效仿它们？

	我们运用统计学方法来解答这些缺乏严谨研究的问题，从上千家公司中挑选出几百家长期表现极为突出的公司，作为真正卓越公司的样本。研究结果令我们非常意外：虽然这些公司的作法多种多样，但卓越成绩背后的决策只有三条看似十分简单的法则：

	1.品质先于价格：追求产品的差异化，而不是降低价格与对手竞争。

	2.收入先于成本：公司的重心是增加收入额，而不是削减成本。

	3.没有其他法则：所有必要的改变都必须遵守法则1和2。

	实现以上三点无需遵循特别的行为规范，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这些法则是许多公司在常年实战中累积的基本理念。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公司的领导者是如何实践这些法则的；我们甚至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在有意识地遵从上述法则。但是，这些法则能够帮助现在和未来的领导者提高成功的概率，并使公司成为持续创造几十年佳绩的公司。

	

	超越“真理”

	在过去的30年间，商业成功学的书籍和文章愈发受人青睐，这是我们研究的最初动力。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合著的《追寻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1982年）及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的《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2001年），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书籍。但这类作品的通病是我们无法判断支持其观点的案例是否真的是超凡卓越的公司。

	运气可能带给一家普通的公司一两年甚至十年的辉煌，但最终会暴露其平庸的本质。如果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成功学案例不只靠运气，就无法确信它们值得效仿。

	我们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运气的问题。考虑到在嘈杂的环境中找出微弱信号需要大量数据，因此我们从最大的数据库着手——1966年到2010年期间，在美国交易所有过上市记录的2.5万多家公司。我们选择资产收益率作为考察公司表现的工具，因为这一指标能反映出公司业绩稳定上升的状况，而不像其他指标，例如股东收益，可能更多反应的是股票市场变动和投资者的期望变化，而不是公司的基本面变化。我们将业绩突出的公司分为两类：“奇迹者”——在2.5万家公司中，资产收益率达到前10％，这通常足以证明其赌运气的可能性很小；“长跑者”——资产收益率排名在20%到40%之间的公司，其持续的良好表现仅源于运气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将这两种公司通称为表现突出者。同时，我们还归纳出第三类公司，即“平庸者”，以供对比（参见“在噪音中寻找信号”）。

	共有174家公司符合“奇迹者”的标准，170家公司属于“长跑者”。这是从纷繁复杂的公司类型中脱颖而出的全部卓越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商业成功学中经常高调登场的，所谓的19个优秀公司中，能达到我们的标准不到12％，而且也只是达到了“长跑者”的标准。

	我们发现，超凡卓越公司的规模和形态各有不同。3M公司榜上有名，其产品种类数以千计，遍布各个工商业领域，并且拥有传奇般的创新能力；但同时生产单一产品，且没有注册专利的WD-40公司也名列其中，该公司产品最初的用途是为核导弹防锈，但后来成为最著名的润滑剂。全球随处可见的麦当劳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卓越，但最初只有43家分店的咖啡连锁店Luby's也跻身卓越公司行列（Luby's现在的分店数量已将近100家）。IBM和IT技术外包公司Syntel都是卓越公司，虽然后者在达标时只有蓝色巨人规模的0.5%。

	为了找到卓越公司的秘诀，我们在九个行业中分别找出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分别属于“奇迹者”、“长跑者”和“平庸者”，而且其存续年限和体量也都大体相当。这样我们就能找出以往被我们忽略的、导致这些公司成败的行为差异。例如，如果一家“奇迹者”的资产收益率主要缘于高毛利率，我们就会努力找出可能产生高毛利率的做法。如果公司的资产利用率很高，我们就努力找出导致资产利用率高的原因。如果有充足的数据，我们就会构建财务模型来评估这些差异对公司的影响。例如，美国货运公司Heartland 
	Express是运输行业的“奇迹者”，它完全依靠毛利率获得高资产收益率，而它的高额毛利率似乎来自高定价。我们对其高额溢价重新进行计算，结果不出我们所料，Heartland 
	Express的定价策略能够解释其获得较高毛利率并继而获取较高资产收益率的原因。

	但接下来的分析就没有如此清晰易寻了。经过多次尝试，我们都无法得出具有一贯关联性的具体明确的结论。例如，一开始我们觉得抵制并购的战略可能是在卡车货运业制胜的关键，但是在长达15年的里，表现突出的Heartland也是收购次数最多的公司。在其他行业中，并购的战略也无法被归结为取得成功的积极因素，例如在甜食行业，“奇迹者”箭牌（Wrigley）和“平庸者”落基山巧克力工厂（Rocky 
	Mountain Chocolate Factory）都是完全倚靠自然生长，但“长跑者”Tootsie Roll却主要依靠并购发展。

	成功的关键在于对顾客的关注？不对。在于创新？是冒险？也不对。这些因素对卓越、优秀和一般的公司的影响都差不多。我们发现，最后只能无奈地给出三个字——“看情况”。

	我们想，也许公司只有在选择“正确”的交易，进行“正确”的创新，或使用“正确”的方式进行“正确”的冒险后才能取得成功。但是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真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商业人士在所谓“正确管理学院”一定会听到的建议一样：要找正确的人加入团队！（有人想要错的人吗？）战略清晰！（有人一开始就要制定模糊不清的战略吗？）要给顾客想要的东西！（有人刻意销售顾客不想要的东西吗？）

	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寻找。

	当我们开始把考察重点从这些公司的做法转到它们可能的想法时，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开始浮现。这使我们能够跳过研究超凡卓越公司的多样性做法，转而研究它们如何做决定。前者的可变性很强，后者却极为一致。例如，就收购而言，“奇迹者”的做法与上述法则相吻合，它们会避开价格战，获得远超同行的收入。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做法，无论是选择多元化战略还是单一化发展，也无论是全球化路线或坚持本土化策略；惟一起作用的因素是这些公司坚守以上法则。

	这些法则绝对不是老生常谈的“真理”。价格战也许能够大规模地提高利润，成本导向型战略也许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事实绝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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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噪音中寻找信号

		为了找出表现卓越的公司和它们的成功秘诀，我们使用了将近二年的时间研究恰当的统计方法，然后使用了三年时间寻找这些一流公司的共同点。

		我们首先从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Compustat）着手，其中包含从1966年到2010年间，超过2.5万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数据。得益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安德鲁·亨德森（Andrew 
		D. Henderson）的帮助，我们借助于分位数回归法排除幸存者偏差、公司规模和金融杠杆等外在因素，根据资产收益率（收入除以资产的账面价值）对公司的相对表现进行排名。这个指标能够可靠地反应管理实效，而不是投资者期待的变化，后者是导致股东收益变动的主因。

		接下来，我们通过高级模拟技术判断出长期表现卓越的公司，这些公司靠运气取得成绩的概率低于10%。判断持久性的标准根据公司的成立时间有所不同，例如，要达到“奇迹者”的标准，一家拥有10年数据的公司需要在10年内的资产收益率均排名前10%才能达标，而一家拥有45年数据的公司只需要在16年内资产收益率达到10%。

		为了寻找出这些公司制胜的秘诀所在，我们在九个行业中分别选出三家“奇迹者”、“长跑者”和“平庸者”，并将三者进行两两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我们将判断公司资产收益率的哪些变化与其构成指标有关，包括营运利润率和资产周转率，即资产利用率。然后，我们在造成资产收益率的差别中，分辨哪些与毛利率和各种开销有关，包括研发、销售、管理、行政费用及一些其他开销（贬值和特殊商品等）。同样，我们也会在资产周转率的差别中，确定哪些与流动资产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有关。我们希望我出一些能够解释公司成功的特定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如果可能）通过构建金融模型评估这些行为的影响。

		
			（返回阅读原文）

		

	

	

	法则1 品质先于价格

	每个公司都面临这样的选择：通过非价格因素竞争，例如良好的品牌、独特的风格或优质的功能、持久耐用和操作简便；也可以用低价吸引顾客，但只最低限度地满足以上标准。“奇迹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前一种策略。“平庸者”则往往选择价格竞争。“长跑者”则没有特别倾向于哪一选择（参见图表“遵循的法则（大多数公司的做法）”）。

	例如，1980年放松管控后，卡车货运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各个公司必须差异化凸显自身优势。但是“奇迹者”Heartland公司却选择将其服务区域和顾客数量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这样不管顾客提出怎样复杂或难以预计的要求，公司都能够提供可靠和准时的服务。这种不以价格取胜的战略为Heartland赢得了大约10%的溢价，这是该公司能持续取得较高利润率的关键原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卡车货运行业的“长跑者”沃纳企业（Werner Enterprises）。1980年后，该公司扩张了规模和服务范围：其服务区域扩大到美国全境，并为顾客提供各类型的服务。但扩张是有代价的。首先，服务的广度和市场的多样性使其无法达到Heartlands的服务水平并取得相应的溢价。其次，为了获得规模效应，公司有时不得不经营利润率较低的业务以确保车辆一直在运行，从而达到资产周转率的平均水平。但沃纳一流的执行力也使公司取得了卓越的业绩（毕竟，沃纳是“长跑者”），可它却永远无法与“奇迹者”相提并论。

	PAM运输服务公司（P.A.M Transportation Services）是该行业的“平庸者”。相比沃纳，PAM的顾客和服务区域范围都更小，但其主要战略是薄利多销。奇怪的是，虽然卡车货运行业的供小于求，但PAM常常缺少司机并闲置大量运货车。为了削减成本，公司改为与汽车公司签订租车合同。但当汽车公司陷入困境时，PAM也受到牵连。PAM采用集中和单一化的发展战略本身并没有错，毕竟，Heartland的业务领域也很窄。但是PAM采用的是低价战略，这违反了第一条法则。

	当卓越公司放弃非价格优势时，它们就会失去优异的业绩表现。例如，美泰克公司（Maytag）的“奇迹者”地位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从1966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泰克的资产收益率一直保持在前10%。这得益于拥有行业领先的产品、独特的品牌形象人物——维修工Ol'Lonely，和成千上万的独立交易员建立的个性化分销渠道。

	但是，当大型连锁店开始主宰零售市场后，美泰克开始采取产品线和价格定位的多元化发展路线，这影响了美泰克原来的非价格优势和溢价优势。公司业绩直线下跌，并最终于2006年被惠而浦公司（Whirlpool）收购。当然，为应对行业变化采取产品多元化发展的战略本身并不一定有错，但美泰克抛弃了其非价格优势，而且在新战略带来负面结果后仍一意孤行。

	并不是说公司可以完全忽视其低价位的定价战略，就像低价竞争公司不可能完全忽视其产品或服务质量一样。我们只是说，公司的卓越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创造更高的价值，而不是通过压低价格。公司如果希望持续获得高额利润，就应采用符合本条法则的战略。

	注意本条法则中的“先”字。以美泰克公司为例，当市场的竞争环境发生改变时，你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但应同时遵循该法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的产品定价是否比过去低，而在于是否仍高于竞争对手。美泰克本来可以在能够取得非价格优势的市场进行产品多元化发展，同时降低价格。

	虽然非定价战略有诸多好处，但并非万无一失。一般来说，通过价格以外的因素竞争的公司必须时时提防竞争对手，防止其窃取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否则可能出现危险的后果：轻则同类公司会迷惑顾客，导致公司丧失其来之不易的产品独特性；重则竞争对手可能找到更好的制胜办法（参见“不依靠低价的利与弊”）。

	公司同时还要小心潜在的颠覆性威胁。在需求较少的市场中，为获取较高的毛利率，定价较高的公司其实正在孕育自己的颠覆者，它们能够提供更便宜、质量合格的产品。但颠覆战略的研究足以帮助公司准确判断哪些替代方案具有潜在的颠覆可能，从而确保及时的反击。对于潜在的颠覆者，我们的建议是：在颠覆来临前，最有效并且获利最高的方法就是遵守我们的法则。

	

	

	遵循的法则（大多数公司的做法）

	
		相比低价战略，通过品牌、风格或可靠性等区分定位提高竞争优势的公司更有可能取得卓越的成果。

		下图是在比较研究中，各个公司如何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详细信息。

		“奇迹者”通常更多是通过赚取毛利率而不是降低成本来获得它们的利润优势。“长跑者”既可能通过降低成本，也可能通过赚取毛利率来获得竞争优势。赚取毛利率的方式需要根据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根据统计学分析，我们案例研究中的18位“奇迹者”和“平庸者”样本能精准反映出我们从2.5万家公司中所挑选出的344家成功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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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不依靠低价的利与弊

		超市零售领域的分析非常有趣。首先，“奇迹者”韦斯（Weis）是一家价格主导型公司，通过低成本获利；但不止如此，美国全食超市（Whole Foods）作为有机食品供应商声名在外，它的战略明显是品质先于价格，收入先于成本，但最后却成为“平庸者”。在其上市的20多年中，其资产收益率经常低于大部分同业者。

		全食超市很可能正走在成为“长跑者”或“奇迹者”的路上，但也可能在竞争的浪潮中被淹没。公司的运营成本很高：特殊产品的采购耗资巨大，同时公司提供高水准的客户服务（你甚至可以向全食咨询如何制作藜麦）。这种做法可以击败竞争对手，但随着供应链成本的下降，主流超市已经开始模仿其颇具竞争性的做法（现在，你随处都可以买到藜麦）。

		这个实例指出我们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局限性：遵循法则并不能保证公司一定获得“奇迹者”的地位。有时，为了维持非价格定位，公司需要投入太多的资源，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的法则只能告诉你应该解决哪个难题，而不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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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法则2 收入先于成本

	公司不只需要创造价值，还需要通过利润的形式获取价值。相比竞争对手，超凡卓越的公司能通过溢价或高销量的方式，获得压倒性的收入，从而保证其获利丰厚。对超凡卓越的公司而言，取得高利润的主要原因鲜少是低成本。

	高定价带来高利润的想法似乎没有任何新颖之处，但是该战略的有效性出乎我们的意料。例如，自上世纪70年代中，“奇迹者” 家家美元连锁店（Family 
	Dollar Stores）是美国折扣零售业的传奇。

	这家商店的顾客大都不是富人，匪夷所思的是，家家美元店的制胜秘诀却来自于高定价。它的高定价主要仰仗于连锁店的便利性和品类繁多的服务。各个分店便捷的地理位置，许多顾客都会购买数量不多但种类繁多的商品。运营这样的商店不可避地要支付高成本。事实上，相比那些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家家美元愿意接受这种高成本、销售速率低的方式。但是，一直采用这种高定价的战略使家家美元店获得很高的毛利率，并因此在几十年间，其资产收益率都遥遥领先同行。

	在样本中的九家“奇迹者”中，八家的成功源于收入（第九家是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超市运营商韦斯超市（Weis Markets），其主要通过低价竞争、压缩成本的方式获利。详情请见下文）。在这八家公司中，六家的高收益来自高定价，另外二家则主要或完全依靠销量大。

	制药企业默克（Merck）是以销量制胜的公司之一。相较于该行业中的“长跑者”礼来（Eli Lilly），默克国际化更早、速度更迅猛而且更成功。默克遵守了“品质先于价格”的法则，拒绝跟从国际市场中对手的低价战略。但是这些市场的价格天花板使默克很难实现高额毛利率。因此，默克通过依靠其专利药品特有的临床效果来提高产品在医疗机构的销量。高销量使默克能取得比礼来更高的资产周转率，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是默克能获得高资产收益率的主要原因（参见“提高业绩的多条路径”）。正如，遵循品质先于价格并不一定意味着维持产品的高价，你也可以在采用收入先于成本的法则时，减少低效率运营并降低成本；但公司必须明白，低成本肯定不能成为获取利润的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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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业绩的多条路径

		不要被看似简单的法则误导。在任何行业，取得长期的成功都是罕见且得之不易的。制定符合法则的可行战略需要很大的灵活性和创意。

		以默克和礼来为例，两家都是历史悠久的一流研究型医药公司。但是默克能成为“奇迹者”，礼来却只能保持在“长跑者”的地位。原因何在？

		前任总裁告诉我们，默克的成功来自公司尖端的研究和因此产生的高价值疗法。没错，默克是最早将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化学方法，即分离筛选化合物，再通过活体试验评估转到生物学“分析发现法”的医药公司之一。但是礼来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前沿。不管怎样，高定价并不是默克取得高利润的主要原因。在其资产收益率中，能归结于高额的毛利率的收入不足1/3。

		我们发现，默克的利润来自其资金周转率优势，通过销售更多产品，默克的资产使用率优势能转为现实的收入增长。例如，默克对很多化合物作用机制的要求促使科研者在现有的药物基础上研发出更多衍生品以减少药物副作用，或减轻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这能够扩大化合物基础疗效的适用人群。结果，默克的治疗范围扩大了一倍，产品种类增加了三倍；同时，因为核心化合物的相似性，默克能在研发和成产上获得规模效应。

		此外，默克的国际扩张也非常早，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单位销量和资产使用率。默克的国际扩张和产品多样化来自市场需求的推动，这是因为其药品价值非常独特。到2010年，默克在医药领域的商业规模已经是礼来的两倍多，而在1985年，这个数字大概只有8%。

		默克的故事证明，可以寻求多种路径以实现品质先于价格和收入先于成本的法则，所有路径都应在公司的考虑范围之内。

		
			（返回阅读原文）

		

	

	

	法则3 没有其他法则

	本法则凸显了一个令人不得不面对(或释然)的事实，即获得高额利润要遵守以上两条法则。运营效率、人才培训、领导力风格、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其他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公司中起到不同程度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很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公司的业绩，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发现统一一致的模式来解释它们如何影响公司业绩。

	我们还发现，很多公司在对这些决定公司表现的因素做战略性调整之后，仍能保持领先的地位。原因何在？答案是这些战略改变符合我们的前两条法则。换言之，表现卓越的公司总是坚持非低价的定位和追求高收入的获利原则，至于其他事项都处于次要地位。

	没有其他法则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当竞争环境发生恶性变化时，你需要采用积极灵活的方式遵守这些法则。遵守前两条法则需要很大的创造性。

	例如，阿贝克隆比 & 费奇（Abercrombie & Fitch，以下简称A & F）在风云变幻的服装市场中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这得益于公司敢于塑造全新的品牌形象和开发新的产品线，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创造品牌价值和高价利润模式。在公司的多个产品线中，阿贝克隆比的儿童品牌主要针对小学生群体，霍利斯特（Hollister）是针对14岁到18岁人群，而吉利希克斯（Gilly 
	Hicks）所针对的消费群体为年轻女性。A & F拒绝促销和大减价的做法，其服装折扣始终保持在7折左右，最后的售价仍比很多品牌服装高很多。

	2008年经济危机时，A & F拒绝跟随很多服装公司的竞相打折的做法，结果相比百货商店的同业竞争者，现有分店销量相比以往出现大幅度下滑，导致分析人士的诸多异议。但是，公司的坚持为A & 
	F赢来了品牌声誉，伴随最近的经济复苏，A & F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利润空间，这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毕竟，后者已经告诉顾客，它们的衬衣根本不值30美元。

	医药行业的顶级公司已经经历了两次战略转型：从自营转到合资、再转向开放式创新；半导体行业也曾转去做投资，他们客户的商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也扩大了其顾客群。以上两个行业都证明品质先于价格的作用。在甜品行业，卓越公司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分销，而在医疗器械行业，并购成为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力。这些转变仍能带来高额利润的原因在于销量的提高，而不是成本的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创造价值和获得利润的方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虽然低价竞争的公司不可能通过高定价来获得价值，但其他竞争方式和获利方式的组合也是可行的，至少从理论上说没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非价格性竞争通常意味着高定价或高销量。从理论上说，价格竞争取胜的公司即使不以高价为重心也能因低成本获利，可惜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公司。从数字上说，低价竞争（价格先于品质）的公司可以通过高销量维持良好的资产周转率，获得较高的利润（收入先于成本），但我们也同样没有找到这样的公司。我们的研究表明，低价竞争的公司倾向于前者——降低成本来获取利润。

	超市连锁店韦斯（Weis）的成功说明了低价竞争战略结合低成本的盈利方式可以奏效。这家“奇迹者”在销售自主商品方面比竞争对手早了几十年时间，它的产品售价非常低，但与之对应的，生产成本也很低，因此可以带来很大的毛利率。结果，韦斯的资产收益率连续28年都居于前10％，成为一个例外的成功案例。

	但是总体来说，价格竞争战略最终总会遭遇阻击。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其他超市也开始销售自主商品，同时折扣零售商开始进入超市，韦斯的领先优势不再如前。

	公司无法应对这种变化，从1996年后，韦斯的资产收益率再也没有挤进过前10%。不像“长跑者”大众超市（Publix），其利润额不断攀升，在开发超市熟食店、药品店、有机产品或以异域风情食品店方面，韦斯着力不够，不足以与竞争对手区分定位。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你不确定能否成为韦斯这样的特例，为确保万无一失，那么你就应该通过品质先于价格的方式创造价值，并通过收入先于成本的方式获得利润。

	

	选择卓越

	充分利用以上法则的第一步是，你需要清晰认识所在公司的竞争优势和盈利模式。我们发现，很多管理高层缺乏这种清晰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公司常常过于看重纵向比较，很容易因为现在的结果超过以前就宣告胜利。但是人们忽视了一点，真正的竞争对手在当下，而非过去的自己。设定标准固然有用，但很多时候标准只局限于单一领域，例如产品的耐用性，或研发力量的提高，因此，很少有人能做到综合考察各个领域的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和各种获利方式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第二步是，如何将法则应用于公司运营中：如果你需要在多个竞争优势之间分配稀缺资源，优先考虑那些能提高产品的非价格性竞争的能力，让你能以较高的价格或较大的销量发展的领域。然后给它们开绿灯。

	如果你以降低成本为运营战略，而创新战略主要是让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后者就是你的首选。但是，如果提高运营效率主要是为了提高公司的客户服务水平并超越对手，而创新战略只是为了达到以更少的投入维持现在的服务水准，那么你的运营团队则需要得到格外的关注和嘉赏。

	公司的董事们是因为追求规模效应进行收购，还是借扩张的良机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目前的市场内取得的非价格优势？若是前者，收购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它甚至可能对保持公司的竞争优势有着关键性作用。但是除非这家公司将后者也包含在内，否则不太可能取得异常突出的表现。

	无论是某位领导者的愿景，还是管理高层的集体决定（其通常以“事后诸葛亮”的形式出现），理解法则能有效地抵制直觉的诱惑。公司所处的情形大多不够明朗并且数据模糊，你需要借助一些法则，以确保数据分析能带来有效的结果。

	以上法则能有效处理让人生畏的财务数据，毕竟这些数字与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密切相关，也可能给公司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例如资产收益率，即投资回收的现金流加上收入增值，分子是收入，分母是资产。当顾客不再愿意为你的创新买单，公司收入出现下滑时，人们很容易选择通过缩小分母来提高资产收益率。虽然许多管理者早就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但另外颇有“说服力”的直觉告诉他们，降低成本能带来更快、更迅速、更可预测的结果，在这种直觉的误导下，他们选择了坚持这个错误。

	如果改革遇阻力时，请思考一下我们的研究：大部分公司通过降低成本或资产的方法都不能取得突出的成绩。卓越的公司通常将提高成本视为通往成功的代价。

	事实上，很多成功的公司都在成本和投资上非常用心。这些公司会将大量资源长期地投放在能提高产品非价格价值和创造收入的领域。请特别注意，这些成功的公司一旦被看似更保险的短期方法，即降低成本或投资所误导，则很可能丧失它们原本最想提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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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兼顾财务指标和ESG表现，为此，企业必须做两件事：一是聚焦最重要的ESG问题，二是通过重大创新解决ESG问题。

如今，多数公司都设置了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比如降低碳排放、减少水浪费及提升运营效率等等。不过，几项可持续发展措施的简单叠加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能够长期持续的战略，必须体现所有相关方的利益——投资人、员工、消费者、政府、非政府组织（NGO）以及整个社会，缺一不可。

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必须在提升利益相关方的价值的同时，改善企业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简称ESG）三个维度上的表现。

企业对此何尝不知？但企业在设立项目时，即便项目所要解决的问题与企业的战略和运作毫不相关，也总是希望它们的“善行”能够得到财务上的回报。这些企业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财务业绩和ESG表现不可兼得，一方的提升通常会以另一方的降低为代价。使用昂贵的太阳能有利于环保，但却会抬高成本；付给员工高于市场价的工资有利社会，但却会蚕食利润。资本市场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企业若实施了无法提升财务表现的ESG项目，它不会给予奖赏；若ESG项目拉低了财务业绩，它却会施行惩罚。

在本文中，我们权衡二者并提供了创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能同时促进财务业绩和ESG表现。它要求企业做两件事：一是战略性地聚焦最“重要（Material）”的ESG问题，它们对企业创造股东价值能力有最大的影响；二是在产品、流程和商业模式上进行重大创新，以优先解决这些重要的ESG问题。



创新与业绩

忽略ESG问题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商富士康得到了惨痛教训。2010年，富士康糟糕的劳动环境被曝光，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最终导致富士康市值减半。英国石油公司到现在还在深水区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引发的灾难，公司在工程和管理方面都难辞其咎。银行业巨头瑞士联合银行（UBS）也饱经折磨：约2000亿美元私人客户资产外流、7.8亿美元罚款以及各国政府对于披露客户姓名要求的压力。公司终于意识到：在透明的时代，躲在瑞士保密法后面并非上策。

上述例子中的企业都视财务优先于ESG，事后才亡羊补牢以防止悲剧重演。诸如此类的决策失误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公司行为对外界产生的后果通常由社会承担，却对股东有利；反之，诸如减少排放、投资教育事业等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却常常会增加公司成本。

上文所表述的内容包含着ESG与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一个概念模型。通过采访、调查，及历时数年、涉及多领域数百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我们研究得出了这一模型。我们将3000多家企业在2002年至2011年间的两方面表现绘制成图：Y轴代表财务业绩——以收入、利润空间、股票价格等方式作为衡量标准；X轴代表ESG表现，包括碳排放降低、能耗减少、公平的用工行为、有效的风险管控等等。图中曲线的斜率代表着财务和ESG表现之间的关系：向下的斜线越陡峭，意味着该企业的ESG表现对财务业绩的消极影响越大；上扬的斜线越陡，则意味着积极影响越大。我们将这条线称为：“表现曲线”。

对ESG表现的衡量存在局限，存在无数的混杂变量——比如领导力风格和企业文化，因此目前还不太可能为任何一个企业绘制精确的图表。但我们对3000多个组织的计量经济学分析证明了一点：如果企业进行创新，将能够同时提升ESG表现和财务业绩，推动表现曲线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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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升表现曲线

然而，诸如提升效率之类较小的创新，只能略微抬升向下的表现曲线；只有产品、流程或商业模式方面的较大创新，才能将下行曲线扭转为上扬曲线。但此类创新风险较高，需要大规模投资，且投资回收期很长（通常是五年或更久）。此类创新有个特点：它关注的通常是某一领域中具有相关性的一组ESG问题，解决该领域中悬而未决的重大挑战。

这样的创新能够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若想开展此类创新，需要采取以下4个方面的行动：



1、找出重要的ESG问题

影响财务业绩的ESG问题浩如烟海，从排放、水耗及能耗、废物处理，到用工行为、社区发展、员工安全以及管理层薪资水平，悉数在列。判断ESG问题是否能深刻影响到企业创造长期股东价值的能力，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公司所在的行业，比如，煤炭发电站的碳排放相比银行业更重要；另一方面是公司的特定战略，比如，相对使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的企业，人权问题对雇用发达国家高素质工人的企业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是一家非营利组织，目前正在设计一个框架，旨在帮助企业找出最重要的ESG问题。本文的两位作者——艾博思和乔治，分别在标准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和委员。SASB同时还在开发一项标准，以便让上市公司用数十项ESG衡量指标来披露公司业绩。该计划的核心是为10个领域中的88个行业绘制“重要性地图”——每个地图排列43个ESG问题的优先次序，按它们在特定行业中的重要性来打分，分数范围为0.5到5，5分意味着最重要。某一项ESG问题的得分越高，该问题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潜在影响就越大。截至发稿之时，SASB已经为两个领域、13个行业绘制出了地图。接下来，预计每3个月将会发布一份新的领域重要性地图。

重要性评估要经过一个严格的程序来检验“利益证据”和“经济影响证据”。通过以ESG为关键词，搜索成千上万的源文件，包括10-K文件（10-K为上市公司每年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的资料——译者注）和媒体报道，得出“利益证据”；通过评估对ESG问题的管理（或管理失误）是否会影响收入增长与资金回报等价值参数，得出“经济影响证据”。（参见《如何定义“重要性”》）

文中题为《哪项问题最重要？》的表格列出了医疗领域的ESG重要性地图。地图为该领域的6个行业排列出了几个ESG方向的重要性次序，并将最重要的ESG问题在图中以深色标注。例如，在生物技术行业，产品质量和安全最为重要，然而对于管理式医疗(Managed Care)来说，最重要的则是监管问题、获取服务便捷性，以及消费者满意度。虽然在医疗用品分销行业中，燃料管理颇为重要，然而在生物技术行业中它却无足轻重；供应链标准在生物技术行业中至关重要，对医疗分销行业而言却并非关键。

如果某一行业还没有可用的重要性地图，企业可以加入SASB的行业工作小组，了解正在进行的对该行业的分析，与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接洽，讨论各个ESG问题与该行业的关联度，从而得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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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找出了影响公司财务业绩的五大类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问题，这些问题对投资者而言至关重要。不过，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都因行业差别而有所不同。

为了在行业内测算ESG重要性，SASB评估了不同类别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证据与经济影响证据。如果SASB还没有发布某一行业的评估，该行业的企业也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找出哪个ESG问题对他们的投资人最为重要。



利益证据通过运用关键词搜索成千上万的源文件得出。搜索结果揭示出各行业中哪些问题出现的密度最高。所使用的源文件从10-K文件、法律新闻、CSR报告、利益相关者决议，到媒体报道、创新学术期刊，不一而足。

经济影响证据将评估单个报告与量化研究的方法相结合，从而计算出这些问题上的管理（或管理失误）是否会影响传统企业估值参数，即收入增长、资金回报、风险管理以及管理质量等指标。

展望未来的调整有些问题是新出现的，无法体现在证据测试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中，SASB或许会作出调整。如果某一问题上的管理（或管理失误），可能带来不得不由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业或子孙后代承担的后果，或是问题存在系统性风险，SASB会提高该问题的重要性。无论哪种情况，该问题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必须很大，并且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要，才会被提高重要度。

（返回阅读原文）





2、量化财务业绩与ESG表现间的关系

企业一旦找到至关重要的ESG问题，就应评估各ESG事项的改进对财务业绩所产生的影响。当然，这样的业绩是多方面的。企业战略各异，关心的事物千差万别，不过，最重要的方面应是降低成本、提高收入，或是保障毛利率。

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在其名为“A计划”的可持续项目中，对180项ESG举措进行了评估，从实现碳中和（Carbon Neutral）到改善员工健康水平，观察这些举措如何影响销售、成本、品牌、员工积极性以及商业弹性。其中有些举措的影响比较好衡量，有些则不然。某些情况下财务业绩与ESG表现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非常明显，因为许多此类举措需要投资。玛莎百货采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来确定该向哪些项目投入资源。

ESG表现与财务业绩之间关系复杂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难以精确地衡量ESG表现。SASB等机构正在努力攻克这一难关。不过，通过判断ESG的渐进式提升能否在财务上带来相应的积极或消极的改变，企业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初步描绘出任何一个ESG问题与财务业绩之间的表现曲线。



3、对产品、流程以及商业模式进行创新

上述分析将会为公司的创新战略打下基础。一旦你知道了该专注于哪些ESG事项，就应当想清楚企业该如何与同行在这些点上竞争。行业协会以及交易信息可以提供有益的帮助。如果你的企业在该领域的表现不足以达到行业基准，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将之拉升到标准水平。这样做至少能降低企业的风险，因为在提升ESG表现的竞争中，利益相关者的目光很容易聚焦到行业里的落后者身上。许多ESG方面的提升会涉及微小或是中度的创新，比如减少工业废物。这些创新能够提高效率，从而提升财务表现。这种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们的数量还远远不够。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务业绩与ESG表现之间的矛盾，你需要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大型创新：全新的产品、流程以及能够在某一“组”重要的ESG问题上提升业绩的商业模式。针对某个特定问题而进行的产品或流程创新，或许可以是大规模创新方案的组成部分，但单独这一部分无法扭转整个企业的表现曲线。

以下三个情况各异的企业可供参考，它们都对一“组”问题进行了大规模创新：

纳特拉化妆品公司　巴西的化妆品和香水公司纳特拉（Natura）在流程上进行了一次大创新，以此支撑其创新性的管理文化及商业模式。2002财年，纳特拉第一次采用了整合式年度报告，展现财务业绩的同时，公开公司的环境与社会表现。纳特拉是全球最早转向整合报告的企业之一，远早于它被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简称IIRC）广泛采用的时间。该公司将整合报告视作强调其管理方式聚焦于环境与社会关怀的标志，它代表了公司管理层对这些目标的承诺。

此外，该公司管理者的业绩评估与奖金不仅与财务业绩相关，也与环境和社会目标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决策制定者就要同时考虑三种衡量标准。不仅如此，纳特拉还密切关注利益相关者，当决策制定事关投资人、消费者及员工利益时，纳特拉会郑重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事实上，纳特拉的商业模式基于一种特殊的关联形式：该公司的销售团队是由140万位“销售顾问”组成的，他们分享公司利润，同时作为品牌代表，深入消费者和社区获取反馈。

纳特拉的业绩体现出文化管理、商业模式管理以及创新管理的作用。（2011年，福布斯杂志将纳特拉评为十佳最具创新性企业之一）。在巴西，纳特拉以23.2%的份额占据市场头把交椅，领先于联合利华和雅芳。2009至2011年间，纳特拉发布了435款新产品，家庭普及率为62%，品牌认知度高达100%。2001年至2011年间，该公司的收入增长了463%，净收入增长3722%，平均毛利率达68%，而这一数字的行业平均水平只有62.1%。2010年，该企业资产回报率为24.7%，股权收益62.1%，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财务分析显示，该企业的高利润是靠特殊运作而非财务杠杆驱动的。2002至今，纳特拉已经极大地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水浪费，开发出环境友好型的一套体系，同时给56万销售顾问提供了培训和教育机会。

陶氏化学公司　这家公司的环境纪录曾备受公众诟病。比如，该公司在密歇根州中部地区造成橙剂污染和二恶英污染，曾引发强烈抗议。为了倾听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担忧，1992年，该公司聘请了一个由顶尖科学家和政策专家组成的团队，作为顾问团来负责完成公司环境目标及实现过程。这些专家提出的建议中的一条是转变关注点——不要只关注如何摆脱废物污染，而应聚焦如何消除废弃物。

陶氏最终接受了减少废弃物的目标，启动了为期20年的新产品创新，太阳能屋瓦就是创新成果之一；还有流程创新，包括新的健康安全程序，能大幅减少化学物质泄露、破裂及溢出。陶氏改善了可持续发展表现，它的战略也随之进步，将帮助客户解决自身环境问题也纳入其中——而这是一个价值3500亿美元的市场机会。自2009年起，直接得益于产品创新，陶氏公司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每年都超过4亿美元，在2012年突破1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20亿美元。公司研发渠道的净现值从1997年的5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330亿美元。许多创新产品提升了可持续发展表现，它们的价值占研发渠道价值的90%。

中电集团（CLP Group） 在碳排放和财务表现的天平上，电力企业进退两难：一方面，限制排放的压力不断增加——而相对廉价、污染大的煤仍然是发电的主力；另一方面，消费者想要更低的价格，而投资者希望获得丰厚且可预期的回报。此外，环境法规对碳排放的管控充其量只是模棱两可，各国之间又千差万别，让减排与赚钱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在波云诡谲的环境中，企业如何才能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期待？位于香港的中电集团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找到了答案。中电集团在不同地区间平衡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时，尽管各地监管环境与技术条件各异，创新的商业模式却赋予公司非同寻常的敏捷性，使它在不同地区保持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的平衡。首先，该公司形成了一种分析能力，可以计算出使用低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及水电的最优时间和地点；第二，中电集团在不同的市场中熟稔而有策略地应对监管制度；第三，它学会了如何监控新技术的发展，并理解这些技术如何令替代能源更具可行性。

股票市场已经认识到，这类更灵活的新商业模式颇具前景。2005年至2012年，中电集团的股票比电力企业标准普尔指数高出20%（中电集团48%，标普指数28%）。它的市盈率从2005年的17上升到了2012年的24，增长了41%；而同时期电力行业的市盈率却下降了10%，从19跌到了17。市盈率反映出企业收入的预期增长以及资金成本，而投资者所需的资金成本意味着风险补偿，因此，这些数字表明，投资者投资中电集团所需的资金成本进一步降低。其原因在于，在碳排放和经济表现这条微妙的钢索上，该公司展现出曼妙步伐。



4、与利益相关者交流企业的创新

在有效沟通缺失的情况下，企业不能认为，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如何提升ESG表现和财务业绩，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已经了然于心。这可不只是公共关系问题，大的创新通常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产生回报所需的时间又很长，如果一个企业希望利益相关者在长时期内进行投入，来获取数年后才能看到的回报，它就需要向利益相关者提供能够说服他们投资的信息。要达成这一目标，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将ESG与财务业绩信息合并入一个文件，恰如纳特拉所做的那样。

虽然这样的整合报告仍属凤毛麟角，但它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推出整合报告基本是自愿行为，不过，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如今已开始要求所有在该所挂牌的公司这样做。2013年春，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IRC）公布了一个整合报告的草案框架，预计将在12月发布最终的“1.0版”。

作为一个交流工具，整合报告所包括的不只是简单地在公司网站上贴出一个PDF文件。最有效的报告交流工具不仅要“说”，还要“听”，成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关键平台。公司要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对话，让他们以一个更加全面的方式看待公司，意识到公司面对的艰难权衡，并且要举出让人信服的案例，证明它能带来的益处。此外，这种对话还能激发外界的反馈，尤其是在企业达到预期与否、沟通质量以及改进方案等方面。

纳特拉就是一例，它开发了一个名为“纳特拉链接（Natura Conecta）”的虚拟社交网络，邀请公众参与讨论企业责任、可持续性以及对公司的期待等话题。第一年有超过8000人注册，为纳特拉的整合报告建言献策。纳特拉还邀请该社交网络的成员在线制作众包式的“维基报告”，包含在最终的整合式年度报告之中。

最后，整合报告能够强化纪律，迫使管理层和员工在决策时考虑财务与ESG影响。并且，在管理层与员工探索如何同时提升财务与ESG表现的过程中，整合报告有益于激发创新。



什么是运营资质？

在讨论企业可持续性时，“运营资质”这一概念总是频繁被提及，同样被频繁提及的，还有运营资质被削弱的潜在可能。



国家是企业章程的终极制定者，也是运营执照的颁发者。宽泛点说，该执照来自社会，代表了对经营活动持续的许可。必须购买该企业产品的消费者、给企业提供货物的供应商，以及企业中的员工是企业存在的基础。不断变化的社会，比如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可能会威胁到企业的执照。非政府组织（NGO）通常是这类社会预期的代言人，它们会以多种方式向企业施压，比如联合抵制、社会媒体运动，以及诉诸法律等等。若企业拒绝转变自身行为，那么，NGO活动会引导消费者、供应商和员工远离这些企业；国家也可能采取行动，比如征收罚款；企业的竞争力也会被极大地削弱。此时，企业的运营资质虽然没有被真正取消，但却被弱化了——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愿意身陷这样的四面楚歌中。




转变之桎梏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显而易见，然而如何制定这一战略还是个问题。我们采访了200多位高管，深入研究了30家制定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公司，从而找出了转变必须克服的四个障碍。

短期激励　包括高级管理者在内的许多员工，会因短期表现而获得嘉奖。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长远眼光，因此，企业的激励机制常常会破坏他们提升ESG表现的能力，更有甚者，激励机制常常会鼓励员工提升其所在部门的业绩，却置整个企业的业绩于不顾。由于短期激励机制不鼓励跨部门合作，而跨部门合作在创新中必不可少，所以该机制会阻碍ESG方面的进步。

作为一家生产铝、铜、铁、煤、天然气等大宗商品的企业，必和必拓集团深知环境管理失误所能造成的商业风险。因此，为保住运营资质，必和必拓搭建了全公司范围内的管理薪酬体系。2011年，该公司引入平衡计分卡来衡量ESG表现，ESG指标包括事故死亡率、环境事故，还有健康、安全及环境风险管理（简称HSG）、人权影响评估以及环境和职业健康。如今，必和必拓高管短期激励的15%来源于实现上述领域的目标（虽然是短期激励，但也被设计成服务于长远目标的形式）。必和必拓公司称，将酬劳与ESG表现相结合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例如，2006年至2012年间，该公司单位能耗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16%；2012年，必和必拓创造了在十多年历史上最低的工伤率。

缺乏专业知识　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新战略通常需要新的技能体系。中电集团认识到它需要从化石能源转向包括水电、风能和太阳能在内的多样化能源，因此必须招募许多上述领域中的技术人才。新的人才帮助中电集团将电能在可再生能源中的比例从2004年的不到1%提升到了2011年的18%。

资金预算掣肘　大多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改善都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许多企业计算项目净现值时追求高贴现率，使得他们对此意兴阑珊。企业需要考虑到“价值”的扩展定义，它包括了一个项目的环境和社会价值，及它对品牌的影响、吸引消费者的能力，甚至是运营的资质。

在纳特拉，主管财务的高级副总裁罗伯托·佩多特（Roberto Pedote）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一个估值模型，该模型加入了ESG因素。例如：该政策鼓励管理者在一个新的分销中心中招聘大量残障人士。这条政策的财务成本相对容易确定，但其社会价值、员工道德提升、长期生产力价值，以及对纳特拉声誉及品牌的影响，都很难量化。最终，纳特拉认为施行该政策是一笔物有所值的投资。主管运营及后勤的副总裁若昂·保罗·费雷拉（Joo Paulo Ferreira）说，该分销中心正在调试设备，使之适用于身体残疾或有认知障碍的员工。新政策下招募的第一批员工已完成培训并开始工作了。

开发出工具，从而将非财务指标导入估值方案及资金预算流程的企业，会对ESG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没有这样的工具，企业会发现自己难以扭转下行的表现曲线

来自投资者的压力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需要长期投资者的支持。联合利华在CEO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的带领下，于2009年暂停了一季度的业绩指引，这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联合利华的投资人应关注远景、不会追求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而将公司战略置于险境。

我们的研究显示，一个企业通过努力沟通、采用整合报告，可以切实地提高长期投资者在全部投资者中所占的比例。通过与卖方分析师一起分析高管们在电话会议上使用的语言，乔治已经能够用文件证明，在长期目标下进行交流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长期投资者的青睐。

如今的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1000家大公司如今占到了全球6万家上市企业市值的一半。随着它们的成长，这些大企业也在面临越来大的压力——被要求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符合消费者、员工及整个社会利益的方式创造经济价值。能帮助实现此类目标的组织和管理工具也在不断发展，比如重要性地图与整合报告。它们将在此后的实验与实践中日臻完善。

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赋予企业能力与责任来承担一些原本属于国家政府的职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创新性的企业，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战略，铺设一条通向可持续社会的道路，效果或许比国家战略更好。而可持续发展社会，应该以不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前提，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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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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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博思（Robert G. Eccles）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主席，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是哈佛商学院商业管理助理教授、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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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雇主－雇员契约的重要性在于：

		

		虽然它并不以忠诚为基础，但它也不仅仅是纯粹的交易。它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联盟，联盟双方都致力于帮助彼此走向成功。

	

	

	纵观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稳定。在企业效益过得去的情况下，大公司里员工只要尽职守责，职位就会安稳。白领的职业路径大致相同，其发展空间也可以预见。作为雇主的企业，则可借此获得员工的忠诚，保障较低的人员流转率。

	但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时代席卷而来，稳定性被无法预知的快速变化所取代。适应能力、创业精神成为获得成功与保持领先的关键。这些变化也打破了美国民营企业中传统的雇主－雇员契约关系，消蚀了与之相伴的职业晋升模式；二者在各个企业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紊乱。

	我们并非率先指出该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但已提出的新解决方案中却鲜有实际效果。许多企业，或者说大多数企业，为提高适应能力，采取的方式是解除现有雇佣契约而非拓展新型契约。需要降低成本？裁员！需要新技术？招聘新型人才！此类自由市场放任主义的做法，促使员工将自己看作球队中可随时离开的“自由人”。他们时刻不停地寻找着其他更好的发展机会，一旦机会出现，就跳槽。由此带来的就是“赢者通吃”的经济环境。这样的做法偶尔也会冲击高管层，不过，最大影响还是在中下层员工中催生了幻灭感。

	即便是成功将雇员数量降到最少的企业，也难逃负面后果。因为这种契约仍旧鼓励人员流动，这有碍于发挥员工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虽然缺乏职业安全感直接促使员工更具适应能力与创业精神，但由于缺乏共同利益，其导致了逆向选择，也就是最具适应力与创业精神的员工反而另谋高就。企业节约了成本，但损失的是创新性与适应能力。

	我们认为，创建新型雇主－雇员契约的时机已到。终身合同使得企业无法做出更敏捷的反应；而顶尖人才也不愿意一生只服务一位雇主；但是，你可以建立起比上述“人人为己”的更好的契约模式。事实上，有些公司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本文三位作者所处的硅谷的高科技创业区，已经采取了新型的雇主－雇员契约。在那里，适应能力和冒险精神已被视作成功的关键。如果创业者建立的人际关系网足够强大，他将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作者中的两位——雷德与本，最近写了一本书：《创新从你开始》（The Start-up of You）。该书探讨如何运用成功科技创业者的习惯，在一个领域中建立能够实现自我的事业。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个行业的公司都能像初创企业一样运作，但是如今的大多数公司所处的环境却是相似的——快速变革与颠覆式创新随处可见。

	尽管初创的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在资源和竞争形势上都处于劣势，然而它们的执行能力则超越大企业。初创公司的制胜之道主要在于，它们的创始人、高管以及早期员工具有高度适应能力和创业精神。这类人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有冲劲，更善于建立人脉，更勇于冒险，所创造的成绩也就更为显著。

	不过，招聘、培训并仰赖具有创业精神的员工的结果可能并不美好。因为如果你鼓励员工具备创业精神，他们就可能离你而去，转投竞争对手；更有甚者，他们自己就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这就是硅谷每天都在上演的故事。聪明的管理者已意识到：通过重新思考此类员工在企业里施展才华的方式，管理者便可以鼓励创业思维，并延长这类员工的在职时间。不仅如此，有许多公司已经开始明白，它们还可以从离职员工身上获益。

	在我们看来，这只是第一步——适应今日之需的新型契约的开始。这种契约模式在技术企业中最为明显，不过我们也在其他领域中看到了它的影子，比如咨询公司。新型契约的首要原则是互惠：双方都要理解并认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进入了自愿、互惠的阶段。

	毫无疑问，在旧的终身雇佣契约中，共同投资的特质显而易见，雇佣双方都希望这段关系永久保持，因此都乐于对这种关系进行投资。企业提供培训、预付财产，默认对雇佣关系的保障；同时，员工则对公司保持忠诚，也节制自己的工资诉求。新的契约模式则是在预见到雇佣关系变幻无常的基础上，寻求建立信任、投资关系的方法，但与此前牢固的忠诚纽带不同的是，此时双方都在寻求“联盟”中的共同利益。

	作为联盟，雇主和雇员都试图为对方增加价值。雇主说：“如果你为我创造价值，我也将提升你的价值。”员工说：“如果你帮助我成长，我也将帮助公司成长。”员工致力于提升企业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企业致力于提升员工的就业能力。贝恩公司的前任CEO汤姆·蒂尔尼（Tom 
	Tierney）曾这样告诉新雇员与顾问：“我们将会令你在人才市场上更加抢手。”

	这种互惠的契约或许缺乏人情味，但它依然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由于双方都在寻求联盟而非短暂的金钱交易，所以，即使认识到这种关系最终会终结，但新型契约依然能使双方建立更牢固的关系。它允许双方承担更多风险，投入更多时间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效益的最大化，而非简单寻求一时一地的辉煌。

	Netflix的雇佣契约就体现了这种新型契约关系。该公司CEO雷德·黑廷斯（Reed Hastings）曾在一次关于公司文化的著名演讲中说道：“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大家庭。”他这样告诫管理者：“设想一下，如果员工告诉我，他们想要在两个月后离职，转到一家与我们类似的企业做类似的工作，其中有哪些人是我想要努力挽留的？如果我不想挽留，那他应该得到丰厚的离职补偿，然后我们可以空出职位来招聘天才。”新契约关系与人情无关，它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企业的本质是企业的人才，表现低劣者将被裁员，而吸引人才的方式就是提供诱人的机会。

	我们已经发现了三个简单而又直接的方式，组织可以采用这样三种方式使新的契约关系变得切实可行：(1) 在权责清晰的“盟约”的理念下招聘员工；(2) 鼓励甚至资助员工在公司以外建立人脉；(3)创建活跃的人际网络，它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促进雇主与前任员工的关系。下面我们将对以上方式逐一详述。

	

	签订“盟约”

	倘若你仍认为所有的员工都将毕生忠于企业，那么你需要三思了。或迟或早，大多数员工将会面对新的机遇。认识到这一事实，企业便可以着手建立渐进式联盟。雷德创立LinkdIn时，他将最早的雇员契约设置为四年的“盟约”，第二年结束时会进行一次讨论。如果某员工在四年间做出成效，企业也会帮助他的事业上升。理想状况下，这种互惠关系会激发出下一段联盟，但也可能意味着职位的转换。

	盟约发挥了作用：企业得到了奋力为公司创造现实价值的勤奋员工，该员工在一段或几段盟约后离开，但他们会变为公司重要的宣传者和外部资源。该员工也许并没有获得终身职位，但却在就业能力上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当今世界已不存在终身雇佣与一生不变的忠诚，对二者的强求只会逼迫双方撒谎，反而损害信任。盟约为信任在现实中找到了落脚之地。

	为何应定为两到四年？因为这样的时间段似乎对更多人都有吸引力。在软件公司，这一时间段契合典型的产品开发周期，足以令员工深入了解一个大项目；诸如宝洁这样的消费品公司让它们的品牌经理进行轮值，每人在特定职位上任职两到四年；投资银行与管理咨询公司的分析项目一般也是两到四年。此外，这一周期在商业世界以外也同样适用——比如美国总统选举与奥林匹克运动会。

	执行得当的“盟约”可以同时推动人才招聘和人才保留机制的完善。关键在于，它赋予雇主和雇员一个共同努力的清晰目标。双方在这段关系的目标、预期从对方那里获得的益处，以及规划明确的结束时间上预先达成了一致。

	大多数人才流失的原因都在于人才保留项目的目标模糊，时间框架也不明确。通常这些项目的目标就是留住“好”员工，但时间框架不限定。二者的模糊毁掉了信任：企业要求员工许下承诺，但却不对员工做出承诺。盟约则与之相反，作为一种为个人定制的就业计划，赋予有价值的员工明确且具有强制性的理由来结束该任期，并建立起清晰的时间框架来探讨这段关系的未来。

	沃顿商学院曾对学生入学前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研，他们发现：结束了“定期工作”（比如两年的分析项目）之后入校的学生，对自身工作经历的评价比其他同学更高。定期工作恰恰类似于联盟。个性化的联盟很可能会带来更好的感受。

	马特·科勒（Matt Cohler）是一名管理顾问，虽然没什么创业经验，却梦想成为风险投资家。他于2003年加入LinkedIn，在雷德手下工作。两人商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盟约”。两年之期将至时，他和雷德都同意延长期限，因为二人都发现了马特的潜力。六个月之后，马特遇到了一个机会：加入Facebook，成为最早的五名员工之一。虽然雷德并不想失去马特，但他依然建议马特接受该职位，因为那会使他的创业经验更加丰富，有助于他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在Facebook工作三年之后，马特最终成为了杰出的风险投资公司Benchmark里最年轻的无限责任合伙人。

	实施手则：设计个性化的、双赢的“盟约”。与重要员工一起为他们的盟约建立明确的事项，在目标确定和愿景清晰的情况下，商议固定但具有时间期限的共同承诺。扪心自问，在这个联盟中，双方该如何互惠发展？

	一份盟约应当尽可能地为员工提供创业机会。这可能会涉及构建、发布新产品、商业流程再造，或是引入组织创新。

	这项工作无法由集团人力资源部门执行。原因在于你是在制定一项盟约，而不是起草一份合同。笔者并不建议你们商议出一个能应对所有细节问题的万全之策，要知道刻板的方式与创业思维背道而驰。你在建立一个基于员工实际工作之上的信任关系，因此这样的谈话必须由直属上级来主导。

	

	打破企业边界

	亨利·福特曾抱怨道：“为什么每次我寻求帮助时，帮我的人总要给我灌输思想？”不过，如今思想的确可以放大帮助的价值。不仅如此，将公司内部与外部的思想融合时，思想会变得更加有力。

	无论你聚拢了多少聪明的员工，在公司之外总是会有一些人比他们更聪明。这适用于所有组织，无论是孤军奋战的创业者，还是谷歌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

	通过员工的人际网络，你可以触及企业以外的人才。员工的人际网络越宽广，他（她）为公司创新贡献的能力就越大。杜克大学的马丁·吕夫（Martin Ruef）发现，拥有多样化的朋友的创业者，其创新得分是其他人的三倍。要想提升朋友的多样性从而进行创新，你需要在公司内与公司外建立社交圈。

	因此，雇主需要鼓励员工建立并维持专业的、与外部相通的网络。你有必要告诉你的员工：“我们将给予你时间来建立人际网络，你为扩展网络而参加活动，我们还将付给你报酬；作为交换，我们要求你利用人际网络来帮助公司。”这就是共同信任与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你通过给予员工建立网络的资源，展现出你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则为了你的公司的利益动用一些关系资源，投资于你的公司。

	人际网络应当围绕着企业所处的整个环境展开，包括消费者与同业竞争者。它应当成为新型技术与其他行业动态的信息服务平台。

	举例而言，雷德是风险投资公司格雷罗克（Greylock）的合伙人，在该公司的产品评审会议上，投资专家的外部人际关系不可或缺。参会者可能会问：“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技术？哪些值得我们关注？”投资专家“听说”的技术经过探讨后融入决策过程，为格雷罗克旗下公司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其他顶尖风险投资企业的合伙人，比如安卓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拥有独到的做法：每次会议开始之初，该基金都会颁发“行业最佳小道消息”奖金。不过，诸如此类的方法并非只适用于风险投资行业，你的企业也可以采用。

	硅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如今的“科技硅谷”，外部关系的力量功不可没。安娜莉·萨克森宁（Anna LeeSaxenian）1994年出版了《地区优势》（Regional 
	Advantage）一书。这本讲述技术集群的书所记录的编年史显示：1970年时，一些全球最大的技术企业位于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地区，而如今，最大的10家技术企业无一在此。波士顿的优势已经被硅谷所取代。背后的原因何在？答案就是外部关系网。

	马萨诸塞州的企业通常倾向于“地下”开发而非开放，为防止员工跳到对手公司或是自己创业，它们严格执行竞争禁止条款。而硅谷一直以来有着更加开放的文化（同时很少设置强制性的竞争禁止条款），这使得关系紧密和内部高度互联的人际关系网得以发展，从而更易于创新。硅谷地区还诞生了一个新词汇——“竞合”。竞合揭示了硅谷中存在的现状：与竞争者合作可以实现双赢，比如Netflix和亚马逊的关系。虽然亚马逊的即时视频是Netflix的直接竞争对手，但Netflix在亚马逊的云平台上运营自己的流媒体。

	实施手则：鼓励关系网络的建设。《创新由你开始》一书写道：“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你的个人能力，以及你的关系网。”二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底数与幂，可以被视作我我们。有了团队（即关系网）的帮助，个人的能力将呈几何式增长。

	个人的力量可以借助人际关系网而增加，与之类似，企业的力量变强依赖于员工的关系网。企业不仅应重视每个员工的人际网络及其利用该网络获取智慧的能力，还应当把它定义为公认的、明确的资产。那些时常在LinkdIn上更新资料、或在微博上一呼百应的员工，并非对企业不忠，从企业角度来看，他们做法是对的。企业在招聘时，应将应聘者的人际网络的多样性和强度作为首要的考量标准。招入拥有强大人脉的员工是件好事，倘若其人脉网络与现有员工实现互补而非重叠，更是好上加好。

	在我们为个人提供的建议中，技巧之一便是：建立一个“有趣者”基金，用来邀请自己关系网络中的人喝咖啡。

	对企业来说，相应的基金就是面向员工的“人脉基金”。要想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你需要针对该基金的使用设定两条要求：首先，员工必须离开其工作区域，企业需要他们“走出办公楼”来建立更多样化的外部网络；其次，员工必须做出反馈，使收获可以被分享。大多数企业给员工提供工作午餐补贴，但却极少有公司允许员工将钱花在社交午餐上。如果你是高层管理者，你或许会有源源不断的社交饭局，而你的公司能够从中获益。相应地，你不仅应当允许员工将钱花在社交饭局上，还应该倡导这种行为。

	HubSpot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软件营销公司。该公司宣称，应为每个员工的“个人优势与市场价值”投资。在HubSpot，该理念说来容易，做起来更简单。对一本书感兴趣？在公司内网上提出来，这本书就将出现在你的kindle电子书里。想邀约某位智者共进午餐？该公司的政策是：“实报实销，无需审批。”

	

	建立“同事会”

	当一位骨干员工向你提出离职时，你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尝试改变他的想法；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则应当是祝贺他找到新工作并邀请他加入你们公司的“同事会”。

	一份工作走到尽头，并不意味着你与雇员的关系也要戛然而止。同事会是企业与顶尖人才维持长期联系的主要方式之一。辛迪·杰克逊（Cindy Lewiton 
	Jackson）曾担任贝恩咨询公司的全球总监，负责职业发展与同事会。那时她曾说：“我们的目标并非留住员工，而是建立伴随一生的友好关系。”

	有些行业与企业早已深谙此道。麦肯锡咨询公司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已开始运营同事会网络，该网络目前已有超过2.4万名成员（其中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企业的CEO有230多位）。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网络已有3.8万人。

	同事会关系网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可以带来与离职员工再续前缘的机会。公司执行委员会（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简称CEB）的报告称，该公司的同事会网络令其再雇用率（Rehire 
	Rate）在短短两年间翻了一番。不过该网络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企业的同事会是进行外部联系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它会告诉你竞争对手的信息、有效的商业实践，以及新兴市场的浪潮等。此外，同事会中的人了解企业如何运营，会尽其所能地帮助你。贝恩公司的汤姆·蒂尔尼（Tom 
	Tierney）观察发现，“高质量新业务的首要来源就是我们的同事会”。

	管理咨询公司或许是同事会的先驱。原因在于，管理咨询公司的组织行为与同事会的概念非常匹配，比如，项目分析一般为期两年，项目结束后要么升职要么走人，公司鼓励员工跳槽到客户。

	如今，这一网络形式正在四处蔓延。LinkedIn网站上如今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同事会群组，98%的《财富》500强企业都位列其中。这类群组通常是非正式的。它们之所以大量出现，原因在于同事们想要保持联络、互相扶持。屯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荷兰，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仅15%拥有正式的同事网络，而高达67%的企业拥有独立的非正式群组。

	你或许会担忧，运作同事会相当于承认失败，因为它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公司无法留住最优秀的员工”。不过，无论如何你的前员工们总会形成一个社交网络，区别只在于你的公司是否能在其中发出声音而已。同事会就好比是等待你来发掘的沉睡资源。何乐而不为呢？

	
		实施守则：用好离职谈话。

	

	传统的离职谈话意味着丧失良机。不同于令人过耳即忘的反馈，公司的经理应当收集一些能帮你维系与离职员工之间关系的信息（将他们导入你的校友会网络！），而非收集他们的敷衍反馈。企业应建立并维护包含所有前员工信息在内的数据库，包括个人邮箱与电话、LinkedIn资料、社交媒体账号、博客链接以及专业信息等。

	此外，离职谈话还是建立信任的好机会。许多员工都曾如坐针毡地经历过礼貌但冷酷，甚至充满怨憎的离职谈话。而你可以通过强调未来关系的自然延续，令你的公司在这一点上卓然不群。当然，这还是一个听取改进方法的好机会。即将离职的员工比起在职员工来，通常会更加坦诚，你或许能从他们的想法中找出公司短板与组织行为上的不妥之处。请认真聆听他们所言！

	倘若即将离职的员工是位明星员工，你应当提供更高级别的服务，当然这是在其用合规的方式离职，并且没有带走其他员工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很可能在未来做出一番伟业，并成为他所在的人际网络的中心。他可能对你极有价值。在联盟制度之下，他在两年的时间里努力为公司创造价值，如果你希望留住他，你应当给他更多权益。具体给什么好处可能要视你所在的行业而定。比如，管理咨询公司通常会给即将加入客户所在公司的员工以行业洞见。如果是消费品公司，通常会在普通员工折扣之上给予同事特别折扣。这样一来，所付出的成本最小，却可以收获丰厚的信任和善意。有些人或许觉得“奖励”离职员工的做法太过奢侈，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大多数员工并非因为“不忠诚”离职，而是因为其他公司提供了你所无法提供的机会。

	如果你手上资源匮乏，难以建立正式的同事会，你可以在LinkedIn或Facebook上创建一个非正式的同事会。通过这样的网络，你可以全方位地协助前同事：既可以给那些帮你的公司想出好创意的校友现金奖励，也可以为小型聚会的比萨买单，甚至还可以分发些新闻通信，毫无成本地让亲密关系延续下去。

	

	良性循环

	积极拓展社交圈的员工，总是及时更新他们的LinkedIn资料，随时留意外部机会并不意味着背叛。事实上，你的企业可能需要更多这类关注外界变化且眼光长远的创业型员工。

	不过，这些创业型员工不会永远伴你左右。面对这样的现实，你该如何应对这些人的需求？首先，接受现实。企业执行委员会研究了两万名被雇主评价为“高潜力”的员工，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打算在年内换工作。（详见《如何留住顶尖人才》，《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5月号）。一旦接受了这一可怕的现实，你就能更易获得坦诚、富有成效的领导力，反过来，这种领导力能够帮助员工实现其雄心壮志。良性的循环会使员工的工作效率更高，还能会更长久地留住他们。

	我们所畅想的新型雇主－雇员契约的重要性在于：虽然它并不以忠诚为基础，但它也不仅仅是纯粹的交易。它是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联盟，联盟双方都致力于帮助彼此走向成功。

	在人才争夺战中，上述契约可以成为你的秘密武器，帮你把那些富有创意且兼具高度适应性的明星员工招至麾下。这些人是能够将企业引向成功的创业型人才。商业上的成功又会增加你对创业型人才的吸引力，形成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已经为硅谷的企业创造了人才上的竞争优势，同样也可以助力你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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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德·霍夫曼是LinkedIn联合创始人兼执行总裁，风险投资公司GreyLock合伙人。本·卡斯诺卡是企业家，与霍夫曼合著了《创新由你开始：适应未来、投资你自己、转变你的事业》（皇冠出版社，2012）一书。克里斯·叶是企业家、投资人、博主，以及PBworks营销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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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抓住“快战略”

	瞬时竞争战略

	你的公司有理论吗？

	中国视角：公司理论与价值创造

	新竞争战略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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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商业评论 增刊：数字时代的快战略

	编辑：李全伟

	设计：崔晓晋



	




	序

	

	抓住“快战略”

	文丨李全伟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当今时代，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快”。新技术层出不穷，新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字革命、一个“平”的世界、越来越低的进入门槛和全球化使整个商业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此时此刻，公司战略遇到麻烦了。现在已经很少有公司能保持真正具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因为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行业也变得越来越松散和不稳定，过去那些成功的战略很快会失去竞争优势。

	在快速多变的行业环境中，战略的光芒仍然指引方向，只不过企业现在需要的是“快战略”。

	《瞬时竞争优势》一文里提到，企业必须抛弃旧有的战略制定方法，原因是竞争优势常常会在一年内消失殆尽，耗时数月制定长期战略对公司而言得不偿失。要保持领先，公司需要持续不停地开展新的战略行动，同时建立并利用多个瞬时优势。瞬时竞争优势摒弃了“稳定是业务的常态”这一传统观念，甚至不再以“稳定”为目标。它们的战略观与众不同——认为战略是流动的，以客户为中心并且不受行业限制。在制定战略时，这些公司定义竞争领域、评估新业务机会以及创新的方法也与传统方法截然不同。

	《新竞争战略崛起》一文则给出了关于竞争力的正式定义：实际价值创造与潜在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实际价值创造是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交易创造出的价值，潜在价值创造是公司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所可能创造的价值。基于这个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业务战略（Value-based 
	Business Strategy）开始崛起，价值捕捉模型通过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快战略、用数学模型计算战略决策都是就战略谈战略，而《你的公司有理论吗？》一文里却提出，战略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事实上，那些商海上驰骋自如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他们并不太关注竞争优势，而是关注价值创造式增长。可以说，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一般来讲，实践者们往往将战略视为是发现和瞄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然后调整它的市场定位，以从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公司如何找到新的竞争优势，需要一套公司理论，指导企业家和CEO们如何将公司的独特资源和能力与其他资产结合起来，去创造价值。一套好的理论包括对行业前景的前瞻性视角，深知公司内部哪些能力能转化为未来优势的内部视角，另外还包括知道哪类资产能创造价值的交叉视角。

	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需要意识到速度的重要性，在拥有一套理论的基础上，快速制定战略决策，以保持企业的基业长青。







	数字时代的快战略

	

	瞬时竞争优势

	丽塔·麦格拉思（Rita Gunther McGrath）| 文

	安健 | 译　熊静如 | 校

	

	

	

	

	
		在风高浪大、暗礁急流的商海沉浮，哪家企业都不能保证拥有持续性竞争优势。要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基业长青，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战略指南。

	

	

	公司战略遇到麻烦了。“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大部分公司战略课程的核心，是沃伦·巴菲特投资策略的基础，也是最受世人尊敬公司的成功秘诀。但商业世界已对这种理念沉迷太久。我并不是说这理念本身有什么错。显然，用无法被效仿的方式进行竞争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并且，即便在今天，依旧有公司能创造并长时间地保持竞争优势，例如通用电气、宜家、联合利华、Julius 
	Berger建筑公司和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等等。但是，现在鲜有公司能保持真正具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消费者和竞争对手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行业也变得越来越松散和不稳定，而我们早已对幕后的推动力量耳熟能详：数字革命、一个“平”的世界、越来越低的进入门槛和全球化。

	在快速多变的行业环境中，战略的光芒仍然指引方向。例如，在消费电子、快消品、电视、出版、摄影等行业中，一些领军者依旧可以有效地竞争，但它们抛弃了旧有的战略制定方法。当下，竞争优势常常会在一年内消失殆尽，因此，耗时数月来制定长期战略对公司而言得不偿失。要保持领先，公司需要持续不停地开展新的战略行动，同时建立并利用多个瞬时优势。

	尽管单个优势的持续时间短暂，但多个瞬时优势组合在一起，能够保证公司在较长的周期内取胜。有些公司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例如美利肯公司（Milliken & 
	Company，美国纺织品和化学品公司）、高知特公司（Cognizant，全球IT外包服务公司）和Brambles公司（澳大利亚物流公司），它们摒弃了“稳定是业务的常态”这一传统观念，甚至不再以“稳定”为目标。这些公司鼓励持续性的变革，规避僵化带来的风险。它们的战略观与众不同——认为战略是流动的，以客户为中心并且不受行业限制。在制定战略时，这些公司定义竞争领域、评估新业务机会以及创新的方法也与传统方法截然不同。

	我不是第一个探讨“快速竞争下如何改变战略”的作者，实际上，本文借鉴了伊恩·麦克米兰（Ian MacMillan）（我们曾多年合作撰文）、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伊夫·多斯（Yves Doz）、乔治·斯托克（George Stalk）、米柯·科索宁（Mikko 
	Kosonen）、理查德·戴维尼（Richard D’Aveni）、保罗·努内斯（Paul Nunes）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以及真实的商业现状已经到达了一个转型的阶段。公司战略领域要承认一个现实，很多相关从业者已经接受的现实：持续性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是常态，而是例外；瞬时优势已成为新的标准。

	

	瞬时优势是什么

	任何竞争优势，不管它持续2个季度还是20年，都需要经过同样的生命周期。（见图“瞬时优势的浪潮”）对于拥有瞬时优势的公司，当优势逐渐消退时，公司需要更快地度过战略生命周期，且更频繁地切换优势周期。过去公司要建立可持续多年的长期优势，现在由于优势的生命周期变短，它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战略生命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

	竞争优势始于启动期。公司在启动期发现机会，并调用资源抓住机会。在这个阶段，公司需要思维活跃、有无限创意的员工。不过，它们对实验和重复尝试游刃有余，却很容易厌倦结构和条理，不善于管理大型的复杂组织。

	紧接着是上升期。商业创意正式提上日程。这个阶段，公司需要能巧妙组织资源，也需要能如期将商业创意前景变成现实的人。

	如果公司足够幸运，它们将进入收获期。在这个阶段，公司将获得利润和市场份额，迫使其竞争对手作出反应。这时公司需要的，是并购、决策分析和提高运营效率的高手。一般来讲，成熟公司不缺乏此类人才。

	成功的战略行动常常会引来竞争，最后削弱公司的优势。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公司这时不得不重新进入部署期。这一阶段，公司需要的是能大胆改变商业模式和利用不同资源的人才。

	在有些情况下，竞争优势会消失，公司不得不进入退出期。在这一阶段，公司需要抽出资源，并将其部署到下一个竞争优势周期中。要管理这一过程，公司需要那些坦诚、强势、能做艰难抉择的人。

	不难理解，不管公司的发展程度如何，它们的共同目标是要进入竞争生命周期中的收获期。但就像我在上文列举的，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技能、标准和人才，来完成各阶段中的不同任务。要建立迭代兴起、连绵不断的竞争优势，公司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它们需要组织好多种互不相容的经营活动。

	美利肯公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公司所在的行业因竞争被毁灭，它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美国纺织业灭亡的周期较长，现在很多公司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纺织制造业整体向亚洲迁移，到1991年，美利肯公司所有的传统竞争对手都消亡了。在美利肯公司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行为模式：进入朝阳领域，退出夕阳行业。最终公司退出了其绝大部分纺织业务，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1980年代直到2009年，公司逐渐关闭其在美国的生产厂（公司尽了最大努力，来重新安置失去岗位的员工）。同时，公司在国际扩张、新技术和新市场中投入资金，打开了多个其能力所及的新领域。1960年代，公司专注于纺织和化学品业务；1990年代，公司的重心是先进材料和防火产品；进入21世纪，公司又成为特殊材料和专利化学品行业的领头羊。

	

	直面残酷现实

	在利润至上的商业世界，鲜有公司会奖励直言敢谏、向实权高管提出竞争优势消逝预警的一线员工。公司总是倾向于强化现有优势。而到了问题变得很明显，终于被高管们发现之时，它们已经无路可退。同样的故事无数次地在IBM、索尼、诺基亚、柯达和很多公司身上重演，在陷入绝境之前，它们的一线员工早就已经收到预警信号。

	欲赢在优势转瞬即逝的时代，你必须坦诚地评估：公司是否已面临丧失现有优势的风险。问问你自己，你的企业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 我不会购买自己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 我们的投入没有减少，甚至在增加，但利润或回报率却没有提高。

	• 消费者发现更加便宜或简易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对他们已经“足够好了”。

	• 在我们预料之外的地方出现了竞争。

	• 对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已不再感到兴奋。

	• 对于我们希望雇佣的人，公司已经不再是他们心中最佳的工作场所。

	• 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正在离开公司。

	• 我们的股价正不断下跌。

	如果上述陈述中只要有四个令企业中枪，那么毫无疑问，公司的竞争优势正在消逝。

	不过，只是发现问题还远远不够。你还需要抛弃很多竞争战略的传统观念，因为旧的不去新的难来。

	

	瞬时优势的浪潮

	
		在高速变化的行业中，公司需要快速地运行竞争优势的每个阶段。由于很多战略行动将成为短期行为，公司需要制定战略行动的流程以及开发和管理该流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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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7件危险的杀伤武器

	在快变环境中，大部分管理者都明白，他们需要改变公司的运营模式。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却常常将公司引入深渊。以下是最常见到的陷阱：

	先下手为强陷阱 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第一个进入市场或第一个收购资产的公司能建立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在某些行业中，例如飞机发动机或采矿业，这种说法确实成立。但在绝大多数行业中，先发优势不一定能够持续。

	优越感陷阱 绝大多数早期技术、流程和产品都无法像成熟竞争对手那样有效。由于这种差距，很多成熟公司会骄傲自满，不再改进成熟的产品和服务，直到初创公司发展壮大形成威胁。这时，传统公司常常没有时间再亡羊补牢了。

	性能陷阱 在收获期，很多公司的产品性能超出了消费者的需求，但公司却不愿推出简化版本。当便宜的、简化的替代产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时，他们就会抛弃传统公司的产品。

	资源分配陷阱 在大多数公司中，那些管理最大最赚钱业务部门的领导者有绝对的话语权。这些人可没有兴趣将资源投入到创新业务中。我记得，大约在2004年，我拿到了一款诺基亚的产品，它像极了今天的iPad。这款产品能上网，能浏览网页，它甚至有一个雏形初现的APP库。诺基亚为何不在这个突破性创新中投入更多资源呢？因为公司当时的重点是大众手机市场，而资源分配也与其相匹配。

	结构空缺陷阱 当我问管理者，创新中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常常听到他们回答：“我们的组织结构缺陷造成创新失败。”当机会与组织结构产生矛盾时，企业往往会选择放弃，而不会去改造。例如，一家制造商可能放弃向服务业务转型的机会，因为，这需要它们根据客户体验整合业务活动，而非简单对产品线进行改进。

	官僚主义陷阱 在很多公司中，资产越多，员工数越多，就代表着公司的状况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鼓励财富积累和官僚主义，并坚决维护现状。这种歪风会遏制实验、迭代学习和风险承担，导致热衷创新的员工离开公司。

	偶发性创新陷阱 很多公司没有建立竞争优势的系统和流程，这导致创新成为一种偶发性的行为。因为仅有个人力量对创新进行支持，公司的业务波动会让创新变得异常脆弱。（见表“迎接瞬时优势时代，你的公司准备好了吗？”，它能告诉你，你的公司会不会掉入这些陷阱之中。）

	

	8种转变打造瞬时优势战略

	要建立多个瞬时优势，公司的运营方式要作出8个主要的转变。

	

	1 拆掉行业藩篱，转向竞争领域 
	在传统管理理念里，通过观察相似公司，你就能发现适合自己公司的战略。最具影响力的战略框架——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认为，公司要和相似行业中的其他公司进行对比。然而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行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模糊，这会让公司遭遇意想不到的竞争。

	我看到很多“非传统”的竞争对手屡次出奇制胜。例如在1980年代，各大货币中心银行并没有把梅林证券新推出的现金管理账户服务视作威胁，因为当时没有一家银行提供这样的服务。当各大银行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它们已经损失了数百万美元的存款。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谷歌进军手机操作系统和在线视频业务，让传统手机业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零售巨头沃尔玛则开始试水医疗服务业务。而支付业务正被来自不同行业的公司所颠覆，例如手机运营商、互联网信用提供者和刷卡机制造商。

	今天的战略需要在“角斗场”中精心谋划竞争行动，我所谓的“角斗场”由一个细分的客户群、一项产品或服务，以及投放地点构成。这并不意味着竞争行动策划已与行业无关，但仅有行业层面的分析，企业无法看到完整的竞争环境。事实上，瞬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像传统的那样，强调公司利润高于竞争对手，而是注重在一个给定的空间内，更好地帮助消费者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2 设定广泛主题，鼓励员工尝试 你将目光转向角斗场，意味着依靠一大群初级员工或顾问分析出竞争优势的途径行不通了。今天，优秀的战略制定者不但会分析数据，还能通过先进的图像识别、直接观察和解读竞争环境中的微妙信号来设置宽泛的主题。在这些主题下，人们可以自由地尝试不同的方法和商业模式。以高知特公司为例，它清楚地设定了自己想要占据的竞争领域，同时允许一线员工在该框架内享受一定的自由度。高知特设置了“工作的未来”这一宏大的主题，涵盖了一系列服务。这些服务意在帮助公司客户重新思考它们的商业模式、对员工团队进行创新并重新规划公司的运营。当然，这些服务要全部采用高知特的软件。

	

	3 采用新标准 支持创新活动 在竞争优势转瞬即逝的时代，旧的标准常常会在决策时判定创新没有意义，从而使创新胎死腹中。净现值规则就是一例，它认为你会完成所有已经开始的项目；竞争优势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还认为即便优势减弱，项目还具有“清算价值”。这常常会导致公司对新机会的投入不足。

	公司可以采用一种“真实选择(Real Options)”的方式来评估创新活动。真实选择指公司可以先对创新项目进行小规模的投资，让创新人员获得权利而非责任，大大提高他们对创新的投入程度。这样公司就可以在尝试和犯错中不断学习。Intuit公司（美国最大的自助财务管理软件公司）就将实验视为一个核心战略流程，使该公司的创新能力呈几何级增强，使它不断进入新领域，尝试新产品。公司的设计创新副总裁——卡伦·汉森（Kaaren 
	Hanson）最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次会议中表示：重要的是“爱上你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并且要习惯于不断地对答案进行调整和重复。

	

	4 聚焦于用户体验和解决方案 随着进入门槛的快速降低，产品功能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被复制。在很多行业中，连服务都已经被商品化。一旦有公司证明了消费者的某种需求，竞争对手会立刻跟进。但客户真正渴望的，是精心设计的客户体验和他们面临问题的全面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没有几家公司能提供这样的服务。有太多公司过度聚焦于内部，而忽略了消费者体验。举个例子，你给有线电视公司或电信公司打电话，来电自动被转到电脑服务，而电脑需要知道你的客户号码，你也按照要求提供了你的号码。最终，由于你的问题过于复杂，电脑又把你转回人工服务。结果服务人员的第一个问题，还是请你提供客户号码。你不得不再次输入。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大部分复杂组织的客户体验是割裂的、脱节的。

	善于利用瞬时优势的公司总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客户需要达成的结果。在这方面，澳大利亚Brambles公司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尽管该公司所在的行业看上去乏善可陈（货柜物流管理）。该公司意识到，食品杂货店最大的成本之一，是摆放货物所需的人力成本。于是Brambles公司想到了一种解决方案，它们设计了一种塑料桶，种植者可以在田间采摘后立即把作物放入其中。装好的桶可以直接被拎上货架，供顾客自行挑选。这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更妙的是，到达销售点的蔬菜水果外观更有卖相，因为在农田直接装箱、用卡车运到仓库、储存室直到货架，避免了各个环节的反复碰触。尽管这项创新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它和其他类似行动一起，提高了公司的利润和市场份额，更不用说客户的满意度了。

	

	5 建立强大的关系和网络 在瞬时优势的环境下，只有少数竞争壁垒依旧有效，人才和个人关系网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有证据显示，最成功和最抢手的员工都是那些有强大关系网的人。很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与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因此它们开始在沟通和网络中进行投资，不断深化与客户的联系。Intuit公司在官网上开辟出一个空间，客户可以进行互动，解决彼此的问题，分享自己的想法。对于那些解决典型问题的客户，公司会找到他们，在网站上给予他们荣誉称号，附带简短的个人介绍。亚马逊和到到网（TripAdvisor）都认为，它们各自社区对客户的帮助，是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交网络让客户拥有前所未有的互联能力，企业的信用可以在瞬间建立或被摧毁。

	公司管理网络的能力还体现在维护重要关系上。Infosys公司选择客户十分挑剔，但其客户保有率却能达到令人咋舌的97%。Sagentia是一家英国技术咨询公司，它们小心的确保每一位离职员工都获得满意的离职条件，并且能找到适合的新岗位。即便像在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工业企业，高级管理层也常常花费大量时间建立并维护与其他公司之间的关系。

	

	6 避免硬性重组，学会健康退出 在寻找那些能适应瞬时优势的公司时，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公司很少会进行重组、人员精简或大面积裁员。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这类公司会不停地调整分配自己的资源。在Infosys公司，有人告诉我，这里的人不会“砍掉某个项目”。当一个战略行动逐渐收缩时，他们会说它的“重要性正不断降低”。

	当然，有些时候裁员和业务的突然变化是难以避免的。此时公司面临的挑战是以一种损失最小、利益最大的方式退出现有业务。Netflix公司的管理层坚定地认为，网络视频点播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公司决定放弃DVD快递业务，转向网上点播业务。但公司在退出方式上犯了错。2011年，公司管理层作出两项决定，彻底激怒了客户。首先公司大幅度地提高了会员月费，同时将DVD租赁和视频点播业务拆分。这给用户搜索和购买电影带来极大的不便。就算公司管理层的预测是正确的，DVD业务最终失去生命力，公司也完全可用更优雅的方式退出（难以全身而退）。

	让客户从旧的竞争优势中退出的过程，非常像让客户尝试新产品的过程，只不过两者的方向是相反的。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准备好以同样的速度迁移，因此，公司应做好分层，计划好哪些客户应该首先迁移，哪些客户应该在第二批迁移等等。

	假如，Netflix没有对所有客户涨价，而是向那些愿意放弃DVD服务的客户提供折扣，这样可以吸引一批客户向新业务迁移。然后，Netflix可以规定，用户每月只能有一次机会获得新的DVD，要想随时获得，他们必须付出额外的费用。这会吸引一批“轻度用户”向网络视频点播服务迁移。当这些用户开始觉得新服务有足够吸引力时，该公司就能对主流用户提价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公司采取断然措施，可能会激怒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用户。

	

	7 系统性地支持早期创新 当竞争优势最终消失时，公司需要一个流程来建立新的优势。这意味着，创新不是偶发行为，它需要公司严密地组织。

	擅长创新的公司都有相似的管理流程。它们的管理结构适宜进行创新：公司会设立单独的创新预算和创新团队。让高管有权对创新项目作出快速决策，不必经过既定的项目决策流程。有了专项的创新预算，新的战略活动就不用和成熟业务争夺资源。此外，这些公司能清楚地预见不同阶段的创新活动，也善于将这些创新融入到整体战略中；它们会系统地寻找研发部门甚至公司范围以外的机会，调查客户需要什么，以及公司如何帮助它们。

	

	8 实验、重复和学习 公司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用管理成熟业务的方式来开展新业务。实际上，它们需要专注于实验和学习。当发现新的机会时，公司需要作好变革和转变的准备。经历了“发现机会”阶段之后，企业进入定义和培植商业模式阶段。此时，商业计划落实为真正的业务，并开始试运行和客户服务。当新战略行动开始健康稳定的运行后，它才会进入上升期。然而，很多时候由于公司迫不及待地追逐利润，往往会过早地结束试运行阶段，导致推出的产品有严重的缺陷。还有些公司则会进行关键测试前，盲目地投入过多资金。

	

	呼唤新领导方式

	公司可能会有很多独立的竞争领域，并且它们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没有领导者能清楚地掌握所有的战略活动。领导者需要做的，是给出方向性的指导原则，为创新和其他关键活动设置流程，并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引导创新活动的发展方向。这需要一种新型的领导者：他们敢于质疑现状，而不是维护现状。优秀的领导者会主动寻找不同意见和进行坦诚的辩论。思想多元化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捕捉到潜在变化的信号。更多的意见需要参与到战略制定流程中。

	最后，在瞬时优势的时代，领导者需要意识到速度的重要性，他们要快速地作出决策，而非缓慢谨慎的思考。今天公司的竞争优势可能只会持续5分钟，机会窗口可能在眨眼间关闭。

	关于战略，有一点始终不曾改变 选择不去做哪些事比选择做更重要。即便公司在不同的领域内竞争，你能做的事情也屈指可数。所以你需要定义竞争的领域，取胜的方式以及如何从现有优势转到下一个优势，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有些人倾向性认为，战略已经失去意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战略的重要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今天战略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维持现状和优势，而是为了打破现状。

	

	迎接瞬时优势时代，你的公司准备好了吗？

	
		要抓住瞬时优势，公司需要新的运营模式。下面的诊断能帮助你找到公司需要变革的地方。根据你公司的状况，对下列情况进行打分。如果公司在某项上得分过低，你就需要好好审视这些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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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塔·麦格拉思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动荡环境中的公司战略。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6月刊。







	数字时代的快战略

	

	你的公司有理论吗？

	托德·岑格（Todd Zenger）| 文

	鲁志娟 | 译　方颖 | 校

	

	

	

	

	
		许多领导者开口战略闭口战略，但不知道战略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事实上，那些商海上驰骋自如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他们并不太关注竞争优势，而是关注价值创造式增长。可以说，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

	

	

	管理者如何界定战略？多数公司高管的答案可能是：发现并瞄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然后通过周密计划赢得市场地位，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各家公司通过配置资源、安排经营活动，为客户提供独特价值，或是以低成本提供普遍性价值，以此赢得市场地位。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依然是全球各大商学院的主流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战略包括占据有利市场定位，不受竞争对手模仿和剽窃困扰，提供持续性利润流。

	遗憾的是，如果高管们仅满足于简单占领和捍卫市场地位的话，投资者并不买账。股市上充斥着市场地位强大但股价低迷的公司股票。比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对于沃尔玛的市场地位，想必是无可争辩的。它早期的业务重点是，在小城镇建立一个密集的区域性商店网络，这给它带来了强大的地位优势。而广告、定价、信息技术等配套措施也是为低成本、灵活的连锁店战略提供服务的。

	尽管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及成功的战略布局，但是过去十二三年中，沃尔玛的股价大部分时间都表现低迷。这是因为目前的战略布局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投资者希望发现新价值，而且要呈递增势头。仅仅维持之前的业绩，哪怕业绩喜人，也很难推高股价，明天的惊喜必须要超过昨天，才能赢得投资者的芳心。

	所以，我一直这样建议MBA毕业生，如果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领导一家管理不善的公司，另外一个是领导一家管理不错的公司，那么他们应该选择前者。想象一下，假如你在2001年9月份接过杰克·韦尔奇的帅印掌管通用电气的话，你将面对一群在过去20年习惯了40倍价值增长的股东们。人们对这样一家公司寄予的厚望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这还是最保守的一种说法。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增长往往是以牺牲现有市场定位为代价的。正如“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一观点的灵魂人物迈克尔·波特曾说过的，“一味追求增长，会牺牲公司的独特性，流于妥协、降低姿态、最终危害到其竞争优势。事实上，对于战略而言，迫切追求增长是危险的。”坦白地说，这一思维非但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持续创造价值，反而不鼓励企业追求对现有战略地位构成威胁的增长战略。尽管它也认识到这一困境，但是除了“固本”之外，它并未给出真正的建议。

	事实上，领导者面前最棘手的战略挑战不是如何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而是如何找到新颖、意料之外的价值创造方式，遗憾的是，战略学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前者。在下文中，我提出一种名为“公司理论”的新思路，向人们展示，一家老公司如何不断创造新价值。它超越单一的战略，不是简单的到达某一目的地的路线图，它是一份战略选择指引。公司理论越完善，公司识别和制定持续性价值增长战略的成功率就越高。

	

	有理论的公司叱咤风云

	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战略，所有领域的价值创造活动都离不开对现有大量元素的重新组合。但是，在大量组合中挑选出适宜的组合无异于让一位盲人在险山峻岭中探险，他无法看清周边地形，正如战略家无法看清各种组合的真实价值一样。他（她）只能借助于想象力。

	换言之，领导者必须借助现有知识和之前的经验，就周边地形制定理论模型，然后，进行有根据性的推测，找到有价值的组合，包括能力、活动及资源等元素。事实上，构建组合本身就是对公司理论的一次考验。如果这套理论正确，领导者还能看清相邻地形，并有可能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组合。

	那些商海上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当继任者一旦丢失这一理论，这些公司往往会困境缠身。而所谓的东山再起往往意味着找回这些理论。沃特·迪士尼公司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如何创造价值，创始人有着一套非常清晰的理论，这幅图被收录在公司档案中，本文展示出其副本（参见图表“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该图描绘了一系列娱乐业相关资产，包括书籍、漫画书、音乐、电视、杂志、主题公园以及经销商授权，而位居核心的是电影。该图描绘了一种密集的协同联系，主要是核心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的联系。因此，就像图中明确标注的那样，连环画资产提振电影，电影业为连环画提供素材。迪士尼乐园与电影业互为补充。电视为音乐产品宣传造势，而电影为音乐部门提供歌曲和人才。沃特的公司理论或许可以概括为：“迪士尼在家庭动画及实景电影方面具有无敌竞争力，通过把电影人物和形象投放在其他娱乐资产上，这些资产或是作为电影业的补充，或是作为其价值的延伸，迪士尼公司藉此来不断创造价值，实现基业长青。”

	可能沃特·迪士尼去世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表现得最为明显。15年中，迪士尼的领导层似乎丢失了他当时的愿景。公司电影业务重心偏离了核心动画制作领域，从这一刻起，价值创造的引擎也熄火了。电影收入下滑；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收入增长停滞；卡通人物授权业务下滑。而每周日晚，很多美国家庭全家老小一起收看的电视节目《迪士尼的奇妙世界》也从电视网中下线。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跨进大学校门时，那些从小伴我们成长的迪士尼专卖店早已不见了踪影。

	正当迪士尼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际，它在1984年还遭遇了恶意收购。收购方试图卖掉迪士尼的核心资产，包括电影图书馆以及主题公园周边的优质地产。资本市场对此表示欢迎，迪士尼董事会不得不作出关键性决定：究竟是把迪士尼高价卖掉，看着公司分崩离析，还是寻找新的领导层。董事会选择了后者，聘请了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

	艾斯纳重新挖掘出沃特的理论，并在它的指导下大举投资动画制作业务，推出一系列大片，包括《小人鱼》、《美女与野兽》以及《狮子王》。之后的10年，迪士尼票房收入的市场份额从4%增至19%。人物角色授权业务增长了8倍。主题公园参观人次和利润率显著增长。迪士尼从录影带租赁和销售业务中获得的收入份额从5.5%增至21%。艾斯纳投资了新的主题公园，加大了动画电影方面的投资，并且根据公司理论，向相关业务领域进行扩张，包括零售店、游轮、周六上午的卡通节目以及百老汇剧。实际上，艾斯纳的做法就是让沃特的理论重见天日，并基于这一理论采取大规模战略行动。这一系列行动带来的效果显著，迪士尼的市值从1984年的19亿美元增至1994年的280亿美元。

	从那以后，历史不断重演：尽管把电影搬到百老汇的舞台，是对动画电影、电影人物授权和主题公园业务的补充。但是，其他战略举措，比如1998年收购洛杉矶电视台、1995年收购Cap 
	Cities/ABC、以及1996年收购洛杉矶天使队（Anaheim Angels）的交易，都不符合其公司理论逻辑。与此同时，由于迪士尼未能跟上科技大趋势，而且旗下顶级动画师跳槽到皮克斯，艾斯纳只能任凭核心业务——动画制作再次萎缩。后来，迪士尼和皮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可以获得他们的技术，但是二者的关系剑拔弩张，最后，就在艾斯纳离职前夕（2005年10月）双方不欢而散。

	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反戈一击，不再满足于与皮克斯重修旧好，而是以逾70亿美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后者。迪士尼近期还收购了漫威（Marvel）、卢卡斯影业（Lucas 
	Film），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核心资产，不过这些举措也把公司领入一块不熟悉的领域，漫威影片和《星球大战》的班底有别于迪士尼传统的公主王子类剧情。

	这些战略试验能否创造价值还有待观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沃特·迪士尼的增长路线图在他身后很长时间仍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对一种身后领导力的最好诠释。

	

	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image: ]


	
		沃特·迪士尼1957年设计的愿景图定义了公司的关键性资产，其中包括一项兼具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资产。此外，该图还描绘了各类资产之间的互补性商业模式。它还暗中揭示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就迪士尼未来可能涉足的相关竞争性领域提供了指引。根据这一理论打造出的资产和能力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但是，理论本身基本上没有变化。

	

	（返回阅读原文）

	战略的三种“视角”

	迪士尼的战略具备强大公司理论的所有特质。它能不断给高级管理者一个明确的愿景，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工具选择、收购和组织各种资产、活动以及资源。如何判断自己的公司理论是否好？答案是：公司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我所说的战略“视角”：前瞻性视角、内部视角以及交叉视角。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

	未兆易谋的前瞻性视角 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理论能针对行业演变趋势阐明公司的信念和预期，预测未来客户品味或需求，预测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甚至有可能预测竞争对手的行为。借助前瞻性视角，可以判断哪类资产收购交易、投资或者战略行动对预测中的世界是有价值的。它应该既相对具体又不同于普遍认识。如果它过于宽泛，将无法识别出有价值的资产。如果广为接受，那么公司需要为目标资产或希望获得的能力支付高昂对价（因为存在竞争），或者令目标资产丧失独特性（因此不能创造持续性价值）。沃特·迪士尼的前瞻性视角是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观看的电影市场魅力无穷。

	了如指掌的内部视角 如果竞争对手拥有同样的资产，那么他们能以类似甚至更高的能力复制你的战略举措，这会威胁到前瞻性视角。因此，一种有效的公司理论是为本公司量身定制的，对组织现有资产和活动有着深刻的理解。它给你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你能够发现那些罕见、与众不同且有价值的事物。迪士尼公司对自己的认识是，公司在动画片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并且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能够创造出经久不衰、个性鲜明的角色，而与真人演员不同的是，这些动画人物根本不需要经纪人。

	由此及彼的交叉视角 好的公司理论能发现公司有能力组合或收购的互补性资产，这类资产与公司现有资产相得益彰，共创价值。迪士尼的理论说明，一系列娱乐资产能从核心的动画业务中汲取价值。

	将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领导者可以采取一连串的价值创造举措。有关未来需求、技术和消费者品味的前瞻性视角，能帮助公司找到关联价值领域。有关独特资产的内部视角有助于获得前瞻性和交叉视角。通过交叉视角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互补业务，从而突显出前瞻性领域。

	

	
		史蒂夫·乔布斯的价值创造理论

		2011年8月10日，苹果公司超过埃克森美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考虑到苹果公司1997年一度面临生死危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人们一致认为，苹果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史蒂夫·乔布斯功不可没，但往往误解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正如沃特·迪士尼一样，乔布斯的伟大贡献不是一个产品、一项计划或者一种管理方式，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设计了一套价值创造理论。而几乎每一个所谓的行业专家或战略专家都曾喋喋不休地劝说他及其继任者放弃这一理论。

		乔布斯的理论体现在1977年推出的苹果II电脑上。尽管其内部原理来自苹果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点子，但是乔布斯设计了便捷方便的包装和光可鉴人的外壳。这家以市场营销为重心的公司在把产品推向消费者时掀起了空前的热潮。之后，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产品，每款产品都有一套独特的软件和硬件平台。

		但是1981年，当IBM推出个人电脑后，掀起了行业转型。IBM个人电脑立刻赢得市场赞誉，尤其是其开放性平台。整个行业立刻转而生产与IBM电脑兼容的软件和硬件。更低廉的价格、更快的运行速度以及更大的存储能力，很快成为决定竞争优势的要素。与之竞争的平台迅速销声匿迹，接下来是15年的激烈竞争，直到戴尔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但是，乔布斯仍然恪守一套完全不同的性能标准，反映出他的价值创造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苹果公司的计算机战略，也定义了后续的举措和战略选择。这点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的，但是总体而言，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会为计算机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便利性、可靠性、优雅的外观支付一定溢价，而实现这些产品优势的最佳手段就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大规模垂直一体化整合以及严格控制设计流程。

		与迪士尼的理论一样，乔布斯的理论也涵盖了三大战略“视角”。受有关消费者品味进化的前瞻性视野启发，乔布斯认识到，计算机将成为一种消费品，就像索尼随声听一样。他相信，消费者会欣赏美学，并渴望创造出一件设备，像保时捷或者一件设计精良的厨具那样雅致。

		在内部视角上，他认识到，要在这一竞争性领域中创造价值，最关键的内部能力就是设计。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乔布斯自诩为艺术家，他痴迷于颜色、完美性和形状。他把这种痴迷移植到了科技领域。《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道：“一想到让苹果的伟大软件运行在其他公司蹩脚的硬件设备上，他就会焦躁不安。此外，他也不能想象，未经审批的应用程序或内容玷污苹果设备的完美性。”为了追随乔布斯对设计的热情，苹果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研发投资占比远远高于其任何一家竞争对手。

		乔布斯的理论也提供了交叉视角。借助这一视角，他能够找到创造价值的外部资产，其中包括从施乐公司收购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技术。在对施乐公司进行的高调拜访中，乔布斯不断就施乐公司未能对该技术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表示质疑。他发现，GUI技术完全符合他的理论，因为它让电脑变得更容易使用且颇具吸引力。有些人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作为技术转型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即Mac电脑）是第一款充分体现乔布斯理论的产品，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带来了高利润（正如乔布斯之前预料的那样）。但是，IBM的标准早已确立下来了，对应的网络经济令人窒息。尽管作为一款高利润的细分产品，麦金塔电脑存活了下来，但是比尔·盖茨和其他人不断施以重压，想让麦金塔操作系统在外观和感觉上向IBM的系统靠拢。但是，乔布斯对此根本不买账。

		之后的很多年，学界和记者们都嘲笑乔布斯的这一战略决定。乔布斯也被迫离开苹果公司十多年之久，部分原因在于他有些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理论。

		后来，惠普、Sun和IBM试图收购苹果但未能如愿，不久后，乔布斯回归，成为商界传奇。多数人预计，他会把公司一卖了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再次把自己的理论注入苹果公司，精简了产品线，并引入一系列新的麦金塔产品，并且不向第三方授权。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套理论开拓了相关领域，在广泛的产品线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

		苹果公司不是第一家设计数字音乐图书馆的公司，也不是第一家生产MP3播放器或者智能手机的公司。但是，它是第一家在设备和用户环境设计方面考虑到高雅和易用性的公司，同时，苹果公司严格控制其附加产品、基础设施和市场形象。苹果公司展示出，乔布斯的理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之外的很多产品，涉及的产业和产品种类横跨电视、视频系统、家庭娱乐、随身阅读器、信息传递，甚至是车载系统。相比之下，一度稳居市场高位的戴尔公司则在日益萎缩的个人电脑市场苦苦挣扎，寻找生路。

	

	

	无价值的理论令企业步履艰难

	不过，并非所有的公司理论都行之有效，有些公司甚至从未找到有价值的理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是如此。

	1984年，7家地区性贝尔运营公司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出去，贝尔母公司因此撤出地方性电话服务业务，其资产规模也从1500亿美元降低至340亿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只保留长话业务、制造业务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以及研发业务贝尔实验室。未来增长之路并不清晰，因此该公司需要一套新的价值创造理论。

	分拆后，公司最初的一些战略举措显示，其领导层认为，可以利用其广泛的管理技能将长话业务创造出的大量现金流用于多元化收购交易和新业务上。在接下来的几年，该公司涉足数据网络、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互联网门户。但是市场表现乏善可陈，199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放弃了多元化战略，宣布将剥离两项关键性资产：NCR和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实际上将公司分割成三家独立公司。

	管理层很快就设计出一套新理论，反映出公司的理念，即与本地客户建立起最直接的联系，提供包括电话、宽带和有线电视服务在内的套餐服务。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该公司在1998年到1999年间在有线电视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收购交易，涉及资金800多亿美元。不幸的是，其他公司和投资者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这点也反映在了收购价格上（每位订户成本超过4000美元）。尽管一开始市场对这些举措表示出了欢迎，推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一度升至历史高点60美元。但是，到2000年5月份，该股回落至接近40美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再次质疑其理论，至少是在质疑其向华尔街兜售理论的能力。2000年10月份，该公司宣布，将分拆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5年后该公司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买家。

	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显而易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制定了一套强大的理论，就像迪士尼公司的理论，具体到整合后的资产如何创造价值。但公司分拆后的第一套理论未能明确指出，公司如何把所谓的管理能力逐一应用到新资产上去。它缺乏内部视角和交叉视角，更不要说前瞻性视角了。该公司的第二套理论同样漏洞百出：它具备前瞻性视角，但是由于这一理念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因此无法带来独特的交叉视角。

	

	公司理论帮你慧眼识珠

	当从事并购交易时，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才会显示出其真正的力量。在市场上，价值创造总是落脚在最终支付的价格上，并且一套好的公司理论能让收购方以较低对价找到令它情有独钟的东西。

	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6年创立伊始到1989年，它都只是一家小公司，财务表现也在业内垫底。米塔尔钢铁刚开始只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小型钢铁厂，但它开发出一种新技术，直接还原铁技术（DRI），为小冶炼厂提供高质量的废铁替代品。

	随着印尼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米塔尔钢铁也不断成长。但是直到1989年，该公司才进行了首次重大扩张，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手中收购了一家陷入困境的钢铁厂。这家工厂的开工率只有四分之一，每周亏损100万美元。米塔尔钢铁迅速采取行动，通过转移知识、部署DRI技术、促销等手段，令该工厂起死回生。在接下来的15年中，该公司又陆续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交易，主要集中于前苏联阵营国家，结果证明，每笔交易都是一座金矿。

	一套清晰、简单的公司理论指导着这一收购项目：米塔尔钢铁知道如何从从管理不善的国有钢铁厂中创造价值，这些工厂多位于发展中经济体，那里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而其他许多钢铁公司都把精力放在了改善内部运营上，进行这类资产收购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那些拥有综合技术和大量铁矿石储备的公司，因此米塔尔钢铁可以独享这块蛋糕。

	米塔尔钢铁的内部视角在于，它了解DRI的价值，相信自己有能力让老国企重新焕发生机。它的前瞻性在于，当看到新兴经济体日益强劲的钢铁需求之后，先人一步看到铁矿石资产的价值，以及行业整合带来的益处。它的交叉视角在于能够识别出哪类资产是公司的用武之地。

	到2004年，米塔尔钢铁一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钢铁厂。公司所有人拉克希米·尼沃斯·米塔尔（Lakshmi Niwas 
	Mittal）目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成功来自其公司理论，它就像一幅藏宝图，能不断发现对米塔尔钢铁独具价值的资产。

	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了。”理论对有关因果关系的预期进行定义。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反事实推理：如果我的理论准确地描绘了我的世界，那么当我做如下选择时，就会出现如下结果。它们是动态的，可以基于相反的证据或信息反馈来做出更新。正如学术理论促使科学家们实现知识上的突破一样，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它们为公司进入未知领域提供必要的远见卓识，能在人们选择不确定的战略试验时进行指导。更好的理论会带来更好的选择。只有为你的公司武装上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你的价值探索之旅才不会那么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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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德·岑格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Olin 
	Business School）罗伯特和巴巴拉·弗里克（Robert and Barbara Frick）战略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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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的快战略

	

	中国视角

	
	公司理论与价值创造

	刘学　刘闲月 | 文

	

	

	

	

	
		企业应在理论的指导下找到新颖的、意料之外的价值创造方式。

	

	

	经营哲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曾说：“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就是在这个非连续性时代，使自己的行动保持内在连续性的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的战略环境呈复杂多变、非线性、非常规的状态。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顾客需求偏好持续改变，产业壁垒不断降低、商业模式快速更替、竞争点日趋多元，使得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快地获取与消失、现有规则越来越易于被打破、产业边界经常被突破、顾客忠诚度持续地变化。在此竞争情境下，企业通过什么样的价值创造逻辑来适应、驾驭这些变化？是以变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是固本守正，或是出奇制胜？

	托德·岑格的文章《你的公司理论是什么？》为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解释功能的综合范式：公司理论。托德·岑格“公司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领导者们应该跳出传统的以竞争优势的获取和维持为出发点的战略思维，而是在公司理论的指导下找到新颖的、意料之外的价值创造方式。这个理论为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指明了愿景，绘制了增长路线图，提供了战略视角，即前瞻性视角、内部视角以及交叉视角。

	企业只有创造出顾客所能接受的价值，才能为股东、员工、投资者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而后才能持续经营。在顾客占据价值主导权的消费时代，传统的序贯型价值链已不再适应新的价值创造逻辑。迅速、准确地捕捉或预测顾客需求对于公司发现价值、定义价值，明确价值主张将发挥更大的影响，这需要公司的最高经营者们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认知。前瞻性的认知有助于企业识别未来的价值领域，明确现有产品/市场组合与未来产品/市场组合间的关联，明确企业的增长向量，获取竞争优势，发挥内部的协同效应。由公司理论驱动的认知图式可以明确因果关系链，推演出未来的价值空间以及实现价值创造的路径。迪士尼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成功即是其创始人公司理论前瞻性的集中体现。基于沃特个人内隐的前瞻性思维外显于“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这一理论为整个公司的发展提供的“蓝图”，而且迪士尼公司成长的路径已证实顺此理论者强，逆此理论者盲，甚至接近衰亡。

	沃特和乔布斯的成功在于，他们最初的价值创造理论为后继高级管理者绘制了公司的“共同经营主线”，为他们提供了锦囊妙计，兼有战略设计学派与战略定位学派的思想影迹，即创始人为公司的未来编制了很大的价值网，确定了公司的价值边界。他们是公司未来价值的“建筑师”，公司战略的形成是一个概念作用的过程，要求未来的公司领导者保持价值承诺的一致性，资源投入的连续性。两位设计师即是查尔斯·汉迪所说的“真正成功的商人”。

	前瞻性的视角是公司理论发挥效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经营者需要对公司内部资源进行有效地审视，以发现公司有价值且差异化的独特资产，进而设计出定制化、不可复制的公司理论，否则公司的前瞻性将受到威胁。资源观认为企业是异质性资源的集合体，“资源—能力—成长”的分析范式揭示了企业成长的源泉与动力，作者提出的内部视角、独特资产即是基于资源/能力观的公司竞争优势来源，这种视角界定了公司的资源边界，决定着公司经营的纵深程度和横向多元化程度，同时有助于公司获得前瞻性和交叉视角，通过交叉视角找到有价值的互补资产与互补业务。因为明确了公司的“资源—能力—业务”边界就可以提炼出企业的核心资产与核心经营活动，两个“核心”的界定保证了公司价值创造的持续性，这也是沃特留给迪士尼公司最宝贵的资产，也是他身后领导力的集中体现。这一点正是我国企业家所缺乏的战略特质。

	正如作者在文章中强调的，并非所有的公司理论都行之有效，而且有些公司从未找到有价值的理论，在不断的战略试验中涉险甚至衰亡。公司理论的无效可能归因于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元素组合”，也可能是公司理论“三个视角”的缺失或不匹配。一套好的公司理论需要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采取一连串的价值创造举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失败是即是“三个视角”的不完整、不匹配导致进入未知领域时做出了错误的战略试验；米塔尔钢铁公司的成功则是“三个视角”完整且有机的结合的结果。因为“三个视角”耦合得越好，公司理论越趋于清晰、完善，可操作，那么基于理论而驱动的公司认知图式将更有效地处理公司内外部的信息：更有效地分析优劣势、强弱项、机会与威胁；更有效地发现价值、定义价值、创造并传播价值。“三个视角”耦合的内在机理与传导链如图所示（根据文章思路所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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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刘闲月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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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竞争战略崛起

	迈克尔·瑞尔（Michael D. Ryall）| 文

	安健 | 译　杨俊　邓勇兵 | 校

	

	

	

	

	
		价值捕捉模型通过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彼得·德鲁克观察了那些依赖知识创新的行业，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可能会感觉到会发生某项创新……紧接着是突如其来的爆发。在此后短短几年内，人们会异常振奋，初创公司和新产品发布将层出不穷……最后是行业大洗牌，没有几家公司能最终存活。”

	德鲁克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几乎从不取决于某个单独的因素，而依赖于不同种类知识的融合”。早期技术突破确实会引领风潮，但只有所有条件都成熟后，人们才会取得有意义的进步。

	尽管我无法证明德鲁克观点的科学性，但在战略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描述。在诞生之初，战略研究并不严谨，其内容大多源于类似SWOT分析或波士顿矩阵等常识性方法。但是，1979年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五力模型巧妙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产业组织的经济研究。几乎在一夜之间，基于知识的创新使战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波特为实践人士撰写的著作《竞争战略》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波特的观点很快引起轰动，它甚至吸引其他领域学者对战略产生兴趣，并推动了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和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一份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期刊）的建立。同时，阐述组织间产生长期绩效差异原因的非规范性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源基础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也逐一诞生。不久后，海量的相关实证研究也纷至沓来。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Adam Brandenburger）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Harborne Stuart 
	Jr.）提出了另一开创性理论——以价值为基础的商务战略（Value-based Business Strategy）。尽管对于战略领域的实践者而言，这个理论没有像波特的五力模型那样流行，但这项研究促使数量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有关战略的文献。

	

	竞争再定义：五力化一力

	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供应商和客户，都有权选择如何以及和谁创造价值。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他们可能改变与现有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方式，或者转投其他供应商或客户。反过来，企业的合作方（供应商、客户）也有类似的选择权，他们也可以选择如何与企业，以及他们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交易。

	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竞争力的正式定义：实际价值创造与潜在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实际价值创造是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交易创造出的价值，潜在价值创造是公司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所可能创造的价值。该定义适用于行业中所有企业、供应商和客户。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便可以为参与交易的合作方赋予身份，然后将它们放到数学博弈模型中，最后输入竞争张力的数据，当各方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时，我们便能掌握这些投入所能带来的回报。你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在海量的数据库中跟踪客户的行为、开支、股价、公司账户等等，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战略理论都无法像价值捕捉模型一样，准确地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也无法利用数据对战略假设进行测试，例如，某项管理流程或投资能否提高公司在其行业内捕捉价值的能力。（见后文“战略缺失的一环”）

	与波特的战略框架相比，价值捕捉模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公司面临的机遇，波特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各方对公司拥有（或未拥有）的力量，例如供应商议价能力、客户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威胁以及同行竞争。但是，其他企业可能会为争取该企业而相互竞争这种现象，只被视为其他企业施加在该企业的力量的调节因素而被掩盖。

	波特将竞争与五类不同参与者捆绑到一起，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相比之下，价值捕捉模型定义中只关注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到公司运营的各方面竞争：供应商之间为争取企业用户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夺供应商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取客户的竞争，客户之间为争取企业的竞争。总而言之，行业中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供应商）自身都只受到一种竞争的影响。而这种竞争力的强度取决于实际创造价值与潜在价值之间的张力——潜在价值与实际创造价值之比越大，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就越高。而相对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一家公司能在竞争中占据的价值。

	其次，价值捕捉模型清晰地区分了市场参与者创造的价值，和每一位参与者索取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尽管价值捕捉分析依靠前者来导出后者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关键的。波特的五力模型再一次将这种区别深深掩盖，使其几乎消失不见。确实有很多人（也许是不公允地）认为，五力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价值索取模型，而非价值创造模型。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非规范的竞争战略理论，例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式创新战略以及金和莫博涅的蓝海战略，它们都注重价值的创造，而非价值索取。

	[image: ]
	
		战略缺失的一环

		在迈克尔·波特之后的第一代公司战略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超越“非规范推导”这一范畴。由于缺乏确凿和成熟的分析理论，实证研究者停滞不前，他们的发现只能将公司业绩与一系列“看似相关”的变量进行宽泛的关联。在面对竞争时，我们无法辨认公司业绩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定义基本原则。这使得整个战略研究领域患上了一种永久性的《追求卓越》综合征，一个“伟大的想法”不断被另一个“伟大的想法”否定。（1982年，两位来自麦肯锡的咨询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鲍勃·沃特曼（Bob Waterman）发表了《追求卓越》，该书成为美国第一本突破百万销量的工商管理类书籍。但在《追求卓越》出版仅仅几年后，《商业周刊》就报道，书中用来举例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不再符合作者对卓越的要求——译者注）

		公司战略领域所缺乏的，是一个对早期战略理论进行总结和改进的通用数学模型。公司战略领域为何缺乏融合趋势？因为在真实世界中，造成公司长期业绩不均衡的原因，是复杂、微妙和难以描述的。若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它能模拟现实中动态的、高度互动的竞争环境，并真实地捕捉到各合作方的有限理性，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人们当时无法确认哪种数学理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足够多的接受过数学训练的战略理论家来完成这项工作。

		金融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很多新技术出现后立刻完成了融合。197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莫顿期权定价模型的出现，给金融界带来一场革命。几乎在这些数学模型诞生的同时，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便建立起来。很快，金融理论和实证检验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起来，使人们对股票和各种衍生品回报的变量有了普遍和充分的理解。这些模型因此不断完善，它们的预测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此外，在运营学和营销学的部分研究领域中，人们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发现了战略中缺失的数学环节。合作博弈论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动态竞争的研究中。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竞争的价值捕捉模型可以让我们辨认资源和能力投入可能带来的潜在回报，而大数据技术更增强了模型的效力。战略研究领域现在正迈向一个新的节点，理论和数据之间终于能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就像在金融业一样，这些新的进展预示着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返回阅读原文）

	

	

	从价值链到价值网

	价值捕捉模型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使他们可以绘制出公司的竞争状况。在传统思维和波特的战略模型中，价值被视为一连串行为产生的结果，例如一家公司从供应商获得原材料，增加一些价值后，将产品出售给客户。公司会与供应商和客户讨价还价，它们的盈利能力取决于公司价值/价格比与竞争对手相较之下的吸引力。

	而价值捕捉模型则替换了公司的价值链，我将这种新的概念称为价值网地图。本质上，价值网就是一个生产性的社交网络，网络中的连接由实际发生的和潜在的交易所定义。价值网地图包含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价值网如何运行”），首先是公司的价值网本身，它包括与公司进行实际创造价值的交易各方（一般是供应商和客户）。如果在价值网外不存在创造价值的机会，那么就不会有竞争，而竞争对交易创造的价值有无可争辩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交易的各方只能在（价值网内）他们中间进行讨价还价，每一方都想说服其他方，扩大自己应得的价值。

	竞争来自价值网地图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价值网外的各方。他们希望与价值网内部各方进行交易，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目前还无法参与这类活动。例如，假设制造商A希望让零售商B销售自己的产品，但由于零售商B缺乏货架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合作。在价值捕捉模型中，所有外围各方的组合叫做公司价值网的竞争外围（Competitive 
	Periphery）。当外围中的参与者希望和公司进行交易时，公司从价值网中捕捉的价值就可能提高，因为如果公司在现有价值网内获得的回报太低，他们就可以选择切断交易联系，与外围中的各方组成一个新的价值网。

	让我们看看亚马逊的在线图书销售业务在刚刚起步时（1994－2001年）的情况。尽管拥有革命性的技术，销售额也快速增长，但公司却陷入长期亏损中（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这是由于，任何想和亚马逊交易的买家都可以轻松进入价值网，因此，亚马逊的竞争外围（争夺与亚马逊交易权的各方）是空的。

	有趣的是，亚马逊公司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公司的创新，从实体店销售转向在线销售有效地解决了公司的容量限制问题。举例来说，我曾经是亚马逊的早期客户，因为在其他实体书店中，我很难找到如此多的数学专著。从此我不用排队购买书籍，或竞拍有限的客户名额，也不用担心某个亚马逊狂热支持者会将我与亚马逊的关系中排挤出来。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的网络销售部门也乐于向亚马逊的客户提供价值相似的交易。当时网络零售书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即便是微弱的价格差异，也会让购买者在几秒钟或几次鼠标点击之内叛逃。因此，外围中的购买者给零售书店带来强大的竞争。不难想象，亚马逊的利润非常低，因为当时的客户索取了市场价值蛋糕中最大的一块。

	

	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

	
		一张价值网地图能描绘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创造价值的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这些参与方包括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和公司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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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网如何运行

		传统意义上，价值创造被视为是一条链条连接的一系列行为。而在价值网中，一家公司和其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易，创造出一定量的价值（由图中心的圆代表）。每一方能捕捉的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1）价值网外各方与该方进行交易的兴趣度；(2)该方对其他各方的议价能力。

		（返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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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

		在开展网上图书零售业务初期（1994－2001年），亚马逊公司的价值网包含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图书出版商）和公司的客户。当时亚马逊的客户还有其他交易选择，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巴诺书店的网络分支。因此，公司之间的竞争保证客户可以索取价值中非常大的份额。而亚马逊对价值网外供应商打开大门，任何出版商都可以跟亚马逊合作，亚马逊的服务不会造成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亚马逊不会获得供应商竞争带来的价值份额，公司只能寄希望于竞争份额之外那部分可怜的价值了。

		（返回阅读原文）

	

	计算战略决策

	到目前为止，我对价值捕捉模型的描述，还集中在那些个体公司控制范围外的变量——公司现有价值网中的合作方以及他们面临的竞争强度（取决于价值网外潜在的合作方）。但是，这些变量基本无法说明公司最后能捕捉的价值，它们只能决定价值网中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和下限。尽管有时竞争的效应是非常微妙的，但公司合作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而公司自身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价值份额的下限。

	当然，公司实际捕捉到的价值是该公司战略决策的结果。常理告诉我们，公司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的选择能够影响公司的竞争机会和结果。通过将合作博弈论应用到价值捕捉模型中，我们不但能证实这种常理的正确性，而且可以理解并预测战略决策对结果的影响。这时，价值捕捉模型对价值创造和价值索取的区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一家公司对其能力和资源的战略投入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1）公司资源和能力对价值网中各方创造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值的影响；（2）在交易中，公司从合作方索取价值的能力，该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公司对资源和能力的投入。对价值（不管是实际价值，还是潜在价值）产生影响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竞争意识所驱动；相反，用来劝说合作方放弃价值，从而索取价值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议价意识（Persuasive 
	Intent）所驱动，这些资源和能力超越了竞争范畴。

	一般情况下，一家公司会根据它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运用其竞争资源和能力，以提高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下限、上限或两者同时提升）。如果公司部署资源，将价值下限水平提升到价值上限原先所在的水平，那么公司就会从中受益，尤其是当公司的议价资源薄弱时。一家公司的竞争性资源一般很容易辨认，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资产、创新技巧和客户服务质量都会影响公司在价值网内创造的价值，以及它和竞争外围中合作方可能创造的潜在价值。

	广告也是竞争性的，有些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客户购买公司产品的意愿（例如通过改善品牌形象）；有些则是为了减弱客户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意愿，这样就可以削弱竞争对手针对公司价值网内客户（相当于竞争对手外围中的潜在客户）的竞争。这些广告活动通常可以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对比广告（进攻性广告）则会增强潜在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购买意愿，提高公司对外围中潜在客户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下限。

	在现实中，广告常常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功效。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一则广告中推广其子公司安吉星（OnStar Service），就指出其他汽车企业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通用汽车这则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产品的吸引力，同时降低其他品牌车辆的吸引力。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一则安眠药广告，它的宣传语是“不会形成依赖”（Not 
	Habit Forming），一针见血地讽刺了竞争对手的产品。

	当公司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足够低时，它能捕捉的价值上限和下限之间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这时公司的议价资源和议价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应该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以劝说价值网内合作方让出价值。这样的行动有时会成为公司利润主要的获取力。例如，汽车经销商就经常利用高超的销售技巧，使购买者让出部分利益。

	要看一家公司如何整合不同种类的资源，苹果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它的网络销售业务与亚马逊遇到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苹果在2001年推出iTunes，到2010年，苹果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销售商。2011年iTunes的销售收入达到14亿美元，根据相关估算，其毛利率高达30%。

	对于实体商品，公司可以将容量转化为一种竞争资源：通过限制合作方数量，公司可以保持自己竞争外围充满潜在的合作方。例如，2001年苹果推出iPod时，公司采用了限量供应策略，从而提高客户对公司的竞争。iTunes的专利音乐格式使公司的数字内容获得了苹果硬件产品的稀缺性，而苹果产品外观设计极具吸引力，使客户具有非同寻常的忠诚度。尽管购买者的竞争外围充满了各种数字音乐资源和硬件生产商，但客户对苹果的忠诚使他们与其他合作方进行交易的相对价值得到降低。苹果产品生态系统的互补性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价值捕捉模型的角度来看，iTunes商店使苹果产品的价值提高，尤其是那些拥有多种苹果产品的客户；苹果竞争外围的减弱，让公司捕捉价值的上限得以提高。

	亚马逊和苹果的故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亚马逊的案例里，图书出版商提供的实体商品是数量有限的，而它们的分销商（亚马逊）却几乎拥有无限的交易供应容量；在苹果的案例里，内容提供商提供的是音乐授权，天生没有数量限制，所以它们无法让自己的竞争外围充满潜在合作方。反观苹果，它利用专利音乐格式，将数字内容与实体产品捆绑到一起，限制了产品的供应。

	苹果在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与下限之间拉开一段距离，这样它的议价资源就可以起作用了。在竞争决定的价值范围外，议价资源可以让公司的合作方让出一部分价值。在大规模零售市场，运用议价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控制销售的定价，给购买者提供不容讨价还价的交易。如果讨价还价能给买家带来经济吸引力，尤其是针对大金额的交易，例如购车时，这种策略就会失效。如果公司可索取价值上限与下限之间的间隔缩短，这种策略同样无法发挥作用。亚马逊对价格进行控制就不会带来优势，因为巴诺书店相似的在线业务使亚马逊可索取价值上下限之间的间距非常短。

	

	量化产出

	战略决策对公司价值网和竞争外围的确切影响是难以预估的。但有了以价值捕捉理论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在该模型中，公司可索取价值的上下限（决定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是由线性编程计算得来，这项分析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连Excel软件都可对其进行处理。

	我正在和他人共同撰写Evan Kristen Specialty食品公司（简称EKSF公司）的案例，这是价值捕捉模型在真实商业世界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案例中，一家风投组织需要评估EKSF公司的商业计划。作为一家初创公司，EKSF计划在食品店销售事先处理的新鲜蔬菜（清洗过且去根茎的蔬菜），并且365天全年无休地供应各类蔬菜。EKSF公司希望与一些“非传统合作方”建立价值网，这些合作方包括：作为分销商的联邦快递（这样就省去了传统的库存和送货要求）；提供定制加工设备和店内冷冻展示柜等新型设备的供应商；一家运输用制冷剂制造商；负责零售货柜的销售人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附近的菜农，他们可以全年种植蔬菜。

	传统的行业经验显然无法适用于这种反传统的商业组合，但风投组织可以用价值捕捉模型评估EKSF公司在新型价值网中各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通过对价值捕捉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商业计划中的财务目标之间进行对比，潜在投资人就可以根据预测的竞争状况，辨别由议价资源决定的预期利润。投资人通常认为竞争带来的利润比议价带来的利润风险低。

	这种分析可以让公司了解价值网所有参与者受到的竞争强度，以及这种强度的变化和平衡。初创公司的交易容量十分有限，所以竞争外围中客户之间对公司的竞争是很强的。而在公司上游——上文中提到的几家“非传统供应商”，它们的竞争外围基本是空的，因为它们只能为EKSF公司提供产品。换言之，EKSF公司和供应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互相合作，组成价值网。

	但是，当风投考虑退出策略时，一个中期风险浮出水面。价值捕捉模型揭示出，如果EKSF公司的计划取得成功，这种创新型价值网的功效就会得到证明。这时供应商竞争外围中会出现潜在合作者，其数量增长速度比EKSF公司竞争外围中客户增长的速度快，公司的利润因此会受到挤压。提前预料到这种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公司就可以事先从制冷剂供应商处索取专利许可，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

	公司战略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而历史证明，社会科学的进展总是时断时续的。因此，价值捕捉模型要成为一种系统解决方案的管理工具，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但是，价值捕捉模型的开发工作，已经给设定公司战略方向的管理者带来重要的启示。如果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最终成功开发出一个精简的模型版本，以及一套合理完整的输入变量，那么价值捕捉模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将会对模型不断改进，最终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不断改善公司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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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瑞尔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战略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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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型”战略最适合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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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研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能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选用合适的战略风格并合理部署。鉴于中国市场环境的可塑性和不可预见性都高于发达市场，因此中国企业需要采用“塑造型”战略。

	

	

	在《战略之战略》（见《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9月刊）中我们写道：公司的战略风格必须与日益多元化的商业环境相匹配。商业环境的评估需考虑两个维度：环境的不可预见性（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环境的可塑性（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竞争环境施加影响）。因此，对各种环境作出的响应包含两大维度：如何适应和如何塑造。把这两个因素放在一个矩阵中，就可以得到四种战略风格，即：经典型（Classical）、适应型（Adaptive）、塑造型（Shaping）以及愿景型（Visionary）（参阅图“四种战略风格”）。每一种战略风格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环境。我们通过对发达市场和发展中市场中企业高管的广泛调研，发现能够结合具体环境选择并部署正确的战略风格将使企业获益匪浅（股东总回报平均高于市场4%－8%）。然而，能够真正找到合适的战略风格并合理部署的企业少之又少。

	许多企业未能及时体察自身环境中的不可预见性和可塑性，因而采用了错误的战略风格。BCG战略智库（BCG Strategy Institute）的一项全球研究发现，每10家公司中就有6家或是无法准确把握自身商业环境的特性，采用了错误的战略风格，或是具体战略制定实践与所选的目标战略风格不一致，其中以后者尤为常见。中国也不例外，在同样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能结合自身所处的环境选用合适的战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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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与其他新兴市场一样，中国市场环境的可塑性和不可预见性都高于发达市场，因此需要采用“塑造型”战略。

	分析表明，中国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和可塑性几乎是美国市场的两倍，并呈现日益加剧之势。我们利用市值波动性来衡量市场的不可预见性，并运用一个包括市场增长（正相关）、规模收益（负相关）以及行业分散度（正相关）的、跨行业的综合指数来衡量市场环境的可塑性。

	中国市场的经济不可预见性非常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对出口业的高度依赖，使中国面临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并承受因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的风险。经济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则意味着若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无法继续维持较高的投资率，经济就会面临衰退的风险。中国市场还存在监管不确定性，因为政府一直致力于平衡一系列存在潜在冲突的目标，即：增长、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此外，竞争环境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市场的高速发展、由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推动的业务模式创新、以及许多行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现实。

	中国市场的可塑性来源于多个方面。市场的高速发展为新架构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因此在形成之初无需争夺现有竞争对手的客户；许多行业本身就很分散，这意味着那些希望重塑行业格局的企业在前行道路上不会遭遇大型强势的老牌企业；技术的高速发展为“颠覆性创新”的出现创造了机会，而这些创新能够撼动现有的市场架构；人口老龄化带来诸多新问题，从而形成一系列尚未定型的新市场；而相比主要规范均已设定到位的成熟监管机制，中国较为年轻的监管体系也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和塑造。

	

	做好“适应”和“塑造”工作

	采用“塑造型”战略，企业必须开展两方面的工作：“适应”，对环境中的不可预见性作出合理响应；“塑造”，对行业市场格局的发展施加影响。

	“适应”工作的开展依赖于以下五项“适应能力优势”，具体的能力组合应视所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来源而定。

	市场触觉优势 能够赶在对手之前，及时识别所处环境中的微弱信号并迅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例如，一家国际领先的媒体企业，因为客户流失率居高不下，所以修改了处理客户数据的分析方法。为了搞清楚客户流失的类型，它们运用了“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技术。由此，公司发现了导致客户流失的变量之间的隐含关系，并针对有流失风险的客户，采取了一系列挽留客户的活动。预测流失的准确率，高达惊人的75%－90%——这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实验能力优势 能够小规模快速地试验各种新的业务模式、产品服务和渠道等方法，并将成功经验快速经济地升级推广。海底捞公司鼓励每个员工积极针对不同顾客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把每一次失败看作是通往成功路上的一次学习之旅，总结经验以完善下一次试验，并且拥有一套正式的流程来定期筛选实验结果并推广成功经验。凭借大胆的创新实验和完善的实验体系，海底捞在中国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成功之路。

	组织架构优势 建立一个能够快速适应高速变化市场环境及需求的组织架构。海尔集团推出了“小微企业”的组织架构理念，将8万多名员工划分为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每个经营体在很大自由度上决定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规划。通过“小微企业”组织架构的实施，海尔极大地调动了员工市场应变的积极性，并且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了企业资源面对市场环境变化条件下最有效的调配。

	商业体系优势 打造一个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商业生态体系。体系内的企业能够缓冲市场风险、提供各类技能和视角、大范围地捕捉环境变化的信号，通过广泛的创新活动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利丰集团打造了一个由超过8000家供应商组成的强大商业体系，并通过模块化的管理体系让所有供应商的强项叠加，从而作为一个整体为客户提供服务，不仅保证了客户订单快速高效的完成，而且极大增强了对风险和变化的抵抗能力。同时，庞大的供应商体系也为利丰集团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帮助利丰更有效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社会责任优势 积极应对不断演变的广泛社会要求，了解当前的社会挑战，并有能力为应对这些挑战贡献自己的力量。獐子岛集团面对庞大的海洋资源，积极致力于科技创新，开发出一套维持平衡生态系统的“多营养层次综合水产养殖法”，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减少了垃圾产生，同时还提高了产量和收益，从而成为新型水产养殖业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塑造”工作要求企业积极影响本行业的结构形成，以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企业可以运用以下四种能力来塑造市场环境：

	打造相互协作的生态系统 企业可以从三方面来打造一个让参与各方互创价值的生态系统：一是，降低进入门槛，提高商业伙伴参与度；二是，强化系统的优势，通过设定标准，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反馈机制，鼓励参与各方分享经验；三是，作为系统的协调者，努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可信度，保持系统冗余及多元化，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打造理想的生态系统需要企业深入细致地了解所处行业的参与者，包括哪些因素能够激励他们，同时还需要有能力识别双赢的发展机遇。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并总结成功模式通常会颇有收益。

	作出颠覆性的创新 能够开发出具有颠覆性的创新产品或业务模式，从而塑造自身所处的市场环境，并让企业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着眼于颠覆性创新的企业不是一味专注于提供现有产品的“更好”版本，而是寻找机会，重新定义产品对客户的用途。这就要求企业拓宽视野，问问自己“我们还可以解决哪些问题”。此外，还要求企业以更具经济效益的方式开展尝试及实验——速度比对手快，成本比对手低，或是获得的经验更胜对手一筹。

	增强影响力 能够比竞争对手更有力地影响本行业中的各主要参与者。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明确需要影响的对象以及他们所感兴趣的方面，而且目标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客户和供应商，而是延伸到监管机构、社会、与自身能力互补的机构，甚至可能还有某些不同意见者。为此，企业需要建立可信度、信任感和亲和力，这都需要投入时间、资源并要求具备很强的沟通技巧。最后，还要求企业在行动过程中能够区别“轻重缓急”——首先与最具实力的同盟联手起步，积累到关键规模；然后进一步优化夯实自身定位，从而赢得业界机构认可的。

	建立主动精神 能够把握先发优势——行业主流结构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撼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企业以积极前瞻的态度开展战略规划，主动求新求变，而不是坐等环境的变化。此外，企业还要具备灵活的组织结构，能够快速调整和学习。影响速度的一大主要障碍是风险偏好——许多公司仍采取“观望”的态度，因为它们认为主动尝试改变所处环境的风险太高。

	

	先锋型企业的经验

	已有不少先锋型中国企业在中国及国外市场开展了“塑造”工作并取得成功，也有不少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成功经验。

	华为 华为打造合作互赢的商业体系，从发展中国家成长起来的全球电信设备业巨头，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成长为全球电信设备业巨头。

	华为建立之初，面临国内电信设备市场被欧美日品牌垄断的局面，积极加强和电信运营商以及地方政府的合作，尤其注重当时国际品牌尚未关注的农村市场，成功建立起一个和客户以及监管机构良性共赢的体系，深刻改变了竞争环境并迅速赢得了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扩张中，华为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需求，投入资源培训并开发创新商业模式，使当地低收入人民有能力成为华为的商业伙伴（例如在孟加拉国开展的Phone 
	Lady项目），在改善他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商业体系，从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华为积极参与国际电信和互联网业标准的建立，已成为约150个标准组织的成员单位，更通过卓越的贡献成为一系列重要标准组织的理事会成员。

	淘宝 淘宝打造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电子商务平台和体系，成为中国电商行业绝对的领跑者。在淘宝网建立之前，eBay已经携其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势头，通过收购易趣网进入中国，并将其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商业模式移植到中国。淘宝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网络用户对收费和网络安全的高度敏感可以作为淘宝颠覆eBay模式的切入点。淘宝则从2003年成立一开始就大打免费牌，对所有交易完全免费，把盈利模式主要放在提供广告等增值服务上，完全改变了传统电商平台收取登录费和交易费的模式；同时，改变了在eBay买卖双方直到实际购买行为发生以后才能直接对话的做法，而通过阿里旺旺为用户提供免费便捷的沟通渠道，并通过自有的支付平台支付宝，提供付款中介服务。买家所付货款由淘宝暂时保管，卖家只有在买家确认收货以后才能收到货款，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买家的放心程度。淘宝迅速成长为中国电商的领先者，在B2C和C2C市场都稳居头名。

	诺和诺德 它积极主动地影响行业参与者，在中国糖尿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诺和诺德在糖尿病市场的成功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创新、影响力和把握主动。诺和诺德率先推出创新的“患者关爱俱乐部”，目前已有6万多名会员。这个俱乐部让制药公司的角色从胰岛素供应商转变为关爱患者的合作伙伴，提供一系列支持机制，确保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干预措施，大大降低了诺和诺德的客户流失率。诺和诺德“塑造”行动的另一举措是精心营造对监管机构的影响力，诺和诺德投入专业力量和资源，帮助政府设定治疗标准，开展医生教育项目，在中国组建由临床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这些努力既为市场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治疗标准，同时也提高了诺和诺德在患者中的认知度，从而为公司赢得了更大的市场。诺和诺德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糖尿病市场的药企——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尚未广泛认识到糖尿病带来的威胁之时，诺和诺德便已把握先机，率先进入。

	不论是本地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都能够成功影响自身在中国市场的生存环境。这些企业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也呈现出不同的优势。

	本地企业在深入了解中国市场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它们了解本行业的主要参与者，经历过在中国其他背景下成功运作的各种架构。此外，通过多年经营建立起来的关系网、营造起来的信任感和可信度，都有助提高本地企业的影响力。本地企业通常规模较小、更具创业精神、灵活度高，因此善于把握先机。但由于资源匮乏，它们对那些已经出现在境外市场的创新或架构存在盲点，因此往往在创新和影响力方面面临不少的挑战。

	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全球市场经历过众多成功架构，拥有庞大的资源和强有力的品牌，为其赢得很强的影响力。深厚的技术专长让它们能在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跨国公司所欠缺的可能是对中国市场状况以及对主要行业机构激励因素的了解。另一项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不同的市场采用不同的战略风格，以及如何在核心业务承受压力的时候，尽可能避免在中国市场采用以效率为核心的“经典型”战略思维。跨国制药公司就是很好的范例，近年来它们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流失于本地药企。原因就在于，它们一直试图使用其在发达市场惯用的“经典型”战略风格。

	

	市场成功5步法

	放眼未来，我们认为企业应当开展以下5大步骤，以在中国市场斩获成功。

	第1步：梳理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 企业应分析中国市场不确定性的各主要潜在来源，如：经济、监管、竞争以及各行业的特定因素等，并了解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对企业自身带来的影响。企业领导者必须自问，在应对潜在变化及其影响方面，公司还存在哪些差距。

	第2步：了解自身的能力缺口 企业领导层必须对自身在适应市场变化和塑造市场环境方面的能力进行评估，清楚公司缺少哪些必要的技能。

	第3步：制定计划，弥补差距 应制定详细的蓝图来弥补上述能力缺口，包括实施变革举措的时间表，明确各项工作负责人的具体职能。

	第4步：制定“塑造型”战略 企业领导层必须了解哪些问题是塑造市场的关键点，并理清自己的企业在塑造市场环境方面相比中国市场的其他同业竞争者具备哪些相对优势。本地企业和跨国企业都要扬长避短，消除盲点，进而为“塑造型”战略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明确战略的执行需要运用哪些工具，采取哪些手段，并决定由谁来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

	第5步：树立相应的理念和文化 企业领导者必须打造一个适度聚焦外部环境并积极致力于塑造这一环境的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点，企业领导者需要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和提供实际范例，打造积极应变、勇于尝试的企业文化。这一点对跨国企业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原有的理念可能更适合不确定性较小、可塑性较低的商业环境。

	今后，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为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提供巨大的发展机遇。成功将属于那些善于运用自身独特定位和能力来塑造一个对自身有利的市场环境的企业。而如果忽略了这一方面，企业即便能在短期内实现发展，但就长远而论，也必定会在全世界最具发展前景和最重要的市场中折戟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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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速成长的秘诀



增长永远都是企业发展重中之重，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近年来的调查显示，94%接受调查的高管表示，增长在他们公司举足轻重。而30％则表示，增长在他们公司相比其他，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增长往往让人难以捉摸。超过60%的高管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能达到他们的增长目标；70%表示，比起以前，现在更难达到盈利增长；66%则表示，比起10年前，现在更难明确有效的增长途径。

虽然如此，一些公司还是能通过建造强大的增长动力做到年年持续增长。WPP集团是全球最大的传播公司之一，在30多年前，它只是一家名不经传的小企业。CEO苏铭天（Martin Sorrell）自述，公司的发展方式主要是依靠收购小公司。“最初两年，我们进行了18次收购，主要集中在擅长‘线下’营销业务的公司。在广告领域，“线上”意味着性感、有创意的东西。”“‘线下’恰恰相反，业务主要为包装、设计和推广。尽管无法引人注目，但“线下”公司同样有价值。我们以自己的股份作为主要资金，在英国购买了15家，美国购买了3家这类公司，成为大西洋两岸的最大‘线下’玩家。该战略备受证券市场喜爱，我们的市场份额也持续上升。”

但在长期的收购后，WPP集团债务负担严重，“当经济衰退后，我们发现自己被过度放债。尽管一直按时缴款，但有几次我们险些违约。”苏铭天说，“我们须证明集团存在的价值，否则离分家也不远了。当考虑如何提高集团附加价值时，我们的关注点是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WPP约60%的收入用于人才投资。第二大投资是全球的地产，在90年代约占比10%；今天是约7%。我们也寻找机会投资采购和IT软硬件。”WPP集团发展从收购转向投资。

尽管每家企业的增长举措都不尽相同，但也都算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将竞争对手甩在身后，另一方面，不断更新自身的竞争优势。

在《增长需要全公司发力》一文中，作者提出，增长靠的是公司整体而不是单独一项产品或服务。如果企业没有被单个机会所诱惑，而是在很稳定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强劲的增长引擎，这样才能有信心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须关注以下问题：你独一无二的优势是什么？我们怎么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增加价值？我们哪些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方面能为我们带来增值？我们该如何创造能够不断推动前行的相关能力？

想想看运动品牌安德玛（Under Armour）。它野心勃勃，不但在研发新运动布料上是领头羊，还研发了可穿戴的电子设备。不管安德玛做什么，它都专注于增长引擎，即不断创新的能力和持续推出有价值的产品，正如它出售的每一件衣服和设备。它进行扩张（部分通过收购像MyFitnessPal和Endomondo这样的运动软件公司）但从来不会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来实现志向。

而安德玛在选择品牌代言人时，并不仅仅只是借用明星的影响来加大宣传，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会让代言人成为“投资者”。如在和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兰迪（Tom Brady）签约时，给对方的报酬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公司无股息股票。但这一模式并非开始就如此，而是不断进化发展，当安德玛刚起步时，代言的操作模式非常简单：找个球星做广告，并让公司的商标尽可能多地在电视中播放。但随后这种模式不断改变，“一旦我们签下了一位顶级运动员，我们希望他不只为我们代言，理想的情况是，他能同时帮助我们进行产品改良。”

本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增刊《实战复盘第五季·十大全球CEO亲授 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战略》精选11篇文章以飨读者，十家全球顶尖企业CEO口述推动企业迅速成长或者再次增长的关键性战略，通过复盘当时的战略选择来总结经验与教训。在岁月的洗礼下，这些经验与教训成为后起之秀们的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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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代言此前有着非常简单直接的操作模式：在广告中露脸，电视屏幕上出现公司的标志。但这种模式正在快速变化，安德玛的CEO已经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1996年，我创办安德玛（Under Armor）的时候，才23岁，刚刚离开大学校园。这家公司的创意非常简单：在大学和高中期间，我都热爱橄榄球，但我非常讨厌肩胸垫下的T恤被汗水浸透的感觉。这种厌恶并非仅仅源于那种不舒服，更多的是因为我坚信，这种细微的体重增加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表现。由此，我发现了一种需求：保持运动时运动衣的干燥。为此我研究了各种面料，并最终找到了一种可以隔绝潮湿的面料，即使出汗量大也依然能保持干爽。之后我让一位设计师用这种面料制作了一件运动服，而我依此生产了大量的样衣，之后我的工作就是如何将这些样衣销售出去。

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准备利用自己的人脉。我曾在位于华盛顿的圣约翰大学高中就读，那是一所有着优秀橄榄球传统的学校，我的前队友中至少有8人正在诸如锡拉丘兹、弗吉尼亚等地的甲级球队服役，并且还有两个进入了NFL（国家橄榄球大联盟）。此外，我在高中之后，曾到福克联合军校学习预科，这所学校也是体育明星的摇篮。在我的这些预科同学中，有23人进入了美国大学的橄榄球联赛球队，其中一人获得了美国橄榄球最高奖—黑斯曼奖，他就是艾迪·乔治（Eddie George）。当他们4年之后从大学毕业后，有13人进入了NFL。而我在进入马里兰大学后，依然执着地参加橄榄球运动。而我在这所大学中的20或者25名队友在毕业后加盟到职业橄榄球联赛。

很遗憾，大多数人并未注意到我上述有关安德玛发展中的小片段，他们更愿意关心我们有哪些创新性的产品。但我并不是一个只知道研究新款运动衣的人。我的朋友遍及10多个职业橄榄球队的更衣室。尽管安德玛拥有众多的普通消费者，并且已成为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运动品牌商，但我创建它的初衷还是为了职业运动员生产产品。因为当我制定产品规划时，我与诸多职业球星的生意依然是我整个产品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但是在球星有人脉关系并不能降低代言过程的难度。以非正式的口碑建立品牌战略已经演变成数百万美元开销的项目，需要对投资回报进行精心谈判和持续关注。但是这很有趣。



免费产品是门大学问

仅仅将我的产品送达到运动员手中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那时还没有Facebook，因此我必须设法亲自找到我的那些前队友。当我能见到他们时，我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因为有很多人向他们寻求帮助，我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那些令人可憎的远房亲戚那样去向他们借500美元。因此我的开场白不会是：“买下这件衣服就当帮我个忙”这类的话，相反我会说：“安德玛是我的公司，这件衣服是我的产品，我觉得你应该试穿一下。”如果他们对我的话感兴趣，我会接着说：“嘿，要不这样吧，我送你两套衣服，如果你对衣服满意的话，那么一件你自己穿，另一件你送给你的队友。”这无疑一种“草根营销”方式。我曾经努力突出这样的理念，那就是让每一位使用安德玛产品的运动员,均能展现更好的竞技状态从而能多挣到钱。总之，我是将每一件产品都定位为我对运动员的一种帮助，而不是他们对我的恩赐。



口口相传的品牌营销策略，逐渐发展为数百万美元的大额支出项目。这件事情太有趣了。




我对上述销售模式有着自己的憧憬：一旦多数运动员都使用安德玛产品并且经常谈论它们的时候，就会迫使其所在球队统一采购安德玛的产品，就像他们此前购买其他品牌产品一样。这是我想象中的商业模式，非常幸运的是事情就是这么发展的。1996年我们获得了第一笔订单，来自乔治亚州橄榄球队。之后不久我们获得了来自亚特兰大猎鹰队和纽约巨人队的更大的订单。我此后依然坚持向个别球员提供免费球衣，以便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圈子传播安德玛的产品，而我则从与其所在球队签订合同挣到钱。

而在1997年夏天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迈阿密海豚队装备部经理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嘿，凯文，我们的很多球员都穿你们的衣服，并且都非常喜欢你们的衣服，你能帮我一个忙吗？给我送150套运动衣，我能保证在本周日的比赛中，包括我们当家球星丹·马利诺的所有球员都会穿着你们的服装上场。”但我告诉他，这么做的推销成本太高，超出了我的预算，因此我无法为他提供这么多的赠品服装。对我的答复他感到惊讶，他说：“你疯了吗？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一次产品展示啊！”我知道他是对的，因为迈阿密海豚队的比赛是全美直播的，届时每个球员的衣领上都会有明显的安德玛的商标，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品牌可以瞬间传递给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



代言物有所值

据统计，2010 年美国所有广告中的 14% 到 19% 采用了明星代言的形式。其中，老虎·伍兹、菲尔·米克尔森以及勒布朗·詹姆斯的代言费最高，均超过其本职收入的7倍。

但代言真的能促进销售吗？哈佛商学院的安妮塔·艾尔伯斯（Anita Elberse）以 及巴克 莱资本 的 杰 伦·温伦（Jeroen Verleun），联合就明星代言对股价和销售的影响以及明星的潜在表现对于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于 2011 年 7 月发表了相关论文。该论文共调研178位体育明星代言人以及所代言的95 家公司。其结论是明星代言每年可以提高公司销售额1000万美元，同时总体来说，代言也会对净资产收益率造成短期利好；并且如果代言明星能获得本领域的冠军，还会使得销售获得额外的增加。因此两位作者认为，“明星代言确实物有所值”。




我深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关乎于品牌的未来发展。但我依然坚持原来的立场。我说：“我非常高兴和你交流，同时我也有充足的库存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但我不能免费给你，我真的不能。你要知道，我们的产品品质非常好，而且价格公道，而其他球队都是付费的。现在如果我免费给你提供，就意味着我对其他球队也要这么做，这样的游戏我玩不起。”他对我表示了歉意，并在强调他没有所需的款项后，便挂断了电话。我当时后悔得想抽自己，是否我的决定是错的？我当时想忽略自己说过的话，立刻按照那位经理所说的，将货物发出。

上述电话对话发生在周三，而比赛就在当周的周日。周四晚上，这位经理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为运动衣付款，但你是否可以给我们45天的账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占用下个月的预算。”这还有什么说的？我们连夜就发货了。

当你要处理那些深受代言影响的产品时，你必须非常谨慎地做决定：是选择免费赠送产品，还是应该坚持你的原则并争取一个好价钱。随着安德玛的发展，这种决策变得愈加困难，因为有大牌球员们开始为穿着我们的衣服索取对价。这种势头开始于贝瑞·邦兹（Barry Bonds）。他在1998年忽然成为安德玛产品最大的拥趸，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并没有向他提供免费赠品；但他拥有我们各种款式的服装，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喜欢上了我们的产品。有鉴于此，我公司的人员向他试探是否可以为我公司做形象宣传。他的回答很令人兴奋：“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产品，我很乐意。”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件大事，于是我们派遣了摄影师去为他拍照，我也跟去了。

那天早上，贝瑞到达摄影棚后接着说：“我不想为你们拍照”，他球队的经理也在。我赶紧求他帮忙，告知他工作很简单，“贝瑞，就耽误你5分钟，拍一张穿着我们T恤的照片”。但他坚持如果拍照就要付给他5000美元的酬劳。要知道，此前我们从没付费让球星使用我们的产品。最终我们达成了以下协议：我们给他价值5000美元的产品作为酬劳，同时保证，如果我们今后开始为球星支付酬劳，我们会给予贝瑞最高价位的酬劳（到2001年，我们给贝瑞的慈善事业捐款5000美元以及价值5000美元的产品。当时他依然是从我公司获取酬劳最高的球星）。贝瑞看着我，抓住了他的经理，然后说：“凯文，如果你敢惹我，我就杀了他。”每个人都笑了。我们终于为他拍照，并将之加进我们的产品目录。这笔买卖很划算。但从2000年开始，这类事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主要原因是，我们从那年开始对大众销售产品，因此，明星对我们的重要性也显著提升。



让代言人成为股东

对于代言这个行当，很多人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几乎没有多少运动员能马上被人认出来，而且，真正有效的代言人未必是这些大明星，而是那些与产品形象相符的有着独特个性的明星们。在安德玛的初创期，我们用的运动员只是看起来有名，他们块头大、体格健壮、有力量。埃里克·奥格博古（Eric Ogbogu）是我在马里兰大学时的队友。他曾在纽约喷气机、达拉斯牛仔等多支球队效力，他看上去是个大腕。但NFL拥有800多名球员，其中顶级球星只有10个左右，很遗憾，埃里克不是其中的一员。但这些并没有阻碍我们之间的合作，我让他在我们的广告片中出现，很快，他说的那句广告词“We must protect this house！（我们必须捍卫自己的家园）”流行了起来。而埃里克也因此声名大振。这个故事说明了在代言中重要的一条法则：在没有老虎伍兹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成功。

随着安德玛的迅速发展，向代言人支付代言费逐渐成为业务发展的应有之义。因为当我们将零售作为业务重点，特别是当我们要推出新款产品时，比如鞋类产品时，明星代言的作用不言而喻。消费者明了安德玛是专业的运动品牌商，而明星作用夯实了这一认知，同时明星也为我们提供了宣传产品的一个更大的舞台。我们此前与这些代言人的战略合作非常有效，我们的代言人在宣传我们的产品时，总是侧重于说明我们的产品是如何地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当下，我们最具潜质的代言人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四分卫汤姆·布兰迪（Tom Brady）。和他签约是在2010年11月。抱歉我不能透露我们给汤姆的具体金额，但他的报酬中含有相当数量的公司无股息股票。这是伟大的创新性安排，因为我希望我们的主要代言人与公司休戚与共。2011年夏天的一天，安德玛的股价出现大幅异动，当时我就接到了汤姆的电话，他问：“股票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又大量加仓了。”这种效果正是我想要的，我希望我们的代言人可以认同安德玛的成功。



安德玛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96年

总部：巴尔的摩

员工数量： 5000人（2011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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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候，我们也不愿给某个运动员过多的酬劳。这当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近年来，由于NBA的选秀活动使得代言市场行情急剧飙升。2010年NBA状元秀是约翰·沃尔（John Wall）。一些公司给予其代言费超过了500万美元。这价码太高了！要知道沃尔当时还没有碰到过NBA的比赛用球呢。我们选定的是来自俄亥俄州的榜眼秀伊凡·特纳（Evan Turner），我们想跟他签约，开出了一年15万美元的价格。其他公司也介入了谈判，他们的标价超过了200万美元。我们认为这不合理。

在代言协议谈判时，钱或许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素。你必须弄清楚坐在桌子对面的都是谁，其中谁又是主要的谈判对手。运动员肯定在其中，但有时候他的朋友、经纪人或者他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决策者。你必须迅速建立起信任感，并讲好你的故事。因为要知道，你面对的是拥有亿万球迷的球星，你必须迅速打掉他身上的光环，并且屏蔽掉影响他的噪音，让他知道为什么你的公司是将会是最合适的选择。



与汤姆·布兰迪签的合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报价中包含了公司的股权。这是一个伟大的安排，因为我期望最主要的代言人能够和安德玛休戚与共。




一旦我们签下了一位顶级运动员，我们希望他不只为我们代言，理想的情况是，他能同时帮助我们进行产品改良。密尔沃基雄鹿队的球星布兰顿·詹宁斯（Brandon Jennings）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是他在NBA的第三年。在2011年夏天NBA停摆时，当我们得知布兰顿并不想回洛杉矶休假时，我们给了他在我们公司短期工作的机会。他在我们巴尔的摩总部拥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每天他都会到那里上班。我们给他的职位是COC（炫管理者），他会整天和我们的设计师泡在一起，研究并实现新的创意。

当然在我们进入到新的产品领域时，我们会给予代言人更多的酬劳。举个例子，我们会在还没有任何棒球产品时，就和棒球明星签约。那代表着他们对品牌的信任。这种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但要知道想在陌生领域成功的关键就是要尽快做正确的事情。当我们进军橄榄球鞋这一领域时，没有人看好我们。但当穿着我们球鞋的布兰迪获得超级碗MVP的时候，当同样穿着安德玛球鞋的卡姆·牛顿（Cam Newton）这位NFL的状元秀成功获得总冠军时，我们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质疑。2010年，我们推出了篮球鞋，而我保证，未来4到5年之内，我们的代言人肯定会获得NBA的总冠军。

当安德玛刚起步时，代言的操作模式非常简单：找个球星做广告，并让公司的商标尽可能多地在电视中播放。但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模式正在迅速改变。这主要和球星塑造自身品牌意识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球星会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他们身份和品位的产品代言。一个成功的代言活动，应该是既有助于产品与代言人的交流，也有助于代言人与普通消费者的交流。

而诸如Twitter这样的自媒体的出现，同样给了我们在代言市场上更广阔的空间。我们的很多代言人都用自己的Twitter，为此我们的市场推广部增设了自媒体方面的专家。这些家伙通常是25岁，别看他们年轻，且仅有2年的工作经验，但他们比其他同事们更加懂得自媒体时代。在过去几年，Facebook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人们的社交模式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代言这一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还尚难定论，但我相信，我们肯定会继续紧跟这种潮流。



（本文选自《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2年5月刊。目前，安德玛的员工人数为6500人，2016年收入48.3亿美元，净利润2.57亿美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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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thouse Farms公司CEO：
胡萝卜变酷营销术

	The CEO of Bolthouse Farms on Making Carrots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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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thouse Farms公司借鉴了软饮料业的营销策略，拉动了需求的增长，并在过程中努力改变着美国人的饮食。

	

	


如何能让胡萝卜变酷呢？2008年，当我就任Bolthouse Farms公司（以下简称Bolthouse） CEO时，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就像大多数农业企业那样，Bolthouse公司在93年的历史中，一直专注产品供应，产品主要是胡萝卜，还有果汁和调味品，我们负责将它们从地里和工厂送至各家餐桌。当然，我们喜欢稳定、可预测的需求，然而却没有人寻求阶梯式增长。

作为一名软饮料业20年的老兵，我对此不是很满意。如果可口可乐能够说服人们每天消费逾10亿份汽水饮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推销一款蔬菜时取得同样业绩呢？垃圾食品公司是需求创造领域的专家，我们只须运用一些它们的策略即可。

起初，我们针对果汁的定价和包装策略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调整。然后，在2010年我们进行了一次大的推进，发起一场“像吃垃圾食品一样吃掉它们”的营销活动，耗资数百万美元，利用喜剧电视节目、纸媒和数字广告，将迷你胡萝卜（baby carrots）比作奇多、多力多滋以及其他很受欢迎的零食，进行大规模宣传。这个活动立刻引起轰动，吸引大量媒体关注，公司销售额也提升了13%。

但我们并未止步于此。我们的产品已上架自动售货机，获准在包装上使用《芝麻街》中的角色，销售渠道遍及从7-11到沃尔玛的各类零售商。我们也打造出原味及其他口味的胡萝卜零食包、27种不同的果汁和冰沙，以及带有软管包装的美味蔬菜汁和果泥。我并不知道我们是否已将胡萝卜或其他果蔬变得很酷。但我认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它们在消费市场上的形象。我们也吸引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的注意，现在Bolthouse是它的一家子公司。



从可乐到胡萝卜

作为家里5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挑战现状，无论在家里、学校，还是整个职业生涯中。但是，当我2003年结束在可口可乐公司的任期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人们消费的碳酸饮料已经达到饱和，不必再向他们推销更多了。

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我离开可口可乐之后，在一家零食食品控股公司Ubiquity Brands担任了一段时间的CEO，负责监督公司重组。后来，当私募股权基金Madison Dearborn（Bolthouse当时的控股公司）问我是否有兴趣出任Bolthouse公司CEO一职时，我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虽然Bolthouse公司1985年率先打造出“迷你胡萝卜”产品，并于2003年推出果汁生产线，在业内已经很成功，但我依然认为我能为这家公司增添价值——将其从家族农场业务转变为一家创新型、专业化管理和品牌化的公司。我任命了几位关键性的管理角色——一位新的COO以及销售、营销、制造、HR和IT部门的主管，他们帮助我完成转型。

我们早期取得一次小胜利，仅仅是因为采用了软饮料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每人一次只能喝掉一瓶饮料。因此，Bolthouse不能只是一味地销售价格不菲的、以夸脱或加仑容量计的大桶纯胡萝卜或蔬果汁。我们必须采取单瓶灌装。于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3瓶捆装策略，加大促销力度，用1瓶的价格买3瓶，在随后的9个月内我们就赶超了Odwalla果汁，成为全国最为畅销的果汁生产商。这对团队来说可谓一个重大时刻：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些最佳实践是可移植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更多余地来考虑更具革命性的举动，比如，我们疯狂的胡萝卜营销活动。

显然，“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这个理念也没有那么疯狂。近期历史中一些最令人难忘和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都是来自大宗商品。比如“Got Milk?”（一项牛奶的公益广告）、佛罗里达橙子、加州葡萄干以及猪肉行业的“另类白肉”。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研究了68个类似的营销活动，他们发现这些活动无一例外成功地拉动了需求。2009年，虽然Bolthouse的增长缓慢且稳定，但支撑我们的主要是果汁和调味料部门，胡萝卜销量每年会下滑3%到4%。为什么不看看是否有一些聪明的广告商能够扭转这一趋势呢？

说服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是个耗时工程。当时，我们正处经济衰退期。我们的投资方希望最终能套现退出，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控制成本。而且我们也正处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工厂整合时期。但是，我在可口可乐公司学到的另外一课是，艰难时期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营销计划方面，因为其投资回报会更好。这时，竞争对手在缩减开支，广告费用更便宜，消费者最终会认可并奖励你的坚持。

我们简单地对几家公司讲了一下要求：创办一场提升迷你胡萝卜销量的活动——最终决定与Crispin Porter + Bogusky广告公司合作，该公司是那时炙手可热的营销高手。广告公司提出了3到4个宣传理念，“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是其中风险最高的，但我们很清楚这也是其中最好的一个。Bolthouse内部的一些人认为我们简直丧失理智了。公司过往的营销花费总共也就10万美元，而我们当时在一年内就计划投入200万美元。我们决定赌一次，最终我们成功了。

除了两则电视广告——一个是火箭和爆炸特效，另一个是一位穿着暴露的模特对胡萝卜赞不绝口，我们还推出了网络系列宣传，由两位杂货店懒鬼店员演绎，以及Twitter @babycarrots发布的对那些流行垃圾食品品牌的嘲弄（我自己的Twitter账号是@ChiefCarrot）。我们在两所高中率先安装了首台Bolthouse自动售卖机，旁边就是传统的摆满薯片和碳酸饮料的售卖机。我们的销量在上升，市场份额也在扩大。每个人对此都很高兴。我们并不愿对成功过度沉迷。我们希望借助成功进军零食业——不只是为了Bolthouse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农产品行业。



3A战略

我们公司现在围绕着一个新使命：“激发健康食品的革命（inspire the fresh revolution）。”预防肥胖已成为一个主要的目标，诸如纽约市前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和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知名人士对此纷纷表示支持。据充分的消费者调查显示，父母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更为健康的零食产品。然而，在2012年，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水果和蔬菜的人均消费却以每年7%的速度在萎缩。

我们如何扭转这一局面？我们的战略再次借鉴了我自软饮料业学到的经验，那就是：3A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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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house Farms正在重塑农产品营销

1.果蔬走廊里零食“站点”

2.学校的自动售卖机

3.“垃圾食品”零食包

4.追踪社交媒体上共享“令人垂涎美食”图片，鼓励更多健康饮食的新#urwhatupost。




第一，可亲性（accessibility）。让我们的产品更加可爱并具有吸引力。我们需要人们有想吃蔬菜的欲望。这不仅要广告宣传让胡萝卜看起来很酷，而且还要有一流的客户调查和创新型产品研发。我们将公司总部从加州贝克斯菲尔德搬至圣塔莫尼卡，这样我们就可以吸引到企业所需的能培育、执行和推销最佳创意的人才。

以Veggie Snackers系列产品为例。这个理念来自纽约锡拉丘兹的一个焦点小组。一名16岁男孩有些不解地问道，如果我们的胡萝卜能像酷炫农场多力多滋玉米片和乐事烧烤土豆片那样，可以在自动售卖机里买到，为什么它们就不能有多种口味呢？我们要求研发团队针对这个可能性进行探索，并且在2014年将这个产品线引入测试市场。

“水果吸管”（一种软管包装的可吸食果泥）是我们另一个适用的例证。孩子们已经习惯了酸奶那种便宜的可压缩包装。现在他们可以以同样的方法饮用保鲜、非乳制品以及无糖的水果和蔬菜果泥。

我们致力于市场前端的创新。2015年早些时候，我们推出了#urwhatupost行动，设计理念是鼓励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令人垂涎美食”图片，推广更加健康的饮食。然而，我们最大的成就是与果蔬市场协会合作，成功说服《芝麻街》同意我们和其他协会会员免费使用它们的品牌。如果通过一张艾莫（芝麻街公仔）贴纸让一个5岁的孩子开心地吃下一个苹果，那么你就赢得了2位顾客——这个孩子和孩子的一位家长——他们可能就是你的长久顾客。

第二，可得性（availability）。我们希望产品无处不在。虽然我们之前主要的销售渠道是那些连锁杂货店，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与诸如沃尔玛和好市多之类的大型零售商合作，鼓励这两大集团建立或加强它们农产品品类中的“零食”份额，在规模与投资匹配的前提下，将Bolthouse产品与我们那些直接或间接竞争对手的产品一起摆上货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父母们在商店里创建一个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为孩子选择新鲜健康的食物。而且这个试点项目已被证明是成功的。Bolthouse也是通过例如Peapod 和 Amazon Fresh之类网络交付服务，改变销售和营销理念的先行者。我们正将销售渠道扩展至一些较小型商店，比如7-11和沃尔格林，它们主要为那些社区里日程繁忙的家庭提供便利服务。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妖魔化全球不太健康食品的营销者。我们只是借鉴他们的策略，从而打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




第三，可购性（affordability）。可口可乐之所以会大卖是因为它每听定价不超过1美元。菲多利公司在零食袋装的多乐多滋上采用了相同的定价策略。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产品定价太高。比如我们的“水果吸管”，每包仅售40美分。我们的Veggie Snackers仅售79美分。随着消费者日益意识到健康饮食的重要，我们不想让定价成为这其中的障碍。因此，我们努力地改善效率、降低成本，并让利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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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金宝汤公司

2012年，在实施战略两年半的时候（当时上述一些成功案例还没有发生），Bolthouse的增长开始不断加快，金宝汤公司提出收购意向，控股公司Madison Dearborn欣然接受。我和执行团队对这项交易感到高兴的原因是：第一，Bolthouse得以保持它的业务模式。虽然诸如财务和法务之类的后台职能部门进行了整合，但我们依然拥有运营、销售以及营销方面的控制权，而且我们也可以使用总部的资源。目前，两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金宝汤食品科学家已加入我们团队，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母公司与大型零售商间建立起的良好合作关系。第二，我们能从金宝汤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财务实力中受益良多。

行业观察家最初对这起收购颇为困惑，因为两家公司并不存在业务上典型的重合：金宝汤主要在商店中心区域出售罐装食品；而我们的产品则在商店外围出售。但这项交易是多元化战略，金宝汤能够看到新鲜食品领域以及Bolthouse品牌产品的潜力。

以软饮料的规模计算，Bolthouse仍须继续打造品牌知名度。但是，我们的客户群非常忠实，并呈增长趋势。“像吃垃圾食品那样吃掉它们”活动的成功，不仅鼓励我们进一步延续企业的计划，而且让整个行业开始和全球不太健康食品的营销者展开竞争。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把他们妖魔化，只是借鉴了他们的策略，我希望最终我们能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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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lobal Crossing通信公司担任CEO10年之后，2011年我决定卖掉公司并且辞去职务。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失去全职工作，还在同一个月离了婚，那是我人生中非常艰难的一个阶段。很多时候我都无所事事，我花了一些时间阅读《当下的力量》和开发自我实现的潜力。我很快意识到自己讨厌不工作的状态，所以，当有猎头问我是否愿意参加T-Mobile公司的高管面试时，我做了一些功课，决定接受面试。

当时T-Mobile还没上市，由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所有并受其管控。AT&T曾尝试收购T-Mobile，但美国司法部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联合反对导致二者牵手失败，德国电信与T-Mobile的员工们前途未卜。在与德国电信第一次会面时，我用一番话激励了CEO，告诉他情况没他想得那么糟。这在面试中算是奇怪的场景，但那位CEO对各种想法和选择都有兴趣并持开放态度。从我的立场看，T-Mobile有极好的品牌知名度，采取一些明确措施便能转危为安，我就看到了6或7步显而易见的战略布局。如果他想让T-Mobile破产，公司可以维持现有的运营方式。但如果他想进行变革，就须尽力一搏，包括与行业领导者Verizon和AT&T积极较量。

在多数大型公司，CEO们都过于老练：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及任何人的负面消息，甚至避免提及对手的名字。那是保守派的做法，我不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跑步选手，通过竞赛成长，它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喜欢获得胜利，但我更享受打败别人的快感。这不只是说说而已，我在商业战略上经验丰富，会花大部分时间思考公司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然后与员工一起朝目标前进。特别是在已经饱和的市场中，一家公司市场份额增长多数都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我尝试寻找和利用对手的弱点。对于领导者的期待是能言善辩还是坦诚，公众的态度早已发生转变，幸运的是这种转变朝着我擅长的方式发展。看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或者人们对马克·库班（Mark Cuban）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沟通方式的喜爱。CEO每份声明都须法务团队审核的时代已经过去，这真是大解脱。人们想要领导者展露真实的一面，而不是只说连篇的法律术语。



多问一遍“为什么”

2012年9月，在我入职T-Mobile的第一天，立刻意识到几件事情。首先，尽管员工们士气低沉，公司总体文化完好无损，并且有进一步变强的潜力。一线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7岁，他们在寻找能够激励他们的人。他们只想要一位领导者，能向他们保证未来会变好，并引导他们把力量用在正确的方向上。

其次，我还发现公司的运营方式像一支准军事部队，法律和人力资源部门在管理上介入过多。入职那天我本想组织一场员工大会，但被告知只能与资深员工对话。最后，我坚持给全体员工直播整场会议，并且欢迎任何人提问。太严格的等级制度可不是好事！第二天我碰到了一名员工，他是退伍老兵，曾在阿富汗服役。因为怕反战的同事心烦，他不能把战友的合照摆在桌上。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坐在我的座位上，桌上放着他的那张照片。我告诉他，如果任何人对他的照片提出异议，让那个人来找我。公司的官僚主义真是浪费时间、扼杀士气，这不能发生在我管理的公司中！第三天，我发现T-Mobile不允许员工有纹身或面部穿刺。我说，我大女儿有一个舌钉，小女儿有6个纹身，她们无法在我管理的公司找到工作，实在令人沮丧，这项规定立即就取消了。当看到自己无法认同的事情，我都会问为什么，听到解释之后，我还要再问一遍原因。这是一个从5岁小孩儿身上就能学到的领导技巧。

我最重要的一项发现不仅仅针对T-Mobile一家公司，而是关于整个无线通信产业，那就是人们讨厌它。我的办公电话有条专线，它能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直接监听客户服务电话。我每天都会这么做，尤其是最初那段时间，它让我更深入洞察到消费者痛点。例如，消费者不喜欢受限于合约。他们厌恶为难以理解或不受控制的功能付费，比如数据和漫游。因为行业早期的营销方式，人们认为手机是免费的，而实质是手机厂商隐藏在运营商背后，让无线通信服务供应商提高每月资费，使他们700美元的手机显得便宜。在这一行业成功的最佳方式已经很明朗，就是尽可能用与现有运营商不同的方式做事，做完全相反的事。这是我们开始Un-carrier（非运营商/去电信化）战略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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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飙了

最初，我着手解决突出问题，那些与德国电信CEO面试时我提过的问题。T-Mobile不销售iPhone，所以我们拜访苹果公司，与他们完成了一笔交易。T-Mobile的信号一直备受诟病，所以我们开始尽可能多地购买无线频段。我们还收购了小型竞争对手MetroPCS，希望能主导快速增长的预付费市场。作为德国企业子公司的运营方式让T-Mobile处处受限，与MetroPCS结合，T-Mobile就有机会通过买壳上市公开发行股票，用资本持续投资基础建设。这些动作没什么惊艳的，任何一个华尔街分析师都会给出同样的建议。但我们真的做了，而且行动迅速。

解决了以上这些问题，随着网络信号逐步增强，T-Mobile需要重建品牌。2013年1月，我们参加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并举办了发布会。在问答环节，我突然发飙了。我破口大骂说，如果火星人来地球，想要理解无线通信业的运作方式，那他会重回火星，因为他理解不了。运营商把消费者困在长期合同里，把他们当成垃圾对待。运营商的网络很差劲。我说：“AT&T所说的网络覆盖范围还没交友网站上的信息诚实。”我的这番话不假思索，但我真的这么认为。这段视频在网上像病毒一样扩散，证明了那些需求受到压抑的消费者对于这个行业有多么大的敌意。

而我知道，除非有行动作支撑，否则我只是信口雌黄。我向我的领导团队发起挑战，我们对产品策略做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最终成功了。我们希望整个产业永远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我们取消了长期合约，使用透明的定价模式。我们让智能手机的升级换代更便捷。我们还取消了国际漫游费用，它往往造成竞争对手顾客的巨额账单。对从其他公司转入T-Mobile的顾客，我们为其支付合同提前终止费。我们让免费的Wi-Fi通话更容易。随着网络视频愈加受欢迎，我们创建了Binge On项目，让用户在观看YouTube，Netflix和其他视频时不耗费其流量包中的流量。后来，竞争对手试图抄袭Un-carrier战略，特别是在放弃长期、限制性合同方面。幸运的是，它们模仿得不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我们持续对网络进行投资。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没说大话。我在酒吧里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与陌生人拼网速：我们用手机浏览器登录测试下载速度的网站，然后看谁的网速更快。我的T-Mobile网络总是更胜一筹。



[image: ]

莱格尔和他的高管团队在向员工详述三季度的业绩。




自己选择“反派”

随着业务的改进和网络的重建，我们开始大声说出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区别。在每一个好故事里，都有一个反派，我们早就选好了自己故事里的反派：AT&T。AT&T在iPhone刚上市时有独家代理权，人们认为它在定价和客服上占了便宜。研究显示，大家讨厌AT&T，这家公司糟得不能再糟了。只要我公开演讲时都会问：“你们有多少人的运营商是AT&T？而你们又有多少人讨厌这家公司？”几乎所有人都会举手。

让我们选择如此激进方式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知名度。AT&T和Verizon每年花在广告上的费用是50亿美元，我们可比不上。最初，我们只占有约10%的无线通信市场份额，它们两家公司各占将近40%。我们认为，如果能把他们拽入与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就赢定了。

我们先把广告聚焦于自己的创新，直接攻击竞争对手。有一次，我们让人带着AT&T的手机去欧洲，结果他迅速累积了巨额漫游费用；我们突出了这张荒谬的账单，与我们的免费国际漫游计划做了对比。2015年超级碗，我们有一则广告是让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向人们介绍如何使用T-Mobile的滚存流量计划浏览她的自拍，我们还让莎拉·席尔曼（Sarah Silverman）和切尔西·汉德勒（Chelsea Handler）绕着自己家跑，炫耀她们能拨打Wi-Fi电话。在2016年的超级碗广告中，我们攻击了Verizon，它们一直用广告谎称自己的网速更快。我们举史蒂夫·哈维（Steve Harvey）为例，他最近把环球小姐冠军颁错了。我们让他嘲笑Verizon在性能上的虚假陈述：“是Verizon说错了！不是我！”我们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了平面广告，征求消费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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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格尔在财报日的推文一览
(双击可看大图)




无论在广告中、社交媒体上，还是我的公开声明中，有些界限我绝对不会跨越。与某些总统候选人不同，我不会嘲笑对方的家庭。如果另一家运营商遭遇技术问题，比如网络中断，我不会取笑他们，因为我意识到许多人会遭受影响。我们也撤回了对Sprint太过负面的攻击。它曾是我们的对手，但它现在太弱了，在它落难之时攻击它让我觉得不舒服。



利用Twitter触达

社交媒体是我领导力策略的关键部分，但它始于偶然。我当时正在和女儿吃饭，她觉得如果给我开一个Twitter账号会很搞笑，我就把手机给了她。我们创建完账户后还没多久，T-Mobile的企业安全人员就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在Twitter上冒充我。我跟他确认说那个人真的是我。我们的律师说，我发推文是个糟糕的想法，但我没有理会。我在Twitter上最初的互动之一是，有个人一本正经地问如何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我咨询了我的大女儿，她是电子游戏的超级玩家。最后，我在Twitter上的回复非常简单：“玩魔兽世界，打到90级。”瞬间很多游戏玩家和极客们关注了我。现在，我有超过300万的粉丝，他们中有很多名人（包括奥普拉），通过他们的转发，我能触及到大量人群。我们对此做了分析，发现我的一条推文经常能达到1.5亿次的曝光。这不是游戏，这是推动我们业务的方式。

我把大量时间花在用手机和平板电脑发推文上。我自己一个人住，也没有养狗，除了跑步和花时间陪女儿，我都在工作。我在网上做的大部分事情是倾听消费者，没有信息过滤的社交媒体是不二选择。如果有人抱怨了T-Mobile，我会把我的邮箱推给他/她，并确保我们内部持续跟进。当我在总部开会时，我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人们一直给我发推文。如果分析师说了些关于我们股票的事，或者是竞争对手发表了声明，我通常通过Twitter得知，有时甚至比团队告诉我还要早。

我的一些推文直接针对对手。在一次投资者大会上，Verizon 的CEO承认公司新视频服务有些“吹过了”，我配着推文“天啊，Verizon,你说得也太轻巧了吧”把故事发了一遍，然后写道“如果@Verizon‘符合现实的期望’=在打造一款没人想要或使用的服务上花费数十亿，那你们#做到了！”我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强化了我们的广告策略。有时候我们会模拟一个嘲弄AT&T的广告，然后我把它发到Twitter上，因为太多人能看到，我们都无须为获得影响力再把它印出来或传播出去。



最佳客服

我在呼叫中心度过很多时间，前几任CEO很少到访这里。呼叫中心的员工做着地球上最难的工作，我极度尊重他们，他们真是我的最爱。他们喜欢看我攻击AT&T和Verizon。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并肩作战令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工作异常辛苦，在一对一通话中，他们要向顾客解释我们能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服务的原因。而看到CEO公开地表达相同主张激励了他们。客服团队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我们多次在J.D. Power&Associates的无线通信运营商用户服务榜单中排名第一的原因。

在电信行业外，没人知道我取笑竞争对手，后来大家终于都知道了，原因是我们公司的表现。我们的用户数量超过3年持续增长，我刚加入公司时是3300万，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用户数量已经超过6900万。更抢眼的是，行业中后付费手机（postpaid phone）用户增长全部由T-Mobile获得，他们是2013年以来无线通信业最有价值的一批用户。与此同时，我们后付费用户流失率从2013年四季度的2.5%降到了2016年一季度的1.3%。AT&T和Verizon一开始没把T-Mobile当回事儿，现在为时已晚。我必须谢谢它们。

随着公司的壮大，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对手，但这不难。有时候，创造出一股邪恶势力是激励人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破产是Global Crossing通信公司的敌人，在别处可能是官僚或其他的内部问题。现在，无线通信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与有线电视公司直接竞争，所以未来坏人的选择有很多。也许就是某个有线电视公司？

在改变无线通信产业的运作方式上，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会做更多事情解决消费者痛点——而对手们的弱点，一直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



	

	十大全球CEO亲授 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战略

	

	EARNINGS DAY财报日

2016年10月24日，在华盛顿贝尔维尤的T-Mobile总部，CEO约翰·莱格尔和他的领导团队在看社交媒体对于他们三季度盈利公告的反应。莱格尔在不断更新的反馈中发表评论和发布自拍。“社交媒体是我领导力策略的关键部分，”他说，“如果分析师说了些关于我们股票的事，或者是竞争对手发表了声明，我通常通过Twitter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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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约翰·莱格尔（左）和他的领导团队在看社交媒体对于他们三季度盈利公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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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obile客户服务业务的执行副总裁考利·菲尔德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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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受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务危机的影响，WPP集团为获得增长进行了新战略重组，集中管理特定的公司职能，并通过“水平性整合”把集团内跨机构的多种资源提供给客户。

	

	

1992年初，当我踏入摩根大通（J.P.Morgan）位于伦敦的总部时，这座由学校改建的大楼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被叫进了校长办公室。我去见的银行家对WPP公司并不满意。两年前WPP曾借钱进行了一项大型收购。没过多久，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偿还债务变得异常艰难。我不得不每季度与银行家们碰头，由他们从头至尾查看公司所有的开销，并接受质询。正是被逼到绝境的经历，孕育出引领我们过去25年增长的战略。

WPP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传播集团，在全球112个国家设有3,000多个办公室，拥有19万多名员工。成立初期，公司的发展方式主要是依靠收购小公司。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WPP是一家控股公司。事实上，我们收购的很多公司享有自主权，还有一些被收购的公司则希望我们使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模式，即在去中心化组织中当个不插手的所有者。但20世纪90年代初的财务危机让我意识到，如果缺少有凝聚力的战略，即使通过多次并购成长为大型公司，仍然无法成功。与伯克希尔公司不同，我们收购的所有公司都属于同一行业。我们须找到一种方法，使1加1大于2，从而充分利用体量获得竞争优势。这是使我们增值的惟一方法。

这次危机促使公司为获得增长进行新的战略重组。我们开始集中管理一些企业职能，包括人才管理、金融、IT、房地产和法律等，以此提高组织协调性并降低成本。同时，我们创造了现在称之为“水平性整合”的方法，让客户接触集团旗下代理机构的多种资源，从而有助于获得新业务。这种管理方法，使代理机构能够专注于自己所长，也给高管们提供了进行战略思考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开拓数字化市场，快速增长市场以及数据投资管理等新领域，这些市场在过去10年间已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源泉。



我的广告之路

我出生于伦敦西北部，我哥哥在出生时夭折了，所以我被父母当作独子养大。我的父母来自东欧，是第一代犹太移民。他们的早期移民很艰苦但又温馨。父亲在13岁时离开学校，最终成为英国一家大型广播电视连锁零售企业的管理者。我在私立学校接受了良好教育，之后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从剑桥毕业后我直接去了哈佛商学院。尽管在哈佛商学院的那两年像生活在压力锅里——每天要做3个案例研究，学着像CEO一样思考，但我很享受那段时光。

商学院毕业后，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2年。那时正值越战顶峰，在美国工作的非公民年轻男性被政府征兵，因此我母亲坚持让我回英国。我在哈佛认识了当时去学校演讲的IMG创始人、体育经纪人马克·麦考梅克（Mark McCormack）。他聘用我创立IMG伦敦办公室。几年后，我离开了IMG，尝试和我的父亲开办一家公司，父亲是我最亲密的顾问和导师。因为公司里没有非常合适的工作，所以我签约成为一位成功商人的财务咨询师。这位商人的众多投资中有一家广告代理机构，当时刚被萨奇广告（Saatchi & Saatchi，在中国又译为盛世长城）的创始人萨奇兄弟兼并，正需要一位CFO，于是我1976年成为萨奇广告的CFO。

我在萨奇广告工作了9年，查尔斯和莫里斯萨（即萨奇兄弟）很有创意，但他们在财务管控方面有所欠缺，而这方面对他们这些试图通过并购发展的公司尤为重要。他们的费用结构一团乱麻，我们则努力从中理出头绪。人们普遍认为广告代理机构的成败只取决于创意，但其实财务管理也至关重要。在与萨奇兄弟共事中，我学到了如何创造出清晰的战略和愿景。

父亲一直教导我，在独立工作之前，必须要在某个行业中树立好口碑。1985年，我40岁，不仅在萨奇广告拥有价值200万美元的股份，而且已经树立了我所需要的口碑。



WPP的早期收购

在一位股票经纪人的帮助下，我试图寻找可以借壳上市的小型公开交易公司，通过多次收购的方式使其成为一家全球性营销集团。我们选择了电线与塑料产品公司（Wire and Plastic Products/WPP），它们主要生产购物车。当时WPP公司的市值约130万美元。巧合的是，这家公司的一名顾问曾经与萨奇兄弟共事过，他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于是他建议WPP公司老板接受我的收购计划，最后WPP同意了。入股消息公布的当天，WPP股价上涨超过1/3，这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在业界的好口碑。

最初两年，我们进行了18次收购，主要集中在擅长“线下”营销业务的公司。在广告领域，“线上”意味着性感、有创意的东西，有着《广告狂人》主角唐·德雷柏的范儿。而“线下”恰恰相反，业务主要为包装、设计和推广。尽管无法引人注目，但“线下”公司同样有价值。我们以自己的股份作为主要资金，在英国购买了15家，美国购买了3家这类公司，成为大西洋两岸的最大“线下”玩家。该战略备受证券市场喜爱，我们的市场份额也持续上升。

1987年，我们试图收购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它拥有两家大型广告代理机构和一家公关公司。以收入来看，智威汤逊是我们的13倍。WPP当时价值2.5亿美元，我们为智威汤逊出价5.66亿美元，其中一半现金支付，一半用股票支付。尽管这笔交易使我们背负债务，但我不担心。因为这笔交易中，智威汤逊拥有在东京的办公楼，当时日本正处于房地产繁荣期。我们把大楼卖了1亿美元，立刻还清了近一半的借债。

两年之后，我们以8.5亿美元高价收购了奥美（Ogilvy& Mather）。用现金和可转换优先股对半支付。这个交易要求我们按季进行支付，但当经济衰退后，我们发现自己被过度放债。尽管一直按时缴款，但有几次我们险些违约。我们不得不对债款进行再次谈判，那一刻就像是对上帝坦白罪过并接受拯救，它迫使我重新思考怎样才能推动集团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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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才和地产

经过那次“赦免”，我们对公司进行了严格审视，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须证明集团存在的价值，否则离分家也不远了。

当考虑如何提高集团附加价值时，我们的关注点是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WPP约60%的收入用于人才投资。第二大投资是全球的地产，在90年代约占比10%；今天是约7%。我们也寻找机会投资采购和IT软硬件。

起初，这个行业不存在培训项目。公司要雇人时就从竞争对手那里“挖”。我们认为集团可以通过人才管理为旗下子公司增加价值。1995年，WPP启动了奖学金项目，该项目以发展集团内部的多领域人才为目标，对本硕毕业生进行招聘和培训，并在集团旗下公司轮岗。这个项目现在被视为行业的黄金标准，比哈佛商学院还难进。

此外，我们进行了多种薪酬计划的尝试，为领导层股票购置计划（Leadership Equity Acquisition Plan）的发布奠定了基础。在该计划中，集团和重要运营子公司的高管们有机会入股WPP，如果WPP的股价高于同类其他公司，则在几年间获得高于投资数倍的回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WPP还启动了若干项目以培养和保留人才。例如，X元素（The X Factor）项目是培养女性领导力，使她们能够适应在子公司的更高职位。我们的全球持股计划（Worldwide Ownership Plan）已经给予全球超过8.45万名员工股票认购权，鼓励他们持有公司股份。

1996年，我们启动的WPP空间计划（WPP Space Program）被视作是一个房地产管理程序。大型“校园”在新加坡、上海以及未来在马德里的开幕是项目的高潮。许多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多元化市场中共同办公，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让员工关系更亲密，促进合作。

在其他领域，集团也力求增效。20多年前，WPP聘用了集团第一名采购人员，今天，采购部门高效地为各子公司采购商品及服务。在IT领域，我们着眼于集团内部软硬件标准化，最终与IBM达成业务外包协议。我们建立了客户业务实践区域，供各子公司进行知识与资源的分享，涵盖the Store（我们的全球零售业务）、WPP Digital（数字业务投资部门，加速集团各公司数字化）、政府部门、公共部门以及其他部门。

最初，一些子公司抗拒改变。它们想依靠自身特色争夺客户，这不无道理。在20世纪90年代，因为使用同一电话号（本地号码的前三位）而造成了对客户和公众的困扰，智威汤逊和奥美的员工曾感到不快。但我们已经渡过了那个时期，原来认为使用自有IT系统会有竞争优势的公司，现在也意识到利用集团的全球化规模更加明智。



“水平性整合”的魅力

这种更加集中的结构使我们能把注意力放在真正驱动战略性增长的焦点问题上。与其他营销服务公司相比，WPP很早就布局金砖四国。截至2000年，我们收入的12%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今天，近1/3的收入来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从哥伦比亚到孟加拉国，我们均设有办公机构。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古巴的开放对于WPP的业务意味着什么？我们会为子公司在新市场的发展出谋划策。

WPP集团还帮助子公司向数字市场转型。20多年前，我们意识到摩尔定律将会影响整个行业。如今，数字业务给集团贡献了约40%的收入，也许某一天会达到100%。在这场转型中，我们同样以体量获得竞争优势。

另一个组织结构变化源自我们努力追求的“水平性整合”。始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性整合”在过去10年迅速发展。我们意识到大客户们希望接触到集团最优秀的人才和最佳创意，而并非选择某家公司。所以我们为集团的45家大客户各配备了一位管理人员，由他来协调WPP不同子公司间的关系与资源。举例来说，我们最终在集团内部为福特汽车公司创建了一家新公司，它不仅包含来自智威汤逊、奥美和扬·罗必凯（Y&R）等广告代理机构的员工，还有来自博雅（Burson-Marsteller）、伟达（Hill+Knowlton）的公关人员，以及凯度（Kantar）的市场研究员和数据分析师。我们也为高露洁和许多其他公司提供类似服务。今天，约有3.8万名WPP员工为这些超级客户服务，这项业务价值约为70亿美元。

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找到能更好为客户服务的方式变得尤为重要。一些客户面对像Airbnb和Uber这些后起之秀的颠覆，还有些客户被实施零基预算和审查营销费用的私募公司投资，同时还遭到来自激进投资者的压榨。一位CEO的职业生涯平均下来大概5至6年，而首席营销官只有24个月。不但管理专注于短期主义，还削减了研发和广告这类长期投资。我赞同麦肯锡公司鲍达民（Dominic Barton）和黑石集团拉里·芬克（Larry Fink）的观点：短期主义的管理是误导。但它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的强大趋势，通过把集团内的丰富资源提供给大客户，我们可以在行业有限的增长中扩大业务。

回顾执掌WPP的30多年，我很清楚运气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最初投资这家公司时，我用自己的32.5万美元做了赌注。今天，WPP价值300亿美元，我占股2%，惟一一次出售股票是用来支付离婚费用。把我自己的财富与集团绑定在一起，这是我热爱WPP的方式。

身为企业家意味着要拿自己的钱冒险。对我来说，把自己的资产投入进来很重要。理财经理会认为这很疯狂，但我的父亲一直教导我，要投资自己最了解的公司。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用30多年建立的这家公司。






	十大全球CEO亲授 企业高速成长的关键战略

	

KRONOS公司CEO：推行“无限休假”的益处



1979年，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加入了克洛诺斯（Kronos），是公司的最初的几位员工之一。当时，公司给新员工两周的带薪假期，工龄每增加一年，带薪假期增加一天，直到一定的天数。大部分公司以这种方式安排假期，尽管时间长短可能不同，但多数公司都这样。1984年，我晋升为全国销售经理，4年后，我成为全球销售与服务副总裁，进入公司高管层。作为劳动力管理软件与服务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克洛诺斯有一项长期政策：在合理的情况下，高管可以尽可能延长休假时间，无须对他们的休假时间进行追踪。这是有道理的，即便在那个时候，高管都被要求全天候工作，当你不断在晚上、周末和家庭旅行期间工作时，追踪你的工作时间或宣布一个官方的“假期”几乎毫无意义。从那以后，我一直担任克洛诺斯高管，后来就任CEO并工作了12年。近30年，我的休假时间都没有被追踪过。

我加入克洛诺斯后发生的变化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公司各级员工在手机上办公已成常态，通常是回复邮件或在下班后做某些工作。我目睹了我女儿这么做，她是职场新人，现在的职位只有两周带薪假期，这限制了她与我和妻子一起旅行的能力。回家过感恩节的小长假期间，她每天工作数小时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如此多员工都全天候工作的时代，依赖明确界定“上班”或“休假”的政策让我觉得是过时甚至愚蠢的。



招聘的障碍

这种感觉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2014年底，公司首席人才官要求与我见面，当时我们正在经历长达数月的招聘挑战。克洛诺斯在全球有5000名员工，其中近1500名在我们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总部。当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非常紧张，当时我们有超过300个职位空缺，填满它们很困难。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会影响我们的增长计划。我们讨论了阻碍招聘的具体事项，我们的休假政策是问题之一。那时，我们为新员工提供3周的带薪假期，这与我们竞争人才的本地企业相当。但是，当招聘人员试图雇用那些三四十岁、在其他公司有较长工龄的潜在员工时，他们经常发现，这些人有四五周假期。假期很重要，说服人们接受一个假期更少的工作是很大的挑战。

我要求人力资源部门提出令公司在招聘中更有竞争力的策略。他们给了一些方案。其中之一是转向“开放”的休假制度，Netflix率先这么做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对员工休假天数不设限；取而代之的是，休假时间由员工个人与其主管协商确定。

我们决定在2016年初推出这一制度，我们称之为“myTime”。尽管大多数员工对这一变化感到高兴，但少数人真的不满意。说实话，我没想到这一变化会引起如此多的情绪和阻拦，即使是来自一小部分人。但是，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挑战，而且，我们的数据证明，新制度已经使克洛诺斯获益。无限假期并不适用于所有公司，但我们的经验可以给正在考虑实施这项制度的企业借鉴。

如果你对员工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我一直倾向于有这样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每次我扩大信任范围时，人们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25年前，我团队中的几位明星员工在同一时间休了产假。产假结束后，她们都对重返职场犹豫不决。每个人都担心全职工作与育儿太难平衡。我不想失去她们，我问：“我们能做些什么让情况可控？”有人想每周工作3天，我们回答可以。有人想必要的时候在家办公，也没问题。这种弹性工作方式现在很普遍，但当时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公司仍在使用传真机。但我相信这些员工能完成好工作，她们也做到了。这样的经验让我对员工的信任与日俱增。



家庭第一

作为CEO，我也非常坦率地表明过家庭优先于工作。我经常谈论这个话题，担心员工会听腻，但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不断告诉员工，如果工作或职业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最关心和投入最多的活动，那他们正犯了一个极其悲剧性的错误。家庭和亲密关系应该有明确的优先级，我设法以身作则。当我的孩子在高中参加体育小组时，我尽可能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即使那意味着要在周三下午两点下班。而且，我没有溜出办公室——我告诉大家我正在做什么，并且鼓励他们做同样的事。我非常相信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所说：如果你选择了对的人，他们有才能和履行职务所需的工作道德，就不必花时间监督他们。无论他们的作息时间如何，他们都会完成工作。

在人力资源团队提议无限休假制度后，我做了些研究——基本上就是在网上读其他公司的经验。我很快发现新制度无效，或是公司尝试后又回到传统做法的案例。这些并没让我太担心，对其他公司没效果，并不意味着对克洛诺斯没效果。

对那些使用开放休假制度的公司，我也看了员工投诉的具体内容。大多数投诉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公司采取这种政策并非出于善意，而是为了省钱：雇主提供传统的“累积”休假制度时，对那些未使用假期的离职或退休人员，公司要为他们累积的假期付款。对大公司来说，那可能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即便是与我们同规模的公司，一年累计花费也能达到200万到300万美元。当一家公司采取开放制度时，不会再有累积的休假日，过去支付给离职员工的钱现在变成了公司利润。

但克洛诺斯决定不从放弃传统休假制度中谋取利润。我们认为，省出来的钱用于投资其他员工福利更有意义。所以，除了提供开放休假制度外,我们增加了产假、育儿假和领养假；我们提高了公司缴纳401(k)的金额（401(k)是指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新增的第401条K项条款的规定，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我们为员工子女制定了奖学金计划；我们发起了托儿服务项目：我们为员工的学生贷款提供最高500美元/年的援助。虽然这些新福利的费用最终超出了休假制度变化省出来的钱，但我认为员工值得被这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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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不满

在我研究开放休假制度的同时，人力资源部同事做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聘请了一名顾问，这名顾问曾帮助其他公司转变制度。他向我们介绍了改变的利弊，他说，在大多数公司，95%的员工喜欢无限休假制度，但其余5%的员工通常反对，原因我接下来讨论。顾问也表示，这一变化最大的问题是，在新政策下，有些员工的休假时间竟然比原来少，原因是他们担心休假时间过长。我们想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在克洛诺斯发生，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的初衷。

我们很早就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尽管公司不再为休假时间设限，但我们会继续追踪每位员工的休假请求和时间，我们希望能就此分析新制度的运行情况，确保管理人员能够公正地实施制度。

2015年12月18日，我们公布了新制度。“感谢你们创造了一个互信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实施这样的制度。”我在公司视频中说。新制度于2016年1月1日施行。正如顾问所料，大部分员工反馈良好，但少数人相反。他们很快大声表达了不满。

他们的投诉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来自少数管理者，他们认为，缺乏正式制度会使自己的工作更加困难，担心员工可能会要求过多的休假时间，或者是由于要审核每个休假申请的具体情况，主管会花费过多精力。他们对新系统的模棱两可感到不适，希望有明确制度作为决策依据。

第二类反对群体由那些把累积假期视为银行的人组成。他们把假期看成是金钱而非时间，而且，他们希望在离开公司时获得未使用假期的现金补偿。我记得其中一位：他60多岁，计划在一两年内退休。他不关心产假、学生贷款援助或其他新福利，这些对他不适用。他的休假时间相当于几个月的薪水，他一直指望着离开公司时能收到这笔钱。

第三类投诉来自于认为新制度不公平的人，因为新制度给了所有员工过去只有长期员工才能享受的东西。抱怨通常是：“我在公司待了15年，才获得这么多休假时间，现在新员工第一天就能有，这不公平。”

为了打消管理人员的顾虑，我们提供了培训和一对一辅导，并保证人力资源部提供必要的帮助。我们还强调，在新制度下，我们希望人们休假的时间更多，而不是相反，所以公司鼓励管理人员批准大部分休假请求。我们在非正式对话中处理了其他投诉。我大概处理了十几个，相信我们人力资源同事处理得更多。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人们被赋予了情感的权利。不该由我告诉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有什么感觉。与囤积休假时间的员工交谈时，我表示了同情，但我指出，这并非设置假期的目的。我说：“你应该使用这段时间，而不是把它换成退休金。”与员工谈论“公平”时，我温和反驳了他们的逻辑。“我们没有拿走你的任何东西——事实上，这给了你延长休假时间的可能性。”我说：“其他员工休假时间长短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有几个人很生气，开始提到辞职，但最后也没有人因为制度改变离开克洛诺斯。

我们无法在每个地方都推行新政策。某些国家对于公司的休假时间安排以及员工享有的权利有着严格规定，这就必须坚持传统的累积休假制度。所以，最初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实施了myTime制度。



鼓舞人心的事

公司推出新政策后，我们开始留意数字，看员工是否休了更多假。数据显示，休假时间确实延长了。这种追踪让该议题变得透明、便于沟通。如果一位人力资源同事或二线经理注意到一名员工在一季度没有休假，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会以“你为什么不休假？”开头，展开一段对话。如果管理人员不批准休假请求，人力资源同事可以干预。我估计有10%的管理人员会这么做。一般来说，面向客户团队的管理者，他们认为员工缺席会造成调度困难，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认为，员工休假时间增加可能对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我们明确告诉管理人员，让不同部门员工感受到自己获得同等待遇很重要。我们也提醒管理人员，员工对他们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其薪酬，所以希望他们能用明确反映公司政策的方式行事。

关于员工充分利用弹性假期，我们听到很多鼓舞人心的故事。一位同事花费数周时间参加了摩托车骑行48州的筹款活动，并持续为客户提供所需支持。另一位同事，在陪女儿参加音乐剧《安妮》巡演的路上完成了工作。一名员工此前将所有假期时间用于探望印度的家人，这意味着她当年没有其他休假时间了，现在，她可以在印度待上几周，还可以在节假日休息。我收到员工们发来的邮件，说新制度大大减少了体检或牙科赴约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在新制度出台时投诉过的人，现在也成为了狂热粉丝。

我听说，公司去年休假最多的员工休息了6周多。（施行旧制度时，有4周假期的老员工，如果前一年有未休假期，那么总共的假期长度也差不多。）但据我所知，没有一名员工滥用这项制度，也没有一名客户受到负面影响。

我原以为，对无限休假制度最狂热的会是千禧一代。但事实是，有学龄儿童的三四十岁员工似乎是最大受益者。过去，他们努力寻找可以将休假时间与学校放假时间匹配的方法。现在，他们有更多休息时间，可以缓解这种压力。



最好的一年

因为公司追踪了数据，所以我们无须靠故事去了解这一制度是否有用。公司员工的休假时间，在2016年平均比2015年多2.6天。在某些部门，休假时间明显增加。即使如此，从财务角度看，2016年是我们最好的一年。我不认为这是巧合。快乐、敬业的员工可以让公司更赚钱，而且，我们的制度让员工更快乐、更敬业。数据也可以证明，我们追踪员工敬业度15年，在2016年之前的几年，同意或强烈同意克洛诺斯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场所的比例固定在84%（84%挺不错，特别是考虑到全球IT公司的敬业度平均分为60%）。在我们推出myTime一年后，员工敬业度升至87%，主动离职率从6.4%降到5.6%，这意义重大。员工匿名在Glassdoor（美国一家做企业点评与职位搜索的职场社区，许多求职者用该网站研究潜在雇主）上发表评论，表达了对该制度的积极态度。正如一个评论所说：“凭借无限休假制度，克洛诺斯的员工福利升级了。”

我们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讽刺，因为公司核心业务是提供劳动力管理软件，我们产品的功能之一就是追踪和管理员工休假。如果每个公司都转向无限休假制度，那我们的产品给用户带来的好处不就会消失吗？我不这么想，只要实施方式正确，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而且，对员工休假进行追踪，正是我们新制度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不追踪，又如何得知人们是否花了足够时间来恢复和充电呢？如何得知管理人员是否当了坏榜样或对休假时间管理不公？追踪可以实现透明和更好的沟通，如果实施得当，它将会在员工间建立更多的信任和忠诚。

目前，在美国实施全员无限休假制度的公司不到5%，这是有原因的。高绩效员工、对工作生活平衡的热切关注以及对员工的高度信任，是这套系统能够运行的关键，这些条件并非每家组织都能同时具备。克洛诺斯正好兼具这些特质，因此能领导这样一家公司让我感到非常幸运。（阿隆·艾因（Aron Ain）|文 廖琦菁 | 译 王晨 | 校 李剑 | 编辑）



问答

出乎意料的挑战

里奇·菲尔斯滕贝格（Rich Fuerstenberg）是美世公司（Mercer’s）健康咨询业务部门的资深合伙人，专注于缺勤管理领域。HBR与他探讨了为什么一些公司转向无限休假制度——以及这种趋势能走多远。编辑摘录如下。

HBR：企业对无限休假制度的兴趣是何时开始加速的？

菲尔斯滕贝格：我之前听过零星的几家公司施行这一政策，但是到了2013年，很多硅谷公司开始采用。从那时起，实施这一制度变为一种趋势。



通常是什么激发了公司对无限休假制度的探索？

它由几件事情驱动。其中之一是技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变为全天候、使用灵活工作时间和地点，我们该如何区分人们的工作时间和下班时间？许多公司开始意识到，即便人们标注出休假时间，他们也经常工作。另一个因素是，在传统政策下，公司把累积的未使用假期视为债务。随着债务的增加，它们对各种处理带薪休假的方式也越来越感兴趣。



你们的数据显示，更多公司倾向于只向管理层提供无限带薪假期。这是否会影响其他员工的士气？

只有少数高管获得无限休假时间——与可能使用公务机或获得其他津贴的是同一群人。这是一小群人，所以范围更广的员工通常不了解这一政策。当政策范围不仅是C级高管，还有高级副总裁和总监，从10人扩大到100人时，议论的声音就会出现了。到达某个点后，就不可能没人不知道了，这时候，你可能会面临沟通问题。

在企业考虑这种转变时，必须留意哪些挑战？

这取决于公司及其文化。在有些公司，员工很有可能会滥用无限带薪休假制度。解决办法是，不提供这项制度。管理人员还要面对员工实际休假时间的不确定性——我们从调查中得知，公司制度改变后，许多人实际减少了休假时间，这会带来职业倦怠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必须培养一种文化，让员工认为休息一下不成问题。另一个挑战是，有些员工，特别是工龄长的员工，可能已经累积了大量未使用的休假时间。很多公司为这些时间付钱，一般是在员工离职时用现金一次性支付，或每隔几年付款一次。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很多公司正在考虑这一转变，但真正做的相对较少。



如果这些是预期挑战，你们观察到哪些意料之外的挑战呢？

我知道有些公司（并非我们的客户）从传统计划休假方式转变为无限休假制度，后来又回到某种有着更明确限制条件的形式，例如“休假时间上限是4周。”设定一个数字能让人们更安心地休假。这些制度经常会招致小动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应该休息，直到坐在他旁边的人休息了。如果那个人休息了2天，自己就只休息1天。所以，选择无限休假制度的公司有时会努力对付这种行为。



你认为无限带薪休假制度会有多大发展？

我们目前看到它已经在C级高管中应用，并扩展到高管团队。但是，我们认为它存在限制范围。如果延伸过远，就会把那些并非全天候工作的人包含进去。而且，在某些行业，无限休假制度完全站不住脚。比如零售业、护理行业、呼叫中心，这些地方需要人员维持在一定数量。在我看来，大部分雇主实施这一制度不太现实，所以我认为，这一制度会逐步发展，而不是大规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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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芙尼CEO：

创造可持续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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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公司长期致力于领导珠宝行业解决环境及人权问题。

	

	


当我思考蒂芙尼（Tiffany）的竞争优势时，垂直整合模式立马跳进我的脑海，其中原因有两点：一是根深蒂固的商业理念，伟大的奢侈品应有自己的原创设计。二是可追溯性提供了对社会与环境负责的最佳方式，这一点同样深入人心。

回想职业生涯，那些塑造我自身理念的过往，我发现自己对三件事情充满热情。第一是品牌。作为极好的传播媒介，品牌能传达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一直深深吸引着我。我热爱的第二件事是环球旅行。从法国的童年时期开始，我对世界各地的新文化、新场景和不同思维方式充满好奇。最后一件事是对艺术和表达的热爱。创造和收集艺术品的商业行为不仅实用，而且真的很美好。我工作过的公司都能让我追求所爱，这让我觉得非常幸运。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宝洁。宝洁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它发明了品牌管理，所以宝洁与我的两个兴趣点有关。在宝洁，我有机会为不同国家和行业的产品做营销。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我在意大利的工农业公司Ferruzzi Group工作，后来进入玛氏——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糖果公司。

加入蒂芙尼前，我在LVMH集团工作了15年，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巴黎的奢侈品集团。那是首次我的三个爱好都能与一家公司有关。作为一家专注多个奢侈品品牌的跨国企业，LVMH制造真正美与艺术兼具的产品。21世纪初，我成为酩悦香槟（Moet & Chandon）的CEO，这家公司价值12亿美元，它是LVMH旗下优质葡萄酒企业，拥有唐·佩里侬香槟王（Dom Pérignon champagne）等品牌。

在葡萄酒行业工作时，我开始关注企业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领导者该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的身份。酩悦香槟拥有香槟产区最大的葡萄园，而领导酒庄教会我尊重地球母亲。想要生产令人惊艳的香槟，你必须种植让人惊艳的水果，而这需要土壤年复一年保持肥沃。

2010年，我接到了有机会为蒂芙尼工作的电话。我马上很感兴趣。美国孕育了许多伟大的公司，但我看来，大多数真正的奢侈品牌都来自欧洲。蒂芙尼则是例外。如果这家公司创始于一个相对小的国家，而非美国这样大的市场，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化程度。我对这家公司研究得越多，越意识到它全球增长的潜力。蒂芙尼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却很少向消费者传达这些品质。

我受聘时有着明确规划，就是接替时任CEO的迈克尔·科瓦斯基（Mike Kowalski），目前他是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长。我作为执行副总裁加入公司，3年内成为总裁并进入董事会。因为我准备接手迈克尔的工作，所以我与他密切合作，了解公司各方面业务，并且我思考了接任后一些工作的优先级别。2015年4月，我正式成为CEO，便开始按计划在这些优先事项上采取行动。我的首要任务是拓展一条可持续和对社会负责的供应链。



远离“冲突钻石”

1837年，当查尔斯·蒂芙尼在纽约联合创立这家公司时，没人用过“可持续”一词。但是，蒂芙尼用自己的方式，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在曼哈顿开店之后，他成功与竞争对手实现了差异化，其行事方式直到现在也同样适用。

19世纪，大部分珠宝商只是零售商，他们从中间商手中购买产品，然后再售出。现在同样如此。而在1848年，蒂芙尼雇用了几十位工匠，在门店楼上的车间打造珠宝。通过出售自己设计加工的产品，蒂芙尼想要表达个人的艺术视角与才华。而这仅仅是迈向垂直整合的第一步。到19世纪末，蒂芙尼已经在品牌内部建立了一条钻石切割、抛光的加工线，并采用严格的质量和工艺标准。这并不意味公司一定比其他竞争对手更环保，但蒂芙尼对其供应链的把控能力确有增强，这在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约25年前，蒂芙尼开始关注可持续性。公司在1987年上市，之后10年聚焦于发展和海外扩张，使得公司对贵金属和钻石的需求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对采矿的环境和人力成本愈加了解：从矿石中提取贵金属（特别是黄金）的过程中，经常使用氰化物和其他有毒化学品。一些钻石来源于有政治冲突或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因此销售这些钻石可能是在为暴力融资。2006年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上映后，人们对于“冲突钻石”有了更多认识。

在我加入之前的10年间，蒂芙尼已经为整个行业解决这些环境和人权问题作出表率。公司领导人反对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和黄石国家公园开发金矿和铜矿。2003年，在公司的推动下，美国加入了金伯利进程证书制度（Kimberley Process Certification Scheme/KPCS），其目的是根除血钻非法贸易。（蒂芙尼选择更进一步，因为担心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津巴布韦的侵犯人权问题，公司拒绝从这些国家购买原石，尽管它们是KPCS的一部分。）2006年，蒂芙尼参与发起了“负责任采矿保证倡议”（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Mining Assurance/IRMA），该倡议旨在成为世界首个大型矿场负责任开采的独立认证体系。

我们对负责任开采的努力不仅局限于黄金和钻石。举例来说，10多年前，我们是第一批停止使用珊瑚的公司之一，我们敦促业界意识到珊瑚不是岩石或植物，而是活生生的动物和健康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



留意人才

我加入公司时对这些事情略知一二，但我很快加深了了解。我开始访问世界各地的运营部门，我们有5个钻石切割和抛光的车间，以及4套珠宝制造或抛光设施。在可持续性方面，我们倾向于关注环境，因为矿业的天然属性，采矿会对地球造成破坏，并对环境产生影响。但如何对待我们的员工和采矿工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访问加工车间和为公司提供钻石的矿场时，我会特别关注当地的社区开发。第一次访问博兹瓦纳的钻石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博兹瓦纳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国土主要是沙漠。在过去的40多年里，博兹瓦纳政府保证了钻石这一主要自然资源的开采使全体公民受益。令我们骄傲的是，蒂芙尼也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根据蒂芙尼严格的质量标准切割、抛光钻石，我们帮助工人获得了钻石加工以外的知识和技能。蒂芙尼已经为博兹瓦纳的经济贡献了超过5100万美元，2016年我们98%的抛光工人来自当地。

通过垂直整合的运营模式，我们所有的钻石原石能够追溯到已知矿山或已知矿山供应商。与大多数珠宝商不同，我们直接从矿山购买原石，所以我们知道某块原石源于哪座矿山。（蒂芙尼的体量允许我们挑剔一些：我们只接受满足我们严格质量要求的原石，约占世界宝石级钻石数量的0.04%。）在我们的钻石加工车间，所有大于0.18克拉的原石都要经过镭射打码，用显微镜可见的编码表示其原产地，便于监管钻石供应链。其他一些珠宝商从中间商处购买钻石，而中间商的钻石则来自多个钻石供应商。我们的钻石促进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令我们和消费者感到自豪。

2014年，在我成为CEO的几个月前，我们决定继续对供应链加强控制。小于0.18克拉的钻石被称为米粒钻（melee），米粒钻经常搭配其他宝石，比如镶嵌在戒指中大钻石的周围。传统上，米粒钻与大一些钻石的处理方法不同，它们更像是一种常规商品，我们不对其进行切割和抛光，但这一传统几年前也发生了改变。到2014年，我们在比利时、博兹瓦纳和毛里求斯运营处理大颗钻石的钻石抛光车间，在越南也有一个处理米粒钻的车间。鉴于对米粒钻需求的增加，为了使我们的抛光能力更加多样，我们决定在柬埔寨建一个抛光车间。

与此同时，服装产业开始撤离柬埔寨，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当我到访时，服装工人的灵巧技艺和职业道德令我吃惊，但他们正在失去工作。在金边，有一间特别设计的工厂，它获得了美国民间绿色建筑协会认证（LEED-certified），我们在这里培训服装工人处理米粒钻。我们还与经济学家合作，结合当地现实，考虑家庭规模、住房和交通成本等变量，设计了更公平的基本生活工资计算方法。我们提供免费午餐和产假，取消深夜班和周末工作，这对孩子放学回到家的家长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柬埔寨雇用了近800人。大部分同行仍然将这些工作外包出去，但我们发现，在保持蒂芙尼内部配套设施高效的同时，我们能够为工人提供高水准的生活。



教育消费者

担任CEO后不久，我任命了一位首席可持续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CSO），他向我直接汇报。拥有CSO的奢侈品公司不多，而且他们会向C级高管汇报而不是CEO。但我认为，要向公司内部和整个行业发出信号：可持续性是最重要的。我选择了公司的资深员工阿妮萨·科斯塔（Anisa Kamadoli Costa）担此重任，她魅力超凡并以任务为导向。在她的领导下，我们设立并制定计划达成目标——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到0。这对蒂芙尼来说是一大步：我们一直以来关注所在行业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使气候变化成为我们可持续性议题中的一部分。

为了继续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我们将在2017年再向前一大步。蒂芙尼是一家美国公司，但它核心是一家纽约公司，是世界创意之都的产物。我们在纽约成立，公司总部和旗舰店位于纽约，我们计划在纽约开设一家创意中心，把公司研发、设计制造和供应链团队的关键人物聚在一起。我们相信，如果把专家的智慧整合起来，通过合作精神，我们的动作能够更快，更有创意，产生更伟大的设计，并把可持续性嵌入整个过程中。这是比竞争对手更充分整合从而获得优势的又一个案例。

尽管我们非常注重生产负责任的产品，但在教育消费者，让消费者认识到这些做法所带来的好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已经发现，可持续性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作重要的考虑因素，特别是在订婚戒指上。但是，对社会负责的做法对于购买行为的影响程度仍然很难衡量。

我们向年轻男性出售了很多订婚戒指，他们在人生这一阶段的珠宝知识通常很有限。这往往是他们第一次购买大件珠宝。他们已经要面对一条急剧上升的学习曲线，要理解切工、重量、净度和颜色，以及蒂芙尼独有的第五个指标：钻石风采（切工、对称性和抛光的精密程度深深地影响着钻石的亮光度、色散度和闪光度，以及整体外观）。在此基础上，再对消费者进行可持续性实践的教育是一个挑战。

而我们训练销售人员谈论我们与竞争对手采购的不同方法，鼓励消费者在选择购买品牌时考虑这些。年轻人越来越关心他们食物的收获地点，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也会关心钻石的原产地。为实现这一设想，我们将会继续宣传企业社会责任。



适应人口变化

在过去几年，与所有其他奢饰品牌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市场的挑战。美元升值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成本压力并影响了消费模式。许多人倾向于在旅行时购买奢侈品，但近期的一些事件已经影响了（并且很可能继续影响）人口在全球各地移动的方式。例如，在过去的15年，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旅途中，中国消费者已经成为奢侈品牌的主要增长引擎。不过，这可能在下一年会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中国决定增加进口关税。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这可能会让人们重新思考他们与奢侈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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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迫使我们更具创新性。例如，美国和西欧的结婚率略有下降。在2015财年，新娘珠宝购买占蒂芙尼全球收入的29%，这是我们密切关注的趋势。然而，订婚仪式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正在演变。所以，我们相信全球的订婚结婚戒指市场依然在增长。而且，我们也发现其他扩大销售的方法：同性婚姻目前在西方很普遍；情侣们购买戒指或其他首饰来表示非婚姻性的承诺；而且珠宝通常是对伴侣、家庭成员或朋友展示爱的一种方式。（在我们新的创意中心，设计师在为所有这些关系设计产品。）不论人口怎样变化，我们都坚信，爱会一直伴随人类的存在。

我们坚信垂直整合模式会继续发挥作用。对我而言，我们设计制作蒂芙尼的大部分产品，这一事实不仅与形象、质量或工艺有关。这对奢侈品市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实践。我相信在未来最会整合的奢侈品牌将会是最成功的。

当一项业务处于逆境中时，用审视的眼光看待其成本结构很正常。一些公司在面对挑战性财务状况时， 通常第一个会削减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但在蒂芙尼，我们没有把可持续性看作成本。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和竞争优势。我们从不打算改变这些。



编者注：2017年2月5日，蒂芙尼宣布CEO弗雷德里克·库梅纳尔离职。董事长迈克尔·科瓦斯基担任临时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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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矿石到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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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的戴维克矿山是蒂芙尼的主要钻石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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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特卫普省的蒂芙尼车间，使用3D成像技术绘制原石切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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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在涂有钻石晶体的机器上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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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芙尼抛光师在安特卫普车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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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检查钻石的最终分级。




[image: ]

纽约的工匠为钻石镶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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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S创始人：

重思公司使命

	The Founder of TOMS on Reimagining the Company's Mission

	布莱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 | 文　万艳 | 译　安健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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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布莱克·麦考斯基（Blake Mycoskie）意识到，对高速发展的渴求正令公司偏离使命。于是，他借着休长假的机会，梳理了TOMS的远景规划以及他本人在公司中的角色。其中一个决定便是出人意料地向咖啡业进军。

	

	


2012年秋，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想的事情：脱离TOMS的工作休个长假。这并不是一趟所谓的环球之旅。我与妻子希瑟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这里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想与公司保持地理和心理距离，以便进行一些反思。

当时，我创立TOMS已有6年。TOMS从一家在我加州公寓成立的初创公司，发展成营收超过3亿美元的全球性企业。我依然100%持股，公司也依旧秉承着最初的承诺——每卖一双鞋，就向有需要的人送一双鞋。但是，我有些幻想破灭之感。我每天过得单调乏味，与许多负责日常运营的高管也失去联系。这个曾让我获得使命感的公司，如今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份工作。

在我离开的几个月里，我深深思考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我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创办这家公司，以及最初人们为什么愿意加入进来，一起创业或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依旧信奉我们的使命，并相信我们所带来的影响。但我不再确信我为什么想要（甚或，我是否想要）继续带领公司向前发展。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TOMS变成了一个更关注过程而非目的的公司，我彻底迷失了。我们全神贯注于“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才能规模化公司，以至于忘记了公司的首要使命，即用商业改善人们的生活。这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优势：它让我们得以与消费者建立起情感纽带，并驱动员工奋勇向前，因为这些人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场运动，而并非只是为了自己而工作或购物。

在远离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带着新能量重返公司。我的使命清晰明确：让TOMS重新变成一场运动。



基因

我创建TOMS的灵感也源自一次长假。在创办并卖掉了多家公司（一家送货上门的干洗店、一家户外广告公司、一家驾驶培训在线服务公司），并参加了一档真人秀（我和姐姐一起参加了真人秀《极速前进》的拍摄，并创办了一个全真人秀节目的有线频道）之后，2006年，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去阿根廷学打马球。我知道这听上去很古怪，不过在追求最新感兴趣的事物上，我总能感到极为开心。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遇到一位女性，她所就职的NGO致力于向当地贫困乡村地区的孩子发放鞋子。我们所到的每个村落都收获到感激与眼泪。我遇到一对亲兄弟，哥哥12岁，弟弟10岁，两人共用一双成人尺码的鞋子。由于当地学校要求必须穿鞋才能上学，兄弟俩不得不轮流去上课。当我将适合两个男孩足部尺寸的鞋子交到他们母亲的手里时，她泪流满面。我难以相信，如此简单的一个举动，竟能对人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

于是，我决定进一步做些事情。我没有飞回美国要求朋友们捐款捐物，而是基于买一双送一双的理念，创办了一家营利性公司。我将它命名为Shoes for Tomorrow，后来又压缩成Tomorrow's Shoes，最终简化为TOMS，以便将品牌名称制成小标签，放到鞋子上。（至今，还有一些人在遇到我后困惑不已，因为他们以为会见到一个叫Tom的男人。）

我的马球教练阿莱霍和我一起说服了阿根廷当地的一家制鞋厂商，令其帮我们生产更时尚版本的alpargata——这是一种当地人100年来都在穿的帆布鞋。为了借鉴埃里克·莱斯（Eric Ries） 《精益创业》一书上的理论，我们的第一双鞋是一款“最简化可实行产品”。鞋子上面胶迹斑斑，按照阿根廷尺码而非美国尺码制成，款式也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它们足以用来在我洛杉矶的朋友中间测试概念。我的目标是卖出250双鞋，这样便能在阿根廷送出250双鞋。

回家后，为了获得女性友人的建议，我举办了一个晚宴，招待了一些女性朋友。她们非常喜欢这些帆布鞋，当我与其分享帮助有需要的孩子的理念时，她们表现得特别兴奋。她们推荐了许多当地的精品店，可以用来作为零售渠道。我于是拜访了其中一家——American Rag，并要求与采购者对谈。我知道我的鞋子在品质和价格上没太有竞争优势，因此我告诉采购者，我为什么要卖它们，并送出另外一部分鞋。这家精品店成为我们第一家零售客户。

在此之后一个周六的早上，我的黑莓手机嗡嗡作响把我吵醒了。当时，TOMS网站每卖出一单，就会往我的手机上发送消息邮件。通常，顾客只是我的家人或朋友，偶尔会有陌生人下单。但这天早上，手机一直在不停地嗡嗡作响。吃早午餐时，我开始浏览《洛杉矶时报》并在日历版的第一页上发现，该报纸的时尚类作者在一篇很短的文章中谈到了TOMS。当天晚上，我们卖出了2200双鞋。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也首次对公司的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挑战。当时，我公寓里只有不到200双鞋。

在这之后的6个月里，我与一群实习生一起，将我的“鞋项目”变成一家真正的公司。Vogue、Elle、《时代周刊》和《人物》杂志都对我们做了大量报道。很快，托比·马奎尔（TobeyMaguire）、凯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和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等明星被拍到穿着TOMS的鞋。Nordstrom百货公司坚持要售卖我们的鞋。那一年夏末，我们卖出了1万双鞋。显然，TOMS的理念引起了共鸣。



幻灭

到2011年，TOMS运营5年，年增长率高达300%，对外送出1000万双鞋。卖一双送一双的模式最初被传统商界人士视为理念听上去不错，但并不会带来可持续的营收，最终我们成功了。我们还延伸到眼镜行业，每卖出一副眼镜，就送出一副，或是帮助病患就医，恢复视力。我们还采用了其他与众不同的做法：我们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网站的直接销售，我们实际上从未打过传统广告，而是依靠500万社交媒体上的粉丝，建立起口耳相传的口碑。

2012年9月，我与希瑟结婚。我引入了一批有经验的高管，负责日常运营。自创业以来头一次，我觉得可以抽身休息一下了。我得以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但也深深地游移不定。创业之初的兴奋与友情开始被层级文化所取代。领导团队陷入性格冲突与争吵的状况中，几名核心领导者坚称，我们采用的流程和系统与他们之前所在公司并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家公司，我们过于聚焦于保护已建立起来的产品、流程和系统等，而无人思考新的可能性。我注意到，工作较长时间的员工开始跳槽到更具创业精神的机构，并且我意识到，内心深处，我很想跟他们一起离开。

我以前卖掉过一手创立的公司，但TOMS不同。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它是我的生命。因此，这段时期的不确定感就仿佛婚姻出了问题。你以为自己找到了事业灵魂伴侣，但你不再爱她了。你会怎么做？于我而言，休长假就像是去做婚姻咨询。我不是要走开，而是要把问题摊开来，看看我和TOMS是否能重修旧好。如果它只是单纯的商业问题，我还能想一个远程战略方案。但这不仅事关公司，也关乎我个人。我必须想清楚公司未来的发展，以及我在其中的角色。并且，我打算独自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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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离开奥斯丁时，我小心地尽量淡化休假事宜。我告诉人们，休长假只是想与妻子延长蜜月期。事实上，一到达目的地，我便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独自沉思。我还与那些我认为能提供好建议或能激发我灵感的每一个人进行了交谈。我时常交谈的对象包括我的高管导师、创业家朋友以及我所敬佩的商界和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我穿梭于全美国的各大会议，向社交企业和国际发展方面的专家请教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我读到了西蒙·斯涅克（Simon Sinek）所写的出色著作《始于理念》（Start with Why）。该书探讨了那些能鼓舞行动的领导者，比如马丁·路德·金，以及那些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产品从而令粉丝疯狂排队购买的企业，比如苹果公司。斯涅克分析称，只有当用“理念”来驱动时，一个人或一家公司才能建立并维持这些行动。

对此观点思考得越多，我越发意识到，TOMS已经偏离了它的“理念”。创业初期，我们总是与我们的故事同行：我们不是在卖鞋，而是售卖承诺——顾客每买一双鞋，就能直接、实质性地令需要鞋子的孩子受益。然而，我们对维持公司高速发展的渴求迫使我们偏离了公司使命，转而聚焦于销售额和如何提高销量上，这与其他鞋企并无二致。为了努力达到更激进的销售目标，我们开始在官网上搞此前从未做过的促销和打折。我们的营销越来越聚焦于产品而非目的。作为TOMS的领导者，我最终对这些错误做法负有责任。这可真是一枚苦果。

另外一个突破源于一个“达拉斯牛仔”游戏。有人向我引荐了一位名叫乔·福特的男人。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斯科特也在用生意改善他人生活状况，只不过他是在卢旺达做咖啡贸易。乔解释说，咖啡供应链中使用的水至关重要。咖啡豆在经过干净而非脏水清洗过后，就会变成一种特产，被标以高价售卖。斯科特的公司Westrock Coffee帮助卢旺达的种植户建造社群共有的清洗站，以便提高咖啡品质，并预防水传疾病的传播。该公司还直接向种植户购买咖啡豆，协助他们打破不公平的行业价格控制，并向他们提供低息贷款，令其在高利贷之外，有另一种选择。最棒的是，Westrock Coffee是营利性公司，售卖极美味的咖啡。

见过斯科特之后，我意识到，TOMS咖啡合资公司预计能带来真正的影响，并能把我带离阴霾。和多数创业者一样，我痴迷于创造事物，做预料之外的事情。无人再对我们的鞋子生意存有质疑，但很少有人会料到，我们也会卖咖啡。这一扩张能为TOMS积累零售方面的新经验铺平道路，这正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我们能够开咖啡馆，并利用它们作为人们聚会的场所，便于他们分享创意，获取灵感，让客人与TOMS的理念建立联系。这一愿景以及将面临的挑战，鼓舞着我迎接新生。

我把想法告诉了公司高管们。和TOMS鞋业的做法一样，TOMS的咖啡生意也将采用买一送一模式：我们每卖出一包咖啡豆，便向一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周用量的干净水。获得高管们的同意后，我很快聚起一小组员工，来让新项目（代号“麻袋”）落地。当时我仍住在奥斯丁，但我与希瑟（她是公司的早期员工，既了解公司又了解我）讨论方案越多，她越觉得，我是时候结束休假了。我们刚买了一套房子，在奥斯丁还有一大帮朋友，但2013年初，她对我说：“布莱克，我们必须搬回洛杉矶。”如果我想全职工作，就不能离公司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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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回归公司真的很棒，但我很快就犯了一些创始人回归公司常犯的经典错误。首先，我提出了我的新愿景，即用咖啡豆生意再次激发TOMS的理念，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详细的具体方案。这导致一些同事非常焦虑。其次，我要求CMO辞职，以便接管品牌营销和对外沟通事务，我将这两部分视为新发展方向中两大关键部分，不仅能将新旧业务整合起来，还能重燃我们顾客的热情。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我更适合创办者的角色——设置愿景并在全国游走，四处宣讲它，而不是运营营销或其他部门。

尽管出现了这些小插曲，但是2013年底，我们得以在全美的全食超市店铺推出咖啡产品，开了3家咖啡店，并开始向其他国家扩张。至今，我们已经向全球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了17.5万周用量的干净饮用水。新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公关影响力，并让我们的顾客再次因TOMS而兴奋不已。不过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得以开阔思路，挑战现状，并重新与公司使命联系起来。

新业务也让我大开脑洞。我意识到，我最终的目标是打造一家最有影响力和鼓舞人心的全球性公司，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必须获得更多帮助。我于是决定与那些帮助过初创公司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私募公司人员见面。经过一番全面研究后，2014年年中，我将50%的TOMS股票卖给贝恩资本。我们清晰地定义了我的角色和职责，并同意雇用一名世界级CEO。

最终我们找到了能够体现TOMS核心价值观的吉姆·阿林（Jim Alling）。尽管他对“咖啡的决定”略有异议（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星巴克担任高管），但是他理解公司此举的意义。打造TOMS咖啡生意并非要与大公司分一杯羹，而是为了再次吸引客户群，并帮助更多人而采取的大胆之举。过去一年，吉姆极大地维持了公司的稳定性，并引入了战略思维。如今，我们也开始售卖包包（来资助那些有需要的孕妇安全生下孩子）和背包（来支持反虐待项目）。

在TOMS即将迎来创建10周年之际，我比以往更觉得有活力和使命感。迄今为止，我仍看到大量机会，可以扩大我们的运动。TOMS的理念（用生意改善人们生活）远远大于我自身、我们卖的鞋子或我们未来生产的任何其他产品。我靠着休长假的机会明白了我们创造的力量，这对我来说是个向前迈进的好方法。由于我有了清晰的目标和很棒的合伙人来支持我，我已做好准备迎接公司的下一个10年，以及前方诸多风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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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多元化企业而言， 协同既是发展战略， 也是经营哲学，更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信集团（以下简称中信）是一家开先河的企业。成立之初，中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了企业市场化的领头羊作用。经过30多年的艰辛发展，中信成为一家跨国企业集团，也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从全球范围看，跟中信类似的公司非常少，其独特的竞争优势是综合经营，特有的管理方式是协同管理。

协同效应是指通过战略指导，使集团的整体经营表现优于原先各个企业独立经营表现之和。中信的协同管理是围绕集团总体发展目标，打造符合中信特点的多元化协同战略、管控体系和协同机制，有效配置、整合与共享集团各类资源，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协同既是中信的发展战略，也是经营哲学。



应运而生的协同战略

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企业。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总经理苏国新介绍说，中信一开始基本没有国家划拨的资源，也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生产、技术、金融、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时至今日，中信业务涵盖多个方面，包括金融、资源能源、制造业、工程承包和房地产以及信息产业等。2016年中信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比上一年提升30位。（见图1：《中信集团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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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中信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因为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

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更是把协同提高到经营哲学的高度。他说：“发挥协同效应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应该是我们整个集团公司的经营哲学。”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也认为：“中信集团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内金融、实业各板块的协同已经形成了文化，建立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协同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中信践行的协同管理，正好适应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苏国新赞同这一观点，他说，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这次工业革命无论是规模、广度还是复杂程度，都前所未有，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重大转变。技术和数字正在改变一切，包括客户的需求期望，他们需要获得更全面的服务和更高的价值。为此，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共享跨界的时代，协同管理已然成为趋势和潮流。不仅是中信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国内一些大型综合性集团包括中国平安、华润和中粮等也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协同之路。



以客户为中心是协同出发点

不论时代如何演进，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客户的价值。只有持续不断、全方位地满足客户需求，企业才能打造更大的竞争力。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属于一家混合多元化企业，各个业务板块相关性不强，但以客户为中心，可以将各家公司关联起来。

比如在面对大众客户领域，与专业化企业不同，中信具有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需求的业务范围。

从生命的孕育开始，客户就可能与中信的服务结缘，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是国际上接受试管婴儿治疗人数最多、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在成长阶段，客户可以享用中信的综合金融服务，阅读中信出版的书籍，享用大昌行进口的食品与消费品以及中信医疗提供的医疗养老和健康管理服务等。常振明董事长经常提到“中信梦”，就是希望消费者的一生能够和中信结缘。 他说：“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各个方面，这种公司在经营管理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国外像这类公司也很少，在这中间是什么能够把我们每个公司联在一起，主要是客户。”



锻造协同机制

协同是多元化企业存在的理由，但如何有效推进协同，尤其是对中信这样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内外的管理论述比较少。中信是在探索中不断推动体系建设，遵循以集团利益最大化、市场化为前提、注重创新与价值贡献，以及合法合规与防范风险等基本原则，不断推进协同机制的建设。

组织建设。2010年9月，中信设立业务协同部，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最早成立的业务协同部。业务协同部主要是对外开展战略合作，对内进行资源整合。苏国新说，协同部已经与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省市地方政府及部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集团层面统筹合作，借助强大的整体优势，为集团各家子公司获取合作商机。

在业务协同部的推动下，中信建立了网络状的协同组织体系。纵向上，建立了集团协同部——子公司协同主管领导、协同对口部门——重点分支机构 （分行）协同主管领导和部门等三级组织管理体系。集团有班子成员直接分管协同；子公司有领导分工负责，并设有业务协同联系人。

横向上，中信建立了区域协同平台——地区业务协同联席会议机制。苏国新说，集团已经在杭州、上海、天津、武汉、大连、青岛、重庆和成都等36个城市和地区推动建立起地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各联席单位共享信息、客户与渠道资源，根据当地政府、当地市场、当地客户的需求，开展联合营销提供综合服务。

制度建设。业务协同部在成立之初，即注重制度建设，从联合营销、区域联席会议组织、业务流程、协同激励等多方面建章立制。

2011年集团出台《企业战略客户联合营销与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战略客户的选择与认定、组织体系、内部程序、沟通交流、协调管理、评价与奖励等联合营销与服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和程序进行了明确。由此，协同部牵头集团内重点子公司，与 《财富》世界500强、大型央企、行业龙头以及省市地方政府等不断深化和扩大战略合作。

2013年集团下发《地区业务协同联席会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联席会议设立、日常运作、组织管理、信息报送和区域合作推动等内容。中信银行作为地区联席会议主要牵头单位也出台配套制度推进和落实区域协同。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考核。苏国新说，集团对子公司年度经营计划预算考核中有协同加分项，协同部根据子公司贡献可酌情加分；集团对子公司经营班子年度绩效考核中，协同部评分也占有相当比重；协同部还出台了子公司协同负责人相关评价管理办法，并将逐步加大协同考核力度。

智能化协同信息平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革命，中信的协同管理，离不开移动信息化平台。苏国新用三架“马车”来比喻智能化协同信息平台。

“马车”一：i协同App。2015年年底，中信针对员工上线i协同App，里面有协同工作相关信息和业务协同需求。2016年已经迭代到3.0版。目前，这个App已经发展了38家公司，客户数突破2.5万人。通过App，集团内部各级单位，都能够跨区域、跨界进行协同需求对接。（见图2：《中信i协同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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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二：对公客户CCM系统。协同部正在开发“中信集团客户协同管理系统（CCM系统）”，将通过信息系统有效管理集团及各子公司的战略客户。苏国新说，未来中信不仅要成立数据集散中心，还要成为数据处理中心，借助信息系统，用协同的思维深入跟踪挖掘地方政府、子公司、战略客户以及战略投资者等的需求，及时发现隐含在信息下面的协同商机，将数据、信息变成业务机会和利润。

“马车”三：对私客户区块链联盟。协同部已经在组织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中信联盟，实现跨机构的个人客户共享。苏国新预计，这个联盟将在年内上线运行。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中信系协同组织和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区域及行业合作平台基本搭建，协同文化、意识逐步培育，子公司间业务协同顺畅高效，协同基础工作得到夯实。



六大协同模式

中信的协同涉及面广，并各具特色。分管协同工作的中信副总经理蒲坚说，中信将始终遵循开放共享的“大协同”战略，即“对内协同与对外协同融合”，“战术协同与战略协同结合” 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经过多年摸索，中信逐渐形成了以下六大协同模式。



模式一：“走出去”协同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有广泛业务布局，并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协同。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多样化需求。

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2006年底，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后，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模式二：客户与渠道协同

中信涉及多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客户和渠道资源。比如中信出版跟其他中信子公司合作，打造了“云舒馆”“中信选书”“幸福财富沙龙”“中信之家”“中信微书店”等多种特色产品和服务。借助这些举措，各子公司之间客户、渠道资源实现了良性循环互动：客户获得了更加丰富超值的产品和服务；渠道承载了更多的输送功能，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提供产品服务的子公司增加了经营收入，节约了经营成本。

“云舒馆”提升银行卡客户活跃度。“云舒馆”项目是中信出版借助旗下机场书店网络为中信银行持卡客户提供的“A点借阅—B点返还”免费阅读服务。持卡客户可享受“先尝后买”服务，不仅使中信银行客户获得了差异化的尊贵体验，也为中信出版增加了销售收入。（见图3：《云舒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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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产业链协同

中信内一些非金融子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发展中，由于产品供销的需要自然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相互给予业务支持，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业务模式转型，使得原有的合作内涵得以丰富，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围绕产业链开展协同，促进技术升级。中信重工借助为中澳铁矿项目生产核心磨机设备的契机，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能力。中澳铁矿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矿业项目，核心设备六组大型磨机的供货方为中信重工。磨机设备的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中信重工通过技术攻关，打破了全球高端磨矿装备和市场被少数几家国际公司垄断的局面，并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磨机供应商和服务商。2013年中澳铁矿一、二条线成功投产，在国际矿业市场产生良好示范效应，有效推动了中信重工的国际化进程。



模式四：区域业务和专题协同

区域业务协同是中信协同的一大特色，这一模式能够组织各子公司联合开拓市场，获取集团区域竞争优势。

专题协同主要是围绕集团业务战略重点，组织有关联业务需求的公司开展协同。如公司搭建了工程承包与资源业务协同推进会、节能环保业务协同推进会、上海自贸区研讨会、“一带一路” 暨“协同走出去”研讨会，还建立了中信PPP联合体和中信PPP协同圈等不同范围的协同平台，最大化地整合集团内外资源。

联合营销重大客户。在区域协同开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各成员单位普遍通过联合营销，在项目资源、业务专长、资金配置等方面相互配合，共同开发重点客户。

“柯桥模式”案例：2015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联合中信建投证券，协同为浙江省绍兴柯桥地区的部分优质区县级平台公司提供顾问式服务和一揽子融资服务，通过对区县级城建类平台公司进行梳理和整合，解决当前区县级平台公司直接融资的困难，并实现规模大、成本低的融资目标，后来中信环境技术也参与进来，将合作范围扩展至城市环境治理。“柯桥模式”体现了中信内部“商行+投行”“金融+实业”的综合服务模式，创造了新型的银政合作模式。

开展上海自贸区等专题协同。中信旗下多家子公司开展了境外业务，具有较大的投融资需求，但面临手续繁复，项目重复结售汇交易等问题。为了缩短审批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境外项目的推进，中信建立上海自贸区协同子平台，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协助其他中信子公司建立全球资金管理体系。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可作为“离岸的中资银行”，协助其他中信子公司全球询价，寻找低成本资金，并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优势，提供利率、汇率创新多样化选择。



模式五：综合金融服务协同

中信旗下有比较齐全的金融门类，“商行+投行+信托”大资管模式合作逐渐成熟，联合开发创新产品，共享渠道资源实现交叉销售。截至2016年上半年，集团内15家金融子公司联合为115位客户融资2000多亿元，提供产品种类共30多类。除理财、结构化融资、债务融资、跨境融资等传统产品外，还开展了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永续债、员工持股等创新类产品研发及合作。

薪金煲案例：这是一款将银行结算功能与货币基金的收益相结合的创新产品，可实现余额理财、消费自动赎回、每日收益结转等强大功能。中信银行与中信旗下的信诚基金、华夏基金等共同研发，完成需求讨论、项目开发及业务测试，并在薪金煲上线、功能优化升级、签约客户数破百万、薪金煲一周年等重要时点，共同营销，不断做大规模和提升市场影响力。在为双方客户提供优质创新产品和增值服务同时，也让双方共享新客户的开发，并带来稳定可观的收益。



模式六：战略合作协同

在开展内部协同的基础上，中信持续推进与外部战略合作伙伴的外部协同，在集团层面统筹协同和配置资源。一方面通过联合营销模式，提升子公司市场竞争力，建立与战略大客户的业务对接，另一方面协同为战略大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满足其拓展海外市场等特定需求。

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省市地方政府及部委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与地方政府战略合作：通过与地方政府签署总对总协议，中信业务协同部梳理子公司在当地的业务资源和需求，推动项目落地和实施，同时当地政府也积极支持本地企业加强和中信的合作。

与大型央企集团合作：合作方式包括采取资源互换方式，帮助子公司拓展新市场获取新项目；发挥中信海外平台优势，帮助对方拓展海外市场；双方开展股权合作和资产交易等。如中信与某央企在各类金融服务、高建钢市场、海外工程、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与国家部委合作：中信集团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工信部积极支持中信集团参与制造强国建设；中信集团充分发挥综合金融平台优势，为相关企业提供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金融服务，并支持旗下非金融子公司积极参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实施指南的实施工作。

中信还与财政部PPP中心合作，探索把PPP中心在政策指导、理论研究、技术支持领域的优势，与中信集团在国内外PPP项目设计、实施、金融支持方面的丰富经验有效结合起来，协同落实国家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积极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及PPP模式“走出去”。（见图4：《中信集团可参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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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的品牌价值在于协同，协同能力已成为中信的软实力。虽然协同的效果很难量化，但影响是长期的。苏国新说，协同已经深入到集团的方方面面，各家公司协同的动力来自于协同创造的价值。协同能提升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各家公司市场拓展的成本和风险，更为广泛地捕捉市场机遇和开拓新市场，并能更容易提供创新产品和增值服务，有效增强客户的忠诚度。这既是客户选择中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信内部积极开展协同的强大动力。

当今是互联互通的大协同时代，任何公司靠单枪匹马很难成为持续领先的企业。通过以客户为中心，全面把握客户需求，依靠协同作战，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才能取得持久竞争优势。

中信近年来也持续推进协同模式创新，积极拓展协同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做全协同的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及打破边界，并做深客户需求，在多领域挖掘和把握商机，中信协同的目标是要做大协同平台，不断提升集团整体价值，从而做响有中信特色的综合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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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20多年间，无印良品将不过度装饰或设计的理念传播到了全球，生产和销售漂亮平价的优质产品成为其强劲增长的基石。

	

	

作为日本零售公司西武集团（Saison Group）的子公司，西友百货（Seiyu）的高管们于1980年推出名为无印良品（Mujirushi Ryohin/ Muji）的自有品牌，生产家庭用品、食品及服装。他们的想法是，不要装饰或过度设计，生产和销售每位日本消费者都可能需要的漂亮、价格低廉的产品。实际上，无印良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没有商标的优质商品”。

一开始，我们优先考虑的不是发展业务，而是把这一概念变为现实。但是我们确信，未来会有对无品牌的产品和价值观的需求，而且不仅局限于日本。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试了试水：无印良品在伦敦参加了日本产品展览，引起了英国零售商的极大兴趣。尽管哈罗德百货（Harrods）是第一个询问品牌入驻的零售商，但我的前任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的商业文化与我们不符。取而代之，我们与利伯缇百货（Liberty，一家更注重设计的英国百货公司）建了合资企业。这种合作伙伴关系让我们有了底气。我们有了新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优质、价格合理和可持续的设计理念。

通常情况下，当一家公司看到自己产品有海外需求时，都会尽快扩张。但我们当时还没有新的竞争对手，并且缺乏有经验的人才和稳定的企业制度，这迫使我们更加谨慎。所以我们的方式是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地探索海外业务。

1990年，无印良品从西友百货独立出来，进入新成立的株式会社良品计画（Ryohin Keikaku）。一年后，我们在伦敦和香港开了独立门店。但直到1998年我们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开设门店，2005年我们进入中国大陆，尽管中国大陆早在几年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零售市场。2007年，我们开了第一家美国门店。

我们还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我们用财务纪律保持这种慢节奏但是稳定的步伐：在一个特定地区，我们只有在现有门店盈利的情况下才会再开一家新店。而且，我们不会花钱做广告。在扩张之前，我们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零售环境，解决可能出现的运营难题，并通过口碑建立声誉。我们的产品可靠耐久，我希望确保我们的门店也是如此。

过去30年，我们发现，无印良品其实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市场。我们在日本国内持续增长，拥有418家门店，并且在欧洲、北美、大洋洲和中东地区的27个国家中，也有403家门店。1998年，母公司株式会社良品计画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无印良品仍然是一家日本公司，但我们很自豪地称自己为全球品牌。



国际化起点

我于1976年加入西友，并在1993年调到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我一直在家庭用品部门努力工作，想把无印良品推广到世界各地。当然，国际化经验的获得是有代价的。

为进军英国，我们与利伯缇百货设立合资公司，但结果却没让我们满意。不是产品没卖出去，而是我们的战略失准。在海外扩张，我们对如何合理地介绍和展示无印良品，有着非常明确的愿景。我们曾想自己可以利用利伯缇百货的资源，但到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开设自己运营的独立商店，以此来达到向客户展示我们理念的最佳途径。于是，我们保留了利伯缇百货的合作伙伴和当地专家身份。1991年，在牛津广场附近的摄政街，我们开了一家门店。这家店只有155平方米，但我们产品朴实、无商标和单色设计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家店变得非常受欢迎。



罗技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1981年

总部：瑞士、美国

员工数量： 5000人



[image: ]




然而，我们也有过几次失误。一开始，我们派遣了精通英语、效率导向的日本买手。但我们很快发现这种方法并非完全有效：虽然他们为商店提供了畅销的产品，但他们没有告诉当地员工如何以无印良品的方式安排商品组合和楼层陈列，这家门店与我们设想的完全不同。

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是在近期才成为一家独立公司，而在当时我们的运营还相当薄弱。西友百货和西武集团做过一些出口业务，但并没有派遣具备相关经验的高管到我们公司，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管理和物流上依赖利伯缇百货，这导致最终出现了问题。利伯缇百货要经营自己的业务，我们并非他们的优先考虑。而且，我们不得不将高额的运营成本纳入产品价格，所以丢失了我们理念中“平价”的部分。

不过，客户的反应仍然令人鼓舞。1994年，我们结束了与利伯缇百货的合作关系，并创建了欧洲子公司，经营在伦敦的第一家店，也陆续有了伦敦的第二、第三家店，以及后来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家店，该店位于巴黎的圣叙尔比斯。

对于扩张路线，我们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战略或规范。我们寻找的地方是，对无印良品有购买意愿人群的城市购物区。事实证明，这些根据经验的猜测是有效的，它为几年后无印良品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亚洲扩张

20世纪90年代，我们也开始间歇性地在大本营附近扩张，不仅是日本，还包括亚洲的其他地方。1991年，大约伦敦店开幕的同时，我们在香港与当地合作伙伴开设了第一家香港门店。从第一年起，我们就超额完成业绩，之后4年我们在香港又开设了多家门店。1995年，我们将目光投向亚洲旅游的另一个中心：新加坡。我们又建了一家合资企业，并在新加坡武吉士路口开了一家店。在这两次扩张中，当地的合作伙伴均由当时母公司西友百货联系挑选。

尽管亚洲这些市场的客户喜欢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入也强劲增长，但我们遇到了和在英国时类似的问题。当时亚洲的合伙公司无法盈利，由于我们与合作伙伴都受到日本经济停滞的影响而挣扎求存，因此1998年我们决定退出香港和新加坡。

我们没有缺席太久。2000年，我的前任松井忠三（Tadamitsu Matsui）被任命为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总裁，着手清理无印良品的组织和运营。到2001年，我们在财政上已经足够稳定，可以重新实现亚洲发展的目标。于是， 2001年我们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子公司，以每年约两家的速度再次开设门店。2003年我们以同样的方法进入新加坡，2004年我们成立了无印良品韩国分部。（当时，我们也恢复了在欧洲的扩张，在北欧获得营业许可，并且成立了无印良品意大利分部。）

然后我们进入中国大陆。21世纪初，我们开始注意到，尽管我们已经在中国国内注册了标识和品牌，但被其他公司使用。他们用相同的字母、相同的日文字符销售价格便宜、色彩鲜艳、设计不佳的产品，与我们的产品完全不同。其中一家山寨商有14家门店，一些门店还开在香港。

我当时是株式会社良品计画的总经理，负责选品、广告、推广和销售，作为一个与公司品牌朝夕相处20年的人，每次看到山寨门店都很心痛，我们不能让中国消费者认为那就是无印良品。我们提起诉讼，但不确定能否胜诉。所以我们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把真正的无印良品带到了中国大陆，2005年我们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店。

但是，质量控制仍然是个问题，尤其考虑到中国市场地域广阔。随着门店的分散扩张，我们无法把日本高管和销售人员派到所有门店中，我们必须依赖当地经理。所以，当2008年我就任株式会社良品计画总裁时，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从走进商店，到购买，再到使用我们的产品，无印良品的全球购买体验始终如一。

我们创建了一个为店面设计、布局和选品制定规则的部门。我们开始为所有一线员工提供相同的培训，并让许多当地招聘的门店经理到东京办事处进修。我们简化了分销、会计和销售，以便能共享相同数据。尽管我们现在生产和销售超过7000种商品，但我们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进行定制或调整。

我想说，无印良品的产品应该像水一样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并且我相信，坚持始终如一的愿景和执行力，是我们近年来取得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分别有200家和17家门店），还包括其他海外市场。



美国市场

在2000年代中期，尽管国际业务增长迅速，我们准备进入美国市场时仍有些惶恐不安。首先，它离日本很远。其次，消费者诉讼文化令我们害怕。例如，当我们讨论在美国的首次亮相时，我听到一个故事（也许是个民间传说）：有人试图用微波炉烘干他的湿猫，然后向微波炉厂商发起诉讼提出索赔！B2C企业要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当然，全球范围来看，我们知道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不仅为了增加收入，而且为了尽可能大范围传播我们不浪费的理念。在过度消费的地方，零售商们试图向你推销越来越多的产品，我们认为自己的产品可能特别有帮助。

纽约很显然是第一站，我们选择了有年轻时尚氛围的SoHo，门店于2007年开业。在感受了曼哈顿市场后，我们在该地区及周边开设了5家门店。我们也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并在当地扩张：圣莫妮卡、圣何塞、好莱坞和帕洛阿尔托。2017年，我们开了波士顿店。10年间10家店的速度可能有些慢，但我们不着急，我们做好准备再开店。



无印良品的扩张

在世界各地开设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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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专注于城市、大学以及我们的电商销售强劲的地区。但是，对我们来说，进入美国国内的成熟市场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我们的生产主要还在亚洲，我们要把货物越洋运到这些门店。不过，在未来5到10年里，随着我们在美国足迹的延伸，我们希望将一部分生产放在美洲，比如我们的家庭储物系统。除此之外，由于租金、劳动力和建造成本高，特别是在有工会的地区，我们无法建设大型门店来尽可能多地提供商品，或者低价出售它们。但我们试图通过专家级的店铺设计来克服这个问题：我们为自己能在每个地点选择出完美的产品集合而感到自豪。



在过度消费的地方，我们认为自己的产品可能特别有帮助。




美国这些城市的竞争依然激烈，而且因为我们不做广告，所以遇到了一些阻碍，但这是我们质朴理念的一大基础。不过，我们发现，自己可以依靠产品质量、销售人员素质以及消费者口碑脱颖而出。其中一个方法是将新的零售概念带入美国市场。例如，在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我们提供自制精油和刺绣服务。



过度商业化的反题

我们如何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完成所有国际扩张同时保持国内市场增长？首先，消费者认为无印良品物有所值，所以在日本经济低迷时，我们的表现比大部分公司都好。我们在国内市场上尝试了多种类型的业务，例如我们现在有餐厅、建筑设计公司和露营基地，这些都很受欢迎。现在，我们也在日本寻找那些更小、更偏远的地区，它们一度是兴旺的购物区，但现在已经变成“鬼城”；我们称之为“百叶窗街”，因为所有商店都关上了窗户。我们相信，通过在这些地区建无印良品商店或咖啡厅，也许能够使它们重新振兴。

在海外，当时机合适时，我们继续谨慎扩张。我们坚持只有在该国或地区运营盈利的情况下再开新店的政策，而且我们信任当地经理提供的信息。我们有三个区域经理：一个是欧洲和北美；第二个是东亚（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第三个是南亚、东南亚、西亚以及大洋洲（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中东、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主管向各自的区域经理汇报。区域经理在门店计划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新的门店地点，我（现在作为董事长）与无印良品总裁松崎晓（Satoru Matsuzaki）共同参加该会议。基于2003年制定的正式原则，将最终决定是否开设新门店。我们最新的市场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印度，2016年我们在这些地方开设了第一批门店。

现在，日本以外的业务占了我们总业务的35%，我们希望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尽可能地扩大规模，而是将无印良品的承诺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人民的生活用品。这就是我们对企业成功的定义，是过度商业化的反题。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消费者能获得优质、持久耐用产品，并就可持续的重要性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在最近的战略中，我们强调日本短语“感觉良好的生活（kanji-ii-kurashi）”，这很难被翻译成英语，但大体含义是，作为社区的一部分，简单、认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们希望这一观点能渗透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人口最稠密之处，还是那些最偏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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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不应该寻找直接的影响力指标，应该通过找出自己供给曲线和知识市场中竞争性需求间的交叉，找到代理指标。

	

	

2008年夏天，我在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又名雪城大学——译者注）执教，过得很开心。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美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AEI”）正在寻找下任总裁。2007年我曾在该机构兼职，他们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考虑总裁一职。

智库这行规模不大，缺乏成熟的领导选拔体系。董事会对什么人适合成为机构领导，永远没有确定答案，主管选拔异常困难。

我知道自己并非首选，也不是第二或第三顺位。多年来我都在教授别人如何筹款和管理非营利机构，也写过书，但自己从未实践过。我肯定AEI的董事们在选择我之前是这么说的，“哎，管他呢，就让这人试试吧。”但我很幸运，他们选择了我，我也接受了这份工作。

初次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挑战不言自明，但除了普遍意义上管理者需要的学习过程外，我还面临更多问题：2008年中期接受任命到2009年1月我正式上任之间，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美国非营利经济遭遇破产。扣除通胀因素，慈善捐赠数量在2008年到2009年间降低了近10%，且大部分都集中在第四季度。AEI的运营完全仰仗慈善捐赠，没有政府补贴也无合作研发，在我就任时，机构收入暴跌，AEI对资金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和新同事要说服捐赠者，他们本就不多的善款为何要投给AEI，我们的工作如何创造切实的影响力。

即使在大萧条之前，对非营利机构来说，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也日益艰难。营利机构可以使用类似销售额和股东回报这样的指标量化影响力，非营利机构却不行。对于类似AEI这样完全产出观念的非营利机构更是如此。什么是我们的指标呢？——每小时产生的聪明观念？但是，现代慈善家很多都是高科技产业新贵，他们的行业由分析和算法驱动，做慈善时，他们希望看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捐款发挥了作用。

马克·扎克伯格之类的企业家不会将钱捐给结果不可量化的机构。这一代企业家需要证据和数据证明，他们的捐款会产生价值。你的产品是无形资产并非借口。在我当上AEI总裁后，第一个重大难题就是，要么体现影响力，要么关门大吉。最初几年里，压力让我辗转难眠。但最终解决这一难题不但成为我留任的关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经营方式。



黄金机会

放弃大学终身教职去管理非营利机构，听上去并非明智之举。实际上，这符合我多年来建立起的行为模式。我在西雅图长大，家人都是艺术家和学者。从小我就显露出音乐天赋，很快学会了法国圆号。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几天大学，但一年后就退学了，之后以吹圆号为生，在美国和欧洲成为一名古典乐和爵士乐音乐家。

当了几年音乐家后，我在巴塞罗那遇到一个女孩，然后在西班牙的管弦乐队找到一份工作，试图说服她嫁给我。我们相遇时毫无共同语言，但不久前刚庆祝完26年结婚纪念日，三个孩子都快成年了。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说，自初次见面后我们两人的沟通技巧进步不少。

我热爱音乐家这份工作，但大学肄业总让我心中留有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因此，在西班牙生活时，我通过函授课程重新进入大学学习。

30岁生日前一个月，我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不久后，我彻底结束音乐生涯，回到美国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又读了公共政策分析博士，最终成为锡拉丘兹大学的一名教授。

我在大学教授的课程包括行政学和MBA，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管理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还写了一本教材。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不断出现——价值创造：除了那些提供有形产品或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其他同类组织如何知道自己在创造真正的价值？这一领域似乎从来没出现过满意的答案，我也没有找到。我可能会说很多关于“投资社会回报”和“双重账本底线”这样的话，但这些更多是理论概念，并非实操指南。到AEI工作的机会成为我通过实践，解决这一理论难题的黄金机会。



对于完全产出观念的非营利机构，什么是我们的指标呢？——每小时产生的聪明观念？




不过，最终决定到AEI工作是出于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我对该机构的核心信条深信不疑。AEI没有党派倾向，从而避免了政治纠纷和机构立场。

这里的学者和工作人员共同信仰一种简单的道德准则，即自由企业系统和美国领导力是对抗贫穷与暴政，维护人类尊严的两大支柱，能够改善生存在边缘地带的人们的生活。我当初研究经济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想要了解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令人惊叹的反贫穷过程。现在我有机会将我平生所学用于和世界分享这一事实。

然而我对AEI的仰慕之情也带来一些困扰。作为一名缺乏经验的高管，我担心如果自己失败了，对机构造成伤害怎么办？在决定是否接受任命前，我和私募先驱、AEI多年的董事塔利·弗里德曼（Tully Friedman）共进早餐，之后他也成为AEI主席和我的密友。

我提到自己的担忧，害怕如果失败会影响到这所拥有75年历史的智库。“别担心这个，”他说，“如果你筹不到钱或者无法激励学者们，我们一年内就会炒了你，AEI不会受任何影响。”听到这话我居然感到很安心。带着兴奋又恐慌的心情，我抛下终身教职，来到了华盛顿。



重要的是影响力

非营利机构的领导者在回答“如何判断我们是否有影响力？”这个问题时，往往会犯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我称为“自成一格”。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很独特，和现存机构都不同，无法与之类比或对标。令人惊讶的是，那么多聪明人对所在机构或者钟爱的事业发自内心这么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我常听到。慈善家听得更多。

第二个错误是“路灯”错误。得名于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在街上丢了钥匙，花了好几个小时在路灯下寻找，因为那里光线更好。

非营利组织由于不知道怎么量化效益，常常会走偏，转而衡量最容易量化的东西，一般是收到的捐赠数额（投入），或者他们有多忙（产出）。很明显这样并不足够，因为大家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投入产出，而是影响力。

自成一格的错误会导致机构完全不量化任何东西，而路灯错误会量化错误的指标。同事和我决定避开这两个陷阱，找到更好的方式理解并描述我们真实的工作进展。

AEI产出非常直接：书籍、研究论文、专栏、媒体曝光、公开活动等。这些产品有效地构成了我们的供给曲线。但没人会觉得仅靠写专栏、出版同行评议的论文或者让学者在电视上露个脸就能保证改变领导者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我们的产出指标表现平平。为了从产出指标变为影响力指标，我们必须在供给曲线上加上需求曲线。要找到方式量化领导者对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量。即便方法不完善也没有关系。

在知识型产业中，这类需求一直都语焉不详。无论某机构在教育领导者或者提高大家对某个议题的关注度方面做得有多好，也没有类似民意调查、选举结果或者立法投票这样的指标来体现该机构在数千个其他静态变量中的角色。

我们意识到，智库不应该寻找直接的影响力指标，应该通过找出自己供给曲线和知识市场中竞争性需求间的交叉，找到代理指标。我们要找到并追踪领导者自费的产品以及用其他方式置换的产品。孤立地看，这些指标是有限效用的一个单点。但连起来看，它们会成为多点图，帮助我们评估工作影响力。

下面是我们使用的一系列代理指标中的两个例子：

最有名望的全国性报纸每周收到约1000份主动的专栏投稿。这些版面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编辑人员只会保留那些他们认为读者最需要和最想要的内容，其他的都会被无情拒绝。

这一选择率能够体现我们产品的竞争性需求。因此，尽管每年总的专栏数量仅仅是一个产出指标，但我们的学者在最具竞争力的一组媒体上发表的专栏数量，成为能体现影响力的有效代理指标。尽管这个数据并不代表一切，但在某方面特别有用：该数据是公开的，外界可以比较我们和同行的差别。迄今为止AEI每年都名列第一。

我们对国会证词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多数政策专家都想在国会作证，但他们不能直接打电话到参议院申请，而要等参议院联系他们。尽管公开作证并非是智库对公共辩论的唯一影响方式，但它确实为量化影响力提供了有用角度。此外，每个人的数据都有公开记录，这点很有帮助。在第110届国会期间（2007年-2009年），我们刚开始分析这些数据，当时在国会证言上，AEI位列所有智库第四名。到第111届，我们已经是第一，并一直保持。

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些指标并非对影响力的直接衡量，更称不上完美。所有这类代理指标都可以被敷衍或误解，每一个也仅仅体现了真相的部分维度。并非所有有价值的代理指标都能用于和竞争对手比较。例如，我们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以及记者的私人关系和私人简报是影响力的主要代理指标，因为领导者的时间和注意力非常稀缺。但你无法在行业内比较这类私有数据。

但是，重点不在于找到完美的代理指标。而是知识型非营利机构可以构建仪表盘，配以不同类型的此类变量，用它来衡量公众领袖们的公开标准，以及机构工作的影响力。



清晰的愿景

在构建影响力仪表盘时，AEI管理团队的同事和我也做了其他一些补充性改革。例如，我们重新设计了机构介绍，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智库的使命宣言往往缺乏鼓舞性，只是一系列产品名单（“我们产出高质量的政策研究”），并非真实的目标表达。在机构学者和支持者的建议下，我们重写了目标愿景宣言：“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一家公共政策智库，致力于维护人类尊严、拓展人类潜力，打造更自由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学者和工作人员推动观念的发展，这些观念植根于我们对民主、自由企业、美国力量和全球领导力的信仰，支持社会边缘的人们以及多元、创业型的文化。”我们试图阐明AEI产出观念的道德目标，即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为身处社会边缘的人服务。



衡量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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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智库学者撰写了很多专栏文章，但这是对产出的衡量。为了更好地理解其影响力，AEI开始记录学者在三家知名报纸上刊登的专栏数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这些专栏版面位置和竞争对手文章的比较。图中的百分比是从2015年到2017年的年度平均数据。



国会证言

另一种AEI学者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是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阿瑟·布鲁克斯加入AEI时，敦促机构开始搜集这项数据，当时机构排名第四，之后在这项排名第一，市场份额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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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择的竞争对手是在过去五届国会中，总证言量最接近AEI的机构。来源：两张图表都来自AEI




为了履行新的目标宣言并创造影响力，我们随后创建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创业公司。其中一些很不同寻常，例如对幸福的研究、实验多媒体公司。在这方面，我们最新的一家公司专注研究美国的绝望情绪和人类尊严。主要针对最近总统大选中双方阵营出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绝望情绪，讨论其潜在原因，提出长远的解决途径。这一项目有四个主要方面：辅助就业的职业技术培训；利用自由企业促进家庭经济安全；改革刑事审判制度；找到控制类阿片滥用方式的新战略。

这家公司按照内部创业公司的方式打造，推广也是如此，它和我们其他业务没有重合。在向投资者推广该公司时，我们准备了招股说明书和融资演讲，和其他初创公司别无二致。 我们像接近风投资本家一样，接近潜在的捐赠者，其实很多捐赠者都是风投资本家。我们谈论投资回报率，展示一系列未来用以衡量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成效的影响力指标。

关注影响力的全新策略也带动了AEI的受众发展和市场细分。我们认为，根据对具体信息的接受情况，我们在观念市场产品的潜在客户可以被分为四类：信徒（同意我们），可说服者（对我们的观点保持开放态度），敌对者（认为我们的观点愚蠢或邪恶），漠不关心者（完全不在乎我们说什么）。我们将这四类不同态度的人群和AEI目标受众的五个关键人口统计类别（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媒体、社区领袖和学者）交叉比对，得到一个4乘以5的矩阵，从而可以在这些群体中，平衡AEI的战略和服务及产品，以便最大化我们的影响力，有效履行使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你大概也猜到了，这些变革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一路上我也犯了很多错误。一些同事抱怨说他们在工作中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搜集数据了，有时候这些抱怨的确有道理。我不止一次完全衡量错了指标。例如 ，在一系列现场活动中，出席人数会不断减少，对此我很担心。但几个月后，有人指出我们已经在网上直播了这些活动，获得了很多流量。这个洞察让我发现了更好的指标：YouTube频道订阅AEI活动和原创视频节目的人数——目前在这个指标上，我们领先于其他智库。

尽管遭遇挫折，我们的战略还是发挥了作用。自2008年开始，AEI运营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约10%，机构在华盛顿市中心买下了新的总部并翻新。我们的全职学者和工作人员从140人增加到220人。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者和其他领袖中，我们研究的影响力迅猛增长。AEI正蓬勃发展。

在这样的发展面前，调整管理结构成为必须。管理者们在内部事务上现在有了更多自治权，我则更多进行外联。



我们要找到方法，量化领导者们对AEI服务和产品的需求量。




如今我有一半时间在出差，和未来投资者见面，每年发表关于我们工作的演讲多达175次。回首我最初掌管AEI的日子，我为当时提心吊胆的紧迫感感到欣慰，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们做出了变革。因为捐赠者需要证据证明，我们的无形产品具有影响力，我们想办法量化并证明了这点。由于发展需要，我们必须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宣传机构的工作，所以AEI也在沟通系统上进行了投资，几年后会看到成效。总而言之，我的经历真切地证明，危机是创新之母。

其他非营利机构希望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体系，几家大型基金会邀请我们的员工帮助其受捐助机构引入AEI的实践。对此我感到欣慰。但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的作用正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能够帮助同行提高工作影响力，令人心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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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企业没有被单个机会所诱惑，而是在很稳定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强劲的增长引擎，这样才能有信心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一家公司，不管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很注重增长。实际上，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近年来的调查显示，94%接受调查的高管表示，增长在他们公司举足轻重。而30％则表示，增长在他们公司相比其他，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可持续的增长往往让人难以捉摸。超过60%的高管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能达到他们的增长目标；70%表示，比起以前，现在更难达到盈利增长；66%则表示，比起10年前，现在更难明确有效的增长途径。

	虽然如此，一些公司还是能通过建造强大的增长动力做到年年持续增长。正如普华永道思略特的新书《让战略落地》里所写到的，像亚马逊、苹果、丹纳赫、海尔、宜家、Natura和星巴克这些公司，有着能引起客户共鸣的价值观。它们一系列独特的能力在和产品组合相协调的情况下，为公司价值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简单来说，要达到增长靠的是公司整体而不是单独一项产品或服务。如果企业没有被单个机会所诱惑，而是在很稳定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强劲的增长引擎，这样才能有信心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想想看运动品牌安德玛（Under Armour）。它野心勃勃，不但在研发新运动布料上是领头羊，还研发了可穿戴的电子设备。不管安德玛做什么，它都专注于增长引擎，即不断创新的能力和持续推出有价值的产品，正如它出售的每一件衣服和设备。它进行扩张（部分通过收购像MyFitnessPal和Endomondo这样的运动软件公司）但从来不会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来实现志向。

	其他以自身能力见长的公司也一样注重建立增长引擎。举例来说，因为星巴克的CEO霍华德·舒尔茨谨慎地制定了以公司能力为基础的增长计划，所以它才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它有提供独特客户体验的能力以及制作高档食物和饮料的超高技艺，并且可以同时招聘并管理数以千计的忠诚员工。有了这些能力，星巴克才能在稳定的情况下不断壮大。

	我们知道这和关于在困境中增长的传统观点截然不同。不管有没有能力去有效完成，许多商业专家仍然建议公司寻找快速增长的途径。太多公司不顾快速增长会带来什么后果，都要试着抓住每一个扩张的机会。通过研发新产品、进军新市场、兼并收购，还有投资有机增长（很多时候通过推出和竞争者相似的产品占据市场份额）来达到扩张的目的。

	传统的增长途径关注以下几个关于外界环境的问题：

	• 我们应该往哪里增长？

	• 蕴藏商机的市场在哪里？

	• 这些市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这些问题，和它们的吸引力一样，很明显。它们一开始给你带来新的收入，可是最终却适得其反。通过这种方法达到增长会压迫公司进入没有能力获胜的新兴市场。届时，你将会发现你须重新培养你必需的能力。这将会是一个艰难且代价巨大的过程，特别是如果须在短时间内完成。

	很多情况下，这会导致失败；浪费金钱，甚至将公司误导，驶离稳定、增长和成功。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SunEdison的破产。2015年，SunEdison是最受华尔街宠爱的美国新能源巨头。而2016年4月，它申请了破产。根据《财富》杂志，“SunEdison的失败源自于它过度的野心，想在短时间内在不同领域过快增长。”作为一家半导体公司，它在光伏技术领域具有的能力不一定能很好地对接风能、电池和施工安装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都算是清洁能源，但要驾驭它们实在太难。

	我们相信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须关注以下问题：

	• 你独一无二的优势是什么？

	• 我们怎么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增加价值？

	• 我们哪些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的方面能为我们带来增值？

	• 我们该如何创造能够不断推动前行的相关能力？

	中国家电品牌海尔就是运用这种思想在全球扩张的，它在美国收购了通用电器旗下的家电业务部门。海尔在每个市场都推出不一样的产品。比如，海尔在中国的洗衣机能清洗蔬果，而在巴基斯坦生产的洗衣机则能清洗厚长袍。而这些产品恰恰反映了海尔的能力：以消费者需求为主的革新（为本地市场量身定做产品）、优秀的运营、各地的门店管理和按需生产交付于一体。海尔的增长引擎是多年创建出来的，也是公司的核心形象。

	如果公司以原有的能力为出发点来培养增长引擎，会从四个方面实现增长：

	第一，非常慎重地发展那些核心能力之外的业务，会重视现在的市场，并围绕公司的核心能力增长。公司将为现有的客户提供和现有产品互补的新产品和服务。

	第二，贴近市场的扩张，这也被称为邻接扩张，即在公司能力范围内进行区域扩张或产品多元性。

	第三，培养新的能力来帮助公司的增长引擎：在开阔核心形象的同时打开新的渠道。

	最后，虽然这种情况只占少数，但公司可能会创造出有突破性的产品或服务，即一个能重新定义整个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就像是基因工程于农药产业和流媒体于音乐产业。这些创新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结构，还改变了倡导这些创新的公司本身的商业模式（如孟山都和Netflix）。

	这四种增长方式互相加强和影响：比如，市场增长的全面部署通常会催生新型商业模式的诞生，而这帮助公司辨别并抓住贴近市场扩张的机会，培养公司的能力。增长引擎并非一项产品或服务，而是一家公司所固有的。

	举例来说，海尔仍然施行至少这四种增长方式里的三种。它有规律地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推出新产品；它现在还为那些要搬到市区的居民提供公寓设计的服务；还为2.2万个不同污染程度的中国社区提供不同的水过滤系统。其他像Natura和宜家这样的公司也在不断完善能力，掌握了如何以最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生产。

	遗憾的是，许多公司领导者都不够重视增长引擎所带来的优势。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个问题：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知道自己现在做的不足以实现公司的增长目标。盲目追寻增长不能帮到他们，惟一可行的做法就是从整个公司着手，增长也就会自然而来。

	

	
	[image: ]

	林文德是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能力驱动战略及增长咨询服务的全球主管合伙人，亦是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马赛斯是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前全球首席执行官，目前是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客座教授兼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杰拉尔德·阿道夫是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在增长战略领域的领先思想者，亦是普华永道美国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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